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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版序

呼唤思想的时代

“民主与社会运动”读书会简介

曾剑鸣

1998 年烈火莫熄运动使得马来西亚整个社会活跃起来，历经九年这个风潮

已经退隐，但是其影响力深及整个社会，称之为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异议运动不

为过。这个运动提供另类的整体政治观念，对本国最深层的种族威权政治结构提

出批判。一般人很容易看到这个运动冲撞体制的表面形式，然而却很少人意识到

这个运动毋宁有更深刻的思想文化批判意义。

这个运动最值得令人注意的是，大专青年的批判意识苏醒，于是有了介入社

会运动的种种实践，自印文宣与小刊物林立，更令人惊讶的是，哲学研讨班跟着

出现了，有的人则捧读台湾南方朔政论文章，以及介绍美国 60 年代反叛运动作

品。因着爱物及鸟，南方朔介绍的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的回忆录《旁观者》也受

运动青年的青睐。更甚的是，毛泽东选集、格瓦拉的游击战论述也被收编当作必

读读物。这样的思想探索未必有资格进入史册，然而忽略这一段理想青年的精神

史显然就无法把握今天新生代的思想状况。

2004 年以后，随着政治强人退位、烈火莫熄运动舵手安华出狱，社会对立

的紧张感有了趋缓，反对运动进入政党博弈阶段，然而在新领导人浮夸、犬儒的

反贪、革新口号下，却有一群大专青年不甘寂寞，发出了异议，于是有了抵制校

内竞选等的伸张大专生自治权运动。这群青年是反对运动的常客，在阻挡拆迁木

屋区、反汽油高涨示威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穿梭其中。大环境确实有变化了，网

络媒体、部落格的出现，使得批判的声浪更大了。

时代向有志之士提出疑问：这样的压抑环境与体制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

又要往何而去，复杂的多元文化宗教社会，又如何容纳在自由民主开放的体制？

这样的任务毋宁说是艰巨的思想任务。当年的革命导师不就踏入伦敦大英博物馆

寻找历史动力及其变革的解答么？

民权委员会“民主与社会运动”读本及读书会是为了回应这样的需求而筹办

的。社会实践必须有相应的理论建设以及探索，才能提出方向，深化批判。

原刊于《民心》（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堂讯），2007 年 9 月，吉隆坡：吉

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现略为删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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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版序 

为追逐理想补课 

曾剑鸣

此书原为 2007 年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之读书会读本，原题为

“民主与社会运动”，为 2008 年大选前所编。马来西亚历经 2008 年、2013 年、2018
大选，政治嬗变，惟社会文化反思仍旧羸弱匮乏。近有青年学子欲索此老旧读本，承

蒙不弃。为切合时局需要，读本第二单元的“再思考马来西亚”权作修订，其余大部

分保留原样。

2020 年，打着改革旗号的反对派掌权一年多即垮台，反对派本是凑合之联盟，前

政治强人勉为其首早已埋下祸根。不惟如此，改革进程暴露各方既得利益之失，既有

旧政权份子与保守派联手鼓动种族宗教情绪，挑战新政府；也有改革派因内部利益分

化，及对改革议程的歧见而陷入权斗。这印证民主转型本是艰巨的任务，并非直线之

进程。

改革派政权垮台之前，2019 冠状病毒疫情开始肆虐全球。政治野心家篡夺政权

后，立即借助此项全球危机固权，先是利用军警推动威权式防疫，后更颁布紧急状

态，暂停国会运作，堪为五一三事件以来最大的民主危机。值此之际，国家陷入威权

复辟，民主退潮，政党执迷于权力与利益争夺，社会又因意见分歧与资讯的碎片化，

加上疫情人人自危，分化无以复加，理想与改革议程顿挫。

转型期的两项任务

反思种种，究竟问题出在哪里？是否当初过于依赖反对派政党推动民主本就是内

在不足，何以社会未能树立自主、多重的庞大改革力量？其实早在 2008 年反对派拿下

数州政权即可看出端倪。反对派虽扬起改革旗号，但掌政实无多少改革方案，甚至大

肆推动大型资本工程，大举填海，砍伐森林，剥削土地，侵害原住民与弱势者权益，

罔顾社区利益。

2008 年以后，威权党国势力削弱，反对派政党取得长足之势，可略为制约当权派

之时，社会的资本集团和既得利益势力也在重组，无不围绕着新崛起的反对派政党，

以便作风险分散投资。同理，反对派政党即便上台，也需平衡各方利益，考量既有资

本力量之结构运作。

窃以为，民主转型之时，有志之士有两项看似相反实为统一的任务，一是随着改

革纵深，大选成为政策叫卖的场域。改革不应仅是口号宣传，反之应提出具体的替代

革新政策，如此才能兼具理想与实践的功能。民主不仅是原则的宣誓，也是有效治理

的显现，方能争取社会各方对民主的支持。再者，改革也会暴露各方的利益差别，更

凸显理念互异。因此，转型期的任务是要提倡更多抽象和原则思考。抽象性的思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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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揭示和厘清议题或政策背后的价值关联，也是整合协调不同议题之间的关系。例如

何以种族歧视最终会伤害个人的基本权益及削弱法治；母语教育与多元文化和民主有

何关系，为何家务劳动不仅是私领域问题，而是攸关性别平权之问题。同时，抽象性

思考也为议题划界，厘清社会的冲突与差异究竟源于是个人喜好之别，还是基本政治

制度、公共政策，乃至终极价值的观念差别。现代自由民主理念就是在承认根本价值

多样的基础上，寻思公民共存的基本制度条件为何。 
 
不待明言，崇尚威权制度的人不认同自由民主理念，宗教保守派不一定认可上述

价值多元的世俗政治理念，而社会利益分殊，认同现代民主者也不一定对公共事务有

共识。沿用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的说法，保守派不赞同堕胎，则进步人士可以向他说

明，自己不一定要使用堕胎权，但让其他人拥有这权利为何是重要的。双方可以保持

固有的信仰，相互批评，自由倡导公共政策，借由说服多数人订定政策，但却必须开

放接受结果，且遵守限制，不否定他人的权利。如此社会既能保持高度差异，又能维

持动态的和谐稳定。因此，重要的是设法从原则的层面梳理问题，厘清冲突究竟是属

于哪一类别与层次，才能既看到差异也看到共同点，从而避免无限扩大矛盾。同时倡

导原则层面的反思，让人相互解释与理解彼此的考量，也能看到彼此的合理推断过

程，进而求同存异，产生互信以及培育公民的议事能力。这样一来，我们就能避免动

辄为对方扣上“滥用民主”、“假民主”帽子，以致否定对方的基本权利。我们的社

会常因为利益与观点差异而争斗，却仅能诉诸策略甚至鼓动情绪，而疏于理性议事；

甚至自诩服膺民主理念者也对民主无多少思考，仅当作竞逐权力和批评他人的手段，

实无益于推进开放自由议程。 
 

青年的自我批判与社会批判 
 
揆诸现实，鄙见认为本读本并未过时，尤其谈论改革亟需的社会学与政治学，既

要反思理想内容自身，也要直面对于自由民主理念的辩驳。这正是本书梳理相关概念

的缘故。然而全球时局崩坏，资讯时代异化，有人谓之进入所谓“后真相时期”，换

言之是基本事实真相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身份认同与情感需要为尚，于是有思

想返祖的趋势，如部落化、集体无意识躁动等之现象。因此，这时候倡导阅读和理性

思考有如逆时代而动，但其“不合时宜”恰恰拉开和现实的距离，最终有利于批判我

们的时代。 
 
青年是社会的未来栋梁，也是改革的希望，要如何批判地应对此时代？易言之，

坚持一己的理想，究竟意欲何为，如何才能避免夸夸其谈、犬儒玩世不恭抑或好高骛

远，而无踏实实践？这三种精神样态既是个人的，也是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不自觉形成

的思维习惯与意识形态。例如在一党独大的时代，政治难有实质的变化，批评者常以

道德卫士自居，却常流于口号式的批评。而在威权解体，政治博弈日趋剧烈之时，各

种价值并列，人若逃避承担责任则易于变得犬儒。唯有认清人的精神状况并未脱离社

会制度条件，才能针砭各种思想与政治理念问题，追究其背后所反映的利益，而不是

根据当事人表面的自我宣称。 
 
既然思想状况脱离不了历史社会，个体的理想更是如此。青年是初生之犊，往往

自持有一套理想，而在不得志之时，常会过于自怜抑或愤慨。个体意识高涨的时代，

人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当成“自变数”，一则不问这样需求哪里来；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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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没有深思满足这样的要求需要什么社会条件。实则，理想不是空中楼阁抑或个人脑

中的玄想，不是静态衡量世界的尺度，从而坚持“理想与现实的二元对立”；而是本身

既是历史文化的产物，要接受批判与实践的改造，更要勇于自我批判。可见，人在批

判和改造世界的当儿，也在改造自我与认识。为追逐理想，不得不批判世界，但在批

判世界之前，首先得是认识世界——“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马克思

语）。 
 
马来西亚兼具本土与世界之问题，不同领域之发展不均衡，就像处于不同的历史

时间：政治制度是半吊子现代；消费是超前卫、与全球同步，可思维却是前现代；一

方面饱受停滞之苦，另一方面也承受过度发展之难。换言之，时代向青年提出考验，

如何既立足于当下现实，不邯郸学步外国流行思潮与口号；但也开放汲取世界的文化

反思。这该是青年自我期许的目标，也是读本选材的出发点。 
 
因着对青年的期盼，读本修订之时，定名为《理想与社会批判：知识青年自学读

本》，冀能廓清名目，彰显理念。这本读本的诞生要献给追逐理想而准备自学的同

道，也是社会改革停滞时，必要返回自思的补课。 
 

理论借鉴与在地诠释 
 
为方便理解，读本所选的大部分是中文单篇文章或书本章节（马来西亚的部分除

外），皆为普及入门文章，只有少数是论文。毫不讳言，内容大抵不脱西方现代性思

潮与民国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加上后发展国家之民主转型实践经验。如今在这个

得新弃旧的时代，或许显得蒙尘老旧，譬如质疑何以没有涵盖“实现自由与民主制度

以后的问题”、欧美抑或港台最新颖之理论与话题云云。 
 
前述质疑无可否认，但关键是我们必须立足于自己社会的历史条件思考，因此所

借鉴的外来理论资源必须是有所选择的。更进一步的是，读本所介绍的理论概念究竟

和本地有何关系，尚需我们自己做大量的诠释与应用研究（本书〈导言〉既是做此尝

试）。借中国学者秦晖的说法就是，主义可以“拿来”，“问题”则必须土产。我们

可能需借助外来的理论来思考在地的问题，但不能妄想出自特定历史条件的理论可以

拿来直接套用在特殊的在地情况，抑或遗忘自己的问题，将其他社会的问题视为自己

的问题，舍己從人，亦步亦趋，偷懒太甚。 
 
正如马克思所言：“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的历史过程，它不能跳过，也

不能用法令取消这个自然的过程。”马来西亚既分享全球新科技之进步，但也同陷入

2019 冠状病毒疫情之大难，此刻更能感受政治体制落后之痛楚，如何能度过这个“自

然”的政治发展阶段，继续推进民主，真正共享政治开放之昌明，这既是知识也是实

践的拷问。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时候让我们从阅读与思索开始。理想之开启，宛如夸父

追日。 
 
2021 年 6 月 2 日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备注：本读本之电子版乃由黄康伟排版和制作，谨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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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曾剑鸣 撰

这套阅读材料是本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理念而编辑的。本读本的特点是抛开

一般教科书或学术书籍的内容逻辑顺序，而以点读的方式，挑出特定的主题，涵

盖时下时事课题、社会运动的热点，选读自由民主理论的一些关键概念。

读本首先从“理想与现实”的问题出发，描述有理想的青年在面对社会不平

等的现象时，如何发出自己的愤怒，进而提出自己的批判，然而这样一种批判碰

上坚硬的现实时，又是如何的？“现实”又是什么，我们的日常经验是怎样解释

社会各种利益冲突的，这种认识如何框定与限制我们的实践？反思这种经验也就

是社会科学的目的，它会反过来促成新的认识与实践，并推进社会改变。

因此，我们把眼光聚焦于本土，重新反省我们的日常经验，并上升至社会研

究的整体的角度，去认识我们的国家与社会。马来亚本土独立建国运动以“民族

自己当家作主”动员全民参与，并在 1957 年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民主国家,

随后又在 1963 年与砂拉越和沙巴共组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半途退出）。然而这

套制度在 1969 年历经族群冲突、族群政治与威权领导人抬头之后，究竟受到多大

的变更，其与自由民主的理想又距离多远？读本的反思将集中于国家政体、独立

与民主的经验、国族与多元族群的冲突、社会运动团体如何推动民主。

为了丈量本土制度与自由民主体制的差距，读本的单元三、四、五、六剖析

自由民主的结构及其社会条件。首先从社会运动与议会政治的互动，反省社会运

动的角色及其限制。西方的经验指出了，自由民主的出现是与相对独立的市民阶

级的崛起相关的。在传统社会，威权国家的力量压倒公民社会，而市民本身又受

部落、族群、家族的传统狭隘意识限制，无法培养公共意识，因此在政治上往往

沦为党国与族群领袖的附庸，缺乏自治的能力。换句话说，民主制度除了选举，

其公民能力也是巩固与维持民主社会重要的条件。

另外，一般传统社会把国家机器当作民族或国民幸福的代言人，因此就单纯

的以为赋予国家重大的权力就是方便国家推动其议程，但是却没有发现“武力中

盘踞魔鬼的力量”（韦伯语），权力本身如果没有界限，很容易就会以“大多数

人利益”或“国家利益”之名，侵害个人。而西方自由主义就是提出“人权”这

个概念，目的就是在于限制国家权力。言论自由是人权中最重要的一项，对于民

主制度薄弱的社会来说，它可以加速社会的变化，因为它与新闻自由权利结合，

有助于暴露统治阶级的腐败，使市民觉醒，导致更大的改变。

尽管人权与法治保障了个体的利益，但现代社会的结构错种复杂，内部也是

充满矛盾冲突的。撇开其他利益冲突，专论言论自由的结果，我们可以看到由于

各个群体有不同的价值观，言论自由意味着将可能发生严重的文化、宗教辩论。

问题是：如何协调这种辩论，使其既满足文化自由交流的需要，又照顾到政治共

同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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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现代社会是个多元社会，那么多元社会底下的群体如何相处，究竟有没

有一套共同的理念去协调这种张力与冲突，更是考验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能耐。

911 恐怖袭击更导致我们追问这个问题。如果社会有一套规范去协调各种冲突，那

社会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而其改变又是怎样的，社会如何学习改变自己，知

识分子在当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最后，我们检视自由民主在传统社会的传播与实践，到底自由民主是不是西

方的，而这又涉及秩序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各种社会力量如何形塑社会制度？我

们参考了东南亚的民主经验，同时也参考了中文世界较熟悉的台湾民主历程。这

一切最终将反过来叩问我们如何在本土理解自由民主的理念及其实践。

2007 年 2 月底于马来西亚吉隆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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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想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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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梦 
 

马丁·路德·金 

 

                      

今天，我高兴地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了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

的示威集会。 

 

一百年以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庇荫下——签署了解放宣

言。这一重要的法令犹如灯塔把辉煌的希望之光带给千百万饱受屈辱、处于水深火热中的黑

人。它就像欢快的黎明来临，结束了奴隶被囚禁的漫漫长夜。 

 

然而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一悲剧性的事实，即黑人仍未获得自由。一百

年后的今天，黑人的生命仍惨遭种族隔离桎梏和种族歧视枷锁的束缚。一百年后的今天，黑

人仍生活在物质繁荣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贫穷孤岛上。一百年后的今天，黑人仍蜷缩在美国

社会的偏僻角落，感到自己是自己国家里的流放者。因此我们今天来到这里以引起人们对一

种骇人听闻的情况的注意。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来到我国首都是为着兑支票。当我们共和国的创建者们写下宪法和

独立宣言时，他们也就签署了一份期票，每个美国人都有它的继承权。这期票是一种许诺，

保证给予每一个人不可转让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显而易见，今天美国在关系到她有色人种公民的问题上已对这份期票违约。美国没有承

兑这一神圣的契约，而是给黑人一张空头支票；该支票被写上“存款不足”退回。但是我们

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破产。我们不相信这个国家机会的金库中已存款不足。所以我们来此兑

支票——这支票将按要求给予我们自由的财富和公正的保障。 

 

我们来到这神圣的地点，也是为了提醒美国记住现在极端紧迫的任务。目前不是享受一

下清静或服用渐进主义镇静剂的时候。现在该实现民主的许诺了。现在该从种族隔离黑暗荒

凉的峡谷走上种族公平的金光大道了。现在该向上帝所有的孩子们打开机会的大门了。现在

该把我国从种族歧视的流沙中救出，置于兄弟情谊的坚硬岩石之上了。 

 

倘若这个国家忽视了此刻紧迫的形势，低估了黑人的决心，那将造成致命的后果。这一

黑人合理不满的闷热夏季将不会过去，直到自由平等的爽朗秋季来临。1963 年不是终结，而

是开端。倘若国家一如既往恢复原样，那些希望黑人只是需要出出气，现在可以满意的人将

会大失所望。美国将没有安宁和平静，除非黑人获得了他们的公民权。反抗的旋风将继续震

撼我们国家的基础，直到公正的晴天出现。 

 

但有件事我得告诉我的站在通向公正之宫温暖入口的人民。在争取我们合法地位的斗争

过程中，我们不应干违法之事。我们切莫端起苦涩和仇恨的杯子来满足自己对自由的渴求。

我们必须永远在尊严的纪律的高水平上开展斗争。我们决不能让我们创造性的抗议堕落成为

暴力行动。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升华到用精神力量对付武力的崇高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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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人社区洋溢着崭新的战斗精神不应导致我们对一切白人都不信任，因为我们许多白人

弟兄，正如他们今天的到场所证明的，已意识到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血肉相连，不可分

割。我们不能独自行进。 

 

我们一旦起步，就必须发誓勇往直前。我们不能往回走。有人这样问民权运动的忠实斗

士：“你们何时才能满足？” 

 

只要黑人仍是警察暴行难以形容的恐怖的受害者，我们就决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虽经旅途奔波浑身疲乏仍无法在公路或城市中租用汽车游客旅馆，我们就决不

会满足。 

 

只要黑人的基本流动方式只是从一处较小的黑人区迁到一处较大的黑人区，我们就决不

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州有一个黑人不能投票，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他去

投票，我们就不会满足。 

 

是的，我们不满足，而且我们将永不满足，直到公正如洪水，正义如激流滚滚而来。 

 

我不能不注意到，你们有些人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和磨难来到这里。你们有些人刚从狭窄

的牢房出来。你们有些人来自某些地区，在那里你们因争取自由惨遭迫害，被警察的暴行所

摧残。你们已是为创造而受苦的老战士。继续怀着这一信念工作吧：并非由自己招致的苦难

将带来补偿。 

 

回密西西比去，回亚拉巴马去，回南卡罗来纳去，回佐治亚去，回路易斯安那去，回到

我们北方城市的贫民窟和黑人区去，既然你们知道因某种原因形势可能而且必将发生变化。

我们切莫在绝望的山谷中打滚。 

 

我今天对你们说，我的朋友们，尽管眼下困难重重，颇多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它深

深植根于美国梦。 

 

我梦见总有一天这个国家将站立起来，实现它的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这些真理不言

自明：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见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原先的奴隶的儿子们与原先奴隶主的儿子们坐在一张

桌子旁共叙手足情。 

 

我梦见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州遭不公正和压迫的酷热煎熬的沙漠将变成自由和公正的绿

洲。 

 

我梦见有一天自己的四个孩子将生活在一个国家，在那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不是根据肤

色，而是根据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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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有一个梦。 

 

我梦见有一天亚拉巴马州——其州长最近大谈干预，鼓吹拒绝执行国会的法令——将会

大变样，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携手并肩，亲如手足。 

 

我今天有一个梦。 

 

我梦见有一天每一条山谷都升高，每一座山头都降低，地势崎岖的地方变得平坦，弯弯

曲曲的地带变得笔直，而上帝的光辉得以展现，让所有的人都看见。 

 

这是我们的希望。正是怀着这一信念我回南方。怀着这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的大山中开

凿出希望的石块。怀着这信念我们将能把我国的一片嘈杂吵闹声变为一曲华丽的兄弟情谊的

交响乐。 

 

怀着这信念，我们将能够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入狱，一起为自由挺身

而出，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我们将会自由。 

 

那将是这样的一天，届时上帝所有的孩子将能唱出新的意义：“你是我的祖国，美好的

自由之邦，我要为你歌唱。父辈葬身之处，移民夸耀之土，让我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

冈。”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就必须变成现实。让自由从新罕布什尔的崇山峻岭

响起。让自由从宾夕法尼亚高高阿勒格尼山响起！ 

 

让自由从科罗拉多白雪覆盖的落基山脉响起！让自由从加利福尼亚逶迤的群山响起！不

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从佐治亚的石山上响起！让自由从田纳西的卢考特山响起！ 

 

让自由从密西西比每座山头和小丘响起。让自由从每一处山腰响起。 

 

当我们让自由鸣响，让自由从每一座村庄响起，从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我们就

能使这一天更快来临，那时上帝所有的孩子们，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

人，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都将手拉着手高唱一首古老的黑人圣歌的歌词：“终于自由了！

终于自由了！感谢万能的上帝，我们终于自由了！” 

     

 

 

马丁·路德·金，（1929—1968 年），美国黑人律师，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一生曾三次

被捕，三次被行刺，1964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68 年被种族主义份子枪杀。1963 年他领导

25 万人向华盛顿进军“大游行”，为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就业。马丁·路德·金在集会于林

肯纪念堂前发表这篇著名演说。 

 

本文原收录于戴安娜、拉维奇编《美国读本》， 林本椿等译，1995 年，北京：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本文取自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2002 年，广西：广

西师范大学。本文第一段根据英文版补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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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主义 
胡适 

 

“易卜生主义！”这个题目不是容易做的。我又不是专门研究易卜生的人，如何配做这

篇文字？但是我们现在出一本“易卜生号”，大吹大擂的把易卜生介绍到中国来，似乎又不

能不有一篇《易卜生主义》的文字。没奈何，我只好把我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写出来，

做一个“易卜生号”的因子。 

 

一 

 

易卜生最后所作的《我们死人再生时》（when We Dead Awaken）一本戏里面有一段话，

狠可表出易卜生所作文学的根本方法。这本戏的主人翁，是一个美术家，费了全副精神，雕

成一副像，名为“复活日”。 

 

这位美术家自己说他这副雕像的历史道： 

     

我那时年纪还轻，不懂的世事。我以为这“复活日”应该是一个极精致、极美的少女

像，不带着一毫人世的经验，乎空地醒来，自然光明庄严，没有什么过恶可除。……但足我

后来那几年，懂得些世事了，才知道这“复活日”不是这样简单的，原来是狠复杂的。……

我眼里所见的人情世故，都到我理想中来，我不能不把这些现状包括进去。我只好把这像的

座子放大了，放宽了。 

 

我在那座子上雕了一片曲折爆裂的地面。从那地的裂缝里，钻出来无数模糊不分明、人

身兽面的男男女女。这都是我在世间亲自见过的男男女女（二幕）。 

 

这是“易卜生主义”的根本方法。那不带一毫人世罪恶的少女像，是指理想派的文学。

那无数模糊不分明、人身兽面的男男女女，是指写实派的文学。易卜生的文学，易卜生的人

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一八八二年，他有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说道： 

     

我做书的目的，要使读者人人心中都觉得他所读的全是实事（尺牍一五九号）。 

     

人生的大病根，在于不肯睁开眼睛来看世间的真实现状。明明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我们

偏说是圣贤礼义之邦；明明是脏官、污官的政治，我们偏要歌功颂德；明明是不可救药的大

病，我们偏说—点病都没有！却不知道：若要病好，须先认有病；若要政治好，须先认现今

的政治实在不好；若要改良社会，须先知道现今的社会实在是男盗女娼的社会！易卜生的长

处，只在他肯说老实话，只在他能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出来叫大家仔细看。他

并不是爱说社会的坏处，他只是不得不说。一八八○年，他对一个朋友说： 

     

我无论作什么诗，编什么戏，我的目的只要我自己精神上的舒服清净。因为我们对于社

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的(尺牍第一四八号)。 

因为我们对于社会的罪恶都脱不了干系，故不得不说老实话。 

 

 

 

5



二 

     

我们且看易卜生写近世的社会，说的是一些什么样的老实话。第一，先说家庭。 

 

易卜生所写的家庭，是极不堪的。家庭里面，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二是倚赖

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做戏；四是懦怯没有胆子。做丈夫的便是自私自利的代表。

他要快乐，要安逸，还要体面。所以他要娶一个妻子。正如《娜拉》戏中的赦尔茂，他觉得

同他妻子有爱情是狠好玩的。他叫他的妻子做“小宝贝”、“小鸟儿”、“小松鼠儿”、

“我的最亲爱的”等等肉麻名字。他给他妻子一点钱去买糖吃，买粉搽，买好衣服穿。他要

他妻子穿得好看，打扮的标致，做妻子的完全是一个奴隶。他丈夫喜欢什么，他也该喜欢什

么，他自己是不许有什么选择的。他的责任在于使丈夫欢喜，他自己不用有思想，他丈夫会

替他思想。他自己不过是他丈夫的玩意儿，狠像叫化子的猴子，专替他变把戏，引人开心的

（所以《娜拉》又名《玩物之家》）。丈夫要妻子守节，妻子却不能要丈夫守节。正奶《群

鬼》（chosts）戏里的阿尔文夫人受不过丈夫的气，跑到一个朋友家去；那位朋友是个牧

师，狠教训了他一顿，说他不守妇道。但是阿尔文夫人的丈夫专在外面偷妇人，甚至淫乱他

妻子的婢女；人家都毫不介意，那位牧师朋友也觉得这是男人常有的事，不足为奇！妻子对

丈夫，什么都可以牺牲；丈夫对妻子，是不犯着牺牲什么的。《娜拉》戏内的娜拉，因为要

救他丈夫的生命，所以冒他父亲的名字，签了借据去借钱。后来事体闹穿了，他丈夫不但不

肯替娜拉分担冒名的干系，还要痛骂他带累他自己的名誉。后来和平了结了，没有危险了，

他丈夫又装出大度的样子，说不追究他的错处了。他得意扬扬的说道：“一个男人赦了他妻

子的过犯是狠畅快的事！”（《娜拉》三幕） 

     

这种极不堪的情形，何以居然忍耐得住呢？第一，因为人都要顾面子，不得不装腔做

戏，做假道德遮着面孔。第二，因为大多数的人都是没有胆子的懦夫。因为要顾面子，故不

肯闹翻。因为没有胆子，故不敢闹翻。那《娜拉》戏里的娜拉，忽然看破家庭是一座做猴子

戏的戏台，他自己是台上的猴子。他有胆子，又不肯再装假面子，所以告别了掌班的，跳下

了戏台，去干他自己的生活。 

     

那《群鬼》戏里的阿尔文夫人没有娜拉的胆子，又要顾面子，所以被他的牧师朋友一

劝，就劝回头了，还是回家，去尽他的“天职”，守他的“妇道”。他丈夫仍旧做那种淫荡

的行为，阿尔文夫人只好牺牲自己的人格，尽力把他羁縻在家。后来生下一个儿子，他母亲

恐怕他在家，学了他父亲的坏榜样，所以到了七岁便把他送到巴黎去。他一面又要哄他丈夫

在家，一面要在外边替他丈夫修名誉，一面要骗他儿子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正人君子。这种

情形，过了十九个足年，他丈夫才死。死后，他妻子还要替他装面子，花了许多钱，造了一

所孤儿院，作他亡夫的遗爱。孤儿院造成了，他把儿子唤回来参预孤儿院落成的庆典。谁知

他儿子从胎里就得了他父亲的花柳病的遗毒，变成一种脑腐症。到家没几天，那孤儿院也被

火烧了，他儿子的遗传病发作，脑子坏了，就成了疯人了。这是没有胆子、又要顾面子的结

局，这就是腐败家庭的下场！ 

 

三 

     

其次，且看易卜生论社会的三种大势力。那三种大势力一是法律，二是宗教，三是道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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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法律。法律的效能在于除暴去恶，禁民为非。但是法律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在

于法律是无有偏私的，犯了什么法，就该得什么罪。坏处也在于此，法律是死板板的条文，

不通人情世故，不知道一样的罪名，却有几等、几样的居心，有几等、几样的境遇情形；同

犯一罪的人却有几等、几样的知识程度。法律只说某人犯了某法的某某篇、某某章、某某

节，该得某某罪，全不管犯罪的人的知识不同，境遇不同，居心不同。《娜拉》戏里有两件

冒名签字的事：—件是一个律师做的，一件是一个不懂法律的妇人做的。那律师犯这罪全由

于自私自利，那妇人犯这罪全因为他要救他丈夫的性命。但是法律全不问这些区别。请看看

这两个“罪人”讨论这个问题： 

     

律师：郝夫人，你好像不知道你犯了什么罪。我老实对你说，我犯的那桩使我一生声名

扫地的事，和你所做的事恰恰相同，一毫也不多，一毫也不少。 

  娜拉：你！难道你居然也敢冒险去救你妻子的命吗？ 

  律师：法律不管人的居心如何。 

  娜拉：如此说来，这种法律是笨极了。 

  律师：不问他笨不笨，你总要受他的裁判。 

  娜拉：我不相信。难道法律不许做女儿的想个法子，免得他临死的父亲烦恼吗？难道法

律不许做妻子的救他丈夫的伞吗？我不大懂得法律，但是我想总该有这种法律承认这些事

的。你是一个律师，你难道不知道有这样的法律吗？柯先生，你真是一个不中用的律师了

（一幕）。 

     

最可怜的是世上真少这种人情入理的法律！ 

     

第二，宗教。 

     

易卜生眼里的宗教久已失了那种可以感化人的能力；久已变成毫无生气的仪节、信条，

只配口头念得烂熟，却不配使人奋发鼓舞了，《娜拉》戏里说： 

     

郝尔茂：你难道没有宗教吗？ 

  娜 拉：我不狠懂得究竟宗教是什么东西。我只知道我进教时那位牧师告诉我的一些

话。他对我说宗教是这个、是那个，是这样、是那样。（三幕） 

     

如今人的宗教，都是如此。你问他信什么教，他就把他的牧师或是他的先生告诉他的话

背给你听。他会背耶稣的《祈祷》文，他会念阿弥陀佛，他会背一部《圣谕广训》。这就是

宗教了！ 

     

宗教的本意，是为人而作的。正如耶稣说的：“礼拜是为人造的，不是人为礼拜造

的。”不料后世的宗教，处处与人类的天性相反，处处反乎人情，如《群鬼》戏中的牧师，

逼着阿尔文夫人回家去受那淫荡丈夫的待遇，去受那十九年极不堪的惨痛。那牧师说，宗教

不许人求快乐，求快乐便是受了恶魔的魔力了。他说宗教不许做妻子的批评他丈夫的行为；

他说宗教教人无论如伺总要守妇道，总须尽责任，那牧师口口声声所说是“是”的，阿尔文

夫人心中总觉得都是“不是”的。后来阿尔文夫人仔细去研究那牧师的宗教，忽然大悟：原

来那些教条都是假的，都是“机器造的！”（《群鬼》二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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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机器造的宗教何以居然能这样兴旺呢？原来，现在的宗教虽没有精神上的价

值，却极有物质上的用场。宗教是可以利用的，是可以使人发财得意的。那《群鬼》戏里的

木匠，本是一个极下流的酒鬼，卖妻卖女都肯于的。但是他见了那位道学的牧师，立刻就装

出宗教家的样子，说宗教家的话，做宗教家的唱歌祈祷，把这位蠢牧师哄得滴溜溜的转（二

幕）。那《罗斯马庄》（Rosmersholm）戏里面的主人翁罗斯马本是一个牧师，他的思想改变

了，遂不信教了。他那时想加人本地的自由党，不料党中的领袖却不许罗斯马宣告他脱离教

会的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党里狠少信教的人，故想借罗斯马的名誉来号召那些信教的人

家。可见宗教的兴旺，并不是因为宗教真有兴旺的价值，不过是因为宗教有可以利用的好处

罢了。如今的“基督教青年会”竟开明的用种种物质上的便利来做招揽会员的钓饵，所以有

些人住青年会的洋房，洗青年会的雨浴，到了晚上仍旧去“白相堂子”，仍旧去“逛胡

同”，仍旧去打麻雀、扑克。这也是宗教兴旺的一种原因了！ 

     

第三，道德。法律、宗教既没有裁制社会的本领，我们且看“道德”可有这种本事？据

易卜生看来，社会上所谓“道德”不过是许多陈腐的旧习惯。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道德；

不合于社会习惯的，便是不道德。我且举中国风俗为例：我们中国的老辈人看见少年男女实

行自由结婚，便说是“不道德。”为什么呢？因为这事不合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社

会习惯。但是这班老辈人自己讨许多小老婆，却以为是狠平常的事，没有什么不道德。为什

么呢？因为习惯如此。又如中国人死了父母，发出讣书，人人都说“泣血稽颡”、“苫块昏

迷”。其实他们何尝泣血？又何尝“寝苫枕块”？这种自欺欺人的事，人人都以为是“道

德”，人人都不以为羞耻？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习惯如此，所以不道德的也觉得道德了。 

     

这种不道德的道德，在社会上造出一种诈伪不自然的伪君子。面子上都是仁义道德，骨

子里都是男盗女娼。易卜生最恨这种人。他有一本戏，叫做《社会的栋梁》（Pillars of 

Society），戏中的主人名叫褒匿，是一个极坏的伪君子。他犯了一桩奸情，却让他兄弟受这

恶名，还要诬赖他兄弟偷了钱跑脱了。不但如此，他还雇了一只烂脱的船送他兄弟出海，指

望把他兄弟和一船的人都沉死在海底，可以灭口。这样一个大奸，面子上却做得十分道德，

社会上都尊敬他，称他做“全市第一个公民”、“公民的模范”，“社会的栋梁”！他谋害

他兄弟的那一天，本城的公民，聚了几千人，排起队来，打着旗，奏着军乐，上他的门来表

示社会的敬意，高声喊道：“褒匿万岁！社会的栋梁褒匿万岁！”这就是道德！ 

 

四 

     

其次，我们且看易卜生写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易卜生的戏剧中，有一条极显而易见的学说，是说社会与个人互相损害。社会最爱专

制，往往用强力摧折个人的个性（individuality），压制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等到个人的

个性都消灭了，等到自由独立的精神都完了，社会自身也没有生气了，也不会进步了。社会

里有许多陈腐的习惯，老朽的思想，极不堪的迷信。个人生在社会中，不能不受这些势力的

影口向。有时有一两个独立的少年，不甘心受这种陈腐规矩的束缚，于是东冲西突，想与社

会作对。上文所院的褒匿少年时代也曾想和社会反抗。但是社会的权力狠大，网罗狠密；个

人的能力有限，如何是社会的敌手？社会对个人道：“你们顺我者生，逆我者死；顺我者有

赏，逆我者有罚。”那些和社会反对的少年，一个一个的都受家庭的责备，遭朋友的怨恨，

受社会的侮辱、驱逐。再看那些奉承社会意旨的人，一个个的都升官发财、安富尊荣了。当

此境地，不是顶天立地的好汉，决不能坚持到底。所以像褒匿那般人，做了几时的维新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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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久也渐渐的受社会同化，仍旧回到旧社会去做“社会的栋梁”了。社会如同一个大火

炉，什么金、银、铜、铁、锡，进了炉子，都要熔化。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雁》(The Wild 

Duck)，写一个人捉到一只雁，把他养在楼上半阁里，每天给他一桶水，让他在水里打滚游

戏。那雁本是一个海阔天空、逍遥自得的飞鸟，如今在半阁里关久了，也会生活，也会长得

胖胖的，后来竟完全忘记了他从前那种海阔天空、来去自由的乐处了！个人在社会里，就同

这雁在人家半阁上一般，起初未必满意，久而久之，也遂惯了，也渐渐的把黑暗世界当作安

乐窝了。 

     

社会对于那班服从社会命令、维持陈旧迷信、传播腐败思想的人，一个一个的都有重

赏。有的发财了，有的升官了，有的享大名誉了。这些人有了钱，有了势，有了名誉，遂像

老虎长了翅膀，更可横行无忌了，更可借着“公益”的名誉去骗人钱财，害人生命，做种种

无法五天的行为。易卜生的《社会栋梁》和《博克曼》（John Gabriel Borkman）两本戏的

主人翁都是这种人物。他们钱赚得够了，然后掏出几个小钱来，开一个学堂，造一所孤儿

院，立一个公共游戏场，“捐二十磅金去买面包给贫人吃”（用《社会的栋梁》二幕中

语），于是社会格外恭维他们，打着旗子，奏着军乐，上他们家来，大喊“社会的栋梁万

岁！” 

     

那些不懂事又不安本分的理想家，处处和社会的风俗习惯反对，是该受重罚的。执行这

种重罚的机关，便是“舆论”，便是大多数的“公论”。世间有一种最通行的迷信，叫做

“服从多数的迷信”。人都以为多数人的公论总是不错的。易卜生绝对的不承认这种迷信。

“多数党说他总在错的一边，少数党总在不错的一边。”（《国民公敌》五幕）一切维新革

命，都是少数人发起的，都是大多数人所极力反对的。大多数人总是守旧、麻木不仁的，只

有极少数人——有时只有一个人，——不满意于社会的现状，要想维新，要想革命。这种理

想家是社会所最忌的。大多数人都骂他是“捣乱分子”，都恨他“扰乱治安”，都说他“大

逆不道”。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去压制那“捣乱”的思想志士，不许他开口，不许

他行动自由；把他关在监牢里；把他赶出境去，把他杀了，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的钉死，

把他捆在柴草上活活的烧死。过了几十年、几百年，那少数人的主张渐渐的变成多数人的主

张，于是社会的多数人又把他们从前杀死、钉死、烧死的那些“捣乱分子”，一个一个的重

新推崇起来，替他们修墓，替他们作传，替他们立庙，替他们铸铜像。却不印道从前那种

“新”思想，到了这时候，又早已成了“陈腐的”迷信！当他们替从前那些特立独行的人修

墓、铸铜像的时候，社会里早已发生了几个新派少数人，又要受他们杀死、钉死、烧死的刑

罚了！听以说“多数党总是错的，少数党总是不错的”。 

     

易卜生有一本戏叫做《国民的公敌》，里面写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戏的主人翁斯铎曼

医生，从前发现本地的水可以造成几处卫生浴池。本地的人听了他的话，觉得有利可图，便

集了资本，造了几处卫生浴池。后来四方的人闻了浴池之名，纷纷来这里避暑养病。来的人

多了，本地的商业市面便渐渐发达兴旺，斯铎曼医生便做了浴池的官医。后来洗浴的人之中

忽然发生一种流行病症，经这位医生仔细考察，知道这病症是从浴池的水里来的，他便装了

一瓶水寄与大学的化学师请他化验。化验出来，才知道浴池的水管安的太低了，上流的污

秽，停积在浴池里，发生一种传染病的微生物，极有害于公众卫生。斯铎曼医生得了这种科

学证据，便做了一篇切切实实的报告书，请浴池的董事会把浴池的水管重行改造，以免妨碍

卫生。不料改造浴池须要花费许多钱，又要把浴池闭歇一两年。浴池—闭歇，本地的商务便

要受许多损失。所以，本地的人全体用死力反对斯铎曼医生的提议，他们宁可听那些来避暑

养病的人受毒病死，不情愿受这种金钱的损失。所以他们用大多数的专制威权，压制这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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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实话的医生，不许他开口。他做了报告，本地的报馆都不肯登载；他要自己印刷，印刷局

也不肯替他印；他要开会演说，全城的人都不把空屋借他做会场。后来好容易找到了一所会

场，开了一个公民会议，会场上的人不但不听他的老实话，还把他赶下台去，由全体一致表

决，宣告斯铎曼医生从此是国民的公敌。他逃出会场，把裤子都撕破了，还被众人赶到他

家，用石头掷他，把窗户都打碎了。到了明天，本地政府革了他的官医；本地商民发了传单

不许人请他看病；他的房东请他赶快搬出屋去；他的女儿在学堂教书，也被校长辞退了。这

就是“特立独行”的好结果！这就是大多数惩罚少数“捣乱分子”的辣手段！ 

 

五 

     

其次，我们且说易卜生的政治主义。易卜生的戏剧不大讨论政治问题，所以我们须要用

他的《尺牍》（Letters，ed．Byhisson Sigurd Ibsen， English Trans， 1905）做参考的

材料。 

     

易卜生起初完全是一个主张无政府主义的人。当普法之战（—八七○至一八七一年）

时，他的无政府主义最为激烈。一八七一年，他有信与一个朋友道： 

……个人绝无做国民的需要。不但如此，国家检直是个人的大害。请看普鲁士的国力，

不是牺牲了个人的个性去买来的吗？国民都成了酒馆里跑堂的了，自然个个都是好兵了。 

     

再看犹太民族，岂不是最高贵的人类吗？无论受了何种野蛮的待遇，那犹太民族还能保

存本来的面目。这都因为他们没有国家的原故，国家总得毁去，这种毁除国家的革命，我也

情愿加入。毁去国家观念，单靠个人的情愿和精神上的团结做人类社会的基本，——若能做

到这步田地，这可算得有价值的自由起点。那些国体的变迁，换来换去，都不过是弄把戏，

都不过是全无道理的胡闹（《尺牍》第七十九） 

     

易卜生的纯粹无政府主义，后来渐渐的改变了。他亲自看见巴黎“市民政府”

（Commune）的完全失败（—八七一），便把他主张无政府主义的热心减了许多（《尺牍》第

八十一）。到了一八八四年，他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他在本国若有机会，定要把国中无权的

人民联合成一个大政党，主张极力推广选举权，提高妇女的地位，改良国家教育，要使脱除

一切中古陋习（《尺牍》第七十八）。这就不是无政府的口气了，但是他终究不曾加入政

党。他以为加入政党是狠下流的事（《尺牍》第一五八）。他最恨那班政客，他以为“那班

政客所力争的，全是表面上的权利，全是胡闹。最要紧的是人心的大革命。”（《尺牍》第

七十七） 

     

易卜生从来不主张狭义的国家主义，从来不是狭义的爱国者。一八八八年，他写信给一

个朋友说道： 

     

知识思想略为发达的人，对于旧式的国家观念，总不满意。我们不能以为有了我们所属

的政治团体便足够了。据我看来，国家观念不久就要消灭了，将来定有一种观念起来代他。

即以我个人而论，我已经过这种变化。我起初觉得我是那威国人，后来变成斯堪丁纳维亚人

（那威与瑞典总名斯堪丁纳维亚），我现在已成了条顿人了（《尺牍》第一○六）。 

     

这是一八八八年的话。我想易卜生晚年临死的时候（1906）一定已进到世界主义的地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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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我开篇便说过，易卜生的人生观只是一个写实主义。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

写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

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这就是易卜生主义。表面上看去，像是破坏的，其

实完全是建设的。譬如医生诊了病，开了一个脉案，把病状详细写出，这难道是消极的、破

坏的手续吗？但是易卜生虽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复杂的

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纷繁，决不是什么

“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他只好开了脉案，说出病情，让病人各人自己去寻

医病的药方。 

虽然如此，但是易卜生生平却也有一种完全积极的主张。他主张个人须要充分发达自己

的才性，须要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 

     

他有一封信给他的朋友 George Brandes说道： 

     

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真正纯粹的为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

最要紧，其余的都算不得什么，……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

铸造成器……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尺

牍》第八十四）。 

     

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知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

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

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

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所以易卜生说：“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妙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

这块材料铸造成器。”《娜拉》戏里，写娜拉抛了丈夫儿女飘然而去，也只为要“救出自

己”。那戏中说：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 

  娜  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 

  郝尔茂：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吗？ 

  娜  拉：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 

  郝尔茂：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 

  娜  拉：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 

  郝尔茂：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  拉：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

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三幕）。 

     

一八八二年，易卜生有信给朋友道： 

     

这样生活，须使各人自己充分发展：——这是人类功业顶高的一层，这是我们大家都应

该的事（《尺牍》第—六四）。 

     

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那本《雁》戏所写的只是—件

摧残个人才性的惨剧。那戏写一个人少年时本极有高尚的志气，后来被—个恶人害得破家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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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能度日。那恶人又把他自己通奸有孕的下等女子配给他做妻子，从此家累日重一，他

的志气便日低一日。到了后来，他压落深了，竟变成一个懒人懦夫，天天受那下贱妇人和两

修养无赖的恭维，他洋洋得意的觉得这种生活狠可以终身了。所以那本戏借一个雁做比喻：

那雁在半阁上关得久了，他从前那种高飞远举的志气全都消灭了，居然把人家的半阁做他的

极乐国了！ 

     

发展个人的个性，须要有两个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

系、负责任。《娜拉》戏中写郝尔茂的最大错处只在他把娜拉当作“玩意儿”看待，既不许

他有自由意志，又不许他担负家庭的责任，所以娜拉竟没有发展他自己个性的机会。所以娜

拉一旦觉悟时，恨极他的丈夫，决意弃家远去，也正为这个原故。易卜生又有一本戏，叫做

《海上夫人》（The Lady from the sea），里面写一个女于哀梨妲少年时嫁给人家做后母，

他丈夫和前妻的两个女儿看他年纪轻，不让他管家务，只叫他过安闲日子。哀梨姐在家觉得

做这种不自由的妻子、不负责任的后母，是极没趣的事。因此他天天想跟人到海外去过那海

阔天空的生活。他丈夫越不许他自由，他偏越想自由。后来他丈夫知道留他不住，只得许他

自由出去。他丈夫说道： 

     

丈  夫：……我现在立刻和你毁约。现在可以有完全自由拣定你自己的路子。……现在

你可以自己决定，你有完全的自由，你自己担干系。 

  哀梨妲：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还担干系咧！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 

   

哀梨妲有了自己，又自己负责任了，忽然大变了，也不想那海上的生活了，决意不跟人

走了（《海上夫人》第五幕）。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世间只有奴隶的生活是不能自由选择

的，是不用担干系的。个人若没有自由权，又不负责任，便和做奴隶一样。所以无论怎样好

玩，无论怎样高兴，到底没有真正乐趣，到底不能发展个人的人袼。所以哀梨妲说：“有了

完全自由，还要自己担干系，有这么一来，样样事都不同了。”家庭是如此，社会、国家也

是如此。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只是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

为都负责任。若不如此，决不能造出自己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

同酒里少了酒曲，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

望。所以易卜生的一生目的只是要社会极力容忍，极力鼓励斯铎曼医生一流的人物（斯铎曼

事见上文四节），社会上生出无数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敢说老实话攻击社会腐败情形的

“国民公敌”；要想社会上有许多人都能像斯铎曼医生那样宣言道：“世上最强有力的人就

是那个最孤立的人！” 

     

社会、国家是时刻变迁的，所以不能指定那一种方法是救世的良药。十年前用补药，十

年后或者须用泄药了；十年前用凉药，十年后或者须用热药了。况且各地的社会、国家都不

相同，适用于日本的药，未必完全适用于中国；适用于德国的药，未必适用于美国。只有康

有为那种“圣人”，还想用他们的“戊戌政策”来救戊午的中国；只有辜鸿铭那班怪物，还

想用二千年前的“尊王大义”来施行于 20世纪的中国。易卜生是聪明人，他知道世上没有

“包医百病”的仙方，也没有“施渚四海而皆准、推之百世而不悖”的真理。因此他对于社

会的种种罪恶污秽，只开脉案，只说病状，却不肯下药。但他虽不肯下药，却到处告诉我们

一个保卫社会健康的卫生良法。他仿佛说道：“人的身体全靠血里面，有无量数的白血轮时

时刻刻与人身的病菌开战。把一切病菌扑灭干净，方才可使身体健全、精神充足，社会、国

家的健康也全靠社会中有许多永不知足、永不满意、时刻与罪恶分子、龌龊分子宣战的白血

轮，方才有改良进步的希望。我们若要保卫社会的健康，须要使社会里时时刻刻有斯铎曼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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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一般的白血轮分子。但使社会常有这种白血轮精神，社会决没有不改良进步的道理。”一

八八三年，易卜生写信给朋友道： 

     

十年之后，社会的多数人大概也会到了斯铎曼医生开公民大会时的见地了。但是这十年

之中，斯驿曼自己也刻刻向前进。所以到了十年之后，他的见地仍旧比社会的多数人还高十

年。即以我个人而论，我觉得时时刻刻总有进境。我从前每作一本戏时的主张，如今都已渐

渐变成了狠多数人的主张。但是等到他们赶到那里时，我久已不在那里了。我又到别处去

了。我希望我总是向前去了（《尺牍》第一七二）。 

 

国民七年五月十六日作于北京 

 

（初稿原载《新青年》第 4卷第 6号，1918年 6月 15日） 

 

文章来源：载《胡适文存》（第一卷），黄山书社 1996年版，第 455-4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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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 
 

邵建 
 
 
  知识分子这一身份的另一表达就是“批判”，不批判则无以言知识分子。也许，这

是知识分子所以言知识分子的一条不成文的“定律”。因为，“知识分子”的称谓就是在

知识分子的批判声音中诞生的，它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自己的批判宿命。 
 
  让我们把目光回转到一百年前的法兰西。 
 
  1898 年，已经尘埃落定的“德雷福斯案”终于惊动了当时的知识界。爱弥尔·左

拉激于正义，决定以书信向全国揭露这一事件的真相。这封信起初拟题为“致共和国总

统”，实际上这是声讨体制有意制造冤狱的檄文。左拉在《曙光报》主编克罗蒙梭的办

公室声情并茂地朗读自己的杰作，这位主编当即决定撤下已经排好的稿子，立即上左拉

的这封信。就在签发稿件时，他的眼睛落在了这封信的标题上，“致共和国总统”？“这

有点象地方政府给总统的信”，这位主编明确向左拉表示：“我不喜欢这个题目”。说着，

他径自拿起笔，在文章的上面另外写下了几个已经深深楔入历史的大字：“知识分子宣

言”（又译“我控诉”），于是，具有明确称谓意义的“知识分子”概念就这样在这位主

编的办公桌上诞生了。「注」 
 
  很显然，没有“德雷福斯案”，没有左拉的义举，就没有“知识分子”的称谓。知

识分子是和左拉排炮一般的“我控诉”的愤怒的声音同时诞生的。这个声音向世人宣喻

了知识分子的特殊使命“批判”。 
 
  请听－－ 
 
  “知识分子最大的贡献就是保持异议。” 
  “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说出真理、暴露谎言。” 
  “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讲是处于对立面的”。 
  “知识分子是否定性的传播者”。 
  “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 
  “知识分子在某种程度上仍然认为自己所持的是准政治的对抗立场”。 
  “知识分子必然被看作是边缘化的批判者”。 
  “知识分子是支持国家的理念重要，还是批判更为重要？我的立场是批判更为重

要”。 
  “知识分子具有先锋的使命，应该逃离加之于它的法则、实践与制度而追求某种具

有可能性的东西，即‘真正的批判’”。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只有一个理由，即他们必须是批判的中心。” 
 
   ………… 
 
  这些出自鲍德里亚、乔姆斯基、萨伊德等西方知识分子之口的声音实际上都是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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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的延续。左拉的声音和后左拉们的声音已经形塑了现代以来知识分子的批判形象。

如果给这个形象送上一个比喻，那么“枭鸣的猫头鹰”庶几可以成为它的剪影。猫头鹰

那枭鸣的“恶声”使黑夜更加凄厉，正象左拉的“我控诉”使国家大厦深感惊恐。在那

些身穿笔挺呢制服的共和国将军们的眼中，左拉恰似那讨厌的猫头鹰，他那来自黑暗深

处的控诉无情地撕破了他们的酣梦。左拉的事迹是饶有意味的，从中可以透析“知识分

子”这一概念的若干含义。首先，知识分子是一个批判者，这正如左拉和后左拉们之所

为；其次，它的批判对象是主流社会，即拥有各种政治权力的社会体制，这正如“德雷

福斯案”的炮制者；另外，批判发生在体制之外，是外在于体制的知识分子对体制本身

的批判，这正如克雷蒙梭之所以更改左拉的题目。以上诸端分别涉及批判知识分子的行

为、对象和立埸，它们的融合，使我对知识分子的“猫头鹰”肖像产生深切的体认。 
 
  猫头鹰，“异教的神祗”－－波德莱尔如是说。在《恶之花》中，他专门写过发出

这种“恶之声”的鸟，并把它喻为爱好苦思冥想的人。作为鸣禽中的“异类”，猫头鹰

最大的特点就是拒绝光明。当所有的鸟类都在白天放飞的时候，人们是不会看见猫头鹰

的踪影。它不是喜鹊，“送喜何曾有凭据”。也不是学舌的鹦鹉，从来就没有自己的语言。

甚至不是“  ”，“非梧桐不止，非栋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以此标榜自己的高洁。不，

这些都不是它，它也不属于这些，它只属于黑夜。这是一个“黑夜的守望者”，也是鸣

禽中的唯一。夜莺是不值一提的，它给黑暗送上了甜媚的小夜曲。蝙蝠也难以望其项背，

这个鸟类的冒充者，尽管也喜欢在黑夜中翔集，但又忍不住那可耻的趋光本性。唯有猫

头鹰，咬定黑暗不放松。因为它非常清醒，谁是黑夜的制造者。它不想让黑暗一手遮天。

这是一种道义的选择，尽管它可以昼不见丘山，但却足以夜察毫末。黑暗中的一丝诡异

都逃不过它的锐目。它甚至宁可将一只眼闭起，这是一种拒绝光明的姿态，但另一只眼

却因此更加锋利。洞穿黑夜、揭露黑夜，乃是猫头鹰的职责。那“不祥之兆”的叫声，

使黑暗终于无法得逞。于是，人们明白了，猫头鹰的存在，是为了让黑暗现出原形。 
 
  知识分子，人类社会中的猫头鹰。后者所以具有知识分子的肖像性质，是因为知识

分子同样具有“猎夜”的特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光明的“隐者”，白天的朝市之中看

不到他的身影，因为白天需要赞美，需要合唱。而知识分子却偏偏拒绝加入，它无心去

作任何意义上的“光明颂”。此正如老黑格尔所说：在纯粹的光明中和纯粹的黑暗中一

样，什么都看不见。亦正如老黑格尔所言：密纳发的猫头鹰要到黄昏才会起飞。这时他

宁可深深地沉入书斋，埋首自己的职业－－人类的精神生产。此所谓天下有道，则知识

分子不议。然而，一旦光明出了问题，一旦“夕阳无限好，只要近黄昏”，密纳发的猫

头鹰则随时飞起，亦即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也立即从书斋中挺身而出。天下无

道，则知识分子必议，1898 年，整个法兰西和整个欧洲都在倾听左拉的“我控拆”，这

枭鸣的恶声，正是批判知识分子的声音。 
 
  可以剖析一下作为猫头鹰形象的知识分子了。 
 
  它为什么在职业之外坚执于一种批判者的姿态？不妨姑且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

一剖为二，知识分子乃是先“知识”而后“分子”。“知识”是知识分子的职业所在，他

总是依凭自己的专业知识与社会作交换，从而维系自己的生存。就象左拉，小说就是他

的饭碗。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其实是个知识者，他并不“分子”。“分子”云云，当

是出于知识者在职业之外的另一种担当－－“志业”的担当。它无关乎个人生计，却有

关于社会正义。一个知识者并不必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者”与“分子”之间有一个

15



必要的间距，这就是从“职业”到“志业”的转换。扼其言，只有选择超越于职业之上

的“志业”，才会产生真正的“知识分子”。那么，这个志业是什么呢？志于何业才能成

为知识分子呢？还是左拉的行为启迪了我们。正如他后来在法庭上声称自己的职业是文

学家，他原本是以自己的写作维持生计的。仅仅在这一点上，左拉并不足以言知识分子，

这时他更多还是一个知识者。事实上，当一位年轻人给左拉寄去两本有关德雷福斯的小

册子时，左拉并未引起重视。甚至当这个年轻人径自上门求援，末曾开口，左拉就警告

他不要对自己谈什么德雷福斯。他这样说：“我正在写小说，在这种情况下，我没有精

力去顾及现实世界的事，因为我已经完全沉浸在一个虚构的世界中。”谁能说左拉说的

不是呢？为那个倒霉的犹太军官奔走呼告，并不是他的“工作”。他做了，固可嘉许；

但不做，似也无可厚非。左拉是在明白了事情的真相之后，改变了自己。“我不愿意成

为这一罪行的同谋”，他果断地丢下写作，全身心地介入了这一事件。这时，只是在这

时，左拉才从知识者转变为一个知识“分子”。以一介个体与强大的体制抗衡，左拉选

择的是一种志业。但这种志业与职业无关，甚至还会相妨。左拉明白，他是冒着“诽谤

罪”的危险去打这埸官司，后来他又果然为体制所流放。但正如鲁迅所说：“真的知识

阶级是不顾利害的，如想到种种利害，就是假的、冒充的知识阶级”。所谓义无反顾，

这正是一个有良知的知识者的选择。由此可见，志业之于知识分子，不是别的，就是批

判，激于正义的批判。 
 
  然而，知识分子的批判属性并不仅仅在于批判本身，同时更在于它的批判对象。知

识分子批判什么？这同样可由左拉的案例作出昭示。直捷地说，如果左拉面临的不是由

体制一手造成的冤案，而是那些偷盗、抢劫、绑架、贩毒以及我们今天知识界流行的“车

匪路霸”之类，那么还需要左拉挺身而出吗？答案显然是不。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罪行，

需要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法律。正象猫头鹰洞悉的是黑暗中的恶，知识分子更清楚谁是

这种恶的制造者。权力，体制的权力。哪怕就是所谓的民主国家，权力尽管已被公认为

合法，但它依然内倾着“恶”的本能。那个可怜的犹太上尉不就是在一个民主国家被体

制当作替罪羊的吗？使他锒铛入狱的，正是那些张口“爱国”、闭口“民族”的共和国

的将军们。这一切同样发生在光天化日下，它是一桩“光明酿就的罪恶”。但许多人只

见其明而不见其恶。左拉发难，不是很多人出于单纯的爱国热情高呼“军队万岁”“左

拉该死”吗？他们不知，人类社会的黑暗与自然界并不相同，它往往出现在白天，是为

“白夜”。知识分子恰恰就是白夜中的猫头鹰，它以自己的目力穿透“白”而直逼“夜”。

因为它从来不相信什么纯粹的光明。当恶凭借权力以合法甚至爱国的名义出现时，它就

变得光明堂皇了。戳穿它的外表，揭示它的真相，就是知识分子的批判作业，尽管可能

被顶戴“与光明作对”的恶名。猫头鹰原本就是一种“恶鸟”，它的形象与声音从不招

人欢喜。但，这是天命，也是劫数，它注定要和黑暗纠缠。它的批判所指，从来不是法

律可以制裁的“窃钩者辈”，而是那些利用法律、甚至可以玩弄法律的“盗国者流”。 
 
  把权力体制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这在西方知识分子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

这个传统并非始于左拉，而是古希腊的苏格拉底。他率先给知识分子画过一幅绝妙的肖

像“牛虻”。这只牛虻所盯住的正是国家体制那庞大的躯体。因此，从遥远的古希腊就

开始了知识分子与权力体制之间的龃龉、矛盾与冲突。知识分子而非知识者乃是从体制

外对体制进行批判。知识者可以成为体制的成员，用以构成它的文官糸统；但知识分子

却不介入体制，并且专与体制构成对立。当然，在进入体制的知识者与批判体制的知识

分子之间并不存在人格上的高下之别，它们都是一种自由的选择。在这里并不能以知识

分子的道德勇气来贬抑知识者，除非认可体制都是由一些没有知识的人构成，而这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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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依然要指出的是，权力的“恶”的本性以及它自身的运转逻辑

完全有可能一如康德所说：知识者进入体制后，“因为掌握权力就不可邂免地会败坏理

性的自由判断”。这种判断与其说是对权力者而言，毋宁说是对权力本身，因为权力与

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就需要有另外一拨知识者、一拨在体制之外以文化

知识的传播、研究和教育为其职业的知识者，让他们对进入体制的知识者行使其批判的

权力，并由此对权力体制形成一种批判性的遏制。这样一拨知识者及其批判行为就使他

们成为非职业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是一拨对权力体制说“不”的人。他们要则不

张口，张口就是“枭鸣”的批判。就象猫头鹰不唱颂歌，知识分子也没有“赞美理论”。

不妨看一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学派的“法兰克福”吧，霍克海默们的全部著述都是“批

判理论”的展开。要问知识分子为什么不歌唱？鲁迅这样解释，“他们对于社会永不会

满意的，所以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知

识分子的立埸不是体制的立埸，他们没有义务为体制作意识形态上的赋颂。相反，他们

的责任倒是象猫头鹰那样，擦亮眼睛，守住黑暗，以防体制的权力溢出正常的运作轨道。

从左拉、法郎士、普鲁斯特、到后来的罗曼·罗兰、萨特、加缪，以至后现代的福科、

利奥塔、鲍德里亚，仅仅一个法兰西，知识分子就这样以其体制外的立场铸就了自己的

批判传统。 
 
  正如猫头鹰在中国向来被视为“恶鸟”，中国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士”的历史，但

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士是不愿用猫头鹰的形象来糟蹋自己的，他们的理

想人格的形象是爱惜自己羽毛的凤凰。荀子在《赋》中如此痛悼“螭龙为蜓，鸱枭为凤

凰”。贾宜在吊屈原时亦这般自伤“鸾风伏蹿兮鸱枭翱翔”。这里，猫头鹰恰恰是凤凰的

反面。中国士人们不仅痛诋猫头鹰发出那“怪恶”的枭声，而且直视枭为自食其母、违

反人之大伦的“恶禽”，以至早在黄帝时代人们就欲对其“绝其类也”。所以中国两千多

年来没有这种异端的、鸱枭也似的批判者，却多有一茬又一茬般的“道德导师”。 
 
  然而，历史终于逼近现代。现代中国至少孕育出一位自甘于猫头鹰形象的知识分子，

这就是鲁迅。鲁迅生平有过几次富有意味的转折，从北京教育部的“佥事”到南方厦大、

中大的教授，最后成为上海滩头以笔为生的职业撰稿人，鲁迅一步步从体制撤出、远离，

最终使自己获得了批判知识分子的自由真身。他的言论总是发出与当时体制相反的声

音。当体制到处标举那面“青天白日”的旗帜时，鲁迅偏偏昼不见白日而讽以《夜颂》，

“现在的光天化日，熙来攘往，就是黑夜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

花膏。”猫头鹰一般的谶语，冷彻入骨！这就是鲁迅，向来不说一句好话，却专门“报

告着不太吉利的事”。这个“惯于长夜过春时”的鲁迅，难道不正象那个时代中“月光

如水照缁衣”的鸱枭？对此，鲁迅自己倒十分坦率，他说：“我的言论有时是“枭鸣”。 
 
  “枭鸣的猫头鹰”， 
 
  神祗般的批判本色！ 
 
  谨以此作肖像， 
 
  为先生祭。 
 
  为知识分子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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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关于这一问题有不同说法。一说是在左拉《我控诉》的题目上加了“知 
识分子宣言”的通栏标题。另说是左拉的信发表后，次日又刊登了法朗士等作家联合签

名的“知识分子请愿书”。真相到底如何？还盼国内法国文化研究者通过资料查考为我

们证实。事关“知识分子”，谢谢！       
 
原载《北京文学》1999 年第 2 期 
来源：“思想的境界”网站 http://lyg19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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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 
殷海光 

知识分子是时代的眼睛。这双眼睛已经快要失明了。我们要使这双眼睛光亮起来，

照着大家走路。 

照《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说[1]，得到博士学位的人早已不足看作是知识分子。

即令是大学教授也不一定就是知识分子。至于科学家，只在有限的条件之下才算是知识

分子。该刊在两个假定的条件之下来替知识分子下定义： 

第一、一个知识分子不止是一个读书多的人。一个知识分子的心灵必须有独立精神

和原创能力。 他必须为观念而追求观念。 如霍夫斯泰德（Richard Hofstadter）所说，

一个知识分子是为追求观念而生活。勒希（Christopher Lasch）说知识分子乃是以思想

为生活的人。 

第二、知识分子必须是他所在的社会之批评者，也是现有价值的反对者。批评他所

在的社会而且反对现有的价值，乃是苏格拉底式的任务。 

一个人不对流行的意见，现有的风俗习惯，和大家在无意之间认定的价值发生怀疑

并且提出批评，那末，这个人即令读书很多，也不过是一个活书柜而已。一个“人云亦

云”的读书人，至少在心灵方面没有活。 

如果依照上列《时代周刊》所举的两个条件来界定知识分子，那末不仅中国的知识

分子很少 , 即令在西方世界也是聊聊可数。在现代西方，罗素是十足合于这两个条件

的。史迪文逊（Adlai Stevenson） 显然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就我所知，明朝李卓

吾勉强可作代表。自清末严又陵以降的读书人堪称知识分子的似乎不易造一清册。而且，

即令有少数读书人在他们的少壮时代合于这两个条件，到了晚年又回头走童年的路，因

此不算知识分子。 

维斯（Paul Weiss）说，真正的知识分子没有团体，而且没有什么朋友。赫钦士（Robert 
Hutchins）认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试行追求真理的人。 

这样看来，作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得付出生命的代价。苏格

拉底就是一个典型。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

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

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

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希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

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

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

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

寂寞而不能抱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 

海耶克说[2]，知识分子既不是一个有原创力的思想家，又不是思想之某一特别部

门的专家。典型的知识分子不一定必须有专门的知识，也不一定必须特别有聪明才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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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观念。一个人之所以够资格叫做知识分子，是因他博学多闻，能说能写，而且他对

新观念的接受比一班人来得快。 

海耶克的说法没有《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那么严格。我对这两种说法都采用。依

照海耶克的说法，中国文化里的知识分子倒是不少。《时代周刊》的时代论文所界定的

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粹。海耶克所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本干。前者是一个社

会文化的创建的前锋；后者是社会文化创建的主力。时至今日，知识分子自成一个占特

殊地位的阶层之情形已经近于过去了。今日的知识分子，固然不限于在孔庙里，也不限

于在学校里，而是分布在各部门里。因此，我们现在谈文化创建，已经不是狭义的局限

于拿笔杆的人的事，而是广义的扩及社会文化的各部门的优秀人物。在一现代化的文化

建构上，经济工作者，工业工作者，农业工作者，以至于军事科学工作者，都不可少。

可是，在传承上和方便上，以研究学问为专业的人是“搞观念的人”。我在这里所要说

的种种是以这类人士为主。当然，这一点也不意含其他方面的工作对文化的创建不重要。 

注释： 

[1] Time，May 21，1965 年 

[2] F．A，Hayek，The Intellectual and Socialism，in The Inte11ectuals，edited by George B．de 
Huszar，I11inois，1960，p．372． 

 

节录自〈知识分子的责任〉，原收录于殷海光《中国文化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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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一 

曼德拉 

(1918- )，南非黑人领袖，1960年当选非国大主席，1993年在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

中当选总统，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本文节选自《诺贝尔奖获奖者演说文集·和平

奖》，王毅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国王陛下，殿下们，诺贝尔委员会各位尊敬的成员，尊贵的格罗·哈莱姆·布伦

特兰首相夫人，各位大臣，议会各位成员和外交使团成员，共同获奖者 F．W．德克勒

克先生，各位贵宾，朋友们，女士们，先生们： 

我今天站在这里接受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内心深感谦卑。 

诺贝尔委员会将我们提升到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地位，我向它表示衷心的感

谢。 

我也想利用这个机会向我的同胞和共同获奖者、F．W．德克勒克先生表示祝贺，

祝贺他获得这一崇高荣誉。 

我们也要包括进两位杰出的南非人：阿尔伯特·卢图利和图图大主教，他们为反

对邪恶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做出了生生不息的贡献。你们因此而授予他们诺贝尔和

平奖，表达了他们完全应该得到的那种敬重。 

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先行者中再加上另外一位杰出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名字—

—马丁·路德·金，也并非冒昧。 

致力于我们作为南非人不得不面对的这同一个严峻问题的公正解决，他也竭尽全

力并死去。 

我们在这里谈论战争或和平的挑战、暴力或非暴力的挑战、种族主义或人的尊严

的挑战、压迫或反压迫及自由与人权的挑战、贫困或富足的挑战。 

我们今天不过是作为千百万敢于站起来反抗一种社会的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这

种社会的本质就是战争、暴力、种族主义、压迫和整个民族的贫困。 

我今天也作为地球上亿万人民的代表站在这里，代表反对种族隔离的组织、代表

和我们站在一起，不是反对作为一个国家的南非及其人民，而是反对一种非人的制度，

要求这种反人类的种族隔离罪行尽快结束的那些政府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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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数这类人们，无论是在我们国家之内还是在我们国家之外，有着那种精神上的

高贵来阻挡暴行与邪恶，而不寻求个人所得。他们认识到，对一个人的非正义即对所

有人的非正义，因此共同行动起来保卫正义，保卫共同的人类尊严。 

正是因为他们多少年来的勇气和坚持不懈，我们今天才能确立那个所有人类一起

欢庆我们这个时代人类最伟大的胜利之一的日期。 

当这一时刻到来时，我们将聚集在一起再次欢庆战胜种族主义、种族隔离和白人

少数统治的胜利。 

这个胜利将最终结束以葡萄牙帝国的建立而开始的非洲 500年殖民化的这段历

史。 

因此，它将标志历史向前迈进的一大步，将成为世界上各国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的

共同的誓约，不管种族主义出现在哪个地方，不管它装扮成什么样子。 

在非洲大陆的南端，那些为了自由、和平、人类尊严和人的实现而贡献出一切，

以全人类的名义遭受着苦难的人们，他们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丰厚的报偿，将获得无

价的礼物。 

这种报偿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也不能用我们所踏着的我们祖先足迹之下这片土地

下所埋藏的稀有金属和珍贵宝石的全部价值来估量。 

它将会也必须以孩子们的欢乐和幸福来衡量。任何社会中孩子们都是最容易受到

伤害的公民，孩子们是我们财富中最贵重的财富。 

最终，孩子们必须能够在开阔的草原上玩耍，而不再遭受饥饿的苦痛，不再被疾

病蹂躏，不再受到无人照料、骚扰烦恼和虐待凌辱的威胁，不再被迫去从事那些其危

险性远远超过了他们幼小年纪的活动。 

在今天这些尊贵的听众面前，我们保证，一个新的南非将努力不懈地追求

“世界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宣言”①中所提出的那些目标。 

 

我们刚才的那种报偿，它也将会并必须以这些孩子们的母亲和父亲的欢乐和福利

来衡量，他们必须能够不但心被劫持地行走，不担心因政治或物质原因被杀，不担心

因为自己是乞丐而被人吐唾沫。 

他们也必须从绝望的重负中被解脱出来，这种重负压在他们心头，与饥饿、无家

可归、失业相伴而生。 

对于所有遭受苦难的人们，这种礼物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我们国家所有人民的欢

乐与福利来衡量，我们的人民将打碎那些将他们分隔开的非人性的高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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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众将唾弃那种对人类尊严的极大侮辱，这种侮辱将一些人视为主子，将另

一些人视为奴仆，将每个人都扭曲为靠吞食他人才能生存的捕食动物。 

我们共同分享的这种报偿的价值，将会也必须以终将胜利的和平欢乐来衡量，因

为将黑人、白人连结为同一个人类的共同的人性会对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全都会像

天堂里的孩子一样生活。 

我们将会这样生活，因为我们将要创造一个承认所有的人生来平等的社会，对于

生活、自由、幸福、人权和好的政府，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一个社会将永远不会再允许有良心囚犯，不允许任何人的人权被侵犯。 

篡夺者从人民那儿夺走权利，追求他们自己的卑劣目的，将和平改革的途径堵

死，这样的情况决不能再次发生。 

与所有这些相联系，我们呼吁那些执掌缅甸的人释放我们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同

伴昂山素季②，为了缅甸全体人民的利益，与她和她所代表的人民进行认真的对话。 

我们恳求那些有权力这样做的人，不要再有迟疑，允许她使用她的才能和精力来

为地国家的人民、为人类整体更重大的利益服务。 

远离我们的国家那种艰难坎坷的政治局面，我要利用这个机会加入挪威诺贝尔委

员会的行列，向我共同的获奖者 F．W．德克勒克先生表达敬意。 

他有勇气承认，强加于我们的种族隔离制度，对我们的国家造成了可怕的恶果。 

他有远见，能够理解并接受南非的全体人民必须通过谈判、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平

等参与者，来共同决定他们以什么来创造他们的未来。 

然而我们国家仍然有些人错误地相信，他们靠坚持陈规陋习就能够为正义与和平

做出贡献，而这陈规陋习业已被证明除了制造灾难外什么也不能做。 

我们的希望是，这些人也能够获得足够的理性，认识到历史不能被拒绝，新的社

会不能靠复制与之相敌对的过去来创造，无论怎样来改良或怎样迷人地重新包装这过

去。 

我们也要利用这个场合对我们国家的许多民主运动组织表示敬意，其中包括我们

“爱国阵线”的成员，在把我们国家引到今天这种民主转变上，他们自身也发挥了关

键性作用。 

我们很高兴，这些组织的许多代表，包括那些在“家园”结构中发挥过或仍在发

挥作用的人们，同我们一起来到奥斯陆，他们也一定分享着诺贝尔和平奖所给予的嘉

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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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满怀这样的希望：奋力重塑着自身的南非，将会成为一个正在努力诞生的新

世界的缩影。 

这必将是一个民主的、尊重人权的世界，一个摆脱了贫困、饥饿、被剥夺遭忽视

的恐惧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内战和外来侵略的威胁与灾难的世界，一个摆脱了千百万

人被逼成难民的沉重悲剧的世界。 

南非和非洲南部作为一个整体所卷入的这个进程，呼唤和催促着我们所有人乘此

潮流，使这一地区成为所有具有良知的人们希望整个世界变成的那个模样的活的范

例。我们不相信这次诺贝尔和平奖意在表扬业已发生、业已过去的那些事情。 

我们听到了那些声音，它们说那是全世界所有寻求结束种族隔离制度的人们的呼

唤。 

我们懂得他们的呼唤，我们将把自己所有的生命奉献出来，通过实践，利用我们

国家这种独一无二的痛苦经历来证明人类生存的正常条件是民主、正义、和平、非种

族主义、非性别歧视、每个人的幸福、健康环境、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团结。 

被这样的呼唤所感动，被你们所赋予我们的荣誉所激励，我们将承担我们能够做

的工作，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更新做出贡献。将来，再也不会有人被描述为这个“世界

上受苦的人们”。 

让未来的子孙后代永远不要说，是冷漠、玩世不恭或自私使得我们的生活未能达

到诺贝尔和平奖所代表的那种人性理想。 

让我们所有人的追求能够证明，当马丁·路德·金说人类再也不能悲剧性地受缚

于种族主义和战争的茫茫黑夜时，他的确是对的。 

让我们所有人的努力能够证明，当他谈到真正的兄弟情谊的美好时，谈到和平比

起钻石或金银来更为珍贵时，他并非只是一位梦想者。 

让一个新世纪露出曙光。 

谢谢大家。 

1993年 12月 10日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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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克勒克 

(1936- )，南非政治家，1989年当选总统，结束种族隔离后当选副总统， 

1993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国王和王后陛下，阁下们，女士们，先生们： 

距离本世纪结束和新的一千年的曙光还有 6年多一点的时间，3年后我们将纪念阿

尔弗雷德·诺贝尔逝世 100周年，8年后则是诺贝尔奖颁发的 100周年。 

这些交织的年代目睹了人类漫长和暴力的历史中那些最可怕的战争和屠杀，今

天，就在我们讲话之时： 

追击炮弹雨点一般地落在波斯尼亚被围困的社区内；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发生着痛苦的冲突； 

在非洲，安哥拉，索马里，以及最近在布隆迪，有着破坏性的战争与冲突； 

在我自己的国家，尽管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但从今年年初以来仍有 3000

多人死于政治暴力。 

总是那些无辜者——尤其是儿童，成为这些冲突中的主要牺牲品。 

比任何事情都更为重要，我们欠着这个世界上的儿童的债——停止冲突，为他们

创造新的地平线。他们有权得到和平，得到生活中的种种机会。我愿意把我的讲话献

给他们，献给所有那些为减轻他们的痛苦而工作的人们，比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人

们。③ 

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为实现普遍和平的目标而取得进展呢，还是站

在历史的单调踏车上，围绕着毫无头脑的攻击和自我毁灭的轴心转来转去?从 1901年

以来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奖者的行列，是不是反映了人类走向和平的普遍趋势? 

当想到我们作为今年和平奖接受人所获得的巨大荣誉时，我们必须极为谦卑地提

出这些问题，我们也必须思考和平的性质。 

我相信，最伟大的和平就是我们从我们对全能的上帝的信念中所导出的和平，从

我们对我们与自己的创造者相互联系的确证中导出的和平。哭喊可能会困扰我们，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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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可能会激怒我们，但是只要我们拥有信念，拥有由此而来的确信，我们就会享有和

平，享有超越所有各种理解的和平。 

一个人的宗教信仰显然能够转化为一种通向世俗意义上的和平的特殊道路。我的

时间只允许我谈谈这个世界上和平的几个方面以及它对人类相互关系的作用。 

和平并不仅仅意味没有发生冲突： 

在历史上，在许多压迫性的社会中没有发生冲突，这种没有冲突并不具备建立在

和谐、好意及各方力量意见一致之上的根基，而常常与恐惧、愚昧及没有权力相连。 

所以，没有正义或意见一致，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和平也不一定就指安宁。 

人类事务总是处在不停息的变动之中，无论是个人之间的联系、群体之间的联

系、政党之间的联系、国家之间的联系，从今天到明天都不会保持不变。新的局势总

是在出现，要求给予经常的关注；紧张局势形成了，要求得到处理；少数好战激进派

打算破坏和平，需要进行抑制。 

 

所以，没有持续的努力、计划和艰苦工作，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 

 

因此和平并非没有冲突或停滞状态。 

 

和平是一种精神状态： 

 

和平是一种精神状态，在这种精神状态中，各个国家、各个群体、各派力量和各

个人都寻求通过协议、通过谈判、通过妥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分歧，而不是通过威

胁、强迫和暴力。 

 

和平也是一种框架： 

 

和平是一种由规则、法律、协议和习俗组成的框架，是一个为和平解决各个国

家、各个群体、各派力量、各个人之间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冲突提供机制的框架。在这

么一个框架中，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可抵挡的动态发展能够得到控制和调节。 

 

在我们对和平的要求中，我们要不停地询问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以创造和平繁荣

昌盛的条件。找出那些妨碍和平繁荣昌盛的力量和条件并不困难，这些因素必须被根

除。 

 

贫困和被剥夺盛行的地方，和平是不会好好存活的。 

 

愚昧、缺乏教育、缺乏信息的地方，和平是不会繁荣昌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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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迫、非正义和剥削与和平相敌对。 

 

集团之间的猜忌、嫉妒、不现实的期待的释放，会严重地威胁和平。 

 

种族的、阶级的、宗教的褊狭与歧视，是和平不共戴天的敌人。 

 

既然人类历史的一大部分充斥着这类因素，我们对历史中多是可悲的暴力与战争

的故事就不会感到吃惊。然而，也有着乐观的理由。 

 

世界上赞同和平的那些力量正在行动起来，在它们之中，经济的发展具有基础般

的重要性。由自由市场所激发的经济增长，正在改造每个地方和社会。 

 

经济增长正在帮助消灭贫困，它提供了解决穷人迫切需要的财富。 

 

它将教育和信息传播扩展至全球人口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它正在改变社会的和经济的联系，它对陈旧的政治体系和政体施加着无法抵挡的

压力，无论它们是属于左翼还是右翼。 

 

与经济发展携手同行的是民主。无论哪个地方，只要有经济增长，它就会促进具

有代表性和民主的制度的建立，促进那些总会发展出一个和平框架的制度。 

 

在真正的、普遍的民主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这是具有重要启示的。在极权和独

裁的政府之间，却发生了无计其数的战争。在民主与独裁之间发生过战争——绝大多

数时候是为了保卫民主的价值或是反击侵略。真正自由和民主的民族用武力来相互争

斗，从未有过这样的例证。之所以如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如果人们受过教育，能够获知信息，如果他们的基本权利得到了很好的保护，要

挑动他们去侵略是困难的； 

 

如果人们已获得了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要说服他们冒险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是困

难的； 

 

这样的人民不会轻易被好战主义所诱惑，不会允许他们自己成为炮灰。 

 

媒体——尤其是电视——剥掉了战争和冲突以前或许曾有过的那种光环或幻象。 

通过这些力量就可以取得好的进展。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政体发展是朝向民主的，

经济发展增强着它的基础，预测看好和平。 

也正是这样一些超过其他任何因素的力量，导致了我自己国家中的变化，导致了

我们所有人民希望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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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根本性变革的基础已经建立，它靠的不是外部压力，而主要是经济增长所导

致的社会变化。 

就种族隔离因压力而崩溃而言，这压力主要不是来自武装斗争，而是来自千百万

热爱和平的人们进入了我们的城市，成为了我们经济的一部分。 

巨大的变化已是不可避免，这种认识的得到，主要不是靠政治演说和宣言，而是

靠由电视和广播而传入千百万户人家的对现实状况的暴露。 

然而无论如何，使得南非走向一个全新体制的惟一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心灵的根

本性转变。这种转变发生在几十年来卷入冲突的双方。 

这并非突如其来的转变，而是一个过程，一个内省的过程，一个心灵探索、悔

悟，认识到正在进行着的冲突徒劳无益，认识到失败的政治及随之而来的邪恶的过

程。 

这个进程将国民党带到了彻底中止种族隔离和分别发展的认识上，彻底中止所有

形式的种族歧视，而且是永远。 

于是，作为南非人，我们达到了能够开始在那些世世代代隔开了我们的偏见、仇

恨和恐惧之上搭建桥梁的那一点，这个进程把我们带到了谈判桌旁，我们能够开始发

展我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和平的心态和框架。它们铺平了一部新的南非宪法的道路，这

部新宪法目前正在议会中辩论。除了别的内容以外，它特别规定了： 

宪法政体的建立，一个法律——宪法和权利法案——至高无上的政体； 

 

与人们普遍接受的东西相一致，通过一部权利法案，对所有个人、群体和文化群

体的基本权利的保护； 

 

一个独立的宪法法院，它将成为宪法和权利法案的护卫； 

 

定义明确的宪法原则，将来的任何宪法都必须遵守； 

 

建立在联邦原则之上的强有力的地方政府，它们之间功能与权力的平衡分配，一

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宪法修正所需要的特殊机制和多数。 

 

我相信这部过渡宪法为协议与规则、为检查与平衡提供了合理的框架，这对我们

这个复杂的社会中的和平是必要的。 

 

它保证了所有南非人在所有领域中的充分参与。它不因肤色、宗教信仰、阶级或

性别的不同而有任何形式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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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包括了我们所有群体维持它们各自的特征和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所有主要的保

障。它也提供了个人的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权利的充分保障。 

 

我也相信，只要我们现在能够建立我提到过的那种对于和平来说是必要的心态，

这么一个和平的框架就会成功。这种心态引导人们通过谈判、妥协和协议，而不是通

过强迫和暴力来解决分歧。 

 

我相信这么一种心态目前在南非已是存在，不管它可能是多么脆弱。我们所有的

领导人，包括曼德拉先生和我，都必须在加固这种和平心态的努力中做出榜样。我们

需要大智慧来抵挡少数人以内战相威胁的战略，我们必须坚定果断地保卫我们业已达

成一致的那种和平心态。 

 

现在还不是自满的时候，我们所有信仰和平的人都必须双倍增加我们的努力，使

我们所有的同胞放心，他们的权利和安全会得到保证。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会成功。在所有的南非人中，对我们相互依存的认识在增长，

对我们如不共同工作我们中就没人能够繁荣这一事实的认识正在增长，如果我们仅仅

追求狭隘的局部利益，我们所有人都会失败。 

 

5 年之前，如果有人预见曼德拉先生和我将成为 1993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共同的

获奖者，人们会很认真地质疑他是否清醒。 

 

然而，今天我们两人就站在你们面前。 

 

我们是政治上的对手。 

 

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意见大有分歧，我们很快就会展开一场彼此之间激烈的竞

选运动，但是，我相信，我们会以那种和平的心态，在那种业已建立的和平框架内来

做。 

 

我们会这样做，许多其他的领导人也会和我们一起这样做，因为和平及我们国家

人民的幸福并没有其他道路可走。在过去的冲突中，我们的国家中没有任何人获得了

任何东西，通过和解，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成为胜利者。 

 

我们所达成的妥协要求所有各方都做出牺牲。对于曼德拉先生或我的支持者们来

说，放弃自己几十年来一直珍视的那些观念并非易事。 

 

但是我们做到了这一点。正因为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就有了希望。 

 

即将到来的选举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未来；它不是为了黑人或白人、欧裔南

非人或科萨人，④而是为了我们所有人民的利益在未来的最好的解决；它不是为了种

族隔离或武装斗争，而是为了未来的和平与稳定，为了进步和繁荣，为了国家的建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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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 2 月 8 日，在我担任国民党领导之后的第一次讲话中，我曾说： 

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新南非： 

一个彻底改变了的南非， 

一个将自己从过去的对抗中解脱出来的南非， 

一个摆脱了任何形式的支配或压迫的南非， 

一个各种民主力量——所有具有理性的人民——在共同接受的目标上团结起来，

对不管来自何方的极端主义的南非。 

从那以后，由于政治、精神、企业和社区领导人的合作，我们取得了令人印象深

刻的进步。我诚挚地对曼德拉先生说一声：祝贺。今天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我希望对

所有在我们的土地上为和平而工作的人们表示敬意。代表所有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支

持我的南非人，我谦卑地、深知自身缺陷地接受此奖。 

我感谢那些决定以授予此奖来表达对这样做的承认——对发生在南非的改革与和

解的伟大举动予以承认——的人们。前面的道路仍然充满了障碍，因此也充满了危

险。然而，不存在复返回去的问题。 

用南非公用语写作的伟大诗人中的一位，范威克·劳⑤，写了一首诗，意译出来

就是： 

啊，广阔而又不幸的土地，孤零零地 

位于南部的浩渺星空之下。 

在你沉默的痛苦之上， 

难道永远不会有欢乐翱翔升起? 

永远也不会有巨大的美丽在你那上面升起? 

如同冰一般洁白的夏云在你顶峰上低覆翻滚。 

在你身上，永远也不会锤炼出一种举动? 

这举动在大地上回响， 

嘲弄着多少年来的软弱无力。 

正在南非发生的，正是这样一种举动，一种在大地上回响的举动——和平的举

动。它为所有的南非人带来了希望。它为次撒哈拉非洲开启了新的地平线。它具有释

放我们国家和我们这一地区巨大潜能的能力。 

位于南部的浩渺星空下，新的时代正在我们国家露出曙光，它将把我们带出过去

的不幸，带入一个有着欢乐与美丽的未来，一个能够有真正的、持久的和平的未来。 

1993 年 12 月 10 日 奥斯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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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世界儿童权利宣言”由联合国大会于 1959年 11月 20日一致通过，宣布了 

10项权利，包括曼德拉所提到的这些。 

②昂山素季被授予 1991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获得 1965年诺贝尔和平奖。 

④曼德拉是一个科萨人，他属于坦布族，坦布族是科萨族的一部分。 

⑤范威克·劳(1906-1970)，被认为是南非公用语文学创作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是

20世纪 30年代南非公用语诗歌复兴的领袖，也是一个有才华的文学理论家。 

 

两篇文章选自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2002年广西：广西师范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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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条 

 
[德]弗洛姆 

 
 
 
    我相信，人是自然进化的产物；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但人又能超越自然，那是因为

人具有理性和自我意识。  
 
    我相信，人的本质是可以搞清楚的。不过，这一本质并不是一种实体，它具有历史

上一切时代人的特征。人的本质包括前面所论述过的、内在于人的生存中的矛盾，这一

矛盾迫使人做出反应，以便找到解决矛盾的一种方法或途径。人在这种生存的矛盾中不

可能是中立的、被动的。生活以及人之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事实向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即为了达到与自己的同类和自然界融为一体的经验，如何克服人本身与外在世界之间的

分裂?人必须在他生活的每时每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不但——或者首先——用思想

和语言文字来回答，而且也要通过自己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对这个问题做出答复。 
 
    我相信，关于生存问题的答案是有限的，也是能够表达清楚的(宗教和哲学的历史

便是这些答案的一本目录册)；然而，这些答案的基本范畴只有两个：一是通过倒退到

人类以前的生存形式，取消人所固有的理性和爱情这些特性，来寻求人与自然的再次和

谐；二是充分发挥人的力量，从而达到与自己的同类以及同自然界的最终的新的和谐。

而这也正是人的最终目标。 
 
    我相信，第一种回答是注定要失败的。它只能导致死亡、毁灭、痛苦，永远也不可

能获得和谐与力量，不可能使人得到全面的发展。第二种回答则需要消灭贪婪和自私自

利者，它要求守纪律、有意志，尊重那些引路人。虽然，要做到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

这却是唯一不会失败的答案。事实上，在最终目标实现以前，为接近这个目标所扩大了

的活动和努力的范围都有一种相同的效果，它增强了人的生命力。 
 
    我相信，人的基本选择是生与死的选择。每一个行动都蕴含着这种选择。人有选择

的自由，然而，这种自由是有限的，有许多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会使人屈服——他的心

理结构，他所诞生的那个社会的状况，他的家庭、教师以及他所遇到的或选择的朋友。

人的任务就是要扩大自由的领域，创造生的条件，取消导致死的状况。这里所说的生与

死不是生物学的状态，而是指存在的状态，指人与世界发生关系的状态。生意味着不断

变化，不断地产生。死意味着发展的停止。意味着僵化和重复。许多人的不幸命运就在

于他们不能做出选择。他们既不是活着的，又没有死去，生活成了一种负担，一项无目

的的事业，忙忙碌碌成了保护人不在阴暗王国受折磨的手段。 
 
    我相信，生命和历史都不具有一种终极的意义，它使每个人的生活都有意义或又使

每个人的痛苦成为理所当然的事。考虑到扰乱人的生存的矛盾和软弱性时，这样一种看

法便显得十分幼稚了，即人寻求一种“绝对”，正是这种绝对才使人对确定性产生了幻

想，摆脱了冲突、怀疑和责任心。然而，上帝并不会披着神学、哲学或历史的外衣来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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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或谴责人类。只有人才能找到生活的目的以及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虽然，人不能找

到拯救的最终的或绝对的答案，但是，人能努力争取达到经验的这一强度、深度和明晰

性，这一经验使他获得丢掉幻想而生活的力量，使他获得自由的力量。 
 
    我相信，没有人能通过为别人做出选择而“拯救”了别人。一个人能为别人所做的

就是真诚地、友好地向他表明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或幻想。与真实

的选择相冲突能激起一个人内含的一切能量，并使他选择生，而反对死。如果他不能选

择生的话，那么就没有人能向他注入生命。 
 
    我相信，有两种途径可以达到善的选择。一是责任和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这条途径

是有效的。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几千年内，只有少数人才能做到(基督教的)十诫。

许多人犯了罪，他们的罪行被那些颁布命令的权威人士所揭示。另一条途径乃是产生一

种从善的幸福感。我所说的幸福感，并不是指边沁主义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快乐。我指的

是崇高的存在，从中可以肯定我自己的权利和同一性。 
 
    我相信，教育意味着使青年人能了解人类最优秀的遗产。但是，大部分遗产是用语

言表达的，只有当这些语言在一个教师和社会的实践及其结构中成为现实的时候，这一

遗产才是有效的。思想只有活生生地物质化的时候才能影响人。永远仅停留在字里行间

的思想只能改变语言本身。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这种完美性意味着人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这并不是说

人必须要实现这个目标。如果一个人不选择生，不成长起来的话，他就必然要毁灭，必

然要成为一具活着的僵尸。罪恶、自我的丧失与善和生命力一样，都是真实的，然而，

这些只是人的第二潜在性，如果人不选择实现他的首要的潜在性的话。 
 
    我相信，人天生是一个圣人或一个罪犯，这仅仅是一个偶然的现象。许多人都有善

和恶的倾向，尽管对这些倾向的侧重点因人而异。因此，我们的命运大都是由那些影响

所决定的，这些影响改变和形成那些被给予的倾向。家庭是最重要的影响。不过，家庭

本身主要还是社会的一个代理人，是一个社会想把那些价值和规范强加于其成员们身上

的传送带。因此，个人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乃是人所诞生的社会的结构和价值。 
 
    我相信，社会既有促进的作用，又有阻碍的作用。人只有在与他人的合作中，在工

作的过程中，才能发展自己的力量，人也只有在历史的过程中才能创造自己。但是，至

今许多社会只为少数人的目的服务，这些少数人也只想利用大多数人，其目的则是为了

阻止人们发展自己的力量，因此，他们不得不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愚弄和威胁大多数人(因
而，也间接地愚弄了他们自己)。由于这个原因，社会通常是与人性，与对每一个人都

有效的普遍规范相冲突的。只有当社会的目的与人类的目的相一致的时候，社会也就不

再使人残缺，不再出现罪恶了。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体现着人性。虽然，我们在智力、健康、才能各方面有所不同，

但我们都是人。我们都是圣人、罪犯、成年人和儿童，谁也不是谁的上级或法官。我们

都由于释迦牟尼而觉醒，都由于基督而受苦，都由于极权者而遭到杀害和抢劫。 
 
    我相信，人只有实现自己的个性，永远不把自己还原成一种抽象的、共同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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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正视整个普遍人的经验。人一生的任务恰恰是既要实现自己的个性，同时又要超越

自己的个性，达到普遍的经验这样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任务。只有全面地发展个人的自我

才能抛弃利己主义。 
 
    我相信，只有当一个新型的人出现的时候，一个正在出现的统一世界才能真正地存

在。这个新型的人便是从古老的土壤和血缘的束缚中出现的，他感到自己就是人类的儿

子，是世界的一个公民，而不是人类之外的任何存在物；他忠诚于人类和生命，热爱自

己的国家，因为他爱整个人类，他的判断不会由于民族的忠诚而遭到歪曲。 
 
    我相信，人的成长即是一个不断获得新生和不断觉醒的过程。我们通常是处于半睡

眠半醒着的状态，只有当我们去从事我们的事业的时候才足够的清醒；但是，我们在考

虑生存的时候却不是这样，这是有关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唯一任务。人类伟大的领袖乃是

那些能使人从半睡眠状态中觉醒过来的人。人类最大的敌人则使人类陷于沉睡之中，而

不管人类的安眠药是对上帝的崇拜还是对金钱的崇拜。 
 
    我相信，在过去 4000 年的历史中，人类的发展确实是令人惊奇和鼓舞的。人的理

性发展到这样一个程度，即人能解开大自然之谜，并能使自己摆脱盲目的自然力量的权

威。但是，正当人类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正当人类踏进新世界的门槛的时候，人又不

得不屈服于所创造出来的产物与组织。人发明了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却把生产和分配当

做自己的新的偶像。人崇拜自己的双手所制造出来的产品，并把自己还原成商品的奴仆。

人徒劳地使用上帝、自由、人性、社会主义这些名称；他对自己的这些力量——炸弹和

机器——感到自豪，他吹嘘自己毁灭的力量，目的都是为了掩盖人的软弱性。 
 
    我相信，将人类从自我毁灭中拯救出来的唯一的力量是理性；是认识人类所把握的

许多思想的非真实性的能力，是认识被那些欺骗者和意识形态的鼓吹者所掩盖着的现

实；理性不是认识的一种躯体，而是“一种能力，一种在其作用和效果中被全面理解的

力量……”这种力量的“最重要的功能就是结合和分散的权力”。暴力和武器不能拯救

我们，健全的理智和理性才能拯救我们。 
 
    我相信，当人具有希望和信仰的时候，理性才是有效的。歌德说过，各个历史时期

之间的最明确的区别就在于信仰什么和怀疑什么。歌德还说，信仰占统治地位的一切时

代都是光辉的、进步的、有成效的。而那些由怀疑所支配的时代则是渐趋灭亡的，因为

谁也不会使自己对毫无成效的事物发生兴趣。歌德的这些话是正确的。13 世纪，文艺

复兴运动、启蒙运动无疑都是信仰和希望的时代。我觉得，20 世纪的西方世界正是由

于这样一个事实而欺骗了自己，即这个世界失去了希望和信仰，事实上，在西方世界，

不存在任何对人的信仰，因此，对机器的信仰并不能从灭亡中将我们拯救出来；相反，

这种“信仰”只能加速自身的毁灭。西方世界既不会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复兴(在这种

复兴中，问题主要不在生产和工作，而在于人性的最全面的发展)，也不会取消许多其

他伟大的文明世界所具有的一切。 
 
    我相信，认识真理首先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最重要的因素是具

有敢说个“不”字，敢于不服从权威的命令和公众舆论的命令的勇气；这种人不再处于

熟睡状态，而成为人；他觉醒了，并失去了无能、无用之感。亚当和普罗米修斯是两个

伟大的叛逆者，正是他们的“罪行”解放了人类。但是，具有说声“不”字的能力，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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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讲也蕴含着说声“是”的能力。对上帝做出“肯定”的回答，也就是给恺撒说声

否定回答；对人的“肯定”，也就是对所有想奴役、剥削和愚弄人的那些人的否定。 
 
    我相信自由，相信人成为人的权力，相信人肯定自己并与所有试图阻碍人成为一个

人的那些人作斗争的权力。但是，自由不只是残酷压迫的废除，它不只意味着“摆脱”，

而意味着这样一种自由——获得“独立”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而不是充分占有或

使用物与人的自由。 
 
    我相信，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都不可以解决未来的问

题。他们都产生了将人变为物的官僚主义机构。人必须将自然和社会的力量置于自己的

意识和理性的控制之下；置于那些自由的、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控制之下，而不是置于

一个管理物和人的官僚机构的控制之下。这些生产者管理着万物，并使万物服从人的意

志，人是万物的尺度。不是“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选择，而是官僚主义和

人道主义之间的选择。民主的、非集权化的社会主义正是这些状况的实现，这些状况对

于实现全面发挥人的一切力量这个最终目的来说乃是必不可少的。 
 
    我相信，个人和社会中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便是遵守统一的思维选择。“是死还是

活”“要一种异化的工业文明还是个人主义的前工业化的社会”“重新武装起来还是处于

无能为力的状态”，这些都是这种思维的例子。当然只有在人们从陈腐思想的紧紧束缚

下解放出来的时候，只有在人们允许发出人性和理性的声音的时候，才存在着或表现出

别的新的可能性。“减少罪恶”的原则乃是失望的原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原则只

能延长罪恶的时期，直至更大的罪恶出现。冒险去从事正义的、人类的事业，相信人性

和真理声音的力量，较之所谓的机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更为现实。 
 
    我相信人必须摆脱奴役和使人麻木不仁的幻想，为了创造一个不需要任何幻想的世

界，人必须意识到人本身内在的和外在于人本身的现实。只有丢掉幻想，人们才能获得

自由和独立。 
 
    我相信，今天要注意的唯一一个主要问题便是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人似乎要摧毁地

球上的一切生命或者要摧毁一切保存下来的文明生活和价值，建设一个野蛮的、极权主

义的组织来统治人类所剩留下来的一切。意识到这种危险性，注意到这一切方面的双边

谈话——这些谈话使人看不到自己正在陷入的深渊，这是现代人所必须正视的一种职

责、一种道德和理智的律令。如果人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我们是注定要失败的。 
 
    如果我们都在核屠杀中被毁灭，这并不是因为人没有能力成为人，也不是因为人天

生就是恶的，而是因为愚昧无知的舆论使人看不到现实，不能按真理行事。 
 
    我相信人的完美性，但是，对于人是否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仍持怀疑的态度，除

非人不久就能觉醒过来。 
 
    看守人，夜里如何? 
 
    看守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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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了。 
 
    你们若要问，就问吧： 
 
    可以回头再来。 
 

（《旧约》以赛亚书，第二十一章） 
 
 

原文刊于《在幻想的锁链的彼岸》，张燕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摘自：夏中义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200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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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深刻、成熟、自我期许 
吴叡人 

 

由于每个人谈话的视野，都为他的生活经验所限制。因此，我将提供一个比较单一

面向的观点来讨论。并且，由于我本身学的是政治，政治观察处理的对象，是政治现象；

政治的现象，本身就是社会事实。所以，我希望从现实，以及理想两方面，来探讨大学

生在理想与现实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基于哲学的立场，我比较倾向于一个冲突论者，

而不是一个有机论者。所以我习于在以批判的角度，来批判一些现象后，再提出我的建

议。以下我指的大学生，是特指本地、此间的大学生。亦即，在这样时空之下的台湾大

学生。 

 

两种「游戏规则」间的羔羊 

 

今日台湾的教育，它的导向相当程度地在塑造一些形式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或说，

教育的内容，在灌输、在提倡这种形式主义的理想主义。而所谓「形式主义的理想主义

者」，它的本质，就是反理想主义的。因为，他对于现实的抵抗力，非常薄弱。换言之，

一旦他跨入社会之后，他在大学里面所秉持的一些理想、观念世界中的符号，立刻被现

实所击溃。像这样的一种教育内容，配合其他社会条件，使得今日大学生，在我现在所

关照的课题下面，呈现了两个重要特质：第一点，就是对于现实薄弱的反应与关照能力。

亦即，他对现实的理解与判断、掌握能力付之阙如。第二点，是大学生社会意识的匮乏；

带有无法舍弃的「知识贵族」的身段。 

 

这两种非常特殊的性格，乃是高度疏离于现实的结果，就第一点而言，有关对现实

薄弱的反应能力，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我门不段灌输的这种理想主义，相当程度上

是非常形式化的东西。而整个教育的导向，并不鼓励同学真正去理解这个社会冲突的本

质。所以，易导于同学们去了解，或去相信，这个社会本质是和谐，以及善良的。 

 

在这种情形下，进入大学以后，上焉者，在接受这样的一种教育价值以后，便容易

培养出一种浪漫的、天真的理想主义。换句话说，他对整个社会、整个未来有一种非常

浪漫的想法。这种想法，很可能是来自他本身接受教育时，所被灌输的那些形式主义的

善。这种天真的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当他一离开校园之后，最容易立刻放弃他的理想。

换句话说，在校园四年的时间里面，他们所玩的是一套游戏规则。而当一旦跨入社会，

离开校园之后，他发现整个社会的本质和遭遇到挫折之后，立刻扬弃这些游戏规则，换

上另外一套游戏规则──这套游戏规则，就是社会游戏规则；其本质正是反理想主义或

至少是反理想主义大于理想主义。这样的人，他们在受挫折失望之后，很容易退缩，而

可能变成一个犬儒。他会对于很多社会的现象不满；他会加以嘲讽。但是，本身却已经

失去维系与实践他理想的行动力。这样毋宁是非常可悲的。 

 

这种人所持有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更退化下去，便出现了一种非常吊诡的情形：就

是大学生在理想主义方面，是非常浪漫的，但是在现实主义上，却是过份成熟的。换言

之，有些大学生很早就很世故了。他充分地掌握了社会流行的价值─非常世故而功利的

价值─而完全扬弃理想主义的价值。这对于整个国家和社会来讲，是一种很不利，甚至

很可悲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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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有严肃深刻成熟的理想 

 

我们目前所处的这个环境里，无论是社会体制或政治体系都不是非常健全的。也许

我们承认，现在是在一种 critical time里面，是在一个动荡的时代里面，也许此时要

求一个完全健全的社会是一种奢求。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觉得更需要的是

一群严肃，而且深刻、成熟的理想主义者；或者，我用另外一种语词来形容他，也就是

一群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我希望他能有一种特质，就是当他已经了解和面临到，整个社

会对理想冲突的本质之后，还能够抱有他的理想，还能够支撑下去，能够有一种道德上

的一致性；或者不要讲道德，至少他有一种一致性而不要立刻扬弃他的理想。我觉得，

我们的国家需要这样的一群人。而不是需要一群，在我们大学时代高喊理想，而到社会

上立刻放弃理想的知识人。 

 

此外，我认为有一个基本态度必须要了解，那就是，理想和现实的分野，应该只是

实然的，绝不可被试为应然的。假如，我们认为理想和现实的分野是应然的，便很容易

会造成我们今天对大学生这种态度的合理化。我可以举个例子。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

何曾能够再培养出一个像当年的段锡明、傅斯年这样的人？或是，什么时候又能够再出

现一个像顾维钧这样的人？他在哥大的时候，以中国人的身份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会

的主席，培养出他深邃的视野与能力。但是，在我们这种社会体制、教育体制下，大学

的环境和格局，已经培养不出这样的人了。这牵涉到目前教育所灌输的内容。我认为，

在这个观点上，大学与高中，甚至中学到大学，都是完全一致。它所灌输的理想，都是

虚伪的，都带有一种伪善的本质。因为，它并不鼓励同学去透视这个社会。 

 

大学应负有一种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一群严肃、深刻，而且成熟的理想主义者；

换句话说，就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以符合目前社会环境的需要。这一点，正是目前非

常缺乏的。比如 60 年代美国的学生运动，虽然后来转变成过激的学生运动，并不值得

提倡。但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就是在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代里，出来担任对于学生

公共事务的领袖人物，后来有相当多成为美国社会的改革者。他们必须在事实的磨练上，

具有对社会现实高度的了解。然后配合他们本身对理想的执著，使他们对于未来的整个

美国社会的病态，有一种更批判性的了解。而不当他毕业之后，就被迅速地纳入社会的

伪善体制里面。这证明理想与现实的鸿沟是可以跨越，现实的理想主义亦将因而持续下

去。 

 

青年的理想主义是国家的元气，也是社会的元气。但是只有在学院里面，一个很纯

粹的理想主义才能被培养出来。换言之，一旦进入了社会之后，在整个社会条件上，很

难再使学生有这个理想主义的倾向出现。因此，我们应该及早在学院的环境中，就让同

学去蕴酿理想主义的倾向。但理想主义本身，必须是严肃、深刻，并经过反省，而有一

种强烈的对社会现实屈服的免疫力。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青年对于社会的变迁，将具

有正向的功能。 

 

养成高瞻远瞩的知识份子 

 

但是，目前整个校园里面，对于学生的训练十分欠缺。例如，我个人刚刚从六月四

日当选代联会主席，到现在已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深深体认到我是整个社会，或者是

整个教育体制之下的受害者。因为，这个教育体制从来没有教我，如何去管理一个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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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校园公共事务，和认识社会的本质。我想这已经不只牵涉到个人特质、个人能力的问

题，而是涉及到严重的教育体制内的缺失。像校园公共事务的参与，以及学生事务的自

我管理，这类的训练，本身就代表一个学生在理想主义的蕴酿期，对他的理想主义加以

精鍊，使他更成熟，并且对社会具有一定的透视力的一种培养。 

 

也许，我们国家经常以「国情不同」为由，而不采用某些制度。不过，我愿意举一

个例子来证明此一理由显然是被过度膨胀的使用了。比方像亚洲，同样是中国人自己处

理的香港大学而言，他们的学生会会长要读五年，其中有一年是不用修任何学分，而完

全用来处理学生会的事务。这一年让他全心全力投入到学生会的事务中。我个人的理解

是，当他们在做这一年无学分训练的时候，他本身已经对社会做了一种适应，并且强化

了对理想的执著。这种训练正是我们所欠缺的。 

 

至于，对所谓的新鲜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事值得对他们讲。根据我上面所提到，

有关于目前台湾的教育格局底下，学生性格上的一些缺憾。我们先反省第一个问题，就

是目前的教育到底没有给我们些什么，而这些东西对我们而言，却是迫切需要的？在未

来重建中国的历程中，需要一群具有高瞻远瞩的知识份子。这些知识份子，不是那些只

能空喊理想主义的人。而必须具有相当高度的实践能力，但这种实践能力，却是我们目

前整个教育体制里面，并没有教给我们也无法培育出来的能力。所以对于新鲜人，我必

须说由于目前教育的严重缺憾，使得我们不得不自我教育。因此，首先我们要做到心理

准备，要认识到社会中理想与现实严重冲突的事实。 

 

举个例子来说，去年，在台大里面，有一些针对某些校园的公共事务，甚至于针对

整个社会事务的热烈论战出现。我的学弟、学妹们对于一年以来这种比较波动的现象，

就我的感觉，他们的态度是害怕和恐惧。我一开始感到非常地可笑，继而也感到非常恐

惧，恐惧的是，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已经把学生变成了多么无能的现象。他们对于比较

具有批评性的事物，没有消化的能力，也没有接受的能力。究其原因，则可扣到整个教

育政策，而这种教育政策引导的，必然是一种逸乐取向的校园文化。学生除了倾向于去

游玩之外，最好的也不过只是希望在各种课外活动里，寻求自我人格的建立。除了自我

人格的建立之外，他们不希望能够再跨出一步造成突破，而和整个社会扣在一起。所以，

会对于整个论战，感到恐惧。我觉得，这是「非战之罪」也；亦即，非同学之罪，也不

是论战之罪，也不是引起这些论战同学之罪。总之，必须要非常透澈地了解，整个社会

现实与理想严重冲突的事实，然后做好心理准备。 

 

充实知识深化反省和批判 

 

继之而来的，就是要做到自我要求。由于，这个社会的教育，它不愿意，或事实上

并没有提供我们很多必要的东西。所以，假使我能够重新计画大学四年，我会给自己订

下一个 hard-working的四年。我相信就我对整个社会，以及目前整个校园情形的理解，

我觉得培养一个更成熟的理想主义的学生而言，hard-working的四年是非常必要的。 

 

至于有关自我要求，大致上可以提供几点比较具体的建议：第一点，就是把握机会

来学习以及体验。当然，你不一定要做一个最积极的参与者，但至少要训练自己成为一

个深刻的观察者。亦即，在校园四年的成长过程里，不要放弃对于校园这个学术社区，

以及对于校园以外整个社会严肃、深刻的思考和反省的机会。当然，进一步而言，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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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够把握任何参与校园公共事务的机会，保持对自己权利的觉醒。在校园事务上，

要求发言权，以及真正关怀自己的权利与义务。 

 

第二点，就是读书：拼命地读书。虽然，在课内课业上面，我并不是顶用功。但是，

二年级在台大法学院的时候，我发现几个宝库，就是社图和法政研图。于是，我一个礼

拜要跑四、五天的社图和法政研图，拼命看原文书。当然，我最大的感受是，缺乏老师

的直接指导和同学的相互讨论。我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企图使自己成为一个深刻而

严肃的理想主义者的时候，知识的基础是很必要的。否则，我想将会流于一种盲动的革

命者，非理性地浪掷他的热情而全然于事无补而已。在此，对于读书，我强调靠自修。

但当然不排除在课内课业上积极的学习。总之，以上提到的这些建议，一个比较积极的

目标，是希望使大学生的人格特质里，具有植基于知识上的反省批判能力与精神。 

 

在六零年代的学生运动中有一个人物一直使我感到非常难忘。那就是 SDS的早期的

第二个主席，叫 Tom Hayden。他在一九六二年，写了一篇「休伦港文件」----SDS的宣

言，当时他是研究所的学生。在看过这篇文献之后，我的感觉是全然的惊讶，以及感觉

到自己的无能。虽然，我们只差几岁，但是我们无法达到这样的一种境界。为甚么我们

没有办法培养出来一位像他那样具有社会意识的改革者、校园的积极参与者，以及理想

主义者？这只有靠对自己负责的自我要求，以及透过植基在知识上的反省与批判的能力

和精神的培养，来加以塑造。 

 

帮助自己稳健地踏进社会 

 

总之，在透过比较积极的参与校园事务之后，使我理解到一个事实。那就是，在一

个体质并非完全健全的社会里，假如希望自己成为一个首尾一致的理想主义者;亦即不

要过份地叛离自己的理想，其不二法门就是，加速自己心智的成熟。并且，必须是有意

的、主动的加速自己心智的成熟。换句话说，也就是培养自己，对社会现实的免疫力。

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把我们对理想的执著，变得更坚强一点。至少使我们出校

园之后，向下堕落的速度被减缓。这是我的一些看法，希望就教于各位师长。 

 

来源：http://blog.yam.com/ntu_continent/article/6751882 

（原载于中国论坛 1983.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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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
殊
途
同
歸

的
經
驗
正
是
外
銷
出
口
工
業
國
家
中
的
一
個
典
型
例
子
。
國
家
的
親
資
方
勞
工
政

策
和
投
資
政
策
顯
示
，
以
出
口
形
式
出
現
的
資
本
主
義
父
權
工
業
的
發
展
，
實
有

賴
於
吸
收
這
羣
勞
動
力
，
和
這
羣
勞
動
力
的
順
從
。

前
言

要
寫
出
自
己
主
動
投
身
的
某
些
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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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必
需
蓼
能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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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對
自
己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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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
義
的
理
解
。
在
下
面
的
篇
幅
中
，
我
將
描
述
自
己
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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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組
織
者
的
觀
點
是

如
何
發
展
的
。
這
是
一
個
有
關
我
自
己
政
治
化
與
學
習
做
一
名
女
性
主
義
組
織
者

的
過
程
，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我
努
力
回
應
女
工
的
狀
態
，
並
和
她
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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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
朋

友
、
姊
妹
以
及
同
爲
受
雇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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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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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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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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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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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織
女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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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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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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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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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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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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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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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人
」
或
「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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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東
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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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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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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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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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我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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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此
一
女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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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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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
以
及
工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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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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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
W
o
r
k
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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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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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c
a
ti

o
n

 C
e
n
t
e
r
)
的
工

作
，
因
爲
這
些
都
是
重
要
的
背
景
資
料
。
所
謂
「
由
女
工
的
主
觀
現
實
與
客
觀
怕
乓

件
開
始
組
織
她
們
」
是
如
何
發
牛
的
，
又
是
什
麼
意
思
呢
，
要
如
何
才
能
－
方
面

回
應
女
工
日
常
牛
活
的
孟
要
及
利
益
而
另
方
面
又
能
將
她
們
的
經
驗
和
較
廣
的
政

治
範
疇
聯
繫
起
來

9
我
們
又
是
否
可
能
發
展
一
種
組
織
方
式
，
能
夠
同
時
增
加
女

工
個
人
及
集
體
的
力
量
呢
？
在
進
入
這
些
主
要
議
題
之
前
，
我
先
針
對
我
們
早
期

的
做
法
提
出
一
些
批
評
。

馬
來
西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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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是
如
何
開
始
參
與
組
織
女
工
的
工
作
的
呢
？
投
身
在

組
織
女
工
的
工
作
中
，
對
你
自
己
發
生
了
那
些
影
響
？

我
是
在
一
個
偶
然
的
機
會
中
開
始
組
織
女
工
的
。
一
開
始
，
我
並
沒
有
刻
意

選
擇
和
女
工
－
起
工
作
，
我
進
人
自
由
貿
易
區
工
作
是
因
爲
一
項
社
區
教
育
計

劃
；
此
教
育
計
劃
是
以
跨
國
公
司
中
的
女
工
爲
教
育
對
象
。
在
我
問
始
那
項
教
育

計
劃
時
，
只
是
抱
著
一
種
人
道
卞
義
式
的
關
懷
－
—
—
即
改
善
女
工
的
工
作
條
件
。

我
自
己
出
身
在
一
個
貧
窮
的
家
庭
，
從
孩
提
時
代
開
．
始
，
我
便
深
切
地
體
認
到
窮

人
被
歧
視
的
滋
味
。
我
猜
想
我
自
己
的
成
長
經
驗
使
得
我
對
窮
人
的
處
境
十
分
關

切
，
我
冀
莘
自
己
能
爲
窮
人
做
些
事
情
。

在
這
個
教
育
計
劃
中
，
我
和
女
工
們
互
動
的
經
驗
使
我
認
識
到
不
公
正
及
剝

削
的
事
實
，
我
的
學
習
並
不
是
來
自
書
本
上
的
抽
象
理
論
，
而
是
我
身
邊
那
些
女

性
勞
動
者
所
親
身
體
驗
到
的
故
事
，
這
些
故
事
不
只
發
生
在
工
廠
中
，
也
發
牛
在

社
區
生
活
中
。
在
她
們
身
上
，
我
學
習
到
有
關
性
騷
擾
丶
性
別
歧
視
、
男
性
控
制

以
及
女
性
自
我
扭
曲
的
各
種
經
驗
。
我
認
識
到
壓
迫
有
其
社
會
、
文
化
的
面
相
，

剝
削
也
不
僅
是
惡
劣
的
工
作
條
件
與
低
］
一
資
；
事
實
上
，
對
多
數
的
女
丁
來
説
，

低
工
資
並
不
是
她
們
在
開
始
就
會
知
覺
到
的
問
題
。
這
是
因
爲
對
多
數
女

l.
而

言
，
由
無
償
的
家
務
勞
動
者
轉
變
爲
支
薪
的
受
雇
者
，
對
她
們
的
經
濟
4
活
發
牛

了
積
極
的
作
用
，
所
以
她
們
並
未
知
覺
到
低
工
資
的
不
公
平
。
因
此
，
即
便
客
觀

的
分
析
資
料
一
再
地
指
陳
出
剝
削
的
數
據
資
料
，
但
對
女
工
而
言
卻
是
沒
有
什
麼

特
殊
意
義
的
。
事
實
上
，
她
們
擔
心
自
己
若
做
錯
了
一
步
，
就
可
能
喪
失
了
受
雇

支
薪
的
工
作
（
雖
然
薪
資
低
得
可
以
！
）
。
在
這
種
情
況
下
，
工
會
將
「
剝
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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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爲
個
泝
永
的
議
題
，
當
然
小
可
能
得
到
女

I們
的
回
應
。

自
由
貿
易
區
的
社
區
教
百
計
劃
只
維
持
了
兩
年
，
但
計
劃
執
行
的
過
稈
卻
帶

來
「
有
關
外
來
財
力
支
援
與
人
民
發
展
之
間
的
矛
盾
、
援
助
教
育
計
劃
與
人
民
組

纖
間
的
矛
盾
，
以
及
工
作
人
員
之
間
的
階
層
與
權
力
關
係
的
問
題
。
我
學
習
與
經

驗
到
沒
有
權
力
到
底
意
味
著
什
麼
，
體
認
到
實
施
一
個
教
育
計
劃
和
發
展
工
人
團

結
力
量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差
異
。
在
參
與
追
兩
年
的
教
育
計
劃
的
過
程
中
，
最
令
我

一
：
－
震
驚
的
便
是
發
現
支
援
與
負
責
這
項
教
育
計
劃
的
機
構
所
關
注
的
並
不
是
這
些
女
二

工
，
而
是
他
們
所
支
持
的
計
劃
是
否
成
功
。

上
面
的
這
些
經
驗
使
我
由
過
去
的
一
些
錯
覺
或
幻
覺
中
清
醒
過
來
，
這
個
過

程
伴
隨
著
許
多
自
我
的
矛
脂
丶
來
自
工
人
冷
淡
的
回
應
丶
來
自
t
'
屑
握
有
權
力
的

行
政
者
的
反
囯
、
以
及
投
注
心
力
卻
得
不
到
對
等
回
應
的
挫
折
感
。
因
爲
這
些
經

驗
，
使
我
一
度
認
爲
是
我
自
己
不
適
合
做
這
一
類
的
工
作
，
、
l[
想
到
要
退
出
逗
個

一
I
作
。
當
時
，
心
中
有
部
分
的
我
合
理
化
的
告
訴
我
自
己
：
「
我
可
以
繼
續
參

與
，
我
所
而
要
的
只
是
換
個
位
置
和
角
色
。
也
許
我
應
該
到
一
些
中
產
階
級
組
成

的
壓
力
團
體
中
口
乍
，
就
不
會
像
現
在
這
麼
孤
單
『
。
」
但
我
同
時
也
發
展
出
—

種
對
抗
不
公
止
與
剝
削
的
強
烈
情
感
，
以
及
一
個
人
必
須
爲
了
他
所
真
誠
關
切
的

事
物
負
責
的
態
度
。
對
我
而
言
，
和
我
這
麼
接
近
的
女
工
不
再
只
是
「
工
人
」
這

種
類
別
的
人
羣
，
面
是
我
的
朋
友
，
她
們
的
牛
命
影
響
「
我
，
她
們
所
關
切
的

事
物
也
變
成
了
我
所
關
切
的
事
物
。
當
她
們
遭
遇
到
不
公
正
的
對
待
時
，
我
憤
怒

和
牛
氣
。
政
冶
的
議
題
與
經
驗
成
爲
我
個
人
牛
命
經
驗
的

部
份
了
！

當
兩
年
計
劃
結
束
後
，
我
不
再
是
－
名
受
雇
的
「
作
人
員
，
這
個
較
爲
抽
離

泊
身
分
，
幫
助
我
對
自
己
先
前
的
經
驗
進
行
分
析
並
釐
消
我
的
兩
難
困
境
。

－
個

本
尹
的
事
實
是
，
在
迫
止
匕
人
道
關
懷
的
計
劃
中
，
只
有
作
常
少
的
人
是
自
接
進
入

基
層

l什
，
逅
個
聿
貞
對
我
這
個
自
以
爲
真
誠
投
入
的
人
帶
來
極
人
的
挑
戰
｀
我

甚
全
在
想
我
是
不
是
該
進
上
廠
做
一
個
女
工
，
由
女
工
真
實
牛
活
中
的
鬥
爭
閩

始
。
最
後
，
我
理
解
到
我
必
需
要
重
新
運
用
自
己
中
產
階
級
位
置
的
資
源
，
尋
找

一
個
新
的
切
入
點
。
於
是
，
我
開
始
另
覓
維
持
牛
計
的
工
作
，
同
時
尋
找
可
以
讓

我
繼
續
與
女
工
－
起
工
作
的
方
法
。

請
你
先
簡
單
地
描
述
你
從
事
女
工
組
織
工
作
的
處

境
，
再
告
訴
我
們
你
做
了
那
些
事
情

當
時
，
自
由
貿
易
區
整
個
內
外
情
勢
，
瀰
漫
著
非
常
反
工
會
以
及
反
組
織
化

的
氣
氛
。
你
試
著
想
像
資
方
及
政
府
雇
人
嚴
密
監
視
工
人
行
動
的
景
象
，
工
人
任

何
形
式
的
聚
集
以
及

1I
廠
內
員
工
出
現
在
廠
區
時
，
資
方
的
阻
止
行
動
便
會
隨
之

而
來
。
資
方
與
政
府
對
上
人
及
組
織
工
作
者
的
監
視
與
打
胭
是
不
措
任
何
代
價
，

也
沒
有
仟
何
道
德
顧
慮
的
。
一
方
血
，
資
方
對
丁
人
的
抨
制
系
統
十
分
鼱
密
，
爲

方
便
管
理
，
L
人
都
仕
直
緊
鄰
廠
房
的
宿
舍
中
，
監
控
打
駰
的
策
略
包
括
直
接
持

續
地
恐
嚇
、
騷
擾
以
及
各
種
限
制
丁
會
成
立
的
手
段
。
另
方
血
資
方
與
政
府
h

這
方
血
的
合
作
是

-t
分
有
效
率
的
。
雇
卞
會
亳
不
猶
豫
地
將
工
廠
內
屬
於
一
般
1
一

業
關
係
的
爭
議
事
件
移
送
警
察
處
珅
，
使
－
丁
人
殫
驗
到
恫
嚇
恐
懼
及
囚
窘
。
資
」
」

對
自
己
不
當
的
做
法
會
帶
給
女
工
恐
懼
與
難
堪
，
絲
毫
不
h
乎
＿
－
事
實
「
，
這

些
做
法
正
是
管
理
女
l
並
使
她
們
被
動
與
順
服
的
有
效
于
段
。
這
並
不
是
説
組
纖

「
會
是
不
合
法
的
，

1手
」
來
四
亞
的
法
律
明
白
規
」
辶
了
工
人
組
I
二
會
的
權
利
，

］
人
不
因
參
與

l
會
活
動
而
被
迫
害

但

郤
亢
仝
背
道
而
馳
。
政
府
不
只
偏
扣

家
，
更
透
過

苓
7
幺
2;

示
成

L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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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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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分
化
。

對
大
多
數
的
女
工
而
言
，
她
們
所
關
切
的
是
多
賺
一
點
錢
，
找
個
好
對
象
結

婚
，
以
便
儘
早
離
開
工
廠
。
換
言
之
，
經
濟
生
活
和
生
存
壓
力
是
她
們
最
關
切
的

問
題
。
在
這
裏
，
一
個
重
要
的
觀
念
是
：
「
只
要
妳
可
以
多
忍
耐
一
下
，
就
可
以

得
到
一
些
好
處
。
」
這
種
想
法
將
女
工
對
壓
力
的
容
忍
度
推
至
極
限
（
當
然
工
廠

中
也
有
過
偶
發
的
抗
爭
事
件
）
。
灌
輸
對
公
司
忠
誠
的
宣
導
教
育
及
升
遷
奬
勵
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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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
阻
礙
丶
否
定
也
延
宕
了
性
別
與
工
人
意
識
的
發
展
。
輪
班
制
使
得
勞
動
力
的
運

用
充
滿
彈
性
，
但
也
幾
乎
讓
女
工
找
不
到
一
個
大
家
可
以
共
同
的
聚
會
時
間
。

在
以
前
，
甚
少
有
組
織
者
能
持
續
蹲
在
基
層
與
女
工
一
起
工
作
，
並
協
助
她

們
組
織
起
來
，
過
去
有
限
的
努
力
也
都
未
能
通
過
有
效
的
統
籌
成
爲
共
同
的
策

略
。
在
我
投
入
基
層
工
作
的
這
幾
年
中
，
開
始
有
少
數
幾
個
人
努
力
創
造
機
會
，

來
讓
不
同
部
門
的
女
工
互
相
接
觸
與
認
識
。
在
已
有
工
會
的
工
廠
中
，
我
們
的
目

標
就
在
推
動
女
工
扮
演
較
主
動
的
角
色
；
並
以
工
會
民
主
化
的
訴
求
來
導
引
她
們

參
與
的
理
想
。
對
尚
未
有
工
會
的
工
人
團
體
，
工
作
的
焦
點
則
放
在
，
注
重
女
工

的
需
要
及
生
活
中
現
實
的
壓
力
。
我
們
的
目
標
並
不
只
是
組
成
工
會
，
而
是
協
助

女
工
發
展
，
加
強
她
們
面
對
與
解
決
問
題
的
能
力
，
讓
女
工
在
這
樣
的
過
程
中
對

自
身
的
力
量
有
所
肯
定
。

工
會
的
立
場
－
－
向
公
開
批
評
政
府
與
資
方
打
壓
工
會
的
劣
行
。
在
過
去
，
l

會
界
－
直
努
力
推
動
工
人
加
入
工
會
，
也
極
力
爭
取
政
府
承
認
工
會
，
尤
其
是
在

電
子
業
（
譯
註
）
。
當
然
，
他
們
的
努
力
是
值
得
讚
許
的
，
但
工
會
組
織
者
沒
有

` 
譯
註

丐
來
西
亞
政
府
一
向
禁
止
電
子
業
工
人
組
織
工
會
或
加
入
其
他
工
會
，
這
禁
令
雖
然
在

19
90
年
解

除
，
但
對
工
人
組
織
丁
會
，
資
方
和
政
府
仍
然
共
同
抵
制
和
打
壓
。

尋
求
其
他
辦
法
，
去
組
織
沒
有
參
加
工
會
的
工
人
，
他
們
也
沒
有
在
組
織
工
會
的

過
程
中
向
工
人
進
行
意
識
教
育
，
他
們
純
粹
循
法
律
的
途
徑
來
解
決
組
織
工
人
的

問
題
。
工
會
並
沒
有
以
女
工
作
爲
主
體
的
角
度
以
及
從
她
們
的
需
要
出
發
來
組
織

她
們
，
他
們
反
而
把
注
意
力
全
部
放
在
如
何
吸
收
會
員
，
和
爲
集
體
談
判
做
準

備
。
政
府
與
資
方
對
工
會
的
成
立
一
向
採
取
強
硬
打
壓
的
姿
態
，
使
得
某
些
組
織

者
只
顧
及
如
何
成
功
成
立
工
會
，
而
忽
略
了
他
們
給
工
人
的
印
象
是
怎
樣
。

工
人
敎
育
中
心

我
們
所
做
的
女
工
組
織
工
作
是
逐
步
發
展
出
來
的
。
這
些
年
來
，
它
的
取

向
丶
路
線
及
組
織
的
架
構
並
不
是
一
成
不
變
的
。
通
常
，
前
一
階
段
的
經
驗
［
協
助

我
們
重
新
界
定
後
一
階
段
的
發
展
。
在
過
去
十
年
中
，
除
了
少
數
幾
個
人
一
直
參

與
外
，
工
作
小
組
的
成
員
在
不
同
階
段
都
有
不
同
的
變
亻
七
。
追
篇
文
章
所
陳
述
的

經
驗
集
中
在

1
9
8
3
-
1
9
8
7
年
之
間
，
在
這
幾
年
中
，
我
們
的
工
作
是
在
沒
有
外

·
來
財
力
支
援
，
也
沒
有
全
職
工
作
人
員
的
情
況
下
進
行
的
。

我
們
鼓
勵
和
動
員
工
人
去
爲
自
己
和
爲
其
他
工
人
提
供
支
援
服
務
。
這
背
後

44



2
6
@
殊
途
同
歸

是
我
們
的
個
夢
想
，
那
就
是
讓
工
人
去
建
立
和
發
展
一
個
屬
於
他
們
的
組
幟
，

並
由
此
建
立
起
一
種
經
驗
和
視
野
。
工
作
的
重
點
在
培
養
女
工
的
能
力
，
鼓
勵
女

工
一
起
工
作
及
互
動
，
引
發
她
們
的
女
性
與
工
人
意
識
。
我
們
透
過
設
立
工
人
服

務
中
心
來
達
到
目
的
。
工
人
稱
這
個
中
心
爲
「
我
們
的
家
」
。

這
個
中
心
的
目
標
及
操
作
策
略
是
大
家
集
體
創
造
出
來
的
；
原
先
共
同
設
辶

的
目
標
與
做
法
，
在
往
後
的
幾
次
檢
討
與
規
劃
的
聚
會
中
做
了
修
正
。
此
－
取
向

有
助
於
工
人
的
參
與
，
工
人
因
此
覺
得
他
們
是
此
一
教
育
組
織
的
重
要
成
員
。

「
我
們
的
家
」
也
因
此
能
持
續
發
展
工
人
技
能
、
培
育
領
導
人
才
以
及
讓
工
人
一

起
學
習
與
反
省
和
工
作
，
它
同
時
也
是
一
個
工
人
可
隨
時
參
與
的
一
個
服
務
中

心
。
教
育
中
心
設
有
一
些
小
組
與
趣
味
活
動
，
針
對
更
廣
大
的
工
人
朋
友
，
讓
她

們
使
用
中
心
的
資
源
，
並
能
從
活
動
中
獲
益
，
但
不
要
求
－
足
要
貢
獻
什
麼
。
教

育
中
心
也
對
不
同
參
與
稈
度
的
成
員
，
提
供
某
些
特
走
主
題
的
訓
練
課
程
，
訓
練

內
容
亻
丶
只
是
技
巧
或
特
正
知
識
的
學
習
，
同
時
也
進
行
價
值
觀
與
意
識
形
成
的
培

育
。
從
這
些
過
稈
中
，

l
一
人
們
建
立
彼
此
間
的
團
結
及
相
互
的
支
持
。

L
血
的
活
動
相
互
關
聯
，
同
時
也
是
建
構
組
纖
的
基
石
。
經
由
參
與
這
些
教

育
性
活
動
，
女
性
之
間
的
聯
繫
被
發
展
出
來
，
而
這
些
聯
繫
正
是
往
後
信
仟
與
人

際
綱
絡
得
以
形
成
的
基
石
，
也
正
是
在
互
信
的
人
際
網
絡
之
中
，
所
以
從
意
識
覺

醒
到
具
體
組
織
化
的
過
程
才
得
以
順
利
完
成
。
仃
這
裏
，
女
工
們
學
習
肯
走
自

己
，
認
識
到
自
己
也
有
看
法
、
也
有
能
力
。
經
由
這
些
活
動
，
核
心
團
體
的
成
員

學
習
到
如
何
領
導
與
組
織
，
她
們
有
機
會
在
實
踐
中
負
起
領
導
的
責
仟
，
她
們
逋

常
是
兩
人
－
組
地
協
同
工
作
，
圧
相
支
持
與
提
供
對
方
信
心
。
然
後
在
過
程
中
不

斷
地
反
省
自
己
所
做
的
。
女
［
們
在
參
與
活
動
屮
彼
此
關
懷
，
女
性
的
共
回
利
益

與
」
場
，
逐
漸
地
推
動
她
們
更
積
極
地
投
彗
組
織

L
竹
。

馬
來
西
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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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中
心
是
集
體
努
力
的
成
果
，
它
創
造
『

個
空
間
，
女
丁
們
直
這
個
空

間
中
可
以
開
放
＿
自
己
，

起
工
作
並
建
立
起
互
相
關
切
的
情
懷
。
在
工
作
的
過
程

中
，
我
們
某
些
根
深
蒂
固
的
假
設
與
價
值
觀
被
揭
露
被
挑
戰
，
做
爲
一
個
團
體
，

我
們
一
起
建
立
新
的
價
值
觀
。
女
工
可
以
在
她
們
同
輩
的
具
體
經
驗
中
丶
在
她
們

的
家
庭
丶
她
們
的
工
作
環
境
，
乃
至
可
以
在
教
育
中
心
處
發
掘
充
分
的
材
料
，
去

處
理
兩
性
關
係
丶
種
族
歧
視
與
法
律
等
問
題
。
我
們
不
只
關
切
這
些
議
題
與
事

件
，
同
時
也
關
切
事
件
處
理
的
方
式
與
過
程
。
總
之
，
藉
由
發
展
各
種
富
有
創
意

的
活
動
，
有
助
於
女
工
意
識
的
啟
蒙
及
建
立
新
的
價
值
觀
。

教
育
屯
心
成
爲
女
工
可
以
自
在
地
隨
時
出
入
，
和
沒
有
顧
忌
地
傾
吐
牛
活
與

.
［
作
問
題
及
住
慮
的
基
地
。
藕
此
我
們
也
感
覺
到
口
由
貿
易
區
的
氣
氛
與
脈
動
，

並
掌
握
不
同
［
廠
內
發
牛
的
事
情
，
而
且
學
習
如
何
回
應
女
工
在
工
作
及
家
庭
上

－
的
問
題
。
當
然
，
這
並
不
是
説
我
們
所
做
的
工
作
都
是
有
效
和
成
功
的
，
但
這
些

工
作
爲
女
工
創
造
「
很
有
價
值
的
學
習
機
會
。

對
參
與
活
動
或
工
作
的
女
工
而
言
，
小
小
的
成
就
都
具
有
重
要
的
作
用
，
它

們
鼓
舞
了
女
上
並
令
她
們
感
覺
到
自
已
的
力
量
。
對
生
活
中
的
事
件
採
取
行
動
而

不
再
任
隨
它
擺
佈
，
正
是
產
生
力
量
的
來
源
。
這
些
事
例
包
括
個
別
女
工
向
對
資

方
的
警
告
時
敢
挺
身
而
出
、
要
水
資
方
改
變
廠
車
的
路
線
，
及
在
宿
舍
中
用
集
體

的
力
量
來
對
付
與
嚇
退
性
暴
露
狂
。
最
明
顯
的
公
開
行
動
是
在

19
85
及

19
86

年
，
教
育
中
心
動
員
l
人
血
對
被
資
遣
的
命
運
，
進
行
一
場
持
纘
的
抗
爭
行
動
。

此
外
，
教
育
中
心
也
推
動
既
有
的
工
會
右
祖
纖
丁
作
J
互
相
支
持
，
例
如
，
對
某

一
工
廠
」
人
來
説
太
過
冒
險
的
行
動
，
可
由
另

家
丁
－
廠
的
丁
人
來
承
擔
。
我
們

也
鼓
勵
已
組
成
1
會
的
l
人
去
支
持
還
未
成
v
［
二
會
的
工
人
。

經
過
多
次
的
檢
討
與
遲
疑
，
我
們
決
心
直

19
87
年
結
束
教
育
中
心
的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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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
結
束
教
育
中
心
的
理
由
有
幾
個
，
最
宅
要
的
原
因
是
，
教
育
中
心
逐
漸
感
到

無
力
去
由
對
來
自
政
府
情
治
系
統
的
恐
嚇
。
當
我
們
的
教
育
活
動
愈
有
效
，
我
們

便
愈
感
受
隨
時
有
遭
到
鎮
颳
的
危
險
，
同
時
我
們
也
有
內
部
問
題

。
可
能
遭
鎮
壓

的
外
在
問
題
耗
盡
我
們
的
心
力
，
以
至
我
們
未
能
快
速
地
面
對
和
處
~
內
部
日
益

惡
劣
的
緊
張
關
係
，
雖
然
最
後
我
們
面
對
了
內
部
問
題
，
但
它
已
經
帶
給
所
有
工

作
者
失
筌
的
感
覺
，
包
括
我
自
己
在
內

。

` 
_
,;
 

在
有
關
組
織
女
工
的
經
驗
中
，
妳
學
習
到
什
麼
？

什
麼
因
素
有
助
於
組
織
女
工
？

我
是
在
投
身
過
程
中
學
習
的

。
我
組
織
女
工
的
方
法
是
建
立
在
傾
聽
與
回
應

女
工
的
霈
要
上

，
和
聆
聽
她
們
生
活
中
的
脈
動
一
—
她
們
擔
心
與
焦
慮
的
是
什

麼
？
她
們
交
談
時
是
想
訴
説
什
麼
？
哪
些
事
情
符
合
她
們
的
利
益
？
哪
些
事
會
吸

引
她
們
的
注
意
力
？
…
…
她
們
害
怕
什
麼
，
爲
什
麼
害
怕
？

「
你
做
得
愈
多
，
就
愈
發
現
自
己
的
不
足
之
處

。
」
對
我
而
言
，
組
織
是
一

持
續
追
尋
的
過
程
一
—
－
發
現
別
人
在
做
什
麼
，
（
也
們
是
如
何
做
的
，
然
後
學
習
他

人
的
長
處
和
借
用
他
們
的
想
法
，
憑
直
覺
在
錯
誤
中
前
進
是
我
的
實
踐
的
方
式

。

雖
然
沒
有
一
個
理
想
模
式
可
以
依
循
，
但
透
過
觀
察
工
會
組
織
工
人
的
方
式
，
傾

聽
工
人
的
意
見
與
反
應
，
讓
我
了
解
到
哪
些
是
有
效
的
做
法
以
及
它
們
爲
什
麼
有

效
。

我
發
現
一
個
有
效
的
工
作
方
法
是
與
女
工
建
立
一
種
互
相
支
持
的
親
密
關

係
，
同
時
避
免
一
立
即
威
脅
到
女
工
固
有
的
思
考
模
式
與
行
爲

。

女
工
們
較
能
接
受
溫
和
勸
説
的
方
式

，
而
太
過
大
方
與
唐
突
的
直
接
挑
戰
，

則
會
譔
他
們
消
受
不
了

。
因
爲
女
工
通
常
是
害
羞
和
退
縮
的
，
所
以
直
接
的
座
力

或
對
質
會
使
她
們
更
沈
默
、
困
窘
與
退
縮

。

在
許
多
不
同
的
接
觸
與
建
立
關
係
的
方
式
中

，
維
持
持
續
性
的
個
別
接
觸
是

最
重
要
的
一
種
方
式

。
組
織
者
若
不
能
與
女
工
保
持
穩
定
的
聯
繫
和
交
往
就
不
易

真
正
接
近
她
們

。
建
立
信
任
與
信
心
是
第
一
步
，
維
持
這
關
係
則
是
第
二
個
挑

戰
。
我
們
發
現
提
供
各
種
符
合
女
工
興
趣
的
活
動
是
有
用
的
方
式

。
我
們
花
很
多

時
間
在
活
動
中
和
她
們
溝
通
與
傾
聽
她
們
的
故
事
，
了
解
她
們
個
人
的
問
題
以
增

進
彼
此
的
信
任
與
信
心

，
除
非
能
在
關
係
發
展
初
期
建
立
起
一
定
程
度
的
互
相
信

任
的
聯
繫
，
否
則
要
往
前
再
推
進
就
不
太
容
易

。
接
下
來
，
組
織
者
可
能
會
面
對

外
來
的
各
種
阻
力
，
在
我
的
身
上
，
曾
經
有
過
三
次
謠
言
的
惡
意
中
傷
一

作
爲

一
個
華
人
，
當
我
試
圖
和
馬
拉
裔
女
工
在
一
起
時
，
便
有
謠
言
在
説
我
想
要
改
變

馬
拉
裔

（
譯
註

）
女
性
，
管
理
階
厝
散
佈
謠
言
説
我
瘦
削
的
身
體
與
丹
白
的
臉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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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因
爲
我
是
一
個
吸
毒
者
，
最
後
的
一
則
謠
言
説
我
之
所
以
對
女
［
友
善
是
囚
爲

我
想
用
女
工
的
題
材
來
寫
論
文
以
獲
得
我
的
博
士
學
位
。

光
與
女
工
建
立
私
人
關
係
是
不
夠
的
。
組
織
者
和
她
們
的
家
人
認
識
及
建
立

關
係
，
可
以
使
女
工
感
受
到
來
自
家
庭
的
認
可
，
因
此
我
們
常
利
用
宗
教
節
日
的

機
會
去
拜
訪
女
工
的
家
庭
。
父
母
通
常
擔
心
他
們
的
女
兄
交
上
壞
朋
友
，
女
工
家

人
直
接
與
中
心
的
工
作
者
接
觸
，
對
中
心
的
認
可
有
助
女
工
肯
定
自
己
的
參
與
。

工
人
是
不
會
積
極
的
，
除
非
她
們
切
身
的
問
題
受
關
注
。
所
以
教
育
中
心
的

支
援
性
服
務
，
教
育
與
組
織
的
活
動
均
針
對
工
人
的
問
題
、
利
益
或
需
要
；
這
些

問
題
可
以
是
個
人
的
丶
家
庭
的
以
及
工
作
的
議
題
。
在
我
們
協
助
］
人
解
決
她
們

切
身
問
題
的
同
時
，
我
們
也
將
過
程
導
向
一
意
識
覺
醒
及
集
體
學
習
的
過
稈
。
當

名
女
工
個
人
身
上
發
牛
某
件
事
情
時
，
我
們
會
邀
其
他
女
工
與
她
分
字
她
們
類

似
的
經
驗
，
這
種
分
享
突
破
了
女
工
視
自
己
的
經
驗
爲
個
人
問
題
的
死
胡
同
。
我

們
常
進
行
的
實
踐
便
是
促
使
女
工
思
索
怎
麼
做
才
是
最
好
的
，
並
支
持
她
們
的
行

動
。
很
重
要
的
一
點
是
開
始
時
的
活
動
不
要
對
女
工
太
具
威
脅
性
，
但
要
能
激
發

她
們
卞
動
參
與
並
催
化
她
們
的
意
識
覺
醒
。

女
性
可
以
寬
宏
大
量
地
彼
此
協
助
，
卻
也
可
以
小
心
眼
、
高
度
敏
感
和
容
易

受
傷
害
。
緊
張
的
人
際
關
係
、
衝
突
丶
因
謠
言
而
來
的
猜
忌
懷
疑
是
常
發
牛
的
，

囚
爲
説
話
和
行
爲

多
半
是
無
心
的

經
常
遭
誤
斛
。
在
這
些
時
候
，
如
果
團
體

要
保
持
一
致
與
團
結
的
話
汀
篇
要
有
人
調
停
緩
和
各
人
的
清
緒
。
h

高
度
受
注

視
的
情
境
中
，
因
爲
只
有
一
、
兩
個
人
變
成
焦
點
人
物
而
團
體
其
他
的
成
員
被
忽

譯
註 馬
來
西
亞
主
要
三
個
民
族
：
丐
拉
人
丶
单
人
丶
印
度
人
。

略
時
，
這
種
情
況
會
變
得
特
別
嚴
重
。
當
團
體
成
員
間
產
牛
了
某
種
不
愉
快
而
未

能
及
時
解
決
，
誤
解
和
怨
言
便
會
輕
易
地
產
牛
並
導
致
團
體
的
分
裂
。

女
性
之
間
的
感
覺
與
情
緒
是
非
常
強
烈
而
且
容
易
產
生
的
，
這
可
以
被
用
來

做
爲
一
種
「
動
員
的
工
具
」
，
它
的
正
面
性
也
值
得
我
們
去
培
養
。
建
立
彼
此
之

間
的
感
情
聯
繫
是
建
立
女
工
互
相
支
持
和
團
結
力
量
的
重
要
黏
合
劑
，
對
多
數
女

工
來
説
，
她
們
的
投
身
與
動
機
並
不
是
來
自
對
剝
削
的
政
治
分
析
，
而
是
對
她
們

自
己
問
題
與
而
要
的
體
認
，
以
及
彼
此
的
關
懷
和
支
持
。
另
一
種
運
用
情
緒
的
方

式
是
建
立
一
種
「
獻
身
」
的
精
神
，
我
們
曾
經
相
當
成
功
地
藉
由
歌
唱
重
新
創
造

鼓
舞
與
獻
身
的
精
神
，
歌
曲
可
以
釋
放
和
再
激
起
高
昂
的
情
緒
，
歌
詞
若
是
女
工

們
自
己
寫
的
話
，
就
更
是
如
此
。
－

能
重
新
界
辶
及
肯
走
工
人
所
經
驗
到
的
某
種
特
定
的
情
褚
，
會
有
助
於
改
變

癱
瘓
與
停
滯
的
困
境
。
在
此
我
們
藉
某
工
廠
裁
員
的
案
例
説
明
這
一
點
：
一
開
始

女
工
對
自
己
被
裁
員
或
資
遣
覺
得
是
一
件
丟
臉
的
事
，
囚
爲
她
們
怕
回
到
鄉
下

時
，
別
人
會
認
爲
她
丟
了
工
作
是
因
爲
她
沒
本
事
或
是
做
了
什
麼
壞
事
，
許
多
女

工
甚
至
不
敢
讓
家
人
知
道
；
這
個
時
候
，
讓
女
工
們
彼
此
交
談
、
找
出
原
因
，
給

她
們
提
供
資
訊
和
提
出
一
種
她
們
過
去
所
未
曾
想
過
的
想
法
，
這
有
助
於
女
工
重

新
建
構
自
己
被
資
遣
的
意
義
到
底
如
何
。
她
們
的
情
緒
由
開
始
的
羞
恥
丶
難
堪
，

轉
化
爲
對
丁
人
尊
嚴
被
傷
害
感
到
生
氣
，
她
們
感
到
她
們
的
憤
怒
是
合
理
的
，
而

這
是
一
股
很
大
的
動
力
。
爲
了
不
讓
羞
辱
的
感
覺
變
成
無
力
的
呻
吟
，
能
明
白
地

辨
識
自
己
的
感
覺
並
轉
化
成
具
體
行
動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這
便
是
我
們
動
員
被
裁

員
女
工
的
方
法
。

在
馬
來
西
亞
的
文
化
條
件
下
，
多
數
女
性
是
小
會
主
動
接
下
領
導
角
色
的
。

而
當
她
們
直
情
勢
壓
力
下
，
擔
負
了
領
導
的
角

及
責
任
時
，
她
們
仍
不
時
會
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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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他
人
的
肯
定
。
我
學
習
到
的
是
不
把
她
們
的
態
度
視
爲
依
賴
，
而
是
運
用
機
會

肯
定
她
們
的
信
心
及
相
互
扶
持
的
關
係
。
我
們
會
主
動
地
找
女
性
擔
任
領
導
的
角

色
，
通
常
領
導
角
色
是
由
兩
個
女
工
－
起
擔
任
或
各
人
輪
流
負
責
，
兩
位
女
性
一

起
擔
負
領
導
角
色
可
以
減
低
她
們
對
承
擔
責
任
的
恐
懼
，
同
時
也
促
進
彼
此
的
合

作
關
係
。

學
習
面
對
並
認
清
自
己
的
恐
懽
是
重
瘋
信
心
與
自
我
解
放
的
一
個
過
程
。

這
整
個
過
程
的
變
化
是
令
人
訝
異
的
，
一
開
始
，
這
羣
女
工
對
於
聚
會
要
怎

麼
才
能
發
生
作
用
一
點
主
意
也
沒
有
，
也
沒
有
什
麼
主
席
及
議
程
。
但
在
三
個
月

緊
密
工
作
中
，
她
們
已
經
可
以
一
起
籌
備
會
議
、
排
練
開
會
以
及
會
後
檢
討
等
，

之
後
她
們
會
自
動
自
發
地
參
與
進
來
。
團
體
所
創
造
出
來
的
一
個
支
持
環
境
有
助

於
女
工
的
參
與
，
在
這
裏
她
們
享
受
學
習
而
不
必
擔
心
自
己
所
做
的
事
，
及
所
表

達
的
是
對
或
錯
。

將
危
機
轉
化
成
正
面
的
和
積
極
的
行
動
可
以
有
效
地
協
助
個
人
或
團
體
往
前

躍
進
一
步
。
教
育
計
劃
快
結
束
時
便
遇
到
如
何
化
危
機
爲
轉
機
的
問
題
。
當
我
們

的
教
育
計
畫
快
結
束
時
，
我
們
對
工
人
解
釋
實
際
的
情
況
並
提
出
如
果
工
人
願
意

的
話
，
仍
有
繼
續
下
去
的
方
法
，
我
們
建
議
由
工
人
來
組
織
及
管
理
他
們
自
己
的

教
育
中
心
。
建
議
蠻
具
有
吸
引
力
，
但
是
干
人
一
開
始
有
些
抗
拒
！
「
我
們
只
是

工
人
！
沒
有
經
驗
，
我
們
不
知
道
要
做
什
麼
。
」
。
建
立
信
心
需
要
具
體
的
步

驟
，
讓
工
人
先
投
入
特
足
的
丶
小
的
、
容
易
達
成
的
行
動
上

這
是
建
立
集
體

信
心
的
基
石
。
集
體
信
心
的
建
立
並
不
是
來
自
理
性
的
説
服
而
是
建
立
在
具
體
的

行
動
，
使
她
們
由
「
我
不
能
」
改
變
到
「
我
們
會
試
試
看
」
。
其
實
她
們
並
不
是

不
想
做
，
只
是
遇
到
自
己
不
確
定
或
無
信
心
的
事
，
她
們
不
敢
承
諾
。
女
人
的
確

是
和
男
人
不
同
的
。
男
人
，
即
使
在
自
己
不
確
定
的
時
候
也
會
承
諾
但
卻
又
常
不

去
實
行
，
女
人
則
比
較
忠
實
可
信
。
女
工
的
表
現
常
易
被
誤
解
成
缺
少
熱
情
丶
投

身
精
神
及
信
心
。
在
和
女
工
交
往
的
過
程
中
我
學
到
重
新
界
定
她
們
的
這
種
反

應
，
而
且
具
體
地
提
供
支
持
並
和
她
們
一
起
工
作
。

我
們
也
認
識
到
對
多
數
女
性
而
言
，
公
開
的
場
合
與
正
規
的
運
作
方
式
會
令

她
們
．
覺
得
非
常
不
自
在
而
且
疏
離
。
當
某
些
工
作
要
求
她
們
作
穩
定
及
長
期
的
投

入
時
，
她
們
會
猶
豫
。
對
女
工
來
説
，
氣
氛
輕
鬆
而
又
不
具
強
制
性
的
非
正
式
小

團
體
是
最
有
感
染
力
的
，
這
是
爲
什
鷹
我
們
在
教
育
中
心
以
及
舉
辦
相
關
活
動
時

均
採
開
放
式
的
。
我
們
的
策
略
是
讓
女
工
作
不
同
程
度
的
參
與
一
—
－
單
一
事
件
的

參
與
、
聯
誼
活
動
及
工
作
團
體
。
這
些
各
種
參
與
面
度
的
活
動
提
供
了
，
團
體
成

員
不
必
具
有
正
式
會
員
資
格
但
能
認
同
團
體
的
機
會
。
當
然
，
教
育
中
心
的
核
心

團
體
則
要
求
確
定
會
員
的
身
分
、
義
務
及
界
線
。

我
發
現
最
重
要
的
一
件
事
便
是
創
造
一
個
空
間
，
讓
工
人
可
以
在
其
中
學
習

參
與
和
投
人
，
就
像
許
多
女
工
常
説
的
：
「
我
們
從
來
就
不
是
任
何
一
個
團
體
的

成
員
。
」
，
女
工
們
被
剝
削
丶
歧
視
及
壓
迫
的
共
同
經
驗
並
不
會
自
動
地
轉
化
成

共
同
的
意
識
或
一
致
的
行
動
。
因
此
，
組
織
者
當
下
所
面
對
的
挑
戰
是
找
尋
一
步

一
步
超
越
障
礙
的
方
法
，
從
落
實
教
育
到
意
識
啟
萌
到
動
員
的
過
程
，
並
體
現
女

工
對
集
體
的
需
求
。
我
們
常
使
用
社
會
分
析
來
做
羣
眾
教
育
就
是
一
個
特
別
有
效

的
做
法
。
考
慮
到
女
工
目
前
的
現
實
狀
況
，
組
織
者
最
迫
切
的
任
務
便
是
讓
女
工

們
聚
集
在
一
起
，
發
掘
他
們
共
同
的
問
題
，
並
經
由
共
同
感
受
到
的
痛
苦
與
歧

崮
，
建
立
起
彼
此
間
的
連
結
；
再
者
基
於
她
們
關
心
的
議
題
和
利
益
，
創
造
集
體

行
動
的
機
會
，
讓
她
們
體
驗
集
體
行
動
的
正
面
經
驗
，
重
新
創
造
不
互
相
傾
軋
競

爭
而
又
強
調
每
個
人
優
點
的
互
動
方
式
，
教
育
中
心
提
供
了
可
以
實
現
這
些
且
標

的
方
法
與
環
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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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爲
組
纖
者
，
我
們
盂
要
學
會
尊
重
並
敏
感
l
人
冇
參
與
過
稈
中
有
各
個
小

同
階
段
。
這
種
彈
性
是
十
分
重
要
的
，
特
別
當
我
們
［
解
到
女
上
很
容
易
被
家
庭

及
其
它
需
要
扯
回
原
來
的
狀
態
。
我
們
曾
經
犯
過
一
項
最
大
的
錯
誤
便
是
，
我
們

未
能
和
那
些
一
度
積
極
參
與
的
女
工
保
持
聯
繫
是
以
很
多
人
在
這
條
路
L
退
了
下

來
。
只
剩
少
數
幾
位
我
們
持
續
接
觸
的
女
工
，
她
們
再
度
投
身
工
人
運
動
並
持
續

走
下
去
。

當
我
們
專
注
直
女
工
的
組
織
工
作
時
，
我
們
同
時
需
要
｛
主
意
組
織
者
自
己
所

面
臨
的
兩
難
·
丶
矛
盾
以
．
及
能
力
上
的
種
種
限
制
，
我
們
要
主
動
纘
續
學
習
丶
行

動
，
同
時
要
避
免
自
己
疲
憊
不
堪
以
致
於
典
力
工
作
，
我
們
還
要
找
出
，
在
關
注

某
些
議
題
的
方
法
（
尤
其
是
性
別
問
題
）
，
避
免
在
過
程
中
被
孤
立
和
被
漠
視
。

此
外
，
對
我
們
殺
傷
力
最
大
的
通
常
不
是
來
自
於
直
接
的
鎮
壓
而
是
如
前
面
提
及

－
的
_
—
藉
由
敬
佈
謠
言
去
破
壞
組
織
者
的
聲
譽
，
令
她
不
能
纘
璝
工
作
。

你
認
爲
末
來
有
什
麼
可
能
性
？

運
用
－
個
教
育
屯
心
做
爲
接
觸
及
培
訓
女
工
的
空
間
有
其
限
制
。
對
參
與
女

工
所
進
行
的
非
常
個
人
化
的
協
助
，
以
及
要
求
組
織
者
噩
論
對
個
人
或
團
體

尤

其
是
核
心
小
組

都
注
意
到
的
工
作
方
法
，
是
非
常
耗
力
氣
。
這
使
得
我
們
僅
剩

下
很
少
的
時
間
去
組
織
屯
心
之
外
的
其
它
女
L
，
所
以
雖
殊
教
育
中
心
影
響
了
那

些
中
心
的
女
工
，
但
她
們
仍
是
自
由
貿
易
區
中
數
以
千
計
的
工
人
的
極
少
數
。
有

人
希
望
教
育
中
心
發
揮
延
伸
式
服
務
角
色
。
這
種
走
出
教
育
中
七
，
將
服
務
提
供

紿
屮
L
之
外
的
工
人
也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發
展
方
向
，
我
們
而
要
更
多
這
樣
的
中

，L
,
血
吐
而
要
有
系
统
地
訓
練
更
多
立
工
出
身
的
組
縑

工
人
教
育
屯
心
的
另
外
一
個
做
法
，
現
在
看
來
也
是
值
得
商
榷
的
。
我
們
一

直
致
力
於
先
培
養
出
夠
強
的
基
層
女
性
領
導
者
，
然
後
再
由
她
們
去
組
成
正
式
的

組
織
，
但
這
種
做
法
花
了
太
長
的
時
問
在
培
育
女
性
領
導
幹
部
，
而
具
體
的
組
織

工
作
卻
遲
遲
未
能
實
現
。
在
培
訓
的
過
稈
中
，
女
性
領
導
幹
部
不
斷
流
失
，
我
們

卻
沒
有
－
個
可
令
她
們
長
期
投
入
的
機
制
。
因
此
必
須
有
－
種
更
直
接
的
組
織
方

式
，
更
集
中
地
協
助
女
性
幹
部
組
成
女
工
組
織
。

教
育
中
心
未
註
朋
登
記
也
肓
是
個
問
題
，
這
使
我
們
－
自
備
受
威
脅
。
教

育
中
心

1十
合
法
組
織
的
性
質
使
我
們
不
能
向
目
方
與

方
施
加
厭
力
，
囚
此
，
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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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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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
也
不
可
能
更
進
一
步
地
做
爲
女
工
的
代
言
人
。
要
獲
得
集
體
力
量
，
我
們
就
必

須
去
對
抗
那
些
生
產
與
再
生
產
工
人
無
力
感
的
權
力
結
構
。

目
前
，
絕
大
部
份
的
女
工
組
織
工
作
都
集
中
在
組
織
工
會
上
，
而
無
意
發
展

出
另
外
一
種
形
式
的
工
人
組
織
。
女
工
組
織
並
不
是
一
個
新
的
概
念
，
但
公
開
的

實
驗
與
實
踐
卻
也
不
多
見
。
工
人
教
育
中
心
就
是
以
組
織
女
工
做
爲
其
長
程
目
標

的
。
女
工
組
織
可
以
提
供
一
個
空
間
，
讓
女
性
與
其
它
女
性
互
動
，
彼
此
影
響
，

它
同
時
也
是
女
工
蘊
釀
集
體
力
量
的
舞
台
，
這
個
組
織
提
供
了
一
個
空
間
，
讓
女

工
的
信
心
凝
聚
起
來
－
。
它
在
累
積
經
驗
的
過
程
中
發
展
出
集
體
的
策
略
－
，
讓
她
們

學
習
到
如
何
組
織
以
及
如
何
在
組
織
中
工
作
。
儘
管
教
育
中
心
有
這
些
功
能
，
但

它
還
是
不
能
取
代
工
會
，
教
育
中
心
並
不
是
反
工
會
的
。
事
實
上
，
它
有
助
於
民

主
工
會
的
發
展
，
在
其
中
女
性
能
扮
演
更
平
等
更
有
效
的
角
色
。
在
現
有
的
勞
資

-
.
關
係
中
，
女
工
組
織
不
具
有
合
法
的
集
體
談
判
權
，
也
不
可
能
被
資
方
或
官
方
認

可
為
工
人
的
代
言
人
。
但
是
，
女
工
組
織
有
潛
力
扮
演
有
效
的
角
色
，
它
可
以
和

其
他
的
運
動
結
盟
，
爲
女
工
做
爲
女
性
的
丶
工
人
及
公
民
的
多
重
身
分
，
提
出
長

期
做
戰
的
策
略
訴
求
。

爲
了
實
現
這
種
想
法
，
啟
蒙
、
鼓
動
和
支
援
性
服
務
、
組
織
工
作
都
是
必
要

的
。
在
女
工
中
（
不
論
是
有
沒
有
參
加
工
會
的
女
工
）
，
我
們
需
要
鼓
吹
這
樣
一

種
對
女
丁
組
織
的
理
想
。
將
女

1_:_
（
特
別
是
那
些
未
參

till
工
會
的
女
工

組
成
團

體
，
是
很
少
見
的
，
因
此
，
找
尋
－
個
能
將
女
工
聚
集
形
成
團
體
的
方
法
是
第
－

要
務
。
不
論
是
否
可
能
，
我
們
需
要
透
過
各
種
管
道
（
例
如
工
會
與
社
區
團

體
）
，
藉
一
些
培
育
組
織
女
工
的
工
作
坊
來
引
發
人
們
對
此
的
興
趣
，
促
使
他
們

支
持
後
續
的
活
動
。
建
立
團
體
基
礎
的
培
育
計
劃
也
可
以
同
時
展
開
，
目
的
是
使

女
性
意
識
到
她
們
的
處
境
以
及
積
極
投
人
之
必
要
性
。
經
由
幾
次
的
團
體
聚
會
，

某
些
特
定
的
議
題
可
以
逐
漸
產
牛
，
個
人
與
團
體
也
得
以
溶
人
一
起
工
作
的
情
境

當
中
。
這
種
組
織
形
成
的
過
程
協
助
女
工
建
立
起
彼
此
的
信
任
以
及
尊
重
彼
此
的

能
力
，
使
大
家
互
相
學
習
，
並
在
缺
點
與
能
力
上
能
相
互
補
足
，
更
重
要
的
是
共

識
，
而
策
略
性
的
工
作
關
係
也
因
而
發
展
出
來
。
組
織
者
有
意
識
的
催
化
個
人
與

團
體
共
聚
一
堂
是
必
要
的
，
因
爲
這
樣
才
能
創
造
］
合
作
的
機
會
，
並
在
這
些
合
作

的
經
驗
中
，
培
養
共
同
經
驗
，
作
爲
未
來
進
一
步
建
立
具
體
組
織
結
構
的
基
礎
。

面
對
動
員
未
組
成
工
會
的
女
工
是
困
難
重
重
，
然
而
較
樂
觀
的
一
種
做
法

是
，
持
璝
地
從
事
一
般
女
性
勞
工
的
教
育
工
作
，
同
時
創
造
機
會
和
參
加
工
會
的

女
工
－
起
土
作
。
藉
由
工
會
進
人
工
人
羣
眾
，
可
以
讓
我
們
初
步
取
得
女
工
的
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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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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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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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
，
並
與
她
們
維
持
穩
走
的
接
觸
，
假
如
這
個
L
會
夠
開
放
的
話
，
這
過
程
還
可

以
協
助
工
會
增
加
女
性
會
員
。
然
而
在
絕
大
多
數
的
工
會
中
，
女
工
的
利
益
並
沒

有
被
照
顧
到
，
因
此
我
們
需
要
動
員
組
織
那
些
尚
未
加
人
工
會
的
女
工
，
而
一
個

已
加
入
工
會
的
女
工
，
則
可
以
藉
自
己
的
工
會
會
員
身
份
，
協
助
那
些
未
加
人
工

會
的
姊
妹
們
。

爲
了
更
有
效
地
組
織
女
工
，
我
們
需
要
理
想
及
策
略
！
缺
乏
清
晰
的
理
想
以

及
基
於
對
社
會
現
狀
分
析
的
行
動
計
劃
，
參
與
程
度
再
高
的
服
務
性
活
動
或
權
益

性
活
動
也
是
罔
然
。
運
動
的
發
展
需
要
我
們
將
單
一
的
、
地
域
性
的
工
作
擴
展
開

來
，
我
們
過
去
最
大
的
限
制
之
—
便
是
我
們
過
於
謹
慎
。
結
果
，
我
們
的
行
動
不

是
向
內
侷
限
在
圈
內
人
，
便
是
弔
方
衛
性
的
反
應
，
因
爲
害
怕
這
個
團
體
早
夭
，
我

們
泰
半
保
留
我
們
的
想
法
而
沒
有
試
圖
去
説
服
或
影
響
她
人
。
總
結
而
言
，
我
們

過
去
的
做
法
對
開
始
建
立
一
女
工
團
體
的
內
部
和
集
體
的
力
量
是
有
效
的
，
但
我
一

們
必
須
更
主
動
地
宣
揚
女
工
組
織
工
作
的
重
要
性
並
實
踐
更
多
不
拘
的
組
織
形

式
。
我
們
需
要
更
勇
敢
的
行
動
，
＇

作
者
：
陳
蓮
馨
，
現
任
教
於
馬
來
西
亞
科
技
大
學
。

譯
者
：
夏
林
清
。

三 身
爲
女
性
、
民
族
民

主
主
義
者
及
女
工
組

織
者

吉
．
克
羅
斯

人
民
運
動

19
81
年
，
進
步
的
工
會
聯
盟
在
菲
律
賓
誕
牛
了
。
在
被
親
資
方
工
會
及
其

領
導
者
壟
斷
獨
佔
數
十
年
後
，
工
會
運
動
起
了
革
命
性
轉
變
，
罷
工
浪
潮
此
起
彼

伙
，
雖
然
有

82
3
號
總
統
令
和
高
壓
的

45
號
內
閣
議
案
罷
工
的
法
律
，
但
是
工

人
們
卻
選
擇
突
破
這
些
法
律
禁
令
，
並
將
其
要
求
訴
諸
街
頭
，
在
這
年
頭

6
個
月

裡
，
有
登
記
的
罷
工
事
件
即
有

17
5
件
，
參
與
的
工
人
遠
超
過

22
00

0
人
。

動
員
人
民
參
與
的
時
機
已
經
成
熟
，
積
極
地
組
織
工
人
是
當
時
的
首
要
任

務
。
領
導
運
動
的
口
號
是
「
抨
擊
親
資
方
工
會
干
義
，
堅
決
發
展
真
正
的
丶
好
戰

的
和
民
族
卞
義
的
工
會
。
」
數
百
名
志
願
組
織
者
從
全
國
各
地
被
動
員
參
加
此
次

壟
動
，
各
階
層
的
活
躍
分
子
，
包
括
男
女
青
年
丶
學
牛
丶
專
業
人
士
丶
教
會
人
士

及
婦
女
，
不
論
有
無
經
濟
援
助
，
他
們
都
參
與
了
工
人
行
列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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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ise, Resilience and Demise of Malaysia’s Dominant
Coalition
Chin-Huat Wong

Head, Institutional Reforms and Governance Programme, Penang Institute, Penang, Malaysia

ABSTRACT
In May 2018, Malaysia’s Barisan Nasional (BN) lost power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the country’s independence. Although the opposi-
tion finally succeeded in assuming the reins of government after
three failed attempts since 1990, the aspired for ‘two-coalition
system’ did not emerge. Like previous opposition coalitions that
disintegrated after electoral defeat, BN is fast melting down and is
now reduced to a rump of its Malay nationalist core,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Officially born in 1974, BN
was expanded from its centrist forerunner Alliance, which suffered
an electoral setback in 1969 under centrifugal competition. As a
permanent grand coalition designed to contain opposition, BN
had resiliently survived on a crafty manipulation of communal
anxieties of ethnic Malays and Chinese. As unintended conse-
quences, BN had, however, radicalised opposition in first-past-
the-post elections and become vulnerable to implosion after elec-
toral landslides. Pakatan Harapan now seemingly emerges as the
new dominant coalition, with centrifugal competition from ethno-
religious and regional-nationalists.

KEYWORDS
Malaysia; Elections; First-
Past-The-Post; One-party
Predominance; Permanent
Coalition; Consociationalism

Introduction: BN’s Quick Meltdown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which electe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12
out of 13 state governments on 9 May did not just end the uninterrupted rule by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despite regular elections since 1957,1 it
ended its run as the world’s record holder after Mexico’s 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s ousting in 2000. It may also reshape the country’s party system and raise
interesting questions on democracy in multi-ethnic polities. Politics in the former
British colony has always been dominated by communal parties that serve the various
ethnic communities: Malay and indigenous communities (69.1%), Chinese (23.0%),
Indians (6.9%) and others (1.0%).2

Replacing the UMNO-led National Front (Barisan Nasional, BN) is the three-year-
old Alliance of Hope (Pakatan Harapan, PH) made up of five component parties,
commanding 48% of the federal votes, 126 parliamentarians and also eight state
governments.3 The two largest parties are the multi-ethnic but Malay-dominant
People’s Justice Party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4 led by former Deputy 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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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ster Anwar Ibrahim and the predominantly non-Malay and secular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They have been allies since 2008 in PH’s forerunner People’s
Alliance (Pakatan Rakyat, PR). Malaysian United Indigenous Party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henceforth Bersatu) led by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Muhamad and
National Trust Party (Parti Amanah Negara, henceforth Amanah) are, respectively,
splinters of UMNO and the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the third component of the defunct PR. Another UMNO splinter, Sabah
Heritage Party (Parti Warisan Sabah, Warisan), is PH’s junior partner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nd its senior partner in the Sabah state government (Table 1).

Within two months of its defeat BN, which won 34% of the federal votes, had lost
eight out of BN’s 13 component parties and 25 out of its 79 federal lawmakers, posing a
question as to its viability.5 In the biggest blow, its entire Sarawak chapter went
independent as the rebranded Sarawak Parties Alliance (Gabungan Parti Sarawak,
GPS), now the second largest opposition bloc with 19 federal seats along with the
state power which it retained with a landslide in the 2016 state election. The multi-
ethnic coalition is now effectively reduced to only UMNO, which holds on to 42
parliamentarians and two state governments – Pahang and Perlis – in the Malaysian
Peninsula (West Malaysia) and six parliamentarians in the state of Sabah on Borneo
Island (East Malaysia). Its oldest allies,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and
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while remaining loyal to UMNO, won only,
respectively, one and two parliamentary seats and lost their credentials to be communal
champions. As the ousted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and his deputy Zahid Hamidi
now stand trial for corruption involving state investment fund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 and state contracts, UMNO’s fortune is unlikely to be overturned soon.
The third largest opposition is PAS, which won 17% of the federal votes and 18
parliamentary seats, 15 of which are in Kelantan and Terengganu, over which it also
won state power.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groups had, since 1990, been promoting the idea
of a ‘two-coalition’ system as an alternative to UMNO–BN’s one-coalition dominance,
but the quick meltdown of BN would probably be the fourth time the second-placed
multi-ethnic coalition would bite the dust after electoral defeat (Table 2). Drawing
examples of a few Asian and African countries including Malaysia, Horowitz has argued

Table 1. Vote and seat share of major party blocks in Malaysia’s 2013 and 2018 federal elections.
2013 2018

Vote % Seats Vote % Seats Post-election developments/remarks

Barisan Nasional 47.28% 133 33.72% 79 19 parliamentarians from Sarawak BN, 6 from UMNO and 1
each from United Sabah Party (PBS) and 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sation (UPKO)
have since quit

Pakatan Rakyat 51.32% 89 – – Consisting of PKR, DAP and PAS
Pakatan Harapan – – 48.05% 121 Consisting of PKR, DAP, Bersatu, Amanah and Warisan. PKR

has since been joined by three independent
parliamentarians, and Bersatu and Warisan respectively by
two and one ex-UMNO member.

PAS – – 16.89% 18
Other parties and
independents

1.40% – 1.34% 4 Three independent candidates have since joined PKR

Total 100.00% 222 100.0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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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multi-ethnic coalitions can better withstand centrifugal forces than unified multi-
ethnic parties.6 However, can there be more than one durable multi-ethnic coalition
that bridges the ethnic Malays and non-Malays for Malaysia? At least three interesting
questions deserve in-depth investigation and ongoing monitoring: Does the replace-
ment of BN by PH mean Malaysia’s one-coalition predominance has remained intact
despite regime change? Alternatively, could PH’s dominance last for only a term or less,
and if so what might the new party system be? What explains the rise of BN (1974–)
and its forerunner Alliance (1952–1973), its resilience for 13 elections for 63 years from
the first one in 1955 and now its effective demise as a multi-ethnic coalition?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answer the last question in the humble hope that it might be useful for
answering other questions. Before examining critical historical junctures such as the
1969 post-election ethnic riot and the 2008 political tsunami that shaped BN’s fate, I
shall start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party systems.

Theorising UMNO’s Predominant Coalition

To map comparatively Malaysia’s 61-year-old party system, we need to consult three
related categories of literature.

The first concerns party system, a concept that normally captures two dimensions:
the number of parties and how they compete. Often, the number of parties correlates
positively with the ideological distance between them. Sartori identified three basic
systems: two-party systems with a small ideological distance; moderate pluralism with a
limited number of parties and a relatively small ideological distance; and polarised
pluralism with many parties spread across a large ideological distance.7 However,
parties may compete centrifugally despite a smaller number of parties. Horowitz
documented ethnic two-party systems in Guyana and Trinidad and Tobago where
ethnic voting simply turned an election into ‘racial census’.8 But this may even happen
in Western democracies, for example the United Kingdom in the 1980s when both the
Conservatives and Labour moved away from the centre. Robertson shows that when
competition is idle, the party may choose to please the median party member rather

Table 2. The changing configuration of ruling and opposition coalitions in Malaysia, 1990–2018.
The ruling coalition The main opposition

General election (GE)
/period Multi-ethnic Malay-based Multi-ethnic Non-Malay-based

1990 (GE8) Barisan Nasional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Gagasan Rakyat

In an effective election pact, led by Parti Semangat 46
(S46)

1995 (GE9) Barisan Nasional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DAP

1999 (GE10) Barisan Nasional Barisan Alternatif
2004 (GE11) Barisan Nasional Barisan Alternatif DAP
2008 (GE12) Barisan Nasional PAS PKR DAP

In an effective election pact, led by PKR

2013 (GE13) Barisan Nasional Pakatan Rakyat

2018 (GE14) Barisan Nasional PAS Pakatan Harapan
Post-2018 (GE14) Pakatan Harapan PAS Barisan Nasional Gabungan Parti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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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e median voter because ‘vote maximisation, over and above that necessary to
win, will not take place’.9

Much has been done in the party system literature to pursue quantitative measure-
ment and causal analyses. Laakso and Taagepera propose a useful formula to measure
effective numbers of elective and legislative parties, where, for example, two parties that,
respectively, command 90 and 10% support count not as 2 but 1.2 to reflect their
relative sizes.10 Formalising and improvising on the mechanical and psychological
arguments by Duverger and other scholars,11 Cox explains party system as the con-
sequence of ‘party reduction’ informed by the strength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As
instrumentally rational voters would normally concentrate their votes on only the
top-running candidates, Cox proposes that the effective number of elective parties
would be the lower between the number of parties generated by social cleavages and
M + 1, where M is magnitude or the number of contested seats in a constituency. While
the first-past-the-post (FPTP)/single-member plurality (SMP) elections in Britain and
New Zealand pre-1996 generated a two-party system, that Malta also has a two-party
system despite having the proportional single transferable vote (STV) system confirms
that electoral system cannot produce more parties than needed by social cleavages. Cox
points out that while FPTP elections force voters to support only two parties in their
constituencies, the two parties need not be the same across constituencies. What drives
a national two-party system is the concentration of national executive power, in
executive presidency or single-party government in parliamentary system, where a
single large political prize forces political players into two large blocs with the hope
of sharing power.12

The second concerns one-party predominance, which may be authoritarian or
democratic in nature. At one end are de jure one-party states such as China, Vietnam
and Cuba where effective opposition is not allowed and competitive elections not held.
At the other end are what Pempel calls ‘uncommon democracies’, with examples as
diverse as Sweden, Italy, Britain, Israel and Japan, where the dominant parties win
plurality of votes and stay in government for a long time and set the political agenda.13

Dunleavy defines dominance with perceived effectiveness in the eyes of voters and an
extensive protected area in ideological space, so much so that their dominance can only
be eroded if the opposition moves ideologically towards them.14 In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are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s, a subset of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of which
Malaysia is a prototype.15 In this intermediate category, unbroken rule by the dominant
party is necessary as an indicator.

The third surrounds coalition-building. Groups may merge to be a singular party or
bloc that nominates candidates in a single slate, as explained as the process of ‘party
reduction’ in Cox’s analysis of electoral logic. The short-lived second multi-ethnic
coalitions in Malaysia can be understood as the result of an unsustainable and reverted
process of party reduction. However, in most countries, coalitions are not permanent
and do not use a single slate during elections, but instead negotiate and form after
elections either to share power in government or to collaborate in legislature. For
coalition governments, Riker argues that the driving force to bring partners together
is not ideological closeness but the calculation to keep the coalition ‘minimal[ly]
winning’, because ‘when a coalition includes everybody, the winners gain nothing
because there are no losers’.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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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ker’s ‘zero sum game’ logic of politics seems to contradict with the ‘grand coali-
tions’ that have ruled Malaysia since 1955.17 Lijphart listed Malaysia from 1957 to 1969
as a positive example of consociationalism, characterised by a coalition that included all
major ethnic groups.18 The 1969 post-election ethnic riot ended consociationalism but
not the grand coalition model. The weakened Alliance was later expanded to co-opt
successfully all but two main opposition parties.19

Built on such a diverse but related body of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attempt to
make sense of Malaysia’s 61-year-old dominant coalition. To be clear, the dominant
entity studied here is not UMNO but the UMNO-led Alliance/BN coalition. It was
extremely secure in five elections, winning more than 60% of votes and 80% of seats:
1955 (81.68%, 98.08%), 1974 (60.73%, 87.66%), 1982 (60.54%, 84.42%), 1995
(65.16%, 84.38%) and 2004 (63.85%, 90.87%), in which Riker’s logic may be exam-
ined (Table 3).

Origin and Expansion of the Permanent Coalition

Intercommunal power-sharing in Malaysia is structurally inevitable given her multi-
ethnic population, but the form it takes – a multi-ethnic coalition instead of a multi-
ethnic party – is arguably the result of path dependence. In the 1952 Kuala Lumpur
municipal election, the local chapter of UMNO reached out to its counterpart in MCA
to fight its multi-ethnic splinter,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IMP) founded by
its founding president, Onn Jaafar. The successful local joint venture led to a formal
national pact of UMNO–MCA as the Alliance, later joined by MIC as the Indian
representatives.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coin, after the Kuala Lumpur defeat sent
IMP into oblivion, no multi-ethnic party had made it at the national level until Anwar’s
PKR was born in 1999.

What Lijphart identified as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in Malaysia was therefore a
centrist multi-ethnic ‘permanent coalition’ facing centrifugal competition from both the
Malay- and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at the communal flanks. This was substantially
different from the ‘grand coalitions’ in Switzerland and Austria, or the ‘shifting

Table 3. The elective and parliamentary dominance of the
Alliance/Barisan Nasional (1955–2018).
Election Alliance/BN’s vote % Alliance/BN’s seat %

1955 81.68% 98.08%
1959 51.77% 71.15%
1964 58.53% 85.58%
1969 46.29% 62.50%
1974 60.73% 87.66%
1978 57.23% 84.42%
1982 60.54% 85.71%
1986 57.28% 83.62%
1990 53.38% 70.56%
1995 65.16% 84.38%
1999 56.53% 76.68%
2004 63.85% 90.87%
2008 51.50% 63.93%
2013 47.38% 59.91%
2018 33.72% 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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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alitions’ in Belgium and the Netherlands, or the unique ‘national pact’ in Lebanon
(1943–1975), where no major parties were left out from the power-sharing arrange-
ments. The paradoxical outcome of the Alliance monopolising the middle ground was
the shrinking of the middle ground as disaffected voters moved to the flank parties.

In the 1969 election, the Alliance led by the nation-founding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found itself caught in a perfect storm: a significant desertion of Malay
votes on one hand,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anti-establishment non-Malay votes on the
other. In the Peninsula, which covered 86% of the electorate and 72% of seats, when
compared with the 1964 election the Alliance lost 9.97 percentage points of votes while
the 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ies increased theirs by 10.03 percentage points. The
vote ratio of UMNO to PAS dropped from 5:2 in 1964 to 3:2 in 1969, effectively
challenging UMNO’s claim to be the sole representative and protector of the Malays. If
this two-party format in Malay politics were to become a norm, PAS might have teamed
up with the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to offer a multi-ethnic alternative to the
Alliance. However, the under-concentration of PAS votes led to only a minor increase
of seats from nine to 12.20 Meanwhile, the three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ies –
DAP, the Malaysian People’s Movement Party (Parti Gerakan Rakyat Malaysia, hence-
forth Gerakan) and People's Progressive Party (PPP) – had formed a pact to avoid
multi-cornered fights, which helped them to recover eight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ies
lost in 1964 due to split votes between the Socialist Front and centre-left opposition
parties. Their pact also generated a Chinese swing in the states of Perak, Pulau Pinang
and Selangor, which delivered 11 more seats.21 As a result, while the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ies’ overall vote share in the Peninsula remained stagnant at around
26%, their seats jumped from a sheer six to a whopping 25 (Table 4).

Coupled with the non-Malay opposition’s success in capturing the Penang state govern-
ment and causing hung assemblies in Selangor and Perak, this created a general impression
that the Chinese were challenging UMNO’s and Malays’ political dominance. The stronger
and more widespread Malay swing from UMNO to PAS was simply overshadowed and
concealed by the FPTP electoral system, conveniently turning UMNO’s existential crisis
into an ethnic showdown, which triggered the 13May riot and paved the way for two years
of emergency rule. During that period, parliamentary government was suspended to give
way to a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MAGERAN) consisting of predominantly Malay
political, bureaucratic, military and police elites. Deputy Prime Minister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the father of Najib, effectively seized power from and later officially succeeded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and rejuvenated UMNO’s hegemony.

The Alliance’s permanent coalition model was expanded and revigorated in the post-
riot remaking of the Malaysian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Abdul Razak Hussein
reached out to opposition parties to form coalition governments at state and municipal
levels, and eventually in 1974 replaced the Alliance with the enlarged BN which
included all but two parliamentary parties, DAP and Sarawak National Party (SNAP).
He did not believe that democratic competition would work for multi-ethnic Malaysia
because ‘. . . in our Malaysian society of today, where racial manifestations are very
much in exercise, any form of politicking is bound to follow along racial lines and will
only enhance the divisive tendencies among our people’.22 However, at the same time,
he understood perfectly the instrumental value of democracy in legitimising power.
‘The view we take is that democratic government is the best and most acceptable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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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overnment. So long as the form is preserved, the substance can be changed to suit
conditions of a particular country’23. The expansion of permanent coalition was his
strategy to bring elites of all parties and communities for closed door negotiations, thus
reducing politics to mere administration and elections to being a harmless ritual.

Regime Resilience and Communal Anxiety

Communal anxiety did not just rejuvenate UMNO’s hegemony but also helped to
sustain it against the opposition’s challenges.

Following Malay discontent expressed in the 1969 polls, Razak greatly expanded ethnic
preferential treatment for the Bumiputeras (‘sons of soil’, a composite category which
covers both the Malays and the Borneo natives) under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NEP).
While Article 153 of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provides for a ‘special position’ for theMalays
and the Borneo natives, Bumiputeras, privileging them in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and business licensing, such privileges were not, however,
effective in lifting the life of ordinary Malays. In education, for example, Malays only
constituted 20.6% of the student population at University of Malaya by 1963 even though
they formed 53.0% of the Peninsular population.24 Launched officially with the two prongs
of eradication of poverty and restructuring of society, the NEP deepened and widened the
Bumiputera privileges beyond the Article 153 provision, resulting in an almost all-Malay

Table 4. Party vote share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in the 1964 and 1969 elections.

Parties
Vote % in

1964
Vote % in

1969
Change in vote %,

1964–1969
Seats in
1964

Seats in
1969

Change in seats,
1964–1969

The Alliance 58.53% 48.56% −9.97% 89 68 −22
UMNO 38.62% 33.98% −4.64% 59 52 −7
MCA 18.37% 13.35% −5.02% 27 13 −14
MIC 1.53% 1.22% −0.31% 3 2 −1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25.82% 25.96% 0.15% 6 24 19

SF (1964) 16.08% – −16.08% 2 – −2
PPP 3.40% 3.82% 0.42% 2 4 2
PAP (1964)/
DAP (1969)

2.05% 13.57% 11.52% 1 13 12

UDP(1964)/
Gerakan(1969)

4.29% 8.48% 4.19% 1 8 7

UMCO (1969) – 0.09% 0.09% – 0 0
Malay-based
opposition

14.99% 25.02% 10.03% 9 11 3

PAS 14.64% 23.74% 9.10% 9 12 3
Parti Negara(1964) 0.36% – −0.36% 0 – 0
PRM (1969) – 1.28% 1.28% - 0 0
Independents 0.66% 0.46% −0.20% 0 0 0
Total 100.00% 100.00% 0.00% 104 104 0

Source: Election Commission of Malaysia 1965 and circa 1972.
1. Socialist Front (SF) consisted of Labour Party of Malaya (PBM), Partai Rakyat Malaya (PRM) and the National

Convention Party (NCP). The Labour Party was Chinese-dominated while the other two were Malay-based. It
disintegrated in 1966 and PRM contested on its own. For ease of analysis, SF is grouped as a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y in 1964 and PRM as a 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y in 1969.

2. DAP was formed by People’s Action Party (PAP) members after the expulsion of Singapore while Gerakan was
formed by leaders of the United Democratic Party (UDP), Labour Party and some public intellectuals.

3. United Malaysian Chinese Organisation (UMCO) contested in only the 1969 election.
4. Contest for the Melaka Selatan constituency, won by UMNO, was held only in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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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reaucracy, exhaustive communal quotas in university enrolment, Bumiputera quota in
private sector employment and equity ownership, and Bumiputera discount in home
ownership. Wade characterises Malaysia as an ethnocracy25 but such characterisation
overlooks the partisan nature of the system. Not all Malays are equal before the pro-
Malay policies. Instead, party affiliation and even factional connections matter in deciding
access to governmental aids and contracts, which explains why schisms broke out in
UMNO during economic crises in the mid-1980s and late 1990s.26

More interestingly, BN did not survive solely on Malay support. Even at its pre-2008
lowest point in 1990, it still enjoyed about one-third of support among the Chinese. Indeed,
Chinese voters swung to BN for the next three elections. Why did the Chinese support BN
despite their resentment of the NEP? Such a pattern started in 1974, four years after the
introduction of NEP, when MCA recovered six parliamentary seats from DAP. This had
less to do with Razak’s pre-election visit to Communist China, which many believe
appeased the left-leaning Chinese, than the post-riot anxiety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Fearing repercussions from an all-Malay government, a Chinese Unity Movement sprung
up and was channelled towards strengthening Chinese representation in government.27

Because the 1969 poll was widely understood as an electoral revolt by ethnic Chinese, which
was in turn blamed for triggering the riot, many Chinese feared to be seen as pro-
opposition and often stayed away from any kind of political activism.

The interlocking communal fear of Malays and Chinese then provided an easy
defence mechanism for the party state. BN did not need support across all commu-
nities, but instead only enough Malays fearing the end of the NEP state or enough non-
Malays fearing a replay of 1969. In other words, all it took for BN to win election after
election was political incoordination between ethnic Malays and Chinese. This explains
why BN survived the 1990 and 1999 onslaught by the united opposition while its
landslide in 2004, which disabled the alarm, turned out to be fatal.

In 1990, BN was abandoned by the Chinese but saved by the Malays’ fear. The split
of UMNO between Mahathir’s Team A and his former Finance Minister Razaleigh
Hamzah’s Team B since 1987 removed the Chinese’s fear as the electoral revolt would
be led by a popular Malay prince from Kelantan. The narrative of a ‘two-coalition
system’ was instrumental in legitimising the idea of regime change by assuring that the
alternative government would be a better replica of BN, with Razaleigh's Spirit of 46
Party (Parti Semangat 46, named after 1946, the birth year of UMNO, to revive its
spirit) as a better replica of UMNO. Razaleigh initially had a sizeable number of UMNO
leaders in his camp but Mahathir successfully evoked the Malays’ existential fear,
especially after the back-stabing by Parti Bersatu Sabah (PBS), Sabah’s main party
dominated by Catholics of Kadazandusun heritage. Defecting to Razaleigh’s camp
after nomination day, PBS caused BN to lose not just the state government but also,
by default, 14 seats in a 180-member parliament, significantly increasing the chance of
opposition victory.28 Mahathir played up a photo of Razaleigh wearing Kadazan head-
gear with a cross-like pattern when he accepted PBS’s entry into the opposition camp,
accusing the prince of selling his religion for power.29 Eventually, while the united
opposition garnered Chinese support at as high as 70% by some estimates, Razaleigh’s
Malay candidates could only win in Kelantan and neighbouring Terengganu where
Malays had a 95– 98% pre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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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ame reversed nine years later when UMNO, suffering aMalay exodus, was rescued
by the Chinese. When Mahathir purged his popular deputy Anwar Ibrahim and subse-
quently had him convicted of drummed-up charges of sodomy in 1998, Anwar failed to get
many UMNO leaders into his camp, but the ordinary Malays were angered by the gross
injustice. In a clear break from Malays’ deferential political culture, Mahathir was called
names such as ‘Mahazalim’ (great tyrant) and ‘Mahafiraun’ (great pharaoh) in ongoing
street protests and mushrooming pro-Anwar websites. The ‘Reformasi’ sent many Anwar
supporters and sympathisers into his new-born Justice Party, but more into the well-
established PAS. In their intense fury, the Malays accepted an official pact with PAS and
DAP and did not ask any questions about whether or not they might lose their political
dominance after regime change. However, Indonesia’s anti-Chinese riot in 1997,30 which
saw many Chinese killed, Chinese women gang-raped and Chinese houses burnt in
President Suharto’s last days, aggravated the Malaysian Chinese’s fear of a replay of the
1969 post-election riot.31 The cynical use of this fear of riot was illustrated in anecdotal
accounts that MCA’s women campaigners subtly asked home-makers in wet markets if
instant noodles – a must-have in post-riot curfew – had been stocked up since an election
was around the corner. The result was unsurprising: PAS, which contested mainly in the
Malay heartland, quadrupled its seats from six to 27, DAP held on to only 10 seats in
Chinese areas with two top leaders defeated, while Anwar’s party lost all ethnically-mixed
areas and won only five Malay-majority seats.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Opposition Radicalisation

While Razak’s one-party state successfully revived and sustained UMNO’s hegemony
for 49 years after 1969, his aspiration to contain communal divides within a permanent
coalition failed. Not only had DAP rejected his co-option throughout and successfully
undermined MCA’s claim to represent ethnic Chinese, even UMNO could not politi-
cally unite the Malays.

Razak’s successful co-option of PAS in BN was short-lived and ended with an even
more bitter opposition in PAS. From UMNO’s ethno-nationalist perspective, Malays
need to be politically united to protect their interests from the Chinese and Indians.
Multiparty competition in Malay politics is therefore antithetical to Malays’ political
dominance and thus the existence of Malay opposition is illegitimate. However, with
regularly held elections, UMNO could not stop some Malay voters from supporting its
own splinters such as IMP and PAS or leftist parties such as the Malaysian People’s
Party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or in 1969, even the multi-ethnic Gerakan. By 1969,
PAS had become the only Malay opposition party in parliament. As the ethnically-
charged post-riot atmosphere drove both the Malays and Chinese to crave communal
unity, Razak successfully negotiat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deal with PAS at both the
federal and state levels in 1973. PAS became a founding member of BN in 1974 but by
1977 it found its base in Kelantan eroded by UMNO. PAS could not even remove its
defiant chief minister, Muhammad Nasir, who enjoyed UMNO’s backing. The political
crisis ended in four months of federally-imposed emergency rule, PAS’s exit from BN
and its disastrous defeat in the 1978 state and federal elections.32

The poisonous divorce of UMNO and PAS was structurally inevitable because the
BN model did not offer any solution for competition between allies. A grand coalition is

THE ROUND TABLE 763e 

61



not just politically unattractive when, as per Riker’s insight, ‘the winners gain nothing
because there are no losers’. It is unsustainable when allies share the common base and
are potential competitors in both election and government. To make matters worse, the
grand narrative of communal unity lacked credibility in Kelantan where the 95% ethnic
majority could not be threatened by minorities.

Illuminatingly, PAS’s electoral misfortune after its exit from BN to escape absorption by
UMNO only radicalised the Islamist party. The FPTP system did not moderate the party
that contested in a mono-ethnic heartland with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 1981, Hadi
Awang, its current president who was then only a young cleric, turned the table on UMNO
in the contestation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his famous ‘Hadi’s Message’ (Amanat Hadi),
Hadi proclaimed the rationale for PAS’s ideological objection to UMNO: ‘We oppose BN
not because it has been in power for long. We oppose it because it preserves the colonial
constitution, infidel laws and the pre-Islamic (jahiliah) rules.’33 By virtually calling the post-
colonial state a project of fake independence, PAS carved out its niche as the new nation-
builder of an Islamic state. UMNO’s counter project of modernist Islamisation sponsored
by Mahathir and Anwar Ibrahim could not eliminate PAS’s radical alternative. Instead,
PAS benefited from the two schisms of UMNO under Mahathir, so much so that Mahathir
resorted to stealing PAS’s Muslim-nationalist game by claiming in 2001 that Malaysia was
already an Islamic state,34 officially abandoning UMNO’s secular nationalism upheld by his
predecessors.

Hence, Razak’s failed attempt to eliminate opposition parties with manipulated
elections only resulted in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 of radicalising them, challenging
the conventional claim that FPTP encourages electoral moderation.

The Achilles Heel: Vulnerability to Electoral Landslides

The most perplexing characteristic of the BN model of permanent coalition is perhaps its
vulnerability to electoral landslides. Twice after securing incredible electoral triumphs in
1995 and 2004, BN landed in a political catastrophe. While the 1998 Reformasi wave was
triggered by the 1997 East Asian financial crisis, the 2008 political tsunami – the unprece-
dented breakthrough by the opposition which led to BN’s irreversible decline and eventual
ousting 14 years later – was not preceded by any economic crisis.

When BN won too big a landslide, competition was shifted from between the
coalition and its opposition to within its core, UMNO. After the 2004 election, only
20 out of 219 parliamentary constituencies were left in the hand of the disarrayed
opposition: 10 for DAP, 6 for PAS, 3 for PBS and 1 for PKR. Instead of unrealistically
aiming for the opposition’s last strongholds, aspiring leaders in UMNO trained their
guns internally. They would pursue the support of the median party member rather
than that of the median voter. This created the internal dynamic for UMNO to move
right, symbolised by its youth chief and education minister Hishammuddin Hussein
raising a keris (Malay dagger) consecutively at the 2005 and 2006 UMNO Youth general
assemblies.35 To the non-Malays, keris is a symbol of both Malay supremacy and
political intimidation. Hishammuddin argued that the strong economy provided the
best timing for UMNO Youth to defend Islam because when people became hungry
‘they don’t want to talk anymore’.36 After the tsunami, he admitted that his act was a
cause of BN’s poor performance and apologised.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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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the keris antic was the general arrogance among Malay bureaucrats, fuelled
by BN’s electoral invincibility. The resultant excesses such as demolition of temples,
‘body snatching’38 and police violence were disproportionally felt by ethnic Indians and
triggered the Hindu Rights Action Force (HINDRAF) rally just four months before the
2008 poll. (See the paper on ethnic Indians’ politico-legal mobilisation in this issue.)

The other cause of the tsunami was certainly the split of Malay votes due to the bitter
fight between Mahathir and his successor, Abdullah Ahmad Badawi, which was not
mediated by any fear that UMNO could lose power.39 Mahathir succeeded in weaken-
ing Abdullah but only with BN as collateral damage. Abdullah’s scheme to strengthen
his position in the party by fielding his favourites as candidates also backfired, as
grassroots sabotage cost UMNO 14 federal and 22 state constituencies.40 Abdullah’s
misadventure with candidacy selection was not an exception but was symptomatic of
permanent coalitions in Malaysia. As every component party of a coalition can only
contest a limited number of seats, while talent may come from all local chapters,
candidacy selection has to be top-down, but this only serves to induce bitter factional
warfare over constituencies as loyalists of powerful warlords are often parachuted into
party strongholds against grassroots’ preference.

The BN’s decline within a decade from 2008 can be understood as a series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stemming from the 2004 landslide. First, the BN’s invinci-
bility emboldened voters, both Malays and non-Malays, to punish the government
without worrying about regime change. Second, the post-election peace destroyed
Chinese fear of another riot, removing the rationality of them voting for BN despite
resenting the NEP. The Chinese’s political emancipation was seen in their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Bersih and pro-environment rallies beginning in 2011. Third, the
Chinese losing fear in turn raised the Malays’ fear of losing their privileges after regime
change, causing a big enough swing back to keep BN in power for another term. To
compensate for the irreversible loss of Chinese votes, UMNO moved right to strengthen
its Malay base by sponsoring ultra-right groups such as Pertubuhan Pribumi Perkasa
(Perkasa) and Malaysian Muslim Solidarity (Ikatan Muslimin Malaysia) and courting
PAS with the idea of possible implementation of Hudud punishments in Kelantan (See
the paper on Islamist factor in this issue).

While UMNO’s rightward shift damaged its credibility in moderation, it could have
stayed in power backed by PAS and East Malaysian parties if Najib had not made two
political errors.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ax at 6% in April 2015,
which caused inflation and contributed to a sharp drop of BN's national vote share by
13 percentage points. (See the paper on the Malay Tsunami in this issue.) The second
was the 1MDB scandal which pushed Mahathir out of UMNO to lead PH as prime
minister-designate, effectively removing the Malays’ fear of regime change and winning
support from the bureaucracy and security forces. Linking the two was the Najib
family’s extravagant lifestyle, which personalised the voters’ wrath.

Conclusion: Has the Dominant Coalition System Ended?

While the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is clearly being dismantled, it is not clear whether
the dominant coalition system will end. If PH were to replace BN as the next dominant
permanent coalition until its ousting, perhaps a few general elections down the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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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the party system would survive despite the end of BN rule, much like a monarchy
surviving dynastic changes.

What is clear is that the ‘two-coalition system’ is not happening at the national level.
BN has disintegrated and been effectively reduced to Peninsular UMNO and Sabah
UMNO. The latter has just teamed up with other Sabah opposition parties to form the
Gabungan Bersatu Sabah (GBS) coalition, falling short of breaking away from national
UMNO.41 While Peninsular UMNO is moving closer to PAS, a grand opposition
coalition across the South China Sea is simply impossible given the different context
of communal politics. Party reduction may only result in regional bipartisanism, with a
UMNO–PAS pact in West Malaysia and the Borneo nationalists teaming up in East
Malaysia. Deprived of the prospect of taking federal power, it is likely that the opposi-
tion blocs would only compete from the flanks, both threatening to tear Malaysia apart
and making PH the necessary evil in the middle ground even if it becomes corrupt.
Further, as PH inherits the permanent coalition model with no channels for inter-ally
competition and bottom-up candidacy selection, it may also soon be haunted by cyclical
infighting and implosion. If 40 UMNO parliamentarians do join Bersatu as per the
latest speculation,42 Bersatu’s relation with PH’s largest component party, PKR, and by
extension that of Mahathir and Anwar, are likely to be strained.

A new cycle of one-coalition dominance is certainly not a promising prospect for
‘new Malaysia’. After four failed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two-coalition system’, perhaps
it is time to ponder whether a Westminster democracy can ever emerge from and
survive a society with deep reinforcing cleavages like Malaysia.

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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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al outlooks. The data can be found at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
cthemeByCat&cat=155&bul_id=c1pqTnFjb29HSnNYNUpiTmNWZHArdz09&menu_id=
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 accessed 28 August 2018.

3. PH won 121 constituencies under various tickets of PKR, DAP (Sabah and Sarawak)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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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19 May and 23 June. However, PBRS and myPPP have since returned to BN’s fold

766 C.-H. WONG

e 

64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26cat=155%26bul_id=c1pqTnFjb29HSnNYNUpiTmNWZHArdz09%26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26cat=155%26bul_id=c1pqTnFjb29HSnNYNUpiTmNWZHArdz09%26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26cat=155%26bul_id=c1pqTnFjb29HSnNYNUpiTmNWZHArdz09%26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


based on an announcement in October. See A.R. Zurairi (2018) ‘Nazri new BN sec-gen to
head coalition rebranding, restructuring’, Malay Mail Online, 27 October, https://www.
malaymail.com/s/1687304/nazri-new-bn-sec-gen-to-head-coalition-rebranding-restructur
ing, accessed 30 October 2018.

6. Donald Horowitz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p. 440.

7. Giovanni Sartori (1976)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Reprint,
Colchester, UK: ECPR Press, 2005.

8. Horowitz (1985, p. 326).
9. David Robertson (1976) A Theory of Party Competition. London: John Wiley and Sons,

p. 42.
10. Effective number, N = 1 /

Pn

i¼1
Pi2 where Pi is the proportion of each party’s votes or seats.

See Markku Laakso and Rein Taagepera (1979) ‘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a measure
with application to West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12(1), pp. 3–27.

11. Maurice Duverger (1954)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s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translated by B. North and R. North). London: Methuen, pp. 217–239.

12. Gary Cox (1997)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29, 31–32, 76–79, 96–97, 140–142
and 193.

13. T.J. Pempel (Ed.) (1990) Uncommon Democracies: The One-Party Dominant Regime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 Patrick Dunleavy (2010) ‘Rethinking dominant party systems’, in M. Bogaards and F.
Boucek (Eds), Dominant Political Parties and Democracy: Concepts, Measures, Cases and
Comparisons. Routledge/ECPR Studies in European Political Science. London: Routledge,
pp. 23–44.

15. Chin-Huat Wong, James Chin and Noraini Othman (2010) ‘Malaysia – towards a typology
of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Democratization, 17(5), pp. 920–949.

16. William H. Riker (1962)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p. 39.

17. The Alliance party, which consisted UMNO, MCA and MIC, won Malaya’s first election in
1955, two years before the nation’s independence.

18. Arend Lijphart (1977) Democracy in Plural Societies: A Comparative Exploration.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 Diane Mauzy (1983) Barisan Nasional – Coalition Government in Malaysia. Kuala Lumpur
and Singapore: Marican and Sons.

20. Also, there was a moderate opposite swing from PAS to UMNO in Kelantan and Besut,
Terengganu, costing PAS three parliamentary seats.

21. There was an opposite swing away from the non-Malay-based opposition parties in some
parts of Johor, Malacca and Pahang. Notably, UMNO lost three parliamentary seats to
Gerakan and one to DAP, with three of them lost in straight fights, suggesting that there
was some convergence of Malay and non-Malay discontent.

22. Zakaria Haji Ahmad (1989) ‘Malaysia: quasi democracy in a divided society’, in L.
Diamond, J.J. Linz and S.M. Lipset (Eds), Democra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 366.

23.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17th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Conference held in
Kuala Lumpur, London, Commonwealth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September 1971. p.
xx., as cited in Michael Ong (1987)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in parliament: rules of the
game’, in Zakaria Haji Ahmad (Ed),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in Malay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4. T.W. Tan (1982)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Determination in West Malaysia.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55, as cited in Alis Puteh (2006) Language and
Nation-Building: A Study of The Language Medium Policy in Malaysia. Petaling Jaya:
SIRD, p. 96.

THE ROUND TABLE 767e 

65

https://www.malaymail.com/s/1687304/nazri-new-bn-sec-gen-to-head-coalition-rebranding-restructuring
https://www.malaymail.com/s/1687304/nazri-new-bn-sec-gen-to-head-coalition-rebranding-restructuring
https://www.malaymail.com/s/1687304/nazri-new-bn-sec-gen-to-head-coalition-rebranding-restructuring


25. Geoff Wade (2009) ‘The 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ethnocracy in Malaysia’, The Asia-Pacific
Journal-Japan Focus, 7(47), p. 4 https://apjjf.org/-Geoff-Wade/3259/article.html accessed
24 August 2018.

26. See A.B. Shamsul (1986) From British to Bumiputera Rule. Singapore: ISEAS; E.T. Gomez
and K.S. Jomo (1999)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Patronage And Profits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dmund Terence Gomez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Eds) (2003)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in Malaysia:
Affirmative Action, 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Social Justice. Singapo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Press.

27. Peter Wicks (1971) ‘The new realism: Malaysia since 13 May, 1969’, The Australian
Quarterly, 3(4), p. 24.

28. Tengku Razaleigh told the author in a 2005 interview that he had worked on Parti Bansa
Dayak Sarawak and Gerakan to do the same after PBS, but Mahathir defeated the plot by
warning that he would use security laws on them.

29. The photo can be seen at https://bigdogdotcom.wordpress.com/2016/12/06/negara-sawan-
reduction/,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8.

30. See Seth Mydans (1998) ‘Indonesia turns its Chinese into scapegoats’, New York Times, 8
February, https://www.nytimes.com/1998/02/02/world/indonesia-turns-its-chinese-into-
scapegoats.html, accessed 2 September 2018.

31. In a personal conversation with the author on 10 July 2018 Mahathir believed that his
Chinese support came from his capital control policy that saved Chinese businesses from
collapse which might have been caused by a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solution. But
this could not explain the retained support among majority Chinese voters who did not
run businesses.

32. Mohammad Agus Yusoff (2001) ‘The politics of Malaysian federalism: the case of
Kelantan’, Jebat, Jurnal Sejarah, Politik dan Strategi, pp. 1–24, 28.

33. Mohd Asri Zainul Abidin (2013) ‘Menilai Amanat Hadi Dengan Adil’, drmaza.com, 3
January, http://drmaza.com/home/?p=2255,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8.

34. For the context of the debate, see Tommy Thomas (2005) ‘Is Malaysia an Islamic state?’,
The Malaysian Bar, 17 November,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constitutional_law/is_
malaysia_an_islamic_state_.html, accessed 3 September 2018.

35. Liew Chin Tong (2015) ‘A decade after Hisham waved the keris’, Malaysiakini, 25 July,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05590,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36. Joceline Tan (2006) ‘Hisham: the keris is here to stay’, The Star, 26 November, https://
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6/11/26/hisham-the-keris-is-here-to-stay/,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37. Teh Eng Hock (2008) ‘Hisham regrets wielding keris, he apologies to all Malaysians’, The
Star, 26 April,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8/04/26/hisham-regrets-wield
ing-keris-he-apologises-to-all-malaysians/,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38. When some non-Muslims died, their bodies were taken by the Islamic authorities for
Islamic burial claiming they had quietly converted to Islam, a fact that was either unknown
to or rejected by the grieving families. Beyond emotional shock, such posthumous identi-
fication as Muslim has also legal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to the families as the deceased’s
civil marriage may become invalid and they lose their right to the deceased’s estate. For the
famous case of Moorthy Maniam, see K. Shanmuga (2005) ‘Re Everest Moorthy’,
Malaysian Bar, 29 December,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bar_news/berita_badan_
peguam/re_everest_moorthy_.html?date=2017-11-01, accessed 6 September 2018.

39. Connie Levett (2006) ‘Mahathir challenges his successor’, The Age, 2 September, https://
www.theage.com.au/world/mahathir-challenges-his-successor-20060902-ge31zi.html,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40. Malaysiakini (2008) ‘UMNO’s mistake: selecting wrong candidates’, 10 April, https://www.
malaysiakini.com/news/81208, accessed 5 September 2018.

41. Bernama (2018) ‘BN dead in Sabah, new coalition GBS formed’, Malaysiakini, 24 October,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48862, accessed 30 October 2018.

768 C.-H. WONG

e 

66

https://apjjf.org/-Geoff-Wade/3259/article.html
https://bigdogdotcom.wordpress.com/2016/12/06/negara-sawan-reduction/
https://bigdogdotcom.wordpress.com/2016/12/06/negara-sawan-reduction/
https://www.nytimes.com/1998/02/02/world/indonesia-turns-its-chinese-into-scapegoats.html
https://www.nytimes.com/1998/02/02/world/indonesia-turns-its-chinese-into-scapegoats.html
http://drmaza.com/home/?p=2255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constitutional_law/is_malaysia_an_islamic_state_.html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constitutional_law/is_malaysia_an_islamic_state_.html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05590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6/11/26/hisham-the-keris-is-here-to-stay/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6/11/26/hisham-the-keris-is-here-to-stay/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8/04/26/hisham-regrets-wielding-keris-he-apologises-to-all-malaysians/
https://www.thestar.com.my/news/nation/2008/04/26/hisham-regrets-wielding-keris-he-apologises-to-all-malaysians/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bar_news/berita_badan_peguam/re_everest_moorthy_.html?date=2017-11-01,
http://www.malaysianbar.org.my/bar_news/berita_badan_peguam/re_everest_moorthy_.html?date=2017-11-01,
https://www.theage.com.au/world/mahathir-challenges-his-successor-20060902-ge31zi.html
https://www.theage.com.au/world/mahathir-challenges-his-successor-20060902-ge31zi.html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8120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81208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48862


42. Straits Times (2018) ‘40 UMNO MPs “may join Mahathir’s party”, as Barisan Nasional
mulls changing its name’, 27 October,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40-umno-
mps-may-join-mahathirs-party-as-barisan-nasional-mulls-changing-its-name, accessed 30
October 2018.

ORCID

Chin-Huat Wong http://orcid.org/0000-0003-3292-4868

THE ROUND TABLE 769e 

。

67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40-umno-mps-may-join-mahathirs-party-as-barisan-nasional-mulls-changing-its-name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40-umno-mps-may-join-mahathirs-party-as-barisan-nasional-mulls-changing-its-name


1

1
Towards a New Malaysia?

Meredith L. Weiss and Faisal S. Hazis

Malaysia’s 14th general election (GE14), held on 9 May 2018, was noteworthy 
both for its conduct and for its result. After over six decades’ control since 
independence in 1957, Malaysia’s ruling coalition, the Barisan Nasional (BN, 
National Front) lost its grip on Parliament and control of nearly all state 
governments. In its place, a new coalition—Pakatan Harapan (Pakatan or 
PH, Alliance of Hope)—came into power, backed most importantly also by 
the state-based Parti Warisan Sabah (Warisan, Sabah Heritage Party).1 Any 
number of factors played a role in shaping voters’ choices, both building 
support for Pakatan and whittling it away from the BN. �ese ranged from 
anger at BN rent-seeking and resentment against incumbent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to frustration with rising living costs, concern for communal or 
regional rights and privileges, the yen for a more Islamist order, the respective 
parties’ records of governance and generosity, and a simple desire for change. 
�at key parties fragmented on both sides also mattered—most importantly,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lead party in the BN, 
and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each gave 
rise to o�shoots after internal rifts, as described below (see also the chapters 
here especially by Su�an and Lee, and Ahmad Fauzi and Che Hamdan). Any 
number of factors moulded how those choices aggregated and translated into 
seats, from gerrymandered constituency boundaries, to an atypical midweek 
polling day, to the vagaries of �rst-past-the-post voting rules (see Wong Chin 
Huat’s chapter). �ere can be no easy answer, in other words, to the question 
of either why BN lost or why Pakatan won. Regardless, particularly at a time 
of both regional and global democratic regression (Parameswaran 2018) or 
recession (Diamond 2015) and authoritarian backsliding, Malaysia seems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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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moving in the opposite direction, having taken the �rst step from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toward possible democratic transition. �is progression is 
undeniably momentous and worthy of study. 

How the campaign transpired, as much as the distribution of votes, o�ers a 
wealth of insight into Malaysian political culture and praxis. To what extent was 
this outcome simply an intensi�cation of past patterns, and how much a change 
of course? Was Pakatan’s win a sign that communal politics is weakening, or 
that it remains strong? Can new modes and strategies of campaigning change 
political outcomes? �ese �ndings are especially germane when considered 
in a longer-term context, across regions and population segments within 
Malaysia, and in light of experience in other countries. In this volume, we aim 
to do just that: not only to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but why, and what 
the implications are both for Malaysia and for theory-development, whether 
of the decline of single-party dominance, or of cross-ethnic coalitions, or of 
the mutability of political Islam, or of how candidates and voters balance 
competing priorities and pressures. As the chapters gathered here suggest, 
this election is particularly meaningful for how we study and assess Malaysian 
politics going forward, but it also sheds light on how a dominant party may 
lose its edge.

Overview of the Election

�e chapters to come o�er a comprehensive dive into the data of this federal 
and state election: all the ways to slice and dice the results. (Su�an and Lee’s 
chapter in particular o�ers more detailed results, by state and key voter-
segments.) However, before we get to that point, a brief sketch of the cast 
of characters, key dates, preeminent themes, and overarching context will 
be helpful. Incumbent Prime Minister Najib Razak waited about as long as 
possible before calling the election; parliament dissolves �ve years after its 
convening if an election has not already been called (this time: 24 June 2018). 
Held after a brief campaign (kicked o� o�cially with Nomination Day on 
28 April), the election was for the lower house of the federal parliament and 
12 of 13 state legislatures; the East Malaysian state of Sarawak has elected its 
state legislature separately since 1978. Sarawak’s state election in 2016 had 
con�rmed the BN’s grip on the biggest state in Malaysia. In GE14, however, 
the incumbent BN secured only about 34 per cent of the popular vote and 
79 seats in the federal parliament. Pakatan Harapan won 113 seats, with 48 
per 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a�liated Warisan in Sabah won another 8 seats, 
with 2 per cent of the vote.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the Pan-Malay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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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lamic Party) won 18 seats, with 17 per cent of the vote. Independents in 
Sarawak won 3 seats and Parti Solidariti Tanah Airku Rakyat Sabah (Solidariti 
or STAR, the Sabah-based Homeland Solidarity Party) won one seat. 

Not long after the polls, �ve UMNO legislators left the party; four became 
independent lawmakers and one jumped to Pakatan. With BN’s defeat 
the coalition nearly collapsed: only the founding partners in the pre-BN 
Alliance—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and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stayed in the coalition. None of the parties that left had 
won seats in Peninsular Malaysia, but their hiving o� in Sabah and Sarawak, 
forming state-speci�c blocs, mattered more. Meanwhile, at the head of the 
new government was a man who had substantially forged the system he now 
supplanted: Mahathir Mohamad, formerly UMNO’s longest-serving prime 
minister (1981–2003) and key architect of innovations from Malaysia’s far-
reach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to the policies of its developmentalist heyday. 
�e plan was, though, that Anwar Ibrahim, de facto, then soon o�cial, leader 
of Pakatan member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eople’s Justice Party) would 
take over in around two years from Mahathir—who at the time of the election, 
was a remarkably hale 92 years old.

While few predicted the BN’s loss, the popular vote w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no one—it tracked fairly closely the result in the previous general election 
in 2013, GE13. (Indeed, in his chapter, Johan Saravanamuttu suggests this 
outcome and others to be essentially path-dependent.) �at year, the opposition 
coalition won about the same percentage of the popular vote (50.7 per cent), 
but only three states (Kelantan, Penang, and Selangor) and a minority share of 
parliamentary seats (89 of 222); in 2008, the same parties had together won 
�ve states (Kedah, Kelantan, Penang, Selangor, and—ephemerally—Perak) 
and, for the �rst time, denied BN a two-thirds majority in Parliament. �at 
Pakatan Rakyat (PR, People’s Pact) coalition, formed out of 2008’s electoral 
pact, was somewhat di�erently constituted from Pakatan Harapan. PAS was 
part of it, together with PKR and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PR was 
itself a reworking of an earlier coalition, 1999’s Barisan Alternatif.2 PAS exited 
PR in 2015, amid heated debates over a PAS proposal to allow states to buttress 
punishments under sharia law and extend them to criminal cases. As Hew Wai 
Weng details in his chapter, a splinter party,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National Trust Party), allied with DAP and PKR in Pakatan Harapan and was 
joined later by Mahathir’s Parti Pribumi Bersatu Malaysia (Bersatu, Malaysian 
United Indigenous Party), which he and other UMNO exiles launched in late 
2016. Whereas the original Pakatan baseline was a noncommunal (or less-
communal), justice-oriented politics, Bersatu advocated for Malays’ spe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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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tus and rights; the prevailing assumption was that Bersatu, and Mahathir 
speci�cally, could reassure rural Malay voters in particular that they would not 
lose their race-based privileges under a new regime (see Faisal Hazis’s chapter).

What made the outcome of GE14 potentially predictable were several 
of the issues galvanizing voters. Looming especially large was Najib himself: 
he and his wife were embroiled in Malaysia’s largest corruption scandal to 
date, centred around the 1Malaysia Development Berhad (1MDB) sovereign 
wealth fund. Other corruption sagas also dampened support for the BN; 
most salient, considering whose vote changed, seems to have been a botched 
initial public o�ering of FELDA Global Ventures, a plantation operator 
built on the holdings of rubber and oil palm smallholders under the Federal 
Land Development Authority (FELDA). Meanwhile, as Haris Zuan’s chapter 
details, young voters faced rising debt and diminished prospects, while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including an aggressively resurgent Malay-Muslim 
right wing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BN governance, sustained the movement 
out of the BN, apparent since 2008, among non-Malay, especially Chinese, 
voters (see Helen Ting’s chapter). �e fact that it was Mahathir who was 
leading the opposition charge raised eyebrows, given both his age and 
dubious reformist credentials, but he also promised a known, steady hand 
at the wheel—and one likely both to maintain ethnic preferences and tamp 
down rising Malay-Muslim ethnonationalism. Yet the promise of a more 
Islamist administration, too, was a continuing pull-factor for many Malay-
Muslim voters, both allowing PAS to maintain much of its support and 
luring voters looking for an alternative to UMNO, particularly as both PAS 
and Amanah re�ned their candidate-selection, messaging, and outreach (see 
Hew Wai Weng’s and David Kloos’s chapters). States’ rights were a key issue 
in East Malaysia, the Borneo states of Sabah and Sarawak, but subnational 
loyalties also mattered on the peninsula; the coalitions crafted state-speci�c 
appeals to woo those voters. Still other concerns and prospects motivated 
other voters. And the opposition invested in new campaign tactics—most 
notably, big-data-driven appeals, capitalizing on near-universal smartphone 
penetration, on which Ross Tapsell’s chapter focuses. 

In short, the chapters to come con�rm both the real complexity of the 
Malaysian electorate and the di�culty of determining the extent to which 
this result is more than a one-time protest vote. However, as the longer-term 
trend suggests, the issues and identities salient now have deeper roots dating 
back at least to the Reformasi movement of 1998, as Johan Saravanamuttu’s 
contribution explains. Antipathy toward Najib or relief at the return of 
the developmentalist visionary Mahathir surely tipped the scales to 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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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tent, but GE14 was by no means sui generis. It remains a revealing lens on 
contemporary Malaysia. 

Classifying Malaysia 

An electoral upset, especially one after such sustained single-coalition 
dominance, begs examination of what scholarship has missed and o�ers an 
especially apt spur to thinking more broadly about the theories and frames 
we are using. Most studies of Malaysia tend toward exceptionalism—Malaysia 
as in a category of its own. What can we say after the election about where 
Malaysia �ts among polities: how its institutions and outcomes compare, and 
what this election adds to our knowledge of political structures and agents?

�is election highlighted how familiar, near-habitual frameworks and 
models continue to dominate discourse, notwithstanding Malaysia’s far-
reaching economic, demographic, and technological restructuring even in the 
period of just over 20 years since Reformasi. For instance, slightly over three-
fourths of the population is now urban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7]),3 
including a clear majority of the previously largely rural Malay population. 
Moreover, the digital revolution has transformed everything from how 
Malaysians receive information and mobilize when aggrieved, to how they 
receive government payments (increasingly via direct-deposit rather than a 
hand-delivered cheque). 

�e study of Malaysian politics has been in something of a rut for decades, 
during which it has assumed an overwhelmingly communal pattern of political 
identi�cation and behaviour. In this model, Malays vote for ethnic privilege, 
patronage, and feudal loyalty; Chinese favour economic rationality; and 
Indians vote BN to ensure at least some representation. At best, studies nod in 
the direction also of class politics, but still generally with an overarching ethnic 
frame. And while readings of a developmentalist politics have long added 
nuance to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e.g., Loh 2003; Aeria 1997), conventional 
wisdom and most scholarship still usually circle back to race.

First, we might consider how we classify voters in analysing voting behav-
iour and patterns. �e dominant categorization has been in straightforward 
ethnic terms: Malay, Chinese, and Indian voters support particular parties; 
the patterns muddle in more demographically complex East Malaysia. 
Communalism does shape Malaysian politics and culture in important ways, 
these presumptions about ethnic patterns surely have at least some basis in reality, 
and a straightforward communal logic has o�ered a useful starting point over 
the years in parsing patterns of electoral politics. Indeed, as the contributions 
that follow make clear, we do see discernible patterns that track ethnic lin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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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the data the chapters in Part I present), even if internally crosscut by other 
dimensions (for instance, Su�an and Lee’s analysis of generational patterns,4 
or Hew Wai Weng’s di�erentiation between urban middle-class and more rural 
Islamist Malay voters). �at said, GE14 demonstrat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dominant model and its core assumptions fall short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e ethnic factor has surely long been overstated. 

�is election demonstrated the limits of a communal framework even 
at the most basic level. Malay voters, for instance, as several chapters here 
illustrate, split along lines of region, approach to religion, and possibly 
socioeconomic class. Moreover, multiethnic coalitions and constituencies 
change political alignments. Even if opportunistic politicians return to race-
targeted messages at moments, the more inclusive messages they are bound 
also to o�er can still percolate down and become rei�ed through practice, as 
Helen Ting’s discussion of cross-ethnic vote-pooling, drawing on the work of 
Donald Horowitz (e.g., Horowitz 1989) implies. Meanwhile, candidate e�ects 
in various constituencies may override these categories altogether, given the 
extent to which a personal vote matters in Malaysia. David Kloos, for instance, 
explores how important personal demeanour and impressive credentials are for 
Muslim female politicians in particular, even as voters also look to presence 
and performance on the ground, during the campaign and after elections. �e 
qualities voters seek in their politicians may run at cross-purposes—in this 
case, both professional and matronly attributes—making it di�cult to be sure 
which aspect turned a given vote. 

Indeed, these questions demand critical assessment of how we study 
political identities and behaviour. Survey data are inconsistently reliable even 
where researchers have, for instance, painstakingly tested for skew from coded 
terms or from priming respondents through question order; however well-
designed the survey, respondents may be cagey, noncommittal, or simply hard 
to characterize with a data-point. Surveys in a place like Malaysia may be 
all the more problematic, with but a handful of survey-research �rms and 
a limited corpus of accumulated �ndings on which to build and question-
smithing to re�ne. For instance, we have limited large-N information on how 
varieties of Malaysian voters balance ethnic, economic, ideological, or other 
considerations in de�ning themselves or their vote-choices. We know, for 
instance, from surveys over time, that Malay voters tend to prioritize an ethnic 
over a national identity, in contrast to non-Malay voters (e.g., Merdeka Center 
2017; Parkaran 2018)—yet it is not obvious what that �nding might mean 
for voting, particularly with less than starkly di�erentiated options (e.g., more 
than one party promoting political Islam, or Malay rights, or redistribu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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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ies). Meanwhile, the technology of messaging and the possibilities for 
self-categorization continue to evolve. New media magnify the di�culty 
of gauging the full scope of parties’ and candidates’ outreach and of voters’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e.g., Ross Tapsell’s discussion here of candidates’ 
strategic use of WhatsApp to reach voters in their silos). We can approximate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from electoral results, yet for now, such assessments in 
Malaysia cannot avoid an ecological fallacy: the �nest-gauged data we have are 
at the level of generally age-de�ned ‘streams’ in polling stations; without exit 
polls, we cannot say for sure how any given voter voted. Coupled with our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convincing data on how voters categorize themselves, or 
the extent to which identity dictates interests among categories of voters, we 
are left to fall back on assumptions. �ese analytical dilemmas are clear for, but 
clearly not unique to, Malaysia.

Second, the results push us to re-evaluate what sort of regime Malaysia 
now has. Malaysia has long �t the competitive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model 
(Levitsky and Way 2010), albeit with a recurrent, if not entirely consistent, 
drift since the late 1980s, and especially the late 1990s, toward a two-
coalition system. �e e�ective number of parties in the federal parliament 
has not changed much since the last election, but who’s who in the rank-
order has been �ipped—and the states stack up di�erently. Also, promptly 
after the election, Pakatan secured registration as a single entity (the BN-era 
Registrar of Societies’ having denied the parties that unambiguous signal of 
cooperation), but the parties within are more nearly equal in weight than in 
the UMNO-dominated BN: should we assess them as parties or as a single 
coalition? How should we take into account the di�erent composition of 
coalitions at the state level? And does the current system of more than two 
preeminent parties in o�ce—PAS retains a non-incidental role, and the 
parties of Sabah and Sarawak seem unlikely to scale up beyond a potential 
‘Borneo bloc’ for the time being—re�ect instability, transition, or a 
fundamental multipolar distribution of voters (recommending a shift away 
from majoritarian electoral rules, as Wong Chin Huat’s chapter proposes)? 
Lastly in this vein, given how heavily Pakatan has stressed plans to reform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constituency malapportionment, and other features 
of the electoral playing �eld, what implications do those amendments have 
for the number, alignment, and core bases of parties? In other words, what 
represents the ‘natural’ state of this polity versus an artefact of electoral skew, 
likely to fall away as the playing �eld levels? 

�e chapters to come broach answers to these questions, from di�erent 
directions. And these answers matter not just for how we read Malays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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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tics, but for how we understand the regime type broadly. Will the 
Malaysian experience suggest a new model, of alternating-party dominance, 
in which either of two well-matched coalitions wins, but holds its advantage 
with too much manipulation (of electoral rules, of state resources, or of laws) 
to be considered democratic alternation? �is outcome might happen even 
allowing for some degree of reform under (a less than securely emplaced) 
Pakatan. Already it does seem that the array of forces in Malaysia recommends 
a correction to the overwhelmingly nationally focused literature on such 
regimes: distinct state and regional patterns within Malaysia indicate not just 
di�erent priorities among voters, but—especially in East Malaysia—arguably 
structurally di�erent patterns of competition, as politicians and voters navigate 
a two-level game between state authority and federal leverage. 

�ird, and relatedly, the results of this election shift where Malaysia �ts in 
the wider elections literature, although it is too soon to tell the polity’s long-
term placement. Over time, we will be better able to gauge how much GE14 
represents a changed type of election—with voters responding to di�erent 
cues—versus the same type of election but featuring a �uctuation in outcome. 
Only by situating this election among past and future instances can we con�rm 
how we should now brand elections in Malaysia. �inking comparatively, too, 
we might ask of what phenomenon we see this election as a case. Most critically, 
was this an example of democratization-by-election, or a liberalizing electoral 
outcome, as per Howard and Roessler (2006)? Malaysia’s GE14 result seems to 
strengthen their theory that uniting in coalition and around a common lead 
candidate (here, Mahathir) can enable victory, despite constraints. And yet 
what brought BN down was not just Mahathir-led Pakatan’s win, but also PAS’s 
gains on the peninsula and Warisan’s in Sabah. Nor can we say for sure whether 
Mahathir’s leading Pakatan (a pull) was more salient than Najib’s leading BN 
(a push). Given the complexity of reading outcomes from elections, do these 
results in Malaysia con�rm or tweak theories developed from experience 
elsewhere? And considering that outcome, including the nature of the parties 
involved—their structure, orientation, solidity of bases, and programmatic, 
clientelistic, or charismatic linkages with the electorate (Kitschelt 2000)—
what comparative cases are most germane: federal Canada (e.g., Clarke and 
Stewart 1987), recurrently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dominant Japan (e.g., 
Pempel 2010; Scheiner 2006, 2012); previously patronage-driven dominant-
party Mexico (e.g., Greene 2007; Magaloni 2006), democratized but weak-
party-system Indonesia (Hadiz 2003; Davidson 2018; Aspinall 2010), or 
somewhere e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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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ly, with GE14 behind us, social-scienti�c scholarship on Malaysia will 
need to �nd new foci, the better to explore an altered political landscape. 
We might assess, for instance, whether we see a new dominant-party system 
developing under Pakatan Harapan. If so or if not, what spec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or mechanisms prevent or encourage that development? In other 
words, what speci�cally rei�es, completes, or upends a transition after a 
change of leadership by election? What sort of regional or state di�erences 
account for any variations in this development, if we see patterns pertaining to 
‘belts’, states, or other subnational units? In the absence of long-term 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 do parties grow stronger or weaker, such that we see, for 
instance, greater �uidity across party lines (and hence, less clearly de�ned 
parties) or a shift in the relative weight of the personal vote? How does a 
more competitive electoral sphere alter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formal and 
informal political spheres, including relative space for, encouragement of, and 
motivation to participate in civil society, and the extent of those organisations’ 
nonpartisan autonomy? Or more broadly, if Malaysia does consolidate a more 
liberal order, should we understand that change as being driven by elections 
and formal politics, or as being rooted in civil society, including the sorts of 
groups Haris Zuan and Hew Wai Weng note as important here? It remains to 
be seen what this transition, however deep-set and enduring, changes and what 
it does not, and where Malaysia’s political paths now lead. 

Looking Ahead

When we �rst began work on this volume, in mid-May 2018, just one 
week after the election, we brought together both established and up-and-
coming Malaysianists, all of whom had done exciting research preceding and 
during the election campaign, across a wide range of topics and issues. We 
initially identi�ed researchers who could contribute on four key subthemes: 
voting patterns, key battleground states, campaign issues, and post-election 
trajectories. Subsequent retooling, for both logistical and substantive reasons, 
brought us to the current structure. However much ground we cover, our 
volume remains far from comprehensive. A few topics are glaringly missing, 
such as exploration of voting patterns among minority groups such as Orang 
Asli and Indian communities, the role of in�uential personalities such as 
Mahathir Mohamad, and speci�c dynamics in particular states. Some of the 
chapters here do touch upon these important topics—but they merit more 
attention than we are able to devote to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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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breadth in topical foci, we also sought a mix of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elections. �e chapters employ a mix of methods, from statistics to 
ethnography, and extend beyond the conventional ambit of political science. 
We let the nature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 and the academic background of 
the researcher determine how each contributor approached their analysis. �at 
said, the chapters in Part I, which home in on voting trends in GE14, rely 
largely on quantitative data, allowing both a macro look at election results 
as well as an examination of speci�c segments; other chapters rely more on 
qualitative data and the nuance these allow, or combine both quantitative and 
qualitative approaches.

We seek with this volume not merely to tell the story of a Malaysian 
election—however consequential a moment it was—but rather, to use this 
election as an entry point into core debates about Malaysian political ideas, 
identities, and behaviour. Our goal is a volume of interest to scholars of other 
electoral-authoritarian or transitional regimes. Toward that end, we have 
organized the volume into three parts. �e �rst part, including contributions 
by Ibrahim Su�an and Lee Tai De on how best to interpret the results overall, 
Faisal Hazis on the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dominant party’s fall among 
Malay voters, Helen Ting on cross-ethnic vote-pooling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ethnic-minority voters’ choices, and Johan Saravanamuttu on the rise 
of Pakatan Harapan, o�ers a substantially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of what 
happened: who voted how, and what patterns and trends the data reveal.

�e second section digs deeper, for a more qualitative assessment of 
key issues, campaign strategies and mobilization. Here we have analyses by 
Ross Tapsell of parties’ adoption of ‘big-data’ tactics for microtargeted voter 
outreach; Haris Zuan on changing mod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Malaysian youth and how parties have pursued that critical bloc;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and Che Hamdan Che Mohd Razali on the extent to 
which racial and religious identities and interests (still) drive mobilization and 
voting, across Malaysian communities; David Kloos on the speci�c challenges 
faced by Malay-Muslim women running on Islamist platforms, as they juggle 
expectations of projecting both professionalism and maternalism; and Hew 
Wai Weng on the varieties of political Islam that parties promote among 
di�erent segments of the Malay-Muslim community.

Finally, we look to the future, to consider where Malaysia is going and, more 
systematically, what this case suggests. First, as the new Malaysian government 
embarks upon reforms, Wong Chin Huat probes whether �rst-past-the-post 
voting is appropriate to ethnically plural polities such as Malaysia, even if 
cleansed of malpractice such as gerrymandering and malapportionment. 
Meredith Weiss then concludes the volume by asking what actually co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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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what more needs to happen, beyond a change in 
leadership, for a regime such as Malaysia’s to have liberalized.

Taken together, we hope these contributions not only complicate often-
studied and elevate too-little-studied dimensions of Malaysian politics, but 
also suggest agendas for empirically interesting, theoretically relevant further 
research. Whatever the causes of this recent election result, and whatever the 
next general election may bring, Malaysia today is clearly not the polity it was 
when the Alliance/BN �rst took root in the 1950s, nor in its developmentalist 
heydays of the 1980s–90s, nor in the increasingly polarized, patronage-fuelled 
past decade. However optimistic for the possibility of a more representative, 
accountable, participatory and equitable polity, we take GE14 not as a 
clear harbinger of full-on liberalization in Malaysia—the actual extent of 
institutional or normative change will take years to be clear—but more as a 
clarion call, to spur deeper, more critical, more comparative research on what 
we know about Malaysia and what this ever-intriguing polity suggests about 
politics more broadly.

Notes
1 In Sabah, Warisan and the United Pasokmomogun Kadazandusun Murut 
Organisation (UPKO) formed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ith Pakatan component parties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National Justice Party) and the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2 �e same parties comprised the BA as PR, except that what became PKR in 2003 was 
then two separate parties, Parti Keadilan Nasional (National Justice Party) and Parti 
Rakyat Malaysia (Malaysian People’s Party).
3 Malays outnumber non-Malays in all but 6 of Malaysia’s 49 largest cities (see Ong 
2015; also McGee 2011).
4 Malaysia has a secret ballot and no exit polls; as a result, beyond relying on pre-
election (or non-immediate post-election) surveys, analysts have little way of assessing 
how individual voters voted. �e structure of polling stations, with assignment to 
saluran (ballot-boxes) structured by age, allows reasonably disaggregated age-cohort-
based analyses, as well as ethnicity- or religion-based assessments where the very-local 
voting population is fairly homogeneous, but still not, for instance, reliable gender-
based analy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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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The Road Ahead: How to Transform 

Malaysia’s Regime

Meredith L. Weiss

�e wee hours of 10 May 2018 brought Malaysia’s incumbent Barisan Nasional 
(BN, National Front) a rude shock and opposition Pakatan Harapan (Alliance 
of Hope) a jolt of exuberance. For the �rst time ever, the BN had fallen, both 
at the federal level and, once the dust settled, in most states. As the foregoing 
chapters make clear, this rare display of ‘democratisation by elections’ was 
not entirely unexpected, yet a Pakatan victory still relied on a precarious 
mix of contingent factors. A combination of shifting interests, alignments, 
and grievances; new strategies for mobilising and targeting voters; and new 
party alternatives, revamped alliances, and reshu�ed teams all played their 
part. Indubitably, Malaysia’s government has changed; new leadership is at the 
helm. But given what brought us to this point—the latest critical juncture on 
the path Johan Saravanamuttu traces—what will it take to move, in the jargon 
of political science, from democratic transition to consolidation? 

Consolidation of a new regime will require far-reaching, if incremental, 
changes in four key domains: laws, institutions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political economy, and, most di�cult of all, political culture. Even a partial 
shift could carry substantial impact. Simply ousting corruption-tarnished 
Najib from executive o�ce satis�es many protest-voters’ key objective, 
without necessarily defusing the communal fears and other uncertainties that 
Ahmad Fauzi Abdul Hamid and Che Hamdan Che Mohd Razali, for instance, 
suggest could yet sink Pakatan’s ship. But Malaysia has the potential to go 
much farther, to rework key premises of political loyalty and legitimacy, the 
standards to which voters hold politicians accountable, and the expec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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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inary voters have of their state and its leaders. And of course, should the rules 
change, even just for elections—as Wong Chin Huat recommends Malaysians 
consider—we might need to rethink fundamental premises about the sorts 
of coalitional considerations and voting behaviours Helen Ting details, the 
strategic posturing Haris Zuan or David Kloos explore, the elite alignments 
Faisal Hazis traces, and the ideological framings Hew Wai Weng compares.

To assess Malaysia’s possible trajectories requires a grasp of long-percolating 
root causes for the changes now underway—the underlying patterns the 
preceding chapters reveal—and not just late-breaking catalysts. (Of course, the 
latter do also matter to election outcomes, as the chapters by Ibrahim Su�an 
and Lee Tai De or Ross Tapsell, for instance, make clear.) Understanding what 
has happened over the span of recent elections and what remains constant 
illuminates the potential and options for legal, institution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e Roots of Transition

As Johan Saravanamuttu’s path-analysis illuminates, much of this transition 
has been very long in coming. Although Mahathir Mohamad served as an 
important spur to jolt the margins, to give him and his party too much 
credit slights history. Indeed, doing so could be disheartening, not just given 
Mahathir’s own spotted history as a democratic reformer. To assume it was 
the fact of his return alone that tipped the scales presumes an unyieldingly 
feudal political culture, in which rural Malay voters (the focus of so much 
pundit attention) follow their ‘protector’ out of habit rather than in light of 
grievances they share with non-Malay or urban, wealthier voters. Mahathir 
did help to sway votes, but by his messaging, his association with past 
developmentalist glory, and what he signalled for the coalition’s objectives, not 
just his presence per se. And he represents one of several much-discussed one-
o� causes or contingent last straws. �ese matter but are not, by their nature, 
recurrent—particularly the 1MDB mega-scandal and the wide breadth of the 
gap between rank-and-�l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members’ support for Najib and the extent to which a sclerotic party structure 
propped him in place, even as UMNO’s capacity to weather another serious 
rift diminished (see Faisal’s chapter in particular). 

Deeper-rooted, longer-developing features within the polity reveal more 
about what could make this election a sign of a tectonic shift rather than a 
‘tsunami’, as commonly labelled. Recurrent tsunamis are not really desirable, 
given the destruction they wreak, but it is only to be expected that the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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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dscape will shift and settle in new patterns over time. We can identify �ve 
such interrelated elements; taken together (but in no necessary sequence), they 
o�er insight into why and how Malaysia has reached its current point and how 
it might continue. 

�e �rst factor is increased availability of political information, feeding 
rising political awareness. Mainstream media are not only subject to 
constraining laws, but nearly all are state- or BN-owned or controlled. �ey 
have long been e�usively one-sided in their coverage and editorial slant (see, 
among others, Zaharom 2002, 2008; Abbott 2011; Mustafa 2013). However, 
Internet-based and social media are key features in Malaysia’s contemporary 
media landscape—making possible new data-mining and advertising strategies, 
among other implications. Moreover, that activists purposefully channel, 
develop, and deploy these platforms, engaging in what Cherian George (2006) 
labels ‘contentious journalism’, helps to increase their impact.

�e numbers alone are startling, and reveal the impossibility of the state’s 
controlling the �ow of information and ideas in present-day Malaysia. As of 
May 2018, about 81 per cent of Malaysians were on Facebook; 58 per cent of 
Malaysians say they read news there. Another 6 per cent were on YouTube, on 
which 26 per cent consume news, and 5 per cent were on Twitter. WhatsApp 
is also ubiquitous: over half of Malaysians now say they read or share 
political news on the platform. Overall, 86 per cent access news online, most 
commonly free sites, via smartphones, dwar�ng the share who prefer television 
(54 per cent), newspapers (45 per cent), or radio (15 per cent). Nor is online 
access so skewed as in the past by an ethnic digital divide; the share of Malays 
with smartphones, including in rural areas, approximates the overall �gures 
(StatCounter [2018]; Tapsell 2018). WhatsApp is especially inscrutable, since 
encrypted, favouring less easily parseable videos and images (T. Tan 2018). 

Moreover, various e�orts within civil society sought to leverage the Internet 
to crowdsource election-speci�c information. News site Malaysiakini had 
supported undi.info, a compilation of election statistics and maps, since 2004; 
other initiatives have appeared since then. For 2018, these included Sinar 
Project, with a public database on politicians; a reprise of 2013’s ‘Watching 
the Watchdog’ initiative on the scope and quality of media coverage; Tindak 
Malaysia, which developed detailed, online electoral maps and trained polling, 
counting, and polling-booth (barung) agents, termed PACABA; and Bersih 
Pemantau, an o�shoot of electoral-reform group Bersih (Movement for Clean 
and Fair Elections), which both organized campaign- and election-observation 
e�orts and asked members of the public to submit observed o�ences, to 
investigate and add to an online map.1 Particularly given the surge in survey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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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data approaches to campaign-targeting and predictions, as Ross Tapsell’s 
chapter explores, the average Malaysian could readily access information from 
across a range of political perspectives—however much social media encourage 
siloization. Crucially, voters could more easily �nd evidence that they were not 
alone in having doubts about the BN.

�e second of our �ve elements of long-term change is the continuing 
incremental broadening and deepening of civil society, generating not just 
ideas and social capital, but also ranks of new leaders.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parties have developed concomitantly over the decades in Malaysia, 
on tracks less parallel than intersecting and overlapping in personnel, ideas, and 
strategies. It was that extra-party backdrop—the space civil society a�orded 
for political thought and action, the alliances non-party groups built around 
issues, and the people politicized through social activism—that facilitated the 
formation of electoral coalitions from the 1990s on (Weiss 2006). �at pattern 
has persisted, fostering ideas, social capital, and organisational infrastructure. 
Impossible to generate quickly, these resources proved essential in 2018’s 
electoral upset, particularly in helping parties to frame the BN’s redistricting, 
midweek election date, and other decisions as unfair and anti-democratic, then 
getting voters to turn out on 9 May. �e youth-training initiatives Haris Zuan 
examines are thus part of a larger pattern, albeit a particularly important niche.

Furthermore, civil society at least as much as parties can be seen to lie 
behind the youth e�ects Haris identi�es as having an impact in this election. 
Much of the in�ux of new contenders was that of young candidates with 
activist inclinations or backgrounds. In part, given ongoing sociopolitical 
mobilization, talking and doing politics have become less verboten, 
supplemented by amend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in 2012 to allow undergraduates to take part in formal politics. Moreover, as 
Pakatan’s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 and Parti Keadilan Rakyat (PKR, 
People’s Justice Party) developed a clearer policy focus, some of their younger, 
newer legislators in particular found ways to rope NGOs into governance. 
Such collaborations already in train include, for example, e�orts to implement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initiatives in Penang.

In other words,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civil society has fostered 
autonomous structures that may both stimulat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feed into opposition-party strengthening. Maintaining independence and the 
ability to serve as a check may be di�cult, particularly if parties resist what 
usurps their prerogatives. We can see this dilemma in the fact that Pakatan 
parties rank restoring local-government elections much lower a priority than 
do NGOs (Rodan 2014). But taking seriously the role of players like Bersih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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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lvanizing enthusiasm for change through elections, and also the role of the 
ranks of other activist initiatives over the years, helps temper assessments of 
how much one-time, contingent factors added.

�ird, Malaysia has experienced extraordinary movement of people with 
intensifying industrial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the 1980s–90s. Over 75 
per cent urban, Malaysia is the most urbanised country in the region, after 
Singapore. By 2012, only 11 per cent of the workforce was in agriculture, 
down from 25 per cent in 1996, with nearly all the rest in services (53.6 per 
cent) or manufacturing (28.9 per cent) (UNESCO et al. 2018: 2). �ose 
migrating to cities are mostly young (60.9 per cent aged 15–34), comparatively 
well-educated, and predominantly Malay—Malays are nearly half the urban 
population (UNESCO et al. 2018: 4). Malaysia has long experienced a brain-
drain, too, especially of well-educated, non-Malay professionals, who see better 
opportunities and rights overseas. About 1 million Malaysians were living 
overseas as of 2011 (of a total population of around 30 million), and around 
20 per cent of Malaysian professionals eventually move abroad, the largest 
share to Singapore. �e government’s Talent Corporation, launched in 2011, 
has had little success in luring them home (Sukumaran 2017; Nadaraj 2016). 

Economic implications aside, this movement disrupts political loyalties, in 
a political culture that still prioritizes the ‘personal touch’ in binding leader to 
�ock (Weiss 2014: 8–9). �ese relationships tend to be more about familiarity 
than money, however much candidates splash out as elections approach or 
pledge to do so post-polls. In one state seat in Perak, for instance, although 
UMNO could point to its having distributed fertiliser and food and promised 
a new health clinic and recreation centre,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had 
visited over a thousand local homes since the last election, to build personal ties 
(Loghun 2018). Both appeals follow essentially the same logic, of a clientelistic, 
or personalised, direct, sustained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ian and voter. It is 
natural for voters to be inclined to support politicians they know, and to judge 
them on their ‘home style’ (Fenno 1977) or character as well as, or even instead 
of, on their party or policies. �at need to cultivate just the right image may be 
especially challenging for women, as David Kloos proposes: professional, devout 
Malay women tread an especially �ne line as they seek to convey competence, 
ideological rigour, and a reassuring personal touch, all at once.

But migration within or out of Malaysia leave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voters without recourse to those cues, particularly since so many balik kampung, 
or return to their family home, to vote. One estimate was for 1.7–3.5 million 
voters, or 11–23 per cent of registered voters, to be on the move for polling 
day, though the Wednesday election was expected to depress turnout (K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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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In the end, as Su�an and Lee note, turnout reached a robust 82.1 
per cent, only slightly lower than 2013’s record 84.9 per cent—suggesting 
that most voters did travel, even midweek, and that pundits were correct in 
predicting that urban and Singapore-based voters who balik kampung do tend 
to be less loyal to the BN than are those who experience the party’s local 
e�orts.) One former BN MP complained that outstation voters, especially 
those living overseas, are ‘as good as semi-phantom voters’: they do not know 
him or what he has done for the community, even as the party continues 
to focus on maintaining its local network.2 Politicians still work the ground 
in much the same way as ever, but this secular demographic change means 
personal ties and local patronage are likely becoming less e�ective.

�e fourth root cause of change is economics, and speci�cally, the vagaries 
of both transnational dilemmas and Malaysia’s own development. Malaysia 
has experienced largely rapid, sustained economic growth since the 1980s. 
However, distribution of that growth has been uneven. Although Malaysia 
has made strong strides in terms of the UNDP’s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pproaching highly developed status, income and wealth inequality are among 
the highest in the region (Lim 2005), and in�ation and unemployment both 
tipped upwards in advance of the election (Lee 2019). For 2016, for instance, 
whereas GDP grew by 4.2 per cent, wages and salaries grew by less than 1 per 
cent, while unemployment increased by 13 per cent; moreover, savings rates 
were a perilously low 1.4 per cent in 2013 (Bhattacharjee and Ho 2017). �e 
Gini coe�cient is lower now than in 1970, prior to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from .51 then, it has declined as low as .401, in 2014), but holdings under 
the state-run Employees Provident Fund reveal stark disparities between a tiny 
group of the wealthy and the mass of those with inadequate savings. Also, 
Malaysia’s low rate of absolute poverty changes with a slight adjustment to the 
o�cial poverty line—an implausible RM930/month per household averaging 
4.3 members (Bhattacharjee and Ho 2017). Moreover, Malaysia invests less 
than 5 per cent of GDP in social expenditures, far below the OECD average 
of over 20 per cent (Bhattacharjee and Ho 2017). 

Perhaps even more important in electoral terms is that perception of 
unequal opportunities and of the pathologies of capitalism is endemic. O�cial 
statistics suggest improvements in household-level income inequality since 
2000, yet public and even policy discourse suggest a worsening trend, in part 
re�ecting statistical measures’ overemphasis on income (Lee and Muhammed 
2016). Government o�cials had noted the seeming intractability of Malaysia’s 
Gini index, stuck above .4, higher than its neighbours’, since the late 1980s 
(�e Star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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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4 Pew study found sharply declining optimism among Malaysians for 
their children’s prospects; nearly half saw inequality as a major problem (albeit 
lower than the 60 per cent median for emerging or developing economies) and 
nearly two-thirds (worse than the median value) saw success in life as determined 
by forces they could not control (Pew 2014: 3, 7, 9). About equivalent shares 
ranked ‘knowing the right people’ as equal to ‘working hard’ in their odds of 
getting ahead (Pew 2014: 11). ‘Progress’, it had come to seem, however bene�cial, 
could not keep pace with rising costs of living for many or most.

�e unpopular goods and services tax (GST), enacted in 2015, only 
heightened many Malaysians’ sense of disadvantage: large numbers of citizens 
who had never paid income tax before were now expected to subsidize a state 
in which they did not feel themselves to be thriving. Pakatan’s framing the 
GST as introduced by the government to compensate for losses to corruption 
magni�ed these e�ects—even as Mahathir had personi�ed headier days of 
broadly rising tides, at an earlier stage of export-oriented development, two 
decades earlier.

Simmering discontent translates into at least two vectors toward electoral 
change. First, it brings into sharper relief questions of development priorities 
or directions. Malaysia’s economy has been changing over the long-term, with 
rising developmentalism and concentration of capital and economic power 
not just in the hands of the wealthy few, but also in state- and party-linked 
enterprises. It also has shifted inequality from being primarily inter-ethnic to 
being even starker within communities: a 2014 World Bank study found that 
within-group inequality accounted for 96.4 per cent of the total (Gil Sander 
2014: 2). Such restructuring can be expected to raise interest in considering 
other paths. Second, discontent may make even those who ostensibly bene�t 
from status-quo policies, such as Malaysia’s racially structured preferential 
policies, increasingly receptive to change, even at the risk of losing what less-
than-adequate advantages they have. 

Still, it bears stressing that the ways economic grievance plays out electorally 
are not straightforward, considering the roles of a�rmative action policies and 
patronage in Malaysia’s system. Elsewhere, we tend to speak of ‘economic 
voting’: that those whose personal economic position has declined since the 
last election will seek to vote incumbents out. �e racialized and particularistic 
nature of Malaysian economic policies and praxis skews those calculations. If 
one’s economic position has deteriorated, but the alternative might remove a 
helpful interlocutor or communal privileges that help to blunt the pain, voters 
may be less likely to risk seeking change (see Weiss 2019b). �e net result of 
this questioning of economic progress and direction, though, especially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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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s of living consistently Malaysians’ top priority for a new government,3 was 
increasing openness to alternatives.

Fifth and �nally, Malaysia’s federal system has long provided a training 
ground for opposition parties, even as the lack of local elections decreases the 
odds for smaller or coalition-less parties. At the state level, voters can test 
out opposition parties; those parties, in turn, can develop economic prowess, 
leadership, ideas, machinery, and networks. �ey have also been able to 
experiment with coalition formulas (see Ting’s chapter in particular), albeit 
laying bare tensions in the process; collaboration among DAP, PKR, and PAS—
the Pakatan Rakyat that retained control of Penang, Selangor, and Kelantan in 
2013—was hardly smooth-sailing. �e DAP’s record of governing at the state 
level also helped to refute BN-fed presumptions that the party would be anti-
Malay or anti-Islam in o�ce. Lessons from Pakatan’s experience in Penang 
and Selangor peppered campaign rhetoric nationwide in 2018, including 
economic growth statistics, litanies of welfare policies they had developed, and 
reminders of their other policy initiatives. Pakatan legislators could promote, 
too, their approach toward governance—for instance, legislators in Penang 
who experimented with new consultative forums or innovative tools for 
surveying and mapping constituency needs.4 Malaysia’s federal system thus 
allowed opposition parties and coalitions to sink roots and mature, in the 
process cultivating new expectations and awareness among citizens.

�ese trends and conditions laid the ground for a transition. �at a 
su�cient number of voters, distributed so as to circumvent gerrymandering, 
would change their votes was still not a given; as noted above, complementary 
short-term catalysts helped to tip the scales. But these qualities shed light 
on what Pakatan would need to foster to keep the transition going, why 
we should not deem this result a �uke or �ash-in-the-pan, as well as why 
Malaysia’s experience, however inspiring to reformers elsewhere, is not so 
readily replicable: this change has been a long time coming.

From Transition to Consolidation

If this election result is to amount to more than a change in leadership—
if it is to be a step toward further liberal democractic reform—then aspects 
of the system that promote more open, accountable governance will need to 
be ampli�ed. Countervailing tendencies will need to be obviated. In rough 
sequence of what is easiest and/or quickest to change to further liberalization, 
we turn to four arenas for reform: addressing current laws, institutional forms, 
political economy, and polit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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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s
�e easiest changes to make are those that can be e�ected with straightforward 
legislative action, particularly in repealing or amending existing laws. It is in 
this domain that we see the clearest distinction between BN and Pakatan. 
Even here, though, the path forward is not entirely clear—almost immediately, 
for instance, Mahathir vacillated on whether he would repeal an unpopular 
‘fake news’ law steamrolled through Parliament shortly before the elections 
(Naidu 2018). (�e law was, however, repealed at last in October 2019.) 
Shortly thereafter, new Defence Minister Mohamad Sabu backtracked on 
eliminating a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law critiqued for granting the prime 
minister extraordinary powers (Palansamy 2018). �e laws which activists and 
politicians have proposed or promised to change are plenty, from restoring 
the civil liberties enumerated in Article 10 of the Constitution; to instituting 
a national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to supplement state-level prototypes 
in Penang and Selangor; to rules on party �nancing and electioneering. Two 
weeks after Pakatan’s win, 20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submitted a joint ‘road 
map for reforms’, starting with ‘meaningful consultations with civil society’, 
and extending to the repeal of laws limi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lifting 
travel bans and blocks on websites, rati�cation of human rights treaties, and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for safeguarding rights, such as more 
substantially empowering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Article 
19 et al. 2018). Especially key to improving accountability and expanding civil 
liberties is amending or repealing the Communications and Multimedia Act 
and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the O�cial Secrets Act and Sedition 
Act (the latter of which in particular has featured in a host of recent lawsuits 
against opposition politicians, activists, and journalists), the Peaceful Assembly 
Act (the problematic replacement fo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hiting 2011), 
and provisions of the penal code that criminalize broad categories of speech 
and assembly (Lakhdhir 2015).

Changing these laws is complex in practice; th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hurdles Wong identi�es in his chapter as stymieing electoral reform apply across 
policy domains. Laws related to religious teaching, proselytization, or praxis, 
for instance, may have ‘alienated non-Muslims … constricted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thought and emboldened religious bureaucracies’ (Shah 2018), but 
to challenge them might make Pakatan appear insu�ciently solicitous of the 
place of Islam in the polity. Particularly with PAS a still-strong rival, and an 
UMNO-PAS alliance centred on Malay-Muslim rights seemingly cemented 
(as Wong also elaborates), Pakatan is likely to tread carefully around matters 
of race and religion, however sincere their promises to respect and rein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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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ority rights (e.g., Economist 2018; Ahmad Fauzi and Che Hamdan, this 
volume). Regardless, even moderate changes to legislation will help to clear 
the air, suggesting a less punitive approach to governance and a receptivity 
to critique—and in the short term, they could serve to exculpate a number 
of prominent �gures from Pakatan parties and civil society facing cases or 
convictions for their prior statements or actions.

Institutions 
Legal reforms overlap with institutional ones. Recognising the complexity and 
breadth of institutional reform possible, the unelected Council of Eminent 
Persons, which the incoming Pakatan government near-immediately named 
as advisors, recommended formation of an Institutional Reforms Committee 
(IRC). Promptly constituted, the latter committee brought together two retired 
judges,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Society president (also the former head of 
Bersih), an emeritus professor of constitutional law, and the president of the 
National Patriots Association of Veterans (Shazwan 2018). In mere months, the 
IRC drafted a comprehensive and voluminous policy agenda—unfortunately 
not released to the public, but its recommendations disseminated amongst 
relevant government ministries and agencies, and embodied in initiatives such 
as an encompassing National Anti-corruption Plan launched in January 2019 
(Weiss 2019a: 56–7). �e most germane institutional change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re likely those related to (re-)placing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to recalibrating the federal system, although the full range extends from 
renovating the bureaucracy to depoliticizing university administration. 

Over years of single-party-dominant, electoral-authoritarian governance, 
checks and balances had weakened signi�cantly. Power had become increasingly 
centralized under the executive. Especially important: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under Mahathir in the late 1980s had whittled away independent 
judicial authority (Shah 2018). Changes such as a Judicial Appointments 
Commission sketched in 2009 legislation helped little: the Commission not 
only over-represents senior judges, but it cannot hold the prime minister, who 
has �nal say, to its recommendations (Shad 2018b). Other guidelines are also 
problematic, such as the provision by which the chief justice may advise the 
king to appoint an ‘additional judge’—with insecure tenure and without a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entailing ‘conversion of the judicial leadership 
into one of political patronage’ (Shad 2018b). 

Parliament had likewise evolved in such a way as to limit both its power 
of executive oversight and scope of debate on and participation in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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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15 initiative developed a list of proposals to reform both houses of 
parliament, from restructuring the Senate to revamping rules for debate 
(GCPP 2015). Other voices, such as the G25, a group of former senior civil 
servants, have echoed and ampli�ed those calls, for example by advocating 
for select committees to improve parliamentary procedure and accountability 
(G25 Malaysia 2016). Some such proposals started almost immediately to 
circulate, from making the attorney general accountable to Parliament, to 
centring law reform in a parliamentary commission to preclude executive 
interference, to enacting transparency in and parliamentary scrutiny of 
public-service appointments, including for statutory boards and government-
linked corporations (Shad 2018b). Pakatan’s election manifesto mentioned 
speci�c provisions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including nonpartisan speakers 
for each chamber, separation of the roles of attorney general and public 
prosecutor, suitable standing for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adequately long 
sittings, structured opportunities for public input into policies, and greater 
Parliamentary oversight over key appointments (Pakatan Harapan 2018a: 
53–7: Janji 15 & 16). And a narrower subset of institutional reforms has 
begun or is likely imminent, such as the establishment of bipartisan select 
committees and revamping ministerial question times.

At a minimum, meaningful democracy will require that more legislation, 
oversight, and budgeting rest with Parliament as an institution. As Shad 
Saleem Faruqi lays out, and in line with earlier proposals, those roles require 
earlier circulation of draft legislation and examination, including expert 
feedback, in bipartisan committees; provisions to ensure that the executive 
answers di�cult questions from the legislature and that committees both 
participate in nominations for key posts and evaluate ministries’ performance; 
rules to ensure fair time for opposition and private members’ bills and 
nonpartisan parliamentary administration; greater parliamentary insight into 
and control over monetary policies; fair allocations for opposition MPs and an 
independent ombudsman to look into citizens’ complaints; and better training 
for and autonomy in hiring sta�, broadcasting of parliamentary proceedings, 
and ideally, an impartial temporary head of government once parliament 
is dissolved before an election (Shad 2018a). Yet some of these provisions 
seem already unlikely. For instance, although Mahathir broke with decades-
long precedent to name a non-Malay-Muslim attorney general, that o�cial 
still doubles as public prosecutor, potentially complicating prosecution of 
members of the government the attorney general advises be charged (IDEAS 
2018). Nor do all MPs receive equal constituency allocations, to allow them 
equal opportunity to serve their constituents (and to avoid punishing th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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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s who voted against Pakatan). �e incoming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Pakatan MPs would receive RM500,000 annually and opposition MPs, 
RM100,000 (Augustin 2018)—an improvement over the BN’s denying 
opposition MPs funds altogether, but still against the spirit of bringing 
parliament up to a liberal-democratic standard. 

A key step in restoring checks and balances will be developing a fairer, 
representative electoral process. Electoral reform has been a core issue for 
civil society since 2007, under Bersih5—but now the government has the 
opportunity and, perhaps, impetus not only to rectify irregularities in election 
administration, but even to restructure voting rules, as Wong Chin Huat 
details in his chapter (see also K. Tan 2018). Among potential reforms in this 
domain are barring party-hopping immediately post-polling, clarifying the 
process for constituting governments, and ensuring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is independent and reliably e�cient in certifying results. �ese measures 
would help to avoid uncertainty at critical moments. For instance, in recent 
years—and immediately following the recent elections—Malaysia’s monarchs 
(the hereditary sultans in each of nine states and the king elevated from among 
them), as well as Sabah’s counterpart governor, seemed to claim undue say 
in selecting executives, contravening constitutional expectations, or have 
been waylaid by legislators shifting sides and chang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parties (Harding 2018; Neo 2018). An Electoral Reform Committee 
was formed soon after the election, with a two-year mandate. Administrative 
adjustments are already underway, for instance to nomination-day procedures; 
revisions to party- and campaign-�nance rules, voter-registration and absentee-
voting procedures, and more are almost surely imminent. With bipartisan 
support, too, Parliament passed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 lower the 
voting age from 21 to 18 in July 2019.

�e second core area for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Malaysia’s federal structure. 
�ree key prongs to this e�ort are redistributing authority between federal 
and state tiers, revisiting and renewing the agreements by which Sabah and 
Sarawak joined the federation in 1963, and reinstituting local-government 
elections. 

Under the long stretch of BN rule, the central government usurped 
greater authority over state governments than would otherwise be common—
although opposition gains over the two previous elections have already tested 
the limits of federal-government say over state-government matters. Now, BN 
and PAS each control two states, Sabah and Sarawak have their own Pakatan-
aligned coalition governments, and Pakatan controls the rest. �is division 
suggests that state governments may increasingly de�ne their own pro�l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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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s—most notably on Islam, since constitutionally, Islam is within states’ 
rather than federal jurisdiction (Neo 2018). But also, the combination of a 
mix of governments at the state level and the fact of a new coalition in power at 
the federal level allows, and may oblige, a clearer exposition of what authority 
states have in a more democratic order. Moreover, Pakatan’s vow to increase 
the share of oil revenues returned to Sabah, Sarawak, and other oil-producing 
states entails some amount of re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between tiers and 
may increase pressure for more, particularly since Pakatan situates this promise 
in its articulation of means to redistribute national wealth more fairly (Pakatan 
Harapan 2018a: 19–21: Janji 3).

Resources aside, Pakatan is likely to be pressed to revisit the terms on 
which Sabah and Sarawak joined Malaysia. (An initial, premature attempt at 
a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oward that end failed, however, in April 2019; 
Palansamy 2019.) While not necessary to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er se, the 
push for autonomy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vehement in both states over recent 
electoral cycles, indicating the extent to which current political institutions fall 
short of being inclusive and responsive to East Malaysian concerns. Natural-
resource revenues are central to those demands, and Sarawak had already 
asserted mining rights prior to the election that federal-government-controlled 
national oil and gas company Petronas is now contesting (Neo 2018). But 
states’-rights claims extend also to issues of religion, language, and other 
domains. Both to stave o� potential secessionist pressures—not imminent, 
but also not absent (e.g., Malay Mail 2016)—and to ensure non-coercive 
governance, Pakatan will need to reach an institutional balance between 
peninsular and East Malaysia.

Lastly, Pakatan is under pressure to restore local-government elections, 
which Malaysia has not held since the 1960s. Although earlier a Pakatan 
Rakyat promise, and a core demand within civil society especially in previously 
Pakatan-held states, 2018’s Pakatan manifesto sidesteps the issue, nor have 
the parties been so consistently focused on this reform (Rodan 2014). 
Reintroducing this third tier of elected government presents a key step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particularly given pathologies in the system of 
appointed local councils (e.g., as detailed in WDC 2008). No longer could 
parties hold appointments out as rewards for the party faithful, regardless of 
quali�cations; small, regional, or new parties would stand a better chance of 
getting a foot in the door and developing leadership and policy experience 
(perhaps also facilitating women’s access to public o�ce); and voters could 
enforce accountability at the local level to an extent not currently possible 
(see Cheng 2018). Although Mahathir himself has expressed hesitation,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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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outdated) assumption of ethnic-Chinese domination of urban areas 
(Augustin 2017; Ong 2015), and government o�cials have o�ered con�icting 
statements on plans and timing (Nuradzimmah et al. 2019), it appears that 
Pakatan may move toward local elections within this term of government 
(Mering 2018). 

Political Economy 
Economic restructuring will need to feature within the process of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given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Malaysian state intervenes 
in the economy and economic control cements political authority. Beyond 
obvious questions of the need for greater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in 
distributing government contracts and managing state resources—and the 
crowd-pleasing promise, promptly ful�lled, of eliminating the GST—broader, 
more di�cult shifts might help to deepen popular commitment to a new 
system. Pakatan’s initial plans focus on the former changes, including a range 
of steps ‘to enhance �scal equity, transparency and accountability, and support 
accelerated productive investments and economic growth’: better procedures 
for tender and accounting, improvements in managing the treasury and 
markets, revenue-sharing across tiers of government, review of public projects 
and expenditures, and so forth (Pakatan Harapan 2018b). �ese e�orts extend 
beyond government �nances per se, to the wide range of government-linked 
corporations and investment companies. As Jayant Menon (2018) notes, that 
push needs to start with an assessment of what role the new government wants 
these bodies to play in a revamped economy, recognising a role for government 
in business, but also its limitations in that guise. 

�e deeper changes needed are less concrete, broached in Pakatan’s goal 
of ‘�scal conduct that is more sustainable, inclusive and growth enhancing’ 
(Pakatan Harapan 2018b). One aspect of this revisioning is to focus less on 
top-line economic expansion than on distribution. Welfare gains aside, and in 
light of the persistent majority of voters who name costs of living as their chief 
political priority, such a reframing might make voters less willing to settle for 
short-term payo�s in the form of electoral patronage, including over-the-top 
promises of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other ‘incentives’ before each election.6 
Part of this e�ort, too, might entail substantive deliberation on what sort of 
foreign investment is bene�cial and for whom, bearing in mind, for instance, 
the resonance of campaign-trail critiques of Chinese investment that does not 
create jobs, retail opportunities, or other bene�ts for Malaysians. �is e�ort 
could consider options, too, for party �nance beyond the BN mode of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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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y–business links, which not only raise parties’ stakes and distance their core 
objectives from their constituents’, but also generate all-too-ready resources for 
money politics (Gomez 2012). Taken together, e�orts to reform Malaysia’s 
political economy could not only help adva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over 
the long term, but also broaden commitment to a political order less lubricated 
by episodic, contingent dispensations in lieu of ongoing accountability.

Political Culture
Finally, the most challenging changes needed to furthe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are to Malaysia’s prevailing political culture. Pakatan’s stance on 
Malay privileges and Islam tends to steal the limelight here—and indeed, as 
Ahmad Fauzi and Che Hamdan urge, Pakatan will need to develop a coherent 
stance.7 Balancing majority and minority rights is key to Pakatan’s stability 
and represents a shift from an increasingly Malay-centric polity under BN. 
Pakatan relies upon interethnic vote-pooling (Ting, this volume): they do not 
ignore ethnicity, but they cannot alienate any ethnic group. Toward that end, 
as Horowitz (2018) describes it, the coalition, for instance, speaks of ketuanan 
rakyat instead of ketuanan Melayu (the people’s rather than Malay supremacy) 
and has avoided an exclusivist approach to Islam. 

But consolidated democracy requires more than simple recognition of 
minority rights. Despite how deeply civil society and social media permeate, 
as described above, Pakatan still must do more to cultivate open debate, 
institutionalise consultation, and sustain an autonomous public sphere. Post-
election initiatives such as a late June 2018 NGO-organised forum between 
parliamentary backbenchers and civil society activists (Choong 2018) represent 
steps in this direction. Yet the trend globally is toward state and private-sector 
co-optation of political space—the condition of ‘post-democracy’ (Crouch 
2004).

Also important will be curbing personalism in politics in favour of 
evaluation on the basis of issues, including parties’ cultivating rather than 
fearing new ideas and young talent. However much Mahathir and anointed-
successor Anwar orient politics around themselves, and however fraught 
questions of succession and ‘camps’ remain (e.g., Ng 2019), both their parties 
have far out-performed UMNO at advancing new leadership, even if, as Haris 
Zuan suggests here, contemporary youth tend to be sceptical of party politics. 
Yet the larger struggle will be to change how candidates woo votes. Already 
some Pakatan politicians have tried to wean their constituents o� over-
reliance on personal intervention and assistance. Still, less than one per cen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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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ersih’s post-GE14 Election Reform Action Plan is available at http://www.bersih.
org/wp-content/uploads/2018/05/Action-Plan-100-Days.pdf [accessed 28 June 2018].
6 For instance, beyond the BN government’s October 2017 ‘election budget’: Azril 
2018.
7 Capturing current disagreement: Free Malaysia Today 2018; Ng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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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erms of history, culture and demography, there was nothing in common between the 
peoples of the Malayan peninsula and Borneo, other than that all were once part of the British 
Empire. When Malaysia was established as the successor state to the peninsular Federation of 
Malaya in 1963, Sabah and Sarawak (which together comprise East Malaysia) were included 
to ensure that the total  bumiputera  population of the new federation would be numerically 
superior to that of non- bumiputera .  1   This chapter reviews political developments in Sabah and 
Sarawak since independence and argues that the common theme since independence has been 
an attempt to export the Barisan Nasional (BN)/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model of government to East Malaysia. The model is essentially based on a 
Muslim- led coalition government with Ketuanan Melayu (Malay Supremacy), and in more 
recent times, Ketuanan Islam (Muslim Supremacy), as its ideological core. After half a century 
of independence in the Malaysian federation, the indigenous non-Muslim  bumiputera  in both 
Sabah and Sarawak, who led their respective states at the time of independence, are politically 
marginalised, with little hope of getting back into power.  

 Sabah 

 The key political players in Sabah are the Muslim  bumiputera , non-Muslim  bumiputera  (read 
Kadazandusun Murut, KDM) and Chinese community.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Sabah 
politics is its changing demography. From 1970–2010, Sabah’s population increased by 
390 percent, making Sabah a Muslim- majority state by the early 1990s. This growth has 
completely changed the dynamics of Sabah politics. 

  The ten- year curse era 

 Locals often refer to the fi rst three decades of Sabah politics as the ‘ten- year curse’ era. This 
moniker refers to a change in government in every decade. 

 From 1963–75, two men dominated Sabah politics: Mustapha Harun and Donald Stephens. 
Stephens, a Roman Catholic,  2   represented the KDM, the largest indigenous group in Sabah, 
while Mustapha represented the Muslims. When the Sabah Alliance formed the fi rst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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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 independence state government, Stephens became chief minister and Mustapha became 
governor. Their political differences paralysed the state government and in 1965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tervened directly by appointing Stephens the federal minister for Sabah affairs, 
completely removing him from the state to Kuala Lumpur. Peter Lo was appointed interim 
chief minister until 1967, when Mustapha became chief minister. To ensure federal domi-
nance of Sabah affair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ent Syed Kechik, a peninsular Malay busi-
nessman with strong UMNO connections, to ‘assist’ Mustapha. Although Syed Kechik held 
no political post, he often ran the state when Mustapha was away (Ross-Larson 1976). 
Mustapha spent long periods overseas, often gambling (Hunter 1976). 

 This state of affairs lasted until 1975,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ecame increasingly 
alarmed by reports that Mustapha was contemplating Sabah’s secession from the federation. 
Within a week a new political party, Bersatu Rakyat Jelata Sabah (Berjaya), had been estab-
lished with federal help. Stephens was appointed party leader. In the April 1976 state election, 
Mustapha was decisively defeated and Stephens became the chief minister. Unfortunately, 
Stephens died in a plane crash a week later and Harris Salleh took his place (Raffaele 1986; 
Lim 2008). 

 Harris Salleh and his Berjaya government ruled Sabah from 1976 until 1985. In 1985, 
Joseph Pairin Kitingan, the  huguan siou  (paramount chief ) of the KDM, formed Parti Bersatu 
Sabah (PBS or Sabah United Party). The KDM community were increasingly unhappy with 
the Harris Salleh state government. Salleh was accused of being ‘too federal’, especially when 
he transferred the sovereignty of Labuan Island, a small island off the west coast of Sabah, to 
Kuala Lumpur. Harris was also accused of trying to convert the KDM community to Islam 
and pursuing a policy of forced Islamisation, breaching a guarantee enshrined in the Twenty 
Points, constitutional safeguards under which Sabah and Sarawak agreed to join Malaysia in 
1963, that all religions in Sabah would be protected.  3   He was also accused of discriminating 
against non-Muslim Sabahans in the civil service and working with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ncrease the Muslim population by way of Muslim migrants from Indonesia and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In 1985, Harris Salleh called for a snap election, hoping to defeat the newly established 
PBS. To the surprise of many, PBS won twenty- fi ve of the forty- eight seats in the state 
assembly. Immediately after PBS took power, a series of explosions rocked Kota Kinabalu, 
Sabah’s capital. Muslim elements purportedly wanted to create chaos so that emergency rule 
could be imposed and PBS could be replaced by a Muslim- led government. At the same time, 
Kuala Lumpur was pressuring Pairin to form a ‘unity government’ with Muslim parties. 
Pairin, a Roman Catholic, refused and instead called a snap election in May 1986. This time 
the PBS increased its majority in the state assembly to thirty- fi ve seats. Mahathir had little 
choice but to accept the new PBS administration, at least for the time being. Mahathir even 
allowed PBS to join the BN (Kahin 1992). 

 The ten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uslim UMNO-led federal government and the 
Christian PBS-led state government was to fracture on the eve of the 1990 parliamentary 
election. A few days before polling, Pairin announced that PBS would leave the BN coalition 
and support Tengku Razaleigh Hamzah, Mahathir’s political arch- rival. PBS said Razaleigh 
promised to review the Twenty Points if he should win the election. Unfortunately for PBS 
and Razaleigh, Mahathir’s BN easily won the parliamentary election. Mahathir immediately 
announced that UMNO and other BN parties (hitherto confi ned to the peninsula) would 
move into Sabah to challenge PBS (Chin 1999). Jeffrey Kitingan, Pairin’s younger brother 
and his political adviser, was detaine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n the 1994 Sabah state 
election, Kuala Lumpur mobilised all its massive resources to ensure a BN victory, but P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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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n narrowly. PBS took twenty- fi ve seats to BN’s twenty- three. Before the state assembly 
could hold its fi rst sitting, PBS had lost its slim majority when a dozen newly elected PBS 
Assemblymen defected to BN. The ‘ten- year curse’ persists, as PBS was in power from 
1985–94 (Chin 1994).  

  Breaking the spell, 1994–2003 

 In the decade 1994–2003, Sabah was placed under what the BN called the ‘rotation system’: 
the post of chief minister rotated every two years among the three politically signifi cant 
groups, the Christian KDM, the Muslim  bumiputera  and the Chinese (Table 7.1). UMNO 
calculated correctly that this provision was the easiest way to win support from the non-
Muslims, for the time being. It is interesting to note that under the rotation system, the KDM 
was able to acquire the chief minister’s offi ce only once, and KDM Chief Minister Bernard 
Dompok served for only ten months, whereas both the Muslim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were able to serve out their two- year terms. In 2002, after twelve years in opposition, PBS 
was readmitted into the BN, signalling its total capitulation. Pairin was made a deputy chief 
minister, but he had little or no power in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The Muslim- led UMNO 
state government was clearly in control.  

  Project IC and Muslim hegemony 

 On 27 March 2003, Musa Aman from UMNO was sworn in as Sabah’s thirteenth chief 
minister. A year later, the rotation system was scrapped, apparently because, according to 
UMNO, Sabah was ‘ungovernable’ with the chief ministership changing every two years 
( Malaysiakini  2004). UMNO’s Musa Aman has been in power since and the ten- year curse 
appears to have been fi nally broken by UMNO. As of 2014, BN has been in power for twenty 
years. 

 It is clear that opposition among the non-Muslims, especially the KDM community, to the 
scrapping of the rotation system will not make much of a difference, given the reality of elec-
toral politics. By the late 1990s, Sabah’s population and electoral system had dramatically 
changed, from a non-Muslim majority state to a Muslim- majority one. This process was 
effected via ‘Project IC’. The origins and rationale for Project IC were simple. Throughout 
the 1980s and 1990s, the PBS-led KDM community caused political problems by challenging 
the Muslim- led UMNO federal government. By increasing the number of Muslims in Sabah, 
Kuala Lumpur could permanently alter the voting balance in the state. The Muslim popula-
tion was allegedly increased by issuing Malaysian identity cards (ICs – hence the name, 

    Table 7.1     Chief ministers of Sabah under the rotation system  

  Name of chief minister    Period    Party  

 Sakaran Dandai, Salleh Said Keruak  March 17, 1994  May 28, 1996  BN–UMNO 
 Yong Teck Lee  May 28, 1996  May 28, 1998  BN–SAPP 
 Bernard Dompok  May 28, 1998  March 14, 1999  BN–UPKO 
 Osu Sukam  March 14, 1999  March 27, 2001  BN–UMNO 
 Chong Kah Kiat  March 27, 2001  March 27, 2003  BN–LDP 

    Source : Sabah Government web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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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ject IC’) to illegal Muslim migrants from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Borneo. 
This process only could have been don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ince citizenship is a 
federal matter. A Royal Commission of Inquiry (RCI) in 2013–14 heard evidence of 
staff members in the National Registration Department in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 directly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who was concurrently 
Home Minister – issuing Malaysian ICs to entire villages of illegal migrants. A special ‘task-
force’ was even established to issue these ICs to Muslims (Sario 2013).  4   One witness, a civil 
servant who took part in the operation, bluntly told the RCI he saw it as his duty to ensure 
Muslim dominance (Murib 2013). A doctoral study in 2003 confi rmed that there had been a 
systematic attempt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Muslims in Sabah using migrants from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Sadiq 2003). 

 The net effect of these instant Sabahans has been a dramatic shift in electoral power 
among the three political groupings (Table 7.2). In 1976, before ‘Project IC’, there were only 
eighteen Muslim- majority seats (37.5 percent). In 2008, this share had gone up to thirty- six 
seats, or 60 percent of all state seats. This meant that if all the Muslims in Sabah supported 
UMNO, the party could win outright. In three decades, Muslims have become an 
absolute majority in terms of electoral politics. The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have seen 
their share of seats drop by about 7–10 percent. The KDM have suffered the most, as they 
saw their representation plunge from 45.8 percent of state seats to a mere 21.6 percent 
(Chin 2012). It is clear that Project IC was an unqualifi ed success in eliminating the 
political threat from the KDM, or any non-Muslim grouping. Ketuanan Islam became an 
electoral reality.  

  Sarawak 

 Unlike Sabah politics, politics in Sarawak has been remarkably stable for over forty years. 
Essentially the state has been ruled by a single Melanau-Muslim family since 1970. In fact, the 
longest- serving chief minister in Malaysia is Taib Mahmud, Sarawak’s chief minister for the 
past thirty- three years (1981–2014). He is easily Malaysia’s most powerful state politician and 
probably the richest as well. The key political players in Sarawak are the Melanau-Muslim, 
the mainly Christian indigenous Dayak (Iban)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Both the 
Melanau-Muslim and the Dayak are offi cially classifi ed as  bumiputera . 

    Table 7.2     Sabah: state constituencies by main voting groups  

  1976    %    2008    %    Change  

 NMB a /KDM  22  45.8  13  21.6  −24.2 
 Muslim  18  37.5  36  60  +22.5 
 Chinese  8  16.6  6  10  −6.6 
 Mixed b   –  5  0.83  +0.83 
  Total    48    100    60    100  

    Source : Chin (2012: 118).  

   Notes   :
   a  NMB = Non-Muslim  bumiputera .  
   b  Mixed = Where no single ethnic group constitutes more than 50 percent of the vo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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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ban era 

 From 1963–70, both of Sarawak’s chief ministers were Iban Christians. In 1966, the Sarawak 
Alliance government under Stephen Kalong Ningkan, from the Sarawak National Party 
(SNAP), fell as a direct result of federal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Ningkan had earlier 
ignored local Muslim political opposition over new legislation that would permit non- natives 
(read, Chinese) to buy land. Kuala Lumpur was sympathetic to these objections, as it wanted 
a Muslim- led state government. It was, moreover, unhappy with Ningkan over his strict 
interpretation of the Twenty Points in refusing to use the Malay national language and his not 
promoting more natives to replace expatriates in the civil service. 

 In May 1966, Ningkan’s opponents had enough votes in the Council Negri (Sarawak 
legislative assembly) to unseat the chief minister. Kuala Lumpur then demanded Ningkan’s 
resignation, citing his minority support in the Council Negri. Ningkan refused to resign an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dispatched the federal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the inspector general 
of police (IGP) and the federal attorney- general to convince the Sarawak governor to use his 
reserve powers to dismiss Ningkan and appoint a weak Iban politician, Tawi Sli, as chief 
minister. Instead of accepting his ‘dismissal’, Ningkan sought redress through the High 
Court, which found that he had been unconstitutionally replaced;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governor did not have the power to remove a sitting chief minister until a proper no- confi dence 
motion had been passed in the Council Negri. 

 Before Ningkan could be reinstated, Kuala Lumpur declared a state of emergency in 
Sarawak and amended the federal and Sarawak constitutions. The amendment gave the 
governor the power to call for a special sitting of the Council Negri; one was quickly convened 
and a vote of no confi dence was passed, thus legally ending Ningkan’s tenure as chief minister. 
Tawi Sli was reappointed chief minister, but real power lay with two Melanau-Muslim politi-
cians with strong UMNO connections, Abdul Rahman Yakub and his nephew, Abdul Taib 
Mahmud from Parti Bumiputera. Rahman Yakub was the federal minister of education while 
Taib Mahmud was a state minister (Leigh 1973: 106).  

  The Melanau-Muslim era 

 After the July 1970 general elections, it was clear that no single party had a working majority; 
the Muslim- dominated Parti Bumiputera had twelve seats; the opposition Iban- based SNAP 
and Chinese- based SUPP also had twelve seats each; while the Iban- based Pesaka party had 
eight. Twenty- fi ve seats in the forty- eight-seat Council Negri were needed to form a simple 
majority, so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as inevitable. Although SNAP and SUPP were much 
more compatible in terms of political outlook, SUPP decided to form a coalition government 
with Parti Bumiputera. The t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Abdul Razak, made it 
clear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ould not lift the state of emergency in Sarawak unless 
Parti Bumiputera were part of the state government. Parti Bumiputera’s leader, Abdul 
Rahman Yakub, was a Melanu-Muslim. Rahman Yakub was to serve as chief minister from 
1970 until 1981. Taib Mahmud, his nephew and hand- picked successor, then took over as 
chief minister (Chin U.H. 1996). 

 In 1987, the Iban- led Parti Bansa Dayak Sarawak (PBDS) tried to get rid of Taib Mahmud. 
It had the support Abdul Rahman Yakub, who turned against his nephew in a squabble over 
control of Sarawak’s natural resources. PBDS, formed by a breakaway group from SNAP, 
claimed that it had majority support in the Council Negri and asked Taib to resign. Instead, 
Taib dissolved the Council Negri and called a snap election. In the campaign, PBDS clai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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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be fi ghting for Dayakism and said it was time for an Iban to be a ‘general’ again, that is, to 
hold the chief minister’s post. While there was strong Dayak support for PBDS, Muslim and 
Chinese voters decided to back Taib and he won the state elections narrowly. The Sarawak 
BN won twenty- eight out of forty- eight seats, then later received another eight assemblymen 
who defected from PBDS. PBDS remained in the opposition until it was readmitted into 
Sarawak BN in 1994 ( J. Chin 1996).  

  The rise of Taib Mahmud 

 Since the Dayak- led 1987 putsch, the Dayak polity has been deliberately fractured to weaken 
it politically. In 2002, a SNAP breakaway group established the Sarawak Progressive 
Democratic Party (SPDP). Earlier in 2001, a power struggle had broken out in PBDS. Two 
years later, in 2003, the factions held separate party elections, resulting in PBDS’s having two 
of everything, from two party presidents to two supreme councils. On 5 December 2003, 
PBDS was deregistered. One faction registered a new political party, Parti Rakyat Sarawak 
(PRS) (Chin 2004). Less than a decade later, in 2012, a power struggle in PRS led to the 
launch of a new political party, Sarawak Workers Party (SWP). All these parties – SNAP, 
PBDS, SPDP, PRS and SWP – seek to represent the Dayak community. With so many 
different parties seeking to represent them, Dayak political unity is impossible. Thus, 
mounting a challenge against the Melanau-Muslim government is almost impossible. 

 Besides political divisions in the Dayak community, there are three other key reasons why 
Taib has been able to maintain tight control over Sarawak: his massive wealth, his keeping 
UMNO out of Sarawak politics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Muslim vote. 

 Sarawak Report ( www.sarawakreport.com ), a website run out of London by journalist 
Clare Rewcastle Brown, a British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started in 2010 with the sole aim of 
exposing Taib Mahmud’s corruption. Using documents from the Sarawak Land and Survey 
Department, Companies Commission of Malaysia and international NGOs, it has exposed 
massive land grabs by Taib’s family and his family’s extensive property holdings overseas. 
These properties, easily worth more than a billion dollars, are found in the US, Canada, 
Australia and the UK. In Sarawak, Taib’s family are the majority shareholders of Cahya Mata 
Sarawak (CMS), a leading conglomerate listed on the Malaysian stock exchange, Bursa 
Malaysia (Aeria 2002). A Swiss NGO estimates that Taib’s family is worth at least USD21 
billion (BMF 2012). A court document fi led by his daughter- in-law shows that just one of 
Taib’s sons is worth more than a billion ringgit ( Jong 2013). Global Witness, an international 
NGO based in London, produced a video, ‘Inside Malaysia’s Shadow State’,  5   which shows 
how Taib’s nieces tried to sell leases to plantation land worth millions to a foreign investor, 
openly declaring that ‘cousin Taib’ granted them the land’s lease. Another part of the video 
shows a Chinese business associate claiming that Taib receives a share of the proceeds from 
the sale of the lease. 

 Wealth notwithstanding, it is highly unlikely that Taib would have been able to rule 
Sarawak as his personal fi efdom if UMNO were in Sarawak. Early on in his rule, he managed 
to reach a written agreement with the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who was also UMNO 
president, that UMNO will not enter Sarawak so long as either is in power (Chin 2004a). 
This has meant that UMNO’s key coalition partners in the peninsula, MCA and Gerakan, are 
absent from Sarawak, as well. Without UMNO, the Sarawak BN is highly autonomous. 
Taib’s PBB plays the role locally that UMNO plays in the federal BN. 

 As in Sabah, one of the ways to consolidate Muslim control in Sarawak has been to increase 
the percentage of Muslim- majority seats in the state (Table 7.3). In 1969, a year befor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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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man Yakub/Taib Mahmud Melanau family took control, Muslim- majority seats 
accounted for a quarter of the Council Negri. By 2008, this share had increased to 38 percent. 
The major losers were the Dayak community, whose share of state seats declined by 
18 percent. Taib has also made sure that his PBB party has always been in a position to take 
power alone. In the two most recent state elections (2006 and 2011), PBB won thirty- fi ve 
seats and needed just one defector to form the state government on its own.   

  The rise of East Malaysia 

 The 2008 general election was a game- changer for East Malaysia. In the 2008 general elec-
tion, the BN lost its two- thirds majority in the 222-seat Malaysian parliament for the fi rst 
time in half a century. The BN won 140 seats, to the opposition Pakatan Rakyat’s 82. The 
same occurred in the 2013 general election. This time BN won 133 seats to Pakatan’s 89. But 
the really important number is the number of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Sabah and 
Sarawak BN contributed to the BN’s national total. 

 East Malaysia provided fi fty- fi ve BN MPs in 2008 and forty- seven in 2013. In the 2013 
general election, the BN margin of victory was twenty- one seats. Sarawak BN alone contrib-
uted twenty- fi ve seats. In other words, without Sarawak BN, Najib and the federal BN would 
have lost power. In 2013, the forty- seven East Malaysian MPs made up 35 percent of all 
Barisan MPs. When Prime Minister Najib announced his post- election cabinet, more than 
twenty federal cabinet ministers and deputy ministers came from East Malaysia. The speaker 
of the Malaysian parliament and his two deputies were also from East Malaysia. Najib also 
declared an additional public holiday on 16 September as ‘Malaysia Day’, to commemorate 
the formation of Malaysia (Chin 2013). The rise of East Malaysia will have important impli-
cations for East Malaysian politics. With many Sabah and Sarawak MPs helming federal 
ministries, they will likely channel more federal development money to East Malaysia. More 
alarmingly, they will likely bring even more of the BN/UMNO style of politics to Sabah and 
Sarawak.  

  The BN/UMNO model 

 When the BN was established in 1973, it was clear that its aim was a government of national 
unity (Mauzy 1983). All parties, including all opposition parties,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 
coalition. In fact, the leading opposition Islamic party,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joined 
the BN before it was expelled in 1977. Only DAP refused to join the BN. From 1981 onwards, 
the coalition underwent signifi cant changes to its internal dynamics. Mahathir, the newly 

    Table 7.3     Sarawak: state constituencies by main voting groups  

  1969    %    2008    %    Change  

 Dayak  28  58.3  29  40.8  −18% 
 Muslim  12  25.0  27  38.0  +13% 
 Chinese  8  16.7  12  16.9    0% 
 Mixed  –  –  3  4.2  +4% 
  Total    48    71  

    Source : Chin (2012: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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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ed UMNO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believed strongly in centralising power in the 
hands of the prime minister and UMNO (Hwang 2003). UMNO became the lynchpin of the 
BN and, in practice, UMNO was BN and BN was UMNO. The other component parties did 
not have any real power at the federal level. The unwritten norm of BN is ‘Malay- fi rst’ in all 
government policies. In the past decade, Ketuanan Islam has also become an all- encompassing 
norm in the highest levels of government. 

 In Sabah and Sarawak, the Malays are minorities. Malays constitute about 10 percent of 
Sabah’s population and about 20 percent in Sarawak. The BN/UMNO model was thus forced 
to compromise – in East Malaysia, it became a ‘Muslims- fi rst’ model. UMNO was willing to 
accept a Muslim leader from East Malaysia, rather than insisting on a Malay leader. This was 
accepted easily because in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a ‘Malay’ person is defi ned in cultural 
terms. Any person can be ‘Malay’ if he or she professes to be a Muslim, habitually speaks the 
Malay language, adheres to Malay customs and is domiciled in Malaysia or Singapore. Thus, 
although Taib is a Melanau in Sarawak, he can qualify as ‘Malay’. Although Musa Aman 
comes from a mixed Pashtun–Dusun background, he, too, can be constitutionally defi ned as 
‘Malay’ (Selvaraja 2012). Consequently, when one converts to Islam, the act is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masuk Melayu  (becoming a Malay). This often means that the convert will have 
to ditch his or her cultural heritage and adopt Malay culture. Muslim converts can actually 
become ‘Malay’ in offi cial documents and access the extensive government benefi ts given to 
the Malay community. It is a bureaucratic norm to register the children of Muslim converts 
as Malays at birth. One of the big fears among the KDM in Sabah and the Dayak in Sarawak 
is the loss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s more and more indigenous peoples convert to Islam. 
This fear is not unfounded. In 2013, the mufti of Sabah, the highest Islamic offi cial in 
the state, proposed a programme to ‘ meMelayukan ’ (make Malay) all indigenous Sabahans 
(Zurairi 2013). 

 The BN/UMNO model of always backing a Muslim as chief minister of both states means 
that the largely non-Muslim KDM and Dayak population are automatically shut out of the 
chief minister’s post, despite their status as the largest indigenous grouping in their respective 
states. It also means that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made up largely of KDM and Dayak, are 
indirectly told that their Christian faith is a problem. This is best illustrated by the Kalimah 
Allah issue. In the 1980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anned the use of the word ‘Allah’ and 
other Islamic terms by non-Muslims in Malaysia. Radical Islamic groups claimed that non-
Muslims wanted to use the word ‘Allah’ to convert Muslims into Christians. In October 
2013, the court of appeal ruled that the word ‘Allah’ is exclusive to Muslims in Malaysia. 
There was a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in East Malaysia because they 
have always used the word ‘Allah’ in their church service (conducted entirely in the local 
Dayak and Malay language). The KDM in Sabah and the Dayak in Sarawak are predomi-
nantly Christian. The issue of Ketuanan Islam will pose the major confl ict between the 
Muslim and non-Muslim  bumiputera  of East Malaysia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in the coming 
years and will replace ethnicity as the main political divide in East Malaysia.  

  Conclusion 

 However little the peoples of peninsular Malaya and Borneo had in common in the colonial 
era, apart from British rule, Sabah and Sarawak experienced little ethnic or religious tension 
at the time. Since then, the UMNO-led federal government has intentionally tried to impose 
its BN-dominated framework, essentially an UMNO-led, Malay- fi rst political system. This 
pattern can be seen in the direct federal intervention to ensure that the post of chief minis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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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both states has been held by Muslims. At the state level, Muslim leaders have worked to 
marginalise indigenous non-Muslim  bumiputera . In Sabah, Project IC ensured that the largely 
Christian KDM lost their numerical majority. In Sarawak, the Dayak are hopelessly divided 
into a half- dozen political parties. The electoral system has also been used to ensure a Muslim 
majority in the state assembly. The Chinese community do not matter politically after fi fty 
years of independence. 

 The largely non- indigenous KDM in Sabah and the Dayak in Sarawak are increasingly 
frustrated at their inability to stop or hinder the mirroring of UMNO-led BN power politics 
in East Malaysia. The KDM fought against the BN/UMNO model for most the 1980s and 
1990s but they were defeated by ‘instant’ Sabahans. In neighbouring Sarawak, the Dayak 
tried in 1987, but failed, to unseat Taib Mahmud. Since then, they have been systematically 
divided into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with little hope of coming together under a single party 
to mount a political challenge to the Muslims. 

 There is a sense that the non-Muslim indigenous peoples will never be able to assume 
political power under the BN/UMNO model. They are worried that Islam- fi rst policies 
will lead to the destruction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and divide the state along religious lines. 
The big fear among East Malaysians is that after half a century of federation, their entire 
socio- political environment is mirroring what is happening in Malaya. Prior to independ-
ence, East Malaysia had highly plural populations, with little or no religious tensions. 

 In reality, however, the boat has sailed. It is too late for the KDM and Dayak leadership to 
do anything substantial to slow the advance of Muslim hegemony in both states. The onl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domestic politics of Sabah and Sarawak is the presence of UMNO in 
Sabah politics. In Sarawak, it can be argued that while Taib has kept UMNO out, his style of 
kleptocracy is no better. Moreover, it is almost certain that UMNO will enter Sarawak now that 
Taib is retiring. 

 Change can happen only when BN/UMNO loses power at the federal level. Even then, 
there is no stopping the slow but steady march towards Islamisation of politics in Sabah and 
Sarawak.  

   Notes 

   1   Originally Brunei was to be included, but it pulled out at the last minute and only became inde-
pendent in 1984.  

  2   He was later converted by Mustapha to Islam and became known as Muhammad Fuad Stephens. See 
Granville-Edge and Davadason 1999.  

  3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Twenty Points’ are:

    (a)   Islam’s status as a national religion was not applicable to Sarawak and Sabah.  
   (b)   Immigration control was vested in the state governments of Sabah and Sarawak.  
   (c)   Borneanisation of the civil service should proceed as quickly as possible.  
   (d)    No amendments or modifi cation of the safeguards granted under the Twenty Points could be 

made b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thout the agreement of the Sabah and Sarawak state 
governments.  

   (e)   There would be no right to secede from the federation.  
   (f )    The indigenous peoples of both Sarawak and Sabah will be equal to the Malay community in 

Malaya.  
   (g)    Sabah and Sarawak were to be given a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over their fi nancial 

affairs.     

  4   Mahathir’s involvement in the process led some to call the secret plan ‘Project M’ instead of ‘Project 
IC’.  

  5   Global Witness,  www.globalwitness.org/insideshadowstate/  (accessed 8 May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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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的国族打造计划 1 
The Malaysia State and  

the “Nation-making” Project 
 

陈允中 
Yun-Chung Che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8 April 1996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emystify the “Nation-making” project which was 

proposed by the Malaysian state since independent from British Colonial. My central argument is 
that the state recreates a brand-new "nation" to transform the political crisis of the ruling 
coalitions, which was recognized as an important political and historical project. 
 

I would like to analyze constructively and contextually how the state adopts different 
"nation-making" projects in order to transform the political cris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In my point of view, there were two main political crisis in each period, one is the intra political 
conflict within the ruling coalitions, the other is the challenge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ruling 
coalitions which arises from political and social movement.  
 

In late 80's the state used the most violence police action against the autonomic action of 
the dissident and communities' leaders. Hundreds of various dissidents were arrested and detain 
without trial , the action was known as “Operation Lalang”. After the repression, the state began 
to show off the nature of aggressiveness. Therefore , in order to recapture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the state set's off a sophisticated "nation-making" discourse to reconstruct “Malaysian Nation” 
(Bangsa Malaysia), and rebuild a brand-new “nation-state” , in order to be competitive in the 
Asia-pacific rim economic. 
 

To sum up, claiming to representing a “statist-interest”, the state's hegemonic project is 
constructing a “homogenous” and “pro-statist” Bangsa Malaysia or Malaysian Nation identities. 
The alternative strategy for the intellectual to resist the “Nation-making” discourse is to 
reconstruct identities of various selves (instead of one self Bangsa Malaysia) through articulating 
subjectivity's of the marginal groups, such as squatters' inhabitants, plantation workers, women, 
immigrant workers, Indian Muslim. 
 

 

 

1 本论文原发表于 1996 年 4 月 11 日至 14 日之夏威夷第 48 届亚洲研究年会（48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 Honolulu, Hawaii）。 

 

本文收录于《理想与社会批判：知识青年读本》时做了校订，补充译名，词语和文句略有修订

和润饰。陈允中另撰有《塑造马来西亚国族？或塑造非马来西亚国族？》一文（发表时用笔名

葛兰东，题目遭改为“塑造马来西亚民族？”，收录于《资料与研究》第 23 期，1996 年 10

月，华社研究中心），进一步讨论本论文所延伸的问题，其中特别回应曾庆豹批评马来霸权论

述不足之处。——曾剑鸣 2021 年 5月 27 日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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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台湾当前最重要的政治议程是如何独立成为“国族国家”。台湾国族是在跟中国

民族主义对立，以及台湾资本西进和南进的脉络下打造完成的。台湾国族打造的最高

成就是选出“台湾人总统”，未来将代表台湾人和中国谈判，以便能进一步迈向独立

的“国族国家”。国族 2打造是非常压迫的过程，因为它必须是个霸权论述（一种信

仰），优先于所有的社会及政治改革议程。 
 
  反观马来西亚这个独立三十几年的国族国家，打造单一国族（如印尼）却始终是

国家机器未完成的梦想。巫统（UMNO）3所领导的马来民族主义政权自从 1957 年独

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打造国族的努力。国家机器打造国族的目的是要创造霸权论述

（hegemony），目的是要转化其面对的政治威机，重新取得统治正当性。因此，本文

的假设是：国族打造并非是国族国家“自然”的举措，而是统治集团建构霸权论述的

政治计划。 
 
  90 年代，“2020 宏愿”、“马来西亚国族”、“新马来人”论述等，在巫统领导

人兼首相马哈迪（Mahathir Mohamad）的引导下，渐渐形成新的霸权论述，重新开启

“国族打造”政治计划。为何在独立三十几年后还需要打造新的“马来西亚国族”？

这些国族打造论述出现的社会脉络为何？它与旧的国族打造论述有何不同？主导此论

述的主体为何？其目的为何？本文的旨趣是研究马来西亚之国族打造历史脉络，以便

回答以上的问题意识。 
 
 
2. 马来西亚的发明和国族主义（nationalism） 
 
2.1 马来西亚联邦 4的发明 
 
  马来西亚是一种发明，它是英殖民政府和保守马来民族主义菁英（包括巫统及马

来统治者 5利益交换的产物，以保障英资本独占利益，并交换政权（或称为独立）。

马来西亚不是一次发明的，它经历三阶段的“拼贴”过程，首先，马来亚（Malayan）
先于 1957 年 8 月 31 日独立；然后，1963 年 9 月 16 日新加坡、砂劳越及沙巴加入，成

为马来西亚联邦或简称马来西亚（Federation of Malaysia or Malaysia）；最后 1965

2 “nation”可翻成“民族”或“国族”，本文为了强调国家（state）对“nation”建构的重要

性，故使用“国族”。另外，“nationalism”的目的不外是为了建立“nation state”或者是在

打造国家机器（特别是指后殖民的 nation state），故本文采“国族主义”。最后，“nation 
state”是采用“国族国家”的翻译。 
 
3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简称 UMNO，是由留英的马来民族主义菁英于 1946 年

成立的马来民族政党。它主要的目的是维护马来人的特殊权力和统治者的地位。在争取独立至

到后殖民时期，都是政治上占主导的政党。 
 
4 Federation of Malaysia，或简称马来西亚（Malaysia）。 
 
5 马来半岛十一州中，有九州都有封建的马来统治者，简称苏丹（Sultan），本文采用马来统

治者。 
 

112



年，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联邦的领土才定下来。虽然在马来西亚的土

地上有各种反殖民民族主义运动，但是整个拼贴过程却是由英殖民政府和马来民族主

义政党巫统所主导完成的。以下会详细说明。 
 
  第一阶段：1957 年马来亚成立，不包括新加坡。早在 1909 年，马来半岛便首次

落入同一个殖民政府，在这之前是部份州被荷兰和泰国所殖民，其余则在马来统治者

手中。1946 年战后，英殖民政府重回马来亚半岛，想更进一步有制度地控制马来亚而

提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计划，希望把各州苏丹的权力集中在英殖民总

督手中。这计划排除新加坡，目的要保持在新加坡的利益，以及阻止新加坡的顽强工

运和马来亚工运联合。激进的跨族群反殖民组织 6要求工潮最盛的新加坡应该加入马

来亚，而英殖民政府和马来菁英都强烈反对，虽然他们的理由并不相同。英国要维持

新加坡的殖民地地位及断绝新马劳工运动联结，而马来菁英担心新加坡加入会动摇马

来人特权 7。因为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激进反英组织及工潮最盛的基地，它们积极

争取所有国民应享有平等的公民权，并极力反对马来人特权。在巫统和英殖民协商 8

后，便使马来亚先“独立”（不包括新加坡）。 
 
  第二阶段：1963 年马来西亚联合邦成立，包括新加坡。1963 年，英国在婆罗洲的

最后三个殖民地（砂劳越、沙巴和汶莱），也要求独立。当时，印尼宣称要并吞整个

婆罗洲，建立大印尼联邦（Nusantara or Union of Indonesia）；菲律宾宣称沙巴（北婆

罗洲）是菲律宾的领土，试图瓜分英国在东南亚最后的殖民地。在周围国族国家的威

胁下，英殖民政府及巫统就决定将这婆罗洲三个英殖民地和马来亚合并，无视当地人

民反对 9。于是在 1963 年 9 月 16 日就宣布成立马来西亚联邦。这合并符合巫统的利

益，因为当时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People Action Party）10强烈要求加入马来西亚联

邦，而以华人为主的新加坡势必会影响马来亚原有的种族政治平衡，但是以原住民为

大多数的婆罗洲加入后，便可以平衡新加坡的华人人口的比例。为什么原住民的人口

可以加总在马来人的数量上，而达到平衡新加坡华人人口？这是因为巫统发明新的名

词：“土著”（bumiputera），意即“土地的王子”或“土地之子”11，把马来人族群

6 主要是各左翼的反英殖民组织的联盟，也是马来亚左派组织首次的跨族群合作，即人民力量

中心—泛马联合行动理事会（Pusat Tenaga Rakyat-All Malaya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PUTERA-
AMCJA），其中的成员有马来国民党、泛马劳工总会、马来亚总工会、马来亚人民抗日军退

休同志会、马来亚新民主青年同盟、觉醒青年团、觉醒妇女会等。 
 
7 限制非马来人的公民权，保障马来统治者的地位，保障马来语文和文化的优势。 
 
8 1956 年 1 月 18 日，马英双方在伦敦召开宪制会．东姑阿都拉曼（马来西亚国父）在圆桌上

致词时，以动员全马人民与马共作战的诺言，来请求英国政府为马来亚规定独立日期。（胡达

玛，1986:41-43） 
 
9 英殖民政府和联合国都曾派代表询问这三地人民对合并的意见，但是过程草率。 
 
10 这是引导工运的最激进政党，然而李光耀为党内温和派，因此被英殖民政府提拔为代理人。 
 
11 这是在争取独立期间为了维护“马来人特权”而创造出来的名词，bumiputera 直译就是“土

地的王子”，主体包括马来人和原住民。这名词的建构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区别“土地上的

主人”与“客人”；二是以土著之称来取代马来人（如此收编了原住民），使“土地的主人”

的人比例能超越其他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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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各个原住民族群都包含在里面，并享有同样的特权。汶莱的人民党（Parti Rakyat）
强烈反对加入马来西亚联邦，并发起军事反抗，故汶莱最终并未加入。1963 年，砂劳

越，沙巴及新加坡“拼贴”入马来西亚联邦版图，组成马来西亚（Malaysia）。 
 
  第三阶段：1965 年马来西亚联邦，排除新加坡。然而，新加坡领袖李光耀所领导

的人民行动党（PAP）以“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Malaysian Malaysia）论述对抗

巫统的“马来人特权”，并试图将人民行动党的影响力跨越到马来半岛，这对吉隆坡

的巫统造成很大的威胁。因故最后于 1965 年 8 月 9 日，马来西亚国会通过“分离条

款”（Seperation Bill）12，强迫新加坡退出马来西亚，使得巫统能维持在马来西亚联

邦的政治绝对优势。因此今天的马来西亚领土形成是在两个脉络下“拼贴”完成的：

一、外部的帝国主义（包括英帝国及印尼和菲律宾的次帝国）的领土争夺；二、内部

争夺国家机器的民族主义斗争（在第三节会详述）。 
 
2.2 从“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到种族政治（communal politics） 
 
  十九世纪的马来亚是个移民社会，当初主要是来自苏门答腊、爪哇和中国南部的

农民。1894 年之后，英国殖民 13时期，才开始控制海外移民潮，以满足马来半岛劳动

力的需求，特别是鍚矿工人和树胶工人。 
 
  英国军事和政治介入马来亚各州后，为了强化榨取天然资源，吸纳许多来自中国

的华人矿工，以从事采矿活动；之后从印度引进劳工，从事橡胶种植。马来半岛的马

来农民则加强粮食作物生产，以供应外来移民劳工的劳动力再生产。 
 
  当时，世界市场的锡矿要求高，为了使更多劳动力投入鍚矿开采，英资本家一方

面采用原有华商引进中国华工的方式，鼓励更多华工从中国大陆移民来马来半岛，另

一方面则以法律解除华商对华工的“卖身契”，使得更多“自由劳工”进入劳力市

场，以为英资本服务。同样的，树胶在世界价格好转时，英资本就从在印度的东印度

公司引进大量印度劳工，在市郊从事割胶工作。 
 
  如此的劳动力安排，符合英资本在马来半岛扩张的需求：马来人提供再生产所需

的稻米，华人和印度人提供原产品（以锡和树胶为主）出口所需的劳动。这些外来移

民工人的管理是分别由各族群的菁英（商人）所控制，而马来农民依旧以封建方式为

马来统治者耕作。华人集中在矿区附近所发展出来的城市，如吉隆坡和怡保等；印度

人集中在城市郊外的大园坵内；马来人则维持在农村里工作。如此的劳动力分配造成

族群分工、空间分工和产业分工，使得英国政府可以轻易实行“分而治之”的统治分

式。这也是后期种族政治发展的起因。这种族群劳动力分工所造成的空间分隔形式至

今还是存在。 
  在反殖民的运动中，由于各族群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经验为基础，因此在动员反英

殖民时，最终沦落为族群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为各族群既得利益阶级的菁

  
12 Hua 1983，pp 143。 
 
13 1894 年邦咯岛条约之后，英殖民势力才从通商港口的控制，转移到对内陆原料的输出控

制，也是英国开始统一控制马来半岛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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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所领导，而互相攻击，削弱激进跨族群联合反英的力量。因此，即使“独立”后，

种族政治不但没有被挑战，反而是进一步制度化和自然化。 
 
2.3 各种民族主义 
 
  马来西亚独立过程的主要力量是掌握在两股势力的手中；一，以种族隔离为基础

的英殖民政府；二、以种族政治为基础的巫统和传统的马来统治者。这两股势力虽然

也有内在矛盾，但却是联手打压激进的跨族群联合组织 14（包括共产党和工会），使

得以族群民族主义为基础的联盟（alliance）15最终获得英殖民政府的政权转移。以下

会进一步说明马来亚各种民族主义的脉络。 
 
2.3.1 英殖民时期 
 
  二十世纪初期，马来半岛便有几个类型民族主义传统，并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快速发展起来。马来半岛是个拥有大量移民的社会，主要有印尼人（来自苏门答腊

和爪哇）、华人（来自中国南部）及印度人（包括印度、巴基斯坦及锡兰人），他们

都受到原生地（homeland）的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国际泛回教运动、印

度和印尼的民族自决运动及共产主义。这些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在二十世纪初期并不

大，因为早期的移民多数是为了讨生活的农民。但是自从 1920 及 1930 年代开始，移

民的模式有些改变，一些受教育者也移民到马来亚，他们从事教育等白领工作。这些

新移民是“外国”民族主义者，他们透过教育将“外国”的民族主义传播到马来亚，

特别是华人和印度人（Wang 1962）。 
 
  华人民族主义者关心中国的政治发展，在马来亚成立中国国民党的分部。但是

1927 年中国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左倾的国民党党员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来亚

的左倾国民党党员也脱离国民党，成立马来亚共产党（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16。而马来亚共产党所关心的不再是中国政治，而是马来亚的劳工运动，并于

1934 年成立总工会（General Labour Union，GLU），展开十几年的劳工运动及反殖民

运动 17。 
 
   马来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是 1922 年在丹绒马林（Tanjong Malim）成立的苏丹依德

利斯师训学院（Sultan Idris Training College，SITC）18。由于当时多数的马来文资料多

14 激进民族主义是挑战马来民族主义的，他们的诉求是平等的公民权，承认马来语为官方语言

但是不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经、教育和文化的权利，要求国会的

普选等。相对的，马来民族主义认为土著是这里的主人，应该掌握政治上特殊的权力，如马来

语为取得公民权的基本条件，承认苏丹的地位等。 
 
15 由巫统（马来人）、马华公会（华人）及印度国大党（印度人）政党组成的联盟，在 1955
年首次选举时成立。 
 
16 Hua 1983，pp 65。 
 
17 Cheah 1985，pp 95。 
 
18 张永新 1995，pp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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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来自印尼，同时印尼的民族主义者会到该学院讲学，因此马来学生深受印尼民族主

义运动的影响。一些学生设立“马来青年同盟”（Kesatuan Melayu Muda，KMM），

他们强烈反抗英殖民政府及马来统治者，倡导“泛马来”（Pan-Malaysian）思想，即

统一马来亚和印尼成为“大马来”(Malaysia Raya)19，这可说是激进马来民族主义的最

初形式。但是他们的缺点是无法动员到乡村的马来农民，以致被 1946 年成立的巫统所

带动的保守民族主义所取代。 
 
2.3.2 二次大战日本统治期间（1942-1945） 
   
  这些外来的各种民族主义在日本占领时期快速发展。日本人宣称要协助马来人解

放马来世界，故支援马来青年同盟建立“大马来”的行动，使得马来民族主义快速成

长。同时日本也支持印度菁英成立印度独立同盟（Indian Independence Leagua, IIL）及

印度国民军（Indian National Army,INA）,鼓励他们从英国人手中解放印度。日本军事

政府对华人探取仇视态度，华人为主的共产党后来成立“马来亚人民抗日军”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Army，MPAJA）长期反抗日军。日军占领期间，鼓

励马来人当警察及军人，以对付华人为主的共产党，更进一步强化各族群的族群民族

主义，使得各族群更为分裂，譬如战后的反抗军对警察采取报复行动，造成首次明显

的种族冲突 20。 
 
2.3.3 战后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的国族主义 
 
  英人返回马来亚时，英殖民政府提出“马来亚联邦”计划，企图转移马来统计者

的权力，将之集中在英殖民总督手里，以便进一步统一管理马来亚。配合这个统一制

度，就是必须给予所有的住民同样身份，即准备给马来人和非马来人相同的公民权条

件。 
 
  但是，战后的印度、印尼及中国国内都有很剧烈的变化，反殖民口号已在东南亚

迅速扩展。因此，英殖民这个企图加强殖民的举动引起马来半岛（包括新加坡）住民

激烈反抗。当时反抗势力有两个：激进跨族群的组织（包括共产党）及保守马来民族

主义组织（包括巫统及马来统计者），分析如下。 
 
  马来亚共产党完全拒绝英殖民政府的任何计划，反而向英殖民政府当局提出独立

八个阶段。英殖民政府拒绝马共的普选要求，深受马共影响的劳工运动变得更激进。

与此同时，激进反英民族主义组织共同成立跨族群联盟，即人民力量中心—泛马联合

行动理事会（PUTERA-AMCJA）21，建议以“人民宪法”做为独立基础，并要求所有

住民都应享有相同的权利义务。反英的示威活动愈来愈多时，英方则尝试消除几个左

倾的团体。英殖民政府颁布新的劳工法令，普通员工公会（Kesatuan Pekerja Am）被

迫由全马员工公会联盟（Persatuan Kesatuan-kesatuan Pekerja SeMalaya）代替，但后来

19 Hua 1983，pp 678。 
 
20 Hua 1983，pp 712。 
 
21 见注 6. 
 

116



这联盟也遭封禁 22。基于英殖民政府的压迫，这些集团的成员被迫把活动转移到地

下，继续武装抗争，这便造成 12 年的游击抗战与消灭抗战时期。然而，英方重新安置

郊区居民，最终切断郊区社会对反抗份子的支持。这是因为左倾的职工会和激进反殖

民联盟势力只能动员华人及印度人的劳工阶级。而其中左倾的马来民族主义组织马来

国民党（Malay Nationalist Party, MNP）23，也只能动员到城市马来人，但是却完全无

法动员到广大的马来农民。而且，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工运动一直无法吸引马来人加

入，更何况劳工运动直接挑战到英资本及华人／印人资本家的利益，因此被英政府打

击是可想而知的。 
 
  “马来亚联邦”计划提出来时，马来亚九州的马来统治者与留英马来菁英（包括

英殖民政府中的马来行政官员）也开始动员马来农民反对，虽然他们反对的理由很不

同。他们是以马来人是这土地的真正主人，因此应享有特殊权力为由，动员马来农民

反对此计划。这些特殊权力包括限制非马来人的公民权，保障马来统计者的地位，保

障马来语文和文化的优势地位。1946 年，巫统便在讨论如何反对“马来亚联邦”计划

的马来人群众会议中成立。巫统与马来统治者合作，利用马来统治者和农民的封建关

系，使族群马来民族主义迅速在马来农民之间蔓延开来。同时，华人和印度人的商会

组织（Chamber of Commerce）也受不了工会运动，因此也各自组成种族政党，即马来

西亚华人公会（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24和印度国大党（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25，他们寻求和巫统合作，共同组成竞选的联盟。而对各族群

的群众时，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的商人菁英都以“进入体制来改变体制”（fight 
from within）的方式，来接合（articulate）各族群群众。他们表面上继续争取各族群的

权利（如平等的公民权）等，但是实际上他们只扮演替巫统背书的角色而已。26 
 
2.4 公民权的争夺 
 
  当时两股反英势力争议的主要议题是公民权（citizenship）的原则。激进的反殖民

组织联盟一直认为所有殖民地上出生的人民都应给予公民权，而移民只要住满八年即

可获得公民权。但保守马来民族主义者强调马来人的土著性（indigenousness）必须是

前提，即马来人是这土地的主人，因此殖民政府对公民权的权力应当还给马来人（土

地上的主人）。因此非马来人（外来者）的公民权必须是有条件（必须住满十五年，

并通过马来文或英文能力考试）才能获得。这公民权的原则可以用波迪尔(Pierre 
Bourdieu)所谓的“审查”（censorship）概念来分析。 
 

22 佐摩，1994。 
 
23 由马来青年同盟的激进知识分子于 1945 年 11 月成立。他们要求马来亚人民不分种族地享有

自治、平等的权利、言论自由等。 
 
24 马来西亚华人公会，成立于 1948 年，是由华人商人组成的。 
 
25 印度国大党，成立于 1946 年，是由印度商人组成。 
 
26 这些商人组织在普选时所获得各族群的支持率低于反对党的支持率，因此只有象征性的代表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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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场域（field）的功能视为一种“审查”，即一项分配特定资本的结构，一

旦人们进入此场域就立即置身于此结构中……场域并没有给当事人发言的权力，人们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获得奖励（credit）。如此，场域便对人们应说或不应说的话语做

“检查”，使人们被强迫说适当的话或不应说不适当的话。（Bourdieu 1984:90-92） 
 
  公民权作为进入马来亚公民这场域的“审查”，在这历史过程中，呈现出不同利

益势力抢夺此“审查”的定义权力。结果是以维护“马来人特权”的巫统主导的联盟

获得此权力，使得欲获得通过公民权“审查”的人们都必须预先承认“马来人是这土

地主人”。 
 
2.5 小结 
 

上一节说明马来亚社会从殖民到独立建国时期都是高度片断化、隔离及充满族群

民族主义。争取独立过程中，激进民族主义 27联盟以打造普同（如平等公民权）的

“马来亚国族”（Malayan Nation）及“激烈”对抗殖民者的方式并没有取得领导权；

而倡导族群民族主义运动的联盟，以打造“马来国族”（Malay Nation）方式来对抗殖

民政府，结果却“和平”取得政权转移。由于“马来民族主义”（即马来人是主人）

取得建国的领导权论述（hegemony discourse）后，马来民族主义菁英不自觉得将此论

述“自然化”为马来人的权力 28。这也使得非马来人的族群民族主义因长期挑战此马

来人权利的正当性，因对立而得到相对应的发展空间。因此，由于在独立过程中，

“马来西亚国族”并未打造成功，而是更加分裂为各族群民族主义。1930 年代开始，

马来亚的移民受到母国反殖民民族自决运动的启蒙，原本有可能转化为跨族族的反殖

民运动，却在马来民族主义的动员下，转变为对立且狭义的族群民族主义。原本激进

且广泛的反殖民自治运动（人民制宪、言论自由、普选等）却在马来民族主义的高度

动员下，简化为各自争取公民权的种族政治。族群民族运动很顺利地被各族群的菁英

所成立的种族政党所收编。马来民族主义者是英殖民政府中的小资产阶级官员及封建

统治者（也是大地主），前者组成巫统，取得国家机器后更是以“争取马来人经济平

等”为由，将大量的资源投入农村（马来人的集中地区）建设，更加巩固马来族群原

有的恩庇侍从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而马华公会及印度国大党的资产阶级

种族政党，在激烈的工潮下，只好接受巫统领导，以共同打击共产党及保护英资本为

前提，才取得英政府的信任，最终才转移政权。 
由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国族打造不是“自然”的过程，它涉及国家机器

的争夺、国族的诠释权及既得利益的战争。简言之，国族打造是统治菁英的政治计

划，正当化统治及维护既得利益（通常也是资本家的利益）的计划。 
 
  而独立后，由于“马来西亚国族”尚未打造完成，所以国族打造计划还继续实

施，表面上都是要打造一个“国族”，但实际上却是统治集团为了解决正当性危机，

而转移注意力的手段。这些国族打造计划正是消解社会结构矛盾，收编反对意见及巩

固既得利益的政治计划，以下会详细说明之。 

27 激进民族主义是挑战马来民族主义的，他们的诉求是平等的公民权，承认马来语为官方语言

但是不限制其他语言的使用，所有的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经、教育和文化的权利，要求国会的

普选等。相对的，马来民族主义认为土著是土地的主人，应该掌握政治上的特殊权力，如马来

语为取得公民权的基本条件，承认苏丹的地位等。 
 
28 Hassan Ahmai. 14/05/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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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次政治危机（1969）与国族打造计划（1969-1987） 
 
3.1 1969 年巫统集团的第一次政治危机 
 
  1957 至 70 年期间，在英殖民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架构下，使大马经济继续依赖

发展；然而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政策也使得资产与所得分配愈来愈不公

平。这趋势在每个族群内都发生，但却以马来族群的贫富差距恶化最为快速。由于独

立并没有增加种族间的相互了解，而是把种族政治制度化而已，因此这时期的经济落

后是以种族角度来解释。很多马来人认为马来族群的经济落后是因为与华人经济垄断

有关，事实上，当时马来半岛的经济却是掌握在外国投资者和少数华人资本家手里。

相反的，很多非马来人也认为政治是掌控在以巫统为主的马来政党手里，使得国家资

源分配不均。因此社会上便存有种族因误解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3.1.1 联盟大选失败及巫统的党争 
 
  1960 年代也是马来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阶段，其中主要的议题是政府没有照顾贫

穷及落后的马来农民。这时巫统也面临内部分裂，原因是巫统更具民族性的“少壮

派”菁英不满巫统“元老派”（争取独立的“相对”温和民族主义者）没有积极维护

底层马来族群的权益，要求当时的首相东姑阿都拉曼下台，“少壮派”的马来民族主

义是要解救穷苦的马来群众，这是完全符合“元老派”在反英殖民所建立的马来民族

主义论述。但是，“少壮派”认为“元老派”的民族主义，对他族太礼让，因此要

“元老派”下台。 
 

各族群的经济生活并没有因独立而改善，加上殖民时期“分而治之”所遗留下的

族群隔离社区（见 2.2），使得各簇群的不满，在民族主义的动员下，都发泄在“他

族”的身上。于是，联盟在 1969 年的国会选举惨败，巫统内部闹分裂，社会对联盟诸

多不满，种种危机使得 1969 年 5 月 13 日触发 513 种族暴乱 29。 
 
3.1.2 戒严及大逮捕 
 
  政府马上宣布进入戒严状态，成立国家行动委员会（National Operation Cousil, 
NOC），国会和州议会搁置，国家行动委员会为最高的决策单位。政府的白皮书公布

513 事件有 196 人死亡，9143 人被逮捕。国会在 1971 年才恢复运作。“少壮派”接管

巫统及首相职位后，便展开一连串的政治计划来缓和 513 事件所造成的族群紧张，及

其所促发的统治正当性危机。 
 
3.2 第一次国族打造计划 
 

29 513 暴动主要是发生在一些大城市，其中以吉隆坡为主。但是历史的史料尚未公布，因此实

际的情形还不清楚．其中一种说法是当时是华人为主反对党的庆功游行和巫统的青年团发生冲

突，后来扩大到一些城市社区内，造成马来人和华人残杀。死伤一百余人，被逮捕的人有

9000 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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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应对危机及再取得统治的正当性，巫统主导的统治集团于 1971 年 2 月戒严解

除后重新召开国会，严禁任何人（特别是非马来人）质疑宪法内的马来族群权利和地

位，任何质疑将视为是威胁国家安全，国家可援引内安法令（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30来逮捕。这是所有国族打造计划背后的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家的警察权！ 
 
3.2.1 国家原则 
 
  国会正式通过“国家原则”（Rukun Negara）；其中五个原则为：信奉上苍，忠

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及培养德行；强调无论任何族群或宗教信徒，都应视自

己为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 or Malaysian Nation）。这正是巫统主导的统治集

团自独立以来首次塑造一个普遍同质(homogeneous)的“马来西亚国族”。而塑造这个

国族的原则是适用于所有人民的。在国家原则的总原则下，有两个更具体的国族打造

计划获得执行；一、新经济政策；二、国家文化政策。然而有趣的是，正是这些国族

打造政策遭致巫统第二次的政治危机！ 
 
3.2.2 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 NEP） 
 
  另外，“国家原则”还有五个信条：团结的国家、民主社会、公平社会、自由社

会及进步社会。在“公平社会”的信条中强调：“一个公平的社会，需要公平与适当

分配国家财富方能实现。为了确保这一点，那些处在不利地位及能力较差者，必须给

予协助，使他们能在公平的条件下与别人竞争。 
 
  为了塑造一个“种族平等” 31的国族，“公平社会”中的弱势者正是指马来族

群，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远低于华人，因此有必要以国家的“积极平权措施”

（affirmative action）来达到与其他族群平等。于是巫统集团便提出新经济政策，以作

为达到“公平社会”的手段。该政策的两个目标是：一、不分族群地消除贫穷；二、

重组社会，以消除因经济因素而造成的族群差异。 
  虽然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是颇“进步”的，但是实际实行的结果是：消除贫穷的

措施是以绝对贫穷线为根据，很难反映相对贫穷（relative poverty）32。在快速经济发

展前提下，贫穷的确减少了，但是贫富差距扩大了 33。因为，新经济政策协助的对象

本应是下阶层马来民众，可是他们所享有的帮助是有限的。譬如给予柴油渔船的柴油

补助，只有较有钱的渔民是用柴油船的，绝大多数穷苦渔民是买不起柴油船的，因此

30 这是在紧急状态时期（emergency period, 1948-1960）对付马来亚共产党的内部安全法令，即

警长可以不经审判监禁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人，并监禁两年。 
 
31 马哈迪 1971 年出版的《马来人之困境》（Dilema Melayu）中对种族平等的解释为：马来人

的政治特权可以平衡华人的经济优势，这就是最初阶段的平等社会，等到马来人的经济地位与

华人平等时，政治特权也就不需要了。Chp 5，pp 74-116。 
 
32 祝家华 1994，pp 233。 
 
33 当时贫穷数据减低是因为橡胶在世界市场的价格提高，而本地稻米亦在消费者支持下抬高价

格，使得农民收入提高。因为消除贫穷的目标不是减少贫富差距，故实际政策的受益者是原来

上层的各族群政治菁英及政治关系良好的大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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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措施对真正穷苦的渔民并没有好处，但是小资产阶级渔民就会因这个补助而加快资

本积累，故这会造成渔民间贫富差距扩大。 
 
  至于重组社会的目标不是重组社会阶层的社经结构，实际上是只提高土著

（bumiputera）34在某些特定经济领域（如公共企业）中的所有权及份额（shares），

以及保障他们在公务员及高等教育的优势。如此的“必要的歧视”（affirmative 
action），造成族群之间的中产阶级关系紧张，因为中产阶级所竞争的正是教育、工

作、升迁的机会，而这个机会被巫统以特权的方式分配给土著（Jomo, 1986:266）。特

别是华人中产阶级自认为是新经济政策下最严重的受害者，这也导致华人中产阶级长

期不满巫统集团。由于不能质疑“马来人被法律保护的特权”，他们的不满便转变为

长期支持“母语教育”，这也种下国家教育部和华人母语教育支持者的长期矛盾 35。 
 
  另外，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新经济政策的两个目标渐渐趋向于其中一个，即

重组社会，而消除贫穷目标不再受重视（Jomo, 1986:266）。原因是掌握国家机器的巫

统在独立时期，由于对现代资本部门的自主性小，故在重组社会的政策下，采取国家

积极介入经济发展的策略（特别是发展公共企业），目的是在政策保护下，加速马来

族群的资本积累。林马惠（Lim Mah Hui）曾说：“马来人特权的第一步积极平权行动

就是创造马来资产阶级”（Lim 1985:40），Jomo 也说过：“然而，依赖国家机器从事

资本积累的结果，塑造了官僚资产阶级（Bureaucratic Bourgeoisie）”（ Jomo 
1986:252-253），这个官僚资产阶级是未来金权政治（money politics）的主角，他们为

了抢夺国家资源分配权（即争夺巫统主席），也造成巫统的第二次政治危机。 
 
  以国家干涉来协助马来菁英之私人资本积累的正当性是建立在“国家原则”的意

识形态的基础上的。然而，国家原则所规范的“有信仰”、“效忠”、“尊崇宪

法”，旨在制造驯服之“马来亚国族”，目的是希望不分族群地驯服国族，不会挑战

巫统集团的各种偏颇政策所造成的后果，如官商勾结、外债激增、贫富差距加剧等． 
 
 
3.2.3 国家文化政策（National Culture Policy） 
 
  1971 年 8 月，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举行“国家文化大会”，首相敦拉萨（Tun 
Razak）致词时说：“马来西亚多元种族的社会不能永远放弃对国家文化的决定，我们

应以丰富的本地（Indigienous）文化为基础，并增加其他元素到我们的国家文化”36。

内政部长加沙里沙菲宜（Ghazali Shafie）更强调：“1969 年的 513 事件是因为不同文

化共存，故必须发展单一的国家文化，以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攸关国家文化的课

题，巫统集团以保护马来族群文化为由，试图建构以马来文化为主轴的国家文化。 
 

34 见注 11。 
 
35 教育部一直希望统一国民教育，以马来语为唯一教学媒介语，但是华人中下阶级非常坚持母

语教育，使得母语教育系统成为国民教育系统之外的替代系统。 
 
36 “A National Identity vital:Congress may decide on form of culture”，The Straits Times，
16/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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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语言和文化政策的目的是为了整合国家（national integration）或可是说打造

国族。然而推动国家文化的方式是提升国语（马来语）及马来文化的地位，同时压抑

其他族群，如印度人、华人及原住民文化及语言的自主性。原住民虽然归为“土

著”，但是却最先遭受马来文化沙文主义同化。 
 
  最明显的例子是，1982 年巫统主导的统治集团所公布的“一种语言，一种文化”

政策。这个政策的三大原则为：（一）马来西亚的国家文化必须以本地原住民（土

著）的文化为核心；（二）其他文化中有适当和恰当的成份，可接受为国家文化的一

部份；（三）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部份。 
 
  这个政策引起非马来人极度担忧。1983 年，15 个华团机构联合向文化体育部长提

呈“国家文化备忘录”37，要求推行文化多元主义，但是没有被接受。针对第一、二

点，在报纸上引起激烈的辩论，辩论的焦点从非马来人的文化如何不被同化或淘汰，

转移到非马来人的母语学校（vernacular school）是否会阻碍国民团结的辩论 38。政府

在 1987 年发动“茅草行动”，关闭三家报馆，理由正是“辩论已定局的敏感课题，造

成种族紧张”39。 
 
3.2.4 巫统“温和”的回教政策 
 
  国家文化政策的第三点是非回教徒最关心的事情。而巫统对于回教的立场反而是

“温和”的，因为它是在非回教徒要求的“多元主义”及回教组织的“回教国家”

（islamic state）两个不相容的极端中，采取折衷路线，即回教是塑造国家文化的重要

部份（见上文）。对非回教徒来言（多为非马来人），在长期对回教的恐惧下，巫统

反而成为可以制衡激进回教组织的温和回教政党。同样的，在回教“正统性”的争夺

中，巫统强大的资源分配能力也收编许多激进份子进入巫统，分化回教激进组织团结

的力量。如安华依布拉欣（Anwar Ibrahim）（1996 年时任副首相）便是于 1982 年从

他 1971 年创始的马来西亚回教青年运动组织（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 或

Malaysian Muslim Youth Movement）投靠巫统，虽然回教青年运动组织曾经大力批评

巫统不应只是宣布回教为联邦宗教，应该宣布马来西亚为回教国 40 。因此国家文化有

关回教的定位必须放在回教组织间（包括巫统）争夺“回教正统”领导权的政治脉络

中才能理解。而回教正统的领导权关乎选举时能否动员到回教选民的支持。 
 
  为了争夺作为“正统”回教徒（以马来人为主）代言人的领导权，巫统面临其他

回教草根组织的激烈挑战。因此，国家文化政策中的回教定位，其实是收编回教运动

37 备忘录对建设国家文化提出四大原则：（一）我国各族文化的优秀因素是国家文化的基础；

（二）科学、民主、法治精神与爱国主义思想是建立共同文化价值的主导思想；（三）共同文

化价值观应通过多元民族形式来表现；（四）国家文化应基于民族平等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

来建设。 
 
38 见 Kua Kia Soong (ed.), 1990(1985), Malaysian Cultural Policy and Democracy，里面收录当时

重要的辩论。 
 
39 Kua Kia Soong 1990(1985), pp 2。 
 
40 Jomo 1992, pp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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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行动，造成许多原本批评巫统的回教运动核心份子（无论是回教党、回教青年

运动组织，甚至是激进的奥尔根组织）都渐向巫统靠拢，甚至投入巫统的阵营。巫统

一方面提出回教政策，在选举时动员马来回教群众支持，另一方面则打压其他回教运

动组织为极端派，同时收编该组织核心份子（如安华）。如此，才能夺取回教“正

统”的领导权。虽然如此，回教政策的塑造是巫统能否顺利游走于回教徒和非回教徒

的关键课题，利用这种恐怖平衡方式，制造紧张关系是社会控制最好的机会，但也是

充满危机，如 1994 年宣布奥尔根组织（Al-Arqam）为极端回教组织，就实施大逮捕。 
 
 
4. 第二次政治危机（1987）与国族打造计划 
 
4.1 巫统的第二次政治危机 
 
  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命运是：国家机器统治的正当性来自于对持续经济成长的承

诺。在新经济政策下，官僚资产阶级所主导的公共企业是维护马来资本家利益的手

段，并且只是暂时的策略，最终的目的是发展马来私人资本。由于必须有巨大的政府

支出来维持国家资产阶级的资本积累，造成 80 年代的财政危机及外债激增。 
 
4.1.1 经济危机 
 
  为了因应危机，1983 年开始推动私营化政策（将公共企业或工程转到与官僚资本

家密切相关的党营企业或私人企业）及吸引外资政策（以打压华人中小工业资本及工

会为代价）。然而，80 年代中期经济萎缩，造成 85 年经济小成长 41、失业率达 8%42

及 86 年外债达 500 亿 43，直接打击巫统对高度经济发展的承诺。 
4.1.2 巫统的分裂 
 
  1987 年巫统领导权争夺战，最后导致巫统分裂。国际贸易及工业部长东姑拉沙里

（Tengku Razaleigh）挑战马哈迪，以“反对政治和经济背叛”为题，抨击马哈迪的经

济政策失败，造成外债高筑、经济萧条等。党争背后的原因是新经济政策造成巫统不

同派系的人抢夺国家资源，经济不景气使得巫统派系分配财富的情况恶化───那就

是财富更难平均地分配给各自的派系和支持者，因此失势的派系才发动党争 44。最后

马哈迪虽然险胜，但是却被东姑拉沙里的人马上诉法庭，控告巫统有非法登记的党代

表，因此选举无效。法官判巫统为不合法组织，最后就爆发法官被开除的行政干涉司

法，巫统分裂，马哈迪重新成立新巫统（UMNO Baru）等。而“茅草行动”就在这个

危机中发生的。 
 
4.1.3 华人母语教育的保卫战 
 

41 Government of Malaysian, 1991:29:pp 29。 
 
42 Ibid, pp 29。 
 
43 Jomo, 1989, pp 75。 
 
44 祝家华 1994, pp 2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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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机器自独立以来的国族打造议程的重要部份就是：试图以统一的国家教育系

统来取代各族群的母语教育。故华教运动（或母语教育）便是在拒绝被国家机器收编

的历史脉络下展开的。82 年后的国家政策辩论升高华人对文化同化的危机感，而教育

部于 1987 年 8 月委派不具华文资格的老师出任华文小学的行政高职，引起华人担心政

府是否要取消华语母语教育，此事称为“华小高职事件”。全部华人组织（包括执政

党和反对党）都抗议这个行动，并还展开罢课行动，要求教育部取消这个行政命令。

1987 年的“华小高职事件”45是“茅草行动”的引爆点。 
 
4.1.4 社区抗争事件不断 
 
  80 年代起，社会长期压抑的各种不满，则以新的方式呈现出来───社区抗争，

譬如 84 年的三保山发展计划所引发华人对历史文化的保卫运动；87 年起砂劳越原住

民为了避免赖以为生的土地被滥伐而发动围堵（Blockard）运动；日本跨国公司在红

泥山埋辐射废料引起居民自力救济运动；木屋区居民面临土地再发展失去住所而发起

抗争运动（如天德园社区、黑风洞甘榜拉沙马那再也区等）。这是新兴的抵制

（resistance）行动，不同于族群民族主义的抗衡行动，是与切身安危和居住品质密切

相关的社会运动。这些新兴运动议题是跨族群的，因此首次展现一种不同于种族政治

的替代性社会运动。 
 
  其实，这关乎中心／边缘的不平等关系；巫统主导的政治集团作为中心对这些边

缘的压迫，使边缘社群（community）因危机而动员起来捍卫各自的社群，以对抗国家

机器的压迫。 
 
4.1.5 巫统解决问题的方案：“茅草行动”（Operasi Lalang） 
 
  面对党内分裂及外在多层次的抗争，马哈迪最后于 87 年 10 月，援引内安法令实

施“茅草行动”大逮捕．逮捕 106 名反对党领袖、华教运动者、环保运动者、职工会

人员、教会工人者等异议人士，包括挑战马哈迪的巫统派系领袖。巫统因为大肆动用

警察权，深化正当性危机，必须以更细致的方式来重塑其领导权。从 90 年代开始，由

上而下的国族打造议程又以新的面貌再度浮上台面。 
 
4.2 第二次国族打造计划 
 
4.2.1 “2020 宏愿”和“马来西亚国族” 
 
  1991 年 2 月 28 日，首相马哈迪在马来西亚商业理事会成立典礼上发表论文，题目

为“迈向前路”（The Way Forward），揭示“2020 宏愿”。这个宣示性的政治目标冀

望马来西亚在 2020 年成为现代化的先进工业国，简称“2020 宏愿”。马哈迪在论文

中指出，要实现“2020 年宏愿”必须克服九项挑战，其中第一项就是“建立一个团结

的马来西亚，大家具有共同的目标：国家和平、领土完整、族群融合、生活和谐、充

分合作，塑造一个政治忠诚和为国献身的马来西亚国族（Bangsa Malaysia or Malaysian 
nation）”。 
 

45 祝家华 1994, pp 16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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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宏愿”口号提出来后，国家机器的理论部门（学者）便开始为这宣示性的

政策寻找理论和政策基础。同时发动舆论与媒体大量报导，塑造“迈向前路”或“往

前看”的亲发展（Pro-growth）意识形态。 
 
  这种亲发展意识形态的论述建构，在国族打造的过程中，具有两个意义：一、刻

划一个对国家未来的“想像蓝图”，要求“国民”团结合作往前看，即暗示抛开一切

偏见及不满，为美好的未来打拼。这也是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族群”

（Imagined Community）中说明国家构成的基础是要知道如何建构想像的空间 46；其

二是要塑造一个”驯服“的”国族“，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优先考虑，在政治上绝对效

忠。其实，正因为我们期待一个不具有歧视 47的“马来西亚人”，故当我们把它们视

为一个同质、统一及有构成原则的整体来论述时，就很容易被巫统主导的政治集团与

国家机器所利用。而这样的整体其实是想像的产物，是虚幻的。 
 
  为什么一个有某种本质或某种构成原则的马来西亚国族是虚幻的呢？这是因为任

何一种原则（阶级、性别、族群等等）无不依赖着其他原则而存在，故如果我们假设

马来西亚是由“种族”所构成，那么由于这些种族也同时被阶级、性别等原则所分

化，所以马来西亚就不可能只是由种族这单一原则所构成。 
 
  如今国家机器为了正当化自身的作为，它必须宣称自己代表整体社会，并要带领

国家达成“2020 宏愿”。所以马来西亚必须是一个国族，一个整体，这个国族则由某

种原则所构成，或某几个不依赖其他原则的“终极原则”所构成（如政治忠诚，为国

献身等）。要是整体（国族）没有构成的原则，那就是异质、片断、混沌等，不能被

表也不能被呈现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国族的打造对国家机器的打造是无比重要了。换

言之，国族是被国家机器经营制造的产品 48。 
 
  在 87 年的“茅草行动”国家机器暴力的阴影下，“2020 宏愿”和“马来西亚国

族”的发明，是巫统集团重新塑造领导权的契机。重新透过一组想像的构图、象征的

符号，不但收编异议者的论述，更进一步收割异议者长期抗争的成果。60 年代，要求

尊重多元文化及对抗马来民族主义的“马来西亚人”（Malaysian）口号，如今被国家

机器塑造成单一文化的“马来西亚国族”。换句话说，以同质性和驯服的“马来西亚

国族”，取代多元异质性的“马来西亚人”。 
 
4.2.2 “新马来人”论述 
 
  而在 90 年代，新经济政策所塑造的马来资产阶级派系（称“少壮派”，以安华为

领导）企图支配巫统，冀望最终接管国家机器。“少壮派”为了顺利执掌巫统第二把

交椅（署理主席），1993 年“少壮派”的代表人安华提出“新马来人议程”（Agenda 
Melayu Baru）来挑战新经政策的“元老派”（以嘉化峇峇 Ghafar Baba 为代表）。其

46 Anderson 1983。 
 
47 歧视与差异不同，前者除了是主体间承认差异外，还实施排斥；后者虽然也承认差异，但是

试着与差异同存。 
 
48 机器战警 III 1993, pp 62-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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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新马来人”不是“少壮派”最早发明的，而是马哈迪。“少壮派”只是迎合马

哈迪的看法，借用来当作对付“元老派”的工具。 
 
  1991 年 2 月，马哈迪提出“马来西亚国族”论述后，“元老派”强烈反应，他们

当心“马来西亚国族”会取代“马来民族”（Malay Nation 或 Bangsa Melayu），而使

“马来民族”失去政治上的优势。 
 
  为了回应“元老派”，马哈迪于 1991 年 11 月巫统代表大会上，提出“塑造新一

代马来人”。塑造新一代马来人正是为了使马来民族和马来社会“顺应时代的朝流，

能够面对一切的挑战”。1992 年 1 月 10 日至 13 日举行第三届土著经济大会．这一届

的大会主题围绕在“塑造更多马来企业家”，“塑造更多马来百万富翁”等目标。为

了进一步补充新马来人的内涵，1992 年 11 月在巫统代表大会上，马哈迪的闭幕词演

讲主题是：“马来社会必须自强自助，全面投入现代理性化的工商企业文化，否则永

远依赖国家提供援助，依赖政治力量的拐杖与他族竞争，将无法进步分享国家的财

富”。他进一步抨击一再崇信“拐杖主义”49的巫统代表，认为把所有政府的承包工

程分给巫统党员，不但会使巫统在大选中受拙，也无法提高马来人民的经济地位。唯

有土著人民改变自己的价值取向，通过文化的变革，增长土著社会的商业竞争力，才

能改变马来人的命运。 
 
  “新马来人”论述是个高明的发明，它直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让“少壮派”顺利

入阁，同时它也是两面刀：一方面讨好非马来族群（以下会说明）；另一方面动员马

来民族为“2020 宏愿”打拼。 
 
  我们仔细分析这个现象就知道新国族打造论述的社会脉络。一方面，自从 1987 年

“茅草行动”大逮捕行动以来，虽然把社会的骚动暂时压下来，但是随后一些非官方

组织（NGOs）改变对抗方式，不再采取单打独斗的方式，而开始串联向政府施压。另

外一些“茅草行动”被逮捕的异议者出狱后加入反对党，投入政治活动。反对势力出

现难得的串联，特别是以华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 DAP），在

46 精神党（Semangat 46）的中介下，首次与以马来回教徒为主的泛马回教党（Partai 
Islam, PAS），在 1990 年大选前形成反对阵线。虽然选举没有按照预期促成“两线政

治”，但是也开始引起巫统集团的关切。 
 
4.3 马来民族主义（Malay Nationalism）与马来西亚民族主义（Malaysian Nationalism）

的结合 
 
  面对新的历史情境，一些马来学者更进一步诠释这些霸权论述意义，试图在新的

国族打造论述中找到马来民族主义的正统地位。他们将马哈迪宣示性的论述放在更大

的马来民族主义历史脉络下来解读。其中必须解决的历史问题是：马来人的传统文

化、经济和语言地位如何能在国族打造过程中继续保持支配地位。 
 

49 主要是指马来族群依赖国家政策的保护，即所谓的“马来人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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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来西亚国族”与“马来民族”是否是个对立的论述？60 年代，反对势力为了

对抗“马来人特权”，而提出马来西亚人（Malaysian）50与马来民族是对立的概念。

最后当然是马来民族在巫统马来民族主义的动员下，取得优势．如今马哈迪正式提出

的马来西亚国族如何与马来民族结合，而取代过去的“马来西亚人”呢？ 
 
  为了要解决以上的论述冲突，必须建构新的论述： 
 

（独立后）我们几乎把所有的力量都花在管理国家的具体发展，以及缓和后殖民

地时期种族之间可能出现的紧张关系。我们推行争取民族团结的后殖民政策，以“国

家原则”为意识形态的宣言，而“国家原则”还远远谈不上是塑造“新”国家特征的

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殖民地历史里，马来民族主义可能是我们民族主义运动唯一

的“真正”形式，不过，对多元种族的后殖民地国而言，这种民族主义运动，却“不

能”落实建立一个马来国家的理想……马来民族主义传统，独立后并没有真正发展成

为一个有动力的理性运动，以争取把以前的民族主义观念，重新组合为马来西亚民族

主义的新概念───当然，马来民族主义的基本理论，也可以作为马来西亚民族主义

的基本理论。（Rustam A.Sani《搞马来西亚民族主义的良机？》31/08/1993，译文略

有改动） 
 

  以上是一位马来西亚战略与国际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也是马哈迪的智囊）对

马来西亚国族的诠释，可代表部份马来学者的观点。由此可知，所谓的“马来西亚国

族”其实就是“马来民族”，而“马来民族主义”就是“马来西亚民族主义”。透过

这种“同化”（马来化）的国族主义来形塑马来西亚国族，不但可将马来族群的优越

性保留下来，还提醒其他族群也应该放弃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ism）的想像，共

同建构“国族的特征”（Identity）。 
 
  Rustam A.Sani 认为民族主义是“解放”殖民的产物，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国族国

家。他认为不幸的是，以马来民族主义作为“唯一正当”的民族主义却无法塑造（同

化）一个国族，即使独立也尚未“解放”（bebaskan 或 free）国语政策，统一教育系

统，国家文化等问题。而“马来西亚人”是殖民的产物，也是必须被“解放”的。因

此，历史上“唯一正当”马来民族主义应该继续打造单一马来西亚国族 51。 
 
  如此，“反殖民”在历史上的正当性，也用在“反文化多元主义”上，因为“文

化多元主义”是殖民的产物。因此反对多元文化的“马来西亚人”也成为了正当行

动。 
 
  另一位马来学者 Hassan Ahmai 也对“多元主义”不信任：“种族团结理论”源自

于蒙昧时代……世界上哪一个民族或种族不受这种种族团结意识驱使，去加强他们的

地位或使各自的民族“特征”和宗教信仰持久不变呢？……全世界现在也四分五裂，

不再是为了东西方的旧思想意识，而是因为民族情绪，宗教和文化不同所引起的。今

天，每一次我听到人们在国际论坛上说到……文化多元化及其他的价值观而谈到团结

50 “马来西亚人”（Malaysian）和巫统主导的统治集团由上而下定义的“马来西亚国族”

（Malaysian Nation）是完全不同的意涵。前者是以多元文化为前提，较宽松定义下的公民

（citizen）；后者是以马来文化优越地位为前提，同质及驯化的国族（nation）。 
51 Rustam A.Sani, 1994, pp 8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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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国际共识，我忍不住地说：“这全是说好听吧了，是空谈，是人们想将他们的道德

感和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强迫他人接受的一种计谋而已”。 
 
  ……不管咱们知道与否，正是这种种族团结最终决定了在这个多元种族的社会里

马来民族的特征，文化和政治主权、学识、经济和道德的防御力量是否能永存不变。

（Hassan Ahmai《马来人的主权和权利》14/05/1993） 
 
  部份马来菁英对文化多元主义不信任及对马来传统文化永存不变的坚持，充分地

显示出对不同文化共存的焦虑，以及害怕本身传统文化容易被“感染”而采取极端

“保护主义”立场。以上的论点便是以“团结”以“排他”的方式保存“我们”文化

方式，也显示对文化缺乏动态的观点。 
 
  面对马来民族主义者所发动的“族群文化保护主义”政治动员，其他族群的菁英

也以“族群文化可能被同化”的“危机意识”采取相同对立的态度推动民族主义动

员，如此族群的文化沙文主义的“斗阵”，使得“马来西亚国族打造”成为马来民族

主义者永远不可能完成的使命。 
 
4.4 亚太华人市场的出现 
 
  80 年代未起，中国、台湾等华人市场的兴起。长期依赖外资及出口导向的马来西

亚经济，需要资本及市场来推行更快速的发展。因此，华人资本及华人海外市场也成

为巫统集团要争取的范围。因此，就必须重塑“不排华”的形象，使华资（包括中

资、台资和港资）能前来投资。同时，巫统也需要借重华商的关系来开拓中国市场。

因此，为了解决长期对华人中小企业压制而产生的反弹，巫统开始拉拢华商及转变对

华语的态度。从九十年起，马来政治官员在公开演讲时，都会混几句华语，如“谢

谢”，“万事如意”等。用毛笔写书法等变成马来官员争相表演的事情。安华进一步

举办“回教和儒家思想的交流”，大力推崇儒家思想，强调其与回教的共同点。 
 
  由于中国市场开放带动华人文化地位提高，使华人似乎不再担忧马来民族主义者

所倡导的“马来化之马来西亚国族”。因为“新马来人”其实就是“华人商人”形

象，正如马哈迪认为的“新马来人”要有“世界的眼光，及时掌握机会，甚至创造机

会，同别的先进国家和地区争雄．而且具备现代化的知识，以便能进军企业界”。建

构如此“特征”的新马来人，固然是巫统党内“少壮派”对抗“元老派”的政治策

略，但是这个“新马来人”论述和马来民族主义者的“文化保护主义”有内在的矛

盾。因为如果“新马来人”类似“华人商人”的话，那么马来民族的“保护主义”如

何能以“排他”的方式来巩固和保存自己的文化呢？因此，在“新马来人”论述形成

后，马来民族主义者打造“马来化之马来西亚国族”的可能性就更小了。由于“新马

来人”的特质其实是“华人商人”的写照，或许这可以解释华人在新国族打造的论述

中采取乐观的态度吧。 
 
  但是不幸的是，“国族打造”不只是“同化”或“被同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国族打造的国族是个“驯服”的主体。“2020 宏愿”，“马来西亚国族”及“新马来

人”已经形成霸权论述，而驯服的主体是没有能力挑战这些论述的，包括非马来人的

政治反对者。因此在新的国族打造论述下，由于提不出替代性的论述，非马来人的反

对者已不在政治舞台的中心，更不幸的是既然无法在中心战斗，却又不能串联边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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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草根组织，发起边缘对抗中心的战斗。简言之，90 年代反对势力（特别是非马来人

政党）已在政治舞台中出局了！与巫统集团的“协商”只是在政治边缘的前提下，充

当背书的工具罢了． 
 
 
5. 结论 
 
  为了马来西亚国家（State）在下世纪能在亚太经贸竞争中生存下去，国家机器开

始思考马来西亚相对其他国家的经济优势（廉价的技术劳动力、“驯服”的工会、更

优惠的投资奖励及“稳定”的政治环境），因为作为发展意识形态挂帅的发展中国

家，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关乎国家机器的统治正当性；于是发动全民的运动，即一种新

的“马来西亚国族主义运动”。 
 
  国家机器界定这阶段的马来西亚国族主义运动是不同于早期的民族主义运动的：

早期（50 年代）是“主人”v.s.“外来者”的论辩───这土地的“真正”主人就有支

配国家机器的正当性───关乎国家机器的争夺及国族的诠释权；90 年代是“马来西

亚的经济地位”v.s.“亚太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的竞争───巫统主导的统治集团能

维持高度的经济成长，就能继续掌握国家机器───关乎国家机器能否继续将不同族

群整合（Integrate）在国家发展的意识形势下，共同在全球经济下做生意。这两种不同

阶段的国族主义运动的共同点是：面对不同历史条件下的正当性危机，巫统主导的统

治集团如何（一再）发现维护既得利益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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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亞制憲過程與族群糾葛：
一個憲政闕失的初步考察l

許德發

「 ……余威覺爲署余之優秀同事之名譽，余必須墊稱：對於現在形式

之憲法完全不能負責 ，余必須讓其保持如此 。」

李特爵士 (Sir Reid ) 

一、緒言：

二戰後，英國政府重返馬來亞，並於1946年擬定馬來亞聯盟

( Malayan Union ) 憲法，之後為因應馬來人的反抗而於1948年代之

以聯合邦憲法 。 不及十年間 ， 即 1957年馬來亞之獨立建國又催生了

基本沿用至今的立國憲法 。 從二戰後至獨立這短短的十餘年間，馬

來亞竟走完了許多國家需要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 、 歷經艱辛過程的

立憲之路，此時段可以說是馬來亞政治史上的 「軸心時代」 。 幾次

重大的憲制確立了聯邦制度，亦標記著殖民統治之結束、更確立了

馬來亞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本質 。

l 本文初稿曾發表於 「 重返馬來亞：政治與歷史思想」國際學術研討

會，亞際書院 「 亞洲現代思想計劃新馬辦公室」主辦（吉隆坡 ： 隆

雪華堂）， 2014 .8 . 1 -2014 . 8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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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國家諸如法國、英美的立憲歷史與戰爭 、革命緊密聯繫著 ，

也因此它們的憲制是一種自然的演化 ， 一種蘊涵著人民本身對自身

公民權利的掙扎與醒覺 。馬來亞的憲制與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類似，

卻是一種被賦予的，具有深刻的後殖民色彩，因此馬來亞雖屬於君

主立憲國體 ， 而且行憲數十年 ， 但與西方的憲政民主仍有一段距離。

實際上 ，憲法易擬，憲政卻難行 。 所謂憲政 (constitutionalism),

又稱立憲主義，是時常與法治交替使用的術語 ， 廣義而言，意指奠

定憲法運作基礎的實踐機制，狹義而言，則是明薤界定以有限政府

和人權保障為其本旨的立憲精神2 。 易言之，憲政主義強調「公民」

權利 ， 而且假設了民主 、 人人平等的基本前提，人民也以至高無上

的憲法作為國家認同的座標 。 一部堪稱符合憲政主義之宗旨的憲

法，應該是一部以人權憲章為核心 、 並以制度設計為配套的憲法辶

同時，由於憲制首先是一套民主秩序 ， 權力屬於全體公民，並因此

形成公民對憲政之認同 。「憲政認同 」 所指涉的是一國之內族群及

公民超越血緣、文化、宗教及地域認同，而以憲政爲基礎架構，並

在此層面上，構成社會共同體，共享著基本價值 、 精神 。 以哈貝馬

斯的術語來說，其實就是「憲政愛國主義」，即指人民的愛國清緒

指向熱愛憲法中所保障的自由人權與公平正義4 。

憲政認同之建構對多元族群國家尤其重要，是其所面臨的基本

任務，故此，立憲基礎的關鍵並非去尋根或尋求原生血緣和族群意

識 ， 而主要是考量賦予人民普及公民權，以促進公民不分族群地向

2 簫高彥，〈國族民主在台灣 ： 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政治與社

會哲學評論》，第 11期， 2004年12月， 頁 37 。

3 簫禹彥，〈國族民主在台灣 ： 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頁 37 。

4 簫捲基，〈公民身分與認同〉，《通識教育學報》，第4期，頁 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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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歸屬與整合5 。然而 ， 在1950年代的馬來亞獨立憲法擬定之過程

中， 卻嵌入了過多的族群化想像與血緣歷史論述 ， 使得馬來亞憲法

烙印著族群主義之印記， 多於上述公民憲政精神 。 種族族群主義對

憲政的找害似有其普遍性， 但馬來西亞的個案卻更為尖銳 ， 影響也

更為真實深刻， 本文即主要探討馬來亞獨立運動時期族群認同及政

治權益之博弈， 對立國憲法的影響與衝擊 ，如何使得憲政認同建構

失去了先天條件 。 本文的研究途徑 ，主要聚熄於李特憲制委員 會

( Reid Commission) 所提呈的《李特憲制報告書》及隨後的爭議與

修訂，乃至馬來亞正式憲法維立之過程，並常試以思想史的角度分

析此過程中所揭示的馬來亞憲政閩失，以及種族主義大潮與各族之

間的憲政創造力量及資源之匱乏，對馬來西亞憲政進程的栽害 。必

須立即說明 ，此處所謂「憲政」是取上述狹義的定義而言 。 本文亦

將借用葛雷的多元主義的自由主義視角6, 再檢視《李特憲制報告

書》，最後將指出種族主義與憲政之誾的嚴重矛盾與緊張關係 ， 並

因此預示了馬來西亞憲政之路的維艱與難行 。 必須說明的是 ， 限於

筆者的研究領域和能力 ，本文僅從歷史與政治思想的角度論述， 對

馬來亞的憲法政治提出考察 ， 尤其是針對極具爭論性的公民權 、 語

言 、 宗教 、 基本人權等幾項攸關國家本質與普遍公民權利議題切人 ，

而未能全面觸及憲法细節與技術層面。

5 簫暢基， 〈 公民身分與認同〉 ，頁98-99 。

6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中

文版見顧愛彬、 李瑞華譯 ， 《 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南京：江蘇

人民出版社 ， 2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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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馬來亞的憲法時刻：獨立建國與李特制憲

1956至 1 957年獨立前夕之制憲 ，對包括三大族群在內的各族群

而言，都攸關他們自身在新興國度中的位置與權利，因為憲制不但

關涉馬來亞的圓家命運 ，而且亦關涉每個人的未來 。在這異於平常、

全民沸騰的時刻 ， 它實實在在是一涸創造國家根本大法（加gher law ) 

的重大 「憲法時刻 」 ( constitutional moment) 。 一個重大的憲法詰

問—— 「何種國家 、誰之憲制」 成了每個人以及群體需要面對

的問題 。

（ 一 ）何種國家 、 誰之憲制？

由於馬來亞人群的複雜胜 ， 當時人所面對的問題是 ： 究竟馬來

亞要建立「 怎樣的國度？國家本質為何？」對此問題了謂眾議紛紛 ，

各族群、階層都頻密動員 ， 輿論活躍。要了解上述問題之所以是問

題以及為何那麼重要 ，我們必須立即追問在此 「憲法時刻」 ， 社會

現實與歷史基礎以及左右憲法取向的動力為何？顯然，由於馬來亞

多元族群之事實以及各族群對未來國家建構之想像的不一致 ， 導致

了各種不同的憲制構想 。這些重要構想包含筮統及其馬來建國主

義 、 其他族群所期待的多元共生想像等等 ， 皆指向了不同的 、 甚至

是矛盾的薦家本質期待。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此憲制卻受到兩大現

實因素所限定。 首先， 制憲是英國非殖民化的一個過程 ，而這一段

過程中民族王義運動形成了時代高潮 ， 反殖民王義的力量（尤其共

產黨）不斷加強 ，英國被迫採取憲制改革措施。在此特殊的憲制改

革時期，不管憲制改革的程度如何，英國對殖民地的憲制改革與權

力轉移仍有相當大的控制能力 。 在英國非殖民化過程中，其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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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督的權力是決定性的 。 即使是在殖民地獨立前夕 ， 總督的權力受

到某些限制 ， 但總督仍擁有諸多保留的權力 ， 包括對殖民地立法機

關通過的法律有否決權 。 從某種意義上講，英國掌握著憲制和權力

移交的主動權 ， 在一定程度上顯現於能夠選擇權力移交的方式與對

象 ， 並在被迫撤出殖民地時 ， 英國往往寧願把權力交給相對比較溫

和的民族主義政黨7 。 事實上 ， 巫統或聯盟即是在這樣的後二戰背景

下成為獨立與憲制談判的對象 。 其次， 馬來民族假定此地乃 「馬來

人的馬來亞」 ， 而英國也承認其宗主權奪自馬來統治者 。 在馬來民

族主義之論述下，馬來「人民」 在形成民族（國族）之後，便成為

制憲活動之主體——馬來人是具有制憲權的民族8 。具有主權的 「 民

族」同時成為憲制之權力根源後 ， 馬來亞憲法之天秤注定要往親馬

來人方向傾斜 ，而這正是獨立制憲的社會與歷史基礎所在 ， 也是其

他族群憂患之所在。

現實如此，不難理解李特憲制委員會為何被規定了制憲工作的

綱領與範圍 。 英政府根據與聯盟政府的倫敦協議之規定 ， 於1 956年3

月 8 日成立了一個憲制調查團 ，負責草擬馬來亞的憲法以因應快速的

獨立步伐 。 被譽為20世纪一位偉大法律界專才的李特勳爵 ( Lord

William Reid ) 被委任爲調査團之主席 ， 在各州蘇丹與聯盟政府的同

意下，調査團之團員委定如下 ： 詹甯爵士 (Sir Ivor Jennings英國） 、

麥克爾匪士(Sir William McKell 澳洲 ） 、馬力大法官 ( Hakim B Malik 

印度） 、 阿都哈密大法官 (Hakim Abdul Hamid 巴基斯坦）。憲制

7 張順洪，〈英國的反殖民化〉，《世界歷史》， 1996年第 6期，頁3 。

8 有關 「 制憲權 」 的相關論述，參閱簫高彥，〈共和主義 、 民族主義

與憲政理論〉，《政治科學論叢》，第27期， 2006年3月，頁 124 。

亦見氏藩〈台灣的憲法政治：過去、現在與未來〉，《二十一世紀》，

2005年 12月號 （總第92期 ） ， 頁28-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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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團被規定的工作綱領爲下列五點原則（依據 「 1948年聯合邦協

定」） : 

l 建立一涸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州及殖民地（檳甲）可享受相

當程度的自治，中央政府與州及殖民地之間，對憲法中指定之若干

財政事項 ， 設有協商之機構。

2 维護各州蘇丹作爲各州憲制統治者之地位與威信 。

3 由各州蘇丹中選出一位聯合邦的最高憲制元首。

4 建立聯合邦全境的共同國族地位 ( nationality) 。

5 維護馬來人之特殊地位，及其他民族之合法利益 。 9

顯而易見，此五點原則主要是對應於前面提及的有關憲制兩大

現實因素而出現的，即 ： 除了強中央 、 弱地方之外 ， 最重要的是馬

來統治者的主權及馬來人的特殊地位 。 然而， 一方面既要保障馬來

人特殊地位 、 統治者地位 ， 又要建立不同族群的共同圉族地位 ，這

本身已經內涵難以融合的困境10 。

同年5月27 日 ， 李特勳爵抵達吉隆坡做調查。他向記者宣稱： 「將

以一個若谷之懷 ， 絕不存有半點成見來處理此事 ， 而政府亦予以絕

大之自由…… 」 ， 然而有關團體和個人所呈遞的備忘錄，似乎也只

允許在上述 「 1 948年聯合邦協定」所規定的基礎上提出建議 。 由於

9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1\1alay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1957, p. 2 本文有 關 「 李特憲制報

告書」論述，主要參閱拙作 〈 大局與獨立 ： 華人社會在狷立運動中

的反愿〉， 文平強編， 《馬來西亞華人與國族建構》 ， 吉隆坡 ： 華

社硏究中心 ， 2009, 頁 92-98 。

10 實際上，另一明顔的矛盾是， 既要維護各州自治地位， 同時又要建

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 可參閒 ： Ratnam, K. J. ,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965. pp. 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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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限在這個範圍內 ，輿論擔憂人民公意不可能完全充份的表達11 。

調查團一共收到英國 、蘇丹 、聯合邦政府 、聯盟 、 全馬華人社團 、

各政黨 、 團體及個人之備忘錄一百三十一份 ， 而衙見提供意見者則

有三十一個單位12 。 1956年秒 ， 調査團團員分批離開馬來亞，到羅

馬聯合國辦事處起草憲制報告書13 。李特憲制報告書於1957年2月 20

日正式發表 。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 ，報告書的最顯著特點是它一方面

維持馬來人特權，但另一方面又強調法律上平等的原則 ， 給予馬來

特權時間限制 。 客觀而言 ，在上述「兩大現實要素 」 的語境下，該

報告書可說做出了相當 「大膽」 的建議，即主要認爲 ：

（ 一）馬來特殊地位 ：

憲制委員會鑒於過去簽訂的條約（指 「 1 948年聯合邦協定」）

以及調直之發現，反對將現時制度（馬來人特權）延長一段時間者，

爲數甚少（但卻有很多方面反對增加現有優惠及繼續過度延長），

而且突然撤銷馬來人特權將置馬來人於嚴重不利之地位 ， 因此建議

應當繼續泥行十五年 。 但特別聲明，在這期間不得再增加馬來人保

留地 ，其他優先權 (preference) 如政府職位的「固打」 （配額）限

制，若干商業准證及獎學金方面不得增加，也不得擴大。 15年後，

政府應負責提呈報告 ，讓立法議會決定是否要保留 、削減或完全終

11 《中國報》 ， 1956年8月 25 日 。

12 呈交備忘錄的機構包牾多個今天已不復存在的維織，諸如歐亞人聯

盟 (The Eurasian Union ) ，馬來亞出生之印度人緝織等 。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p. 3, 1 07 -110亦見

〈英馬雙方昨同時發表李特制憲赧告書〉，《南洋甯報》， 1957

年2月 22 日。

13 李特爵士表明，選擇去羅馬而非英國，是為了不與任何人磋甯 ， 以

使得憲法之草擬「絕對獨立」。 （《南洋商報》， 1956年10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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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馬來人的優先權14 。

同時 ，必須指出的是 ： 李特憲法草案中並沒有賦権最高元首保

護馬來特殊地位， 也沒有獨立憲法所謂的 「馬來特殊地位」的名目 ，

及底下獨立的單一條款（如獨立憲法的153條款），而是把所謂的「馬

來特殊地位」 分為82及157條款，分別列明馬來保留地及固打制（即

公務員 、 獎學金及准證）， 15這是與獨立憲法非常重要的差別之處 。

157條款甚至以 「臨時和過渡規定」 ( temporary and transitional 

provisions) 列於憲法草案中 16 。

（二）公民權與歸化 ：

馬來統治者的臣民 ( sub」ects ，即馬來人）及於獨立日或以後在

聯合邦出生者， 自動成爲公民 。 但委員會不接受非馬來人所提出的

出生主義 ， 因此於獨立日之前在本邦出生者，若在申請前七年中有

五年居住於本邦，並略懂馬來文者，可登記爲公民 。 但重要的是建

議，若獨立後一年內提出申請公民権者，獲得豁免語言考試 。

同時 ， 在獨立日居住於本邦者， 若申請前之十二年內有八年居

住於本邦 ， 並且略懂馬來文 ，亦了登記爲公民 ，但如果年齡匹十五

歲或以上者在獨立後一年內申請公民權 ，也將獲得豁免語言考試，

這與華團的五年雖要求不同，但卻接受華團對語言考試的建議D 。

（三）國語與官方語言 ：

馬來語爲聯合邦國語，並在未來十年內，英文繼續作爲官方語

文 ，十年之後再由國會決定其地位 ； 至於華團及其他族群的華文 、

14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7, p. 72 

15 上引Report, pp.150-1 51 , 183 

16 上引 Report, pp. 181 , 185 

17 上引Report, pp.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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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文列爲官方語言建議 ， 則不被接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在議

會中可用毋語發言， 為時十年 ， 但議會主席必須是能通曉該語言者。

政府通告 、 佈告及其他文件 ， 應如過去般如常维持使用中文及印度

文18 。

（四）國教之規定 ：

委員會基本上認為不需要規定回教為聯合邦國教， 但委員會成

員之一阿都哈密法官（巴基斯坦人）一人認爲新憲法應明文規定回

教爲本邦國教 ， 報告書附錄其意見。報告書同時指出 ， 蘇丹會議並

不贊成列明回教為國家宗教19 。

在教育方面 ， 李特委員會規定 ， 任何公民不能由於種族 、 宗教 、出

身 ， 或出生地的原因， 而被拒絕就讀於政府維持的任何教育機關 ；

也不能因為歧視之理由而拒絕提供本邦公民教育財政援助。此外 ，

也值得注意的是 ， 委員會並沒有規定蘇丹議會（馬來統治者會議）

之體制與任務 ， 這可被視為已淡化了馬來蘇丹地位。質言之 ，李特

憲制報告可說已把國家本質、固族基礎含混化、模糊化，很大程度

上淡化了馬來性在新興國家的作用，同時減弱了馬來特殊地位，並

稍微增進了其他族群約權利20 。

18 上引Report, p. 14 

19 上引Report, p. 73 有 關李特報告 ， 亦可參閱《 南洋商赧》 ， 1 957年2

月 21 日，第九、十版 。 此外，蘇丹議會掌 璽大臣曾針對 「國教 」 一

事發表文告瀅清 ，蘇丹議會認為回教不適合列為聯合邦 國教，因為

這將侵犯各州及其政府單狷處理回教之権利 。 這是因為，一丶各州

均設回教首長，回教已經在各州憲法間設立；二、現在法律及新憲

法之辨法，回教保留為各州之事宜 。（〈掌璽大臣澄清，關於回教

問題 〉 ， 《 南洋甯報》 ， 1957年2月 22 日第九版 。）

20 可 參閱 Ratnam, K. J. , Communalism and the Political Proces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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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檢討歷史，含混的國家本質

李特報告雖然接受大部分聯盟政府之建議 ，但這樣的結果事實

上還是使聯盟 、 甚至可能連馬來亞殖民當局也戚到錯懌 。李特憲制

委員會的出發點不完全是基於英圉所給予上述的五項原則要點 ，而

實際上 ， 報告書自稱 ：

調查圍在草擬報告時，經常注意及兩項目的 ： 其一，必須有最

充分之機會，發展爲圍結 、 自由及民主之國家；其二，予一

切之方便以開發國家之資源，維持及改善人民之生活水準 。 而

此目的只能由人民自力而達到，調查圄之工作，乃使到結構盡

量符合此種成就 。 調查團不但才僉討過去歷史，而且檢討現今

社會及經濟之情形 。 在改變政治及行政之形式時，所提建議，

必須合乎實際，以及對每一社會成員公允 。 2 1

上述兩項原則其實說明了李特委員會重視民主與公民權利（第

一項）以及資源的開發與公平分配（第二項）。 第一個目標毫無疑

問是典型的民主憲法原則，第二個目標則說明當時的現實是憲制委

員會所清楚意識到的：他們需要調和與折衷理想和現實之間的平衡

22 。 這其實可說符合自由主義者強調憲政主義的基本原則，而這兩

項原則似乎又有違馬來特殊地位 ，對此張力與複雜性 ， 李特憲制委

員會在思索憲法時頗為用力 ：

（續）

J\llalaya, p. 58. 

21 《南洋南報》， 1957年2月 2 1 日，第9版 。

22 Abdul Aziz Bari, "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Constitutional 

Trad山on,"ASL! Inaugural Conference, 2004, p.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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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認識維護巫人特別地位，以及其他種族権益之重要，

吾人對此間題曾特下工夫考慮之。 23

然而很值得注意的是 ， 李特憲制委員會的「檢討過去歷史」決

定。實際上 ， 馬來特殊地位就是立基於馬來原地主義者的 「歷史論

述 」 ，認為馬來人是土地之子以及對馬來亞具有主權。「對歷史之

檢討」似乎揭示，李特憲制委員會並沒有完全依照英匭政府與聯盟

政府的「意願」 行事，儘管他確認了 「馬來主權」（承認蘇丹地位 丶

馬來特殊地位 、 馬來文作為唯一國語），但又對之作出限制或不作

出規定（特權十五年限期 、 不可增加及擴大固打 、 沒有特別的「馬

來特殊地位」 專款，沒有聯邦宗教、淡化蘇丹議會任務、強調國語

政策實行的過渡期以對各社群公平） 24 , 而同時強調「對每一社會

成員公允…… 」 25之原則（議會語言十年限期、沒有聯邦宗教、公

民權資格放鬆、教育及機會平等）， 在更大程度上 「承認」其他族

群、社群的公民地位與身分26 。李特憲制委員會主觀的核心關懷似

乎在於 ： 如何在各族利益分歧的狀態中，創造後殖民馬來亞新的政

治秩序。

該報告書之建議出台後，得到許多正面的回應。依據當時的媒

23 《南洋甯報》， 1957年2月 2 1 日，第9版 。

24 《南洋商報》， 1957年2月 2 1 日，第8版。

25 《南洋甯報》， 1957年2月 2 1 日，第9版。

26 有關華人社會的要求 「 承認 」 ，可參関拙作〈「承認」 的鬥爭與華

人的政治困擾〉，文平強、許德發編，《勤儉興邦 馬來西亞華

人的 貢獻》 ， 吉隆坡 ： 華社硏究中心， 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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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報導，法律界認為它並非革命性、新奇之文件27 ， 但是一般輿論

大體上卻認為它溫和 、 合理 、 平衡 ：

總而言之，對問題大部分之處理，都係循聯盟及．蘇丹議會所提

供之意見，在大鱧上，該報告書可說得上夠公允 。 自然，一件

如斯重大之問題，當不會使各方面滿意，其中最顗箸者，馬來

人對其特攏，就現行實紇，只保留十五年，噹然會不滿。其次

回教之未列入為國教，將有煩言 。華人方面，對出身地公民権

之被忽略，自表不甚滿意。渠等指出調查團之苦心孤詣，在予

年青之狷立馬來亞國以健全之基礎，甚屬可嘉 。憲制調查圍要

尋途徑，加強中央政府之権力，但同時賦予十一州之寬大之自

治權力，無疑為一件艱銍之工作 。 就公民權間題，調查囹之建

議， 已超越聯盟之意見，而對申請公民攏之語言考試及宗教問

題，調查團亦難免有越俎代危之嫌。所以渠等希望果真以馬來

亞為永久家鄉及矢誠矢忠於斯之馬來亞人士不會興波作

浪。……颜然，李特憲制調查困以巧妙之手法，將世界最優良

最偉大之民主，移植於年青及健康之馬來亞。 28

從報導上分析，首先須注意的是 ： 報告書「就公民權問題 ， 調

查團之建議 ， 已超越聯盟之意見，而對申請公民權之語言考試及宗

27 〈李特憲制赧告書，並非革命性文件 〉 ，《南洋甯報》， 1957年2

月 21 日，第9版 。若名律師Tommy Thomas亦有類似的評語，而且認

為它寫得 「優雅、清晰及流暢」，見''The Social Contract: Malaysia's 

Constitutional Covenant," 14thJ\1alaysian Law Conference, 2007, p. 22 

28 見〈吉隆坡一般與論大體上認拐合理〉， 《 南洋甯報》， 1957年2

月 22 日第 9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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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問題 ， 調查團亦難免有越俎代磨之嫌」，說明當時輿論已注意到

李特報告書的「逾越」 。各主要憲制博弈力量 ，包括馬來人及華人

也都有不滿意之處。但顯而易見，這是一涸相對中肯 、 兼顧歷史（馬

來主權）與現實（多元事實） 、 對各方平等的妥協文件。事實上 ，

在現代社會中 ，就憲政認同而言 ， 需要承擔現實社會資源競爭 、 分

配 、 整合與矯正 ， 並賦予資源配置正當性 、 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功能 ，

也需要承擔人類生存的價值需求與精神依賴的功能。正是這種功

能，使得各民族共同體中的個體能超越特定民族文化而槭受到安

全 、和平 、 自尊與被尊重29 。 以此論之， 上述四點原則大體在肯認

某些歷史因素下，把馬來亞未來歸途導向一個相對符合普遍公民理

念的社會，強調資源分配的公平正義，在承認馬來群體的既得利益

之時，同時使非馬來群體的安全與自尊更具未來可能性。

在李特憲制報告書中 ， 委員會完全意識到，在馬來特殊地位與

建立民主方式的政府之下的普遍國民身分之間有所矛盾30 。該報告

書曾言明，前述英國政府所限定的五點憲制綱領第5點（維護馬來人

之特殊地位），與第4點（建立聯合邦全境的共同國籍）是有矛盾的

31 。第4點內含建立一個民主政府及平等的社會，但又要兼顧馬來特

殊地位，那是艱難的 。 從理論上而言 ，其實李特憲制報告書是把馬

來特權及（議會）語言問題此兩項難以獲得永恒有效的普遍共識之

29 涂少彬、肖登輝，〈憲政認同 ：民族認同的現代性轉向〉， 《河南

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 2009年第4期。

30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 Rome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sation) , Kuala Lumpur: Government Press, 

1957, p. 71 

31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Constitutional Commission, p.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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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 做了 「暫定協議」的處理32, 以求得一個能維持和平但符合

起碼合法胜的情境，而將真正的 「憲政共識」寄望於未來 。 此處乃

借用葛雷的術語 ， 而葛雷主要是站在多元主義的立場 ， 認為人類價

值理想多元 ， 而且這些理想可能不斷衝突 ，難以妥協 ，也難以蛻哪

一種更有價值33 。 葛雷雄辯的指出 ， 「權利所保護的人類利益有著

太多的差異和衝突 ， 從而使這樣一種理論（無所不包的權利理論）

成為不可能 」 ，而且建立同質性國家會大規模違反基本人權34 。 李

特憲制委員會相當清楚 ， 馬來特殊地位儘管與普遍國族概念相衝

突 ， 但是涉及既得利益與歷史協議，又考慮到馬來人當時的落後 ，

難以陡然廢除 ， 是以他提倡追求非單一理性共識的理想 ，代之以承

認差異 、 尊重差異的社會 「暫定協議」 ，把其列為憲法草案中的「臨

時和過渡規定」。 同時 ， 李特報告書也規定各語言 、 宗教以自由及

平等原則 ： 「 ……法律不得因宗教 、 種族 、 家世或出生地理由 ， 而

有何歧視 ， 政府或公共機關亦不得以上述理由在決定委任 、 合同或

是允許進入任何教育機關或發出有關學生財政援助時，有所歧視 。」

35 。 實際上 ， 馬來人及其它各族群的許多利益及建國想像 ， 可說是

處於一種價值理想多元呈現的狀態中 ，難以獲得徹底的化解 、 安頓

與妥協 。 這些問題似乎是無法通约共量的 ， 因此 「暫定協議」更爲

32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0 中

國 大陸的洋本則把modus vivendi翻縴為「権宜之計 」 ，見顧愛彬丶

李瑞華譯，《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 。

33 John Gray, Two Faces of Liberalism 亦參見江宜樺，〈擺盪在啟蒙與

後現代之間——評John Gray箸，蔡英文繹《自由 主義的兩種面

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第6期， 2003年9月，頁239-248 。

34 顧愛彬丶李瑞華譯，《自由主義的兩張面孔》，頁 151 、 171 。

35 《 南洋商報》， 1957年2月 21 日，第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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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道與多元形勢之所需36 。

三、憲政闕失：種族（特殊）壓倒平等（普遍 ）

然而誠如前述 ， 李特憲制報告書發表後 ， 馬來人甚不滿意 ， 《每

日新聞》與《前鋒報》批評十五年條款 ， 這使得聯盟政府受到極大

壓力37 ， 蘇丹也對其權力相對減少甚為不滿38, 首席部長東姑因此

出面說明李特憲制報告還得經過英國 、 聯盟政府及蘇丹議會三方面

的通過 。 以禺來人為主的國民黨 、 泛禺回教協會 ， 及馬來亞人民黨

認為 ， 如果接納該報告書 ， 無異將馬來人擠出馬來亞 。 該三政黨擬

聯成一條陣線 ， 以應付此問題 。事實上 ，他們尚未正式仔细研究李

特報告書 ， 即已對馬來人特權限定為十五年表示失望 。 據報導 ：

爾等指出，馬來人特權並非創舉，而系自蘇丹與英廷簽署第一

次之協定，即有此規定，自憲制成立後 ， 馬來人之特殊地位，

並無改變 ，數百年來， 馬來人之特殊地位 ，少有 變更，何以今

年免限定之享受十五年。 39

36 江宜樺上引文，頁239-248 。

37 這裡必須立即說明的是，聯盟政府在會見李特憲制委員會時，曾口

頭通知 「 馬來特殊地位十五年審查 」 事項 。 但由於強大的馬來批判

罄音 ，而最終在憲草 中修改此條款 。 （ 見Tommy Thomas: "The Social 

Contract: Malaysia ' s Constitutional Covenant ," p. 24-25 . ) 

38 Tommy Thomas: " The Social Contract: Malays ia ' s Constitutional 

Covenant," p. 27 

39 見 〈 馬勞工黨及巫人政黨 不滿李特憲制赧告書 〉，《 南洋商報》 ，

1957年2月 24 日第 12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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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翁嘉化 (Onn Jaafar ) 也指出，他初步研究憲制報告書的印

象是「馬來人徹頭徹尾被出賣」 40 。 此外，華人社會也表示不滿的，

主要是出生地主義的公民權原則及官方語言建議不被接納。至於馬

來特權，雖與華人要求平等待遇不完全一致，但因有限期，倒沒有

引起太大的怨言41 。

阿倫特 (Hannah Arendt) 曾認為 ， 美國的被殖民經驗是美國立

憲的基本歷史要件，她也強調殖民地的居民自我構成各種「政治體」

( civil bod民s politic ) ， 對於未來的極端重要性在於形成了一個新的

政治領域，並在不具有 、 也不宣稱主權的情況下，得以享有權力，

有資格主張應有之權利42 。但是在馬來亞，歷史條件完全不一樣 。

誠如前述 ， 對馬來人而言 ，他們具有某種程度的 「制憲權」，他們

也是原地之子 ，這一點也為英國人所承認 ， 而且已經彰顯於「 1948

年的聯合邦協議」之中 。東姑阿都拉曼在獨立前夕曾就公民權事宜

明確指示，英國政府必須把园家主權歸還馬來人，再由馬來人決定

是否賦予其他族群公民權43 。 據報章報導，當時存在一個重要的說

法是，殖民地欽差大臣曾針對華人公民權利益對馬華公會總會長陳

禎祿說，只要壓統說「 Yes 」 ，英國這方面就沒問題44 。 因此李特憲

制報告書公佈後 ，欽差大臣大概出於安撫的目的 ，立即指出李特報

告書是可以修改的 、 未確定的， 45並指出依照程序 ，李特報告書發

40 〈馬勞工黨及巫人政黨 不滿李特憲制赧告書〉 ， 《南洋商報》， 1957

年2月 24 日第 12版 。

41 崔蕢強 ， 《新馬華人國家認同的轉向， 1945 -1959》，廈門 ： 度門

大學 出版社， 1989, 頁405 。

42 引 自簫高彥，〈共和主義、民族主義與憲政理論〉，頁 134 。

43 見才出作〈「承認」 的鬥爭與華人的政治困擾〉 ，頁239 。

44 拙作〈 「 承認」的鬥爭與華人的政治困擾〉，頁239 。

45 《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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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後，將先由各州蘇丹、聯盟政府及英政府三方匣代表組成十一人

工作團，作初步的考慮，然後再由蘇丹議會、聯合邦行政會及英政

府作進一步的審查46 。 最後，始向聯合邦立法議會及英國國會提出，

尋求正式通過 。 這個程序其實說明了李特制憲報告書在這些一道一

道的制憲程序中，處處都得經過既定政治實力與意識形態的左右與

制衡 。

（一）制憲權與國家本質、特別地位的再堢蟋

果不其然，經過長達五個月的政治談判與妥協，最終李特報告

書被刪改至少高達40% ，其中包括馬來特權被無限期保留及華 、 印

語被允許爲議會語言十年被除去， 回教國家化入憲等等47, 以致後

來李特爵士本人也公開嚴正表達對新憲草持不承認的態度，並認爲

這是英聯邦國家中最不具水準的憲法 。李特勳爵在7月 29 日英國國會

上議院二讀通過馬來亞獨立法令時，激烈批評新憲法的修改，並提

出抗議48 ，指他完全不對此憲法負責， 「余並不因此項修改而氣惱，

但此項憲草遠不及吾人在政府法案中所慣見之高水準」 ，「又謂：

余威覺爲藩余之優秀同事之名譽，余必須罄稱 ： 對於現在形式之憲

46 「 李特憲制報告書正式呈遞英女王及九州蘇丹後，於2 月 21 日發

表，嗣後為英政府、蘇丹議會及聯合邦政府之事務，硏究其建議，

尋求三方面之同意， 以接約或修正之 。 隨即成立一個十一人工作委

員會，包牾聯合邦欽差大臣，輔政司，律政司及蘇丹與聯合邦政府

兩方面各派固代表，自 2月 22 日至4月 27 日之間，曾開過二十三次會

議，向蘇丹會議報告三次，即3月 14 日， 4月 10 日及5月 7 日三次，向

聯合邦行政會議於5 月 3 日及6 日報告共兩次 。 」 閱〈憲制白皮書全

文〉，《南洋商赧》， 1957年 7月 3 日第九、十版 。

47 《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3 日。

48 《星洲日報》， 1957年7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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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完全不能負責，余必須讓其保持如此 。 」 又謂，「修改之處大部

分係小節 ， 但余認爲 ， 新形式遠不若吾人所建議者明晰」 49 。今天

回眸重看 ， 馬來亞人或許虧欠了李特委員會五個委員50 。 無論如何 ，

形勢比人強，英國政府 、 蘇卉會議及聯盟政府三方面代表組成的憲

制工作團最終通過了新憲法草案 。 新草案與白皮書遂於1957年7月2

日在倫敦與吉隆坡二地同時發表。

在新憲制草案中，主要針對李特憲制報告書做了以下幾項主要

修訂 ：

（一）有關公民權方面 ：

大致接受李特憲制報告書的建議 ，但最重要的是 ， 它加人一條

限制，即申請歸化者需要部長的審批 。 這也與華團要求居住期五年

有差距。

（二）關於語言問題 ：

(I) 對李特報告書最重要的修改是取消有關在獨立後十年內 ，

允許有條件的在立法會議以華語或印語發言 。

( 2 )任何人不受阻止或禁止以應用、或教授 ，或學習任何語言 ；

(3)列明聯合邦與州政府須保護與扶助其他任何民族語文的應

用與學習。

（三）馬來人特殊地位 ：

(I)取消李特憲制調查團建議馬來人所享有的優先權之十五年

限定，使得馬來特殊地位成為永久性 。但建議改為由最高元首隨時

49 《南洋南報》， 1957年7月 31 日 。

50 Tommy Thomas也說過 「後代欠了李特委員會等五人 」 ，但他是針

對李特接受聯盟之建議，尤其有關 「社會契約 」 及其「憲草之高雅丶

清晰與流暢」的貢獻而言 。 見 The Social Contract: Malaysia 's 

Constitutional Covenant, 14thMalaysian Law Conference, 2007, p.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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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之 。

( 2 ) 加入條款規定最高元首須負責維持馬來人的特殊地位 ，以

及其他民族的合法權益 。 同時，在執行此責任時 ， 應根據內閣的意

見行事 。

( 3 ) 最高元首可以指示及保證「合理」固打或比例 。 除此而外，

圓會沒有權利單純爲了保留「固打」額給馬來人之目的 ， 而對商業

施行限制 。

（四）關於宗教方面 ：

( 1 ) 修改李特報告書沒有國教的建議 ， 而以回教爲本邦國教 。

( 2 ) 規定最高元首爲馬六甲、 檳城二州的回教首長51 。

顯然，上述幾項重大修改，把國家的本質再確定為馬來人的馬

來亞 ， 馬來蘇丹權力更為鞏固 、 馬來人獲得了永久 、 無限期的特殊

地位，同時回教列為聯邦宗教，少數族群語言更不是議會語言，這

可說基本回歸到1 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的老路 。 實質上，現代憲

政體制須確認公民身分所涵蓋的權利與義務，以此宣示 、 體現基本

憲政價值52, 但新憲草規定某些群體之間的公民權利差別固定化 ，

其實說明了國家本質的馬來民族化 。 馬來性 ( Malayness) 的三大支

柱即語言（馬來語） 、 宗教（回教）及王室（蘇丹），加上 「馬來

特殊地位」得到了憲法的再確認，從此確立了馬來主權作為憲法主

體精神，淡化了李特憲制對馬來亞作為一僙相對符合公民憲政醜家

的制度設計 。 正如論者所指出的 ， 「 1 957年 ， 《馬來亞聯合邦憲法》

51 〈憲制白皮書全文 〉 ， 《 南洋甯報》 ， 1957年7 月 3 日第九丶十版 。

52 錢永祥， 〈承認是一項憲政價值嗎？ 論承認的政治性格〉，《動

情的理性 政治哲學作為道德實踐》，台北 ： 聯經出版公 司 ，

2014, 頁 1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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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了國家性質的變化。在過去和現在，我國就是一個奇異的組合：

它是自由民主的理想和種族胜優惠待遇 ， 這兩者相結合的産物。它也

含有宗教元素（例如：穆斯林個人法律， 是根據以伊斯蘭經文爲根基

的伊斯蘭法律所制定的），這些看來是和憲法第4條相牴觸的。」 53

據《南洋商報》的報導，「原被本邦三大民族認為堪稱公允之

李特報告書所建議各項 ， 經包括英國代表 、 蘇丹代表及聯合邦政府

代表組成之工作委員會 ， 作多度之會議硏究後 ， 已將其建議作將近

四十巴仙之修正。有兩項在原則上作重要之修改，即為加強馬來人

特殊地位之保障，由國家元首負責保證之 ，所規定馬來人享有之特

殊地位，列人為永久性 ， 另一項則以巧妙之措辭，否定議會使用多

語言制度 ， 即為李特憲制報告書所建議擬定十年期限，應予有限度

之權利，在議會中以華語或印語發言 ，而改以將不禁止或防止任何

人使用（惟官方語言例外）或教授或學習任何語言 ， 其次，為聯合

邦及州政府有權保持及支持在聯合邦內，使用或研究任何民族之語

言。 」 54 與此同時，憲制白皮書暨憲法草案公布，聯盟及蘇丹一致

稱讚，東姑稱新憲法已爲本邦獨立奠下良好基礎。東姑呼籲給與新

憲法機會，將多元民族之本邦建立爲統一的國家。東姑指出，筮人

所持有者乃目前經已享有的而巳 。 彼等並無獲得新東西，或增加些

什麼55 。

53 Azmi Sharom, "Broken Promises: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and 

Multiculturalism," paper presented at "Revisiting Pluralism in 

Malaysia" a seminar organised by the South East Asian Studies 

programm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Singapore, 9-10 July 

2009 
54 《南洋南報》， 1957年3 月 7 日。

55 《南洋商扳》， 1957年7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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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然易見 ， 「 1948年聯合邦協議 」 在此中起了深遠的決定性影

響，它可說對馬來社會普遍上造成一種既得的（ status quo) 的心理

底線，使得任何現狀的變化難以進行 。馬華公會的陳修信在稍後的

立法會議上也指出，「馬來特權已在馬來亞聯合邦協定下賦予， 無

人願意放棄既得利益 ， 而馬來人聰慧、有自尊心，因此時機到來，

他們會自動放棄。」 56由此可見， 「既得利益觀點」應該是一道重

要的憲制修改的依據。有趣的是 ，陳修信進而指出 ，「吾人長遠之

興趣，乃支持任何改善巫人經濟地位之措施 。 馬來亞四分之三為原

林，可以養活兩倍本邦人 口 ，故巫人特殊地位，無人會受到損

失.... . . 。」 57

（二）憲政（限權）力量的低罄與匱乏

上述憲法草案及白皮書除了在國內被直面批評之外 ， 英國本土

的媒體也有許多不同的評價 。《曼徹斯特衛報》對此有極爲持平的

評述，直截了當指出 ，新憲制盡量迎合了馬來人針對華人而提出的

保障要求， 「當然，馬來亞的馬來人心平氣和下獨立是件好事，而

將他們的恐懼消除，也是適當的 。 」 58但它進而問道， 「 ……馬來

人爲了本身的利益，堅持目前憲制草案中的一切條文，是明智的嗎？

棘手的就是那些有關公共服務、土地擁有權及公民權的規定 。」 而

且 ， 「白皮書內的公民權規定 ，比李特調査團所擬定的條文使華人

更難獲得投票權。 李特調查困的建議是非在本邦出世，但有公民權

資格者，即能申請爲公民；而現在的白皮書卻規定，他們的申請須

56 《南洋甯報》， 1957年7月 11 日。

57 《南洋南報》， 1957年7月 11 日 。

58 〈批評馬憲制白皮書，認為偏重巫人要求〉，《曼徹斯特衛報》，

引自 《南洋南報》， 1957年7 月 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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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負責的部長裁決 。」 59 但更爲重要的是，它指出「聯盟中的印度

人 ，可能會分享一些與華人同樣的遺憾」 ， 「華巫印三大民族至少

可以發現到 ， 在目前的制度下，他們可能過著一種互相容忍的生活」，

然而「要達到這樣，其條件爲較大民族不應彼此相迫太甚 。」 60倫敦

《泰晤士報》則在社論中批評憲制修正草案 ，「如果保證的條件能

好好地解釋的話 ， 華人可能樂於讓馬來人治理聯合邦，而他們卻繼

續經營馬來亞的大部分生意。 」 「 ……在獨立後的馬來亞憲制下 ，

華人的政治形勢 ， 還是一個未知數。」 61從這些外報評論可知，憲

制白皮書是極具爭論性的 ，尤其是公民權限制及馬來特權等課題，

許多輿論都將其與李特憲制報告書做對比，可見李特報告的某些「暫

定協議」處理方式是中間輿論較可接受的 、 最好的權宜之計62 。

1957年7月 10 日 ，憲制白皮書在馬來亞議會中提出時，曾引起一

番辯論，但終於通過被接納。 7月 1 9 目 ，在英國圍會中，也在數位議

員針對 「平等 」 與宗教、語言提出質疑與辯論。保守黨議員得禮生

更提出更改的動議，以符合平等待遇的原則，即各族獲同等公民權 、

信仰自由及准許其他語言爲官方語言。保守黨女議員維克斯小姐則

指出，根據李特憲制報告書 ， 各民族具有平等權利與機會，沒有區

別，但憲法白皮書則未完全如此 。工黨蘇連生提出，希望多種語言

獲得承認至少一段時間，他進而指出甚至華人尤其年長者反對學習

馬來文，希望此點得到重視。他也提出，回教即便列為國教，也應

該予其他宗教絕對自由。保守黨的培茲氏則謂 ： 「一些危險先例一

59 引 自《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5 日 。

60 引自《南洋南報》， 1957年7月 5 日。

61 《南洋南報》， 1957年7月 4 日 。

62 見拙作〈 大局與獨立 ： 華人社會在狷立運動中的反應〉，頁 1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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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訂下 ，即減少了一些公民權利，印度人很多方西處不利地位。 」 63

工黨的前殖相克裏芝若思士對反對黨的一些同情的修改建議表示同

意。他指出 ，「對於公民權 、 宗教 、土地規定發生了極大的不安 ，

許多議員接獲馬來亞一些負責任團體代表的信件，說明憲制報告書

對某些種族有不公之點。這些團體代表希望至少一些法案必須訂

立 ， 以保全各民族的平等待遇 。 」 64然而 ， 殖相波藹在答覆時則回

應道 ： 「有關消除種族及宗教的仇視 ， 今後將盡力鼓勵…… 。」 65但

他言道， 「公民權（之達致協議）乃不同方面應用良好態度造成之

結果 。」 對於語言的承認方面 ， 他認爲若依照要求，實際上是承認

多個語言而非一種語言 ， 因為華人並不能全講一個同樣的語言 。 「 宗

教方面，他指出英政府必須同意，因爲蘇丹及聯盟強烈要求， 但宗

教自由已得聯盟及蘇丹會議的同意 。」 66最終殖相波藹迴避問題 ，

以技術問題拒絕接受修改動議，結果國會通過馬來亞獨立法令 。 殖

相的理由是 ： 「接受動議必芸棄去年的工作，而再度討論，而原來

的協議已得聯盟部長 、 蘇丹及甚多人民所贊成。」 67 據劉伯群指出，

這些議員的質詢是他們英倫之行的直接結果68 。

我們把焦點回聚於當時的馬來亞國內 。 實際上 ， 自由主義者強

調憲政主義主張可分為兩個基本原則 ： 其一為「分配原則」 ， 也就

是 「個人自由領域被預設為一種先於國家存在的東西 ，而且個人自

由原則上不受限制；相反地，國家干預這個領域的權力原則上要受

63 《南洋甯報》， 1957年7月 2 1 日 。

64 《南洋商報》 ， 1957年7月 2 1 日 。

65 《南 洋甯報》 ， 1957年7月 2 1 日。

66 《南洋南報》 ， 1957年7月 2 ] 日 。

67 《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2 1 日。

68 《南洋商報》， 1957年8 月 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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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限制」 ； 另一則為「組織原則」 ， 也就是「國家權力有幾個機構

共同分享 ， 並被納人一個受限定的權限體系中 」 69 。 這也就是說 ，

「分配原則 」 體現在公民的基本權利之中，而 「組織原則」乃是通

過政府的權力分立讓國家的權力運作具有可測度性70 。 然而不幸的

是 ， 這些憲政原則在當時都不被關注 。馬來西亞立憲之初 ， 華人或

其他族群皆受到各自「族群認同」所限 ， 僅僅關注於各自族群權益

的保障， 71完全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 「公民認冏」意識 ， 因此沒

有認真關注憲政中最重要的上述兩項基本原則：普遍公民基本權利

（ 人權 ） 及（尤其是）限権（政府權力 ）問題 。當時的華人從族群

權益角度對獨立建國憲法很不滿意， 左派雖主張 「 民族解放 」 ，但

憲政啟蒙並不在他們的視野中 。至於當時的馬來人組織 ， 要麼不是

支持新憲草 ， 要麼就是諸如拿督翁國民黨的種族主義的立場，或就

是從左翼角度立論，比如馬來人民黨 。簡言之 ， 馬來亞馬來人社會

以民族主義思潮為主流，尤其主要來自於巫統的馬來建國主義 ，而

不是任何可以導致自由 民主憲政的自由王義民族主義 (Liberal

Nationalism ) 思想 。

當時 ，似乎僅有人民進步黨是一道憲政主義力量的微弱低音，

唯獨它從一侗傾自由主義角度批評憲草 。 該黨在1957年7月 8 日立法

69 簫高彥，〈共和主義 、民族主義與憲政理論 ： 鄂蘭與冼密特的隱蔽

對語〉，頁 119 。

70 簫高彥，〈共和主義 、民族主義與憲政理論 ： 鄂蘭與花密特的隱蔽

對語〉 ， 頁 119 。

71 比如頗具代表性的華人社困維織的四大要求只觸及普遍公民権間

題，但不簡及政府限權問題 。 華困的四大要求是 （ 一 ） 凡在本邦出

生的男女均成爲當然公民； （ 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滿五年者，得

申請為公民，免受語言考試的限制； （三） 凡屬本邦的公民，其權

利與義務一律平等；及 （ 四 ） 列華印文爲官方語言 。

Copyrighted material 

155



馬來亞制憲過程與族群糾葛 25 

會議前夕呈書東姑 ， 針對憲草中的「基本人權 」 事項提出尖銳批評 ，

反對新憲制規定立法機關 （ 國會）可基於「治安需要」而對基本人

權及言論自由實施限制，但卻沒有指明限制必需「合理」(reasonable)

72 。李特報告中的憲法草案在涉及言論自由 、 集會及結社的條款中，

註明其受聯邦法律（有關聯邦保安利益、 與其他國家良好關係 、 公

共秩序或道德 ，或者在關係到藐視法庭 、誹謗或煽動罪行）的 「合

理限制」 ( reasonable restriction) 73 。同時進步黨也認爲 ， 新憲草並

沒有對人權及言論自由提供輔助，以防範立法機構對人權的侵害 ，

反而使立法機構超乎憲法之上 ， 而且也沒有賦權最高法院審核「無

理的限制」 。由此可見，進步黨的《備忘錄》實已觸及重要的「限

權 」 問題了 。事實上 ， 李特憲制報告書對此指出 ：

……對保證基本個人權利（除受緊急狀態有閽條例之約束）是

不可反對者，此憲法保證法律至上，法庭具有權力與責任，

實紇基本權利，並將以立法或行政行動等破壞任何此種權利

的企圖，作為無效。

我們建議隨時提供予以任何人對於人身自由 ， 任何一方面受非

法侵犯之補救辦法 。我們建議 ： 任何人未經推事授予法權不得不加

以扣留，奴役或強迫勞作74 。

進步黨是以認為 ， 李特憲制報告對於基本人權的言論及發表自

72 見〈人民進步黨向首揆呈遞備忘錄，提出有關人榴意見認為新憲制

草案未如李特建議，充分保障基本人權及言論自由〉，《南洋甯報》 '

1957年7 月 10 日第 10版 。

73 Report of the Federation ofi\1alaya Constitutional Co面1ission , p. 126 

74 《南洋商扳》， 1957年2月 21 日， 第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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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予以充分保障 ， 甚至認為其所作保障符合聯合國憲章 ， 使得馬來

亞人民獲得與英國 、 印度 、 巴基斯坦等园人民同樣的基本權利75 。

但是在新憲制草案中， 言論及發表自由只成為一種宣示 ， 並沒有對

防範立法機構對此種權利的侵害作出補救。《備忘錄》認為 ， 保障

人權的要點是必須使憲法能夠約束立法機構 ， 可是新憲制草案不但

未使憲法高於立法機構 ， 反使立法機構在憲法之上。除此之外 ， 《備

忘錄》也注意到其他族群所忽略的重要人權事項 。 進步黨還發現 ，

「 報章自由 」 並未包含在憲草中 ， 因此沒有特別的相關保障 。因此

《備忘錄》認為 ， 「報章自由」可說是被含納入「言論及發表自由」

條例之中 ， 但因為沒有防範與補救措施 ， 報章自由亦受影響 。《備

忘錄》舉例 ，比如對報紙發行之檢査 ， 印度的高等法庭曾認為這是

「不合理的限制」 而宣判無效，但假如馬來亞政府實行報紙檢疍 ，

則法院亦無能為力 。 對於其他基本人權如集會自由等 ， 《備忘錄》

亦提出同樣的意見，也認為李特憲制報告書的相關章節理應包含在

新憲制草案之中76 。 實際上 ，更具意義的是 ， 李特憲制報告書在針

對 「緊急狀態 」 條例時曾清楚聲明 ：

基本權利的存在或州與聯邦的分權，皆不許危及國家的安全或

75 不過就這一點，學者有不同意見。憲法學者Abdul Aziz Bari指 出，

「李特委員會並沒有相噹承諾走向完全功能的完善民主 ，因爲他們

沒有看到有權利清單 (bill of rights) 的重要性。對基本自由憲章只

因為幾個紐織堅持它的重要性後而接受 。 但不幸的是，委員會認

爲，該規定應由議會來調節，須經由法院來審查 。」 (Abdul Aziz Bari,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p. 183.) 

76 見 〈 人民進步黨向首揆呈遞備忘錄 ， 提出有關人權意見，認為新憲

制草案未如李特建議，充分保障基本人權及言論自由〉，《南洋甯

報》， 1957年7 月 10 日第 10版；《星洲日報》， 1957年7 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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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民主生活方式之維護...... 。 只有在國家受到（的）威脅特別

危險時，方可侵犯及基本權利及各州権利 。

我們希望在新憲法生效以前，目前的緊急狀態、結束， 我們並不

認爲目前的緊急法令是完全令人滿意的， 並在預防性的扣留方

面，應有蒞切之規定，但在緊急狀態期間企圖修訂現存立法，

可能引超大困難，故我們主張，現存緊急法令， 於新憲法實施

時，應延續一年， 並有權可修訂或廢除其任何部分 。 77

顒然 ， 有關進步黨的人權意見最終不被接受 ，而李特憲制委員

會的 「一年後廢除緊急法令」建議亦為新憲草所捨棄 。

當然 ， 歷史的後見之明已經清晰的告訴我們 ， 人民進步黨所提

及的少數超越族群的意見被淹沒於當時的種族浪潮中 。 這不僅反映

了種族主義 、 土著主權與憲政主義觀念在理論 、 現實層次上的緊張

關係，也揭示了當時具體歷史條件對馬來亞憲政的深遠影響 。 實際

上， 「憲政 」 是一個龐雜而巨大的領域， 其意義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社會所面對的議題 。 透過對二戰後制憲經驗的重建，學者研究發

現 ， 東亞國家的制憲經驗反映了三種制憲模式 ， 即促進民主的制憲 、

獨立建國的制憲 、 匭族整合的制憲78 。 此外 ， 台灣在威權時期， 社

會主要關注的是落實憲法所規定的各種人民權利與限制政府權力；

在民主化之後 ， 由於族群衝突加上台獨訴求，獨派關心的是如何重

新立憲立國 ， 而關心民主的人士則關注如何限制多數人形成的民粹

77 《 南洋甯扳》 ， 1957年2月 2 1 日，第九版 。

78 Wen-Chen Chang (張 文貞 ） ， ＇＇East Asian F oundations for 

Constitutionalism: Three Models Reconstructed," in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 3: 2, 2008, pp. 111-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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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 在今天中國大陸自由派中間，有不少人則關注憲政如何從共

產黨專政轉化為人民主權 。 這些個案說明 ， 對憲政不同面向之凸顯，

取決於人們當下的認知 、 追求及策略 。馬來亞當時的三大族群出於

對自身權利的憂患，聚焦於憲法對自身群體權利的保障 ，而不是嚴

格意義上的普遍人權概念 ， 背景在此 。 即便華團已初步萌生普遍公

民意識 ， 但是華人社會力量仍與其他族群一樣 ，對立憲更著眼於訴

諸「保障策略 」 ， 與巫統馬來民族主義者的差別只在於華人由於形

勢所迫，提出了「聯合國憲章」 及「人權宣言」 作為爭取權利的合

法性來源79 。當然，巫統的 「保障策略」 背後亦有其確立馬來人作

為國家本質的民族建國主義動機。事實上 ， 許多憲政思想家都強調 ，

制憲的政治決定必須預設 「人民 」 ( the people) 經由理性的辯論 丶

思考與抉擇，將自身轉化為「公民」 ( citizens ) ， 而多數決定之正

當性，不能僅是多數實力使然 ， 更需有理注的基礎80 。 但是 ， 馬來

亞沒有這樣的公民醒覺基礎， 自然沒有「公民社會理性」，同時也

欠缺這樣的機制，立憲只能以英國政府及屬於貴族階層的蘇丹議會

及巫統（聯盟）為主導力量 。 當時的 《南洋商報》社論即指陳 ， 「馬

來亞不是革命 ， 憲法不是國民大會決定 ，而是必須經過英馬雙方的

協議 。 因此不易更易，立法會議看來只會通過…… 」 81 。 事實上 ，

當時聯合國人權宣言儘管已經出台多年 ( 1 948年12月 1 0日頒布），

但人們在種族主義大潮中 ， 忽略了制憲是促進平等 、 自由與限權的

79 當然，這種時代逼迫也使得華人社會後來延伸 出人権思想及限権意

識 。 從歷史角度來看， 1980年代華困的人權運動與兩線制度的提

偈 ，都可追溯自此時期 。

80 簫高彥 ， 〈 台灣的憲法政治：過去、現在與未來〉，頁40 。

81 〈我們對憲制白皮書的截戚〉，《南洋甯報》社論， 1957年7 月 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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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歷史歷程與機遇 ，也因此錯過了馬來亞唯一的一次「憲法時

刻」。

我們或可以張君勱來訪馬華公會會長陳禎祿再窺視一些現象。

張君勱曾於1952年3月 1 4日由新加坡抵達馬六甲，在沈慕羽諸人陪同

下訪見陳禎祿 。他們「談論中外各項問題，臨行前，張君勵對記者

說 ，中共暴政 ，必定覆亡，海外同胞應一致反共抗俄， 實行民主 ，

中國方可得救 。」 82然而談鋒－轉 ， 作為中國近代著名憲政主義代

表性人物的張君勱又謂「華人既寄食斯土，爲久居長安計 ，應該爭

取政治權利，加人馬華公會，爲實現此中理想，馬華公會設立政治

訓練班，實甚需要云」 83 。看來，當憲政主義遇到華人族群權利時，

族群權利壓倒了這位著名憲政大師一生所念茲在茲的普遍人權及限

權理念。當時的人們似乎忘了（或不覺）著遍人權以及限制政府與

華人椎利是一體兩面的， 正如著名學者史卡特 ． 高登在其著作《控

制國家：從古雅典到現代的憲政主義》所指稱的，憲法之基本精神

即在於它的 「多元制衡」 以及 「控制政府」內涵之上84 。易言之，

憲政主義政治透過權力分立與法律主治的制度，有效制约政府的權

力，從而保證個人的各項權利，這也是憲政有別於其它任何政治體

82 見《古城月報》， 1952年4月 1 日 。

83 據報導，「今晨8.30, 前社會民主黨張君勱乘機由新加坡抵達馬六

甲 。 由程家驛、吳志淵、林其仁、沈慕羽諸先生陪同晉見陳禎祿，

談論中外各項問題，情甚歡洽，嗣後參觀古蹟，中午陳禎祿招待午

餐，而於3 .30乘原機回返新加坡 。 張君勱是應印度政府邀靖，到該

國講學。此次經印尼、澳洲各地來新加坡，因慕陳禎祿爲馬華領柚，

特來訪候。 」 見《古城月報》， 1952年4月 l 日 。

84 引自廖元豪〈憲法何用：讚頌権力，還是控制権力？ ：評Controlling

the State: Constitutionalism from Ancient Athens to Today by Scott 

Gordon 〉,《台灣民主季刊》，第3卷第 1期 (2006 . 3) ，頁 13 1- 13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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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一個根本特性 。

因、餘論：憲法正義與社會的保守化

質言之 ， 憲法必須正義，並能處理正義 ，而對像馬來西亞這樣

的多元結構國家來說，憲法除了必須顧及權力制衡與人權，也要兼

及對多元文化的歧異性之肯認 ( multi-cultural recognition ) 。 然而正

如前面已提及的 ， 馬來亞當年的憲制擬定過程裝滿了太多的族群

性，甚至深受種族主義的干擾，以致無法在較理性的環境中固守原

則 。 獨立憲法是否已實現人之主權，以及是否對多元文化下的各種

歧異性做出充分承認，並能解決族群紛爭或提供一侗平等及妥當的

處理機制，都已爲人們所高度質問 。 獨立五十餘年之後，隨著觀念

與歷史背景的變遷 ，世界各地追求「身分認同」已蔚為當代潮流 ，

若在「公平對待公民的政治自主性」這項要求下來理解憲政價值 ，

「 承認 」 (recognition) 確實構成一項憲政價值85 。 杜利在其《陌

生的多樣性 ： 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 書中 ，以 「文化承認之政治 」

概括此一追求86 。 他認為，我們一般所談的現代憲政主義過度側重

普遍性與一致性 ，無法面對文化歧異性的事實，結果産生種種不公

不義的現象，而這就是我們這侗時代之特性的「憲政問題」——這

個問題將會是這僭時代不得不關注的政治軸心87 。 對杜利而言 ， 「若

85 錢永祥，〈承認是一項憲政價值嗎？一論承認的政治性格〉，頁

1 80 。

86 杜利 (James Tully ) 藩 、黃俊龍繹，《陪生的多樣性：歧異時代的

憲政主義》 (Strange Multiplicity: Constitutionalisme in an Age of 

Diversity) ，上海 ：世紀出版集圉， 2005 ，頁2 。

87 上引書頁2 、 14- 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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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們的文化特「生得到承認，並且被納入討論憲政結合體之形式的

協議內容當中，那麼就這個政治領域的面向而論，這樣的憲政秩序，

以及依此憲政秩序所建構的現實政治世界便是正義的 。 」 88 重返馬

來亞憲法，這部憲法對國家本質的建樺是高度建立在聯盟的發言権

與思想形態下的，而且形成了許多憲法詮驛傳统，但其他觀點在現

實力量匱乏下卻缺席了。顯然的，處此全球化時代 ， 也即處於這個

歧異性的年代裏 ， 各民族都得到合乎正義的承認巳經越來越成爲一

種普世價值，因此憲法是否承認並適應文化歧異性已經是一侗必須

思索的問題了 。

其實，有憲法，未必就有憲政 。 在歷經數十年獨立發展後，馬

來西亞這部違背 「李特憲制報告書」高達四成、被李特爵士批評為

「 共和聯邦國家中最不具水準的憲法」 ，又歷經了無以計數的修改，

以致律師公會前任主席拉惹阿茲 (Ra」a Aziz Addruse) 曾發表「憲

法沒有價值」 論 。 在2007年的第14屆馬來西亞法律研討會中，拉惹

阿茲激烈批判國陣政府多次修改聯邦憲法，造成制衡體制和人權保

障的毀壞，使得這部國家大法的價值蕩然無存 。 他言道 ： 「憲法保

護權利的說法已經說不通了 ， 因爲憲法言以隨時、隨意被行政權更

改，特別是當法庭做出不利政府的銓釋之時 。 對我而言，憲法目前

已經沒有價值 。」 89大體上，拉惹阿茲與上文提及的人民進步黨當

年的關注並無二致 ， 他們都從憲法失去制衡及人權保障的功能切

入 ， 指出憲法問題之所在 。 馬來西亞憲法允許國會多數席位之修憲

權力，更進一步證實了憲政學界的一種意見，即「民主」與憲政主

88 杜利 (James Tully) 《陌生的多樣性 ： 歧異時代的憲政主義》，頁

5-7 。

89 〈「對我而言憲法沒有價值」，拉惹阿玆 ： 頻密修憲精神蕩失〉，

《當今大馬》， 2007年 11 月 l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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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衝突與張力 。 90因為 ，在憲政主義的架構之內 ， 多數治理與政

治平等的民主理想 ，就只能在憲法所闢建的政治制度及其公平程序

之中獲得實現，而無法深人及於對構成憲法本身的最核心成素

權利典章 的實質審議9 1 。易言之 ， 憲政主義並不主張憲法的基

本權利被輕易修改 ， 即便是多數人選擇， 因為這可能導致少數人基

本權利被剝減，而獨立至今馬來西亞憲法之「不斷被修改」，「立

法機構凌駕憲法」 ，不正是當年馬來亞人們輕忽憲政主義原則所埋

下的伏筆嗎 ？ 馬來西亞憲法給予行政和議會的各種權力 ，已經不是

憲政主義合理的砈圍內92 。下筆至此，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輕易判下

一個決斷 ， 即不管從上文一再強調的普遍公民觀與限權的角度 ，或

從憲法不能隨意修改的視域來看 ，馬來亞乃至馬來西亞的憲法都不

完全符合憲政主義的基本原則93 。 這就是典型的所謂 「有憲法 ，未

必有憲政」論題 ！ 李特憲制報告書之大量被修改 ，已老早預示了馬

來亞憲政之路的艱難與蹣躓 。

極具弔詭的是 ， 時至今日 ， 馬來西亞似乎出現了一股 「回歸憲

90 參 閒簫高彥，〈國族民主在台灣 ： 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 〉 ，頁38-40 。

91 簫高彥， 〈 國族民主在台灣 ： 一個政治理論的分析〉 ， 頁 38 。

92 Abdul Aziz Bari, The Evolution of Malaysian Constitutional Tradition, 

p. 186 
93 不過間題不僅於此 。 正如前逑，由於馬來亞的多元價值與難以尋得

一個單一的、永久的理性共識，李特憲制委員會對重要的條款也只

能提出限期性的再審議之建議 。 這似乎說明，多元社會之難以獲得

憲政共識使得憲法中留下 「 可以不斷修訂 」 的空間與楫力 。 實際上，

柬娃在狷立憲法哦定後，為了安撫少救族群，曾強調 「 憲法是可以

修改的，以顧全各族利益 」 ，馬華公會中央暨總委會議在最後時刻

決定接受憲草時，竟特別「在議案中加以記錄 ： 總委會注意到束娃

最近說，憲法是可以將來修改的，以顧全各族利益 。」（ 見《南洋

甯赧》， 1957年7月 8 日第九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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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之歸趨。這部憲法時常為當今許多非政府組織 ， 或華團或反對

黨 ，做爲他們權利鬥爭的基準。人們記憶應該還歷歷在目，在2008

年大選前，為了應對當時巫青團長希山慕丁在巫青大會上連續不斷

的高舉和親吻馬來短劍之舉動 ， 馬青大會首先高舉憲法手冊 ，國陣

的另一成員黨民政黨則繼之特別編彙憲法，並在代表大會上推出所

謂的《國本錄》。然而誠如前述，馬來西亞憲法「先天不足 ， 後天

失調」 ， 其重重紕漏與問題已使它不能作爲一切正當權利的基準 ，

也不具備作爲憲政制度維護的基礎 ， 因此高舉憲法已經揭示著社會

對基本權利訴求的保守化傾向。而且，也說明了馬來西亞獨立之後

實際民權狀況之倒退，以至於人們仍必須以這部漏洞百處的憲法爲

基準。

誠然，歷史是永無休止的爭論，歷史也是現在與過去之間無休

止的對話 。我們從歷史記憶的角度言之 ， 「回歸憲法」意味著大家

都遺忘了憲制過程中的不正義程序，忘卻了當時及獨立以來人們的

糾正鬥爭與悲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昭知上的倒退。二戰之後許多

新興國家取得國家在政治上之獨立，但卻未完全擺脫西方殖民在文

化意識和知識形式的殖民狀態，因此出現了所謂「後殖民批評」 的

論述 。 這是一個曾經由「民族解放」所許諾的理想幻滅之後，人們

對之前的反殖民主義戴到悲觀，但又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建立一

個新的反殖民主義理論的階段。然而在馬來西亞，弔詭的是，後殖

民主義所反抗的殖民主義及其知識被反掉之後，留下來的卻可能是

更可怕的本土霸權與膚淺，包括制度與認知。這也可以部分解釋爲

何至今，我們往往只能訴諸英國在獨立前夕為我們遺留下來的這套

「憲法」遺產 ，作爲爭取權利的依據與民權的最後防線，以防止更

壞的局 面 。當然，從西方憲政發展史來看，從傳統政治到現代憲政

Copyrighted material 

164



34 思想第30期

的發展過程 ， 各國都必須付出昂貴的社會成本，馬來西亞的憲政之

路自也不例外 。

許德發，馬來西亞國立蘇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學中文學程高级講

師。硏究興趣為中國近代思想史、馬來西亞及華人與文化研究。曾

發表論文有〈馬來西亞原地主義與華人的「承認」之鬥爭〉 丶 〈華

人、建國與解放 ： 馬來酉亞獨立 50 週年的再思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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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马来西亚攻斥f与政珨
1 

i 马来西亚政治发展
王国璋

回顾马来亚／马来西亚由英殖民时代迄今的政治发展，虽千头万

绪，族群、伊斯兰、阶级这三大主线，却始终是爬梳其演进的关键。

族群政治可谓马来西亚的根本现实，相关的学界议论从未间断。 伊斯

兰政治原可视为马来政治一环， 1970年代后却逐渐反客为主，份量直

逼族群政治。阶级政治则迄今未成气候，但也从未失落其配角位置，

一贯地在阶级共同利益的基础上，隐晦发挥某种跨族群的政治力量。

本文即循此三大主线，回顾学界议论，并略作评析。 为铺陈历史

因果，本文将兼及前殖民与英殖民时代的马来亚政治发展，惟限千篇

幅，不会交代太多的历史细节。时序演进方面，则会视1950年代联盟

三党 (Alliance) 之成立、 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及2008年的

第 12届全国大选为三大分水岭事件。与此相应的政治提问，则是一、

马来西亚究竟是谁的国家？二、马来西亚的政体性质为何？ 三、马来

西亚还有没有马华政治？ 1 四、马来政治当前的核心，究竟是族群还

是伊斯兰？以及五、马来西亚是否已经迈入民主转型？

1. 前殖民与英殖民时代的政治秩序

马来西亚族群政治最重要的历史背景，当是英殖民时代，英国人

1 本文所用“马华”一词，乃泛指马来西亚华人，而不是随本地华社的惯常用

法，以此简称马华公会。行文中如提到马华公会，概以“马华公会”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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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求廉价之垦拓劳力，而由中国华南一带及英属印度的马德拉斯辖区

( Madras Presidency ) 大量输入的华、印裔劳工。 2 此外， 英殖民者

依族群分工与分而治之 (divide and rule ) 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区隔、

凝固了不同群体间本就甚少交集的生活空间，以致国内族群与文化上

的多元风貌，历百多年后的今天虽仍综纷多姿，却还谈不上真正“有

机” 。 而从“先来后到＂的先住民对移民的视角看，这段历史引伸出

的关键提问，就是马来西亚究竟是谁的国家？这是马来人／土著的马

来西亚（即Tanah Melayu或更广义之Nusantara/Malay World的概念），

还是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前者主、客分明，要求客人应守分际；

后者则不分先后，不分主 、 客。这个大哉问，可谓国内几乎所有族群

争议的源头。

至千1980年代后渐成主流的伊斯兰政治，其争议核心，则是应不

应该或要如何实践伊斯兰国／伊斯兰法？这方面的论述，同样与论者

对前殖民时代马来半岛政治秩序的理解有关。支持落实伊斯兰法者，

如Hamid Jusoh (1991 ) ，强调伊斯兰法早在英人殖民前就已普遍地

在马来诸邦里践行，马来西亚目前的普通法制乃英人强加，伊斯兰法

则已沦为仅限个人法 (Personal Law ) 范围内 的家庭法、遗产法和宗

教义务相关法律。追求落实伊斯兰国或伊斯兰法，就此观点而言，不

过是希望回归前殖民时代的马来传统政治秩序，而非体制革命，正当

性十足，英殖民时代才迁入此地的非穆斯林移民并没立场抗拒。这样

的论述离历史事实究竟有多近，十分可议，何况我们还需要兼顾东马

2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华、印移民之涌入，并非起于英殖民者 。 普如早在英国以

参政司 ( Resident ) 介入主导霹雳、雪兰我、森美兰三邦的内政之前，当地马

来统治者已输入华工开矿 。 而华工各帮派，更曾直接介入马来贵族互争地盘的

内战 。 另一例则是柔佛苏丹阿布巴卡 (Abu Bakar ) 时代，也曾主动招揽华人入

柔佛开荒，延续其父之“港主制度”，而其时英人尚未介入柔佛王国内政。 据

此，学者如黄进发就曾质疑官方的后殖民论述，若仅归咎英殖民者为人口结构

带来剧变，是否正确的历史叙事？对他来说，华、印移民之涌入， “与其怪罪

殖民地政府的政策，毋宁是经济现代化的产物 。 ＂ （黄进发， 2015: 132-1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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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州与西马差异甚大的历史遗绪。徐云彪就曾驳斥这类论点对马来习

俗 (adat) 的刻意漠视，重点是马来人虽早就皈依为穆斯林，却并未

彻底伊斯兰化，马来传统习俗历来就和伊斯兰文化的实践迭有冲突 。

(See, 2011) 简言之，历史问题恒是马来西亚政治争议当中的重要一

环。以下即简略勾勒与本文讨论相关的前殖民及英殖民时代政治发

展。

15世纪初崛起千马六甲海峡一带的马六甲王朝 Cl400-15 11 ), 

无疑是半岛马来人的历史荣光，但今人对其政制运作所知其实不多，

相关文献的可靠性也成疑。而马六甲王朝之前，此地陆续为几个古帝

国势力所笼罩，包括苏门答腊的佛教帝国室利佛逝 (Sri Vijaya) 及爪

哇的印度教帝国满者伯夷 (Majapahit) ，也因此经历过一段甚长的印

度化时期 。 马来政治文化里基层对领袖之强烈尊卑观念与顺从，就很

可能是印度文化遗绪之一。不过官方当今的历史叙事，已刻意抹去这

段印度文明东渐的细节，而夸大了伊斯兰政教文明对本地的影响。

马六甲王朝 15 1 1年亡于葡萄牙人之手后，半岛其他各邦虽仍存

续，但规模小，邦内的贵族割据势力也多，苏丹往往没足够的政治权
威强势作为或建立制度。而夹在北方暹罗与东印度群岛的荷兰强权中

间，半岛诸邦亦难拓展。所以沿袭至今的诸邦政制与政治传统甚少，

若有，也常是今人再造之“传统”或已空有其表的官职、勋衔称谓

等。无论如何， J.M. Gullick有关半岛西部本土政治制度的专著 ( 1958)

与Anthony Milner对英殖民前夕马来政治文化的剖析 (1982) ，仍值

一读，虽然两书对马来人与君主关系的诠释基本相左。简言之，马来

西亚今天的政治制度、运作模式与政治文化，处处可见前殖民主英国

的身影，即便如君主立宪制下定期集会的“马来统治者会议”，其概

念与制度设计，也不例外。 3

3 关千当代马来政治文化，马来学者常爱强调它是马来封建传统、西方价值观与

伊斯兰的混合体，惟论述往往只及表象，并不深刻。马来主流学者对他族政治

文化的理解，也往往流千表面，甚至有误，例子可见Abdul Rashid, 2011: 42-44 。

又，美国政治学者白鲁侚 (Lucian W. Pye) 早年对马来西亚华、巫政治文化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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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人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于 18世纪末巩固后，即将贸易触角由印

度延伸至马来半岛。 1786年Francis Light 自吉打苏丹手中取得棕城

岛； 1795年英人再从荷人手中接管马六甲。 4 1819年Stamford Raffles 

进一步取得新加坡后，三地即被英人恲为“海峡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1826 ) 。 5 至于半岛上的九个苏丹国，英人的直接干涉要

迟至 1874年才展开，手段则是与苏丹们分别缔约，先后取得对各邦

的“保护”与行政控制权。 1874年英人首先藉霹雳内战介入该邦，紧

接着又掌控了雪兰我、森美兰、彭亨，并将四邦合组为“马来联邦”

(Federated Malay States, 1895) ；而北方四邦——吉兰丹、登嘉楼、

吉打、玻璃市，则和南方的柔佛，被英人凑成行政体系上较为松散

的“马来属邦” (Unfederated Malay States) 。马来属邦的自治程度

较马来联邦高，且仍可保留以爪夷文书写的马来语作为行政语文，而

这也意谓着独立后，原马来属邦的本土宗教建制及苏丹权威，普遍上

都较原马来联邦的承袭得好。

英人与苏丹之间这种透过订约而非赤裸裸武力侵占建立起来的关

系，使双方基本上不存在真正敌意，而这样的态度也影响到了马来庶

民，普遍视英人为保护者多于殖民者。无论如何，在英人直接或间接

控制各邦初期，马来统治者因权力遭大幅削弱、经济利益受损，确曾

出现反弹。英人遂以吸纳原马来统治菁英进入其殖民行政体系或定期

供钱的方式，来减少对抗。 1905年创办的瓜拉江沙马来学院 (Kuala

Kangsar Malay College) ，就是以栽培皇族及贵族子弟成为殖民地中

阶行政官僚为职志。 (Roff, 1974) 譬如各邦的县级行政首长，起初皆

由欧人担任， 1920年代始即渐由本土英校栽培出来的马来官员替代。

突的观察，虽不见得十分精确，倒是值得参考的洞见。 (Pye, 1985: 248-265) 

4 当时欧洲拿破仑战争方酣，英国形式上只是为遭到法军入侵的荷兰代管马六

甲。拿破仑战争落幕后，英人曾短暂将马六甲交还荷人，但未久就透过1824年

的英荷条约，以苏门答腊的明古连 (Bencoolen, 即今之Bengkulu) 和荷人交换

马六甲，划定彼此的势力范围。

5 海峡殖民地原归英国东印度公司管辖， 1867年后才移交英国殖民部直接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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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所以二战前夕，县级行政首长多已是贵族出身的马来官僚 (Vasil,

1984: 32) 6, 而这批亲英官僚，正是往后巫统领导层的主干。

马来半岛在英国治下也迅速被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成为其

全球经济分工下的某个边陲成员。锡与橡胶当时需求正殷，劳力短

缺，而马来农民因为拥有土地，极难说服他们到艰苦的矿区与胶林工

作，英人遂大量引入华南与南印度劳工。所谓依族群分工且区隔管治

的方式，即华工早期主要是集中千矿区，印工则多被安置在欧人经营

的大型胶园中。与此同时，殖民政府限制华、印移民拥有土地，另方

面则以马来保留地政策，让乡区的马来人留守乡区，专责粮食生产。

(Purcell, 1967; Hua, 1983: 34-52) 这种职业上泾渭分明的分工，除导

致各族间长期疏离外，还有刻板成见根植千观感中的历史问题，如华

人早期在经济活动中经常扮演的中间买办角色，使马来农渔民自始就

对华人存有“剥削者”的不良观感；而华人则一如英人，视习千悠闲

乡居生活的马来人为无可救药的懒散民族。至千胶林里的淡米尔人，

则因嗜喝廉价椰花酒和米酒而普遍被视为酒鬼。 （吴清德， 1989:

43 -44) 然而更关键的是：华、印移民因待续涌入及人口自然成长而

大增，以致1921年时，两者在半岛的总数，竟已超越马来人（见表

1) 。马来人在国家独立前后，对华、印住民的公民权议题关注且充

满焦虑，据此并非无因。

6 马来亚独立后的首任首相东姑阿都拉曼 (Tunku Abdul Rahman) ，早年就曾在

吉打邦的居林担任过县长。

7 早年半岛上三大族群的生育率，其实并非一般人以为的马来人最高、印人次

之、华人最低，而是印人最高、华人次之、马来人最低。以1957年马来亚独立

当年的统计为例，印裔女性的平均生育率曾高达8孩，华裔女性7.4孩，反观马

来女性则仅6.1孩。目前各族群的生育率都已大降， 2014年的统计显示，华、印

裔的平均生育率都已降到 1.4孩，土著则还有2.7孩，乃生育率最高的组别。 （郭

秋香，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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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1891-1947年马来亚半岛之族群构成(%)

年份 人口（以千计）

1891 1,500 

1901 1,800 

1911 2,645 

1921 3,327 

1931 4,348 

1947 5,849 

来源： Vasil, 1984: 34 。

说明：

马来人 华人 印人

65.0 25.0 5.0 

60.0 30.0 6.6 

53.3 34.6 10.1 

48.8 35.2 14.2 

44.4 39.2 14.3 

43.5 44.7 10.3 

其他

5.0 

3.4 

2.0 

1.8 

2.1 

1.5 

(1)1891及 1901年的人口资料中， 5个马来属邦的人口数仅为仙计

值 。

(2) Vasil表中的半岛马来人，其实包括了英殖民期间才由荷属东印

度群岛（即现在的印尼）大量移入的马来移民 。 英人千 1931年

所做的马来亚户口普查就曾指出，当时的半岛马来人口中，只

有不到半数是19世纪前就已移入者的后裔。 (Kua, 1987: 17) 

英殖民时代留下的族群政治另一伏笔，是其同样分化的教育政

策。有关这方面的讨论甚多，不赘，简单地说，各教育体系基本上由

其教学语言界定。英殖民政府主要是将有限的教育资源，挹注千城镇

地区的少数英校，此外则是为乡区马来子弟提供基础的母语教育。至

千华、印移民子女的教育，政府基本上不补助，但也不干涉社群内部

自助兴学。其结果，就是唯城镇地区的英校才拥有跨族群的学生群

体，而殖民地社会独尊英语的大环境，也使英校的各族毕业生往往对

应千特定阶级，占据优势地位，并因彼此相近的世界观与价值观而较

易千跨族合作 。 8 以 1960年代时空下的执政三党联盟 (Alliance) 为

8 各语文教育背景出身者，虽不必然对应特定阶级，世界观和价值观却会趋同 。

这个道理不难理解：语文是个人汲取知识、认识世界的媒介，一个人读什么语

文的报章、看什么书，或偏爱哪个语言的电台电视频道、经常造访哪个语文

的网上社交平台，或惯与哪个语言社群在日常生活里互动，都会形塑并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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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虽只是族群性政党的松散结盟，论意识形态，却要比其对手——

左翼的社阵内部一致得多。个中关键，或即是领导层的阶级和语文教

育背景。联盟三党不论巫统、马华公会或国大党，领导层当时基本上

都是英校出身的资产阶级菁英，政见偶有分歧，不过基千共同的保守

阶级利益及西方世界观，却较易达致共识、觅得妥协。反观社阵的劳

工与人民两党，虽是左派同路人，领导者的背景和世界观却差异颇

大。 1959年前，劳工党西化、温和又缺乏革命激情的专业人士舵手，

不可能让人民党的布斯达曼 (Ahinad Boestamam / Abdullah Thani) 

和他那批满怀印尼式革命情怀的同志们感到舒服。 1959年后，当华校

出身者全面掌控了劳工党的领导位置，两党间的分歧即进一步扩大。

（王国璋， 2016) 此所以 1960年当拉曼达立 (Rahman Talib) 发表教

育报告书，欲令华文中学改制为英文中学时，华社喧腾、劳工党也有

意见，布斯达曼却坚持主张华中和英中都只应开办至1967年，即马来

语依宪正式确立为国家唯一官方语文的那一年。 （郭仁德， 1991: 72) 

语文教育背景不同衍生的政治分歧，由此可见。

2. 独立前的政治博弈与政体性质

英殖民统治虽奠定马来亚族群分化的基础，更强化了彼此间的偏

见与猜疑，但也恰是如此分隔的生活空间，确保了族群间少有正面冲

突。这种局面要直到二战期间日军南侵后，才现巨变。

首先， 1941年 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英军在马来亚战区仅 10

周即失守，一败涂地、威望扫地，遂为战后的反殖运动增添动力，也

因此触动华、印移民的认同抉择。其次，日据时期，日人比英人更彻

底地利用了族群间的分化遂行统治。华人因自 1937年“卢沟桥事变”

强化他在该语言文化圈内的主流观点和视角，而那往往还是跨国界的影响。譬

如南海主权争议，华报和英报里呈现的中国、美国形象，可以很不一样。又如

Nusantara一词所夹带的跨岛屿泛马来世界观，马来报读者会视作理所当然，华

报和英报读者却普遍无此想象。 （王国璋， 20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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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积极捐助中国抗战并从事反日活动，遭日军严厉报复。 9 而另

一方面，日军和英入一样，选择维持各邦苏丹的表面权威，刻意高

举马来语为日据东南亚的共同语言，利用马来警察监管华人及对抗

游击活动，并支持成立“印尼及半岛人民协会” (Kesatuan Rakyat 

Indonesia-Semenanjung) ，鼓吹两地统合。反观马来亚共产党主导

的“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成员却绝大多数是华人。

日据期间深埋下的族群张力，千 1945年 8月日军战败后立即浮

现。英军未回到马来亚前，抗日军就先走出了丛林，既接管地方秩

序，也开始整肃与日军合作者。这当中除了“汉奸”，某些马来

人一一尤其是马来警察一一也成为攻击目标，遂激发马来人反击。族

群流血冲突在各地涌现，华巫关系迅速恶化。 10 这段战后初期的血腥

史，本地中文论著多避谈详情；但对马来社会而言，那显然已和马共

稍后武装革命时构成的武力威胁一样，成了他们对华人负面历史记忆

的重要一环。

1946至 1948年的“马来亚联邦” (Malayan Union) 及“马来亚

联合邦” (Federation of Malaya) 政制之争， II 则可视为独立前关键

9 除了在半岛和新加坡大肆屠杀华人外，日军更以“奉纳金”的名义，向本地华

人强索五千万元巨款 。

10 譬如在咨株巴辖和麻坡两地，华人搜捕马来人的行动引发反击，双方皆死伤惨

重。 冲突随后蔓延各地，霹雳北克（Bekor) 的屠杀事件，甚至造成56马来人被

杀、 19间房舍遭焚毁 。 （李炯才， 1989: 133-134) 

11 Malayan Union之译作马来亚“联邦”与Federation of Malaya之译作马来亚“联

合邦”，是跟从早年本地中文媒体对两者约定俗成的译法。严格来说，联邦与

联合邦的中文含意，是同一回事，早年这样的译法，当然很有问题。不过英人

于1946年筹组Malayan Union之际，本地中文报界恐怕没人料到两年后就出现

如此转折，故不难理解何以当时出现如此同质的译法。 黄进发认为以Malayan

Union的“单一国家” (unitary state) 性质，译作“马来亚合邦”较为合适，因

取其合一、合众之意 。 （黄进发， 2015: 134) 不过“合邦” 一词，在中文政治

学界并不常见，且为避免读者在对照早期的相关中文论著时感到混淆， 本文决

定从国内约定俗成之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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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场华、巫政治博弈，更是巫统成立的触媒。 12 马来亚半岛自 1930
年代以降，已呈双族群社会态势，华、巫人口常在伯仲之间。二战前
半岛华人的流动性虽高，但来来往往，仍维持一可观的常住人口规
模。如果再加上新加坡华人人口，则马来人在二战前后已沦为相对少
数，逞论其经济上还远较华人弱势。 13 当然，英殖民时代，人数优
势并不意味着政治优势，因“数人头”的民主政制框架还未确立，

而半岛华人除海峡殖民地的英属民 (British subject) 外，不论本地出
生与否，都还是身分暧昧的中国侨民，不享当地政治权利。何况不少
华人仍自视为中国人，不关心马来亚政局，也就不构成政治影响。
(Wang, 1970) 然而1946年，当英人整合精简其殖民地管治架构，将

马来联邦、马来属邦和海峡殖民地除新加坡外凡凑成一中央集权的
Malayan Union并予非马来人归化为公民的平等权利时，这当中既触

及苏丹这马来主权象征的殁落15, 又挑战了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在“马

来土地”上的主、客之辨，更因开放公民权而直接威胁到马来人的政
治安全。马来社会遂视为危急存亡之秋，群起反抗，而各路山头汇

流，乃成1946年5月的“全国巫人统一机构”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ition, UMNO) 。

这段过程的细节，史书、教科书虽多有记载，惟观点不同，对

12 “华、巫博弈”之说，未免简化，因当时的争论，还涉及左、右政治思潮下的
不同观点 。 左翼的马来亚马来国民党 (PKMM) ，举例来说，就曾倾向较平等
的宪制安排，反对苏丹和马来贵族仍可发挥影响的Federation of Malaya的制度设
计。 “华、巫博弈”仅是就双方分别动员其主流社会而言 。

13 国家独立前，印人的流动性也高。不过相比华人，半岛印度社群的规模长期只
占人口一成左右，经济实力不显，加以聚居的区域分散，难以左右政局。

14 英人将新加坡自海峡殖民地中抽离，自成另一殖民地，除经济与军事上的考虑
外，应也有避免马来亚联邦内的非马来入一一或更准确地说华人一一人数超越
马来人之意。但这显然无助千消解马来人的疑惧 。

15 各邦苏丹在Malayan Union的新政制下，除了对宗教事务及马来习俗仍有发言权
外，已几乎丧尽权力 。 换句话说， Malayan Union会使马来诸邦沦为表里更为一
致的英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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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的诠释也可以差异颇大。 中文论著方面，较详尽的讨论可见陈剑

虹 (1984) ；黄进发 (2015) 则兼及东马，对英人战后同时在英属马

来亚及英属婆罗洲进行的重组整合，有综观全局的清晰勾勒及敏锐分

析 。 Malayan Union虽明显有助非马来人改善地位，华社当时却反应

淡漠，陈剑虹对此颇耿耿于怀 。 不过认同非一朝一夕之事，以对日抗

战前后中国民族主义大兴的时空下看，这类反应不难理解。 16 1946 

年7月，英人开始对马来人让步，成立一个纯粹由英殖民官员和马

来代表组成的“宪制工作委员会”来研究新政制，翌年即决定以

Federation of Malaya取代Malayan Union。这当中的重要修订，就是重

新确认马来亚为“马来人的国家”，除保留苏丹的象征性权力和角

色，非马来人的公民权申请也转趋严苛。这回华社终起而抗议。以陈

祯禄为首的各地华团组成“泛马联合行动委员会” (PMCJA) ，再和

马来左翼的“人民力量中心” (PUTERA) 17 共组PMCJA-PUTERA

行动联盟。 AMCJA-PUTERA18 于 1947年 10月 20 日在新、马两地发动

空前的全国大罢市，试图施压英人，惟不果 。 1948年2月，马来亚联

合邦正式成立。

反联邦运动（马来人为主）和紧扣而来的反联合邦运动（华人为

主），进一步激化了族群间的对抗情绪。紧接着1948年6月，成员绝

16 陈剑虹曾指出， 1946年 1-6月间，华社的舆论主流是盼能维待华人的独特身分 ，

实行双国籍制，并未就新政制的重要议题和影响深入探讨。战前活跃的商界与

社团领导人，战后初期多忙千重整商务；而关心中国的国、共内战者，更是无

暇他顾 。 至于长期关注本土政治发展的领军人物陈祯禄，则要迟至1946年6月

才从印度流亡归来，也难以正确掌握局势、迅速回应时局 。 (1984: 96-97) 本

时期华社内部各次群体对事态发展的不同回应，也可参考王席武 (Wang, 1970: 

15-21) 更细致的讨论。

17 PUTERA (Pus at Tenaga Rakyat) 乃数个马来左翼组织的联合体，领导核心

为“马来亚马来国民党” (Part幻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 。

18 PMCJA (Pan-Malayan Council of Joint Action) 方面，由千“马来亚中华商会联

合会”稍后加入，委员会的首字遂由“泛马” (Pan-Malayan) 改为“全马 ”

(All-Malayan) ，其简称也就由PMCJA变成AMCJA。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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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是华人的马来亚共产党发动武装革命，局面雪上加霜 。 “陈

祯禄等遂思创立华人的代表性组织或政党，以扭转政治参与上的劣

势。 1949年2月，由华商菁英主导、咨咨士绅出面领导的“马来亚华

人公会”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于焉成立。 所以由

Malayan Union至Federation of Malaya, 短短两三年间，华、巫在战后

新局里的政治博弈，就催生了早年最重要的两大政党，而两者都是不

折不扣的族群性政党——非马来人甭想加入巫统，非华人则没资格参

加马华公会。 这场华、巫动员的另一深远影响，是等如宣告阶级政治

在马来社会难有作为：左翼的马来亚马来国民党 (PKMM) ，因与非

马来人同一阵线反对Federation of Malaya, 不获主流马来民众谅解，

而加速其瓦解。

在此时空下，巫统、马华公会和印度国大党稍后犹能合组联盟，

并凭此执政至今，自然值得一书 。 与战后其他后殖民的多族群国家

相较，国际学界早年对联盟／国阵“共享权力”模式所带来的政治稳

定，多有肯定 。 国阵模式在国内更俨如“典范”，在野阵营即便对它

诸多批判 ， 其两线制改朝换代思路下筹组的“另一线”，也往往不自

觉地抄袭』阵的组织和运作模式 。 所以如何理解联盟／国阵模式，攸

关我们对马来西亚政体性质的判断。

Milton Esman Cl 972) 的“行政国家“论（a如血istrative state), 

是源千他对早年马来西亚官僚体制的洞察。英殖民时代，在各邦苏丹

权威的表象下，英人其实已为马来亚建立了一套高度集权又很专业的

官僚体系 。 Esman认为，马来西亚政体的底子，正是这类菁英官僚 。

尤其马来西亚和缓渐进的独立过程，使它免千像缅甸、印尼和部分非

洲新兴国家般，面对殖民时代培训出来的行政者与独立浪潮下民族主

义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遂能安稳过渡。 20 不过行政国家高高在上，

19 由于警察、军队和地方乡团成员大多是马来人，整个剿共行动又彷似一场族群

争战 。

20 部分英籍的高阶公务员并未在 1957年马来亚独立后立即离开，而是主、客易

位，留任一段时日为本土的执政者服务，确保政策与施政健全。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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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倾向千指导及控制社会，而非回应社会。 1952-1954年间联盟成

形、 1955年在马来亚自治议会选举大胜后，六十多年过去，英式官僚

体系的基本框架犹在，但越来越腌肿，而官僚的专业与中立性格已经

成疑。联盟／国阵虽长期执政，但政务官来来去去，专业官僚原本还

有确保施政品质的空间。不过国阵——严格来说是巫统一一持续执政

至今造成的严重党国不分局面，却模糊了政务官与事务官的分际 。 这

方面最糟糕的案例，莫如彻底为执政党利益服务的选举委员会 。 所

以联盟／国阵模式带来的超稳定结构，究竟是民主政体下可接受的特

例，还是威权政体的确凿证据？

先说Arend Lijphart的协和式民主 (consociational democracy, 

1977) 提法 。 Lijphart的主要思考，是如何在一个多元社群共亨的

政体内实践民主？在他看来，各社群菁英为处理彼此分歧所作的制

度安排，最为关键 。 换句话说， Lijphart重视的是上层菁英运作。

以比利时、瑞士、黎巴嫩、马来西亚等多族群国家的政治实践为

例， Lijphart归纳出的协和式民主四大原则，一是大联合政府，二是

各族群代表在联合政府内的相互否决权，三是比例相符原则21 , 四

是各族群对本身事务的高度自主权 Cl977: 25) 。 Lijphart对协和式

民主的归纳，无疑是敏锐的，唱和者除马来西亚官方外，学界亦不

乏人，如Gordon P. Means长期观察马来西亚后提出的相近概念elite

accommodation system ( 1991 : 2) ，或Donald L. Horowitz比较过类似

国家的发展后，对联盟／国阵模式之推崇 (2000) 。不过Lijphart协和

式民主的参照主体是西欧多元民主国家，以瑞士为例，德语社群和法

语社群的政经及法律地位各方面都颇均等，故能相互否决。然而协和

式民主摆在国内实际的政治运作下看，自始就没法真正落实 (Vasil,

1984:364) 。

政治不外乎妥协，但成功的妥协，奠基千相近的政治实力 。 实

21 这是指在分配政治代表权、公职及政府预算时，都要对应各族群人数上的大致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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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相近，才能相互否决，捍卫己方真正在意的某些基本权益。不过国

内各族群及联盟三党的地位，自始就不平等。首先，马来人的特殊地

位 (special position) 入宪，就是当代除了族群隔离时期的南非外，

国际上极罕见的例子。这是嵌入国家体制内的制度性不平等。当然那

又回到“马来西亚究竟是谁的国家？”的大哉问， 1946-1948年间已

定。其次， 1959年，马华公会总会长林苍佑曾向巫统的东姑阿都拉曼

要求更多国会议席竞选，不果，反而导致东姑全权圈定联盟三党的候

选人，自己则失势辞职。 22 这是盟党间实力的不平等。马华公会如

此，遗论国大党。这种假平等的联盟／国阵模式，随着族群间的实力

差距扩大，愈加不平等，终至成就巫统霸权。

国际学界向来对马来西亚的政体性质颇有兴趣，除社会多元分

歧却又难得地政治稳定外，还在它难以被俐落归类为民主或威权。一

党长期执政，不必然是威权；一国从不间断地维持大小选举，也不必

然就是民主。 Juan J. Linz一贯认为，民主要能与其社会及制度环境配

合，才能充分发挥功能，市场经济、宪政传统、公民社会、政党与选

举制度的良麻，都是决定性因素。 (1988) 马来西亚仅选制一项，就

高攀不了民主名号，因其选制从未真正公平、自由，即便在选举环境

相对宽松的 1960年代，依然如此。民主与否的另一简单判准， 则是看

党、国之间能否严守分际？党国不分，即无从建立真正有效的制衡机

制 (check and balance) ，纵有民主的皮相，终会倒退、崩溃。

Zakaria Haji Ahmad对此，曾有准民主 (quasi-democracy, 1989) 的

提法。 William Case则先是将马来西亚界定为半民主 (semi-democracy,

1993 & 1996) ，再说成是伪民主 (pseudo-democracy, 2004) 。“其

22 林苍佑是于1959年6月 24日致函东姑，要求联盟在该届国会大选中，至少分配总

数 104席中的40席给马华公会候选人，以杜绝各马来政党的议员联手利用2/3多

数，在国会修宪的可能性。然而由于巫统在丹、登两州新败，又面对党内激进

派的强大压力，更需应付迫在眉睫的国会选战，东姑以强硬姿态迅速回绝了这

项要求。

23 William Case谈论半民主国家时，除了马来西亚，也将其近邻新加坡和泰国归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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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法还有种族威权民主（祝家华， 1994) 、不自由的民主 (illiberal

democracy, Bell, 1995) 、混合型政权 (ambiguous regime, Crouch, 

1996) 、软性威权 (soft authoritarianism, Means, 1996) 、选举一党制

国家 (electoral one-party state, Wong & Noraini, 2009) 等等。各家名

堂虽多，综观之，对马来西亚政体性质的判断仍有一基本趋势可循，

即国阵执政越久，界定马来西亚为“民主亚型”的学者越少，视其为

“威权亚型”的学者越多 。 24 换言之，联盟／国阵模式政局稳定的代

价之一，是民主倒退。

3. 双族群杜会：阶级政治难成气候

联盟在 1955年的马来亚自治议会选举大胜后，面对相当仁促的

制宪与独立进程，最棘手的还是公民权议题 。 1946-1948年间的政制

争论，已在英殖民者退缩下重新定调为Tanah Melayu25, 马来人是国

家独立后的当然公民 。 至于长居马来亚的华人、印人等非马来人，该

不该向他们开放公民权？如果开放，又该设下哪些条件？如前所述，

马来人担心遭人数与他们几乎一样多的非马来人淹没，并非无据，何

况非马来人的“忠诚”，在他们看来也很有问题。 马共的威胁，对半

岛西岸的某些乡区马来人而言，更可谓就在眼前 。 1957年独立当年的

半岛人口，马来人312.5万，占49.8%；华人233.4万，占37.2%；印人

同一类 。 他认为新加坡的半民主局面始于1960年代中期，马来西亚则是1970年

代初期 。 至千泰国，在 19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只能算是半民主。 ( 1996 

437 ) 

24 除前述William Case由民主至半民主再至伪民主的观察结论外，祝家华对马来

西亚民主倒退的描述，则是1955-1959年间为“协和式民主 ”,1960-1964年间

为“准协和式民主 ”,1965-1969年间为“协和威权民主”,1971年以降则是

“种族威权民主” 0994: 105-110) 。 祝氏所提之分析概念虽然复杂，对国内民

主倒退的阶段性变化，则与William Case看法相近。

25 马来亚联合邦的正式马来名称即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而此前的马来亚联

邦 (Malayan Union) ，则并没正式的马来名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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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万，占11.3% 。 ( Means, 1970: 12) 26 如果华、印人口相加，比

例即高达48.5%，何况马来人的生育率，当年竟还不及印人和华人 。

所以马来亚独立初期，不论从“马来人对华人”或“马来人对非马来

人”的观点来看，其实都是R.K. Vasil (1984) 关注的“双种族／双族

群社会”类型 ( bi-racial society) 。

Vasil认为多族群社会一般可分两大类，即一、主体族群有绝对

的人口优势，一或多个少数族群则处千人口劣势；以及二、没任何一

方有明显的人口优势，该社会是由一众少数族群共同组成。前者如泰

国的泰族与华人、缅甸的平地缅族与山区各族，彼此间存在明显的宰

制／从属关系 。 少数族群通常面临强制同化的压力，又因强势族群主

导国家机关，难以掀起有效的抗衡行动。后者如印度，因没有任何族

群具主导优势，反而较能和谐共处 。 不过印度社会的族群关系，变动

不居，随时可因彼此的利益变化，调整结盟关系 。 至于双族群社会

这一特殊子型，相较千前两者，最大特色在千两大族群间“无可避

免地”倾向维持一种稳定的敌对、互不信任与冲突的关系。这源于

对峙双方由于人数上势均力敌，都想夺取主导权，无法接受臣属地

位。 Vasil的观察，似疏于强调入口以外的其他重要面向，如各族群经

济实力上的对比，或对官僚军警的不同掌控能力等，但他以双族群角

度分析马来西亚独立初期的政治发展，还是颇为贴切 。 事实上，由联

盟成形至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再至1965年新加坡狼狈被逐，无一不与

华、巫人口对比——或更精确地说，华、巫选民人数对比一一的算计

有关。

人口数不等于选民数，马来亚独立初期尤其如此。 移民要成为选

民，关键是能否取得公民权 。 1952-1953年间，当巫统和马华公会首

度合作参加市议会选举时，“马来亚华人大多虽还不是公民，没有

26 1957年时，官方人口统计仍未倾向以土著／非土著分类，故半岛的非马来人土著

（即Orang Asli) 应是被归入“其他“ 一项 。 这大杂绘的“其他“一项， 1957年

时有11.2万人，占总人口的 1.8% 。

27 马来亚印度人国大党 (Malayan In小an Congress) 当时仍未加盟。 它是千 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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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但就市议会选举如吉隆坡市而言，非马来人选民仍占优势，

巫统与拿督翁 Conn Jaafar) 的马来亚独立党，才不得不积极寻求与

马华公会合作。 28 然而1955年的自治议会选举时，就整个半岛范围而

言，选民结构已经不同：马来选民高达84.2%，华裔选民仅11.2%，印

裔和其他族裔选民更只有4.6% 。 29 Horowitz据此认为，如果1955年大

选先于 1952-1953年间的市议会选举举行，巫统就不需要马华公会，

联盟或许也就不会出现 。 (2000: 402) 无论如何，至1959年全国大

选时，选民的族群分布，已经贴近半岛人口的族群分布 。 (Ratnam, 

1965: 200) 这与联盟在1955年自治议会选举大胜后主导制宪，大幅放

宽非马来人的公民权申请直接相关 。

1957年的马来亚联合邦宪法，在公民权利与义务的规范上，无

疑是矛盾的。一方面，基于普世的公民权原则，不少条文都明确保障

了每位公民在权利义务与自由方面的平等。惟另一方面，部分条文

却又以族群身份来界定不同公民群体的权利，义务方面则无不同。

(Lee, 2001) 官方论述今天一再强调的所谓社会契约或建国原则，是

指非马来人以承认马来人的土著“特殊地位” (special pos山on) 等

差别待遇和尊崇（如尊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为官方宗教），换取马

才加入华巫联盟 。

28 据老报人谢诗坚当年所悉，马华公会中央原倾向与拿督翁的马来亚独立党
C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合作，而非巫统，之所以有此转变，是与其吉

隆坡领导人李孝式和拿督翁之间的个人恩怨相关 。 所谓个人恩怨，是指马来亚
独立党成立前，拿督翁并未征询李孝式的意见，成立当天亦未邀请李氏 。 李氏
不请自来，却遭冷待，未获邀坐在台前，遂深感受辱（谢诗坚， 1984: 46) 。
谢诗坚据此认为马华公会与巫统合作，乃历史偶然，当年若坚持与跨族群路线
的马来亚独立党合作，历史轨迹或大异 。 但这恐怕是昧于双族群社会倾向冲突
的结构张力 。

29 华、巫选民人数之所以悬殊，除不少华人还未能申请入籍外，华裔公民登记为

选民的意愿偏低，也是原因 。 据估当时已有约60万华裔公民可以登记为选民，
而这60万已约略为华裔成人总数的一半。结果实际登记为选民者仅四分之一 ，
即约 14万3千人 。 换句话说，每8个华裔成人中，当时仅 1人既可以也愿意投票 。
(Ratnam, 1965: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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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接纳非马来人为本国公民，尤其是接受公民权申请的出生地原则

(jus soli citizenship) 。不过这种宪政层次的谈判与妥协，基本上是

在联盟三党——尤其巫统和马华公会——的政治菁英圈内进行，名义

上虽代表各族群，其妥协方案却远未成为民间共识。而即便在上层菁

英内部，对千关键的宪法条文该如何理解、诠释，也莫衷一是。为赶

在短时间内自英人手中取得独立，不少条款及专有词汇（如特殊地位

一词），其实未经联盟领导人仔细推敲、斟酌，就已成案。开国首相

东姑阿都拉曼曾乐观地认为马来亚独立后，联盟反正会在国会维待压

倒性优势，届时再找机会修宪不迟。 (Abdul Rahman, 1981: 15-16) 30 

结果独立迄今，这部宪法真的在联盟／国阵政府手中经历过逾40次修

订，但都无涉基调，大多只是在限制公民权利方面调整、修补 。

回到华、巫选民人数对比的政治现实。华裔住民在马来亚独立前

后大量取得公民权后， 1959年大选时，华裔选民已超过了选民总数的

三分一。而到 1964年大选时，华裔与印裔选民更已分别占总数的38%

及8%。此外，以华裔选民的分布来看， 1 960年代初期，曾有高达四

成的国会选区是华裔选民占多数、非马来人选民占绝对多数。还有

两成的国会选区，则是华裔选民至少达到30%。放眼全国，华裔选民

少千10％的国会选区，当时仅约略两成。 ( Horowitz, 1989: 24-25) 

这种局面之所以可能，除大量华人取得公民权外，同样重要的是1973

年修宪前，选区划分不均的老问题仍未恶化到离谱的地步。为保障马

来人的政治主导权，选区划分自始就不公平，惟宪法当时对各选区选

民人数的差距，仍有顶限设计 ： 马来乡间选区虽总是比华人集中的城

30 东姑晚年曾在其回忆录式的杂文集 (As a Matter of Interest ) 里坦率提到，当

年正是他本人催促其他联盟领导人尽早同意相关条款，先以该宪法草案和英人

谈判，取得独立再说。 ' It was, of course, not a perfect constitution... But we knew 

we were going to be in power with an overwhelming majority and if any changes 

appeared necessary we would amend the constitution... So why waste haggling over it 

at that stage? I just told my colleagues to accept everything that was proposed.'(Abdul 

Rahman, 1981 : 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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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选区的选民人数少，但顶多也就只能比城镇选区少一半。以平均数
来说，就是最大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都不能超过平均数的三分

一。 31 这种宽松的选区大小规定，其实已违反选票的＂票票等值”原

则，惟因明文规定上限，对选制的扭曲毕竟仍有个限度。然而1973年

修宪是在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之后，为百分百确保马来人主宰政治，

国阵政府索性取消了宪法对选区大小的限制。此后选委会明目张胆为

执政者服务，大选区和小选区动辄差上三、 四倍，已无章法可言。 32

以上都是在试图勾勒 1960年代，马来（西）亚的典型双族群社

会风貌。华人可谓在经济领域强势外，当时也足以挑战马来人政治地

位的族群。这是五一三暴动的结构性要因之一，也是1960年代阶级政

治虽貌似蓬勃，却始终不敌族群政治的重要背景。新加坡加入马来西

亚联合邦短短两年即被逐，也与此直接相关 。 1946年英人让马、新分

家，原本就是为避免马来亚的华人人口超越马来人。惟1950年代，新

加坡的左翼亲共势力抬头，马来亚也在忙于剿共，这种冷战格局下的

赤化威胁，让准备脱身的英人和刚在1959年当上新加坡自治邦总理的

李光耀都很忧心，乃游说东姑接受马、新重新合并，以利反共大局。

(Lee, 1998) 东姑一度迟疑，后以同时纳入新加坡和英属婆罗洲（即

北婆罗洲、汶莱和砂拉越）的反建议，试图解决这“人口困局” 。这

是以婆罗洲的土著人口（东姑眼中的 “almost Malay") ，来平衡新

31 这是简化说法 。 事实上， 1 950至 60年代的选区划分原则， 经历过几次转

折： 1955年第一次划分选区时，其原则即最大和最小选区的选民人数，都不
能超过平均数的三分一 03.33%) 。不过 1957年的独立宪法，则将相关规定

调整为更严谨的 15%。然而联盟政府1962年即修宪，将这顶限恢复到1955年的
33.33% 。

32 近例如选委会千2016年公布的选区重划建议报告，将高达150,439选民划入雪兰

我州的白沙罗 (Damansara) 国会选区。该区是非马来人选民众多、向来对国

阵中央政府很不友善的城市选区。而另一方面，同在雪州的沙白安南 (Sabak
Bemam ) 国会选区，选委会规划的选民竞然只有37,126人。这是保守马来人集

中的渔乡，向来是国阵的优势选区。白沙罗选区相比沙白安南选区，大逾四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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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的大量华人，以免华人竟然成了联合邦的最大族群 。 “无论如

何，仅就华、巫人口而论， 1963-1965年间，华人人口确实已经超越

巫人，如表2所示。 34 所以当李光耀打破与东姑之间的默契，率人民

行动党千 1964年涉足半岛选举，更在1965年积极串联半岛、新加坡、

沙巴和砂拉越四地的在野党，着手组织“马来西亚人民团结总机构”

(Malaysian Solidarity Convention) 35、高倡“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

亚”时，对马来人而言，这已和华人公然纠众挑战巫统和马来人的主

导权无异 。 驱逐新加坡，遂成巫统自保的必然选项 。 36

表2: 1964年马来亚半岛及马来西亚之族群构成（％）

马来亚半岛 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

（含新加坡） （不含新加坡）

马来人与穆斯林土著 49.2 40.6 45.9 

非穆斯林土著 0.8 5.5 6.6 

华人 36.9 42.2 35.7 

印人 11.2 9.4 9.6 

其他 1.9 2.3 2.2 

来源： Means, 1970: 405 。

李光耀的“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概念，等千是在立国之初，

就要将联盟菁英谈妥的“社会契约”推倒重来，取消族群特权，改以

单一公民身分界定平等的权利义务。 这是对“马来人的马来西亚”的

33 汶莱苏丹最终没选择加入，宁坐拥小邦油田，继续接受英国保护，直到1984年

才独立。

34 关于 1964年时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两地华、巫人口的具体统计数字，可参考

Saw, 1971 。

35 团总由人民行动党发起，参加的在野党则有半岛的人民进步党、民主联合党和

东马的砂拉越人民联合党、马真达党 C Party Machinda) 等 。

36 巫统青壮派当时曾要求东姑逮捕李光耀及镇压人民行动党，惟东姑最终没选择
这更为激烈的手段。 (Lee,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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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叛，马来人固然愤怒，但回顾1950至60年代的马来（西）亚，李光

耀倒也算不上是这类平等公民观的首倡者。左翼思潮当时仍据有一席

之地，而“平等“本就是这类思潮的核心价值之一。

1950至60年代联盟治下的国内政治，相较千1970年代后的国阵

时期，无疑更有活力，也相对多元。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左派政党初

兴，对阶级政治犹抱热望。东南亚的冷战大格局、恐共氛围与政权打

压，明显都对当时的左翼政党不利，但信仰费边路线 (Fabianism)

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主要是英语教育背景的各族专业人士）与受中共

革命成功激励的左倾青年（华校生为主），仍相信族群政治是虚象，

背后的跨族群阶级矛盾才是实质。二是1965年前，市议会与地方议

会选举仍未遭联盟政府以印尼的“对抗“行动 (Konfrantasi) 为由搁

置，遂给在野诸党提供了一个国、州议会以外，宽广的草根政治舞

台。三是双族群的社会结构下，华人——尤其是战后婴儿潮下人数最

多的青年世代——在国家独立之初，普遍怀有更大的勇气与信心为自

身谋取平等权益。这种高昂斗志，至1969年五一三暴动后，才突转为

消沉。不过在马共武装威胁犹存的大背景下，当华校出身的华裔青年

渐成左翼政党主力，又积极关注华文教育及官方语文议题，且在华人

聚居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选区颇有斩获时（郭仁德， l991 ；马来亚劳

工党党史工委会， 2001) ，马来主流社会已难视其为阶级斗争者，而

是某支华人政治代表。于是恶性循环，左翼支持力量最终主要来自华

人，阶级政治乃没千族群政治 。

1960年代左翼政治参与者的阶级意识究竟有多强，其实也不无疑

问 。 以马来左派为例，面对马来人特权、王权与伊斯兰等议题 ， 往往

左支右细，易受攻击。他们既为左派也是民族主义者，难以回避“马

来亚究竟是谁的国家”的终极追问。华教和语文问题最终成为社阵内

部劳工与人民两党决裂的关键，背景在此。“两党固然都追求“民族

37 “马来亚人民社会主义阵线” ( Malayan People's Socialist Front) 成立于1957年

8月 31 日，即马来亚独立日。小党不论，劳工党与人民党是其两大成员党。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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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但对“各民族语文教育平等”的理解，显然大不相同。华裔

左派则往往摆荡于议会政治与街头抗争路线之间，对如何评价马共态

度尴尬，也难撇清中共的激进政治风格一一尤其1966年后的文革——

对他们的浸染。不过社阵最大的误判，还在千1963年前后，因其反殖

立场而抗拒马来亚东扩为马来西亚的方案，并千马、印对抗期间，对

一般华人眼中“排华”的印尼态度暧昧，乐观地以为可以说服民众以

反帝反殖的视角，超越族群恐惧。这种局面遂遭联盟政府利用来作舆

论攻击，亦借机大肆逮捕镇压。社阵于1964年大选大败，复因连串的

逮捕行动而元气大伤，劳工党内激进派因此抬头，排挤仅存的温和领

导人如魏利煌、陈志勤、 V. David, 终至抵制 1969年大选，自绝于议

会。

1960年代的左翼政治运动高潮虽仅昙花一现，对战后婴儿潮一代

的华裔青年却影响深远。此后阶级政治虽一踝不振，但这个世代在普

遍经历过左翼政治意识及运动模式的洗礼后，四散千华人／华基执政

党（如劳工党的林建寿于1970年代加入马华公会）、华基反对党和董

教总等民间教育团体，凭藉其政治历练，成了这些政党与团体往后三

十年间的骨干人物。

4. 五一三之变：马华政治与马来政治的转折

联盟执政时代的重要政治议题，基本上可视为二战后至独立前

虽皆自诩为非族群性政党，也确实拥有各族群党员，惟进入1960年代后，左倾

的华裔青年大多选择劳工党，人民党则以马来党员为主，间中夹杂祝俊雄、黄

循营等华人党员。两党对马来语的国语地位有坚实共识，不少劳工党的华裔党

员也勤学马来语，以讲得一口流利的马来语为傲，视为本土认同的印记。不过

在维持各族母语教育体系的问题上，劳工党支持，人民党则希望以马来语的国

民教育体系代之。至千官方语文，劳工党要求将华语和淡米尔语也同列为官方

语文，人民党则捍卫马来语为唯一官方语文的地位。人民党是千 1965年 12月 10

日的党代表大会上，决议退出社阵。 （郭仁德， 1991; 马来亚劳工党党史工委
会， 200 I ; Ahmad Boestamam, 19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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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各项族群争议的延续。联盟菁英的内部妥协，体现千仓促定案之宪

法，惟因妥协并未先取得基层共识，没有任何一方真正感到满意。随

着独立后非马来人选民增加及人民行动党“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思潮冲击，半岛非马来人社会——尤其华社——对部分族群议题的重

新谈判燃起希望，但这反过来却使马来社会更加疑惧不安。 1965年新

加坡遭逐出马来西亚，紧接着印尼政变，苏哈多夺权后软禁苏卡诺总

统，屠杀印共和所谓亲共的印尼华人，并终止针对马来西亚的“对

抗“行动。忧惧之余，半岛华社与联盟政府之间因外敌侵扰而同仇敌

性的感觉也渐消退，乃再次将焦点移回各项切身的族群议题，尤其是

语文与教育问题。 38 与此同时，民间贫富差距扩大，阶级问题遭轻率

简化为族群问题，华巫之间的对峙气氛愈浓 。 于是1969年大选的微妙

选绩，终导致一个时代的终结。 39

1969年5月 13 日千吉隆坡爆发的大规模族群流血冲突，曾波及全

国。冲突的高潮短短数天虽已过去，影响却极为深远。有关其前因

38 语文问题方面，主要是1967年9月 1 日《国语法》通过前，马来民族主义者施压

政府冀使马来语成为“真正的国语”，即要求完全停止英语在各项官方用途

上的使用，而非马来人社会则有将华语和淡米尔语也同列为官方语文的诉求。

《国语法》 的折衷安排，是确立马来语在宪法上的独尊地位，惟英语得以在各

类官式场合继续使用，中央政府和州政府也可以基千“公共利益之需要，采用

任何他族语言来翻译官方文件及沟通意见” 。 虽然如此，联盟政府仍无法讨好

各方。 (Roff, 1967 ) 教育问题方面， 1968年董教总冀以华语为主要教学语的“独

立大学”倡议，是当时另一敏感的政治议题。马华公会因反对独立大学声望受

挫，为了止损并转移独大运动的方向，才在1968年7月迅速创设了拉曼学院 。

39 联盟当时在西马赢得66国会议席，即便东马选绩尚未揭晓，已足以让它重掌中

央政权。 不过它在西马国会选举的得票率首度跌破五成，无疑是自 1955年大选

以来的最大挫败 。 联盟在各州议会的选举表现也很不理想，既未能夺下伊斯兰

党控制的吉兰丹州 (11席对19席），在登嘉楼州也只能勉强保住州政权 (13席

对伊斯兰党的 11席），更糟的是丢了棋州政权，在霹雳及雪兰我两州也未能夺

下过半数的州议席，而使局面变得既微妙又紧张 。 尤其是雪州议会，联盟恰掌

握28席中的半数14席，余下的 14席，则由民主行动党 ( 9席）、民政党 (4席 ）

和一位无党籍人士瓜分。 这种高度不确定的政治新局，正是五一三暴动进发的

即时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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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果和经过的细节，论著不少，惟多年后的今天，显然仍无明确共

识 。 官方说法，可见千事发后架空东姑阿都拉曼相权的“全国行动理

事会”的报告书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1969) ，或东姑自述

的版本 (Abdul Rahman, 1969) 及吴清德的补充分析 (Goh, 1971) 。

其怪罪对象，则是千选后胜利游行中挑衅马来人的民主行动党和民

政党支持群众，及背隐于后的“马共黑手”和华裔私会党徒。然而

同时代的外国记者及政治观察者，如John Slimming (1969) 、 Garth

Alexander (1973) 、 Karl Von Vorys (1975) 等，则普遍同情华人／非

马来人的处境，质疑官方的“马共黑手”说法，更点出当时调入首都

平乱的马来军、警，在面对华、巫武斗时，部分人袖手旁观甚至偏帮

马来人的严重问题。 （如Von Vorys, 1975: 353) 40 时隔38年后，柯嘉

逊亲赴伦敦公共档案局研究30年保密期后解密的官方档案，撰书直指

五一三实为巫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精心策划、旨在推翻首相东姑的政

变阴谋，且行动曾获军、警系统支持。 (Kua, 2007) 41 

五一三暴动的起因及过程，至今言人人殊，但对其深刻影响深有

共识。阴谋与否，学界一般视此为马来人暴力反制华人对其马来主权

(Ketuanan Melayu) 的挑战，而另一方面，王质武曾对官方报告只

字未提华人当时也普遍对马来主权深怀恐惧 (deep fears) ，颇不以为

然。 (Wang, 1970: 1) 五一三暴动的分水岭意义，在其即刻扭转了双

40 政府当时曾极力封锁媒体报导，统一发布官方新闻 。 手段包括下令本地报章停

刊两天、禁止对政府处置方式作负面报导的境外杂志与报刊进入国内，甚至将

某些英、美记者的戒严通行证撤回，使他们坐困旅舍无法外出采访 。 国际媒

体的负面报导，当时其实不少， Life 、 Time 、 Newsweek、 The Economist 、 The

Times 、 The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The Observer等，都因此在国内被禁

(Alexander, 1973: 99-100) 。 官方的新闻封锁，不免为这种种负面传闻加添真

实性。

41 柯嘉逊除分析刚解密之英国驻马最高专员署人员的观察报告外，也参考了外国

记者千事发当时撰写的新闻报导，以及外交、情报圈内流传的机密文儅。 又，

民间向来不乏视五一三为巫统内部政变阴谋的观点，惟迄今仅柯嘉逊以解密的

官方档案论证此说 。 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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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社会“势均力敌”的对峙本质。此后华、巫人口对比虽无戏剧性

的短期变化气华人却难再有雄心和马来人重议“社会契约” 。 换个
说法，就是在经历过马来暴民屠杀与军、警（绝大多数也是马来人）

的偏颇执法后，政治胆量变小，也“学乖了” 。 此后每遇族群关系紧

绷，即风声鹤唳、屯积食粮。

体制变革方面，巫统藉此良机重新确立并巩固马来主权 （ 即再

次宣告这是“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进一步将宪法中原本定义模糊

的土著“特殊地位”具体化，逐一落实为土著特权政策。国家进入

紧急状态，国会运作中断年余，至1971年2月才得以重开。巫统内外

当时曾有巫统／全国行动理事会专政之议，议会民主差点寿终正寝 。

(Slimming, 1969: 66-73; Leo, 1975: 88; Von Vorys, 1975: 317; Vasil, 

1980: 185; Means, 1991: 9-12) 巫统少壮派架空并逼退了在他{i 眼里

对华人让步太多、立场过千软弱的东姑，重整国家机关后端出的“新

经济政策”及“国家文化政策””等，都严重压缩了非马来人在政经

文教诸领域的空间，沦为某种程度上的二等公民 。 与此同时，政体进

一步往威权一端倒退 。 1970年代以降，任何针对宪法双面性矛盾之

议论，或对土著特权的任何形式挑战，皆已成为“非法”。 《煽动

法》、 《内部安全法》、 《集会法》，以及执政者可以对新闻媒体及

出版商的出版准证任意施压、吊销的《印刷与出版法》等威权性质恶

法，都使1960年代常见千公领域的宪法论辩，难再重现。

巫统新领导层既决定恢复议会民主运作，为确保“马来主权”

在数人头的民主框架下，仍能百分百不受冲击，政治配套必不能免。

42 如果纯以人口论， 1970年代虽曾出现一波数以万计的华裔及印裔专业人士外移

潮，马来西亚基本上还是双族群社会，尤其是在西马 。 1980年代后，华入和马

来人的人口差距，才开始变得甚为明显 。

43 国家文化政策成形千1970年，即五一三暴动后翌年，至1971年正式确立。该政

策界定土著（马来）文化为马来西亚的文化主体，其他文化要素虽可共存 ， 却

不得僭越马来文化的主体地位。 此外，伊斯兰也被界定为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

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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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废弃1960年代中期以后即藉故搁置的市议会和地方议会选举，

改由州政府委任。这显然是为避免非马来人于城镇地区掌握地方政

权，惟对外交代的论据则是“小国“如马来西亚，国、州议会足矣。

(Rabushka, 1973: 77-78) 44 其次， 1973年7月 9 日通过修宪，直接将

首都划出雪州，另立为“联邦直辖区”，巧妙剥夺了华裔为主的一百

万吉隆坡居民的州议会选举权。这是为确保五一三暴动肇因之一——

雪州议会内联盟与反对党各占半数的局面，不会重演。其三，改变选

区重划规则，让选区划分不公变本加厉，昭然向马来人／土著倾斜。

其四，也是最重要的一著，就是由联盟三党扩增为“国民阵线”的永

续性大联合政府。这是以共享执政权利诱政敌，尽可能地收编反对

党，消除它们对马来政权的威胁。于是由 1970-1974年间，敦拉萨在

联盟三党的基础上，逐步收编了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民政党、人民进

步党、伊斯兰党，再加上原砂拉越联盟和沙巴联盟各党，凑成一个名

副其实的大联盟。 45 从这个点上开始，马华政治与马来政治往后数十

年间，都经历了一场重大转折。

先说马华政治。 513暴动后的新政治现实，曾使华社普遍感到彷

惶压抑，遂屡有摸索寻路之举。 1970年代，马华公会仍试图以华社代

表自居，惟1971年的“华人大团结运动”喧腾数月，即因渐脱总会长

陈修信的掌控而草草结束。 1972年 10月，署理总会长李三春继之以

“华人精神革命”，惟运动步伐凌乱，激起的群众热情也远逊前者，

流于讨伐华社及华团种种流弊的浮泛论述，数月后也不了了之。 46 马

44 马来政治人物多年来，往往并不讳言他们对地方政府选举之嫌恶和其峻拒的理

由 。 近例如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在其2015年 1 月 23 日的发言中，以加深城乡

鸿沟、引发社会动荡，甚至导致五一三暴动重演为理由，反对地方政府选举。

所谓加深城乡鸿沟，哈迪指的是华人将因此掌控较为优势的城市资源，边缘化

乡区马来人。 2017年4月 7 日，前首相马哈迪也曾在雪州的某场讲座上，以地方

政府选举会导致城、乡各由不同族群管理的分化现象为由，反对重启。

45 国阵是于 1974年6月 1 日正式成立。

46 该运动的灵感，来自巫统1971年开展的“马来人精神革命”运动。除了要革除

华杜的陈规陋习与旧思维，运动也再次强调了华人大团结的重要 (Loh, 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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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公会在两场运动中之所以左支右细，主要还是与巫统有关：国阵时

代的马华公会，已非联盟时代的马华公会，必须谨守某些不可蹄越

的分际。华人大团结运动盼与马来人作平等伙伴，就被巫统视为“跄

越”，而马华公会也明白接受了这种分际。 47 1977年开始营运的马

化控股有限公司，则是马华公会放弃较敏感的群众动员模式后，另一

“民族自救”之举。为回应新经济政策偏助马来人的挑战，马化控股

盼以募集华人大众的小额资金，集腋成裘，在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下代

行各领域投资，以确保华人在国内经济仍占一席之地。经济自救一度

十分成功，主要负责人陈群川更被誉为华人“经济救星”。惟1985年

碰上经济萧条， 1986年又爆发华人金融合作社48 的亏空舞弊事件，马

华多名党要涉案入狱，而数以万计的华裔小投资者则受害，激起极深

之民怨。马华公会终究没觅得脱困之道。

在野阵营方面， 1970年代后，劳工党已不复存在，国阵又收编了

几乎所有在1969年大选中颇有斩获的华基反对党，民主行动党遂在往

后数十年里，成了仅存的华基反对党。此后历届国会选举，它往往襄

63-64 ) 。相关论述之浮泛，可见1972年 10月马华副总会长李孝友在某一场华人

精神革命座谈会上的发言：“华人应摒弃下列思想 ： 拜金主义、利己主义、悲

观主义、地方主义、复仇主义、个人英雄主义、孤立主义、关门主义、命令主

义、盲动主义、拼命主义、尾巴主义、骑墙主义、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宗派

主义、主观主义、种族主义、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及恐怖主义，而应

该发扬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折衷主义、进步主义及开明主义……。＂ （谢诗

坚， 1984:215)

47 1971年8月， 马华公会第廿届常年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所谓（华人团结一一为马来

西亚人民大团结而团结〉的宣言，很值得注意。宣言试图解释华社散漫不团结

的原因，认为“这种散漫不团结的现象是由千我们忘记了政治的限制，并忽视

了今日的马来西亚的赤裸裸政治现实，诸如巫文成为主要的教育媒介和巫人特

殊地位等，我们不应该在宪法问题上浪费我们的政治力蜇。这些问题如不通过

修改宪法，是无法更改的 。 因此，不论我们所做的或希望达致的，必须在当前

的政治现实范围内去着手。了解和接受这种基本概念，来达成我们的目标—一

马来西亚华裔人民的团结。” （杨建成， 1982:260)

48 该合作社也是在马华主导下，吸纳小额资金作投资的金融机构。

191



当代马来西亚土一政府与政珨
27 

括了六至七成的华裔选票。换句话说，马华公会、民政党等华人／华

基执政党虽在朝为官共享政权，族群代表性却已严重不足，这在族群

政治彻底当道的 1970及80年代，是莫大弱点。加以政治力量分散兼马

华人口比重持续下滑，国阵的华人／华基执政党“当家不当权”，早

已是学界共识。遇有争议，它们顶多只能在官僚体制内达成小修小补

的努力，或扮演好征集投诉并代为转达各部门的服务角色（代表人

物有在位三十载、声誉甚隆的马华公会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

赐），却再无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能耐。与此同时，巫统一党独大，

彻底主导了国阵政府的重大决策与资源分配。

1980年代，华社的困顿氛围未消，民间再次寻路之举，就是要

设法“打入国阵、纠正国阵”，寻求体制内的变革。董教总千1982年

大选前夕，提出所谓“三结合”的概念，即结合华社民间团体和朝、

野两方的政党力量，以更有效地“维护华教与民族权益”。在董总主

席林晃升的号召下，郭洗镇、许子根、江真诚、王添庆等华教运动的

青壮菁英，选择集体加入民政党，冀探索”里应外合”的突围之道。

惟多年后回顾， “打入国阵、纠正国阵”的成效成疑。族群政治的结

构性拌制，终迫使华社菁英们反思其以“族群权益”为中心的论述，

逐渐往更普世、全民的人权或民权论述调整，而与此相关的两线制倡

议，也开始浮现。论述调整的征兆，莫如三结合路线的首倡者林晃

升，千1986年大选前转为支持全国华团民权委员会的两线制主张，鼓

吹和伊斯兰党接触对话，甚至不惜千1990年大选前夕辞去董总等三大

华教团体主席的职务，改寄望在野的民主行动党来推动两线制。该届

大选的结果虽离政权轮替的理想尚远，两线制却已略具雏型。而从政

治观念的角度看，这或是马华政治结束之始。华社主流已经开始从观

念和实践上，动手撤除自己的小圈子，意识到此后唯有融入马来西亚

政治主流，才能争取和保障自身的公民权益。当然，两线制是否有效

的政治途径，是另一回事，这点下节再议。

马来政治方面， 1973-1977年间，伊斯兰党在马来人大团结的感

召下，也短暂成了执政一员，导致马来反对力量一片沉寂。不过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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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两强对峙格局，并未就此崩解。伊斯兰党1977年 11月即因“丹

州危机”49 和巫统闹翻，重返在野阵营。一切看似复旧，其实不然。

一如马华政治，马来政治也因五一三暴动后的巨变，开始经历大转

折 。

回顾 1960年代，马来左翼虽无法对巫统构成威胁，却仍在马来

政治的意识形态光谱上，占据一个显著位置，城镇知识阶层的小圈子

内尤其如此。至于伊斯兰党，党员的意识形态背景颇杂50, 因偏据千

半岛东北及北部的马来腹地，也无法威胁到巫统的中央政权。不过巫

统、马来左翼和伊斯兰党，其实共享民族主义激情 。 如果依William

Roff 0974) 的归纳，马来民族主义的三大流派，都与战前诸人的教

育背景有关，即以英语系江沙马来学院为代表的保守贵族右派、以马

来语系苏丹伊德里斯教育学院为中心的激进平民左派，及以阿护伯语

系埃及艾资哈尔大学 (al-Azhar University) 为轴心的伊斯兰学者／教

士 。

49 “丹州危机”起于党内权力斗争。伊斯兰党主席阿斯里 (Mohamad Asri ) 是丹

州的地方型政治人物，多年的州务大臣任内，与该州土地及伐木利益颇有纠

葛。伊斯兰党加入国阵后，他转任联邦部长，而1974年继其位的州务大臣纳西

(Mohamad Nasir ) ， 则尝试整治丹州多年来的官商勾结行为，且明显获得巫统

支持。由千阿斯里派系自 1964年起就盘据千丹州政府，纳西的整顿举措，不免

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乃伺机反击。纳西为此要求国阵中央政府介入，惟伊斯

兰党还是将他开除党籍， 1977年 10月 15 日，又在州议会通过对他的不信任案。

(Alias Mohamed, 1994: 147) 事件引发支持纳西的群众示威，酿成冲突，巫统

乃藉此通过国会，让丹州于 11月 8 日进入紧急状态，由中央接管至翌年3月州议

会重选。伊斯兰党因反对国会通过丹州紧急条例，遭逐出国阵，结束其短暂的

联合执政岁月。

50 1950年代左翼的马来国民党消亡后，其党员及支持者除马共与巫统外， 主要还

是流向人民党和伊斯兰党。早年的伊斯兰党，思想上与马来国民党反殖民和大

马来 (Melayu Raya) 民族主义的传统一致，不过左翼色彩并不鲜明，反倒是19

世纪末才自中东兴起的回教改革／现代化思潮，对其影响深远。著名的马来左翼

领袖布哈努丁 <Burhanuddin Al-Helmy) 曾于1956-1969年间担任该党主席，不

过党内相对世俗的民族主义者和伊斯兰改革者 (Kaum Muda) 、守旧派穆斯林

(Kaum Tua ) 之间颇有矛盾，不易调和 。 (Alias Mohamed, 1994: 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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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三暴动后的1970年代，狭隘的马来民族主义激情，彻底淹没

左翼观点。早就屡遭巫统政权打压的人民党，此时已更加无足轻重。

然而巫统垄断民族保卫者光环及马来左翼消沉，却使宗教成了唯一足

以抗衡巫统的面向。与此同时， 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中东大变局

下触发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正值高潮旯 1980年代后东渐，也席卷了东

南亚的穆斯林社会 。 这股浪潮，不仅让伊斯兰党蜕变为更加名副其实

的宗教性政党，也逼使一贯相对世俗的巫统菁英，不得不与该党展开

伊斯兰化竞赛。 (Nagata, 1980) 马来政治由族群逐渐聚焦伊斯兰，

从这个意义上说，除五一三暴动外，主要还是国际思潮的影响，一如

当年中国文革对劳工党路线激化的影响。

学者大多同意伊斯兰党的质变，始于 1982年党主席阿斯里

(Mohamad Asri) 失势下台 。 阿斯里主导下的偏安型伊斯兰党， “丹

州危机”后既遭逐出国阵，也丢失了盘踞多年的丹州政权。然而恰是

这段困顿岁月，让其党员结构变得单纯，意识形态背景也日趋一致，

宗教师们成为主流。 1982年后，该党新领导层揭粲其“伊斯兰国”的

终极理想，不少中东教育背景的宗教师，如法兹诺、聂阿兹、哈迪

阿旺等人， 52 也都占据了领导位置。然而巫统领导人兼新任首相马

哈迪 (Mahathir Mohamad) ，也敏锐地嗅到了这种时代转变，乃同在

51 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社会基础，是当地阿拉伯社群自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

（或以色列独立战争）以来，日趋浓烈的反美反西方情绪 。 其实不少中东国家

与地区自十九世纪以来，已渐往世俗及现代化的方向发展，而富强的西方世

界，正是其学习对象 。 惟美国与西方世界对以色列建国的支持，却让中东不少

穆斯林感觉遭到背叛，而阿拉伯诸国此后在对以色列的系列战事中不断受挫，

更让他们非常沮丧失落 。 不少知识分子乃回归自身的宗教传统，冀求解困良

方。 运动后来遂以 “Islam is the solution" 为口号 。 不过很多重新走入伊斯兰

的原教旨主义者，其复古理想，往往是一种经自己再创造后的想象，未必真

实 。 1 979年伊朗革命成功，无疑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大高潮，激励更多人追求

以伊斯兰为手段，解决政治与社会问题。 (Armstrong, 2000) 

52 法兹诺 ( Fadzil Noor) 和聂阿兹 (Nik Abdul Aziz) 都毕业千埃及的艾资哈尔大

学，哈迪阿旺 (Abdul Hadi Awang) 则先后就读于沙特阿拉伯的麦地那伊斯兰大

学 Clslamic University ofMadinah) 和埃及的艾资哈尔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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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收编了“穆斯林青年运动” (ABIM) 的安华，由其领军，为

巫统伊斯兰化国家体制的大小举措，掀开序幕。两党往后数十年间，
因伊斯兰化竞赛带来的纷扰和其对1957年世俗宪法体制的破坏，限千
篇幅，不赘。 值得探讨的是伊斯兰政治的份量，是否已经超越族群政
治？又有多真实？

刘镇东 (2015a; 2015b: 2015c) 曾敏锐地点出 1982年后迄今的

伊斯兰党人，可大分为 “1982年世代”及 “1998年世代” 。 1982年
世代，指的是前述1982年时，清扫党内阿斯里派系的青壮宗教师世
代； 1998年世代，则是指1998年安华突遭马哈迪革除副首相及财长高
职后，涌入伊斯兰党内的半岛西海岸马来青年与专业人士。 两者因背

景差异颇大，宗教意识和宗教观皆有不同，简单定性的话即前者保
守、后者开明务实 。 刘镇东认为2015年伊斯兰党分裂，正是因为保守

与开明两派在经历了 “17年的内部共治和冲突之后” (2015a) ，开明
派一一即 1998年世代—一最终出走另组了国民诚信党 。 他与不少本地
学者都视安华事件为马来政治的分水岭： 1982-1998年间，是巫统和
伊斯兰党为伊斯兰化竞相叫价； 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后，却转为“公
正党和伊斯兰党开明派以反对巫统贪腐、反对朋党裙带等全民议题为

主轴＂ （如d.) ，开展有别千巫统和伊斯兰党保守派的政治方向 。

然而我们若检视马来政治的核心关切，或会发现即便宗教意识
最为鲜明的伊斯兰党保守派，也未能真正超越族群视角，暹论以工具
理性看待伊斯兰化政策的巫统 。 至于伊斯兰党开明派的观点是否“全
民”，也不无疑问。近例即2017年4月 28 日，伊斯兰党保守派的代表

性组职—一宗教师理事会 (Maj/is Syura Ulama) ，在其常年大会上通
过动议，要求党中央施压联邦政府修宪，明确规定唯马来穆斯林才能
出任首相。其理由，除了确保联邦政府能够按伊斯兰的原则施政，更

是为保障宪定的“马来特权” 。 事实上，类似诉求，早在该党的阿斯
里时代就曾出现过，譬如它曾要求国内所有州务大臣、州首席部长及

武装部队首长等，都应由马来人担任；也曾倾向修改宪法，让国民一
概称为“马来人”。 (Alias Mohamed, 1994: 75) 

195



当代马悉西亚 政府与政珨

31 

伊斯兰无疑是马来人身分及文化认同的关键一环，尤其在马来

西亚的社会情境里，马来人就是穆斯林，穆斯林也基本上就是马来人

（今时今日 ， 东马的非马来人穆斯林土著，已多被视作或刻意同化为

马来人） 。 然而马来人认同与穆斯林认同，孰先孰后，意义终究有

别。譬如伊斯兰党对宪定的马来人／土著特殊地位，态度为何？如果

单纯以伊斯兰的视角看众生，教徒和异教徒 (kafir) 固然有别，马来

人却不该比他人“特殊＂ 。 然而伊斯兰党从不曾挑战这一点 。 其次，

伊斯兰党仍身处”人民联盟” (Pakatan Rakyat) 时，党主席哈迪阿

旺一再反对盟党试图恢复地方政府选举，理据则是忧心华人会因此主

宰城镇，进一步边缘化乡间马来人，但这已不折不扣是个族群视角

了 。 而同一位哈迪阿旺，更在20 16年5月 4 日砂拉越州选举期间的古晋

某竞选场合里，明示该党只接受穆斯林“土著”出任砂州首长 ： “我

们接受华人、印度人成为公民，我们公平对待所有人，但是州的掌舵

者必须是土著。 ” (Anne, 2016) 53 换句话说，非穆斯林土著 （例如

伊班裔的基督徒）不行，非土著穆斯林 （例如华裔穆斯林）也不行 。

所以回到根本，伊斯兰化政策摆在马来西亚的多族群政治情

境里，依然难脱对“马来主权”的关切：伊斯兰是族群认同的老本，

有助维系马来人的团结或至少避免分裂，让马来人继续像个马来人，

以御“外文化”及“外人”对马来主权的威胁。 就此而言，伊斯兰无

疑是个重要的社群印记 (communal marker ) 。 五一三暴动后，华人

锐气尽失，再无双族群对峙的气势 。 然而另一方面，马来人或许不再

恐惧“千自家乡土上失势”，数十年过去，却显然还是对华人宰制国

内政经发展的可能性，深怀戒心 。 哈迪阿旺前述有关砂州首长的发

言，摆明是针对民主行动党，显见华裔在野势力“空前鼎盛＂的此

刻，令他怀忧。 1970及80年代，马来社会或许仍在幻想让更多非马来

53 哈迪阿旺的原话如下：＇PAS mahu Sarawak diperintah oleh bumiputera, bukan kaum 

lain tapi bumiputera mes ti perintah Sarawak dan PAS mahu ia bumiputera Islam. .. 

Kita terima orang Cina, India Jodi rakyat, kita /ayan adil semua tapi memerintah 

negeri mesti bumiputera. ' (Anne, 20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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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会讲流利马来语并鼓励改宗的同化策略，可以让他们变成“类马

来人”，一劳永逸解除威胁，但这显然并不成功。与此同时，后五一

三的新经济政策等国策，虽积极扶助土著，却常以质就量，并未显著

提升马来人的整体竞争能耐。马哈迪千1980年代推动巫统和伊斯兰党

开展伊斯兰化竞赛，或基千选票上的权宜考量，未必真心相信伊斯兰

化的内在价值。身为崇尚工具理性的民族主义者，马哈迪显然相信提

升民族的竞争力，才是根本。惟世俗体制一旦开了岔，数十年后，已

经造就国内相当完整且自成一套的伊斯兰教育、行政及司法体系，建

制化 (institutionalization ) 的程度甚深，已难回头，马来民间近年来

激进伊斯兰化的倾向，更是逐渐失控。”巫统的世俗菁英，该如何

面对族群内部进一步伊斯兰化的诉求？尤其伊斯兰刑法之类的重大变

革，该如何做到既满足形式上的需要、又不必真的大幅更动实质内

涵？这种虚虚实实，或是未来伊斯兰政治最值得观察的面向 。

5. 2008年大选：滩头狼藉，惟海啸未至

由五一三暴动后的 1970年代至2008年全国大选前，马来西亚政

治虽迭有高潮，但如果单就这些高潮事后对政党体系的冲击来看，未

必十分关键，或者说犹待长时间发酵。简单地说，在这近四十年的漫

长岁月里，中央层次的朝野对峙格局，一直相当稳定：当朝的巫统一

党独大，国阵大联合政府只是其表相；而在野两侧，则基本上是民主

行动党和伊斯兰党，他如人民党、四六精神党、沙巴团结党、公正党

等等来来去去，不足为患。又， 2008年前的每届国会大选，在野诸党

不论如何禅精竭虑地合纵连横，谈的都只是卑微地“否决国阵的三分

之二优势”，即顶多只能阻止国阵政权任意修宪，而不敢妄论改朝换

54 举例来说， 20 15年 11 月美国智库Pew Research Center公布的国际民调，显示支

待“伊斯兰国” Clslamic State) 的国人比率，竞在 11个受访的穆斯林国家民众

里排名第二 (11%) ，仅次于尼日利亚 ( 14% ) 。 ( Malaysiakini, 20 November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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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此所以随着时间推移，学界多倾向千将马来西亚视为威权亚型，

而非民主亚型。

所谓亚型，就是介乎两者之间，难以明确归类。这类混杂型政

体，主要体现在选举终究还是政权的正当性源头，而不像专制政府

般，只诉诸千直接的压制手段。当权者一方面希望以选举赢取执政的

正当性，另方面又想长保权力，千是操控选举，并对其程序诸多摆弄

设限。而选举之外，当权者更会待续透过压抑公民社会的发展、监控

媒体、滋扰反对党等手段，来巩固政权。混杂型政体到底稳不稳定，

不无争论，不过学者多倾向认为它本质上并不稳定，主因则是民主和

专制政体，其实各有其运作逻辑，混在一起必生矛盾。民主制度的运

作常态，是民间享有言论、集会、新闻等自由，多党政治竞争则可以

让政权合法更替、朝野彼此之间监督制衡，遂能有效又稳定地处理社

会矛盾。专制政府则会全面镇压异议，剥夺民间的自由权利，不容以

选举竞逐权力，也自有其稳定政权之道。然而半威权或半民主的政

体 ， 既要容许民间局部的自由权利与选举竞争，就难免会不断面对民

间对优化民主、改良选制、杜绝贪渎等的诉求，张力恒在 。

回到马来西亚。两线制无疑是前述近四十年的岁月里，最受关注

的政治概念与实践。“早年推动两线制不遗余力者，莫过千华社，因

巫统主导的国阵，已经逐渐失去回应华社诉求的功能。国阵政权既然

稳如盘石，改革者与在野菁英很自然地认为独力难支，如果要和国阵

对撼，就必须组建一个与国阵实力不相伯仲、且同样具备多族群色彩

的政治大联盟。 1990年大选，由巫统分裂政党“四六精神党”领军的

反对党联合阵线，功败垂成。 56 1998年9月 2 日，安华遭马哈迪革除其

55 事实上，劳工党与人民党早在 1950及60年代，就曾有过类似尝试。不过社阵虽

一再强调其跨族群的左翼路向，就其实际运作而言，主要还是由劳工党经营非

马来人社会，人民党戮力于马来社群。

56 反阵实际上是由“入民阵线” ( Gagasan Rakyat ) 及“穆斯林团结阵线”

(Angkatan Perpaduan Ummah ) 两阵串成。前者主要是代表非马来人的反对力

量，后者顾名思义，则是马来反对力量的聚合。东姑拉沙里领导的四六精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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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首相与财长高职后，巫统再度分裂，但安华事件更重要的冲击，还

是他被捕前后激发的民间“烈火莫熄" (Reformasi) 改革运动，影

响遍及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主流马来社会难得地受到这波澜壮

阔的改革运动激荡，城市的马来中产阶级和年轻一辈，开始投身公民

社会运作。 1999年大选，国民公正党、伊斯兰党、民主行动党和人民

党合组“替代阵线” (Barisan Alternatif) 57, 再次对国阵政权构成威

胁。惟选举结果，伊斯兰党虽大有斩获，民主行动党却成了大输家，

离撼动国阵政权的目标尚远。

无论如何，公民社会不仅量变、也开始质变。 2006年 11月正式成

立的“干净与公平选举联盟” (Bersih) 及其往后发展，就是这种质

变的最佳展现。 2008年大选时，在野诸党又成功联手在全国各选区里

单挑国阵，终引发出乎众人意料的所谓“三0八政治海啸＂。国阵虽

保住了中央政权，却首度失落三分二以上的国会议席优势。此外，它

还丢掉了吉打、棕城、霹雳、雪兰教四州政权，也无法从伊斯兰党手

中夺回丹州政权。这场大选，会是马来西亚民主转型的起点吗？

大浪猝袭、滩头狼藉，惟海啸未至。从不少线索来看， 1998年后

的烈火莫熄运动，确是2008年大选的重要伏笔。青年世代积极参政或

投身公民社会后，开始展现出一种跨族群的新风貌。 2008年大选更撼

动人心之处，还在反对党竟首次夺得三分一以上的国会议席，让政权

轮替之梦不再遥不可及。此所以选后， “人民联盟”的反对党联合阵

线迅速就绪； “改朝换代” (ubah) 的呼号，也终于在2013年大选的

竞选过程中，蔚为风潮。然而2008年及2013年的两场大选，显然还是

没改变马来西亚政党体系的族群本质。这是两线制的结构性局限，我

曾另文论及（王国璋， 2013) ，不再细谈。简略地说，首先是联盟／

国阵模式运作六十余年来，已经成了族群结盟的＂典范”，往往会让

(Semangat 46) 居间串连，而它本身则是个典型的马来政党。

57 国民公正党 (Parti Keadilan Nasional) 和人民党后千2003年合并，成为“人民

公正党” (Parti Keadilan Rakya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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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手不自觉地抄袭模仿，最终沦为和它一样强调族群分工（即由某某

政党主要去负责某某族群）和马来政党主导（这是为释除马来选民这

选票大户的疑虑）的另一族群结盟。其次，盟党之间，如果没有共享

的核心价值，那结盟所为何事？在野阵营多年来为拼凑大联盟，刻意

对此视而不见，但如此权宜性质的结盟，纵使执政，不会比国阵好，

更不可能长久。 2015年人民联盟的民主行动党与伊斯兰党，还未尝到

中央执政滋味，就要交恶分手，其理在此。

无论如何，马来西亚迈入民主转型的迹象明显，而转型期间变数

甚多，一切都有可能。这段转型之路，虽然因为备受族群因素干扰，

走得比东亚的其他民主化案例温吞，却似乎没有逾越老牌现代化理论

(modernization theory) 的基本框架。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加

速，城镇中产阶级和知识菁英成了推动、支持民主化的主力，而马来

西亚的城镇居民以华裔为主，遂与族群因素部分重叠。中产阶级往往

拥有双面性格，既保守，又向往自由民主变革。保守是因为家有恒

产，既然已经是现状的既得利益者，自然不想乱、不想面对政治动荡

下的不确定风险。而不少威权国家里的新兴中产阶级，还是威权者工

商政策的次益者，更不免感恩戴德。不过国内经济一旦恶化，或官僚

贪腐深重、滥权失控，政治意识普遍较高的城镇中产者，却又往往先

乡间民众而起。 20 15年8月 29-30 日千吉隆坡市中心一带集会的Bersih

4, 其参与者的构成，或许就能很具象的说明问题。

有了触动转型的时代背景，接下来就是观察在哪个点上触

动转型？这方面学界爱谈三件事，即政治菁英的具体操作、时机

(timing) 与路径 (path) 。群众的诉求与公民社会躁动，固然是

推进转型的力量，却难以具体操作。关键时刻，尤其是在统治菁

英内部分裂之际，终究有赖朝野政治人物的纵横裨阖，以寻隙突

破。然而选择在什么时间点上和哪些群体／机构共同行动，却可能

导出很不一样的结局。 1989-1991年间，东欧与苏联共产政权接连

土崩瓦解、瞬间完成政体转型，就是很有意思的经典案例。回看国

内， 2013年大选落幕迄今，一方面是在野阵营重组不断，即人民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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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因内部冲突瓦解后，国家诚信党 (Amanah) 新生、 “希望联盟”

( Pakatan Harapan) 成形；另方面是执政的巫统党内，首相纳吉

(Najib Razak ) 丑闻缠身、副首相慕尤丁 (Muhyiddin Yassin) 被黜，

而前首相马哈迪则是退党后以耄耋之龄在野之身， 率慕尤丁等创立土

著团结党 (Bersatu/PPBM) 并重返政坛 。 这一切颠覆常态的躁动，正

是国际间民主转型案例初期常见的现象。 然而碍于族群因素的强力制

约，即国民对“马来西亚究竟是谁的国家？”这个大哉问依然没有共

识，马来西亚民主转型的过渡阶段，虽曰“过渡”，倒也可以很长很

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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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亚

威
农
体
制
的
形
成
与
维
系

0
孙
和
卢

政
权
分
类

(r
eg
im
e

cl
as

si
fi

ca
ti

on
)
是
当
代
比
较
民
主
化
研
究
中
的
热
门
课
题
，

而
研
究
大
马
政
治
的
学
者
，
通
常
均
把
大
马
列
入
具
有
民
主
形
式
，
却
缺
乏
实
际
民

主
内
容
的
半
吊
子
民
主
、
伪
民
主
或
威
权
体
制
。

所
谓
威
权
体
制

(a
u

th
o

 ri
 ta

ri
a 
n
i
s
m
)
具
有
多
重
形
式
，
如
官
僚
型
、
军
政

型
、
发
展
型
、
民
粹
主
义
型

(p
op

ul
is

t)
或
选
举
型
威
权
体
制
等
。
大
体
上
言
，
大

马
则
被
划
入
发
展
型
、
民
粹
主
义
型
与
选
举
型
威
权
体
制
的
政
权
类
型
中
。
对
此
，

马
新
两
国
的
领
导
人
则
辩
说
，
把
马
新
称
为
“
非
自
由
主
义
型
民
主

”(
il

li
be

ra
l

d
e
m
o
c
r
a
c
y
)
或
威
权
体
制
，
均
是
从
不
顾
国
情
的
主
流
西
方
民
主
观
的
角
度
来

看
，
而
忽
略
了
亚
洲
人
的
文
化
传
统
与
特
殊
国
情
。
历
史
地
看
，
这
种
争
辩
，
如
亚

洲
价
值
观
型
民
主
，
并
不
新
鲜
。
早
在

19
50
年
代
，
苏
卡
诺
便
曾
提
出
重
视
协
商

与
和
谐
的
领
导
式
民
主
论

(g
ui
de
d
d
e
m
o
c
r
a
c
y
)

。

就
性
质
而
言
，
威
权
体
制
是
一
种
介
千
自
由
主
义
型
民
主
与
极
权
体
制

(t
ot

al
it

ar
ia

ni
sm

,
也
译
为
“
全
能
体
制
”
)
间
的
中
间
形
态
。
极
权
体
制
的
特
征

为
：
单
一
党
制
、
警
察
国
家
、
中
央
栠
权
化
、
强
国
家
弱
社
会
（
即
社
会
附
屈
千
国

家
）
、
强
势
舆
论
控
制
、
国
家
强
势
控
制
纪
律
，
以
及
常
用
暴
力
来
控
制
社
会
和
打
压

异
己

。
反
之
，
自
由
民
主
社
会
制
衡
则
重
视
用
法
治
来
约
束
国
家
的
专
横
，
保
陓
民

权
、
自
由
与
公
平
的
多
党
竞
争
、
舆
论
监
督
、
和
平
权
力
转
移
、
多
元
意
识
形
态
、
三

权
分
立
（
以
权
制
权
）
，
用
公
民
社
会
来
平
衡
国
家
的
权
力
、
公
民
的
知
情
权
及
个
人

的
应
有
自
由
与
权
利
等
。

大
体
上
言
，
威
权
体
制
都
在
不
同
方
面
与
程
度
上
具
有
以
上
特
征
。
至
千
其
威

权
或
民
主
度
如
何
，
则
各
国
有
所
出
入
。
就
大
马
而
言
，
既
有
人
视
大
马
为
软
威
权

体
制
，
或
族
群
性
威
权
体
制
，
也
有
人
视
大
马
为
高
强
烈
性
的
威
权
体
制
。
大
马
的

威
权
体
制
是
如
何
形
成
或
维
系
的
？
大
体
上
有
以
下
的
看
法

：
1.

 
19
46
年
单
一
马
来
亚
制

(
M
a
l
a
y
a
n

U
n
i
o
n
)
的
出
现
。
虽
说
这
个
计
划
最
终

被
联
合
邦
计
划
取
代
，
唯
强
势
的
中
央
与
行
政
权
特
点
己
就
此
形
成
。

2.
 
1
9
4
8
~
6
0
的
紧
急
状
态
。
为
了
对
付
共
产
党
的
武
装
斗
争
，
警
方
的
政
治
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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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6

。
附
录
马
来
西
亚
威
权
体
制
的
形
成
与
维
系
／
孙
和
声

受
到
强
化
，
且
内
安
法
令
等
压
制
性
法
令
也
随
之
出
炉
。
在
大
马
，
用
各
类
压
制

民
权
的
法
令
来
巩
固
政
权
已
成
为
常
套
手
段
。

3.
 
19

65
年
地
方
议
会
选
举
被
中
止
。

19
50
与

60
年
代
初
期
的
地
方
选
举
不
但
促

进
了
公
民
的
政
治
参
与
，
也
为
反
对
党
提
供
了
建
立
地
方
政
权
与
培
养
施
政
能

力
的
场
所
；
因
此
，
其
中
止
大
大
削
弱
了
大
马
的
政
治
活
力
与
民
主
化
进
程
。

4.
 
19
69
年
的
五
一
三
事
件
。
这
事
件
不
但
使
权
力
更
为
集
中
化
，
也
出
现
了
一
系

列
强
化
巫
统
一
党
独
大
的
政
策
。
如
“
新
经
济
政
策
”
便
强
化
了
党
政
结
合
及
国

家
对
社
会
经
济
领
域
的
控
制
。

5 
新
经
济
政
策
。
此
政
策
对
强
化
为
威
权
体
制
起
了
多
重
作
用
，
如
巫
统
党
营
事

业
借
机
壮
大
；
对
媒
体
收
购
；
在
经
济
上
无
需
依
存
马
华
公
会
；
党
国
资
本
主

义
兴
起
；
恩
庇
政
治
；
精
英
收
编
等
，
都
大
大
地
强
化
了
强
国
家
、
弱
社
会
的
二

元
化
趋
势
。

6
.
政
党
大
收
编
。
印
度
德
里
大
学
的
政
治
学
者

V
i
d
h
u

V
e
r
m
a
在
其
《
马
来
西

亚
：
转
型
中
的
国
家
与
公
民
社
会
》
！
一
书
里
认
为
，
大
马
的
协
同
式
政
治
模
式

(c
o

n
so

ci
at

io
n

al
 m

od
el

 o
f 

po
li
ti
cs
,
也
译
为
协
合
式
政
治
）
是
维
系
与
强

化
大
马
的
民
粹
主
义
型
威
权
体
制
的
一
大
要
因
。
一
方
面
这
强
化
了
国
阵
在
国

会
中
的

2
/
3
优
势
，
另
一
方
面
使
巫
统
的
地
位
更
突
出
。
这
个
长
期
的
权
力
巩

固
现
象
，
是
永
续
威
权
体
制
的
要
因
。
换
言
之
，
协
同
式
政
治
便
是
削
弱
反
动
势

力
的
一
种
威
权
政
治
。

7
.
黄
进
发
认
为
，
大
马
联
邦
体
制
受
到
侵
蚀
，
也
是
巩
固
威
权
体
制
的
要
因
。
按
理

说
，
联
邦
体
制
如
地
方
选
举
一
样
，
有
助
千
强
化
多
元
的
政
治
精
英
，
唯
国
阵
政

权
对
地
方
政
治
精
英
的
收
编
、
中
央
对
州
政
权
的
拨
款
控
制
、
紧
急
状
态
权
的
使

用
等
，
均
弱
化
了
多
元
权
力
格
局
的
形
成
。

8
.
公
器
私
用
。
执
政
党
利
用
其
执
政
优
势
，
滥
用
公
共
资
源
、
国
家
机
关
等
来
削
弱

反
对
党
力
批
及
强
化
其
优
势
，
即
所
谓
的
三

M
:

M
a
c
h
i
n
e
r
y
（
政
府
机
关
）
、

M
e
d
团
（
党
控
媒
体
）
与

M
o
n
e
y
（
金
钱
）
。

9
.
发
展
之
上
国

(
d
e
v
e
l
o
p
m
e
n
t
a
l

st
at

e)
。
罗
国
华
指
出
，
借
用
发
展
之
名
压

，
制
反
对
声
浪
，
如
限
制
工
会
发
展
、
加
强
收
编
和
控
制
公
民
社
会
等
消
音
行

为
，
都
使
社
会
失
去
异
议
之
声
，
进
而
巩
固
威
权
体
制
。
有
者
尚
认
为
，
发
展
至

上
主
义
下
出
现
的
消
费
主
义
文
化
，
也
转
移
了
人
民
的
注
意
力
，
进
而
钝
化
了

... 
改
革
之
声
。
加
拿
大
经
济
学
者

O
z
a
y

M
eh

m
et

 (
19

86
)
更
认
为
，
分
配
联
盟

(d
is

tr
ib

u
ti

o
n

al
 
co

al
it
io
n)
为
了
保
持
其
不
当
得
利
行
为
，
会
蓄
意
限
制
公

平
竞
争
的
环
境
。
结
果
，
虽
强
化
了
既
得
利
益
者
，
却
杀
伤
了
国
家
的
竞
争
力
及

公
民
社
会
的
活
力
。

风
云
五
十
年
马
来
西
亚
政
党
政
治

。
19
7

10
．
恩
威
并
施
政
策
。

Ha
ro
ld

C
r
o
u
c
h
在
其
《
大
马
政
府
与
社
会
》

(1
99
6
年
版
）

认
为
，
大
马
的
执
政
联
盟
是
个
具
有
两
面
性
、
善
用
两
手
政
策
的
政
权
，
如
在

19
74
年
的
衣
民
与
学
生
示
威
中
，
当
局
既
逮
捕
学
生
以
示
罢
告
，
又
扶
助
稳
定
农

产
品
价
格
。

V
i
d
h
u
V
e
r
m
a
也
指
出
，
巫
统
一
方
面
是
族
群
本
位
政
党
，
另
一
方

面
又
提
出
可
整
合
全
民
的

“2
02
0
年
宏
愿
政
策
＂
。
我
想
，
大
马
人
一
般
上
都
感

觉
得
出
，
巫
统
既
高
威
马
来
人
主
权
，
又
强
调
需
与
他
族
分
享
权
力
，
可
说
也
是

软
硬
兼
施
，
虚
实
井
用
。
威
权
体
制
本
就
具
有
二
元
性

(d
ua

li
sm

)
，
在
大
马
，
这

二
元
性
中
又
多
出
一
重
二
元
性
，
如
土
著
对
非
土
著
及
大
马
国
族
的
理
念
。

11
．
选
举
威
权
体
制

(e
le

ct
or

al
au

th
or

it
ar

ia
ni

sm
)
。
大
马
选
举
制
、
选
区
划
分
、

选
举
操
弄
等
无
疑
是
持
续
与
巩
固
这
个
政
权
的
关
键
手
法
。
王
国
璋
、
张
景
云

与
黄
进
发
的
文
章
对
此
多
有
论
述
。
按
理
说
，
在
货
真
价
实
的
民
主
国
，
选
委
会

应
如
司
法
体
系
一
样
，
享
有
高
度
的
自
主
性
与
中
立
性
。
扩
而
言
之
，
公
务
员
中

的
非
政
务
入
员
，
也
应
对
各
政
党
保
持
中
立
，
是
所
谓
的
“
政
务
分
类
，
两
官
分

途
”
制
一
即
政
务
员
与
事
务
员
应
划
清
界
线
，
政
务
官
靠
选
举
任
命
上
任
，
是

任
期
制
官
员
；
事
务
官
则
靠
公
开
招
考
，
择
优
录
用
上
任
，
是
常
任
制
一
以
杜

绝
政
官
不
分
、
结
党
营
私
、
瞻
恩
徇
私
、
任
人
唯
亲
／
唯
族
／
唯
宗
教
等
私
性
行

为
。
但
在
大
马
，
进
入
马
哈
迪
时
期
后
，
不
但
威
权
递
增
，
连
许
多
公
共
制
度
、

机
关
，
都
因
个
人
政
治
斗
争
或
行
权
之
便
（
如

19
88
年
的
司
法
危
机
）
而
被
牺

牲
。
在
自
由
民
主
国
家
，
这
种
行
为
会
导
致
政
府
倒
台
，
但
在
大
马
竞
能
遂
私
入

之
愿
。
其
对
公
信
力

(p
ub

li
c

cr
ed
ib
山

ty
)
所
造
成
的
伤
害
是
难
以
估
计
的
。

法
治
不
彰
，
善
治
不
张
，
又
如
何
成
为
可
持
续
的
发
展
国
和
先
进
国
？
伸
而
言

之
，
只
着
重
经
济
发
展
而
长
期
忽
略
社
会
与
政
治
发
展
（
如
民
主
化
）
，
这
样
的

偏
向
不
但
不
合
理
，
有
失
社
会
正
义
，
也
将
损
及
国
家
竞
争
力
及
政
权
正
当
性
。

12
．
族
群
主
义
。
在
大
马
，
这
是
个
挥
之
不
去
的
幽
灵
。
按
理
说
，
在
实
践
法
治
的
法

制
国
（
而
非
人
治
的
法
制
国
）
，
由
于
公
民
个
体
的
基
本
权
利
与
自
由
受
到
制
度

性
保
障
，
多
元
的
社
会
结
构
应
有
助
于
强
化
公
民
社
会
，
及
削
减
、
分
化
国
家
权

力
；
但
在
大
马
，
所
实
施
的
政
策
诸
如
土
著
与
非
土
著
两
分
法
等
，
反
而
促
进
其

威
权
性
。
有
者
还
认
为
，
所
谓
马
来
人
支
配
权
政
策
，
实
为
巫
统
支
配
权
，
甚
至

在
19
87
年
后
演
化
为
马
哈
迪
的
个
人
支
配
权
（
即
连
巫
统
党
内
的
民
主
也
受

削
弱
）
。

以
上
所
概
括
的
威
权
强
化
成
因
，
早
已
有
入
论
及
，
如

G
o
r
d
o
n

P
. M
e
a
n
s
在
其

19
76
年
版
的
《
大
马
政
治
》
以
及

19
91
年
的
《
第
二
代
大
马
政
治
》
二
书
里
。
本
书

多
位
作
者
如
王
国
范
、
黄
进
发
、
李
万
于
，
对
此
也
多
有
论
及
。

1.
 M

al
ay

si
a:

 S
ta

te
 a

nd
 C

iv
il 

So
ci

et
y 

in
 T
ra

ns
山

on
:

V
id

hu
 V

er
m

a 
(2

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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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演
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处
立

-
－
「
杻
族
威
恨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第
二
單

大
局
政
骼
的
形
成
，

演
雯
及
其
政
治
种
括
的
建
立

「
梩
族
威
擢
民
主
圉
家
」

.
•
 

'
,

'F
f

' ,
1 

形
成
的
通
程

衾
戎
基
：
「
燕
容
忧
疑
，
民
族
主
纹
是
廿
世
抚
妀
有
影
字
力

的
立
敃
艾
悲
之
一
．
趾
然
资
本
主
及
舆
共
足
主
凡
却
有
『
起
民

族
主
线
』
的
本
龙
舆
企
面
．
但
在
计
本
主
及
世
界
中
．
我
们
所

见
到
的
这
是
立
足
於
民
族
主
民
的
一

1困
因
家
．
至
於
本
举
世
界

燕
主
陌
圾
革
命
旗
总
的
共
主
主
纹
因
家
．
如
及
过
是
回
谿
到
民

族
主
线
的
本
位
。
」

(
1
9
9
2
:

V
)

。

Z
a

ln
a

l 
A
b
l
d
l
n
（
二
十
年
代
的
焦
来
知
敃
份
子
）

：
「
这

佪
囡
家
锥
是
恳
来
人
的
囡
家
．
赤
且
她
的
土
著
也
是
軞
正
的
焦

来
人
，
但
她
也
有
各
程
族
立
足
於
比
，
没
些
民
族
的
顷
乳
正
荔

肋
阱
狡
和
笐
荣
了
遠
片
土
地
：
女
心
所
有
的
收
成
业
非
只
是
来
自

恳
来
人
的
汗
水
．
其
他
的
民
族
也
共
同
努
力
T
单
及
它
裕

3
屯

佪
囡
家
。
」

(3
1
自
T
h
a
m

S
e

o
n

g
 G

h
e

e
. 

1
9

7
7

: 
I)

。

A
b

d
u

ll
a

h
 A
h
m
a
d
（
一
位
为
副
部
长
）
：
「
我
们
米
演
梵

亿
著
．
民
来
西
亚
的
政
治
制
度
是
由
焦
来
人
所
支
~
配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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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朽
政
治
种
岳

大
需
两
棵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

19
92

) 

第
二
话
．
大
熙
政
符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种
岳
的
建
立

-
-
「
杻
族
威
褶
民
王
＠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伊
1米
项
遴
造
新
径
舟
政
茉
，
雅
持
符
合
一
九
五
七
年
契
的
下
由

焦
来
人
支
百
己
的
政
治
制
度

。
」

(3
1
自
柯
县
涟
，

1
9

8
9

: 

15
5)

。

、 °

卡
西
勤

(
E
r
n
s
七
C
a
s
s
l
r

·e
r)

:
「

..
..
.
.
政
治
神
括
，
官

在
是
一
件
奇
炒
亦
另
訰
的
事
物
。
．
．
．
．
．
．
现
代
的
政
治
家
米
项
自

己
去
结
合
审
程
完
全
不
同
苍
至
互
相
纣
立
的
功
肚
。
他
的
作
左

米
项
同
特
是
巫
未
各
又
是
技
未
各
，
他
是
一
耘
新
的
、
完
全
非

琪
性
的
、
神
客
宗
教
的
淳
教
士
。
但
常
他
米
项
防
泪
亚
敃
还
没

宗
教
峙
，
他
遠
沂
浔
非
常
有
法
度
，
黑
一
事
是
极
姑
凑
巧
；
每

一
伺
步
鞣
都
是
周
群
的
準

1指
和
希
耟
思
考
。
没
程
奇
妙
的
转
合

是
我
们
的
政
治
种
括
呆
颠
著
的
持
滋
之
一
。
」

(C
a
ss

lr
er

.
黄

：
其
开
及

F束
击
平
译
，

19
83

:
34
8)

。

前
言
：
在
现
代
化
座
棕
上
的
囡
家
棍
肋
之
孚
伞

诚
如
金
耀
基
所
脱
的
，
民
族
主
羲
是
廿
世
纪
最
有
影
愣
的
意
猷
型

怹
之
一
；
迼
射
照
於
第
三
世
界
囡
家
在
二
次
世
界
大
戟
倓
凤
起
霎
沥
的

民
族
狗
立
和
解
放
速
助
的
胫
史
逸
程
，
更
幽
示
其
真
罚
性
。
但
是
，
也

有
人
腮
焉
，
胚
史
的
爱
逻
和
演
遗
是
由
階
级
阿
孚
所
主
导
的
，
階
级
门

孚
才
是
胚
史
推
造
的
那
斐
看
不
见
的
手

(P
au

la
nt

za
s,

19
78
)

。

如
果
我
们
细
细
分
析
帝
囡
主
毅
者
如
何
以
资
痊
階
级
来
推
助
贷
本
主
袭

的
披
张
脰
史
，
亚
建
立
其
殖
民
地
的
王
囥
，
追
似
乎
也
有
其
道
理
。
到

底
誰
是
正
确
的
呢
？
徙
生
物
文
化
人

(b
io

cu
lt

ur
al

m
an

) 
的
角
度

来
看
，
策
者
亚
不
打
算
射
此
朋
题
作
结
端
，
而
更
有
輿
趣
於
理
解
人
颖

在
胚
史
的
演
爱
中
，
如
何
以
自
利
到
自
保
地
探
取
行
助
一
一
燕
端
是

以
階
级
阿
孚
或
民
族
主
毅
大
览
的
棵
諒
一
—
去
改
畟
他
们
的
底
史

。

在
追
一
章
梩
，
我
俷
正
是
要
理
解
思
来
西
亚
道
片
卅
二
离
九
于
馀
平
方

公
里
土
地
上
的
人
们
—
一
思
来
人
、
華
人
、
印
度
人
、
卡
逵
人

(K
ad

az
an

)
，
依
班
人

(I
ba

n)
（
砫

1)
及
其
他
的
住
民
，
如
何
在

英
囡
殖
民
者
逍
留
的
胚
史
殁
局
中
互
相
阿
孚
，

自
衔
乃
至
於
支
配
，
以

建
立
他
们
现
在
所
擁
有
的
囡
家
。

狂
1:
卡
逵
山
人
和
依
班
人
分
别
是
栗
思
沙
巴
及
砂
岊
超
两
州
的
王
耍
非
思
来
人
工

菩
，
亦
是
陔
两
州
的
王
耍
政
治
势
力
的
族
群
，
近
年
也
出
琨
他
们
各
自
的
民
族

王
筏
（
旯

T
a
n

C
h

ee
 B

en
g

, 
19

87
; 

L
oh

 K
ok

 W
ah

, 
19
9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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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种
岳

大
思
网
院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秞
岳
的
建
立

－
－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窃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Z
o
 

在
遣
塌
胚
史
畟
逜
的
阿
孚
梩
，
什
废
柬
西
是
主
要
的
目
镖
？
以
现

代
政
治
的
眼
光
来
看
，
恐
怕
囡
家
横
陇

(t
he

st
at

e)
是
大
家
孚
相

想
控
制
的
工
具
一
一
焦
端
他
们
最
终
的
目
的
是
什
磨
，
因
觅
我
侗
知

道
囡
家
横
脱
不
但
有
保
搜
性
（

pr
ot

ec
ti

ve
)
的
功
能
，
也
有
生
座
性

(p
ro

du
ct

iv
e)
及
汲
取
性

(e
xp

lo
it

iv
e)
的
功
能

(A
lt

&
 C

h
?
s­

t~
l,

 
19

83
:2

8-
29

)
。
掌
握
了
她
，
不
誰
囡
家
整
髓
，
民
族
社
群
，

乃
至
於
階
级
、
自
我
、
都
有
各
自
的
益
庭
。
不
消
脱
，
她
是
现
代
囡
家

的
描
力
核
心
，
人
人

一
一
－
尤
其
是
政
治
行
助
者

(p
ol

it
ic

al
ac

­

to
r)
更
是
要
分
一
杯
贤
，
独
族
人
、
階
级
人
，
赏
然
都
要
角
逐
「
中

原
」
了
！
我
们
正
是
要
徙
囡
家
横
陇
的
角
度
切
人
去
理
解
焉
来
西
亚
道

段
庶
史
。 我
们
知
道
最
终
是
思
来
人
在
焉
来
西
亚
的
政
治
舞
台
上
掌
握
了
相

货
绝
对
的
饺
势
，
亚
主
淳
了
赏
今
的
政
治
燮
逻
。
但
是
，
思
来
人
如
何

庇
得
囡
家
践
陇
的
孚
夸
戟
呢
？
她
又
如
何
透
遏
困
家
娥
阴
的
各
视
功
能

去
敌
固
她
的
支
配
地
位
呢
？
最
倓
，
思
来
西
亚
又
畟
成
一
佃
怎
株
的
囡

家
？
道
是
本
章
要
探
时
的
主
要
问
题
。

笫
一
筛
：
，
马
来
西
亚
近
代
燮
逜
及
制
您
遏
程
：

民
主
架
梢
的
雒
形

焉
克
思
曾
经
脱
遐
「
人
颠
创
造
其
自
身
的
胫
史
，
但
亚
非
依
自

己
之
所
好
一
一
而
是
在
他
们
直
接
面
射
的
璞
境
中
一
一
现
在
和
迥

去
所
逍
留
下
来
的
情
境
中
去
创
造
。
」

(
M
a
r
x
,

19
67

: 1
1)
我
想
道

是
所
期
人
颊
创
造
庶
史
的
最
好
之
描
述
，
常
然
焉
来
西
亚
亦
不
例
外
。

迼
句
括
焉
我
们
的
时
谕
揭
朋
了
很
好
的
序
幕
。

思
来
西
亚
的
现
在
是
什
磨
情
况
？
遏
去
又
是
怎
株
的
悄
境
？
且
踉

我
们
慢
慢
看
吧
！
今
天
的
思
来
西
亚
之
正
式
名
桶
是
思
来
西
亚
稀
合
邦

(T
h

e 
F

ed
er

at
io

n
 o

f 
Ma
la
ys
ia
,
简
稠
大
焉
）
，
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以
前
是
焉
来
亚
糊
合
邦

(
T
h
e

F
ed

er
at

io
n

 o
f 

M
al

ay
a)

 

（
砫

2)
。
注
意
，
她
的
名
梢
是
酪
合
邦
而
不
是
糊
邦
。
道
两
者
有
什

磨
不
同
？
它
代
表
的
意
羲
又
是
什
磨
？
我
侗
将
在
制
恋
迡
程
中
加
以
脱

明
，
现
在
遠
是
先
了
解
焉
来
西
亚
更
早
的
一
些
质
史
。

... 

驻
2
：
思
来
亚
是
思
来
亚
西
撰
大
镇
工
俊
的
前
身
，
是
指
思
来
半
蛊
（
西
思
）
的
十
一

州
，
琨
思
来
西
亚
共
有
十
三
州
（
扣
上
束
思
二
州
）
及
网
恁
盼
邦
巨
柱
陋
。
思

来
西
亚
成
立
特
（
一
九
穴
三
年
）
湛
包
括
了
新
扣
坡
，
网
年
俊
新
兀
坡
披
遂
出

盼
合
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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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
大
思
网
跺
政
治
的
肿
析

(
1
9
8
5
-

19
92

) 

7
-

我
侗
耳
熟
能
眻
的
胫
史
是
：
思
来
亚
逍
片
土
地
在
十
五
世
纪
初
到

十
六
世
纪
初
，
曾
经
有
一
佪
势
力
不
小
的
思
六
甲
王
朝

(K
es

ul
ta

na
n

Me
la

ka
)
（
砫

3)
，
经
逊
炭
位
硃
丹
（

Su
lt
an
)
的
統
治
，
和
北
方

的
大
圉
－
－
明
朝
有
来
往
，
是
明
朝
的
保
賤
囡
。
，
倓
来
在
西
思
柬
渐

—
—
那
些
灾
著
资
本
主
袭
的
船
坚
炮
利
妥
中
，
思
六
甲
王
朝
於
一
五

一
一
年
首
被
葡
萄
牙
强
大
的
海
平
所
减
，
阱
始
了
思
来
亚
四
百
多
年
受

西
方
殖
民
的
胚
史
；
追
期
朋
西
方
殖
民
者
本
身
亦
有
势
力
消
畏
，
因
此

我
们
看
到
荷
荫
人
在
一
六
四
一
年
又
打
败
了
葡
萄
牙
入
而
取
得
統
治

榄
，
最
倓
十
八
世
纪
才
朋
始
来
了
英
囡
人
。
而
焉
来
亚
的
人
民
是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八
月
卅
一
日
徙
英
函
殖
民
者
手
中
取
得
猾
立
（
参
见

A
n
­

d
ay

 a 
&

 A
n

d
ay

a:
 1
98

8)
。

迼
些
都
是
没
有
孚
蛾
的
部
份
胚
史
。
但
是
，
思
来
亚
的
真
正
的
页

祝
比
上
述
简
要
的
胚
史
畟
逜
袚
雅
得
多
，
而
且
许
多
是
有
著
敏
感
的
孚

端
，
有
些
根
本
熊
徙
了
解
其
真
商
之
面
貌
，
比
如
思
来
人
是
北
方
雾
南

或
是
南
方
爪
哇
岛
唉
移
民
的
倓
代
，
一
直
没
有
结
端
。
根
拨

Gi
ns

­

bu
rg
的
看
法
，
思
来
人
有
著
原
始
思
来
人

(
P
r
o
t
o

-
M
a
l
a
y
)
和

其
他
外
来
民
族
的
混
血
血
統
，
包
括
中
囡
周
代
以
倓
的
移
民
、
印
度

人
、
阿
拉
伯
人
和
暹
謹
人
（
即
泰
国
入
）

(G
in

sb
u

rg
 a

n
d

 R
o

b
er

ts
, 

19
58

:1
93

)
。
而
思
来
西
亚
前
任
首
相
和
现
任
首
相
恰
巧
地
分
别
有
著

驻
3:

K
es

ul
ta

na
n 

M
e
l
a
k
a
是
思
来
文
对
思
穴
甲
王
朝
正
式
之
名
祸
，
环
丹

(S
ul

ta
n)
是
王
朝
的
統
治
者
，
相
等
於
皇
帝
吧
。

44
 

， 止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捏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土
耳
其
人
和
巴
基
斯
坦
人
的
血
統

(
M
c
h
m
e
t
,

19
90
:2
8)

。
（
砫

4)

道
代
表
了
什
磨
呢
？
代
表
了
焉
来
西
亚
迼
片
土
地
是
睹
多
地
方
的

冒
险
家
或
逃
雌
者
导
找
秶
土
的
落
脚
地
之
一
。
许
多
峙
候
他
们
是
偶
然

地
落
足
而
必
然
地
他
螂
畟
故
邠
，
所
以

Mi
ln
e
以
「
移
民
囥
家
」

(n
a
ti

o
n

 o
f 
im
mi
gr
an
ts
)
来
捕
講
道
地
方

(1
96

9:
16
7)
。
有
些

人
是
比
另
一
些
人
早
到
，
建
立
了
家
圆
，
甚
至
王
朝
乃
至
於
政
拙
。
但

是
不
幸
地
，
早
来
者
往
往
腮
玛
倓
来
的
人
是
「
外
来
移
民
」

(
K
a
u
m

Pe
nd
at
an
g)
；
直
到
一
九
八
六
年
大
思
的
一
些
囡
家
领
淳
人
遠
焉
此

「
外
来
移
民
」
的
桶
講
而
互
相
攻
般
。

(
T

an
 C

h
ee

 B
cn

g
, 

19
87

: 

11
9)

（
注

5)
。

除
了
冒
险
家
或
逃
雌
者
逜
徒
史
之
外
，
更
重
要
的
因
索
是
英
跻
殖

民
者
在
资
本
主
狻
披
张
下
要
独
取
更
多
的
资
本
累
稍
，
而
稹
梯
朋
资
思

驻
4:
大
思
前
任
首
相
是
敦
胡
先
翁

(
T
u
n

H
us

si
en

 O
n
n
)
，
是
巫
統
割
黛
王
庉
享

沓
翁
至
化
的
兑
子
，
其
祖
田
是

R
u
g
a
y
y
a
h
H
a
n
u
m
,
俊
老
於
一
八
穴
0
年

代
下
嫁
到
思
来
豆
柔
佛
州
，
丈
夫
造
逝
先
俊
改
嫁
二
灰
，
因
此
共
有
三
昏
家
庭

承
媪
其
血
统
。
他
们
目
前
都
是
大
思
菩
名
的
家
族
，
其
中
两
位
成
员
先
俊
出
任

思
来
亚
大
学
校
畏
，
即
翁
姑
阿
兹

(
U
n
g
k
n

Az
iz
)
皇
家
教
授
及
寰
胡
先
阿

扭
逢
斯

(
S
y
e
d

H
us

se
in

 A
la

ta
s)
。
移
嫁
他
郑
的

R
u
g
a
y
y
a
h
可
院
是
一

奇
女
子
了

1

灶
s:

K
au

m
 P
e
n
d
a
t
a
n
g
是
造
去
思
来
社
含
妞
常
用
来
梢
呼
華

E0
两
族
用
房
，
意
即

外
来
移
民
族
群
。
俊
妞
思
華
於
一
九
八
六
年
抗
器
，
演
成
巫
研
思
華
的
互
相
舌

取
，
思
華
－
中
央
祁
畏
的
字
督

(
D
a
t
u
k
,
妖
丹
赐
氏
的
衔
m
)
被
雪
州
环
丹

收
回
，
内
翘
乃
器
诀

K
a
u
m

Pe
nd

at
an

g
是
一
不
遇
常
的
用
房
，
愿
予
於
禁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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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
祸
政
治
神
岳

一
大
思
两
颖
政
治
的
卧
析

(
1
9
8
5
-

19
92

) 

来
亚
的
鍚
锁
和
圆
坻
菜
。
道
自
然
需
要
大
批
的
劳
工
，
因
此
，
廿
世
纪

初
大
扭
的
華
南
地
匿
的
中
国
人
和
印
度
南
方
的
淡
米
雨
人

(
T
a
m
i
l
)

被
引
人
焉
来
亚
。
他
们
以
血
汗
和
泼
水
推
助
了
局
来
亚
的
朋
资
，
饱
涌

了
英
辍
殖
民
者
的
口
袋
。
思
来
亚
不
知
不
觉
中
遗
朋
了
她
的
现
代
化
胸

步
，
逐
渐
紧
荣
起
来
，
畟
成
了
更
多
中
囡
货
困
和
助
乱
年
代
梩
的
人
们

之
淘
金
步
的
秶
土
，
赏
然
也
有
更
多
的
印
度
人
和
爪
哇
的
印
尼
人
加
人

迼
移
民
潮
（
砫

6)
。
到
了
五
七
年
狠
立
前
夕
，
思
来
亚
已
不
折
不
扣

地
畟
成
一
佃
多
元
杻
族
的
因
家
，
那
年
的
人
口
比
例
是
焉
来
人

49
.8

％
，
華
人

37
.
2
%
，
印
度
人
是

11
.
3
%
，
共
有
六
百
二
十
八
离
人
。

(M
ea

n
s,

 1
97

0:
 1
2)

。

古
猓
立
以
前
有
佪
重
要
的
階
段
，
那
就
是
第
二
次
世
界
大
戟
峙
日
本

.... 

人
的
统
治
。
常
日
本
人
以
「
柬
亚
共
荣
固
」
的
幌
子
統
治
了
思
来
症
三

年
八
佪
月
倓
，
馆
慌
而
逃
的
英
囡
殖
民
者
再
次
想
以
保
渡
者
（
砫

7)

重
回
殖
民
統
治
的
舞
台
峙
，
迼
佪
多
元
锺
族
社
合
梩
的
人
民
已
不
再
是

吴
下
阿
蒙
，
他
们
已
有
猓
立
自
主
的
意
裁
，
尤
其
是
思
来
社
合
。
他
侗

狂
t,

:
报
一
九
四
七
年
人
口
羽
查
，
全
思
来
亚
思
来
人
口
中
有

13
％
不
在
思
来
亚
出
生

者
，
灼
有

30
9,

00
0
人
，
其
中

63
,
00

0
人
来
自
爪
旺

(
G
i
n
b
u
r
g

&
 

R
o

b
er

t,
 

19
58

: 
19
4)

。

杜
7
：
英
岱
雷
年
是
分
别
以
参
政
司
制
度

(
T
h
e

R
es

id
en

t 
Sy
st
em
)
及
朕
同
制
度

(T
h

e
 A

dv
is

er
 S
ys

te
m)
和
思
来
环
丹
屁
定
，
以
保
展
者
的
身
份
周
接
統

治
思
来
否
；
只
有
惯
州

(
P
e
n
a
n
g
)
、
思
穴
甲
州

(M
.e
!a
ka
)
及
新
加
坡
是

英
岱
巨
接
砒
治
的
皓
地
，
合
梢
扁
泡
饮
殆
民
地
。

46
 

第
二
话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括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的
民
族
主
毅
思
潮
已
经
逵
到
高
峰
。
其
页
，
他
们
在
二
、
三
十
年
代
已

出
现
三
批
不
同
精
英
份
子
所
鼓
吹
的
民
族
主
袭
。
迼
三
批
兢
孚
者
的
思

来
精
英
份
子
分
别
是
受
阿
拉
伯
教
育
的
宗
教
改
革
者
，
受
思
来
教
育
的

本
土
知
哉
份
子
以
及
受
英
文
教
育
的
官
僚

(R
of
f,

19
80
)
。
日
本

的
統
治
加
速
了
思
来
民
族
主
袭
的
典
起
，
而
就
在
追
重
回
殖
民
統
治
的

哿
畟
峙
刻
，
英
囡
的
工
黛
政
府
在
英
团
团
合
宣
怖
了
要
页
行
思
来
亚
辙

邦
(M

al
ay

an
U

n
io

n
) 
的
籵
割
，
亚
在
一
九
四
六
年
正
月
公
怖
了

有
腑
的
白
皮
宙
，
其
内
容
提
到
：
「
目
前
思
来
西
亚
行
政
骰
制
已
逵
到

简
化
和
改
革
的
階
段
。
基
於
囡
隙
局
势
和
大
英
跻
协
的
需
要
，
思
来
亚

惩
该
成
玛
統
一
及
阴
明
的
国
家
，
以
配
合
其
繩
济
及
戟
略
上
的
重
要
性

…
…
，
所
以
决
定
将
焉
来
睹
邦
置
於
英
王
管
辖
内
，
以
便
在
外
囡
管
辖

法
案

(
T
h
e

F
o

re
ig

n
 J

u
ri

sd
ic

ti
o

n
 A
ct

)
之
下
，
在
睹
邦
中
推
行

一
致
的
立
法
政
策
。
…
…
英
王
陛
下
政
府
派
遣

Si
r

H
ar

o
ld

 

Ma
cM
ic
he
al
爵
士
赴
焉
来
亚
，
徵
求
各
邦
麻
丹
之
同
意
，
亚
以
英
皇

陛
下
政
府
之
名
羲
舆
每
位
統
治
者
筑
定
了
一
正
式
的
协
定
，
以
使
每
位

統
治
者
在
偏
定
中
瞄
出
他
分
内
的
管
辖
罹
给
英
皇
階
下
。
」
（
引
自

R
at

n
am

, 
19

65
: 4

5)
。
迶
份
等
於
陨
除
思
来
苏
丹
統
治
地
位
（
砫

8)
和
给
予
思
来
亚
各
民
族
平
等
地
位
的
思
来
亚
称
邦
籵
割
沓
，
终
於

引
燃
了
焉
来
民
族
主
袭
的
火
焰
，
它
像
星
星
之
火
牁
埋
藏
已
久
的
民
族

主
羲
引
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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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一
－
大
思
网
饿
政
治
的
卧
析

(1
98

5-
19

92
) 

记

因
此
，
不
但
焉
来
亚
糊
邦
在
焉
来
社
合
激
烈
反
射
下
被
放
粲
了
，

而
且
一
佪
给
予
，
再
来
麻
丹
主
拙
地
位
和
思
来
民
族
特
罹
地
位
的
思
来
亚

酗
合
邦
（
每
佪
州
都
有
一
佪
主
罹
擁
用
者
一
一
思
来
苏
丹
，
故
定
名

归
酪
合
起
来
的
「
邦
」
，
而
不
是
單
一
的
糊
邦
）
正
在
形
成
之
中
。
迼

股
反
射
，
再
来
亚
糊
邦
凤
潮
的
一
佪
重
要
鹿
物
就
是
全
囡
巫
人
統
一
根
横

(U
n

it
e
d

 M
al

ay
 N

at
io

n
al

 O
rg

an
iz

at
io

n
s,

 
U

M
N

O
, 
简
桶

巫
統
）
於
一
九
四
六
年
五
月
十
一
日
正
式
成
立
，
她
以
捍
衔
焉
来
菇
丹

的
主
拙
及
焉
来
入
特
榴
来
造
行
政
治
门
孚
，
宣
怖
别
的
事
可
以
商
量
，

但
是
麻
丹
主
罹
不
可
剥
鸾
（
杨
建
成
，

19
88
丸

26
)
！
终
於
英
跻
在
同

年
七
月
四
日
宣
怖
以
焉
来
亚
糊
合
邦
取
代
焉
来
亚
糊
邦
，
亚
以
五
位
英

囡
官
晨
及
六
位
，
再
来
人
代
表
（
四
位
寐
丹
和
二
位
巫
統
代
表
）
组
成
制

京
工
作
委
员
合

(t
he

w
o

rk
in

g
 c

o
m

m
it

te
e 
）
来
研
究
捩
定
啼
合

邦
的
协
定
像
文
。
追
工
作
委
真
合
亚
没
有
其
他
民
族
参
加
。
雏
然
倓
来

... 

狂
8：
适
去
英
阳
在
霹
霓
、
雪
丽
我
、
森
美
丽
、
彭
享
四
州
（
合
稻
扁
思
冞
邦
盼
，

T
he

 F
ed

er
at

ed
 M

al
ay

 S
ta

te
s ）
以
及
吉
打
、
吉
颈
丹
、
丁
加
奴
、
殁
漓
市

和
柔
佛
五
州
（
合
梢
思
来
土
邦
，
即

Th
eU

nf
ed

er
at

ed
M

al
ay

 S
ta

te
s)

 
施
行
间
接
統
治
及
铺
导
工
作
，
思
来
酥
丹
隶
是
名
笢
上
的
统
治
者
；
遇
九
位
环

丹
目
前
仍
是
核
九
州
的
統
治
者

(
R
u
l
e
r
s
)
,

) 
他
们
姐
成
有
需
法
地
位
的
统
治

者
配
器

(T
he

C
on

fe
re

nc
e 

of
 R

ul
er

s)
.'.

 
每
五
年
遴
出
一
位
酥
丹
隐
任
貌

今
思
来
西
亚
的
最
忘
元
首
，
有
善
一
定
的
需
法
罹
力
。
如
果
常
特
的

Ma
la
ya
n

Un
io

n
酐
割
成
功
贾
行
，
可
钜
就
没
有
今
天
遇
邑
局
面
了
，
巫
阮
就
是
以
保
腰

思
来
酥
酶
的
統
妇
王
畔
的
口
挽
成
立
，
因
此
酥
丹
具
有
象
徵
思
来
人
在
思
来
西

亚
的
王
罹
地
位
。
可
是
雒
也
没
有
想
到
新
巫
統
含
在
一
九
九
二
年
旺
鹃
始
和
遇

归
吓
丹
对
立

，
瑕
任
首
相
思
后
迁
酱
生
更
在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掀
除
环
丹
免

控
罹
之
修
需
案
的
＠
含
滨
江
中
表
示
，
如
果
已
些
环
丹
未
钜
需
守
他
们
的
践

痉
，
雄
保
未
来
的
新
一
代
不
含
墨
除
酥
丹
的
地
位
。
如
今
回
朕
一
九
四
六
年
的

胫
史
，
入
们
戎
豻
含
罚
胫
史
的
翌
展
之
优
妙
院
保
莞
诩
了
。

48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辖
的
形
成
、
潠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
「
桯
族
威
何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在
華
裔
社
合
的
反
射
下
，
英
囡
政
府
才
稍
倓
指
派
了
二
名
華
人
、
二
名

印
人
及
五
位
欧
洲
人
组
成
韶
拘
委
员
合

(c
on

su
lt

at
iv

e
co

m
m

it
­

te
e)
，
但
是
他
侗
只
是
收
集
公
宗
意
见
作
出
建
賤
，
真
正
决
定
摧
乃

在
於
制
恋
工
作
委
员
合
。
所
以
，
俭
管
華
裔
社
合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月

二
日
在
新
加
坡
和
思
来
亚
两
地
登
助
全
囡
性
的
册
市
行
助
抗
踉
，
亚
制

定
一
份
各
族
人
民
地
位
平
等
的
「
人
民
煮
法
」

(P
co

p
le

~
s 

C
o

n
st

i­

tu
ti
on
)
（
砫

9)
。
但
是
英
囡
政
府
不
觅
所
助
，
仍
以
她
和
代
表
巫
統

玛
主
的
思
来
人
之
朋
的
怖
商
玛
主
，
於
一
九
四
八
年
二
月
一
日
正
式
筏

定
思
来
亚
辙
合
邦
协
定

(
T
h
e

F
ed

er
at

io
n

 o
f 

M
al

ay
a 

A
g

re
e­

m
e
n
t
)
（
陳
剑
虹
，

19
84

: 
99

 -
10
0)
。
道
是
焉
来
人
在
真
正
制
恋

阿
孚
之
前
就
嬴
了
相
常
阴
键
的
第
一
回
合
。
牛
易
建
成
窝
道
：
「
最
倓
又

依
思
来
人
建
藏
以
「
薪
合
邦
」
替
代
了
「
辙
邦
」
，
使
思
来
人
确
定

玛
焉
来
亚
之
主
人
身
份
。
」

(1
98

8:
10

3
-

4)
。
R
a
t
n
a
m
则
柲
玛

制
煮
工
作
委
员
合
乃
要
建
立
一
佪
思
来
人
的
囡
家

(1
96

5:
54
)

。

而
St
ep
he
n
C
h
e
e
驸
整
佪
思
来
群
窊
被
助
员
起
来
反
射
思
来
亚
骄
邦

的
资
展
，
妥
稍
是
鹿
生
了
一
佪
思
来
民
族

(c
re
at
ed

th
e 

M
al

ay
 

N
at

io
n

) 
(1

9
8

7
: 

12
9)
。
相
常
明
姻
的
，
一
佃
思
来
人
的
民
族
囥

家
(
M
a
l
a
y

n
at

io
n

 -
st

at
e)
的
戳
念
正
在
思
来
社
合
中
形
成
，
雏

然
迼
峙
候
的
匮
家
横
腑
仍
然
在
英
囡
人
手
中
，
但
是
焉
来
人
已
经
在
日

倓
思
来
亚
狠
立
煮
法
之
摊
形
恋
法
一
一
思
来
亚
糊
合
邦
协
定
倏
文
中

确
立
了
其
主
擢
身
份
和
特
殊
地
位
。
如
果
常
峙
恩
来
亚
辦
邦
成
功
贡
行

了
它
的
各
民
族
平
等
地
位
及
撤
消
群
丹
統
治
主
罹
的
虷
刺
，
那
磨
或
许

今
日
的
思
来
西
亚
合
有
不
同
的
凰
貌
。
然
而
，
胫
史
速
择
了
另
一
佃
方

向
资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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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一
大
思
网
跋
政
治
的
肿
析

(
1
9
8
5
-

·1
99

2)
 

第
二
章
：
大
屈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摺
民
王
窃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7
4
 

如
果
说
焉
来
亚
糊
邦
的
撤
销
是
由
於
英
器
掩
心
贸
然
页
行
普
及
平

等
的
公
民
罹
，
合
瞄
思
来
亚
很
快
成
玛
中
国
的
一
省
（
杨
建
成
，

19
88

: 
12

4)
，
而
最
终
單
方
面
接
受
了
思
来
人
的
建
蛾
，
道
似
乎
有

黏
道
理
。
但
是
，
在
真
正
的
思
来
亚
辙
合
邦
褐
立
宗
法
草
援
前
，
英
囡

同
意
在
一
九
五
六
年
一
月
股
立
一
佪
猾
立
的
恋
制
委
员
合
，
由
李
特
勋

爵
(
L
o
r
d

R
ei

d
) 
到
焉
来
亚
收
集
公
亲
的
意
见
；
而
李
特
在
较
倓

的
新
宗
法
建
踉
害
梩
提
到
玛
了
思
来
亚
的
畏
期
之
政
治
稳
定
，
恩
来
人

的
特
描
倏
文
惩
以
蓝
峙
倏
款
虞
置
，
亚
建
踉
在
狠
立
十
五
年
倓
再
加
以

检
时
；
同
峙
遠
建
蛾
列
華
文
，
淡
米
甭
文
及
英
文
觅
官
方
晤
文
，
充
份

强
莉
了
思
来
亚
的
多
元
植
族
之
色
彩

(
H
e
n
g

P
ek

 K
oo

n,
 

19
88

: 

22
8 

-
22

9)
 
。
迼
亦
表
示
英
囡
不
只
是
偏
袒
思
来
人
，
那
磨
到
底
是

什
磨
原
因
踉
焉
来
亚
辦
合
邦
的
思
来
人
主
罹
地
位
及
特
罹
，
最
终
没
有

更
助
地
纳
人
了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猿
立
宗
法
梩
琐
？
道
是
否
是
胚
史
必
然

的
资
展
？
遠
是
華
巫
阿
孚
俀
膀
劣
败
之
窝
照
？
抑
或
另
有
他
因
？

迼
赏
然
是
很
雌
下
的
定
眙
。
然
而
一
佪
翱
键
所
在
是
糊
盟
的
誕

生
。
而
轿
盟
的
连
生
竞
然
是
一
租
偶
然
而
罹
宜
之
叶
的
兢
遗
协
定
，
由

雪
州
的
思
華
和
吉
隆
坡
的
巫
統
支
部
扁
了
共
同
兢
述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吉

隆
坡
市
跋
合
而
定
盯
的
（

H
o

K
h

ai
 L

eo
n

g
, 
19

88
:6

8)
。
最
终
因

觅
初
次
合
作
疫
得
胁
利
，
乃
畟
成
全
国
性
的
華
巫
印
之
持
久
稀
盟
（
砫

... 
杜

9:
「
人
民
需
法
」
乃
是
常
特
代
表
華
人
的
「
全
思
盼
合
行
勤
委
员
含
」

(
A
l
l

-
M

al
ay

an
 C

ou
nc

il
 o

f 
Jo

in
t 

A
ct

io
n

) 
和
巫
统
对
立
的
「
人
民
力
呈
中

啦
」

(
P
u
s
a
t

T
en

ag
a 

R
ak

y
at

, 
商
梢
P
U
T
E
R
A
,
基
本
上
是
左
派
思
来

人
的
姐
记
）
记
茜
役
於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
月
公
们
的
愈
法
草
案
。

10
)。

Va
si

l
砰
阳
笥
「
职
盟
亚
非
是
理
想
或
祟
高
原
则
的
莲
物
.
.
.
…

徙
顽
到
尾
它
是
倾
向
於
摧
宜
之
籵
而
非
深
刻
地
默
身
於
非
锺
族
主
袭
和

多
元
锺
族
之
概
念
。
」

(1
98

5:
71
0)
。
然
而
，
随
著
她
成
功
地
队
取

了
思
来
亚
的
一
九
五
五
年
第
一
次
全
囡
普
遗
，
英
囡
就
大
部
份
聘
取
了

劂
盟
的
意
见
，
包
括
聊
盟
的
京
法
建
跋
杏
，
而
糊
盟
的
建
蛾
辔
则
强
稠

了
思
来
人
色
彩
的
思
来
亚

(H
en

g
P

ek
 K

oo
n,

 
19

88
: 2

28
)

。

陇
於
磅
盟
最
初
成
立
的
另
一
些
细
蹄
值
得
探
肘
：
凿
峙
的
巫
統
割

杰
主
席
拿
督
翁
查
化

(D
at

uk
O

n
n

 J
aa

fa
r)
因
鼓
吹
将
该
黛
朋
放

给
各
民
族
而
受
扞
股
，
他
憤
而
退
黛
另
组
多
元
锺
族
的
思
来
亚
狠
立
黛

(I
n

d
ep

en
d

en
ce

 M
al

ay
a 
Pa
rt
y)
，
亚
邀
睛
思
華
要
员
陳
桢
禄
、

榻
旭
龄
、
邱
德
懿
等
掩
任
中
央
组
哉
委
员
合
的
委
员
，
但
郤
忽
略
另
一

位
焉
華
要
员
李
孝
式
，
倓
者
乃
氛
憤
地
在
一
九
五
二
年
的
吉
隆
坡
市
賤

合
中
遗
择
巫
統
作
觅
合
作
射
象
。
本
来
思
華
正
考
府
迾
探
多
元
杻
族
的

思
来
亚
狠
立
黛
作
焉
合
作
的
伙
伴
，
但
随
著
吉
隆
坡
市
賤
合
速
船
的
胁

利
射
迼
蓝
峙
的
思
華
和
巫
統
之
合
作
起
了
稹
梪
的
作
用
，
，
再
華
中
央
领

淳
乃
在
较
倓
检
时
了
和
焉
来
亚
狠
立
黛
的
陇
保
，
最
终
速
犁
了
巫
統
作

玛
新
的
合
作
伙
伴
。
思
来
亚
第
一
佪
多
元
植
族
结
描
的
政
陇
—
—
焉

狂
10
：
全
岱
性
的
思
華
和
巫
統
之
盼
盟
是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遗
出
三
名
代
表

二
年
八
月
廿
三
巳
成
立
，
亚
於
灰

，
共
同
姐
成
盼
盟
酘
忘
埶
行
理
事
含
，
策
劓
争
取
自
治
舆
蜀

立
（
陳
剑
虹
，

19
84

:
11

0)
。
代
表
印
人
的
印
度
岱
大
黛
於
酘
役

11]
入
，
彤

成
所
羁
的
華
巫
印
之
腺
盟
。
她
一
巨
执
政
思
来
（
西
）
亚
到
一
九
穴
九
年
「
五

－
三
」
墨
勤
扁
止
，
对
大
思
蜀
立
前
夕
及
筠
立
俊
的
政
治
燮
遵
起
了
很
大
的
影

喜
。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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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 ... 

解
砃
政
治
种
岳

＿
＿
－
大
思
网
跺
政
治
的
肿
析

(
1
9
8
5

-
19

92
) 

来
亚
猓
立
黛
乃
在
失
去
思
華
的
支
持
和
催
受
思
来
人
孚
跋
的
情
况
下
消

失
了
（
砫

11
)
。
（
谢
诗
坚
，

19
84

:
45

 -
47

)
。
而
道
梩
顼
郤
充
滴

著
偶
然
的
因
素
，
尤
其
是
被
人
们
的
自
利
覜
念
所
左
右
，
不
然
可
能
今

日
大
思
的
政
黛
结
描
合
有
不
相
同
的
局
面
。
赏
然
追
植
脱
法
合
给
人
一

桢
太
重
视
佪
人
的
因
素
而
忽
视
整
佪
社
合
结
横
，
但
是
胚
史
的
资
展
演

叟
确
是
在
某
些
峙
候
是
拯
偶
然
的
。
如
果
常
峙
李
孝
式
没
有
受
唇
的
感

受
而
不
探
取
支
持
巫
統
的
行
助
，
胜
史
合
如
何
登
展
，
我
们
的
确
不
知

道
！

括
脱
回
来
，
常
峙
焉
来
社
合
和
華
裔
社
合
射
宗
法
内
容
的
要
求
有

著
相
赏
大
的
分
歧
。
思
来
社
合
主
要
的
四
黏
要
求
是
：

（一
）
土
生
公

民
椎

(J
us

-
S

ol
i 
Ci

ti
ze
ns
hi
p)
不
能
给
非
焉
来
人
；
（
二
）
焉
来

人
有
不
可
贺
疑
和
持
久
的
特
罹
；

（三
）
思
来
文
成
焉
唯
一
的
囡
家
及

官
方
晤
文
；
（
四
）
新
的
思
来
亚
民
族
囡
家

(n
at

io
n

-
st
at
e)
之
俄

典
和
扞
贸
的
基
磋
须
立
足
於
焉
来
文
化
及
思
来
政
治
的
遗
坴

(
H
e
n
g

P
ek

 K
oo

n,
 

19
88

: 2
23

)
。
而
華
裔
的
要
求
包
括
了
：

（一
）
凡
在
本

驻
ll
：
享
督
翁
至
化
在
思
来
亚
筠
立
黛
式
党
俊
，
再
於
一
九
五
四
年
成
立
巫
人
炰
王
的

岱
家
黛

(
P
a
r
t
y

N
e
g

a
ra

),
 
jj
争
的
口
兢
巳
盒
倾
向
思
来
祖
族
主
羲
；
蜀

立
俊
一
九
五
九
年
的
笆
遇
中
他
菹
在
思
来
人
扁
经
大
多
数
的
丁
扣
奴
州
赢
待
码

含
遗
翌
。
倰
於
—
九
穴
二
年
一
月
十
九
巳
造
世
。
遇
位
思
来
愕
奇
政
治
家
的
碍

燮
，
可
反
映
出
人
的
自
利
和
自
保
以
生
存
之
倾
向
，
常
然
也
貌
钥
了
思
来
西
亚

漫
厗
的
租
族
主
钱
意
离
照
法
淏
多
元
杻
族
政
治
员
正
生
根
。
过
娱
杻
族
性
政
黛

的
栝
祸
妞
常
使
杻
族
政
治
制
度
化
，
苍
至
液
化
，
如
享
督
翁
在
提
出
浣
和
的
多

元
杻
族
路
棕
失
敃
俊
改
俋
褪
族
主
镂
口
骁
，
正
是
最
好
的
院
胡
。
有
院
享
巹
翁

的
傅
记
，
参
旯

S
h
a
h
a
r
o
m

H
u
s
a
i
n
所
菩
的
雪

(
1
9
8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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杻
族
威
褶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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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
家
」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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滔
桯

邦
出
生
的
男
女
均
成
焉
常
然
公
民
；
（
二
）
外
地
人
在
本
邦
住
淄
五
年

者
，
得
申
睛
玛
公
民
，
免
受
晤
言
考
試
的
限
制
；
（
三
）
凡
腮
本
邦
公

民
，
其
描
利
和
羲
榜
一
律
平
等
；
（
四
）
列
華
巫
印
文
觅
官
方
晤
文

（
陳
剑
虹
，

19
84

:
11
4)

（
砫

12
)

。

如
果
脱
一
九
四
八
年
思
来
亚
哪
合
邦
协
定
低
文
是
森
制
阿
孚
第
一

回
合
的
暖
身
戟
，
那
磨
一
九
五
七
年
狠
立
宗
法
是
第
二
回
合
的
决
阿
塌

地
，
但
是
，
焉
華
和
巫
統
在
五
五
年
普
速
大
膀
之
俊
的
蜜
月
期
，
使
到

焉
華
不
颇
華
裔
社
合
的
普
遍
要
求
，
在
和
巫
統
协
商
取
得
了
唯
一
的
土

生
公
民
摇
之
颖
望
徒
，
其
酴
的
皆
遵
照
得
来
社
合
之
要
求
捉
定
恋
法
建

踉
害
，
速

Lo
rd

Re
id
有
阴
的
思
来
人
特
摧
之
蓝
峙
倏
款
和
十
五
年

期
限
的
建
踉
也
没
纳
人
。
道
第
二
回
合
的
决
戟
可
脱
是
華
裔
社
合
失
败

了
，
它
焉
今
倓
的
各
桢
困
境
窝
在
恋
法
的
架
横
梩
。
雌
怪
赏
晇
華
裔

「
全
局
華
人
砫
册
社
圆
代
表
孚
取
公
民
罹
大
合
」
遠
派
了
三
人
代
表
圆

到
偷
敦
去
抗
踉
啜
盟
的
森
制
催
忘
绿
（
陳
剑
虹
，

19
84

:
11
5)
。
但
是

米
已
成
粥
，
英
囡
接
受
了
糊
盟
的
恋
法
催
忘
辣
，
迼
也
樑
袜
著
糊
盟
峙

代
的
阴
始
；
然
而
，
糊
盟
峙
代
的
来
蓝
也
是
巫
統
朋
始
掌
握
囡
家
横
陇

的
亚
要
一
步
，
我
们
将
看
到
巫
統
的
壮
大
和
支
配
骰
系
的
形
成
。

徙
華
巫
互
助
的
院
保
来
看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思
来
亚
糊
合
邦
森
法
，

我
们
合
资
现
道
部
京
法
有
相
常
溃
厚
的
焉
来
色
彩
，
其
中
驸
思
来
人
的

厚
待
包
括
：

（一
）
最
高
元
首
由
傅
統
的
思
来
寐
丹
组
成
的
统
治
者
合

驻
12

:
遇
四
垣
耍
求
是
全
思
四
百
五
十
包
華
人
社
霪
於
一
九
五
六
年
四
月
甘
七
巳
在
吉

隆
坡
召
园
的
「
全
焉
華
人
驻
册
社
睾
代
表
争
取
公
民
罹
大
含
」
，
所
通
造
的
岛

诀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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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
大

思
网
棵
政
治
的
猝
析

(
1
9
8
5
-

19
92

) 

践
每
五
年
遗
出
一
位
，
華
裔
燕
缘
；
（
二
）
回
教
被
定
玛
级
家
宗
教
；

（
三
）
思
来
人
有
特
罹
，
包
括
公
移
员
，
教
育
股
施
及
贸
易
和
商
柴
埶

照
的
俀
先

(
M
i
l
n
e
,

19
67

: 3
8)

。

士 5

但
如
果
徙
整
韵
的
架
悄
来
看
，
追
部
恋
法
决
定
了
君
主
立
京
的
谈

合
民
主
之
制
度
，
而
且
也
具
有
三
椎
分
立
的
制
衡
股
籵
；
雏
然
它
是
一

部
糊
邦
制
的
恋
法
，
但
它
的
糊
邦
分
摧
少
，
是
屈
於
高
度
集
中
摧
力
的

制
度

(S
im
an
dj
un
ta
k,

19
69

: 
29

8)
，
可
瞄
中
央
政
府
形
成
一
佪

强
大
的
政
府

(s
tr

on
g
g
o
v
e
r
n
m
e
n
t
)
。
第
一
任
首
相
束
姑
拉
曼
就

曾
梪
力
强
稠
囡
合
恋
有
足
约
的
描
力
，
如
果
迼
罹
力
受
太
多
的
不
必
要

之
束
缚
，
那
磨
「
囡
家
将
在
遠
没
有
朋
始
以
前
就
被
摧
毁
了
。
」

怹
括
来
脱
，
徙
炭
百
年
的
殖
民
胚
史
到
建
立
新
輿
的
民
族
囡
家
迼

一
迵
程
中
，
我
们
看
到
了
贲
本
主
袭
在
西
方
列
强
的
殖
民
船
陔
的
搜
送

下
，
已
将
焉
来
亚
推
人
现
代
化
的
洪
流
梩
，
她
已
没
有
速
择
地
造
人
了

如
華
勒
斯
坦

(
I
m
m
a
n
u
e
l

Wa
ll
er
st
ei
n)
所
脱
的
世
界
究
本
主
袭

骼
系
梩
，
幸
或
不
幸
，
她
已
被
道
资
本
主
袭
的
逍
辑
所
左
右
，
而
各
资

座
階
级
也
取
得
他
们
的
主
淳
地
位
（
驻

13
)
。
另
一
方
面
迼
洪
流
也

将
焉
来
亚
畟
成
一
佪
多
元
植
族
的
囡
家
。
各
民
族
孚
相
要
在
追
新
的
民

... 

驻
13
：
如
果
不
以
杻
族
的
角
度
而
以
階
砐
的
角
度
来
分
析
，
英
雹
遗
择
盼
盟
作
扁
思
冞

笠
筠
立
俊
的
执
政
者
，
殿
然
是
看
到
了
巫
統
的
皇
族
、
楛
英
官
僚
（
跷
西
方

者
）
及
華
人
的
员
茬
階
砐
商
人
色
彩
，
过
杻
上
隘
階
圾
的
栝
盟
将
有
利
於
保
衡

英
骂
人
在
筠
立
俊
的
思
来
亚
之
妞
酒
利
盆
（
参
旯

J
o
m
o
,

19
8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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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签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OO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摺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沿
桯

族
囡
家
梩
取
得
一
席
之
地
位
，
尤
其
是
華
巫
两
族
在
制
恋
期
朋
的
阿

孚
，
更
可
看
出
未
来
的
锺
族
阴
保
牁
充
涌
畟
敷
及
暗
流
汹
溃
囡
家
根

腕
的
孚
鸾
戟
更
是
政
治
阿
孚
的
角
力
场
。
雏
然
焉
来
人
－
—
巫
統
的

思
来
人
明
娱
估
上
凰
了
，
但
是
，
两
族
之
朋
的
支
配
或
徙
屈

l娟
保
姻
然

遠
没
有
定
位
！

迼
些
遏
程
梩
，
封
於
怨
胚
般
百
年
殖
民
的
焉
来
亚
来
说
它
最
重

要
的
意
教
是
什
座
？
策
者
以
冯
：
那
就
是
英
囡
殖
民
者
留
下
那
一
套
哉

合
民
主
的
制
度
，
使
到
焉
来
亚
不
经
戟
火
流
血

来
亚
共
座
栽
的
叛
乱
）
玻
得
猾
立
且
形
成
民
主
（
赏
然
不
包
括
那
些
焉

制
度
的
雒
形
，
迼
陔
是

思
来
亚
狗
立
峙
最
大
成
就
吧
！

笫
二
箭
：
巫
统
的
支
配
遏
程
及
大
岛
人
口
结
梢

：
，
马
来
民
族
囡
家
的
形
成

大
思
的
第
二
任
首
相
敦
拉
藷

(T
un

R
az

ak
) 
曾
鲤
脱
：
「
，
民
来

人
如
果
没
有
擁
有
特
椎
，
他
们
将
感
到
不
安
全
，
亚
停
留
在
落
倓
状

氮
」
（
引
自

Jo
se

y,
19

80
: 

25
)
。
迼
句
括
典
型
地
反
映
了
，
男
来
社

合
缺
乏
安
全
感
的
心
梩
。

T
an

 C
h

ee
 B
en
g
也
指
出
思
来
亚
西
的
梗

族
主
羲
基
本
是
建
桀
於
華
巫
两
族
互
有
不
安
全
感
的
心
梩

(1
98

7:
l1
2)
。
迼
种
心
理
可
以
追
溯
到
四
百
多
年
来
焉
来
社
合
被
殖
民
的
胶

史
，
现
任
首
相
思
哈
迪
酱
生
的
文
章
梩
亦
透
露
迼
锺
重
新
被
殖
民
的
掩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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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网
谅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一
「
杻
族
屈
摺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心
－
一
如
果
焉
来
人
不
圆
结
的
括

(M
ah

at
hi

r,
19

86
: 

15
4)

。

但
是
随
著
巫
統
的
誕
生
，
圆
结
了
焉
来
人
，
也
赶
走
了
殖
民
者
，
更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恋
法
中
盯
下
了
恩
来
人
特
罹
及
寐
丹
統
治
主
椎
的
倏
文
，

思
来
人
基
本
上
已
经
确
定
其
主
淳
地
位
，
那
腮
该
不
再
有
不
安
全
感
的

心
理
才
射
。
然
而
，
狠
立
倓
的
思
来
亚
仍
然
上
演
著
華
巫
两
族
之
朋
的

阿
孚
，
孚
蒋
囡
家
极
腑
罹
力
的
胚
史
没
有
止
息
！

立

如
果
脱
狠
立
以
前
的
阿
孚
是
思
来
社
合
导
求
囡
家
罹
力
（
京
法
）

的
保
衔
（
特
描
的
保
謹
性
作
用
）
，
以
封
抗
非
思
来
人
一
一
尤
其
是

華
裔
的
经
济
彶
势
，
那
磨
造
人
狠
立
倓
期
到
一
九
六
九
年
「
五
一
三
」

暴
助
以
前
，
思
来
社
合
在
巫
统
的
强
势
领
淳
下
，
已
脱
滩
迼
颊
「
穗
族

保
渡
」

(e
th
ni
c

-
tu

te
la

ry
) 
的
階
段
，
而
遗
人
笨
者
所
言
的
「
植

族
支
配
」

(e
th
ni
c

-
do

mi
na

nc
e)
期
的
阿
孚
。
迼
峙
期
的
巫
統
导

求
支
配
的
阿
孚
比
起
七
十
年
代
那
穗
近
乎
「
锺
族
霸
罹
」

(e
th
ni
c

-

h
eg

em
o

n
ic

) 
(H

o
 K

h
ai

 L
eo

n
g

, 
19

88
: 

2)
 
的
行
勋
赏
然
是
比

较
溫
和
的

(1
4)

。
但
如
果
祥
加
分
析
，
迼
植
支
配
逸
程
是
建
立
和

敌
固
巫
統
稳
怹
統
治
的
重
要
步
躲
。
熊
端
迼
是
否
是
政
治
行
助
者
的
主

戳
意
颐
遠
是
底
史
畟
遵
的
助
力
在
主
导
，
但
明
跟
的
胚
史
是
朝
追
方
面

登
展
（
砫

15
)
。
以
下
探
时
迼
峙
期
的
媒
佃
重
要
畟
逻
。

^ 

甚
14
:
如
姑
特
代
的
巫
統
常
被
税
焦
軗
溫
和
，
强
隅
三
大
民
族
之
同
的
讫
商
，
因
此
才

有
学
者
梢
大
腮
岛
「
荔
和
式
民
王
」

(c
on

so
ci

at
io

na
l

d
em

o
cr

ac
y

) 

(L
ij

p
h

a
rt

, 
19
77
)
岱
家
，
荣
妃
的
作
虽
是
因
柔
之
一
。

56
 

遣
退
是
要
徙
两
佪
结
横
的
畟
化
来
分
析
，
那
就
是
政
治
结
横
和
意

哉
形
怹
结
横
。
先
啖
巫
統
如
何
在
政
治
结
描
梩
取
得
支
配
，
尤
其
是
糊

盟
黛
之
支
配
和
囡
合
立
法
的
支
配
。
我
们
以
昧
朋
顺
序
来
分
析
遣
演

畟
。

(
A
)
一
九
五
九
年
盼
盟
危
榄
事
件

追
件
事
的
资
生
主
要
是
思
華
的
领
导
曆
改
畟
了
，
由
少
壮
派
领
袖

林
苍
佑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三
月
打
败
黛
剑
辦
人
陳
祯
禄
而
出
任
怨
合
畏
，

他
以
革
新
焉
口
虢
要
稹
梪
捍
彻
華
裔
椎
益
。
因
此
，
他
在
一
九
五
九
年

七
月
全
囥
普
遗
前
夕
提
出
要
糊
盟
分
配
四
十
佪
团
合
跷
席
给
思
華
．
以

保
瞪
宗
法
不
合
被
随
意
修
改
以
侵
蚀
華
裔
的
摧
益
。
道
是
因
觅
恋
法
的

修
改
需
三
分
二
之
多
敷
，
四
十
佪
席
次
正
好
估
赏
峙
一
百
零
四
席
的
三

分
之
一
以
上
。
但
是
，
巫
統
在
回
教
煤
（
砫

16
)
和
黛
内
激
迪
的
要

求
修
恋
和
加
强
思
来
文
教
育
的
座
力
下
，
柬
姑
拉
曼
乃
拒
绝
了
思
華
的

要
求
，
亚
宣
怖
他
佪
人
将
全
摧
圈
定
糊
盟
三
煤
下
的
的
候
速
人
名
單
，

以
取
代
糊
盟
全
囡
理
事
合

(A
ll
ia
nc
e

N
at

io
n

al
 C

ou
nc

il
) 
的
怮

商
哦
播
。
林
苍
佑
在
巫
統
的
脱
力
下
只
好
接
受
了
卅
二
席
人
的
分
配
，

但
他
和
柬
姑
拉
曼
的
脱
保
已
陆
佃
，
乃
在
较
倓
浒
去
合
畏
哦
滩
朋
思
華

驻
15
：
徙
分
析
染
祸
上
的
角
度
来
看
，
胫
史
燮
逜
思
是
政
治
行
勤
者
和
政
治
、
意
岚
彤

怨
及
妞
酒
栝
料
的
大
瑕
境
之
互
勤
纥
果
，
但
人
的
主
戳
怠
巅
和
贺
滔
又
估
多
大

的
王
勤
成
份
呢
？
迵
恐
伯
只
有
在
理
解
员
实
胫
史
的
悟
境
滨
燮
中
才
可
更
润
楚

知
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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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烯
炳
保
政
治
的
弈
析

(
1
9
8
5
-

19
92

) 

第
二
迈
：
大
思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廷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摺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
砫

17
)
。
陳
剑
虹
射
道
糊
盟
危
横
事
件
砰
端
脱
：
「
一
九
五
九
年
酪

盟
危
横
事
件
中
，
我
们
可
以
清
楚
地
看
到
巫
統
在
糊
盟
内
的
领
淳
地
位

正
式
狻
得
确
立
，
巫
統
力
址
的
强
大
不
僅
导
致
思
華
公
合
在
称
盟
中
之

地
位
大
不
如
前
，
燕
法
和
巫
統
平
起
平
坐
。
」

(1
,9

84
:

12
0)
。
道

一
事
件
樑
諒
著
辦
盟
的
三
戏
平
起
平
坐
的
「
回
桌
合
哉
」
精
神
（
砫

18
)
之
消
失
，
也
是
巫
统
支
配
瑚
盟
的
朋
始
。
道
是
黛
结
横
的
支
配
。

芯
(B

)
一
九
六
二
年
的
慈
法
修
正

迼
涉
及
三
方
面
的
恋
法
修
正
案
在
一
九
六
二
年
通
迥
，
其
内
容
包

括
：
牁
出
生
地
主
毅

(J
us

So
li

)
的
公
民
摧
改
成
一
佃
在
思
来
亚
出

... 

驻
16

:
＠
教
黛
成
立
於
一
九
五
一
年
，
其
茬
生
肖
景
可
汜
溯
到
思
来
岱
民
黛

(M
a
la

y
 N

at
io

n
al

is
t 

p
ar

ty
, 
第
二
世
界
大
戟
俊
思
来
亚
出
瑕
的
第
一
包

全
岱
性
的
屈
冞
俎
记
性
政
黛
，
成
立
於
一
九
四
五
年
十
月
，
基
本
上
是
由
左
派

思
来
人
所
镇
导
）
之
宗
教
印
，
核
黛
首
灰
提
出
思
来
＠
教
的
民
族
王
羲

(M
al

ay
 I

sl
am

ic
 N
at

io
na

li
sm

)
，
超
去
比
胶
强
羽
腮
来
色
彩
，
近
年
削

符
向
＠
教
、
运
求
建
立
＠
教
岱

(I
sl

am
ic

St
at
e)
（
参
旯

Fu
ns

to
n,

19
80

; 
H

us
si

n 
M

u
ta

li
b

, 
19

90
)

。
驻

1
7，
林
荩
佑
和
束
妃
门
争
失
敃
亚
帮
腺
思
華
，
也
反
映
巫
阮
对
思
華
内
扭
事
拐
的
影

冠
。
一
旦
腮
華
有
内
祁
分
裂
倾
向
特
，
笱
到
巫
阮
信
颓
者
常
掌
政
思
華
，
陳
修

信
俊
来
掌
上
腮
華
陬
含
畏
豆
就
是
一
例
。
遇
颠
示
巫
統
势
力
的
强
大
到
足
以
影

毒
思
華
内
扭
的
事
拐

(
H
e
n
g

P
ek

 K
o

o
n

, 
19

88
: 

26
)

。

驻
18

:
园
桌
含
器
乃
最
初
思
華
巫
統
合
作
特
的
平
起
平
坐
地
位
的
象
徵
，
色
出
琨
酷
流

逾
任
仓
志
王
席
之
安
排
，
奉
行
全
醴
一
致
的
民
王
，
即
互
相
有
否
诀
霪
，
不
噪

多
数
诀
（
肝
斯
钜
，

19
93

)
。

生
的
人
，
如
果
要
成
焉
公
民
，
其
父
母
其
中
一
入
必
须
是
大
焉
公
民
或

永
久
居
留
者
；
以
及
将
速
奉
委
具
合
的
椎
力
移
交
函
合
，
而
逍
匝
人
敷

的
多
霖
差
距
也
徙
五
七
年
宗
法
中
原
有
的

15
％
改
觅

5
0
%
。
原
本
速

皋
委
具
合
是
狗
立
的
根
描
，
遗
匼
剒
分
的
摧
力
是
屈
於
她
的
，
但
经
修

京
倓
，
遗
犁
委
员
合
只
能
建
踉
遗
匼
剌
分
，
由
器
合
决
定
。
有
毕
者
射

此
修
京
砰
脸
脱
：
「
因
此
，
速
绿
委
员
合
更
向
糊
盟
的
利
益
角
贡

…
…
，
而
原
有
的
中
立
性
已
受
侵
蚀
。
」

(
L
e
e

K
am

 H
in

g 
&

 

M
ic

he
al

 O
n

g
, 

19
87

: 
1

1
9

-
12
0)
。
道
是
至
玛
明
烟
的
，
因
妈
糊

盟
控
制
了
囡
合
，
制
分
之
描
力
既
然
在
团
合
，
而
遗
匿
大
小
之
人
口
差

距
已
改
成

5
0
%
，
那
城
郑
之
逍
匿
大
小
牁
更
易
於
使
巫
統
控
制
更
多

的
踉
席
（
焉
来
人
常
峙
多
在
郑
匝
）
，
一
人
一
票
同
值
的
民
主
原
则
也

受
拫
。
其
扞
如
果
深
人
分
析
，
迼
次
的
修
宗
乃
是
限
制
公
民
人
敷
，
再

控
制
遗
枭
委
员
合
，
将
速
匝
大
小
差
距
拉
大
，
整
佃
意
狻
是
煎
巫
統
有

效
地
支
配
立
法
横
横
！
不
用
脱
，
在
巫
統
取
得
轿
盟
之
支
配
拙
倓
，
囡

家
根
腺
的
重
要
罹
力
一
一
立
法
摧
也
在
巫
統
的
控
制
支
配
之
中
！

(
C
)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地
方
政
府
的

耗
市
講
含
迵
奉
之
取
消

英
囡
早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年
底
就
第
一
次
在
棺
城
市
敲
合
瞎
人
民
遗

泉
市
跋
员
，
道
是
思
来
亚
的
地
方
自
治
的
朋
始
；
但
是
道
秞
地
方
自
治

的
遗
犁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一
日
峙
，
糊
盟
政
府
基
以
凿
晇
面
射
印
尼

的
封
抗
（
杜

19
)
之
安
全
威
旮
，
乃
决
定
理
用
一
九
六
四
年
颁
怖
的

紧
急
罹
力
焦
限
期
地
展
延
了
地
方
政
府
踩
市
踉
合
的
速
$

(L
im

 K
it

 

58
 

59
 

220



解
祸
政
治
种
岳

大
思
两
院
政
治
的
卧
析

(1
98

5
-

19
92

) 

迳 ... 

S
ia

ng
, 

19
78

: 
29
)
。
直
到
今
天
地
方
自
治
的
遗
皋
没
有
恢
役
，
目

前
的
际
畏
及
市
跋
合
主
席
，
遠
有
市
畏
及
市
践
具
都
畟
成
政
府
的
官
委

绒
员
，
线
乎
全
囡
的
际
市
畏
及
市
跋
合
主
席
已
由
思
来
人
掩
任
，
埶
政

班
的
一
些
地
方
领
神
则
分
配
一
些
践
晨
裁
榜
。
道
和
一
九
六
四
年
以
前

已
是
天
壤
之
别
了
！
道
亦
是
巫
統
支
配
政
治
的
另
一
方
法
！

(D
)
一
九
六
五
年
八
月
新
加
坡
被
逐
出
腕
合
邦

赏
思
来
亚
於
一
九
六
三
年
九
月
十
六
日
娥
大
成
思
来
西
亚
峙
，
她

的
一
佪
主
要
结
果
是
人
口
结
横
的
畟
化
。
思
来
人
原
在
思
来
西
亚
中
估

49
.8

%
、
華
裔

37
.2

%
，
但
新
加
坡
、
砂
膀
越
及
沙
巴
加
人
倓
，
焉

来
人
只
估
了

40
.6
%
，
華
人
反
异
冯

42
.2
%
（
参
旯
本
饰
的
人
口
结

恼
，
表

2
-

1)
。
道
锺
爰
化
赏
然
不
一
定
合
导
致
華
巫
的
紧
张
翱

保
，
但
是
它
可
以
横
成
要
求
平
等
公
民
罹
的
正
赏
性

(l
eg

it
im

ac
y)

。
因
此
，
赏
李
光
耀
在
一
九
六
四
年
提
出
「
思
来
西
亚
人
的
思
来
西
亚
」

(M
al

ay
si

an
 M
al

ay
si

a)
之
民
族
平
等
口
唬
峙
，
亚
不
令
人
感
到
意

外
，
也
许
他
祒
觅
恋
是
改
畟
思
来
西
亚
公
民
椎
不
平
等
倘
文
的
最
佳
峙

刻
。
但
是
他
受
到
巫
統
的
激
烈
反
对
，
甚
至
有
人
建
踉
赏
峙
的
首
相
柬

姑
将
李
光
耀
以
内
安
法
令
扣
留
起
来
（
李
炯
才
，

19
89
:

34
1)
。
一

塌
桢
族
衡
突
眼
看
要
出
现
，
柬
姑
乃
断
然
宣
怖
将
新
加
坡
超
出
噬
合

、
邦
，
李
光
耀
想
赏
思
来
西
亚
首
相
的
美
萝
碎
了
（
砫

20
)
。
他
含
误

接
受
新
加
坡
「
被
迫
」
狠
立
的
事
贡
。
随
著
新
加
坡
的
难
朋
，
巫
統
的

地
位
己
没
有
任
何
势
力
足
以
抗
衡
，
巫
統
不
但
化
解
危
根
，
且
猓
估
了

更
大
的
陨
家
横
贿
摧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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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签
的
形
成
、
滨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现
在
我
们
要
分
析
意
哉
形
怹
道
领
域
的
畟
化
，
看
看
巫
統
以
糊
盟

政
府
的
名
袭
如
何
造
一
步
加
强
了
团
家
的
意
裁
形
怹
工
具

(s
ta

te

id
eo

lo
gi

ca
l 
ap

pp
ar

at
us

)
（
砫

21
)
的
思
来
色
彩
，
以
建
立
焉
来

民
族
囡
家
的
正
常
性

(
M
a
l
a
y

n
at

io
n

 s
ta

te
 l
eg
it
im
ac
y)
。
由
於

分
析
上
的
速
茛
性
之
需
要
，
峙
朋
上
稍
微
延
畏
到
一
九
七
一
年
。

(
E
)
西
家
教
育
政
策
及
一
九
六
一
年
教
育
法
令

大
思
的
囡
家
教
育
政
策
主
要
是
以
一
九
五
六
年
拉
藷
軗
告
杏

(R
a
z
a
k

 R
ep

or
t)
的
最
倓
目
樑
一
—
使
思
来
文
成
玛
囡
家
教
育

髓
系
梩
的
主
要
媒
介
晤
文
的
目
樑
玛
基
唗
，
迼
最
倓
目
樑
雏
然
列
人
了

五
六
年
的
拉
藷
报
告
害
，
但
是
，
在
華
裔
社
合
捍
衔
華
文
教
育
的
反
驸

下
，
经
遏
思
来
西
亚
華
校
教
蹄
合
玸
合
（
以
下
简
桶
教
玸
）

（
砫

22
)

多
次
的
奔
走
，
亚
和
焉
華
巫
統
协
商
倓
，
追
最
倓
目
椋
没
有
列
人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教
育
法
令
中
；
而
且
该
法
令
第
三
倏
遠
列
明
「
建
立
一
佪
觅

全
民
所
接
受
、
能
涌
足
他
们
的
要
求
及
促
造
文
化
、
社
合
、
经
济
和
政

治
癹
展
的
囡
民
教
育
髓
系
，
其
目
的
是
使
思
来
晤
成
玛
囡
晤
，
但
同
峙

驻
19

:
印
尼
反
对
思
来
西
亚
之
成
立
，
最
炵
遠
以
重
事
入
雯
出
瑕
，
常
特
祸
成
对
大
思

的
安
全
威
肾
。

. 

驻
20
:
束
姑
在
一
九
六
七
年
受
防
特
院
新
思
分
家
的
其
中
一
昏
理
由
是
李
光
黯
想
挹
任

大
思
的
首
相

(J
os

ey
,

19
80

: 
85

)
。

灶
21

:
岱
家
的
意
潇
彤
恕
工
具
可
以
包
括
：
学
校
、
大
恋
愕
摇
、
文
化
股
祸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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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丽
院
政
治
的
肿
析

(1
98
5-

19
92

) 

~o
 

雒
揽
和
扶
持
其
他
秞
族
眙
文
及
文
化
的
预
展
。
」
（
引
自
陳
祖
排
，

19
87

: 
13

2)
。
但
是
随
著
五
九
年
巫
統
支
配
地
位
的
确
定
，

一
份
新

的
教
育
軗
告
世
一
一
逵
立
軗
告
害

(
T
al
ib

Re
po
rt
)
在
一
九
六
0

年
出
熄
，
亚
在
華
裔
社
合
激
烈
反
驸
下
於
一
九
六
一
年
畟
成
教
育
法

令
，
将
五
六
年
的
最
倓
目
樑
「
借
屁
遠
魂
」
（
注

23
)
地
也
盯
定
於
陔

法
令
的
二
十
一
惊
二
项
。
直
到
今
天
，
道
倏
线
乎
可
说
是
華
教
工
作
者

口
中
「
怒
名
昭
彰
」
的
二
十
一
倏
二
，
乃
在
要
陨
除
和
保
留
的
孚
踉
中

（
砫

24
)
虔
於
原
封
禾
助
的
地
位
。
追
廿
一
倏
二
项
的
法
律
摧
力

一
－
即
教
育
部
畏
有
罹
将
目
前
以
華
印
文
玛
教
学
媒
介
晤
的
面
民
型

小
坐
（
注

25
)
复
成
以
阔
晤
（
，
再
来
文
）
教
学
的
囡
民
小
学
一
直
遠

没
有
根
合
理
用
。
但
整
佪
匮
家
教
育
政
策
的
精
神
舆
目
桥
一
一
如
果
以

囡
家
哉
形
怹
工
具
的
角
度
来
理
解
，
它
乃
是
要
塑
造
大
思
是
一
佪
思
来

文
化
中
心
的
器
家
，
经
由
教
育
工
具
的
宣
扬
和
灌
输
，
下
一
代
将
合
接

受
迼
榄
恩
来
民
族
匿
家
的
意
裁
。
明
跟
的
，
在
控
制
国
家
意
猷
形
怹
工

具
的
阿
孚
中
，
巫
統
已
在
教
育
政
策
及
法
令
上
觅
施
行
「
焉
来
民
族
囡

家
」
的
目
镖
定
下
合
法
的
罹
力
，
追
赏
然
是
一
佃
重
大
的
胁
利
！
因
玛

教
育
-
学
校
迼
佪
囡
家
的
意
哉
形
怹
工
具
是
塑
造
人
民
的
思
想
意

． ｀ 午 1 ` . ” + ， i ,

』

... 
~ ~ .
， ＇ ， , ？ 尸 ．
~ 勹 ， ．

狂
22
:
常
特
教
锯
的
王
席
是
林
理
玉
，
他
致
力
於
争
取
華
文
教
音
的
地
位
。
俊
因
反
对

一
九
穴
0
年
的
逢
立
霖
告
世
不
利
於
華
文
教
育
的
妖
文
（
尤
其
是
强
制
華
文
中

孚
改
制
扁
思
来
文
中
学
）
，
终
身
披
税
菩
公
民
罹
，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病
逝
。
伦

祯
税
底
大
思
華
森
罹
盆
披
损
笆
的
象
徵
，
形
成
受
雄
者
的
形
象
，
披
脓
扁
「
族

魂
」
。

杜
23:

意
即
将
一
九
五
七
年
教
音
法
令
没
有
列
入
的
酘
俊
目
襟
，
豆
新
「
遠
魂
」
回
到

一
九
穴
一
年
的
教
育
法
令
中
，
遇
是
林
速
玉
先
生
的
用
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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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租
族
威
罹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跋
最
具
威
力
的
塌
地
，
它
可
觅
政
罹
的
正
常
性
提
供
戳
念
的
合
理
化
，

人
民
畟
成
易
於
接
受
一
佪
政
椎
的
统
治
形
式
。
因
此
，
在
思
来
化
恩
来

西
亚
的
遏
程
中
，
巫
統
常
然
将
迼
领
域
视
焉
重
要
的
「
攻
防
戟
」
，
以

便
玛
建
横
其
稳
怹
结
横
的
統
治
铺
路
！

(F
)
一
九
六
七
年
圉
捂
法
令

五
七
年
京
法
一
五
二
｛
条
规
定
在
猿
立
届
淌
十
年
峙
，
国
合
需
制
定

法
律
确
定
英
文
的
法
定
地
方
；
華
裔
社
合
借
此
横
合
要
求
列
華
晤
玛
官

方
晤
文

(
O
ff
ic
ia
l
L
a
n
g
u
a
g
e
)
，
但
思
華
将
领
淳
孚
取
華
文
觅
官

方
晤
言
的
焉
華
青
年
圆
副
圆
畏
沈
慕
羽
阴
除
栽
籍
，
巫
統
推
助
的
囡
陌

法
案
乃
於
六
七
年
九
月
一
日
生
效
，
焉
来
文
成
玛
唯
一
官
方
晤
文
，
英

文
可
作
玛
官
方
用
晤
，
但
是
華
文
僅
享
有
「
因
公
共
利
益
之
需
要
而
准

浒
政
府
使
用
任
何
其
他
植
族
晤
言
翻
踝
官
方
文
件
及
湍
通
意
见
」
（
引

自
惕
建
成
，

19
82

:
21

2)
的
地
位
。
迼
法
令
造
一
步
加
强
官
方
的
思

来
色
彩
，
也
可
畟
成
脱
制
其
他
晤
文
的
法
源
！

（
砫

26
)

灶
24

:
荔
陆
政
府
在
華
盗
社
含
多
灰
的
反
罚
下
，
宫
透
范
可
能
含
撒
润
核
跃

21
怪

2

泪
保
文
，
但
酘
新
的
教
音
法
令
修
正
案
遠
没
有
出
来
。

狂
25
：
大
思
的
小
学
分
成
两
祖
，
即
骂
民
小
学
（
以
思
来
文
扁
媒
介
岳
）
和
器
民
型
小

学
（
以
華

EO
文
扁
媒
介
括
）
。

狂
26

:
官
万
防
文
的
推
行
可
以
使
到
大
学
校
常
内
的
葩
文
文
字
之
们
告
必
娱
一
律
以
岱

陋
（
即
思
来
文
）
出
瑕
，
其
他
誘
文
不
可
强
眙
；
还
是
溢
者
覜
身
在
大
思
理
科

大
学
求
莹
的
杻
胫
，
由
此
可
民
官
万
括
文
被
盗
用
的
地
步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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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一
一
大
思
网
跺
政
治
的
猝
析

(1
98

5
·-

19
92

) 

(
G
)
一
九
七
一
年
大
学
及
大
再
法
令

8-

迼
项
法
令
是
先
由
最
尚
元
首
舆
其
他
紧
急
法
令
一
起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五
月
颁
怖
，
亚
於
囡
合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二
月
重
新
俊
合
（
砫

27
)

时
再
次
通
逊
，
乃
定
名
骂
「
一
九
七
一
年
大
学
及
大
埠
法
令
」
（
雪
路

我
中
華
大
合
堂
，

19
86

b:
48

)
。
迼
倏
法
令
赏
然
有
控
制
大
学
生
及

大
学
迎
作
的
用
意
，
但
其
涯
生
的
晇
横
，
乃
是
要
阻
止
華
人
社
合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形
成
的
割
辦
「
猓
立
大
毕
」
理
助
之
落
贲
（
砫

28
)
，
因

玛
迼
法
令
的
榄
限
炭
乎
不
可
能
准
许
民
朋
削
辦
大
学
。
事
贲
瞪
明
倓
来

政
府
的
确
以
狠
立
大
学
玛
民
辦
大
学
作
玛
理
由
之
一
，
拒
绝
了
以
華
文

觅
主
的
猾
立
大
学
之
削
辦
。
由
此
可
见
巫
統
驸
意
哉
形
怹
领
域
的
控
制

何
其
娥
腐
！

(
H
)
一
九
七
0
年
的
陷
家
原
剧

(R
u

ku
n

 N
e

g
a

ra
) 

最
高
元
首
在
一
九
七
O
年
八
月
卅
一
日
的
囡
度
日
颁
怖
了
「
器
家

a 

甚
27
：
思
来
西
亚
的
岱
含
包
因
—
九
穴
九
年
五
月
十
三
日
的
祖
族
暴
勤
而
披
停
止
暹
作

t:
t—
皂
月
，

还
期
闾
由
帮
家
行
勤
理
事
含

(N
at
io
na
l

O
p

er
at

io
n

 C
o

u
n

­
ci
l)
实
行
紧
急
統
治
。

, 
驻

28
：
華
繇
社
含
於
一
九
六
八
年
四
月
十
四
器
行
「
思
来
西
亚
蜀
立
大
学
」
登
起
大

含
，
盼
盟
政
府
乃
以
准
肝
思
華
割
辦
半
官
方
的
「
扭
要
学
院
」

(
T
u
n
k
u

A
b

­
du

! 
R

ah
m

an
 C
ol

le
ge

)
移
钧
逻
垣
要
求
。
但
政
府
在
穴
九
年
大
遗
前
夕
的

五
月
八
巳
批
准
筠
立
大
学
以
有
限
公
司
名
羲
狂
册
，
但
员
若
「
五
一
三
」
之
暴

勤
及
紧
急
統
治
，
药
大
之
建
立
披
延
俊
乃
至
被
禁
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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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羁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硕
族
威
褶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超
桯

原
则
」
。
迼
五
倷
原
则
是
：
信
奉
上
苍
、
忠
於
君
囡
、
雒
賤
恋
法
、

尊
祟
法
治
及
培
蒂
德
行
。
牛
易
建
成
砰
脸
脱
：
「
以
囥
家
原
则
强
莉
恋
法
中

有
陇
君
主
立
恋
制
度
及
，
民
来
特
殊
地
位
是
绝
不
可
侵
犯

。
换
句
括
脱
，

囡
家
原
则
很
坚
决
但
含
菩
地
肯
定
了
「
思
来
西
亚
就
焉
来
人
的
囡

家
」
。
」

(1
98
2:

2
4

3
-
4)

。D
ou

gl
as
韧
玛
：
「
囡
家
原
则
存
在
其

意
哉
型
怹
…
…
但
它
主
要
是
被
反
射
拱
圆
导
致
的
，
而
不
是
囡
家
横
脱

所
引
人
。
」

(m
ai
nl
y

in
v

o
k

ed
 b

y 
o

p
p

o
si

ti
o

n
 g

ro
up

s 
ra

th
er

 
th

an
 t

h
e 

st
at

e)
 

(1
9

9
0

: 
4)

 
。
但
是
一
缆
颁
怖
，
囡
家
横
陇
乃
遗

用
囡
家
原
则
作
玛
其
效
劳
的
工
具
，
迼
该
是
易
於
明
白
的
。

(I
)
一
九
七
一
年
圉
家
文
化
政
策

囡
家
文
化
政
策
可
追
溯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文
青
韵
育
部
主
辦
的
囡
家

文
化
大
合
，
该
大
合
一
致
通
逊
接
纳
以
下
三
大
原
则
作
玛
塑
造
辍
家
文

化
的
基
褪

(1)
器
家
文
化
恋
以
土
著
文
化
玛
核
心
；

（2
）
其
他
文
化
中

遗
合
及
恰
常
之
项
目
，
可
被
接
受
焉
囡
家
文
化
的
一
部
份
，
（

3)
回
教
是

塑
造
囡
家
文
化
的
一
佪
重
要
部
份
（
引
自
陳
祖
排

，
19

87
:

13
2)

。
囡
家
文
化
三
大
原
则
乃
提
供
日
倓
经
常
提
及
的
「
一
杻
睬
文
、
一
秞
文

化
、
一
锺
民
族
」
的
根
捷
，
它
本
就
是
宣
示
迼
是
一
佪
思
来
民
族
的
囡

家。
Do
ug
la
"
笝
「
囡
家
文
化
政
策
的
捉
定
更
加
姻
示
囡
家
的
建
股

是
明
确
朝
向
，
再
来
民
族
而
不
是
思
来
西
亚
民
族
遇
造
。
」

(1
99

0:
17

)
。
迶
恋
是
一
中
肯
的
评
誰
。
其
疗
，
直
至
一
九
七
O
年
代
初
，
巫

統
所
追
求
的
焉
来
民
族
囡
家
庖
是
页
现
了
，
至
少
在
团
家
横
脱
的
睹
多

摧
力
和
功
能
上
，
都
反
映
了
思
来
色
彩
的
狠
估
和
领
导
，
囡
家
文
化
政

策
的
出
现
，
只
是
玛
迼
一
事
扞
敌
固
其
正
常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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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
祸
政
治
神

OO
一
一
大
思
网
踩
政
治
的
钟
析

(
1
9
8
5
-

19
92

) 

一
向
给
入
比
较
溫
和
形
象
的
束
姑
也
曾
经
在
一
九
五
一
年
八
月
廿

六
日
接
任
拿
督
翁
的
巫
統
黛
主
席
之
哦
任
峙
脱
遏
遣
桄
的
括
：
「
…
…

擁
有
迼
佪
囡
家
是
思
来
人
的
罹
利
，
因
此
给
予
焉
来
人
多
一
黏
吧
…
…

迼
佪
囡
家
是
徙
患
来
人
那
梩
承
接
迡
来
的
，
所
以
恋
该
移
交
给
恩
来
人

…
.
.
如
果
不
能
在
焉
来
人
擁
有
迼
佪
政
府
的
情
境
下
，
（
狗
立
）
自
组
政

府
，
那
又
有
何
意
羲
呢
？
」
（
引
自

Su
nt

ha
ra

li
ng

am
&

 A
b

d
u

l 

R
ah

m
an

, 
19

85
: 

48
)
柬
姑
的
迼
佪
颐
望
代
表
了
巫
統
主
戳
的
欲

求
，
而
追
欲
求
繩
遇
制
京
、
猓
立
、
糊
盟
的
被
支
配
以
及
其
他
囡
家
根

脱
染
上
更
多
的
恩
来
色
彩
和
被
控
制
倓
，
究
隙
上
已
经
大
部
贲
现
。
因

此
，
徙
锺
族
角
度
来
看
迼
佪
囡
家
，
她
恋
该
是
思
来
民
族
匮
家
！
常
然

守
迼
是
贷
民
族
囡
家

(n
at
io
n

-
st
at
e)
的
建
横
来
分
析
此
问
题
，
囡

家
极
腑
遠
有
其
他
面
向
的
建
描
。

... 

H
us

si
n 
Mu

ta
li

b
在
时
誰
有
脱
玛
何
焉
来
人
合
取
得
政
治
上
的

思
来
至
高
熊
上

(
M
a
l
a
y

S
u
p
r
e
m
a
c
y
)
之
地
位
峙
，
列
下
了
迼
嫂

佪
因
素
：

（1
）
胚
史
的
因
素
：
即
，
再
来
寐
丹
存
在
已
久
；

（2
）
人
口
上
有

其
彶
势
；
（

3）
一
九
四
八
年
思
来
克
糊
合
邦
协
定
之
啖
判
睹
英
国
巳
给

予
思
来
人
特
殊
地
位
；

（4
）
焉
来
社
合
是
最
先
助
员
及
领
淳
遗
向
囡
家

猓
立
；

（5
）
非
思
来
族
群
相
射
的
不
圆
结
；

（6
）
囡
合
速
匝
的
制
分
偏
重

知
匝
的
思
来
人
，
使
思
来
人
有
更
多
的
代
表
椎

(1
99

0:
2

7
-
28
)

。

迼
些
我
们
大
部
份
都
在
上
文
时
誰
了
其
演
畟
。
现
在
策
者
的
问
题
是
：

如
果
再
来
人
在
人
口
上
有
其
俀
势
，
玛
何
需
要
急
著
支
配
及
控
制
囡
家

根
陇
呢
？ 其
页
如
果
我
们
细
细
分
析
思
来
西
亚
的
人
口
结
横
（
如
表

2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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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旺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遏
桯

所
示
於
倓
）
，
其
桢
族
是
权
旌
得
多
，
尤
其
是
在
束
焉
丽
州
，
思
来
人

是
少
敷
民
族
，
分
别
在
沙
巴
和
砂
膀
越
只
有

2.
8％
及

28
.2

%
（
在
一

九
七
O
年
）
，
而
全
困
也
只
有

46
.6
%
，
到
了
一
九
八
O
年
是

47
.4

％
，
如
没
有
真
正
地
逵
到
多
敷
。
只
是
在
十
多
桢
族
群
梩
，
思
来
人
是

單
－
最
大
的
族
群
，
因
此

Ru
ss

in
Mu

ta
li

b
也
指
出
：
「
敷
拟
上
来

脱
，
思
来
西
亚
不
是
一
佪
回
教
跻
家
，
也
更
谈
不
上
是
一
佪
焉
来
囡

家
。
」

(M
al
ay
si

a
i m

 
n

o
t 

a 
rn

us
li

rn
 s

ta
te

 a
n

d
 s

ti
ll

 l
es

s,
.a

 
~

a
la

y
 s

ta
te

) 
(i

b
id

: 
16
2)
。
妇
者
韶
玛
，
道
椰
不
是
（
人
口
上

的
）
绝
封
人
口
上
的
侵
势
（
只
是
相
射
的
佼
势
）
在
猾
立
前
倓
更
是
使

焉来
人掩
心其
地位
受到
挑戟
，因
此，
不僅
只是
要恋
法上
保障
寐丹

的
統
治
主
榴
（
象
徵
焉
来
人
在
大
焉
的
主
椎
地
位
）
及
焉
来
人
特
椎
地

位
，
更
要
造
一
步
控
制
其
他
的
团
家
根
阴
，
尤
其
是
立
法
极

I娟
及
意
裁

形
怹
塑
造
的
相
腑
根
陇
，
以
便
真
正
盗
固
焉
来
人
的
主
人

身
份
。

(T
u

a
n

) 

迼
植
主
人
身
份
的
确
定
及
加
强
，
涯
生
了
一
锺
支
配
的
情
结
，

侗
姑
且
桶
之
玛
「
焉
来
支
配
主
袭
情
结
」
—
—
即

Kc
tu
a~
an

（遣
佪
字
是
徙
母
字
主
人

Tu
an
所
畟
成
的
名
言
司
）

Mc
la
yu

（砫
29
)

。
道

Kc
tu

an
an

Me
la
yu
的
用
晤
经
常
被
思
来
社
合
探
用
，
以
表
示
他

侗
在
政
治
上
的
赏
主
赏
罹
。
如
果
回
颜
胚
史
的
演
畟
「
思
来
支
配
主

狂
29

:
K

et
u

an
an

 M
el
ay

u
到
底
惩
探
成
什
卧
呢
？
陳
思
德
捻
扁
霖
成

罚
，
思
探
成
「
常
王
常
棚
誰
」
或

. 
罹
器
是
筷

「支
配慰

誧」
（陳

惩德
，嘉

，玉
者

乃
参
照
巫
統
支
配
岱
家
的
脤
桯
所
湮
生

悟
栝
」
京
「
支
配
捎
」
。

的
I心
理
悟
错
，
探
成
「
思
来
支
配
王
筏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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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网
惊
政
治
的
肿
析

(1
98
5-

1
9

9
2

) 

f
j 

羲
情
结
」
是
焉
来
民
族
主
教
的
强
化
，
在
巫
統
的
支
配
逊
程
中
，
它
日

益
畟
成
一
植
不
可
挑
戟
的
禁
碍
，
亦
是
一
植
統
治
神
括
的
推
形
。

焉
来
支
配
主
教
情
结
玛
巫
統
提
供
了
政
治
支
配
的
正
赏
性
，
而
隘

家
文
化
政
策
中
的
思
来
文
化
中
心
誰
造
一
步
加
强
其
文
化
支
配
的
正
赏

性
。
道
植
徙
思
来
民
族
主
袭
到
「
思
来
支
配
主
毅
情
结
」
、
思
来
文
化

中
心
渝
，
其
中
的
意
哉
形
怹
之
互
助
，
正
反
映
著
焉
来
民
族
主
袭
的
激

化
和
掖
大
。
另
一
稚
主
教
乃
在
道
掖
大
中
逐
渐
彦
生
，
那
就
是
土
著
主

毅
(B

um
ip

ut
ra

is
m
，
徙

Bu
mi

pu
tr

a
来
。
核
字
的
意
思
是

so
n

of
th

cs
oi

l)
的
抬
琐
（
砫

30
）
。
它
玛
思
来
人
，
尤
其
是
巫
统
在
经

济
领
域
的
支
配
提
供
了
其
正
赏
性
，
追
正
是
我
们
下
一
箭
要
肘
端
的
重

黏
之
一
，
亦
是
焉
来
西
亚
七
十
年
代
彶
的
重
要
畟
遵
。

^ 

吐
30

:
B

u
m

ip
u

tr
a 

lQ
 
飞
是
於
一
九
穴
五
年
岱
含
常
誰
焉
扭

(
M
A
R
A
)
法
案
特
首

灰
出
瑕
在
大
思
政
堰

(T
an

C
h

ee
 K

h
o

o
n

, 
_

1
9

8
4

:1
~

) 
；
觅
即
有
第
一
届

土
菩
杻
酒
大
含

(K
on

gr
cs

E
k

o
n

o
m

i 
B

u
m

ip
u

tr
a 
Pe

rt
am

a)
壁
行
，
土

若
乃
逐
渐
燮
成
「
思
来
人
」
的
同
意
勇

(H
ok
ha
i

L
eo

n
g

, 
1

9
8

8
: 

39
)
，
因
此
「
土
苦
王
筷
」
意
送
思
来
人
在
妞
酒
上
嗯
享
有
的
特
罹
，
吾
至
有

免
贷
杻
酒
的
特
徵
（
旯

Sa
ni

,
1

9
9

2
: 

11
, 

K
o

n
se

p
 B

u
m

ip
u

tr
ai

sm
e 

y
an

g
 

b
er

si
fa

t 
ek

o
n

o
m

i 
pe

rc
um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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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
「
杻
族
威
褶
民
王
雹
家

」
形
成
的
遏
桯

．
表

2-
1
大
黑
的
人
口
成
展
及
各
租
族
的
人
口
比
例
（
以
干
叶
及
百
份
比
）

心
19

21
 

19
57

 
l
知

19
70

 
19

80
 

19
90

 
2

0
2

0
/ 

(11
/i.9

E8
0 忑

21
00

 
19

85
) 

A
属
来
西
豆

（新
包出

括校）
10

,8
10

.9
 1

00
1'

 1
3,

38
1 

10
0%

 1
7,

75
5

.8
 

lO
O

ll
 
(
2
1
0
0
年
）

2
.6

 

熏
来
人

心
．
6
％

5
,0

(2
 • 

(6
.6

'1
6 

6
,3

4
5

 3
 

47
.4

%
 J

O
, 9

60
. 9

 
61

'16
 

8
2

 4
%

 
3 

l 

薹
人

42
.2

1
' 

3
,7

1
9

.5
 3

4.
4'

11
 •

• 
(3

8.
 5

 
3

3
.2

"'
 5

,2
66

. l
 

29
. 7

~
 

13
. 1

'II
 

I.
 8

 

印
人

9.
4'

1(
. 

98
1.

4 
9.

1'
16

 1
,5

8
.7

 
8.

7'
11

, 
1

,4
3

5
.8

 
8 

!'
lo

 
4

.5
%

 
2

.1
 

买
伯
土
书

5
.5

'11
 

],
 0

20
. 6

 
9

.4
'If

, 
I,

 1
59

. J
 

8.
 7

'1r
. 

(!
IJ
翌
黑
来
人
）

其
们

2
.3

%
 

47
. 0

 
0

.4
%

 2
58

 
2 

1'1
6 

9
3

.0
 

o. 
5

'16
 

B
半

凰
2,

90
7

lO
O

'll
 6

, Z
79

 
lO

O
lf>

 
9

,1
8

1
.7

 
1

0
0

" 
11

,4
42

. I
 

10
01

' 
U

, 
61

6.
 7

 
lO

O
'll

 
(
2
0
2
0
年
）

2
.•

 

1
．熏
来
人

l.
5

6
9

 
64

%
 3

,1
25

 4
9.

8'
16

 
4

9
.2

" 
4

,3
4

1
.3

 5
2.

J'
lf

, 
6

,3
2

5
.4

 
55

.3
'1

(, 
8,

50
7.

2 
58

.2
'l

l 
62

%
 

2
.9

 

2.
簟

人
85

6
2

9
.4

" 
2,

33
4 

37
.2

'!1
 

36
. 9

1
' 

3,
28

6 
3

5
 8

ll
, 

3
,8

6
9

.4
 

33
. 8

'11
, 

4
,5

8
0

.6
 

3
1

 3,
W

, 
29

%
 

).
 7

 

3
．
印

人
43

9
15

.1
'1

6 
70

7 
11

.3
%

 
ll

.2
%

 
98

1.
 4

 
10

. 7
'11

, 
1

,1
7

2
.7

 
0.

7'
16

 1
,4

3
5

.8
 

9.
 8

'16
 

9%
 

2
.1

 

4
．
其

的
4
3
7

1
.5

%
 1

12
 

J.8
'1

1i
 

73
 

0
.8

%
 7

4
.5

 
0.

 7'
11

, 
93

 
0.

 6
%

 

C
砂
劳
辽

97
5.

9 
1

0
0

" 
],

 3
09

. 3
 

10
0'

6 
]
,
磁
．

7
10

0'
16

 
2

.6
 

J.
覃

人
2
见

30
. l

'6
 3

85
.7

 
29

.5
%

 (
82

.9
 

2
8

 9
%

 
2

5
~

 
2

.3
 

2
．依
噩
人

30
3 

31
'11

 J
9G

. 7
 

J0
.3

'6
 

3．
(熏Ma
圃la

na肥
u 

53
. 2

 
5 

5%
 7

5.
2 

5.
 7

%
 

4 
，（比

比d
a遽y

u友h
 ) 

8
3

.3
 

8
,5

1
' 

10
7.

 7
 

8
.2

"
 

5
．
黑
来
人

18
2.

 7
 

18
. 7

'16
 2

58
.2

 
19

. 7
"'

 
（
全
印
土
书
）

（
全
印
工
书
）

6
，其
的
土
咎

50
 

5.
 J

'II
, 

69
.2

 
5

.3
'16

 I
, 1

85
. i

j 
71

. I
%

 
75

'11
, 

2
.~

 

7.
其

伦
9.

8'
!6

 
1.

0'
JI

 1
6

 6
 

1 
3'1

1, 

D
沙

巴
65

3.
3 

10
0%

 I
, 1

03
 

10
0%

 1
,4

7
0

.4
 

10
0'1

1, 
3

.9
 

_ 
1
．
卡
攘
山
人

1&
1

.5
 

2~
.2

'11
, 

2.
薹

人
13

9.
S

 
21

.4
'l6

 1
64

.2
 

1
6

.2
1

' 
20

2.
 S

 
13

. 8
96

 
l1

%
 

2 
2 

3
．
属
米
人

1
8

.4
 

2
.8

%
 

4，
巴（

比i
au)
还

7
7

.3
 

11
.9

'1f
. 

5．
(妞M

律
3

1
.3

 
4

.8
%

 
（
全

Il
l:

t
行
）

（
全
印
土
书
）

（
全
a
:
t
钞
）

ulu
t) 

6
．其
估
土
若

12
5.

6 
19

.2
'!1,

 8
48

.8
 

83
.8

%
 1

,2
67

.9
 

86
.2

%
 

89
'11

 
4.

2
 

7
．其

约
3

7
.2

 
5.

7'
11

, 

8
．
印
尼
人

39
. 5

 
6%

 

拚
钥
：

（1
)
19
64
年
的
分
渠
是
焉
来
人
及
色
仰
回
教
的
土
吾
绯
炰
焉
来
人
，
不
色
仰
回
教
的
土
苍
跻
点
其
他
土
笱
。

，
(2

) 
20
20
年
或

21
00
年
之
人
口
比
例
仍
是
预
润
之
推
舞
，

21
00
年
预
刹
大
思
跷
人
口
是
七
干
况
。

(3
)
有
些
羽
整
仍
簟
者
分
析
俀
整
理
的
，
但
星
本
上
没
有
多
大
婴
化
。

(4
)
大
思
統
酐
局
在

19
70
年
倰
都
倾
向
於
把
土
苍
和
蔬
人
区
分
，
尤
其
是
束
焉
两
州
。

页
料
来
源
：

Ja
ha
ta
n

Pe
ra

ng
ka

an
 M

al
ay

si
a 

(1
9

8
7

:5
5

-5
7

, 
1

9
9

0
:2

3
.3

0
),

 M
ea

ns
 (

19
70

:1
2,

 
19

76
:4

29
) 

江
炳
扁

(1
98

8:
16
6)
，
星
洲
巳
臻

(9
2
年

2
月

11
巳
）
．
臣
肝
山
和
林
水
花
合
骗

(1
98

4:
15

8,
45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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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熙
网
踩
政
治
的
肿
析

(1
98
5-

19
92

) 

笫
三
筛
：
大
岛
的
社
、
经
结
梢
和
聊
盟
囡
阵
的

统
治
形
式
：
威
推
囡
家
的
面
向

8 卞 ^ 

英
辍
社
合
学
者
吉
登
斯

(A
.

Gi
dd

en
s)
脱
现
代
化
已
是
玛
一

全
球
现
象
，
而
我
们
一
朋
始
也
脱
明
了
大
焉
也
没
有
速
择
地
倦
人
追
现

代
化
的
胚
程
梩
，
道
梩
所
指
的
现
代
化
大
部
份
是
指
工
桨
化
、
都
市

化
、
教
育
普
及
化
以
及
文
化
之
傅
統
性
的
减
少
等
现
象

。
此
外
，
我
们

也
时
踏
了
现
代
化
畟
逻
所
确
伴
而
来
的
民
族
主
羲
之
典
起
一
一
焉
来

民
族
玛
家
的
建
立
，
也
徙
植
族
的
角
度
去
理
解
焉
来
西
亚
的
政
治
畟

逻
。
但
是
，
殖
民
統
治
的
经
济
之
剥
削
及
掠
奄
，
以
及
它
被
纳
人
世
界

妇
本
主
配
髓
系
的
面
向
，
我
们
遠
没
有
频
及
。
迼
笳
我
们
正
是
要
徙
经

渍
结
横
的
角
度
去
探
时
大
思
的
经
清
背
景
，
亚
了
解
道
经
济
的
资
展
如

何
塑
造
了
另
一
面
向
一
一
社
合
階
级
形
棣

(
so
ci

al
-

cl
as

s 
fo

~­

~a
ti

on
)
一
—
超
越
植
族
居
面
的
階
级
，
尤
其
是
资
座
階
级
如
何
成

觅
主
导
焉
来
西
亚
政
治
的
畟
逻
之
力
蜇
，
亚
玛
累
稹
资
本
及
囡
家
登
展

的
需
要
而
贡
行
威
拙
的
政
治
措
施
。

(A
)
大
思
的
依
赖
钮
润
葩
祸
及
工
架
化
的
策
略

时
睢
依
赖
经
济
结
横
文
猷
很
多
，
简
單
来
说
就
是
一
器
的
经
济
结

横
被
另
一
些
国
家
的
资
展
及
掖
张
所
限
制
，
亚
使
到
依
赖
囡
家
的
经
清

虚
於
不
利
而
落
倓
的
地
位
，
亚
往
往
被
核
心
囡
家
所
剥
削
．
自
己
畟
成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潠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荔
家
」
形
成
的
超
桯

7
n

 

一
佪
遏
陲

(
p
e
r
i
p
h
e
r
y
)
或
半
遏
陲

(
s
e
m
i

-
p
e
r
i
p
h
e
r
y
)
囡

家
。

将
焉
来
西
亚
放
在
世
界
资
本
主
袭
骰
系
中
，
其
位
置
正
虞
於
遏
陲

或
半
逊
陲
的
囡
家
，
绶
济
是
腐
於
依
赖
经
济
的
形
怹

(
J
o
m
o
,

19
86

; 
K

h
o

r 
K

o
k

 P
en

g
, 

19
83

) 
。
揆
家
的
经
济
表
现
经
常
受
先

造
的
核
心
囡
家
之
经
清
所
影
智
。
一
九
八
五
年
大
焉
绶
济
出
现
共

1.
0

％
的
缆
清
成
畏
率
，
正
是
很
好
的
脱
明
（
见
表

2-
3)

。

其
页
徙
胀
史
演
畟
来
看
，
思
来
西
亚
是
在
西
方
，
尤
其
是
英
囡
披

张
其
资
本
主
羲
骼
系
下
而
资
展
的
，
追
畏
逵
四
百
多
年
的
西
方
殖
民
，

已
使
外
囡
的
公
司
控
制
大
部
份
的
思
来
西
亚
经
济
；
在
猿
立
十
三
年

倓
，
大
思
的
公
司
股
摧
竟
有

60
.
1
％
由
外
囡
人
掌
握
（
旯
表

2
-

2
)
。
雄
怪
大
思
政
府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推
行
新
绶
清
政
策
以
重
组
社

合
，
要
使
外
囡
人
的
公
司
股
罹
降
至

4
0
%

。

再
看
看
大
思
的
鹿
品
之
输
人
及
输
出
，
明
跟
可
以
看
出
大
思
的
经

济
社
常
大
部
份
依
赖
於
日
本

、
美
囡
及
欧
洲
共
同
骰
荔
家
。
以
一
九
九

O
年
的
输
出
觅
例
，
上
述
三
地
蓝
估
了

4
6
.
'
6
%
，
而
输
人
则
有

55
.6

%
，
而
輛
人
及
输
出
的
贸
易
更
是
估
囡
家
固
民
生
座
毛
额
的
比
例
相
裳

高
（
晃
表

2
-
4
及

2
-
5

)
，
由
此
可
知
大
思
的
纯
济
在
六
七
十
年
代

更
玛
依
赖
迼
先
造
的
囡
家
。

在
囡
隙
上
大
思
是
庭
於
一
佪
依
赖
经
演
的
地
位
，
在
囡
内
她
在
六

十
年
代
则
遠
屁
於
一
佪
展
桨
玛
主
的
囡
家
。
以
一
九
七
0
年
玛
例

，
共

有
53
.5
％
的
劳
力
集
中
於
展
桨
和
木
材
桨
，
而
裴
造
桨
只
估

8
.7

 

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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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格
政
治
神
岳

一
一
大
思
网
线
政
治
的
牉
析

(
1
9
8
5
-

19
92

) 

%
 
（
见
表
2
-
6
)
，
在
输
出
展
座
品
及
相
腑
痊
品
方
面
则
紨
估
怨
输

出
之

8
0
%
（
见
表

2
-
7
)
。
迼
锺
情
况
，
使
大
思
政
府
致
力
於
登
展

工
粟
踉
囡
家
的
经
济
朝
向
多
元
化
方
面
去
登
展
。

道
锺
相
恋
依
赖
及
落
倓
的
展
柴
玛
主
之
庞
境
，
促
使
大
思
的
稀
盟

政
府
在
六
十
年
代
末
期
探
取
徙
以
造
口
替
代
工
桨
化

(i
mp

or
t

-
su

b­

st
i t

u
ti

o
n

 i
nd
us
tr
ia
li
sa
ti
on
)
哿
畟
觅
出
口
淳
向
工
棠
化

(e
xp
or
t

-

o
ri

en
te

d
 i
nd
us
tr
ia
li
za
ti
on
)
之
工
桨
资
展
策
略
，
以
便
能
利
用
大

蕊
，
卧
之
廉
價
劳
工
觅
倓
者
所
需
要
的
劳
工
密
聚

(l
ab

ou
r

in
te

n
si

v
e)

 

提
供
服
移
，
道
也
可
比
前
者
刹
造
更
多
的
就
棠
根
合

(
J
o
m
o
,

19
87

: 
1
1
4
-
5
)
，
以
符
合
国
内
之
就
柴
需
求
。
工
棠
化
策
略
的
改

畟
，
使
政
府
日
倓
需
要
在
政
治
上
探
取
更
威
罹
及
控
制
的
施
措
留
下
了

伏
笙
，
因
觅
迼
穗
劳
工
密
集
的
输
出
淳
向
之
工
棠
化
封
工
资
的
畟
化
较

玛
敏
感
，
负
掩
不
起
较
昂
负
的
酬
劳

(i
bi
d:

11
7)
，
也
更
需
要
以

政
治
安
定
来
吸
引
外
兖
投
资
股
床
。

玛
了
因
恋
迼
改
畟
，
郡
盟
政
府
早
已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成
立
了
确
邦

工
桨
登
展
局

(
F
e
d
e
r
a
l

In
d

u
st

ri
al

 D
ev

el
o

p
m

en
t 

A
u

th
o

ri
­

ty
)
，
亚
於
一
九
六
七
年
朋
始
吸
引
以
出
口
导
向
的
工
桨
造
人
大
局
；

一
九
六
八
年
亚
通
遏
投
资
奖
勋
法
令
，
更
造
一
步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通
遏

' 
自
由
贸
易
工
桨
匝

(
F
r
e
e

-
T

ra
d

e 
Z
o
n
e
)
法
令
，
玛
迼
些
出
口

淳
向
的
工
桨
提
供
倏
件
饺
渥
的
投
资
股
质
之
地
段
。
道
些
具
骰
的
步
躲

所
带
来
的
成
效
遠
不
銡
，
在
一
九
七
九
年
及
八
二
年
，
自
由
贸
易
桨
匝

有
超
迥

80
％
的
投
究
是
外
究
，
也
分
别
缔
造
了
该
年
份

74
.
5
％
及

53
.3
％
的
大
思
褽
造
桨
翰
出
彦
品

(
R
a
j
a
h

S
as

ia
h,

 1
98

9:
 

14
7 

-

72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签
的
形
成
、
演
畟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摺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8)
。
但
是
，

Li
m

M
ah

 H
ui

 &
 W

il
li

am
 C
an

ak
砰
膨
道
：
「
大

思
所
推
行
的
造
口
替
代
工
棠
化
及
随
之
的
出
口
导
向
工
桨
化
，
亚
没
有

减
少
其
如
囡
隙
资
本
主
毅
经
济
的
依
赖
，
只
是
依
赖
的
方
式
改
畟
吧

了
。
」

(1
98

1:
22

0)
。
也
许
逍
正
是
世
界
资
本
主
羲
骰
系
速
作
的

避
辑
，
落
倓
骚
家
的
工
桨
化
，
最
终
使
她
更
紧
密
地
依
赖
世
界
的
纯

济
，
而
迼
又
很
雄
拥
脱
先
造
核
心
囡
家
的
支
配
，
幸
速
的
函
家
像
亚
洲

四
小
膛
成
玛
新
輿
工
棠
囡

(N
~

w
 I

n
d

u
st

ri
al

 C
ou

nt
ri

es
)
，
而
大

焉
正
是
在
迼
依
赖
登
展

(
d

ep
en

d
en

t 
de
ve
lo
pm
en
t)

（
砫

31
)
的

道
路
上
力
求
阴
拓
殁
展
，
迼
必
然
要
使
她
在
弦
固
囡
内
外
的
资
本
家
及

各
资
痊
階
级
结
合
的
前
提
下
，
力
求
穗
定
政
局
，
集
中
於
资
展
经
济
；

而
不
同
的
是
，
大
焉
多
了
一
階
锺
族
的
纷
孚
，
使
其
表
面
现
象
呈
现
睹

多
搜
雅
的
面
向
，
然
而
整
佪
资
本
主
羲
的
资
展
大
方
向
似
乎
亚
没
有
改

畟
。

驻
31
:
依
颖
妞
酒
是
悝
切
寅
存
在
的
岱
隙
悟
境
，
常
然
也
是
一
杻
解
怼
一
些
落
俊
岱
家

被
制
灼
的
解
释
役
型
，
亚
没
有
必
然
意
鸽
汜
些
岱
家
豖
遠
虔
於
依
锁
地
位
，
她

也
有
可
粔
形
成
如

Ca
rd

os
o
所
院
的
「
栝
盟
的
依
租
翌
展
」

(a
ss

oc
1a

tc
d­

de
pe

nd
en

t 
de

ve
lo

pm
en

t) 
(C

ar
do

so
, 
19
72
)

。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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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74 

冲泛滚部 (uuI§ Khor Kok Peng, 1983: 72) 

窦皿郧寓沿濡炮窃海
窍志郘OO郔深阱滞滞

沁汜潜潜
,. 

完谛
莽郔

深空
二>吵

潜
滞耍
沁
郅
滞

9 
卜卜

^ 
,. ` 叩踞

心OO心.0OO N • 0 Q O ~0 O O.OO 巳.0O.Q 心OO.O心Q.亡Q N . 沮
?ll甥

o o ~ ~ O心心0亡
、

CO 
巳

^ ` 
` 

围土
心O-.户OO~ .Q Q ~.Q OO心.0• 巳0．OO0 心．00 Q .0 ~ O . 渊

冲囡l
O O OO O OO 0 0 0 -\ 

色台总妥尽区总总器
命半

....... .. 过囡
-心心00.... O亡Q兵>- \ 

炟
2
-
2

1970 

~
$
珊
序
画
涸
均
刲
2
．
完
商
田9
，
回
芯
皿2
．
宝
汜

朝
盎
买
谣
窑
邸

I

汁
漪
动
窃
汜
峦
君
客
芞(
1总
5
-

1
9
9
2
)

．表2-3大黑在1970年至1990年期问和其他酉家的成表李之比跤

1970 19九19721973 197" 1975 1976 1977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世界

欧洲共同侵

美岱

巳本

南蠕

台漕

香港

新加坡

泰＠

大思

t.d 4.1 4.8 6.2 2.0 0.8 4.7 4.0 4.3 3.3 2.1 1.3 0.4 2.4 4.1 3.1 2.9 3.1 4.1 3.1 1.5** 

4.8 3.5 4.4 6.1 1.8 -1.0 5.0 2.4 3.0 3.2 1.2 o.o 0.7 1.4 2.3 2.4 2.6 2.7 3.8 3.4 3.2 

0.3 2.7 4.9 4.9 -0.7 -1.0 4.8 4.6 5.2 2.1 -0.2 2.0 -2.5 3.7 7.0 3.7 2.0 3.5 4.4 2.5 1.1 

9. 4 4. 2 8. 4 7. 9 -1. 2 2. 6 4. 8 5. 3 5. 1 5. 2 4. 4 4. 4.2. 8 3. 2 5. 0 4. 4 3. 4 4. 0 5. 7,. 7 5.1 

8.8 9.2 5.9 14.4 7.9 7.5 13.2 10.9 10.9 7.4 -0.3 -3.0 5.7 10.9 8.6 5.3 2.7 11.1 11.5 6.1 8.4 

11.3 12.8 13.2 12.9 1.1 4.8 13.7 10.0 13.5 8.2 7.3 7.3 2.8 7.7 9.6 4.5 11.6 12.4 7.3 7.4 5.8 

6.2 5.0 9.7 16.4 2.2 0.2 17.1 12.5 9.5 11.7 10.9 10.9 3.0 6.5 9.5 -0.110.0 13.6 7.2 2.5 2.1 

13.7 12.5 13.4 11.5 6.3,.1 7.5 7.9 8.6 9.4 10.3 10.3 6.3 8.3 8.3 -1.6 11.8 8.8 11.1 9.2 7.9 

7.3 1., 4.3 9.4 5.4 7.1 7.2 7.2 10.1 6.1 5.8 5.8 4.1 5.5 5.5 3.2 3.5 6.6 13.2 10.8 10.2 

t.d 3.4 9.411.7 8.3 0.8 11.6 7.8 6.7 9.3 7.4 7.4 5.9 6.8 7.8一1.01.2 5.3 8.9 8.8 9.4 

炎料来深：MPEN(l991:12)

院00;t.d.：没有炎料

* 大黑财政比的推算及WPFA的预刹。

＊＊汜年的成畏豕是以西钙而不是以阮－钙岱扁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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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供
政
治
神
岳

一
一
大
思
网
饺
政
治
的
肿
析

(
1
9
8
5
-
1
9
9
2
)

I 76
 

表
2
-
4

19
90
年
大
黑
的
镜
入
及
籍
出
分
作
之
岱
家

锻
出

口
新
加
坡

能
和

I 
1

6
.9

%
 

美
辍

1
5

.8
%

 
巳
本

巨
秸
）
一

I 1
4

.9
%

 
I 
欧
洲
共
同
签

'
:
 

6
.3

%
 

束诏南疫 其
他
鬻
家

巳
本

I 2
4

.1
%

 
I 

锻
入

像
和

I 
1

6
.1

%
 

欧
洲
共
同
鹘

1
4

. 7
%

 

新
加
坡

1
5

.0
%

 
)
—

 

安
岛

4.
0

%
 

台
漕

5.
5%

 

其
它
困
家

1
9

.9
%

 

姿
料
来
语
：

Ja
ha

 ta
n

 P
er

an
g

k
aa

n
 M

al
ay

si
a 

(1
9

9
0

: x
ii

i)
。

院
明
：
束
朊
此
虔
亚
不
包
括
新
加
坡
。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窃
家
」
形
成
的
超
桯

．
表
2
-
5
大
黑

19
67

-
81
年
梭
出
及
桔
入
估
匿
民
生
痊
毛
额
之
比
例

七
G
N
P
的
百
分
比

年
代

出
口
（
已
禹
）

入
口
（
已
禹
）

G
N

P
 

出
口

入
口

19
67

 
4,

22
2 

4,
09

7 
9,

65
2 

43
. 7

 
42

.5
 

19
68

 
4,

65
4 

4,
41

7 
10

,0
71

 
46

.2
 

43
.9

 

19
69

 
5,

54
9 

5,
68

7 
10

,9
78

 
50

.5
 

42
.7

 

19
70

 
5,

60
2 

5,
39

7 
12

,1
55

 
46

.1
 

44
.4

 

19
71

 
5,

24
2 

5,
05

6 
12

,5
92

 
41

. 6
 

40
.2

 

19
72

 
5,

12
1 

5
,3

1
3

 
13

,8
42

 
3

7
.0

 
38

.4
 

19
73

 
7,

76
7 

6,
71

1 
17

,9
63

 
43

.2
 

3
7

.4
 

19
74

 
11

,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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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9

 
21

,8
61

 
5

0
.5

 
50

.3
 

19
75

 
10

,1
72

 
10

,0
71

 
21

,6
06

 
47

.1
 

46
.6

 

19
76

 
14

,5
54

 
11

,6
20

 
26

,9
88

 
5

3
.9

 
43

.l
 

19
77

 
16

,2
79

 
13

,7
11

 
31

,0
64

 
5

2
.4

 
44

.1
 

19
78

 
18

,5
92

 
16

,4
56

 
34

,6
59

 
53

.6
 

47
.3

 

19
79

 
26

,0
29

 
21

,0
56

 
42

,6
30

 
61

.1
 

50
.6

 

19
80

 
30

,6
94

 
29

,1
40

 
49

,9
35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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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8

.4
 

19
81

 
28

,8
23

 
23

,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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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2

 
53

.0
 

60
.8

 

1
9

6
7

-7
1

 
25

,2
69

 
23

,6
54

 
55

,4
48

 
4

5
.6

 
42

.7
 

1
9

7
2

-
76

 
48

,6
57

 
44

,7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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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6

0 
4

7
.6

 
43

.7
 

1
9

7
7

-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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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41

7 
11

3,
87

2 
21

2,
69

0 
56

.6
 

53
.5

 

卖
料
来
潦
：
引
自

K
h
o
r

K
ok

 P
en

g 
(1

98
3

: 8
7)

。

7
7

 

229



解
祸
政
治
祁
岳

一
大
烯
网
炽
政
治
的
弈
析

(
1
9
8
5
-

19
92

) 

表
2
-
6
大
黑
钮
渭
镇
坟
的
分
佃

19
70
年
及

19
90
年

}
f
 

j
噜

19
70

a)
 

19
90
目
裸

19
90
逢
成

, 

七
岱
民
生
程
筒
烦
（
已
分
比
）

攫
棠
及
木
材
棠

29
.0

 
19

.7
 

18
.7

 
磺
棠
＠

13
.7

 
2.

6 
9.

7 
艘
达
集

13
.9

 
26

.2
 

27
.0

 
霆
袋
棠

3.
8 

4.
7 

3.
5 

胶
楞
棠

36
.2

 
钻
．
3

42
.3

 

七
全
岱
努
力
（
百
分
比
）

攫
棠
及
木
材
棠

53
.5

 
35

.1
 

27
.8

 
磺
集

2.
6 

1.
5 

0.
6 

艘
迭
棠

8.
7 

16
.8

 
19

.5
 

建
菜
棠

2.
7 

3.
6 

6.
4 

股
拐
棠

32
.5

 
43

.0
 

45
.7

 

目
憬

完
成

19
70
年
至

19
90
年
的
成
畏
豕
：

(%
) 

(%
) 

晨
棠
及
木
材
棠

5.
4 

4.
4 

滇
棠

Q
)

3.
8 

4.
9 

艘
违
棠

12
.2

 
10

.3
 

建
袋
棠

8.
3 

6.
4 

胶
努
棠

8.
5 

7.
6 

貌
00

:
a)

l9
70
年
價
格
扁
洼

＠
包
括
石
油
及
天
然
氛

贲
料
来
潦

：
G
o
v
e
r
n
m
e
n
t

of
 M

al
ay

si
a 

(1
99

1a
: 4

6)
。

勹
O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惯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
表
2
-
7
大
爬

1
9
6
0
-
1
9
8
1
年
五
檀
主
要
鞋
出
湮
品
之
惘
况

年
代

鼓
出
（
百
苠
）

橡
僇

鍚
石
泊

棕
油

木
材

能
共

19
60

 
3,

63
3 

55
 

14
 

4 
2 

5 
80

 
19

61
 

3
,2

3
8

 
48

 
17

 
3 

2 
6 

76
 

19
62

 
3

,2
6

0
 

45
 

19
 

3 
2 

7 
76

 
19

63
 

3,
33

0 
44

 
19

 
3 

2 
8 

76
 

19
64

 
3

,3
8

2
 

41
 

22
 

3 
2 

9 
77

 
19

65
 

3
,7

8
3

 
39

 
23

 
2 

3 
10

 
77

 
19

66
 

3
,8

4
6

 
38

 
21

 
3 

3 
12

 
77

 
19

67
 

3
,7

2
4

 
34

 
20

 
3 

3 
16

 
86

 
19

68
 

4,
12

3 
33

 
20

 
4 

3 
17

 
77

 
19

69
 

5,
05

5 
40

 
19

 
3 

3 
15

 
80

 
19

70
 

5,
16

2 
33

 
20

 
4 

3 
17

 
79

 
19

71
 

5,
01

7 
29

 
18

 
8 

5 
17

 
80

 
19

72
 

4
,8

5
4

 
27

 
19

 
5 

8 
18

 
76

 
19

73
 

7,
37

3 
34

 
12

 
4 

7 
21

 
77

 
19

74
 

10
,1

95
 

28
 

15
 

7 
6 

15
 

76
 

19
75

 
9,

23
1 

22
 

13
 

9 
11

 
12

 
70

 
19

76
 

13
,4

42
 

23
 

11
 

13
 

14
 

17
 

73
 

19
77

 
14

,9
59

 
2

3
 

11
 

13
 

9 
15

 
74

 
19

78
 

17
,0

94
 

21
 

12
 

13
 

12
 

14
 

71
 

19
79

 
24

,2
19

 
19

 
10

 
17

 
11

 
17

 
73

 
19

80
 

28
,2

01
 

16
 

9 
24

 
9 

13
 

71
 

19
81

 
25

,7
38

 
14

 
8 

27
 

12
 

14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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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裨
岳

大
腮
邓
粽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迈
：
大
焉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窃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8
} 

(B
)
「
五
一
三
」
植
族
暴
勤
及
新
杻
酒
政
策

正
赏
思
来
西
亚
在
六
十
年
代
末
期
展
阱
其
出
口
导
向
的
工
桨
化
策

略
峙
，
一
件
意
想
不
到
的
事
件
淫
撼
了
整
佪
思
来
西
亚
，
赏
然
在
相
赏

大
的
程
度
上
也
改
畟
了
大
思
的
政
治
、
经
济
及
意
哉
形
怹
的
面
貌
，
那

就
是
一
九
六
九
年
全
国
普
遗
倓
三
天
一
一
五
月
十
三
日
所
登
生
秞
族
衙

突
事
件
。
我
们
晋
惯
桶
之
玛
「
五
一
三
」
穗
族
暴
助
或
衙
突
。
根
捷
官

方
統
虷
道
暴
勋
造
成
一
九
六
人
丧
命
，
四
三
九
人
受
倡
，
九
于
一
百
四

十
三
人
被
拘
捕
（
全
囡
行
助
理
事
合
，

19
69
:

89
 -

92
)
。
另
一
方

面
，
五
月
十
五
日
最
高
元
首
也
宣
怖
全
囡
造
人
「
紧
急
状
怹
，
终
止
跷

合
的
理
作
」
，
改
由
一
佪
「
囡
家
行
助
理
事
合
」
（

Na
ti
on
al

O
p

er
a­

ti
o

n
 C
ou

nc
il

)
統
治
囡
家
，
由
赏
峙
的
副
首
相
敦
拉
藷
出
任
主
席
，

另
有
陳
修
信
（
赏
峙
思
華
的
绝
合
畏
）
，
善
班
丹
（
印
大
囡
大
黛
主

席
）
及
四
位
平
岱
和
公
共
事
粉
政
府
首
畏
组
成
整
的
的
理
事
合
。
道
是

紧
急
描
力
的
統
治
，
民
速
政
府
被
捆
置
，
柬
姑
雏
乃
觅
首
相
，
但
已
没

有
页
椎
，
最
倓
他
也
於
一
九
七
0
年
九
月
廿
一
日
酢
哦
，
由
敦
拉
藷
接

任
(S

ye
d

H
us

se
in

 A
la

ta
s,

 
19

72
: 

27
3)
；
而
谈
合
则
延
至
一

九
七
一
年
二
月
才
恢
役
理
作
。
迼
段
囡
合
停
止
理
作
的
廿
一
佪
月
，
代

表
著
大
思
囡
合
民
主
的
死
亡
，
幸
好
赏
峙
的
囡
家
领
淳
人
主
勋
放
粲
了

、

... 
灶

32
:
窑
特
「
岱
家
行
勤
理
事
含
」
成
员
之
一
的
伊
斯
遇
笆
生

(D
r.

T
u

n
 I

s­

ma
il
，
俊
出
任
削
首
相
，
於
一
九
七
三
年
八
月
云
世
）
酋
宦
梢
「
民
王
惫
政

已
死
亡
」
，
帮
家
将
以
行
勤
理
孚
含
的
方
式
统
治
下
去
，
但
俊
又
改
燮
初
哀

(L
e
o

 A
h 

-
b

an
g

, 
19

75
: 

88
)

。

80
 

以
「
国
家
行
助
理
事
合
」
畏
久
統
治
的
主
张
（
砫

32
)
，
保
存
了
大

焉
那
黏
民
主
京
政
的
架
横
，
俭
管
已
经
奄
奄
一
息
，
但
乃
是
重
要
的
，

因
玛
囡
家
的
精
英
亚
没
有
完
全
否
定
民
主
政
治
的
需
要
。

腑
於
「
五
一
三
」
的
资
生
，
各
方
都
有
不
同
的
说
法
，
也
没
有
一

定
的
结
涂
；
有
的
说
是
共
彦
黛
预
谋
的
，
另
有
说
法
是
巫
統
内
部
激
迪

的
少
壮
派
之
政
畟

(a
fo

rm
 o

f 
co

up
 -

d
et

at
) 

(L
a
 ti

ff
, 

19
77

: 

16
)
，
以
便
推
倒
他
们
不
滴
已
久
的
柬
姑
之
领
淳
；
亦
有
人
腮
焉
是
六

九
年
大
遗
倓
反
封
黛
的
滕
利
，
使
非
思
来
人
走
上
街
顼
避
行
以
度
祝
滕

利
，
激
怒
了
思
来
群
亲
。
如
今
再
回
额
赏
然
也
燕
法
釐
清
全
部
的
真

像
，
上
面
的
因
素
都
各
有
成
份
，
其
中
的
直
接
原
因
自
然
和
六
九
年
大

遗
有
阴
，
但
逍
往
往
是
现
象
的
最
倓
腑
颐
，
其
中
的
政
治
、
经
济
及
意

哉
形
怹
的
因
素
早
已
在
累
稹
中
。
然
而
，
胚
史
也
没
有
必
然
性
的
预

展
。
如
果
赏
峙
非
焉
来
人
没
有
上
街
避
行
亚
作
出
激
怒
焉
来
人
的
助
作

和
口
虢
，
而
巫
統
的
一
些
领
淳
人
也
没
有
探
取
反
般
的
群
浆
大
聚
合
，

也
许
「
五
一
三
」
不
必
然
合
资
生
。
道
梩
顽
人
的
行
助
很
重
要
，
尤
其

是
巫
統
少
壮
派

(
y
o
u
n
g

tu
rk

s)
 
，
他
侗
席
是
起
了
相
赏
主
淳
性
的

作
用
。
在
往
倓
的
炊
月
梩
，
其
贡
我
们
亦
看
到
少
壮
派
的
掌
罹
（
现
今

的
首
相
焉
哈
迪
瞥
生
是
常
峙
反
驸
柬
姑
最
激
烈
的
少
壮
派
领
袖
之
一
，

曾
被
柬
姑
朋
除
其
巫
統
的
黛
籍
）
，
亚
推
勋
了
他
们
改
燮
思
来
西
亚
的

心
颖
（
砫

33
)
。
徙
道
黏
看
来
，
巫
統
遠
是
大
思
政
治
、
经
济
畟
遵

的
主
淳
力
量
。

理
解
追
一
黏
，
我
侗
就
可
以
导
到
一
些
畟
逜
的
眽
胳
。
上
筛
提
到

思
来
人
的
民
族
主
羲
的
掖
张
，
巳
出
现
土
著
主
装
的
萌
芽
，
道
是
有
根

拟
的
。
一
九
六
五
年
的
第
一
届
土
著
经
济
大
合
的
賤
案
就
表
明
：
「
如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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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恬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两
饺
政
治
的
异
析

(
1
9
8
5
-

19
92

) 

qA
 

果
土
著
不
能
在
腰
家
的
经
济
中
估
有
一
席
之
位
，
那
废
未
来
非
土
著
将

不
能
被
保
瞪
在
和
平
及
安
全
中
造
行
他
们
的
经
济
活
助
。
」

(G
o

v
er

n
m

en
t 

o
f 

M
al

ay
si

a,
 

19
68

: 
41

)
。
迼
好
像
就
是
「
五

一
三
」
事
件
的
伏
筑
。
而
「
五
一
三
」
之
倓
最
重
要
的
畟
化
也
就
是
新

经
济
政
策
的
制
定
舆
推
行
，
以
重
组
大
思
的
经
济
活
助
（
各
民
族
经
济

股
罹
之
重
组
）
，
正
可
看
出
大
思
政
治
和
经
济
畟
逜
的
相
腑
性
。
因
此

我
侗
可
道
桄
脱
：
「
五
一
三
」
是
思
来
人
的
「
经
济
民
族
主
装
」

(e
co

n
o

m
ic

 n
at

io
n

al
is

m
) 
相
封
於
早
期
四
十
年
代
的
「
政
治
民

族
主
羲
」
（

po
li

ti
ca

l
n

at
io

n
al

is
m

) 
(H

o
 K

li
ai

 L
eo

n
g

, 
19

88
: 

40
)
抬
强
进
程
中
的
偶
然
事
件
，
它
加
速
了
局
来
人
掌
握
囡
家
经
济

资
源
的
步
躲
。
因
此
，
即
使
没
有
「
五
一
三
」
，
思
来
人
一
—
巫
統

的
官
僚
资
本
家

(B
ur
ea
uc
ra
ti
c

C
ap

it
al

is
ts

, 
Jo

m
o

, 
19

86
: 

xi
)
（
砫

34
)
一
揉
合
在
控
制
了
更
多
的
函
家
横
腑
倓
，
最
终
暹
用
迼

些
囡
家
根
购
的
描
力
去
逵
到
经
渣
资
源
的
更
大
之
分
配
。
简
單
来
说
，

「
五
一
三
」
踱
巫
統
更
有
正
常
性
去
资
捆
国
家
根
腕
的
「
汲
取
性
」
之

功
能
。 如
果
说
一
九
六
九
年
之
前
有
所
講
的
政
治
支
配

(p
ol

it
ic

al

h
e
g
e
m
o
n
y
)
和
经
济
支
配

(
e
c
o
n
o
m
y
h
e
g
e
m
o
n
y
)
的
分
歧
而
彦

... 

狂
33
:
思
后
迁
目
生
在
「
五
—
三
」
倰
窝
了
菩
名
的
（
焉
来
人
的
困
境
〉
一
雪
，
巨
已

熙
器
地
道
出
思
来
西
亚
需
要
一
塌
有
酐
剔
的
「
革
令
」
，
而
七
十
至
八
十
年
代

的
大
焉
燮
漫
，
正
是
思
后
迁
胜
生
雯
改
燮
屈
来
西
亚
的

1队
保
之
逐
步
寅
琨
的
迅

程
(
M
a
h
a

th
ir

, 
19

89
: 

10
3)

。

第
二
章
大
屈
政
饱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生
「
支
配
的
危
横
」

(c
ri

si
s

o
f 

h
eg

em
o

n
y

) 
—
—
即
思
来
官
僚

及
皇
族
在
缺
乏
经
济
基
磋

(e
co
no
mi
c

ba
se

)
的
情
况
下
接
管
了
英

囡
人
留
下
的
囡
家
根
防
，
燮
成
只
是
部
份
支
配

(f
ra
ct
io
n

he
ge

­

m
o

n
y

) 
(L

im
 M

ah
 H

u
i 

&
 W

iU
ia

m
 C

an
ak

, 
19

81
: 

21
0)

 
那
磨
他
侗
在
「
五
一
三
」
之
俊
，
已
缆
準
催
牁
逍
部
份
的
支
配
脱
畟
成

一
佪
整
骰
的
支
配
播
力
（

he
ge
mo
ni
c

bl
oc

 i
n

 p
ow

er
)
，
以
解
决

支
配
危
根
的
不
协
颉
性
，
逵
到
整
髓
稳
熊
结
槽
的
出
现
。
因
此
，
我
侗

可
以
说
，
巫
統
在
「
五
一
三
」
之
倓
，
已
缆
全
横
掌
握
了
大
局
大
部
份

的
囡
家
根
腑
，
或
至
少
他
们
是
最
终
的
决
定
者
。

最
俊
，
常
新
经
济
政
策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五
月
以
大
局
第
二
佪
五
年

叶
剌
揭
卧
它
的
二
十
年
之
重
组
社
合
的
工
程
峙
，
它
遠
加
上
另
一
佪
不

分
穗
族
消
减
贫
穷
的
目
棵
。
但
是
，
不
用
说
，
新
经
济
政
策
的
重
黏
一

向
来
都
是
重
组
社
合
，
以
完
成
一
佪
局
来
工
商
社
合
（

Ma
la

y
In

­

d
u

st
ri

al
 -

bu
si

ne
ss

 c
o
m
m
u
n
i
t
y
)
—
用
階
级
的
字
眼
，
它
就
是

培
誉
焉
来
资
痊
階
级

(M
al

ay
-
bo
ur
ge
oi
si
e)
，
用
以
累
稹
焉
来

资
本

(
M
a
l
a
y

ca
p

it
al

) 
(J

o
m

o
, 

19
86

; 
M

aa
ru

f,
 

19
88

, 
M

a­

h
am

ad
 A

b
d

ab
, 
19
89
)

。

驻
34

:
拔
Jo

mo
的
祝
法
，

bu
re
au
cr
at
ic

ca
pi

ta
li

st
s
也
可
祸
扁

st
at

is
t 

ca
 pi

 ta
!-

lsts即岱
家炎本

家，墨
於页程

階极的
红(fr

actmn
of

 b
ou

r-
I 

g~
oi
si
e)
之
一
，
乃
遣
用
控
制
及
影
蕾
岱
家
饿
胜
的
方
式
来
累
横
页
本

(J
om

o,
 1

98
6:

 
x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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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
岳

大
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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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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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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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8

5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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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饱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四
族
既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过
程

徙
表

2-
8
所
示
，
新
经
济
政
策
卉
行
前
，
思
来
人
（
土
著
）
有

66
.2
％
徙
事
展
柴
，
但
到
了
一
九
九
O
年
峙
已
降
到

29
.0

%
（
半

岛
）
，
第
二
及
第
三
植
的
相
院
之
工
商
柴
，
也
已
分
别
徙

12
.1
％
及

21
. 
7％
增
加
到

30
.

5％
及

40
.5
%
。
焉
来
社
合
可
脱
已
改
畟
了
，
所

睛
的
思
来
工
商
社
合
已
形
成
；
而
思
来
人
擁
有
公
司
的
股
横
也
已
徙
一

九
七
O
年
的

2.
4％
增
加
到

28
.7
%
（
包
括
委
托
人
公
司
）
，
经
济
贲

源
的
分
配
可
脱
相
赏
快
而
惊
人
。
道
就
是
新
经
济
政
策
制
定
以
前
所
没

有
的
，
更
是
「
五
一
三
」
之
前
没
能
想
像
的
，
因
此
，
巫
統
作
玛
道
一

切
的
资
助
者
—
一
套
取
、
控
制
及
速
用
囡
家
横
陇
的
描
力
去
创
造
焉

来
新
輿
的
资
痊
階
级
，
但
是
，
「
绝
封
的
描
力
，
造
成
绝
射
的
腐

化
」
，
它
亦
焉
日
倓
巫
統
的
分
裂
—
—
经
济
资
源
分
配
的
孚
套
，
窝

下
了
伏
笨
！

(C
)
徙
腺
盟
到
圉
陲
：
以
黛
治
圉
的
威
擢
之
形
成

常
「
五
一
三
」
鹿
生
加
速
巫
統
控
制
囡
家
经
济
资
源
之
分
配
的
步

伐
峙

，
它
同
峙
也
痊
生
另
一
穗
效
恋
，
即
政
治
上
造
一
步
的
支
配
和
控

制
—
—
一
穗
近
乎
「
锺
族
霸
横
」

(e
th
ni
c

he
ge

m
on

ic
) 
的
政
黛

辙
盟
—
—
囡
民
阵
统
（

Na
ti
on
al

Fr
on

t
或

Ba
ri

sa
n

N
as

io
n­

al
,
简
稍
即
阵
）
取
代
背
有
的
骄
盟
出
现
於
大
思
的
政
治
结
横
梩
顽
。

原
本
在
六
十
年
代
巫
統
已
经
在
糊
盟
取
得
支
配
之
地
位
，
但
迶
植
支
配

只
是
糊
盟
三
黛
的
支
配
，
糊
盟
以
外
的
政
黛
亚
没
有
受
到
支
配
。
雏
然

那
峙
国
家
根
贿
已
大
部
份
思
来
化
，
但
迼
些
没
有
受
支
配
的
在
野
黛
仍

然
有
潜
能
挑
戙
巫
統
所
支
配
的
囡
家
政
骰
－
－
一
一
九
六
九
年
大
遗
糊

盟
的
挫
败
，
正
代
表
迶
支
配
艘
系
的
不
穗
固
，
因
此
，
现
在
恋
该
是
支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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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供
政
治
裨
岳

大
熙
两
保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祁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拉
族
威
偌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遏
桯

7
} 

配
在
野
黛
的
政
治
势
力
之
峙
候
了
。
囡
阵
正
是
在
道
株
的
背
景
下
逐
渐

成
形
的
。 追
佪
说
法
赏
然
是
正
确
的
，
但
只
是
说
明
了
，
一
部
份
的
真
相
和
背

景
。
道
部
份
只
是
徙
政
治
和
穗
族
阿
孚
的
角
度
所
看
到
的
，
另
一
部
份

只
有
徙
揆
家
经
清
的
登
展
位
置
及
巫
統
欲
以
囡
家
极
腑
的
描
力
去
塑
造

一
批
焉
来
资
库
階
级
的
角
度
才
能
更
加
透
微
的
了
解
。
就
像
前
面
所
分

析
遇
的
，
大
焉
在
七
十
年
初
正
展
朋
其
出
口
淳
向
的
工
桨
化
叶
割
，
匮

家
正
需
稳
定
的
政
治
璞
境
以
吸
引
外
资
；
而
巫
統
也
正
推
行
新
经
济
政

策
一
一
透
逸
困
家
资
本
主
教
的
形
式
去
介
人
经
济
的
资
展
，
以
造
就

新
典
的
，
焉
来
资
座
階
级
，
道
也
需
要
最
少
的
反
射
势
力
之
于
衱
，
踉
巫

統
全
心
全
意
去
推
展
她
的
政
策
。
要
怎
揉
才
能
逵
到
迼
揉
的
政
治
璞
境

呢
？
那
就
是
减
少
政
治
活
助
和
缩
小
政
治
跪
团

(t
on

e
do

w
n 

p
o

li
t­

ca
l 

ac
ti

vi
ti

es
 &

 w
it

h
d

ra
w

 p
ol

it
ic

s 
fr

o
m

 p
ub
li
c,
见

La
ti

ff
, 

19
77

: 
16

2;
 

M
aa

ru
f,

 1
98

8:
 
13

7)
，
以
逵
到
控
制
政
治
的
效
果
。

捷
La
ti
ff
的
分
析
，
那
晇
蔑
於
反
封
黛
的
回
教
黛
主
席
率
督
阿
斯
里

(D
at

u
k

 A
sr

i)
，
民
政
黛
主
席
林
苍
佑
及
人
民
造
步
黛
主
席

S.
P

. 

西
尼
華
沙
甘

(S
.

P
. 
Se
en
iv
as
ag
am
)
（
砫

35
)
都
有
颊
似
的
想

法
，
因
此
他
们
和
赏
峙
的
首
相
教
拉
藷
有
意
组
成
游
合
政
府
，
最
倓
乃

鹿
生
组
成
囡
阵
的
主
张

(1
97
7:

16
2)

。

因
此
囡
阵
的
彦
生
不
但
有
政
治
上
考
感
，
更
重
要
的
是
经
济
资
展

及
培
誉
焉
来
资
鹿
階
级
的
因
素
，
它
需
要
政
治
的
控
制
。
誰
然
六
九
年

大
遗
糊
盟
受
挫
，
但
失
利
最
大
的
乃
是
焉
華
，
而
巫
統
受
影
菩
不
大

（
砫

36
)
。
在
「
隧
家
行
助
理
事
合
」
統
治
期
阴
，
巫
統
更
有
效
地

R
R

 

控
制
了
囡
家
横
阴
（
尤
其
是
治
安
的
根
棉
）
。
因
此
，
要
理
用
强
大
的

囡
家
根
阴
横
力
去
等
组
辙
合
政
府
，
乃
至
於
揆
阵
，
封
巫
統
来
脱
恋
是

不
太
雄
的
。
因
此

St
ep

he
n
C
h
e
e
脱
，
团
阵
的
结
盟
好
像
更
似
巫
統

的
「
协
誘
遗
拔
」

(
c
o

-
o

p
ta

ti
o

n
 b

y 
U

M
N

O
) 

(1
9

8
7

: 
14

6)
 

之
成
功
。
和

Ja
gu

ar
ib

e
所
说
的
「
囡
家
资
本
主
袭
…
…
在
囡
家
经
济

方
面
都
扮
演
更
大
的
角
色
，
描
力
的
行
使
，
经
常
透
遏
「
协
透
遴
拔
」

(c
o

 -
op

ta
ti
on
)
结
合
全
民
投
票
的
形
式
」

(J
ag
ua
ri
be
,

19
73

: 

2
8
2
-
2
8
3
)
似
乎
很
相
近
。
因
此
囡
阵
的
成
立
更
有
利
於
日
倓
推
助
巫

統
所
推
行
的
囡
家
资
本
主
羲
之
资
展
策
略
。

於
是
，
我
侗
看
到
州
辦
合
政
府
逐
步
成
立
，
首
先
是
在
一
九
七
0

年
七
月
七
日
和
砂
膀
越
的
人
糊
黛
（
砫

37
)
组
成
砂
州
膀
合
政
府
，

一
九
七
二
年
二
月
三
日
组
成
轿
盟
和
民
政
黛
的
梢
州
新
合
政
府
，
一
九

七
二
年
五
月
一
日
和
霹
猴
州
的
人
民
迪
步
黛
结
合
，
再
来
是
一
九
七
三

年
一
月
一
日
和
吉
刺
丹
的
回
教
黛
逵
成
协
敲
；
赏
逍
一
切
吸
纳
收
编
反

封
黛
努
力
成
功
以
{
!
,
囡
民
阵
缭
才
於
一
九
七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正
式
成

立
（
谢
诗
坚
，

19
84

:
2

3
0

-
25
0)
，
亚
以
囡
阵
的
新
旗
俄
（
一
座
天

秤
，
代
替
轿
盟
的
帆
船
镖
韩
）
来
参
加
较
倓
犁
行
的
全
囡
大
遗
，
结
果

囡
阵
大
滕
（
注

38
)
，
一
洗
隔
盟
的
败
局
，
展
朋
了
囡
阵
的
新
峙
代

—
一
直
到
今
天
一
九
九
三
年
仍
然
竖
立
不
倒
！

驻
35

:
＠
教
黛
及
民
政
黛
常
特
分
别
埶
政
吉
颐
丹
和
员
跋
州
政
府
，
而
人
民
造
步
黛
在

霹
震
州
也
掌
握
多
数
，
肠
橙
逐
步
和
迟
些
州
遠
成
州
的
盼
合
政
府
，
晟
俊
才
到

中
央
姐
成
岱
陆
。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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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一
一
大
思
炳
饮
政
治
的
牉
析

(
1
9
8
5
-

19
92

) 

7
3
 

囡
阵
在
成
立
之
初
，
雏
受
到
思
華
的
粪
践
，
但
是
在
巫
统
强
大
的

势
力
之
下
，
思
華
在
囡
阵
成
立
的
遏
程
中
可
说
只
有
接
受
的
份
兄
，
因

此
赏
峙
的
思
華
代
怹
合
畏
李
三
春
只
好
脱
：
「
只
要
焉
華
在
国
阵
中
不

失
去
她
的
身
份
和
立
场
，
堪
组
成
玛
伸
张
華
人
政
治
颍
望
及
反
映
華
人

心
觉
的
政
治
根
横
，
就
如
巫
統
代
表
思
来
人
政
治
颜
望
的
根
横
一
棵
，

则
焉
華
将
支
持
囡
民
阵
绿
。
」
（
引
自
杨
建
成
，

19
82

:
27

6)
。
道
代

表
著
焉
華
在
囡
阵
的
地
位
已
不
如
嘟
盟
峙
代
，
而
我
们
更
知
道
在
磅
盟

峙
代
的
六
十
年
代
，
巫
統
贡
隙
上
已
经
取
得
支
配
描
。
而
到
了
囡
阵
的

琅
境
，
焉
華
雏
是
匮
阵
的
第
二
大
黛
，
但
根
本
上
，
巫
統
是
老
大
哥
的

霸
罹
地
位
，
焉
華
已
不
是
惑
盟
的
伙
伴
而
是
小
老
弟
了
。
雄
怪
林
晃
界

脱
：
「
囡
民
阵
绿
的
多
黛
辙
合
阵
综
形
式
削
弱
了
焉
華
公
合
和
印
度
囡

大
黛
的
独
族
代
表
性
，
浓
固
了
巫
統
在
国
阵
梩
「
唯
我
猾
尊
」
的
地

位
，
郤
又
掩
盔
了
其
「
一
黛
荨
政
」
的
页
贺
。
」
（

19
86
c)

。
因

此
，
徙
政
黛
骰
系
来
看
，
囡
阵
是
巫
統
一
黛
支
配

(
o
n
e

-
p

ar
ty

 

do
m

in
an

ce
) 
的
工
具
，
整
佪
囡
家
炭
乎
都
在
巫
統
的
支
配
常
中
。

道
是
巫
統
柄
霸
的
峙
代
！

^ 

驻
36
:
在
六
九
年
大
落
成
识
中
，
肋
盟
猩
待
—
百
零
四
席
中
的
穴
十
六
席
，
而
其
中
巫

統
五
十
一
席
，
思
華
十
三
席
，
帮
大
黛
二
席
，
可
旯
巫
統
失
利
不
大
。

` 
驻

37
：
人
腺
黛

(
S
a
r
a
w
a
k

U
n

it
ed

 P
eo

p
le

 P
ar

ty
, 
砂
楞
越
人
民
卧
合
黛
，
俗

祸
人
腺
黛
）
是
一
以
砂
州
華
裔
扁
主
的
左
翼
政
党
，
扣
入
砂
州
卧
合
政
府
之

俊
，
其
左
沉
色
彩
逐
渐
饿
少
，
燮
成
代
表
砂
州
華
裔
的
政
黛
。

狂
38
:
岱
陆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八
月
四
巳
垦
行
的
大
遇
中
，
赢
取
了
—
百
一
十
四
席
（
半

层
而
已
）
中
的
一
百
零
四
席
，
反
罚
黛
只
剢
下
十
席
，
和
穴
九
年
的
卅
八
席
可

貌
差
了
一
大
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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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运
：
大
腮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夔
及
其
政
治
祁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屈
楛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其
贲
那
峙
的
首
相
敦
拉
藷
更
有
意
成
立
一
黛
政
府

(o
ne
-p
ar
­

ty
 g

ov
er

nm
en

t)
 

(1
9

7
8

: 
99

)
形
成
一
佪
一
黛
制
囡
家

(
o
n
e

-

p
ar

ty
 s

ta
te

) 
(L

a
ti

ff
, 

19
77

:1
63

)
；
但
赏
峙
的
束
姑
及
焉
哈
迪

瞥
生
都
不
表
赞
成

(i
bi

d:
16

3)
（
砫

39
)
，
一
黛
制

(o
ne

pa
rt

y 

sy
st

em
)
乃
燮
成
如
今
的
一
黛
支
配
制

(o
ne

-
p

ar
ty

 d
om

in
an

ce
 

sy
st

em
)

。

徙
政
府
的
管
理
角
度
来
看
，
「
巫
統
的
霸
槛
地
位
已
控
制
了
囡
阵

政
府
的
自
主
性
，
一
九
六
九
年
倓
的
政
治
现
贲
是
黛
一
—
即
巫
統
支

配
了
政
府
。
」

(S
te

ph
en

C
h

ee
, 

19
87

: 
14
6)
，
逍
正
是
巫
統

「
以
黛
治
国
」
的
峙
代
！
其
贡
敦
拉
藷
在
一
九
七
0
年
九
月
廿
二
的
接

任
首
相
眺
位
峙
说
遏
迼
楛
的
括
：
「
道
佪
政
府
是
基
於
巫
統
组
成
的
，

我
把
迼
佪
责
任
交
给
巫
統
，
以
使
巫
統
能
决
定
其
形
成
一
—
政
府
廊

跟
随
巫
統
的
颜
望
和
需
求
—
—
亚
贲
施
由
巫
統
决
定
的
政
策
。
」
（
引

自
星
横
日
軗
，

19
86
年

7
月

15
日
）
。
那
度
，
跟
然
囡
阵
的
组
成
乃

是
黛
政
府

(p
ar
ty

go
ve

rn
me

nt
)
的
形
式
的
落
穴
，
囡
阵
的
峙
代

也
是
以
黛
治
国
的
峙
代
！
更
是
巫
統
的
真
正
的
峙
代
！
道
些
都
是
巫
統

经
胚
了
多
次
的
政
治
阿
孚
中
，
直
到
七
十
年
代
初
才
完
全
地
弯
取
和
控

制
了
困
家
根
阴
。
而
迶
些
更
可
賤
囡
阵
政
府
在
日
倓
探
用
更
多
的
威
播

手
段
来
推
行
其
政
策
一
—
登
展
囡
家
经
济
及
培
荌
焉
来
资
座
階
级
！

(D
)
統
治
陛
极
的
桔
盟
和
威
罹
措
施
的
方
式

直
到
目
前
玛
止
，
我
侗
徙
殖
民
的
剥
削
統
治
、
锺
族
相
孚
、
階
级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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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网
踩
政
治
的
豜
析

(1
98
5-

19
92

) 

1
4
 

阿
孚
和
器
家
经
济
登
展
去
理
解
大
思
的
政
治
型
怹
的
辖
畟
，
呈
现
出
各

秞
即
面
造
成
如
今
的
统
治
形
怹
，
现
在
是
我
们
想
结
迼
群
統
治
階
级
结

盟
的
背
景
以
及
他
们
所
页
行
的
威
罹
統
治
之
手
段
和
方
法
。
常
然
道
是

一
佃
很
简
略
地
回
颇
舆
恕
结
，
但
巳
足
钧
哉
我
们
理
解
迼
些
纷
乱
的
政

治
现
象
之
背
面
。

(1
)
徙
外
阔
资
本
家
、
皇
族
、
民
族
置
辦
、
焉
来
官
僚
到
阔
家

资
痊
階
级
、
皇
族
、
華
裔
资
痊
階
级
和
精
英
份
子

常
恩
来
亚
快
要
猾
立
的
峙
候
，
英
囡
人
找
到
勒
盟
作
觅
接

管
新
囡
家
的
人
遗
，
而
且
是
没
有
经
逊
流
血
武
装
革
命
孚
取
而

接
管
英
囡
人
留
下
的
囡
家
根
院
，
迼
黏
跟
然
有
其
内
在
的
背

景
，
原
本
英
囡
的
追
些
外
囡
资
本
家
早
已
和
思
来
皇
族
结
盟
統

治
思
来
亚
，
而
四
五
十
年
代
的
民
族
贤
辦
（
即
華
裔
资
本
家

－
欧
洲
资
本
家
的
招
辦
）
和
思
来
官
僚
一
一
陳
修
信
和
拿

督
翁
是
道
两
股
势
力
的
最
佳
代
表
，
乃
和
原
有
的
統
治
階
级
组

蛾
成
掖
大
的
豚
伍
，
接
管
新
国
家
。
他
们
结
盟
在
新
囡
家
梩
保

有
各
自
的
利
益
，
亚
打
擘
左
派
，
镇
座
焉
来
亚
共
座
黛
（
砫

狂
39

:
如
今
在
＠
酮
腮
吃
起
四
生
的
所
作
所
急
，
他
可
被
徊
恁
「
大
思
钩
腮
奇
雄
利
」

(M
a
la

y
si

a
's

 M
ac

hi
av

el
li

,
民

Za
kr

y
A

b
ad

i,
 1

99
0)
亚
不
意
外
，
他

是
船
度
雄
｝
心
＼
禹
仅
，
似
魔
鬼
又
像
天
使
，
即
尊
断
（
近
似
凳
裁
了
）
但
又
不
完

全
放
竞
民
主
政
治
，
九
二
年
更
和
思
来
环
丹
门
争
，
逮
打
捞
了
—
塌
「
君
民
」

相
争
的
民
主
门
争
。
但
酘
然
他
目
前
亚
不
打
算
放
窦
器
陆
所
谊
有
的
趋
多
威
霪

手
段
及
措
施
（
包
括
法
令
）
，
因
岛
以
他
雯
将
大
思
燮
成
一
包
先
淮
工
棠
岱
的

雄
心
，
已
些
既
罹
的
手
段
是
必
雯
的
，
一
如
岱
陆
最
初
成
立
以
翌
展
妞
酒
的
想

法
是
一
禄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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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密
的
形
成
、
滨
畟
及
其
政
治
种
岳
的
建
立

-
－
「
袒
族
威
罹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迡
桯

40
)
，
整
佪
五
十
年
代
就
是
道
群
具
有
资
鹿
階
级
背
景
的
上
階

統
治
階
级
成
功
打
座
了
左
派
，
取
得
掌
控
新
囡
家
的
摧
力
。

狠
立
倓
椋
諒
著
迼
批
新
統
治
階
级
之
朋
的
内
阿
—
—
以

華
裔
和
思
来
人
的
名
袭
去
兢
相
孚
取
控
制
囡
家
极
陇
，
结
果
砐

聚
了
巫
族
民
族
主
袭
力
批
的
巫
統
取
得
支
配
囡
家
罹
力
的
基

磋
，
思
来
西
亚
燮
成
一
佪
多
元
的
社
合
，
但
郤
是
一
佪
思
来
的

民
族
囡
家

(M
al

a)
'.

n
at

io
n

 -
st
at
e)
。
而
六
十
年
代
中
倓

期
反
射
势
力
的
輿
起
，
经
「
五
一
三
」
的
策
撼
以
及
七
十
年
代

囡
阵
「
棉
誘
」
收
编
倓
，
思
来
民
族
囡
家
更
形
敌
固
，
儆
然
形

成
一
佪
稳
熊
的
統
治
结
横
，
到
今
天
已
快
廿
年
了
！

在
道
遏
程
中
，
背
有
的
統
治
階
级
也
蜕
畟
，
焉
来
官
僚
靠

囡
家
根
腑
的
罹
力
形
成
了
新
輿
的
囡
家
资
鹿
階
级
，
華
族
的
贸

辦
也
成
了
具
规
模
的
资
彦
階
级
，
而
各
族
新
的
中
鹿
階
级
份
子

常
中
的
精
英
份
子
，
也
加
人
了
现
有
的
統
治
階
级
，
结
盟
成
玛

今
天
国
阵
的
統
治
階
级
；
焉
来
麻
丹
则
一
直
被
供
茬
著
，
至
到

九
三
年
初
被
搭
人
思
来
新
輿
贲
鹿
階
级
的
内
阿
赏
中
一
—
逍

些
常
然
已
超
出
涂
文
时
端
的
简
团
了
。
但
是
八
十
年
代
末
期
思

来
资
鹿
階
级
的
内
门
，
是
迼
佪
囡
家
最
新
的
燮
逻
因
京
，
自
然

是
分
析
的
重
黏
，
然
迼
些
都
是
倓
括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在
七
十

狂
40
:
在
英
荔
尚
在
统
治
期
筒
，
即
一
九
四
八
年
鹃
始
，
思
来
亚
就
宦
伤
淮
入
紧
急
状

恕
，
以
武
装
磺
屋
思
来
亚
共
程
黛
叛
乱
及
左
坻
的
液
递
政
黛
之
活
勤
（
包
括
思

` 
来
人
扁
王
的
恩
来
荔
民
黛
及
人
民
黛
）
，
穴
0
年
繁
急
状
照
才
解
除
。
过
十
二

年
的
汲
屋
真
正
挫
取
了
左
沉
，
误
具
炎
程
陷
砐
的
英
岱
人
、
皇
族
、
思
来
官
僚

及
華
裔
炎
本
家
取
待
了
掌
控
岱
家
之
罹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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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棍
政
治
神
岳

一
大
庶
两
跺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

19
92

) 

9
f ... 

年
代
初
隘
阵
掌
政
睹
，
正
是
囡
家
致
力
於
出
口
淳
向
的
工
桨
化

和
培
癹
思
来
贲
彦
階
级
的
脱
婕
峙
刻
，
因
此
，
我
们
不
雄
理
解

阔
阵
的
统
治
階
级
在
多
元
植
族
涽
在
的
衙
突
之
心
理
下
，
更
加

强
了
政
治
的
控
制
及
社
合
的
管
制
；
而
到
了
丿
＼
十
年
代
在
资
展

的
推
勋
畟
逻
下
，
各
穗
社
合
势
力
的
出
现
，
浮
现
了
公
民
社
合

(c
iv

il
 s
oc

ie
ty

)
的
力
量

(S
ar
av
an
am
ut
tu
,

19
87

),
使
囡
阵

在
八
四
年
至
八
六
年
的
经
济
衰
退
峙
期
出
现
了
「
制
度
化
一
些

威
罹
的
结
横
」

(i
ns
ti
tu
ti
on
al
iz
at
io
n

o
f 

au
th

o
ri

ta
ri

an
 

st
ru

ct
ur

es
)
之
欲
求

(i
bi

d:
54

 -
56

)
。
迼
核
是
囡
阵
威

罹
統
治
的
背
景
吧
！

(2
)
民
主
制
度
的
侵
蚀
：
卅
多
次
的
修
怒

也
许
思
来
西
亚
是
世
界
上
修
煮
最
繁
密
的
民
主
制
囡
家
之

一
吧
，
短
短
卅
多
年
的
猓
立
峙
期
，
已
经
修
了
至
少
卅
次
（
杨

培
根
，

19
93

:
78

) 
，
其
中
最
重
大
，
影
密
民
主
制
度
的
有
下

列
线
项
：

(i
)
上
峨
院
结
横
非
民
主
化

原
有
上
賤
员
是
由
州
踉
合
推
遗
（
每
州
两
名
）
，
加

上
政
府
（
通
逸
最
商
元
首
）
官
委
十
六
名
所
组
成
，
但
经

四
次
修
京
（
一
九
六
三
、
一
九
六
四
、
一
九
七
三
及
一
九

八
四
年
）
，
官
委
敲
员
增
加
到
四
十
三
名
，
州
践
合
推

速
者
只
增
加
二
十
六
名

(i
bi
d:

81
)
，
已
使
上
踉
院

名
符
其
贲
畟
成
「
脖
印
」
的
上
滚
院
了
。
逍
和
煮
法
第

45
倏

(4
)
项
要
将
上
敲
院
民
主
化
之
精
神
背
道
而
驰

92
 

第
二
运
：
大
屈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沿
桯

（
注

41
)

! 
(i

i)
 
囡
合
内
丧
失
言
端
自
由

一
九
七
一
年
的
修
恋
案
将
原
有
的
囡
合
跋
员
享
有

言
誰
自
由
的
特
摧
剥
套
了
，
他
们
不
得
在
囡
合
内
提
出

有
贿
贸
疑
囡
晤
地
位
、
統
治
者
地
位
、
恩
来
人
特
描
及

非
焉
来
公
民
槛
的
朋
题
，
不
然
他
们
可
以
依
一
九
四
八

年
的
煽
助
法
令
提
控
於
法
庭
（
柱

42
)
。
迼
已
使
囡
合

民
主
的
制
度
大
打
折
扣
。

(i
ii

)
紧
急
状
怹
的
宜
怖
及
司
法
摧

常
迼
倏
文
在
一
九
八
一
年
修
改
俊
，
政
府
（
通
逊
最

高
元
首
）
只
要
主
戳
上
腮
玛
危
除
来
蓝
晇
，
就
可
要
求

最
高
元
首
宜
怖
函
家
造
人
紧
急
状
熊
；
而
紧
急
状
怹
的
颁

怖
意
味
元
首
可
施
行
他
腮
焉
需
要
的
法
令
。
道
紧
急
状
怹

的
宜
怖
是
最
终
的
，
不
可
向
任
何
法
院
挑
戟
（
煮
法

15
0

(8
)
倏
）
。
杨
培
根
砰
眙
道
：
「
道
是
赏
罹
者
（
行
政

肚
41
:
熹
法
第

45
探

4
瑕
探
文
如
下
：

岱
合
待
立
法
：

(a
)
将
母
一
州
所
推
遇
出
湛
员
之
名
额
熔
川
至
三
名
；

(
b
)
琨
定
各
州
推
遇
上
瀛
员
愿
由
各
州
遗
民
以
巨
接
投
票
方
式
菹
出

；
,(
C)

饿
少
委
任
忒
员
之
名
额
，
或
因
除
委
任
瀛
员
。

驻
42

:
一

，九
七
0
年
第
四
十
块
紧
急
（
必
需
僭
力
）
法
令
所
修
正
俊
之
一
九
四
八
年
的

院
勋
法
令
琨
定
过
些
问
题
列
扁
敏
扂
问
题
，
不
可
展
及
。
色
有
民
行
黛
的
五
员

范
俊
登
因
贱
犯
此
屁
勤
法
令
而
安
失
岱
含
志
员
的
身
份
。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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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两
院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签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王
岱
家
」
形
成
的
造
桯

汝 ... 

根
防
）
通
遏
函
合
（
立
法
横
照
）
剥
套
法
院
（
司
法
横

腑
）
司
法
罹
的
典
型
例
子
。
他
们
完
全
把
囡
合
民
主
的
基

石
一
一
三
罹
分
立
的
重
要
原
则
置
之
不
理
…
…
驸
囡
合

民
主
的
资
展
，
起
了
殿
重
的
破
壤
作
用
。
」
（

ib
id

:

85
)

。

(i
v)
法
院
低
于
囡
合
的
修
京

一
九
八
八
年
的
修
煮
可
说
是
影
簪
深
遠
的
一
项
改

燮
，
它
已
摧
毁
了
意
法
原
本
的
三
罹
分
立
之
安
排
，
牁
法

院
的
地
位
置
于
囡
合
之
下
。
在
原
有
的
宗
法
中
规
定
「
嘲

邦
的
司
法
罹
必
须
操
千
高
等
法
院
手
中
」
（
第

12
1

锋
）
，
可
是
修
煮
毯
，
最
高
法
院
郤
只
有
「
具
有
释
邦
法

律
所
赐
予
的
罹
力
和
槛
限
」
。
所
講
的
辙
邦
法
律
是
可
以

由
埶
政
者
通
遏
囡
合
来
制
盯
，
因
此
最
高
法
院
不
再
擁
有

恋
法
所
赐
予
的
摧
力
，
其
擢
力
来
源
受
制
於
囡
合
！
逍
畟

了
以
下
的
三
拙
肠
保
（
锡
培
根
，

19
93

:
88

)
（
见
回

2
-

1)

(3
)
特
殊
措
施
及
紧
急
状
惩
焦
限
期
存
在

(i
)
地
方
政
府
的
豚
市
滚
合
遗
绿
的
啜
除

柬
姑
原
本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三
月
一
日
恋
用
其
因
一

九
六
四
年
印
尼
封
抗
事
件
所
颁
怖
的
紧
急
状
怹
之
罹

力
，
燕
限
期
地
展
延
了
地
方
政
府
际
市
踉
合
的
遗
绿
，

亚
脱
「
常
和
平
已
经
恢
役
，
我
向
囡
合
保
瞪
将
皋
行
（
地
．

方
政
府
的
际
市
賤
合
）
遗
皋

。
」
（
引
自

L
i
m

K
it

 

S
ia

n
g

, 
19

78
: 

29
)
。
但
是
一
九
七
二
年
政
府
决
定
叛

94
 

血
隘

2
-
1
大
黑

19
88
年
修
烹
前
俊
的
三
褶
分
立
隔
保
圉

（
一
）
修
窑
前

（
政
府
）

（
辍
含
）

（
法
院
）

（二
）
修
悠
俊

料
来
深

：引
自
惕
培
根

(1
99

3
:8
8)

。

除
民
遗
的
地
方
政
府
的
际
市
踉
合
，
改
由
官
委
賤
员
出

任
。
道
地
方
政
府
民
遗
的
制
度
是
地
方
自
治
，
基
階
民

主
理
作
学
沓
的
塌
所
，
但
是
它
郤
被
隄
除
了
，
明
姻
的

限
制
了
人
民
的
政
治
参
舆

(p
ol

it
ic

al
p

ar
ti

ci
p

a­

ti
on

)
。

(i
i)
群
亲
大
合
的
禁
止

政
府
在
一
九
七
八
年
基
於
思
来
亚
西
共
鹿
黛
度
祝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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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砃
政
治
神
岳

—
大
思
两
粽
政
治
的
肿
析

(
1
9
8
5
-

19
92

) 
第
二
运
：
大
屈
政
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祁
岳
的
建
立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芯

4 

三
十
周
年
纪
念
合
横
成
安
全
的
威
旮
之
理
由
，
宣
怖
今

倓
没
有
政
黛
可
以
船
行
群
浆
大
合
；
至
今
焉
共
已
经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十
二
月
一
日
宣
怖
放
下
武
装
阿
孚
，
但
是

群
窊
大
合
仍
然
被
禁
止
。
道
也
是
政
治
控
制
的
特
殊
措

施
，
以
减
少
政
治
活
助
。

(i
ii

)
至
今
四
项
紧
急
状
怹
燕
限
期
存
在

一
九
五
七
年
的
恋
法
中
规
定
囡
家
所
颁
怖
的
紧
急

状
熊
只
有
两
佪
月
的
斋
命
，
除
非
国
合
踉
决
延
畏
。
但

是
经
逸
一
九
六
0
年
修
恋
倓
，
两
佪
月
畟
成
燕
限
期
，

囡
合
不
需
滚
决
延
畏
而
可
以
畏
存
，
使
到
大
思
目
前
遠

有
四
项
紧
急
状
怹
，
那
就
是
：

1.
一
九
六
四
年
（
印
尼
封
抗
而
颁
怖
的
）
。

2.
一
九
六
六
年
（
砂
膀
越
首
席
部
畏
被
解
除
眺
位
而
引

登
的
）
，
限
砂
州
。

3.
一
九
六
九
年
（
「
五
一
三
」
事
件
俊
所
宣
怖
的
）
。

4.
一
九
七
七
年
（
吉
陇
丹
回
教
黛
退
出
囡
阵
而
颁
布

的
）
，
限
丹
州
。

一
九
七
九
年
林
吉
祥
（
囡
合
反
射
黛
领
袖
）
曾
在
囡

合
提
出
解
除
迼
四
项
紧
急
状
怹
事
件
，
但
郤
遭
否
决
（
黄

新
楠

，
19
93
:

10
0)
。
它
们
的
存
在
明
跟
地
潜
在
威
旮

囡
家
的
民
主
制
度
。

(4
)
各
植
蔽
法
及
其
违
反
民
主
人
榷
之
规
定

根
拟
黄
新
楠
指
出
，
大
局
至
到
现
在
（
一
九
九
二
年
十
月

96
 

止
）
，
囡
合
已
通
迥
了
四
百
八
十
五
倏
法
令
（
不
包
括
修
定

者）
(

ib
id

: 
10

1)
，
其
中
有
许
多
的
法
令
不
但
煨
属
，
逄
反

基
本
的
民
主
人
槛
，
而
且
遠
规
定
部
畏
的
决
定
是
最
倓
者
，
不

得
提
盺
於
法
院
！
迼
等
於
将
部
畏
的
地
位
提
高
到
免
控
摧
—
—

叩
然
是
一
九
九
三
年
修
恋
房
除
硃
丹
免
控
槛
的
雯
重
椋
準
，
雄

怪
Hu
si

nA
li

（砫
43

)
要
求
在
赞
成
房
除
硃
丹
免
控
罹
峙
，

也
恋
撤
除
部
畏
迼
些
特
槛

(1
99

3:
50

) 
! 

迼
梩
列
下
十
项
煨
竣
的
法
令
及
其
限
制
的
影
窖
：

(1
)
一
九
四
八
年
煽
助
法
令
（
一
九
七
O
年
修
定
）
：
限
制

言
諒
自
由
。

(2
)
一
九
五
九
年
胧
工
法
令
：
限
制
工
合
活
助
。

(3
)
一
九
六
0
年
内
安
法
令
（
一
九
八
八
年
修
定
）
：
丧
失

人
身
保
謹
描
。

(4
)
一
九
六
六
年
社
圆
法
令
（
一
九
八
一
年
修
定
）
：
限
制

民
朋
组
蛾
活
助
。

(5
) 
一
九
六
七
年
警
察
法
令
：
限
制
集
合
避
行
。

(6
)
一
九
七
一
年
大
学
及
大
享
法
令
（
一
九
七
五
年
修

盯）
：
限
制
大
学
生
自
由
及
参
政
榄
。

(7
)
一
九
七
二
年
官
方
根
密
法
令
（
一
九
八
六
年
修
盯
）

: 

管
制
官
方
资
讯
及
保
謹
黑
箱
作
桨
。

狂
43
:
腮
来
人
岛
主
的
左
派
政
黛
「
人
民
黛
」
琨
任
主
诧
。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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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解
祸
政
治
祁
岳

大
腮
网
粽
政
治
的
弈
析

(1
98
5-

19
92

) 

(8
)
一
九
七
五
年
必
需
保
安
件
（
修
正
）
倏
例
：
损
害
被
告

保
謹
罹
。

(9
)
一
九
七
五
年
工
桨
描
法
令
（
一
九
七
七
年
修
盯
）
：
限

制
商
桨
自
由
罹
。

' 

(1
0)
一
九
八
四
年
印
刷
及
出
版
法
令
（
修
盯
）
：
限
制
言
涂

及
资
讯
交
流
。

徙
以
上
分
析
来
看
，
思
来
西
亚
威
摧
骼
制
的
面
向
是
相
赏

货
人
的
，
尤
其
是
七
八
十
年
代
的
威
罹
措
施
及
恋
法
的
修
改
，

已
经
明
跟
危
害
到
原
有
的
那
套
君
主
立
煮
囡
合
民
主
制
的
三
摧

分
立
架
横
。
在
迼
穗
燮
逻
下
，
大
思
是
腐
於
怎
楛
的
一
佪
囡

家
？
仍
是
民
主
圉
家

(d
em
oc
ra
ti
c

-
st

at
e)
？
或
穗
族
丽

罹
谈
家

(e
th
ni
c

-
he

ge
m

on
ic

 -
st

at
e)
抑
或
有
其
他
更

好
的
名
梢
？
下
简
我
们
将
时
眙
道
佪
问
题
。

笫
四
筛
：
｀
马
来
西
亚
政
社
的
演
燮
及
其
蹄
频

W
il

li
am

 C
as
e
曾
追
揉
砰
誰
大
思
的
政
位
「
锐
真
的
，
除
了
印

度
及
日
本
的
民
主
政
骰
之
外
，
思
来
西
亚
已
经
建
立
了
亚
洲
最
持
组
不

断
的
民
主
妃
氮
」
（

Ma
la

ys
ia

ha
s 

es
ta

b
li

se
d

 t
h

e 
m

os
t 

co
n­

si
st

en
tl

y 
d

em
o

cr
at

ic
 r

ec
o

rd
 i
n
怂

ia
)

(1
9

9
1

: 
47

3)
。
但
是

H
o

 K
h

ai
 L
eo

ng
则
指
出
：
「
自
徙
一
九
七
一
年
新
经
济
政
策
推
行
以

来
，
在
政
治
及
经
济
汽
源
移
辖
到
囡
家
根
勒
和
土
著
精
英
手
上
的
情
况

98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裨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王
帮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下
，
思
来
西
亚
巳
经
增
倍
地
成
玛
一
佪
锺
族
而
罹
囡
家
。
」

(M
al

ay
si

a 
ha

s 
in

cr
ea

si
ng

ly
 b

ec
om

e 
an

 e
th

n
ic

 h
eg

em
on

ic
 

st
at

e)
 

(1
9

8
8

: 
2)
。
另
外
，
有
人
腮
焉
大
思
的
政
治
骰
制
是
「
有
限

民
主
」

(
1

im
it

ed
 d

em
o

cr
ac

y
) 

(C
ar

so
n

, 
19
78
)
。
道
些
不
同

的
看
法
，
反
映
出
大
焉
政
骰
蹄
颊
的
困
雄
。
像
焉
来
西
亚
迼
楼
多
元
桢

族
而
又
雒
持
一
定
民
主
制
度
的
囡
家
是
世
界
上
少
有
的
，
也
很
雄
找
到

颊
似
的
囡
家
作
比
较
。
迼
穗
情
况
使
到
要
将
大
思
政
骰
作
一
佪
比
较
精

确
而
又
反
映
真
页
情
况
的
蹄
颊
益
资
重
要
。
道
不
但
可
给
予
大
焉
政
骰

一
佪
定
位
，
同
峙
也
知
道
思
来
西
亚
的
政
治
登
展
是
在
什
磨
階
段
；
追

黏
封
於
探
时
大
局
的
政
治
反
射
的
遏
程
尤
其
重
要
一
—
可
講
我
们
更

清
楚
地
益
清
现
有
的
政
治
反
封
势
力
造
行
著
怎
楛
的
一
塌
政
治
速
助

—
是
民
主
化
抑
或
合
危
害
大
焉
的
民
主
政
骰
之
资
展
的
政
治
行

助
。

现
在
瞄
我
们
来
检
视
一
些
驸
大
思
政
骼
所
作
的
探
时
吧
。

(
A
)
一
些
有
隅
大
患
政
程
分
颖
的
肘
挂

(1
) 

E
s
m
a
n
的
「
行
政
囡
家
」

(a
dm
in
is
tr
at
iv
e

st
at
e)
：
迼

是
探
时
大
思
官
僚
骰
制
而
得
的
结
涂
。

E
s
m
a
n
腮
玛
「
行
政
囡

家
」
使
「
囡
家
根
腑
」
（

th
e

st
at
e)
成
玛
社
合
的
支
配
横

樽
她
倾
向
於
指
淳
及
控
制
社
合
的
座
力
和
行
政
制
度
，
而
不

是
封
它
们
作
出
反
恋

(1
97

2:
62

)
。
E
s
m
a
n
的
研
究
反
映

了
大
思
有
著
一
套
英
囡
殖
民
統
治
留
下
来
的
相
赏
不
错
的
行
政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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忑

.... 

解
祸
政
治
裨
岳

大
思
两
线
政
治
的
异
析

(1
98
5-

19
92

) 

(2
) 

赞
制
，
但
在
日
益
畟
化
的
大
焉
政
治
中
，
道
名
稍
肯
定
不
足
以

描
述
大
焉
的
政
骰
。
充
其
蜇
它
可
以
用
来
稍
講
大
焉
在
殖
民
跻

家(
.

co
lo

ni
al

 s
ta
te
)
峙
代
的
行
政
骰
制
，
或
反
映
部
份
猾

立
倓
的
一
些
官
僚
醴
制
的
特
色
。

Li
jp

ha
rt
的
怮
和
式
民
主

(c
on
so
ci
at
io
na
l

d
em

o
cr

a-

cy
) 
：
迼
是

Li
jp

ha
rt
驸
於
多
元
秞
族
分
歧
社
合

(,
pl

ur
al

is
ti

c 
so

ci
~

ty
) 
的
精
英
在
解
决
他
们
各
自
社
群
的

政
治
要
求
之
安
排
所
作
的
描
述
，
他
的
解
释
模
型
熊
疑
是
具
答

资
和
朋
割
的
，
黏
出
道
些
多
元
分
歧
社
合
的
政
治
之
困
雌
。
他

将
此
模
型
恋
用
於
比
利
特
、
瑞
士
、
黎
巴
嫩
及
大
局
等
囡
。

Li
jp

ha
rt
用
「
拙
和
式
民
主
」
来
解
释
大
局
的
政
髓
，
受
到
一

定
肯
定
及
接
受
，
也
有
学
者
作
造
一
步
的
探
肘
，
如
谢
役
生

(1
98

1,
 
19

83
)

。
Li

jp
ha

rt
曾
指
出
「
大
思
最
重
要
的
描
和

主
力
是
酪
盟
」

(1
9

7
7

: 
51

)
，
但
是
我
们
知
道
辙
盟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倓
消
失

，
而
且
也
了
解
勒
盟
在
五
九
年
彶
就
被
巫
統

支
配
了
，
道
和
「
饰
和
式
民
主
」
的
相
互
否
决
罹

(m
ut

ua
l

ve
to
)
、
比
例
代
表
及
各
自
的
自
主

(s
eg

me
nt

al
au

to
n

o
­

my
)
的
特
贴

(i
bi
d:

25
)
有
一
定
的
距
雄
。
因
此
，
如
果
扬

和
式
民
主
真
要
用
来
形
容
大
焉
的
政
髓
，
那
磨
它
的
存
在
只
是

一
段
很
短
的
峙
朋
，
即
猓
立
前
梭
的
两
三
年
吧
，
而
不
是
一
九

五
五
年
到
一
九
六
九
年
。

(3
) 

H
o

 K
h

ai
 L
eo
ng
的
準
描
和
式
民
主

(q
ua

si
-

co
ns

oc
ia

-

ti
o

n
al

 
de

rn
oc
r-
ac
y)
：
他
睬
焉

Li
jp

ha
rt
的
描
和
式
民
主

亚
不
真
正
存
在
於
大
思
，
因
玛
一
阱
始
酪
盟
梩
的
巫
統
、
思

華
、
囡
大
黛
是
岚
於
不
平
等
地
位
的
伙
伴
，
合
作
存
在
，
但
是

10
0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滔
桯

有
紧
张
腑
保
；
因
此
，
他
腮
焉
大
思
的
一
九
五
五
年
到
六
九
年
的

政
髓
是
準
协
和
式
民
主

(1
98

8:
70
)

。
H
o

K
h

ai
 L

eo
ng

 

的
分
析
是
较
焉
更
精
细
的
，
他
黏
出
了
巫
統
的
支
配
性
角
色
。

但
是
稀
盟
在
阱
始
階
段
，
巫
統
是
依
赖
思
華
提
供
兢
逍
经
戏

的
，
而
且
有
所
期
「
圆
桌
合
践
」
的
平
等
地
位
之
存
在
，
另
外
，

赏
晇
巫
統
遠
要
求
不
要
恋
用
多
敷
决
来
表
决
，
因
玛
思
華
和
印

度
囡
大
黛
的
代
表
合
起
来
往
往
是
多
敷
（
浒
斯
能
，

19
93

)
。

由
此
可
见
，
巫
統
是
在
狠
立
迡
程
中
日
益
掌
握
了
囡
家
根
阴
而

燮
成
支
配
的
，
原
有
的
平
等
地
位
可
能
存
在
，
或
至
少
平
等
协

商
精
神
是
存
在
的
。
因
此
，

H
o

K
ha

i 
L
e
o
n
g
的
準
协
和
式
民

主
可
以
描
述
五
九
年
俊
的
大
屈
政
髓
，
而
不
包
括
五
五
年
至
五

九
年
道
峙
期
。

(4
) 

Ga
le
的
原
初
囡
家

(p
ri

mo
rd

ia
l

st
at
e)
：
他
是
研
究
大
焉

的
公
共
企
桨

(p
ub
li
c

en
tr

ep
ri

se
) 
的
生
怹
璞
境
而
作
出

的
结
眙
，
其
核
心
指
出
主
徙
腑
保

(
p
a
t
r
o
n

-
cl

ie
nt

 r
el

a­

ti
on

sh
ip

)
是
那
磨
明
跟
地
存
在
於
大
思
的
政
治
系
統
中

(1
98

1:
 
17

5
-
17
6)
。
迼
穗
主
徙
腑
保
在
一
般
比
较
落
倓
及

傅
統
的
社
合
中
都
存
在

，
如
菲
律
安
（
江
炳
偷
，

19
89

:

13
5-

15
5)
，
但
如
果
單
用
来
指
稍
大
局
的
政
骰
，
那
是
不
约

特
定
和
完
整
的
，
然
而
，
它
赏
然
也
反
映
了
一
定
居
面
的
大
焉

政
治
贡
状
，
尤
其
是
徙
政
治
文
化
的
角
度
来
看
。

(
5

)
 
Hu

nt
in

gt
on
的
协
和
式
寡
颐

(c
on

so
ci

at
io

na
l

ol
i­

ga
rc

hy
)
：
道
是
他
封
搞
和
式
民
主
比
较
悲
戳
的
看
法
，
腮
觅

在
多
元
社
合
梩
，
协
和
式
民
主
常
合
承
受
不
了
社
合
助
员
或
窜

事
干
预
而
畟
贸
跨
台
。
因
此
倘
和
式
民
主
只
有
畟
成
搞
和
芬
颐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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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行
政
治
种
岳

大
屈
两
踩
政
治
的
异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征
族
威
褶
民
王
窃
家
」
形
成
的
滔
桯

jd
0
 

来
维
持
其
稳
定
和
存
在
，
如
焉
来
西
亚
的
例
子
，
即
是
磺
牲
了

兢
孚
以
便
雒
绾
代
表
制
的
存
在

(1
99

0:
89

)
。

Hu
nt

in
g­

to
n
射
大
思
的
评
誰
雏
寥
寥
敷
晤
，
但
是
也
锐
明
了
他
的
戳
察

敏
锐
，
贴
出
了
大
思
的
协
和
式
民
主
已
经
畟
贺
了
，
轨
政
黛
封

于
政
治
兢
孚
和
政
治
参
舆
增
加
了
限
制
，
道
是
反
映
了
一
定
的

扞
事
，
如
地
方
政
府
的
豚
市
踉
合
遗
躲
的
陨
除
，
上
敲
院
结
横

非
民
主
化
（
官
委
践
员
不
减
反
增
）
等
。
因
此
，
协
和
芬
顼
代

表
了
大
焉
政
骼
一
定
階
面
的
畟
逻
，
但
郤
不
足
於
说
明
畟
逻
的

页
箕
内
涵
及
特
黏
（
砫

44
)

。

(6
) 

St
ep

an
的
排
他
协
和
式
威
罹

(e
xc

lu
si

an
ar

y
co

n
so

ci
a­

ti
o

n
al

 a
u

th
o

ri
ta

ri
an

) 
: 
St

ep
an
是
用
道
名
前
来
稍
講
其

他
囡
家
的
政
骰
，
指
出
原
有
的
怖
和
政
罹
排
除
了
避
来
的
政
治

圆
髓
而
畟
成
排
他
性
的
威
罹
髓
制

(1
99

0:
15

1)
。
策
者
韶

玛
，
他
的
道
名
稍
相
常
具
恪
登
性
，
反
映
了
协
和
式
民
主
也
可

狂
44
:
其
实
诞
者
在
此
肘
器
已
为
和
寡
荫
的
概
念
，
是
因
扁
泾
概
念
敌
登
罩
者
想
建
立

－
臣
「
寡
误
阳
和
式
民
主
」

(o
li

ga
rc

hy
co

ns
oc

ia
tio

na
l 
de

mo
cr

ac
y)

的
钮
大
之
概
念
，
用
以
祸
呼
大
思
一
九
五
五
年
至
穴
九
年
期
间
各
扭
记
和
式
民
主

政
霞
，
以
便
钜
相
对
的
建
立
另
一
目
「
兢
争
为
和
式
民
主
」
（
即
两
棕
制
民

主
）
一
一
网
臣
陵
争
的
陆
跺
出
琨
，
相
对
於
卧
篮
特
期
只
有
寡
损
的
陆
惊
。

淮
一
步
参
考
旯
园

2
-
3
及
2
-
2
的
院
钥
。

' 
驻

45
:
「
思
来
西
亚
人
民
漫
纥
篱
概
格
」
在
一
九
六
五
年
六
月
穴
巳
在
新
扣
坡
翌
行
第

一
灰
群
窊
大
含
，
参
扣
者
有
新
扣
坡
的
人
民
行
勤
黛
，
恩
来
半
思
的
人
民
淮
步

黛
及
肠
合
民
主
黛
（
由
林
惹
佑
镇
遵
，
他
已
帮
胖
焉
華
姐
凶
了
过
新
黛
）
，
砂

楞
越
的
人
民
卧
合
黛
及
思
華
逢
黛

(P
ar
ty

Ma
ch
in

da
)
；
她
於
同
年
六
月

九
巳
正
式
成
立
，
镇
导
人
多
扁
華
繇
，
以
李
光
醒
炰
首
，
对
束
姑
颌
遵
的
卧
盟

格
成
了
拯
大
的
既
焉
。

以
演
燮
成
威
拙
。
其
卉
迼
植
情
况
相
常
可
以
脱
明
新
加
坡
加
人

大
焉
到
退
出
膀
合
邦
的
经
遏
，
即
赏
峙
酪
盟
眼
看
就
要
受
到
李

光
耀
领
淳
的
「
大
焉
人
民
圆
结
练
根
横
」
（
砫

45
)
挑
戟
咭
，

柬
姑
断
然
决
定
「
排
除
」
了
新
加
坡
的
政
治
势
力
加
人
思
来
西

亚
，
稳
住
了
膀
盟
政
罹
，
亚
日
益
敬
固
巫
統
的
支
配
地
位
。
迼

确
有
协
和
威
罹

(c
on

so
ci

at
on

al
au

th
o

ri
ta

ri
an

) 
的
色

彩
，
用
它
来
形
容
一
九
六
五
年
到
六
九
年
的
大
思
政
府
似
乎
亚

不
玛
遏
，
而
且
登
逍
合
的
。

(7
) 

H
o

 K
h

ai
 L
eo
ng
的
植
族
霸
摧
囡
家

(e
th
ni
c

h
eg

em
o

n
­

ic
 -

st
at

e)
或
土
著
囡
家
（

Bu
mi

pu
tr

a
-:--

st
at

e)
 

: 
H

o
 

K
h

ai
 L
eo

ng
在
研
究
新
经
济
政
策
在
西
焉
政
治
的
影
辔
峙
指

出
：
「
新
经
济
政
策
的
推
行
遏
程
中
鹿
生
明
跟
的
政
治
结
果

—
那
就
是
囡
家
概
晌
擢
力
的
掖
大

。
匡
家
饿
朗
在
巫
統
领

淳
的
政
府
下
致
力
於
介
人
干
预
经
济
，
不
断
规
筛
经
济
，
加
强

土
著
政
商
结
合
，
以
及
推
展
單
一
的
社
合
和
文
化
措
施
，
已
出

现
我
所
说
的
土
著
囡
家
。
」

(1
98

8:
34

)
。
他
的
土
著
囡
家

就
是
穗
族
霸
罹
囡
家
的
另
一
穗
桶
虢
，
或
可
脱
是
桢
族
霸
摧
囡

家
在
大
焉
更
特
定
的
名
郁
（
砫

46
)

。
Ho
的
研
究
是
觐
察
人

徵
的
分
析
，
黏
出
了
七
八
十
年
代
巫
統
「
植
族
霸
槛
」
峙
期
的

具
骰
成
果
，
迼
楼
的
蹄
颊
反
映
了
大
思
政
髓
的
一
定
真
卉
性
，

他
更
强
聘
了
大
思
政
的
植
族
色
彩
的
一
面
。
迼
是
笙
者
至
目
前

玛
止
看
到
封
大
焉
政
骰
作
最
大
胁
的
描
述
。

(8
) 

Sa
ra

va
na

mu
tt

u
的
威
横
资
鹿
階
级
民
主

(d
cm
ok
ra
si

b
o

r­

ju
is

 a
ut
ho
ri
ta
ri
an
（
焉
来
文
）
或

au
th

or
it

ar
ia

n
b

o
u

r-

10
2 

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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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熙
网
跺
政
治
的
异
析

(1
98

5-
19

92
) 

ge
oi

si
e 
de

mo
cr

ac
y)
：
他
亚
没
焉
此
政
骰
下
特
定
的
解

释
，
只
是
用
来
柄
講
赏
前
大
思
的
政
骰

(1
98

9:
10
9)
。
追

名
梢
也
有
一
定
的
参
考
作
用
，
尤
其
是
他
分
析
了
大
思
因
经
济

资
展
的
需
要
，
而
在
政
治
上
威
罹
，
以
维
持
政
治
稳
定
；
其
贡

道
资
症
階
级
民
主
的
「
资
鹿
階
级
」
可
以
除
掉
，
因
玛
常
今
世

界
一
一
自
由
民
主
的
政
髓
，
一
般
上
也
就
是
指
贡
鹿
階
级
出

现
以
倓
的
民
主
。
逍
揉
威
播
民
主

(a
ut
ho
ri
ta
ri

an
d

em
o

c­

ra
cy

) 
的
名
稠
可
以
相
常
程
度
反
映
了
八
十
年
代
大
思
政

髓
尤
其
是
考
惩
了
解
经
济
的
因
素
，
但
是
它
没
有
反
映
大
思

的
政
骼
之
另
一
重
要
面
向
，
那
就
是
植
族
的
因
素
。
在
分
析
大

思
政
的
峙
不
考
妞
狐
族
陋
面
，
那
是
很
雕
周
全
的
。

(9
) 

Da
hl
的
近
似
多
元
政
骼

(n
ea

r
p

o
ly

ar
ch

y
) 

: 
Da
hl
曾
在

一
九
七
一
年
将
大
焉
蹄
颊
觅
近
似
多
元
政
骰

(1
97

1:

20
0)
，
道
楼
的
分
颊
赏
然
是
可
以
接
受
的
，
没
有
人
否
定
大

焉
政
骰
是
一
佪
混
合
的
政
髓
。
但
迼
近
似
多
元
政
髓
就
像
有
限

民
主
的
概
念
，
是
一
佪
混
合
政
髓
的
绝
稍
，
用
以
描
述
大
焉
道

株
一
佪
特
定
的
囡
家
就
跟
得
不
钧
精
确
。
不
逊

Da
hl
的
概
念

是
很
重
要
的
，
因
觅
他
指
出
在
真
页
的
世
界
梩
，
他
家
用
多
元

政
骰

(p
ol
ya
rc
hy
)
来
描
述
常
今
的
民
主
政
骰
，
真
正
的
民

^ 
狂

46
；
妇

Ho
的
妇
胡
，
他
是
受

We
in
er
的
一
篇
誰
文

(1
98
7)
的
敌
负
，
建
祸
了

泾
「
杻
族
霸
罹
」
概
念
，
而

We
in
er
用
「
霸
罹
岱
家
」

(h
eg
em
on
ic
-s
ta
te
)
来

梢
召
亚
非
洲
一
些
多
元
租
族
的
社
含
最
炵
出
瑕
了
單
—
扭
族
支
配
的
岱
家
。

10
4 

第
二
兹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橙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主
遠
没
有
出
现
，
而
且
大
部
份
囡
家
的
贡
况
是
定
位
在
混
合
政

骰
而
不
是
多
元
政
赞

(1
97

5:
12
2)
。
因
此
，
焉
来
西
亚
在

逍
佪
意
袭
上
赏
然
是
腐
於
一
佪
近
似
多
元
政
骼
的
混
合
政
骰

了
。
只
是
她
到
底
是
一
佪
怎
楼
的
混
合
政
骰
呢
？
我
们
必
须
玛

此
定
出
一
佪
精
确
而
又
反
映
真
贡
情
况
的
描
述
概
念
。

综
合
以
上
的
时
誰
，
我
们
可
以
资
现
在
迼
磨
多
的
政
骰
之
描
述
概

念
梩
顼
，
每
一
佪
概
念
或
名
稠
都
或
多
或
少
反
映
了
一
定
面
向
的
大
思

政
髓
，
只
是
它
们
燕
法
全
面
或
比
较
完
整
地
呈
现
出
大
思
政
骰
的
特

徵
。
道
梩
顼
，
有
峙
概
念
是
很
完
美
，
如

Li
~p
ha
rt
的
协
和
式
民

主
，
贴
出
了
逍
颊
民
主
骰
制
是
「
共
哉
」

(c
on

se
ns

us
)
，
而
不
是

西
方
自
由
民
主
梩
的
「
兢
孚
」
之
特
效
。
但
是
，
一
旦
将
此
解
秤
模
型

惩
用
於
贲
隙
的
解
释
峙
，
现
究
情
况
往
往
和
概
念
之
朋
有
距
滩
，
伟
秤

的
模
型
往
往
畟
成
「
理
念
型
」

(i
de

al
-
ty

pe
)
。
因
此
，
笨
者
腮
玛

在
描
述
的
階
段
（
不
是
建
立
普
遍
性
的
理
眙
通
则
晇
）
，
恋
盛
可
能
用

最
接
近
贲
况
的
概
念
去
描
述
，
既
使
迼
佪
概
念
是
互
相
矛
盾
的
，
像

「
威
槛
民
主
」
是
不
相
桶
的
，
但
往
往
是
现
贲
的
情
况
。
现
在
瞎
我
侗

回
颠
大
局
政
髓
的
一
些
演
畟
吧
。

(B
) 
大
患
政
怪
的
演
樊

在
参
酌
以
上
多
位
学
者
有
腑
大
焉
政
骰
的
降
颊
，
再
加
上
上
述
的

分
析
，
笨
者
将
大
焉
政
髓
演
畟
（
和
可
能
的
）
的
情
况
缮
成
以
下
的
简

陌
，
以
便
講
我
们
更
加
了
解
目
前
大
焉
政
骰
所
庭
的
位
置
（
见
圆

2
-
2
)

勹

。

1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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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启
政
治
种
岳

大
思
网
踩
政
治
的
孙
析

(1
98

5
-

19
92

)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遏
桯

血
溢

2
-
2
黑
来
西
臣
政
治
恰
制
演
樊
的
商
圉

愈
民
王 ····
·-..

. 

自
由
民
王

：英
美
的
网
黛
制
民
主

妇
记
和
式
民
主
大
思
可
粔
出
瑕
的
飞
饿
制
民
主
．

记
和
式
民
王

19
55

-1
95

9
的
大
思
政
治
恺
制
］
可
共
同
祸
房

准
记
和
式
民
王

：1
96

0
-
19

64
的
大
思
政
治
馈
制

寡
负
记
和
式
民
主

（
只
有
一
盼
盟

记
和
质
摺
民
主
：

1
9
6
5
-
1
9
6
9
的
大
思
政
治
霞
制

的
记
和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19
71

-
？
的
大
思
政
治
霞
制

愈
威
褶

·•.
...

. 

～．
．
衬
族
威
褶
戎
宗
教
威
褶
政
治
恺
制

（
大
思
的
另
—
可
粔
翌
展

：除
去
熹
政
民
王
）

愈
伐
概

^ 

貌
00

:
1

. 
...

...
.．

．虚
棕
，
代
表
可
粔
的
滨
燮
。

2.
杻
族
威
棍
民
王

(e
th

ni
c

-
au

th
o

ri
ta

ri
an

 d
em
oc
ra
ry
)
是
由
笨
者

蜀
撰
来
路
崇

19
71
年
至
目
前
的
大
思
政
治
赞
制

。

3.
．
网
惊
制
民
主
．
来
潦
自
网
黛
制
民
主
，
但
它
是
以
网
因
陆
惊
来
代

替
网
黛
，
形
成
—
榄
．
牍
争
的
记
和
式
民
主
．
（

co
mp
et
at
iv
e

co
ns

oc
ia

ti
on

al
 d
em

oc
ra

cy
)
俊
者
是
罩
者
的
蜀
撰
名
梢
。

4.
记
和
式
民
主

(c
on

so
ci

at
io

na
l
de

mo
cr

ac
y)
由

Li
jp
ha
rt
所
建
立

的
概
念

(1
97

7)
。

5.
准
诏
和
式
民
王

(q
ua
si

-
co

ns
oc

ia
ti

on
al

 d
em

o
cr

ac
y

),
 H

o
 

K
ha

i 
L
e
o
n
g
所
撰
来
形
容
大
恩
政
赞

(1
98
8)

。

6
.
记
和
威
符

(c
on

so
ci

at
io

na
l

au
th
or
it
or
ia
n)
民
主
是
来
自
於

A
fl

re
d

 S
t
ep
an
的
概
念

(S
te

pa
n,

19
90

: 1
5)

。

10
6 

霆
2-

2
来
看
，
思
来
西
亚
政
骰
自
殉
立
以
来
，
其
威
拙
色
彩

日
益
加
重
，
追
是
整
佪
政
骰
演
畟
的
超
势
。
威
摧
超
势
的
增
强
，
可
用

巫
統
三
佪
峙
期
的
支
配
遏
程
加
以
脱
明
。
迼
些
遏
程
已
经
在
第
一、

第
二
及
第
三
笳
眻
加
脱
明
，
现
在
不
遏
综
合
起
来
，
以
脱
明
逍
演
畟：

(1
)
巫
统
的
植
族
保
謹
期

(e
th
ni
c

tu
te

la
ry

) 
至
五
九
年

五
五
年

r
.
 

道
段
峙
期
主
要
是
糊
盟
的
密
月
期
，
巫
統
誰
然
在
恋
法
制

定
遏
程
中
估
了
侵
势
，
但
是
焉
来
特
榄
基
本
上
是
屈
於
保
賤
性

贺
，
它
遠
没
有
真
正
落
页
和
燮
成
行
助
。
焉
華
巫
統
的
陇
保
可

锐
是
商
政
的
合
作
，
他
们
另
外
也
得
圆
结
射
抗
赏
晇
的
左
派
，

尤
其
是
人
民
黛
和
劳
工
黛
结
成
的
社
合
主
羲
阵
统
（
砫

47
),

再
加
上
武
装
的
焉
共
之
叛
乱
。
因
此
迼
階
段
遠
相
赏
符
合

Li
­

jp
ha
rt
的
「
摇
和
式
民
主
」
。

(2
)
巫
统
的
植
族
支
配
期

(e
th

ni
c

d 
o
m
i
n
a
t
i
o
n
)
：
六
O

年
到
六
九
年

迼
階
段
可
大
的
分
玛
两
佪
峙
期

，
以
五
九
年
林
苍
佑
事
件

狂
47

:
社
含
主
婪
陆
惊
由
思
来
人
左
浊
扁
主
的
人

肠
合
姐
成
，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八
月
卅

民
黛
及
由
華
裔
左
派
岛
主
的
劳
工
黛

果
社
含
主
楼
陆
掠
在
成
立
八
年
俊
一
一

一
一
巳
成
立
，
共
同
对
抗
右
翼
的
肠
蓝
。
栝

争
吵
而
瓦
解

(O
O
仁
德
，

19
91
:

即
九
六
五
年
因
誘
文
及
其
他
向
四

4
2

-5
6

, 
12

6
-

14
2)

。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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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神
岳

大
思
网
踩
政
治
的

8平
析

(1
98
5-

19
92

) 

、 A 入

.. 

及
六
五
年
新
加
坡
退
出
嘟
合
邦
觅
主
要
的
分
界
绿
。

(i
)
六
0
年
到
六
四
年
：
準
协
和
式
民
主

林
苍
佑
在
五
九
年
倓
期
和
柬
姑
阿
输
了
，
镖
諒
著
侵

势
的
巫
統
取
得
辙
盟
支
配
的
地
位
，
她
不
但
控
制
了
秽

盟
，
而
且
逐
步
披
大
加
强
骚
家
横
陇
的
，
驾
来
色
彩
（
囡
家

教
育
、
文
化
等
政
策
的
推
行
）
。
另
外
以
修
恋
的
方
法
控

制
立
法
祺
横
及
逍
犁
委
员
合
，
觅
日
梭
威
摧
秪
霸
铺
路
。

但
是
另
一
方
面
焉
華
和
巫
統
的
腕
保
又
好
辖
了
，
因
妈
毅

柬
姑
的
陳
修
信
掌
政
思
華
，
所
以
倘
和
的
一
些
精
神
遠
是

在
的
，
但
宜
贺
上
是
一
穗
不
平
等
的
伙
伴
腕
保
，
因
此
可

用
Ho

K
h

ai
 L
eo
ng
所
说
的
「
準
倘
和
式
民
主
」
代
表

迼
峙
期
。

(i
i)
六
五
年
至
六
九
年
：
协
和
威
罹
民
主

柬
姑
以
断
然
的
手
段
将
新
加
坡
排
除
出
确
合
邦
的
作

法
，
跟
然
又
代
表
另
一
階
段
的
阴
始
，
那
就
是
稀
盟
外
没

有
足
钧
强
大
的
力
量
威
奋
其
政
描
，
雏
然
李
光
耀
一
度
迼

楛
做
了
，
但
付
出
惨
痛
的
代
價
。
因
此
，
巫
统
再
次
在
阿

孚
中
弦
固
其
地
位
。
另
外
，
柬
姑
也
在
六
五
年
三
月
宣

怖
取
消
地
方
政
府
的
际
市
贱
合
遗
泉
，
造
一
步
怖
露
其

威
摧
的
色
彩
。
不
遏
柬
姑
的
佪
人
作
凰
遠
算
溫
和
及
民

主
，
不
然
李
光
耀
可
能
已
成
玛
階
下
囚
了
。

Ba
rr
a­

do
ug
h
曾
说
：
「
…
…
我
们
可
以
相
信
柬
姑
作
玛
一
佪
推

祟
民
主
價
值
的
人
避
免
了
李
光
耀
的
扣
捕
…
…
就
如
柬

姑
所
说
的
「
如
果
我
探
取
了
镇
座
的
行
勋
，
那
我
将
合
有

10
8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畟
及
其
政
治
祁
岳
的
建
立

—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遗
憾
的
一
天
，
就
如
我
向
囡
合
解
释
的
，
迼
植
镇
座
的

方
法
速
背
我
的
良
心
和
感
受
」
。
」

(1
98

5:
80

1)
。

迼
穗
作
凰
雒
持
了
大
思
政
骰
的
协
和
民
主
的
色
彩
，
但

郤
不
能
忽
略
其
威
罹
的
增
畏
，
因
此

St
ep
an
的
描
和
威

摧
(c

on
so

ci
at

io
na

l
au
th
or
it
ar
ia
n)
概
念
可
以
选

用
以
此
，
以
描
述
其
混
合
的
色
彩
。

(3
)
巫
统
的
程
族
霸
横
期

(e
th
ni
c

h
eg

em
o

n
ic

) 
：
七
0

年
至
今 没
有
人
否
定
「
五
一
三
」
的
穗
族
衡
突
带
来
了
大
焉
政

治
、
缆
济
的
畟
逜
，
但
是
巫
統
经
此
更
壮
大
了
，
其
地
位
有
如

霸
横
，
没
有
任
何
势
力
可
以
挑
戟
她
，
甚
至
贺
疑
都
不
可
以
。

迼
是
一
佪
新
秩
序
（
常
峙
的
首
相
敦
拉
藷
晤
）
的
峙
代
，
赏
然

也
意
味
著
和
遏
去
的
描
和
民
主
政
赞
说
「
拜
拜
」
。
但
是
焉
来

西
亚
放
栾
成
立
一
佪
一
黛
制
囡
家
，
雏
然
一
度
敦
拉
程
有
意
道

埭
做
；
也
放
栾
畏
久
以
「
谈
家
行
助
理
事
合
」
享
制
統
治
大

思
，
因
此
踉
「
已
宣
告
死
亡
的
煮
政
民
主
」
重
新
理
作
，
保
有

了
一
练
民
主
的
生
根
；
但
道
是
受
控
制
的
，
而
且
杻
族
色
彩
溃

厚
的
「
穗
族
威
罹
民
主
」
，
和
捣
和
式
民
主
有
距
滩
，
常
然
和

, 
自
由
民
主
或
两
黛
制
民
主
更
遥
遠
了
。
现
在
的
问
题
是
：
玛
什

磨
遗
择
用
「
穗
族
威
槛
」
（

et
hn
ic

-
au
th
or
it
ar
ia
n)

民

义
主
，
而
不
是
「
穗
族
霸
罹
」
民
主
呢
？
而
且
到
底
是
杻
族
的
、

威
槛
的
和
民
主
的
混
合
政
髓
，
遠
是
「
祯
族
威
槛
」
的
民
主
，

抑
或
是
植
族
的
「
威
横
民
主
」

(a
ut
ho
ri
ta
ri
an

de
m

oc
ra

-

1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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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种
岳

一
大
烯
网
饮
政
治
的
牉
析

(1
98
5-
19
92
)

cy
)
？
道
三
者
之
朋
都
有
某
穗
程
度
的
差
别
，
其
重
黏
稍
微

不
同
，
筑
者
将
另
问
下
段
加
以
说
明
此
解
释
的
模
型
。
只
是
到

目
前
觅
止
，
七
0
年
代
桥
訧
另
一
佃
峙
代
的
朋
始
，
庖
该
是
没

有
孚
贱
的
。
现
是
怎
度
建
横
道
「
穗
族
威
罹
民
主
」
解
释
模
型

的
朋
题
。

(C
)
「
植
族
威
罹
民
主
」
的
解
释
模
式

笙
者
借
用

Da
hl
有
院
於
民
主
化
的
伟
释
（
自
由
化
及
参
舆
掖

大）
(

19
75

: 
12

1)
，
将
大
焉
的
政
鹘
定
位
在
中
间
的
混
合
地
带
，

如
徙
中
示
明
胚
年
来
民
主
之
倒
退
（
自
由
和
参
舆
的
限
制
增
加
了
）
，

但
遠
不
致
於
出
现
霸
道
之
政
髓
，
然
距
此
不
遠
。
迼
就
是
焉
什
度
不
用

霸
拙

(h
eg
em
on
y)
而
用
威
罹

(a
ut

ho
ri

ta
ri

an
)
字
眼
的
理
由

之
一
。
在
中
文
来
脱
，
威
罹
恋
比
霸
罹
来
得
轻
，
霸
罹
更
接
近
梪
罹

(t
ot
al
it
ar
ia
n)
，
常
然
英
文
的

he
ge

mo
ny
和

au
th
or
it
ar
ia
n

好
像
没
有
被
匼
别
（
至
少
在
政
治
衔
晤
上
没
有
）
。
而
且

Da
hl
是
用

l~
eg
er
no
ny
来
前
期
道
些
翩
道
的
政
骰
，
因
此
焉
了
时
涂
的
概
念
之
匝

别
清
楚
，
遠
是
将
中
间
的
混
合
地
带
名
之
以
威
描
。
但
迼
混
合
地
带
不

是
單
纯
的
威
罹
，
而
是
混
合
；

Da
hl
也
曾
牁
迼
地
匝
再
用
两
佪
名

祠
，
即
近
似
多
元
的
政
骰

(n
ea

r
po

ly
ac

hy
)
和
近
似
霸
道

(n
e
a
r 

he
ge

m
on

ic
) 

(1
9

7
5

: 
12

2)
加
以
匝
分
；
因
此
，
将
大
思

数
骰
定
位
於
此
是
相
赏
合
理
的
，
即
可
表
示
遏
去
她
的
描
和
式
民
主
，

又
可
反
映
其
畟
逻
所
带
来
的
威
罹
色
彩
，
然
倓
亦
可
说
明
其
混
合
的
成

...
份
是
更
多
或
更
少
的
威
罹
。

11
0 

第
二
章
：
大
思
政
恺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自 由 化

下
回

2
-
3
正
可
说
明
迼
些
时
端
：

生
圈

2
-

3 
R

ob
er

t 
Da

hl
的

mo
de

l
用
於
分
颖
黑
来
西
豆
的
政
悖

( ＾ 台 吨 兢 争 )

兢
争
性

寡
团
政
赞

自 由
化

屯
霖
卢

．｀
寡
负
记
和
式
民
主

(1
95

7 
-1

9
6

9
) \
/
 

杻
族
威
罹
民
主

(1
97

1 
-

19
99

) 
1 二

\ 

多
元
政
恺

自
由
的
域
少

（
荨
制
的
熔

}1
])

.1
'l, . I'
,
.
I
.

, .. _~
 

,
i'
,
1
!

,.
 l. I' . I' : ..
 

,. '
1
.
“

'
. , 1 ` ; 1

',
' . , q 

·
_
~
 

_
l
I
-

- ,
'
 

包
容
化

} i 
包
容
性

霸
遥
政
霞

I !I
ii 

包
容
性
（
政
治
今
舆
）

貌
00

:
(1
)
寡
困
诏
和
式
民
主

(o
li

ga
rc

hy
co

ns
oc

ia
ti

on
al

 d
em

oc
ra

cy
)
是
指
只

有
單
一
的
陆
饿
如
腺
篮
哎
岱
陆
主
遵
政
局
，
形
成
一
黛
蜀
大
戎
匮
势
的

悟
况
，
但
它
内
印
有
些
记
和
色
彩
，
还
包
大
的
概
念
主
雯
是
扁
了
和
“
牍

争
记
和
式
民
主
．
（

co
mp

et
at

iv
e

co
ns

oc
ia

ti
on

al
 d
em

oc
ra

cy
)
相
对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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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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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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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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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饺
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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猝
析

(1
98

5-
1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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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运
：
大
腮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而
建
立
，
以
便
貌
钥
如
果
有
网
包
陆
惊
（
禁
似
网
黛
制
）
互
相
娥
争
，
形

成
兢
争
型
摇
的
记
和
式
民
主
－
那
就
是
大
焉
可
炬
出
瑕
的
网
炽
制
。

(2
)
杻
族
戎
宗
教
威
牡
是
指
因
除
蔥
政
民
主
恺
制
，
改
以
完
全
威
惺
戎
拯
罹

統
治
，
也
是
可
钜
吧
了
。

A
O

( ^ 

现
在
我
们
知
道
大
思
的
政
赞
是
一
佪
混
合
的
，
其
中
是
包
括
了
穗

族
的

、
威
播
的
和
民
主
的
色
彩
。
道
三
佪
成
份
也
代
表
著
大
思
政
骰
一

祯
演
畟
的
迥
程
，
可
锐
是
胚
史
的
资
展
遏
程
。
如
果
要
排
列
其
顺
序
，

腮
该
是
民
主
架
横
的
建
立
、
穗
族
色
彩
的
增
强
（
思
来
民
族
囡
家
的

浮
现
）
，
然
倓
才
是
威
棵
的
出
现
。
迼
最
梭
的
威
摧
之
出
现
，
我
们
亦

己
时
踏
遇
是
玛
了
资
展
经
济
、
培
赘
思
来
资
鹿
階
级
而
增
强
的
，
迼
佪

经
清
的
因
素
，
使
策
者
倾
向
探
用
威
描
而
不
用
霸
罹
，
因
玛
我
们
知
道

政
治
学
梩
常
把
威
罹
（
尤
其
是
官
僚
威
横
，

bu
re

au
cr

at
ic

-
au

­

th
o

ri
 ta

ri
an

)
政
的
的
出
现
和
经
济
资
展
速
聚
在
一
起
，
如
束
亚
台

沟
、
南
韓
的
威
椎
政
骼
和
其
预
展
经
济
是
有
很
深
的
淜
源
，
南
美
洲
官

僚
威
榄
囡
家
的
出
现
亦
役
如
此
。
因
此
在
此
意
袭
上
，
遗
用
威
描
来
描

述
大
焉
政
骼
的
混
合
，
更
能
反
映
其
威
罹
色
彩
出
现
的
经
济
因
索
。

但
是
大
思
政
骰
的
威
罹
之
出
现
也
不
纯
然
是
经
济
因
索
，
它
也
有

控
制
涽
在
的
植
族
衡
突
之
原
因
，
因
此
迼
穗
混
合
亦
有
「
穗
族
威
罹
」

＇
的
结
合
，
也
就
是
说
要
用
穗
族
威
描
（
相
同
於
穗
族
霸
罹
）
去
座
制
其

他
槐
族
的
可
能
挑
戟
，
所
以
穗
族
威
罹
民
主
遠
是
可
以
反
映
大
思
的
政

骰
之
祯
族
丽
椎
（
或
威
罹
，
程
度
的
不
同
）
的
色
彩
。
因
此
混
合
的
情

况
也
可
以
是
「
租
族
威
罹
」
的
民
主
。
（
砫

48
)

11
2 

射
於
「
威
槛
民
主
」

(a
ut

ho
ri

ta
ri

on
de
mo
cr
ac
y)
道
佪
概

念
，

Ga
rr
et
oo
n
曾
用
遏

(1
98

6:
11

0)
（
砫

49
)
。
它
是
包
涵
著

矛
盾
的
意
念
，
但
是
封
於
现
贲
的
璞
境
—
—
尤
其
是
第
三
世
界
团
家

欲
资
展
孚
脱
依
赖
或
进
陲
的
地
位
，
它
郤
很
真
卉
地
描
述
道
些
囡
家
的

熊
雄
虞
境
—
—
即
要
政
治
稳
定
（
威
罹
的
需
要
）
，
但
郤
不
能
全
面

镇
座
（
经
济
代
價
或
成
本
太
高
了
）
，
因
此
形
式
的
民
主
也
是
需
要

的
，
所
以
「
威
槛
民
主
」
是
矛
盾
郤
相
常
真
究
的
描
述
。
而
在
大
思
是

被
植
族
支
配
的
「
威
槛
民
主
」
，
逍
也
就
是
有
穗
族
的
「
威
横
民
主
」

之
意
涵
。 想
的
来
说
「
穗
族
威
描
民
主
国
家
」

(e
th

ni
c

-
au

th
o

ri
ta

ri
­

a
n

 -
d

e
m

o
c
ra

ti
c
 s
ta
te
)
是
矛
盾
而
不
太
栋
莉
的
概
念
，
但
它
正
好

反
映
了
大
焉
道
特
殊
而
搜
雅
的
囡
家
之
情
形
。
它
的
政
治
骰
制
充
滴
著

矛
盾
而
不
稠
和
，
但
又
似
乎
是
統
合
而
稳
定
，
笨
者
桶
此
冯
稳
怹
结

驻
48

:
Li
nz
曾
以
回
族
民
主

(r
ac

ia
l
de
mo
cr
ac
y)
来
形
容
南
非
的
民
主
，
它
是
怪

行
在
白
人
身
上
的
民
主

，
故
是
訰
然
的
扭
族
民
主

(1
97

5:
32

6
-
36
)

。
大
黑
「
祖
族
威
僭
」
的
民
主
是
指
思
来
人
支
配
的
「
榄
族
既
僭
」
民
主
，
亚
非

訰
然
的
南
非
式
租
族
民
主
。
黄
懋
福
色
诧
污

Li
nz
所
肘
器
的
扭
族
民
主
翻
霖

成
「
糙
族
主
羲
的
威
唇
」
政
霞

(1
99
2:

13
4)
。
过
是
采
者
首
灰
旯
到
中
文

的
「
祖
族
威
褶
」
名
房
。

驻
49

:
Ga
ne
to
on
是
用
此
名
器
来
形
容
智
利
單
人
政
府
在
一
九
八
O
年
公
民
樱
快
新

惠
法
中
建
温
的
一
昏
政
治
摸
型

(p
oi
ti
ca
l
mo

de
l)
，
核
惠
法
艰
定
了
限
制

参
舆
诀
策
的
各
袒
方
法
，
雄
然
孩
政
整
的
政
治
摸
式
是
所
兵
过
渡
到
民
主
的
暂

昧
安
排
，

Ga
rr

et
oo

n
~
岛
殿
格
意
婪
上
，
它
是
威
僭
政
霞
，
但

Ga
rr
et
oo
n

仍
用
「
威
褶
民
主
」
立
「
有
限
民
主
」

(l
im

it
ed

de
mo

cr
ac

y)
来
形
容
还
政

整
的
建
颉
摸
式
。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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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祁
岳

大
焉
网
以
政
治
的
异
析

(1
98
5-
19
92
)

~
瞿
2
-
4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霞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程

局
来
西
亚
的
＂
檀
族
屈
惺
民
主
”
政
役
雄
持
稳
恁
桔
信
的
形
成
屈
保
僵

横
。
它
可
以
有
穗
族
的
、
威
摧
的
、
民
主
的
猾
立
涽
面
，
但
也
有
植
族

威
罹
、
威
摧
民
主
、
穗
族
的
「
威
槛
民
主
」
以
及
「
穗
族
威
榄
」
的
民

主
之
混
合
面
向
，
怨
之
，
一
句
括
：
它
是
巫
統
透
逊
囡
阵
建
梢
統
治
大

焉
道
梭
雅
的
国
家
之
稳
怹
结
横
的
政
骰
怨
秪
。

士 口
儿 Z }

, 、

... 

11
4 

之
人
·

硐
·
「
种
族
威
摧
民
主
囡
家
」
的

政
治
神
话
之
建
立

经
逸
了
以
上
毁
饰
的
时
脸
和
分
析
，
我
们
看
到
大
思
的
政
骰
如
何

徙
猓
立
演
畟
成
今
天
道
「
穗
族
威
罹
民
主
囡
家
」
，
其
遏
程
及
互
助
的

简
略
胱
保
，
以
结
裙
的
方
式
呈
现
如
颖

2
-
4
所
示
。

焉
来
西
亚
不
是
一
下
子
形
成
迼
楛
的
「
穗
族
威
槛
民
主
囡
家
」
。

是
许
多
胫
史
凑
合
的
资
展
所
畟
成
迼
揉
的

。
就
像
一
位
学
者
所
脱

「
…
…
第
三
世
界
…
…
道
些
囡
家
之
所
以
被
纳
人
快
速
的
社
合
畟
逻
遏

程
之
中
，
事
究
上
，
是
舆
掖
张
中
之
西
欧
社
合
（
倓
来
是
美
囡
）
接
觽

的
直
接
结
果
，
而
且
道
些
社
合
所
资
生
的
大
部
份
燮
逻
遏
程
，
都
是
针

射
西
方
衙
繫
的
直
接
反
恋
。
」

(
R
o
x
bo

ro
ug

h,
思
绍
章
择
，

•1
98

8:
 
26

)
。
道
就
是
思
来
西
亚
纳
人
现
代
化
畟
逻
的
首
佪
背
景
，
西

方
人
侵
、
殖
民
，
誉
育
了
思
来
民
族
主
羲
，
亚
在
二
、
三
十
年
代
中
慢

慢
芘
壮
…
…
整
佪
故
事
可
以
简
结
焉
：

推
行
新
枉
澳
政
策
、

施
行
政
治
丘
恸

及
名
蔓
殿
法

以
便
旌
符

政
治
檐

定
＠

堆

枉
澳
枯
屙

日
厥
上
：
半
遍
陲
豆
衣

：依
模
的
页
本
主
蔓
枉
澳

匡
内
：
李
行

11
家
真
本
主
篆
，

Il
l衣
咨
烈
介
入
政
溃

负
展
戍
立
公
营
企
集
，
稹
位
汜
重
熏
来
员
在

陷
圾
只

11
家
页
茬
陷
坎
。

行
：新
杻
弑
政
策
朽
寅
己
打
制

、
还
兼
执
熙
侵
先

防
黑
来
民
族
，

19
75
年
工
集
屁
济
法
令
等
。

1 1 家

量 本

、 黑 来

雯 求累 稹的

9 

土
寻
非

土
书
的

分
81

J(
!)

户

) 

(l
)
自
我
蔽
觅

(2
)
階
砐

：黑
来
皇
族
、
祸

英
份
子
、
真
茬
陷
极
的
强
化

(3
)
民
族
：
黑
来
族
中
心
演

、回
敏
俋
仰
、
黑
来
朽
熹
、
土
寻
王
蔓
、

II
家
育
及
文
化
政
策
：
强
化
支
配
主
蔓

(4
)
霆
家
昼
展
的
熏
耍
及
政
治
撬
定
和
控

剧
：
厥
罹
主
羞

气
严
：

l 
＠
黑
来
人
朽
瞿
及
统
治
君
主
膛

政
治
枯
惘
：

(1
)
巫
统
支
配
的
一
伯
陆
撩

（
歉
赞
及
荔
陆
）
的
熏
政

府
曾
系
（
威
置
的
）

(2
)
君
主
辽
熹
的
区
曹
民
主

制
（
形
式
上
的
民
主
制
）

(3
)
黑
来
人
符

11
及
黑
来
统

治
地
位
（
蔓
族
色
彩
）

(4
)
名
翟
鼠
法
及
父
擢
作
员

(5
)
标
仑
戍
＂
翟
族
厥
霪
民

主
政
董
．
的
统
治
形
式

至 舅
弓 主 ＠

土 上

黑
来
皇
族
、
锅
奀
份
子
的
民
主

熏
政
之
忧
沿
置
立
0

杲 0甚 憾

本 主

界 黄入 世匕 及 纳

琨 代 1

生
令
的
纪
洞

：生
物
文
化
人

(l
)
目
我
利
盆
的
保
存
（
生
存

本
性
）

(2
)
黑
来
空
族

、
轼
奀

、
扫
茬

陋
般
的
阮
治
地
位
的
屋

史
性

(3
)
黑
来
民
族
危
幔
形
戍
强

化
了
熏
来
民
族
主
基
以

攫
枯
黑
来
社
鲁

(4
)
薹
及

、
8l
因
及
其
他
土
弓

组
成
名
目
的
族
慕
社
盲 1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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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祸
政
治
种
岳

大
思
网
保
政
治
的
肿
析

(1
98
5-
19
92
)

第
二
章
：
大
屈
政
密
的
形
成
、
滨
燮
及
其
政
治
祁
岳
的
建
立

一
一
「
杻
族
威
褶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迅
桯

忑 7 ^ 

(A
)
民
主
鸥
家
的
雒
形
：
徙

(l
)
到

(5
)
的
陆
段

（
圆
2
-
4
)

英
荔
人
的
殖
民
培
茬
了
焉
来
民
族
主
教
，
加
上
日
本
人
的
统
治
，

使
得
思
来
人
党
醒
到
自
主
的
日
子
到
来
了
，
思
来
亚
糊
邦
的
各
民
族
平

等
地
位
激
起
了
思
来
人
的
主
罹
及
特
罹
意
跋
，
结
果
焉
来
亚
辙
合
邦
协

定
库
生
了
宗
法
上
焉
来
人
統
治
者
的
主
拙
及
特
摧
的
推
形
，
最
梭
在
和

華
印
共
同
制
定
的
五
七
年
猓
立
煮
法
峙
畟
成
了
永
久
的
恋
法
保
漳
及
地

位
，
一
佪
以
焉
来
君
主
立
志
玛
主
的
囡
合
民
主
制
囡
家
在
思
来
西
亚
半

岛
追
堍
土
地
上
建
立
了
。
迼
民
主
架
棣
包
括
了
以
下
的
特
黏
：

(1
)
行
政
、
司
法
、
立
法
三
罹
分
立
的
政
治
制
度
，
以
京
法
焉

最
高
法
律
和
罹
力
来
源
，
有
依
法
行
政

(r
ul

e
o

f 
la

w
) 

的
精
神
。

(2
)
保
障
基
本
的
自
由
罹
，
尤
其
是
结
社
，
成
立
政
黛
的
自

由
，
因
此
焉
来
亚
遗
人
现
代
政
黛
政
治
。

(3
) 
囡
合
民
主
制
的
保
瞪
，
即
立
法
是
经
民
意
代
表
（
囡
合
滚

员
）
在
踉
合
拼
涂
而
座
生
，
乃
是
现
代
踉
合
民
主
政
治
的

架
横
。

(4
) 
中
央
及
州
政
府
是
由
人
民
每
五
年
遗
出
，
人
民
的
参
政
罹

狸
得
保
障
。

(B
)
恩
来
民
族
圉
家
（
植
族
圉
家
）
的
浮
现
，
（

5)
到

(8
)
（
圈
2
-
4
)

思
来
民
族
主
毅
彦
生
了
巫
統
，
巫
統
主
淳
了
囡
家
的
建
立
，
亚
使

11
6 

思
来
特
槛
及
苏
丹
主
槛
疲
得
雍
立
，
道
些
都
加
强
了
巫
族
的
支
配
主

羡
。
在
和
華
裔
孚
套
困
家
横
阴
逊
程
中
笳
筛
滕
利
，
到
了
七
0
年
前

梭
，
局
来
民
族
囡
家
可
说
已
经
出
现
。
即
使
没
有
「
五
一
三
」
事
件
，

道
佪
国
家
遠
是
充
游
澳
厚
的
局
来
色
彩
，
「
五
一
三
」
的
资
生
造
一
步

确
定
和
强
化
了
道
贲
事
。
迼
些
焉
来
民
族
囡
家
的
特
黏
包
括
：

(1
)
焉
来
統
治
者
的
主
楹
及
局
来
人
特
摧
地
位
；

(2
)
焉
来
人
主
淳
的
官
僚
行
政
系
統
；

(3
) 
一
佪
巫
統
支
配
的
黛
政
府

(p
ar
ty

-
g

o
v

er
n

m
en

t)
 

; 

(4
) 
一
佪
巫
統
操
控
的
立
法
根
横
；

(5
) 
国
家
意
裁
形
怹
工
具

(s
ta

te
id

eo
lo

gi
ca

l 
ap

p
ar

a­

tu
s)
的
焉
来
化
，
包
括
囡
家
原
则
、
困
家
教
育
政
策
、

囡
家
文
化
政
策
及
統
一
的
思
来
囡
晤
和
官
方
晤
文
；

(6
) 
由
巫
統
支
配
的
穗
族
政
黛
政
治
；

(7
)
土
著
主
羲
至
上
的
新
经
济
政
策
。

(
C
)
威
擢
圉
家
的
面
向
：
徙

(8
)
到

(1
2)
（
圈
2
-
4
)

常
来
到
六
十
年
代
峙
，
囡
家
造
人
以
出
口
导
向
玛
主
的
工
桨
化
策

略
；
接
著
新
经
济
策
在
七
一
年
的
推
行
，
工
柴
化
加
上
培
婪
焉
来
资
座

階
级
的
需
要
，
使
統
治
階
级
日
渐
加
强
其
政
治
控
制
，

J
o
m
o
以
「
反

劳
工
、
威
罹
、
民
族
主
教
者
及
资
本
主
袭
者
」

(1
98

7:
34

) 
的
名
捕

来
形
容
思
哈
迪
及
其
前
輩
的
政
策
，
道
些
特
贴
逐
步
加
强
了
阔
家
根
腑

的
威
罹
面
向
，
民
主
制
度
的
安
排
也
被
侵
蚀
，
正
是
行
政
摧
坐
大
的
遏

程
，
迼
些
威
摧
的
措
施
包
括
：

(1
)
侵
蚀
迥
皋
委
员
合
的
狠
立
性
，
使
它
被
埶
政
者
朋
接
控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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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
1
 

, 
解
格
政
治
神
岳

—
大
思
网
惊
政
治
的
驿
析

(
1
9
8
5
-
1
9
9
2
)

第
二
运
：
大
思
政
霞
的
形
成
、
演
燮
及
其
政
治
神
岳
的
建
立

—
「
衬
族
威
搭
民
主
岱
家
」
形
成
的
沼
桯

(2
) 

(3
) 

(4
) 

(5
) 

(6
) 

lO
f 

(7
) 

(8
) 

(9
) 

(1
0

) 

制
；

地
方
政
府
的
际
市
踉
合
的
民
速
制
度
被
潦
除
；

上
践
院
非
民
主
化
增
强
（
官
委
敲
员
增
加
）

; 

囡
合
自
由
言
踏
摧
的
剥
奢
，
賤
员
陑
及
敏
感
问
题
可
控

告
於
法
庭
；

修
煮
限
制
司
法
罹
力
来
自
骄
邦
法
律
而
非
煮
法
，
使
司

法
描
力
受
囡
合
控
制
，
意
即
埶
政
者
可
操
控
法
院
；

各
植
限
制
集
合
、
出
版
、
资
讯
、
避
行
、
结
社
、
工

合
、
大
学
生
等
的
娥
法
一
一
制
盯
。
有
些
遠
给
部
畏
免

控
描
，
如
内
安
法
令
；

精
英
以
威
罹
形
式
控
制
的
政
黛
政
治
，
强
绸
服
徙
，
黛

内
民
主
脆
弱
；

主
徙
腑
保
的
政
治
文
化
荽
延
，
往
往
使
威
罹
控
制
更
易

以
维
持
；

首
相
思
哈
迪
强
人
作
凰
的
尊
断
领
淳
；

四
项
紧
急
状
怹
的
法
令
仍
然
生
效
。

政
治
现
象
，
使
到
我
囡
出
现
两
佪
相
封
的
政
治
神
话
，
即
：

（
一
）
巫

統
（
焉
来
人
）
的
政
槛
是
不
容
挑
载
的
；
（
二
）
不
给
你
喜
栨
不
喜

歆
囡
阵
是
唯
一
有
能
力
在
我
阔
埶
政
的
政
治
力
世
。
」

(1
98

6c
)。

看
来
迶
似
乎
有
黏
道
理
！
然
而
它
是
否
如
卡
西
勒
所
言
是
精
心
周
祥
地

準
倩
和
笱
劓
思
考
而
横
成
的
政
治
神
括
？
迶
就
不
得
而
知
了
，
但
笨
者

配
起
焉
克
思
所
说
的
人
颊
创
造
胚
史
的
下
半
段
括
，
它
是
迶
棣
的
：

「
所
有
那
些
死
者
的
傅
統
，
就
像
恶
步
一
般
盘
拟
在
生
者
的
脂
海
之

中
。
而
且
正
常
人
们
全
心
投
注
於
做
底
改
燮
自
身
及
事
件
，
亚
且
创
建

前
所
未
见
之
事
物
峙
，
也
就
在
迼
佪
革
命
危
横
赏
现
人
们
郤
圾
渴

地
附
合
遏
去
的
精
神
以
马
其
所
用
，
亚
且
借
用
其
名
虢
、
镖
晤
、
口
虢

及
服
饰
等
等
，
藉
以
在
年
代
久
遠
的
掩
怖
下
及
借
自
遏
去
的
晤
言
中
，

展
现
世
界
庶
史
的
新
凰
貌
！
」
看
来
没
有
比
迼
更
好
的
文
字
踱
我
们
结

束
迶
「
锺
族
威
槛
民
主
团
家
」
稳
怹
統
治
结
横
形
成
的
庶
程
了
，
然
而

底
史
的
故
事
遠
没
有
真
正
结
束
，
下
一
佪
要
解
横
迶
政
治
神
括
的
演
迪

正
於
八
十
年
代
中
在
焉
来
西
亚
迼
堍
土
地
上
揭
阴
，
我
们
等
著
脏
吧
！

跟
然
逍
些
威
罹
及
植
族
色
彩
的
安
排
己
牁
猾
立
峙
建
槽
的
民
主
之

推
形
勒
得
奄
奄
一
息
了
，
但
形
式
上
仍
没
有
潦
除
煮
政
民
主
的
必
要
，

追
代
價
太
高
了
！
何
况
目
前
迼
「
穗
族
威
擢
民
主
」
的
安
排
，
即
可
控

制
潜
在
的
植
族
衡
突
及
座
制
新
輿
的
社
合
势
力
，
也
可
致
力
於
资
展
经

济
和
累
稹
资
本
，
更
有
統
治
的
正
赏
性
（
因
玛
有
形
式
的
民
主
）
。
逍

些
正
是
横
成
「
植
族
威
描
民
主
囡
家
」
稳
熊
的
統
治
结
梢
之
必
要
因

素
，
缺
一
不
可
！
林
晃
异
说
：
「
近
三
十
立
来
，
醉
盟
／
囡
阵
的
政
治

力
世
贡
在
太
强
大
了
，
而
它
在
贲
贸
上
则
是
巫
統
的
一
黛
享
政
。
追
穗

11
8 

1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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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思考马来西亚 

中、文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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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與表演性 39

中國性與表演性：
論馬華文學與文化的限度

＊黃錦樹

一、引言：傳火

最先亮起的是系主任手上那根蠟燭，下來是講師們，火苗傳開去，回到

同學手中，都成了待傳的火種。傳與接時，把傳與接的人的擔憂都表露

無遺。傳的人小小心心，接的人也殷殷勤勤。我們都把手掌彎成呵護的

手勢護著燭火。１

而這「護火的手勢」是「在我們燃香祭神時，一個千古不變的手勢」（同

前）。這是馬大中文系畢業生潘碧華的散文〈傳火人〉的一幕核心場景，描繪

的是馬大「中文系之夜」的傳火儀式，也是身為中文系的人的一種「入門儀

式」，一種「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在這樣的儀式中，包含了重大的

象徵行為：「從第一根蠟燭亮起開始，分頭燃亮其他的，許多的奮鬥故事和血

淚已終濃縮在傳與接之間」（同前）。同樣的儀式性行為也出現在許多其他重

大的文化活動中（如：花蹤文學獎、馬華文化節等等），甚至一些華文獨中校

內與文化有關的活動，都慣常的以傳火儀式做結，以示薪火相傳，精神不死之

意。這種帶著劇烈情緒的象徵行為在大馬華人的社會生活中業已普遍化、日常

化，幾乎已等同於華人的傳統節慶，而華人的諸多傳統節日也被這種表演的情

１ 潘碧華〈傳火人〉（1989：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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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緒所強化（如中秋節夜晚之提燈籠，端午節之賽龍舟，農曆新年之放鞭炮２及舞

獅等），而使得（中華）文化裸露於大馬華人社會生活的肌理之中。同時，文

化的象徵表演更以最為激情的方式展現於華人在國家獨立前、獨立後對華文教

育的持續爭取中，這便是所謂的「華教運動」（華文教育運動）３。凡此種種，

在林開忠的論述框架中（1992）被稱為「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

林開忠的碩士論文《從國家理論的立場論──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運動中

「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1992，清大社人所）在國家形成的架構下直接將華

教運動與馬華文化結合起來談，為我們提示了深入了解馬華文化內在機制及其

性質的可能途徑。以下從幾個關鍵詞（以我自己的話）撮述其議題架構及基本

論點。

a. 國家形成（nation-building）：指馬來（西）亞建國之後馬來化的馬來西

亞之形塑的過程。一個在政治上占優勢的種族（馬來人，「土著」４）主導下企

圖以己族的語言、宗教、文化來統一其他種族，以構成單一的民族、語言、文

化，以建構出來的「馬來特質」（malayness）來建構國家。在這種同性質文化

的形塑過程中，文化被客體化，過去的傳統被創造出來──重建一個種族

（race）之過去，構造一個國族（nation）的未來──而其他民族的文化被強制收

編、類化、歸位。

b. 華教運動作為一種對國家形成的反應（reaction），為馬來西亞國家形成

所逼出。主要論點：「華文教育運動並非憑空造成的，而是由許多歷史條件湊

合下之產物，其中馬來西亞國家的形成是主要的」（頁10）。

２ 自一九九五年起官方規定不論任何節日均不許放鞭炮。有趣的是在英殖民時代（1948

年）殖民政府也曾禁止華人在節慶燃放鞭炮，卻引起華人強烈的反對，最終雖受到某種

程度的限制，卻未被禁止。（顏清煌，1992：19-20）
３ 泛指獨立前後迄今大馬華人民間社團及反對黨等對於大馬華人合法的使用及教授華文

的權利之爭取，在形式上除了對所有不利華文教育的官方法令所提呈的華社備忘錄之

外，還包括了常態性的籌款活動等等。
４ 馬來西亞政府把馬來西亞內的種族群體劃分為兩大陣營：「土著」與「非土著」。前

者包含了馬來族及馬來西亞所有的原住民，後者主要是華人、印度人及其他少數的外國

定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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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與表演性 41

c. 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在國家形成─國家文化塑造的過程中，華人社會以華

教運動作為抗拒反應之外，同時也進行「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1] 傳統中華

文化以一些可選擇的要素被呈現，其篩選原則為「去蕪存菁」（頁140），以代

表一個民族在國家或民族重大的節日中公開表演。其結構與意識和國家文化類

似，互為對立面。[2] 「局部保衛」５：如對招牌上中文字的大小、舞獅活動之

爭取等等。

三者之間有著結構上的因果關係，b 是對 a 的反應，c 是 b 的必然產物，從

b 的過程中自然延伸而出，其實也是針對 a 的國家文化塑造。在理論上他所依傍

的主要是 G. Benjamin（ 1980），Gellner（ 1984）的國家理論，Anderson

（1983）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概念，Cohn 的印度研究、

Handler 的魁北克獨立運動研究所運用的「文化之客體化」概念（林開忠，10-

18）。林的論文有趣之處在於把一般華人習以為常、認為理所當然的、甚至先

於存在的「事實」──華人─華語（文）─中華文化的一體結構加以拆解，將

之還原至它之所以形成的歷史政治情境中去，展示它的形成過程，也暗示了這

種結構之形成並非先天的，而是有它的歷史性，有它之所以如此的條件。這些

隱蔽的條件在華人的民族情感下一直無法浮現，被賦予了道德及政治的正當

性，而難以被拿出來討論（尤其在大馬發表的華文著作中），更別說是嘗試去

５ 筆者杜撰。指陳一種現象：大馬華人對於自身文化的被動性，一則是對政府企圖禁止

的華人活動的保衛及搶救，例如當政府官員意圖禁止華人在公開場合表演舞獅舞龍並且

譏諷該活動「不文明」時，華社群起而護衛，將它提昇為華人文化的重大活動；發展之

蓬勃，更甚於台、港、大陸。這並非孤立的個案。最近（1995）年政府禁播台灣電視劇

包青天一事，也被華社在媒體上炒熱，為保衛之，不惜賦予它超高的文化、教育等等價

值，在成功的爭取到之後，華人也以收視率顯示團結。有趣的是，鞭炮被禁止華人倒是

毫無「保衛」的跡象。再則是盲目的附和官員的「善意」。如一九九五年副首相安華訪

問大陸回馬後，突然大談王安石的重要性，華社也隨之起舞，王安石突然變成媒體的寵

兒；同年，政府突然倡導「回儒對談」（回教儒教對談）知識分子也紛紛起而為之附

和、背書，絲毫不見任何質疑、反省或批判的言論。換言之，只有被政府否定或肯定

的，才是重要的，這或許也反映了大馬華人文化視野上的限度：其視野為他者的目光所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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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檢討它。長久下來，在執行著意識型態的功能（不能反省批判，只能信服）之

外，更不無教條化的可能。暴露它的構成條件也就是暴露華人社會相對於國家

的意識型態機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６已長久的建構出作為敵體的對

抗性「類國家意識型態機器」，而這可能已漸漸成為華人文化意識內在的危

機。進行一番內部的清洗，已是當務之急。

雖然林開忠的議題架構並非首創──之前有 Chai Hon Chan 的大馬華人教

育個案研究（1979）、陳志明關於 Baba（土生華人）的研究（1982），且已得

出近似的結論（「大馬華人的文化認同是特殊政經條件所促成的」）──然而

林的真正創意在於更進一步把馬華文化看做是大馬華人「傳統中華文化之創

造」的產物，暗示了大馬華人引以自豪的「五千年中華文化」不過是一場千古

招魂。在強調華教運動及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的被動性（不過是一種特殊歷史

政治情境下的反應）的同時也蘊含了以下的論點：換一種情境，將會產生不同

的結果──華人與中華文化之間而今如此緊密的關係、它們之間的「必然性」

完全是特殊環境造成的。

然而遺憾的是，在他的討論中，「馬華文學」完全缺席，而且為了遷就

「國家形成」的論點而把討論的時間侷限在馬來亞獨立之後，而沒有追溯得更遠

──馬來亞獨立前、英殖民晚期，中國從晚期中華帝國向民國過渡的另一個

「國家形成」（Nation-formation）時刻。從那一個更廣大的歷史場景往下看，也

許更能理解林開忠所欲解釋的事物及現象之本源。因而本文企圖：[1] 對林的論

述內容及議題架構做一番評論、補充、及再解釋；[2] 從林論文的侷限處延伸一

６ 據于治中教授指出，「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法文原文為 l‘apparial ideologiques d‘Etat，

直譯應為「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然而在阿圖塞〈意識型態與意識型國家機器〉

（Althusser 英譯，1971；中譯，1990）中「意識型態國家機器」之修辭是相對於「鎮壓型

國家機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換言之，是強調兩種「國家機器」的不同，

重點在於「國家機器」。而據于教授的翻譯，重點卻在強調「意識型態機器」，「國

家」退而為「意識型態機器」的修飾語。就後者而言，在語意上倒隱含了另一個對立

面：在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之外還有「非國家」的意識型態機器。大馬的華文教育機構

（及華團組織等）是純粹民間性的，而其系統龐大、組織嚴密且在功能上發揮的是近乎國

家機器的意識型態教化功能，故本文姑稱之為「類國家意識型態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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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議題出來討論，尤其是林文所未觸及的（作為論述場域的）馬華文學。就林

的議題架構而言，馬華文學特殊的存在樣態恰可以提供一個不同的切入點，以

深入他所討論的問題。希望這樣的補充可以讓我們更深入的理解馬華文化─文

學的限度，以尋求新的可能。在此一前提下，試著提出一些值得討論的問題：

a. 華人─華語（文）─中華文化此一「三合一」結構的歷史合理性、它的內在

邏輯是怎樣的？涉及了哪些相關問題？（華人文化優越感的由來及相應的歷

史情境中中國性之召喚等問題）

b. 從「華教運動」到「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是否具有邏輯（結構）上的必然

性？為什麼？

c. 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中普遍的文化「興亡」之感中具有怎樣的意識結構？

d. 在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中的「文化被客體化」操作中除了一些傳統文化項目

（如書法、華樂、中秋等等）之外，馬華文學也被包含在內，馬華文學在其

中占有一個怎樣的結構位置？

e. 在馬華文學中傳統中華文化或中國性７又占有一個怎樣的位置？其展現方式為

何？它又為本土華人文化的形成造成了怎樣的困難？

二、華人「想像的共同體」之建構：語言─文化─種族─國家

以中國華南遷民為主體的大馬華人社會並非一開始就已具有集體意識，而

是經過某個歷史過程而被歷史化。因而詢問被「華僑為革命之母」的命名者孫

中山先生嘆稱為「一盤散沙」的新馬華人在怎樣的情況及條件下竟可以克服地

域─血緣主義（以方言群祖籍及宗族為分化聚合的原則８）而形成想像的共同體

是一件重要的事。同樣的問題可以再細緻化為「文化或種族血統的純粹性在怎

７ 「中國性」是一個權宜性的稱謂，英譯為 Chineseness，也可譯為「中華性」，或「中

國特質」，強調的是它在文化想像上的純粹性。在這一點上有別於「馬華性」

（Malaysian chineseness）（何啟良，1994）。
８ 詳細的討論參麥留芳，1985，第二章「海外華人的分類」；顏清煌，1991，第二章

「方言組織：結構及職能」及第三章「宗親組織：結構及組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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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歷史環節中變得重要」？「原先以賺錢為目的９的華人何以突然覺得文化對

他們而言切身或不可或缺」？

早期遷往馬來半島的華人移民數量有限，並不構成大的群體，以種族及文

化所強化界定的「中國性」並不突顯，或至少不是問題１０，十九世紀末葉迄廿

世紀初葉的移民在殖民主義的驅使下（開發殖民地需要數量龐大的廉價勞工）

及中國境內本身問題叢生以致移民數量龐大，且因利益上的需要而成立各種性

質不同的組織（以私會黨或宗、鄉、親等等不同的血緣、地緣組織起來，各種

性質不同會館的普遍設立是其標杆）。群體的凝結方式就蘊含著一種文化意

識，集體的力量也讓文化的儀式性召喚成為可能，「遵奉中國的節日慶典，對

於保持華人社會的『中國化』起著決定性的作用」（顏清煌，1991：17）。而

且這些晚期移民和中國的聯結依然十分密切，移民時間的短暫讓他們在身分上

只是暫居的中國人而猶不確定是否會成為定居者，甚至對大部分人而言「回唐

山」的意念仍十分強烈１１（顏清煌，1982：2）。就想像的共同體之建立而言，

更重要的是，早期移民之外移基本上是處於中國不是問題（中國的存亡不成為

９ 華人之從中國外移，謀生是主要的考量，而且往往是為了解決最基本的生存問題。因

而在國民革命之前，南洋華人的階級只有工、農、商而沒有士。顏清煌，前揭書第五章

「階級結構與社會的變動」。本文的不同中文譯本又收入林水檺、駱靜山合編，1984，及

顏清煌著，1992。
１０ 據陳志明研究，就大馬華人移民歷史最早的區域馬六甲而言，從資料上判斷「只能證

明華人於十七世紀定居於馬六甲，十七世紀之前的情形則不詳」（陳志明，1984：

171）。從十七世紀到十九世紀之間，華人文化的問題並不突顯，華人對於「種的純粹

性」的要求也沒十九世紀後嚴重，兼之清廷禁止婦女移民，且馬來人對於回教徒的限制

也沒有獨立後那般沒有彈性（如女性回教徒嫁與華人後可脫離回教），因而華巫之間的

通婚頻繁，而自然形成一種混種文化（峇峇文化）。陳志明：「到了十八世紀，峇峇文

化已經形成了，而其認同是產生於十九世紀華人移民人口大增後。這是因為有了兩種不

同的華人移民文化模式所致」（前揭書，175）。
１１ 另外就人口結構而言，據一九四七年的人口調查，不論是在馬來聯邦還是新加坡，當

地出生的華人人口都已超過華人總人口的半數，也就是說，一直到一九四七年，星馬華

人社會才逐漸「由移民社會轉變為定居社會。」（崔貴強，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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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的情境，而後期的移民情境則是中國的存亡成為問題（清末及民初，革

命情境，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當中國的存在成為問題，中國人的存

在相應的也就成了問題。

雖然晚期移民的移民情境是如此，可是卻並不必然導致想像的共同體之建

立。誠如顏清煌教授所指出的，身為移民，他們遠渡重洋的首要目的是改善經

濟環境，因種種現實的考量而對政治事務往往持保留的態度（顏清煌，1982：

1-3），明哲保身，只關心切身的利害。究竟是怎樣的歷史契機讓這些人把中國

國族及國家的興亡和自身的存亡視為同一回事？從現有的研究成果可以大致下

斷言：不是別的，正是晚清中國的政治革命。就歷史過程而言，大致可以分為

幾個階段：[1] 維新；[2] 國民革命；[3] 民國危機。重點並不在於政治立場或事

件的大小，而在於戰場延伸至南洋的中國革命運動過程中，所共同建構的「類

國家意識型態機器」（也就是後來被國民黨宣傳機構稱為「僑社三寶」的報

紙、會館、華校），它為馬來亞華人想像的共同體的建立及延存提供了可能性

的條件。在維新派首腦康有為逃亡南下之前，在星馬的維新分子就已有意識的

透過辨報紙來鼓吹理念（顏清煌，1982：63），而從一九○○年以降，新馬報

紙林立，革命派勢力進入星馬之後，也立即透過辦報來展開活動（123-138）
１２。此外新式１３學校教育的建立方面，康有為及其在當地的支持者「扮演著重

要的角色」（183）１４，和革命派展開角力１５。從維新派與革命派的鬥爭中也可

看出這些機制的重要性：

１２ 除此之外，革命派還透過書報社、公開演講、群眾聚會、劇團表演等等來凝聚群眾

（顏清煌，1982：131-162）這些形式後來為左翼運動所承繼。
１３ 相對於之前為各方言族群所把持的方言學校。
１４ 顏清煌在另一本著作中指出「新馬現代華文學校的開辦，是與中國大陸現代教育的發

端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1991：280）。意即清廷在意識到南洋華人的財力對他們有用

之後，也有限度的展開了護僑的工作，同樣的也試圖掌握意識型態機器。當康有為等流

亡星馬時，支持清廷的富商及當地華人領導層卻漸漸為維新派所吸收。一九三一年後國

民政府成立僑務委員會，其功能之一正是參與海外華文教育的規畫，甚至課本都和中國

境內沒有兩樣（崔貴強，1989：19-20；古鴻廷，1994：73-75）。有趣的是，柯嘉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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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新派與革命派都知道他們雙方的競爭，將是長期性的；因此，雙方都

需要有些長期性的計畫。……要想維持在華僑社會內較為持久的影響

力，勢必經由控制現有的一些社團機構不可。學校與其他教育機構乃成

為兩派競相滲透與控制的首要目標。（同前，1982：182）

不論維新還是革命分子都重視新馬華人的教育問題，新式教育在教學媒介語上

以華語代方言１６，突破了方言群的藩籬，不論維新還是革命派都以此為基礎倡

導華人團結，「鼓勵形成一種全國性的國家意識」（頁329），並且藉以灌輸一

些和傳統封建社會不同的新價值觀念，如愛國、自由、平等（頁331），企圖逐

漸的把星馬華人形塑成「新華人」。而「隨著現代華文教育的興起，新馬華人

社會對中國認同的連貫性得到了保證」（顏清煌，1991：284）。總結而言，維

新派與革命黨人「在海外華人當中引進了強烈的中國人的意識」，「他們的強

有力的宣傳活動，使當地華人比過去更加清醒的意識到，中國是一個整體，而

不止是一個省或地區。該地區的國語的引入，則進一步有助於打破這種地方狹

隘主義」（顏清煌，1991：284-285）。打破地方主義為的是建立國族主義，以

語言為工具，透過傳播媒體、教育、革命活動等等，以建構出華人與廣大中國

及中國人的「想像的共同體」。

從以上的論述可以看出，林開忠所謂的 imagined community 並不是馬來亞

國家獨立之後相對於馬來人 imagined community 的建立才建立，而是早在一九

○○年至一九三○、四○年間在延伸的中國革命情境中就已形成。維新－革命

派的操作把南洋華人和中國連成一體，以南洋為後方，在年輕人中構建起祖國

意識。現代國家獨立前的南洋一直是大中國意識上的延伸，就如同馬來半島是

大英帝國的延伸。從國民革命到一九二八年後的支援中國抗日（抵制日貨運動

《馬來西亞華教奮鬥史》（1991：24）這部鬥爭性甚強的著作中談及馬來亞華文教育的起

源時，把與中國有關的政治背景給檢禁掉了。
１５ 一九三○年代之後國共兩黨延續了這樣的爭奪。兩派爭奪的除學校外，同樣重要的是

一些超方言群的華人社團（如各州的中華總商會）（189）。
１６ 海峽華人林文慶早在五四運動之前為了解決星馬華人方言分化的實際問題即已大力倡

導華語運動及華語教育（顏清煌，1982：329，李元瑾，1991：6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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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１７、左翼運動１８等，華人和中國的一體感經由整體的危機意識及個人的主

動參與而一再被強化。中國的命運等同於他們自身的命運，而一些革命派的意

識型態建構也源源進入他們的意識結構，藉著報刊、演講、教育等等；其中尤

為重要的如帶著種族主義意味的排滿論述，文化民族主義。革命派的中國性論

述（語言文字─國學─中國人）是一種民族主義構造，產生於排滿論述中，以

蠻夷為敵體而構建（如章太炎的革命理論建構）１９。在星馬的環境中，文化民

１７ 參黃枝連，1992，上篇〈馬來西亞華僑的援華抗日行動〉及顏清煌〈新加坡和馬來亞

華人對一九二八年濟南慘案的反響〉。顏：「對濟南慘案的反響處於一九一九年的五四

運動和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之間。它繼承了五四運動期間有關發動群眾的方式與辦法，

並過渡到七七事變。在這次反響中，新馬華人的精神境界已開闊到全中國。他們不再局

限於以捐款來救濟他們所屬地區和省分的親友，而擴大到救濟山東省的受害者，而山東

卻距離他們所屬的省分甚為遙遠」（1992：136）。方言地域主義並不易根除，常會在不

同的情況下以不同的形式復返，引文中所舉的幾個大事件，星馬華人都有激烈的反響，

可視為跨地域主義的整體情感的強化樞紐。其方式，在群眾運動之前，以報紙宣傳為其

先導。
１８ 左翼運動情況較為複雜，因為南洋的共產黨涉及中國共產黨與第三國際之間的勢力交

替。在第三國際主導下於一九三○年四月南洋共產黨改組為馬來亞共產黨，明顯的把當

地本身視為鬥爭的目標，這和星馬國民黨的泛中國是大為不同的。一九四○年更區分當

地華人為中國傾向的「華僑」，與馬來亞傾向的「馬華」（崔貴強，1989：207-209）。

幾乎同時期在文學上也有類似的爭論（方修，1989：132-135）。然而只要他們仍無法跨

越種族的藩籬，在那中國成問題的情境中，要切斷和中國的一體感是不容易的。舉例而

言，一九四一年李秋在報章上提出馬來亞華人的「雙重屬性論」（馬華，中國人）卻飽

受駁斥，被認為提出得「過高與過早。」（崔貴強，1989：166-168）
１９ 大致可參考小野川秀美著，李永熾譯〈章太炎的排滿思想〉（李國祈等，1980：207-

260）。唯更重要的是，章太炎在建構排滿革命論時，一個首要解決的是清初士大夫對於

滿人異族政權從激烈反抗到後來採取的默認（如明〔文化〕遺民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晚

年默許的「遺民不世襲」說）或擁抱（如毛奇齡、閻若璩等），這和清政權之高揚、吸

納漢文化的政策有關，它讓顧炎武等人在明亡時提出的「亡天下」之說失卻了著力點。

面對這樣的問題，章太炎不得不強化種族差異、及因為這樣的差異而造成的歷史仇恨

（如強調清初的幾場大屠殺及清代的文字獄等）以跳脫清初諸儒文化主義的困境。然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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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主義有共同的敵體：殖民主（英國人），及其他被殖民者（馬來人、印度

人、原住民）。華人的種族優越感，在意識結構上，是否根生於斯時，而一直

延存下去？

二○年代以降左翼的國際主義仍無法跨越種族的藩籬而消融於華人民族主

義中（崔貴強，1989：207）。南洋華人的文化優越感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這種

夷夏的二分結構。優越感和其反面同構，近代中國的積弱和恥辱他們也無可選

擇的共同分享，因而五千年中華文化就成為民族自尊的最後堡壘。華人的文化

優越感在中國人的自卑感中被催生強化。也可視為是對殖民現實的反應。同

時，革命派的革命理論建構中，文化被等同於一個民族的血緣，保國保種和文

化的保存是同一個問題，因而在革命派所建構的國族主義中，國家、民族、文

化、語言是一體的。革命派理論大將章太炎在一九○七年中華民國成立之前為

那未來的國家命名時寫的〈中華民國解〉中，對此有完整的表述。首言族、國

在一名之中合為一體：

是故華云、夏云、漢云，隨舉一名，互攝三義。建漢民以為族，而邦國

之義斯在；建華國以為名，而種族之義亦在。此中華民國之所以謚。

（章太炎，1985：95）

在種族與國家的一體中，再補進文化。單名漢、或夏、或華互攝種族與邦國二

義，複名「中華」則更強調文化與夷夏之分：

中華云者，以華夷別文化之高下也。即此以言，則中華之名詞，不僅非

一地域之國名，亦且非一血統之種名，乃為一文化之族名。……故知中

華民族為何等民族，則於其民族命名之頃而已含定義於其中。（頁96）

章太炎曾於一九一六年九月南遊南洋，於斯地倡導華文教育２０，更何況他的革

命理論深入整個革命派的宣傳機器中。另一方面，南洋移民多從事工商，在中

國原有的「民」的分類中原居末下，普遍未受多少教育，原就缺乏「士」的階

此卻極端強化了種族仇恨，而超越了傳統上「蠻夷之進而中國者，則中國之；中國之退

而夷狄者，則夷狄之」的認知框架。
２０ 參葉鐘鈴，〈章太炎與南洋華僑教育〉《中教學報》（新加坡中學華文教師會，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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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２１。在革命號召中，能奉獻祖國者不過是金錢或生命，教育對他們而言是一

種價值上的需求。代表祖國而來的知識分子代祖國賜予的是抽象的文化意識及

相應的心理滿足，這種文化上的整體自卑感或許也可以部分解釋星馬華人對於

中國名人（不論政治還是文化）的英雄崇拜２２。對當地華人而言這或也可稱之

為「士的召喚」罷。

華人對祖國事務持續性的直接或間接參與讓他們在意識上一直無法離開中

國，甚至把南洋的版圖在內心裡歸併入中國的想像共同體中２３。此後教育的選

擇不僅僅是為了讓子女可以突破原有的社會階層，教學媒介語的選擇更是一種

具民族主義意味的道德選擇。一直到國家獨立之後，政治環境改變，可是業已

被歷史化的想像共同體卻在持續存活的「類國家意識型態機器」的持續運作中

再整合，深化，分歧，然而卻有意無意的忘卻了起源。

三、華教運動的階段：公民權、官方語與最低限度的中國性

在二次大戰後，英殖民統治在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下已成強弩之末，馬來人

國族意識覺醒，馬來西亞邁向建國之路，華人群體中的有識之士也漸漸意識到

過去不成問題的「中國人」身分在馬來亞獨立為一個現代國家之後將成為大問

２１ 原本在王賡武教授對南洋華人的分類中就只有商、工二階級，後來顏清煌再補進

「士」的階級，只是他所補進的所謂的「士」其實和傳統中國所要求的傳統文化教養及文

化承擔毫不相干，純就社會階層立論，只是一種最低標準的「士」──「受過教育的階

層」（1991：131）「包括外國和華人公司的職員、政府低級官員、譯員、學校教師和專

業人士。」（132）這種程度的「士」和來自中國的「名士」（革命派如章太炎孫中山，

維新派如康有為梁啟超，文人如郁達夫等等）一比，相差不可以道理計。這種對「土

士」與「唐士」的差別態度，今日依然。「唐士」往往被當成中國文化的代言人，或中

國文化的象徵。
２２ 顏清煌在研究星馬華人對辛亥革命的反響中即已注意到，華人在選擇支持的對象時，

對象的被崇拜與否比他們的「主義」更重要（1982：196）。
２３ 陳嘉庚之回福建辦教育，從小學辦到大學，因辦學而破產，是一個很好的個案，又是

一個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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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過去大中國版圖的自然延伸此後將只存留於深層意識裡，事實是華人只

要選擇留在斯土生活，將無可避免的必須爭取一個較為合理（和馬來人相等

的，或至少不比殖民時代差）的「身分」，為他們自己，或後代子孫。在此一

目的下，馬華公會誕生（1949），可是作為以土生華人資本家及某些國民黨政

客為主幹的這個政黨，在協商爭取華人的政治權益的同時，對於華人的文化權

益並不太措意２４，因而兩年後（1951）馬來亞聯合邦華校教師會總會（馬來西

亞成立後改稱為「馬來西亞華校教師會總會」，簡稱「教總」）成立，和馬華

公會共同代表華人為新的「身分」和殖民官員、馬來政客斡旋。而所謂的「華

教運動」便是此後以教總為主帥而展開的一連串爭取大馬華人基本權益的活

動，它和政黨之間或合或離，卻終究不離文化教育本位。而華文教育問題在馬

來（西）亞獨立後的這四十年來，一直是兩族政治衝突的焦點，也是每一回選

舉在野黨與執政黨爭論最熾的政治議題。文化教育問題的重要性也可以從馬來

西亞教育部長的重要性中可以看出──舉凡未來的首相接班人，都必須先當過

教育部長。

而作為華人想像社群的凝聚機器之一的統帥的教總，在新的歷史情境中它

隨著不同的環境變遷而有其階段性，致使華教運動在不同階段在不同戰鬥目標

上有所調整。大體而言可分為三個階段，借用楊建成的概括：

第一個階段爭論的焦點在爭取華文為官方語言之一，議會及官方文書用

語及華文教育之合法地位。第二階段是爭取華文為官方應用文即法庭、

官方文書、通告、街名、招牌文字等（公共場合用語），並允許華文中

小學中使用華文為主要教學媒介語及創辦華文大學。第三階段是確保華

小永不變質。（楊建成，1982：134）

２４ 這種「不措意」一般而言和馬華公會的基本結構有關，它一直是華裔大商人所主導，

對他們而言，自身的商業利益和「國家的穩定」（馬來群體不發怒）是首要的關切。況

且，馬華公會在創立之初它的領導人還是不曉中文的土生華人，華文的堅持對他們而言

不是那麼切身。因而在華人之間，當馬華公會一直號稱代表五百萬華人而持續的和政府

應聲蟲似的合作，「新客」和土生華人，或小市民和大商人之間的矛盾此後更加的被結

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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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實第一階段的爭取不止於楊氏所言，而是一種整體華人權益的爭取，包含

了華人公民權、華文列為官方語文、華文教育在國家教育體系中的合法存在等

等，涉及的是憲法層次的爭取。第二階段較諸第一階段已次了一級，爭取的是

華語華文在「公開場合」的使用，包含了在公私人機關、公共場合中及作為教

學媒介語。第三階段已是最小要求。

第一、二階段在時間上從教總的成立開始，至大馬政治的分水嶺──一九

六九年──華人和馬來人在馬來亞政治地位上「客／主」結構的確立。馬來亞

在一九五七年獨立，實際上英殖民政府在二次大戰之後就已準備放棄馬來半島

的殖民統治，打算把政權移交給當地人。從一九四六年提出的較具平等意味的

馬來聯合邦計畫，到一九四八年二月實行的全然偏袒馬來人的馬來聯合邦計

畫，當親馬來人的英國官員取得全面勝利之後，當他們決定以嚴苛的標準（馬

來人具絕對優先權）來讓住民獲取公民權，華人這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其

時是在制憲過程中，是在「為後世百代立法」的最為關鍵的時刻，華文教育不

過是諸多華人權益的其中的一環，且並非最迫切的。最為迫切的是公民權問

題，也就是華人在何種條件下可以合法的取得當地的公民權利，而華文的使用

被認為是作為在地居民的華人的基本權利之一，因此又涉及爭取華文被列為官

方語。在一九五六年四月廿七日的〈全馬華人註冊社團代表大會爭取公民權宣

言〉中提出了四項「基本要求」：

[1] 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為當然公民。[2] 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滿五年

者，得申請為公民，免受語言考試。[3] 凡屬本邦的公民，其權利與義務

一律平等。[4] 列華、巫、印文為官方語言。（《教總33年》，頁373）

這四個「基本要求」把問題說得十分清楚。因而此一階段的華教運動是把華文

教育問題和華人的公民權、華語被列為官方語的要求連結在一起。然而，在制

憲過程中的初始的華教運動在種種政治因素作用之下，幾乎全盤失敗。馬來人

提出的要求全盤通過，回教定為國教，馬來語被定為唯一的官方語，馬來人的

特權無限期的延長，而公民權申請是有著嚴格條件的（參楊建成，1972：169-

173）。一九五八年，在國家剛獨立，基於種族間的協商，華文小學被列入國家

教育體系，享有全津貼；可是在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中卻立即立下一個令華人

永遠不安的伏筆：在第廿一條 B 項中公然列入馬來化的「最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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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個時候，只要教育部長認為某一間國民型小學已適當轉變為國民

小學時，他可以直接命令該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轉引柯嘉遜，

1991，98）

國民學校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而國民型小學則可以華文為教學媒介語。假

使上述條款真的實施，則華文小學要麼全部變為政府小學（華文小學在馬來西

亞消失，如此，華文中學也必然同時滅亡），要麼獨立於國家教育體系之外，

教育經費全由華人社會自行負擔（如此，華人雖盡了納稅義務，如果要受教

育，必須接受馬來化）。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通過後，中止了華文中學的撥款

（除非接受改制──改為國民型中學，以英文為教學媒介語２５，受政府支配），

造成了大馬華文教育史上空前的災難，半數以上的華文中學被迫改制，嗣後雖

經一九七三年的獨中復興運動，有部分華文中學卻已永遠失去了。同樣在一九

六一年，政府突然下令褫奪其時華教運動的領導人、教總主席林連玉的公民權

及吊銷他的教師執照（一九六四年正式生效），並且被其時的總理東姑稱為

「華文沙文主義者」、「非馬來亞的」（《教總33年》，頁461）並於次年（一

九六二年）把教總教育顧問顏元章博士驅逐出境，永遠禁入馬來西亞聯合邦。

一九六九年更發生了象徵大馬種族政治分水嶺的「五一三事件」，此後因而馬

來人特權、官方語、回教等問題都被政府列為「敏感問題」而使得所有的「最

高要求」都強迫定案，毫無商談的餘地。在基本原則上的爭取（可視為是「最

高要求」）失敗了，此後的華教運動注定了只能是一種保衛式的、收復失地式

的陣地戰，不可能再是全面戰爭。所以第三階段的華教運動（一九六九年迄

今）戰場就只能被迫縮約至教育本身，也因為那是一個最後的戰場，它也具有

一定程度的象徵性。

總而言之，第一階段的鬥爭是和華人爭取公民權及華文作為馬來亞的官方

語言是一體的，企求的是一個比較高的目標；此後標準不斷放低，然而基本結

構一致：華人和華語（文）是不可分割的整體。華語（取代方言而被稱為華人

的母語）的保存又象徵了中華文化可以存續，被看做是中華文化在大馬華人中

２５ 英文作為教學媒介語只限於獨立後十年間的過渡時期，一九六七年的「國語法案」明

確的立馬來文為唯一的教學媒介語。因此所謂的「改制」，就等於是馬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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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續的可能條件。而這種認知基本上是華人自晚清以來對中國政治的直接或間

接參與的結果，一種承繼。從第一階段的爭取可以看出，華人把華語華文列入

官方語文和公民權的取得視為同一回事，且將華文華語的公開使用視為華人的

基本人權，這說明了他們關切的是華人將以怎樣的「人」（擁有怎樣的基本權

益）而作為大馬的國民。獨立之後的華教運動始終沒有離開此一基本目標。然

而對馬來群體而言，中國文化是外國文化，所以堅持外國文化的族群就是外國

人，而保有外國人的特性而宣稱是本國人是對馬來民族的嚴重冒犯（林連玉事

件和嚴元章事件赤裸裸的展現了馬來政府對「非我族類」的「決心」）。成為

大馬國民的先決條件是放棄外國人的特性（後經妥協在一九六一年教育法令中

被列為國家的「最終目標」）換言之，不管是華人的自我認定或是在馬來人的

認知中，華教運動中「中國性」先在地具有，甚至是一種核心的成分。這涉及

一個嚴重的問題：對「華人」的界定。華人內部的爭議：究竟什麼是華人？這

裡頭存在著兩個極端：最嚴格的定義與最寬鬆的要求。晚期移民（華教運動的

倡導者及支持者）以文化來定義種族，而土生華人（較早移民的華人）則以最

寬泛的標準來定義華人（如膚色、生活習慣等）。前者對於華人的要求非常強

調文化（中華文化）：講華語、寫華文、讀中文書、了解中國歷史。可以發

現，假使扣除了對中國政治實體的忠誠，那也就是對「中國人」的要求。而後

者的自我認定比較上是「人類學似的」，不涉及道德的強制性。比較之下，後

者或許可以稱之為最低限度的中國性，其限度在中華文化的邊界（華／番之

間）。對後者而言，生存得更好優先於文化血緣的堅持。對前者而言，那卻是

一個民族道德的問題。

對前者而言，從華教運動到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不過是一步之遙，而後者

也可視為前者的策略性轉換。林開忠的論文所論述的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的活

動都發生於獨立之後，甚至是一九六七年馬來人以刀和血「教訓」華人（五一

三事件）之後，其時政治大結構被強制制定，一些之前被華人列為基本權益的

問題被官方列為不可公開討論的「敏感問題」（如馬來人的特權、官方語文問

題）。華人的政治戰場減縮至文化與教育，而且已退為消極的保衛與防衛。所

謂的大馬華人文化的客體化其實不過是一種消極的收復失地（馬來政客反對什

麼就爭取什麼），傳統文化之創造不過是一齣垂死鳳凰之舞，一齣象徵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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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與教育成為政治鬥爭的象徵場域，因為其他的政治鬥爭的場域已經關閉，其

實體已隱遁在「敏感」的迷霧中。

從整體來看，華人對自身權益的爭取，也隨著歷史的發展而從整體走向局

部，政府的策略則是越來越走向全面的馬來化（以「馬來西亞化」之名）。情

況並不樂觀，不過戰爭必須繼續。林連玉在一九六一年喊出了此後標誌華文獨

立中學的口號「華文中學是華人文化的堡壘」（《教總33年》，頁447），在這

常被華文教育擁護者掛在口中的口號同時也點出了華人的文化憂慮：擔心華人

文化失卻了它的再生產機制（類國家意識型態機器），而使得華人在馬來人主

導的國家意識型態機器中被漸進式的同化。從教育到文化到所有的領域，馬來

官僚企圖把一切都馬來化，盡可能的不留餘地。一九七一年馬來官僚學者等共

同提出了公然把國家文化種族化的「國家文化的三大原則」：

（A）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區原有文化為基礎；（B）其他適當和恰當的

文化因素可以為國家文化之原素；（C）回教是塑造國家文化的重要原

素。（華社資料研究中心，76）

且強調在以（A）和（C）為大前提的情況下，才可以談（B），也就是公然一

族獨尊，把其他民族的文化排除出去。此後，於法有據，華人的文化項目如果

要在有其他種族在場的公共場合演出，必須先經過申請；馬華文學在馬來西亞

國家文學中的地位此後確立下來──它沒有地位，因為它不是「本地區原有文

化」，當然也因為它是用「外文」──華文書寫的緣故。其實，如果以馬華文

學與文化做象徵，大馬華人的問題是更為直接和清楚：他們被內在的置於外

部。在某種程度上，馬華文化與文學之所以會以那樣的侷限型態展現，是和這

樣的政治現實有著隱匿的互動。

四、垂死鳳凰之舞：「收復失地」與馬華文化的「表演性」

文化客體化、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往往是一種公開化的表演式的活動，表

徵為一種集體性的公開演出，如何啟良先生所觀察到的，馬華文化活動的重點

是「文化表演」；文化節項目如舞獅、風箏展、大旗鼓隊、廿四節令鼓、以及

展銷會如手工藝、茶藝、花燈等，皆是以「表演」、「展示」為主的。頻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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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表演」逐漸地變成一種「表演文化」了（1994）。

「表演文化」化的「文化表演」不僅僅在文化節，而有其普遍性，如文學

節、中秋及端午、農曆年等節日的各種活動，或如各種文化項目的競賽，如書

法、象棋、文學等，已深入大馬華人的生活之中。其大者往往有一定數量的群

眾參與，經由傳媒的渲染，致使某些項目猶如全民族的集體活動，部分且和華

文中學的日常化的籌款活動重疊。週期性的文化活動與日常化的華教運動及

「收復失地」的文化保衛活動共同構成了華人集體的儀式：一種具中國性的「華

人」身分之再確認，文化與血緣的重新確認，以文化節日與文化保衛為其高

潮。從活動的性質來看，有一點可特別注意：華樂、書法、相聲、國畫、民

歌、舞獅、舞龍、春聯等活動都是「讓文字缺席」的，在書法和春聯中，文字

的功能不過是符咒；而在詩歌表演（「動地吟」２６）中，詩歌如咒語般存在。

過度隆重的文學獎頒獎典禮、馬華文學節、馬華文化節等等，讓文學成為民族

道德的象徵。具祭儀作用的表演性凌越了一切，甚至反過來使得表演性成為文

化活動的內在屬性。表演的現場性，群眾的激情，及幾乎每一次大型演出必有

的壓軸儀式：全場挨個的傳火（燭火）或傳燈（燈籠），薪盡火傳的傳統意象

暗示了文化將亡的悲憤與匹夫有責、甚至捨我其誰的集體文化道德責任。如何

乃健的〈燈籠〉末節所云：

我的心為燈籠的將熄而哀傷／哀傷中我緊握同伴們的掌／互握的手掌互

相交流著熱量／來吧，讓我們為燈籠把塵埃揩淨／把雨水抹盡，把破簷

修葺／把風雨遮攔，還有別忘了，／去把火相傳，把更多的燈籠點亮！

（吳岸等，1994：68-69）

每一盞燈都是一個火種，傳火是其宿命。相同的邏輯，每一根「薪」都是未來

的火種，它之被「燒」（傳火）有其道德上的強迫性及因果上的必然性，它們

都是潛在的火種，「等風的根」：

身在土中／我是等風的根族／祖先 是年輪圈著／重重傷痕的／斷木／祖

先的祖先／已化為護根的土（小曼，〈等風的根〉[局部]，1993：116）

２６ 一九八○年代末期，一些馬華中生代詩人如傅承得、小曼、游川等常全馬各地巡迴舉

辦詩歌朗誦，自名之為「動地吟」，朗誦他們自己的「感時憂國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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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等風的根」待風而芽，而綠上「朱穆朗馬峰的白頂」（頁117），而為薪材，

而膨脹而越乎為薪材，而為文化血脈之所繫（小曼，〈火胎〉[局部]，頁

124）。在表演的儀式性場域，在群體的血氣沸騰中，血氣化為狂焰，在真實或

想像的鼓聲中，被惡劣現實環境麻痺的心，因「風起八方／黑藤化燼，鬱悶成

灰／一燒／就燎出／一只鼎」（小曼，〈鼎〉[局部]，127-128）昇華為文化客

體化的物質表徵，「去蕪存菁」而提煉為古中國文化的象徵：「古文物」。詩

的期待視野是如此，在現實裡昇華可就沒可能來得那麼容易。相反的，因薪火

將熄，故無暇顧及其他，只要「有」（只要「被保存」，只要它繼續存在），

好不好是另外的事。如此一來，（被搶救而來的）文化的水平保持在一個易於

理解的、易於表演且易於被大多數人接受的程度，而展現出「傳統中華文化」

的「商人性」２７（或「商品性」，廣告性，消費性──贊助者慾望的投射）及

移民性（表演者慾望的投射）；另一方面，贊助者在商言商，也不可能進行更

大的、短期內看不到成果的投資，以讓學者進行高層次的研究２８。這麼說來，

「收復失地」與「去蕪存菁」這兩種選擇的標準之間其實存在著頗大的內在矛

盾，只因為它們是在不同的現實情境下（好比一是「晴天」時所採用，一為

「雨天」時所採用）運作，它的矛盾性才被遮蔽。

如此的文化表徵型態注重的其實是文化的情緒功能，但往往在效果上也僅

止於滿足一時的情緒，然而在情緒上又一再揚升至文化將亡的集體悲哀，甚至

把大馬華人的傳統文化將亡混淆為傳統中華文化將亡，在意識上回到國家獨立

前大馬華人與中國的一體感中去２９，其時華人的舉措確實對將亡的中國之存亡

有所影響，而此時中國是中國，華人是華人，影響所及不過是大馬之內的華人

２７ 林開忠在論文中特別提醒讀者注意馬華後移民社會的「商人性」問題，見頁25。
２８ 華社資料研究中心成立十年以來一直無法從「資料中心」提昇至「研究中心」部分原

因也在於華社主導者這種商業取向的期待視野。類似的意見參何國忠，頁10。
２９ 就「病例」而言，最佳的例子，也是最極端的例子──把他們的行動邏輯推至極端─

─當然是神州詩社。詳筆者〈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原刊於《中外文學》第22

卷2期，收入黃錦樹，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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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與表演性 57

傳統中華文化的「國中之國」（相對於政治上的「國中之國」３０），甚至只是

華人集體的「內在中國」３１，換言之，危及的是內在於「華人」定義的中國

性。然而在抽象層次上，卻某種程度的複製了晚清革命派如章太炎亡國／亡天

下的情緒結構，把文化、語言、歷史提升為民族之所以為民族的最終保障（黃

錦樹，1994：59-63），也因而它必須獲得徹底的保衛（而非「局部保衛」）。

差別在於，中國士大夫因民族危機而把文化責任往自己肩上扛的道德勇氣具體

化為清初三大家（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及章太炎的「著書待後」，因以

存亡繼絕為己任，故而著述近乎涉及所有傳統學術領域，而為百科全書式的巨

著；大馬華人在客觀條件限制下無法做到，只能抽象的繼承了類似的情緒；在

著述的實踐上，僅僅是草草幾筆，彷彿是滅亡前的匆促留言，沒能詳述事件始

末，留下的反而是無法盡情表達的壓抑的痛苦。

文化不能亡，民族的薪火不能絕，「肉體的詛咒」必須由肉體來痛苦的承

擔。書寫者的局部保衛和收復失地的戰場，最終必然落在膚表上：

五十年父親渡海而來／留給我這一身土黃色的皮膚／拓荒時烈日曬過的

／闢地時風雨打過的／黃還是黃絕不變色，絕不！／……／而皮膚下／

血肉建構結實而不屈的歷史／不管多苦多難／總依舊會以中文，和淚吐

出／自己亮麗的名字……（辛吟松，〈獨白〉[局部]，1992：33-34）

從皮膚到名字，卑微的個體在承擔文化的絕繼之後，一變而為膨脹的小我，縮

小的國族。而這也是中國改朝換代傳統士大夫文化主義的某種變體，華教運動

中華教鬥士的絕食落髮（如陸庭諭），他們的象徵行為和咒語般的言辭，和年

輕詩人激情鬱結的、絕命辭似的歌詩，相互折射，共同表徵了前述士大夫情結

的存在樣態。表演，以肉身去演出，以詩為祝詞，所以詩中充滿了燃燒、燈火

的意象。舉辛吟松的一些詩為例：

３０ 修辭借自 Victor Purcell，郭湘章譯，1974：519, 521。原意是指中國國民黨在二次大戰

前於新馬發展勢力，被英殖民者認為是在馬來半島搞「國中之國」。此一稱謂後來也延

伸到以華人為主體的馬共的活動，在某種意義上，華人之堅持華語華文對於馬來族而

言，就是一種「國中之國」的建構。
３１ 「內在中國」的談法，詳筆者〈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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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必須燃燒自己／我是火和煙／必須燃燒自己／尋找重生的灰燼（〈火和

煙〉[局部]，1992：39）

而我是暮色中／你無言守著的／一盞漸亮起的／憤怒的燈火（〈暮色中

的燈火〉[局部]，44）

多少年了，憑欄／依舊是為了那盞燈火／歡笑也是／受傷也是（〈只為

了一盞燈火〉[局部]，145）

這樣的詩作和表演化的馬華文化互為表裡，以清楚、直接的比喻，不求深致難

懂，草草留言，反映的正是書寫的急迫。在那「一點謠傳便能搖落所有血汗換

來的未熟成果」的「動輒得咎」的種族緊張的國度３２，燈火正是為了驅走黑

暗。急於點燈，因黑暗逼迫而來；有詩為證──游川的〈彩筆昔曾干氣象〉有

清楚的表述：

詩人，我們等不及／你的詩句在酒中／發酵成千古的絕句了／／我們已

高舉／俚俗的口號／走上街頭／吶喊抗議示威自救（[局部]，1993：59）

然而這也是馬華「感時憂國詩」及所有表演性的文化的侷限所在。為長遠計，

不應所有的書寫都如此急切、急於發言，否則只怕難以成為真正傳之久遠、抗

拒時間的腐蝕的「火種」。

另一方面，就學術研究的角度而言，在缺乏研究機構、經費贊助及研究人

員的情況下，馬華的「傳統中華文化」只可能是一種相對抽象的存在；它抽

象，是由於經典系統、文獻系統的全盤缺席，文化只能以有限的、具體的、物

質的方式展現。而華人在傳火的急切下在抽象的繼承傳統中華文化時，所堅持

３２ 截引傅承得的詩〈驚魂〉（1988：37）。馬華「感時憂國詩」大盛於八○年代末華巫

種族關係再度緊張的時刻，那也是部分馬華年輕作家勇於突破過往的政治禁忌，抒發老

作家們不敢抒發的苦悶的時刻。談馬華文學，如果不理解相關的政治背景是不可能搔到

癢處的。〈驚魂〉詩中有數行可引以為詮註：「三十年來家國仍由／不安，狐疑，和欺

壓／統治每一吋美麗的河山」（頁37）大體寫出了大部分華裔知識分子的隱痛。作家之

逃向內在中國尋求慰藉往往和政治現實有直接的關係。林幸謙的部分散文沉痛的道出大

學內公然的種族歧視及華裔大學生身居妾位的切膚之痛（尤其是〈溯河魚的傳說〉及

〈群雨低濕的海岸〉二文。1995：39-46，47-57）也間接的說明了為何他在大馬時是那麼

的大中國、民族主義與自傷流放──向「母親」呼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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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純粹的中國性，在意識上也等於陷入傳統中國文化傳承（尤其是經典傳承，

經、注、傳、疏的傳承結構）對經典正文的「述」的結構（孔夫子「述而不

作」，《論語》：「夫孝者，善述人之志，善繼人之志」）３３，差別在於，華

人對傳統中華文化的承繼大體而言是一種「正文缺席」下的「述」：對空白正

文的盲目引述。因正文的匱乏缺如而造成內在的深層恐懼，卻毫無對治之方，

只有一再的以無法引述的方式去進行引述活動，以活動本身抽象的填補對於正

文匱乏所造成的深層主體危機──一種類似死亡的焦慮。最終，活動的本身變

成了目的，儀式的祭者占據了神的位置，以近乎犧牲的方式演出了缺如本身，

而本體化了缺如，死亡的焦慮成功的與死亡的慾望交織。這一種意識的高潮表

徵在文學作品裡便是溫瑞安的〈龍哭千里〉與〈八陣圖〉及一連串的感時憂國

詩３４，它可以說是一再的急性強迫回返到國家獨立前的那種假想的亡天下的情

境中去，在無意識裡企圖追回那一段早已失落的、華人對中國有實際作用，在

國家的形成中也有可能獲得和馬來人同等的權益的時光。

五、在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中的馬華文學：現實主義、現代主

義與中國性

華文教育是馬華文學存在的必要條件（馬華文學存在的基礎），華文教育

如果滅亡了，馬華文學只怕就要陪葬了。印尼及新加坡是最明顯的例子３５。然

而，「中華文化」卻不必然如此，文化有其他的表徵形式：諸如各種器用的、

內在於生活方式的、及音樂、象棋、飲食等等非文字的形式。在許多華語華文

抵抗不了現實壓力而消亡的地方，華人文化仍然以器用的方式頑強的存活著。

３３ 從這一個觀點來看，台灣的中國文學及中華文化研究在意識結構上也同樣的也陷入上

述「述」的認知結構。他們和大馬華社的差別在於：他們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經典正

文，而非讓正文缺席以致淪為空白。
３４ 詳細的分析請參考筆者〈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6：95-97）
３５ 印尼在自一九六五年以後完全禁絕華語華文的公開使用──當然包括華文教育及華文

出版品──此後華文文學便完全滅絕。新加坡在獨立建國之後把教育英文化，之後華文

文學也難以為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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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印尼及新加坡、及十七、十八世紀的馬來亞華人（Baba, peranakan）都是活生生

的例子。然而，當文字不存在，「華人」的定義很可能隨之而變，也就是必須

以最寬泛的標準來定義華人。因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性」似乎降至最低。這

似乎說明了文字是文化中最頑固的一環。文字有雙重功能：（1）閱讀中文典籍

的可能，進入「中國性」典藏的寶庫；（2）藉由文字進行文化生產，如馬華文

學，讓「中文」經驗嶄新的歷史實在。然而，除了「運用中文」這一點之外，

馬華文學其實和「傳統中華文化」是不相容的，除非馬華文學存在的目的僅僅

是為了保存中文，是為了保存「純粹」的中文而複製古老中國的感性和美學意

趣，以大馬的條件那更不可能（弔詭的是，那需要更多的文化資源，必須閱讀

更多古文經典，而往往成為中文系高材生的專利）３６。漢字的頑固性使得具地

域色彩的馬華文學在馬華文化的形成中成為最艱難的一環：方塊字和拼音文字

之間的不可相融性３７。馬華文學的存在可能成為「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內部

的矛盾，但卻似乎是必要的矛盾。它反映了馬來西亞華人（文）文化的矛盾。

其矛盾性可從馬華文學發展的歷史中看出。

稍後於五四新文學的馬華「新」文學（在獨立前）一直隨著中國內部的政

治運動與文化運動起舞３８，原因很簡單，在馬來亞獨立前在馬來半島與新加坡

的文藝工作者多為中國南來文化人，寄身報章雜誌社或華文中學，不少即肩負

著政治啟蒙的使命３９。在延伸的革命情境中，文學藝術一直是政治啟蒙與鬥爭

的手段之一，大馬華人文藝思潮和文學作品的特徵在發展上經過幾個重要的階

３６ 不論是在台灣還是大馬，中文系高材生在所謂的創作中複製唐詩宋詞的美感情調、襲

其華詞故典以展示所謂的「純正中文」及哀嘆文化盛世之不再，都是極普遍的事。差別

在於，大馬的中文系才子才女之哀時傷世，往往自覺的和中華文化在大馬之現實境遇接

連起來。參潘碧華，1989；辛吟松，1992；林幸謙，1996。
３７ 一般性的討論參筆者〈「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黃錦樹，1996）。
３８ 參方修〈馬華文藝思潮的演變（1919-1942）〉，〈中國文學對馬華文學的影響〉（方

修，1986）
３９ 此一論題（作家及文化人的政治背景及使命）的詳細的綜合性研究迄今未見，唯大致

可參考林萬菁《中國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響（1927-1948）〔修訂版〕》及崔貴強，

1989，第三章「中國民主同盟在星馬 一九四六─一九四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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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1）僑民文學：一九二○至四○年代，作者大多為中國南來作家，以中國

為書寫題材及背景，被後人稱之為「僑民文學」。把馬來亞文化界視為中國文

化界的延伸，地域之分不構成國界之別。（2）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之後「馬華

文藝獨特性」的提出，一方面是對同時及之前馬華文學的「僑民意識」的清

算，一方面卻也確立了此後馬華文學的「正規」的、「現實主義」道路：[a] 書

寫「此時此地」；[b] 以馬來亞人民的立場以文學進行戰鬥，馬來亞事務優先於

中國事務。４０

在左翼思潮下，文學是左翼戰鬥的一環，文藝作品具有極強的（政治）道

德色彩，反殖民、反帝國主義、反資本主義４１（尤其是華人資本家）。此階段

的文學有兩點值得注意：[a] 有意識、有條件的把「中國性」驅逐出去，讓文字

保持純粹的透明度，以「反映現實」４２；[b] 和華人的領導層（商人）產生對抗

（商人面目的刻板化，一律是剝削者，與馬來人共同分享了此一刻板印象），在

經濟基礎上卻又必須依賴之；（3）一九六○年代末葉至八○年代初現代主義風

潮。一九六九年以後大馬政治結構的大轉變，左翼的鬥爭在現實上已被全面封

殺，已屬不可能，甚至在文學上進行「暴露」也可能會惹麻煩，這一點當前最

富盛名的馬華文壇老前輩方北方先生在〈《樹大根深》自序與後記〉（1984）

有過一番感慨：

所以今日的馬華創作，屬敏感範疇的題材，還沒有人熱心觸及，而讓其

空白，可說是寫作人處於文藝困境中，還有所顧忌！（1979a：206）

當然不能截斷他接下來的話：「筆者不自量力，本客觀的看法，將之概括的寫

入根、幹、葉三個長篇中」（頁206）。所謂的「根、幹、葉三個長篇」指的是

他的「馬來亞三部曲」：《樹大根深》、《枝榮葉茂》（又題《頭家門

下》）、《花飄果墮》。而他在實踐上是否真的有搔到「敏感問題」的癢處，

４０ 詳細的爭論內容及其討論參楊松年〈本地意識與星馬華文文學──一九四九年以前的

星馬華文文學分期芻議〉（1982：5-18），及方修，1987，第三、四、五章。
４１ 詳細的概括參方修為《馬華新文學大系》寫的〈導論〉（方修，1970）。
４２ 同註30引文。他們的討論仍然十分素樸，只注意到文字跟題材的關係，尚未涉及文字

本身的異化作用──刻意的中文，足以抹除現實的具體性。參黃錦樹，1996中多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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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是十分可疑。方北方是相當有反省能力的老前輩，對於所謂的「敏感問題」

他在一九八七年寫的自我批評〈內容落實．文字草率──評松柏書系之一的

《樹大根深》〉中說道：「緊急法令宣佈的背景，以敘述的手法寫出是一大敗

筆」（頁56）４３，該書的內容是「反映華人南來求生的企圖和遭遇」，因此

「在主題之下，小說內容所出現的，主要的是概括性的人物和寫照」（1987b：

54）。所謂的「概括性的人物和寫照」也就是他在〈答李興全先生所問──有

關《頭家門下》電視劇問題〉（1984）中所表白的：「《頭家門下》的人物，

雖是一個大家庭中的成員，卻都是典型的人物，每一位的性格和行為都具有華

社各階層的代表性」（1987a：215）。換言之，他是以盧卡奇的「典型人物」

的主張作為小說寫作的指導，是典型的意念先行。小說是寫作者意識型態的反

映而非具體現實的反映。而這，也是馬華現實主義的履踐者共同的盲點。一九

八一年溫任平在《馬華當代文學選》的〈總序〉裡對「現實主義文學」進行負

面的概括時，即已指出它們的問題「出在思想主題狹窄化，以及對文字技巧的

普遍忽視」，「主題簡單化，思想公式化」，造成的結果是：

讀現實主義作品往往翻了兩三頁，隨著幾個人物的先後出現，其下一步

發展如何，其批判重點在哪裡便不難預知……。這樣的作品沒有感人的

力量，甚至「可讀性」都成了問題，因為它們所著力描寫的並不是真實

的人生，而是經過某種意識蓄意扭曲了的人生。一旦文學反映或刻劃的

是人生的假相，而非人生的真相，就會與社會實況嚴重背離，更無能

「反映時代」了。（1981：五~六）

出生於一九一九年的方北方和馬華文學同齡，他個人的限制反映了一整個世代

的馬華文學作家在期待視野及文學實踐上的總體限制，他自己對這一點有非常

清楚的認知，坦率的表述──在文化沙漠中他對自己的期許是「只要能盡筆耕

的責任；追隨前輩在荒蕪的耕地、協助播種的工作，並不敢奢望自己在寫作上

４３ 雖然他透露的原因是「作者雖為了適應出版商印行的頁數，而將刻劃和描寫的文字刪

棄萬七千言，改用三幾千字的敘述，無疑是小說創作的一大失敗」（頁56）。問題在

於，那麼多地方可以刪，為什麼偏偏刪去「敏感」的部位？換言之，即使作者敢嘗試，

可能也過不了出版或發表的那一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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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麼收獲」（1991）。非常謙虛的認定自己的努力是具有階段性意義的，是

可以被超越的。雖然如此，仍有不少人仍然堅持過去的世界觀，如馬華詩界現

實主義重鎮吳岸４４仍然認為「富有時代使命的現實主義文學，毫無疑問的是馬

華文學的主流」（1987：30）強調「我們」「也有很豐富的文學傳統。我指的

馬華文學的傳統。很多人覺得傳統應該到中國文學去汲取，不知道我們自己也

有」（1991：9）。然而從他其他的言論中卻也可以讀出他無意識中道出了馬華

現實主義者在主觀願望和客觀實踐之間其實存在著嚴重的不協調，一方面在評

當前東馬最優秀的小說家梁放具現代主義意趣的短篇小說時提出現實主義的世

界觀以作為進一步的要求：「問題是，如果作者要使其作品的藝術形象更具有

典型性，他就必須對社會有更深入的瞭解，以社會科學的觀點來解剖人性，使

作品中的人性更具有社會性」４５（1987：92）。一方面卻也發現現實主義作家

「往往跟不上迅速發展的現代社會，特別是對現代人的思想和心態缺乏瞭解。現

實主義作家不但面對如何突破舊形式的束縛的問題，同時也面對一個理解現實

社會的問題」（1991：10）。技術與題材兩者都無法有效的掌握，使得「馬華

文藝的獨特性」頓時失去著力點，「現實主義」也淪為空殼，更嚴重的是（如

方北方所言）象徵著「大我」之場域的「外在現實」已成禁忌，似乎只有小我

的場域可盡情書寫。在這種思想氛圍下，以溫任平兄弟為首的、以台灣余光

中、葉珊、白先勇等人的帶著中國意識的文學實踐為楷模的現代主義風潮隨之

而起４６，「中國性」在華教運動如火如荼之際、在華人文化的興亡之感中悄然

４４ 一九九一年時為大馬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砂朥越華文作家協會會長，故其言論有一

定的「典型性」。
４５ 「社會性」加上後文的「典型性」、「典型形象」是老現們永遠也炒不爛的陳腔濫

調，幾乎每個「重鎮」在談文學時就要炒它一遍（又參孟沙，1986），以之來要求別

人，而自己從來就沒做到。其實這種論調早在戰前最有才氣的馬華小說家鐵抗（死於日

軍之手）手上（寫於一九四○年前後）就已有最完整詳備的陳義（詳方修主編，

1979）。換言之，老現們五十幾年來不但沒半點進步，反而退化成原教旨主義。
４６ 關於馬華現代主義文學興起的較完備的討論參溫任平，〈馬華現代文學的幾個重要階

段〉及〈馬華現代文學的意義與未來發展：一個史的回顧與前瞻〉（溫任平主編，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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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來４７。現實主義所象徵的集體性破產，文學回歸到渺小多愁的個人身上，以

個體的哀傷隱喻集體的處境４８。而外在「現實」本身卻從此在文學中化為迷

霧。然而「現實主義者」們在意識上仍停留在過去，堅持表現手法及文字透明

的道德性，技術及意識上的雙重破產，空（白）洞的現實，自我複製的語言，

文學創作淪為過去的信仰的一再強迫性重述，置文學性於不顧而以總體的貧乏

來表徵現實的不可碰觸及不敢碰觸，挪用詩人游川的話，這樣的集體寫作無非

是一種「撇開此事不談」 ４９的寫作，他們的信仰所尊奉的真正精神和題材──

現實主義活力最強的時刻也是大馬左翼勢力最強大的時候，文學作為介入社會

革命的形式之一，寫作意味著和強權或統治者赤裸裸的宣戰，對社會黑暗面的

暴露５０──的寫作文學一變而為表達不可表達之表達，禁慾。甚至進而表現出

一種文化上的排他性：對中國文字生產的文化的排斥──包括對中、台現代文

學的敵意５１。

４７ 詳筆者〈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6：88-89）。
４８ 詳筆者〈神州：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1996：94-101）。這篇文章只以溫瑞安的作

品為例，實際上可以討論的例子很多，從溫任平到傅承得（1988），林幸謙（1996）、

辛金順（1992），都是代表性的例子。之所以用隱喻的方式，除了藝術上的考量之外，

避免直接觸及「敏感問題」也是重要的原因。對於近年來馬華作家中國情懷與家國之思

在文學上的展現，詳林春美，1995。
４９ 游川〈此事不談〉（局部）：「撇開此事不談／馬來西亞真是／生活的好地方」

（1993：66）。
５０ 文學史家方修在概括馬華現實主義時將它區分為五種：[1] 客觀的現實主義作品；[2]

批判的現實主義作品；[3] 徹底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4] 新舊現實主義過渡期的作品；

[5] 新現實主義作品（〈馬華文學的主流──現實主義的發展〉〔講於1977〕，1986：

357）。強調馬華尚缺第三種，也就是「舊現實主義最高級的一種」。新舊的差別在於有

否為普羅群眾指出一條金光大道。筆者這裡指的正是所缺的第三種。
５１ 吳岸在〈馬華文學的再出發──一九九○年五月廿六日在《全國寫作人交流會》上的

演講〉中談現階段馬華文學的兩大隱憂：一、「文學作品社會性的低落」；二、「馬華

文學獨特性的逐漸喪失」（1991：4-5）分析其原因，乃是由於「副刊大量轉載香港台灣

有味道的文章。一些年輕作者，在外來思想的影響下，媚外和殖民懸想日益濃厚，他們

的文章，越來越遠離馬華文學的傳統與我國的社會現實。」（5）而哀嘆「在我們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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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於華教運動塑造出一個當地的精神共祖、華文教育之父「族魂」林連

玉，現代主義者們也召喚出他們「中國性」之父，屈原（集體書寫屈原），從

馬華中國性現代主義的扛鼎人溫任平開始，他發現了我群與三閭大夫的文化血

緣關係５２：

我常認為現代詩的傳統實可以追溯到楚辭去，如果我的看法正確，那麼

屈靈均是站在河的上游，而我們是站在河的下游，是一個古老的傳統的

承續了。（溫任平，〈後記〉，1978：162）

七五年的「端午」與七六年的「再寫端午」都是寫給他老人家的。散文

方面我也寫成了「致屈原書」，……。（同前）

詩人節又快到了，我也不自禁的懷念起菖蒲、雄黃酒、古老的拐杖，哀

愁的香草，以及三閭大夫的水鄉。（溫任平，〈存在手記〉，（1977）

1982：165）

脫離了英國殖民統治獲得獨立後三十多年的今天，『馬華文學』的特徵卻顯然地悄悄被

另一種『殖民文學』所取代」（7）。講來講去不過是「現實主義萬歲」，對於老現實主

義者們而言，內／外可是分得十分清楚，像我們這些來台留學生的文學表現，正是他們

所影射的「殖民文學」之超級買辦，筆者曾返馬與陳雪風之流的「現實主義文學批評重

鎮」座談，舉例子時舉李永平、張貴興都被質疑「為什麼眼前那麼多例子不舉，偏偏舉

離我們那麼遠的？」
５２ 有趣的是，這一「發現」似乎是和他們的精神導師余光中的「認可」頗有關係：「前

述『風景』一詩，它曾與『水鄉之外』聯袂以『近作兩首』為題刊『中外文學』七二年

十一月號，余光中學長閱後曾來信表示……他比較讚賞後者的『自然流露，語言的節奏

控制得宜，最末數行寫三閭大夫自沉之後，仍「有一塊全白的頭巾，如最初的蓮台／冉

冉昇起」，暗示精神之不死，已臻象徵的層次。』我覺得我的「屈原情意結」大概就在

那時候開始醞釀，蓄勁待發的」（1978：162-163）。這一段文字有幾點值得注意，溫任

平兄弟之所以能有效引入台式中國性現代主義，和台灣的「大師」的支援有關，發表園

地的提供是一點，藝術成就的認可是另一點，文化精神的肯定是又一點。在這段文字

裡，余光中的讚賞有意或無意的瞄定溫任平的屈原詩，對他而言卻有著心理學上的「銘

刻」作用。同情的了解的討論，詳其弟子謝川成的〈現代屈原的悲劇──論溫任平詩中

的航行意象與流放意識〉（1981：94-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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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不論是寫端午，再寫端午，寫屈原，真正的主題卻是「流放」。於是在〈流放

是一種傷〉裡達到情緒的最高點，他哀吟：

我只是一個無名的歌者／唱著重複過千萬遍的歌／……／你聽了，也許

會覺得不耐煩／然而我是一個流放於江湖的歌者／我真抱歉不能唱一

些，令你展顏的歌／我真抱歉，我沒有去懂得，去學習／那些快樂的，

熱烈的，流行的歌／我的歌詞是那麼古老／像一闕闕失傳了的／唐代的

樂府／……／然而我還得走我的路，還在唱我底歌／我只是一個獨來獨

往的歌者／歌著，流放著，衰老著……／……疲倦，而且受傷著（溫任

平，1978：141-143）

流放，堅持唱著傳統、古老、不合時宜的歌，出之以一種乞兒或算命佬的形

象，彷彿一人承擔了整個文化的血脈，為理想而肉體衰敗如苦行僧，或正是三

閭大夫如果投水不死而自我流放的形象。如此，馬華現代主義者經由現代主義

與中國性而得以表達其痛苦的慾望，甚至自我膨脹為中國文化的選民，自詡為

被流放的中國文化之子。

自溫任平把屈原和「我群」的關係抬至文化血緣的高度之後，書寫屈原業

已是馬華詩人「向父親致意」的舉措。舉例而言，在最近出版的《馬華七家詩

選》中，七個作者（吳岸、溫任平、何乃健、田思、方昂、游川、傅承得）的

作品中就有三人直寫屈平或端午（何乃健，〈粽子〉，〈端午〉；方昂，〈投

江〉；游川，〈粽子〉）５３，所取的無非是父的精神：「悠悠逝水沖走了投江

的詩人／沖不走的是他不屈的靈魂」（何乃健，〈幾朵小野菊〉，73）。

馬華文學的現代主義透過中國性而帶入文學的現代感性（雖然還談不上

「現代性」）有其不可磨滅的積極意義：細緻化、提煉了馬華文學的藝術質地，

重新以中國文化區（台灣）的現代經典為標杆，一洗現實主義的教條腐敗氣，

然而卻也在毫無反省、警覺之下讓老中國的龐大鬼影長軀直入，幾致讓古老的

粽葉包裹了南國「懦弱的」米５４，極易淪為古中國文學的感性註釋。如此，中

５３ 印象中此類作品繁多，多見於報紙副刊，手邊資料不足，俟補。
５４ 溫任平，〈端午〉：「你是那裹得緊緊的竹衣／裡面是煮得如火如荼的／懦弱的米」

（1978：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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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與表演性 67

國性現代主義讓馬華文學溶入「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的大流，甚至位居主導

的位置，陰差陽錯的實踐了華教運動內在的（召喚亡靈的）需求，也在感性的

層次上表徵了他們的哀傷憤懣、孤憐自苦。表徵了他們的集體意志及其情緒上

的脆弱。然而，如此的文學寫作方向在內在邏輯上卻又隱含了另一危機：為大

中國所吞併。某些大中國主義者會以「馬華文學是中國文學的一條支流」５５來

收編吸納馬華文學，表面上似乎消除了馬華文學在「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中

的矛盾位置，讓二者密合無間，實際上卻讓馬華文學在意識上只有持續流放，

永繼流亡，永遠也找不到可以自我安頓的「家」。

從比較超越的角度來看，現代主義和中國性的親密關係其實並不具必然

性，它和馬華現實主義一樣，都是歷史的產物，它的功能也有其歷史性，在它

的問題逐漸暴露、負面的作用漸強於正面作用之後，勢必被挑戰，以重尋出

路。因而在新一代的文學實踐中，雖有人擁抱它，卻也有人有意的讓它們分

離，或轉化現實主義，在教條之外重尋實踐的可能，企圖把中國性降至最低。

然而結構性的矛盾似乎依然存在：中國性是無法去除盡的殘餘，它就在文字裡

頭。

六、結 語：可能的生機

方北方在一九八九年〈看馬華文學生機復活〉（方北方，1995）中指出，

馬華文學「是華族的靈魂」，它的存在「深具捍衛馬來西亞國家精英文化的意

義」（38），而且它還是某種指標：馬華文學蓬勃，華文教育發達；馬華文學

低落，華文教育不振。而以此為據，認為馬華文學「深具最高的教育作用」

（同頁），雖然這種說法信仰的成分多於事實５６，卻也多少說明了資深馬華作家

對自己在捍衛華人文化上的定位：以華文寫作在敵意的環境裡是一項道德實

５５ 這是一個一再被有心人重複提起的老掉牙課題，有心把自己向中國（文化）認祖歸宗

者倡之（如溫瑞安），有心收編馬華文學的大中國主義者也會時時以此為理由「招安」

或「撫慰」。詳細的批判參黃錦樹〈『馬華文學』全稱：初論馬來西亞的『華人文學』

與『華文文學』〉（1996）及林建國〈為什麼馬華文學？〉（1993）。
５６ 至少我看不出這樣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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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馬華文學讀本 II：赤道回聲

踐。而它和華文教育一樣，具有教育華人的神聖功能，這也是馬華文學之所以

不可批評的根本原因：它的存在本身就已經十分神聖，追究實質反而是一種道

德上的冒犯５７。它是某種事物的象徵，它因為象徵了該種理應存在、在現實狀

況中難以存活的崇高事物而具有無比的神聖性，它因象徵而神聖，而非因為它

本身的質地。這或許是馬華文學（文化）最大的危機所在：它被一個缺席之物

賦予了崇高的價值，它「自然」獲得了神性（以「語言是民族的靈魂」為前

提）。缺席者之所以缺席是因為大環境的惡劣，可是在歷史的長期發展中這種

缺陷卻被非歷史化、神秘化、自然化，所以它也被「昇華」了。這種不在而在

的物顯然和中國性有著直接的關聯，像是一種遙遠過去的隱痛，一旦被觸及，

就會造成情緒上的整體崩潰。以地域色彩為立足點的「馬華文藝的獨特性」原

為和中國性保持距離而設，誰也沒料到真正的問題過於複雜，無法以這麼簡單

的方式解決。

５７ 目前馬華文學評論之所以異常貧乏，除了受過學院訓練的專業評論者嚴重欠缺之外，

同樣重要的原因是：即使受過專業訓練，也不敢隨意碰觸馬華文學──即使明知道從專

業的標準來衡量，很多作品是不合格的，在道德上也不能說破，否則會傷了很多人的

心。對於一直以捍衛馬華文學的神聖性的「民族英雄」似的馬華「本土」評論者而言，

對於馬華文學是否受到批評也保持著高度的警戒，動輒予以強烈的反擊；而對於一直在

國外（包括台灣、新加坡、香港）生活、出生大馬的人文學者而言，除了資料難以收集

（這並非完全不可克服）、馬華文學研究欠缺學術市場效益之外，或許也面臨了道德上

的尷尬：除非馬華文學有它獨立的、與其他世界文學相異的判準，可以讓它在理論上成

立（近似於文化相對論的立場），否則在研究中難免會涉及對它的批評（以現有的西方

理論）。對於某些人而言，這會造成嚴重的內疚（如同三、四○年代大陸知識分子對於

工農階級產生的「資產階級的內疚」）。因而乾脆對馬華文學的存在緘默不言（當然，

學者們的緘默可能的因素不僅於此，也可能非常單純：懶，或忙，或沒興趣）。這和大

陸從事馬華文學的研究者所採取的態度恰成對照，如潘亞暾、王振科、欽鴻等，在論及

馬華文學作品時，其修辭方式是「五體投地」似的，一般而言不是在談問題，而是在進

行文化表揚。不論是緘默還是表揚，對於馬華文學未來的發展都沒有多大的幫助，只是

讓它安於現有的道德格局，以「困境」為其成就得失的保護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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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性與表演性 69

在意識層面上，一般而言，可以華人對待中國性的態度而區分出兩種華

人：（1）擁抱之，認為沒有它，華人就無法自我確認為華人，所以是無條件的

擁護（如華文教育的支持者）；（2）避之唯恐不及，視為身為華人最為沉重的

包袱。在後者，認為華文之堅持也必須在它是有用的（有利於他們的商業的發

展，譬如與中國的貿易）、並不足以妨礙他們的生存的情況下。有者認為中國

性妨礙華人融入當地社會，或者阻礙了具有當地特色的馬華文化之產生。在這

兩種態度底下，他們往往共同分享了一種身為異地華人的不得已和不得不然，

一個無從剔除的巨大的空洞：彷彿凝結於物種性上的被深深壓抑的慾望。

在文化上，真正的問題或許在於，不論是「去蕪存菁」還是「收復失

地」，「傳統中華文化之創造」其實是很難具有多少「創造性」的，以馬華文

學為例，如果在語言文字的實踐上過度強調傳統中國美學的意趣，或甚至耽溺

於文化流放的自哀自憐裡，一個直接的後果是以當地地域生活與歷史的存在具

體性為參照的文學（或文化）寫作的「對象性」會被層層遮蔽，而使得「馬華

文藝的獨特性」之成立一再的被遲延５８。再者，在大中國的視域中（不論是大

陸還是台灣），對馬華文學與文化或出之以悲憫的同情，或出之以自大的鄙

視，都是一種「往下看」的恣態。而當地華人或以「地域性」（「其味不同」
５９）自豪，對於它和「中國性」之間的衝突（「橘生南國」６０）及彼此間的複

雜辯證關係無能察覺，往往因大環境的惡劣而哀傷自憐，對於改善「困境」實

毫無幫助。不論是自我凝視還是被凝視，看到的都是貧弱的存在。而未來的戰

略圖景又該如何？（1）中國性可以是一種負擔，但也可以不──它也可以是一

項重要的資源。大馬華人承擔不起中國文化的興亡，也沒有必要去試圖承擔。

然而作為語文之最精緻示範的文學寫作，文字必須具有相當程度的純粹性，它

自身必須是目的之一，而非老是以半透明之混濁語言，載不可載之道。（2）被

５８ 詳筆者，〈華文／中文：『失語的南方』與語言再造〉（1996：64-74），及1995。
５９ 《晏子春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

然者何？水土異也。」
６０ 屈原《九章．橘頌》：「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徒，更

壹志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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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成敵體的他族一直沒有被認真的對待過，他們的歷史、文化、宗教、思想、

行為模式等等一直沒有被華人深入研究以增進華人集體的普通常識的厚度，大

部分人仍以代代相承的刻板印象及個人接觸得來的有限經驗作為對象的生存實

在。馬來人和他們的文化一直沒有被華人消納為文化資源６１。在這一點上，重

複了馬來人對境內民族視野上的閉塞：對他們而言，華人和中國在學術研究領

域內一直沒有被當成重要的對象。種族隔離在精緻文化上甚於生活上，這是極

大的悲哀。（3）作為象徵意義存在馬華文化與文學必須去除其神秘化的神聖

性，還原其實質，未來的馬華文學不能再陷在老舊的意識架構內，而與迫害者

認同。唯有走向專業性才能突破自憐的貧乏格局。（4）馬華文學與文化在學術

研究上的總體貧乏，始終停留於普遍常識、想當然爾的層次，許多基本問題

（如馬華現實主義和中國三○年代左翼文學思潮的淵源、大馬華裔左翼文學思潮

的整體狀況等）都一直沒有在學術上獲得清理，討論問題的基本規範也沒有建

立，在文學及文化方面，也沒有一本像樣的中文刊物。因而老舊的問題、話

頭、言辭一直在重複著，當馬來人在國家機器的強勢運作下抬頭挺胸向世界文

學進軍時，華人仍在守護著那有限的營養不良的文化果實，讓時間停滯在「困

境」最深的過去中。是否宿命的以無盡的死亡之舞來表徵創傷，一再的把總體

的具體存在捲入神話時間的循環往復中，還是以更大的勇氣跳脫出這非生產性

的輪迴，重開新局？

在可以預見的將來，華教運動還是會以原有的模式繼續下去；雖然在「華

人已沒有東西可以出賣」６２的九○年代，憲法中凶狠的伏筆仍白紙黑字的具在
６３，目前的狀況表面上是可以接受的開放結局，然而在幾乎所有領域都沒有法

律保障的情況下，華人的命運在某種程度上只能以較低的姿態仰望當權者「垂

憐」，而誰也不知道何時官方會突然劃下那巨大的黑色句點。華人文化與華文

文學和華文教育有著不可分割的依存關係，唇亡齒寒，因而所有局部領域內的

６１ 這種論調在馬華華裔知識分子間並不鮮見（如何啟良，1994），只是「知易行難」，

在實踐上一直無法突破。
６２ 「堂聯」主席林玉靜語，《南洋商報》， 1991/12/17。轉引自何國忠，1994：5。
６３ 指馬來西亞憲法21條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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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役，在象徵的層次上，都是整體戰爭。國內的學術資源雖經單一種族長期壟

斷，可是作為廿一世紀的海外華人之一支大馬華人，在家國之外，似乎有著更

為廣大的取資空間，在既有的限度之外，仍是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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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alaysian NGOs

History, legal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Meredith L. Weiss

Introduction

Though it is only relatively recently that the terminology of non-gov-
ernmental organisations (NGOs) has been adopted in Malaysia and
that issue-based advocacy groups have gained prominence, various sorts
of civil society organisations have long played a role in the country.
Contemporary Malaysian NGOs have their roots in a range of organi-
sations, including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dian nationalist
associations and Malay-Muslim progress organisations. Moreover, the
laws governing NGO activities date back to the colonial era, though
they have been refined since then. The longevity of these strictures is
testament to the ongoing tensions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and the desire of both the colonial and independent state to
control societal organisations. Today’s advocacy-oriented NGOs are
heterogeneous in structure, membership and ideology. Still developing
as a political and social force, many of these NGOs remain constrained
not only by the restrictive political environment, but also by personal-
istic structures, a shortage of funds, difficulties in rousing an often
disengaged mass public,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divisions. Regardless,
Malaysian NGOs have made important contributions to fostering a
democratically inclined and socially aware citizenry, bringing key issues
to public prominence and nurturing a significant core group within
civil society able to rally mass opinion at crucial junctures in support of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Little has been written about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even amidst the burgeoning interest in these topics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The government does not encourage such research by either
local or foreign scholars and NGOs themselves have limited resources
for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ir own or other groups’ efforts. Most of the
studies that have been done are either relatively superficial overview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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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ular movements, funding agencies’ evaluations of the groups
they sponsor, or a handful of more empirical than analytical works on
specific sectors such as environmental activism. A few more critical
works are available, though each still covering only certain sectors.
These include Khong Kim Hoong (1988–9) on the reas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sian public interest groups,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their relationship with the government; Sheila Nair (1995 and
1999) on the nature of hegemony and resistance through new social
movements, particularly the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and Islamic
movements; Saliha Hassan (1998) on 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political NGOs; and Tan Boon Lean and Bishan Singh (1994), which
present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an overview of state–NGO rela-
tions, and case studies of recent rape law reform and anti-logging
campaigns.

More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would be helpful both as practical eval-
uations of what NGOs have accomplished and how they could be more
effective as well as for theory building and comparative research.
Context is particularly significant since much of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NGOs, civil society and related topics just does not really apply to
Malaysia. The restrictive legal environment and semi-authoritarian
regime make studies of new social movements (NSMs) and NGOs
premised on a liberal democratic setting not all that relevant. Also, the
Malaysian state has itself taken the lead in rural development, provision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like, rather than leaving a vacuum for devel-
opmental (and politically engaged) NGOs to fill, so much of the
literature on the roles of NGOs as partners in development is also not
really applicable.1

The analysis here will focus only upon advocacy-oriented or political
NGOs. While both advocacy-oriented groups and voluntary welfare
organisations are often lumped under the rubric of ‘NGO’, the former
are more politically relevant and contentious in contemporary
Malaysia. Saliha Hassan (1998: 17–18) offers a useful definition: ‘polit-
ical NGOs are those that engage in public debates and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civil liberties, democratic rights, good gover-
nance, account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to the people, people oriented
leadership – all of which relate to the central issue of democratic par-
ticipation’. These NGOs centre around the question of good
governance and present themselves as ‘the conscience of the state’ and
as channel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of citizens in the polity, but
are ‘eager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the ethnic pre-occupation of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parties’.

18 Meredith L.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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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antecedents 

While advocacy-oriented NGOs are a relatively new phenomenon,
having developed in Malaysia only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se groups
build on a long tradition of societal organisations. The primary histor-
ical antecedents to contemporary Malaysian NGOs are Chinese
associations, especially secret societies; reformist Indian associations;
and Malay nationalist and/or Islamic organisations prior to indepen-
dence. While lacking the same issue basis of advocacy NGOs, these
early organisations are significant for having prompted the develop-
ment of the legal codes that still govern and constrain NGOs, for
presaging the composition of NGOs generally along ethnic lines, and
for moving beyond welfare and cultural functions to more critical polit-
ical perspectives and activities.

Chinese organisations

A wide range of Chinese organisations developed in colonial Malaya,
including:

• secret or Triad societies;
• clan organisations – mutual benefit societies representing a partic-

ular county, clan or dialect group;
• commercial and industrial organisations – associations for dispute

mediation and the community’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cluding
chambers of commerce, commercial societies, unions and profes-
sional organisations;

• cultural organisations – book and newspaper reading societies,
associ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s and language, university
and school alumni associ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organisations;

• anti-Japanese organisations; and 
• hundreds of privately established, privately funded Chinese schools

(see Hicks 1996: 76–90).

Leadership within the Malayan Chinese community was drawn mostly
from successful merchant-entrepreneurs involved with the mining, plan-
tation agriculture, small-scale manufacturing, and retail and
distribution sectors. Eventually in the pre-war years, clan and regional
associations grew and consolidated into larger groupings. Starting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gradually politi-
cised, particularly in response to nationalist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upheavals in China prior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Malaysian NGOs: history, legal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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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hina in 1949, with both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ommunists ral-
lying support in Malaysia (Tan 1983: 115–53; Heng 1996: 34). Indeed,
though ‘essentially social and community welfare agencies’ (Tan 1983:
113), many Chinese societies, especially secret societies, ‘bordered on the
political even if this political aspect was vague and not so explicitly
and systematically laid out’ (Lee 1985: 131).2

It was the secret societies that were seen as most violent and dangerous,
inciting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more closely to regulate associational
life.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existed both in China (especially the political
Triad Brotherhood, active since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among
Chinese communities elsewhere. Brought overseas by early Chinese immi-
grants, hundreds of secret societies persist to this day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despite successive governments’ surveillance and suppression.
A local Chinese secret society is ‘a group composed of and operated by
people of Chinese origin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or Singapore and
Peninsular Malaysia, and which has a set of well-defined norms, secret
rituals, and an oath that are intended subjectively to bind the members
not to reveal the group’s affairs’ (Mak 1981: 8). The groups may have
included members of only one or several dialect groups, and some even
included non-ethnic Chinese members. Some societies had eligibility cri-
teria related to place of residence or type of employment (Blythe 1969: 1).
The societies operated on a range of fronts – political, social-welfare and
criminal – and developed a mystique based on secrecy and ceremony, as
well as fear of the violent methods used by the groups. Secret societies
claimed enormous influence and membership; as of 1888, eleven secret
societies in Singapore were reported to have 62,376 members, while
Penang had five secret societies with 92,581 members (Hicks 1996: 91).3

No central organisation controlled relations among all the various secret
societies, so economic and other rivalries, manifested in murders, assaults,
extortion and the like, did occur at times.

Secret societies offered ethnic Chinese a comfortable community of
people with similar customs and language, as well as protection, author-
ity and ordering rituals in a foreign, unfamiliar land. More specifically,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were fostered and sustained by inadequacies in
the legal protection system, with improvements in legal protection
effecting a decline in the activity of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In other
words, the strength of secret societies’ conflict-reduction mechanisms
may be what kept them alive (Mak 1981: 17–19, 21). Colonial police
control was inadequate given language barriers hampering investiga-
tions, the protection each secret society afforded its members, and the
groups’ resentment of outside interference. Colonial authorities
attempted both to reach a modus vivendi with leaders of the societies to

20 Meredith L. Wei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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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 them to control their own members and to reach agreement by arbi-
tration or conciliation. Upon transfer of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to the
control of the Colonial Office in 1867, the government also designed
legislation to augment the powers of the Governor and other authori-
ties in case of a disturbance. In particular, after a vicious secret society
riot in Penang in 1867, in December 1869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enacted a law requiring the registration of all societies of ten or more
members (except Freemasons). Any registered society with illegal
objects or likely to be a threat to the public peace was liable to be called
upon to provide details of members, ceremonies and rules, and
accounts, with fines and compensation charged to societies participat-
ing in riots. Though intended as a temporary measure, this law became
permanent in 1872 (Blythe 1969: 2–5).

Despite the government’s increased powers, disturbances continued
with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whether linked with secret society action
or in response to those very restrictions. Secret societies were considered
too strong to ban outright, but given the bloody civil wars between
Chinese factions, after 1874 ‘it was made plain in each of the States
which came under British influence that secret societies were prohibited,
and though the natural result of this policy was that the societies con-
tinued to exist clandestinely’, it paved the way for strong action by the
authorities against organisers or officials of such societies (Blythe 1969:
6).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 new Societies Ordinance, predecessor to
the contemporary Societies Act, came into force on 1 January 1890
and remained the basic law in effect until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is
law also required all societies of ten or more persons to register. Any
group could be denied registration or forced to dissolve in the interest of
public safety and order, and participation in unlawful societies was
punishable with fines and imprisonment. The law also specifically out-
lawed societies using a Triad ritual and criminalised possession of Triad
documents or paraphernalia. In addition, a Banishment Ordinance
allowed any person other than a British subject to be banished at any
time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public peace and welfare. Similar legislation
was successively adopted throughout the Malay states, concluding with
Johor in 1916. In addition, the British extended the Chinese
Protectorate system – first introduced in Singapore in 1872 to advise the
government on Chinese affairs and facilita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government – throughout Malaya, providing ‘a
poor man’s tribunal to which all Chinese had access’. Regardless, secret
societies remained, however unlawful, supplemented or replaced by
gangs in some areas and,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y societies
reflecting political movements in China (Blythe 1969: 5–7).

Malaysian NGOs: history, legal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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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 hundreds of secret society members were executed under
Japanese rule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others fled to join resis-
tance groups in the jungle (mostly linked with the Malayan Communist
Party, MCP) and some became informers to the Japanese, secret soci-
eties still persisted (Blythe 1969: 8). When the British returned, societies
of all kinds proliferated throughout Malaya. For five months, the colo-
nial officials did not implement the Societies and Banishment
Ordinances; during this time, Triad societies flourished until they posed
a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 especially in Penang. Gradually, the
colonial authorities clamped down on Triad societies with the Societies
Ordinance, though allowing all other associations so long as they
applied for registration. The government’s use of special emergency
powers to crack down on communists and known or suspected secret
society members weakened the secret societies somewhat.

The police used their powers of detention ‘to ensure that the advent
of independence in 1957 did not lead to increased society activity on the
pretext that once the British had left the societies would provide pro-
tection for the Chinese community against a Malay-majority
government’. Indeed, secret society personnel were active in the forma-
tion and campaigns of political parties, while the Singapore government
was unsuccessfully pressed to consent to a potentially very politically
powerful umbrella organisation open to Triad members (Blythe 1969:
9–10). Despite the defeat of the communist revolt and the withdrawal of
emergency regulations, powers of arrest and detention, with double
penalties for known secret society members, remained, having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permanent law in the interest of internal security.
Secret societies have since declined in significance, though contempo-
rary gangsters may use the same symbolism and, even beyond
independence, Triad societies served their members ‘as a source of
unemployment relief, in providing welfare services and mediating in
disputes’ (Comber 1961: X–XI).

Indian societies

Indian migrants also formed organisations in colonial Malaysia, again
along ethnic lines and paralleling to some extent movements in the
home country. In particular, Indian associations in Malaya were closely
linked with the contemporaneous independence movement in India.
The urban–rural dichotomy among Indians in Malaya, particularly in
the pre-war period, generally followed caste, linguistic,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ivisions, without any homogeneous view of cultural iden-
tity or sense of belonging, complicating mass associations. Moreover,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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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ern-educated, professional minority has maintained prominence
as the elite of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income and access to power
since the 1920s. While caste formed the base of many Indian associa-
tions in peninsular Malaya in the 1920s, in line with the reform
movement in India, others in the pre-war period were concerned with
reforming and correcting abuses of the caste system, implying reform in
Hinduism, as well (Tham 1971: 105–9; Rajoo 1985: 149–54).

Most Indian associations are religious organisations, followed by
youth organisations, social organisations, and guilds. While early
Malayan Indian organisations simply provided formal organisational
structures and fostered esprit de corps, these organisations began to
take on a more political character over time (Tham 1971: 107–9).4

Indians were also among the first to establish modern, western-style
trade unions in Malaya. Since many Indians were employed by large
European estates an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pre-war Indian organ-
isations’ activities were often identified with improving conditions of
work for the community. While the quest for independence in India
spurred concern for the plight of Indian workers in Malaysia, radical
journalists also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politicising Indian workers,
both through their writing and through direct mobilisation (INSAN
1989: 51).

The multiplicity of Indian organisations all working separately, tend-
ing to stress in-group identity and highlight differences across
sub-communities (not least the Muslim Indian community’s tendency to
associate itself with Muslim Malays rather than with Hindu Indians),
precluded real unity (Rajoo 1985: 155). The first political body claiming
to represent all Indians was the Central Indian Association of Malaya
(CIAM), formed only after a long struggle, including a 1937 visit by
Nehru to Malaya, during which he reportedly chided middle-class
Indians for their indifference to the community and called for commu-
nal unity. CIAM activists – still mainly western-educated intellectuals –
were influenced by and identified with the Indian Nationalist
Movement in India and were supported by the Indian government.
Though a few made statements regarding the British treatment of
Indians in Malaya, these radical ideas had little impact (Rajoo 1985:
155, 170–2).

Post-independence, the organisation effecting the highest level of
unity among Indians as a whole has been 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 a political party rather than an NGO – and its pre-
decessor, the Malayan Indian Association (MIA). The MIA was formed
in 1936 among local-born Indians but was never very influential since
its western-trained, elitist, urban leadership failed to penetrat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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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ian masses in estates and rural areas. Even the MIC, though, is not
terribly representative, monolithic or potent as a partner in the Alliance
(now Barisan Nasional) governing coalition. Also, it is most strongly
pressed by other Indian associations mainly just to preserve and pro-
mote Indian language,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am 1977: 118–21).
Among the difficulties in promoting stronger organisations among
Indians, particularly the mass of Indian poor in estates and factories,
continue to be poverty (and the reluctance of the middle class to get
involved in the affairs of the poor), residual caste stratification, poor
resources, the authoritarian culture among Tamil schools (especially
plantation schools), and the predominance of paternalistic rather than
grassroots,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in estates (INSAN 1989: 26–34).

While early Chinese associations determined the shape of legislation
governing societies, the experience of Indian activism suggests not only
the salience of ethnicity in organising, but also the drift in the pre-
independence period towards politicisation of associations, then relative
deradicalization or disempowerment with the entrenchment of Malay-
dominated formal state structures. However, some of this legacy seems
to be fading with the rise since the 1970s of issue-based advocacy asso-
ciations, organised around sociopolitical issues not inherently limited to
any one race. Nonetheless, the primary Indian organisations remain
oriented largely around either religion or labour issues.

Malay societies

Pre-independence Malay societies played a crucial role in the develop-
ment of both civil and political society, highlighting the shift of issues
from the societal to the political sphere as activists became politicians.
Divisions between the aristocracy and the agrarian masses, perpetu-
ated by the British despite the advent of land titles for farmers, mass
education and a capitalistic economy, rendered Malay social organisa-
tions slow to emerge. The only exceptions were long-standing,
unstructured institutions for individual and communal benefit rather
than articulation of interests, such as gotong-royong (co-operative
efforts, in which a village jointly participated in tasks for the mainte-
nance and welfare of the entire village community) and tolong menolong
(mutual help, both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5 Moreover, both tradition
and British policy encouraged Malays to see the government as respon-
sible for protecting their interests, stunting the rise of Malay
organisations well into the post-independence era.

Though the majority of Malays remained in rural areas and occupa-
tions throughout the colonial period, economic and social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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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capitalism, including increased urbanisation and social differen-
tiation, encouraged a shift in associational life among Malays. Among
urbanised Malays, as William Roff (1994: 178) explains, ‘The circum-
stances of urban life – its heterogeneity, competitiveness, and relative
freedom from customary sanctions and authority – produced for indi-
viduals both an often confusing sense of personal insecurity and a
newly defined group awareness.’ From the advent of colonialism until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need for social identification was largely
met in Singapore, Penang and Malacca by the formation of urban kam-
pung (villages) of Malays from the same place of origin, often
coinciding with specialisation of economic function. As urban life grew
more complex and intense, however, these patterns of residence and
occupation became more diversified and confused,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traditional structures for prestige and status waned (Roff 1994:
178–80).

New associational forms emerged around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mainly literary, social,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Initially, these associa-
tions were led by Malayo-Muslims (Arabs, Muslim Indians and
Peranakans) rather than Malays, since the former were more involved in
administration and affected by economic competition from the Chinese.
This leadership appealed to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loyalties rather than
old-style communal allegiances and emulated organisational forms
from the West, including modern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for unifica-
tion, solidarity and social exchange along linguistic and religious lines.
In particular, voluntary, membership-based clubs, whether for study
and recreation or for sports, proliferated, though the various clubs
tended to be divided along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lines. However
limited their objectives, these associations did perform a socially inte-
grative function (Roff 1994: 181–2; Tham 1977: 25–8). In towns and
larger kampung, in the meantime, similar clubs and societies sprang up
beginning from at least 1910, especially sports and social clubs, but
also cultural and progress associations ‘created in response to a growing
awareness among urban and economically competitive Malays of the
need to find new vehicles for personal and social self-improvement’
(Roff 1994: 184–5).

Gradually, social change encouraged Malays to appeal to their com-
munity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revival. As Roff
describes,

Perhaps the most notable feature of the cultural welfare and
progress associations was the way in which, despite their almost
invariably local origins and circumscribed membership and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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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k of direct contact with each other, they all practically without
exception recognized the larger Malay society of which they were a
part and spoke in holistic (if not necessarily nationalistic) terms of
the task of improving the education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Malays within the plural society.

(Roff 1994: 185)

Modern, educated Malays (teachers, government servants, small-scale
businessmen, and journalists) took the lead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progress associations’. Among these associations were the Persekutuan
Keharapan Belia (New Hope Society, Johor Bahru, 1916), Persekutuan
Indra Kayangan (Heavenly Land Society, Alor Star, 1918), Persekutuan
Perbahathan Orang-orang Islam (Muslim Debating Society, Muar,
1919), and the first of the Persekutuan Guru-guru Melayu and
Persekutuan Guru-guru Islam (Malay and Islamic Teachers’
Associations, early 1920s). These groups discussed the problems of
living as Malays in the modern world and worked to develop self-help
and educational programmes to contribute to Malay advancement.
Other associations of the era focused on more economic issues. Until
the mid-1920s, Malay and Malayo-Muslim organisations in 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the peninsular states were social, cultural and eco-
nomic, but not political, even though some occasionally made
representations to the government on relevant matters (Tham 1977:
25–8; Roff 1994: 185–7).

Malay quasi-political and literary associations developed through
the 1930s. More overtly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were less successful. The
first of these was the nationalistic 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
(Singapore Malay Union) in 1926, which aimed to raise political aware-
ness and promot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mong
Malays,6 followed by others such as the left-wing, Indonesian-influ-
enced nationalist Kesatuan Melayu Muda (Young Malay Union, 1938).
These groups were spearheaded by young, English- or vernacular-edu-
cated Malays, along with a few traditional secular and religious
authorities, rather than Malayo-Muslims as before. However, despite
two congresses on the role of associations in the Malay community in
1939 and 1940 and some growing awareness of Malay rights and inter-
ests, the impact of these groups was limited since they had few members
(and these from limited strata) and also there was popular uncertainty
regarding political inclinations, persistent state (rather than national)
parochialism among Malays, limited economic resources and squabbling
over the definition of ‘Malay’.7 Moreover, thanks to British policies
favouring the traditional aristocracy in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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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itions, a comparable new middle class and reformist political aware-
ness did not develop outside the urban Straits Settlements (Tham 1977:
25–8; Roff 1994).

Literary associations were more broadly successful. Starting in the
inter-war period, the proliferation of Malay journals, especially from
the late 1920s through the 1930s:

assisted the newly emerging elites to educate the masses politically,
as well as to challenge, gradually, the traditional social and politi-
cal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more forthrightly, they reminded
their readers of the increasing economic dominance and demo-
graphic growth of the immigrant races.

(Firdaus 1985: 58–9)

These literary efforts thus spurred the spread of radical nationalist sen-
timent, encouraged further by the increasing political access and
assertiveness of Chinese and Indians. Many among the literary elite
were also active in radical political parties, with journalists, essayists
and writers of political fiction and poetry playing an enormou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Malay nationalism. Indeed, the 102 Malay nation-
alist newspapers and journals in existence between 1930 and 1941
‘afforde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an opportunity to voice criticisms of
varying form and style against the prevail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Firdaus 1985: 62–3). At least two of these journals played a special role
in forming and sustaining the first two country-wide Malay organisa-
tions (transcending state boundaries) – prime forerunners to present-day
political NGOs – the Persaudaraan Sahabat Pena Malaya (Malayan
Association of Pen Pals, 1934), initiated by the Penang-based newspaper
Saudara, and the Kesatuan Melayu Muda (Young Malay Union),
involving the Kuala Lumpur-based Majlis. The former association,
though self-consciously non-political, was the first truly pan-Malayan
Malay organisation, unifying a larger number of geographically and
socially diverse Malays than any previous organisation. For its part, the
latter group constituted ‘the first organisational embodiment of radical
ideas among the Malays’ (Firdaus 1985: 63–4; also Tham 1977: 25–8;
Roff 1994: 212–21). Even prior political organisations, which were state-
based, conservative, pro-British and led by traditional aristocratic elites,
were largely prompted by newspaper polemics (Firdaus 1985: 64).8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alay associations persisted into the
post-war period. Most were social, recreational or welfare-oriented,
though a significant cohort of literary and quasi-political or political
associations took up nationalist objectives. By the 1950s, two el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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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s had emerged among Malays, one mostly government servants or
bureaucrats (many of them also aristocrats), and the other comprised of
teachers, journalists and others educated in the native schools.9 The
former group concentrated on political associations and the latter on lit-
erary and cultural associations, though both sets of organisations
sought to protect the Malay community against ‘the encroachment of
alien influences, institutions and interests’, whether through ‘practical
politics’ or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Tham 1977: 28–32).

Through the 1960s and 1970s, more economic associations were
formed among Malays, including provident (welfare) associations and
chambers of commerce or guilds for various trades and professions,
some of them with an Islamic perspective. At the same time, social,
youth and farmers’ associations declined in the early 1970s, their activ-
ities largely supplanted by government programmes and projects (Tham
1977: 33–8). Economic associations among Malays and non-Malays
pose an interesting contrast. Tham finds that the motivational basis of
the Malay associations is ‘to put pressure on the relevant ministry to
obtain special privileges and financial assistance in respect of advanc-
ing the economic interest pursued’, while non-Malay (especially
Chinese) associations reflect ‘the desire of their members to protect
their specific occupational interests by preventing or discouraging gov-
ernmental intervention in the operation of their activities’, sinc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usually leads to the lessening of their range of
options’ (Tham 1977: 63). He concludes:

Associational development among the Malays in the post-war
period is a reflection of the 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Malay commu-
nity. The quasi-political associations of the pre-war colonial period
became replaced by registered political parties . . . The emergence
of such political parties effectively transferred the function of ame-
liorating the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problems of the Malays to
the political parties.

(Tham 1977: 32–3)10

Women’s organisations

Concomitant to these other pre- and post-war developments, women,
especially Malays, began to play increasingly political roles, organising
not just around traditional welfare services, but also around nationalist
aims and to promote female education, one of the key issues for early
politicised women’s associations. The first of these formal women’s organ-
isations was the Malay Women Teachers’ Union (Johor, 1929), follo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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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a similar union founded in Malacca in 1938. The Kesatuan Melayu
Singapura had a women’s section by 1940, with other groups focusing not
only on cooking and handicrafts but also adult literacy forming around
the same time. Among these groups were numerous associations known
as kumpulan kaum ibu (mothers’ groups); these confederated at the state
level in 1947, then united in 1949 as Pergerakan Kaum Ibu UMNO
(UMNO Mothers’ Movement), the women’s wing of the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sation (UMNO), renamed Wanita UMNO (UMNO
Women) in 1971. Though it had little real authority within the party,
Kaum Ibu took a strong stance against the British Malayan Union plan
and raised political awareness among both rural Malay women and the
wives of prominent political and community leaders (Chapter 2 in this
volume; Khadijah n.d.: 7–9; Manderson 1980: 50–5).

During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although most existing associations
lapsed, the Japanese established new ones, also recruiting women into
paid and unpaid labour corps. Through wartime women’s associations
such as the Malayan Reconstruction Co-operative Association (1944)
and the Malayan Welfare Association (1944), which took part in rallies
and public lectures, many women gained their first exposure to mass
political activity. Indeed, as early as October 1942, the Japanese encour-
aged women to increase their involvement in public life and in both the
commercial and production sectors of the economy. Food shortages,
continuing illiteracy and the hardships of life under Japanese occupa-
tion highlighted women’s disadvantaged status, stimulating both rural
and urban women to press for change in the post-war period
(Manderson 1980: 51–2).

Throughout Malaya, women’s groups of the 1940s and 1950s were
almost all communal in nature,11 with many actually the women’s section
of new political parties, such as Kaum Ibu or the nationalistic Angkatan
Wanita Sedar (Movement of Aware Women), the women’s section of the
Malay Nationalist Party (1945). Only Malay women’s associations were
predominantly political. Among Chinese, women’s associations were
mostly non-political, though some were involved with the communist
insurgency – aided by Chinese schools, which spread communist teach-
ings to girls as well as boys – or the nascent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Though some Indian women were active in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others were members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trade unions (including at least one Indian Women’s
Association formed by 1946), overall they played a minimal role. Even
the women’s auxiliary of the MIC was only established in 1975, though
women had been encouraged to take a more active part in the party as
early as 1946 (Khadijah n.d.: 7–15; Manderson 1980: 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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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tial exception to the communal norm was the Women’s
Union (Johor, 1945), one of the first women’s associations formed
after the war, with branches in various states. Though predominantly
Chinese in membership, the Union’s goals were non-racial and
included labour-related, educational and political issues. Also,
though most of its members were Chinese, too, the All-Malaya
Women’s Federation (1946) joined with the Malayan Democratic
Union, the Malayan Democratic League, the MIC, the Malayan
People’s Anti-Japanese Ex-Service Comrades Association, and the
Pan-Malayan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to form the multiracial
All-Malaya Council for Joint Action, seeking democratic self-
government for a United Malaya (including Singapore) and liberal
citizenship rights (Manderson 1980: 53–4).

Among early Malaysian associations, therefore, the structure, func-
tions, and issue orientation of different groups varied partly with
ethnicity and attendant socioeconomic traits and partly with time, as
both political awareness and legal strictures evolved through the pre-
independence period. Modern advocacy-oriented NGOs have
developed only since the 1970s,12 with new and old welfare- or service-
oriented groups flourishing alongside. As Gerard Clarke explains, the
activities of all NGOs13 are inherently political: even welfare-oriented
groups provide legitimacy for the state and bolster elites, while groups
engaged in local development projects can prevent macroeconomic or
political change and mobilise local communities as political partici-
pants (Clarke 1998: 195–6). However, it is newer issue-oriented
NGOs – organised around women’s rights, human rights, the environ-
ment or other causes – that have consistently attracted the ire of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nd that are both self-consciously and popu-
larly perceived to be political. Despite the evolution of these new
NGOs, though, the basic traits of associational life inherited from pre-
independence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Malay progress associations and
other groups have remained relatively constant. The legal framework
for societal organisations has been refined rather than overhauled,
NGOs remain largely racially segregated in membership,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formal organisations are oriented around sectors or
issues rather than communities, and tension persists regarding whether
NGOs or only political parties should assume openly political roles.14

Legal framework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most significant factor inhib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dvocacy-
oriented NGOs is Malaysia’s regulatory environment. Article 10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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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Constitution of Malaysia guarantees freedom of speech,
expression, peaceful assembly and association, though all may be lim-
ited in the interests of safety or public order. However, a range of laws
curtail NGOs and discourage would-be supporters. Moreover, ubiqui-
tous government rhetoric emphasises that NGOs represent ‘special
interests’ and are thus anti-national, highlights the substantial successes
of the regime in meeting people’s needs (so those who criticise are
‘ungrateful’), and challenges those who would oppose government poli-
cies to do so through political parties rather than through NGOs.

The legal framework governing NGOs is the legacy of the British
campaign against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 complemented by relics of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anti-communist measures. The main legal
instruments related to NGOs are the Societies Act, the Police Act and
a range of laws restricting speech, the press and assembly. Altogether,
these laws determine not only which NGOs may exist as legal entities,
what funding they may seek and accept, and what they may do, but also
how NGOs make their case to the public and who may join.

The Societies Act 

The Societies Act (1966) is the direct descendant of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colonial Societies Ordinance, implemented largely in response
to the threat to the public order posed by Chinese secret societies.15

The act covers all groups of seven or more people except those covered
by other legislation, such as trade unions and co-operatives. All societies
must not only register initially, but also obtain the approval of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for any subsequent change in name, venues of
business, or constitution. The Registrar may deregister any society, with
appeal possible only to the Minister of Home Affairs, and has the
power to enter and search any society’s premises. Societies have no legal
standing in the courts; legal action may be taken only in the names of
individuals. The Registrar may require a society to ensure that all its
office-bearers are Malaysian citizens or prohibit connections with for-
eign societies.16 Each society must submit yearly returns to the Registrar
within 28 days of its annual general meeting, including audited
accounts,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details of office-bearers.
Penalties for violations of the Societies Act include fines and imprison-
ment (Gurmit 1984: 1–5).

The Societies Act has been amended several times, most controver-
sially in 1981 and 1983. The amendments of 1981, passed rapidly and
with little consultation, defined a ‘political society’ to include any soci-
ety that issued public statements (others were implied to be ‘friend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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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required all existing political societies to register as such within
three months or be denoted thus by the Registrar at any time. Political
societies were sharply constrained as to permissible office-bearers and
members as well as in foreign affiliations or sponsorship. Moreover,
the Registrar could cancel the registration of any society that opposed
or denigrated any matter under the federal and state constitutions, and
gained increased powers to amend a group’s rules or constitution. The
amendments also increased all the fines stipulated for violations of the
act (Gurmit 1984: 6–8). After an energetic campaign by a coalition of
over a hundred NGOs under the Societies Ac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SACC), later reorganised as the Secretariat for the
Conference of Societies (SCS), the 1981 amendments were modified,
with a new set of amendments passed by Parliament in May 1983.17

Under the revised amendments,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was removed, though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parties was extended to
include societies that endorse candidates for state or federal legisla-
tures. Any society may be deregistered if it shows disregard for the state
or federal constitutions, especially certain sensitive issues; the minister
declares it prejudicial to public security, order or morality; there was a
mistake, misrepresentation or fraud in its registration; it has deviated
from its registered objectives; or it has failed to comply with any of its
own or the Societies Act’s rules. Moreover, there is no time limit for
when a decision of registration must be made and the penalty for organ-
ising activities while registration is pending was doubled. Both current
and former office-bearers must respond to queries from the Registrar
and even office-bearers who did not participate in a particular offence
are liable for punishment on behalf of the society. Moreover, offences
related to unlawful or deregistered societies as well as Triad societies
may be registered as criminal. In investigating suspected violations, not
only the Registrar and Assistant Registrar for Societies, but also regis-
tration officers, may search the premises and examine all documents of
a society. Finally, decisions by the minister are final and may not be
challenged in court (Gurmit 1984).

As of 31 December 1996, there were 28,219 organisations registered
under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Of this total, the largest proportion
(4,166) were religious bodies; 3,806 were categorized as ‘social and
recreation’; 3,500 were for sports; 2,687 were ‘social welfare’ groups;
and 41 were political parties. Other categories included cultural
associations, mutual benefit societies, trade and commerce groups,
youth groups, and educational associations (Makmor 1998: 63). Only a
small proportion of registered societies are advocacy-oriented NGOs,
probably only about 100 groups (Tan and Bishan 1994: 7).18 Give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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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of obtaining registration as a society – not just the paper-
work and formal procedures, though these are substantial, but the fact
that organisations perceived as politicised may be denied registration or
left in limbo for years – many advocacy-oriented NGOs are actually
registered as companies or businesses instead.19

Involuntary deregistration is rare, but it is threatened and does
happen. For instance, in 1980, the sociopolitical reform group Aliran
Kesedaran Negara (Alira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Movement) was
threatened with deregistration and ordered to ‘show cause’ why it
should be allowed to persist. What sparked the investigation was a letter
by Aliran president Chandra Muzaffar regarding new allowances and
salary increases for public servants as well as an indictment of Aliran’s
adherence to the principles of the Rukunegara (Malaysia’s national ide-
ology). The Registrar charged that Aliran was ‘likely to be used for
purposes prejudicial to, or incompatible with, peace in the Federation’
and that the group was pursuing objectives other than those for which
it was registered (Aliran 1981: 322–3). In response, Aliran rebutted the
specific charge and discussed the important place of a reform move-
ment such as theirs in Malaysian society, and also appealed successfully
to the public for support. The group was eventually allowed to remain
in operation (Aliran 1981: 321–80). At around the same time,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 the Muslim Youth Movement of
Malaysia), which was constantly critical of state policies and enjoyed
widespread influence among tertiary students and the Malay middle
class, was asked by the Registrar to sever all its contacts and affiliations
with foreign organisations. The group was viewed as too much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adical’ and militant Islamic movements abroad (Tan
and Bishan 1994: 22–3).

More recently, the Islamic organisation Darul Arqam (Abode of
Arqam) came under attack in 1994 for its allegedly deviationist teach-
ings and practices. Darul Arqam, a religious study group established in
Kuala Lumpur in 1968 by Ustaz Ashaari Muhammad, posed a political
threat through its ‘capacity to manage a self-sustaining and compre-
hensive socio-economic order, based on Islamic values and principles,
whilst remaining within but virtually independent of Malaysia’s liberal
capitalist system’ (Ahmad Fauzi 1999: 2). The government banned the
group and arrested eight leaders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ISA),
citing religious reasons, though the motive for the crackdown may have
been more political than theological, given Darul Arqam’s challenge to
the government’s legitimacy (Ahmad Fauzi 1999). NGOs registered
other than as societies are not immune, either. For instance, Institut
Pengajaran Komuniti (IPK, Institute for Community Education),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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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awak-based NGO registered as a business and an active member of
a coalition of NGOs opposed to the Bakun Dam project, was deregis-
tered in early 1996 (Kua 1998: 3).

Additional constraints

Other laws similarly constrain NGOs and activists.20 For instance, spon-
taneous protest is largely precluded by the Police Act 1967 (amended
1988), which requires that a police permit be obtained fourteen days in
advance for any public meeting of more than five people. The police
have frequently refused permits for assemblies organised by NGOs and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In response, NGOs tend to rely on semi-
nars, symposia and their own publications as well as representations to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he state-controlled mass media rather than
mass rallies to reach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government. However,
these initiatives, too, are limited by the Printing Presses and
Publications Act 1984 (amended 1987), which requires a yearly permit
from th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with no redress to the courts) for
all publications,21 as well as stiff legislation on libel, contempt of court
and official secrets. Indeed, one of the most widespread and mass-
based (though largely unsuccessful) campaigns against a government
policy in Malaysia so far was in response to proposed amendments to
the Official Secrets Act (OSA, 1972) in 1986. The amendments strength-
ened a law that already denied public information to public interest
societies, journalists and others, complicating discussion and debate.
The law provides few safeguards against over-zealousness in declaring
documents classified, including those regarding the operations and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 in fact, virtually any government infor-
mation may be declared an official secret (see Gurmit 1987; Means
1991: 196–8).

In addition, aside from the restrictions on NGOs’ membership and
office-bearers enumerated in the Societies Act, all students are further
constrained by the Universities and University Colleges Act 1971
(UUCA, amended 1975). While campuses are prime grounds for polit-
ical mobilisation elsewhere, contemporary Malaysian tertiary students
are forbidden from engaging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the laws on stu-
dents’ activism have been tightened after sporadic bursts of
mobilisation. Malaysian students do have a tradition of activism,
however, dating back to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demon-
strations against what they saw as the government’s stifling of Chinese
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the 1950s. Then in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Malaysian student groups joined their counterparts elsewher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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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sting American aggression in Indochina and were active in welfare
and community projects for the poor and underprivileged.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tudents’ Union (UMSU) went so far as to stage
non-partisan public rallies around the country during the 1969 general
elections to inform people about important issues and problems facing
the country, also issuing a manifesto outlining its views and demands.

With student bodies and university political clubs increasingly vocal
in critiqu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actions, the government required
in 1964 that all applicants for admission to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obtain a ‘suitability certificate’ to weed out suspected communists, pro-
communists and otherwise subversive or ‘undesirable’ elements. The
UUCA was then introduced during the Emergency following the 1969
elections and subsequent racial riots, prohibiting all student and faculty
organisations from affiliation with, support for, or opposition to any
political party, trade union or unlawful group. University students were
also prohibited from holding office in any trade union or political party,
and student bodies could be dissolved for behaviour detrimental to the
well-being of the university. Regardless, university and college students
still protested against the demolition of squatter houses near Johor
Bahru in September 1974, then demonstrated in support of a peasant
movement in Baling, Kedah, that November. The authorities cracked
down on these protests, detaining scores of students, lecturers, and
youth and religious leaders under the ISA (which allows detention
without trial) or other laws. The government claimed that the Malay-
dominated UMSU was being used by an allegedly pro-communist
Chinese Language Society member to spur campus unrest. All student
publications in the universities were subsequently suspended or banned
and the UUCA was amended in 1975 with new restrictions and tougher
penalties. Supplementary regulations further restricted university lec-
turers and staff (Fan 1988: 238–55). Campus activism does still
resurface, though, in times of mass political unrest. For instance, stu-
dents of all races have been key players in the Reformasi movement
launched in September 1998, with opposition to the UUCA a key factor
in their agitation.22

Among NGOs, human rights groups typically face the greatest diffi-
culties in organising, not only because of the dominant ideology and
regulations that discourage debate or even critical thinking on ‘sensitive’
topics, but also because of public disinterest or fear. Furthermore, as
Gordon Means (1991: 198–9) points out related to NGOs’ campaigns
on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The fact that the DAP [opposition
Democratic Action Party] usually played a highly visible role in the
various seminars and conferences considering such issues only serv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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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y these interest groups with what the government considered to
be implacable hard-line critics of the regime.’23 The government also
frowns especially severely upon challenges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instance protests against large government projects such as the
Bakun Dam in Sarawak.

Sharp remarks and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The government belittles its critics by portraying them as marginal and
out of touch with the mass public. For instance, in late 1986 the gov-
ernment launched an attack against ‘negative’, too-critical interest
groups, challenging them to register as political parties to prove they had
public support, and naming five NGOs and two political parties ‘thorns
in the flesh’.24 Mahathir lambasted these ‘intellectual elites’ as ‘tools of
foreign powers’ and saboteurs of democracy, referring in particular to
the campaign against the amendments to the OSA and NGOs’ criticism
and protests regarding banking scandals, corruption or impropriety in
the awarding of government contracts,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Means 1991: 194).
Moreover, after a 1987 Aliran-sponsored conference on the Malaysian
Constitution, Mahathir ‘depicted the participants as frustrated intellec-
tuals attempting to seize power and presuming “to make policies for
the government”’. Former critical activist Anwar Ibrahim, then Deputy
Prime Minister, called the organisers ‘arrogant intellectuals’ who wanted
to ‘force their views down the government’s throat’ (Means 1991: 198–9).

More generally, Mahathir and other officials reiterate that Malaysian
democracy is not like western liberal democracy but accepts some con-
trols as necessary, particularly to check the demands of ‘special
interests’ that could potentially impinge on the rights of the majority
and endanger ethnic harmony and the political stability needed for
development. These statements do influence the general public, espe-
cially since for many, such remarks are their primary exposure to
NGOs. While critical and voluble, NGOs like Aliran reach primarily
western-educated, middle-class, urban elites, while Mahathir’s state-
ments reach everyone. Moreover, the government’s heavy-handed
rhetoric has been reinforced by periodic crackdowns, including October
1987’s Operation Lalang, when over 100 activists and politicians were
detained for alleged Marxist tendencies.25 Such arrests further deter
the public from supporting NGOs or related oppositional activities,
though simultaneously sparking some degree of indignant protest, such
as the formation of the human rights group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in the wake of Operation La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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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ions between the state and NGOs deteriorated anew in late
1996, when the Second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East Timor in Kuala
Lumpur was broken up by protesters, including members of UMNO
Youth. More than 100 participants were arrested, including ten foreign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were then deported. The government also
decried a proposed NGO-organised public tribunal on the abuse of
police powers: ‘Mahathir claimed that some NGOs were deliberately
challenging the government to take action against them and threatened
that he would do so, if they had broken the law’ (Milne and Mauzy
1999: 119). Then in 1997, the government investigated the ways in which
NGOs were being managed, insinuating that their funds were being
diverted from their original purpose for the benefit of individuals, or
that they were co-operating too closely with foreign governments (Milne
and Mauzy 1999: 119–20).

Despite this antagonism, NGOs do collaborate with the government
in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policies on certain environmental,
consumers’, women’s and other issues when their expertise is needed.26

While NGOs – or, so that the state need not officially endorse the
organisations, specific individual leaders of NGOs – may be invited to
sit with representatives of the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community on
legislation-forming committees, the NGOs have no veto power and the
state retains the final say.27 Moreover, the state is most likely to call
upon ‘professional’ or ‘moderate’ NGOs whose contributions will com-
plement rather than challenge its governance. Many NGOs accede to
this arrangement since it at least allows their ideas to be heard. Still,
greater state–NGO co-operation could generate more complementary
efforts and less overlapping of functions and waste of scarce resources,
as well as guarantee more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Lim 1995: 167–8;
Tan and Bishan 1994: 16–23).

Regardless, however haltingly, public support for such issues as envi-
ronmentalism and human rights has increased over the years, bolstered
by a few high-profile cases. Environmentalism, for instance, was of con-
cern to few Malaysians prior to the mid-1980s Asian Rare Earth case,
when the improper dumping of radioactive waste products spurred the
formation of activist support groups and a series of high-profile court
cases and drew wide public sympathy (see CAP 1993). Then, in the late
1980s, increased attention to logging and development in Sarawak,
including both environmental and native land rights issues, similarly
heightened public awareness (Means 1991: 195–6). In terms of human
rights, the September 1998 detention of Anwar Ibrahim under the ISA
and his maltreatment while under police custody helped spark an enor-
mous mass movement for justice, transparency and goo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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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e government’s threats and cajoling. Nonetheless, the ranks of
committed NGO supporters remain thin, with only a small core of
activists sustaining their movements between surges of wider public
support.

Ideological and organisational attributes

Though relatively few in number, Malaysian advocacy-oriented NGOs
are heterogeneous in structure, function and ideology. These NGOs
may be classified by sector, as Lim Teck Ghee (1995: 166) does – the five
he identifies are environmental, consumer, human rights, development
and women’s groups.28 Alternatively, NGOs may be divided by con-
stituency and framework, including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community service associations, worker–employer oriented organisa-
tions, women’s organisations, youth organisations, professional
organisations, and coalitions and campaign groups. However, as Tan
and Bishan (1994: 3–4) point out, given the wide diversity of organisa-
tions in some of these categories, simply differentiating between
‘community service and welfare NGOs’ and ‘development and issue-ori-
ented NGOs’ makes more sense.

Most Malaysian advocacy NGOs are small and urban-based, con-
centrated particularly in Kuala Lumpur and Penang.29 Recruitment of
members and especially leaders for advocacy NGOs is difficult because
of fear of the ISA and other laws, lack of information about NGOs and
their activities, plus the very low pay to be earned by working for an
NGO and lack of time for volunteer work. Even NGOs with few formal
members, though, may be able to rally widespread support for particu-
lar causes or campaigns.30 Their small size and preponderance of
professionals – lecturers, lawyers, teachers, engineers, journalists and
the like – do prompt occasional accusations that NGOs are elitist or
irrelevant.

While many NGOs are not really internally democratic or tightly
linked with grassroots constituencies, others are more mass-based, such
as consumers’ associations. These are also the NGOs that are sustained
less by highly educated middle-class activists (though such individuals
still provide leadership) than by non-graduates or non-professionals.
Many NGOs are highly personalistic in nature. Several key NGOs, such
as CAP (S. M. Mohamed Idri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Malaysia and Selangor Graduates Society (Gurmit Singh), Tenaganita
(Irene Fernandez), the Malaysian AIDS Council (MAC, Marina
Mahathir)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vement for a Just World (JUST,
Chandra Muzaffar, previously the central figure in Aliran) ar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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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elmingly associated with their leader regardless of how large the
staff or how wide-ranging and decentralised the activities of the group
may be.31 On the other hand, though the Societies Act requires that all
registered societies have office-bearers, for some NGOs assignation of
these titles is just a formality, with work shared, decisions by consensus,
and hierarchy minimised in practice.

Funding

Many Malaysian NGOs rely on foreign funds when they can get them,
but such aid is limited and dwindling.32 The bulk of foreign funding for
development projects and technical assistance is still on a bilateral (gov-
ernment to government) basis and the bulk of multilateral aid goes to
government-organised NGOs (GONGO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Although all NGOs must report the sources of their foreign funding to
the Registrar of Societies each year, the Registrar has never disclosed
the extent of foreign funding for development NGOs. However, the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UNDP) found that funds from
foreign NGOs, which usually go towards development NGOs,
accounted for only 2.5 per cent of externally financed technical assis-
tance grants to Malaysia in 1987. Of this sum, up to 90 per cent came
from major institutions like the Asia Found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 with the bulk going towards research,
travel and projects of local universities, schools and research bodies.
Foreign NGOs more concerned with grassroots development work by
autonomous NGOs contributed a rather minuscule sum. The total for-
eign assistance provided by these foreign NGOs to Malaysian
development NGOs in 1987 was only US$270,000, compared with
US$108 million disbursed to state-sponsored NGOs and state agencies
(cited in Tan and Bishan 1994: 10–11).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 also
provides funds to some NGOs for projects such as consumer protection
or anti-domestic violence programs. However, such funds are limited
and some NGOs prefer not to accept government support for fear of
compromising their independence.33

Some NGOs prefer not to accept foreign aid as a matter of principle,
if only because accepting it would leave them open to charges by the
government that they are being manipulated by foreign elements.34

Most deny any intrusion of foreign donors in decision-making
processes, though acknowledging that the choice of projects may be
influenced by what will be funded and that the contest for funds may
contribute to infighting within the NGO community.35 Even among
those NGOs that do accept foreign aid, given that funds are sca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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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y still strive to minimize costs and raise funds locally, as through
sales of books and t-shirts, membership dues, donations, cultural events
or fun fairs, jumble sales, and paid forums and dinners. Also, for specific
campaigns, such as against the amendments to the OSA or to preserve
Endau Rompin state park, NGO coalitions raise funds domestically
through seminars and donations from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rivate
or corporate philanthropy remains minimal, though it is comparatively
more forthcoming for campaigns or projects against issues such as
domestic violence or HIV/AIDS, especially from multinational corpo-
rations, than for other sorts of issues. Overall, NGOs focusing on issues
that conflict with the state’s priorities – such as concerning labour, the
environment or human rights – have a hard time raising local funds.

Networking

Networking is a definite strength among Malaysian NGOs, particu-
larly at the domestic level. Major campaigns may involve over 100
NGOs, though most attract fewer than 50 participating groups, many
with only minimal engagement in campaign projects.36 Tan and Bishan
suggest that the state has actually encouraged otherwise self-absorbed
and independent NGOs towards solidarity and networking, since:

the state’s many reactive attempts to encapsulate and force the
NGOs into the confines of its own corporatist politics provided the
NGO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working together, organising national
campaigns and forming solidarity networks, as well as generating
unwanted international publicity for the state. With each successive
campaign, NGO links grew stronger. Moreover, the public increas-
ingly accepted NGOs as mainstream political alternatives – if one
were to judge from the letters to the editors supporting the NGOs
and the campaigns.

(Tan and Bishan 1994: 24)

International – particularly regional – networking also occurs,
though it is heavily reliant upon international funding and inconsis-
tently pursued, depending on the relative pressure of domestic concerns.
Human rights groups’ regional initiatives include joining in the drafting
of an Asian Human Rights Charter and supporting the East Timorese
and Acehnese independence movements, the movement for a democra-
tic Burma,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Cambodia. Earlier initiatives include
1987’s Human Rights Support Group, which agitated for the release of
sixteen men and women detained in Singapore. Women’s groups such 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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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aganita participate in campaigns against trafficking in women,
against the spread of HIV/AIDS and for a range of other issues affect-
ing women. Islamic NGOs engage in a range of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ampaigns, too, such as in support of Muslims in
Palestine or Kosovo, though these campaigns are generally less likely to
be seen as politically aggressive by the Malaysian government.37

Racial and religious cleavages

The primary lines of cleavage among Malaysian NGOs are racial and
religious, especially between secular and Islamic groups. Moreover,
while advocacy NGOs are usually open in principle to members of all
races, most are segregated in practice, both because communalism is so
deeply engrained in Malaysian life and because language barriers com-
plicate inter-racial communications.38 In general, English-speaking,
middle-class, urban non-Malays dominate advocacy groups. Politicised
Islamic groups are, not surprisingly, dominated by Malays, with secular
groups or those linked with other religions comprised of primarily
Chinese and Indians. Secular women’s groups pose an exception, as
proportionately more Malays seem to join them than other groups.39

Secular NGOs call for public accountability, reclamation of rights lost
through the arbitrary use of state power, state intervention and regula-
tion on matters of public interest, preservation of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political detentions, abuse of executive privileges, and so
on. Religious NGOs, especially the Islamic m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have raised the spectre of the loss of religiosity and spiritual
values among state actors (Nair 1999: 96–7).40 Not surprisingly, though,
subdivisions exist within these subgroups, given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within Islam and the distinctions among secular, Christian,
and other groups’ motivations.

The tendency of more critical NGOs still to be predominantly non-
Malay in composition may reflect ‘the wider divisions and diversity in
the non-Malay political spectrum compared to the closeted Malay
sector’ (Tan and Bishan 1994: 13). However, with the recent Reformasi
movement,41 a range of Malay-dominated or Islamic groups (among
them, ABIM, Jamaah Islah Malaysia, and Persatuan Ulama Malaysia)
have become just as critical and outspoken as predominantly non-
Malay NGOs on issues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social justice and
democracy. Regardless, even campaigns around apparently non-racial
issues may be limited to a particular ethnic group. For example, over
two dozen Chinese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issued a ‘Joint Declaration’
in 1985 against racial polarisation, Malay-centric policies that fai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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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isfactorily to address poverty and the growing rich–poor gap, human
rights violations and the transgression of freedom and democracy, dis-
crimination and chauvinism, religious fanaticism, and the like (Chinese
Guilds and Associations 1985). Though some of these demands are
clearly more in the interests of non-Malays than Malays, the fact that so
many of these issues have since been adopted by the Reformasi move-
ment suggests that the 1985 campaign could conceivably have been
more multiracial. Despite some non-Chinese support, though, the cam-
paign around the Joint Declaration was – and was perceived as –
primarily a Chinese initiative. Muhammad Ikmal Said explains that
both Malay and non-Malay leftists tend to be communal, improve-
ments in communication between groups notwithstanding, even when
their programmes are fairly ‘universal’ and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ir
distance from one another deflects mass support. He attributes this
racialism to characteristics of colonialism, immigration and the con-
temporary state, in addition to the different market positions of
Chinese and Malays, which have entrenched a communal culture
(Muhammad Ikmal 1992).

In general, then, Malaysian NGOs operate within a constrained
space, as the political process is officially reserved for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re is limited scope for traditional lobbying activities. However,
their supposedly non-political status empowers NGOs in specific ways,
since ‘when these groups speak critically on issues of public policy, they
can claim that they do so not as party or politically-motivated agents
exploiting an issue for electoral gain, but as non-partisan groups voic-
ing the concerns of all citizens’ (Nair 1999: 97–8). Regardless, many
NGOs do maintain links with opposition political parties, especially the
DAP, PAS,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and Parti Keadilan Nasional.
Relations with component parties of the governing Barisan Nasional
coalition, on the other hand, are complicated by NGOs’ often non-
negotiable areas of concern and lack of bargaining power, as well as a
tradition of mutual mistrust.

Conclusions

An unsympathetic regime, relatively low popular commitment to vol-
untarism and political activism, persistent racial and religious cleavages,
and enduring stifling regulations have curtailed the development of a
vibrant and effective civil society in Malaysia. All the same, what NGOs
there are have played a key role in exploring and espousing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reforms, in the process sustaining a nucleus of
committed activists. Clearly, though, Malaysian NGOs do not fi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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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ideal of democratic, grassroots-oriented, politically trans-
formative organisations for building social capital and keeping the
government in line. Too few of them are truly independent, self-
financing, and racially and linguistically inclusive.

Malaysian activists have developed strategies over the years for work-
ing around the government’s regulations and for educating and
mobilising a broader public. For instance, the formation of campaign
networks not only spreads the work and costs among a larger base – a
crucial benefit, given NGOs’ scarce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 but
also reduces risk. A few lone activists make easy targets for the govern-
ment to attack, but as Zaitun Kasim exclaims, ‘What can they do to
twenty groups?’ (interview, 1 August 1997). Selective accommodation to
the government is also an adaptive strategy as it grants NGOs a degree
of recognition and legitimacy and ensures that their voices are not com-
pletely marginalised or ignored. Similarly, since NGOs know the
government-controlled media will be of little benefit (aside from influ-
ential but rare features by concerned journalists on the environment,
domestic violence or other social issues), NGOs have learned to take
advantage of alternative media. The internet is transforming NGO
communications in Malaysia as elsewhere, with most advocacy NGOs
now supporting e-mail and often a website. Other channels include
NGO-published journals and newsletters, such as the Aliran Monthly,
CAP’s Utusan Konsumer and SUARAM’s Hak, plus opposition-party
organs, including Harakah (PAS), Roket (DAP) and Suara PRM
(PRM).

Where Malaysian NGOs are weakest is in critical self-evaluation,
long-range planning and sustainability. The press of projects and gen-
eral lack of resources mean that even the best-intentioned NGOs often
fail to complete project-based or overall periodic evaluations, or fail
really to incorporate the lessons from past evaluations into plans for
subsequent programmes. In the same vein, the exigencies of immediate
needs, the volatility of popular support and the unpredictability of gov-
ernment crackdowns make long-range planning seem an unattainable
luxury. At best, NGO plans extend through a donor agency’s three-
year funding cycle. However, without strategic plans that extend beyond
the short term, budgeting for long-term campaigns and formulating
more systematic rather than reactive initiatives are not possible. Finally,
the current extent of reliance on particular leaders and foreign funding
sources cannot be maintained; the majority of advocacy NGOs need to
be far more aggressive in making their organisations and enterprises
sustainable.

Efforts by NGOs at reflection and reform must begin with full-sc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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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nest evaluations, and continue through the articulation of precise
goals to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long-range plans.
Internal democracy and large-scale consultation of constituents would
make this process more legitimate and bring in fresh ideas and per-
spectives. Regardless, as advocates for democratic procedures and social
justice in governance, NGOs must set an example by promoting regular
transitions in leadership, racial and religious tolerance, and genuine
links with the grassroots within their own sphere. Through such steps
the Malaysian NGO community may renew and reinvigorate itself
while also serving as an example for social activists in other countries
facing comparable opportunities and obstac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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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BN is comprised of fourteen parties, chief among them UMNO, the
Malaysian Chinese Association (MCA) and the Malaysian Indian Congress
(MIC).

6 See Crouch (1996), Jesudason (1996), Means (1991), Milne and Mauzy
(1999), or (Tan 1990), among others, for details and valuable perspectives
on the Malaysian political order.

7 See Jomo (1991) or Loh (1997) for a discussion of Malaysia’s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their consequences.

8 Malaya became Malaysia with the addition of Sabah, Sarawak and
Singapore in 1963. Singapore left the federation in 1965.

9 The cultivation and study of masyarakat madani was associated in the mid-
1990s particularly with the Anwar-linked think tank, Institut Kajian Dasar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several of Anwar’s strong followers, such
as long-time social activist and intellectual Chandra Muzaffar. The idea
never really took root in popular consciousness, though, and even academic
discussion of the concept virtually ceased after Anwar was sacked in 1998.

10 See the contributions to MINDS (1997), especially the chapter by Syed
Muhammad Naquib Al-Attas, for a more thorough explication of the term
and its roots. Indonesian scholars have written more on the topic, though
most of these accounts are rather shallow or dismissive of any significant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 society and masyarakat madani. See for instance
Adi Suryadi Culla (1999), Ahmad Baso (2000) or Muhammad Hikam
(2000).

11 See Sabri (2000) for a dramatic account of these events.

1 Malaysian NGOs: history, legal framework and characteristics 

1 However, a number of studies on civil society, NGOs and NSMs written as
theory-building initiatives or with other cases in mind are useful for back-
ground and contrast. Studies on other Southeast Asian states, such as
Clarke (1998), Eldridge (1995), Uhlin (1997) and Walker (1996), may be
particularly revealing, given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2 For instance, Lee explains that secret societies were not ‘consciously politi-
cal’ and actually denied having such a basis when the British wanted to
proscribe them. The groups declared their intention to be maintenance of
law and order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y did not urge Chinese to cut off their
queues – an anti-Manchu, and hence consciously political, act. However, the
groups did sound and act political, especially when xenophobic feelings
spilled over from China to Singapore and Malaya, or the Chinese felt eco-
nomically or otherwise threatened by the British (Lee 1985: 135).

3 Given the difficulties in getting accurate information on underground
organisations, these figures are no doubt subject to dispute.

4 Tham (1977: especially 109–17) is one of few authors not to ignore Indian
associations apart from trade unions. His description of early reformist,
nationalist, spiritual and cultural, business, and ethnic/caste (Sikh,
Ceylonese, etc.) organisations is concise but detailed and informative.

5 Other institutions, such as derau among Kedah padi farmers, are of the
same genre.

6 Though fundamentally a politically conservative, loyalist and welfare-
oriented group (Roff 1994: 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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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debate over who constituted the Malay community was especially sig-
nificant, as manifested in the Melayu Raya/Indonesia Raya (Greater
Malaysia/Greater Indonesia) concept, which linked Malays in the two colo-
nial entities. This movement spanned participation of Malay nationalists in
the Indonesian revolt against Dutch rule and combined overseas students
associations, newsletters and other endeavours of varying degrees of polit-
ical commitment (Firdaus 1985: 52–7).

8 Bangsawan, or Malay opera, and other theatrical performances were also
long used for political socialisation, though ‘under the guise of promoting
Malay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irdaus 1985: 119–20).

9 Firdaus further subdivides the latter group of ‘radical nationalists’ into
Islamic-educated teachers and writers and vernacular Malay-educated
teachers and journalists (Firdaus 1985: 3). Indeed, the divide between the
Malay Islamic faction and the Malay left was highly significant, with the
former advocating an Islamic nation through the Pan-Malayan Islamic
Party (PMIP, called Parti Islam from 1971 to 1973 and now called Parti
Islam Se-Malaysia, PAS), and the latter forming the Angkatan Pemuda
Insaf (banned in 1948), the 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
Malay Nationalist Party, disbanded 1950), then the Parti Rakyat Malaysia
(PRM, formed 1955). See for instance Shamsul 1996: 334–8 or Y. Mansoor
1976.

10 A contemporary example is the replacement of the NGO Pergerakan
Keadilan Sosial (Adil) by a political party, Parti Keadilan Nasional
(Keadilan), in 1999.

11 Exceptions include local branches of foreign organisations or groups
founded and supported by the wives of British administrators, such as the
Women’s Service League (1946), which involved women of all races in vol-
untary welfare work and conducted courses for village women in a range of
household and general subjects (Manderson 1980: 53).

12 The Consumers’ Association of Penang (CAP), founded November 1969, is
considered Malaysia’s first modern NGO.

13 Clarke (1998: 2–3) defines NGOs as ‘private, non-profit, professional organ-
isations with a distinctive legal character, concerned with public welfare
goals’. The term thus includes philanthropic foundations, church develop-
ment agencies, academic think tanks, human rights organisations, and
groups concerned with gender, healt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social wel-
fare, the environment and indigenous peoples.

14 Tan and Bishan (1994: 14) explain the state’s perspective on the last issue:
‘The state seeks to control NGOs in the interests of national security
because NGOs are seen as lobbying and pressure groups which do not have
to be accountable to the “public trust”, whereas elected politicians are at
least legitimized in periodic elections.’ Clarke provides a useful definition for
‘politics’ among NGOs, explaining that ‘to be “political”, an NGO must
first participate in processes designed to create social meaning, and second,
on the basis of that shared social meaning, participat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in the struggle to influence that distribution’ (Clarke 1998: 6).

15 In fact, the current act still makes specific reference to secret societies.
16 Under a 1970 amendment, the minister’s approval is needed for registration

of any local society established abroad or with affiliations outside Malaysia.
17 For a detailed account of the campaign, see Gurmit (1984). Ex-Dep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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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Anwar Ibrahim, then of 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 the Malaysian Islamic Youth Movement), chaired the SACC and
SCS until March 1982, when he abruptly stepped down to join UMNO and
run for office.

18 Tan and Bishan base their estimate on the number of NGOs that joined the
secretariat formed to campaign against the amendments to the Societies Act
from 1981 to 1983. Realistically, though, as reflected in campaigns on var-
ious human rights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s well as recent Reformasi
co-ordinating groups, no more than a few dozen groups are really active as
advocacy NGOs. Garry Rodan (1997: 162) suggests that only groups
‘involving regular attempts to advance the interests of members through
overt political action’ constitute civil society, while all other groups are part
of civic society.

19 For instance, Persatuan Kebangsaan Hak Asasi Manusia (HAKAM, the
National Human Rights Society), waited about two years for approval of its
bid for registration, while Amnesty International has been trying unsuc-
cessfully since 1990 to register a Malaysian branch. Periodically, the
government threatens to weed out NGOs, such as human rights group
Suara Rakyat Malaysia (SUARAM, Voice of the Malaysian People), regis-
tered as companies or businesses.

20 See my Chapter 6 in this volume for more on these and other restrictive
laws.

21 Even a permit for publication may not be enough. For example, Aliran
announced in October 1999 that it was unable to find a printer willing to
print its monthly magazine due to alleged pressure tactics by the govern-
ment directed at potential printers.

22 On student activism in the late 1960s and early 1970s, including the protests
of 1974, see Fan 1988 or Hassan and Siti Nor (1984); on students’ political
involvement today, see Mohd. Azizuddin (n.d.).

23 Some NGOs have voluntarily limited the role of politicians in their organ-
isations. Aliran requires that its members not belong to any political party,
while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n Consumers’ Associations (FOMCA)
proposed that active politicians be barred from executive committee posts in
the consumer movement (Tan and Bishan 1994: 23).

24 The NGOs were Aliran, CAP,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ociety Malaysia
(EPSM), Selangor Graduates Society (SGS) and the Bar Council. The par-
ties were the DAP and PAS.

25 See CARPA (1988) or Nair (1995: 184–90).
26 FOMCA, the umbrella consumers’ organisation, has the most extensive

relations with the government of all Malaysian NGOs. FOMCA serves on
the 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 for Consumers’ Protection and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nsultative Council and represents consumers’ interests on a per-
manent basis in the Ministries of Trade and Industry;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Health; Finance;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Housing and
Loc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and Agriculture (Tan and Bishan 1994: 18).

27 As Zaitun Kasim of the All Women’s Action Society (AWAM) describes,
‘They call it a dialogue; we call it a briefing’ (interview, 1 August 1997).

28 A range of GONGOs (government or state-sponsored NGOs) also operate
in various issue areas. These groups depend largely on the state for funding
and training but sustain diverse structures and relationships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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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vernment, with varying degrees of autonomy. Some have little grassroots
participation and are little more than vehicles for political support and
patronage. See Tan and Bishan (1994: 2–3).

29 Rather than issue-based advocacy groups, the organisations with a large
rural presence are generally GONGOs or youth, welfare, religious, or agri-
cultural and labour-related associations.

30 For example, in the late 1980s and early 1990s, CAP, EPSM, and Sahabat
Alam Malaysia, Malaysia’s most vocal, active, and well-known environ-
mental groups, claimed a total of only about 150 formal members (Nair
1999: 96).

31 For instance, Irene Fernandez explained that Tenaganita works as a collec-
tive, with separate desks dealing with women, health, migrant workers, the
plantation sector and research, each with its own responsibilities and lead-
ers. However, she conceded that the image outside Tenaganita is her name
(interview, 29 July 1997).

32 For instance, the Dutch agency HIVOS, which sponsors Women’s Crisis
Centre (WCC), SUARAM, AWAM, Tenaganita, Partners of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PACOS), Jawatan Sokongan Peneroka Bandar (JSPB,
Urban Pioneers’ Support Office), Pink Triangle and other NGOs,
announced it would pull out of Malaysia in 2000, citing Malaysia’s rela-
tively high level of development. For details of HIVOS’s activities in
Malaysia and their consultant’s view of the NGO community, see van
Naerssen (1995).

33 CAP, for example, suggests it would pose a conflict of interest for a con-
sumers’ group to accept money from either government or business and
thus relies mostly on funds from European donors, grants from foundations
or other organisations and proceeds from sales of the NGO’s publications,
handicrafts and other items (Mary Assunta, interview, 17 July 1998). Also,
the government offered AWAM 10,000 ringgit per year for its programmes,
but with the condition that its representative be able to sit in on the NGO’s
meetings (Zaitun Kasim and Wong Peck Lin, interview, 14 July 1998).

34 Aliran, for instance, only considers accepting foreign aid for certain projects
and never for daily operating costs. The NGO sustains itself mostly through
donations and sales of its monthly magazine (Anil Netto, interview, 18 July
1999).

35 Feedback from donors may affect organisational attributes, too. For
instance, Loh Cheng Kooi explained that a HIVOS evaluation led to
increased democratisation of decision-making procedures in WCC (inter-
view, 17 July 1998).

36 For example, 47 NGOs and six political parties are listed as ‘NGOs That
Support Abolishment of the ISA’ (SUARAM 1999); the Coalition of
Concerned NGOs on Bakun, established in 1995, includes around 40
NGOs; and 1981’s SACC involved over 100 groups. On the other hand, the
Joint Action Group agains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was formed in 1985 of
individual women and just five organisations, though other NGOs eventu-
ally lent support to the campaign.

37 See Chapter 8 for details of externally focused NGO activities.
38 See Chandra (1984) for a detailed breakdown of the relative racial balance

in political parties, trade unions, commercial associations, professional
bodies, public interest societie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ssociatio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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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movements. By his account, virtually all these organisational types
are largely communal, by chance or design, aggravated in some cases (such
as within higher education) by religious revivalism.

39 Zaitun Kasim posits that AWAM’s multiracial image and support is partly
due to her presence, since before she (a Muslim) joined the staff, the group
was seen as a non-Muslim organisation. AWAM has also been one of few
non-Islamic groups to comment upon specific Muslim women’s issues, such
as provisions of Islamic syariah law; other groups are generally afraid to
voice their opinion on these topics (interview, 1 August 1997).

40 See for instance Jomo and Ahmad Shaberry (1992), Zainah (1999), Saliha
(1997) Shamsul (1997), or Milne and Mauzy (1999: 80–9) regarding the
range of Islamic organisations, their development amidst the Islamic resur-
gence since the 1970s, and the relative political aspirations and political
party ties of various organisations.

41 A widescale movement of NGOs and political parties for political reforms,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Barisan Nasional.

2 The women’s movement in peninsular Malaysia, 1900–99: a historical analysis 

1 Based on Virginia Dancz’s interview with Aishah Ghani, 1 March 1976
(published in Dancz 1987: 86).

2 See Cecilia Ng, Siti Nor Hamid and Syed Husin Ali (1999) for an account
of the formation of a branch of AWAS in the village of Kampung
Jenderam Ulu, Selangor, and its activities.

3 See reports in The Star from February 1989 covering the dispute, as men-
tioned by Ng and Yong (1990).

4 See Rohana (1997b) and Jomo and Todd (1994) for a detailed history of the
labour movement and how it has been crippled over the years by deregis-
tration of strong unions, imprisonment of its leaders, restrictive laws and
labour policies.

5 The other nine affiliates were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omen’s
Institutes, the Women Teachers’ Union, the St John’s Ambulance Brigade,
the University Women’s Association, the Selangor Indian Association’s
Women’s section, the Pan-Pacific South-East Asian Women’s Association,
the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the Lai Chee Women’s
Association and the Women’s International Club (Dancz 1987: 151).

6 HAWA was upgraded from a division in 1997 and was under the Prime
Minister’s Department before being elevated to the Ministry of Women
and Family Development in 2001.

7 The Income Tax Act still discriminates against women, as they are not
allowed to deduct for spousal or child support.

8 The government’s Islamisation campaign of the 1980s was an attempt to
harness a process that had been proceeding on the ground since the early
1970s.

9 The case involving actress Norkumalasari is an example (Askiah 1993: 22).
10 Personal communication with Cecilia Ng,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JAG-

VAW, 14 August 2000.
11 Women’s presence was only really felt in the MTUC after 1965 (Rohana

1997b). The objectives of the Women’s Section are to improve the living
conditions of young women workers, to unionise women workers an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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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再思考马来西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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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来西亚粕立史导刊

易束舌豆半岛§史之榄硌

针野思来西亚半岛社合竖消结講形成遇程中的蔑侗重要的损展，我们琨在将

用社合科毕的方法，尤其是经清学来分析，以便来研究舆瞪解思来西亚的胚史 。

到西家膛史较深入的了解能使我们更能深入理解我们的暧家 。 我们徙前一佪世纪

出驳来分析驳展遇程（即 1874邦咯倏约一象徵在英殖民統治下，祖暧佣始建

投至今） 。 迼一捶言寸谥将使我们的理解力更加敏锐 。 同时也希望回俊人民反封帝

圉主羲的意离，因态我们的人民到今天遠在纽壤面野外来的欺胚 。

邦咯谋虳之为

19世纪中期半岛上的马来社含

在殖民期之前，村落已是思来晨梁社合的基本單元 。 雏然如此，在村肝里没

有明额的階级之分 。 一般上，生痊是依靠家庭勤力和社令集骰劳勤力（互助方式

) 。 统治者通常住在合通的地贴，以便能有效地徵税，追一群人有擢掌握奴棣舆

價移人 。 此外，他们也可召集村民态他们工作 。 在某些地匿，尤其是需要灌溉的

地匿如吉打和吉阑丹，统治者则可徵收地租或徵湟 。

金十到不同的轻渭生活而言，合有不同的管理方式，其中包括耕梗方法的差舆

0 凿时多以旱耕的方式追行耕穗，通常土地的所有擢是以土地是否有被理用或者

是否缢壤生痊坞依擒 。 徙殖民期至今所探行的土地私有制亚不需要，故没有出琨

；因此， 土地不是一项交易或出租的商品 ，造成地主佃晨階级亚燕出琨 。 相反的

，水耕法的晨人郤必须定居在耕地梩 。 在水耕的地匾，租赁制度阱始廉被探用，

因淰水耕的耕地需要固定的水源 。 因此，徙旱耕缚婴到水耕也可訧是不固定地贴

耕捶法缚麦成定贴式耕捶法 。 追不僅有利於土地租赁制度的形成，同特也形成了

雨侗族群，那就是地主舆佃晨 。

欧洲脊本主羲之登展

接下来比軗分析欧洲育本主羲的驳展舆被引追的思来西亚资本主羲的损展 。

欧洲贵族莲用單阵舆封建思想来胚迫舆剥削平民輿奴辣 。 皇族輿地方貊要则

分享灌力 。 （在此同时，中隧，埃及和印度的前育本主羲的晨棠社会由皇帝所罕

控的匮家攒器統治）野辔民族的侵略等致欧洲社合的灌力分散 。 在封建贵族之间

擢力的分配使得城市輿起 。 而追些城市成总商粟中心，手工中心，工作坊中心到

最俊成离大虽生痊的工粟中心 。 初期，封建领主野迼些城市缺乏典趣，因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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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收人来自佃晨，故在追些缺乏封建地主干涉下的城市内，资本主羲膊始赘展 。

常资本主羲在城市中不断驳展时，资本家舆封建贵族的利益问始驳生衡突 。 控制

人力资源的兢孚己理成财富的象徵，更深化利益的衡突。最终育本主羲取代了封

建主羲 。 人力贫源是财富的来源，因此野掌握人力资源的兢孚使得贲本家和贵族

階级之问的衡突更淰剔著 。 最俊，资本主羲代替了封建制度 。 社合寿遏而痊生的

劳工階级是工棠革命驳生的重要倏件，随著攒器的引用，大大提高了生痊力 。 资

本主羲的成长痊生了育痊階级的政府；通遇官僚制度、單陇和警察、教育制度、

公共建股及其他的管理工具，以维謹有助於资本主羲殁展的毯定璞境 。

欧洲帝国主羲之闪始－－－由海上塾断的贸易 (Merkantilisme] 到自由赁易

欧洲的前资本主羲帝藏，野於俊来的育本主羲登展有著匼大的贡献 。 迼可徙

思六甲被葡萄牙和荷酥征服时期看出来 。 多数胫史学者稍追峙期淰海上贸易墅断

特期 。 追时期，西方各强擢都互相兢孚想控制园院问的贸易，尤其是西欧舆其他

大陵的贸易 。 英阪工梁革命的成功使其能在圉院贸易中估侵势 。 英醒就利用迼贸

易侵势来鼓励舆海上墅断的贸易相抵陑的自由贸易 。 18世纪末，英圉势力巳阱

始把其贸易利益徙印度延伸到焉来半岛 。 英圉和荷插的兢孚使得思来群岛被不同

的势力所剒分 。 英荷倏约 (1824) 象徵著束南亚回教地匿的被剒分 。 迼倏约

之俊，英婿的直接政治统治只限於海峡殖民地的贸易掳贴，因恣欧洲的外商只野

原痊品的贸易控制有輿趣 。 同峙，预生了西班牙侵估菲律宾，暹藉侵估北大年及

世纪初的英暹惕约 。 倏约签盯俊，英睛政冶灌力退是只限於贸易中心的海峡各州

（憤城、思六甲和新加坡） ，因淰欧洲商人的輿趣退是限於欧洲所需原痊品的控

制 。

欧洲帝国主羲之成熟：殖民主羲

在 19世纪的中期，欧洲资本主羲的需求已改寿·工棠贫本家的利益遠膀於

贸易育本家的利益，追翱理也影高他们的野外政策 。 由於工粟之重要，使得原痊

品 （晨痊品舆磷痊）的流通被迫通遇控制以榷保其来源 。 原痊品的價格也就被减

得最低（透遇减少生痊成本尤其是工育的减低） 。 其他地世贷本家的出琨（特别

是欧睦如法赎等）使得资本家之间相互兢孚，故野原痊品的直接控制夔得更需要

了。 追需要特别的控制方式，那就是通遇殖民帝暧主羲者野迼些地方的直接管辖

。 欧洲迅速成长的工梁也橾需海外的市塌，因沟，痊品之外销能带来利濮。常时

的英暖亚不是只殖民思来亚半岛艇了 。 在全世界（主要是非洲和束南亚） ，英圉

、法圉舆欧洲其他强擢正在擦张他们的帝限版圈。追是总了掌管輿控制原痊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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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痊。英殖民留下的影枣是全球竖渭胀络下的暧院分工 。 那是英西的育本家离了

淌足英殴本土的需要而在英殖民地徙事生痊 。 而至今雏然殖民政府已被取代，第
三世界嘎家退是组承了殖民时期的全球鲤渭架措在理作 。

锡米、兢孚舆殖民

殖民之前，思来半岛的贸易吸引了浒多外暖商人 。 英圉需要以鍚米淰原料的

工梁正蓬勃登展，而英阔本土的锡痊量郤供不愿求，所以需要找辱新的来源 。 在

告的思来社合理，鍚曾被拥探舆使用遇 。 但是思来統治者没有大量的人力，故没

有大量阱探 。 通常恩来晨民都以自给自足的方式在耕作，所以不需要被偏用 。因

此，滇華人商人阱探锡磷野統治者较有利，因总能徵收税收 。 華商能控制来自中

咽穷苦的苦力，而遣些苦力多被苛刻的契约所控制 。 常英酋殖民政府想要削弱華

人贫本家的势力，他们便改专制度（如晓除劳工制度等） ，使偏主控制劳工的熊

力减少 。 只有通遇政治直接干预，英圉才能打破華人野思来西亚鍚生痊的控制擢

。 接著想要揽得土地控制擢，英圉人也引追大量穗植的耕捶法（隅垢） 。 在霹赛
，思来統治者野迅速成长的探磷匿華人的控制力也軗微弱 。 各磷世的利益兢孚也

使得黑社合的械门频繁。同时，思来政治也面胞各統治者之间的擢力门孚 。 英方

便利用迼一良揽来控制了规假州， 而追些卅俊来便成淰思来聪邦（

Negeri - negeri Melayu Bersekutu) 。 直到追一世纪初，非思来聪邦（除柔佛

卅）退在暹播的统治下。因淰北部有法暧而南部有英暖的胚力下，暹躇王朝渐渐

寿弱而最俊被迫交出南方的蔑侗卅给英恼 。

邦咯谋豹之汉的燮遵

英国殖民马来玫治的影儒

英颉殖民野思来政治架横有何影枣？表面上，擢力集中在稣丹的手上，但宵

置上郤操缩在英暖颇问官的手理 。 结果，思来统治者的擢力輿影窖力被削弱 。 奴

棣制度、偏佣系统和其他纾渭擢力的晓除，譬如货物在河流理输的河税野思来統

治者的猩消是倘服重的打擘 。 因此，思来統治者野抗英殖民亚不合講人霓得鳖奇

。 有了追些甡验之俊，英殖民便吸收思来統治者追入英殖民的行政醴系梩，或赋

以土地和金线给統治者，来减少他们的野抗 。 再总统治者和舆皇族所投立的瓜拉

江沙思来学院 (Kolej Melayu Kuala Kangsar) 也在旨於吸收他们到中磨階级

追入管理曆去 。 同时，英殖民徙其他的殖民地所累稹的纾验即淰了避免思来晨民

野英殖民的反叛，而引追土地輿劳工政策 。

英殖民的劳工政策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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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單的訧，英殖民的劳工政策就是把劳工徙外地带追来，以便淌足他们在各

纾消领域的劳工需求 。 资本部凹的急速损展都是劳工们的血汗，而大部份是外来
劳工 。 根据穗族来分工是英殖民所持绩的傅統。因恣思来晨民有自己的土地，所

以軗雅訧服他们到追粗重，翍酬低的工作领域 。 更何况追领域的工作倏件差，薪

水低 。 相反的，外来劳工因恣自己没有生痊工具，因此被迫做那些出贾劳力的工

作 。 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圉，印度舆印尼 。 总了唯保追群外来劳工不合有其他的工

作避择，因此他们不被允浒擁有土地，追使得他们不能成淰晨民。英殖民郤訧迼

是恣了保謹思来晨民，其官是要保渡自己的利益。事官上，其躲尚未被思来膜民

耕捶的土地巳被英殖民政府所管辖，而俊来英殖民政府把它分别出来成淰捶植地

或磷塌 。 英殖民軗重视印度劳工，因淰他们比華人劳工较容易有效管理 。 追一政

策影枣了殖民行政榄榻下的劳工舆其他英人企梁领域的劳工之间的组合 。

英殖民的土地政策

英殖民引追舆加强土地私有制的概念 。 土地私有制是地主舆承租人的租赁契

约跋徐得以出琨的先决倏件 。 因坞土地是私有财，所以土地可以被贾贾或抵押来

得到借款 。 因此，土地的所有灌舆使用擢便分聘了 。 英殖民的土地政策中，一侗

重要的政策是逻没玻耕捶的土地时瞩英殖民管辖 。 透遇迼管辖擢，相軗其他的捶

植方式，英殖民軗鼓勋大虽的捶植方式 。 同时期，華人所有磷痊地匾也相封减少

。 雏然思来族人口增加，但可耕作的土地郤没有增加，因淰土地必须徙英殖民那

才能狸得 。徙迼理我们就可看出土地所有灌舆住民野土地契约的分雄，由此我们

熊狗理解，晨民面隘缺乏土地 、 租契、鱼憤、土地零碎等问题都是源自英殖民的

土地政策 。 不幸的是，英殖民结束俊，英殖民留下的土地政策退是没改理。英殖

民胚痄晨民的剩躲（透遇了利息，租金和其他方式） ，都被得利者消费了或投资
到别的地方去，等致了晨村鍔消的僵化 。

在英殖民下的资本部门

育本部凹的蓬勃驳展，使到思来半岛成恣英殖民地中较成功的一假 。 思来半

岛的基本建砓（如娥轨、思路、码颉 、 社合福利舆其他）比其他英赐殖民地来得

多 。 但我们须记得基磋建股射英殖民政府的投资也有很大的好虞 。 基葩建股的捏

赘不是来自英圉本土，而是来自殖民地的税赋 。 而大部分基磋建投的原料都由英

园育本家追口的 。 第二次世界大戙前，英殖民的税赋都来自如鸦片，酒，湮草等

。 追一颓的税赋退比来自橡脖舆鍚的出口或是追口品（大部份来自英暧）的税收

来得重要 。 迼例子瞪明了税赋政策披用来重新分配所得，使得有线人的利益得以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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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謹 。 税移是由劳工舆晨民承措，而有线的人郤免税赋 。 橡脖，鍚輿其他商品的

出口有助於英磅的地位的姿固 。 英磅在第二次世界大暇前的埋渭地位，就好像美

元在第二次世界大暇之俊的经漕地位一揉 。 思来半岛舆其他英瞩殖民地的出口被

用来支付英暇本土的追口 。

英酉及其他帝圉的墅断灌力野殖民地市塌有雨假重要的影窖 。 第一，其限制

了在本地生痊．亚销售於本地市塌的企粟驳展 。 相反的，追些企棠如果徙事贸易

輿贷款亚舆外商合作野他们合更有利 。 因恣祺时的思来政治竖消常中，本土的育

本階级的角色没被思来人重视，因坞大部分的玛来精英都被引人到公共部阿去了

，而一般百姓则在郊外富晨民 。 相反的，追侗角色被一小撮跟外商有良好睫徐的

外来者（尤其是華人）所扮演 。 第二 ，追一控制使得俊来才冒出的育本主羲固家

（例如日本、德菌和意大利）感到失望，因坞它们都想在菌院贸易上预展 。 迼一

事官最俊演寿成法西斯主羲的典起，追而爆狻了世界第二次大暇 。

在殖民地之下的教育輿分裂

英殖民地时代思来半息的轻浒特色舆各階级的跋徐，可徙常时的教育制度看

出来 。 有蔑黏可以被提出来证明 。一些荨淰思来统治者的孩子投的果校，而呛完

之俊大都吸纳到公共部凹的中曆階级 。一些地方性的导校则各方面都缺乏 。 追些

思来晨民的小孩被教育来缘承其父母的工作 。 隅坻的小孩也一揉被安排到隅垢梩

的学校 。 笞他们年贻足狗峙，他们直接留在圆里工作 。 在城市里，殖民地纾渭野

人力的需求有很大的不同 。 除了需要一些苦力也需要一些有技街的工人 。 因此，

毕校就必须培善出符合需求有技街的工人 。

在城市上曆社合的孩子也有受教育的需求，而追需求就由政府，教会或有线

的華人膊辦的学校来满足 。 不像郊世的学校，城市的学校提供各程钏陳 。 但是，

城市学校的孚生也面野激烈的淘汰制度，而以追入英园大导淰受教育的最高目镖

0 遣情况有别於郊匿的学校，那就是郊世的学生受蔑年教育俊就停止，而且没有

横合攀升到上流社合 。 追揉的教育制度舆笞时的终消活勤有很大的问徐 。 英殖民

之俊，政府致力驳展郊匿孚校使其能和城市一揉 。 到目前淰止，政府不再致力於

消除（舆階曆化的陇梁和階级密切相晓）階曆化的教育 (susunlapis

persekolahan) 。 甚至野踝程所做的努力反愿出野遇去的教育系统的支持以及投

立符合目前竖消需求的階唐化教育 。

社含经清结樽

英殖民时代思来半岛的纾济砓展愿徙留时跨暧资本主羲醴制下的陋院分工脤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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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来瞪解。迼亚不是訧所有的非资本化晓徐已被埽除而被资本主羲所取代。相反

的，在消除舆育本主羲相衡突的领域同时，殖民政府也强化了一些舆殖民政府不

相衡突的领域，例如稣丹的地位在殖民时期就被翠固，而其他地方蹈要的势力郤

衱消除。因此造成上曆社合的角色渐渐消失，而有一部分就被吸入英殖民的公共

部阿。暧院的分工生痊在全球资本主羲眽络是很重要的。追分工谁定了某一陋家 ·

在黄本主羲髓制下改穿的能力。例如：分工惟定了某一固的工梁化的橾限，如思

来西亚就非常依赖外来的资本舆技衔，而比较容易反愿世界市塌的需求（相野於

反愿人民的需求） 。階级翡徐榷定了所得分配，而追又谁定了有效的竖消需求。

因此，在资本主羲醴制下的终消需求亚不能反愿出穷苦老百姓的需求。

橡嘐之生爰

正如以上所言寸涂的，英殖民时代思来半岛的轻清驳展要徙世界搓消舆外暧育

本家的利益来分析。披殖民地匿的财富徙其生痊橡楞輿鍚所揽得的利漓便可看出

来。有人合馈疑以上的描述，那就是如果殖民的橡脖生痊政策單单只服移英国寅

本主羲，那序就燕法解释恣什序原有的晨民企圈徙事橡胖的生痊。其官要訧明追

贴亚不雅。我们必须明白有各榷颓型的资本家，追也包括了理用橡脖湍生痊原料

的资本家。因湍育本家最大的目的是欲频得最多的利濮，一方面一些榷植橡脖的

资本家官試控制所有的橡脖生痊以求提高價格追而增加利漓。另一方面，以橡脖

离生痊原料的企梁家则离了使得橡僇的價格能胚低反射堕断的橡脖生痊。富然在

英殖民时期，匕有些企棠家同特捶植橡脖和生痊橡脖痊品（如 Dunlop) ，但追

一颓的企棠很少。因离不同资本家利益的衡突才使得原有的晨民有生存的空间。

因湍晨民被引追市塌终消，他们渐渐地徙自给自足的生痊方式鸭寺成以销售恣目

的的生痊方式，尤其是以世界市塌恣目镖 。 因此，愈来愈多晨民投人橡脖舆其他

捏消作物的生痊 。

燕眙如何，富橡僇價格下跌峙，小虽生痊的晨民所受到的打莘最大；迼是因

离 1922年的史蒂文生( SKIM Pentekatan Stevenson) 限量制度舆 193

4暖院橡脖倏例的官施 。 追些倏例急了提高價格而限制膝晨的橡膝痊量，然而常

时迼些小圉垢的橡僇生逢力郤比大圉坻来得高。甚至英殖民地政府在其他政策上

也都偏向大圉主的利益而忽略了小围主的利益。例如橡脖税收都花在公共建段上

舆研究上（橡脖研究中心， RR I) ，而迼些建股所提供的便利都由大圉主或大

公司所狸得。 1950年代之俊，由於政治因素之考量，政府才被迫提高小隅主

的地位 。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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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估撼时期

日据时期象徵若英殖民统治的结束。日本的入侵輿英殖民的残敃戳示英殖民

特代的结束。由各程不同的角度来看日本侵略都逜比英殖民来得可怕。英殖民『

分别统治』的捶族政策在新侵略者的执行下，痊生新的面貌。日本侵略者野住民

的迫害，尤其華族，原因是華人支持中圉的反日抗孚。追荨致華人成淰由思共所

领导的反日理勤支持者。日本人曾经甘試在束南亚地匼鼓吹民族以抗衡欧洲殖民

者 0 日本人在印度舆印尼两地所鼓吹的民族主羲莲勤野思来半岛人民而言榷宵造

成了影枣力，尤是那些在族群舆文化上和那些理勤者有问的思来半岛住民。不谧

野日本是支持或反野，焦可否超的，日本的侵略促成了焉来半岛民族意离的抬顽
。

民族主羲輿紧急法令硕伟

由於其他原因，包括 1929纾消大萧倏，而出现的劳工理勤，以及其他以

捶族恣主的民族莲勤在 1930年代出琨。然而追些反英的情绪和行勤到了 19

37年中日暇孚爆驳俊，潮渐降溫。主要的原因是華人反英分子较趋向舆英合作

抗日。祺日本侵焉来半岛峙，他们组成『焉来亚人民抗日單』 (MPAJ A) 徙

事地下反抗活勤；然而另一反英集圈，思来青年学合 (KMM) ，则公脯追行活

勤。富英人返回焉来亚时，思来亚共痊黛向英殖民提出了揭立的8假階段。但笞

英方拒绝思共的普遴要求峙，深受思共影窖的劳工理勋夔得更激追。英殖民政府

倾怖了新的劳工法令，普通员工公合 (Kesatuan Pekerja Am) 被迫由全民员
工公合聪盟 (Persatuan Kesatuan-kesatuan Pekerja SeMalaya) 代替。但俊

来迼聪盟也遭封禁。英方觉得缢填管辖思来半岛野他们很重要，尤其是面跑“民

族主羲份子的威径＇＇峙。原因很明嗣，那就是想缮壤保有在殖民地的轻溃利益。

例如暇俊思来半岛的出口就超遴英酱本土的出口，因此殖民地问接鬻助了殖民酮

家的线清傻贮。

舆此同时，思来激追份子在巴哈奴丁阿海米，阿末波逢曼 (AHMAD

BOESTAMAN) 舆依士海哈芝默哈末 (ISHAK HAJI MOHAMMED) 领荨下组成了思来
亚焉来国民黛和同时期成立的民族主羲集圈如Putera-AM.CJA建通以

“人民葱法”散淰渴立的基硬。留反英的示威活勤愈来愈多时，英方则甘試消除

賤佪倾左的圈粒。基於英殖民的屋迫，追些集刚的成员被迫把活勤缚移到地下，

缮填以武装来抗孚。迼便造成了 12年的游擘叛胤舆消减叛羸时期。

英方重新安置郊匿居民，成功地切断了郊匿社合射叛胤份子的支持。韓暇使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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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的捏消振輿，因而使得其能封抗叛趾份子，亚恢俊本身的官力。同时，英方

也鼓励其他有政治影枣力圉髓（如巫统、思華舆匾大黛）的活勤 。 最俊在 195

7 ，英方同意思来聪邦燭立，亚把政灌移交追三黛 。 不同的背景及代表著不同的

利益，巫統成员雏然曾埋合作反野｀思来亚聪邦＇＇，但是常时的巫統郤特别反愿

思来上曆社含的利益 。 大部分的巫統黛员都有皇族血統或曾淰英殖民政府做事 。
殖民特代结束的背景

雏然英方能在日本峨败之俊暂时重新管辖思来半岛，但是反殖民政府舆民族

主羲已不能遏制 。 舆此同时，英方野抗激追的民族主羲份子，而拉揣軗保守的民

族主羲份子 。 两遴策略瘦得成功，亚使得英方政擢的移交在 1957年顺利遠行

；镖榜著殖民特代巳正式的结束 。另一促使講殖民时代结束的原因是第二次世界

大戙之俊英匾的领导地位脯始没落，美西的典起，企圈领等资本主羲的世界或稍

淰“自由世界＇＇ 。 而英圉也鱼措不起管辖成本，尤其是虔理繁急法令痕怖时舆游

犁份子野抗的防移萱用 。 除迼些原因之外，各强擢相兢而引骆第二次世界大戳；

第二次世界大戙之前的直接殖民，徙整侗世界育本制度的利益来看，巳不通合了

。 故殖民强擢（如英法）渐渐的撤出殖民地（始於美陋撤出菲律宵） 。 只有那些

第三级的势力到 1970年代才把政灌交出，因淰迼些政擢邸淰除了直接殖民之

外，没有其他方法可确保他们的利益舆影枣力 。

猖立之滚的属来半岛

殖民特期+ 援

殖民地上衱殖民俊的经验痊生了三梩不同模式的源流 。 第一稚，是社合主羲

源流，如越南、察暧、束埔寨等 。 第二穗，资本主羲源流，而追些阪家被民族主

羲份子治理，如 Nasser 統治下的埃及舆稣哈多統治下的印尼 。 第三梗，被捕急

经消自 由或资本主羲暧家，它们野外闻放或依赖圉院的资本髓制 。 思来半岛可被

蹄人第三稚颓型 。 淜立之俊的政府组承了殖民时期的组消，在根基上亚没有改婴

0 徙另一佪角度，造一纽承成离资本主羲驳展的基石 。 淰睬解其遇程舆问题，我

们将做以下的时誰 。

殖民睹期俊的階级 、 程族 、 舆政府

俊殖民时期的政府在资本捏消髓制下扮演了外园势力舆地方势力的中介者 。

在迼时期，不只和外来势力合作重要，舆各擢力集圉问的合作，燕话是外圉或本

暧，都值得重视 。 在本地的利益之间，有些在捏消上具有影枣力，但在政治上不

一定能有那揉的影誓力 。 在思来半岛，巫統的最高领导人没有穗固的狸消基磋（
435



11 马来西亚税立史卑刊

晨粟方面除外） 。 由於驳凳到追一黏，被巫统领导的聪合政府曾建謹官行规佪方

法来加强思来人的终消能力，追包括RIDA等其他言十割 。 凋立之俊，追些计副

都没有效但到了 1969年中期，又在官試新的言十剒 。 在 1965年，由巫統领

荨人及思来高级行政人员召脯的第一届土著纾溃大会 。 大会之梭成立了土著银行

，它成离思来人的金融中心，而RIDA改名湍MARA 。 揭立俊的 12年期间

，政府徙賤方面促追造一族群的损展，尤其是在公瞄人员的徵聘，在教育上享有

特灌及在私部阿中享有侵越的地位 。 輿别族比较起来，他们的驳展迅速，雅然膊

始时他们遠遠地落俊 。 由於封他们自己璞境的醒凳，追一群人要求更多的特灌以

便加速他们的损展，以增加全醴焉来人的福利 。 1960年代的聪合政府没有野

追呼祯作出反愿，导致到了 60年代末期，巫统出现了具有影枣力的少壮派 。

在新经清政策之前的成长舆所得分配

凋立俊，思来半岛的经消快速地成长 。 迼快速的成长瞪明了缮承英殖民的轻

清架禧的经消政策是成功的 。 但是迼埋溃架講使得育痊輿所得的分配愈来愈不公

平 。 根据 1957和 1970年的正式数据酮示思来半岛的所得分配不均已超向

恶化，有线的愈有线，赁困的愈贫困 。 迼趋势在每一穗族群理都猩生 。 若輿其他

捶族比较的活，思来族的贫富差距惩化的速度比较快 。 燕话如何，思想上重要的

影枣是它鼓吹了穗族行沟 。 因此，纾溃上的落俊也以穗族的角度来解释 。 很多焉

来人蛁态恩来族的轻渭落俊是因态華人的捏渭官力所造成 。 事盲上，富时思来半

岛的经滑郤是立握在外圉投资者和少数的華人资本家手梩 。 相反的，很多非思来

人也超总政治是掌控在巫統总主的聪合政府 。 雄然燕可否蛁的大多数商人是華人

，而政府官员多是思来人，以及一小撮的華人商人，政客和思来人官员是 196

0年代的经渭成长的最大受利者，但是追揉的穗族税贴合混淆了社合竖溃及政治

的眯徐 。 迼揉的失望可由 1969年5 月的大遐证明，那就是接近一半的恩来人

把票投给反野熏，而大部份的非思来人也投栗给反野薰 。 正如一般的訧法，即是

被某些特定的單位所利用，但如果不是各族的失望， 513事件是不合骚生的 。

工棠

英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将殖民地常成原料出口及成品追口地，它只允浒賤梗

本地工梁的驳展 。 大部分的工梁主要是态了减少出口舆追口的莲输成本，例如鍚

加工敞或追口欴料的罐装裴造瞰 。 本地工粟驳展面野很多困雕，常常在舆英圉恺

局捏清问徐减弱峙，方能快速的成长，尤其是在经消不景氯或是日本的统治峙期

0 揭立俊， 1950年代末期，政府闻始鼓励工菜驳展，尤其以合育形式生痊追
436



12 马来西亚科立史卓刊

口的替代品。鼓励追口的替代工梁的工粟政策而出琨的工腋或公司，其官是外圉

的子公司。追些公司在政府的保謹政策下把外匾裴好的货品贾到本地来以便得到

可戳的利濮。其宵迼些工粟只是徙将半梨成品追口代替全梨成品的追口而已。由

於追些工棠大部分都是资本密集的工粟，不需太多努工，导致在造工祡状况下，

失梁率輿工育都提高。本地市塌也有限，那是因淰所得不均使得只有一小撮人赏

得起追些奢侈品。因此，在60年代中期，政府明瞪工棠缉壤驳展的难蹬，离了

鼓励投育，在 1965年成立FIDA （琨在是MI DA) 。

赏时，酒院性的大企粟，尤其是美圉企粟决定把劳力密集工棠搬到其他的地

方以便削减生痊成本。主要目的是把痊品追口回先追骚家的工瞰，闻始捷足墨西

哥和束亚。基於追原因，加上射线清政策有影窖的外限荨家的意晃下，政府改娶

了经渭政策。在60年代末期，经消政策则以出口总荨向。

1968年股立工栗鼓励法，以及 1969年劳工法的修改，都是态了提供

更好的投育璞境以吸引上述的蔽家。除了新的鼓励之外，政府也提供了其他的方

便，如自由贸易匿的股立，也是总了同一目的。一些需要廉價努工的新工粟成功

地使得失粟率降低。伺时也降低了工人的工资，直到70年代雷失梁率降低俊才

使得工贲提高。徙新的一角度来看，以出口沟等向的工粟政策使得我们的竖消命

埋非常依赖世界的绶溃的勤向。

新经清政策

60年代社合经消的超势使得各族都失望 。 追可明貊反愿在 1969年的大

避和513事件。在执政黛内部，灌力则由束姑阿都拉曼移交敦拉话及少壮派。

新渭政策公怖，是总了要不分捶族地消除苗别舆重组社合，避免竖清目的舆穗

族背景有膳速，以逢到圈结全民的最终目的。以513事件来看，追政策的主要

目的能被大窊所接受，而新竖消政策成沟了政治重组的基碰，亚吸引了賤侗反野

黛加人新的政治速绵成态琨在的蹬随。

由於消除贫穷的努力是以没被公怖的贫别媒淰根掳，也有人馈疑在正式的统

针被模糊之下能逢到目镖的可能性。同时，贫穷之减少可以逢成但是簧富差距郤

缢填擦大。根掳官方数墟， 70年代的高成长率可使簧硐减少，雄然所得分配的

差距细壤，追是因淰有线人的财富迅速增加的缘故。贫病的减少也是由於主要货

品一橡脖的價格在世界市塌上提高，而本地稻米的價格是在消费者支持下才抬高

價格的。雏然政府时常强涧提高生痊力是提高窃人所得主要方法。但是官院上其

效果非常有限，尤其是在受薪階级輿那些没有其他竖渭贫源或生痊工具的人。 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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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重组的最终目镖其官亚不是重组社舍搓清结樽，而只是重组琨有社会结

講的穗族所得。追目镖在各族的低階曆很容易就能遴到，例如劳工階曆。其官迼

政策痊生了各族的兢孚輿繫张，尤其是中曆輿上曆社合。以中曆社会淰例，有些

非思来人凳得他们愿有黄格享有教育、工作、升级等特灌（迼些特灌是政府给予

恩来族的） 。在上曆社合，尤其是窊黄本家，除了賤孚外，他们也有淰了各自的

利益而不分捶族地合作，故在追階曆的穗族翡徐不会那揉繁张。自徙新竖清政策

被公怖之俊，明嗣的，新竖清政策的两大目镖渐渐趋向於重组，原本愿该得利的

贫别综以下的人民郤只有少数得到好虞 。

晨棠建设

在狦立俊工粟化的速度非常快，但是思来西亚退是一佣晨粟型的圃家。第二

次世界大暇之俊，徙生痊力的戳贴来看，市塌荨向晨栗（尤其是围垢）的重要性

已超遇耕作部阿 。 追侵势在规侗因素下更加酮著，追包括政府及大企梁的辅孚單

位提供的监助等 。 在繫急法令颁怖特期，英政府重视小圃主的雌蹬，因湍怕他们

支持或参加游擘除的反叛活勤 。 在50年代初期，｀翻捶＇＇ ［重程］计副向橡店

圆圉主推出。迼计剒的轻赘是由橡脖痊出的税赋支付，因离别苦的小圉主没有能

力重捶，故大圉主比小嘎主更快地徙迼言十剒中得到好虞，但不可否拯迼计割已腐

泛地提高橡胖的生痊力 。 另外，在 1955年的穗稻晨夫法( Akta Penanam 

Padi) 輿其他接下来的法令，直到琨在遠不能有效的控制田地的租赁 。

由於执政黛的基磋在郊匿，所以政府徙来没有施行公平的土地改革也不合講

人感到繁砑 。 雏然如此， FELDA成立亚旨在於脯脯新土地给缺乏土地的晨民

。 不幸的是，根城FELDA主席指出每年通遇FELDA被安顿的翌植者比失

去土地的家庭来得少。理用FELDA的方法拥壅土地也造成沉重的憤移，追使

得翌植者在退没擁有土地之前便被迫先退憤。 FELDA也面野浒多管理上的问

蹬 。 徙70年代中期鹃始， FELDA闻翡了以圉垢式的方法来膊型土地 。 那就

是訧翌植者是土地的擁有者但也是FELDA的员工 。 在賤佪痊米匾，青色的革

命 (REVOLUSI HIJAU) 被推出 。 迼包括了溉灌系统使得稻米能一年痊两次、多

痊的品捶、化学肥、晨蔡、攒械的使用。迼都使得稻米痊量提高，但生痊的成本

也跟著提高 。 米晨的所得提高最主要是因总政府野本地米市塌的保謹舆保蹬最低

價格的计剒 。 然而稻米收人的提高，亚扣除在捶植一年二收稻前，展民在晨刺时

的收入（例如在田梩捕焦） 。

现特的轰偏社含经清趟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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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溃超向新埋溃政策的两大目揉遇追的同时，也有其他蔑侗趋势需要注意

。 新猩溃政策的结果使政府輿公共部阿在竖消领域梩扮演的角色提高，另一方面

政府的痉渭计剒日超重要，法令、 f条例和政策也影噤了竖消建股舆贸易 。 同时，

政府的角色亚不偏限於维謹私人企棠的利益，通遇公营事祡或其他方法，政府以

土族的名羲擁有企棠部阿的利益 。 因淰迼些企棠经营者亚没有直接地擁有追些公

营企粟，所以他们不以利凋做淰成功的指镖 。 迼便造成贪污、红包等问恶的横行

。 因态迼是一捶离了自己利益而理用的政治灌力 。

統治者也想缢填保障政治的穗定以便逢到其目的 。 而其中的一佪目镖就是提

供良好的投资璞境 。 离逢到迼目镖，賤侗管理揽横，倏例，法令等都已成立或宵

施 。 追都是淰了把捏清管理得更好以便符合常灌者的要求 。 燕諒如何，由於社合

繁张的根源逻没解决，以階级或其他意离形熊湍基磋的行勤被禁止，政府缉壤理

用残忍的手段胚迫舆递者。因此造成舆講者通遇捶族莲勤、宗教活勤来反射政府

，然而有些则把自己孤立起来 。

新经消政策提高了思来受薪階级及在城市的思来人，造成了思来人野社会的

醒觉也有所改寿 。 追将台野思来人舆思来西亚的政治有若重大的影枣 。我们可徙

1986-87年竖消衰退之俊， 1987年巫統内门来看出追揉的驳展以及其

他的驳展将缢填影枣祖圉的政治文化，接下来政府及其政策才有可能改婴，而遣

捶情况是在凋立之俊所不曾有的 。

作者对介： Joma K·Sundaran 
责本主羲作岛一程经清的系统，正面廷著棘手的问题 。 津然如此，责

本企棠界的禄威仍在摸张 。 Prof·Dr·Jomo Kwame 
Sundaran曾在耶鲁大学 、 哈佛大学和刻橘大学求学和教害，

他的雄是封贲本主羲有所了解 。 上面的文章锌自 Masyarakat Malaysia 

的一篇文章 Sejarah Semananjung Malaysia Sepintas lalu 。 徙文

章袒我171可看出 J omo 先生不只是封责本主羲有所了解，他封，马来

西亚的度吏也有其扔特的拴译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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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7 许多主题贯穿着马来西亚的历史进程，其中之一是该地区对外来

文化所具有的开放性，这种开放特点无疑来自千它同外部世界悠久而

频繁的交往。大约 2 000 年前，生活在现在马来西亚地区的居民就一

方面见证了同印度、中东地区和欧洲的海上贸易发展，另一方面也积

极开展同日本、朝鲜和中国的贸易往来。利用有利的地理位置和紧俏

的商品，当地居民积极从事国际贸易，促成了几个贸易中心成功地崛

起，这些早期海洋国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室利佛逝王国，它的传统一

直延续到马六甲、柔佛和廖内王国。这些地方之所以闻名，不仅仅是

由于其繁荣的贸易活动，也和它们宽容的宗教政策有关，对海峡内外

许多知识阶层而言，宗教是一种交往的媒介。这样一来，该地区从来

不是一潭死水，而是不断受到外部进步思想的影响，当地居民接受和

适应了最适宜的事物以满足其需要。

最初，当地居民以同一种态度接受了 16 世纪欧洲人的到来，他们

曾经欢迎早期的外来影响，认为加强交往联系可以获得实际益处n 例

如，一些小邦国没有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看做贸易伙伴，更多的是看成

一个保护国，保护它们免遭其强邻威胁。同时，各邦统治者和王公们

也准备对变化而扩张的世界市场作出反应。到 19 世纪中叶，儿个马来

邦国已经重组传统的采集和再分配的贸易模式，以适应欧洲工业化国

家对原材料产品日益增长的需要。这种应对反应在柔佛最为突出，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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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各邦的欧洲人和中国人或马来王公们的经济合作中也得到反应。

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看，这种论断是有一定理由的，假如有时间和方 338

法，沿海峡和婆罗洲的马来居民很可能像以往一样成功地适应这些新

的外来影响。

但是，同过去的一个主要区别是 19 世纪的变化速度太快了，急剧

的技术革新和变动的欧洲需求，先是原材料，继而是殖民，很快压倒

了马来人。工业化西方国家政权和经济力量联合产生了巨大能最，满

怀自信地把整个世界看成一个可供开发、利用的领域，无情地扫荡了

一切障碍，无论实际的还是想象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坚持西方“文

明“优越，决心通过重朔经济关系来确立对马来世界的统治地位。正

是这种无情的做法迫使亚洲、非洲和大洋洲许多民族怀疑同西方密切

交往是否明智。在伊斯兰世界，因为长期同基督教欧洲冲突敌对，争

论日益激烈。

这种文化遗产在当地人民的态度中反映出来，也在马来西亚政府

自 1957 年独立以来在制订政策中隐约显示出来，现在马来社会依然存

在令人钦佩的适应变革环境的恢复力和特性，它已经成为当地居民

2 000多年以来的一种特殊品质。然而，同样也存在着对西方文化和经

济侵略征服的忧虑。 20 世纪晚期，显而易见，马来西亚自信地同外部

世界交往，因为它包含着“全球化”思想。通过扩大教育、国际旅

行，接受外来观念已经获得了新的渠道，并且通过因特网极大地拓展

了获取信息空间，然而，快速的变革速度和政府追求其“发展”目标

的单一性，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有时，日益机警的民众通过因特

网，将其激烈的反对意见和全球范围内意志相同的人们联结起来。对

任何新政府而言，将来成功的议案都会更多地关注考虑阅历丰富、见

多识广的公众所关心的那些问题。

从这个角度看，马来西亚历史的另一个主题就是执政者和民众之

间关系的发展演进。根据马来神话，统治者和臣民之间的关系是通过

所有马来人国王的祖先和民众代表之间的一种契约来加以保证的。作

为对臣民真挚忠诚的回报，统治者要尊重其臣民的权利，即使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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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臣民犯下罪行，臣民也不应该反叛，而应该让万能的上帝作出公

正裁决。尽管这种说教在马来社会具有很大影响，但是当统治者试图

以忠诚笼络追随者从而赢得那些独立王子和酋长们的效忠时，这种理

想化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关系还是掩盖了他们之间潜在的紧张冲

突。由于单纯暴力并不能确保人们服从王室命令，因此就需要一种更

理性的方法来实行统治。千是，王室具有神圣血统的传统就被创造出

339 来，强化王权权威，将背叛描述为一种重罪，必将遭到最高权力的

惩罚。

历史上，在苏丹和其大臣们及酋长们发生竞争冲突时，统治者具

有特殊权力的主张尤其会遭到质疑。虽然被赋予强大权力的人物偶尔

也会出自普通人，但是对统治者心怀不满的臣民们通常还是在贵族中

选择一个领袖，不过，领导权的改变不会削弱现存马来政府赖以为基

础的政治潮流。只有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马来社会才出现了对

这种政治传统的真正挑战，才出现了要求更平等的社会呼吁。在马来

西亚独立后，政治选举产生了新的领袖，不再依据出身和王室传统，

而是依靠选民的数量，民众现在巳经普遍认为这是治理现代社会所不

可缺少的。但是，当代社会要求政治生活具有更大的透明性和公开性，

使人回忆起马来历史早期，那时马来人寻求国王保障实行公正统治，

作为他们承诺效忠的回报。

第三个相关的主题是统治中心不断同边疆的离心分裂倾向进行斗

争。这些离心势力的出现从地理位置上可以得到部分解释，马来亚半

岛上几个州被山脉和密林相阻隔。当地出现的早期“帝国”，也只是

非常松散的政府，对属国权威有限，而在王国内部权力也同样分散。

统治者与其首都一般坐落于主要的大河河口地带，中央对内陆地区大

体上没有什么控制。各个地区在其酋长领导下独立发展，同统治者的

首都松散地联系在一起，主要是通过偶尔的效忠和公开的臣服方式。

直到 19 世纪晚期，半岛才试图建立一个将各边区同中央联系起来的统

一机构。随着 19 世纪、 20 世纪中国移民和印度移民的流入，某些城

市中心像新加坡，独立发展的可能性又创造了分裂碎化的机率。沙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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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和沙捞越并入马来西亚进一步促成了中央权威的离心倾向，因为两

个地区在地理上同马来半岛分离，很大程度上在文化上也不同于半岛

各州。

反对离心势力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中心地区发挥重要作用，中心

是商品货物和思想观念的主要接收和再分配地点。过去许多边区交出

一部分权力以换取贸易利益，通过和主要中心的联系来提高地位以及

得到保护、免遭敌人侵略。有时，中心地区采用暴力手段确保其经济

统治地位，不过，使统一体得以维系的是中心是否有能力保障它的臣

属各邦持续获得各自利益。但是，有一些地区从来没有对中心地区作 340

出反应。在室利佛逝时期，这样的地区有吉打州和苏门达腊岛北部，

在马六甲时期有吉打州和苏门达腊岛东海岸，自马来西亚联邦成立以

来，这样的地区有沙巴州、沙捞越、新加坡、吉兰丹州和丁加奴州。

马来西亚的分裂势力有时非常庞大，以至千中央和附属部门被迫重新

考虑政策以保持现状。当收益抵不过损失时，中心和边区的联系纽带

就会断裂，正如 1965 年联邦将新加坡开除出去。新加坡脱离事件使马

来西亚领导人更加坚定地保持剩余各邦的统一。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决定通过语言、正规教育甚至艺术，来创立一个统

一的民族。

直到 2000 年，地区分立主义依然是一个重要的认同点，尤其是在

沙巴州和沙捞越地区。因为它们与马来半岛具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轨迹，

所以婆罗洲各邦在 1963 年并入马来西亚联邦时得到承诺，可以维持其

既定的一些做法。当它们开始融入联邦管理体制时，当地的大量土著

居民和极为复杂的政治联盟一直使它们在马来联邦中与众不同。半岛

东北部的吉兰丹州和丁加奴州则形成了另一个带有强烈地区自豪感的

区域。 1999 年，两州民众公开对抗中央，拒绝政府的党派而选择泛马

来亚伊斯兰党，重申其在马来文化的中心地位。

虽然马来半岛和婆罗洲地理上相分离，但现代高效的社会通讯联

系表明，在地区分立主义问题上，感到不受中央重视比之地理距离更

重要。中心和边缘区的紧张局面尤疑还会持续，争议的关键点不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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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和脱离，而是要求更多地分享决策权力和更平等的财富再分配份额。

不论它们抱怨什么，看来，所有地区都坚定地忠千马来西亚这一观念。

马来西亚历史上出现的第四个主题是＂末罗瑜”或马来组成内容

的变化。现已表明，“马来”作为一专有术语最初使用于马六甲早期，

尽管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 7 世纪的苏门达腊岛东南部的室利佛逝王

国。在马六甲时期， “马来“变成了优雅和受欢迎程度的最后标准。

当土著居民逐渐吸收融合了外来居民的语言和文化时，马来人保持了

其独有的内涵，现在被用千区分马六甲和马来—印度尼西亚群岛其他

地区，后者正在模仿它的语言、类型和习俗。事实是，马来变成了马

六甲，该定义在 15 世纪中叶扩大到了伊斯兰教。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341 马来的理解扩大了，包括了当地的更多事物，但是，伊斯兰教依然是

其中至关重要的组成内容。当马来半岛北部受到泰国人威胁时，马来

人联合起来强化一个民族的认同感，不仅建立在语言和习俗上，也是

建立在伊斯兰教基础之上的。马来人感受到其文化被泰国佛教国家同

化的威胁，迫切要求保卫马来人的政治统治，以确保马来人独特的生

活方式能够延续下来。

在欧洲人殖民统治时期，“马来”被英国人定型了，用以将马来

半岛、婆罗洲以及海中诸岛上生活的讲马来语的穆斯林同大星中国和

印度移民区别开来。那些讲马来语或印度尼西亚语和信仰伊斯兰教的

印度尼西亚移民同马来人融合了，因为西方殖民列强以宽泛的种族概

念来划分当地居民。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马来人的排外态度导

致了“马来“内容扩大，包括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群岛所有土著居

民。不过，通常而言，殖民政府关于马来人的类型划分一直保留到

1957 年独立之前的大讨论，这时，有人建议”末罗瑜“用于指代那些

希望成为新国家公民的人。该建议经考虑后被拒绝了，宪法将马来人

定义为一个”说马来语、信仰伊斯兰教、遵守马来习俗的人＂，实际

上是确认了殖民地时期的做法。

尽管这种描述很精确细致，不过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南部的穆斯

林移民没有什么困难就拥有了马来人的新身份。到下一代，他们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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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成为“纯“马来人，成为受欢迎的种族成员。在其他种族居民超过

马来人的这种威胁时刻萦绕的日子里，印度尼西亚移民被视为保持种

族平衡所不可缺少的群体。但 1965 年，新加坡从马来联邦脱离出去以

及马来人的高出生率意味着， 2000 年马来人占到了总人口的 60% 。当

更多的马来人开始争求政府职位时，早期对移民群体的宽容忍让就消

失了。 1997 年晚期货币危机揭示了马来民族主义黑暗的一而，因为经

济下滑，很多印度尼西亚人和菲律宾人被遣送回国。今天，马来人身

份作为一种特权受到高度重视，一些人认为不应该惠及其他种族居民，

就因为他们在宪法中仅仅履行了非常小的义务。其他人以积极眼光看

待这种争议，援引了很多“马来人＂的贡献，而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

都来自半岛以外地区。

在马来西亚形成后，沙巴州和沙捞越地区的大量土著居民并入，

有必要重新修改一下原先种族划分的标准。尽管出于政治目的，婆罗

洲居民已经被归类等同千半岛的马来人，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一种独特

性，因为其中大多数在语言、宗教或文化方面显然不是马来人。为了

克服这种划分难题，“大地之子”被创造出来，用以指马来半岛的奥

朗－阿斯里人、沙巴州和沙捞越地区的土著居民和马来人。实际上，

政府在关于就业、教育和经济指标的统计方面，用“大地之子”类型 342

取代了马来人分类。不过“大地之子“内部还存在很多差别。在半岛

上，马来”大地之子“明显优越千奥朗－阿斯里”大地之子”，在沙

巴州和沙捞越，婆罗洲”大地之子“优先于半岛来的“大地之子”,

当地情况因宗教争议纠纷而更加错综复杂。沙捞越的伊班族人和沙巴

州的卡达山族 (Kadazandusun) 一般都是基督徒，其中一些人认为中

央政府偏袒穆斯林”大地之子“如“马来人／米拉诺人” (Melanau) 。

此外，较小的“大地之子“群体为了能够争取联邦权益，已经重组成

较大的团体。因此，在马来西亚形成了新的复合种族，如“达雅克

人”(Dayak) 、“奥朗－乌卢人”(Orang Ulu) 和奥朗－阿斯里人都是

由许多相关而又不同的种族居民组合形成的。要想成为一个“马来

人＂，现在越来越重视其经济内涵，这促使其他居民群体根据其占有

405 

445



马来西亚史

的资源重新审视各自的种族身份。

马来西亚历史上另一个可识别的主题是政府试图将移民团体整合

成一个较大的社会群体。在创造“新马来西亚人”的过程中，政府不

是在从事一种奇思怪想，而是努力复活过去使用的那些方法。马六甲

的建立者成功地确立其语言、文化，使其作为一个由移民和当地马来

人－奥朗－阿斯里人和奥朗－劳特人组成的新社会的基础。随后的

儿个世纪，米南加保人、布吉斯人、爪哇人和其他居民群体认同马来

社会的标准。造成这些居民群体同马来人融合的原因是它们具有基本

相同的生活方式以及共同的宗教e 这种共性在马来人和华人、印度人

之间不存在，后者在体貌、文化和宗教信仰上不同千马来人。不过，

民族融合过程在早期是成功的，主要是因为新来的移民数量很小，他

们主动适应当地的社会环境。例如，“马－华混血”(Baba) 和“马－

印混血”(Jawi Peranakan) 居民是通过异族联凅一当地马来女性和

中国男性移民或印度男性移民结合而出现的。这两个居民群体都愿意

接受马来人统治，在移民和当地社会之间担当文化桥梁角色，发挥了

重要作用。

这种社会环境被欧洲殖民政府的政策迅速改变了，造成了规模大

而又自给的移民团体出现，结果，原先的马来人融合同化模式几乎消

失了。此外，大量中国和印度移民生活地区是英国人或和英国相关的

某些人统治管理的。可以理解，在各个殖民地，华人和印度人按照他

们同殖民当局的关系来看待马来人和其他土著居民，每个人都被赋予

一个角色，按照英国人规定来履行责任，马来人表面上和欧洲人共同

实行统治权力，不过外来移民没有在法律方面和实际权力之间做出区

343 分。对他们而言，英国人才是他们居住的这片土地上的真正的统治者。

正是“英属马来亚＂、沙捞越和北婆罗洲自然而然获得的这些认

同，构成了马来西亚在缔造一个统一民族中的事实上的障碍。二战末

期，英国殖民当局继续为马来世界所有居民合并为一个平等、独立国

家而作准备，但此种做法引发了许多马来人的愤怒。他们认为马来亚

是他们的故乡，英国人只能充当“建议者”，并得到一些很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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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前殖民官员的支持，这些官员认为，英国政府应该重视以往的协

定，即承认马来统治者的主权。抵制马来半岛联盟的这些抗议活动有

助于使马来人作为一个民族立即行动起来，正是这种史无前例的统一

促使马来民族统一组织 (UMNO, 即巫统）形成，它很快成为马来人

最杰出的政治代言人。

建立联邦这种做法不仅恢复了马来人以前的权威地位，而且奠基

千一个设想：华人和印度人应该接受马来人为合法统治者。幸运的是，

这个年轻的国家有一些领导人承认马来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认为建

立一个忽视移民团体权利和需要的政府是愚蠢的。不过，问题依然存

在：大最的少数民族如何合并统一为一个新的“马来西亚“民族？这

种身份应该是什么？人们热烈地讨论着这些问题，但没有形成统一认

识，直到 1969 年 5 月发生了悲剧事件。震撼全国的种族暴力事件，促

使当局必须解决这些民族争议问题。因此， 1969 年后的马来西亚政府

认为必须创造一个“新马来西亚“民族，在“国家忠诚条例”(Ruku­

negara) 里得到支持，这种民族认同是建立在马来语言和文化但吸收

了一些移民文化的基础上的。

通观马来西亚历史，移民群体来到马来半岛，已经成为当地社会

的组成部分，尽管今天马来西亚的华人、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和菲

律宾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千早期的移民团体，但马来西亚政府认为他们

可以融合进马来人社会。为此，马来西亚领导人试图通过一系列精心

设计的发展规划来重建社会，这就是著名的“新经济政策”。到 1990

年时，政府已经取得了显著进步，但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十年的

“国家发展政策“基本上是 1970 年开始的新经济政策关千社会和经济

重建工作的一种“延伸＂。虽然马哈蒂尔政府在方法和方向上出现了

一些小的失误，但在新千年之初，从长远来看前景还是乐观的。很多

重要的成就将取决于政府是否允许更多的”演员”在国家舞台上发挥

积极作用，取决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尊重他们所作出的贡献。

以上这些就是马来西亚漫长历史上频频发生的一些主题，虽然我 344

们尽力感受那些小种族居民群体在马来西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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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很难摆脱一个中间派的观点。如果马来西亚丰富的历史的全部内容

得到考察和分析，这样的出发点还需要其他“边缘“观点来加以平衡

调节。我们希望这些主题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马来西亚的过去，我们

也希望它们对马来西亚年轻一代的成长能够起到指导作用，当进入 21

世纪时，这些年轻人的态度和观点将决定国家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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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recently published and very different books by Malaysian academics preview 
what may become a season of assessments of the “nation-state” enterprise. The fifty-year 
anniversary of Malaysia’s independence, four years hence, will likely stimulate the 
commemorative and interpretive impulse of historians. New accounts of the pivotal late 
colonial period have appeared, based on newly available sources (Harper 1999; Kratoska 
1998) and exploring popular memory (Lim and Wong 2000). Historians are also beginning to 
shift their attention from the “origins” and “making” to the history and socio-political 
landscape of the nation-state itself. Regional collaborations within the expanding membership 
of ASEAN and with its East Asian neighbors play a role as well. Cheah Boon Kheng’s 
Malaysia: The Making of a Nation is the first of a “history of nation-building” series resulting 
from workshops led by historian Wang Gungwu. Cheah, retired professor of history at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and prominent scholar of Malaysian social and political history, 
has lived through the process of which he gives a very dispassionate account. (Volumes on 
the other original members of  ASEAN are being written by Taufik Abdullah, Charnvit 
Kasetsiri, Reynaldo Ileto, and Edwin Lee.) 
 

Malaysia’s recent past also encourages reflection about the foundations, definition, 
and resilience of the nation-state. The 1997 economic crisis, 1998 dismissal and subsequent 
trial of Deputy Prime Minister Anwar Ibrahim, dramatic erosion of legitimacy of the long-
ruling 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and rise of an Islamist challenge to the 
secular, developmentalist state have coincided with and stimulated the growth of new public 
media (Khoo 2002). Farish A. Noor’s The Other Malaysia: Writings on Malaysia’s Subaltern 
History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in the midst of these developments for the news 
website Malaysiakini.com. Not only is this a new kind of writing, but one that has found a 
public through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and independent venues on the internet. Farish is a 
political scientist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who has emerged as both a “liberal Muslim” and 
critic of the “demonization of Islam.” Writing about politics in several publications, he took 
advantage of “a state of radical dislocation” to focus these essays on “the reactivation of the 

449

http://www.iseas.edu.sg/pub.html/
http://www.silverfishbooks.com/


memory of the past and to bring to light aspects of Malaysia’s marginalized and subaltern 
histories and narratives that had been buried for so long” (v). 
 

At this juncture, too, some of those marginalized voices are being recorded in 
individual, national, and regional “political memories” projects. The memoir of journalist and 
17-year political detainee Said Zahari was published in Malay, Chinese, and English in 2001. 
(See FEATURES in this issue.) The memoir of the late Khatijah Sidek, who challenged the 
patriarchy of Malay nationalism in the 1940s and 1950s, appeared in Malay in 1995 and 
English in 2001. The stories of these and others – especially those who were detained without 
trial, who were exiled, and whose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life was cut short – are currently 
being recovered to challenge conventional truths of national history (Tan and Jomo 2001; 
Zakiah 2000).  
 

Such productive “dislocation” in the national narrative allows us to read the two 
books under review as a glimpse into an emerging “history of Malaysia.” The authors are of 
different generations – in age, experience, and intellectual proclivity – and their discursive 
strategies reflect it. Although both professional academics, they seek somewhat different 
audiences and draw different parameters around their subject. Yet in taking their measure of 
the nation-state both books display and engage the powerful socio-political discourse that has 
constructed “Malaysia” through state practice and academic writing. 
 
Contests for Malaya 
 

With its strict focus on electoral politics,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country’s four prime ministers, Cheah Boon Kheng’s Malaysia offers an explanation of 
how the nation has evolved in practice. He begins by asking who: “Who would inherit power 
from the British? Who would receive independence?” Very pertinent questions indeed, and 
the way they are asked and answered reveals paradigms that originated in colonial rule and 
have been naturalized in the first half-century of Malaysia’s life as an nation. Among these 
are communalism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the nation-state, elite-centered narratives of 
the nation, and other fundamental continuities from the colonial era.  
 

Cheah locates Malaysia’s primary cleavage in the ongoing tension between Malay 
ethno-nationalism and a broader Malaysian nationalism, between ketuanan Melayu (Malay 
dominance) and communal power-sharing. He finds a pragmatic “give and take” that never 
resolves what are seen as inherent tensions, but that allows the enterprise to keep moving 
forward. While this might seem self-evident in even a semi-democratic parliamentary system, 
“give and take” is also a political position condemned by “exclusivist” Malay nationalists, so-
called “ultras” who want to see the full realization of a “Malay nation.” Cheah’s main 
argument is that each of the country’s prime ministers “started off… as an exclusivist Malay 
nationalist but ended up as an inclusivist Malaysian nationalist” (236). Each of these men was 
concurrently president of UMNO, the dominant Malay political party. The two roles have 
different imperatives: the president of UMNO must attend to communal interests, 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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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of Malaysia must look after the whole, leading to that balancing of interests so 
deplored by exclusivists. That this has happened four times in the nation’s history suggests 
that the nation-state has developed its own logic, an imperative that makes everyone unhappy, 
but keeps everyone unhappy together.  
 

A strong internal frame of reference structures Cheah’s account. His narrative begins 
in the postwar, pre-independence period of 1945-57, which established the constitutional,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m of the nation-state. It is followed by a chapter taking the 
argument through independent Malaya/Malaysia (1957-2001) and individual chapter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of the four prime ministers. Essentially a biography of the nation-state as self-
made man, the childhood (1945-57) is that of an orphan. There are no references to structural 
or cultural predecessors, no “family history” to speak of. This is especially striking with 
respect to the components of the nation-state: “the Malays,” “the Chinese,” and “the Indians” 
appear on these pages without histories, fully-formed “communities” with self-evident 
interests to be advanced against each other. This will have implications for how the life of the 
nation is understood. 
 

With knowledge of who the contestants are understood to be, we can return to the 
question, “who would receive independence?” The immediate post-war years were crucial, 
and Cheah argues that the Malays were cognizant of and engaged in the struggle to be born as 
a nation-state unencumbered initially by competition from the other communities. The 
postwar British plan to “impose direct rule” and replace the various legally sovereign 
sultanates and crown colonies with a Malayan Union providing equal citizenship to Malays 
and non-Malays was met solely by a “resurgent Malay nationalism.” Under conservative 
aristocratic leadership, the Malay community successfully mounted a broad-based and 
vigorous rejection of the plan, while the peninsula’s non-Malay residents, mostly immigrants 
and descendants of immigrants from southern China and the Indian subcontinent, responded 
with indifference. This ensured that negotiations to devise a successor state would take place 
almost entirely between British authorities and Malay representatives. Thus from 1946, 
“Malays [could] set the pace and agenda for the creation of a new ‘Malay’ nation-state” (2). 
Yet the leadership quickly retreated from its victory against equal citizenship to a position of 
pragmatic compromise in order to move toward self-government and independence. Cheah 
sees in the 1948 Federation of Malaya agreement “a major shift towards an inclusionary 
multi-ethnic nationalist perspective” on the part of an “enlightened leadership” (20). 
 

This argument lends new insight to the familiar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the 
“bargain,” one of several terms that have long been used to describe the arrangement that 
enshrines Malay political primacy in exchange for common citizenship, economic rights, and 
tolerance of non-Malay cultural and religious practices. Cheah goes on to examine competing 
ethno-nationalisms in the context of this bargain from independence to the present. He shows 
how, from the beginning, the prime minister has held the power to decide what concessions 
to make to the Chinese, whose most zealous articulators of the community’s cultural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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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uvinists,” are always trumped by the enduring threat of extremist Malay violence (as 
in 1969) that enforces the bargain. 
 

This argument has explanatory power, but also functions as a closed analytical system, 
limiting “nation building” to the political and defining the political solely in communal terms. 
In scholarship, as in life, the meta-discourse of communalism in Malaysia determines what 
questions can be asked (Mandal 2003). Was there really no contest for Malaya in 1945-46? 
Both communism and Malay anti-“feudalism” (a term explored below) represent long-
running critiques of the colonial/national state that were at their strongest in the immediate 
postwar period, as Cheah’s previous work has discussed (Cheah 1983; 1988). It is likewise 
clear from this account, as it was at the tim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Malaya (CPM) was 
fighting for independence – at the Baling talks in 1955, future first prime minister Tunku 
Abdul Rahman “challenged the arguments of the communists that they alone were fighting 
for nationalism and freedom from British imperialism. The Tunku argued that the Alliance 
was also doing the same” (31). CPM leader Chin Peng’s offer to lay down arms in fact helped 
UMNO win “early” independence from Britain (i.e., before the armed insurgency had been 
militarily defeated). Further, Cheah points out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was not a “Chinese 
movement,” despite its predominantly ethnic Chinese membership, because the CPM was in 
ideological opposition to the colonial government and its supporters, including other Chinese. 
But after 1957, the CPM figures in this account mainly in relation to communal balancing: 
“The communists’ armed revolt was a constant reminder that dissatisfied non-Malays, 
particularly the Chinese, could run to the jungles to swell the ranks of the communist rebels 
and fight for social justice if the Alliance Government was seen to act unjustly towards 
Chinese and non-Malay rights” (80). And ultimately, the communist challenge is seen here as 
the means by which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ould justify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draconian 
colonial Emergency laws which infringed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and because of which 
“freedom was not fully nurtured” (33). 
 

Yet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 armed communist movement, we cannot seriously 
doubt tha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would have retained these laws. (The formal end of the 
CPM’s struggle in 1989 did not result in their repeal. At present, more than eighty people are 
being held under the Internal Security Act without charges and beyond the reach of habeas 
corpus.) Apart from the regional grip of the Cold War which legitimized the repression of the 
non-militant left, certain socio-political fault lines presented fundamental, though less 
publicized, threats to the state as constituted and the nation as imagined by that state. One 
was manifest in the explosion of popular anger against the Malay rulers’ initial acquiescence 
in the Malayan Union plan. The “taming” of the Malay royalty by Dato’ Onn bin Jaafar, first 
president of UMNO, during the 1946 anti-Union, pro-Malay sovereignty campaign is cited 
here as “the best example of the full flowering of Malay nationalism.” Cheah feels the 
aristocrat Onn “best exemplified these aspirations of the Malay struggle, when he coined the 
cry, ‘Hidup Melayu!’ (Long Live the Malays) … instead of ‘Hidup Raja-raja Melayu!’ (Long 
Live the Rajas)” (17). Onn’s was a skillful maneuver in which long-mounting, repressed 
public anger against complicit and ineffectual leadership – both royal and aristocratic –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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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dly channeled against the rulers in order to mobilize and modernize Malay politics within 
the party framework necessary to gain independence. But once the British government had 
agreed to negotiations that would lead to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further democratic 
pressure threatened only aristocratic control of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Onn then just as 
adeptly tamped down popular Malay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a policy subsequently 
institutionalized by UMNO-led governments (Amoroso 1998). Emergency legislation soon 
drafted to contain communism had a chilling effect on all dissent, and not for the last time.  
 
Communalism Enshrined 
 

As indicated here, several political contests led to the independence of Malaya and the 
later formation of Malaysia. As these contests were interconnected through ethno-nationalist 
perception and mobilization, perhaps the most basic was the effort to uphold communalism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politics and society. This is apparent in the debates surrounding 
the question of “Malayan” nationality that the British hoped to foster through the Malayan 
Union. Cheah quotes Tunku Abdul Rahman’s famous 1951 jibe, “who are these 
‘Malayans’?” to introduce a useful recapitulation of the term’s history (5-15), which I will 
summarize even more briefly here. Perceived in opposition to Melayu (Malay), which 
provided the root for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Federation of Malaya, lit. federation of 
Malay lands), “Malayan” functioned as a rival root word, symbolizing the Union’s erasure of 
Malay sovereignty and elevation of non-Malays at Malay expense. This was largely agreed 
on by all sectors of Malay opinion. The radical nationalist and future PAS leader Dr. 
Burhanuddin Al-Helmy saw “Malayan” as a “colonial mold” that was narrower than, and 
destructive of, “Melayu.” On the conservative side, the Tunku always made a distinction 
between bangsa Melayu (Malay race or nation) as the nationality at the core of the Feder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that Federation. For this reason, as early as 1956, UMNO favored 
“Malaysia” as an inclusive yet Malay-centered name for the nation-state.  
 

These words allow us to gain some understanding of the ongoing process of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persistence of communalism. Cheah indicates the lack of a common 
political discourse between the Malay and English languages: Malay leaders might have used 
“Malayan” in addressing mixed audiences in English to describe “the country’s way of life 
and culture inclusive of both Malays and non-Malays” – this is, in fact, how non-Malays 
themselves used it – but: 

“when speaking to only Malay audiences, the Malay leaders would use the 
Malay terms for the country, ‘Persekutuan Tanah Melayu.’ They would also 
use the term ‘bangsa’ which means both ‘nation’ and ‘race’. Delivered to 
Malay audiences, it would literally mean bangsa Melayu, the Malay race” (8). 

 
“Malayan” was a slippery word then, having positive, inclusive connotations when 

used in English conversation, but evoking exclusion and destruction in a Malay-language 
context. In contrast, bangsa seems to be a sticky word and bangsa Melayu stickier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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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ng meanings that should have been distinguished, but for the fact that UMNO 
thrived by keeping them stuck together. Bangsa triumphed over the Malayan Union in the 
guise of “race” – the Malay lands belong to the Malay race – and once UMNO had 
established itself and the Federation on this point, bangsa Melayu acquired the status of core 
“nation” of the emergent nation-state. This nation-state had a negotiated and gradually more 
inclusive citizenship, but in Malay discourse, citizenship was distinct from and secondary to 
nationality, which was based on a putatively primordial and native “race,” rather than on a 
commonly-held political identity or values vested in the modern nation-state (which do not 
preclude separately-held ethnic identities). This was a precarious basis for a nation-state that 
eventually featured full citizenship for its non-Malay members. The notion was challenged 
conceptually as well when Malaya expanded to include Sabah and Sarawak. These places had 
their own natives, but they were not Malay.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the ur-native category, 
bumiputera (sons of the soil). By that time it was too late for bangsa to expand its own sense 
as “nation,” as became apparent in 1991, when Prime Minister Mahathir introduced his vision 
of Bangsa Malaysia, leaving his Malay constituents underwhelmed and uneasy.  
 

Actually, it was Melayu that had a chance of acquiring an expansive meaning, not as a 
bangsa but as a “nationality.” In 1948 a coalition of Malay and non-Malay oppositional 
parties presented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 
communally-based polity negotiated by the government, UMNO, and the Malay rulers. 
Cheah writes that the Malay PUTERA with “its coalition partner AMCJA represented the 
first inter-racial alliance of any consequence in this post-war period” (20). But this left-
leaning alliance had a different purpose – to explore the process, not of balancing communal 
interests, but of creating a new political community in a place with strong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at had been reshaped and populated by colonial rule. Their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characterized by democratic features and immediate self-government, included a 
“Melayu nationality” to be voluntarily acquired and equated with citizenship, Malay as the 
national language, and Malay rulers as constitutional sovereigns. This was an ambitious 
proposal that would have required careful nurturing – Malays along with Chinese and Indians 
would have to trust a new nationality not to destroy their existing bangsa – but it was 
immediately dismiss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UMNO. And the first attempt by a mainstream 
politician to move in this direction proved the danger of straying too openly from 
communalism. Dato’ Onn, after proposing to open up UMNO membership to non-Malays, 
had to leave the party he founded; his new non-communal Independence of Malaya Party lost 
early elections to the UMNO-led Alliance with the Malayan Chinese Association. The lesson 
learned, as Cheah sums it up: “The various communities seemed to prefer communal 
representation to look after their own communal interests” (28).  
 

Despite his focus on electoral politics, election results, and political parties, Cheah 
does not allow his narrative to be overwhelmed by details. The historian’s long view shows 
how Malaysian politics has been ordered by Malay dominance within communalism, and his 
tight focus includes an integrated treatment of Sabah and Sarawak’s incorporation into the 
social contract through their leaders’ interactions with UMNO. Such communal ordering,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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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rse, displaces the bloody fighting to internal arenas as groups struggle to articulate unified 
communal interests. This is the stuff of Malay politics and the crux of the dynamic Cheah 
explores in depth, such as factionalism within UMNO and rivalry between UMNO and the 
Islamic party PAS. But except for a few hints – as during the short-lived merger with 
Singapore, when the Tunku branded Malays there “traitors” for failing to elect UMNO 
candidates in the 1963 elections (100) – there i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and 
maintaining the borders of ethno-political identity. This account takes ethnic categories for 
granted, and by so doing, privileges the communal framework. 
 

Cheah Boon Kheng’s linear narrative, focused on the balancing of tensions, asserts 
the existence of a multicultural, tolerant Malaysia, one in which ketuanan Melayu is here to 
stay but contained by the political logic of the nation-state. Farish A. Noor subjects that view 
of Malaysia and its paradigmatic underpinnings to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interrogation. 
Although he acknowledges the nation’s success in achieving stability, he deplores its failure, 
which few would dispute, to create “a truly inclusive and all-encompassing national political 
arena and public space” (165), a logical outcome of the naturalization of communalism in th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of the nation. Farish seeks to deconstruct that historical narrative – 
along with its aura of inevitability – through three interconnected strategies. First, he recovers 
“forgotten aspects” of the past “that have been relegated to the margins or footnotes of 
political history” in order to remind his readers of historical contingency and affirm “the 
potential for change that remains with us still” (2). Second, he restores ideological motivation 
to the narrative, showing how and why certain erasures occurred and offering an alternative 
vocabulary to discuss Malaysian politics. Third, he examines the crippling consequences of a 
“flat and static historical narrative premised upon … simple essentialist notion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vi).  
 
Lineages of Leadership 
 

In these essays, Farish systematically recovers past alternatives to present realities. He 
does this to counterbalance current trends in public morality (“Porn and the Sheik”) and 
student quietism (“Fine Young Calibans: Remembering the Kesatuan Melayu Muda [Malay 
Youth Union]”) and to complicate simplistic notions of the past (“How the Penghulu Shaitan 
[Chief of the Devils] Brought Islam to the Malay World”). He also draws attention to patterns 
in Malaysian history (“‘Holy Terror’ All Over Again?”) and to colonial and pre-colonial 
precedents (“Sultan Iskandar Dzulkarnain’s Mega-projek’ [Mega-project]”). He reaches into 
the past most often, however, to illuminate exemplary leaders or discredit those whose 
failures seem prescient. The overpriced tower built by Sultan Iskandar Dzulkarnain against 
the advice of his ministers, for instance, wittily reminds us of “the lack of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 in the feudal courts of the past” (13). 
 

A bigger target is Sultan Idrus Shah of Perak, who was elevated to the throne in 1887, 
after Britain’s violent early years of rule in that state. He is perhaps best remembered today 
for the eponymous school that produced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secular Malay nationalist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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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ltan Idrus Training College (SITC). His reputation as a progressive leader was cultivated 
during the long years of his reign that saw the development of tin mining in his state, the 
profits and control of which moved from Malay to Chinese and hence to British hands. He is 
also known for voicing protest against Kuala Lumpur’s overweening administrative 
centralization, but he did not change his accommodating stance toward the colonial regime. 
Sultan Idrus, in short, can serve either a colonialist or nationalist reading of history. In 1913 
he was awarded the Knight Grand Cross of the Victorian Order, an occasion recounted here 
to highlight the Malay inertia that lay at the center of the colonial order. Farish explains how 
the investiture “incorporated the native while disabling him… by reducing him to the status 
of passive recipient” of an award “he could neither match nor resist” (17-18).  
 

In contrast to the Anglophile Sultan Idrus stands the Anglicized Sultan Abu Bakar of 
Johor, who was certainly not accommodating to the British and who managed to keep his 
state out of the colonial grasp for many years. Farish shows how his choices were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by the relentless critique of “Oriental despotism” issuing from Singapo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acialized economies and administrations around him. But Abu Bakar, who 
mixed English habits with Muslim observances, outmaneuvered his opponents for quite some 
time by keeping on the move in ways both “discursive” and “geographical.” Refusing to 
“stay put” within the “epistemic and socio-political boundaries” of the colonial order of 
knowledge and power, he took his game to the enemy, hiring advisors in London, traveling to 
foreign capitals, and bolstering his international status as a sovereign ruler. At home, he 
effected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conomic reforms the colonial power would itself have 
carried out, including bringing Chinese immigrants into his kingdom and its economy (as did 
King Chulalongkorn in Thailand). This tale of Malay ability and resistance to colonial power 
is not uncritical, however; Farish notes that the Sultan never altered his autocratic style, a 
foreshadowing of authoritarianism to come (“The Sultan Who Could Not Stay Put,” 33-55). 
 

More recent historical figures fill some awkward silences in official Malaysian history 
which, following colonial precedent, begins with the birth of UMNO in 1946. But Malaya, 
with its massive immigration and crucial commodity exports, surely existed in the same 
colonial world as, say, Indonesia or Vietnam. Although the numbers of those experiencing 
the wrenching changes of modern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ere smaller, they did indeed exist. 
Ibrahim Yaacob was a student at the SITC in the late 1920s, one of many Malay-speaking 
newcomers to the colonial capital in the 1930s (“freed from the shackles of court and 
tradition of the Kerajaans and in an environment where they, too, were foreigners”), a 
journalist, and a founder of the Kesatuan Melayu Muda in 1938. His was the crucial 
generation of Malay radicals who proved the failure of the colonial “strategy of containment 
and policing” through education (80). They went on to articulate both the anti-colonialism 
and the social critique of their own society that would be necessary for nationalism to take 
root. Working with the Japanese during the war, Ibrahim and his colleagues tried to pursue 
independence in conjunction with Indonesia. Although Farish allows this effort to seem 
closer to realization than it was, more important is his observation that “it was the radical 
Leftists and nationalists who… introduced the politics of nationalism and anti-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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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country.” Exiled in Indonesia, Ibrahim, like others who did the intellectual work of 
imagining an independent Malaya, was relegated to the footnotes by the conservative 
intellectuals and aristocrats who usurped the nationalist movement (“Ibrahim Yaacob and the 
Rise of the Malay Left,” 75-110). The lesson for today: there was “a time when Malaysian 
youth were able and willing to question the circumstances around them even when it seemed 
as if all hope was lost” (69). 
 

Farish’s “other” Malaysia contains much besides political history – literature, art, and 
religion in particular – but undeniably makes many of its political points through stories of 
leadership. To this extent it intersects with Cheah Boon Kheng’s Malaysia, in which the 
nation progresses through the characters and careers of prime ministers Tunku Abdul 
Rahman, Tun Abdul Razak, Hussein Onn, and Mahathir Mohamad. In leader-centered 
historiography, individual lives become prisms through which the nation – its successes, 
failures, possibilities, disappointments – is viewed. What accounts for such leader-
centeredness in Malaysia’s political life and historiography and what are the consequences? 
 

As colonial Malaya filled up with immigrants (not just from China and India, but 
from other parts of the Nusantara), today’s “Chinese,” “Indian,” and “Malay” communities 
were constructed and naturalized through census, economic recruitment and restriction, land 
tenure, and cultural elaboration. Socio-politically, the British “kept the different ethnic 
groupings isolated along vertical cleavages of group-loyalty, while maintaining their patron-
client bonds with each ethnic grouping in turn” (Farish, 22). The defense of this social 
structure in the transition to independence – and its subsequent strengthening by the New 
Economic Policy of the 1970s and 1980s (Cheah, 144) – reinforced the vertical orientation 
within each group and empowered “enlightened” leaders who could balance the communally-
channeled anger fomented by “ultras” or “chauvinists” with the compromise necessary to 
achieve viable citizenship, language, and educational polici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Malaysian politics has been dominated by the personality and 
power of such leaders, especially by the first and current prime ministers. But an analytical 
focus on the successes and failures of individual leaders perpetuates vast erasures in 
historiography. Among other things, it cannot explain how nationalism has (or has not) 
become “a state of mind, permeating the large majority of a people and claiming to permeate 
all its members” (Hans Kohn, quoted in Cheah, 42, n. 24). In focusing on the emotion-driven 
communal tendencies that pragmatic leaders must hold in check, it gives short shrift to 
democratizing movements from below. In privileging leaders’ pursuit of intra-communal 
unity, it colludes in suppressing analyses of gender, labor, the environment, and other “non-
communal” concerns. Most importantly, the naturalization of leader-centered narrative 
effaces ideology from the analysis of politics and history. It is to this problematic that Farish 
addresses his most sustained argument. 
 

Farish charges that “Malaysia today is ruled according to a neo-feudal political 
culture” in which “blind deference to authority” has been “re-invigorated and revived in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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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certain terms” (13). How can the words “feudal” and “neo-feudal” be applied to Mahathir’s 
relentlessly modernizing Malaysia? Is this a case of the political columnist’s aim for 
maximum reaction overcoming the scholar’s careful choice of terminology? In fact, by using 
this language Farish is situating himself within a current of Malay social criticism that can be 
traced back to Munshi Abdullah’s mid-nineteenth century condemnation of royal misrule 
(1970), through the radical, popular nationalism of the mid-1930s to 1940s, to more recent 
scholar-activists like Chandra Muzaffar (1979). In this vein, Farish reminds his readers of 
Malay leaders’ collusion with colonial rule. After European incursions disrupted networks of 
trade and wealth in the wider Southeast Asian world, ushering in a period of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disorder, colonial intervention on the peninsula was justified by “the notion of 
the disabled native” (18) whose decaying culture required European protection. But the 
imposition of central authority was obscured by the cooperation and entrenchment of elites 
like Idrus Shah of Perak. Native disablement, which also paved the way for the wholesale 
importation of labor, was then cemented in two ways: through a discourse labeling Malays as 
“superstitious,” “conservative,” “lazy,” “without method or order,” and having “proper 
respect for constituted authority” (Swettenham, quoted in Farish, 24); and through legislation 
that decreased their ability to move about geographically: 

“The net effect was two-fold: Colonial ethnographic scholarship reconstructed 
the Malays as a backward race of agriculturalists and feudal serfs, while the 
newly-imposed Colonial legislation and regulations ensured that the Malay 
peasantry would be kept in precisely those areas of economic activity that 
were deemed compatible with their ‘natural’ Malay character: manual labour, 
farming and fisheries” (26).  

 
It was this society – defined by disability and an ossified class structure – that was the 

target of nationalist, reformist, religious, and other modernist critiques from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By the 1930s and 1940s, the ruling class-colonial alliance was coming 
under increased pressure from Malay urbanization and literacy, demands for new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oles by all groups, penetration of foreign media, Japanese occupation, and 
postwar communal violence. Reviving the language of the secular left critique goes hand in 
hand with restoring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radical Malay nationalists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  
 

How does the charge of neo-feudalism hold up in post-colonial Malaysia, where 
Farish sees a “combination of modern material development and antiquated cultural values” 
(119)? This part is more contentious but equally engaging. Farish shows how UMNO leaders 
have pursued a developmentalist agenda – “Malaysia Boleh” (Malaysia can do it) – while 
holding onto the very same stereotypes of Malay disability that characterized colonial 
discourse. Mahathir’s influential Malay Dilemma (1970) and the UMNO-sponsored Revolusi 
Mental (Mental Revolution; Rahman, 1971) both “presented an image of Malays as an 
inherently backward, ill-educated and pathetic race that was trapped in a dark world of 
superstition, blind deference to authority and lack of economic sense.” Although these 
familiar traits are now deplored, they are still used to justify the supremacy of “a patron-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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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rulers” (124). It is not at all far-fetched to see how the government’s patronage policies are 
bolstered by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Malays [are] somehow unable to cope with change and 
development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State and the UMNO party in particular” (125). Even 
Mahathir’s recent, parting lament that his biggest regret is his failure to modernize his people 
bespeaks the historical agency arrogated by leaders to themselves, even as they banish 
political speech from university campuses and detain political opponents. 
 

That this argument can be made for the opposition PAS as well tends to support its 
validity. Farish recounts the career of the independent-minded PAS veteran Ustaz Abu Bakar 
Hamzah to illustrate it. According to Farish, Ustaz Abu Bakar’s view of Islam was not 
incompatible with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olerance. In advancing these views, he ran 
afoul of his party, especially in the 1980s, when ulama (the religious elite) were elevated to 
positions of leadership. “He attacked what he regarded as the excessive dogmatism and 
fanaticism of PAS members” and the ulama’s “emphasis on loyalty and blind obedience.” In 
response, he was accused of being “a kafir (infidel) and munafik (hypocrite)” and expelled 
from PAS. In the “use of Islam as a weapon to silence the comments and ideas of others and 
to label others as ‘bad Muslims’,” we hear echoes of Tunku Abdul Rahman’s Malay traitors 
(“Remembering the Other Face of Political Islam,” 130-35). 
 
Essentialism and Multiplicity 
 

Any attempt to understand Malaysia as a nation-state will ultimately grapple with the 
problematic of Malay centrality in the body politic. Farish observes that media coverage of 
politics at times “would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is country was made up of only Malay-
Muslims” (164), and a major focus of Cheah’s analysis is the factionalism within the Malay 
community that constantly threatens its political primacy. Yet there is something troubling at 
this center that Farish’s discussion of the colonial past allows us to understand. The story of 
Sultan Abu Bakar (he who could not stay put) is a sobering reminder that even the most 
dynamic and privileged individuals could not escape the immobilizing power of colonial 
categorization for long. Despite its cosmopolitan, trade-centered, diversely-origined history, 
all of “Malay” society was eventually trapped within the “hierarchy of racial characteristics” 
that assigned Malays to agriculture and feudal domination, condemned in perpetuity to be 
Swettenham’s “Real Malay” who “venerates his ancient customs and traditions, fears his 
Rajas, and has a proper respect for constituted authority” (24). Farish’s most important 
argument begins – in his more academic essays – with how “the fluid, shifting world of pre-
Colonial Malaya was gradually arrested in every sense, epistemically as well as physically,” 
leaving “the signifier ‘Malay’… eventually reduced to essentialist terms, restricting its play 
and movement” (25). Combined with their constructed disability – “The Malays will not 
work,” reported a British travel writer – and consequent need for protection, this 
diminishment of Malayness was perhaps the deepest, yet least recognized, violence of 
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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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 surprisingly, the perpetuation of communalism as the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independent Malaya/Malaysia did little to challenge this. In fact,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 of 
1957 enshrined a narrow, political definition of “Malay” as one who spoke the Malay 
language, followed Malay custom, and was a Muslim: 

“Rather than accept and celebrate the fact that Malay identity was complex, 
overdetermined, fluid and evolving, the Federal Constitution’s precise but 
ultimately impoverishing definition of Malay identity invariably reduced 
Malayness to a stock definition, reminiscent of the colonial categories of racial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of the 19th century” (221). 

 
Why have Malay political primacy and the efforts of its strongest leaders – one does 

not dispute Mahathir’s sincerity on this point – not been able to reverse the diminishment of 
Malayness? The logic of the nation-state, as identified by Cheah Boon Kheng, may provide 
an answer. Remembering his opening question, “Who would inherit power from the 
British?,” we realize that the Malays, as core bangsa (nationality), have literally inherited the 
position vacated by the British at the apex of the communal-patronage polity. Yet 
simultaneously, they retain their role as disabled bangsa (race) in need of protection, as 
reflected in the recurring theme in politics and literature of “Malays in danger.” This 
frustrated Malay dominance results in unresolved anxiety and the ever-present threat of 
violence that in turn justifies repressive government. One fears that as long as Malaysia 
remains trapped in the logic of Malay vs. Malaysian nationalism – and Cheah makes a stong 
case for its resilience – it will be unable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disabled Malay centrality.  
 

Will the Islamist alternative show a way out? To Cheah, PAS is a non-UMNO variety 
of Malay ultra: “As most Muslims in Malaysia are Malays, an Islamic state is actually 
another form of a ‘Malay nation’ except that Islamic principles become the basis of its 
administration” (240). And from his perspective, Farish condemns the Islamist search for 
purity that “narrowed the scope of Malay culture and identity and reduced Malay history to a 
mere few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arrival of Islam]” (42). But although Islam has lately 
colluded with UMNO in denying the richness and complexity of Malay culture (and added a 
shallow moralism to boot), Farish also shows that this was not inevitable.  
 

It is in his discussion of Dr. Burhanuddin Al-Helmy, third president of PAS, that the 
most intriguing possibilities are raised. Detained in 1965, never to reenter politics, Dr. 
Burhanuddin has largely been written out of history by both official nationalism and his own 
party which reversed his legacy. As an author of the “People’s Constitutional Proposals” and 
its Melayu nationality, he “regarded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belonging as historically 
determined and … evolving categories.” He was a pragmatic intellectual, not least in his 
Islam, which looked to the future, not the past, and which was centered on human will and 
struggles in the “here and now.” In the tradition of Muslim modernism that PAS has left 
behind, Dr. Burhanuddin sought commonalities among nationalism, Islam, and leftism. Most 
importantly, he recognized that “the universalism of Islam had its limits… [that it] rem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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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rticular universalism that could not be entirely reconciled with other universalist 
discourses… [and that] negotiation with difference and alterity was the key to political 
action” (Dr. Burhanuddin Al-Helmy and the Forgotten Legacy of the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56-62). 
 

Unlike UMNO feudalism and PAS medievalism, these are old ideas with current 
value. As a political activist and a Muslim intellectual, Farish draws from precedents like 
these when he looks “beneath the façade of a seemingly unitary space [to the] multiplicity of 
‘Malaysias’ that are now coming out into the open” (4). Figures and examples from the past 
can reawaken the possibility of change if historians use them to reclaim traditions of fluidity, 
flexibility, and negotiation. These are not a different set of tools than those used to construct 
mainstream Malaysia. If Melayu nationality was a lost opportunity to continue an historical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rough nationalism, many other semantic constructs remain 
in play – Malaysia, ethnic harmony, tolerance – that can still be filled with new or expanded 
meanings and help put the Malay world back in motion. 
 

Cheah Boon Kheng sees Malaysia as the careful containment and balancing of 
difference, both within and between ethnic communities. Farish Noor looks beneath hard-
fought unified façades to multiplicities he seeks to recover and legitimize. Their books are 
instructive to read together, as Farish articulates and critiques the paradigms underlying 
Cheah’s biography and explicitly interrogates “the story of a multiracial Malaysia we 
constantly tell ourselves” (4). Together these authors illuminate the importance of paradigms 
in writing history and history writing’s discursive power in making and performing the nation. 
      
 
Donna Amoroso edits the Kyoto Review of Southeast Asia.  
 
This essay benefited greatly from discussions with Jojo Abinales, Caroline Hau, and Sumit 
Mandal.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my thanks to Chiharu Takenaka for inviting me to the 
workshop “What is to be Written? Setting Agendas for Studies of History” at Meiji Gakuin 
University, 1-2 March 2003, at which an early version was presen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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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莲
篇

社
邃
篇

史
剧
本
演
出
，
而
如
果
今
日
装
登
剩
本
梩
没
有
了
那
锺
偉
大
的
角
色
，
就
好

像
社
暹
界
渐
退
出
墅
史
舞
台
一
樑

道
锺
分
析
其
寅
正
好
忽
略
了
，
社
曾
暹

目
镖
正
是
要
再
生
丐
车
祈
爸
贮
，
＼
川
们

孚
取
编
窝
自

社
合
逢
勤
何
所
乌
？

缪
思
華

在
如
何
在
香
港
装
展
社
曾
暹
勤
的
踝
题
上
，
我
们
往
往
睦
到
以
下
三
锺

誰
瞬
，
其
一
是
諒
臣
在
講
曾
政
治
日
蹬
重
要
的
情
况
下
，
社
曾
暹
勤
巳
轻
渐

新
式
微
；
其
二
是
豚
笢
社
曾
暹
勤
未
至
式
微
，
但
在
講
曾
政
治
主
粤
下
，
社

暹
只
能
成
笢
它
的
附
庸
；
其
三
是
懿
爵
政
冶
踝
已
由
講
曾
所
界
定
和
带
勤
。

講
曾
之
外
的
社
曾
暹
勤
，
舆
講
曾
内
的
民
主
力
量
，
一
定
要
互
相
支
援
，
捚

嗯
外
合
。
但
熊
骗
是
「
式
微
誰

J
、
「
附
庸
諒
」
遗
是
「
梩
座
外
合
誰
」
，

大
抵
都
不
出
一
穗
共
同
的
想
法
，
就
是
社
暹
面
野
的
是
重
重
「
局
限
」
，
很

雄
「
成
功
」
，
因
笢
「
没
有
足
狗
勤
力
」
。
然
而
郤
很
少
人
曾
深
究
，
究
竟

射
社
曾
暹
勤
来
諒
，
膊
用
甚
磨
镖
準
才
可
以
判
断
社
曾
暹
勤
有
没
有
登
展
蓬

勃
的
倏
件
？
而
社
曾
暹
勤
又
怎
模
才
算
取
得
成
功
？
我
们
又
照
在
何
虔
去
翌

掘
推
迤
社
曾
逼
勤
的
勤
力
？

在
回
答
第
一
侗
问
题
的
峙
候
，
我
们
很
多
晇
很
容
易
得
出
令
人
氯
俀
的

答
案
，
例
如
諒
我
们
的
社
曾
日
蹬
富
裕
，
社
曾
秸
懦
矛
盾
减
低
，
於
是
社
暹

登
展
的
基
呢
不
强
云
云
。
道
侗
罔
题
的
答
案
其
寅
是
预
股
了
一
穗
射
集
鹘
行

勤
的
假
股
，
諒
竞
社
曾
暹
勤
是
所
講
社
曾
登
展
蹬
鹦
（
或
曰
墅
史
潮
流
）
的

坴
物
，
社
暹
是
逜
场
墅
史
割
的
某
植
「
角
色
」

，
道
「
角
色
」
按
既
定
的
墅

4 

厂 ． 」

, r 又

一 ， J /
\' 

赞

昔
日
的
社
含
暹
勤
理
骗

大
致
追
随
了

了
在
结
樽
矛
盾
（
例
如
黄
富
簪
殊
、
社
曾
不
公

轰
5
，
忽
略

熙
参
舆
社

逼
、
起
而
行
勤
之
阴

存
在
著
很
大
的
空
隙
，
要
求
我
们
思
考
和
反
省
。

彶
来
一
些
人
提
出
了
一
套
「
奋
掠
勤
晨
」
理
諒

指
出
社
曾
矛
盾
亚
不

足
以
邈
致
社
含
的
集
醴
行
勤
。
相
反
我
们
要
留
意
渠
髓
行
勤
的
三
侗
面
向
·

其
一
是
「
勤
员
僭
力
」
，
－
即
群
翠
懿
瞰
到
社
鲁
矛
盾
的
程
度
和
方
式
，
其
二

是
社
暹
的
「
募
集
铜
辂
厂
，
即
琨
存
的
社
曾
隔
俘
铜
辂
是
否
有
利
於
倦
入
参

舆
者
；
其
三
是
「
参
舆
勤
榄
J
,
也
就
是
在
各
檀
的
社
曾
交
往
下
，
入
们
可

以
樽
成
怎
襟
的
勤
视
去
酰
估
参
舆
的
誘
因

道
套
理
誰
的
重
贴
，
是
指
出
了

社
逼
的
装
展
不
單
祝
乎
客
戳
的
社
曾
矛
盾

参
舆
集
醴
行
勤
也
不
是
一
穗
侗

人
受
挫
的
心
理
反
嗯
，
而
是
一
佪
由
栠
醴
（
社
曾
翱
俘
）
所
承
托
的
社
曾
遏

程
。
逜
穗
社
含
翡
俘
．
就
好
像
是
一
穆
可
供
勤
用
的
渚
在
奋
娇
－
樑
。
社
曾

暹
勤
其
寅
就
是
一
锺
桀
，
豐
理
性
地
墨
用
蛮
源

暹
用
既
存
横
曾
秸
槽
所
具
慌

的
主
阴
的
政
治
行
臣
，
所
以
社
是
亚
非
是
社
含
矛
盾
激
化
下
，
入
们
非
理
性

地
破
壤
和
抗
器
的
痊
物
。
自
然
地
，
社
暹
的
骏
展
的
前
途
，
也
不
在
乎
社
曾

有
没
有
嚷
矛
盾
激
化
的
超
鹦
。

在
修
正
前
述
的
酱
社
曾
暹
勤
理
諒
射
社
暹
的
解
霹
晇
，
「
资
源
勤
晨
」

誰
是
有
贡
献
的
。
但
舆
此
同
旰
，
道
理
誰
的
缺
陷
是
，
它
仍
然
祝
所
講
人
的

期
望
和
需
要
是
由
客
覜
瑕
境
所
决
定
的
，
而
且
人
在
追
求
满
足
逜
些
期
望
和

需
要
晇
是
按
同
一
檬
的
理
性
和
暹
粗

不
誰
侗
鹘
行
勤
遠
是
集
髓
行
勤
都
一

檬
。
但
事
宵
上

社
曾
述
勤
亚
不
是
道
穗
理
性
侗
鹘
行
民
（
例
如
市
场
上
的

消
眢
者
）
的
伸
延
，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效
，
也
不
曾
在
於
多
大
地
满
足
孤
立
的

侗
人
需
要
。
相
反
地
，
期
望
和
需
要
是
以
人
所
魏
圈
的
集
聘
来
界
定
的
，
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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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社
逢
篇

少
陇
於
「
佪
人
」
的
切
身
利
盆
其
寅
同
晇
是
集
鹘
的
利
盆
。
但
是
，
人
射
集

鹘
的
蹄
屡
感
和
豚
同
，
亚
不
是
全
是
天
上
掉
下
来
的
，
社
曾
暹
勤
的
一
侗
重

要
工
作
，
就
是
去
嚷
人
透
遏
交
往
、
活
勤
和
抗
争
，
建
立
「
集
鹘
豚
同
」

(C
o

ll
e
c
ti

v
e
 
id

en
ti

ty
)
，
走
出
虚
假
而
偏
狭
的
「
侗
人
世
界
」
。
所
以

参
舆
社
暹
的
勤
檄
亚
非
既
定
不
婴
，
而
是
有
待
抗
争
（
特
别
是
意
裁
形
憋
及

文
化
上
的
抗
争
）
所
不
断
界
定
的
。

社
曾
暹
勤
的
道
韬
不
是
以
集
鹘
行
勤
恁
手
段
，
去
满
足
既
有
不
可
改
勤

的
「
侗
人
需
要
」
，
相
反
地
，
我
们
知
道
道
穗
所
講
「
侗
人
需
要
」
往
往
是

社
曾
既
存
建
制
（
包
括
政
轻
文
化
鹘
系
）
的
痊
物
。
按
孤
立
地
感
燮
到
的

「
佪
人
需
要
」
而
行
勤
，
只
是
一
穗
要
求
被
主
粤
鹘
制
吸
钠
的
通
座
性
行

第
，
亚
不
曾
导
致
社
曾
擢
力
醴
制
的
燮
更
。
社
曾
速
勤
的
活
力
，
恰
好
在
於

鹘
豚
到
透
遏
集
鹘
行
勤
，
人
射
自
己
的
需
要
、
能
力
，
期
望
和
可
婴
性
，
亚

不
一
定
是
孤
單
的
。
相
反
，
社
速
的
参
-
舆
者
曾
諒
裁
到
自
己
是
可
以
和
他
人

一
道
，
谁
昭
自
己
是
决
定
自
己
命
速
的
「
行
勤
者
」
，
可
以
重
新
编
窝
自
己

的
座
史
，
界
定
自
己
，
装
展
新
的
感
知
方
式
，
建
立
一
穗
可
以
降
蜀
的
豚

同
，
指
貂
出
可
以
迤
行
行
勤
的
空
阴
。
所
言
屑
「
集
醴
豚
同
」
，
也
就
是
在
参

舆
社
逮
遏
程
中
，
在
交
往
俊
舆
他
人
共
享
的
集
鹘
界
定
，
道
曾
恁
侗
人
和
集

鹘
指
出
行
勤
的
取
向
和
在
外
在
墅
史
和
政
轻
瑕
境
下
的
一
空
间
。

故
此
，
建
立
「
集
鹘
諒
同
」
的
通
程
，
既
包
括
了
侗
人
昭
知
框
架
（
或

曰
世
界
骰
）
的
改
夔
，
令
我
们
到
人
的
行
勤
目
樑
手
段
和
瑕
境
有
新
的
砰

估
，
更
包
括
建
立
各
行
勤
者
之
阴
的
新
社
曾
牒
保
，
以
至
涉
及
更
深
的
情
感

投
注
。
逜
穗
在
貂
哉
上
、
情
感
上
舆
社
曾
牒
保
上
的
改
燮
，
使
得
社
曾
暹
勤

有
著
脱
雕
狭
羲
的
策
略
式
「
政
治
」
的
面
向
，
超
越
僅
僅
是
要
求
擢
力
架
横

去
吸
钠
某
穗
政
治
利
盆
的
地
位
，
有
著
舆
古
典
政
治
暹
勤
不
同
的
文
化
面

向
。

琨
代
社
曾
痊
生
社
曾
暹
勤
的
空
间
不
是
越
来
越
窄
，
相
反
地
，
现
代
的

社
曾
生
活
鹘
制
由
於
不
能
成
功
吸
钠
各
锺
生
活
需
要
，
郤
又
妄
想
要
将
人
的

需
要
加
以
全
面
的
操
控
和
管
制
，
以
致
社
曾
暹
勤
此
起
彼
伏
。
同
晇
，
现
代

社
莲
篇

社
曾
的
多
元
化
生
活
不
自
侵
也
不
可
免
地
，
不
断
在
打
破
各
穗
操
控
、
的
制

和
座
抑
的
管
道
。
社
曾
暹
勤
就
是
要
在
道
穗
琨
代
社
曾
笸
制
的
矛
盾
狭
缝
中

阴
拓
空
阴
。
如
果
没
有
社
曾
暹
勤
在
现
代
生
活
的
大
鹘
制
安
排
下
的
侗
鹘
，

就
只
能
徙
擢
力
横
器
那
梩
摸
取
身
份
，
意
蛾
和
祝
界
就
只
曾
固
限
在
被
操
控

的
境
地
（
例
如
由
隋
告
宣
傅
取
得
消
费
者
的
身
份
，
由
虚
偶
的
法
律
和
惘
巷

的
政
擢
下
内
化
「
良
好
市
民
」
的
意
哉
。
）
道
穗
身
份
的
建
立
，
是
擢
力
鹘

制
的
延
伸
，
道
穗
榷
力
在
所
睛
侗
醴
慾
望
底
下
被
掩
蔽
和
合
理
化
，
及
交
跪

在
各
锺
官
僚
程
序
、
市
惕
速
作
、
文
化
常
哉
儅
中
。
现
代
社
曾
的
榷
力
是
披

散
式
和
隧
蔽
的
，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效
，
就
在
於
暴
露
适
穗
隐
蔽
的
橘
力
暹

作
，
在
各
穗
政
治
、
轻
滂
和
文
化
意
哉
瑕
简
上
打
破
它
．

所
以
，
判
别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效
，
是
看
社
暹
能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野
擢
力

鹘
制
装
出
挑
戳
，
它
既
要
改
婴
佪
醴
生
活
方
式
，
促
成
社
舍
及
入
陷
隔
保
方

面
的
微
戳
改
燮
，
又
曾
在
—
些
地
方
，
形
成
具
鹘
的
改
革
力
量
，
在
集
鹘
邸

同
被
社
速
建
楠
出
来
的
同
晇
，
人
们
搅
取
自
己
的
主
醴
地
位
，
所
以
同
峙
具

傩
文
化
意
羲
和
政
治
意
羲
。
文
化
上
，
社
曾
速
勤
在
晤
言
和
意
蛾
上
促
成
新

的
文
化
符
硐
，
以
建
橘
新
的
、
多
元
的
脸
述
及
世
界
戳
｀
新
的
表
述

L
再
现

形
式
，
在
政
治
上
，
社
曾
暹
勤
挑
戳
榷
力
的
髓
制
，
隐
拓
各
穗
「
公
睾
空

阴
」
。
目
前
，
所
講
「
公
翠
空
朋
」
往
往
指
梢
颉
曾
或
俜
媒
，
那
些
供
蔬
政

或
形
成
「
民
意
」
的
地
方
。
但
很
清
楚
的
是
：
道
些
空
问
在
今
日
巳
多
恁
椎

力
集
圈
和
鹘
制
的
力
量
渗
透
和
操
殿
，
尊
家
和
官
僚
以
行
政
和
技
衔
的
幌

子
，
障
碳
著
民
熙
的
参
舆
和
抉
摆
。
所
以
，
社
曾
速
勋
在
政
治
上
的
成
功
樑

準
就
在
乎
政
策
在
多
大
程
度
上
免
於
笃
荨
家
、
官
僚
和
建
制
政
治
圉
醴
所
堕

断
，
将
政
治
鹘
制
决
策
遏
程
的
「
技
衔
」
性
赏
假
中
性
面
貌
改
婴
，
因
摇
只

有
道
檬
，
活
澄
而
多
面
向
的
生
活
世
界

(I
i

fe
-w

o
rl

 d
)
才
可
免
於
受
鹘
制

力
量
所
磨
平
，
價
值
和
生
活
方
式
的
遗
撑
才
能
回
到
人
手
捚
去
。

透
遇
社
暹
，
各
身
份
群
厮
不
断
阴
拓
自
己
的
空
昆
丁
建
橘
自
己
的
脸

述
，
墅
史
，
取
得
不
被
座
抑
的
装
言
位
置
，
建
榻
更
具
解
放
性
的
需
要
和
期

望
模
式
，
在
更
恁
颖
及
各
生
活
世
界
狗
特
性
的
基
糙
上
多
狻
展
更
具
寅
赏
意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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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莲
篇

飞

羲
的
民
主
牒
保
。
因
此
社
暹
要
透
遏
行
勤
和
参
舆
来
建
立
各
穗
非
主
流
的
行

勤
形
式
和
粗
绿
形
式
，
而
不
是
炰
主
流
的
政
治
鹘
制
作
捕
充
或
附
庸
，
因
露

道
樑
只
曾
将
民
阴
力
量
看
成
等
砃
，
畏
遠
来
脱
，
民
熙
曾
更
感
熊
力
。
社
暹

行
勤
和
祖
娥
的
寅
险
性
和
探
索
性
亚
非
其
短
虎
，
社
暹
的
登
展
和
社
暹
力
量

－
的
壮
大
，
亚
非
以
朝
向
加
入
既
成
政
治
鹘
制
恁
目
棵
，
因
笢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效
，
亚
不
以
道
些
建
制
造
戟
的
準
则
笃
自
我
暹
作
的
準
则
，
社
暹
要
不
断
的

浮
造
在
各
锺
嚷
力
量
建
制
化
起
来
的
誘
惑
之
外
。
因
第
社
曾
逮
勤
的
终
桯
翱

懊
，
是
如
何
使
民
翠
有
信
心
去
展
蹈
自
己
的
力
量

(
e
m
p
o
w
e
r
m
e
n
t
)
，
而
非

去
找
政
冶
上
的
代
理
人
。

社
曾
暹
勤
和
器
曾
民
主
亚
不
互
相
排
斥
，
因
摇
滚
曾
民
主
灌
利
的
争

取
，
曾
焉
社
曾
暹
勤
阴
拓
一
穗
空
叨
，
及
第
社
暹
塑
造
某
些
講
题
，
但
社
暹

亚
非
眺
曾
政
治
的
驻
卿
，
或
提
供
人
力
的
地
方
。
社
暹
的
空
阴
不
能
席
颉
曾

孚
講
所
宛
蛊
，
所
以
社
暹
舆
眺
含
的
牒
保
亚
非
「
梩
嗯
外
合
」
式
的
「
隐

合
」
翱
保
或
功
能
、
分
工
牒
保
，
而
是
在
不
同
居
面
、
不
同
取
向
上
有
所
交

睢
、
有
所
分
殊
的
搜
雒
牒
保
，
而
道
些
都
只
能
在
具
醴
的
抗
争
上
界
定
。

基
於
逜
穗
递
牧
的
特
性
，
一
社
暹
才
可
以
臣
日
盆
平
板
化
和
孤
立
化
的
琨

代
生
活
，
保
持
一
穗
嚷
人
嗅
到
别
一
穗
生
活
方
式
的
自
由
空
氯
，
攘
想
像
可

以
驰
聘
，
攘
集
醴
能
狗
生
活
在
一
起
，
攘
社
曾
不
婴
成
视
器
，
攘
生
活
仍
然

有
可
值
得
生
活

(
l
i
v
e
a
b
l
e
)
的
横
曾
。

社
暹
是
攘
人
回
彶
成
笢
具
鹘
的
主
鹘
，
嚷
人
成
第
滇
正
行
勤
者

(
a
c
t
o
r
)

的
遏
程
，
只
有
道
些
主
鹘
／
行
勤
者
的
存
在
，
促
造
社
曾
暹
勤
翌
展
的
俱
正

踝
题
，
才
能
钩
由
此
联
起
。

l 

I 

行
勤
中
的
民
问
抗
争
：

目
棕
和
策
略
的
困
惑

黑
仔

民
阴
抗
争
行
勤
穗
雄
免
以
争
取
具
醴
目
镖
宫
中
心
阴
展
，
價
值
舆
琨
育

衡
突
的
间
题
就
经
常
困
授
民
阴
组
釉
。
尤
其
是
香
港
的
民
叨
抗
争
逼
勤
微

弱
，
哪
怕
是
很
少
的
成
果
也
得
十
分
珍
惜
，
射
成
果
的
侵
先
考
嗯
就
不
得
不

重
祝
行
勤
中
的
粗
辙
和
策
略
部
署
，
於
是
睹
如
民
主
舆
行
勤
颌
尊
懦
、
组
撮

者
舆
群
翠
的
间
题
腮
在
恁
次
桧
时
中
被
熟
烈
肘
脸
。

傅
統
的
社
曾
暹
勤
往
往
最
俊
被
收
编
到
政
擂
争
蓉
戙
的
陲
营
捚
去
，
社

曾
人
民
抗
争
暹
勤
的
穗
锺
思
考
都
被
明
确
的
目
镖
和
紨
彼
勤
员
手
段
窒
息

了
。
人
民
要
待
政
治
的
粉
耘
落
定
了
才
鳖
暨
人
民
力
量
铩
毫
没
有
扎
根
。
理

想
幻
戚
俊
往
往
就
是
嘲
諷
犬
儒
。
於
是
妥
侃
就
成
竞
琨
代
资
本
主
羲
社
曾
的

普
遍
政
治
社
曾
制
度
特
徵
。
檀
威
型
福
利
是
有
限
的
财
富
再
分
配
，
形
式
器

曾
政
冶
是
政
府
跟
人
民
灌
力
的
不
平
等
交
易
，
雨
者
都
成
殍
现
代
社
曾
的
主

要
治
衙
。
香
港
的
民
阴
抗
争
暹
勤
就
是
在
半
强
制
半
妥
棉
的
除
影
下
成
畏

的
。
穗
锺
墅
史
隙
合
使
香
港
社
曾
接
受
妥
侃
的
不
平
等
财
富
和
擢
力
分
配
。

於
是
原
本
巳
自
我
矮
化
的
社
曾
暹
勤
更
加
唯
福
利
是
瞻
，
被
港
英
政
府
以
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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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
利
盆
爵
幌
子
巧
妙
地
暹
用
资
源
分
配
牵
著
鼻
子
走
。

香
港
民
阴
圉
醴
的
最
大
困
局
正
是
以
争
取
眼
前
寅
贺
利
盆
竞
目
棵
。
昔

日
政
治
理
想
破
落
，
社
曾
速
勤
暇
失
方
向
，
甚
至
「
政
治
」
要
不
是
渝
第
失

去
行
勤
取
向
的
街
啖
巷
陌
就
是
禁
忌
。
仍
然
坚
持
暹
勤
的
人
第
了
保
持
粗
锻

的
凝
聚
力
和
勤
晨
力
熊
可
避
免
要
提
升
眼
前
可
晃
的
利
盆
，
以
便
更
易
跟
群

泉
潘
通
。
可
是
久
之
竟
然
乾
脆
将
具
髓
利
盆
常
作
人
民
暹
勤
的
目
樑
，
於
是

怒
性
循
瑕

入
民
力
量
脆
弱
一
珍
惜
成
果
一
有
利
争
取
具
醴
成
果
就
是
好
的

一
一
切
不
指
向
具
鹘
利
盆
的
都
是
空
联
一
琨
寅
造
戳
是
精
英
时
價
遠
價
｀

陔
支
持
精
英
的
颌
导
以
便
加
大
器
钙
一
攘
渡
擢
力
一
人
民
力
量
熊
法
振
輿
而

艇
续
软
弱
。
而
所
腊
重
祝
群
睾
工
作
就
是
勤
具
一
侗
侗
熙
面
目
的
人
站
在
自

己
的
方
案
背
俊
以
便
更
有
等
钙
时
價
遠
價
。
我
们
以
笢
道
锺
「
莱
鍚
恩
」
式

的
民
民
講
命
正
熊
磐
熊
息
地
扼
毅
香
港
的
民
阴
力
量
。

固
然
，
社
曾
每
佪
人
（
只
要
蛊
其
所
能
，
不
管
是
否
有
助
轻
潜
暹
作
）

都
能
分
享
财
富
是
建
股
公
羲
社
曾
的
必
然
方
向
。
但
是
争
取
财
富
公
平
分
配

亚
不
同
於
钝
粹
争
取
利
盆
，
更
不
能
第
了
更
「
有
效
」
财
富
分
配
而
接
受
妥

摇
的
造
戳
覜
则
，
因
第
适
往
往
堕
入
陷
阱

穗
穗
的
盺
求
和
行
勤
燮
成
只
是

骂
形
式
哉
曾
民
主
造
戙
而
做
的
「
秀
」
。
钝
第
利
盆
而
催
生
的
民
阴
圃
儒
最

归
不
曾
成
离
改
革
社
曾
的
力
量
，
反
而
曾
随
妥
摇
政
治
失
去
管
理
资
本
主

羲
社
曾
的
勤
力
而
消
亡
沉
湍
巨
主
尊
擢
势
統
合
各
方
势
力
的
颌
导
擢
威

(
H
E
G
E
M
O
N
Y
)
的
一
部
份
。

有
甚
者
，
接
受
了
妥
偏
式
递
戟
的
自
唬
「
现
寅
主
羲
」
者
，
笢
了
在
道

塌
利
盆
角
力
中
增
加
等
码
，
往
往
曾
看
準
政
府
的
底
综
，
自
勤
隅
低
盺
求
以

期
吻
合
最
俊
方
案
，
像
公
雒
以
巨
自
己
叫
出
了
太
隔
，
好
去
瞪
明
自
己
的
捞

寅
路
综
一
贯
正
确
。
政
府
就
往
往
利
用
道
穗
妥
院
性
格
去
統
合
管
冶
擢
威
。

各
穗
巨
《
民
阴
抗
争
）
抇
上
「
空
联
」
帽
子
的
講
誰

倒
陨
骇
反
躬
自
间

是
他
们
的
「
出
路
」
更
寅
院
更
有
利
於
民
（
?
)
'
遠
是
不
逸
不
敢
正
祝
那

些
方
案
的
妥
忨
性
格
鹘
了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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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
磨
辦
？

以
直
接
的
社
曾
行
勤
表
逢
出
来
的
抗
争
，
意
羲
遠
遠
大
於
具
醴
的
事
件

目
镖
成
果
，
因
第
慎
正
的
民
间
抗
争
暹
勤
，
嗯
骇
是
人
民
的
自
强
暹
勤

(
S
E
L
F
-
E
M
P
O
W
E
R
M
E
N
T
)

。

在
人
民
自
强
的
面
向
下
，
暹
勤
是
否
成
功
，
再
不
腮
陔
單
單
看
是
否
臣

争
取
到
具
醴
的
利
盆
，
而
端
祝
乎
能
否
促
使
叭
民
反
省
自
己
的
虎
境
，
培
餐

射
社
群
政
治
的
隅
愤
，
不
肯
锅
眼
前
的
利
盆
和
走
俏
的
政
治
口
唬
講
渡
自
身

的
榷
力
。
道
锺
活
活
澄
澄
的
入
民
才
是
日
俊
所
有
健
康
的
社
曾
改
革
的
基

石
。

民
间
抗
争
暹
勤
的
前
综
工
作
者
不
膊
再
是
第
民
講
命
的
道
德
自
大
狂
，

也
不
是
任
何
既
定
政
治
理
骗
的
傅
教
士
。
相
反
我
们
愿
自
祝
摇
嫌
虚
的
脱
导

者
(
P
e
d
a
g
o
g
u
e
)
。
我
们
的
工
作
是
持
稹
不
断
的
促
使
人
民
徙
主
流
政
治

文
化
霸
摇
遵
致
的
麻
木
苟
且
中
役
菇
遏
来
．
。
任
何
政
治
和
行
勤
的
铜
颌
都
是

次
要
的
，
重
要
的
是
敏
锐
自
省
的
人
民
，
那
才
是
社
群
的
基
糙
，
而
不
是
先

有
什
咂
政
治
、
轻
滂
和
社
曾
的
制
度
模
式
（
不
管
它
是
左
中
右
）
，
然
俊
才

将
人
民
像
任
搓
任
塑
的
材
料
填
塞
上
去
。

那
座
资
本
主
羲
轻
滂
矛
盾
下
的
利
盆
拆
求
只
是
人
民
重
拾
射
社
群
存
在

牒
注
的
一
侗
违
程
。
於
是
要
将
颠
倒
的
再
倒
聘
逸
来
：
任
何
争
取
榷
盆
的
目

樑
才
是
策
略
和
手
段
，
都
不
逸
是
人
民
社
群
生
活
寅
跷
的
一
些
事
件

我
们

的
是
一
锺
新
的
社
群
政
主
倘
理

人
民
自
己
有
反
省
探
索
行
厮
窗
钱
的

欲
求
。
我
们
阱
更
臣
重
祝
行
勤
的
逸
程
而
非
行
勤
的
成
土
。

民
了
入
民
自
强
的
民
朋
抗
争
仍
然
要
部
署
行
勤
策
略
，
仍
然
要
罄
算
官

僚
的
戳
略
，
仍
然
要
考
虑
傅
媒
的
效
果
，
可
是
我
们
得
放
粲
暹
等
帷
握
一
范

的
精
英
心
熊

老
是
埋
怨
人
家
遠
命
，
偏
雒
了
酐
剽
安
排

以
致
毁
了
自
己 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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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千
秋
功
粟
。
我
们
站
在
熊
擢
势
者
的
一
遴
，
就
得
清
楚
琨
今
社
曾
中
入
民

能
掌
握
的
里
竞
有
限
，
但
我
们
的
目
樑
以
及
滇
正
的
｀
可
畏
遠
依
靠
的
武
器

是
人
民
的
自
燮

我
们
生
活
在
活
生
生
的
人
民
常
中

是
才
是
照
墒
婴
者
的

于
量

有
一
储
更
重
要
的
戳
塌
，
翡
乎
到
人
民
是
否
有
已
信
存
力
量
去

社
曾
制
度
，
在
那
裹
决
定
了
野
墅
史
和
射
琨
育
的
三
墅
。
牢
固
主
流

統
告
霸
擢
的
不
單
只
是
封
物
贺
资
源
的
控
制
，
更
重
要
是
控
制
了
吉
琨
宵
的

解
荩
灌

c
操
殿
擢
力
者
曾
狻
勤
整
假
教
育
制
度
、
荨
家
坐
者

傅
播
媒
介
，

在
，
＼
民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涽
移
默
化
，
反
覆
脱
教
嚷
我
们
以
炰
琨
育
是
理
所
常

然
的
，
是
能
祈
求
的
最
善
者
，
是
有
擢
有
势
的
施
舆
，
我
们
感
恩
也
来
不

及
，
而
且
将
来
的
也
必
曾
如
此
。
人
民
直
接
抗
争
行
勤
的
竟
羲
正
在
於
能
畟

露
墅
控
的
制
度
和
在
人
民
生
活
周
圉
熊
形
的
擢
力
。
争
鸾
了
射
社
俞
现
寅
的

解
霹
擢
，
我
们
巳
轻
在
人
民
之
中
埋
下
了
将
来
行
勤
以
岊
更
澈
底
更
滇
裁
改

革
的
希
望
和
潜
能
。

希
望
将
来
民
阴
每
次
暹
勤
的
桧
肘
主
题
是
我
们
在
培
萎
了
多
少
人
民
意

蛾
－
而
不
是
因
自
大
接
受
不
了
琨
寅
失
败
而
互
相
埋
怨
指
责
。

12
 

社
蓬
篇

社
合
莲

十
洽

缪
思
華

. 
G

 F
;a
nk
在
一
九
八
九
年
＜
世

按
：
本
文
撮
要
霹
窝
自

M.
Fu
en
te
s
和

A.
．

界
骏
展
＞
第
十
七
卷
第
二
期
的
同
名
文
章

忙

一
、
社
含
蓬
勤
一
一
新
遠
是
茗
？

，
比
较
喜
歉

外
圉
造
步
垒
衔
界
探
时
掌
代
社
含
遣
勤
的
角
色
和
作
用
晇

援
引
一
侗
流
行
的
分
赎
法
，
将
社
含
暹
勤
分
笢
「
新
型
」
和
「
酱
型

j
雨

锺
，
其
中
「
酱
型
」
社
曾
暹
勤
往
往
指
稚
那
些
有
改
夔
资
本
主
羲
制
度
的
倾

向
、
以
坴
祡
工
人
第
主
、
以
工
曾
或
工
人
政
黛
颌
尊
、
目
的
是
要
求
改
燮
政

治
及
轻
渚
懦
力
分
怖
、
不
同
程
度
地
倾
向
社
曾
主
羲
的
暹
勤
，
而
新
近
輿
起

的
那
些
不
以
政
寝
制
度
芦
主
要
挑
戮
射
象
，
相
富
一
部
份
由
中
查
者
参
舆
推

勤
，
祖
辐
比
较
分
散
化

以
劳
勤
者
以
外
的
身
份

例
如
性
别
、
穗
族
、
地

域
、
宗
教
等
民
暹
勤
主
鹘
，
不
以
全
面
茸
取
政
治
或
轻
渚
擢
力
，
倒
以
文
化

及
社
曾
牒
保
芦
遣
勤
针
射
目
镖
的
社
曾
暹
勤
则
臣
「
新
型
」
社
曾
遣
勤
。
但

庄
陨
克
貂
笢
逜
锺
画
分
，捆
大
意
羲

因
笢
事
寅
上
贷
墅
史
上
看
，
西
歇
工
人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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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逢
篇

暹
勤
其
寅
是
近
一
世
杞
才
出
现
的
新
事
物
，

勤
、
民
族
暹
勤
，
以
至
宗
教
、
嫦
女
暹
勤
等
，其
他
睹
如
晨
民
暹
勤
、
社
谣
暹

歪
、
非
、
拉
美
及
伊
斯
陨
世
界
，

都
各
有
悠
久
的
墅
史
。
在

多
穗
形
式
的
社
曾
暹
勤
，

社
曾
辖
夔
的
勤
力
来
源
。

徙
来
就
是
推
勤

骰
格
地
脱
，
其
寅
只
有
生
熊

因
碌
色
暹
勤
所
釬
射
的
问
题
，

／
躲
色
暹
勤
才
慎
正
是
新
社
曾
暹
勤
，
因

的
确
是
近
代

界
的
简
圉
看
，
世
界
资
本

世
界
狻
展
的
间
题
。
但
就
全
世

主
羲
登
展
（
包
括
徙

囡
主
羲
形
式
）
巨

前
所
探
用
的
殖
民

斤
引
致
的
殿
重
俊
果
及

主
羲
／
帝

謹
暹
勤
能
全
面
涵
盖
。

社
曾
作
出
的
反
抗
，
就
遠
非
璞
境
保

所
i胃
「
售
式
」
工
人
暹
勤
，
卒

的
社
曾
暹
勤
，
立

7
日
可
以
被
祝
民
社
曾
上
其

又
特
定
倏
件
和
峙
空
的
限
制
。
「

中
一
锺
特
定

来
」
已
婴
成
空
洞
口
赞

全
世
界
熊
坴
階
极
圈
秸
起

其
他
社
曾
速
勤
一
樑
，
，
但
道
不
意
味
工
暹
重
要
性
的
消
退
。
事
寅
上
，
和

工
人
暹
勤
徙
来
都
一
是
受
特

地
匿
、
民
族
的
利
盆
巨
其

定
晇
空
所
短
限
，
以
佪
别

主
要
取
向
。

煦
燮
化
程
度
高
的
特
性

新
社
曾
暹
勤
雒
云
有

，
但
其
寅
它

自
寝
性
强
和
通

派
的
精
神
或
物
贺
遣
痊

们
多
是
甜
承
著
劳
工
逋
勤
或
其
政
治
黛

，
在
租
锻
和
颌
遵
方
式
上
仍
受
其
影
霄
。

社
逢
篇

二
、
社
合
邃
勤
—
—
多
揉
化
遠
是
有
共
同
目
揉

赏
代
社
曾
逋
勤
有
很
多
颊
型
，

例
如
追
取
性
及
保
衡
性
，

也
有
很
多
分
析
道
些
颊
型
的
分
颊
法
，

追
步
、
反
勤
或
逃
避

弱
舆
否
，
及
到
囡
家
擢
力

，
道
勤
租
跪
内
的
曆
极
性
强

特
别
是
射
暹
用
暴
力

法
陨
克
腔
笃
常
代
社
曾
逼
勤
大
夕

的
熊
度
不
同
等
的
分
别
。

置
湛
勤
，
就
是
要
保
衢
）
』
已

夕
是
保
衡
性
的
，
藷
如
第
三
世
界
的
社

/
生
活
的
社
群

侵
害

而
西
方
的
和
平
道
勤

免
受
韵
涽
危
榄
或
政
右
壑
制
的

然
和

ird:
群
的
破
壤
。

、
瑕
境
暹
勤
也
是
针
野
画
家
口

他
们
訧
民
社
曾
逼
勤
的
追
步

或
轻
浩
力
量
野
自

求
笢
世
界
，
以
及
第
自
己
自
身
而
建
立
一

性
赁
在
乎
逼
勤
是
否
以
追

侗
更
好
的
秩
序
臣
目
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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雒
然
有
多
樑
差
异
，
但
所
有
道
些
社
曾
暹
勤
都
是
以
道
德
力
量
，
密
狻

自
侗
人
的
追
求
公
羲
的
感
燮
阴
始
，
亚
等
求
建
立
蜀
於
社
曾
自
身
的
力
量
。

适
穗
公
羲
感
往
往
比
起
生
活
倏
件
的
恶
化
，
更
具
有
勤
员
人
心
的
作
用
。

逜
穗
能
指
豚
出
剥
削
和
座
制
来
源
的
正
羲
感
，
在
人
们
中
阴
，
建
立
了

以
性
别
、
民
族
地
匿
或
階
级
炰
「
休
戚
舆
共
的
群
翠
」
的
昭
同
感
。
道
穗

「
同
食
一
軞
」
的
感
燮
又
透
遏
社
曾
暹
勤
而
得
以
鸯
固
。
所
以
，
社
曾
力
量

是
透
遏
在
社
曾
速
勤
中
，
群
翠
的
勤
晨
和
参
舆
而
给
参
舆
者
所
引
狻
出
来
和

牢
固
掌
握
的
。
社
曾
力
量
来
自
社
曾
速
勤
，
不
是
来
自
任
何
既
成
制
度
架

橘
。
事
寅
上
，
建
制
化
遏
程
往
往
曾
削
弱
社
曾
暹
勤
，
而
囡
家
擢
力
甚
至
曾

否
定
社
暹
（
雏
然
暹
勤
以
外
的
建
制
力
量
或
盟
友
有
晇
曾
起
保
謹
和
促
迤
的

作
用
）
。
社
曾
暹
勤
不
能
單
靠
零
星
的
自
装
行
勤
，
社
曾
暹
勤
需
要
弹
性
、

震
活
、
自
主
、
非
褶
威
型
的
粗
辍
形
惩
，
道
穗
露
活
的
组
锻
方
法
不
等
如
要

改
婴
成
建
制
的
一
部
份
。
相
反
的
，
新
型
的
社
曾
力
量
是
透
遏
不
断
保
-
持
自

已
在
暹
勤
之
中
来
挑
戳
现
存
圉
家
橘
力
的
。

三
～
社
合
邃
勤
之
起
伏

一
方
面
，
社
曾
暹
勤
不
断
对
社
曾
瑕
境
作
回
嗯
，
所
以
曾
随
社
曾
上
之

轻
滂
、
政
治
及
意
哉
形
熊
斐
化
而
有
起
伏
；
另
一
方
面
，
社
曾
暹
勤
的
狻

展
，
徙
内
部
看
也
可
旯
其
波
勤
循
瑕
的
特
徵
。
不
同
晇
阴
梩
面
，
在
社
曾
暹

勤
的
参
加
人
敷
、
勤
员
力
量
及
影
譬
力
也
不
一
樑
。

常
社
曾
经
渚
走
下
坡
晇
，
社
曾
上
的
抗
争
也
陲
之
而
起
，
社
曾
暹
勤
的

姿
熊
也
往
往
因
而
更
晃
追
取
性
。
在
掌
今
世
界
性
的

i配
音
危
棵
常
中

熊
誰

束
方
、
西
方
遠
是
南
方
圉
家
，
人
民
野
於
囡
家
视
器
解
决
阴
题
的
能
力
和
决

心
都
普
遍
地
坴
生
不
信
任
，
而
不
同
虔
境
下
的
人
民
就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推
勤

非
囡
家
化
的
社
曾
速
勤
，
官
試
重
新
粗
辙
和
界
定
社
曾
及
政
治
生
活
的
内

容
。

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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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邃
篇

九

社
逢
篇

不
少
暹
勤
起
初
都
是
保
衡
性
，
或
只
能
釬
射
眼
前
的
利
盆
，
道
是
客
覜

瑕
境
所
决
定
的
。
所
以
赏
缨
境
有
所
韓
燮
，
有
峙
社
曾
暹
勤
曾
暂
晇
失
去
抗

争
的
目
樑

常
一
些
暹
勤
目
樑
祫
赢
取
逸
来
，

制
中
去
，
暹
勤
也
曾
因
而
失
去
勤
力

又
或
者
祫
吸
钠
到
常
轨
的
建

尤
其
是
一
些
钝
粹
依
靠
魅
力
型
颌
袖

来
推
勤
的
社
曾
暹
勤
，
更
骂
如
此

但
雏
然
社
曾
暹
勤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受
瑕
境
影
容
而
有
一

曾
暹
勤
所
穑
累
的
成
果
邑
曾
反

匕
的
起
伏
，
但
社

遇
来
影
窑
墅
史
追
程
，
口

往
未
必
是
原
初
社
曾
暹
勤
的
目
镖
，

＾
不
遏
道
些
追
程
往

墅
史
而
巳
。

而
是
透
逸
各
锺
曲
折
的
路
笣
才
能
缔
造

四
、
社
合
邃
勤
的
階
级
梢
成

五
、
社
合
邃
勤
輿
围
家
摧

在
西
方
，
新
社
曾
暹
勤
大
部
份
以

措
的
燮
化
，
如
服
捞
性
行
桨
擅
展
，

中
坴
階
极
骂
本
，
道
舆
西
方
社
曾
秸

自
偏
人
口
增
多
等
有
牒
。
在
璞
境
、
和

平
、
女
擢
、
社
语
租
绿
、
少
数
民
族
歧
祝
等
间
题
上
透
遇
追
求
正
羲
的
呼

管
、
往
往
令
中
坴
者
感
受
最
强
烈
。
但
一 ＿
不
少
社
曾
暹
勤
，
雏
然
由
中
坴
人
士

作
颌
等
，
但
其
踝
题
是
跨
雇
居
的
，

虞
泛
的
群
翠
基
碌
。

例
如
美
囡
少
数
民
族
的
民
擢
遣
勤
就
有

其
徵
象
及
反
抗
的
、
而
低
下
階
曆
的
不
满
常
常
是
翡
乎
轻
浒
利
盆
罔
题
，
但

途
径
常
常
是
透
遏
睹
如
瑕
保
、

曾
速
勤
而
表
现
出
来
的
。

和
平
、
社
谣
等
等
多
元
社

在
第
三
世
界
，
工
人
或
演
泛
的
民
熙
仍
然
是
社
曾
暹
勤
的
基
晓
，
他
们

往
往
在
图
内
或
囡
隙
轻
浩
出
琨
危
榄
的
旰
候
受
害
最
深

社
曾
暹
勤
紨
辙
，
装
捆
保
衡
、

，
他
们
参
舆
自
登
的

自
助
、
合
作
的
精
神
，

些
反
抗
和
保
衡
性
行
勤
，

争
取
隐
有
惜
盆
。
道

以
多
元
社
曾
暹
勤
及
所
講
酋
式
的
工
逼
或
階
极
严

争
表
现
出
来
，
骂
人
民
的
民
主
参
舆
和
人
民
力
量
的
自
我
肚
大
而
努
力
。
在

第
三
世
界
，
地
域
、
居
所
、
鬻
菜
、
阴
色
、
捂
言
和
宗
教
，
都
可
以
同
峙
成

骂
屋
迫
或
解
放
的
工
具
、
。
社
曾
迤
勤
反
映
著
道
些
社
曾
内
部
的
蜡
粽
搜
雒
牒

I6
 

保
，
一
如
既
往
，
道
些
暹
勤
也
成
席
提
供
某
些
中
痊
人
士
加
入
作
颌
瑰
人
物

的
场
所
。

由
於
逜
些
地
域
性
的
社
群
暹
勤
加
入
很
多
其
他
身
份
昭
同
的
元
素
，
不

可
免
地
有
晇
曾
出
琨
互
相
衡
突
以
至
射
堡
和
兢
争
的
地
方
。
富
政
冶
、
轻
浩

的
危
横
愈
深
重
，
囡
家
和
政
黛
不
能
操
歌
之
熙
，
道
些
社
群
之
阴
的
衡
突
就

更
明
殿
。
所
睛
社
曾
主
羲
陲
营
其
寅
也
不
能
置
身
社
曾
暹
勤
之
外
，
波
陨
和

中
圉
就
是
例
子
，
其
形
惩
也
舆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方
相
似
：
秸
合
社
曾
各
階
曆

的
力
量
，
同
晇
亦
突
貊
出
民
族
｀
宗
教
、
生
熊
、
和
平
、
女
擢
等
因
素
。

大
多
敷
社
曾
暹
勤
亚
非
追
求
囡
家
擢
力
，
反
而
是
要
在
囡
家
横
器
之
外

建
立
自
主
。
道
些
以
社
群
骂
基
晓
的
社
曾
遣
勤
以
公
羲
臣
原
则
，
追
求
的
目

镖
有
屡
於
物
赏
利
盆
或
非
物
赏
利
盆
的
。
草
根
民
翠
能
参
舆
的
民
主
方
式
就

是
社
曾
暹
勤
所
追
求
的
非
物
赏
利
盆
的
一
穗
。

北
方
先
迤
阙
的
社
曾
暹
勤
可
能
更
多
重
祝
非
物
贺
利
盆
的
民
主
憤
值
，

但
熊
誰
南
北
圉
家
、
轻
淮
力
量
熊
諒
在
繁
荣
或
危
横
旰
期
，
都
往
往
不
是
基

居
人
民
可
以
控
制
｀
射
民
睾
生
活
有
利
的
。
囡
家
擢
力
，
以
及
那
些
以
追
逐

囡
家
擢
力
黔
任
榜
的
政
黛
，
面
射
逜
些
巨
大
的
轻
浩
力
量
峙
也
蹈
得
熊
能
第

力
，
有
时
更
加
是
狼
狠
骂
奸
。
社
曾
暹
勤
是
人
民
自
登
的
自
我
保
衡
，
反
映

出
民
熙
射
琨
存
建
制
中
的
政
治
遏
程
失
望
和
不
信
任
。
有
峙
，
道
些
囡
家
和

政
府
制
度
本
身
就
成
第
民
熙
抗
争
的
目
樑
。

社
曾
暹
勤
轻
常
争
講
的
一
侗
罔
题
就
是
如
何
舆
穗
穗
政
府
制
度
相
虔
。

以
西
德
禄
黛
的
轻
酴
笢
例
，
就
有
雨
穗
暹
勤
内
部
的
分
歧
意
旯
，
其
一
主
张

在
建
制
内
，
以
琨
寅
的
熊
度
，
透
遏
争
取
参
舆
各
穗
政
治
横
牒
、
政
黛
等
来

争
取
有
利
位
置
，
但
另
外
一
些
意
旯
就
昭
骂
参
舆
其
他
政
黛
桔
盟
曾
出
贾
了

原
初
的
理
想
，
使
参
舆
暹
勤
者
射
社
曾
暹
勤
日
渐
冷
漠
起
来
。

__
l

___ 

_
j
 炽 七 ＿ ＿l ＿ ＿l = － － － 二 － 一 二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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孚
联
的
焦
贴
在
於
参
舆
建
制
是
暹
勤
的
目
樑
遠
是
手
段
，
而
第
了
逢
致

暹
勤
的
具
鹘
目
棵
而
探
用
的
手
段
，
曾
否
出
贾
了
原
先
目
棵
？

那
些
所
睛
酱
型
社
曾
暹
勤
，
往
往
以
粗
辕
成
各
颊
政
黛
粗
辍
摇
目
棵
，

琨
在
主
张
遠
雕
政
黛
及
园
家
擢
力
根
横
的
新
型
社
曾
暹
勤
，
有
否
取
代
原
有

社
曾
暹
勤
的
倾
向
和
必
要
呢
？

六
、
社
合
邃
勤
輿
社
合
革
新

正
如
上
面
的
章
箭
所
表
明
，
社
曾
暹
勤
雏
然
有
各
穗
局
限
，
但
仍
然
是

社
曾
革
新
的
重
要
带
勤
者
，
因
第
社
曾
暹
勤
可
以
填
捕
囡
家
及
其
他
社
曾
文

化
鹘
制
所
不
能
满
足
社
曾
成
员
利
盆
的
空
白
。
熊
疑
一
些
社
曾
暹
勤
，
如
宗

教
暹
勤
試
圈
宣
揭
傅
統
生
活
方
式
和
價
值
，
但
不
少
其
他
社
曾
暹
勤
，
是
以

追
求
生
活
方
式
的
革
新
痔
眽
志
的
。

不
遇
，
侗
别
社
曾
暹
勤
往
往
受
制
於
客
戳
的
瑕
境
和
制
度
，
射
暹
勤
狻

展
的
有
利
瑕
境
一
旦
失
去
，
暹
勤
也
曾
燮
得
走
向
消
亡
。
而
且
，
很
多
社
曾

性
的
革
新
也
未
必
是
由
社
曾
暹
勤
所
推
勤
。
特
别
是
世
界
性
的
轻
渚
狻
展
，

科
技
及
文
化
琨
代
化
等
追
程
，
往
往
比
起
社
曾
暹
勤
，
甚
而
是
囡
家
制
度
更

具
有
强
大
的
力
量
。
然
而
，
逜
些
力
量
不
單
没
有
使
社
曾
暹
勤
完
全
消
亡
，

相
反
的
，
正
因
骂
社
曾
暹
勤
所
追
求
的
是
在
适
些
世
界
轻
滂
的
巨
大
力
量
下

辱
求
自
立
和
自
主
，
所
以
目
前
道
些
力
量
正
在
促
成
更
多
社
曾
暹
勤
出
现
。

因
笢
社
曾
暹
勤
的
吸
引
力
是
社
曾
隋
泛
存
在
著
不
公
羲
、
不
平
等
，
社

曾
粗
辙
和
人
们
的
文
化
貂
同
遭
受
各
锺
不
同
形
式
的
侵
害
和
剥
套
旰
透
遏
参

舆
社
曾
暹
勤
而
涣
狻
出
的
遣
傅
力
量
，
正
是
使
社
曾
大
睾
能
保
有
希
望
和
信

念
的
所
在
。
所
以
穗
穗
客
戳
上
来
諒
厮
於
非
理
性
的
救
喷
冀
盼
，
透
遇
参
舆

社
曾
暹
勤
，
往
往
曾
夔
成
侗
人
主
覜
上
野
琨
盲
作
抗
争
旰
穗
锺
寅
陷
上
理
性

的
寄
耗
。 由
此
看
来
，
社
曾
暹
勤
本
赁
上
是
「
反
鹘
制
」
的
。
不
通
要
清
楚
—
国
古

18
 

的
是
，
只
有
很
少
社
曾
暹
勤
在
意
圈
上
是
撒
底
反
醴
制
的
。
由
桔
果
或
成
效

来
衡
量
，
滇
正
做
到
「
反
髓
制
」
的
更
不
多
，
因
笃
社
曾
速
勤
的
成
果
往
往

雌
以
稹
累
。
不
遇
，
我
们
要
知
道
，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效
是
傩
以
用
它
明
额
的

表
面
意
圈
来
比
较
的
，
它
的
效
果
往
往
是
靠
不
知
不
登
中
涽
移
默
化
而
成
。

醴
制
往
往
要
吸
钠
或
者
收
编
社
曾
暹
勤
的
成
果
。

七
、

「
脱
勾
」
輿
遇
向
社
合
主
羲

， 、

!,
'i ,̀
f,'

,̀
\ 

要
南
方
的
依
附
性
囡
家
徙
资
本
主
羲
世
界
轻
浩
中
完
全
脱
雒
，
已
轻
瞪

明
是
不
可
能
寅
现
的
。
束
欧
社
曾
主
羲
集
圉
也
渐
渐
重
新
钠
入
世
界
轻
渚
鹘

系
中
。
然
而
，
道
不
是
脱
「
脱
勾
」

(
d
e
-
l
i
n
k
)
的
提
法
需
要
完
全
放
粟
，

反
之
，
社
曾
速
勤
可
以
提
供
射
道
提
法
的
另
一
穗
拴
愕
。

．
社
曾
速
勤
是
要
在
酱
的
勾
埋
之
外
，
在
社
曾
及
其
成
员
之
阴
，
综
造
新

的
不
同
的
勾
速
。
例
如
宗
教
暹
勤
是
第
仍
然
抱
持
信
念
者
提
供
克
服
孤
狗
、

疏
雒
的
人
熙
速
桔
，
少
敷
民
族
暹
勤
锅
其
成
员
鸯
固
其
民
族
的
自
尊
和
身

份
，
提
供
出
路
。

. 
其
寅
，
遇
向
社
曾
主
羲
逜
一
提
法
也
要
重
新
理
解
。
正
富
所
腊
琨
存
社

曾
主
教
的
鹘
制
正
在
崩
溃
，
朝
向
更
好
的
社
曾
主
羲
的
道
路
瞪
明
是
要
另
辱

出
路
。
舆
富
年
，
男
克
思
所
信
奉
的
所
睛
「
科
孚
社
曾
主
羲
」
相
比
，
其
官
所

講
「
空
想
社
曾
主
羲
者
」
所
坚
持
的
，
可
能
更
笃
符
合
现
寅
。
他
们
主
张
以

胳
踏
寅
地
的
步
踩
追
求
社
曾
主
羲
，
不
依
靠
套
取
园
家
擢
力
来
寅
琨
理
想
。

他
们
更
曾
推
追
重
建
性
别
牒
保
，
更
重
祝
人
民
参
舆
一
的
重
要
。
道
些
都
是
今

曰
社
曾
暹
勤
者
所
特
别
注
意
的
地
方
，
但
它
们
往
往
都
给
彶
来
的
所
講
科

社
曾
主
羲
者
遣
忘
或
忽
略
。

所
以
，
今
曰
遇
向
社
曾
主
羲
出
路
的
方
向
，
可
能
更
多
是
掌
握
在
社
曾

暹
勤
的
推
造
者
富
中
。
他
们
不
單
竭
力
将
人
想
徙
同
一
侗
走
向
夤
本
主
教
超

度
装
展
的
深
消
中
挽
救
出
来
的
希
望
所
在
，
更
是
新
的
社
曾
秸
速
的
推
勤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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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再
者
，
雏
然
很
少
社
曾
谨
勤
是
以
圉
家
之
阴
骂
單
位
，
但
如
女
性
、
和

平
及
生
熊
暹
勤
，
都
有
跨
酮
（
也
就
是
非
圉
家
）
的
特
色
，
以
人
民
舆
人
民

之
阴
百
骂
焦
贴
。
道
些
遣
勤
比
起
所
腊
「
一
囡
建
成
社
曾
主
羲
」
模
式
的
重
覆

-
更
有
带
来
多
元
化
社
曾
主
羲
理
想
的
涽
力
。

八
、
邃
勤
中
的
结
盟
和
街
突

很
多
不
同
界
别
的
社
曾
暹
勤
，
都
有
成
员
身
份
重
叠
的
情
况
。
在
拉
丁

美
洲
，
女
性
和
社
困
遠
勤
的
参
舆
者
，
常
常
有
所
重
叠
，
她
们
的
女
性
主
羲

角
度
：
：
往
往
骂
社
困
暹
勤
带
来
新
的
要
求
和
方
向
。
在
西
方
，
瑕
保
、
禄
色

暹
勤
和
女
性
、
和
平
暹
勤
的
目
樑
也
有
很
多
共
通
之
虔
。
他
们
大
都
避
免
纠

缠
在
射
囡
家
橘
力
的
追
逐
之
中
，
道
模
第
他
们
之
阴
的
结
盟
，
造
就
了
很
多

倏
件
下
更
且
，
在
女
性
的
噬
泛
参
舆
底
下
，
逜
些
暹
勤
更
能
醴
琨
共
同
精

神
、
互
相
支
援
、
人
陪
惘
辂
和
参
舆
式
民
主
。

一

在
其
他
宗
教
、
」
民
族
和
穗
族
遣
勤
中
，
成
具
重
叠
也
很
普
遍
，
有
晇
是

因
凭
有
共
同
目
樑
，
有
晇
是
因
序
有
共
同
敞
人
。
道
些
逼
勤
的
隔
键
性
颌
尊

人
物
很
多
晇
第
暹
勤
舆
速
勤
之
阴
抇
起
繫
密
的
逋
繫
。

常
然
，
社
曾
暹
勤
也
常
出
琨
矛
盾
和
兢
争
，
宗
教
和
民
族
速
勤
互
相
之

阴
有
兢
争
，
也
和
女
性
遠
勤
的
一
般
目
樑
轻
常
射
立
，
甚
至
道
些
暹
勤
的
膀

利
往
往
以
镜
牲
女
性
暹
勤
的
目
镖
炰
代
價
。
道
些
例
子
在
伊
朗
、
尼
加
拉
瓜

等
都
不
誰
找
到
。

社
曾
暹
勤
内
部
也
常
因
骂
目
镖
和
手
段
之
阴
的
制
重
贴
不
同
而
潜
在
衡

突
，
暹
勤
之
阴
有
峙
也
只
是
因
芦
戳
衔
原
因
而
桔
盟
，
而
富
秸
盟
的
戳
衔
需

要
失
去
，
矛
盾
很
容
易
出
琨
。
在
宗
教
暹
勤
中
，
往
往
瘟
含
巨
大
的
追
求
解

放
的
精
神
力
量
，
但
同
晇
亦
有
很
强
的
反
勤
超
向
。
甚
至
，
常
道
些
暹
勤
成

功
之
俊
，
被
反
勤
和
倒
退
的
力
量
所
利
用
和
控
制
。

， ＇ ， ， 夕 ； ）

.
i
 ， ＇ ， 袁 戛 冬 ， i

A
 

上

、

、
新
型

r 
J 

社
曾
墨
勤
是
漫
做
漫
想
的
事
，
外
阴
的
人
射
社
曾
暹
勤
的
目
樑
和
手
法

的
指
尊
，
很
多
晇
都
只
曾
有
反
效
果
。
社
曾
暹
勤
尤
其
不
能
借
用
任
何
未
来

社
曾
的
理
想
蓝
圈
。
骂
克
思
和
阿
富
史
密
斯
都
避
免
道
樑
做
，
不
遇
道
郤

是
那
些
自
称
是
他
们
的
追
精
者
们
哏
喜
爱
的
做
法
。
由
知
戮
份
子
或
抱
善
良

顾
望
的
入
所
给
予
的
好
指
引
是
很
摊
水
{-
－
得
的
，
而
且
也
很
雌
笢
社
曾
暹
勤
所

吸
收
和
消
化
。
更
骂
不
洽
常
的
大
抵
就
是
向
（
一
如
本
文
作
者
？
）
那
些
旁

覜
者
，
求
取
輛
遵
。

社
曾
遣
勤
往
往
更
能
徙
参
舆
者
的
祝
野
和
组
撮
技
巧
上
条
恩
系
吉
和
得
盆
，

很
偶
然
地
也
可
以
贷
一
些
遏
客
或
旁
戳
者
身
上
了
解
到
其
他
暹
勤
、
黛
派
及

圉
醴
的
做
法
、
分
析
和
轻
豁
。
目
前
，
很
多
社
谣
遣
勤
都
是
外
阴
圉
醴
，
例

如
教
曾
、
非
政
府
祖
辍

(N
GO

)
、
甚
至
政
府
横
横
所
支
持
，
甚
至
依
赖
了
它

们
。
道
穗
援
助
和
依
赖
的
危
除
是
，
社
曾
遣
勤
很
．
容
易
受
到
逗
些
横
惜
的
吸

钠
，
芦
忑
些
攒
褐
的
侗
别
领
尊
人
物
石
中
介
组
辙
及
其
目
镖
所
收
编
。

社
曾
暹
勤
的
特
贺
仍
然
是
，
也
一
定
要
是
，
用
自
己
的
方
法
走
自
己
的

路
。
甚
至
可
以
暹
樑
諒

配
於
社
曾
暹
勤
来
貌
，
骂
其
参
舆
者
及
他
人
提
供

自
身
的
参
舆
，
投
入
射
自
我
的
革
新
的
遏
程
，
不
断
反
覆
詈
試
和
逸
嘻
新
瑕

境
，
才
是
首
要
的
事
。
道
也
是
社
曾
暹
勤
的
希
望
所
在
。

阴
民
主

骂
甚
险
社
曾
暹
勤
有
循
壤
起
伙
飞
防
面
性

短
暂
性
、
矛
盾
性
和
寰
力

單
薄
，
郤
仍
是
革
新
社
含

筛
造
新
社
曾
结
湟
的
力
量
？
遣
是
因
臣
社
曾
遣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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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可
以
参
舆
撰
大
和
再
定
羲
民
阴
社
曾
的
民
主
。

在
资
本
主
羲
和
社
曾
主
装
的
理
编
傅
統
和
寅
践
中
，
囡
家
楠
成
和
囡
家

擢
力
是
侵
先
的
，
民
主
就
是
在
政
治
和
轻
滂
曆
面
下
射
囡
家
事
榜
的
参
舆
。

但
是
囡
家
和
建
制
射
琨
存
擢
力
的
介
入
巳
不
能
虔
理
很
多
侗
人
和
社
曾
所
牒

心
的
事
。
在
轻
涽
危
搜
的
旰
期
，
固
家
能
力
的
缺
陷
就
更
笃
明
罪
。
现
存
那

套
政
治
追
戳
思
则
已
不
合
晇
宜
。

因
此
，
多
穗
颊
型
的
社
曾
暹
勤
滂
现
，
改
窝
建
制
的
造
敷
短
别
，
把
民

阴
社
曾
捚
新
的
民
主
社
曾
力
量
，
包
容
到
民
主
制
度
的
理
念
中
。
道
模
，
社

曾
和
政
治
力
量
的
重
L
，
徙
政
治
制
度
或
翱
浩
所
有
制
翱
移
到
民
阴
社
曾
和

文
化
的
参
舆
性
民
阴
民
主
及
其
力
量
之
上
。
道
些
努
力
涵
盏
一
切
，
包
括
家

庭
、
埽
女
以
至
更
隋
期
的
社
杳
事
榜
。

很
多
民
阴
f斤
牒
心
的
事
榜
，
已
不
能
單
由
建
制
性
的
、
政
治
囡
家
擢
力

来
解
决
，
民
阴
／
社
曾
的
成
员
更
多
地
以
民
主
的
方
式
追
求
各
自
、
有
旰
甚

至
互
相
衡
突
的
多
元
目
樑
。
医
了
逜
些
理
想
，
民
阴
社
曾
的
公
民
们
透
逸
多

穗
自
立
、
自
强

(S
e

I 
f-

er
n

p
o

.w
e 
ri

ng
)
的
社
曾
逼
勤
及
民
叨
圉
鹘
来
勤
晨
自

已
。

同
旰
，
再
一
次
出
现
酐
民
主
的
渴
求
，
也
就
是
寅
熙
上
同
旰
在
重
新
定

羲
「
民
朋
民
主
」

(C
iv

il
de

mo
cr

ac
y)
。
在
西
方
，
要
求
更
多
参
舆
性
的

民
主
，
反
映
在
日
超
下
降
的
遗
犁
投
票
率
之
上
。
在
束
方
，
射
新
民
主
的
渴

求
透
逸
民
阴
社
曾
暹
勤
反
映
在
中
囡
、
稣
脂
、
束
欧
各
地
的
社
曾
自
治
粗
辙

及
民
睾
示
威
活
勤
中
。
在
南
方
，
侗
人
和
民
睾
参
舆
的
要
求
，
重
塑
民
阴
社

曾
和
文
化
，
已
轻
在
夸
取
囡
家
榷
力
之
外
，
日
渐
树
立
了
在
民
主
逼
勤
中
的

地
位
。

些
在
社
曾

主
」

新
的
漫
畏
「
通
程
」
中
，
民
阴
社
曾
的
自
宣

参
舆
式

比
起
政
冶
上
的
民
字

亘
要
性
正
日
盆
增
加
。

居
莲
篇

22
 

文
6

: , 1 , ' l , 1 , 1 ; I ' \ · , , I i i ! i 1 , 1 \

｝

I . ， ＇ 上 .
.
.
 

,
.
,
§
,
,

TJ
L,

-rr
., 

,
;

?
t,
I,
§
' 

.•
 

' 

23
 

473



新民权运动：书写“中国人的权利” 
秋风 

 

未来的历史学家书写 2003 年的历史，如果说有什么必须写上一笔的话，那一定会

包括过去一年中所发生的一连串公民维护个人权利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以一种悲

剧的方式“中国人的权利”逐渐地从纸面凸现出来，并在制度层面产生了震动。 

人身、财产、参与治理 

最引人注目的依然是维护人身自由权利的事件，包括生命权、自由迁徙权、隐私

权等。案例一：2003 年 4 月 25 日，《南方都市报》发出了一篇似乎并不算重大的报

道：《大学毕业生因无暂住证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然而，事实证明，它是 2003 年

最具轰动性的一条新闻。知识分子也行动起来。政治、法律学术界和律师界组织了多

次学术活动，对孙案及其背后的制度因素进行反思。五位学者——贺卫方、盛洪、沈

岿、萧瀚、何海波——在网络上发表声明，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孙志刚案及收容遣

送制度实施状况启动特别调查程序。贺卫方、姜明安、杜钢建、季卫东等四位法学教

授又就孙志刚案致函最高人民检察院，建议向全国媒体公布此案调查的详细过程与调

查中所获取的所有重要证据，而不仅仅是结论，并建议高检采取其它法律技术手段，

保障案件得到公正处理。俞江、腾彪、许志永三位法学博士则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

建议对国务院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进行违宪审查。 

6 月 5 日，广州市中级法院、白云区、天河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致孙志刚死亡的

被告人。6 月 1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

案例二：成都三岁女孩李思怡也有一中悲惨的故事唤起一场公共事件。2003 年 6 月 4
日，李思怡的母亲因吸毒被当地警察部门抓走，由于“警察的不作为”，李思怡活活

饿死在自己家中，一直到 17 天之后，6 月 21 日，邻居才发现孩子的尸体。 

四川媒体记者在采访这起事件后，却在报社压力下未能发出稿件，但这篇名为

《成都市青白江区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惨剧》的报道，从网络发出。立即引起关注。

从 9 月到 10 月份，在网上有三百多名网友自愿禁食一天，体验小思怡饥饿的感觉，以

此表示纪念一群成人的纪念，希望唤起社会关注此案。 

10 月 30 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原金堂县民警王新、黄小

兵被新都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玩忽职守罪提起公诉。 

公民们也积极地维护个人财产权，尤其是土地的权利和房屋的权利。 

在政府的主导下，中国各地的城市正在旧貌换新颜，而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土

地、房屋的财产权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转移，普通平民被金钱和权力无情地驱出

市中心。大多数民众接受了这个事实，但也不乏坚定捍卫自己合法权利者。由于土地

的征用本身就是政府行为，因而，在有关土地、房屋的纠纷中，政府既是当事人，又

是裁判。政府甚至可以动用执法机关来强制拆迁，所谓野蛮拆迁，大多数是政府作

为。面对此情，一些绝望的公民，只能以极端的行为——自焚——来主张他们的财产

474



权。他们的死亡似乎也许并非完全无益。2003 年秋天，政府部门似乎终于注意到了野

蛮拆迁问题。然而，此刻，城市的拆迁历程其实已经接近完成了。 

普通公民也开始通过个体的努力，将写在纸面上的政治权利转化成真实的权利。 

似乎是从南国开始，继人姚立法首次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人大代表成功后，在

2003 年 5 月份的深圳市各区人大代表选举中，涌现出一大批体制外的候选人。到了年

底，北京的若干公民——人民大学“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中心的研究员舒可心、北

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硕士生殷俊，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明亮以及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的另外四名学生，纷纷以独立候选人的身份参与此次区县人大代表换届

竞选。刚在孙大午案件中担任完辩护人的许志永博士，也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

海淀区人大代表选举。 

在政治权力中，还有一种权利：自我治理的权利。随着城市居住形态的变化，而

逐渐浮现出来。城市正在不断地向外延伸，而传统的以机关大院、街道集中居住为框

架的自上而下的居民管理模式，由于其僵硬性，而无法相应扩展，从而在新的成片商

业住宅区中，出现了治理的空白。政府只能借助物业公司来实行管理，政府有关部门

则保留对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的登记、认可、管理权力。然而，大量具备某种背景

的物业管理公司并不具备服务居民的心态，已经具有权利知识的居民决心实现自治，

而网络为他们提供了交流、组织的方便工具。物业公司与业主委员会之间的斗争、政

府认可的业主委员会与居民自行选举产生的业主委员会正在围绕小区的治理权，进行

着一场又一场争夺。 

社会性权利，比如不被歧视的权利，也被提了出来。10 月份，安徽芜湖的张杰在

公务员考试合格后，因“乙肝小三阳”被取消考核资格。28 日，安徽省人事厅决定

“不予受理”张杰的行政复议申请。四川大学宪法学教授周伟，通过旨在维护乙肝病

毒携带者权益的“肝胆相照网”联系到张杰，决定免费为他担任行政诉讼代理人，挑

战公务员体检标准对乙肝人群的歧视。此前，周伟教授已经发起过“身高歧视案”、

“价格歧视案”等类似的维护公民宪法平等权利的诉讼。“肝胆相照网”和“战胜乙

肝网”等民间网站已成为乙肝人群的维权基地。它们也发起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违

宪审查书”，要求对公务员录用和体检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自发性、个案性与平民性 

我们上面所提及和没有提及的大量类似事件，完全是自发地、分散的，在个案层

面上进行的，但是，在其中，我们隐约能够看到某种关联，因此，我们将这些事件概

括为“新民权运动”。 

新民权运动体现的是在法治初步建立而又极不完善的时代，遭到不公正对待的个

别民众，在媒体、网络、公共知识分子的参与下，透过与司法、政治部门的互动，维

护个人最基本的权利的一种努力，这些权利包括人身权利、财产权、参政权、平等对

待权等等。通过个体的维权活动，最卑微的公民，正在主张自己的权利，或者将书写

在法律中的纸面上的权利予以确认，变成实际可以行使、并可以获得救济的权利。 

所谓新民权运动，新就新在其自发性、个案性和平民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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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的历史上，中国人争取权利的努力，大部分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体进行

的，因而，具有某种强烈的意识形态性质。而知识分子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的诉

求是在意识形态的指引下而提出的，这些诉求是整全的，也就是说，要求对政治、法

律制度进行比较彻底的变革。这些运动的参与者都是社会中的精英， 

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开明商人。这样的运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甚至具有革命性、

爆发性。 

与此不同，新民权运动中的主角，都是最为卑微的民众，他们最基本的权利遭到

最不义的侵害。于是，他们作为当事人向社会发出诉求。他们只是关注自己权益的普

通公民，而不是观念性人物。因而，在新民权运动中，很难找到意识形态的宏大话

语。个案之间是没有必然联系的。这些当事人提出的诉求也很卑微： 

在法律框架内解决自己的冤屈。 

据此，我们可以说，法治主义也许是新民权运动的又一“新”意所在。法治主义

既是指公民所捍卫的自己的权益本身是合法的，而其程序也是合法的。在今年发生的

众多维权事件中，当事人认为遭到损害、侵犯和践踏的，乃是已被现行法律明文授予

公民的权利。在当事人和舆论的努力下，问题也大多进入了司法程序及其它合法的程

序，透过体制内的博弈，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决。被包容在新民权运动中的活动，基

本上都是一些司法性事件。 

人民遵守法也创造法 

这场新民权运动正在悄悄地塑造着我们社会的法治精神，并成为推动司法制度完

善的新动力。从个案开始，借助于学术、司法、立法、政治部门的共同努力，通往制

度性变革，新民权运动似乎让经验主义的普通法精神逐渐为中国人所了解。 

法治当然需要法律，然而，法治所需要的，首先是合乎法治原则的法律，也即保

障人民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法律；法治更需要法律之切实执行，需要司法体系能对

人民遭受的冤屈提供救济。 

但是，中国在晚清罔顾中华法系的精神，错误地选择了大陆法体系，50 年代推行

苏联式法律制度，更令司法部门完全沦为政府单方面地治理人民的方便工具。80 年代

后的立法中尽管陆续写入了几乎所有可以设想得到的公民权利，但司法体系却并没有

对权利受到侵害者提供相应的救济途径，于是，这些权利在现实中往往成为一纸空

文。人民的权利在沉睡中。 

在新民权运动中，理性的知识分子和法律家推动法律“活”了起来。他们依凭对

于自然的正义的信仰，援引优良政体所体现出的宪政原则，对现有法律进行解释，并

把这种解释传达给整个社会，包括司法机构。同时，他们也对如何补救现有法律体

系，提供了设计方案。在围绕着维权个案所进行的学术讨论和公共辩论中，正义之法

的观念，透过个案，影响着立法和司法部门，扩展着现有法律保护公民权利的边界。 

476



也就是说，在新民权运动中，本来仅仅作为被治者的人民，自下而上地参与了立

法和释法，并通过与司法、政治部门的互动，使法律的执行向着救济受害者、更完善

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 

当然，由于受现有司法制度和司法精神的制约，个案的意义受到限制，不大可能

像实行普通法国家那样，法官对个案的判决，可以具有普遍的效力，从而个别的维权

努力，可以自动地具有立法的效果。 

但我们可以说，在新民权运动中，每一个自发性个案的“非意图后果”或“溢出

效应”，依然推动着法律规则本身发生变革：借助于政治部门的干预，法律体系被渐

进地改良了，比如，《收容遣送条例》被废除。法律正在逐渐地改变其单方面治理人

民的性质，而具有了约束国家权力的性质。而在观念层面上，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

当事人权利被主张、确认的过程，具有了某种普遍的意义，权利意识更深刻地烙印在

民众心中，而法治精神被注入到法律的执行过程中。 

从 2002 年冬天掀起的宪法讨论则与新民权运动遥相呼应。建立一种保障公民权

利、约束政府以立法侵犯公民权利、维护宪法尊严的制度的呼声，随着新民权运动，

有力地浮出水面。在孙志刚案中、在乙肝维权案中，学者们都提出了违宪审查问题。 

新型政治浮出水面 

不过，由于这些事件涉及到的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因而涉及到每个人，引起了舆

论的广泛关注，因而也具有普遍的政治意义，而正是在这些具有政治内涵的司法活动

中，一种自下而上发生、上下互动的新型政治形态正在初步形成。 

所有的政治都有观念为基础。经过二十多年来、尤其是九十年代中期自由主义思

想的传播，个人权利的观念正在从学界向一般受教育者及普通民众中渗透。人们维护

自己正当权益的本能，与这种观念结合，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权利意识给予

个人以维护自己权利的勇气和智慧。 

知识分子当然注意到了普通民众的这种个别努力。知识分子在经历了 90 年代初的

失语和 90 年代后期对于权利观念的常识性传播之后，一方面，致力于理论的深化，另

一方面则开始进入更为形而下的层面，透过对个案的关注和参与，渐进地寻求落实权

利的现实途径。 

正是知识分子的参与，赋予个别事件以某种普遍的意义，从而使零散的事件成为

一场社会运动。知识分子也将个别事件的解决与制度层面的改革联系起来，比如，由

孙志刚案件提出对法规的合宪性审查，由对农 

民工的歧视提出重新设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统一市场等

方面的权责划分，等等。这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律师及法学家。有人曾说，90 年代

是经济学家的时代，而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将是法学家的时代。的确，尽管经济改

革仍有待于攻坚，但它已经不再是民众和知识分子主要的关注点了。渐进式改革似乎

已经进入另一阶段，人民已经不再满足于物质福利，转而要求自己的权利获得保障。

新民权运动应运而生，法律家则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让我们记住这些律师的名

字：张思之，许志永，李健强，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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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他们积极地充当当事人的法律顾问和代理人，并因此而冒着一定的职业

和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他们也积极参与公共辩论，向公众解释个案所折射背后的司

法问题和制度问题。比如，在孙志刚案和 SARS 期间，律师萧瀚在国内最大的学术网

站“中评网”撰写每日评论，连缀不断，引起网民的巨大反响。还有许志永律师为孙

大午案所撰写的辩护词，已经不仅仅是一件法律文书，而具有更广泛的意义。 

这些律师既掌握着如何主张权利的专业知识，又经由法律训练而具有理性的妥协

精神，从而确保了新民权运动不致逸出法治的框架。日益成熟的传统媒体，尤其是报

刊，与新兴的互联网之间的竞争、渗透、互动，则为个人维护权利、为知识分子表达

意见搭建起了一块公共空间。尤其是互联网，在新民权运动中发挥了某种枢纽性作

用。不少案件是由互联网率先披露出来的；网民们成为最具有公共精神的公民；知识

分子们则首先在互联网上表达他们对于各种社会事件的意见。 

网络也发挥了社会自我组织的功能。一位家住东北的普通公民李健所创办的“公

民维权网”，持之以恒地关注黄静案件，并在网上成功地为黄静的家属公开募集到所

需律师费用。 

传统媒体的编辑记者则从互联网中寻找灵感，并将网上的权利主张改装进传统媒

体中。传统正在发生悄悄的变化：时政评论正在得到媒体投资者和总编辑们的重视。

他们 

另一方面，面对当事人的合法诉求，面对公众的舆论，司法、行政和政治部门在

一些个案中作出了正面回应。一个令人鼓舞的迹象是，保障公民权利的条款，将有可

能写入宪法修正案中。 

总之，在新民权运动中，我们看到了多个层面上复杂、交叉的互动关系，这以互

动网络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并初步形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这种政治试图更加理性

地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寻求一种妥协。 

这种政治是一种公开的政治。传统的政治仅仅是当权者的政治，因而注定了是少

数人的政治，而且，主要是有关政治权力的游戏，因而，总是具有某种密谋的性质。

而新民权运动所生成的，则是一种初具规模的公开的政治：一切都是在公共论坛上进

行的，民众是政治博弈的裁判者。 

这种政治是一种上下交融的政治。传统的政治所涉及到的仅仅是控制资源的权力

的分配和再分配，因而，它基本上是由上面主导、自上而下地进行的。即使民众参

与，也经常是被动的，是被动员参与的，扮演的只是龙套的角色。而新民权政治，最

先的参与者是普通民众，是普通网民，是普通的编辑记者。正是他们自发的活动，造

成一个又一个公共事件，然后通过舆论扩展开来，然后才引起高层关注，并借助于司

法或政治体系推动制度层面上的渐进变革。 

这种政治是一种理性的政治。当事人只是在法治的框架内主张自己的权利，他们

并没有神化自己的这种权利，也没有提出意识形态化的要求。知识分子和媒体只是运

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这些当事人，对其权利给予知识上的论证，并给予他们法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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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上的辅导；他们知道底线何在。在这里，发挥影响力是“道理”，理性的讨论构成

政治的主要内容。 

新民权运动正在教人们习得一种进行文明的政治游戏的技艺。英国人民正是靠着

这种几乎是天赐的政治技艺，发现、确认和维护了“英国人的自由”。那么，新民权

运动中人们所习得的政治技艺，能够发现、确认“中国人的权利”，并发展出一套有

效的救济和维护体系吗？ 

 

（秋风，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 

《商务周刊》，20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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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 徙
r講
鲁
政
治

.J
到

r逋
勤
政
治

.J

一
到
既
存
「
民
主
」
理
念
的
否
思

思
華

九
一
年
九
月
立
法
局
引
入
直
接
遗
泰
之
梭
，
香
港
代
溅
政
制
阴
始
踏

入
新
里
程
。
没
有
人
合
不
明
白
，
根
据
基
本
法
定
下
的
代
滚
政
制
驳
展
．

只
能
遇
向
一
利
不
完
整
的
西
方
民
主
醴
制
。
如
果
按
照
基
本
法
芹
捩
期
问

香
港
人
射
民
主
，
以
至
直
遗
比
例
的
要
求
看
来
，
现
在
起
的
民
主
志
制
改

畟
，
是
一
佃
失
败
了
的
民
主
理
勋
的
痊
物
。
而
既
然
现
在
直
遗
成
份
的
引

入
，
亚
非
一
佪
全
面
民
主
而
制
的
誕
生
，
民
速
如
何
延
线
，
就
成
鸟
逼
切

的
课
题
。

在
遏
去
差
不
多
十
年
的
民
主
政
制
孚
曦
中

，人
们
熟
衷
於
香
港
志
政

醴
制
的
全
面
改
造
，
在
厂
起
芹
基
本
法

J
的
大
框
框
底
下
，
西
方
教
科
书

式
的
民
主
理
念
被
人
员
引
用
．
滚
合
民
主
成
鸟
昼
度
民
主
的
唯
一
指
椋
。

粗
略
脱
，
西
方
自
由
民
主
怕
制
要
比
殖
民
地
架
横
或
一
黛
再
政
来
得
阴

放
，
人
民
民
主
拙
利
有
了
形
式
的
肯
定
，
有
著
一
定
的
迪
步
意
教
。
但
迫

亚
不
等
於
说
我
们
只
有
迫
一
｛
东
路
可
以
走
·
更
不
能
否
定
我
们
要
深
入
了

解
和
分
析
迫
套
西
方
自
由
民
主
醴
制
的
利
柿
局
限
，
以
至
危
险
。
囚
乌
缺

少
迫
柿
理
解
·
我
们
就
焦
法
真
吓
反
思
未
来
及
去
继
坟
驳
展
香
港
的
民
主

速
勋
。
迫
项
反
省
和
椋
时
的
工
作
．
一
定
要
由
追
溯
近
代
西
方
民
主
理
念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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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
流
燮
，
窖
视
理
想
和
寅
院
的
矛
盾
，
检
时
民
主
思
潮
的
困
局
等
阱
始
。

现
代
民
主
理
念

民
主
原
来
就
是
一
佪
多
羲
的
概
念
，
古
代
西
方
的
民
主
跟
近
代
西
方

的
民
主
就
有
很
大
的
不
同
。
古
典
的
雅
典
式
民
主
，
是
一
城
邦
自
由
民
的

生
活
方
式
。
赏
其
峙
，
社
舍
生
活
的
各
部
份
是
速
成
一
醴
的
，
人
的
生
活

领
域
内
没
有
政
擂
和
社
舍
的
隘
分
，
滚
事
的
困
民
大
会
或
曦
舍
是
一
佪
没

有
明
确
界
限
的
横
横
，
民
主
是
生
活
，
直
接
滚
事
的
直
接
民
主
舆
代
表
竣

事
的
问
接
民
主
互
相
交
替
。

但
近
代
的
民
主
出
现
的
背
境
是
囡
家
舆
社
舍
的
割
裂
和
驸
立
，
是
城

邦
式
共
同
醴

(
c
o
m
m
u
n
i
t
y
)
生
活
消
失
之
俊
，
社
俞
舆
囡
家
重
新
给
速
结

起
来
的
一
稚
方
式
。
在
古
代
的
共
同
醴
中
，
道
德
和
拙
利
亚
没
有
跋
格
割

分
，
但
现
代
的
所
喟
厂
社
合
」
，
郤
是
资
本
主
羲
市
场
瓦
解
了
共
同
醴

俊
，
以
孤
立
佪
人
作
笃
出
驳
贴
组
合
成
的
组
蛾
。
而
山
於
厂
社
合
」
是
窊

多
互
相
衡
突
的
利
益
群
脱
所
组
成
的
，
其
矛
盾
便
得
由
囡
家
横
器
和
制
度

去
解
决
，
而
民
主
就
被
祝
均
速
繫
起
私
人
利
益
／
局
部
利
益
舆
练
醴
利

益
／
公
窊
利
益
的

r
最
佳
方
式

J
。
可
见
，
现
代
民
主
的
真
正
目
镖
，
是

意
回
解
决
社
合
生
活
的
内
在
矛
盾
，
而
逍
些
矛
盾
正
是
近
代
西
方
驳
展
模

式
所
带
来
的
。
现
代
生
活
一
方
面
要
将
人
局
限
在
抽
象
的
和
孤
立
的
佪
怕

腌
圉
内
，
又
要
解
决
孤
立
佪
醴
在
交
往
中
痊
生
衡
突
的
问
题
。
迼
就
是
现

代
契
约
眙
囡
家
的
存
在
基
碗
。

不
逊
资
本
的
遍
辑
是
要
将
一
切
纳
入
等
價
可
交
换
的
形
式
，
自
由
只

能
是
原
子
化
佪
醴
的
抽
象
自
由
（
只
有
逍
桄
，
具
醴
活
澄
的
劳
勋
创
造
才

舍
厂
畟
成

J
劳
勤
力
，
才
智
才
舍
厂
畟
成
」
人
力
实
本
）

，
所
以
一
人
一

票
式
的
形
式
民
主
，
便
是
资
本
主
羲
所
能
理
解
到
的
唯
一
稚
民
主
形
式
。

而
在
孤
立
的
，
可
换
算
的
佪
人
利
益
之
上
的
，
便
是
抽
象
的
集
醴
利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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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一
政
拙
。

因
鸟
布
甭
乔
亚
的
厂
现
代
民
主
」
是
山
抽
象
的
佪
醴
自
由
出
登
，
逍

利
抽
象
自
由
是
将
活
生
生
的
各
利
生
存
模
式
、
傅
統
沓
惯
、
身
份
群

周
.
.
.
.
.
一
一
化
约
鸟
一
些
可
供
计
算
、
整
合
、
操
绥
、
交
换
的
飞

l

益
J
，
市
场
是
迫
些
抽
象
佪
醴
之
间
交
往
峙
驳
生
连
结
的
主
要
渠
迫
，
查

本
是
迫
些
佪
别
而
又
抽
象
的
利
益
在
不
断
的
流
通
和
湮
勤
中
给
整
合
起
来

的
段
高
形
熊
。
抽
象
佪
賸
的
自
由
，
终
於
昊
化
而
成
局
「
兖
本
遍
辑
」
．

一
稚
莫
之
能
絮
的
力
昼
，
一
稚
将
人
们
生
活
價
值
平
均
化
、
牁
佪
而
原
子

化
、
射
象
化
、
工
具
化
的
巨
大
力
昼
。

扣
抽
象
佪
恰
自
由
换
成
可
计
算
的
利
益
，
亚
将
「
集
恰
利
益

J
祝
鸟

迼
些
佪
别
的
利
益
的
整
合
，
就
是
现
代
国
家
存
在
的
理
据
。
自
由
主
羲
的

摩
脱
祒
鸟
囡
家
是
人
们
契
约
陇
保
的
醴
现
，
但
囡
家
作
鸟
一
倘
具
有
主
拙

地
位
的
政
治
贞
怕
，
徙
来
就
不
是
人
们
平
等
地
按
傅
統
、
文
化
和
生
活
價

值
的
需
要
自
殁
地
横
成
的
共
同
怕
。
它
反
而
是
在
现
代
布
甭
亚
社
会
秩
序

形
成
、
共
同
醴
瓦
解
之
梭
，
按
照
埻
制
王
拙
和
新
輿
布
甭
蒂
亚
利
益
而
建

立
起
来
的
。
现
代
囡
家
是
阴
明
环
制
的
化
身
，
而
所
喟
现
代
民
主
就
只
是

阴
明
埻
制
方
式
的
修
盯
。

利
益
能
钩
被
科
屠
官
僚
的
工
具
理
性
速
算
所
整
合
的
假
股
，
是
阴
明

荨
制
的
前
烟
。
而
现
代
间
接
民
主
（
溅
舍
和
政
黛
制
度
）
亚
不
横
成
射
道

稚
尊
制
方
式
，
及
其
背
梭
的
理
性
（
即
其
明
明
之
虔
）
的
挑
戟
，
反
而
是

被
它
同
化
，
被
它
的
需
要
所
模
塑
。
民
主
慢
慢
地
跟
價
值
和
生
活
世
界
的

碗
圉
脱
滩
。
民
主
畟
成
通
往
醴
琨
厂
整
怕
利
益

J
的
厂
制
度
股
籵
」

，
而

逍
利
股
计
最
终
所
服
粉
的
，
都
只
是
行
政
管
理
的
需
要
。

在
汽
本
逢
辑
（
即
人
们
的
具
醴
生
活
價
值
完
全
受
到
抽
象
的
兖
本
流

通
和
累
稍
的
需
要
所
支
配
）
和
政
拙
逢
辑
（
即
由
工
具
理
性
去
主
淳
抽
象

的
整
醴
利
益
，
亚
以
追
些
「
整
恰
利
益

J
笃
名
去
煞
取
礼
合
成
员
和
各
身

份
群
脱
的
交
往
）
底
下
，
间
接
民
主
只
合
鸟
行
政
拙
力
所
消
解
。
而
民
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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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
舍
亦
不
能
不
受
制
於
科
屠
官
僚
架
槽
。
甚
至
溅
合
民
主
的
其
他
各
柯
前

题
，
例
如
政
黛
、
傅
媒
等
，
亦
是
按
照
政
拙
或
汽
本
邃
戟
的
原
则
来
建
立

速
作
模
式
；
而
所
谓
民
主
架
横
，
最
终
於
只
是
政
催
建
制
速
作
的
分
支
。

政
治
市
场

赏
民
主
如
成
僅
是
一
稚
手
段
、
一
桶
股
籵
、
一
稚
制
度
、
一
桢
决
策

技
巧
峙
，
封
於
间
接
民
主
和
直
接
民
主
间
存
在
的
问
题
，
哈
者
就
祝
而
不

晃
。
道
桢
所
喟
厂
现
代
民
主
戳

J
（
有
别
於
古
典
希
脱
民
主
的
理
想
）
将

间
接
民
主
视
片
现
代
市
场
社
舍
的
必
然
痊
物
，
将
直
接
民
主
看
成
早
已
逝

去
的
理
想
。
由
於
逍
稚
想
法
将
幸
福
假
股
马
建
立
在
自
由
的
市
场
购
保
中

和
其
他
人
登
生
的
社
合
陇
俅
之
上
，
市
场
就
成
了
一
切
社
合
购
保
的
镖

今
準
，
而
间
接
民
主
就
成
了
政
治
市
场
。

^ 

一
如
经
济
市
场
一
樑
，
政
治
市
场
建
基
於
「
等
價
交
换

J
的
法
则

上
，
间
接
民
主
下
的
代
曦
之
士
就
成
了
向
遴
民
羡
價
而
沽
的
商
品
，
遗
皋

中
人
投
下
的
厂
神
娶
一
票

J
就
成
了
货
带
一
棵
的
等
價
物
。
民
意
测
脸
，

得
票
率
等
就
如
市
场
價
格
指
数
，
代
滚
政
制
就
是
各
利
益
集
围
互
相
航

孚
，
透
逍
投
资
在
厂
政
客

J
迶
政
治
市
场
上
待
贾
商
品
，
来
乌
各
自
利
益

媒
如
现
之
路
。
而
整
醴
社
舍
的
幸
福
就
被
假
股
片
市
场
的
平
衡
状

况
」
。
经
济
市
场
可
以
透
遏
價
格
升
降
而
绸
攒
资
源
，
直
到
取
得

r勤
熊

平
衡

J
。
政
治
市
场
上
，
社
会
的
幸
福
也
被
祝
鸟
一
柯
公
平
胶
孚
下
市
场

力
量
裁
决
俊
的
痊
物
。

政
治
企
桨

政
黛
在
政
治
市
场
的
概
念
中
是
厂
政
治
企
桨

J
的
制
度
，
其
理
念
就

20
0 

是
透
遏
组
蛾
、
规
割
、
合
作
、
管
理
、
纪
律
、
指
捍
等
，
来
述
成
利
益
整

合
目
的
，
有
利
於
在
市
场
中
的
航
孚
和
预
展
。
如
果
脱
佪
人
色
彩
滚
厚
的

政
客
透
迵
利
益
交
换
和
遗
民
遠
成
某
稚
意
羲
的
交
易
契
约
，
是
放
任
式
市

场
的
特
色
的
括
：
那
度
集
网
式
的
政
黛
，
镖
明
旗
唬
和
纲
领
的
政
黛
，
则

是
一
稠
大
企
桨
出
痊
的
名
牌
货
，
是
市
场
生
痊
遴
向
组
蛾
化
的
镖
諒
。

徙
逍
佪
意
羲
看
，
政
黛
化
的
确
是
一
桢

r造
步

J
，
而
话
了
痊
品
的

r
贺
素

J
，
企
桨
／
政
黛
内
的
规
割
、
纪
律
就
要
敞
明
，
黛
性
、
黛
纪
就

要
十
分
明
确
。
马
了
統
一
形
像
，
维
持
一
页
水
準
，
取
信
於
遗
民
／
消
农

者
，
差
舆
、
另
颊
、
舆
端
的
想
法
和
做
法
，
往
往
耍
滚
位
给

r
利
益
整

合
J
的
工
作
。
企
棠
化
生
痊
下
的
政
治
市
场
商
品
，
有
了
「
整
合
利
益
」

要
求
的
名
吮
，
就
更
容
易
自
命
是
以
最
理
性
方
法
醴
现
了
和
平
衡
了
礼
舍

的
整
醴
福
扯
。
而
那
些
厂
跑
單
料

J
的
政
客
就
俞
被
眨
局
局
部
利
益
的
代

言
人
，
是
幼
稚
、
落
梭
的
，
浪
费
宾
源
，
只
起
消
梪
作
用
；
甚
至
只
是
直

援
、
破
壤
的
雅
音
，
恋
陔
给
收
编
入
陇
，
投
入
更
废
大
的
洪
流
去
。

另
外
有
一
些
脱
於
意
瞄
形
熊
性
的
政
黛
，
雏
然
有
较
明
确
的
立
场
，

不
是
简
凤
揽
柳
，
接
受
任
何
形
式
的
交
易
。
然
而
他
们
也
是
接
受
间
接
民

主
制
度
中

r代
滚

J
模
式
的
假
股
，
把
自
己
视
乌
某
階
级
利
益
的
「
真
正

代
表
」
，
甚
至
試
回
以
一
套
完
整
的
意
跋
形
怹
去
「
放
淳
」
群
窊
，
将
群

窊
带
去
更
庥
期
的
祝
野
，
更
能
掌
握
社
会
「
畏
遠

J
利
益
，
以
及
自
己
階

曆
在
社
舍
幛
畟
的
「
使
命

J
0 

可
以
晃
得
，
焦
治
是
纯
政
治
利
益
交
换
的
遗
犁
横
器
，
遠
是
脱
胎
自

先
锋
煎
形
怹
的
意
跋
形
怹
黛
，
其
成
立
的
理
据
都
是
建
基
於
厂
间
接
利
益

代
表
—
—
有
效
整
合

J
的
架
椅
，
忽
略
了
由
直
接
民
主
樽
局
间
接
民
主

峙
，
民
主
生
活
價
值
的
扭
曲
，
甚
至
由
於
信
仰
所
附
整
合
佪
别
，
求
取
整

恰
最
佳
利
益
理
治
，
政
黛
甚
至
自
封
鸟
社
会
幸
福
的
尿
高
代
理
人
。

政
黛
是
间
接
民
主
驳
展
的
顶
峰
，
也
是
滩
粲
直
接
民
主
生
活
的
各
项

悲
割
的
根
源
，
政
黛
的
速
作
横
搁
在
人
和
政
拙
之
问
，
包
搅
了
民
主
生

活
，
它
以
整
醴
益
代
言
者
的
身
份
，
使
人
渡
講
一
己
自
由
，
民
主
参
舆
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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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
遭
到
闯
割
。
更
且
，
常
全
困
性
政
黛
以
全
国
利
益
的
代
言
人
自
居
，
亚

假
装
或
投
射
鸟
政
拙
的
继
任
遗
探
，
包
辨
了
一
切
有
购
全
而
利
益
的
估

工
作
，
迫
峙
政
黛
的
速
作
根
本
就
只
是
政
拙
理
作
的
仲
延
。
在
野
政
黛
雏

然
登
出
不
同
磐
音
，
但
由
於
大
前
提
是
迾
守
了
原
定
游
戟
规
则
，
所
谓
异

滚
根
本
就
不
能
挑
戟
任
何
而
制
性
毛
病
，
结
果
只
是
使
舆
講
畟
成
某
些
可

控
畟
数
而
已
。

现
代
政
罹
舆
民
主
迷
述

在
现
代
礼
合
，
政
拙
的
本
质
是
一
套
范
断
性
的
描
力
速
作
根
器
，
是

政
治
市
场
上
痕
断
形
怹
的
最
高
表
述
，
是
孤
立
佪
人
在
失
去
共
同
醴

(c
om
mu
ni
ty
)
生
活
梭
的
店
假
替
代
。
它
以
囡
家
乌
名
，
民
族
前
途
乌
口

玉
岛t
，
牁
民
主
生
活
的
多
元
性
加
以
质
制
，
或
强
行
整
合
。
整
合
的
棕
準
和

依
据
是
官
僚
和
科
技
一
一
工
具
理
性
，
自
命
可
以
克
服
市
场
的
散
矶
不

稳
。

绸

政
煎
的
速
作
只
是
政
拙
的
一
部
份
，
不
谕
陔
黛
是
埶
政
黛
遠
是
在
野

黛
，
是
舆
现
政
拙
狼
狠
乌
奸
、
同
一
鼻
孔
出
菜
，
遠
是
皮
皮
和
政
拙
射
著

斡
，
只
要
它
以
政
描
的
替
代
者
自
居
，
以
厂
更
好
地

J
令
政
描
速
作
自

翊
，
它
必
使
原
来
的
政
擂
理
作
遍
辑
再
生
痊
下
去
。
不
谕
它
名
蜕
叫
民
主

杰
遠
是
保
守
黛
，
实
质
结
果
遠
是
一
棵
。
因
和
道
稚
高
度
给
堕
断
和
矮
化

的
民
主
生
活
，
在
各
项
黛
纪
、
规
章
下
，
在
遴
犁
概
器
的
遍
辑
下
，
只
会

畟
得
單
面
、
贫
乏
，
没
有
生
菜
，
政
治
生
活
的
形
怹
就
合
受
宣
傅
，
公

剔
，
形
象
，
感
性
剌
激
等
取
代
，
一
如
缆
济
市
场
下
·
人
迷
失
在
商
品
化

的
世
界
那
桢
状
况
。
间
接
民
主
的
局
限
和
矛
盾
於
焉
暴
芘
燕
道
！

醴
制
中
的
多
元
架
棉
，
慢
慢
都
要
给
收
编
整
眯
，
以
政
拙
所
代
表
的

「
整
醴
」
厂
全
局
」
戳
念
乌
依
蹄
；
般
孚
性
的
政
治
市
坞
亦
终
将
畟
得
徒

具
形
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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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
舆
民
主

民
主
生
活
的
要
羲
在
於
参
輿
，
但
参
舆
的
意
羲
亚
不
是
局
限
右
既
定

的
政
拙
速
作
。
囚
局
现
存
的
政
拙
理
作
（
包
括
其
制
度
和
政
治
文
化
）
都

是
胀
史
的
痊
物
，
是
某
些
特
定
琪
境
下
，
各
利
社
合
力

·员
和
意
淑
形
熊
在

新
拙
輿
反
新
拙
阿
孚
中
速
成
暂
时
性
的
平
衡
。
徙
一
倘
政
拙
来
说
，
边
稚

霸
催
性
的
平
衡
笃
它
股
定
了
其
統
治
下
臣
民
的
理
想
形
怹
，
例
如
在
以
民

族
革
命
来
作
马
政
拙
統
治
基
隄
的
囡
家
，
理
想
的
臣
民
是
在
「
爱
囡

J
大

某
下
邸
意
儅
螺
练
钉
的
雷
锋
式
人
物
；
在
早
期
自
山
资
本
主
羲
峙
期
，
是

布
蒂
亚
生
活
方
式
中
那
些
各
自
岛
了
自
己
的
利
益
，
同
峙
又
舍
「
陇
心
世

事
J

、
「
热
心
公
益

J
的
佪
醴
。
而
在
消
找
主
羲
主
讲
的
先
追
究
本
主
羲

下
，
则
是
那
些
只
需
在
投
票
游
戟
和
民
意
洞
查
中
．

厂
合
作

J
地
射
既
定

少
数
候
遗
人
作
有
限
遗
探
，
遗
探
一
些
被
事
先
模
剿
的
民
意
答
案
的
大

窊
。
迫
些
有
限
遗
探
往
往
在
大
政
治
企
桨
一
政
然
的
椋
準
化
生
痊
下
，

早
已
乌
我
们
作
了
顺
瘛
潮
流
的
包
装
。

参
舆
一
特
别
是
在
既
成
逝
戟
规
则
下
被
助
的
参
舆
，
只
合
觅
稷
再

生
痊
政
催
所
需
的
既
定
侬
式
，
亚
不
能
改
畟
人
的
消
枙
被
勋
状
怹
，
亚
不

能
使
孤
立
、
皮
皮
被
安
排
操
细
的
人
，
阻
新
局
自
已
建
立
对
礼
群
的
蹄

脱
，
或
透
迵
染
醴
力

·员
使
社
群
意
淑
笐
醒
以
掌
握
自
己
的
命
速
。
也
就
是

脱
，
市
场
陇
侨
中
的
粪
化
状
怹
亚
没
得
到
克
服
，
反
而
是
成
笃
政
拙
速
作

完
成
的
必
要
的
俄
式
，
给
予
其
存
在
的
合
法
性
。

一
如
在
经
济
市
场
上
，
自
由
主
羲
理
想
状
怹
中
的
自
山
契
约
陇
侨
在

大
规
模
生
痊
帜
阶
化
、
大
企
染
科
屠
化
中
遇
上
其
局
限
，
不
得
不
溃
位
给

依
靠
指
令
、
规
割
和
控
制
的
工
具
理
性
一
棵
，
政
治
市
场
上
的
厂
政
黛

J

亦
在
佣
接
民
主
的
醴
制
中
，
起
著
牁
工
具
理
性
带
入
政
治
市
塌
，
取
代
自

登
的
契
约
性
陇
保
。
亦
正
因
鸟
迼
株
，
代
滚
政
制
的
问
接
民
主
逢
辑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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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最
登
展
厂
成
熟

J
的
状
熊
下
走
向
其
辩
证
的
反
面
：
遗
民
在
契
约
购
俅

中
暂
时
／
有
倏
件
地
向
政
客
渡
壤
祗
利
，
痊
生
舆
化
，
成
片
组
绒
和
建
制

遵
用
工
具
理
性
来
操
缎
、
计
算
和
煞
取
的
政
治
本
线
。
而
赏
存
问
接
／
代

滚
遗
程
中
给

r整
合

J
的

r利
益

J
完
全
局
工
具
理
性
所
煞
取
，
政
祗
就

有
如
资
本
主
羲
的
经
济
遍
辑
一
棵
，
成
鸟
人
们
具
醴
生
活
價
值
的
质
逼

者
。

身
分
群
圈
的
主
醴
性

问
接
民
主
和
直
接
民
主
的
分
歧
正
在
於
：
间
接
民
主
建
基
於

r代

表
／
代
滚
一
一
整
合
利
益

J
的
框
框
。
生
活
拙
利
可
以
被
整
合
，
其
前
提

是
道
些
利
益
可
以
供
籵
算
、
化
约
和
操
绥
。
而
直
接
民
主
所
强
调
的
是
不

能
有
撤
底
渡
滇
出
去
的
描
利
，
也
没
有
可
供
计
算
和
化
约
掉
的
生
活
價

,__
 

0 
值
，
而
民
主
的
真
蹄
在
於
建
立
不
同
生
活
價
值
之
间
经
透
撤
滞
通
而
建
立

共
存
基
磋
的
遗
程
。
直
接
民
主
所
捍
衡
的
是
各
身
份
群
脱
的
主
醴
性
，
也

就
是
主
人
翁
的
位
置
和
自
己
主
宰
自
己
命
速
的
拙
利
，
但
是
迫
稚
自
决
陇

保
亚
非
建
立
在
孤
立
的
佪
人
、
抽
象
的
描
利
之
上
，
而
是
具
醴
的
，
生
活

在
一
定
脓
史
、
傅
統
，
估
据
一
定
位
置
的
人
。
是
他
们
在
经
交
往
而
成
的

共
同
福
扯
，
共
同
命
理
之
上
所
驳
展
出
来
的
泄
通
，
参
舆
和
肖
洽
。
而
不

是
渡
壤
，
代
滚
和
整
合
的
形
式
股
计
。

所
以
，
真
正
民
主
生
活
的
速
成
一
定
要
依
靠
各
祯
直
接
民
主
的
常

試
·
而
不
是
在
既
有
问
接
民
主
的
框
框
下
修
捕
和
改
正
，
如
單
靠
股
计
有

效
的

r监
察

J
「
制
衡
」
。
不
逍
·
直
接
民
主
亚
不
是
一
跋
即
就
的
纯
形

式
，
没
有
中
介

(m
ed
ia

ti
on

)
的
直
接
民
主
岛
托
邦
亚
不
存
在
。
没
有
既

定
规
则
、
程
序
的
民
主
生
活
亚
不
是
假
股
人
是
没
有
胚
史
、
经
脸
，
欠
缺

既
有
世
界
戳
，
各
稚
意
溉
形
熊
预
股
的
空
白
醴
。
相
反
地
，
任
何
觅
建
直

接
民
主
的
常
試
一
定
要
以
活
生
生
的
人
的
经
粒
，
佪
别
沟
特
的
生
活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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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和
怕
脸
作
局
出
预
贴
，
亚
以
亟
建
各
稚
身
份
的
褐
特
性
，
以
及
迫
些
不

同
身
份
所
逮
脱
的
社
群
之
佪
别
集
醴
利
益
乌
出
驳
。
由
於
真
在
令
全
礼
合

怕
现
民
主
前
提
是
：
各
描
成
礼
群
是
在
自
由
、
平
等
的
琪
境
下
相
互
情
成

平
等

1劓
保
，
囚
而
所
喟
整
而
利
益
的
述
成
即
是
迫
些
身
份
群
而
互
相
平

等
、
熊
账
制
地
逑
成
滞
通
，
取
得
共
哉
的
结
果
。
所
以
问
接
民
主
，
特
别

是
以
孤
立
佪
人
局
基
碗
的
的
政
治
市
场
制
度
，
是
焦
法
连
成
贞

．在
封
各
方

有
利
的
共
敞
的
。
也
就
是
脱
．
在
孤
立
、
兴
化
的
积
境
下
，
人
和
其
所
脱

身
份
群
怕
的
利
益
根
本
就
熊
法
免
於
被
扭
曲
和
剥
称
。
利
益
整
合
也
雉
免

畟
成
卡
昭
、
排
斥
的
别
名
。
而
赏
所
喟
厂
民
主

J
政
煞
投
入
政
拙
速
作
，

合
媒
去
整
合
所
谓
整
醴
利
益
之
隙
，
就
不
能
不
使
各
柯
被
犀
逼
的
身
份
群

脱
追
一
步
被
遇
缘
化
。

埋
勋
政
治

所
以
，
今
日
民
主
生
活
的
出
路
乃
在
於
问
接
代
滚
民
主
之
外
，
寻
求

怕
现
直
接
民
主
之
路
，
五
新
探
索
具
醴
、
多
面
、
活
生
生
的
共
同
怕
生

活
。
而
在
迼
逊
程
中
，
首
要
工
作
就
是
将
民
族
囡
家
模
式
下
，
政
拙
／
囡

家
所
浒
皓
的
共
同
而
幻
象
打
破
，
突
破
以
抽
象
和
孤
立
佪
人
岛
基
碗
的
市

塌
社
会
架
情
，
存
市
场
腑
保
所
浒
睹
的
片
面
自
由
之
外
，
亟
建
真
女
共
同

醴
，
建
立
以
实
效
理
性
和
滞
通
理
性

(
c
o
m
m
u
n
i
c
a
t
i
v
e

ra
ti

on
al

it
y)
来

捕
充
的
社
群
间
的
法
理
制
保
，
登
展
广
政
黛
政
治
」
之
外
的

r
速
勤
政

治
」
° 迫
桢
建
基
於
免
除
舆
化
，
免
除
庉
制
的
民
主
生
活
，
既
然
是
以
反
抗

抽
象
、
片
面
、
孤
立
的
佪
人
自
由
，
以
及
解
横
虚
假
共
同
怕
的
厂
民
族
国

家
」
，
及
其
包
辦
性
练
怕
利
益
的
囡
家
主
羲
；
逍
桢
民
主
生
活
一
定
要
以

多
元
化
的
礼
合
速
勋
鸟
前
朋
。
道
些
社
合
速
勋
，
就
是
要
仲
张
各
身
份
群

底
的
利
益
、
硕
望
和
理
想
。
迫
些
利
益
、
趴
望
和
理
想
，
燕
可
避
免
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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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
｀

局
部
出
贵
，
因
话
社
舍
整
醴
正
是
山
局
部
所
组
成
。
局
部
能
狗
真
正
平
等

地
以
局
部
的
形
熊
表
现
出
来
，
正
是
完
整
而
又
具
登
展
性
的
整
醴
出
现
的

倏
件
。
因
鸟
政
拙
湮
作
下
政
治
的
质
逼
，
往
往
就
是
抽
象
整
醴
利
益
的
名

羲
被
盗
用
的
梭
果
，
不
谕
盗
用
者
是
政
黛
、
尊
家
、
官
僚
或
资
本
。

社
合
理
勤
每
每
是
仲
张
被
憩
醴
擂
力
（
包
括
资
本
和
政
拙
—
—
两
者

每
有
重
叠
，
但
亦
有
分
岐
）
所
排
斥
、
质
制
的
遇
缘
身
份
群
离
的
利
益
，

而
逍
些
群
周
又
每
每
是
局
部
性
的
利
益
，
如
居
民
、
稚
族
、
性
别
、
宗
教

等
（
迫
佪
不
排
除
逍
些
遵
勤
依
撮
的
理
念
有
普
世
意
羲
，
如
绿
色
遵
勤
和

普
世
宗
教
等
）
。
但
迶
不
表
示
社
舍
遵
勤
就
是
私
有
利
益
互
相
航
孚
的
代

名
洞
。
相
反
，
由
社
舍
遵
勤
所
促
成
的
民
主
生
活

t
其
成
败
就
在
於
如
何

将
各
局
部
利
益
迪
行
非
算
衔
相
加
、
非
公
约
敷
式
的
求
同
，
而
在
於
能
否

r
横
嘟
」

（a
rt
ic
ul
at
e)
成
一
佪
反
抗
的
纲
领
，
连
致
没
有
扭
曲
的
共

瞄
、
形
成
一
佪
反
霸
拙
射
洁
。
它
使
民
主
抗
孚
成
岛
一
佪
练
醴
上
有
效
门

孚
，
而
非
纯
鸟
内
耗
，
以
差
舆
性
和
分
裂
掩
萦
一
切
的
阿
孚
。

反
霸
泄
的
门
孚
是
要
在
社
会
上
各
佪
能
衍
生
出
宰
制
性
湮
作
的
晓
筛

贴
上
（
no

da
l

po
in
ts
)
上
造
行
反
抗
和
颠
稷
。
反
抗
的
統
圉
包
括
各
利
力

量
平
衡
的
改
燮
，
创
立
新
的
组
线
形
式
，
新
的
價
值
、
目
镖
，
新
的
政
治

文
化
。
反
霸
拙
力
量
的
撩
大
不
是
單
以
遴
票
多
寡
来
衡
量
，
不
是
以
徙
窊

多
少
来
比
较
，
更
不
是
政
治
席
位
，
或
物
贺
能
力
的
世
别
；
它
也
不
是
纯

粹
意
瞄
上
的
的
梵
醒
（
睢
然
又
绵
不
能
完
全
滩
阴
迶
些
）
。
反
霸
摇
戟
门

毋
率
是
一
场
全
面
的
角
力
，
但
以
游
擘
和
阵
地
戟
交
替
的
形
式
造
行
。
它

的
绝
封
指
椋
则
是
看
能
否
在
社
会
上
阴
拓
更
多
不
同
社
会
遵
勤
立
足
生

根
、
而
又
互
相
扣
速
、
衡
擎
的
公
窊
空
间

(p
ub

li
c
sp
he
re
)
。
道
稚
空
间

, 
既
是
地
理
、
也
是
政
治
、
经
济
，
以
及
意
跋
文
化
上
的
空
问
。
而
逍
正
是

r非
黛
政
治
」
／

r
邃
勤
政
治

J
的
目
镖
。

所
以
，

厂
遵
勤
政
治

J
的
镖
準
是
扬
粲
虚
假
民
主
。
因
此
它
要
超
越

r社
舍
困
家
整
醴
」
下
厂
良
好
公
民

J
的
主
醴
性
，
而
建
立
各
社
群
自
己

的
主
醴
性
。
因
鸟
在
充
滴
礼
群
舆
社
群
之
问
的
不
平
等
、
階
级
舆
階
级
之

问
的
愿
逼
、
意
波
的
平
板
化
、
迫
德
的
府
俗
化
的
现
代
社
会
，
查
本
和
官

僚
射
财
富
和
拙
力
孚
相
范
断
，
荨
家
毕
霸
狐
假
虎
威
，
追
求
利
润
和
被
勤

消
费
模
式
，
傅
媒
鸟
文
化
工
染
所
操
绥
，
抽
象
的
厂
良
好
公
民

J
只
能
是

一
桢
意
淑
形
熊
的
幻
象
。
而
按

r
良
好
公
民

J
的
要
求
参
舆
如
投
票
之
颊

的
游
戟
，
绝
封
不
表
示
人
已
能
掌
握
其
命
湮
。
相
反
的
迫
稚
代
滚
形
式
所

充
撑
的
虚
幻
共
同
而
，
如
果
没
实
箕
的
民
主
生
活
内
容
，
没
有
速
结
到
活

踊
有
生
菜
、
舆
生
活
息
息
相
睛
的
社
群
生
活
，
就
只
会
剩
下
强
行
把
差
舆

宵
一
的
俴
式
，
那

r
民
意

J
厂
共
瞄

J
等
更
有
成
话
埻
横
統
治
藉
口
的
危

险
。

社
曾
迎
勋
介
入
磺
俞

间
接
民
主
形
式
如
曦
合
制
度
等
，
在
囡
家
主
羲
和
资
本
熊
断
的
情
况

下
，
已
日
渐
僵
化
成
鸟
政
擂
速
作
的
遇
缘
部
分
，
甚
至
是
吸
纳
和
消
融
舆

敲
和
反
抗
的
横
器
。
挽
救
间
接
民
主
的
方
法
亚
不
能
依
靠
壮
大
参
遗
的
政

黛
，
在
既
成
速
作
遍
辑
内
纽
空
子
。
因
坞
民
主
力
蜇
的
真
正
壮
大
亚
不
是

反
映
在
分
享
政
描
的
程
度
，
而
是
祝
乎
拙
力
速
作
和
集
中
蛇
新
的
横
制
之

能
否
给
干
援
、
颠
稷
、
改
造
，
由
更
阴
放
，
更
而
现
礼
群
生
活
褐
特
需
要

的
民
主
生
活
所
取
代

。
而
在
直
接
民
主
的
宜
除
性
理
想
舆
间
接
民
主
的
擂

力
横
制
之
问
的
缝
隙
，
只
能
由
追
求
建
立
各
祯
社
群
主
醴
性
，
表
述
群
醴

生
活
需
要
的
多
元
社
合
理
勋
所
速
结
。

没
有
社
合
理
勤
的
支
持
，
孤
立
的
佪
人
在
形
式
上
被
别
有
用
心
地
安

排
偶
然
参
舆
·
亚
不
合
带
来
真
正
的
舆
溅
力
贵
。
没
有
多
元
社
会
邃
勋
各

自
追
寻
建
立
的
主
怕
性
、
和
存
迼
些
自
主
社
群
之
间
建
立
起
沟
通
理
性
，

利
益
的
整
合
就
只
会
畟
成
消
减
原
创
性
、
主
勋
性
的
概
械
力
蜇
相
加
，
使

人
畟
成
拙
衔
孚
逐
游
戏
中
完
全
被
勤
的
筹
玛
、
俴
式
中
的
木
偶
、
形
像
宜

傅
衔
下
的
消
究
者
。
只
有
通
迵
各
礼
合
速
勤
，
在
不
同
场
合
，
不
同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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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
以
不
同
方
式
重
建
被
各
颊
限
制
所
摧
毁
了
的
希
望
、
想
像
、
活
力
、

感
梵
和
思
想
，
民
主
生
活
才
能
有
真
正
意
羲
。

正
因
均
主
勤
性
、
自
主
性
是
政
拙
拙
力
理
作
横
制
最
须
要
拙
毁
的
，

所
以
反
描
力
横
制
速
勤
的
成
败
完
全
在
於
社
合
理
勤
遏
程
中
能
最
大
可
能

地
包
容
各
稚
各
棵
的
主
勤
性
舆
自
主
性
。
亚
且
要
将
迫
些
自
登
蛮
活
的
成

份
在
各
屠
次
、
各
琪
简
畏
期
持
绩
阴
展
。
所
以
滚
合
民
主
股
定
的
周
期
的

遴
$
•
重
组
拙
力
理
作
的
横
成
，
亚
不
是
「
理
勤
政
治

J
的
首
要
目
的
。

囚
坞
徙
「
理
勤
政
治

J
的
角
度
，
拙
力
亚
不
是
你
可
以
一
次
遏
森
遏
来

的
，
又
或
者
将
之
切
割
、
分
散
，
造
行
数
学
相
加
的
束
西
，
而
是
一
组
又

一
组
紧
扣
的
礼
合
理
作
逢
辑
，
徙
物
质
力
蜇
的
分
怖
、
安
排
，
到
價
值
、

信
念
、
意
溉
形
怹
，
以
至
社
群
的
身
份
、
经
检
、
晤
言
…
…
都
是
拙
力
遵

作
的
琪
蹄
。
所
以
滚
会
席
位
亚
不
是
「
描
力
速
作
横
器
」
的
全
部
，
而
社

合
理
勤
者
不
恋
用
政
拙
的
漫
辑
（
既
定
的
拉
票
、
宣
傅
、
进
脱
、
时
價
遠

; 
價
等
）
作
笃
封
待
湛
犁
的
谨
辑
，
只
求
膀
出
参
政
、
分
享
拙
力
，
而
是
要

将
之
祝
鸟
一
佪
催
化
理
勤
成
长
的
场
合
。
透
遇
各
桢
干
援
的
戟
略
、
戟

衔
，
使
得
拙
力
理
作
的
虚
偶
和
质
制
得
以
暴
药
，
徙
而
阴
拓
想
像
、
批
判

能
力
的
新
塌
合
。

驸
滚
舍
政
治
的
扬
粲
，
是
一
稚
稍
桓
的
扬
粲
，
也
就
是
脱
要
徙
超
越

的
角
度
去
舆
滚
合
政
治
周
旋
，
不
是
單
纯
片
面
的
否
定
。
简
單
地
脱
，
就

是
要
驳
掘
稍
枑
因
素
亚
批
判
其
局
限
性
。
登
掘
积
梪
因
素
就
是
要
肯
定
问

接
民
主
的
相
射
造
步
意
羲
，
抵
制
任
何
封
逍
颊
民
主
形
式
的
侵
害
，
盛
一

切
能
力
稠
勤
稍
桥
力
昼
去
令
群
窊
掌
握
形
式
民
主
的
重
要
。
但
同
峙
，
逍

稚
间
接
民
主
的
局
限
，
以
及
滑
向
政
治
市
场
式
代
辦
制
的
危
险
，
就
要
透

遏
不
问
曆
次
的
介
入
，
衡
擎
，
挑
戟
来
加
以
撤
底
批
判
。
而
任
何
真
正
有

效
的
撤
底
批
判
力
员
，
必
要
扎
根
在
坚
宜
的
民
间
自
主
社
舍
速
勋
之
上
。

... 
没
有
礼
舍
速
勤
在
滚
舍
外
的
批
判
性
支
持
，
问
接
民
主
必
然
合
蜕
化

乌
集
网
性
政
客
的
型
断
。
而
没
有
集
网
或
政
黛
支
持
的
揭
立
参
遴
者
亦
舍

因
此
而
不
能
免
於
孤
立
被
勤
。
正
因
局
没
有
社
会
遵
勤
乌
溅
舍
内
的
溅
政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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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
戟
及
其
参
舆
者
界
定
另
一
柯
立
足
民
问
，
立
足
遇
缘
、
芹
根
的
主
醴

性
，
参
舆
滚
会
湮
作
的
人
必
定
会
慢
慢
乌
滚
舍
湮
作
的
文
化
所
吸
纳
，
以

俯
祝
天
下
，
乌
天
下
裤
媒
的
角
度
，
去
造
行
搞
调
，
去
乌
所
谓
「
缚
醴
利

益
J
而
熬
算
，
参
舆
者
时
價
遠
價
。
滚
舍
民
主
的
质
制
性
正
是
在
於
它
焦

可
避
免
地
是
一
所
决
策
横
陇
，
溅
政
是
决
策
横
器
的
其
中
一
璞
，
但
行
政

决
策
是
以
厂
现
女
」
规
限
作
鸟
底
线
的
，

r现
女
界
限

J
就
成
乌
调
控
各

稚
不
同
價
值
、
理
想
、
原
则
的
最
有
效
利
器
。
孤
立
的
政
客
乌
了
现
实
的

政
治
前
途
，
一
定
会
在
推
勋
不
同
取
向
的
立
场
之
前
，
首
先
服
膺
於
厂
现

安
J
的
框
框
底
下
，
面
封

r
现
安

J
（
例
如
实
源
约
制
）
的
界
定
。
道
些

厂
现
贡

J就
成
乌
消
磨
原
则
、
想
像
、
勇
氪
的
最
有
力
横
制
。

只
有
在
溅
会
外
，
以
自
主
社
会
组
线
和
行
勤
所
采
固
的
速
勤
绢
络
，

才
能
不
勘
马
被
消
融
、
质
制
、
扭
曲
、
吸
纳
的
原
则
、
想
像
和
勇
氛
一
—

乃
至
自
登
的
感
情
，
舆
生
活
不
脱
简
的
思
想
—
—
保

OO
生
存
和
登
展
空

问
，
而
滚
合
游
戏
之
能
被
改
造
，
全
赖
於
溅
合
中
的
追
步
人
物
如
何
能
有

效
地
将
自
己
参
舆
的
身
份
舆
勤
概
·
舆
迼
些
滚
合
外
的
礼
合
理
勋
速
结
．

以
至
於
用
礼
合
速
勤
者
的
身
份
和
勋
横
，
取
代
厂
参
政
」
的
身
份
和
勋

横
。
否
则
，
孤
立
的
身
份
遏
早
会
被
滚
会
的
一
整
套
理
作
遍
辑
所
收
编
．

吸
纳
，
或
遇
缘
化
。
逍
棵
，
所
喟
「
反
对
梵
音

J
往
往
俞
成
鸟
描
力
速
作

贴
上
合
法
镖
谈
，
以
使
俴
式
能
阎
淌
完
成
，
使

r真
封
闭

J
换
上
「
假
阴

放
J
的
外
套
，
成
鸟
更
能
迷
惑
大
窊
的
工
具
而
已

。

重
建
公
嫘
空
问

滚
合
理
作
亚
不
是
民
主
的
全
部
内
容
，
社
合
速
勋
更
不
是
以
遗
犁
作

岛
镖
的
的
工
作
。
社
合
速
助
恋
有
自
己
的
驳
展
空
问
、
胀
史
、
通
辑
和
籵

割
。
滚
舍
遴
犁
可
以
成
均
社
会
遵
勤
一
佪
可
以
提
供
聚
合
思
想
、
感
情
和

力
量
的
概
舍
，
但
也
可
以
使
事
情
向
相
反
方
向
登
展
。
作
马
一
佪
资
源
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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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
的
横
舍
，
其
成
败
必
需
视
乎
其
他
有
骈
社
舍
登
展
的
一
系
列
因
素
。
社

会
理
勤
在
溅
会
之
外
要
阴
拓
的
，
是
一
佪
另
颊
的

r
公
窊
空
间
」
（

pu
bl

ic

sp
he

re
)
，
以
免
除
膜
制
泄
通
障
碳
，
以
自
由
、
自
驳
、
充
份
表
述
、
经

脸
疏
解
的
方
式
，
求
取
各
稚
集
醴
交
往
的
规
则
，
亚
得
出
群
醴
生
活
利
益

的
共
跋
。
溅
舍
制
度
原
来
是
资
本
主
羲
初
期
，
布
甭
裔
亚
階
曆
的
公
窊
空

问
迪
一
步
给
制
度
化
起
来
的
痊
物
。
但
是
在
资
本
遍
辑
（
如
公
腑
宣

傅
）
·
囡
家
逢
辑
（
如
政
黛
政
治
）
入
侵
之
俊
，
滚
合
往
往
不
但
不
成
乌

公
窊
空
间
，
反
而
成
均
被
假
民
主
所
质
缩
掉
、
私
有
化
掉
的
空
间
。
所

以
，
社
舍
速
勤
就
断
断
不
能
以
代
滚
士
作
乌
仲
展
湮
勤
纲
领
的
依
托
者
、

或
代
辦
人
。
社
会
湮
勤
的
首
要
纲
领
反
倒
是
去
维
持
和
登
展
脱
於
暹
勤
的

主
醴
性
，
亚
以
阴
拓
多
稚
不
同
的
公
窊
空
问
、
另
颊
泄
通
方
式
，
作
乌
采

固
和
喉
展
遵
勤
围
醴
主
醴
性
的
常
試
。

建
立
自
主
性
的
公
窊
空
间
的
戟
场
是
焦
虞
不
在
的
，
但
逍
一
佪
以
面

建
被
质
缩
和
排
挤
掉
的
生
活
價
值
之
间
的
滞
通
局
前
题
的
门
孚
，
一
定
要

避
免
觅
新
落
入
建
制
的
支
配
性
文
化
之
中
。
他
们
用
以
游
通
的
晤
言
不
能

單
纯
借
用
建
制
的
那
套
功
利
性
假
股
和
厂
荨
家
文
化
」
的
晤
言
，
滞
通
方

式
和
组
蛾
内
部
的
购
保
也
要
寻
求
革
新
。
因
乌
质
制
的
起
源
是
徙
佪
人
生

活
阴
始
，
也
徙
晤
言
和
泄
通
方
式
阴
始
。
政
治
除
了
是
佪
人
的
，
也
是
晤

言
的
。
礼
舍
遵
劾
所
挑
戟
的
就
是
社
舍
醴
制
的
遵
作
遏
程
中
各
稚
质
制
性

购
保
的
起
源
和
隔
笳
贴
。
然
而
若
果
阿
孚
被
矮
化
乌
建
制
湮
作
遏
程
中
某

稚
描
力
和
利
益
重
新
分
怖
的
横
制
，
则
社
舍
就
会
滑
向

r
利
益
围
醴

J
的

政
治
，
缺
乏
挑
戟
醴
制
的
活
力
和
能
力
。

亦
正
因
均
质
制
购
保
不
能
避
免
是
在
晤
言
和
能
力
的
曆
次
上
被
建
立

和
亲
固
的
，
社
舍
速
勤
赏
中
领
淳
和
被
领
淳
者
的
阶
俅
，
理
谕
和
安
跷
之

问
的
购
保
就
要
重
新
配
置
。
其
準
则
就
是
突
破
封
事
物
意
羲
造
行
诠
释
描

的
隅
断
，
打
破
由
理
治
家
的
理
谕
放
蒙
去
指
淳
安
跷
的
模
式
。
因
均
那
稚

模
式
舆

r
利
益
代
滚

J
和
厂
规
割
整
合

J
的
现
代
政
治
生
活
模
式
是
原
则

同
椅
的
，
其
面
射
的
困
局
和
矛
盾
也
一
棵
；
其
舆
滞
通
理
性
／
直
接
民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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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思
路
也
是
背
迨
而
驰
的
。

香
港
民
主
遵
勤
隙
此
腑
口
上
，
八
十
年
代
的
慈
政
主
羲
改
革
巳
走
到

蛊
顽
，
新
階
段
的
民
主
速
助
所
需
要
的
不
是
现
成
的
理
治
或
技
衔
曆
次
上

的
策
略
，
而
是
一
柯
可
以
驳
掘
新
可
能
性
的
视
野
。
本
文
希
望
可
以
刺
激

起
追
寻
迫
秞
祝
野
的
輿
趣
。

彶
记
：
此
文
成
於
九
一
年
九
月
直
退
之
前
，
除
了
一
场
即
将
到
来
的
「
退

戟
」
之
外
，
亚
垒
更
具
惶
舆
之
辩
谕
的
升
象
。
今
天
《
天
杆
》
将
之
面

世
，
在
这
佃
更
岛
深
入
的
谕
述
空
问
底
下
，
此
文
各
丸
或
幸
而
有
更
豐
富

的
映
照
和
指
涉
。
这
襄
要
说
明
的
是
，
这
些
都
不
是
作
者
的
原
意
，
而
是

屉
史
和
政
治
在
阴
展
及
深
化
遏
程
中
某
枝
凑
巧
而
已
。

2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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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
纵
欲
舆
虚
炰
之
上

—
—
回
颠
章
伯
的
《
学
衔
舆
政
治
》
＊

．一
－

我
生
而
有
幸
，
輿
趣
舆
眽
桨
能
狗
合
一
。
諷
害
便
是
我
的
輿
趣
兼

瞰
桨
。
多
年
来
嚷
遏
的
害
不
能
梢
多
，
不
递
倒
也
雅
寅
賸
到
了
一
些
比

较
雅
忘
的
害
。

我
用
「
雅
忘
」
一
祠
，
避
阴
苦
旯
的
「
好
害
」
道
侗
镖
簸
，
是
因

第
「
好
害
」
能
需
要
一
些
客
戳
的
棵
準
，
「
雅
忘
」
则
愚
藉
主
戳
的
感

受
巳
足
。
其
寅
撇
阴
訰
粹
惠
秶
朋
骥
的
情
况
不
啖
，
我
们
射
一
本
害
的

砰
價
，
最
俊
多
半
要
拆
睹
它
射
自
己
造
成
的
衡
擘
舆
引
狡
的
共
嗅
。
一

本
害
第
甚
陛
曾
使
諷
者
雄
忘
，
恐
怕
不
容
易
找
到
一
侗
明
确
、
一
贯
的

理
由
。 举
例
而
言
，
我
沈
迷
於
英
囡
作
家
雷
卡
瑞

(J
oh
n

le
 C

ar
re

)
的
小

脱
，
册
册
敷
十
賸
而
不
倦
，
雏
然
我
猜
想
他
造
不
了
文
坐
史
、
氯
质
又

有
许
多
另
一
｛
固
晇
代
的
残
除
。
我
崇
拜
黑
格
丽
的
（
精
神
琨
象
坐
〉
，

不
遏
我
看
懂
了
的
部
分
大
概
僅
及
全
害
章
郎
的
十
分
之
一
，
其
他
部
分

的
骗
瞪
我
没
有
能
力
用
自
己
的
概
念
晤
言
重
新
陳
述
（
道
愿
陔
是
哲
坐

＊
原
登
表
在
台
北
（
骈
合
教
〉
副
刊
，

19
95
年

6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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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
埮
欲
舆
虚
焦
之
上
一
一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治
伶
理

在
架
欲
舆
虚
焦
之
上
：
回
颜
拿
伯
的
（
学
街
舆
政
治
〉
＠

97

鲁
有
没
有
賸
懂
的
基
本
判
準
）
，
只
能
遥
遥
帮
往
其
中
描
窝
的
朦
牖
境

界
。
我
眳
笢
萎
金
太
朗

(A
la

sd
ai

r
Ma

cI
nt

yr
e)
的
《
德
性
之
俊
〉

(A
ft
er

历
rt

ue
)

1乃
是
本
世
纪
英
晤
世
界
道
德
哲
垒
最
吸
引
人
的
一
本
著
作
，
可

是
其
銡
誰
少
有
人
能
接
受
，
更
有
言
午
多
人
懊
疑
其
哲
垒
的
可
信
度
。
（
脱

来
諷
刺
，
类
金
太
溺
骰
属
批
砰
的
主
要
射
象
之
一
，
正
是
下
文
所
要
推

崇
的
幸
伯
的
立
塌
。
）
道
些
害
都
曾
秷
给
我
留
下
强
烈
的
印
象
，
雏
然
我

永
遠
熊
法
（
也
熊
意
）
勉
强
「
瞪
明
」
它
们
是
具
催
了
某
项
客
戳
價
值
的

好
害
。 跟
上
述
三
侗
例
子
比
起
来
，
幸
伯
的
（
垒
衙
作
第
一
穗
志
祡
〉
和

（
政
治
作
第
一
稠
志
粟
〉
在
我
心
中
的
雌
忘
程
度
要
更
造
一
步
。
我
不

僅
拙
心
研
賸
遏
道
雨
篇
演
講
，
亚
且
有
幸
投
入
出
版
中
腮
本
之
前
的
编

膘
、
注
释
等
辛
苦
工
作

2
。
道
雨
篇
演
講
虔
虎
有
慷
慨
勤
人
的
激
情
隧
藏

在
秪
面
文
字
之
下
，
翻
腮
遏
程
因
此
也
灾
雒
著
太
多
情
绪
起
伏
的
轻

踩
，
肝
多
中
文
段
落
徙
而
跳
刻
在
我
的
心
梩
，
至
今
照
法
忘
郤
。

儅
然
，
不
能
忘
郤
的
遠
包
括
了
军
伯
在
迼
雨
篇
演
講
捚
提
出
的
间

题
、
答
案
，
以
及
凛
洌
的
挑
戳
。

章
伯
的
间
题
其
寅
每
侗
人
都
很
熟
悉
：
自
己
生
命
以
及
迵
遭
的
世

界
究
竞
有
没
有
「
意
羲
」
？
如
果
你
有
宗
教
信
仰
、
或
者
在
心
怹
上
腾

於
聿
伯
所
喟
的
「
宇
宙
－
偷
理
戳
上
的
理
性
主
羲
者
」
，
你
俞
相
信
世

l 
A

．枣
金
太
向
著
，
共
群
、
载
扬
毅
等
择
，
（
德
性
之
伎
〉
（
北
京
：
中
因
社
令
科

学
出
版
社
，

19
95
年
）
。

2
线
永
祥
编
译
，
（
学
街
輿
政
治

：
拿
伯
遣
集

I〉
（
台
北
：
允
晨
出
版
公
司
，

19
85

年
；
修
改
堵
订
版
，
遠
流
出
版
公
司
，

19
91
年
）
。

界
是
一
佪
有
意
教
的
醴
系
，
其
中
的
事
件
安
排
均
有
其
理
由
可
言
，
道

颓
理
由
最
俊
可
以
回
溯
到
神
的
旨
意
，
或
者
是
某
稚
天
道
、
某
穗
彷
佛

有
目
的
的
秩
序
的
速
作
。
侗
人
生
命
只
要
在
道
套
秩
序
梩
有
所
安
颉
，

就
自
曾
取
得
意
羲
；
人
的
活
勤
只
要
舆
那
客
戳
的
目
的
有
所
陇
聊
，
就

自
有
其
價
值
。

近
代
文
明
的
一
侗
主
要
特
徵
，
就
是
摧
毁
了
逜
一
套
邸
聆
生
命
的

意
羲
有
其
客
戳
来
源
的
信
念
。
章
伯
借
用
德
囡
特
人
席
勒
的
字
眼
，
梢

近
代
人
「
祛
除
了
世
界
的
迷
魅
八
直
腮
第
「
解
除
了
世
界
的
魔
咒
」
）

: 

世
界
徙
偷
理
角
度
来
看
是
「
非
理
性
的
」
、
只
是
棵
械
性
的
规
律
暹
韩
，

没
有
任
何
内
在
本
有
的
意
羲
或
目
的
可
言
。
人
可
股
法
邸
腺
事
物
的
因

一
一

·
果
规
律
，
以
便
利
用
厚
生
，
但
逜
规
律
亚
不
横
成
一
套
客
戳
的
道
德
秩

序
，
因
此
也
就
不
可
能
提
供
生
命
的
安
颉
、
淳
出
人
生
的
方
向
舆
目
棵
。

近
代
文
明
的
逜
佪
膊
折
，
一
方
面
具
有
强
大
的
解
放
效
果
，
使
人

在
自
然
舆
社
曾
雨
佪
颌
域
均
描
脱
了
自
然
天
成
的
道
德
秩
序
的
指
导
羁

绊
；
另
一
方
面
郤
也
赋
予
佪
人
沈
重
的
责
任
，
因
第
现
在
侗
人
必
须
自

行
建
横
價
值
舆
目
的
、
第
自
己
的
生
命
找
到
意
教
。
可
是
，
在
除
魅
俊

的
世
界
梩
，
棠
宗
教
之
颓
的
傅
統
救
賸
力
量
失
去
作
用
之
俊
，
侗
人
又

有
甚
陵
资
源
虔
理
逜
废
沈
重
的
踝
题
呢
？

草
伯
探
肘
坐
衙
舆
政
治
逜
雨
穗
「
志
祡
」
，
正
是
想
要
回
答
道
侗

罔
题
。
在
近
代
世
界
，
坐
衙
舆
政
治
似
乎
是
最
套
目
的
雨
穗
力
最
。
坐

衙
知
瞰
狻
现
客
戳
的
真
理
，
透
遏
计
算
支
配
篱
物
；
政
治
行
勤
寅
琨
美

好
的
理
想
，
惑
藉
榷
力
改
造
整
佪
社
曾
。
科
毕
真
理
描
除
蒙
昧
迷
霖
，

講
人
知
道
陔
如
何
生
活
；
政
治
理
想
取
代
不
教
的
鹘
制
，
攘
所
有
人
生

活
在
自
由
、
平
等
、
博
爱
之
中
。
道
雨
穗
活
勤
不
僅
本
身
具
有
重
大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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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8
＠
栥
欲
輿
虚
生
之
上
一
—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治
伶
理

在
纸
欲
輿
虚
杂
之
上

：
回
颜
幸
伯
的
（
学
街
輿
政
治
〉
＠

99

價
值
，
可
以
講
以
它
们
第
志
棠
的
人
取
得
自
己
生
命
的
意
羲
；
它
们
似

乎
遠
都
可
望
指
出
理
想
的
人
生
愿
陔
如
何
操
持
，
帮
助
每
一
侗
人
找
到

生
命
的
方
向
舆
準
则
。
道
稚
情
况
下
，
许
多
人
野
坐
衙
舆
政
治
寄
予
莫

大
的
希
望
舆
信
心
，
甚
至
把
它
们
看
作
新
的
「
种
」
，
要
求
毕
者
舆
政

治
人
物
扮
演
昔
日
先
知
狡
配
意
羲
的
角
色
，
也
就
不
雌
理
解
了
。

在
雨
篇
演
講
中
，
幸
伯
野
於
近
代
坐
衙
舆
政
治
的
思
想
预
股
、
制

度
倏
件
、
内
在
性
贺
、
可
能
作
用
，
均
作
了
精
细
的
分
析

。
道
些
分
析

射
賸
者
有
枑
大
的
帮
助
，
帮
助
我
们
了
解
坐
衙
舆
政
治
的
性
赏
舆
定

位
。
可
是
在
道
些
冷
静
的
分
析
之
外
，
雨
篇
演
講
同
晇
遠
提
出
了
勤
情

的
呼
额
。
倾
腮
他
的
呼
函
，
我
们
曾
警
觉
到
藉
垒
衔
或
政
治
追
求
生
命

意
羲
的
尊
骰
一
面
舆
徒
劳
－
咂

i
。

-

章
伯
懿
爵
，
坐
衙
舆
政
治
試
然
有
其
重
大
的
價
值
，
但
它
们
也
均

有
殿
重
的
局
限
。
毕
衔
一
方
面
束
助
人
睬
瞰
事
怹
之
问
的
相
互
牒
聊
，

相
射
於
既
定
目
的
提
供
手
段
的
考
量
；
另
一
方
面
劓
帮
助
人
理
解
自
己

的
寅
践
抉
摆
如
何
舆
终
枑
價
值
立
场
保
持
一
贯
，
也
就
是
凛
人
野
自
己

行
第
的
终
枑
意
羲
有
所
自
觉
和
交
代
。

可
是
釬
射
生
命
的
根
本
罔
题
一
一
侗
人
愿
陔
速
撑
、
信
奉
甚
座
终

枑
價
值
立
场

－~
衙
是
熊
法
提
供
答
案
的
。
客
戳
宇
宙
秩
序
崩
解
所

带
来
的
「
價
值
多
神
骗
」
，
迫
使
卑
衙
必
须
守
住
自
己
的
种
，
徙
而
也

就
不
免
得
罪
其
他
的
神
。
假
如
坐
衔
以
理
知
真
理
爵
神
，
那
陛
它
就
必

然
要
背
粱
善
、
美
、
幸
福
、
簦
魂
得
救
等
其
他
种
祗
、
其
他
價
值
。
毕

衙
没
有
资
格
在
交
戙
睹
神
之
间
充
富
裁
判
，
没
有
能
力
排
列
瞪
明
各
穗

價
值
的
高
下
。
终
枑
價
值
的
抉
摆
，
也
就
是
自
己
陔
侍
奉
哪
侗
神
，
必

须
由
佪
人
自
行
决
定
。

在
（
坐
衙
作
篇
一
穗
志
桨
〉
梩
，
草
伯
指
出
「
坐
衙
不
是
蹙
祝
者

舆
先
知
狡
配
型
醴
和
天
答
的
神
恩
之
赐
，
也
不
是
智
者
舆
哲
学
家
射
世

界
意
羲
所
作
沈
思
的
一
佪
横
成
部
分
。
」
因
此
他
尖
刻
嘲
諷
「
颌
囡
家

薪
水
亚
享
有
特
殊
地
位
的
教
授
」
在
踝
堂
裹
扮
演
先
知
或
救
世
主
的
角

色
，
邸
第
道
颓
表
演
徒
然
使
年
轻
人
熊
法
邸
清
一
件
基
本
事
寅
：
「
今

天
人
的
命
速

，
是
要
活
在
一
侗
不
知
有
种
、
也
不
旯
先
知
的
峙
代
。
」

坐
者
扮
演
假
先
知
的
罪
恶
俊
果
，
就
是
掩
舫
道
佪
重
要
事
寅
，
攘
人
辙

绩
靠
幻
觉
生
活
，
条
吉
果
熊
法
爵
自
己
的
價
值
抉
摺
负
起
殿
肃
的
责
任
。

至
於
政
治
，
草
伯
雏
然
祝
它
第
「
尊
贵
的
亵
衙
」
，
掌
握
著
「
墅

史
的
舵
翰
」
，
但
是
他
强
隅
，
企
阖
藉
政
治
宵
琨
理
想
價
值
道
佪
想
法
，

在
除
魅
俊
的
世
界
梩
同
揉
面
射
著
踞
苛
的
挑
戙
。
既
然
没
有
一
套
客
戳

的
道
德
秩
序
来
保
瞪
意
圈
舆
俊
果
之
问
的
一
致
（
章
伯
稻
那
稚
相
信
善

因
得
善
果
、
惩
因
有
恶
弱
的
人
「
在
政
治
上
是
侗
幼
童
」
）
，
追
求
理
想

的
勤
檄
舆
最
俊
摸
得
的
结
果
便
往
往
相
去
甚
遠
。
在
道
雨
桯
之
阴
，
有

些
人
只
注
重
意
圈
、
勤
横
、
用
心
的
良
善
高
贵
舆
否
，
只
著
重
理
想
是

否
符
合
某
穗
道
德
镖
準
；
道
颊
人
的
怹
度
，
草
伯
稍
第
「
心
志
偷
理
」
。

（
道
侗
阿
也
有
驿
作
「
信
念
偷
理
」
或
「
意
圈
倘
理
」
者

；
不
递
最
近
中

研
院
李
明
郎
先
生
提
出
「
存
心
倘
理
学
」
新
骡
，
似
乎
更
笃
高
明
。
）
另

一
颓
人
则
相
信
行
勤
的
俊
果
更
重
要
，
行
勋
者
庖
陔
承
檐
的
责
任
，
不

在
於
目
檬
或
者
甩
心
是
否
正
确
高
贵
，
而
是
俊
果
是
否
有
價
值
、
舆
原

初
目
的
又
相
去
多
遠
；
道
穗
怹
度
，
草
伯
称
爵
「
责
任
偷
理
」
。

徙
心
志
倘
理
的
角
度
来
看
，
政
治
的
要
捞
是
追
求
某
穗
理
想
的
寅

现
。
但
是
靠
伯
指
出
，
我
们
不
要
忘
了
政
治
所
使
用
的
特
定
手
段
是
武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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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0
＠
采
欲
舆
虚
生
之
上
一
一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治
伶
理

力
，
而
「
武
力
之
中
盛
踞
著
魔
鬼
的
力
量
」
。
武
力
有
其
本
身
遁
辑
所

决
定
的
特
定
俊
果
，
不
僅
曾
使
得
理
想
的
意
圈
舆
行
勤
的
俊
果
之
朋
的

悖
反
更
第
瑕
重
，
甚
至
曾
迫
使
原
先
的
理
想
迅
速
渝
捻
空
洞
的
政
治
「
咒

晤
」
，
掩
旆
榷
力
的
睹
般
酰
怹
。
有
懊
於
道
侗
事
寅
，
政
治
人
物
必
须

放
粱
心
志
偷
理
的
童
挨
信
心
，
探
取
责
任
倘
理
的
踏
寅
準
则
。
道
晇
候
，

我
们
曾
狻
琨
政
治
行
勤
所
能
提
供
的
意
羲
或
言
午
梪
第
有
限
，
可
是
郤
更

能
表
现
一
穗
章
伯
所
腊
的
「
英
雄
倘
理
」
：
不
赖
幻
觉
、
熊
懦
於
希
望

的
破
诚
，
面
射
真
相
下
的
世
界
追
求
有
限
的
现
世
理
想
。
道
也
是
竞
伯

心
目
中
的
政
治
人
物
典
跪
。

在
我
的
鹘
曾
之
中
，
草
伯
的
道
些
呼
颌
似
乎
可
以
用
「
欲
欲
」
舆

「
虚
熊
」
的
野
立
雨
枑
来
瑕
托
表
逢
。
如
果
野
於
意
教
的
渴
求
是
一
穗

慾
望
，
粱
欲
指
的
便
是
野
於
意
羲
的
存
在
有
太
多
幻
觉
、
野
於
人
颊
的

作
摇
剒
造
意
教
的
能
力
有
太
大
的
信
心
。
相
野
於
此
，
赏
殿
欲
的
亢
蓄

高
潮
带
来
的
只
是
虚
脱
挫
敃
，
幻
觉
舆
信
心
曾
在
瞬
间
崩
解
，
渝
第
射

於
一
切
價
值
的
麻
木
虚
熊
心
怹
。
在
除
魅
俊
的
近
代
世
界
梩
，
意
教
的

问
题
逐
渐
浮
现
，
解
决
的
唯
一
资
源
又
只
剩
下
作
第
主
鹘
的
人
自
身
，

殿
欲
輿
虚
熊
之
问
的
检
替
交
迭
自
然
愈
演
愈
烈
，
表
现
了
人
颊
每
一
次

建
横
意
羲
峙
徙
张
狂
得
意
到
失
敃
爽
志
的
循
璞
。

但
是
殿
欲
舆
虚
熊
遠
有
深
一
曆
的
共
同
根
源
，
那
就
是
它
们
都
企

圈
逃
避
现
代
性
的
要
求
。
幸
伯
再
三
强
羁
，
近
代
世
界
中
的
意
装
罔
题
，

受
制
於
特
定
的
思
想
舆
现
寅
倏
件
。
道
些
倏
件
，
残
乎
可
以
用
「
冷
酷
」

一
阿
来
形
容
。
他
在
一
些
洋
溢
著
悲
情
的
段
落
梩
指
出
，
射
近
代
人
而

言
，
最
娠
雌
的
事
就
是
「
面
射
晇
代
宿
命
的
肃
股
面
容
」
而
猎
贾
勇
自

在
纸
欲
輿
虚
杂
之
上
：
回
颜
幸
伯
的
（
学
街
輿
政
治
〉
@

10
1 

持
。
如
果
峙
代
宿
命
代
表
著
荒
凉
世
界
中
一
切
希
望
的
破
诚
，
贾
勇
自

持
所
要
求
的
就
是
以
坚
初
的
心
腹
面
射
道
佪
局
面
而
脱
：
「
即
使
如
此
，

没
翡
保
」

(d
en

no
ch

)
。
舆
道
穗
怹
度
相
反
，
粱
欲
者
靠
奢
侈
的
希
望
而

生
，
不
敢
正
祝
希
望
破
诚
的
事
寅
；
虚
熊
者
则
放
粲
一
切
希
望
，
不
敢

在
暧
墟
中
再
有
所
壑
持
。
雨
穗
心
怹
所
表
现
的
倾
向
其
寅
是
一
樑
的
：

软
弱
而
熊
能
承
搀
峙
代
所
提
供
的
横
曾
舆
责
任
。

回
想
起
来
，
翻
踝
章
伯
道
雨
篇
演
講
已
轻
是
十
多
年
以
前
的
事

了
。
那
段
轻
胺
在
劳
累
中
灾
雒
著
輿
富
，
輿
套
於
自
己
有
幸
翻
骡
到
道

度
深
刻
勤
情
的
作
品
。
章
伯
提
出
的
皿
题
、
分
析
舆
呼
颌
在
在
切
入
近

代
文
化
的
内
梩
，
在
西
方
世
界
固
然
巳
不
易
旯
到
堪
舆
偷
比
的
文
化
反

思
，
中
文
世
界
的
浅
薄
童
挨
，
自
然
更
不
可
能
感
鳞
到
他
那
穗
屡
於
悲

剌
的
眼
光
和
情
懊
。
棠
峙
，
只
要
想
到
台
濡
的
年
轻
人
可
以
就
此
賸
到

如
此
深
刻
的
文
化
反
省
舆
偷
理
思
考
，
不
必
如
我
少
峙
一
般
坐
井
戳

天
，
以
篇
胡
递
或
者
罹
素
便
是
所
講
的
「
思
想
家
」
，
迻
朦
遏
程
中
的

熊
敷
困
雌
挫
折
，
便
有
了
股
法
去
克
服
解
决
的
勤
力
。

10
年
之
俊
重
看
儅
年
晔
本
，
雒
然
狻
现
了
很
多
缺
贴
，
不
遇
比
起

残
储
英
霹
本
以
及
稍
俊
出
现
的
大
睦
中
释
本

3
，
我
们
迼
佪
择
本
似
乎
仍

然
比
较
翔
寅
完
整
。
而
只
要
阴
始
陇
賸
，
我
仍
然
不
禁
又
被
單
伯
的
凌

属
分
析
舆
激
情
呼
颌
吸
引
而
雌
以
释
卷
。

19
19
年
初
，
章
伯
在
慕
尼
黑

野
以
左
派
激
迤
垒
生
第
多
数
的
腮
敃
演
講
（
政
治
作
第
一
穗
志
祡

〉
，

3
王
容
芬
译
，
（
学
衔
生
涯
典
政
治
生
涯

：
升
大
学
生
的
雨
篇

i寅
講
〉
（
北
京
：
囡

序
文
化
出
版
公
司
，

19
88
年
）
。
常
然
，
窝
作
本
文
的
时
候
，
冯
克
利
译
，

（
学

街
舆
政

，台
〉
（
北
京
：
三
骈
言
店
，

19
98
年
）
遠
没
有

~o1
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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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2
＠
栥
欲
舆
虚
生
之
上
一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治
｛
合
理

銡
尾
的
段
落
是
道
襟
阴
始
的
：

届
此
，
在
座
的
各
位
贵
省
们
，
壤
我
们
约
定
，
十
年
之
俊
再
来

讨
洽
迼
佪
问
题
。
很
遗
憾
，
我
不
能
不
檐
心
，
到
了
那
佪
特

候
…
…
反
勤
的
特
期
已
经
朋
始
，
你
们
之
中
许
多
人
以
及
我
都

在
盼
望
、
期
待
的
束
西
，
竟
炭
乎
鱼
所
贲
现
…
…
。
到
了
那
一

天
，
我
佪
人
是
不
合
丧
志
崩
溃
的
；
但
不
容
誰
言
，
意
哉
到
迼

秷
可
能
性
，
也
是
心
中
一
大
负
檐
。
到
了
那
一
天
，
我
非
常
希

望
再
见
到
你
们
，
看
看
褚
君
…
…
有
甚
座
内
在
方
面
的
燮
化
。

竞
伯
在
次
年
去
世
，

10
年
之
俊
德
囡
倦
起
了
希
特
勒
的
厘
暴
。
我

赏
然
熊
法
预
言

10
年
之
俊
的
台
滑
曾
是
甚
陵
面
貌
；
大
家
今
天
的
輿
富

期
待
，
是
否
曾
由
於
外
力
、
内
因
而
仍
然
蹄
於
徒
劳
破
诚
；
熟
情
的
心

志
，
是
否
曾
陷
入
茸
伯
列
举
的
「
恨
怨
、
庸
俗
、
麻
木
、
抑
或
遁
世
」

等
等
銡
局
。
但
我
希
望

10
年
之
俊
遠
有
傥
曾
重
溫
道
雨
篇
演
講
，
也
希

望
有
横
曾
知
悉
新
一
代
的
人
曾
轻
自
其
中
摸
得
垒
衙
或
政
治
方
面
的
咨

狻
。
我
更
希
望
自
己
在
坐
衙
舆
政
治
雨
方
面
能
狗
狻
展
出
比
较
深
沈
成

熟
的
反
省
。
辗
竞
，
正
如
奕
金
太
萌
之
砰
所
期
示
的
，
草
伯
的
戳
贴
含

有
骰
重
的
同
题
，
俊
人
不
能
不
努
力
突
破
它
的
限
制
。
而
儅
然
，
若
是

力
有
未
逮
，
自
己
熊
能
阴
狻
出
新
的
骗
述
境
界
，
那
陛
只
要
再
找
到
一

本
令
我
同
襟
感
勤
雌
忘
的
害
，
藉
翻
腮
諷
我
分
享
其
中
的
悲
情

(p
at

ho
s)

起
伏
，
於
顾
亦
足
矣
。

/ 

@
 1

03
 

纪
念
伯
林
之
死
＊

艾
藷
·
伯
林

(I
sa

ia
h

B
er

li
n,

 
19
09
-1
99
7)
是
裳
代
一
位
令
人
不
得

不
正
祝
的
思
想
家
。
他
的
（
自
由
四
骗
〉

1
舆

（俄
囡
思
想
家
〉

2
雨
本

文
集
固
然
笢
骥
害
人
所
周
知
；

（
刺
姻
舆
狐
狸
〉

(1
95

3)
、
（
思
基
亚

雒
利
的
原
创
性
〉

(1
97

2)
、
（
反
瞥
蒙
速
勤
〉

(1
96
8)
、
（
民
族
主
羲
〉

(1
97

8)
等
多
篇
文
章
也
畏
久
膳
炙
人
口
；

（
舆
俄
罹
斯
作
家
的
含
面
〉

(1
98

0)
已
成
文
壤
傅
奇
文
字
（
伯
林
此
文
追
记
他
在

19
45
年
及

19
56
年

舆
巴
斯
特
钠
克
和
阿
克
玛
托
娃
的
曾
面
啖
括
轻
遇
）
；
（
自
由
的
雨
植
概

念
〉

(1
95

8)
更
是
相
陇
人
文
、
社
曾
坐
科
一
代
又
一
代
垒
生
必
賸
的
小

轻
典
。
不
遏
，
伯
林
作
第
思
想
家
，
舆
我
们
心
目
捚
苦
旯
的
思
想
家
形

象
郤
有
些
不
同
；
指
出
道
些
不
同
，
在
我
们
了
解
他
的
思
想
晇
，
有
一

些
不
愿
低
估
的
寅
贺
意
教
。

＊
鸟
柏
林
在

19
97
年

11
月

5
日
去
世
而
作
，
原
在
表
在
香
港
（
二
十
一
世
纪
〉
赞
月

刊
第

4
4
期
，

19
97
年

12
月
。

I 
F

o
u

r 
E

ss
ay

s 
on

 L
ib

er
ty

 (
O

xf
or

d:
 O

xf
or

d 
U

ni
ve

rs
it

y 
Pr

es
s,

 1
96

9)
；
陳
晚
林

中
译
，
（
自
由
四
捻
〉
（
台
北
；
骈
经
出
版
公
司
，

19
86
年
）
。

2 
R

us
si

an
 T

hi
nk

er
s 

(L
on

do
n:

 H
og

ar
th

 P
re

ss
, 
19

78
)
；
彭
淮
株
中
译
，
（
俄
囡
思

想
家
〉
（
台
北
：
聊
经
出
版
公
司
，

19
87
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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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臺
灣
的
選
舉
活
動
已
經
結
束
。
當
選
的

國
大
代
表
將
修
改
既
有
的
憲
法
架
構
。
在
此
次
選

舉
中
，
有
些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提
出
了
社
會
權
的
觀

念
和
要
求
，
要
各
黨
候
選
人
重
視
弱
勢
團
體
的
利

盆
，
並
將
之
納
入
未
來
憲
法
的
條
文
中
。
而
在
中

部
包
括
東
海
大
學
「
人
間
工
作
坊
」
、

「
台
研
社

」
等
學
生
團
體
，

組
織
了
「
選
舉
觀
察
團
」
亦
以

社
會
權
的
訴
求
，

作
爲
他
們
關
心
選
舉
的
切
入
點

°
到
底
甚
麼
是
社
會
權
，

具
體
內
涵
是
甚
麼
，

與

憲
法
的
關
係
爲
何

，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在
哪
裡

＠
王
震
宜

？
作
爲
關
心
臺
灣
未
來
的
發
展
的
知
識
分
子

，

我

們
又
要
如
何
看
待
社
會
權
的
發
展
？

本
文
的
目
的
在
討
論
社
會
權
和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
以
下
的
討
論
分
成
幾
個
章
節
。
第
一
，
我

們
將
討
論
首
先
將
公
民
權
作
系
統
性
研
究
的
英
圍

祗
會
學
家
馬
休
(
T.

H
. 

M
a
r
s
h
a
l
l
)

對
公
民
權

發
展
的
看
法
。
第
二
，
我
們
將
討
論
公
民
權
的
發

展
與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公
平
等
及
肚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
第
三
我
們
將
討
論
臺
灣
的
具
體
情
況
。
本
文
的

主
要
目
的
在
指
出
，
社
會
權
的
獲
取
只
是
現
代
民

社
會
權
畀
社
會
運
動

主
政
治
中
的
最
低
形
式
條
件

，

藉
此
並
不
可
能
消

除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平
等
。
而
由
於
社
會
公
民
權
的

獲
取
是
建
立
在
鬥
爭
上
，

而
現
今
臺
灣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的
弱
勢
，

不
利
於
社
會
公
民
權
的
獲
得
。

市
民
權
、
政
治
權
與
肚
會
權

討
論
社
會
權
之
前
，

需
先
探
討
公
民
權
，

因

爲
計
會
權
是
公
民
權
的
一
種
。
所
謂
公
民
權
(

c
i
tiz
e
n
s
h
i
p
)指
涉
的
是
一
個
政
治
社
區
的
成
員

的
權
利
。
因
此
，

公
民
權
可
以
界
定
誰
是
或
誰
不

是
這
個
社
會
的
公
民
。
在
二
十
世
紀
的
今
天
，

人

們
已
經
習
慣
擁
有
基
本
的
人
身
自
由

，

參
與
政
治

的
自
由
；

而
在
先
進
的
民
主
團
家
，

人
民
更
擁
有

免
矜
經
乏
勺
社

l
j
0

一p圏
l
j

玫
策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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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封
建
時
期
，

公
民
權
只
有
貴
族
才
有
。

會
服
務
，
已
經
成
爲
國
家
機
器
照
顧
人
民
的
基
本

義
務
。
這
些
現
代
公
民
基
本
權
利
的
擁
有，
並
不

是
眞
的
「
天
賦
人
權
」
，
而
是
與
社
會
運
動
在
歷

史
過
程
中
的
抗
爭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雖
然
那
不
是

唯
一
重
要
的
因
素
。

社
會
學
家
馬
休
將
公
民
權
區
分
爲
三
種
：
市

民
(
c互
l
)權
，
政
治
權
與
社
會
權

(
s
o
c
i
a
l

r
ig
h
t
s
)。
市
民
權
是
指
涉
個
人
自
由
的
要
素
，

例
如
思
想
，
言
論
，
信
仰
，

遷
徙
和
擁
有
私
人
財

產
等
的
人
身
基
本
自
由
；

與
市
民
權
相
對
應
的
制

度
，

是
執
行
這
些
法
定
權
利
的
法
治
與
法
庭
系
統

。
政
治
權
是
指
涉
參
與
政
治
體
系
的
權
利，
即
選

舉
與
被
選
舉
權
；
而
與
之
相
對
應
的
是
行
使
政
治

權
利
的
國
會
或
政
府
機
構
。
最
後，
社
會
權
則
是

指
涉
公
民
在
經
濟
安
全
和
福
利
上
的
權
利
，

以
及

共
同
享
有
社
會
生
活
應
有
的
生
活
水
準
而
言
；
與

其
相
對
應
的
是
肚
會
福
利
制
度
和
基
本
的
義
務
敎

育
制
度
。

馬
休
認
爲
，
英
國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
在
歷

史
時
間
上
與
一
般
人
逐
漸
分
別
獲
取
到
市
民
權
，

政
治
權
以
及
社
會
權
是
一
致
的
。
在
封
建
時
期
，

CON

-
TEMPORARY 

@ 

~
 

510



I\ : : 六
七

閾孟; 獲英

目 得國的
市 政 改
男 治權革
性 。 法

--·, ! 

工 案

翌 2 人• r 獲
－ 得

政

昷
。

萄

511



一
九
一
八
年

英
國
婦
女
才
有
政
治
灌
。

公
民
權
只
有
貴
族
才
享
有
。
資
本
主
義
早
期
的
發

展
，
逐
漸
的
瓦
解
了
以
貴
族
和
土
地
關
係
爲
主
軸

的
社
會
傳
統
，
並
建
立
了
以
資
產
階
級
商
品
生
產

和
交
換
關
係
爲
主
的
社
會
關
係
。
到
了
十
七
世
紀

中
葉
，
西
方
市
民
階
級
或
資
產
階
級
成
功
的
建
立

了
以
私
有
財
產
制
爲
主
，
以
及
由
此
衍
生
的
階
級

關
係
的
社
會
。
在
這
段
期
間
，
公
民
權
的
獲
取
與

資
本
主
義
社
會
的
建
立
有
一
致
性
的
關
係
。
馬
休

指
出
，
市
民
權
「
對
資
本
主
義
階
級
關
係
的
維
繫
，

具
有
必
要
性
」
，
因
爲
市
民
權
「
對
競
爭
式
的
市

場
經
濟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
(
1
9
6
4
:
8
7
)

英
國
政
治
權
利
的
下
放
是
在
十
九
世
紀
。
在

一
八
三
二
年
的
改
革
法
案
裡
，
中
產
階
級
得
到
參

與
政
治
的
權
利
。
而
城
市
的
男
性
工
人
在
一
八
六

七
年
也
獲
得
了
政
治
權
。
不
過
，
雖
然
工
人
得
到

鸝一百零九·

＇璸的畫畫志人民．在法禕之下

^A孚專 • IUI耳女簣冇平禱的政

a!lll科和畫鸝 ·

名祖僅驪｀薑"'.沄．．璽畸J11

嶋位黷可任霆使用 · •畫不擅貫鸝

．專塤

氦 1!1十I＼蠔

．宣皇沄．行．算·法式月法

所瓚定的嶋羲畸．．鐔玘鷂可以II鼱

．歸力量 a 這迫層行·

."．內的公共詼序貫安全澶．

．薑驢町．芭植,.,..JJJ:111．鼱力．

史埰鳥任門手葭J;.l佤匱之 量這虞玭

JJIII的·譴植可以暫畸停止一－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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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增加11民不可鼉鹹約方法，壼是．

,` ｀lll1l·袁薑的11•• 鱸鱸必瑱轟

｀幫值的各囑··囑礴·

了
政
治
權
，
但
是
組
織
工
會
以
及
與
資
本
家
抗
爭

仍
然
不
被
允
許
。
這
個
工
業
公
民
權
，
馬
休
稱
之

爲
政
治
權
的
衍
生
，
是
透
過
了
勞
工
運
動
的
流
血

抗
爭
，
終
於
在
十
九
世
紀
末
期
獲
得
的
。
至
於
一

般
人
，
包
括
婦
女
，
則
是
在
一
九
一
八
年
後
才
得

到
政
治
的
權
利
。
馬
休
認
爲
，
正
因
爲
工
人
得
到

了
市
民
權
，
才
使
得
他
們
能
夠
組
織
起
來
要
求
組

織
工
會
，
而
進
一
步
得
到
一
些
權
利
。
但
是
這
並

不
是
社
會
權
，
因
爲
組
織
工
會
或
及
與
資
方
談
判

祗
會
灌
首
先
在
威
珥
憲
法
中
實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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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十
九
W
J}1992·1·1 

是
「
運
用
開
放
市
場
的
契
約
，
而
不
是
基
於
最
低

工
資
或
社
會
安
全
制
度
。
」
(
1
9
6
4
:9
3
)

最
後
，
社
會
權
的
獲
取
則
是
在
二
次
大
戰
之

後
；
－
喵
利
國
家
與
起
，
國
家
介
入
市
場
運
作
，
保

護
弱
勢
公
民
免
於
受
到
市
場
經
濟
的
影
署
，

而
提

供
就
業
，
文
化
生
活
的
保
護
等
。
這
樣
的
作
法
首

先
實
現
於
德
國
的
威
瑪
憲
法
中
，

但
只
有
在
福
利

國
家
裡
得
到
完
全
的
實
踐
。
社
會
權
的
想
法
存
在

聆
各
祛
會
，
而
展
現
於
零
星
的
慈
善
事
業
中
。
因

此
這
並
不
是
嶄
新
的
觀
念
。
然
而
其
現
代
形
式
，

卻
是
十
九
世
紀
秕
會
主
義
運
動
提
出
來
的
。
(

Macpherson 

1
9
7諗

3
)即
參
與
政
治
的
權
利

不
能
因
爲
經
濟
地
位
的
不
同
而
被
排
斥
。
因
爲
在

資
本
主
義
的
運
作
下
，
工
人
即
使
有
政
治
和
市
民

權
，
但
是
在
物
質
生
活
匱
乏
之
下
，
人
身
的
基
本

自
由
並
沒
有
多
大
的
意
義
，
工
人
必
須
整
天
工
作

而
失
去
自
由
。
而
思
想
自
由
對
工
人
而
言
也
無
意

義
，
因
爲
他
們
沒
有
受
敎
育
的
機
會
，
所
以
思
想

自
由
並
不
成
爲
問
題
；
而
選
舉
權
和
被
選
舉
權
也

相
同
，
因
爲
工
人
既
沒
有
能
力
也
缺
乏
資
源
與
其

他
階
級
競
爭
。
因
此
爭
取
社
會
權
，

即
先
要
獲
取

與
其
他
階
級
相
同
的
立
足
點
，
包
括
敎
育
，

社
會

政
治
資
源
的
分
配
，
與
福
利
等
就
成
爲
實
踐
公
民

平
等
權
利
的
重
要
工
作
。
而
後
來
福
利
國
家
的
作

法
正
是
肚
會
權
的
實
踐
。
與
市
民
權
相
比
，
社
會

權
不
是
市
場
上
的
自
由
契
約
，

而
是
基
本
權
利
。

馬
休
指
出
，

「
祗
會
權
的
現
代
形
式
隱
含
了
地
位

子
．

E

在
實
本
主
鸕
邏
作
下
．

H
人
每
天
H
作
而
失
去
自
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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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t
a
t
u
s
)

入
侵
了
契
約
，
市
場
價
格
臣
服
於
社

會
正
義
以
及
自
由
協
商
被
權
利
宣
言
所
替
代
。
」

(1964:111) 

依
馬
休
的
看
法
，
公
民
權
的
發
展
與
資
本
主

義
是
一
體
的
，
而
前
者
的
發
展
大
大
的
化
解
了
後

者
所
產
生
的
不
公
平
。
資
本
主
義
的
本
質
是
不
平

等
，
市
場
的
運
作
使
得
社
會
分
化
和
產
生
剝
削
，

並
由
此
製
造
和
強
化
不
平
等
。
而
公
民
權
的
本
質

則
是
平
等
化
，
公
民
權
使
得
公
民
在
法
律
和
政
治

之
前
平
等
，
但
這
並
不
在
保
証
經
濟
上
的
公
平
。

因
此
馬
休
認
爲
「
公
民
權
對
社
會
階
級
的
影
薯
是

建
立
在
對
立
原
則
的
形
式
上
。
」

(
1
9
6
4
:
8
3
)

然

而
正
因
爲
公
民
權
是
建
立
在
公
平
的
原
則
上
，
因

此
它
在
政
治
上
的
平
等
，
局
部
的
化
解
了
階
級
之

間
的
對
立
與
衝
突
。
十
九
世
紀
的
勞
工
運
動
要
求

公
民
權
，
是
要
進
入
政
治
體
制
而
不
是
要
反
對
體

制
。
而
在
進
入
資
本
主
義
體
制
之
後
，
勞
工
利
用

得
到
的
公
民
權
，
進
一
步
的
要
求
社
會
權
，
要
求

國
家
介
入
市
場
保
護
勞
工
，
和
給
予
勞
工
基
本
的

生
存
環
境
。
這
些
作
爲
雖
然
沒
有
消
除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平
等
，
但
是
卻
也
大
大
的
化
解
了
勞
工
對
資

本
主
義
的
敵
視
，
大
大
的
消
除
階
級
之
間
的
緊
張

。
馬
休
的
這
個
看
法
，
後
來
被

B
e
n
d
i
x
(1964 

)
進
一
步
的
衍
申
，
而
認
爲
社
會
公
民
權
將
勞
工

納
入
體
制
，
製
造
了
社
會
的
共
識
，
使
得
資
本
主

公
民
權
的
源
起
與
資
本
主
義

假
如
公
民
權
的
興
起
與
資
本
主
義
之
間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那
麼
這
個
關
係
是
如
何
建
立
的
？
假

如
按
照
馬
休
的
說
法
，
公
民
權
能
夠
在
很
大
的
程

義
社
會
成
爲
整
合
的
社
會
，
進
入
「
意
識
形
態
的

黃
昏
」
的
階
段
。

. 
I
. 

' 

`

,!

, 

心
[

7 

計
會
權
與
祉
會
運
動

CON-,RARY 

度
上
消
除
資
本
主
義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那
麼
如
何

消
除
，
以
及
到
底
能
消
除
不
平
等
到
哪
個
地
步
？

吉
登
斯
(
A
n
t
h
o
n
y

G
i
d
d
e
n
s
)

曾
經
批
評

馬
休
對
公
民
權
發
展
的
看
法
是
一
個
演
化
論
的
觀

點
，
以
爲
工
業
化
的
結
果
會
自
然
產
生
公
民
權
由

上
而
下
的
擴
張
。
「
但
是
這
個
看
法
，
」
他
說
，

「
忽
略
了
公
民
權
的
獲
取
在
很
大
的
程
度
上
，
只

能
透
過
鬥
爭
得
到
。
」

(
1
9
8
2
:
1
7
1
)

雖
然
B
a
r
,

,. 

十
九
世
紀
勞
H
邏
動

要
求
公
民
擅
，
是
要
造
入
體
制
，

而
非
反
體
制
。

® 

矗
｀

514



六^
十
九
期
一
1
9
9
2
·1
·
1

b
a
l
e
t
不
同
意
吉
登
斯
的
觀
點
，
而
認
爲
馬
休
事

實
上
也
強
調
爲
鬥
爭
是
公
民
權
擴
張
的
原
因
，
正

如
他
說
的
，
「
依
照
馬
休
的
說
法
，
公
民
權
變
遷

的
本
質
是
透
過
社
會
制
度
間
，
以
及
可
能
是
社
會

群
體
之
間
的
衝
突
形
成
的
。
不
過
，
這
些
想
法
並

沒
有
在
馬
休
的
討
論
裡
充
分
發
展…
」
°
(
B
a
r
,

balet 

1
9
8
8

:
7
,
8
)
.
t
$
不
＇
琴
罈
茄
加
徊
口
，
珥
寀
代
冨
孚
去

I
+^

多
認
爲
，
公
民
權
的
擴
張
與
鬥
爭
即
下
層
人
民
的

抗
爭
，
兩
者
有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是
廣
爲
接
受
的

看
法
。按

照
馬
休
的
說
法
，
勞
工
一
方
面
以
運
動
的

形
式
爭
取
公
民
權
，
另
方
面
也
利
用
既
有
的
公
民`

權
爭
取
進
一
步
的
權
利
，
例
如
社
會
福
利
。
早
期

勞
工
運
動
的
目
的
是
要
求
公
民
權
，
即
要
求
與
其

他
階
級
享
有
相
同
的
政
治
權
利
，
而
不
是
如
馬
克

思
說
的
那
樣
推
翻
體
制
。
但
是
由
於
政
治
體
制
的

排
斥
，
才
使
得
勞
工
運
動
成
爲
革
命
性
的
運
動
，

因
此
，
勞
工
後
來
能
得
到
公
民
權
與
勞
工
運
動
的

動
員
，
有
直
接
的
關
係
°
(
參
考

E
.p· 

Thompson

'
1965 

·

，
及
王
振
寰
'
1
9
9
0
)
不

過
，
馬
休
進
一
步
指
出
，
市
民
權
和
政
治
權
的
獲

取
，
使
得
工
人
能
正
常
合
理
的
爭
取
與
其
他
階
級

相
同
的
權
利
，
例
如
組
織
工
會
，
與
資
方
的
集
體

協
商
等
的
權
利
，
而
由
此
也
改
善
工
人
的
經
濟
地

位
。
換
言
之
，
公
民
權
一
方
面
是
勞
工
運
動
的
目

的
，
另
方
面
也
是
達
成
政
治
目
的
的
手
段
。

雖
然
鬥
爭
是
公
民
權
擴
張
的
要
件
，
但
是
使

吉
壹
斯
認
爲
公
民
權

必
須
透
過
鬥
爭
取
得
。

得
當
代
民
主
政
治
擴
張
和
落
實
公
民
權
，
還
需
有

其
他
條
件
的
配
合
。
因
此
鬥
爭
並
不
是
民
主
政
治

產
生
的
唯
一
條
件
。
T
h
e
r
b
o
r
n
(
1
9
7
7
)
研
究

了
世
界
上
多
數
的
民
主
國
家
之
後
指
出
，
勞
工
運

動
雖
然
是
民
主
政
治
實
現
的
必
要
條
件
，
但
是
勞

工
運
動
的
歷
史
影
馨
是
有
其
他
條
件
配
合
的
。
因

此
他
對
勞
工
運
動
造
成
民
主
政
治
實
踐
的
說
法
作

了
三
點
修
正
；
第
一
，
工
人
階
級
從
來
沒
有
在
鬥

爭
中
，
直
接
的
就
得
到
公
民
權
的
果
實
；
這
些
果

實
都
是
在
戰
鬥
之
後
才
得
到
的
。
即
，
統
治
階
級

一
開
始
是
拒
絕
改
變
，
經
過
了
一
段
期
間
之
後
才

開
始
改
革

·

'
第
二
，
勞
工
階
級
也
很
少
能
夠
靠
自

己
的
力
量
逹
到
改
革
的
目
的
。
勞
工
階
級
要
逹
到

目
的
，
必
須
有
其
他
的
助
力
，
例
如
戰
爭
，
統
治

階
級
的
分
裂
，
或
與
其
他
階
級
的
聯
盟
，
才
可
能

達
到
．
＇
第
三
，
雖
然
勞
工
階
級
不
斷
的
在
抗
爭
，

與
其
他
階
級
聯
盟
要
求
民
主
，
但
是
改
革
的
發
生

子
代

，
其
主
動
權
卻
是
在
統
治
階
級
手
裡
，
即
「
時
間

和
形
式
的
重
要
問
題
|
|
＇
甚
麼
時
候
以
何
方
式
」

從
來
不
是
由
鬥
爭
的
階
級
提
出
。
(
T
h
e
r
b
o
r
n

1977:34) 

T
h
e
r
b
o
r
n
並
沒
有
否
認
鬥
爭
對
公
民

權
擴
張
的
重
要
性
，
他
所
要
指
出
的
是
鬥
爭
只
是

必
要
而
非
充
分
條
件
。

然
而
眞
的
公
民
權
已
經
將
工
人
階
級
整
合
到

資
本
主
義
的
體
制
裡
面
來
了
嗎
？
公
民
權
眞
的
消

除
了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平
等
，
而
使
得
工
人
階
級
認

爲
社
會
是
平
等
而
令
人
滿
意
？
依
照
馬
休
的
說
法

，
公
民
權
的
確
修
正
了
社
會
階
級
的
不
平
等
。
例

如
，

社
會
權
的
行
使
，

減
少
了
由
於
市
場
所
產
生

的
貧
窮
和
無
依
靠
。
一
幅
利
國
家
的
社
會
服
務
，
介

入
了
市
場
的
運
作
，
提
供
經
濟
的
分
配
，
使
得
工

人
的
實
質
所
得
大
於
金
錢
的
收
入
。
當
這
些
市
場

外
的
福
利
成
爲
公
民
普
遍
的
權
利
時
，
市
場
交
換

所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其
決
定
性
也
就
大
大
的
降
低

了
。
而
弔
詭
的
是
，
社
會
公
民
權
的
行
使，
雖
然

使
得
形
式
的
公
平
增
加
了
，
但
是
並
沒
有
挑
戰
資

本
主
義
本
身
及
其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相
反
的
，

社

會
公
民
權
是
在
正
當
化
而
且
彌
補
資
本
主
義
所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正
如
馬
休
指
出
的
，

「
公
民
權
本

身
，

在
某
種
意
義
下
，

變
成
了
正
當
化
社
會
不
平

等
的
建
築
師
(
a
r
c
h
i
t
e
c
t
)
°
」
(
1
9
6
4
:
7
0
)

因
此
，

階
級
結
構
並
未
被
社
會
權
所
改
變
，

因
爲
社
會
權
並
未
處
理
政
治
經
濟
權
力
的
不
平
衡

及
其
結
果
的
問
題
。
尤
有
甚
者
，

社
會
權
使
得
社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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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社
會
權
不
能
消
除
社
會
的
不
平
等
，
那

社
會
權
與
社
會
運
動
的
必
要
性

會
的
公
民
在
形
式
上
是
公
平
的
，
所
以
在
形
式
上

每
個
人
都
享
有
相
同
的
受
敎
育
權
；
以
及
形
式
上

每
個
人
都
有
選
舉
和
被
選
舉
權
，
然
而
，
這
個
形

式
的
平
等
，
卻
掩
蓋
了
不
同
社
會
階
級
進
入
不
同

敎
育
機
構
和
進
入
政
治
競
爭
的
機
會
是
十
分
不
同

的
事
實
。
形
式
的
平
等
使
得
結
構
性
的
不
平
等
的

問
題
，
變
成
了
個
人
能
力
的
問
題
，
即
，
不
平
等

是
人
們
自
己
能
力
的
問
題
，
而
與
制
度
或
結
構
無

關
。
因
此
，
公
民
權
實
際
上
是
「
弱
化
了
階
級
認

同
和
階
級
仇
視
，
而
正
當
化
了
既
有
的
階
級
構
。

」
(
B
a
r
b
a
l
e
t

,

1988'58) 

馬
克
思
認
爲
公
民
權
的
取
得

不
代
表
祗
會
不
平
等
的
消
失
。

祗
會
逼
動
不
可
避
免
的
是
公
民
擅
邏
勳
。

麼
其
意
義
在
哪
裡
？
社
會
權
又
與
社
會
運
動
之
間

有
何
關
係
？

｀
正
如
馬
休
說
的
，
公
民
權
是
社
會
成
員
成
爲

政
治
社
區
的
一
員
的
基
本
條
件
。
在
二
十
世
紀
之

前
，
雖
然
有
市
民
權
和
政
治
權
，
但
是
勞
工
並
無

法
成
爲
政
治
社
區
的
成
員
。
因
爲
他
們
沒
有
受
敎

育
的
機
會
，
沒
有
可
用
的
政
治
資
源
，
也
沒
有
免

於
匱
乏
的
可
能
性
。
因
此
，
除
非
勞
工
也
具
有
敎

育
機
會
，
具
有
部
分
的
政
治
資
源
(
例
如
，
自
由

結
社
)
'
否
則
市
民
權
和
政
治
權
對
他
們
而
言
是

無
意
義
的
。
十
九
世
紀
的
社
會
主
義
運
動
所
要
求

的
社
會
權
，
其
實
是
落
實
公
民
權
的
基
本
精
砷
'

即
將
所
有
的
公
民
納
入
整
體
的
政
治
社
區
，
不
因

爲
不
同
群
體
具
有
不
同
的
政
治
，
社
會
，
或
經
濟

資
源
，
而
有
差
別
待
遇
。

因
此
，
社
會
權
的
獲
取
其
實
是
形
成
一
個
形

式
上
公
平
的
政
治
社
區
的
基
本
條
件
。
社
會
權
不
國
家
的
觀
點
來
觀
察
人
民
現
生
活
的
一
切
因
素

會
完
全
改
變
資
本
主
義
所
產
生
的
不
平
等
，
但
是
的
時
候
，
國
家
就
是
按
照
自
己
的
方
式
廢
除
了
出

卻
給
予
公
民
在
政
治
和
實
質
生
活
上
，
相
對
的
相
身
、
等
級
、
文
化
程
度
、
職
業
的
差
別
。
儘
管
如

同
的
生
存
權
利
。
正
如
馬
克
思
在
＾
猶
太
人
的
問
此
，
國
家
還
是
任
憑
私
有
財
產
、
文
化
程
度
、
職

題
〉
一
文
中
指
出
的
，
公
民
權
的
獲
取
並
不
代
表
業
、
按
其
固
有
的
方
式
發
揮
作
用
，
作
爲
私
有
財

I1~_ 

社
會
不
平
等
的
消
失
。
他
說
，
「
當
國
家
宣
布
出
產
，
文
化
程
度
，
職
業
來
表
現
其
特
殊
的
本
質
。

身
，
等
級
，
文
化
程
度
，
職
業
爲
非
政
治
的
差
別
國
家
這
邊
沒
有
廢
除
所
有
這
些
實
際
差
別
。
相
反

的
時
候
，
當
國
家
不
管
這
些
差
別
而
宣
布
每
個
人
的
，
只
有
在
這
些
差
別
的
存
在
下
，
它
才
能
存
在

都
是
人
民
主
權
的
平
等
參
加
者
的
時
候
，
當
它
從
＿
…
°
」
(
1
9
6
5

:
4
2
7
)馬克
思
因
此
認
爲
，
政
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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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十
九
期
一
1
9
9
2
·
1
·
1

的
解
放
並
不
是
人
類
的
解
放
，
但
是
政
治
的
解
放

本
身
卻
有
利
人
類
進
一
步
的
解
放
。
(
1
9
等
4
2
9

) 

而
這
也
是
爲
甚
麼
社
會
運
動
對
於
社
會
權
的

進
一
步
落
實
，
具
有
相
當
程
度
重
要
性
的
原
因
。

由
菸
社
會
權
是
在
政
治
立
法
上
，
給
予
公
民
相
對

程
度
上
相
同
的
生
存
權
利
，
但
是
並
不
能
完
全
消

除
社
會
不
平
等
。
因
此
，
社
會
內
的
不
平
等
與
社

會
內
的
衆
多
問
題
的
改
革
，
就
需
要
社
會
運
動
來

動
員
和
改
善
。
社
會
運
動
是
要
透
過
集
體
動
員
的

力
量
來
重
新
界
定
文
化
取
向
，
規
範
，
和
追
求
新

的
社
會
關
係
'
(
T
o
u
r
a
i
n
e

1
9
8
1
)
這
未
必
是

要
得
剷
政
權
，
但
是
卻
要
改
變
社
會
內
的
諸
多
文

化
取
向
和
社
會
關
係
。
社
會
權
只
是
在
形
式
上
提

供
龘
葯
生
存
條
件
，
而
無
法
處
理
社
會
內
的
不

平
等
關
係
。

由
於
社
會
運
動
的
目
的
在
重
新
界
定
社
會
，

Bryan 

T
u
n
e
r因
此
認
爲
社
會
運
動
「
不
可
避

免
的
是
公
民
權
的
運
動
。
」
他
認
爲
歷
史
上
公
民

權
的
發
展
有
四
波
，
每
一
波
都
是
重
新
界
定
公
民

權
的
範
圍
。
首
先
是
將
財
產
權
的
要
素
從
公
民
權

中
去
除
．
，
其
次
是
剔
除
性
別
；
再
其
次
是
重
新
界

定
年
齡
和
種
族
關
係
；
而
最
後
是
將
公
民
權
擴
張

到
大
自
然
環
境
。

(
1
9
8
6
:
9
7
'
9
8
)

T
u
n
e
r的
觀

點
有
其
意
義
，
即
提
出
由
於
社
會
運
動
的
關
係
，

使
得
公
民
權
持
續
的
擴
張
，
在
現
代
肚
會
已
經
從

勞
工
延
伸
到
大
自
然
和
人
類
生
存
的
環
境
。

假
如
社
會
權
是
現
代
民
主
社
會
在
權
利
形
式

總
之
，
社
會
權
是
界
定
政
治
社
區
成
員
的
現

代
形
式
。
社
會
權
的
存
在
使
得
現
代
的
政
治
公
民

不
因
爲
經
濟
條
件
的
不
同
，
而
無
法
成
爲
政
治
社

區
的
一
員
。
因
此
，
社
會
權
實
際
上
是
提
供
人
民

成
爲
公
民
的
最
低
形
式
，
是
透
過
法
律
保
護
公
民

能
夠
行
使
公
民
義
務
的
最
低
條
件
。
而
在
這
個
最

低
條
件
之
下
，
社
會
內
的
不
平
等
則
不
是
社
會
權

能
夠
干
預
的
。
社
會
內
的
不
平
等
需
要
社
會
運
動

來
改
造
。
透
過
社
會
運
動
的
改
造
，
一
方
面
減
少

社
會
內
的
不
平
等
，
另
一
方
面
擴
充
社
會
權
啲
懶

圍
。

因
此
，
社
會
權
與
社
會
運
動
是
相
輔
相
成
的
。

假
如
我
們
說
社
會
權
提
供
了
政
治
社
會
平
等
的
最

低
形
式
條
件
，
則
社
會
運
動
是
進
一
步
的
改
造
社

會
，
r
f
D
企
圖
擴
大
社
會
權
的
範
圍
。
假
如
社
會
權

是
維
持
社
會
政
治
平
等
的
法
律
標
準
，
則
社
會
運

動
是
要
將
這
個
標
準
往
下
拉
，
而
挑
戰
資
本
主
義

的
不
平
等
體
制
。
換
言
之
，
社
會
權
的
訂
定
一
方

面
是
社
會
運
動
的
目
標
，
而
使
得
公
民
成
爲
政
治

社
區
的
成
員
。
但
要
求
社
會
權
，
只
是
社
會
運
動

的
起
點
，
而
非
終
點
。
從
這
個
角
度
來
看
，
今
天

國
民
黨
與
民
進
黨
在
今
年
國
大
代
表
的
選
舉
中
的

表
現
，
是
十
分
令
人
失
望
的
。

被
忽
咯
的
肚
會
權

帝
r
代

, 

肚
會
運
動
團
體
的
可
能
作
爲

上
公
民
所
擁
有
的
最
低
標
準

，
則
我
們
的
兩
大
黨

事
實
上
還
在
前
現
代
的
階
段
。
就
像
任
何
一
個
新

成
立
的
民
族
國
家
一
樣
，
臺
灣
現
今
主
要
的
政
治

問
題
仍
舊
是
國
家
認
同
問
題
，
而
其
他
問
題
似
乎

對
這
兩
個
政
黨
而
言
並
不
重
要
。
對
它
們
而
言
，

國
家
主
權
的
範
圍
的
確
立
，
先
於
政
治
民
主
和
社

會
平
等
。
在
此
情
況
下
，
社
會
權
在
未
來
修
憲
的

討
論
中
並
不
獲
重
視
。

就
國
民
黨
而
言
，
重
視
的
毋
寧
是
法
統
的
延

續
，
和
維
持
意
識
形
態
上
的
完
整
性
，
包
括
五
權

分
立
和
代
表
中
國
。
國
民
黨
除
了
不
能
正
面
的
提

出
爲
甚
麼
這
些
主
張
比
三
權
分
立
好
，
爲
甚
麼
國

民
大
會
不
能
廢
除
的
解
釋
之
外
，
只
能
直
接
的
以

大
中
國
的
意
識
形
態
來
訴
求
，
而
未
能
面
對
現
有

憲
法
的
問
題
。
更
不
用
說
會
對
社
會
權
的
問
題
有

直
接
的
主
張
。

至
於
民
進
黨
，
由
於
這
次
的
選
舉
他
們
只
得

到
百
分
之
二
十
四
的
選
票
，
因
此
他
們
對
憲
法
的

修
改
並
沒
有
主
導
的
能
力
。
雖
然
民
進
黨
的
候
選

人
，
有
部
分
是
與
社
會
運
動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而

他
們
也
提
出
了
一
些
社
會
權
的
觀
念
，
但
是
在
可

預
見
的
未
來
，
這
些
想
法
並
不
太
可
能
進
入
修
憲

的
討
論
中
。
因
此
，
有
關
社
會
權
的
問
題
，
我
們

並
不
能
期
望
在
這
次
的
國
民
大
會
中
得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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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兩
黨
忙
於
統
獨
之
爭
，
而
並
不
用
心
於
憲

法
具
體
內
容
的
辯
論
，
更
不
用
說
對
社
會
權
的
討

論
時
，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
弱
勢
團
體
，
以
及
具
有

理
想
性
格
的
學
生
運
動
，
要
如
何
面
對
未
來
的
修

憲
？

正
如
以
上
的
討
論
，
公
民
權
的
擴
張
與
鬥
爭

有
密
切
的
關
係
。
在
臺
灣
社
會
運
動
的
動
員
能
力

低
靡
的
今
天
，
要
使
社
會
權
進
入
憲
法
之
中
，
以

社
會
運
動
的
實
力
似
乎
並
不
可
能
。
不
過
也
正
如

我
們
以
上
所
討
論
的
，
光
靠
社
會
運
動
自
己
的
力

社
會
權
與
肚
會
運
動

量
是
不
足
以
擴
張
公
民
權
，
必
需
要
聯
盟
以
及
其

他
的
助
力
。
而
在
未
來
的
日
子
裡
，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可
以
舉
辦
一
些
活
動
來
強
化
他
們
社
會
權
的
要

求
。
雖
然
這
個
作
法
未
必
對
兩
黨
產
生
實
質
的
影

饗
，
但
是
卻
可
以
透
過
大
衆
媒
體
敎
育
社
會
大
衆
，

爲
以
後
的
動
員
鋪
路
。
但
是
在
作
這
些
活
動
的
當

下
，
社
會
運
動
團
體
大
概
也
必
須
了
解
，
社
會
權

的
獲
取
，
祗
是
它
起
點
，
而
不
是
終
給
；
社
會
的

不
平
等
不
會
因
爲
祗
會
權
而
獲
得
解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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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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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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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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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團
」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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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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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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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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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
人
的
政
見

作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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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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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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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候
選
人
壓
力
和
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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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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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已
經
產

生
了
一
些
效
果
，
即
至
少
讓
候
選
人
知
道
對
社
會

權
的
重
視
。
不
過
，
正
如
上
述
，
我
們
也
不
能
預

期
候
選
人
的
這
個
關
心
會
形
成
憲
法
中
的
條
文
，

畢
竟
社
會
權
的
落
實
是
社
會
運
動
的
結
果
。
而
臺

灣
的
社
會
運
動
仍
然
虛
弱
，
還
沒
有
能
力
壓
迫
政

黨
在
政
策
上
形
成
條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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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
早

民
主
政
治
的
意
義

一
、
民
主
的
淵
源
與
恋
義

幾
乎
所
有
討
論
民
主
政
治
的
告
籟
都
會
在
一
且
叩
頭
就
強
調

：
目
前
全

世
界
所
有
國
家
都
自
稱
爲
民
主
國
家
。
意
謂
即
使
一
個
四
質
上
專
斷
獨

裁
、
或
由
軍
人
把
持
政
權
的
國
家
，
也
都
願
意
（
或
必
須
）
在
名
義
上
號
稱

民
主
。
民
主
政
治
能
夠
獲
得
如
此
普
遍
的
肯
定
，
當
然
是
難
能
可
貴
的
成

就
。
但
很
不
幸
「
民
主
政
治
」
一
詞
也
是
涵
義
最
不
清
楚
的
政
治
概
念

。

當
美
國
、
中
國
、
科
威
特

、
印
尼
、
剛
果
等
都
可
以
自
詡
爲
民
主
國
家
時
，

民
主
政
治
事
實
上
也
成
了
毫
無
指
涉
作
用
的
概
念
。
有
些
研
究
民
主
政
治

的
專
家
告
訴
我
們
「
民
主
」
總
共
有
幾
百
幾
十
種
不
同
定
義
，
這
個
說
法

只
會
讓
我
們
更
覺
得
浪
氣
，
因
爲
就
算
幾
百
砥
定
毅
可
以
進
一
步
歸
納
為

十
幾
種
定
義
，
我
們
心
嬴
也
明
白
每
個
人
所
訊
的
民
主
可
能
南
轅
北
轍

。

就
以
日
常
生
活
碸
大
家
經
常
使
用
的
概
念
來
滔
，
有
人
認
爲
民
主
是

「
多
數
決
」
，
是
「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
有
人
詔
爲
民
主
不
一
定
是
多
數
決
，

而
是
「
各
種
意
見
和
利
盆
的
協
調
溝
通
」
，
民
主
要
求
大
家
「
各
讓
一
步
，

彼
此
妥
協
」
。
有
人
認
爲
民
主
政
治
是
「
人
民
當
家
作
主
的
政
治
」
，
凡
屮

皆
應
以
民
意
爲
依
歸
。
有
人
則
很
篤
定
地
說
「
民
主
政
治
就
是
政
磁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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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
，
政
治
秈
炎
組
成
政
黨
競
逐
執
政
權
力
，
痲
的
政
策
可
以
高
於
空
泛
的

民
意
。
冇
人
強
調
「
民
上
就
是
選
舉
」
，
沒
有
選
舉
投
票
的
社
會
不
是
民
主

社
會
。
有
人
則
從
來
不
在
意
選
舉
權
，
因
為
他
們
相
信
真
正
能
帶
來
社
會

經
酒
繁
榮
的
政
府
才
是
民
主
政
府
，
太
多
的
競
選
活
動
造
成
社
會
動
瓣
不

安
，
並
不
是
好
的
民
主
政
治
。
諸
如
此
類
的
想
法
還
有
很
多
，
它
們
彼
此

之
間
可
能
環
環
相
扣
（
如
「
民
主
就
是
選
舉
」
與
「
民
主
就
是
政
黨
政
治
」
）

，

但
也
可
能
矛
盾
衝
突
（
如
「
政
蹣
政
治
」
與
「
全
民
政
府
」
，
或
「
多
數
決
」

與
「
好
的
決
策
」
）

。

為
了
正
本
淌
源
，
我
亻
「

'l可
以
考
慮
從
民
主
政
治
的
字
義
或
字
源
加
以

分
析
，
從
而
試
圖
釐
沛
當
前
意
見
紛
援
的
局
面
。
然
而
更
不
幸
的
是
，
民

主
政
治
的
字
源
分
析
不
僮
末
能
熠
我
們
犛
滯
問
題
，
反
而
製
造
出
更
多
疑

惑
。
「
民
主
政
治
」
基
本
上
是
一
個
外
來
語
，
它
最
早
出
現
於
西
元
前

5
、6

也
紀
的
希
甌
半
品
，
當
時
以
雅
典
為
首
的
一
些
城
邦
採
取
了
一
種
由
平
民

大
眾
統
治
的
政
府
形
憊
，
有
別
於
由
君
主
或
少
數
資
族
統
治
的
形
態
，
這

種
平
民
政
府
稱
爲
「
民
主
政
治
」

(d
en
wk
ra
ti
a)
，
是
西
方
民
主
政
治
的
濫

觴
。
可
是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
古
希
且
式
的
民
主
跟
我
們
今
天
一
般
所
講
的

民
主
存
在
許
多
重
大
的
差
別
。
首
先
，
能
夠
參
與
政
治
活
動
的
人
口
在
整

（
固
城
邦
中
所
佔
的
比
例
很
小
，
因
為
婦
女
及
奴
隸
都
沒
有
參
政
權
，
而
奴

隸
I，
向
人
數
述
多
於
自
山
公
民
。
其
次
，
由
於
城
邦
規
模
比
現
代
圈
家
小
很

多
，
所
以
它
們
的
公
民
可
以
匝
接
出
席
公
民
大
會
，
議
決
所
有
正
娑
決
策
，

血
今
天
的
民
上
則
必
然
採
取
代
議
制
度

。
第
三
，
除
了
公
民
大
會
容
許
城

邦
公
民
直
接
參
與
外
，
其
他
許
多
正
要
行
政
職
務
也
都
是
用
抽
籤
、
輪
流

的
方
式
決
定
人
選
，
而
不
是
以
選
舉
方
式
為
之
。
選
舉
有
利
於
名
門
望
族

及
才
幹
卓
越
之
士
，
基
本
上
被
他
們
視
為
直
族
政
治
的
做
法
。
囚
為
大
部

分
職
位
都
是
以
抽
籤
輪
流
方
式
決
定
，
所
以
每
個
公
民
都
有
擔
任
法
官
及

政
府
自
貝
的
機
會
，
甚
至
可
能
輪
到
自
己
出
任
最
高
統
治
者
，
這
種
機
會

第
二

1i
民
主
政
治
的
．
§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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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是
現
代
一
般
公
民
所
能
想
像
的
。

從
字
源
學
來
看
，

de
mo

kr
at

ia
是
由

d
e
m
o
（
平
民
）
及

kr
at

ia
（
統
治
）
兩

個
字
詞
所
構
成
，
合
起
來
的
意
思
是
「
平
民
的
統
治
」

(r
ul

e
by

 
th

e 

pe
op
le
)
。
我
們
今
天
的
民
主
政
治
強
調
「
人
民
當
家
做
主
」
或
「
主
權
在

民
」
，
當
然
與
希
臘
民
主
政
治
的
字
詞
涵
義
有
關

。
可
是
希
臘
民
主
政
治
中

的
de

mo
s
往
好
的
方
面
想
，
固
然
可
以
泛
稱
所
有
城
邦
公
民
；
往
壞
的
方
面

想
，
卻
是
平
民
、
窮
人
、
乃
至
暴
民
的
意
思

。
民
主
制
度
在
希
臘
的
文
化

脈
絡
頲
主
要
指
涉
「
多
數
人
的
統
治
」

(t
he

ru
le

 b
y 

th
e 
ma

ny
)
，
相
對
於

君
主
制
度
的
「
一
人
統
治
」
與
貨
族
制
度
的
「
少
數
人
統
治
」
。
城
邦
中
的

大
多
數
人
出
身
背
景
既
不
顯
赫
，
財
產
也
相
對
地
少
，
他
們
的
利
盆
經
常

與
名
門
望
族
衝
突
，
所
以
當
他
們
掌
握
統
治
權
時
，
就
是
名
門
望
族
擔
心

害
怕
的
時
刻
。
對
於
這
種
政
治
組
織
形
態
，
有
人
語
不
絕
口
，
也
有
人
深

惡
痛
絕
。
前
者
可
以
舉
雅
典
著
名
的
領
袖
培
里
克
里
斯

(P
er

ic
le

s)
為
例
，

他
在
一
篇
國
殤
演
說
詞
中
說
：

我
們
的
政
螣
名
符
其
實
為
民
主
政
體
，
因
為
统
治
才
在
屬
菸
大
多
數

人
而
非
屬
淤
少
教
人
。
在
私
人
爭
端
中
，
我
們
的
法
律
保
：
正
平
：
和
也

對
待
所
有
的
人
。
然
而
個
人
的
役
秀
德
性
，
並
不
因
此
遠
到
抹
殺
。

當
一
個
公
民
的
某
項
才
能
特
別
傑
出
，
他
將
被
侵
先
考
慮
擔
任
公

職
。
這
並
非
特
權
，
而
是
美
德
的
赧
酬
。
苻
窮
亦
不
構
成
隗
咲
，
一

個
人
不
治
其
地
位
如
何
卑
徵
，
總
能
奉
臥
其
一
己
之
力
於
國

家
。
…
…
雅
典
的
公
民
並
不
因
私
人
事
業
而
忽
視
公
共
事
務
，
因
為

連
我
們
的
商
人
對
政
治
都
有
正
，
在
的
認
識
與
暸
鮮

。
只
有
我
們
雅
典

人
視
不
關
心
公
共
事
務
的
人
為
無
用
之
人
，
難
然
他
們
並
非
有
客

。

在
雅
典
，
政
策
雖
然
由
少
敦
人
制
定
，
但
是
我
們
全
體
人
民
乃
是
最

終
的
裁
定
者

。
我
們
認
為
討
諗
並
不
會

1丑
礙
行
動
與
效
率
，
而
是
欠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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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知
減
才
會
，
而
知
識
只
能
藉
行
動
前
的
討
論
才
能
疫
得
。
當
別
人

因
無
知
而
勇
猛
，
因
反
雀
而
躊
躇
不
前
，
我
們
卻
因
決
策
前
的
深
思

熟
慮
而
行
動
果
敢
。

培
里
克
里
斯
盛
茁
雅
典
民
主
政
治
的
偉
大
，
因
為
這
種
制
度
體
現
了

自
山

、
平
等
、
法
治
、
以
及
積
極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等
精
砷
。
可
是
在
當
時

的
大
伍
人
柏
拉
囧
的
眼
屮
，
卻
也
正
是
由
於
具
備
這
些
特
質
，
所
以
民
主

政
治
才
是
一
種
糟
糕
透
頂
、
只
比
暴
君
統
治
略
勝
一
節
的
政
治
形
式
。
他

在
（
理
想
國
）
一
書
中
如
此
形
容
民
主
政
治
：

在
這
種
國
家
捏
，
如
杲
你
有
資
格
掌
根
，
你
也
完
全
可
以
不
去
掌

椎
；
如
杲
你
不
願
意
服
從
命
令
，
你
也
完
全
可
以
不
服
從
，
沒
有
什

麼
勉
強
你
的
。
別
人
在
作
戰
，
你
可
以
不
上
戰
場
；
別
人
要
和
平
，

如
果
你
不
喜
轂
，
你
也
可
以
要
求
戰
爭
；
如
果
有
什
麼
法
令
禁
止
你

得
到
行
政
的
或
審
屮
］
的
職
位
，
只
要
機
緣
湊
巧
，
你
也
一
揉
可
以
得

到
他
們
。
…
…
其
次
，
這
種
制
度
是
文
容
的
，
它
對
我
們
那
些
瑣
碎

的
要
求
是
不
屑
－
顧
的
，
對
我
們
建
立
理
想
國
家
時
沂
宣
佈
的
莊
嚴

原
則
是
箴
視
的
。
我
們
說
過
天
分
極
高
的
人
，
除
非
從
小
就
在
一
個

好
的
環
境
狸
逅
戯
、
學
習
，
並
且
受
到
好
的
赦
泰
，
石
則
是
不
能
成

卡
為
一
個
善
人
的
。
民
主
制
度
以
輕
簿
浮
躁
的
態
度
踐
踏
所
有
這
些

理
懋
，
完
全
不
問
一
個
人
．
原
來
是
幹
什
麼
的
，
品
行
如
何
，
只
要
他

轉
而
從
政
時
宣
稱
自
己
對
人
民
一
片
忠
心
赤
誠
，
就
能
得
到
尊
敬
和

榮
券
。
…
…
這
些
以
及
類
似
的
特
點
就
是
民
主
制
度
的
特
徵
。
這
看

來
是
一
種
討
人
喜
救
的
、
沒
人
統
治
而
又
多
采
多
姿
的
政
髖
。
這
種

政
體
不
加
區
別
地
把
一
種
平
等
玲
子
所
有
的
人
，
不
管
他
們
是
不
是

兵
的
平
等
。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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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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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
拉
圖
之
所
以
厭
惡
民
主
政
治
，
當
然
與
他
的
哲
學
信
仰
有
關
。
他

相
信
人
類
生
來
理
智
能
力
有
高
下
之
別
，
理
智
較
高
者
可
以
透
過
辯
証
法

的
訓
練
掌
握
真
理
，
資
質
平
廂
的
人
只
會
有
各
種
意
見
，
看
不
到
真
理

。

他
認
爲
智
慧
高
人
一
等
者
應
該
領
尋
智
慧
較
差
者
，
這
不
僞
符
合
自
然
之

道
，
也
是
最
能
促
進
城
邦
整
體
福
祉
的
安
排
。
民
主
政
治
蔑
視
真
理
，
＝

從
於
社
會
主
流
意
見
；
拒
絕
讓
擁
有
聰
明
智
慧
與
政
治
知
識
的
人
治
國
，

硬
要
把
統
治
權
交
給
平
廁
大
眾
輪
流
行
使
，
其
結
果
當
然
只
會
使
城
邦
分

崩
離
析
，
正
義
蕩
然
無
存
。

事
實
上
，
在
西
方
思
想
史
上
，
柏
拉
圖
並
不
是
唯
一
公
然
批
評
民
主

政
治
的
人
。
繼
柏
拉
圖
而
起
的
大
哲
學
家
亞
里
斯
多
德
同
樣
對
民
主
政
治

語
多
保
留
。
他
曾
說
政
體
分
成
兩
大
類
，
一
類
是
以
全
體
利
盆
爲
依
歸
的

正
當
政
體
，
一
類
是
以
統
治
者
利
盆
爲
依
歸
的
偏
差
政
體
。
民
主
政
治
勉

強
可
算
是
偏
差
政
體
中
比
較
像
樣
的
一
種
（
略
勝
於
暴
君
制
及
真
頭
制
）
，

但
絕
對
是
正
當
政
體
中
最
差
的
一
種
（
比
不
上
沮
主
制
及
肛
族
制
）
，
囚
爲

它
並
不
特
別
鼓
勵
徳
行
的
培
毀
，
只
以
人
數
多
真
定
是
非
。
我
們
今
天
常

常
說
民
主
政
體
是
所
有
政
體
中
最
不
壞
的
一
秈
，
以
此
為
辯
設
民
主
政
治

的
理
由
，
在
某
個
意
義
上
，
倒
是
被
亞
里
斯
多
德
不
幸
而
言
中
。

在
希
臘
城
邦
時
代
結
束
後
，
民
主
政
治
消
聲
匿
跡
達
兩
千
年
之
久

。

其
間
西
方
世
界
歷
經
羅
馬
帝
國
及
中
古
封
建
制
度
的
統
治
，
主
要
的
政
治

組
織
型
態
是
君
主
制
及
政
教
二
元
制
。
民
主
政
治
的
最
高
原
則
－
~
主
權

在
民
或
人
民
統
治
－

幾
乎
被
所
有
思
想
家
否
定
。
雖
然
紀
元
前
一
、
二

世
紀
的
羅
馬
共
和
，
以
及
文
藝
復
興
時
代
義
大
利
北
部
的
自
治
城
邦
（
如
佛

羅
倫
斯
及
威
尼
斯
）
，
曾
出
現
過
某
些
接
近
民
主
原
理
的
共
和
思
想
，
但
這

些
理
論
只
能
算
是
最
花
一
現
，
並
不
足
以
動
搖
君
主
制
所
享
有
的
鞏
固
地

位
。
其
後
隨
著
現
代
民
族
國
家
版
圖
的
建
立
，
古
希
臘
民
主
或
羅
馬
共
和

那
種
小
國
寡
民
式
的
直
接
民
主
更
是
無
法
重
見
天
日
。
一
直
到
英
國
光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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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
美
國
獨
立
建
國

、以
及
法
國
大
革
命
之
後
，
新
興
的
代
議
民
主
制

皮
才
逐
漸
成
爲
其
他
國
家
仿
效
的
對
象

，終
至
形
成
我
們
所
熟
悉
的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與
古
希
甌
民
主
同
樣
標
榜
「
人
民
的
統
治
」
然
而
「
人

民
」
的
內
涵
與
「
統
治
」
的
方
式
都
與
古
典
模
式
迥
異
。
在
現
代
初
期

，
公
民
身
分
同
然
也
局
限
於
擁
有
土
地
或
一
定
財
產
的
成
年
男
子

，但
是
隨

芮
「
人
人
卟
等
」
原
則
的
散
佈
，
參
政
權
終
於
擴
及
所
有
成
年
人
口

，而

無
性
別

、
財
富

、秈
族
之
分
。
就
「
統
治
方
式
」
言

，
由
於
民
族
國
家
地

邲
人
眾
，
代
議
制
度
乃
自
然
而
然
成
爲
唯
一
可
行
的
方
式
。
同
時
代
議
士

及
行
政
官
負
的
產
生
，
都
不
西
採
取
抽
籤
或
輪
流
方
式

、而
是
經
由
有
志

名
彼
此
競
逐
人
民
的
選
票
而
產
生
，
這
就
進
一
步
使
民
主
政
治
與
「
定
期

選
舉
」

、「
政
磁
競
爭
」
形
成
密
不
可
分
的
關
係
。
因
此
當
密
爾

(J
.

S.
 M

il
l)

 

在
19
世
紀
下
半
葉
大
力
宣
揚
代
議
政
府
的
種
種
優
點
時

，我
們
已
經
看
不

到
古
希
臘
匾
接
民
主
的
痕
跡
了
。

我
們
上
述
對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的
瞭
解
，
基
本
上
是
西
方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下
的
瞭
解
。
另
外
還
有
一
些
反
對
自
由
主
義
的
理
論
家

，他
們
認
爲
自

由
主
義
民
主

(l
ib

er
al

de
mo

cr
ac

y)
既
不
是
唯
一
的
選
擇
，
也
不
是
最
好
的

民
主
模
式
。
譬
如
社
會
主
義
及
共
產
主
義
的
信
仰
者
都
試
圖
提
出
一
套
自

己
的
民
主
理
論
，
其
中
或
者
排
除
政
黨
競
爭
的
必
要
性
，
或
者
要
求
以
生

產
工
具
區
有
化
及
平
均
財
富
做
為
行
使
選
舉
權
的
先
決
條
件
。
本
文
基
於

主
題
之
且
質
，
不
擬
詳
述
這
些
非
自
由
民
主
論
述
的
觀
點
。
但
是
我
們
不

能
忽
視
的
是

，即
使
在
主
流
的
自
由
主
義
民
主
論
述
中

，仍
然
存
在
著
兩

種
相
當
不
同
的
認
知

，亻
1直
得
我
們
進
一
步
分
析
。

第
一
種
観
點
認
篦
，
現
代
意
義
下
的
民
主
政
治
乃
是
「
程
序
民
主
」

(p
ro

ce
du

ra
l 
de
m
oc

ra
cy

)
澳
地
利
的
經
濟
學
者
熊
彼
得

(J
.

S
ch

um
pe

te
r)

 

在
］9

42
年
提
出
一
個
活
法

，認
篦
過
去
民
主
理
論
都
太
強
調
人
民
意
志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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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達
與
實
踐

，
而
其
賁
「
人
民
意
志
」
或
「
共
同
福
祉
」
都
是
虛
幻
不
實

的
概
念
。
在
賁
際
的
政
治
經
驗
中

，
民
主
只
能
是
一
套
選
擇
政
治
人
物
及

合
法
化
公
共
政
策
的
程
序

，
它
既
不
保
証
貫
徹
人
民
的
意
志
，
也
不
擔
保

決
策
結
果
必
然
符
合
全
民
的
最
高
利
益
。
用
熊
彼
徂
的
話
來
說
：
「
民
主
的

方
式
是
爲
了
達
成
政
治
決
定
的
一
種
制
度
安
排

，
在
這
種
安
排
中
，
某
些

人
透
過
競
逐
人
民
的
選
票
而
獲
得
決
策
的
權
利
」

(S
c
h
u
m

pe
te

r,
 

19
76

 :
 

2
6
9

)
。
值
得
我
們
注
意
的
是

：
一

｀
他
認
爲
民
主
政
治
只
是
某
種
程
庁
或

遊
戲
規
則

，
本
身
不
是
什
麼
崇
高
的
目
標
；
二

、
這
套
程
序
的
啓
動
點
來

自
居
上
位
的
政
治
精
英

，
而
不
是
底
層
的
民
眾
。
囚
此
速
舉
的
意
羲
在
於

有
志
角
逐
權
力
的
政
治
粘
英
向
人
民
推
銷
自
己

，
而
非
選
民
主
動
批
舉
大

家
最
喜
歡
或
最
信
任
的
人
物
（
囚
為
這
個
人
可
能
根
本
無
意
出
仕
）

。

熊
彼
得
的
民
主
定
義
影
惡
至
爲
深
遠

，
許
多
所
謂
自
山
主
訟
的
民
主

理
論
家
基
本
上
都
採
用
他
的
觀
點

，因
此
才
有
「
粘
及
民
主
理
論
」
和
「
有

限
參
與
論

」
等
流
行
於
歐
美
政
治
學
界
的
說
法
。
但
是
豪
無
疑
問
地

，
也

有
許
多
人
對
程
序
民
主
論
大
不
以
爲
然
，
認
爲
這
是
政
治
精
英
竊
奪
人
民

參
政
權
利
的
托
詞
。
固
然
在
現
代
民
族
國
家
的
規
模
下

，
民
主
政
治
只
能

透
過
代
議
制
度
進
行

，
但
人
民
除
了
選
舉
之
外

，
應
該
盡
可
能
參
與
所
有

與
自
身
利
盆
或
興
趣
有
關
的
公
共
事
務

，
藉
由
參
與
以
彰
頭
人
類
做
爲
政

治
動
物
的
本
質

，
同
時
也
得
以
有
效
監
督
執
政
者
關
注
人
民
的
利
盆
。
著

名
的
參
與
民
主
論
者
帕
特
曼

(C
ar
ol
e

P
at

e m
a
n

)曾
說

：
「
參
與
的
主
要
功

能
在
於
教
育
－

最
廣
義
的
教
育

，
這
包
括
人
格
心
理
層
囧
的
變
化
以
及

民
主
技
巧

、
民
主
程
序
的
賈
踐
」

(P
at

em
an

,
19

70
 :

 4
2)
。
另
一
位
參
與

論
者
班
傑
明

．
巴
勃

(B
en

ja
in

in
Ba

rb
er

)更
是
極
力
讚
揚
政
治
參
與
的
（
及

點
，
認
爲
程
序
民
主
只
是
徒
有
虛
名
的
「
弱
民
主
」

(t
hi

n
de

m
oc

ra
cy

) 
• 

只
有
全
面
積
極
動
員
的
參
與
式
民
主
才
是
「
強
民
主
」

(s
tr

on
g

de
mo
cr
ac
y
)

。
巴
勃
說

：
「
參
與
模
式
下
的
強
民
主
試
圖
在
缺
乏
獨
立
判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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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情
境
屮
解
決
衝
突
，
其
方
式
是
透
過
一
種
持
續
進
行

、
近
似
自
我
立
法

的
參
與
過
程
，
以
創
造
出
一
種
政
治
共
同
體
。
在
此
過
程
中
，
依
賴
性
的

私
人
身
分
將
會
轉
化
爲
自
由
的
公
民
，
而
局
部
性
的
私
人
利
盆
則
會
轉
化

成
公
共
利
益
。
」

(B
ar

be
r,

19
84

) 

因
此
，
現
代
意
義
下
的
民
主
政
治
基
本
上
有
「
程
序
民
主
」
與
「
參

與
民
主
」
兩
種
定
義
。
它
們
都
承
認
代
議
制
度
的
必
要
性
，
也
不
否
認
政

黨
、
選
舉

、
利
益
團
體
等
在
現
代
政
治
生
活
囊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其
差
別

在
於
前
者
認
爲
一
般
民
眾
對
政
治
事
務
缺
乏
深
刻
理
解
與
興
趣

，
因
此
沒

有
必
要
行
使
真
正
的
統
治
權
，
而
後
者
則
主
張
廣
泛
的
參
與
可
以
改
變
人

們
消
極
被
動
的
心
態

，
塑
造
一
個
積
極
有
活
力
的
公
民
社
會
，
以
免
「
主

權
在
民
」
淪
爲
口
號
。

從
「
直
接
民
主
」
與
「
代
議
民
主
」
的
對
比

，
以
及
「
程
序
民
主
」

和
「
參
與
民
主
」
的
蓋
隔
，
我
們
可
以
體
會
爲
什
麼
民
主
政
治
無
法
有
一

個
大
家
共
同
接
受
的
定
毅
。
不
過
話
說
回
來
，
如
果
我
們
盡
量
就
上
述
各

種
說
法
的
近
似
處
加
以
整
理
，
避
免
彼
此
針
鋒
相
對
的
假
設

，
則
某
種
既

可
保
留
山
典
民
主
精
義

，
又
能
反
映
現
代
社
會
條
件
的
民
主
定
義
，
並
不

是
完
全
不
可
能
。
基
於
下
文
繼
續
討
論
的
需
要

，
此
處
我
們
不
妨
暫
時
對

民
主
政
治
下
一
個
定
義
，
至
於
定
義
得
是
否
恰
當
，
讀
者
大
眾
將
是
最
好

的
裁
判
。
筆
者
認
爲
：
民
主
政
治
主
要
指
涉
一
種
安
排
政
治
生
活
的
方
式
，

它
以
「
主
權
在
民
」
為
基
本
原
則
，
透
過
定
期
改
選
的
普
選
制
度
，
讓
成

年
公
民
攘
有
決
定
領
導
人
物
去
留
及
重
大
政
策
採
行
與
否
的
最
終
權
利

。

為
了
確
保
每
個
公
民
的
基
本
權
利
，
它
必
須
依
據
憲
政
原
則
約
束
多
數
決

的
適
用
範
圍
，
容
許
政
黨
及
民
間
團
體
自
由
競
爭
，
並
且
盡
量
縮
短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的
差
距
，
以
鼓
勵
所
有
公
民
在
平
等
的
基
礎
上
，
充
分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的
討
論
與
決
定

。

我
們
的
定
義
兼
採
程
序
民
主

、
參
與
民
主

、
乃
至
社
會
主
義
民
主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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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些
特
點
，
但
不
是
毫
無
區
辨
地
將
它
們
混
雜
在
一
起
。
其
中
憲
政
原
則

的
強
調
，
則
表
示
這
個
定
義
基
本
上
仍
是
一
種
自
由
主
義
傳
統
下
的
思

考
。
我
們
將
在
這
個
基
礎
上
，
繼
續
討
論
民
主
政
治
的
制
度
條
件
、
以
及

價
值
與
限
制
等
課
題
。

二
、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的
制
度
要
件
與
先
決
條
件

用
幾
句
話
界
定
現
代
民
主
政
治
的
意
義
，
無
論
如
何
周
延
，
總
是
無

法
回
答
大
部
分
人
心
裡
真
正
的
疑
問
，
因
爲
我
們
除
了
想
知
道
「
民
主
是

什
麼
？
」
，
也
想
知
道
「
如
何
評
斷
一
個
國
家
是
不
是
民
主
圈
家
？
」
以
及

「
甲
國
是
不
是
比
乙
國
更
民
主
？
爲
什
麼
？
」
等
等
。
要
回
答
諸
如
此
類

的
問
題
，
我
們
需
要
遠
比
「
主
權
在
民
」
原
則
更
具
體

、
更
詳
盡
的
制
度

性
指
標
。
這
些
指
標
可
以
來
自
歷
史
實
存
的
証
據

、
學
術
論
著
及
日
常
語

言
的
使
用
、
以
及
抽
象
針
對
民
主
原
則
所
進
行
的
推
估
，
在
協
調
三
方
面

所
提
出
的
項
目
後

，
可
以
得
出
一
套
民
主
國
家
最
起
碼
的
制
反
要
件

。
凡

是
具
備
這
些
要
件
的
政
體
，
就
可
以
稱
爲
民
主
政
體
；
凡
是
欠
缺
任
何
一

項
要
件
旳
國
家
，
就
不
能
算
是
民
主
國
家
。
在
整
理
民
主
要
件
的
工
作
上
，

美
國
政
治
學
者
道
爾

(R
o
b
er

t
D
ah

l
)的
貢
獻
無
疑
最
大

。

道
爾
自

19
70
年
代
開
始
，
就
致
力
於
發
展
一
套
衡
痲
民
主
制
度
的
系

統
，
他
認
爲
民
主
政
治
必
須
完
全
符
合
三
「
公
開
競
爭
」
與
「
包
容
（
成
員
）
」

兩
大
標
準
，
前
者
代
表
一
個
政
體
自
由
化
的
程
度
，
後
者
則
是
平
等
原
則

普
及
化
的
表
現
。
凡
是
越
符
合
兩
大
標
準
的
政
體

，
就
可
以
稱
爲
「
多
元

政
體
」

(p
ol

ya
rc

hy
)

，
而
「
多
元
政
體
」
等
於
是
邁
向
完
全
民
主
政
治
的

一
種
過
渡
性
體
制
。
其
他
討
論
民
主
政
治
的
人
通
常
不
在
意
「
多
元
政
體
」

與
「
民
主
政
治
」
的
區
分
，
但
是
大
家
都
覺
得
道
爾
整
理
出
來
衡
痲
多
元

政
體
程
度
的
指
標
很
貼
切
，
因
此
我
們
一
般
就
以
多
元
政
體
的
指
標
，
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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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民
主
的
」
里
路

成
許
斷
一
個
國
家
是
否
民
主
、
以
及
哪
個
國
家
比
較
民
主
的
制
度
要
件
。

根
據
道
園
的
著
作

，這
些
要
件
（
在
「
公
開
競
爭
」
與
「
包
容
」
兩
大
方
針

下
）
可
以
細
分
成
以
下
數
項

：

I.
具
冇
制
定
政
策
根
力
的
官
員
及
議
員
，
都
必
須
經
由
選
舉
方
式
產

生
。

2.
選
舉
必
須
定
期
舉
行
，
其
過
程
務
必
做
到
自
由
、
公
平
、
公
開
。

3.
人
人
擁
有
表
達
意
見
的
自
由
，
不
箜
一
個
人
對
公
共
事
務
提
出
什
麼

看
法
，
都
不
應
A
此
遭
到
壓
抑
或
懲
罰
。

4.
法
律
保
障
人
們
可
以
接
觸
多
種
訊
息
來
源
，
除
了
官
方
媒
體
之
外
，

大
家
也
可
以
自
由
取
得
其
他
狷
立
的
、
不
受
政
府
控
制
的
訊
息
。

5.
公
民
冇
根
利
紐
成
自
主
自
律
的
社
固
，
以
表
達
或
追
求
共
同
的
意
見

與
利
益
，
包
括
各
種
政
棠
及
利
益
固
體
等
等
。

6.
公
民
身
分
必
須
告
及
，
每
一
個
永
久
定
居
且
守
法
的
成
年
人
都
有
根

利
進
行
上
述
諸
項
政
治
制
度
所
提
供
的
活
動
，
包
拮
選
舉
、
被
選
舉
丶

表
達
意
見
、
吸
收
訊
息
、
紐
織
結
社
等
等
。

(D
al

1l
,

19
71

 :
 3

 ;
 1

28
9 

: 

22
1

-2
2

; 
19

99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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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
據
這
些
制
度
要
件
或
指
標
，
我
們
可
以
比
較
具
體
、
客
觀
地
評
暈

一
個
國
家
是
否
民
主
，
而
不
再
困
惑
於
每
個
國
家
自
稱
民
主
的
主
觀
說

詞
。
譬
如
中
國
大
陸
與
北
韓
都
聲
稱
自
己
是
民
主
國
家
，
但
是
這
個
兩
個

. 
國
家
的
政
治
領
尋
人
並
不
是
經
由
選
民
投
票
產
生
，
它
們
也
都
不
容
許
反

對
磁
挑
戰
執
政
黨
的
統
治
權
。
在
中
國
大
陸
，
知
識
分
子
及
異
議
人
士
動

輒
因
觸
犯
政
府
的
言
論
禁
忌
遭
到
逮
捕
；
在
北
韓
，
則
連
接
觸
外
國
媒
體

及
訊
息
的
機
會
都
沒
有
。
依
道
爾
所
列
出
的
標
準
來
看
，
它
們
都
不
是
多

元
政
體
或
民
主
國
家
。
相
反
地
，
目
前
世
界
上
有
些
國
家
固
然
在
形
式
上

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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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留
君
主
繼
承
制
度
（
如
英
國
及
日
本
）
，
但
由
於
國
家
買
質
的
決
策
權
是

在
內
閣
與
議
會
，
而
內
閣
官
員
與
議
員
都
經
由
逍
舉
產
生
，
並
且
這
些
國

家
具
體
保
障
人
民
的
參
政
權
、
結
社
權
及
言
論
自
由
，
因
此
反
而
可
以
名

正
言
順
地
列
爲
民
主
國
家
。
比
較
難
以
判
斷
的
，
當
然
是
一
些
介
於
兩
種

極
端
之
間
的
國
家
，
如

19
80
年
代
末
期
的
墨
西
哥
與
台
迥
，
或

19
90
年
代

的
馬
來
西
亞
。
在
這
些
例
子
中
，
通
常
選
舉
定
期
舉
行
，
反
對
磁
也
有
公

開
競
逐
選
票
的
權
利
，
但
選
舉
本
身
無
法
根
絕
舞
弊
，
異
議
人
士
依
然
可

能
遭
受
迫
害
，
新
聞
媒
體
立
場
也
不
夠
客
觀
中
立
，
我
們
只
有
在
很
勉
強

的
標
準
下
，
才
能
視
之
爲
民
主
國
家
。

我
們
可
以
想
見
，
上
述
指
標
並
不
是
每
個
民
主
理
論
家
都
同
意
的
指

標
。
對
於
一
些
信
奉
熊
彼
得
學
說
的
人
，
道
禰
的
條
件
顯
然
過
於
嚴
格
，

譬
如
充
分
的
資
訊
來
源
與
自
主
的
結
社
權
利
，
都
不
必
列
爲
程
序
民
主
的

必
要
元
素
。
而
另
外
一
些
對
民
主
期
待
更
高
的
人
，
則
可
能
認
為
這
些
標

準
還
不
夠
。
譬
如
道
爾
只
要
求
定
期
舉
行
自
由
公
平
的
選
舉
，
卻
沒
有
說

明
如
果
一
個
政
黨
老
是
贏
得
選
舉
，
這
種
一
黨
長
期
執
政
的
國
家
能
不
能

算
民
主
國
家
？
爲
了
確
保
一
個
國
家
是
貨
真
價
買
的
民
主
國
家
，
他
們
可

能
要
求
把
「
政
獵
曾
經
輪
流
執
政
」
列
入
評
瘋
民
主
的
標
準
。
主
張
計
會

主
義
民
主
的
人
，
可
能
希
望
把
「
財
產
相
對
平
均
分
配
」
列
入
民
主
的
要

件
。
主
張
審
議
式
民
主

(d
el
ib
er
at
iv
e
de
mo
cr
ac
y)
的
人
，
則
可
能
要
求
建

立
某
種
經
常
性
、
公
開
性
的
討
論
機
制
，
以
避
免
民
主
政
治
淪
爲
選
民
原

始
利
盆
的
直
接
衝
突
，
而
沒
有
讓
公
民
從
選
舉
或
決
策
之
中
學
到
審
思
明

辨
的
美
德
。
我
們
不
排
除
這
些
意
見
可
能
在
將
來
會
成
爲
大
家
的
共
識
，

但
在
一
個
意
義
上
，
它
們
似
乎
比
較
像
是
目
前
標
準
的
延
伸
與
擴
大
，
而

非
另
起
熅
灶
式
的
批
評
。

另
外
，
基
於
上
述
指
標
或
要
件
，
我
們
也
可
以
回
過
來
反
省
本
章
開

頭
所
提
到
的
一
些
常
識
性
看
法
。
對
於
那
些
化
約
民
主
政
治
爲
「
多
數
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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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
我
們
可
以
堅
定
地
答
毅
．
多
數
決
只
是
民
主
決
策
的
一
種
方
式
，

或
計
算
選
票
勝
負
的
一
個
基
本
原
理
，
但
是
多
數
決
無
論
如
何
不
能
等
同

於
民
主
。
囚
為
民
主
政
治
預
設
人
民
基
本
權
利
的
保
障
，
當
多
數
決
侵
犯

基
本
自
山
權
利
時
（
譬
如
目
前
的
多
數
決
議
以
後
不
必
再
辦
理
選
舉
，
或
決

議
驅
逐
少
數
出
境
）
，
它
將
因
爲
違
反
恋
政
原
則
而
自
動
失
效
。
，
另
外
，
對

於
主
張
「
民
主
就
是
選
舉
的
人
」
，
我
們
同
樣
必
須
提
醒
他
們

：選
舉
固
然

是
民
主
生
活
中
不
可
或
缺
的
一
環
，
但
選
舉
必
須
做
到
自
由
、
公
平
、
公

閒
。
在
一
個
不
容
許
反
對
躁
存
在
的
威
權
國
家
中
，
即
使
人
人
參
與
投
票
，

也
不
會
囚
的
超
尚
的
投
票
率
而
成
為
民
主
國
家
。
至
於
那
些
心
儀
「
全
民

政
府
」
主
張
的
人
，
我
們
只
能
說
：
現
代
政
治
預
設
多
元
社
會
及
各
種
政

氪
的
競
爭
，
如
果
「
全
民
政
府
」
只
是
呼
籲
每
個
政
鯊
都
應
該
以
圈
家
整

體
利
益
為
上
，
那
是
一
句
無
偏
大
雅
的
口
軌
。
但
是
如
果
真
的
誤
以
爲
最

好
的
民
主
政
治
就
是
結
合
各
獵
派
或
超
越
各
痲
派
的
某
種
新
奇
組
合
，
那

麼
近
代
民
主
政
治
發
展
的
寶
貴
經
驗
將
付
諸
流
水
，
一
切
關
於
人
性
的
討

論
、
關
於
權
力
的
分
析
、
以
及
關
於
憲
政
主
義
的
構
想
，
都
將
必
須
重
寫
。

事
立
上
，
西
方
世
界
之
所
以
能
夠
在
近
兩
百
年
間
發
展
出
一
套
適
合

大
規
模
民
族
國
家
的
代
議
制
度
，
它
之
所
以
能
在
近
百
年
康
讓
選
舉
權
普

及
到
所
有
成
年
公
民
身
上
，
除
了
許
多
因
緣
聚
會
的
歷
史
巧
合
，
也
得
力

於
某
些
重
要
的
主
客
觀
因
素
。
根
據
一
些
理
論
家
對
民
主
發
展
歷
程
的
研

究
，
似
乎
可
以
得
出
某
些
結
論
，
有
助
於
我
們
理
解
爲
什
麼
民
主
政
治
在

一
些
地
區
能
夠
順
利
成
長
，
而
在
另
一
些
地
區
則
挫
折
不
斷
。
換
言
之

，

．如
果
我
亻
門
把
歷
史
經
驗
轉
化
成
観
察
未
來
政
治
發
展
的
啓
示
，
則
民
主
政

治
能
否
出
現
，
應
該
與
下
述
條
件
息
息
相
關
的
。

首
先
，
戦
爭
及
動
亂
不
斷
的
國
度
，
自
然
不
利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成
長
。

除
非
一
作
'
|
國
家
在
發
生
戰
亂
之
前
就
已
經
實
行
民
主
政
治
一
段
時
間
，
否

則
不
容
易
霜
到
民
主
制
度
萌
芽
。
二
次
大
戰
之
後
許
多
非
洲
國
家
紛
紛
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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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
殖
民
地
的
地
位
而
獨
立
，
但
部
族
派
系
之
間
的
爭
戰
使
得
最
起
碼
的
定

期
選
舉
都
無
法
舉
行
，
遑
論
民
主
體
制
的
建
立
。
其
次
，
鄰
近
大
國
對
民

主
的
態
度
，
以
及
它
們
是
否
是
否
干
預
本
國
的
內
政
，
也
是
民
主
能
否
成

長
的
關
鍵
。
誠
如
道
爾
所
言
，
若
非
前
蘇
聯
的
干
預
，
捷
克
、
波
蘭
、
匈

牙
利
可
能
早
就
躋
身
於
民
主
國
家
之
林
；
而
拉
丁
美
洲
國
家
若
不
是
受
制

於
美
圈
勢
力
的
影
狂
，
同
樣
也
早
就
出
現
許
多
民
主
國
家
。
美
國
政
府
所

策
動
的
政
變
或
直
接
軍
事
干
預
，
始
終
是
拉
美
國
家
民
主
運
動
人
士
的
心

頭
大
恨
。
第
三
，
如
果
一
個
國
家
的
軍
隊

、
警
察
、
悄
治
力
凪
能
真
正
山

民
逍
領
袖
掌
握
，
或
者
做
到
行
政
中
立
，
那
麼
至
少
可
以
弒
低
軍
屮
政
變

的
機
會
。
南
韓
的
民
主
直
到
全
斗
煥
、
臨
泰
愚
等
人
俯
首
就
擒
，
才
真
正

露
出
曙
光
。
第
四
，
密
爾
寫
作
（
論
代
議
政
府
）
時
就
不
斷
強
調
：
只
有

維
持
相
當
程
度
的
文
化
同
質
性
，
一
個
國
家
才
能
買
踐
民
主
制
疫
。
對
許

多
老
牌
的
民
族
國
家
而
言
，
這
個
條
件
是
上
天
或
是
歷
史
的
厚
贈
。
不
幸

的
是
全
世
界
大
部
分
國
家
都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次
文
化
衝
突
。
這
些
衝
突
可

能
來
自
宗
教
（
北
愛
爾
蘭
）

、
語
言
（
魁
北
克
）

、
族
群
（
馬
來
西
亞
）
、
或
歷

史
地
理
因
素
（
印
尼
）
，
如
果
該
國
政
府
能
夠
設
法
以
制
度
或
政
策
調
節
這

些
衝
突
，
則
民
主
政
治
仍
有
希
望
（
如
瑞
士
）

；
反
之
，
如
果
政
府
及
政
治

人
物
刻
意
利
用
這
些
衝
突
以
謀
取
獵
派
利
益
，
則
民
主
政
治
必
然
成
爲
犧

牲
品
。 除
了
上
述
條
件
外
，
還
有
兩
個
經
常
被
提
出
，
但
又
充
滿
爭
議
性
的

條
件
，
即
經
濟
發
展
與
政
治
文
化
。
許
多
理
論
家
都
認
爲
凡
是
實
施
市
場

經
濟
獲
得
重
大
經
濟
成
長
的
國
度
，
幾
乎
必
然
有
利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發

展
。
這
不
僅
因
爲
自
由
經
濟
預
設
政
府
在
許
多
方
面
放
寬
管
制
，
也
因
爲

經
濟
成
長
能
培
養
出
一
大
群
珍
惜
基
本
權
利
的
屮
産
階
級
。
當
自
山
經
濟

促
使
一
個
多
元
傾
向
的
市
民
社
會
逐
漸
形
成
後
，
政
治
的
民
主
化
也
會
水

到
渠
成
。
不
過
，
另
外
有
些
理
論
家
並
不
這
麼
樂
觀
。
他
們
認
爲
上
述
扯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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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完
全
奠
基
於
西
歐
民
主
國
家
的
發
展
經
驗
，
不
見
得
適
用
於
第
一
世
界

以
外
的
地
區
。
就
中
國
大
陸
及
若
干
第
三
世
界
國
家
的
例
子
來
看
，
高
度

經
滄
成
長
（
或
乃
至
市
場
資
本
主
義
）
仍
然
可
能
與
威
權
統
治
結
合
，
不
一

定
保
証
觸
發
民
主
轉
型
。
這
個
爭
辯
涉
及
許
多
複
雜
的
界
定
與
觀
察
，
我

們
最
好
暫
時
保
留
。

至
於
政
治
文
化
與
民
主
發
屎
之
間
的
關
係
，
則
有
點
像
「
雞
生
蛋

丶

蛋
生
雞
」
的
問
題
。
一
些
研
究
公
民
政
治
文
化
的
學
者
喜
歡
強
調
，
凡
是

一
個
圈
家
存
在
著
注
重
法
治

、講
求
寬
容
、
樂
意
妥
協
的
文
化
，
就
有
利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成
長
。
但
是
話
說
回
來
，
公
民
文
化
不
也
是
因
為
一
個
國

家
實
施
民
主
政
治
之
後
，
才
比
較
能
夠
累
積
培
養
嗎
？
或
者
換
個
方
式
思

考
，
對
一
個
先
前
幾
乎
沒
有
公
民
文
化
傳
統
的
地
區
（
如
東
亞
及
中
東
各

國
）
民
主
政
治
的
建
立
豈
不
是
遙
遙
無
期
的
幻
想
？
我
想
我
們
大
概
可
以

同
意
某
些
文
化
傳
統
有
利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萌
芽
或
成
長
，
但
是
公
民
政
治

文
化
既
非
民
主
政
治
的
充
分
條
件
，
也
非
必
要
條
件
。
這
兩
者
之
間
的
選

擇
性
關
聯
，
不
應
該
成
爲
討
論
民
主
成
敗
的
焦
點
。

三
、
民
主
政
治
的
價
值

我
們
到
目
前
爲
止
已
討
論
過
民
主
政
治
的
意
義

、
民
主
的
制
度
要
件

與
成
長
條
件
，
但
是
還
沒
有
討
論
一
個
規
範
性
的
問
題
－
~
「
民
主
政
治

是
一
種
好
的
政
治
制
度
咄
？
如
果
是
，
它
的
好
處
在
哪
裏
？
它
具
有
什
麼

價
值
？
」
。
在
民
主
政
治
成
爲
全
人
類
信
仰
的
意
識
型
態
時
，
許
多
人
會
認

為
這
個
問
題
簡
直
是
多
餘
的
問
題
。
但
是
我
們
不
要
忘
記
，
在
西
方
政
治

思
想
史
上
，
除
了
古
希
臘
黃
金
時
代
與
最
近
兩
百
年
左
右
的
時
間
，
民
主

政
治
始
終
是
被
批
判
、
被
否
定
的
政
治
制
度
。
甚
至
在
民
主
制
）
艾
逐
漸
取

靼
鉭
勢
的

20
世
紀
，
也
不
乏
眾
多
傑
出
的
思
想
家
出
而
抨
擊
之
。
如
果
我

們
不
試
著
去
瞭
解
民
主
有
什
麼
似
值
，
以
及
反
對
民
主
的
人
基
於
什
麼
理

由
排
斥
民
主
，
我
們
對
民
主
的
信
仰
將
如
同
建
立
在
流
沙
之
上
，
任
何
風

吹
草
動
都
可
以
吞
噬
目
前
貌
似
堂
皇
的
建
築
。

民
主
的
價
值
當
然
可
以
洋
洋
灑
灑
列
出
一
串
，
但
是
民
主
理
論
家
主

要
關
心
的
項
目
有
四
：
平
等
、
自
主

、
參
與
、
文
明
。
這
四
項
憤
值
邵
不

是
輕
易
就
可
以
合
理
化
，
因
爲
它
們
的
對
立
面
存
在
著
同
樣
振
振
有
詞
的

價
值
。
任
何
人
若
未
曾
嚴
肅
思
考
這
些
支
持
與
反
對
民
主
的
理
據
，
事
實

上
等
於
不
瞭
解
民
主
。

民
主
政
治
所
預
設
、
所
體
現
的
第
一
項
價
值
是
「
平
等
」
。
民
主
與
平

等
的
關
係
大
概
是
最
不
証
自
明
的
關
係
。
遠
從
古
希
臘
時
代
蜀
始
，
民
主

政
治
與
其
他
政
治
組
織
型
態
的
主
要
差
別
，
就
在
於
別
的
政
體
假
定
人
與

人
之
間
不
平
等
（
所
以
才
認
爲
國
家
應
該
由
君
王
或
貴
族
統
治
）
」
，
而
民
主

政
體
則
認
定
人
人
平
等
（
所
以
才
主
張
大
家
輪
流
統
治
）
。
所
謂
「
人
與
人

之
間
平
等
」
，
其
貢
不
全
然
是
事
實
觀
察
的
陳
述
，
而
是
帶
著
強
烈
規
範
色

彩
的
命
題
。
我
們
知
道
任
何
時
代
任
何
地
方
，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身
高
體
重

、

聰
明
才
智
、
美
醜
善
惡
、
財
富
地
位
都
是
不
相
等
的
。
這
種
不
平
等
首
先

表
現
於
人
與
生
俱
來
的
自
然
特
徵
與
秉
賦
，
接
著
由
社
會
經
濟
地
位
的
差

距
加
以
確
定
，
所
以
很
多
哲
學
家
就
認
爲
政
治
統
治
也
應
該
反
應
這
種
先

天
及
後
天
的
差
距
，
讓
某
些
稟
賦
較
高
者
（
特
別
是
那
些
具
備
政
治
才
華
的

人
）
統
治
其
他
人
，
如
此
才
符
合
自
然
法
則
或
自
然
公
理
。
而
且
事
賁
上

，

我
們
也
不
難
想
像
如
果
一
個
國
家
刻
意
排
除
賢
能
之
士
，
硬
要
把
大
政
方

針
的
決
定
權
交
給
一
群
平
凡
百
姓
，
那
麼
柏
拉
讎
所
生
動
刻
山
的
「
國
家

之
舟
」
自
然
陷
入
極
端
兇
險
，
甚
至
慘
迆
滅
頂

。

面
對
這
種
柏
拉
圖
式
的
「
專
家
治
國
」
或
「
哲
君
統
治
」
的
主
張
，

自
來
捍
衛
民
主
政
治
的
人
士
就
必
須
絞
盡
腦
汁
想
出
一
套
足
以
支
持
「
人

人
平
等
、
大
眾
統
治
」
的
理
巾
。
迎
常
這
種
論
證
可
以
來
自
兩
個
方
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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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個
是
訴
諸
猶
太
及
基
督
教
信
仰
傳
統
，
搬
出
「
上
帝
造
人
、
人
人
平
等
」

的
宗
教
信
仰
；
另
一
個
則
是
走
人
文
主
義
的
路
線
，
從
人
人
不
平
等
的
現

象
之
中
指
出
「
內
在
道
德
意
義
的
平
等
」
或
「
政
治
權
利
上
的
平
等
」
。
就

前
者
言
，
洛
克
的
國
苻
論
二
篇
）
及
美
國
獨
嶧
言
可
算
是
經
典
之
作
。

洛
克
及
傑
佛
遜
等
人
直
接
訴
諸
西
方
人
普
遍
信
仰
的
基
督
教
，
再
三
強
調

「
人
人
生
而
平
等
，
人
人
生
而
有
追
求
生
命
、
自
由

、財
產
或
幸
福
的
權

利
」
這
個
論
證
的
好
處
是
許
多
宗
教
（
不
只
基
督
教
）
都
肯
定
人
人
平
等
的

原
則
，
因
此
除
非
這
些
宗
教
被
推
翻
，
否
則
全
世
界
大
部
分
人
口
幾
乎
不

用
說
服
就
會
相
信
「
平
等
」
這
個
似
值
。
不
過
宗
教
論
證
的
缺
點
是
碰
到

無
宗
教
信
仰
者
（
或
信
仰
主
張
不
平
等
的
教
義
－
一
如
印
度
教
）
時
，
恐
怕

就
一
錺
莫
展
了
。

相
對
而
言
，
人
文
主
義
的
論
證
則
強
調
人
的
存
在
本
身
就
是
一
種
價

仙
。
由
於
我
們
每
個
人
不
管
高
矮
胖
瘦
、
美
醜
賢
不
尙
，
都
擁
有
可
貴
的

生
命
。
因
此
人
人
有
權
利
要
求
別
人
尊
重
自
己
，
讓
彼
此
的
生
命
都
能
在

獲
得
適
當
滋
養
的
環
境
下
成
長
。
這
種
基
於
對
人
類
生
命
尊
嚴
的
尊
重
所

建
立
起
來
的
平
等
親
，
我
們
可
以
簡
稱
爲
「
內
在
道
德
意
義
的
平
等
」
。
另

外
，
有
些
理
論
家
更
進
一
步
推
論
，
正
是
由
於
自
然
稟
賦
及
後
天
社
經
條

件
設
下
種
種
藩
籬
，
使
人
類
無
法
在
這
些
領
域
獲
得
平
等
的
對
待
，
所
以

我
們
才
更
有
必
要
透
過
法
律
制
度
及
政
治
權
利
的
設
計
，
讓
大
家
在
這
個

「
人
文
化
成
」
的
領
域
享
有
難
得
的
平
等
。
從
這
個
角
度
霜
，
政
治
平
等

的
主
張
固
然
違
反
自
然
法
則
，
然
而
它
卻
是
人
類
偉
大
的
發
明
，
是
人
類

在
自
然
等
差
的
汪
洋
中
所
構
築
的
一
座
人
文
孤
島
。
民
主
政
治
賦
予
人
人

平
等
的
政
治
權
利
及
參
政
機
會
，
藉
此
激
發
人
們
尊
重
彼
此
生
命
的
態

度
，或
甚
至
發
展
出
「
一
人
一
票

、票
票
等
值
」
的
選
舉
法
則
，
使
所
有

人
都
可
以
平
等
地
表
逹
自
己
對
公
共
事
務
的
意
見
，
其
整
個
理
趣
所
在
，

正
是
平
等
這
個
價
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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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政
治
所
體
現
的
第
二
項
似
值
是
「
自
主
」

。
所
訥
「
自
主
」
，
是

指
每
個
人
都
有
權
利
決
定
與
自
己
生
命
發
展
息
息
相
關
的
事
情
，
而
不
是

任
由
他
人
擺
佈
。
同
樣
地
，
這
種
似
值
也
可
以
說
自
始
即
內
建
於
民
主
政

治
的
法
則
中
。
當
我
們
講
民
主
政
治
預
設
人
人
平
等
時
，
我
們
的
意
思
是

說
「
人
人
有
平
等
的
權
利
決
定
自
己
關
切
的
事
務
」
，
因
此
平
等
與
自
主
基

本
上
是
連
繫
在
一
起
的
。
從
理
論
上
分
析
，
「
平
等
尊
重
每
個
人
的
生
命
及

利
盆
」
原
本
不
必
然
要
求
所
有
涉
及
己
身
利
盆
的
事
都
要
由
當
事
人
自
己

決
定
，
因
爲
只
要
有
一
個
公
正
而
睿
智
的
裁
決
者
，
很
可
能
他
比
你
更
知

道
你
的
利
盆
何
在
，
以
及
用
什
麼
方
法
可
以
促
進
你
的
生
命
及
利
益
的
發

展
。
因
此
，
若
是
由
他
代
替
大
家
決
定
相
關
事
務
，
他
一
樣
可
以
做
到
「
平

等
尊
重
所
有
人
的
利
盆
」
。
換
句
話
說
，
「
平
等
」
不
必
要
求
「
自
主
」
。

然
而
人
類
的
經
驗
卻
與
此
背
道
而
馳
。
我
們
發
現
許
多
號
稱
公
正
賢

明
的
領
導
者
，
往
往
不
是
你
我
利
盆
的
維
鸌
者
。
這
種
實
踐
上
的
扭
曲
，

或
者
肇
因
於
他
人
無
法
確
知
我
們
真
正
的
利
益
所
在
，
或
者
由
於
他
無
法

凡
事
做
到
公
平
，
但
更
常
見
的
原
因
則
是
他
在
擁
有
決
定
別
人
生
命
福
祉

的
大
權
後
，
往
往
變
得
自
私
腐
化
，
只
以
維
護
己
身
利
益
爲
上
。
艾
克
頓

(L
or

d 
Ac

to
n)
所
說
：
「
權
力
使
人
腐
化
，
絕
對
的
權
力
使
人
絕
對
地
腐

化
」
，
至
今
仍
是
至
理
名
言
。
既
然
如
此
，
「
人
人
享
有
平
等
待
遇
」
的
理

想
最
好
還
是
由
「
人
人
替
自
己
作
主
」
的
方
式
來
確
保
，
這
也
是
爲
什
麼

民
主
政
治
要
求
所
有
人
當
家
作
主
的
原
因
。

坦
白
講
，
民
主
政
治
在
捍
衛
「
自
主
」
這
項
似
值
時
，
所
迆
遇
的
困

難
遠
大
於
它
宣
揚
「
平
等
」
時
所
遇
到
的
挫
折
。
誠
然
，
歷
史
上
不
乏
堅

信
人
類
生
而
不
平
等
的
人
物
，
譬
如
種
族
主
羲
者
或
精
美
論
者
。
可
是
到

了
20
世
紀
的
今
天
，
要
我
們
輕
易
放
棄
「
人
人
平
等
」
的
信
念
，
恐
怕
沒

那
麼
簡
單
。
但
是
對
於
「
我
們
自
己
是
不
是
最
清
楚
自
己
利
盆
的
人
？
」

以
及
「
我
們
是
不
是
最
能
照
顧
自
己
利
盆
的
人
？
」
，
人
們
往
往
充
滿
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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惑
。
一
方
面
，
我
們
看
到
許
多
人
自
甘
墮
落
，
酗
酒
吸
毒
無
法
自
拔
；
或

者
看
到
許
多
人
自
覺
前
途
茫
茫
，
四
處
求
砷
問
卜
，
我
們
不
禁
懷
疑
是
否

每
個
人
都
清
楚
自
己
的
人
生
與
利
盆

。
另
方
面

，
我
們
也
看
到
有
人
能
力

低
落
或
智
識
不
足
，
常
常
無
法
達
成
自
己
所
期
待
的
目
標

。
正
是
基
於
這

些
理
由

，
柏
拉
圖
才
提
出
「
哲
人
統
治
」

、「
專
家
治
國
」
的
主
張

，
並
且

始
終
不
乏
追
隨
者
。
那
麼

，
我
們
如
何
才
能
替
「
自
主
」
辯
護
呢

？

也
許

，
民
主
政
治
把
自
主
奠
基
於
「
瞭
解
自
我
利
盆

、
維
調
自
我
利

益
」
並
不
是
一
個
聰
明
的
作
法
。
我
們
大
概
得
承
認

，
許
多
人
都
不
是
最

清
楚
自
己
應
該
怎
麼
生
活
的
人
。
但
是
民
主
政
治
所
要
求
的
自
主

，
並
不

一
定
假
設
凡
是
自
己
決
定
的
事
情

，
就
必
然
帶
給
自
己
最
多
利
盆
；
也
不

排
除
各
種
專
家
應
該
在
決
策
時
扮
演
重
要
角
色
。
民
主
的
自
主
性
所
肯
定

的
，
是
人
人
在
原
則
性
的
問
題
上
要
有
自
己
的
看
法
，
並
且
願
意
爲
決
策

的
成
敗
負
責
。
這
秈
態
）
文
是
彰
顯
一
個
人
生
命
尊
嚴
的
最
起
碼
立
場
，
如

果
人
們
不
願
意
承
擔
這
個
工
作

，
確
買
不
如
放
棄
民
主
政
治
。
更
重
要
的

是
，
當
我
們
認
清
楚
自
主
與
利
盆
維
護
沒
有
必
然
的
關
係
之
後
，
我
們
將

可
以
深
入
反
省
爲
什
麼
民
主
政
治
要
求
大
家
積
極
介
入
公
共
事
務
，
而
這

個
問
題
的
答
案

，
就
是
民
主
政
治
的
第
三
個
價
值
一

參
與
。

「
參
與
」
爲
什
麼
會
是
一
項
價
值
呢

？
從
功
效
主
義
的
角
度
來
思

考
，
如
果
參
與
能
促
使
當
局
制
訂
有
利
於
自
己
的
政
策
，
參
與
才
有
價
值
。

囚
此
它
最
多
是
一
種
工
具
性
價
值

，
本
身
不
可
能
是
目
的
。
但
是

，
參
與

式
民
主
理
論
的
支
持
者
有
一
些
論
證
，
值
得
我
們
參
考
。
他
們
說

：
參
與

至
少
有
兩
個
正
要
的
作
用

，
與
參
與
的
結
果
如
何
沒
有
關
係
。
第
一

、
參

與
是
激
發
人
民
公
共
德
行
的
機
制
。
透
過
親
自
參
與
公
共
事
務
的
研
擬

丶

討
論

、說
服

、或
監
督
其
執
行
，
人
們
真
正
與
他
人
共
同
創
造
了
一
個
「
公

共
領
域
」
，
使
自
己
原
本
局
限
的
親
點
得
以
在
參
與
審
議
的
過
程
中
，
轉
化

成
具
有
公
共
性
導
向
的
意
見
。
我
們
在
這
個
過
程
中

，
或
者
可
以
從
別
人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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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意
見
學
習
到
自
己
看
不
到
的
地
方

，或
者
可
以
說
服
別
人
接
受
自
己
吏

具
有
理
性
的
看
法
，
因
此
參
與
兼
有

「教
育
」
及
「
轉
化
」
的
作
用
，
可

以
讓
一
個
人
領
悟
到
溝
通

、
協
調

、
講
埋

、容
忍
等
等
公
民
德
行

。
而
這

些
德
行
，
既
是
民
主
政
治
所
需
要
的
文
化

，也
是
民
主
政
治
所
能
滋
提
的

文
化
。
晚
近
所
謂
公
民
社
會
（
或
市
民
社
會
）
所
追
求
的
積
極
性
與
公
共

性
，
只
有
透
過
參
與
才
能
體
現
。
在
這
個
論
證
上

，沒
有
人
能
夠
說
得
比

托
克
維
爾

(T
oc
qu
ev
il
le

)更
清
楚

：

當
反
對
民
主
的
人
宣
稱

，
一
個
人
狷
力
去
做
他
所
承
拇
的
工
作
會

役
淤
由
眾
人
嵒
理
的
政
府
去
做
它
所
承
擔
的
工
作
時
，
我
認
為
他
們

說
得
並
沒
有
什
麼
不
對

。
假
如
雙
方
的
才
力
才
目
等
，
則
一
人
統
治
的

政
府
會
比
多
敦
人
統
治
的
政
府
更
前
後
一
賞

，
更
堅
定
不
移

，
更
思

想
統
一
，
更
工
作
鈿
緻
，
更
能
正
雄
地
瓿
選
官
員
。
…
…
但
是
，
隨

藩
時
間
的
拉
移
，
民
主
制
度
所
舉
辨
的
事
業
將
比
專
制
制
度
舉
辨
的

更
多

。
它
辦
好
的
事
業
蹌
然
較
少
，
但
它
舉
辦
的
事
業
卻
很
多

。
在

民
主
制
度
下
，
蔚
為
大
裁
的
壯
舉
並
不
是
由
公
家
完
成

，
而
是
由
私

人
自
力
完
成
的

。
民
主
並
不
玲
予
人
民
以
最
精
明
能
幹
的
政
府
，
但

能
提
供
最
精
明
能
幹
的
政
府
往
往
不
能
創
造
出
來
的
束
西
：
使
整
個

社
會
洋
溢
持
久
的
積
極
性
，
具
有
充
沛
的
活
力
，
充
鴻
箸
一
種
鄗
開

它
就
不
能
存
在
、
和
不
論
環
境
如
何
不
利
都
能
創
造
出
奇
蹟
的
精

力
。
這
就
是
民
主
的
真
正
好
處

。

第
二
，
除
了
可
以
激
發
人
民
的
公
共
德
行

，參
與
也
是
提
供
決
策
正

當
性
的
最
終
依
據
。
隨
著
民
主
程
序
的
普
及

，越
來
越
多
的
政
策
都
不
是

少
數
官
員
所
能
主
尋

，而
必
須
透
過
民
意
諮
詢

、
問
卷
調
査

、公
聽
會

、
乃
至
政
策
辯
論
才
能
拍
板
定
案
。
如
果
一
個
決
策
沒
有
經
過
這
些
程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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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往
在
批
動
時
會
迆
到
反
對
民
眾
的
強
烈
抗
拒
，
而
整
個
社
會
也
篦
此
付

出
重
大
成
本
。
相
對
地
，
如
果
決
策
者
重
視
民
眾
的
參
與
，
讓
所
有
與
該

印
務
有
利
告
關
係
的
人
都
能
充
分
表
達
意
見
，
則
決
定
之
後
，
阻
力
會
大

幅
減
少
。
換
句
話
說
，
人
們
判
斷
一
個
政
策
是
否
具
有
正
當
性
，
往
往
會

看
受
到
政
策
影
嚮
的
相
關
人
是
否
參
與
決
策
過
程
而
定
。
民
主
政
治
提
供

最
大
可
能
的
參
與
，
也
因
此
替
民
主
決
策
創
造
了
最
大
的
正
當
性
，
這
是

其
他
政
體
無
法
比
擬
的
。

最
後
，
民
主
政
治
還
有
一
項
經
常
被
人
忽
視
的
價
值
，
就
是
「
文
明
」

或
「
和
平
」
。
處
身
於
民
主
社
會
中
的
人
往
往
視
和
平
爲
理
所
當
然
，
但
是

非
民
主
社
會
中
的
人
就
很
清
楚
和
平
不
是
唾
手
可
得
。
西
方
國
家
在
建
立

民
主
制
度
之
前
，
也
曾
經
飽
受
宮
廷
政
變

、
陰
謀
叛
亂
、
以
及
血
腥
戰
禍

之
苦
。
民
主
政
治
首
先
以
「
國
王
陛
下
忠
誠
的
反
對
黨
」
方
式
賦
予
政
爭

對
手
合
法
的
生
存
地
位
，
接
著
以
選
舉
方
式
取
代
武
裝
鬥
爭
，
讓
政
權
的

轉
移
建
立
了
一
種
文
明
的
典
範
。
大
體
上
，
凡
是
民
主
制
度
鞏
固
的
圍
家
，

老
百
姓
就
不
必
擔
心
軍
事
政
變
或
內
戰
所
帶
來
的
災
難
。
他
們
當
然
仍
得

操
心
經
濟
起
伏
、
政
治
良
麻

、交
通
壅
塞
、
天
然
災
害
等
等
，
但
是
至
少

政
權
的
交
替
是
和
平
的

。不
管
在
每
一
次
選
戰
中
，
政
痲
競
爭
手
段
多
麼

激
烈
，
社
會
氣
氛
多
麼
緊
張
，
隨
著
選
舉
落
幕
，
失
敗
者
仍
得
風
度
十
足

地
向
勝
利
者
恭
賀
當
選
。
這
些
微
不
足
道
的
過
程
與
動
作
，
其
賈
蘊
含
著

人
類
文
明
重
大
的
成
就
。
它
們
不
只
代
表
人
類
知
道
如
何
管
理
自
己
，
也

代
表
我
們
不
再
迷
信
暴
力
。
如
果
世
界
上
的
民
主
國
家
越
來
越
多
，
全
球

性
的
和
平
就
不
會
遙
不
可
及
了
。

固
、
民
主
的
限
制
與
展
望

本
文
列
舉
許
多
民
主
政
治
的
優
點
，
但
是
希
望
不
會
誤
尋
語
者
以
爲

第
二
章
民
主
政
治
的
念
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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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主
政
治
有
百
利
無
一
害
，
或
誤
以
兌
民
主
政
治
是
解
決
所
有
問
題
的
萬

靈
丹
。
事
實
上
如
果
仔
細
觀
察
民
主
國
家
（
包
括
所
謂
老
牌
民
主
國
家
）
的

表
現
，
就
會
發
現
民
主
制
度
絕
非
盡
善
盡
美
，
其
弊
病
或
限
制
甚
至
可
能

影
礱
它
在
未
來
的
發
展
。

民
主
政
治
的
限
制
很
多
，
首
先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它
並
不
能
保
証
產
生

最
好
、
最
有
效
率
的
決
策
，
也
不
必
然
帶
來
令
人
滿
意
的
結
果
。
許
多
人

以
爲
民
主
程
序
既
然
是
目
前
最
合
理
的
程
序
，
那
麼
根
據
民
主
程
序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應
該
也
是
最
好
的
結
果
。
譬
如
，
在
普
逍
制
度
及
自
由
競
爭
之

下
，
我
們
期
待
選
出
一
個
最
孚
眾
望
、
最
有
才
幹
的
領
袖
，
但
我
們
幾
乎

註
定
會
失
望
的
。
又
譬
如
，
目
前
許
多
環
保
人
士
寄
望
於
參
與
式
民
主
及

審
議
式
民
主
，
以
爲
一
旦
決
策
程
序
做
到
公
開
透
明
、
充
分
討
論
，
那
麼

我
們
就
一
定
會
制
訂
出
減
少
環
境
污
染
的
法
令
。
然
而
他
們
卻
很
快
發

現
，
自
私
的
心
理
只
會
造
成
「
垃
圾
不
要
倒
在
我
家
後
院
」
的
共
識

，
對

於
抑
制
垃
圾
成
長
、
減
少
能
源
浪
費
、
或
檢
討
過
度
開
發
等
議
題
，
淌
通

討
論
與
多
數
決
的
結
果
仍
然
令
人
洩
氣
。
由
於
民
主
政
治
不
能
保
証
產
生

良
好
的
政
治
領
袖
與
公
共
政
策
，
許
多
人
於
是
對
民
主
感
到
失
望
，
甚
至

轉
而
明
待
強
人
政
治
或
恢
復
威
權
獨
裁
。

我
們
必
須
指
出

：
民
主
原
本
不
能
保
証
上
述
良
好
結
果
，
它
可
以
促

進
自
主
與
平
等
，
可
以
帶
來
活
力
與
文
明
，
但
無
法
提
供
所
有
美
好
的
禧

物
。
對
於
民
主
政
治
期
待
太
多
，
並
不
是
民
主
理
論
所
鼓
勵
的
心
憊
。
可

是
我
們
也
願
意
指
出

：
其
他
政
治
組
織
型
態
＿

不
管
是
君
主
專
制
、
宴

頭
餛
斷
、
或
軍
事
獨
裁
一
一
－
同
樣
也
無
法
保
証
滿
足
各
方
面
的
要
求
。
愷

如
專
制
國
家
固
然
可
以
迅
速
有
效
地
做
到
全
國
人
民
不
敢
亂
丟
垃
圾

，
但

是
其
代
價
可
能
是
全
國
完
全
沒
有
新
聞
自
由
、
沒
有
示
威
抗
議
的
自
由

。

軍
事
獨
裁
國
家
一
度
在
經
濟
成
長
和
祗
會
治
安
上
有
驚
人
的
成
效
，
可
是

這
些
成
果
通
常
無
法
維
持
下
去
。
而
他
們
對
環
境
生
態
的
破
壞
、
對
公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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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的
剝
蒭
，
往
往
不
是
短
期
經
濟
繁
榮
所
能
彌
補
。

民
主
政
治
另
外
一
個
泣
大
的
限
制
，
是
直
到
目
前
爲
止
仍
然
沒
有
辦

法
真
正
落
質
平
等
參
與
的
承
諾
，
只
能
眼
睜
睜
看
著
社
會
經
濟
資
源
雄
厚

者
挾
共

1要
勢
，
不
合
理
地
左
右
公
共
政
策
的
方
向
。
闞
於
這
個
閲
題
，
自

由
民
主
主
義
者
與
社
會
民
主
主
義
者
長
期
以
來
即
爭
議
不
休
。
＇
自
由
主
義

雖
意
識
到
市
場
經
濟
造
就
了
某
些
大
財
閥
，
而
財
閥
又
往
往
能
將
金
錢
轉

換
成
政
治
資
本
，
以
致
其
政
治
權
力
永
遠
凌
駕
於
小
市
民
之
上
。
但
是
基

於
市
場
經
濟
也
是
自
由
社
會
運
轉
的
關
鍵
，
因
此
他
們
並
不
願
意
爲
此
修

改
市
場
經
濟
的
規
則
或
限
制
其
作
用
，
反
而
試
著
提
出
種
種
理
論
（
如
「
自

然
的
均
衡
」
、
「
自
動
自
發
的
秩
序
」
）
，
以
說
明
平
均
財
富
的
不
可
能
與
不

可
欲
。
另
一
方
面
，
社
會
民
主
主
義
者
無
法
忍
受
經
濟
不
平
等
對
政
治
領

域
所
造
成
的
扭
曲
效
果
，
因
此
多
半
主
張
國
營
公
有

、
限
制
資
本
、
累
進

課
稅
、
擴
大
福
利
支
出
等
等
，
希
望
藉
此
確
保
每
個
公
民
的
參
政
機
會
與

公
民
權
利
。

平
心
而
論
，
市
場
經
濟
確
實
有
其
存
在
理
由
（
否
則
共
產
主
義
國
家
不

會
在

20
世
紀
末
紛
紛
引
進
自
由
市
場
經
濟
以
挽
救
其
瀕
臨
崩
泅
的
社
會
經

滸
體
制
）
，
但
是
我
們
看
著
自
由
民
主
國
家
的
選
舉
活
動
所
耗
貲
的
資
本
直

線
上
升
，
以
及
行
政
、
立
法
部
門
被
財
画
滲
透

、
控
制
的
情
形
日
盆
嚴
重
，

不
得
不
懷
疑
自
由
民
主
政
治
會
不
會
完
全
變
成
「
金
權
政
治
」
。
就
算
這
個

顧
慮
是
杞
人
豪
天
，
就
算
平
民
仍
有
機
會
出
頭
與
資
本
家
抗
爭
，
我
們
也

得
注
意
「
金
權
政
治
」
下
的
兩
種
不
同
現
象
。
第
一
是
由
於
買
質
參
與
作

用
遞
減
，
越
來
越
多
公
民
寧
可
放
棄
參
與
權
利
，
只
管
私
人
福
祉
，
於
是

整
個

Wr
1會
朝
向
「
反
政
治
」
或
「
去
政
治
化
」
的
方
向
發
展
。
第
二
是
當

平
民
之
中
具
有
群
眾
魅
力
的
領
袖
出
現
時
，
沈
默
的
民
眾
又
很
容
易
受
到

口
號
煽
動
而
變
成
狂
熱
的
政
治
運
動
支
持
者
。
「
政
治
冷
漠
（
或
疏
離
）
」
與

「
政
治
狂
熱
」
原
本
是
相
反
的
現
象
，
但
是
在
民
主
政
治
金
權
化
的
情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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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
反
而
是
最
值
得
擔
心
的
倂
發
症
。

緊
接
著
上
述
群
眾
領
袖
的
問
題
，
我
們
有
必
要
討
論
民
主
政
治
的
另

外
一
個
隱
豪
，
就
是
民
粹
主
義

(p
op

ul
is
m)
的
興
起
。
民
粹
主
義
與
民
主

政
治
之
間
其
賈
有
著
微
妙
的
關
聯
。
我
們
一
般
以
民
主
政
治
為
政
治
生
活

的
常
態
，
視
民
粹
主
義
卮
某
種
病
憊
發
展
，
因
爲
民
粹
主
訟
是
指
某
個
極

具
魅
力
的
領
袖
人
物
出
現
，
動
輒
以
人
民
福
祉
爲
號
召
，
在
取
得
廞
泛
群

眾
的
支
持
下
，
做
出
許
多
超
越
憲
政
規
範
的
事
情
。
就
這
個
意
義
來
躺
，

民
粹
主
義
確
實
可
能
破
壞
民
主
政
治
強
調
法
治

、著
重
權
力
制
衡
的
基
本

架
構
。
可
是
另
一
方
面
，
民
主
政
治
原
本
以
買
現
人
民
福
祉
、
表
達
人
民

意
志
爲
綱
領
，
因
此
當
民
粹
領
袖
確
實
獲
得
人
民
廣
泛
支
持
時
，
爲
什
麼

我
們
反
而
要
設
法
限
制
他
的
行
動
？

這
個
問
題
涉
及
的
是
憲
政
主
義

、
法
治
傳
統

、以
及
自
主
參
與
的
正

確
瞭
解
。
憲
政
主
義
的
基
本
命
題
之
一
，
是
強
調
權
力
集
中
必
然
造
成
腐

化
，所
以
政
治
權
利
必
須
分
立
制
衡
。
而
民
粹
領
袖
往
往
呼
籲
人
民
賦
予

他
比
較
大
的
權
力
，
使
他
可
以
克
服
來
自
議
會
或
司
法
部
門
的
限
制

，放
手
去
實
現
人
民
的
福
祉
，
因
此
民
粹
主
幻
經
常
違
反
恋
政
原
理
。
其
次
，

法
治
主
義
認
爲
政
治
共
同
體
的
基
本
規
範
（
包
括
人
民
的
權
利
義
務
及
政

府
施
政
程
序
）
必
須
明
載
於
憲
法
與
法
律
，
不
管
任
何
人
都
必
須
遵
守
這
套

規
範
，
連
國
家
的
統
治
者
也
不
例
外
。
但
是
民
粹
主
義
卻
是
一
種
「
人
治
」

色
彩
濃
厚
的
現
象
，
民
粹
領
袖
由
於
狓
得
民
眾
熱
烈
支
持
，
經
常
強
調
法

律
條
文
是
死
板
的
東
西
，
應
該
因
應
情
勢
隨
時
修
改
，
甚
至
連
恕
法
也
可

以
機
動
調
整

。
因
此
民
粹
主
義
盛
行
時
，
統
治
者
的
意
志
（
人
治
）
可
能
取

法
治
而
代
之
。
第
三
，
民
主
政
治
所
追
求
的
自
主
參
與
，
原
本
是
公
民
在

獲
得
適
當
的
資
訊
下
，
以
開
放
的
心
態
進
入
公
共
領
域

，與
其
他
公
民
平

等
溝
通
協
調
，
並
從
中
體
驗
相
互
啓
蒙
的
樂
趣
。
可
是
民
粹
主
義
下
的
政

治
參
與

，表
面
上
雖
然
像
是
群
眾
自
動
自
發
的
行
爲
，
卻
沒
有
多
元
意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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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交
換
與
討
論
，
也
沒
有
容
忍
異
議
者
的
空
間
，
而
只
有
同
類
相
聚
式
的

呼
喊
或
相
互
肯
定
，
這
也
是
爲
什
麼
民
粹
領
袖
的
支
持
者
常
沾
沾
自
喜
自

稱
爲
「
X
X
迷
」
、
或
「
X
X
族
」
的
原
因
。
民
主
政
治
理
論
鼓
勵
的
參
與
，

並
不
是
這
種
單
面
向
式
、
不
能
反
省
批
判
的
參
與
。

我
們
舉
出
這
些
民
主
政
治
的
限
制
與
隱
豪
，
．
無
非
是
爲
了
誤
支
持
民

主
政
治
的
人
知
這
民
主
真
的
不
是
完
美
的
制
度
，
它
的
許
多
問
題
如
果
不

能
加
以
解
決
或
預
先
防
範
，
是
有
可
能
變
質
爲
金
權
政
治
、
民
粹
政
治
或

詬
至
暴
民
政
治
。
當
然
，
基
於
民
主
政
治
在
過
去
兩
千
年
的
人
類
歷
史
上

並
沒
有
扮
演
什
麼
重
要
角
色
，
也
許
它
真
的
只
是
一
種
過
渡
性
的
政
治
制

）
艾
，
而
可
能
在
未
來
讓
浪
給
吏
完
善
理
想
的
政
治
組
緇
型
態
。
然
而
在
這

種
未
可
知
的
型
憊
出
現
之
前
，
民
主
政
治
確
買
比
現
存
所
有
其
他
體
制
更

能
呼
應
目
前
的
社
會
經
濟
條
件
，
更
能
安
頓
人
們
的
政
治
生
活
。
我
們
如

一
果
願
意
繼
續
支
持
它
，
就
有
必
要
瞭
解
它
的
精
砷

、
它
的
似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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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民主国家需要的政治制度

一个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国家，意味着什么？

这一章，我们集中讨论大规模民主，或者说一个民主国家，

所需要的政治制度。因此，一个小团体，比如说委员会，它的民

主需要哪些东西，并不是我们这里关心的内容。同时，我们还需

要在内心对我们的标准有所警觉，现实中，没有哪一种民主会完

全符合我们在第二部分以及图 3 中描述的民主的标准。最后，我

们还应当意识到，通常“民主”一词，既可以指一种目标或理

想，也可以指部分达到了这一目标的现实，无论对于本章的讨论

还是其他场合，都应如此。因此，此时此刻我指望读者对我所使

用的“民主” (democracy) 、“以民主的方式” (democratically) 、

“民主政府”(democratic government) 、“民主国家”(democratic cou­

n历）等等这些词，能够作出必要的区分。

一个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国家”，需要哪些条件？它至少

91 539



论民主

必须具备某些政治的安排、惯例或制度，尽管这些东西也许还不

足以使国家达到理想的民主标准，但会使它大大接近这一标准。

名词解释：安排惯例制度

（比一， Practices, Institutions} 

珈“安排＂ （血血穿血血），听起来像带有暂时的性质，它可以在那

些刚从非民主的统治中转变过来的国家里找到。政治”惯例”(practices),

我们认为它更多地是一种习惯，因而也更持久。通常所说的”制度”(insti­

tutiOfl8），它们都是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才生了根，一代一代地往下传承的。

一个国家从非民主政府向民主政府转变的时候，一开始的政治“安排＂渐

渐成为＂惯例＂，到了适当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固定的”制度”。不过，虽

然这些区分很有用处，但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更方便的做法是把这些都

搁在一边，接受“制度”这个词就可以了。

我们从何而知？

我们怎样才能合理地判断出，大规模民主需要哪些政治制

度？首先，我们可以选一些国家研究它的历史。在这些国家的历

史上，出现过扩大公民范围、有效参与统治和政治生活的要求，

这些国家为了回应这些要求（至少部分如此），就变更了它们的

政治制度。最早提出公民资格和参与要求的人，未必是受到民主

思想的激励，但大约到了 18 世纪以后，人们都开始倾向千用民

主和共和思想来证明这些要求的合理。那么，他们寻求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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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这些国家实际采用了哪些制度？

其次，我们也可以研究另一些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仅

本国的人民认为它们是民主政府，其他国家也有很多人，还有学

者、记者等等，都认为它是民主政府。换言之，这些国家在日常

的语言里，在学术讨论中，都被认为是民主的国家。

第三，我们还可以选一个特定的国家或者一组国家，甚至一

个假想的国家，作为思考的对象，以一种尽可能符合现实的方式

想象一下，他们如果要在实质上实现民主目标，需要哪些政治制

度？这可以说是一项智力测验，它需要我们对人类的各种经验、

倾向，对它的可能性与局限性，进行仔细的反思，然后，设计一

套大规模民主所必须的，同时又是人类力所能及的政治制度。

三条路径，最后交叉于一点，得出了同一套民主政治制度，

这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以下就是对民主国家最起码的要求（图

5) 。

图 5 大规模的民主需要哪些政治制度？

大规模民主需要：

l. 选举产生的官员。

2. 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

3. 表达意见的自由。

4. 多种信息来源。

5. 社团的自治。

6.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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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代议制民主的政治制度

简单地说，现代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政治制度有：

1．选举产生的官员。宪法规定，公民选举产生的官员，具

有对政府政策制定的支配权。因而，现代的大规模民主政府都是

代议制政府。

2．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上述的官员都是在定期的、

公正的、强制极为罕见的选举中选拔出来的。

3. 表达意见的自由。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

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都享有

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严厉的惩罚。

4. 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公民有权利从其他公民、专家、报

纸、杂志、书籍、电讯等等那里，寻找替代的、独立的信息来

源。此外，必须存在不受政府控制、也不受其他某个试图影响公

众的政治信仰和政治态度的政治团体控制的、替代的信息来源，

并且，这些来源都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

5. 社团的自治。公民有权利结成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

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包

括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那些权利。

6.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每一个在这个国家永久居住、并

遵守它的法律的成年人，都应该拥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拥有上

述五项政治制度所必需的权利。这包括，在自由公正的选举中投

票选举官员的权利，竞选选举性职务的权利，自由表达的权利，

组织、参与独立的政治组织的权利，接触独立的信息来源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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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以及大规模民主的政治制度有效运行所不可缺少的各种自由

和机会方面的权利。

政治制度之透析

一般说来，这些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实现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

到的事情。看一看第 2章的民主简史，我们会发现，最后两个制

度的出现显然最晚。普选权一直到 20 世纪都还没有得到民主共

和政府的承认，无论在理论或实践上都是如此。与其他特征相

比，它最能体现现代代议制民主与早期民主形式的差别。

在不同国家，这些制度在引入时间和引入顺序上，有巨大的

不同。那些引入这一整套民主制度最早、待续时间最长，一直延

续到今天的国家，即“老牌“民主国家，表现出了相同的模式。

最先是立法机关的选举：英国早在 13 世纪、美国是在 17 、 18 世

纪的殖民地时期，实现了这种选举。在高级立法官员民选以后，

公民在表达对千政治事务的意见方面，在信息的获得和交流上，

权利也逐渐扩大。各种权利中，组织具有明确政治目的的社团的

权利总是媚嫖来迟：因为人们通常都认为，政治”派系”和帮派

组织会危害、分裂甚至颠覆政治秩序，损害公共利益。可是，由

于不使用暴力不可能把政治社团镇压下去，而被视为不可容忍的

公民数量又越来越多，因而，多少带有秘密社团性质的政治社团

常常得以生存下来，直到最后从黑暗中走出。在立法机构里，从

前的＂派系“现在成了政治党派。供职于政府的＂圈里人”

(ins) 也有了＂局外人”(outs) 的反对，在英国，他们逐渐赢得

了一个官方的称号，叫做“国王陛下（或，女王陛下）忠诚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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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英国到了 18 世纪，支持国王的一派逐渐演变成托利党，

而受到许多乡绅支持的另一派演变成辉格党。瑞典在同一个世纪

中，议会里对立的两派风趣地把自己称为“有边帽派”和“无边

帽派”(the Hats and、 the Caps) 。。

快要告别 18 世纪的时候，在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副总

统托马斯·杰斐逊和众议院领袖詹姆斯·麦迪逊不同意主张联邦主

义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和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政策，他

们把自己在议会里的支持者组织了起来。很快他们就意识到，要

使自己的反对意见收到效果，仅仅对议会和内阁中的联邦主义者

提出反对意见是不够的，还必须把他们赶下台。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赢得全国性选举；而要赢得全国性选举，就必须把整个国

家的支持者都组织起来。杰斐逊、麦迪逊和其他同情他们观点的

人一道，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建立了一个政治党派，它的组

织往下一直延伸到最小的选区、小区和市镇，它在选举的间隙和

选举期间，能够加强支持者的忠诚，确保他们参加投票。这是世

界上第一例群众性的选举政党，一开始称“共和党”，很快改名

“民主共和党＂，隔了一代人以后又叫“民主党”。于是，为了把

公民组织起来，在全国性的选举中动员支持者，政治党派冲破了

议会和立法机构的活动范围。今天，它已成为现代民主中最基

本、最醒目的政治制度。

当 19 世纪 30 年代，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

候，上面提到的这五项政治制度在美国都已经落实。他看到这些

制度这么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毫不犹豫地就把美国称做民主国

家。他说，在这个国家，人民就是主权者， “社会管理着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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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多数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气也看到，美国人似乎为了

任何一种目的都会组织社团，社团数量之多，让他目瞪口呆。而

两个主要的政治党派就坐落在这些社团的塔尖上。在托克维尔看

来，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民主也莫过于此。

托克维尔在对美国的访问中，观察到了所有这五项基本的民

主制度。在这以后的一个世纪里，又有一打以上的国家确立了这

些制度。欧洲和美国的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决心要

让自己变得文明、进步，就必须采用一种民主的政府形式5`

但是，第六项基本的制度，“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这时依

然无影无踪。托克维尔虽然断言，”由平民建立的马里兰州，最

早宣布了普选权”，但是，他所说的“普选“，暗含的意思并没有

把女性考虑在内，而这在当时几乎是所有男性，也包括许多女性

的立场，气没有被列入的人中，事实上还包括男性，这就是多数

非洲血统的美国人，他们也被排除在马里兰州的“普选权”之

外。而美国以外的国家，无论民主程度高低，也都像美国一样，

仅仅因为性别的原因就把半数的成年人完全排除在国家的政治生

活之外。此外，还有许多成年男性，因为不能达到文化程度或财

产方面的要求，也不能获得选举权。而对这种资格限制，即使那
些自认为是民主或共和政府支持者的人们，多数都持赞成的态

度。虽然新西兰在 1893 年、澳大利亚在 1902 年实现了妇女在全

国性选举中的投票权，但另外一些民主国家，直到 1920 年前后

才在全国性选举中给予妇女投票权。而像比利时、法国、瑞士这

些多数人认为非常民主的国家，妇女到了二战以后才能够投票。

今天的人们，对于“民主”一词在我们先人那里的涵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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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感到难以理解，因此，我再强调一下其中的不同：过去 25 个

世纪，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和共和国，充分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

仅仅限千在少数成年人才享有·o 所谓“民主”的政府实际只是男

性的统治，而且还不是所有的男性。只有到了 20 世纪，人们才
在理论和实践上，要求一个民主国家必须把充分参与政治生活的

权利给予它的全部成年常住人口，偶尔有例外，那也应该是极为

罕见的。

把这六项政治制度放到一起来看，它们不仅构成了新的一类

政治体制，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民选政府，一种新的民主类型。从

“民主”在雅典落脚、“共和国”在罗马建立开始，一直到今天，

25 个世纪的民主历程里，还从来没有过这种民主，组成现代代

议制民主政府的这六项制度总体上看是没有先例的。为了方便，

我们应该给它取个名字：人们时常把这种现代大规模民主政府叫

做“多元“民主。

名词解释：多元统治 (Polyarchy)

“多元统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许多”(many) 和“统治”(rule) ，它

意味着“许多人的统治”，以便和一人统治或者说君主统治、少数人统治或

者说寡头（贵族）统治相区别。虽然这一术语人们用得不多，我和一个同

事在 1953 年仍然把它引人，作为一种省事的办法，来指代现代那种实行了

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那以后，我一直在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更确切

地说，多元民主就是具备了上述六项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所以，首先，

它和 19世纪实行有限选举权的代议制民主不同；其次，它不同于历史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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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国家和共和国，那些国家不仅选举权有限制，多元民主具有的其他

一些关键特征，比如政治党派，为了影响或者反对现政府而建立政治组织

的权利，有组织的利益团体，等等，它们也都不具备；最后，它也不同于

在一些单位中实行的民主惯例，这些单位由千规模狭小，可以把成员都集

合起来，制定（或者是建议）政策或法律（过一会儿我还会谈到这种区

别）。

多元民主的这六项政治制度所以能够实现，固然常常有其他

因素的作用，但至少部分也是对人们要求扩大政治生活范围、增

加参与的一种回应。今天，得到人们普遍认可的民主国家都拥有

这些制度。也许有人会问：这些制度中，会不会有一些仅仅是过

去历史斗争的产物？它们会不会不再是民主政府的必要条件？如

果现在它们仍然是必要条件，那又是为什么？

规模因素

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限制

条件。在本章的开头，我曾经提醒过，我们现在正在思考的是，

一个民主国家的政府所需要的制度。为什么要强调“国家”？这

是因为，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全部制度，对千一个规模远比国

家为小的单位，并不一定需要。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以民主的方式治理的委员会、俱乐部或者

是小乡镇。小到这种程度的单位，它可能也会需要投票权的平

等，但在管理上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选举官员，也许，只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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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主持会议的调解人，一个负责会议记录和财务账目的秘书兼出

纳就足够了。在会议期间，参与者几乎自己就可以对一切事务直

接作出决定，余下的细节可以留给那位秘书兼出纳来完成。因

此，小型组织的管理机构，可以不需要像羽翼丰满的代议制政府

那样，由公民选出代表来负责法律和政策的制定，但却依然不失

为一个民主的、也许是高度民主的管理机构。同样地，它们即使

没有政治党派和其他独立的政治社团，也可以非常民主。古典民

主和共和派的观点认为，在小社团内部，不仅不需要什么有组织

的＂派别＇，而且它们全然是有害的，其实我们也可以赞同这种

看法。我们宁愿要建立在讨论和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团结、一致和

赞同，也不希望由于派系斗争、秘密会议和政治党派等等而加剧

冲突。

因此，民主的管理机构真正需要的政治制度，取决于单位的

规模。而上述六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获得发展，正是出于管理国

家、而不是管理小型单位的需要，多元民主就是民族国家规模上

实行的民主统治。

再回到我们的问题，这些多元民主的政治制度，确实是国家

规模上的民主所需要的吗？果真如此，那又是什么原因？要回答

这两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回想一下民主过程所需要的条件（图

6) 。

图 6 为什么需要这些制度？

在一个规模有如国家的单位里，对于满足以下（右侧）的民主标准，

多元民主的下列政治制度（左侧）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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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举产生的代表·鼻．．．．

2. 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

3. 表达的自由…...

4. 多种的信息……

5. 社团的自治·…..

6. 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大型民主国家需要的政治制度

有效的参与I

对议程的控制

投票上的平等I

对议程的控制

有效的参与I

充分的知情／

对议程的控制

有效的参与I

充分的知情I

对议程的控制

有效的参与I

充分的知情／

对议程的控制

充分的包容性

为什么、在什么时候，民主需要选举的代表？＇

我们的关注已经转移到民族或国家一级的民主政府上，现在

的问题是：公民人数那么多，地理上那么分散，尤其是，有的国

家这两者兼而有之，从而，公民们要在一个地方集会，顺利地参

与法律的制定，这简直不可能。这种时候，他们通过什么方式可

以实现有效的参与？他们用什么方式才能保证，官员们对和他们

有密切关联的事情，给予了充分的考虑？也就是说，公民怎样才

能真正控制政府的决策议程？

在一个达到国家规模的政治单位里，要寻找实现这些民主要

求的最优途径，难度很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几乎没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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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之所以把各项民主标准定得很高，目的是为了把它当

做一个衡量的尺度，以便对各种替代的方案作出评价，而这项标

准也不例外。如果政府的高层官员能够决定议程，实行的政策和

公民的愿望毫无关系，那么，很明显，它不符合我们的要求。如

果高层官员是由公民选举产生，而且，公民还可以在以后的选举

中把他们撤换掉，这样，借助选举，官员不得不多多少少担负一

些责任，这么一种办法，虽然远没有尽善尽美，但却是惟一可行

的办法。

这种办法在我们看来显而易见，但是，我们看来是不证自明

的事情，对我们的先人却大不一样。

在第二章里，我们看到，让公民通过选举来选择代表，授予

他们立法权，同时又能罢免他们，这种做法无论在民主的理论上

或者实践上，直到不久前人们都相当地陌生。我们还看到，代表

的选举制度，主要是在中世纪发展起来的。当时，君主们意识

到，要完成收税、征兵、立法这种种事务，他们必须得到贵族、

高级教士和居住在大城市的一些并不普通的普通人的支持。

以后，到了 18 世纪，权威的观点依然认为，民主的或共和

的政府就意味着人民的统治，而要实行这种统治，人民必须聚集

在某个地方，就各项法令、法律或政策举行投票。民主只能是一

种市镇会议式的民主，而代议制民主这一名词本身就自相矛盾。

人们说起共和国或者民主政体的时候，无论是否明说，隐含的意

思都是，它实际只能在一个乡镇或城市那样的小单位中存在。持

有这种观点的作者们，比如孟德斯鸠和卢梭，也完全意识到了小

国的弱点，尤其面对大国军事优势的时候，这种弱点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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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感到，要实行真正的民主，前途十分渺茫。

但这一种看法终究敌不过民族国家的来势凶猛，很快被它抛

到一旁。而卢梭自己也清楚地意识到，像波兰这样大小的国家

（他曾经为它设计了一部宪法），它的政府只能是代议制。不久以

后，民主在美国实现了，从而把上述那种权威观点彻底逐出了历

史舞台。

1787 年，费城制宪会议召开，希望为这个人口日益增长的

大国设计一部宪法。代表们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历史传

统。他们还预见到国家的规模会继续增长。集姑且抛开这一点不

说，就以美国现有的巨大规模而论，这儿能够建立共和国吗？但

他们谁也不怀疑如果美国要建立一个共和国，它只能是一种代议

制形式的共和国。毕竟，在殖民地和州的立法机构里，在大陆会

议期间，都有过一段漫长的代议制经历，再去讨论代议制政府是

否可行，其实是多此一举。

到了 19 世纪中叶，传统观点已经不被注意，甚至已被遗忘，

纵使有人还记得它，那也是把它当做不着边际的东西。 “很明

显",1861 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写道： ＂惟一能完全应付社

会的各种紧急情况的政府，是全体人民都参与的政府；任何的参

与，即使它行使的公共职能微乎其微，也是有益的；只要不与通

常意义上的共同体的改良相矛盾，应当尽可能扩大选举；只要有

人被排除在国家主权之外，从最终来看总是不可取的。然而，一

嘉少数代表大胆地预测，美国最终可能达到 1000 万居民。这一数字于 1915 年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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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模超过了小乡镇的共同体，在这里，人们自己能够参与的公

共事务，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这时，好政府的理想类型

应当是代议制政府。”@

为什么民主需要自由、公正、经常的选举？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我们承认政治平等符合我们的愿望，那

么，每一个公民都应当享有平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每一张选

票都应当具有同等的分量。要想实现投票的平等，那么很显然，

就一定得实行自由、公正的选举。自由，意味着公民参加投票不

必担心遭到报复；公正，意味着每一张选票应该有同等的分量。

但是，仅仅有自由公正的选举还不够。设想一下，如果我们选举

的代表任期是，比方说， 20 年，那会是什么情形！如果要实现

公民对议程的最终控制，选举就必须是经常性的。

实现自由公正选举的最佳方式是哪一种，这并不容易发现。

19世纪末，秘密投票开始流行，取代了公开投票。虽然公开投

票现在仍然还有一些支持者，但秘密投票已经得到认可，成为通

行的标准。如果哪个国家严重地违反这一标准，那么，人们就会

认为它的选举缺乏自由公正。至千哪种投票制度最符合公正的标

准，迄今仍无定论。多数民主国家采用的比例代表制，是否会比

英美两国实行的“最高票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 system) 更

加公正？两方面都能言之有据，第十章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那时我们再作讨论。不过，我们讨论不同选举制度的前提是，我

们都希望一种公正的制度；至于怎么实现公正，实现其他一些合

理的目标，那仅仅是个技术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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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应该多长时间举行一次？从 20 世纪各个民主国家的习

惯做法来看，大致可以说，立法代表选举如果每年一次，显得过

千频繁；如果超过五年，那又太长了。当然，一段特定的选举间

隔期是否适合，针对不同的官职、以往的不同做法，间隔期又应

该有怎样的变化，民主派仍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在情理之中。

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经常性的选举，公民就无法对他们所选

出来的官员进行实质的控制。

为什么民主需要自由的表达？

首先，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有效参与，需要这种表达自由。如

果公民不能在涉及政府行为的一切事务上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

那么，他怎么可能让人们知道他的观点？他又怎么可能劝说他的

同胞和代表接受他的观点？而如果他们希望考虑别人的观点，那

么他们首先应当能够听到别人说了些什么。自由的表达不仅意味

着我们有权利说出我们的观点，它还意味着我们有权利听到别入

的观点。

要对政府各种可能的行为和政策有充分的知情，也必须有表

达的自由；要培养基本的公民能力，公民需要有机会表达他们自

己的观点，相互学习，参加讨论和协商，通过语言文字向各位专

家、政治候选人和他们认为会作出准确判断的人请教、质询，以

及借助其他各种方式进行学习，而这些方式都离不开表达的自

由。

最后，公民一旦丧失了表达自由，很快就会对政府的决策议

程无能为力。沉默的公民或许会成为独裁者的理想臣民，但对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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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制度来说，却是一场灾难。

为什么民主需要具备多种的、独立的信息来源？

一些基本的民主标准都要求有多种的、相对独立的信息来

源，这一点类似于表达自由。就拿充分的知情作例子：如果政府

控制了全部重要的信息来源，公民怎么可能获得所需要的信息，

来帮助他们理解各种问题？或者，假使有个团体垄断了信息的供

给，那又会怎样？公民必须能够接触到各种替代的信息来源，这

些来源既不受政府的控制，也不被任何一个团体、任何一种观点

支配。

再拿有效的参与和对公共议程的影响作例子。如果公民获得

的信息，都是出自同一个来源，比方说政府，或者是某一个党

派、派系或利益团体，他们怎么可能有效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

去？

为什么民主需要独立的社团？

我们前面看到，人们接受利益团体、院外集团和政治党派等

各种政治社团的时候，思维方式上其实发生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

转变。假使一个大共和国的代表必须由选举产生，那么，人们应

该以什么方式展开竞争？一个团体，如果它结成一个组织，比如

说政治党派，显然它在选举中会占有优势。而如果这个团体要争

取这种优势，那么，与它在政策上意见相左的团体，不也会结成

社团吗？还有，为什么政治行为要止步于选举？不是还可以去影

响立法者，推动自己的事业，促成某些政策，争取某项任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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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国家一级的民主中出现政治社团不仅是形势需要，而且

顺乎人心，这一点和小乡镇不同。要阻止政治社团的产生，同时

又不损害有效参与统治这一基本的公民权利，这怎么可能做到？

所以，对千一个大的共和国来说，这既是形势需要，人心所向，

也是客观必然。独立社团还是提供公民教育和启蒙的一个源泉，

公民不仅从它那里获得信息，还获得各种讨论、协商以及培养政

治技能的良机。

为什么民主需要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

在前一章的结论中，我们提出了各种论据，从这些论据里就

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这里不再赘述。

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前一章描述的这些政治制度

（图 5 作了概括）。一个国家，如果它缺乏其中的一项或几项，还

没有实现充分的民主，这时，我们掌握了这些基本政治制度的知

识，就可以为向现代代议制民主的彻底转型设计一个更好的战

略。如果国家是完成转型不久，这些知识又会帮助我们了解，有

哪些关键性的制度需要进一步强化、深入和巩固。最后，对于现

代代议制民主（多元民主），这六项制度一项也不能少，从这个

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它们为民主化确立了一个最起码的水平

线。

历史较为久远的民主国家，它们的民主转型在儿代人以前就

完成了，到现在，图 5 列出的那些政治制度已经牢固地确立。生

活在这些国家的人们，面临的挑战虽然不同，但也同样棘手。这

是因为，对千民主化来说，这些制度固然不可缺少；但要充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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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图 5 和第 4章列出的那些民主标准，这些制度无疑显得不够。

现在我们不就可以、其实真正说来也有义务，按照民主的标准对

我们的政治制度作出评价了吗？对于我，还有其他许多人来说，

如果以民主的标准来衡量，很明显，我们现有的政治制度依然存

在许多不足之处。

因此，不仅是非民主国家的民主转型和晚近实现民主的国家

民主制度的巩固需要我们制定各种战略，有较长民主经验的国家

也一样需要我们去思考：我们能否超越、又怎样超越现有的民主

水平？

我们还可以表述为：对千许多国家来说，它们所要做的，是

通过民主化使自已达到多元民主的水平；而那些有较长民主经验

的国家的公民所面对的挑战，是找到一种方式，以达到一种超越

多元民主的民主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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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政治制度，在塑造一个民主国家的政治风景上，作

用比得上选举制度和政治党派；也没有什么政治制度，能够像它

们那样，五花八门，各不相同。

事实上，这两种制度有数不胜数的变形，一个公民如果只熟

悉自己国家的选举安排和党派制度，就可能会看不懂别国的政治

风景，要么，就是看懂了也觉得它没有什么吸引力。一个公民，

如果他自己的国家里主要是两个大党争夺选举的胜利，那么他看

到另外一个国家实行多党制，就会觉得这个国家在政治上乱糟

糟；而一个多党制国家的公民，如果只给他两个政党选择，就会

觉得像是穿上了一件政治的紧身衣。如果叫这样的两个人去细细

检查一下对方国家的党派制度，那些区别就会把他们弄得更加糊

涂了。

我们怎么解释这里的种种变形呢？是不是有些选举制度、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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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制度比另一些显得更加民主，或者，在有些方面更优越一些？

让我们从选举制度的一些主要变形开始讲起。

选举制度

选举制度的变化没有止境气这是为什么？一个原因是，我

们有理由希望按照一些标准来判断选举制度的优劣，但要找到一

个选举制度满足我们所有的标准，则是不可能的。和通常一样，

这里也会有利弊的权衡，一种制度使我们实现了某些价值，却丧

失了另外一些价值。

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把各种变幻莫测的选择简化为两种，以

便给出一个虽然比较简短，但还算可以接受的答案。

比例代表制：这是老牌民主国家中最常见的选举制度，设计

它的目的，是为了在党派获得的总票数比例和它的立法机构议席

比例之间建立一种密切的关联。例如，一个获得 53％的票数的

党，也就赢得了 53％的议席。我们通常就把这种安排叫作“比

例代表制”（英文缩写 PR) 。

最高票当选制：比例代表制的设计如果是为了实现公平，我

们可以猜想，所有的民主国家都会采用这套制度。但事实却有一

些国家没有一一它们选择了另一种选举安排，在这种安排中，赢

得选票最多的党派，它的议席会大幅度地增加。举个例子，一个

赢得 53％选票的党可能会获得0％的议席。英国和美国采用的

就是这种制度的一个变形，每一个选区选出一个候选人，得票最

高的人当选。这和赛马有些类似，我们有时就把它叫做“最高票

当选制”（英文缩写 FP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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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词解释：相对多数制 (Pl血业y Sy啦m)

美国人经常把这种安排称做“相对多数制”，因为一个候选人只要获得

相对多数的选票就赢得了选举的胜利，而不一定要绝对的多数。政治科学

家把这种制度叫做“相对多数当选的单议席选区” (single member distri啦

面th plmality elections入这更精确，但就是有些累赘。“最高票当选制”是英

国的标准用法，我也采用这种用法。

比例代表制和最高票当选制：我在前面提到，人们一直在争

论，哪一种选举制度最符合自由、公平的原则。批评最高票当选

制的人抗议说，这种制度一般都达不到公平的代表原则，而且有

的时候背离得很厉害。比如， 1叨7 年英国议会选举，工党获得

议会 64％的席位，这是现代议会制建立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

但实际它赢得的选票只有 44%；保守党的选票是 31%，但议席

仅有 25%；最不幸的是自由民主党，它获得的票数是 17% ，结

果只得到了 7％的议席（其他党派的候选人总共得到了 7％的选

票，占据了 4％的席位）。

一个政党赢得的选票的比例和议席的比例怎么会有这么大的

差异？我们可以假设有一个小规模的民主制度，成员平均分布在

10个选区，每个选区 100 人，分别选一名代表进入立法机构。

假定在我们这个微型民主制度中，蓝党得了 510 票 (51% ），紫

党得了 490 票 (49%）；我们再假定（虽然这种可能性很小），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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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政党获得的支持在这个袖珍民主国中处处相同，即恰好每个选

区都是蓝党得 51 票，紫党得 49 票。选举的结果如何呢？蓝党在

每一个选区都赢得了胜利，最终占据了 100％的议席，获得议会

全部 10个席位，而对手一无所获（表 3, 例 1)。如果这个制度

规模扩大，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选区的数量也大量增加，最后

的结果并不会改变。

我们可以很合理地断定，如果处在这种条件，没有哪个民主

国家会保留“最高票当选制”。不过，正是因为政党的支持力量

分布并不均匀，这种离奇的、也是完全反民主的结局才得以避

免，比如，有的选区蓝党可能得到 65％的选票，而另一些选区

它可能只得到了 40% ，剩下的 60％投给了紫党。各选区围绕全

国平均水平而有所不同。这可参见表 3 中例 2 的示范。

共有 10 个选区，每个选区 100 名投票者，如表 3 所示，他

们分别支持蓝党和紫党。

显然，如果“最高票当选制”造成的代表状况要让人们觉得

公平、可以接受，那么，政党支持力量在全国的分布就不能太均

匀。相反，选票分布得越均匀，“最高票当选制”下选票和议席

之间的差距就越大。“最高票当选制”造成的扭曲会随着一个国

家的地区差异的缩小而上升， 1997 年英国的情形就是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实行“最高票当选制”的国家为什么不转向

“比例代表制”？首先，像英国和美国，它们从开始实行代议制政

府的时候就是“最高票当选制”占据主导地位，这种历史和传统

具有沉重的分董，我们忽视不得。美国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在美

国，对实质上居少数地位的非洲裔美国人，最高票当选制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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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三）：党派和选举制度

“最高票选”的选举制度示范

例 1 得票均衡的情形

选区

l
2
3
4
5
6
7
8
9
1
0

＿
即

票数

蓝党 紫党

51 49 

51 49 

51 

51 

51 

51 

51 

51 

51 

51 

510 

49 

49 

49 

49 

49 

49 

49 

49 

490 

111Illlllll(. 
党
一

蓝 党-oooooooooo-O 紫
位席

例 2 得票不均衡的情形

选区

十

l
2
3
4
5
6
7
8
9
1
0

示

票数

蓝党 紫党

55 45 
(j() 40 
4045525153454655 

a 

llOOll1001 党
一

蓝
-5-0011000110 位席

502 

55484947555445-498 

6 4 

143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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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完全剥夺他们在州一级立法机构和众议院获得公平代表的机

会。为了避免这种状况，让非洲裔美国人在州议会和国会中也至

少能拥有一些代表，立法机构和法官时常特意把选区划得让非洲

裔美国人能占据地区的多数。这样碰巧划出的选区，和地理、经

济或历史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而非洲裔美

国人投的又只是他们自己候选人的票，那么他们的代表就会与他

们的人数成比例，比方说，一个州如果有 20％的选民是黑人，

而每个人又都投自己人的票，那么他们就能确保有 20％的席位。

如果这样，又为什么不采用比例代表制的办法？主要的原因

是由于，在美国，人们普遍对比例代表制存有敌意，因而，无论

立法机构或法官，都不会认真地去考虑用它来代替以种族划分选

区的办法。

名词解释：不公正地划分选区 (Ge巧皿｀心血g)

不公正地划分选区，是完全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而对选区进行划分，

这在美国是一种传统的做法。它的取名和前面提到的美国制宪会议代表盖

里（皿吐耘 0可）有关。盖里是马萨诸塞州的民选州长， 1812 年为了帮助

民主党在州立法机构中保持多数地位，重新划分了选区。其中的一个选区，

人们发现它的形状就像一条火蛇 (salamander) ，有一个批评家就此评论说

它更像一条盖里蛇 (gerrymander)。这个词 “genymander" 和它的动词形式

"to 穿可亚叹虹",此后就成为了美国人的日常用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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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三）：党派和选举制度

其实，除此以外，还有更具说服力的论据，可以支持历史上

人们这种对最高票当选制的偏爱。支持这种制度的人认为，最高

票当选制倾向千把获胜的党派在立法机构中的多数优势更加放

大，这会有两个好处：
两党制对多党制：人们所以为最高票当选制辩护，是因为它

确实阻止了第三党的出现，从而有助于维护两党制。相反，比例

代表制通常造成的都是多党制。尤其在英语民主国家，人们都非

常推崇两党制，而厌恶、非议多党制。那么，哪一种更好呢？

围绕两党制和多党制的相对价值，人们始终争执不下。一般

说来，它们的优点也就折射出了它们的缺点。比如说，两党制的

一个优点是它减轻了选民的负担，把选民的选择对象简化为两

个；而支持比例代表制的人恰恰认为，这么大幅度地减少人们的

选择机会，严重地损害了选民的选择自由。他们会提出，这样的

选举可能会非常自由，但是，由于它否定了少数派的代表权，因

而必然是不公正的。

有效统治：两党制的倡导者支持最高票当选制的另一个原因

是它的一个更深远的影响。获胜的党派借助最高票当选制，在立

法机构中的多数地位得到放大，少数派更加捉襟见肘，难以组成

同盟来阻止多数派执行他们的计划，执行他们的领导人所称的

“民众的授权＂。最高票当选制使多数党在立法机构中的地位更加

突出，它的领导人掌握的票数总是绰绰有余，即使党内有些成员

投票时改换门庭也无关紧要。因而，有人认为最高票当选制可以

使政府达到效率标准。相反，在有些国家，比例代表制在议会中

形成了许多相互竞争、相互冲突的党派和联盟，从而，要组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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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多数联合阵线难乎其难，即使成功也非常脆弱，这使得统治的

效率大打折扣。意大利就是人们常常想到的例子。

不过，最高票当选制的支持者们也常常忽略了，在实行比例

代表制的国家里，稳定的议会多数派（通常是由两到三个党派组

成的联盟）能够成功地推行广泛的改革方案。事实上，有些民主

国家，如荷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是务实的改革与稳定相结合

的真正典范。

民主宪法的一些基本方案

现在我们明白，设计一部新宪法，或者对旧的宪法加以重新

改造，这样的事情绝不可以等闲视之，论难度，论复杂程度，它

不下于设计一艘探测外空的载人宇宙飞船。没有人会把设计宇宙

飞船的任务交给外行，因而，宪法的设计也需要集中一个国家的

精英。但和宇宙飞船不同的是，一些重要的宪法革新如果要维持

下来，它还需要被治者的批准、同意。

宪法的一些主要方案，再加上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两者结

合在一起，可以构造出的备选方案数量十分惊人。前面我曾提醒

过，任何一个一般性的备选方案，在进行具体选择的时候儿乎总

是具有无穷多的可能性。这里我无须再指出这一点。我们内心一

定要牢牢把握住这一点，然后，我们可以就宪法的各种备选方案

提供一些一般性的指导意见。

我们不妨从选举制度和行政首脑五种可能的组合着手进行讨

论。

欧陆方案：议会制政府和比例代表制选举。老牌民主国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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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三）：党派和选举制度

议会制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而在一般民主国家中，它通常也较总

统制更为盛行气我们已经注意到，老牌民主国家中，最受欢迎

的组合是议会制度外加成员的比例代表制选举。由千这一组合在

欧洲占有优势，这里，新兴民主国家也亦步亦趋，效仿这条标准

的欧洲道路，所以我称之为欧陆方案。

英国方案，或称威斯敏斯特方案：议会制政府和最高票当选

制选举。它的起源，它的流行，都是在英语国家（美国除外），

因而我把它称为英国方案（有时它也沿用英国政府所在地的名

字，称为威斯敏斯特模式）。在长期的演化之后，毫不奇怪，老

牌民主国家中只有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四国仍然沿

用了这一制度（新西兰也于 19()3 年弃用了）气

美国方案：总统制政府和最高票当选制选举。在老牌民主国

家中美国独树一帜，采用了这种组合，因而我们称之为美国方

案。有六个新民主国家也选择了这种安排。

拉美方案：总统制政府和比例代表制。拉美国家对总统制情

有独钟，走上了与美国一样的民主道路。不过，在选择选举制度

的时候，身处 20 世纪后期的它们都沿用了欧洲的做法。结果，

到 90 年代早期民主制度或多或少已经到位的 15 个拉美国家，都

采用了总统制和比例代表制的结合作为基本的宪法模式气因此

我们可以称之为拉美方案。

让人奇怪的是，老牌民主国家中，除了哥斯达黎加以外，没

有一个选择了这种组合。尽管老牌民主国家强烈地倾向千比例代

表制，但我们已经看到，它们又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总统制。只有

哥斯达黎加与众不同。由于从 1950 年开始，哥斯达黎加一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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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的民主国家，这和其他拉美国家不同，我把它列入老牌民主

国家。但和其他老牌民主国家不同的是，它是总统制和比例代表

制的结合。

多重方案：其他组合方式。有一些老牌民主国家，它们在这

些多少有些“纯粹＂的宪法类型的附近，又创造出了新的宪法安

排，这些安排在一些主要的方面都不同于那些“纯粹＂类型。它

们这是有意为之，为的是减少纯粹的宪法类型带来的不太令人满

意的后果，而同时又保留它们的好处。法国、德国和瑞士正是这

方面重要的例子，它们为我们展示了宪法构造上的匠心。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总统由选举产生，他握有相当

的权力。同时，宪法还规定了总理的存在，他由议会选出。宪法

对最高票当选制也作了修正：如果一个选区里，参加国民大会竞

选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得到了超过半数的选票，那么还要举行第二

轮选举以决定胜负，第一轮得票超过了选民登记数 12.5％的候

选人才有资格参加这一轮的竞争。因而，在第一轮，小党派四处

出击，企图有所收获；但到了第二轮，他们以及他们的支持者就

只能在两个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间作出决定，把自己的命运和两

个人中的一个联系在一起。

在德国，联邦议院半数成员由最高票当选制选举产生，另一

半由比例代表制产生。意大利和新西兰也采用了德国式的办法。

瑞士境内生活着说不同语言的居民，为了使政治制度能够适

应这一现实，它创造出了一种集体领导制度，由联邦议会选出七

名联邦委员组成最高行政机构，每届任期 4年。在老牌民主国家

中，瑞士的集体领导制度是独一无二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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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三）：党派和选举制度

民主宪法的思考：一些指导意见

前两章里，对一些老牌民主国家的经验已经略有触及，根据

这些经验，我想提出下列结论：

＊一个国家的基本问题，多数不能通过宪法的设

计得到惮决。如果一个国家的基础性条件非常不利，任

何宪法也维持不了民主；而如果它的基础性条件非常有

利，那么它就有大量的宪法安排可供选择，这些选择都

能够使它的基本民主制度得以维持。然而，一个国家的

基础性条件如果是多重的，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

的一面，这时，精心构造一部宪法会大有帮助（下一章

有进一步的讨论）。

＊一部宪法是否成功，维持民主制度的根本的稳

定并不是惟一的标准，虽然它极为关键。其他一些标

准，包括代表的公平，透明、易懂，灵敏，及有效的统

治，等等，也都十分重要。特定的宪法安排不仅能够，

而且事实上也非常可能对这一类价值产生有利的作用。

＊所有的宪法安排都有不利的一面，我们找不到

一种安排可以满足全部合理的标准。从民主的观点来

看，没有一部宪法完美无缺。此外，引入一部新宪法，

或者修改旧的宪法，有些结果必定是事先无法预料的。

因而，在进行宪法设计或改革的时候，需要对目标、风

险和变化的不确定性这三者之间作出判断，以实现一种

可接受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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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美国人看来已经发展出了

一套使他们的总统国会制、最高票选制、联邦制和强大

的司法审查制能够良好运行的政治文化、技能和实践。

不过，这一套美国体制异常复杂，在别的国家很可能就

不会运行得这么好。无论怎么说，照搬的例子还不多

见。很可能根本不应当照搬。

寸＊有些学者认为，中部和南部美洲地区的共和国
频繁出现的民主制度的崩溃，一个原因是拉美式的组合

方式一—－总统制和比例代表制—-－在其中作祟＠。拉美

之所以出现政治上的极端化和危机，从根基上说有许多

不利的因素，要从这些因素中把宪法形式单独挑选出

来，分析它的影响，这不太容易，不过，民主国家最稳

妥的办法还是避免拉美式的选择。

杰斐逊对法国和美国革命始终持乐观的态度，他受到自己乐

观情绪的感染，曾一度断言每一代人都要革命一次，革命是件好

事情。然而 20世纪的无数革命粉碎了这一浪漫的理想，这些革

命的结局或者是一场悲剧，或者十分不幸，或者更糟糕，从中产

生了专制政权。不过，民主国家如果每隔 20 年左右，就把一批

宪法学者、政治领袖和有见识的公民聚集在一起，根据自身的经

验，同时也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所提供的飞速扩展的知识，对自

己的宪法进行评估，这未必是个馈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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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政治平等？

（二）公民能力

假使我们现在被告知，即使我们接受内在平等，接受对各利

益方的同等考虑，承认它是合理的道德判断，民主仍然未必会被

看做统治国家的最佳途径，吃惊之中我们不免会感到不快。

与监护统治相反的主张

要明白其中的原委，不妨假想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公民团体，

它的一个成员对你、对众人说：“我们与你们一样，对内在平等

怀着强烈的信念。不过，我们不只是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公共利

益，而且我们比多数入更清楚如何实现这种共同利益。因此，我

们是比大多数人更适合千做统治者的。如果你们把政府的权力仅

仅授予我们，不让别人染指，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智慧、我们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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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奉献给普遍的利益；而我们这么做，也会给每个人的价值和利

益以同等的考虑。”

这种主张一直是民主理念最主要的敌人，它认为，政府应当

完全移交给那些能够为了普遍的利益进行统治，而且比别人更有

知识、更知道如何实现这种利益的专家们，他们就是柏拉图所说

的＂监护者”。拥护监护统治的人们，他们对民主的攻击，表面

看来似乎是抓住民主的一个弱点：他们仅仅是否认普通人能够胜

任统治自己的工作，但并不一定否认我们前一章那种意义上的内

在平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监护者也会承诺服务于全体的利

益，也会主张（至少是暗示）在他们监护统治之下的所有人的价

值和利益内在地平等。就柏拉图这一类监护统治的支持者而言，

他们并不认为被选为监护者的人，他的利益就内在地高于其他人

的利益；他们所主张的是，监护者作为统治的专家，他们在知识

上高人一等，对什么是普遍利益，如何利用最好的手段实现这种

利益，他们知道的较常人为多。

拥护政治上的监护统治的人们，常常用类比说明问题，尤其

是那类与专家的知识和能力相关的类比，比如，医生在疾病与健

康方面知识超过了常人，领航员可以引领我们平安地到达目的

地，这方面他们的能力也较我们更高一筹，等等。那么，那些在

统治方面能力出众的人，为什么不能把涉及到国家健康的重大决

策权力交给他们，让他们引领着政府驶向它正确的目的地，实现

公共利益呢？我们当然不能作出这样的假定，认为所有的人总是

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小孩显然就不是，必须有人（通常

是父母）做他们的监护者，直到他们能够照顾自己；而日常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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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多数人都有过为自己的某些决定感到后悔的经历，这告诉

我们，成人对于自己利益的判断，对于如何最好地实现他们的目

的，也会出现失误，我们自己也会承认这一点。而且，我们日常

都有一些重要决定，它和我们的福利、幸福、健康、未来，甚至

生存等等有密切而直接的关系，这时，我们多数都会依赖专家，

在我们日趋复杂的社会里，这样的人已经不限于内外科医生、领

航员，而变得越来越多。既然这些事务我们都让专家替我们决

定，统治的事情为什么就不能交给他们？

这种主张监护论而不是民主的观点有时似乎很有吸引力，但

它的类比存在一些关键的、没有充分考虑的缺陷。

把某些次要的决定权力交给专家，与把重大决定的最终控制

权交给专家，不可同日而语。古人说得好，让行家呆在身边，不

要让他骑在头上。有些重要的事情，专家的知识确实超过了我

们：名医对千疾病的诊断，病情的轻重、发展，最好的治疗手

段，以及实际能否治好，当然比我们更清楚；这时，合理的选择

当然是听从医生的建议。但这不意味着我们要把决定权也交给他

们，让他们决定是否接受他们提议的治疗。同样地，政府官员去

向专家求教是一回事，让政治领袖有权决定你所必须遵守的法律

和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个人事务上的决定，与政府通过并实施的决定，不是一回

事。在这场监护统治与民主统治的争论中，关键的问题并不是作

为个人我们是否应该在某些时候信任专家，问题是，谁，或者哪

个团体，对于政府的决策拥有最终的发言权。在一些个人的事务

上，你可能想求助于专家来作决定，比如说医生、会计、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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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行员，等等，这合情合理；但这不等千说，让政治领袖来支配

政府的重大决定，支配如果必要就要借助强制、囚禁甚至处决来

予以实施的政策的决定，也是合情合理的。

国家的统治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知识。统治并

不是物理学、化学甚至（就某些方面而言）医学意义上的科学，

原因在于，首先，事实上一切重大的政策决定，无论涉及个人或

政府，都需要道德判断。我们在对政府政策意图达到的目的（比

如，正义、公平、公正、幸福、健康、生存、安全、福利、平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进行决定的时候，是在作伦理的判断，而伦理

判断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科学＂判断。。

其次，良好的目的彼此常常存在冲突，而资源又有限，因

此，无论个人还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儿乎总是需要权衡，需要对

不同目的进行平衡。例如，实现经济平等可能会损害经济上的激

励因素；可能要由年轻一代来支付成本；今天人们的花费可能是

由未来的人们支付它的成本；保持野外地区的自然状态，又可能

会减少矿工和伐木工人的就业机会，等等。不同目的之间的权衡

并不是一种“科学＂判断；经验证据虽然很重要，不可缺少，但

仅有经验证据并不够。我们在决定牺牲某种结果、价值和目的，

以图在其他方面有所收获的时候，这不可避免地超出了严格意义

的科学知识的范围。

还有第三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政策决定需要的判断从严

格的意义来说不是“科学”的判断。即使对决策目标，人们能够

用通常的方式达成一致，但围绕政策手段总是会有许多的不确定

性和争论：最好的手段是什么？其他方法是不是可欲、可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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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让人接受，或它可能的结果是什么？照看贫穷、失业和流浪的

人，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好地保护和促进儿童的利

益？国防开支应当多大，用千哪些方面？对于这些问题，我以

为，不可能有哪个团体会拥有这方面的“科学“知识或者是“专

家“知识，能够为我们提供确切的答案，我们也不可能创造出这

样一个团体。我们修理汽车的时候，会把它交给理论物理学家，

还是汽车修理工人？

统治国家需要的不仅是知识。它还需要抗腐蚀的能力，需要

能够抵制权力带来的一切巨大诱惑，需要坚持不懈、不可动摇地

献身千公共利益，而不是个人或者团体的利益。

专家有资格做你的代理人，并不意味着他们有资格作你的主

人。监护统治的支持者们的主张不是一条而是两条：他们认为，

能够创造出一个统治精英集团，它的成员不仅在知识上高人一

等，知道一个好政府应当追求什么目的，知道什么是实现这些目

的的最好手段，而且他们会完全地献身于公共目的，从而我们可

以把统治国家的最高权力托付给他们。

前一个主张极其可疑，这我们已经领教过了。但即使它能够

被证明，也不能由此就推导出第二个主张。权力并不就是知识。

1887 年，一位英国男爵，阿克顿勋爵，说了一句著名的话，简

明扼要地概括了权力对于使用它的人可能造成的影响：“权力导

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再早一个世纪，一位有

着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的英国政治家，威廉·皮特，有类似的看

法，“不受限制的权力，“他在议会发言中说，＂容易腐蚀掌权者

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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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7 年，参加美国制宪会议的人们也普遍地持这种观点，

他们对这个问题不乏自己的体会。“先生们，有两种激情对人类

事务存在强大的影响，“最年长的代表本杰明·富兰克林说，“这

就是野心与贪婪，一个是对权力的爱，一个是对金钱的爱。“最

年轻的代表之一，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也说， “人类酷爱权力。”

最有经验、也最有影响的代表之一，乔治·梅森也说，“从人性来

看，我们可以肯定，手中有权的人……一旦有可能，总是会……

扩大权力。心

如果我们把统治权力托付给统治精英，无论他们一开始多么

睿智、值得信赖，过几年或者几十年之后，他们就会滥用权力。

如果说人类历史确曾给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国家的监护

者们必定会走向贪污腐化，任人惟亲，只顾个人或团体的利益，

滥用他们所垄断的国家强制力以压制批评，掠夺人民财富，用高

压手段迫使人民服从，国家的监护者很可能会变成暴君。

最后，设计一个乌托邦是一回事，把它付诸实施又是另一回

事。主张监护统治的人会遇到一大堆难以克服的实际问题：监护

统治怎么开始？谁制定宪法，实施的又是谁？怎么挑选第一批监

护者？如果监护统治多少需要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不是依据赤裸

裸的强制，那么，怎么获得这种同意？再者，先不论第一批监护者

怎么挑选出来，他们是不是可以挑选他们的继任，就像为俱乐部挑

选成员一样？如果可以，那么，这个体制是不是很有可能从精英贵

族制退化成为世袭寡头制？如果现在的监护者不能挑选他们的继

任那么由谁来挑选？如何清除那些滥用权力、盘剥人民的监护

者？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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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统治能力

如果对这些问题，监护统治的拥护者们不能开出药方，给出

让人信服的答案，那么，按照我个人的判断，审慎和理性要求我

们拒绝他们的设计；而在拒绝的时候，我们实际就是在说：在成

年人中，不存在这样的人，他确实无疑地比他人都更具统治的资

格，因而在国家的统治上，可以把一种决定性的权力彻底地委托

给他。

如果我们不是由监护者来统治，那么谁来统治？我们自己。

在多数事务上，我们总是相信，除非能够找到非常让人信服

的反例，应当让每个成年人自己判断怎样实现自己的最大利益。

这种假定支持个人的自主，然而，它只适用于成年人，而不适用

于孩子。经验中我们恰恰假定父母必须担任监护人，保护孩子的

利益，如果他们无法扮演这种角色，那么，可以由其他人（也许

是政府）介入。

有些成年人，他们被认定缺乏照看自己的能力，这时，这个

假定对他们也不适用，他们和孩子一样，也需要监护人。但和孩

子不同的是，孩子是根据法律或习俗的规定而不适用这个假定，

可是对于成年人则必须慎之又慎，因为太有可能发生滥用的情形

了。因而，我们需要一个独立的裁决，需要某种形式的司法程

序。

如果我们认定，除了少数的例外，成年人应当有权在个人事

务上决定什么是自己的最大利益，那么，为什么在国家统治的事

务上要放弃这种观点？这里，关键的问题不再是成年人通常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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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对他们每天面临的个人问题作出决定，而是多数成年人是

否有足够的能力参与国家的统治。那么，他们有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回顾一下前几章得出的一些结

论。

民主为它的公民提供了许多的好处。公民从中得到强大的保

护，可以免于专制统治，他们拥有基本的政治权利。此外，他们

还能够享受到广泛的自由；作为公民，人们获得了种种保护和促

进自己最重要的个人利益的手段；他们能够参与自已将生活于其

中的法律的制定；他们拥有广泛的道德自主；最后，他们拥有不

同寻常的个人发展机会。

如果我们认定，民主为我们提供了一些非民主的统治制度所

不具备的好处，那么，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立刻就会产生：为什

么民主的这些好处只能某些人享有，而另—些人不能享有？为什

么不是所有的成年人都能够享有？

如果政府应该对每个人的幸福给予同等的考虑，那么，为什

么不能给予所有成年人以参与的权利，让他们自己决定何种法律

和政策能够最有效地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目的，而不论他们的目的

关注的是非常狭隘的个人的幸福，还是全体人民的幸福？

如果不存在这样的人，他确实无疑地比他人都更具统治的资

格，因而在国家的统治上，可以把一种决定性的权力彻底地委托

给他，那么，除了全体服从法律的成年人，还有谁更有参与的资

格？

答案巳经隐含在问题中了，从这些答案中，还可以得出另一

个结论，我表述如下：除非是在一些非常罕见的、法律规定的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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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下，有充分的相反的证据，否则，所有服从国家法律的成年

人，都应当被看做有足够的能力，能够参与国家管理的民主过

程。

第五项民主标准：包容性

本章至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你在国家的统治中被剥夺

了平等的发言机会，那么，与那些有发言机会的人相比，非常有

可能你的利益无法受到同样的重视。如果你不能发言，谁来替你

发言？如果你自己不能捍卫自己的利益，谁来捍卫你的利益？问

题还不仅是你个人的利益，如果你所在的团体恰好全部都被排除

了参与机会，那么，你们团体的基本利益怎么得到保护？

答案一目了然。被剥夺了参与治理机会的成年人，他们的利

益不可能从统治者那里得到足够的保护和实现，有大量的历史事

实可以证明这一点。我们在简述民主演进历程的时候已经看到，

英国的贵族和中产阶级市民，对于国王不经他们同意就任意给他

们增加负担感到不满，要求有参与统治的权利，并且如愿以偿。

儿个世纪以后，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利益受到了忽视，反过来又

提出了这项权利要求，也获得了满足。而对于妇女、奴隶、穷人

和体力劳动者（还有其他），各地都一直存在着法律或事实上的

权利剥夺，这使得即使像英国和美国这样统治已经相当民主的国

家，这些团体的成员依然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以免千剥削和虐

待。

1861 年，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争辩说，由千工人阶级没有

选举权，所以政府中没有人代表他们的利益。他指出，尽管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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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政府中的那些人是有意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的利

益，但是，他问道，＂议会，或者，几乎它的每一位成员，在任

何问题上，是否曾经用一位工人的眼光去看这些问题？在涉及工

人自身利益的话题时，难道不是只站在雇主的角度来讨论问

题？＂。对于古代和现代共和国里的奴隶，对于人类历史直到 20

世纪以前的妇女，对于许多名义上自由，但实际上被剥夺民主权

利的人，比如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美国南部的黑人，一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的非洲以及其他地方的黑人，我们可以问同样的问

题。

确实，个人和团体有时会对自己的幸福作错误的判断，有时

会对自己的最大利益产生错觉。但人类经验以它巨大的分量告诉

我们，没有哪个成人团体会放心地把统治自己的权力授予别人。

这将为我们导出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读者也许还记得，我在第四章讨论民主标准的时候，暂缓了

对第五项标准”成年人的公民资格＂ （图 3) 的讨论。我认为，

前一章和本章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充分的理由说明，政府要成为民

主的政府，它就必须达到这项标准。我的表述如下：完全的包容

性。在民主统治的国家里，公民范围除了暂住居民和证明不能照

顾他们自己的人们以外，应当包括一切服从法律的人们。

剩余的问题

放弃监护统治的论调，改奉政治平等的理想之后，依然还留

有一些难题。

公民和政府官员难道不需要专家的帮助吗？当然需要。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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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民主政府正常运行，专家和专业知识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

公共政策往往是那么复杂（而且可能会逐渐越变越复杂），

以至政府如果没有知识渊博的专家的帮助，肯定不能作出满意的

决定。我们每个人，在一些纯属私人性的决定上有时会依赖专家

的指导意见，一些重要的事务会让专家代替我们作决定，而政

府，包括民主政府在内，也是一样。怎样才能最好地满足民主的

标准，把政治平等维持在一个令人满意的程度，而同时，制定决

策的时候又借重专家以及他们的知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

题，一个民主政府的拥护者如果看不到这个问题是愚蠢的。但在

这里我不得不略过不谈。

如果要让公民能够胜任，难道不需要一些政治和社会制度来

帮助他们吗？答案毫无疑问。使公民有机会对政治事务获得充分

的知情，这既是民主定义本身的一部分内容，又是民主的一个前

提条件。

我所说的一切，毫无公民多数永远正确的意思。错误是可能

的，现实中也会发生。而民主的拥护者所以会时时强调教育的重

要，原因正在千此。公民教育，需要的不仅是正规的学校，还要

有公共的讨论、协商、辩论、争鸣，需要能够方便地获得可靠的

信息，以及一个自由社会拥有的其他制度。

但是，如果帮助公民发展这些能力的制度十分脆弱，许多公

民对千怎么保护他们基本的价值和利益知道得又非常不够，那怎

么办？如果回顾一下我们至此已经得出的结论，会有助千我们找

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采用了内在平等的原则：我们应该把每个人的内在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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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做是与他人平等的。

我们把这个原则应用到了国家的统治中：政府在做决定的时

候，必须对受到这些决定约束的那些人的幸福和利益予以同等的

考虑。

监护统治作为这一原则的一种应用，我们不认为它是让人满

意的方式：在成年人中，不存在这样的人，他确实无疑地比其他

人都更具统治的资格，因而在国家的统治上，可以把一种决定性

的权力彻底地委托给他。

我们接受的是一种完全的包容性原则：在民主统治的国家

中，所有服从国家法律的人们，除了暂住居民和被证明不能照看

自己的人以外，都应当属千公民的范围。

因此，如果公民教育的制度不够发达，那么能够让人满意的

解决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予以加强。民主目标的信仰者们有义

务寻找各种途径，以帮助公民能够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民主

国家在 19 及 20 世纪创造的公民教育制度，今天也许已经不够

了。果真如此，那么，民主国家需要创造新的制度以取代旧制

度。

结语与前瞻

表 1 中，一半的地方现在我们已经作过探讨了，但对千另一

半，推动民主的目标所需要的基本制度，以及有利于发展和维护

这些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经济和其他条件，我们还未能一窥究

竟。

那么，就让我们从目标转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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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势者怎样思想 
 

王怡 

 

古有明训，所谓“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自古以来权势者霸占了文化的资

源，无权势的大众也就多半并无思想，称为愚夫愚妇。王小波说的“沉默的大多

数”，也就是哈维尔讲的无权势者。无权势的人群中自然也有思想高妙、逻辑深沉的

极少数，更有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的豪情。豪情的思想含量比较少，因此无

权势者相比之下，容易出现武力上的精英，但难以出现文化上的精英。从整体上看，

遑论思想，民众是连言谈举止都被权势者牵着鼻子走的。文化上的精英们自古以来就

瞧不起乌合之众，这在西方的文明传统下也是如此。政治上一个明显的态度就是惧怕

和反感狭义上的民主政治。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认为民主政治和君主独

裁一样是最坏的政治。理发还得找一个专业的理发师，治理国家怎么能人人平等呢？

一个天才和一个傻瓜都只有一票，这就使得政治的智慧水准好像木桶理论，木桶能装

多少水，倒是由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到了美国立宪的时候，共和主义者麦迪逊说

得更刻薄，他说就算雅典人个个都是苏格拉底，雅典的公民大会上也只可能是一伙暴

徒。他的意思天才到了人群中，也要变成傻瓜。在苏格拉底那里，无权势者为什么没

有思想，基本上是一个教育问题。而在麦迪逊这里，这个问题已经和教育程度无关，

而是一个规模问题。人多势众就是独立思想的天敌。政治智慧必将随着人数的增加而

递减。所以麦迪逊心目中的民主制度不能是直接民主，而必须是代议制的民主，联邦

制的民主和充满贵族与绅士精神的民主。又要利用无权势者的选票来获得政治的正当

性，又要将无权势者对于政治的人多势众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归根到底，共和主义的

传统是精英论和贵族式的，民主主义的传统是大众化和平庸的。而现代的宪政主义则

是这两者的结合，精英与庸众，共和与民主的结合。民主过了头就是民粹，过分的膜

拜无权势者和沉默的大多数。精英过了头又会反民主，导致对大众个体地位的漠视。

哪一种倾向是更严重的？放在我们的历史和现实中还真不好说。只好说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但“民主”一词在现代社会已经超越狭义上的多数决定原则，而成为一种

包含宪政主义和共和精神在内的一种整体性的世俗信仰。民主潮流已经浩浩荡荡，不

可逆转。所以我更关心的是在一个前民主或后极权的时代，表面上对于无权势者的膜

拜，以及沉默的大多数事实上如何思想，如何被统治。因为一面统治他们的思想，一

面贡拜他们人多势众的力量。几乎是一切现代专制者上下其手的伎俩。 

 

无权势者是如何思想的，刚才提到了教育问题和规模问题。我所言的无权势，更

多指向话语上的无权势。什么是教育？教育首先是一种对于受教育者的格式化。没有

经过特定教育的格式化的人自然也能思想，也可能在天地之间顿悟。但他的思想往往

因缺乏基本的格式化，而无法与他人的思想进行有效沟通和对比。因而基本上无法进

入一个公共领域，并导致合作能力的匮乏。举一例。前几天我在路上看见一轻微撞车

事件，撞车者下来连声道歉，态度极为谦恭。被撞者说那赔钱吧，撞车者感到委屈，

反复坚持说我已经道歉了，为什么还要赔偿？被撞的人哭笑不得，说道歉是道歉，你

损坏了我的财物当然要赔钱了。撞车的说太没道理。我已道歉你还要我赔钱，欺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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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这例子在我看来非常突出，因为我们在受教育中活到这把年龄，已几乎无法理解

这位撞车者的逻辑和理由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只能说他不一定是错的，但他的格式化

程度太低，低到无法与之沟通。无权势者是怎样思想的呢，第一个回答，是通过受教

育来思想。如果不从被统治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看，社会成员通过教育的格式化进

行思想，则是形成统一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必不可少的。用韦伯的话说就是建立形式

理性。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形式理性的社会，这形式理性形成的第一步不是交易体

制，而首先是成年之前的格式化教育。 

 

民主制度打破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界限。但教育制度却仍然树立起教育者

与被教育者之间的鸿沟。人类社会无论怎么样平等，永远是前者决定着后者的思维、

语言、思想甚至私人情感的方式。大多数受教育者囿于自己的智慧、机遇和天分，将

永远受制于自己所接受的教育，永远被囚禁于教育的供给者合谋创立的那个观念和价

值的世界。在关于各种社会公共问题的决策上，无权势者中的大多数不过是人云亦云

的复制品。人多势众的选票也仅仅在关于民主的信仰中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其

实质不过是数种精英意见的扩大，在投票结果和政治智慧上和竞争型的精英统治并无

区别，有可能使之下降但绝无可能使之提升。这就是为了在民主制度下获得一种政治

的正当性而必须接受的代价。精英就是精英，庸众就是庸众，这区分正如人之美丑，

是必然存在的。抹煞这种区分将有可能导致暴力和毁灭的民粹主义。但问题是精英找

不到一种可以无条件去驾驭庸众的正当性理由。天赋本身并不意味着利用天赋去统治

他人的正当权力。否则美人统治丑人就有充足的理由了。这是为什么柏拉图关于“哲

人王”的设想或培根关于“所罗门王朝”的乌托邦不能成立的原因。精英也好，哲人

也好，必须接受一种痛苦的命运，就是和庸众在尘世上平等的生存，并在与个人利益

有关的公共事务中尊重每个思维混乱者的意见。傻和愚是一种事实判断或固执的偏

见，但平等却是政治所必须的一种价值假设。只要上帝不出场挑明真相，这个假设就

无法破灭。所以我同情哲人更胜于同情民众。尽管绝大多数的庸众在几乎一切有价值

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上都深深受制于人类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极少数精英。但极少数精英

离开了民主原则，却并没有丝毫的政治的正当性能够在公共领域中去统治剩下的大多

数。古语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这话的政治哲学含义是一个人的独裁只能凭借

武力而不可能凭借智慧。因为只有武力才能决出一个毫无疑问的第一名，由第一名去

统治所有失败者。而智慧是没有第一名的，精英们谁也不能服谁。所以政治的正当性

一旦从暴力中摆脱出来，独裁就必然走向共和。所谓共和，就是不同社会阶层的精英

们对于公共权力的分享，以及一套公平的权力角逐游戏。然而尽管我们不能无疑问的

决出第一名，也不能无疑问的判定一个具体的人是否属于思想和智慧上的精英。但如

前述，思想和智慧上的精英与庸众之别，在整体上是我们无法否定的。而民主主义的

诉求却将对于权力的分享和公共事务的决策扩大到每一个人格上平等的公民。共和的

精神再进一步，就是民主。迈出这一步是人类社会迄今最伟大的进步。但这一进步也

是代价沉重的。因为人格的平等在政治的领域代替了智慧与经历的不平等，使政治的

方向有可能偏离智慧、荣誉和自由，以确保一种“政治正确”即对涉及自身权益的平

等的抉择权。我们确信人人与生俱来享有人格与尊严的平等，但这种平等成为公共领

域内的唯一标准，也许意味着在上帝拒不出场的前提下，民主可能是一场我们必须承

当的命运。民主是一种命运，教育和新闻（继续教育）就因此成为专制主义控制大多

数人的主战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不行了。教育的普及和价值的启蒙使

无权势的民众开始知晓。无权势者尽管在法律领域赢得了种种平等的地位，以人格的

平等战胜了一切智力上的沟壑。但在这个战场上却仍然是一个天生的被统治阶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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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被统治是从未成年人开始的。思想精英和政治精英们固然不能非平等的对待成年之

后的民众，却可以正大光明的像君王一样，去对待一切未成年的民众。“统治”是从

幼儿园开始的。 

 

如果民主的形式性得以确立，真正的专制就只剩下一种，即教育和舆论的专制，

通过教育的垄断对无权势者的思想进行统治。如果政府统治着整个教育，那也就意味

着政府统治着沉默的或者喧嚣的大多数。这种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在政治

上学会像教育者所期望的那样思想。换言之就是培养大多数民众在精神上的膝跳反

射。而民众的平庸则保证了这种培养富有成效。极少数可以从中脱离的思想精英，无

法从整体上改变这个局面。因为意识形态从一开始便入侵每个未成年人的脑细胞，教

未来的无权势者群体以一种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行思想，无权势者还能怎么思想呢？他

们的每一个词汇、他们的抑扬顿挫，他们整个思想的操作系统从六岁开始，就是被同

一样力量给定的，被同一样力量统治的。他们一开始就没有被教育者视为目的，而被

一个政教合一的政府训练为达成某种精英化政治蓝图的投票工具。我曾举过一个例

子，两年前有一位歌星去西藏演出时，去看望她捐款助学的一位藏族女孩。这位女孩

很开心，且并不知道她是歌星，临走的时候，小女孩抱着她的头哭了，然后递给她一

张纸，上面弯弯曲曲写了一句话。到此刻为止，这是一个属于个人领域而非公共领域

的事件，并在我们想象中包含着无权势者的真实情感和独立的思想。但小女孩纸条上

那句话，却让这件私人事件突兀的显出被统治者的格式化思想。那纸条上写着：“感

谢共产党，感谢全国人民。”我们不怀疑小女孩表达感激之情的真诚，问题在于无权

势者一旦想要思想，就立刻成为思想上的被统治者。意识形态教育的恶果就破门而

入，除了这句她从小耳闻目染的代表了最高语言规格的话之外，她所受的教育几乎没

有为私人情感的表达留下足够的话语空间。她的语言能力及其逻辑，是一种将一切个

体欲望都化为公共欲望，将一切私人空间都拖入公共空间的意识形态语言。正是这种

语言构成了一种专制社会的操作平台和民众基础。大多数无权势者从七岁孩童到垂垂

老者，在大多数公众领域必须也只能借助于这样一套思想寻求表达的可能。昨天看见

电视上一位老父亲与在隔离状态中的女儿进行可视通话。他的女儿是护士长，因为治

疗 SARS病人已经一周未回家。这位父亲颤栗的声音，一开头就直奔“胡锦涛总书记”

最近的讲话，要他的女儿“坚定信心，敢于胜利”。我听到此话伤心极了，因为无论

这位父亲将来能否拥有一张平等的选票，他都注定是一个被统治者。一个被统治得淋

漓尽致的无权势者。民众的大多数无论沉默还是喧哗，在被垄断的教育中，在被垄断

的新闻中，在一切精英人物掀起的时尚中，都是值得同情的乌合之众。而不是什么膜

拜和赞美的对象。一个平衡的政治制度必须尊重他们在私人领域内的自治，但也必须

提防他们对于公共领域的冲击。独立的思想对于整体意义上的民众而言，几乎永远是

不可奢求的。承认这一点就是承认政治的命运。而承认了这种命运，就会对政治权力

垄断教育和专制舆论的行为深恶痛绝。因为这种专制甚至比贵族政治和君主政治更加

残忍。它对待民众的态度已经近似于猪狗，因为为了训练受教育者在公共领域内的服

从和认同，就必须直接伤害民众在私人领域内的尊严。相比之下，贵族政治直接凭借

荣誉和智慧而对于民众的统治，反倒能为民众留下私人领域内的尊严，立下公共领域

内的榜样。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连马克思也承认没有思想的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是泡

影”。只有当公共权力放弃政教合一和对于教育与出版的垄断，民主对于无权势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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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才是有意义的，思想对于无权势者来说才是可能的。而教育才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教

育，而不是一种统治和摧残。 

 

王怡，中国青年学者，自由撰稿人。北京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宪政论衡”网站主

编。研究、写作方向为自由主义与中国宪政转型。来源：

http://www.boxun.com/hero/wangyi/21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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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权与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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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档抻精掌大

帚
卜

［土耳其］蒙塔兹 · 索伊萨尔

整个人类和我在一起．

我们满意地看到诺贝尔委员会将 1977 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予 107 个国家中

的 168 000 人，他们构成了大赦困际0的活动成员和支持者，我以他们的名义站在

这里．

我们也满意地君到这样一个认识，认为对和平的关注与促进人权是不可分离

的。和平并非以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战争而衡量，而是建构狂正义的基础之上。哪

里有非正义，哪里就有冲突的种子。哪里的人权受到了侵犯，哪里就有对和平的威

胁．

这个信念就是在国际人权上的当代哲学发展的中心． 在本世纪上半叶发生的

两次世界大战释放了真正是不可想像的毁灭浪潮． 人类生活的惨重损失和热核战

争造成人类毁灭的阴影，不可避免地导致寻求新的秩序，在这个新秩序中武装冲突

将永不再现．

因此，当新成立的联合国转向考虑消除战争的根源和建设一个和平社会时，它
便就一个国际权利法案开始工作． 这第一步就是“世界人权宜言入 它于 1948 年

通过，其信念是“认识到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天生的尊严和不可剥夺的平等权利，

• 本文选自 （诺贝尔笑获得者演讥文集：和平矣(1971~ 1995) ）．王毅译， J:. 冯．心界出版集

团、J:.泽人民出炊社．2000, 越目为本书编者加． 作者蒙塔兹·索伊萨尔，土耳其人．“大赦囚际”

的射主席，这篇文章是他代表”大赦 Ill 际“倾取诺贝尔和平美(1997) 时发表的演说．

0 大赦Ill 杯 1961 年由一位荚 Ill律坪杖捍·贝内氯戊立．他的意图起初是在荚囚提出一个

呼吁．并旨在争取全世界范园内 良心囚犯的大赦．

大赦囚杯是一个面向全仕界的运动．为保卫人权而工作．它独立于所有政叶．在它与各个政

冶团体、意识形态和索教分野的关系中保持中立．它为之工作的焦士有：释放所有的良心囚犯

—任何地方因其仿仰或由于其种族、性纣、肤色戎译卞而被拘押的人，他们及有使用或主怅使

用武力；保让对政治犯的及时和公平的申护l1废除死刑、岭别和其化对犯人的野蛮对持；结束法律

以外的处决和．失踪“.

199] 年，这个组织的，烦导层决定扩大大赦 Ill 际所关注的范围．对武笨反对派的滥用武力也加

以反对．如绑架人质、酷别和杀害俘虏，以及其他隧心所汰的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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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权间嗯夸
是世界自由、正义与和平的基础“.

和平事业与关注人的尊严之间的整体性联系在一场全球性大毁灭的后果之

后，也许是非常明显非常容易就可以得出结论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作为一

个和平世界的一个正义社会的前景变得暗淡了，但这个前景决不能丧失掉．

每一个地方的人民都必须不断地提醒他们自己，对于人权的侵犯 ，无论是随意

逮捕拘禁、非正义的监禁、酷刑或是政治暗杀，都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 每一次侵

犯，不管它发生在什么地方，都启动着一种趋向 ，导致着人的尊严的贬低。从个人

到群体，从群体到国家，从国家到国家集团，在连锁反应中就设定了一种模式，一种

暴力和压迫的模式，一种在考虑人类幸福上的欠缺．

决不能允许这样开始．制止它的地方就在每一个个人的层面上。所以，保障

每个人自由思考的权利 、 自由表达的权利、自由与他入交往的权利和传播自己思想

的权利，对于维护世界和平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权利还有生活在一个

较好的社会里，有着较好的经济条件，有工作，受到教育．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不能仅仅由生产增长速度或分量来衡量，还必须

由它对入的尊严和生活质量的影响来衡量．这种发展的最高点是每个人都更为自

由，更能表达和实现他自己，更能对人类大家庭作出贡献．个入组成的社会自由地

行动，知道他们 自己的潜力，也知道他们生活的那片土地具有的潜力，可以减轻强

者对弱者的剥削，无论这是社会阶级的剥削 、国家的剥削、国家集团的剥削或是多

国联合体的剥削． 这样的剥削，因其所引发的害怕或是期望，因其所导致的紧张和

纵容，正是许多冲突的根源．所以，促进入权作为一个整体 ，与保障持久的和平直

接相联系．

这样的联系还可以勾勒得更大一些．在一个由民族主义情绪所控制的世界

上，少数民族的权利问题总是导致今天许多紧张局势和冲突的根源．于是，对少数

民族人民人权的严格尊重，在法制框架内充分的保障，就正是对世界和平的一种无

可争辩的贡献．

大赦国际所获悉的资料表明对人权的侵犯发生在世界所有地方，发生在所有

重要地区和所有的政治或意识形态集团中。在大赦国际 1977 年年度报告中提及

多达 117 个国家，这是对世界人权状况的一个地区挨着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接若一

个国家的俯瞰．它所提及国家的绝大多数都报道有严重的侵犯人权事件． 而且这

个俯瞰还远不是一幅完整的图画，这不仅是因为大赦国际在人权问题上的工作限

定于犯入方面，而且也因为这个组织尚不具备在所有国家进行全面调查所需要的

人力物力．

不仅仅是侵犯人权的国家的数量向人们发出了警报 ，而且 1977 年所报道的显

示了希望的事例也很有限。在一些国家中确有政治犯的获释，但这被世界其他地

方恶化的局势所压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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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档抻糟学大

鸯
卜

在一些拉美国家中，安全部队和准军事力盆被用作政治谋杀政策的工具。在

那里，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司法制度实际上不再发挥功效，紧急状态法被滥用，以使

野蛮的镇压合法化，而用相反的标准看，那里没有什么紧急状态．
政府批准的酷刑在数量令入震惊的国家内仍在实行，尽管，1975 年联合国通过

了反对所有形式的酷刑的宣言。 几个政权扩大了死刑适用的范围，处决的比例仍

然很高，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 一些政府仍然保留着诸如鞭笞和砍手的惩罚．

在许多国家，尤其是在亚洲，一种长期监禁的体系正在发展． 囚犯被关押在极

差的监狱环境中年复一年，当局不承认他们有得到审理的基本权利。 这意味营无

辜的人民被剥夺了 5 年、 10 年乃至更长时间的自由．在其他国家中，当政治审判

举行时，被告得不到正当辩护的机会。在某些案例中法律本身就是对《世界人权宜

言》的令人震惊的违反，是在嘲弄正义。审判程序巳经变得仅仅是为统治者的利益

服务 ．

有些人可能会考虑某些侵犯人权比另外一些要坏，然而，大赦国际不擅自将各

个政府或国家排队，不打算挑出任何政权或政权集团，作为“世界上最坏的“． 即使

这个组织想要排出这么一个名单，它也做不到． 它本身缺乏某些困家的详细资料

就是一个障碍．然而，大赦国际要严格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考察，这样做的

绝对必要就在于迫害的技术和这些技术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不但受害者的数量

不同，迫害的方式、理由、持续时间不同，这些迫害短期和长期的后果也不同。某些

国家的政权允许准军事力董进行绑架、酷刑和暗杀政治活动家，其他国家中囚犯被

关押数年而不进行审判，在一些警局内用电击来进行酷刑，在其他地方则是心理折

磨的方式；一些监狱中，犯人不得与家人有任何联系，其他地方则是挨饿。 试图分

出其中哪些“好一点“，哪些“坏一点”，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同样，试图对不同政体

进行排队或是分类也将是误导． 真正重要的是警局内或牢房内囚犯所遭受的苦

难，而这些苦难的深度永远也不能由外人来分出标准．

如今，不仅仅是政府，某些政府以外的政治团体也在侵犯人权。在不同的政治

理由下，人们被作为囚犯或人质抓走，受到酷刑或被处决． 这样的行为同样是令人

悲哀的一一比起政府性的迫害来，同样不能接受。

大赦国际在自己 16 年的存在中，一直关注着这些问题。

今天这个场合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会来理解大赦国际在与良心囚犯打交道时

所体验到的关于人权的一些想法．在某些问题上，我们国际运动内的相同看法看

来已得到了发展，其他一些涉及条件和问题的事项，我们的成员已经开始寻求解决

办法．

我打算提出的问题自然地分为 5 个方面：

第一，入权是目的，而非手段。国际政治学的世界中 ， 一个多年形成的诱惑就

是将人权用作一种武器，忽视自己国内的缺陷，而在别的国家内发掘，以便在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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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权问陋? 
力量争斗的游戏中得分。 将人权作为其他目的的手段来使用是危险的． 只有将人

权视为目的时，对侵犯人权的看法才会是普遍一致的、公正的、建设性的，只有当人

权被视为目的时，才会对侵犯人权给予足够的重视，而不管这是发生在何处，是自

己国内还是世界某个遥远的角落．

第二，人权是不可分的。那种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来反对公民和政治权利

的诱惑必须抵制．这样的冲突只是一种虚假的冲突，是因与人权的敌对而制造出

来，加以宜扬的。这两方面都需要，它们相辅相成．当那些社会一经济权利被剥夺

的人们不可能让别人听到他们的呼声时，他们更不可能让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

当一个人被剥夺了一项权利，他保卫自己其他权利的机会通常就处在危险之中．

受教育的权利．获取信息的权利和对官方政策公开辩论的权利，对千保证社会发展

和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充分的全民参与是必要的．人类大脑的自由与人类的福利是

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

那种动不动就使用紧急状态法、预防性拘押、戒严令的做法，必须放在人权的

不可分离性中考察，而不是放在所谓的自由与权利的冲突．或是经济发展与政治自

由的对立中考察． 试图用保护人权的概念来美化对人权的侵犯，这种做法是相当

普遇的．“自由“被“自由＂的名义所限制一一带着一种特别的强调。那些用“自由“

的名义限制着各种自由的困家，称它们自己为“自由兀这样的困家宜称那些使用

其他标签进行限制的国家是不自由的。人的尊严和自由思想是内在相连的整个人

权系统的必备前提，它也同样需要保护 。 对于这些权利中任何一项的侵犯，势必涉

及对这个整体的损害． 那种以更大的国家利益的名义来美化削减人权的企图是危

险的．这些常常是蓄意攻陷整个人权系统的第一步，当既得利益集团看到这些权

利是对它们的威胁时．

第三，人权是具体的、明确的。所有的政府都试图用抽象和普泛的公式来支撑

自己 ． 这么一套公式发展为对负责任行动的替代 ． 30 年前被联合国通过的《世界

人权宣言“明确宜布不能对任何人使用酷刑一—然而酷刑带着政府的知晓而且经

常是支持仍在这个世界上持续。当研究那些签约围对人权问题上国际法律义务的

履行时，行动与言语之间的不符就显得更为明显． 这些条款生效已超过一年。即

使是那些批准了这些条款的国冢也在违反它们。这种国际性的虔伪，是冒着侵蚀

公众对国际机构和人权宜百尊重的危险的 ． 正是在天花乱坠的言语和真实现实的

连接处，非政府性的人权组织可以发挥作用． 它们不需要为其他目的服务． 它们

并非总是在政府的大厅内受到欢迎 ，而且它们肯定不会总是很普及，然而它们有一

个对千世界和平是决定性的工作要去做．

对于普遍人权的保护要求建立一种机制来为个人的申诉及其矫正提供各种有
效的途径，这可从当地的处理开始，而升至国家和国际一层的处理． 在确保独立的

法院制度、法律程序和法律的执行方面．世界各国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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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看来在国际层面上的缺陷更为严重一些．在起京联合国宪兹时，一条保

护各成员国本国司法权内事务的条款被塞了进去，但它也展望了当人权应在国际

范围内得到保护时的情况．宪章第 55 条和 56 条规定，所有成员国保证它们为全

体成员国的人权保璋和基本自由采取联合或分别的行动，而第 68 条呼唤建立一个

人权委员会．

1966 年通过的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形成了一个“国际权利法案气与之

同时形成的还有它的非强割性议定书，以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1976

年，当这些公约得到了必要数量的国家的批准后，它们即为生效．因这些公约中的

第一个规定，一个 18 位成员的人权委员会现已建立． 这个委员会由独立的专家所

组成，这个委员会担负起了国际人权有效机制的希望．不幸的是，迄今为止只有几

个国家签署了非强料性议定书，从而服从于人权委员会。在大赦国际看来，加强这

种法律机制是人权斗争中的关键性因素．

第四，人权是酱遍的．人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外，

无论是男人、女人或儿童。这一点就在联合国关于人权的第一个宜百一一《世界人

权宣言》的标题上得到了强调。 人权普遍性的全部内涵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这样

的认识将导致对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一一不干涉一个国家内政一一的重新思考和修

正，在人权的领域内运用这条原则是创造一个有效实施机制的最难克服的漳碍．

这将需要国际性的重新教育的巨大努力，认识到不干涉内政原则中不包括人权问

题．
必须促使入们认识到这些权利是他们自己的，国家机器的存在是为了保护这

些权利． 整个人类，从普通人到政府领袖，必须认识到．对人权的真正关注和有效

保护机制是为了所有人的利益． 这个利益可以简称为“自由地生活在一个和平世

界”·

第五，人权不可能得到保护．如果仅仅把它留给政府的话．每个地方抱有善良

意愿的人们必须关注井行动起来制止压迫，保卫人权。普通民众是可以改变事态
的 。 这就是大赦国际的经验。唤醴了的公众舆论是有力的武器，如同权利法案和

法律机制一样重要，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对另一个入的关注，一个团体对另一

个团体的关注，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关注．在任何地方，公众舆论的积极关注

都是帮助，但当一个人的人权陷人危险．当面对一个压迫性政权、一个吓噤了声的

民族，一个不能满足需要的国际纠正机制而无望无助时，它则是最为至关重要 ．

正是在每个人都有助于他人的幸福的信念之上，大赦国际建立起来。它开始

的想法是作为一个关注者的国际运动．致力于保证所有人都享有自由来维持和表

达他们的信念．它开始时带靖一个人的愤怒，当此人看到被不公正地拘押起来的
人们的苦难时，号召其他人和他一起来唤酣国际公众舆论，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来

结束那种在迫害前孤立无望的感觉，在人类成员处千危险的那些地方，去推翻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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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人权问嗯争
的障碍．

1961 年以在世界报刊上作大赦呼吁而开始的这场运动．在今天仍然是年轻

的 ，正在成长若。它的目标仍然是持续一致的 I

一一致力于争取无条件立即释放那些因政治、宗教或其他良心上的倌念，因他

们的种族、性别、肤色或语官，而没有使用或鼓吹使用暴力，但被监禁、拘押、或限制

自 由的人们，他们被称为＂良心囚犯“.

一一致力千争取所有政治犯在一个合理的时间内得到公正审判．

—致力于争取结束对犯人或其他被拘押、被限制自由的人施行酷刑或其他

任何残酷的、非人道的、恶劣的待遇或惩罚．

一致力于争取废除死刑．

大赦国际的基本工作是就每一个社会中那些因政治或宗教的信仰，因种族、语

亩或性别歧视而被囚禁的受害者而聚焦曝光．引起杜会注意．这些人所涉及的看

法和意见并不属于我们，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做这样一个人．有这样一种倌念，表

达这样一种看法的权利．监狱中，有些人是因为属于某个特定的政党或团体而入

狱的，有的则是因为他们不是而人狱，有的是因为说了出来，有的是因为保持了沉

默，有的是因为政权改变了，有的是因为政权没有改变．

在一个已知姓名人的后面，就有无数的不知姓名者，无人知道其姓名的良心囚

犯们被关押在秘密审讯中心，关押在拥挤不堪的牢房里，关押在涡远荒岛的劳改营

内．在监狱中有年轻人出生，年轻人长大一一在他们父母关押的地方，有被政府特

务绑架和扣押的孩子．作为人质，企图以此逮捕他们的亲人。随意逮捕和拘押的受

害者们来自生活中的各行各业 ：工人、衣民、律师、新闻工作者、教授丑E这些受害者

中间也可听到人类想像者们的声音：画家、男女演员 、电影工作者、舞蹈家、音乐家、

诗人．

在监狱案例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里，大赦国际碰到了使用酷刑的案例． 1975

年的“大赦国际酷刑报道“发表了来自 60 多个国家的关千酷刑的传闻和证据． 更

为严重的是，这些案例的三分之一以上，酷刑的实施可以准确地说是政治制度管理

性的系统性的和整体构成的一部分．

绝大部分酷刑的受害者们幸存了下来，然而有些伤残或终生残废，其他的则遭

受长期的心理紊乱的折磨．那些死亡者被加到了警局的不可解释性自杀者、或者

是审讯期间跳窗者、或是尸体永不归还其家庭者的数目上 。

在与死刑作战的努力上 ．大赦国际不像它在良心囚犯和争取废除酷刑方面的

工作那样广为人知． «世界人权宣言H肯定了生存的权利，并申明没有人应该成为

残酷的非人道的或恶劣惩罚的对象。大赦国际也反对死刑，因为死刑是无法挽回

的，它可能施加在无辜者的头上 ，它也不是对付犯罪的唯一威慑 ．

近年来不经公正审判，甚至是没有任何审判而执行的处决，其数昼有令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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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隐蔽性增长 ． 在那些军事政权和经官方批准或未批准的超政府力童的行动中尤

其如此．大赦国际越来越多地接到来自一些国家的突然失踪的报告，在这些国家，

派系集团的秘密酷刑和杀戮几乎达到无法控制的程度．

作为对政府的司法性的保苗死刑和政府所为或容忍的司法之外的谋杀的回

应，大赦因际已经发起了旨在全球范围内全面废除死刑的活动 ． 就在这一周末，大

赦国际正在斯笱哥尔虑召集它的首届死刑问题的世界大会．

政治性监禁、酷刑和死刑－这些正是大赦国际在其 16 年的存在中所致力解

决的问题．我们也同样在寻找建设性的途径，以便在未来防止这些非正义． 我们

的活动主要由那些付出自己辛劳的个人和男人女人所组成的小组来完成，同时也

与世界范围的非政府组织一道工作。 我们活动的心脏是那些收容小组． 现在全世
界有 2000 个这样的收容小组，完全是由志愿者组成，是这些小组承担起了至关重

要的工作，在个人的基础上联结成国际性关注来保卫每个男人和女人的基本人权。

无疑，摆在我们所有人面前的工作是艰巨的．

大赦国际的讽刺意义之一是尽管这个世界所有的压迫力量都知道我们，但许
多我们为之工作的良心囚犯却可能从未听说过“大赦国际“这个名字。许多人与他

们朋友和家庭的全部联系都被切断了，来自区外的通信被拦截，在不少的事例中我

们仅仅知道他们的名字和很少的细节，甚至不可能确定他们关在什么地方 。
我们的成员们常常提到的另外一个讽剌就是，他们有时从给予犯人的帮助中

所得到的，超过了犯人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这是更多的勇气，人的尊严和自由的
价值，人的精神的韧性．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最后的话应该是属于一位囚犯的．

---,段时间前他们中的一个，现在巴经死了，得以从监狱中送出一封信。在这

封信中，她写道：

“他们羡慕我们．他们将

羡慕我们大家。

因为这是一项令人羡慕但非常困难的

工作：作为一个人生活，穿越历史；

作为一个人，完成一生．＂

黑夜很快会降临，他们会

关闭号子的牢门

我感觉孤独．

不...…我与整个人类同在．

整个人类同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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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论自由 

 
Melvin Urofsky 

 
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 ——《合众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在民主社会，若有一项权利高于其他一切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表达个人

思想、挑战正统时政、批评政府政策而不必担心政府的处罚，这是生活在自由国家与生

活在独裁统治下的根本区别。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Benjamin Cardozo，任期

1932-1938 年)，形容言论自由是"母体，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虽然美国人视言论自由为民主的精髓，但他们对《第一条修正案》给不同类型的言

论究竟提供多大程度的保护，看法并不一致。比如，修正案是否保护针对某个族裔或宗

教的泄愤言论？是否保护有可能立即煽起暴力的"争斗言论"？淫秽材料是否也在《第一

条修正案》的保护伞之下？商业言论──公司推出的广告或公关材料──是否应得到宪

法保护？几十年来，围绕这些问题的辩论在政府和社会中始终存在，而且在很多方面仍

有待形成共识。但是，这既不奇怪，也不令人担忧。自由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概念，随着

新思想的出现，这个有重要意义的辩论将不断继续。如今，互联网的问世，又给如何理

解《第一条修正案》在现代社会中保护言论自由的含义，提出了最新的挑战。 
 
 

* * * * * 
 
 

言论自由的权利不是一直都像今天这样包罗万象。威廉·布莱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在 18 世纪中叶撰写著名的《英国法律评注》(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时，对言论自由的定义是"无预先制约"("lack of prior restraint")。他的意

思是，政府不能够阻止某个人表达或发表他所信仰的观念，但一旦这个人说出的话属于

被禁言论，他可以受到惩罚。英国人，如同古希腊人，对三种类型的言论实行法律限制

──煽动(对政府的非议)、诬蔑(对个人的非议)、亵渎(对宗教的非议)──每一种言论都

被定为"诽谤"("libels")。三种言论中，最关系到政治自由的是煽动性诽谤，因为布莱克

斯通时代的上层统治者认为，对政府或政府官员的批评，即使属实，也会因损害人们对

政府的信心而扰乱公共秩序。按布莱克斯通的意思，政府虽然无法制止一个人批评政府，

但可以在他批评政府之后惩办他。 
 
在 17 和 18 世纪，不列颠王国政府起诉了数百起诽谤案，并且经常施以残酷的惩罚。

当威廉·吐恩(William Twyn)声言人民有权反抗政府时，他被以煽动和"设想国王毙命"
罪逮捕、定罪。法院判他绞刑、阉割、断肠、分肢，然后断头。由于发表言论后会受到

这样的惩罚，所谓无预先制约并没有多大意义。 
 
来到北美的英国移民带来了英国的法律，但从早期开始，理论与实践、法律文字与

实际应用并不一致。殖民地议会通过了数项言论规定，但无论是皇家总督还是地方法院

似乎都没有大力执行。而且，在著名的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案发生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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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四章"新闻自由")，殖民地的人把"属实"确立为反驳煽动诽谤指控的辩护依据。虽

然一个人仍可因批评政府或政府官员而受到指控，但现在被告可以出示言论属实的证

据，由陪审团决定是否正当合法。 
 
从 1791 年各州批准《第一条修正案》("国会不得制定法律……限制言论自由或新

闻出版自由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国会只通过一项限制言论的法律，即 1798
年的《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这是从与法国的短暂冲突中产生的一项先天不足的

法律，它在三年后失效。虽然这项法律受到广泛和应有的指责，但值得注意的是，它将

"属实"确定为辩护根据。在 1861 年到 1865 年的美国内战期间，也曾出现过几项针对煽

动行为的有限规定，但对《第一条修正案》"言论条款"的真正辩论，起始于 1917 年通

过的《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和《1918 年反叛乱法》(Sedition Act of 1918)。辩论是

公开的，美国人民、国会和总统都参与进来，但最重要的是，辩论走上了法庭。 
 
最初一批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案子，涉及战争时期的一些旨在禁止干扰军事和批评政

府的措施，法院一开始持赞同意见。最高法院法官似乎告诉人们，虽然法律规定言论自

由，但这并不是绝对的，在某些时期──特别是在战时──可以为了公共利益而对言论

实行限制。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关于"申克诉合众国案"的意见书 
(Schenck v. United States, 1919 年)  

 
我们承认，在许多地方和在平常时期，传单所言之一切应属被告的宪法权利。然而，

每一行为的性质取决于它所发生的场合。即使是对言论自由的最严格保护，也不容一个

人在剧院谎叫失火制造混乱。每个案子都应考虑，这些话用在这个场合、出于这样的性

质，是否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以致会造成那种国会有权防范的严重恶果。这是一个

邻近度和程度问题。当国家处于战争时期，很多可以在和平时期发表的言论会妨碍作战，

因此，只要军人仍在战场，就不能允许那些言论，而任何法院亦不得视其为宪法保护的

对象。 
 
 
 
霍姆斯检验"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的标准似乎非常有道理。

是的，言论应该自由，但它不是一种绝对的自由；常理(对在满座的剧院里喊叫"着火"
的人有必要惩办)和紧急战事，有时要求对言论加以限制。将近 50 年来，检验"明显而

现实的危险"的标准被法院用于多种不同场合，它似乎是一个确定言论自由界线的简便

和直接了当的标准。但是，这个标准从一开始就遇到问题，言论自由在美国有着深厚的

传统，批评人士向政府打击反战意见的做法和法院对这种做法的认可提出挑战。 
 

言论自由史上的伟大声音之一，是哈佛大学举止温和的法学教授小泽卡赖亚·查菲

(Zechariah Chafee, Jr.)。查菲来自一个富有和社会地位显赫的家庭，毕生致力于保护所

有人在不受政府报复的情况下畅所欲言的权利。他的主张在当时和现在都被很多人视为

相当激进，即：即便在战争时期、在群情高涨的时候，也必须保持言论自由，因为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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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人们需要听到双方的论点，而是不仅听到政府希望让人们知道的一面之词。 
 
 
 

《言论自由》─ 小泽卡赖亚·查菲 
(Freedom of Speech, 1920 年)  

 
我们也不能以这是战争时期、《宪法》明文授权国会建立军队为理由而不顾言论自

由。《第一条修正案》是那些刚刚经历过战争的人们所起草的。它若有任何意义，那就

是，必须限制明文授与国会的权力──国会没有其他权力，而且必须限制政府的活动，

因为政府的活动，即邮政和战争行为，最容易干扰自由的讨论。 
 
言论自由的真谛似乎如此。社会和政府的最重要目的之一，是找出并传播大众所关

心的事务的真相。这唯有通过绝对无限制的讨论才能做到，因为……一旦让某种力量介

入辩论，这个力量究竟是站在谬误一边还是站在真理一边，完全是机遇性的，而真理就

失去了在较量中的自然优势。但政府还有其他功能，如维持秩序、教育年轻一代、防御

外来侵略。无限制的讨论有时干扰这些功能，届时必须与言论自由相平衡，但言论自由

应该在这个天平上占非常大的份量。这一政治智慧的原则经《第一条修正案》而具有法

律效力。 
 
因此，在战争时期，言论应该自由，除非某项言论明显构成对战事的直接和危险干

扰。 
 
 
 
在此之前，查菲曾经在他的文章中阐述过这些观点，后来，在霍姆斯对申克案作出

裁决后，查菲与霍姆斯会面，并使这位法官认识到他的决定不正确。同一年，在又有一

起煽动案被提交法院审理时，多数法官运用"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标准，确立被告犯有

煽动诽谤罪。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这个标准的创立人霍姆斯大法官和他的同事路易斯·布

兰代斯(Louis D. Brandeis)大法官对此表达了强烈不同意见。 
 
 
 

小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对"阿布拉姆斯诉合众国案"的不同意见 
(Abrams v. United States, 1919 年)  

 
因表达观点而受起诉在我看来似乎完全合逻辑。假如你毫不怀疑自己的观点或实力

并全心希望得到某种结果，那么你自然要通过法律表达你的意愿并排除一切反对意见。

允许反对派讲话似乎意味着，你认为那些言论无足轻重──就好像当一个人称他把圆变

成了方的时候一样，或者意味着你不真正在乎结果，再要么就是你对自己的实力或观点

感到怀疑。但是，人们一旦看到岁月给昔日分庭抗礼的种种信仰带来的起落沉浮便会相

信──甚至超过相信自己的行为基准──达到人们所渴望的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

思想的自由交易，对一种思想是否是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竞争中令人接受

它的能力，真理是实现他们的愿望的唯一可靠基础。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宪法》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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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这是一个实验，就像整个生活是一个实验一样。我们即使不是在日复一日，也是在

年复一年地把获拯救的赌注压在以不完善的认知作基础的预言上。虽然这个实验是我们

制度的一部份，但我认为我们应该永远警惕，不要试图对我们所憎恶的和我们认为杀气

腾腾的观点言论施加限制，除非它们有可能立即构成对合法和紧迫的法治需要的干扰，

进而为了国家安全必须即刻予以限制。我完全不同意政府提出的那种称《第一条修正案》

使有关煽动诽谤罪的普通法继续有效的论点。在我看来，这个论点似乎不符合历史。我

认为合众国多年来已通过退还罚款而表现出对 1798 年《煽动叛乱法》的悔改。只有当

如果等待历史拨乱反正会在当前造成危险的紧急情况下，才可对 '国会不得制定法

律……限制言论自由'这项总原则作出例外。当然，我这里仅涉及观念的表达与宣传，

因这里只涉及这些，令我遗憾的是，我无法以更有力的语言表达我的看法，这就是，由

于给这个指控定罪，被告被剥夺了受《合众国宪法》保护的权利。 
 
 
 
霍姆斯对阿布拉姆斯案发表的不同意见，常被认为是最高法院把言论视为民主社会

的关键权利的开端，民主是基于思想的自由市场的概念也由此产生。有些思想观念可能

不受欢迎，有些可能令人不安，还有些可能是谬误的。但是，在民主国家，必须给所有

这些思想观念平等的表达机会，同时相信，错误、卑鄙和无用的观念将被正确的观念所

取代，而这些正确的思想将以民主的方式推动进步。霍姆斯的"市场"比喻是对思想自由

的支持，因此它至今仍得到很多人的赞赏。 
 
"思想市场"的理论也涉及民主的奠基原则之一：人民决策的权利。200 年前，托马

斯·杰斐逊把他对民主的信念建立在人民有为自己作出正确决定的良好判断力这点上。

应该由人民，而不是他们的统治者，通过自由讨论和随后的自由选举来决定他们面临的

重大问题。如果一部份人因为他们的看法令人不快而被阻止发表意见，那么，公众作为

一个整体，就失去了达到最佳结果所需要的对全部事实和观点的考量。 
 
霍姆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曾说过对言论有限制；相反，最近数十年的大部份辩论集

中在如何分清受保护和不受保护的言论的界线。辩论的核心是："我们为什么用宪法的

保护伞保护这类言论？"具有普遍共识的一点是，无论《第一条修正案》的"言论条款"
保护什么，它肯定保护政治言论。因为，如杰斐逊和麦迪逊所充份理解的那样，没有政

治言论自由就不可能有民主社会。这一观点的原理，同时大概也依然是美国历史上对言

论自由的最精辟注解，体现在路易斯·布兰代斯答法官为涉及州煽动诽谤法的一个案件

所写的意见书中。 
 
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根据"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一标准，裁决加利福尼亚州有关

煽动诽谤罪的法律符合宪法，因为法院认为，州政府有权惩罚那些滥用言论权"发表有

损公共福祉、有助煽动犯罪、扰乱公共治安、或危害组成政府的基础和威胁推翻政府的

言论"的人。布兰代斯与霍姆斯都持不同意见，布兰代斯并在他的意见书中确立了《第

一条修正案》和政治民主的关系，从而──如卡多索大法官后来所述──使言论自由成

为其他自由存在的"不可缺少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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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布兰代斯大法官关于"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州案"的意见书 
(Whitney v. California, 1927 年)  

 
为就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结论，我们必须牢记为什么一个政府，在通常情况下，没

有权力禁止被大多数公民认为是错误的、会带来各种恶果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说教。 
 
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一代人认为，政府的最终目的，是使人有自我发展的自由，在政

府领导下，商议应该比臆断更有威力。他们既视自由为目的，也视它为手段。他们相信，

幸福的秘诀是自由，自由的秘诀是勇气。他们相信，自由思想、自由表达思想是找到和

传播政治真理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没有言论和集会自由，讨论属于徒劳；有了这些自由，

讨论一般足以防止有害说教的传播；对自由的最大威胁是民众的无动于衷；公共讨论是

一项政治职责；这应该是美国政府的基本原则。他们认识到一切人类社会机制会面临的

危险。但他们知道，不可能仅仅靠人们对违法要受惩治的恐惧感来维护秩序；压制思想、

希望和想象力是危险的；畏惧滋生压迫；压迫滋生仇恨；仇恨威胁政府稳定；安定取决

于让人们有机会讨论任何不满和解决方案；纠正邪恶之说的恰当方式是提出真善之理。

他们相信通过公开讨论讲道理的力量，因此而不用法律压制言论的声音──后者是以力

相争的最恶劣表现。他们认识到有时会出现占统治地位的多数人的专制，因此对《宪法》

作出修改，以便保障言论和集会自由。 
 
仅仅是害怕遭受严重伤害不能成为压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理由。人们曾惧怕巫师而

焚烧妇女。是语言使人类得以摆脱荒诞的恐惧。若压制言论自由，必须有正当理由担心

自由的言论会导致严重恶果；必须有正当理由相信所担心的危险迫在眉睫；必须有正当

理由相信所防范的恶果将是极其严重的。……  
 
靠革命为我们赢得独立的一代人不是懦夫。他们不畏惧政治变革。他们不是以牺牲

自由来巩固秩序。对于勇敢、自立、相信民治中的自由和无畏的理喻力量的人来说，除

非所担心的恶果是如此迫在眉睫以至不容展开全面讨论，否则任何出自言论的危险都不

会是明显和现实的。如果有时间通过讨论揭露错误和假象、通过教导避免恶果，那么，

应采用的方式是更多地畅所欲言，而不是压制人们的声音。压制只可出现在紧急情况下。

这是欲容纳自由的政权所必须实行的原则。依我之见，这是《宪法》的要求。因此，美

国人民永远可以通过证明不存在紧急情况而向限制言论和集会自由的法律发出挑战。 
 
 
 
在布兰代斯看来，民主体制中最重要的角色是"公民"，而要履行这个角色的职责，

就必须参与有关重大事务的公共辩论。一个人如果不敢讲话，不敢说不受人欢迎的事，

那么他或她就不能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且，除非让持不同意见的人自由表达他们的观点，

人们也无法对所有的可能性作出权衡。因此，言论自由是民主程序的核心。 
 
这个道理似乎如此不言而喻，人们可能会问，它为什么没有得到普遍接受，甚至是

在美国？原因并不难找到。支持不受欢迎的观点需要有公民勇气，正如霍姆斯与布兰代

斯所指出的，多数派很少愿意听到对公认观点的挑战。防止多数人压制反对派的声音正

是制宪者制定《第一条修正案》的原因。思想自由的原则──正如霍姆斯作出的著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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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不是指让我们所同意的思想有自由，而是指让我们所痛恨的思想有自由"。 
 
这不是一个容易接受的概念。在战争等局势严峻的时期，往往难以做到允许一些人

利用民主的工具攻击民主的基础。显然，霍姆斯和布兰代斯的谆谆教诲在冷战初期似乎

被人们忘却了。1940 年代末，政府迫害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领导人，

指控他们宣扬用武力推翻政府和阴谋传播共产主义思想。从 1920 年代以来一直愈加强

调《第一条修正案》对言论的保护作用的美国最高法院，此时显然一反往常。法院多数

派虽然承认美国共产党不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但仍然裁定他们的言论代表一种"坏
倾向"，有可能颠覆社会秩序。 

 
就像上一代的霍姆斯和布兰代斯大法官为不得人心的社会主义者辩护一样，雨

果·布莱克和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如今成为言论自由和少数派权利的捍卫者。 
 
 

 
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对"丹尼斯诉合众国案"的不同意见 
(Dennis v. United States, 1951 年)  

 
有时甚至言论也丧失了宪法保护。在某一年无关痛痒的言论，也许在另一年会煽起

毁灭性的烈焰，以至为了共和国的安全必须予以制止。这是明显而现实的危险的含义。

当情形如此危急以至没有时间避免言论将造成的恶果时，要予以制止。否则，使国家强

大的言论自由会使国家遭到毁灭。但是，言论自由是常规，而不是例外。对言论的限制

若要符合宪法，其依据绝不能仅仅是惧怕、仅仅是强烈反对、或者仅仅是深恶痛绝。必

须存在那种如果允许这一言论，就很可能立即对社会造成伤害的情形……。 
 
在美国，(共产党人)是没人稀罕的思想的惨淡经营者；他们的货色仍然滞销。如果

我们是从司法认知的角度出发，我就不可能说共产党在这个国家是如此强大或如此有战

略部署以至必须对他们的言论实行压制。如果我们是以司法认知为根据行事，这就是我

的观点。而仅仅是相反意见的陈述便说明，我们多么需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偏

见、仇恨或无端的畏惧都不应该成为这一郑重举动的依据。只要没有明确和客观的证据

证明邪恶之势所鼓吹的危险迫在眉睫，其他任何情形都不足以牺牲言论自由。 
 
 
 
在冷战的歇斯底里过后，美国人逐渐认识到霍姆斯和布兰代斯以及后来布莱克和道

格拉斯的主张所包含的智慧。消除"坏"言论的办法不是用压制，而是用"好"言论，以一

个观念克另一个观念。事实上，许多在今天被认为是正确合理的事情曾经被当作异端邪

说，如废除奴隶制或妇女投票权。虽然多数人总会在激进思想攻击自己所珍视的信念时

感到不快，但作为宪法法律，美国民主的政策是，无论多么不得人心的言论都必须得到

保护。1969 年，法院终于完全取消了煽动诽谤罪之说，人们不再会因宣扬被多数人谴

责为颠覆性的思想而遭受起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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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在抗议美国卷入越南战争的高潮时期，许多公民自由论者担心，美国的这种交战状

态是否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时那样，再次让压迫言论的势力抬头。很多人担心会

发生最糟糕的情况，但令他们意外的是，这个国家从容地处理了反战抗议。这并不是意

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喜欢抗议人士的言论，或者他们不想禁止有些人的言论或甚至把他们

关入监狱。然而，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观念：在民主制度下，人们有抗议的权利──高

声地、有时还是以粗野的方式；但是，在围绕美国是否应置身东南亚这个问题的重要辩

论中，必须让所有人发表意见。 
 
艾奥瓦州德梅因市 13 岁的玛丽·贝丝·廷克(Mary Beth Tinker)等中学生当时佩戴

黑色袖章上学，以示抗议越南战争，校方以他们的行动干扰学习为由将他们停学。而实

际上，他们并没有造成任何干扰，而是校方担心，如果学校被视为准许学生在校进行反

战抗议，会引起市民反响。 
 
最高法院在针对与越战相关的最重要案子之一的裁决中表明，就政治言论而言，中

学生在跨进校门后并没有丧失他们的宪法权利。相反，学校如果确实是培育公民意识的

场所，就需要给学生机会，让他们懂得，他们有权利表达不受欢迎的政治观点而不受学

校当局的惩罚。 
 

 
 

玛丽·贝丝·廷克的话  
 
那是个有自己活动内容的青少年组织。……我们决定戴黑袖章上学。那时候(1965

年)反越战运动开始扩大，虽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后来的程度，但全国各地有相当一些人

参加。我记得一切都是那么令人激动；所有人都为这个了不起的信念携起手来。我还小，

但我仍可以成为其中一分子，而且仍然有重要作用。这不仅仅是成年人的事，小孩子也

受到尊重：我们有话要说时，人们注意听。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计划了戴袖章上学这件小事。计划在进行中，我们没认为有什

么了不起。我们完全不晓得会有那样严重，因为我们已经举办过一些其他的小型示威，

什么事也没发生。……  
 
我们戴袖章的前一天，这件事不知怎么在我的代数课上被提起来。老师非常气愤，

他说，如果班里的任何人戴袖章上学，就将被赶出他的课堂。我们接着就得知，学校行

政当局作出决定，禁止佩戴袖章。……任何戴袖章的学生都会被停学。 
 
第二天，我去上学，整个上午都戴着袖章。同学们议论纷纷，但都很友好，没有恶

意。我午饭一过就坐进了代数课教室。老师走进来，每个人都好像在悄声议论；他们不

知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一个人来到教室门口说，玛丽·廷克，你到走廊里来。然后他们

把我叫到校长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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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长态度相当恶劣。之后他们就把我停了学。 
 
 
[经西门和舒斯特尔成人出版集团自由出版社许可翻印，引自彼得·埃伦斯编写的

《他们信念的勇气》。彼得·埃伦斯 1988 年版权所有。]  
 
 

 
多年以后，反对另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的人在抗议时焚烧美国国旗，并立刻遭到逮

捕。他们的辩护官司一路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裁决，他们的行为，虽然在多数美国人看

来值得痛斥，但仍然属于"象征性的政治言论"，因此受《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也许，

那个案子中最有趣的意见是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
的解释。他说明了为什么虽然他同上百万美国人一样痛恨烧国旗的行为，但他仍然认为

法院必须判这样的人无罪。 
 

 
 

安东尼·肯尼迪大法官对"得克萨斯州诉约翰逊案"的赞同意见 
(Texas v. Johnson, 1989 年)  

 
客观事实是，我们必须有时作出自己不喜欢的裁决。我们那样裁决是因为那是正确

的，即根据我们所理解的法律和《宪法》必须得出那样的结论。我们是如此信守这一程

序，以至除极少数案例外，我们绝不会对结果有迟疑或表示厌恶；这可能是因为担心那

样做会破坏主导裁决的重要原则。本案属于那种极少数案例之一。……  
 
虽然任何标志所代表的往往都是我们自己赋予它的意义，但国旗一向被用来表达美

国人的共同信念，对法律与和平的信念，对人类精神所寄予的自由的信念。今天这个案

子迫使我们认识到坚持那些信念所需付出的代价。国旗保护蔑视它的人，这一点虽然痛

苦，但至关重要。 
 
 
 
虽然法院的这个裁决曾招致一片抗议声浪，但慢慢地，随着理性声音的出现，抗议

声逐渐消失。对言论自由的最旗帜鲜明的辩护，来自前越战战俘詹姆斯·沃纳(James H. 
Warner)。 

 
 
 

詹姆斯·沃纳 1989 年 7 月 11 日写给《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信  
 
当我(从越南获释后)走出机舱时，一抬头看见了国旗。我屏住呼吸，眼泪夺眶而出，

我含泪向国旗敬了一个礼。我对国家的爱从来没有像那个时刻那样强烈。……我不能让

自由打折扣。见到烧国旗让我心痛，但我不与那些想惩罚烧国旗的人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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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在(北越人进行的)一次审讯中，他们给我看一些抗议越战的美国人烧国旗的

照片。"看，"那个军官说，"你们国家的人抗议你的事业。这证明你是错的。" 
 
"不，"我说，"这证明是我正确的。在我们国家，我们不害怕自由，即便这意味着

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意见。"那个军官立刻跳起来，脸色怒得发紫。他用拳头砸着桌子，

尖叫着让我闭嘴。就在他咆哮的时候，我惊讶地在他的眼里看见了痛苦和畏惧的神色。

我从没有忘记过那个神色，也没忘记过我使用他手中的武器──那张烧国旗的照片──

回击他所带来的满足感。……  
 
我们不需要修改《宪法》去惩罚那些焚烧我们国旗的人。他们烧国旗是因为仇恨美

国和畏惧自由。有什么能够比针锋相对的自由思想更能刺痛他们呢？传播自由。…… 不
要畏惧自由，它是我们手中最好的武器。 

 
 

 
布兰代斯大法官 70 多年前的教诲产生了效果──回击坏言论的方法是更多言论，

从而使人们得以了解、辩论和选择。 
 
 

* * * * * 
 
 

如果人们一般能够对政治言论自由给予接受，那么对其他类型的言论呢？《第一条

修正案》是否像雨果·布莱克大法官(任职于 1937 年至 1971 年)所解释的那样绝对，以

至政府不得审查或惩罚任何类型的言论呢？还是说，是否有某些言论不在"言论条款"
的保护伞之下？作家、艺术家、商人、偏执狂、抗议人士、互联网记者发表的任何言论，

无论多么冒犯或令人不安，是否都得到《宪法》的保护？对这些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

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社会共识；也没有最高法院针对各种言论的明确裁决。随着公众情绪

的变化，随着美国社会越来越多元化和开放，随着新兴电子技术越来越渗透到美国生活

的各个方面，《第一条修正案》的含义像过去常见的那样，再次发生变化，特别是在非

政治性言论方面。 
 
1940 年代早期，最高法院以相当明确的语言宣布，《第一条修正案》不保护淫秽或

诽谤言论、争斗言论、或商业言论。但法院在最近几十年里受理了所有这些方面的案子；

虽然没有对这些言论给予全盘保护，但确实把很多内容纳入了"言论条款"的保护范围。

对法官的裁决不乏批评意见，而且可以保险地说，如果法官为这些问题绞尽脑汁，那么

在公众舆论方面也同样充满了迷茫和不同意见。而这是应有的情形。最高法院不可能指

望人们对法官的裁决俯首听命。相反，法院常常反映出社会和政治风俗的变化；最高法

院的法官在尽力辨明制宪者的初衷的同时，还必须努力把初衷的精神运用到现代生活的

现实中来。这一点有时候不难做到。但是，即使在法院作出艰难和有争议的裁决时，例

如烧国旗一案，也必须有一定的公众理解为基础，也就是，他们了解为什么有必要作出

这样的决定，以及这个决定与更广义的现代生活的连带关系。 
 

648



法院和人们所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划分受保护与不受保护言论的界线。有些方面，

如给淫秽言论下法律定义，一直没有得到公众的支持，原因是，淫秽这个概念本身就不

是客观和容易定性的。正如法院所指出，一个人的淫秽之词对另一个人可能是抒情诗；

冒犯这个人的言论，不一定冒犯那个人。但是，这属于《第一条修正案》所要保护的内

容吗？艺术表现方式，特别是在它们背离当今的美学或道德标准时，是《第一条修正案》

的制定者有意保护的对象吗？  
 
同样，美国 20 多年来一直都在辩论所谓金钱对选举程序的侵蚀。曾经出现过多次

努力，旨在控制竞选筹款和用款方式，并限制个人捐献的数额。但是，多年前，最高法

院裁定，资金从某些意义上来说是言论，当用它来进一步表达政治主张的时候，不可对

它实施限制。由此，人们看到又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这就是，言论自由的观念究竟可

被延展到什么范围而不至与其他同样宝贵的民主观念──如公平选举──发生抵触。 
 
或许，美国人民和司法制度正在面临的最艰巨任务，是确定《第一条修正案》将如

何保护新型电子技术。万维网(Worldwide Web)是否只是霍姆斯大法官所说的思想市场

的又一种形式？鉴于也许有一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家庭都能接触到网上信息，每一个人都

有机会上网向全世界表达自己的观点，《第一条修正案》是不是变得没有意义了？  
 
在美国，人们在继续就包括上述问题在内的很多问题展开辩论──在法庭、国会听

证会、总统委员会、大学、公共论坛，也在个人家庭中。在人民的各项权利中，没有哪

一项比言论自由更受珍视，更容易受到观念变化的影响。但大多数美国人认识到，就像

布兰代斯大法官所指出的，他们作为公民的责任，使他们不仅有机会提出不受欢迎的观

点，而且也必须听取其他人表达他们的观点，只有这样，民主程序才会有效。霍姆斯大

法官说过，《第一条修正案》不是为了保护与我们一致的言论，而是为了保护我们所痛

恨的言论。虽然这一点并不总令人舒坦，但人们承认它千真万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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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2. Zechariah Chafee, Jr., Free Speech in the Unite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1).  

3. Michael Kent Curtis, Free Speech: The People's Darling Privilege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4. Harry Kalven, A Worthy Tradition: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8).  

5. Cass R. Sunstein, Democracy and the Problem of Free Speech (New York: The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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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人民的权利──个人自由与权利法案》第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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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usinfo.state.gov/products/pubs/rightsof/homepage.htm 
 
来源：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 http://usinfo.state.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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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媒体的作用 

 
约翰· W·约翰逊（John W. Johnson） 

 
 
"人们一旦看到岁月给昔日分庭抗礼的种种信仰带来的起落沉浮便会相信……达到

最理想境地的更好途径是通过思想的自由交流 ─ 对真理的最好检验，莫过于它在市场

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程度。……无论如何，这是我们《宪法》的理念。这是一个实验，

而整个生活就是一个实验。"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于 1919 年  
  
 
一个社会要被视为真正的民主社会，就应该对公开发表的思想言论有高度保护，无

论其媒体是报纸、杂志、书籍、手册、电影、电视， 或是最新近的因特网。 美国 200
多年来的经历是一个在一个国家内如何确立言论表达基本规则的有益的实例。当然，这

些经历带有与美国文化和历史息息相关的独特性，但是它们所展示的基本原则对其他民

主社会广泛适用。  
 
作为美国政府制度基石的美国《宪法》，如果不附加旨在维护个人自由的的十条修

正案，即《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是不会在 1791 年获得美国最早 13 个州的批准

的。而修正案中的第一条便确定了媒体的言论自由权，这决非偶然。宪法《第一条修正

案》(First Amendment)中有一段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剥夺言

论自由或新闻出版自由，……。"在起草《宪法》与《权利法案》的开国先贤们看来，

文字读物 ─ 通常是报纸和小册子 ─ 属于公开发表思想言论的媒体。因此，《第一条

修正案》中使用了"新闻出版"这个概念。贯穿美国历史，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如同

它们在《第一条修正案》中的孪生关系一样，在公众和在裁决公开言论案的法官心目中，

始终相互关联。  
 
自由媒体在美国的作用是复杂和不断演变的，了解其历史发展的最好办法， 也许

是通过观察美国法院做出的裁决。虽然《第一条修正案》给新闻出版自由提供了相当程

度的保证，但是，是美国的司法系统界定出这一概念在实际中的确切涵义。通常是法院

将这个源于 18 世纪英国普通法的概念做出延伸，保护这一权利不受美国社会上对新闻

出版自由过多感到不舒服的势力的损害。  
 
曾格案与煽动性诽谤罪  

 
一般认为，在早年的北美洲大陆的各英属殖民地，人们对新闻出版自由的理解与今

天不同。1734 年纽约报纸出版商约翰·彼得·曾格(John Peter Zenger)的案子便是一个

说明。纽约的殖民地政府因曾格印发了一篇猛烈抨击该殖民地总督的文章，指控他犯有

煽动性诽谤罪。《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 Law Dictionary)对诽谤罪的定义是：书面形

式的传播"使某人有可能遭受公众仇视、羞辱……鄙视、耻笑、……或失尊……。"曾格

那篇文章的内容之一是，宣称总督未经立法议会同意而设立法院，而且擅自剥夺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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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经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曾格通过他的律师对刊印这些指责承认不讳。他只是坚称

自己有权发表对一个公职官员的批评，而只要批评属实，即使使该官员受到耻笑也未尝

不可。陪审团做出有历史意义的判决，宣告曾格无罪，进而确立起一项原则，即事实是

反驳诽谤指控的依据。但是，陪审团对该案的判决并没有改动英国的法律原则，也就是

18 世纪末叶杰出的法学作者威廉·布莱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所有力阐明的凡发表

"恶意中伤……言论" 即为可罚之罪。  
 
1798 年，由于担心法国大革命的激进潮流可能蔓延到大西洋此岸，美国国会以多

数通过一项《煽动叛乱法》(Sedition Act)，将"书写、印刷、口头表述或发表……任何虚

假的、诽谤性的和恶意的文字作品"攻击政府定为犯罪行为。若干个人和报馆被根据这

一法律受到起诉，其中有出版商詹姆斯·汤姆森·卡伦德(James Thomson Callender)。
卡伦德因为曾于 1800 年将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总统称为一个"头发斑白的煽动

者……双手沾满鲜血"而被指控犯有诽谤罪。卡伦德本人名声不佳，即使在当年有时政

治粗话泛滥的日子里，他也被视为一个口出秽言的人物，于是他被判了罪，坐牢数年。

在弗吉尼亚州的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801 年就任总统后不久，将他赦免。  
 
诽谤案在 19 世纪  

 
进入 19 世纪以后，诽谤逐渐由刑事诉讼由转变为民事性质。也就是说，原来只是

政府起诉用文字批评当政者的人，而今一些有地位的个人为维护自己的名誉而开始自行

向法院提出诉讼。  
 
因此，直到 20 世纪以前，涉及在联邦政府面前维护个人权利的司法案例为数很少。

在 19 世纪以及 20 世纪初，历次最重大的宪法案件所涉及的不是言论自由问题，而是各

州与联邦政府彼此的权力划分以及因政府企图对企业施加管制所引起的法律纷争。在当

时，美国源远流长的地方主义传统，使联邦政府同个人之间直接发生碰撞的可能性被减

至最低程度。  
 
1833 年，在美国司法体制中至高无上的最高法院裁定，《权利法案》仅确立联邦政

府不得侵犯个人权利，而州政府不属受限制之列。这使得在进入 20 世纪很长一段时间

后，各州得以继续对报纸和其他印刷媒体实行检查。因此，尽管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以堂皇的措辞许诺了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在美国很长一个历史时期内，各地法院给那些

敢于批评政府的人士提供的保护并不一致。从 1833 年的裁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段时

期内，被提交到最高法院的涉及言论自由的案件寥寥无几。但是，政治自由的文化传统，

加上大量发行的报刊杂志数量增加，促使作家和报刊漫画家在这个时期里始终要尽力拓

宽言论自由的限度。甚至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也成了漫画家无情揶揄的对

象。世纪交接时期的人民党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则是

另一个对象。  
 
具有重要意义的一点是，20 世纪初，一些以"扬丑揭秘"为业的记者和作家，以全国

发行的杂志为阵地，揭露商界和政界的腐败丑闻，这些揭露材料，所向披靡，人相争阅，

在政治上和法规上都引起了重大的变化，对进步运动作为 20 世纪一支强大的政治劲旅

的崛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并且为几十年后从法律上扩大新闻出版自由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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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时期的新闻出版自由  
 
1917 年，大约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际，国会通过了"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对未经授权擅自取得、接受和传播国防资讯加以惩罚。次年，对这一法律添加了

一套修正案，通称"1918 年反叛乱法"(Sedition Act of 1918)，规定对可能有利于美国敌人

的资讯言论施加惩罚。依循这一法律提出的一些公诉案导致美国最高法院就《第一条修

正案》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条款做出数项裁决。在这些公诉案中最为重要的一宗，

是 1919 年对雅各布·阿布拉姆斯(Jacob Abrams)的起诉案。阿布拉姆斯因为撰写并散发

两份传单，批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和美国政府向俄国沙皇提供镇压

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军事支持而被控触犯"反叛乱法"。分别用英文和意第绪文写成的这两

份传单只散发在纽约市的小部份地区，而且，阿布拉姆斯提出的批评同美国的对德作战

行动关系不大。但是，美国最高法院还是维持了对阿布拉姆斯的有罪原判。法院的大多

数法官的理由是，阿布拉姆斯的行为对社会安宁形成了"明显而现实的危险"("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因此可以受到政府的惩罚。  

 
"明显而现实的危险"这个标准是由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在一年前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言论自由的另一项裁决中首先提

出的。但是在阿布拉姆斯一案中，霍尔姆斯表示了不同意见，认为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

官误用了他提出的这个评估这类自由言论合法性的标准，他坚持认为，"一个无名人物

偷偷散发一种荒唐的传单" 对社会没有构成什么危险。近 80 年来，在法院对批评政府

的口头、书面和象征性表达方式是否符合宪法的案件进行审议时，"明显而现实的危险"
这一说法被无数次引用。一些法学家认为，这个标准的可塑性变得如此之大，以至可以

说它适用于从完全的新闻出版检查到完全的言论开放的任何一种公共政策主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言论自由的案件显示出《第一条修正案》中有关言论自由和新

闻出版自由二者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最高法院从未对"言论"与"新闻出版"加以明

确区分，因为它们常常并存于同一个案子中。例如：阿布拉姆斯声称自己有权以文字传

单为媒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因此他的申辩是，他的言论受到《第一条修正案》的

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条款的双双保护。一般的规则是，法院并不给予在报纸或是其

他媒体上发表言论的人比口头表达思想的公众更多的保护。  
 
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促进了新闻出版自由  

 
将《第一条修正案》作为一条保护个人言论的宪法原则的做法，在 1925 年涉及一

个名叫本杰明·基特洛(Benjamin Gitlow)的共产党人的案子中有了重大发展。基特洛出

版发行了一份小册子，宣传采用罢工与集体诉讼的手段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纽约州指

控基特洛触犯了视鼓吹推翻政府为犯罪的州法。美国最高法院尽管维持了对基特洛的有

罪判决，但仍然裁定，《第一条修正案》对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的保护，属于任何

州或联邦政府都不能加以限制的几项关键性的个人自由。法院还援引了 1868 年批准的

《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一段话："任何州不得……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

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

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平等的法律保护。"最高法院的推论是，这项修正案起草人的用意

是使各州今后必须同联邦政府一样，尊重各项重要的个人自由，而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

自由正是其中两项重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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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第十四条修正案》的词语开始被作为一种法律杠杆，在个人与州的权力相

对立时，它使《权利法案》的保护力倾向于个人。最高法院就基特洛案做出的裁决，实

际上推翻了法院在 1833 年做出的州不受《权利法案》约束的裁决，从而开始了一个持

续了 40 多年的趋势，使人们根据美国《宪法》头十条修正案所提出的某些保护做出个

人不受州与联邦侵犯的规定。这个趋势鼓励了地方上的言论自由。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时期内，在有关新闻出版自由的案件中，1931 年的一个

案子或许具有最重要的意义。这个案子涉及的是，州是否有权限制一份声名狼籍的扬丑

小报《星期六新闻》(Saturday Press)的出版。报纸的出版人 J·M·尼尔(J. M. Near)是
20 年代最恶劣的排外主义与种族主义的鼓吹者。明尼苏达州议会曾于 1925 年通过"消
除扰乱公共安宁法"。这一法律规定，凡是法官认为某出版物"猥亵、淫荡、色情" 或"
恶意、扬丑与毁谤"，即可下令关闭。在这项法生效后不久，一位州法官关闭了《星期

六新闻》。上诉时，美国最高法院以五票对四票，从宪法角度对一个基于英国普通法和

被美国开国先贤所接受的长期立场给予维护，这就是，对新闻出版不应施加"预先限制"。
最高法院裁定，虽然偶尔当某人出版了极其惟利是图的、恶意中伤的或是凭空诽谤的刊

物时或许可以实行惩罚，但是，只有在如国家安全等极端情况下，才可预先制止报馆发

表有争议的文章。出资帮助《星期六新闻》上诉的芝加哥出版商罗伯特·R · 麦考密

克(Robert R. McCormick)说，首席法官查尔斯·伊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代
表大多数法官就本案提出的论断，"将作为思想自由的一大胜利而载入史册。"  

 
"公众人物"与诽谤法  

 
美国新闻出版自由在 20 世纪日益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最高法院通过 60 年代、

70 年代、80 年代中的几件很有意义的案子所形成的"公众人物别论" ("public figure 
doctrine")。这一别论所基于的原则是，一个普通人 ─ 不知名的或是其名字并非家喻户

晓的人，在不受媒体指摘这点上得到的保护，比公众人物得到的保护要多。而一名公众

人物则必须承受媒体哪怕是不属实的窘人的批评或指摘，除非他/她能证明发表那一言

论是出于恶意。在这里，对"恶意"的定义是，作者、编辑或播放人发表当时已知不属实

的信息。如果作者、编辑或播放人不顾忌所发言辞是否属实，那么也可以构成恶意。根

据"公众人物别论"提出的诉讼案，其焦点大多数都转为，声称自己受到诽谤或诬蔑的个

人是否确实被法院定为公众人物。某人一旦被确定为公众人物，要证明他/她受到诽谤

是极其困难的。  
 
有一个广告案也许最充份地体现出"公众人物别论"。在这个案子中，一批希望对民

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的事业提供帮助的人出资刊登了一

则广告。广告中提到，马丁·路德·金在南方各地，包括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曾

受到地方执法官员的骚扰。蒙哥马利市公安局长 L ·B·沙利文(L. B. Sullivan)就此起

诉《纽约时报》，指责它破坏名誉，理由是该广告中有某些言过其实的说法以及事实性

的出入，有可能导致公众对他的非议。最高法院的裁决是，《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有无

意的而非恶意的错误，沙利文作为一位公众人物，不能从《纽约时报》索取赔偿。二十

多年之后，又有一桩涉及著名保守派牧师杰里·福尔韦尔(Jerry Falwell)的诽谤案被提交

最高法院审理。起案原因是，福尔韦尔被当作一份性暴露杂志刊登的"滑稽嘲弄广告"
的对象。广告中有关法尔威尔的"事实"全属凭空捏造。法尔威尔申诉说，他的名誉受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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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到了很大损害。但是，最高法院判决该杂志胜诉，根据是，新闻出版自由给予漫画家

和画公众人物讽刺像的人很大的自由度。  
 
保护的层次  

 
美国法院在历年来就多项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案做出的裁决中，对政治言论比

对其它言论给予了更大保护。这并不奇怪，因为美国的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诞生

于对 18 世纪末叶英国在北美洲的统治的政治批判。上述讨论过的那些案件大都涉及政

治言论，这并非偶然。但是， 如果说政治言论受到优先保护的话，那么，哪些类型的

言论居于受保护的较低层次呢？  
 
法院认为商业言论属于较低层次。最高法院一贯裁决，广告唯有真实才能受到宪法

《第一条修正案》的保护。所以，言过其实以及事实上小有出入的情况在政治言论中可

以得到宽容，但是如果出现在电视广告中，例如在推销漱口剂或多功能车的广告中，就

得不到司法保护。这样做的部份原因是，商业言论比政治言论较易于核实。此外，美国

法院通常认为，希望通过推销产品与服务而获得利润的强烈动机比政府管制所能产生的

"可怕效果"更为事关重要。  
 
在受司法保护的层次中居更低位置的是猥亵信息。1957 年，在"罗斯诉合众国案

"(Roth v. U.S.)中，最高法院认为猥亵与色情材料"根本没有可取的社会价值" ，因而属

不受保护之列。在很大程度上，与猥亵有关的问题是如何给其下定义。在一个人看来是

猥亵的东西，在另一个人看来却可能是艺术杰作。对某些人来说，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猥亵得令人生厌；但是，在最近对文艺界知识

分子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它却被奉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英文文学作品。最高法院法官波

特·斯图尔特(Potter Stewart)在 60 年代中期审理一件案子时说过的一段话，可以代表大

多数美国人的看法，即他可能无法对猥亵下定义，但是"当我看见时，我知道。"  
 
可惜，斯图尔特法官的这句妙语，并不能为评价艺术作品提供有效的法律标准。最

高法院通过极其艰苦的努力，在 1973 年制定出一个判断猥亵的三段审议标准。它规定，

表达方式如有下列情况便属于《宪法》保护范围之外：(1) 普通人按照当地社群的标准，

认为作品从整体来说是在满足淫欲；(2) 作品以"明显令人厌恶的方式"展现和描绘性行

为；(3) 作品缺乏文学上、艺术上、政治上和科学上的真正价值。鉴于这套标准相当含

糊不清，所以毫不奇怪，最高法院就媒体中的猥亵问题做出的裁决，近 30 年来始终缺

乏明确的方向。从很多意义来说，最高法院的犹疑不定是整个美国社会状态的反映，即

它一边是力主言论完全自由的力量，另一边是社会保守主义的力量。  
 
采集新闻与宪法《第一条修正案》  

 
新闻在发表或广播之前的采集过程，偶而也受到美国法庭的审理。最高法院 1972

年曾裁决，记者可被要求向大陪审团说出秘密的消息来源。但是，最高法院于 1991 年

又裁决，新闻出版自由并不禁止州起诉那些违背诺言透露消息来源的记者。美国法院通

常认为，司法诉讼程序应该向公众和媒体公开，除非另有十分有力的考虑，例如涉及被

告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非秘密审判就无法保证他的这一权利。也许是由于有着对

16 世纪和 17 世纪英国"星室法庭"秘密审判的历史记忆，美国的法官们对秘密审判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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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最高法院甚至还裁决，州法官有权力自行决定是否允许电视摄像机对庭审过程进

行录像。不过，被告的权利有时候被视为比媒体报导审案情况的权利更重要。例如，为

了保护隐私起见，受到犯罪指控的青少年的姓名通常不被透露给媒体。  
 
随着时代的发展，同其他民主国家一样，美国的法律原则也不断遇到技术变革的挑

战。美国法院给予报纸等文字媒体的保护往往比给予电视等广播媒体的保护要更大。例

如，最高法院在 60 年代末期曾裁决，个人不具有利用广播传播言论的绝对宪法权利，

因为"电磁频带"容不下所有人。这个理由成了司法裁决的一个根据，即不承认竞选公职

的人享有"平等荧屏时间"以对其他候选人在电视上发表过的言论做回应。但是，随着有

线电视以及无远弗届的因特网近年来的普及，法院看来正趋向于将广播媒体同文字媒体

在法律上一视同仁。  
 

"五角大楼文件"案  
 
美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一桩涉及媒体的案件，也许就是所谓的"五角大楼文

件"案(The Pentagon Papers)。人们可以从美国政府同美国最著名的报纸《纽约时报》之

间的这场纠纷中，对前面讨论过的许多有关《第一条修正案》的重大问题略见一斑；而

且这个案子还牵涉到近年一个最富争议性的政治话题：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行为。  
 
这场纠纷始于 1967 年。当时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设立了一个专门工作

小组，编写 1945 至 1967 年间美国对越政策的历史。小组由国防部人员和其他政府机关

的人员以及若干独立合同工作者组成。报告中没有对任何人的采访；全部研究都是依靠

文件进行。最后于 1969 年脱稿的报告洋洋洒洒，长达 7000 多页。它被人称为"五角大

楼文件"。这份文件只印了 15 份，因为它只是为了供国防部和其他政府机关内部使用。  
 
对编写这份洋洋大观的报告有少量参与的合同工作者之一丹尼尔·埃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是从事国防问题研究的"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的工作人员。

埃尔斯伯格看到的"五角大楼文件"中的内容以及其它一些原因，使他对美国在越南实行

的政策产生怀疑。埃尔斯伯格无法说服国会议员将这份报告公之于众，于是暗中复制了

报告，将其转给《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五角大楼文件"中几乎没有秘

密的情报，但是，有若干章节对于美国在卷入东南亚军事冲突之前和之后采取的对越政

策是否明智提出质疑。  
 
1971 年 6 月，在《纽约时报》两次连载"五角大楼文件"的部份内容以后，理查德·尼

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政府要求法院下令，禁止继续刊载。纽约的一位联邦法官下

了这一限制令，要求待该案全面听证后再作定夺。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法院事先制止

报纸发表某一具体文章。这是实行预先限制的典型。官司很快就打到了美国最高法院。

法院驳回了司法部提出的举行秘密听证的要求，使该案在 1971 年 6 月 26 日举行公开辩

论。仅在 4 天之后，最高法院便做出裁决。六位法官的多数派写出一项简短的共同决议

(即不署作者名) ，主要内容是，任何要求预先制止出版的申诉，都在宪法上负有重大

的举证之责，而在此案中，尼克松政府未能做到这点。由于组成多数的六位法官各写各

的意见，因此很难看出律师和法学家有时所说的点破司法裁决的核心的"闪光句"。唯一

能肯定的一点是，多数法官并不相信，把"五角大楼文件"中的内容公开化会对国家安全

造成"直接的、即时的、不可弥补的损害"。大多数宪法专家认为，最高法院就"五角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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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文件"做出的裁决，充其量只是新闻出版自由的一次得不偿失的胜利。最高法院没有

看到有充份理由制止刊登，但它的确接受了政府的论点，即在预计会拿出出版会造成危

害的证据的情况下，可以发布禁令。该案最后以"五角大楼文件"最终被《纽约时报》、《华

盛顿邮报》和全国各地其他报纸刊登而告终。没有因此引起国家安全问题。  
 
监督政府的探照灯  

 
总而言之，媒体一向都在试探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的言论自由与新闻出版自由

条款的力度，向限制媒体报导政治与社会信息的企图发出挑战，大声疾呼"公众有知情

权"。这是理所应当的，因为自由的新闻 ─ 即使是偶然越出了良好品味范围 ─ 对维

护民主社会至关重要。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认为这样的媒体是自由的最佳

保证，他情愿容忍新闻出版的过份自由，以便通过这种随时随刻的审视，把政府的作业

置于光天化日之下。  
 
美国热衷于新闻出版自由的无羁无绊，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同美国一样热衷。

实际上，即使是趋向给予媒体越来越多自由的美国法院，也不是始终如一地支持完完全

全的言论自由。不过，本文开头申述的一条原则是：一个要被视为真正民主的国家，就

必须准备切实保护媒体的言论自由。美国这方面的历史记录尽管并非十全十美，但是，

在被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法官 1919 年称为的美国宪法理论"试验"中呈现出的强

大趋势是，让公开表达思想越来越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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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当对其政策的明智与公正表示严重关切，而且要更急于听取

切可能与政策有关的意见。

雨果，布莱克法官在其有名的反对意见中写道：“我......不承

认按照我们宪法可以禁止发表意见。专制政府如果不压制对其暴

虐行为的反对意见即无法生存，这我同意。然而，对我来说，第一

次修正案意味着我们政府保存自己合乎宪法的惟一途径是让人民

享有充分可能的自由，按自己的决定来赞扬，批评、讨论政府的全

部政策；如果他们愿意，甚至可提出政府最基本的、被认为当然的

主张是错误的，应该加以改变。这就是共和国安全之所系，也正是

宪法政府的基础。”（巴伦布拉特诉美利坚合众国案，360 u. s. 109, 

1959) 

10-9 煽动与戴吹

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不保护那些利用言论故意地而且直接

地煽动犯罪行为的人。这不是限制说甚么，正如无数其它事物是

合理的一样，这是限制做甚么。所以，审慎地分清煽动与鼓吹是十

分必要的，因为在惩罚煽动罪的借口之下，太容易剥夺反对政府或

严厉批评政府的自由。

煽动可以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来进行，此处，我要谈的只是通

过言论的煽动，即口头煽动。口头煽动有两点清晰可分的含义，一

是一般的，一是特指的，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按前一意义，煽动

是挑拨一一激起对应做某些事的兴趣与关心。按一般意义来说，

煽动明显地属于宪法所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围，因为民主国家的

公民，必须自由接受或给予的正是这种兴趣与关心的激发，而且这

对千他们充分参与管理是必不可少的。吉特洛诉纽约一案，霍姆

斯法官在反对意见中写道：“每一项主张都是一种煽动。它提出米

就是要人相信的，如果相信，就照此主张行事，除非改变信念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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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即因能最太小不能采取行动'(268 U, S, 652,1925)。把煽动

的一般性意义解释为包括一切挑动性的主张，这是把这个词的使

用范围作了过度的延伸与反常的扩大。由千这种用法确已出现在

这些讨论中，于是，它就成为大量混乱现象的根源。

按特指意义来说，煽动是教峻，即故意地而且直接地怂懋别人

从事某特殊行为。就这一意义而占，当我怂思或劝告你从事某种

犯罪行为，而且你这样做［肘就是煽动你去犯罪。这种特指的怂

急或劝告的意义才是煽动这个词正常的而且更为许遍地被接受的

解释。我将按这种解释来使用这个词

煽动的这两种解释的主要区别是：任何口头的或文字的（或任

何其它形式）的煽动，均不得视为特指意义的煽动，除非煽动者确

已采取行动。在采取行动以前，敦促这种行动的言论，只能视为一

般的挑拨。这种挑拨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令人厌恶的，这要视其目

的与方式而定，但在民主国家中，决不能视为非法的。

鼓吹是一般性煽动的一种属类。它是以支持或介绍某种行动

步骤为某种目标辩护的形式出现的挑拨。其它不以鼓吹形式出现

的煽动，在本文中不构成什么问题，可以置之不理。最重要的是分

辨鼓吹（一般意义是煽动中的一种）与煽动（特指意义的煽动）之间

的区别。

二者之间，关键性的区别是：鼓吹井不需要完成所鼓吹的行

为，而特指意义的煽动在逻辑上需要有按煽动行事的行为。是否

在鼓吹，这完全是由言者及其所说的话来确定的；鼓吹与言论的后

果没有逻辑上的联系。我可以鼓吹一种贫困与朴素的生活，即使

无人理睬。更准确一点说，鼓吹所采取的形式有时可称之为不超

过使用语言的行为，即以言论（或文字）完成的行动；特指意义的煽

动则是采取超过使用语言的行为的形式，即通过言论（或文字）完

成某种目的的行为由千鼓吹主要只是讲话的行为，绝不能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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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所鼓吹即视为犯罪。犯罪的先决条件是对行为的后果负有责

任。但歧吹者绝不能仅仅因为他的鼓吹而对其所鼓吹的一切行为

负责“如果宪法保防言论自由，所有鼓吹都必须得到保护。在民

主国家中，人人都必须有自由鼓吹，不论什么都可以鼓吹。

特指意义的煽动却是另一回事。由千它与所引起的行为直接

相连，它可能涉及对这一行为及其后果的责任。当然，特指意义的

煽动，既可以激起合法的行为，也可以激起非法的行为。这一点很

明显．祸要特别注意。可以具体地煽动一个人去投共和党的票、养

狗谓改换L作，或者煽动他暗杀皇后4纵火焚烧总统官邸。只有所

煽动的行为是非法的，煽动才是非法的。合法的煽动是很普遍的，

也不成为问题

因此，当宪法保障言论自由时，特指意义的煽动不属千特殊的

例外。如果证实任何人通过言论或文字，故意造成某种具体的非

法行为，那种言论或文字就可以视为非法行为的一部份。他可以

因此受到制裁．但不是因为他意见的内容，或者因为他公开发表，

而是因为他所作的已超出官论的界限。溯伯拉罕·林肯问道产难

逍找必须抢毙一个单纯的年青逃兵，而对怂惠他叛逃的教咬者却

不动一根毫毛吗产回答是一洁二楚的，不论逃跑是否死罪，这种煽

动肯定是犯罪。因此，任何人如果他的言论是故意而且宜接地帮

助策划和准备这种逃跑，任何政府都可以合理合法地对他加以惩

罚，

与此相似，当霍姆斯法官可以理解地坚持“对言论自由最严格

的保护也不会保护在剧院中说叫失火而造成恐慌的人“时，他正确

地使我们注意到这 事实，即一个人可以通过言论或文字从事犯

罪行为，然而，这种行为不论它的做法如何都是犯罪的．其罪行的

确立井不取决1犯罪时所采用的手段。故意在剧院制迎恐慌是一

种犯罪行为，如使）且话语以达此目的，这种话ih即成为罪行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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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维护这种行为。注意，此处霍姆斯是

以谎报火警为例。如果真报火警，就可能认为这种叫喊虽不合适，

但却是引起人们注意危险的十分自然的行为。进一步说，（假定是

谎报）即使不造成恐慌，在剧院中毫无理由地站起来叫喊也是违法

的，然而，应受惩罚的不是公开发表意见，而是不适当地叫喊破坏

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

言论自由和公开鼓吹某些不受欢迎的目标的权利，井不是在

任何地点、任何时间都有以任何方式讲话的权利。当然，我不能在

剧院或音乐厅，自由地叫喊戚谎报火警；我也不能在餐馆戚肉店随

心所欲地发表头头是道的演说；我也不能随意进人别人的客厅发

表我对政府现行外交政策的批评意见．这些行为之所以应受惩

罚，井不是由千我的言论内容，而是因为我通过言论所做的是违法

的。

同一原则适用于诽谤与造谣中伤的法律。这些都不是宪法保

护言论自由的例外。诽谤与造谣中伤可以作为犯罪而受到惩罚，

或在法庭起诉，因为所写的或所说的是对别人的恶意攻击，使其受

到可以证实的损害。正如我们不能故意殴打伤害别人使之身体受

损一样，我们也不能故意以诽谤伤害别人使之名誉受损．问题不

是发表了意见，而是通过这种发表做了什么。同样，伪造信件｀做

假广告的人，可以按违反刑律受审。

诽谤与造谣中伤提出的问题尤为棘手。首先，由千口头攻击

所造成的伤害以及这种伤害的程度常常难以肯定。其次，故意发

表某些真实的但又不宜公开的材料，也可造成恶意的伤害。因此，

有意伤害别人的公开言论，不能仅仅因内容真实即可摆脱诽谤的

诉讼，这已经是习惯法中久已确立的原则．但在诽谤诉讼中，中伤

的语言常常与真实性关连，因为，内容真实，而且公布时怀有纯芷

的动机或合理的目的，则其公布必然要受到保护。这突出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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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的论点·只有证明是不正当的伤害时，言论才受到法律的制

裁，应予惩罚的（或给予赔偿的）是这种伤害，而不是言论内容的本

身要受到限制。

第三，判断发表的动机究竟是否善良，发表的目的是否合理，

这常常是很困难的。诽谤案件中，原告常为政府官员，或是由于其

它理由经常而且自愿地出现于公众面前的人物，他们既然抛头露

面，可以合情合理地假定他们已经预料会受到批评与人身攻击。关

千他们是否适宜千领导职务的争企，必然常常接近这种攻击，而那

些角逐职位的人也可视为自愿引来这种攻击．如果涉及的问题确

为公众所关心，而涉及的人物又系社会事务中的积极活动者，即使

最伤人的言论也很可能作为实行民主时必不可少的粗野放肆、大

吵大闹的辩论中的一部分而加以原谅，

在这领域中，裁定具体案例常常是困难的，但原则却是明确

的。在民主国家中可以随心所欲地说和写，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做，

当言论这一行为构成或有助于构成故意而且宜接的非法行为时1

它本身也可能是非法的。

但在民主国家中，公开讨论公共问题如此重要，所以宪法保护

一切言论，除非能证明这些言论已成为非法行为的一部分。作为

证据，必须指出这种行为的结果已明显违背法律。认为某些言论

可能产生这种结果或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或相似言论过去曾引

起犯罪，都是不够的，民主国家中，总是以有利千言论与出版自由

作出事实的推断。有时，文字与言论可能是罪恶的一部分，但只有
另部分罪名，即非言论部分的罪名已经确定时始可成立。布莱克

法官说：“我和杰斐逊一样相信政府插手干预的时刻是在人民有所

行动时，而不是在他们发表言论时，要执行第一次修正案的保护性
条款，我是不相信还有什么折衷办法的。“(<纽约大学法学评论沙

1962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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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言论是不是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络是，但这种

行动 说、写、出版~在任何情况

下，它却不会保护构成罪行或罪行构成部分的那种言论。

的确，正如西德尼·胡克（见«自由的矛盾＞ 1962 年版，第一

章）及其它一些人所论证的，鼓吹与我所说的特指意义的煽动之间

的分别是“作用，问题。就是说，判断言论或文字是不是一种不法

行为的直接原因，无需查审它们在一定情况下真正起作用的方式，

在这一情况下，可能是合理的鼓吹，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可能是逋

法的煽动。但是按作用区别，就更有必要先肯定某一具体言论与

某一具体犯罪行为之间直接的与最接近的因果关系，然后才能肯

定前者是犯罪的。胡克的结论说，言论在这两种情况（煽动与鼓

吹）中的“起爆作用“是相同的，只是鼓吹所起的是“稍稍推迟的作

用“（同上书，第 36 页），但是作用论绝不能证明这一结沦是正确

的。这样的推理可以带来灾难，例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革命

思想进行学术性的探讨与革命时期指挥进攻并无任何真正的差

别。

根据这种观点，发表某种思想如与某一犯罪行为有任何细微

的因果关系，即可视该项意见为犯罪行为而加以惩罚。这种立场

不仅是对民主过程的要求缺乏认识，而且是忽视了法律关系的现

实。确定具体的非法煽动行为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所表达的思想，

在发展中的法律关系的历史中，这已经具有某种睫胧的地位。如

果把这种浸点作为犯嚼的标准，我们之中恐怕很少有人能免于煽

动非法行为的罪名。

这种立场也不承认激发过去的行为与激发将来某个时期可能

发生的行为的这两种言沦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胡克写道了当

他们（任何思想）以这种方式看待具体历史情况以致墙动、制造暴
乱或以暴力桂威胁时，它们得不到宪法的保护＂ （同上书，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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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突然，在进免暴乱的幌子下，他得出的结论是：只要是以暴力

相威胁的言论，或者仅仅是间接地，都不应保护。千是，只要认为

是危险的意见即可加以压制，言论可以变成煽动，但不能仅仅因

此就说任何言论如被认为（谁认为？）可以煽动起真正的危险即可

加以压制。我们不能预知什么言论会真的煽动慕乱，而且我们也

不能拈想戎假定我们知道以达到压制的目的。

匡家的权））无需如此延伸，如果政府拥有压制紧张状态下发

表戎出版煽动性言论的实际权力 它也同样有权挫败这些吉论可

能挑起的任何暴乱行为的企图，或它所面临的暴乱的反应。在民

主界序中并没有任何东西陨止执法机关维持良好的秩序，惩罚不
论是占论者成共听众对财产或人身彴不法伤害口如果担心对言论

者会以暴力反对．警察就要阻止妨害合法言论者继续讲话的敌对

性威胁，井阻止企图破坏合法梊会1为慕力行为。布莱克又说：“繁
察当然行权防止破坏治安3 但是，假如在维持治安的名义下，他们

甚于1扰公开发表言论的人，他们首先应该做的是采取－切合坪
措施保护言论者。＂（法因勒诉纽约案， 340 u. s. 315, 1951) 民主国

家不能淮许宪法保障的言论与游行自由的权利为最不能容忍的分

子所剥夺。如公共庄会或游行爆发成骚乱必须恢复秩序，但不应
因担心实现言论自由的权利会为不法分子反对，造成骚乱而剥夺

这种权利。

另一方面，如果言论者本人煽动的行为是违法的，如果他公开

地试图如此行动，这时，而不是在这以前，煽动的言论构成罪行 J举

例来说，我们不能预先确定群众会如何对一个宣讲革命的人作出

反应，他们叶能把他哄下台去．戎扭以嗤声，或干脆怪之不理。宜

讲·.可能是暴民的煽动者，但群众可能不是暴民。
呃历山大·米克尔约翰 1955 年在参议院宪法权利委员会作

证上作［有力们说明。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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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使竭尽辩论、计划之能车，要以暴力推翻现行政府，仍然是发表意

见与看法，这是自由人作为对管理国家负责的公民需要发表和听取的。

如果不能自由地询问和回答“现行政府形式应否维待或者改变”这样的

问题；如果，当问及这一问题时，如果双方的意，见不能同样地获得被考
虑、鼓吹及采纳的机会，那就不能说我们的政府是由自治的人民通过自, 
由选择而建立的政府。说美因人民在一百七十年以前是自由的，那是木

够的。第一次修正案简明地、毫不含糊地要求他们现在应该是自由的勺

随心所欲地鼓吹，以自己所喜欢的不论什么方式去鼓吹，一切

意见、一切政党，不论如何偏激，都享有这同样的权利，口头鼓吹如
此，文字鼓吹也是如此。要确定所说的与所做的之间的直接的因

果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与公开犯罪没有此种联系时，任何文

字材料都不得视为违法。民主国家的公民必须毫无限制地自由地
阅读，而且自由地出版供别人阅读，米克尔约翰又说：

宪法的原则（即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告诉我们在

公开讨论中，可以自由地维护宪法，也同样可自由地攻击宪法。它使我

们有自由信奉井鼓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如我们的某些同胞有自出

鼓吹资本主义一样 ，，它告诉我们这样的书如希特勒的«我的奋斗＼

或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或恩格斯、马克斯的«共产党宣言＇，在美国任何

地方可以自由地印刷，自由地出售，自由地发行，自由地阅读，自由地反

对。这一规定的目的，不是要保护希特勒、或列宁、或恩格斯、或马克思

“在他们认为对生命价值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的需要“。我

们也不是维护出版者、或发行者、或作者的利益。我们是要说明美国公

民在自己的制度下，只有公正地、无畏地正视赞成和反对他们碱度的一

切意见，他们才有自治的资格。

不受压制的公开讨论的自由，是我们政府建立的基石。(<政治自

由 ',19切年版，第 76 页） '; 
只要出现“明显的而且是迫近的危险的威胁”或“只要处千严

重的危急关头”即可剥夺充分的言论自由，这种作法误解了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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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基本性质千是危机时期，宪法对言论弓书版自由的保护尤为

苛要。正是仆这种情况下，如果耍避免暴乱或避免非法的炼动暴

乱，就必须由公众来讨论问题所在，使公众交流意见的渠道畅通无

阻，进行公开的辩论，找出合法的与有秩序的改革的可能性，情况

愈紧张，就愈需小心冀贸地保障宪法权利，使之不受破坏。如果不

是这样，暴乱．骚动甚至叛乱的可能性就必然更大一些，而不是小

一些，威胁要摇动甘条船，这种意见如加以压制，只会加速这条船

的沉没。

这种无限制的言论自由会不会有这种危险：大批人民受到愚

弄，被引人歧途或被说服去采取不法或不智的行动？当然有。因

为民主是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政府，这是它总要而必须要冒的～～

种风险。民主社会公开宣布它的公民有能力管理自己，而且就整

个集体而言，已准备冒这样做时的风险。任何民主在公共政策上

都难免因错误而产生某种危险。如果谬误的主张及论点势将把民

主国家的人民引人歧途时“所应采取的补救办法”，正如布兰代斯

法官在惠特尼诉加利福尼亚 (1927) 一案中所写的，是“更多的言

论，而不是迫使沉默＂。如果我们担负起对民主的责任，就会相信

托马斯·杰斐逊所说的“将发现人民明智的判断永远是最好的军

队。他们可能一时被引人歧途，但很快自己就会改正。人民是执

政者最好的监察官；即使是他们的错误，也会有利千促使枷政者恪

守这种制度的正确原则。“亚历山大·米格尔约翰的论证邕大致相

似，他认为坚持充分的言论自由井非仅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

而是根据长期而且痛苦的经验而发展起来的明智的原则。基千这

一经验，我们才清醒地相信：

在决心自治的社会中，从长远来说，言论自由绝不会危及国家的安

全不止眼侦得失如佣，对我们安全的威胁来自政治压迫的，总是大于

由千政治自比而形成的对这种安全的威胁。压迫总是愚蠢的。自由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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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明智的。这就是我们美国人赖以生存的信念，产生千经验的信念。......

在我们西方的文明中，当“审问官”为自己的压迫行为寻找合理的根

据时，只要说足保护公共安全的需要，就可以使他们的主张貌似有理。第

一次修正案过去打算否定、现在仍然打算否定的，就是这种貌似布理的

根据。它对立法机关说“当国家进人危险时期，你们会强列地惑到有此

必要，也会受到公众的压力去采取不像我们这样自己管理自己的社会所

容许的那些压迫措施。修正案禁止你们这样做。我们的国家想要自由。

国会不得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1"(<政治自由＞1960 年版，第

112 页）

我的结论是：在民主国家中，言论与文字只有在所说的与所写

的经证实确系其它不法行为的直接原因而且是这种行为的组成部

分的情况下，方可视为非法。必须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容置疑地指

明这些言论与文字故意地并具体地煽动了某种已经犯下的非言论

的罪行．在指明这些以前，民主国家如压制或惩罚言论，即属推翻

宪法。

10-10 言论自由与反民主的少数

希望限制言论自由的人常常求助千这样的论点：“民主国家中

确有言论自由的需要，应适用千接受井支持（美国的或其它民主国

家的）宪法的人，但不适用于那些鼓吹颠覆与破坏以及企图以暴力

推翻我们民主政府的人。不论是否取得法定权利的公民，都必须

加以压制，因为我们不能让他们声称有权享受宪法的特权与保护

同讨又千方百计地破坏宪法。不这样作就等千自己毁灭国家。不

论就正义明智的判断来说，都不要求保漳这些人的自由，如果他们

有权，就会使别人丧失自由。为了维护民主，如此滥用自由，应该

加以制止."

这种观点很普品，也是完全错误的。它误解了亩论自由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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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社会中的地位口它反对的理由必须以此为前见，即宪法保证本

质1足足开交易，有权者或无权者之间的交易。“我将保护你亩论

与出版彴权利”，而内含的条款可能是“如果你循规蹈矩，答应永远

支持井维护我们。一且你违反合同条款，我们即中止保护你的义

务。，民主国家中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恰巧不是这样，美国第一次宪
法修正案不是一种交易；对于加入美国国籍的公民、对千国家的效

忠或其它的一切来说，它不是用保证来换取对宪法的支持。宪法

保障自由与公开地发表任何批评与建议，并不仅仅是作为言者或

作者所应享受的一种特权，而是为了满足民主所要求的条件。井

非只有忠诚的公民才有言论自由，所有的人一一公民和侨民，支持

者与批评者，都有言论自由。他们一定能自由地说，因为其他的人

一定自由地听。这就是为什么言者的政治目标不论如何庸俗下流

或意存颠覆，与宪法对他保护的承诺都亳无关系。如果他企图颠覆

民主，代之以某种专制政体，在真正开放的社会中不大可能得到热
烈的支持。如果认为那是隐藏的而不是公叮f的目的j 最可靠的防

御就是公开辩论与揭露。我们可能对他有所误会；即使不是误会，
压制也会使大家看不清他真正的目标，不能从理性上加以抵制。不

论怎样，如果要维护民主政府，用来指导公民行动的，必须是民主

的原则，而不是它的敌人的原则。

杰克逊法官在西弗吉尼亚教育局诉巴尼特一案 (319U. S. 

624,1943)中写道：”表示异议的自由并非仅限千无关紧要的问题。

那不货真正的自由。只有在触及现存秩序的核心问题上有权不同

意，那才是对其实质的检眙。” 1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或不可能区别异端与犯罪。如果在言

论或写作的范围之外能够证明某种违法行为确已在酝酿或巳开

始，问题的性质就会从言论自由转变为有罪或无罪，但不应随随

便便、漫不经心地认定为严重罪行。如已 {1充分证据，证明已经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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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某种罪行或有明显犯罪的企图，即可开始刑事诉讼。如果没有

此种证据，批评政府、政府的领导人或其政策，谈沦现行制度的残

忍与不公正，甚至鼓吹犯法与萃命，在民主国家中都必须得到保

护。言论自由的保证不仅适用千温和派，也同样适用千激赴派。

最后，如果我们承认而且充分保护那些公开立称反民主的少

数派有权公开宜传其主张，那么，我们所面临的危险究竟严重到甚

么程度呢勺应该承认可能出现这种危险：人民自由地选出断送他

们自由的领导人。这种危险有多严重呢？那些宁愿压制破坏性言

沦的人认为，允许公开鼓吹革命是自杀，这与维护民土社会是大相

径庭的。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不论从长期或短期来看，如果

能听到那些想剥夺我们民主权利的人的论点并对之作出评价，那

是再好不过的加强民主船机会。我们何所畏惧？是民主国家的公

民知道得太少或太多吗？是我们对民主信念在我们之中的深度太
缺乏信心，以致料想只要一听到革命主张的鼓吹，我们的同胞（我

们自己是不会的）就会被煽动起来进行暴动或破坏？，如果民主伯

念如此软弱，只有压胧庄重不漓方可维系时，那种民主无论如何不

会有任何希望。为了谋求维护民主，我们可以从图书馆的书架上

取下鼓吹在任何情况下进行暴乱和不守法的一切书籍。在最成功
和最明显的革命家之中，可以从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开始，直到禁

止约翰·洛克、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如果压制伟大的革命家是
荒谬可笑的，试图压制无足轻重的革命家，更不知要愚孟多少倍。

在民主国家中，采取压制措施，是无用的，格格不人的，也悬荒唐愚

蠢的。

民主必须能保卫自己这一原则是正确的。但不能因此就说公

开鼓吹暴力与革命对社会危险太大，必须加以压制。当民主原则

已有合理机会证明它是切实可行的，就会产生一种力量而无需仰

仗镇压的措施。为詹姆斯·瑟伯中肯地称之为＂虚假的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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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驱使，很多民主派人士在这力面不必要地花费了过多的精力。在

建全的民主国家中，对鼓吹暴力推翻宪法政府的人，很可能是付之

笑或者是嗤之以鼻。杰斐逊在第开届就职演说中说：“如果我们

之中有人想瓦解这个联邦或改变它的共和体制，不要打扰他，让他

像安全的标石一样站在那里，以证明错误的意见可以得到容忍，而

让理性自由地和他斗争。“我们也无需担心将来某一天我们会有理

由畏惧激进派或革命派会取得成功。如果竟有那一天，我们社会

中充斥着不公正的现象，鼓吹暴力或革命的人得到广泛的同情，在

那一天，我们也将有良好的理由．希望听听他们的意见。

功利主义者维护言论自由的理由与条件论者维护言论自由的

理由，这二者之间的真正关系最终可以看得出来。后者使用了前

者。但已超越前者。约翰·斯图尔特·米尔的论点显示无限制的

思想与讨论对发现真理，纠正错误、理解与捍卫巳经到手的真理是

多么必不可少。民主政府有成效的实践要求把这种思想上的提高

完全纳人社会成员行使权力的范围以内，因此，功利主义者维护

言论自由的论点就是民主派的论点，但是，他们坚认在实行民主

的情况下，言论自由的效用决不能被其所带来的危险所超过。他

们被迫地维护广泛的言论自由，他们的理由是：如果一个杜会要以

民主方式管理自己，它的成员必须把包含在米尔论点中的信

念 追求真理与人的幸福，最好是通过无限制的探讨与辩

论一一运用到该社会的一切事务中去。这样来维护言论自由，言

论自由成为绝对的，但维护本身又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首先要支
持民主，理由是：充分的言论自由是民主要取得成功的条件－－－法

制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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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雙月刊　2006年6月號　總第九十五期

由丹麥漫畫事件引發的伊斯蘭世

界抗議風潮漸漸平息，但其對我們生

活的這個世界的影響依然深遠，所昭

示的意含仍然值得深思。也許，新世

紀的和平與穩定在某種程度上都有待

於對該事件中凸現的某些問題的解

決。宗教與政治的糾葛再一次在廣闊

的國際舞台上展現，困惑~人們。現

代性的歷程正經歷重大變遷，面臨新

的考驗，為從紛繁的事件中清理我們

的思想，探索未來之路，我們的目光

應投向何處？

一　1905年的遺產

在筆者看來，在人類歷史上如果

有些年份能夠稱得上是「人類史」、

「世界史」的重要年份的話，1905年以

當年發生在歐亞大陸三個重要國家»

的三個事件，就完全有資格被視為一

個重要年份。在中國，發生了後果深

遠的科舉制的廢除，也許直到今天人

們才更清晰地意識到它對中國當代歷

史意味~甚麼。俄國，經過年初的動

盪後，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在10月

17日宣布給與人民「思想、言論，選

舉和結社的自由」，將「任何法律的確

立都必須都經民族選舉出的議會來決

定」視為「不可動搖的原則」。這或可

被視為俄國現代史的真正元年。而

那後來曾被用最華麗輝煌的詞彙讚

美的1917年，儘管我們無法從歷史中

將其剔除，但今天已愈來愈被證明將

其稱為「人類新紀元」的虛妄。正如已

故法籍俄裔俄國史專家格林瓦勒德

（Constantin de Grunwald）所說：「如果

溫和反對派和君主能夠有能力找到

共同的語言，保證一種富有成果的

合作，那（1905年後改造俄國的君主

立憲的）經歷就可能有某些成功的機

會。」1那樣的話，誰又能說1917年

會是個必然？一個世紀的蹉跎後，今

天，在某種意義上，俄國不正是退回

到1905年的起點上再出發嗎？

1917不能稱為必然，但1905在很

大意義上講卻是不可抗拒，也許發生

的形式和軌i有所不同，但所有俄國

1905年的遺產：

現代性、政教分離與言論自由

● 張　倫

1905年中國廢除科舉

制。同年10月，俄國

的尼古拉二世宣布給

與人民「思想、言論，

選舉和結社的自由」，

將「任何法律的確立

都必須都經民族選舉

出的議會來決定」視為

「不可動搖的原則」。

法國在同年12月也通

過政教分離法。這三

個重大事件的本質，

都是現代性在三國各

自歷史情境下邁出的

重要一步，是作為現

代性的旗幟——自由

的挺進的重要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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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人文天地 的近代史，尤其是因拿破崙失敗的征

服而成功啟動的整個俄國十九世紀

思想和社會巨變，全部指向這樣一個

1905年事件的發生。事實上，同一年在

法國發生的事件——1905年12月9日，

法國通過政教分離法，從形式上講與

中俄這兩個大國»發生的一切毫無關

聯，彼此孤立，但其本質卻恰恰是血

脈相通，一以貫之：都是現代性在各

自歷史情境下邁出的重要一步，是作

為現代性的旗幟——自由的挺進的重

要標誌。

遺憾的是，百年滄桑，現代性的

巨浪及其反動在學術、思想、政治、

經濟等許多方面，循~從西向東、從

東向西的方式在這個廣大的文明腹地

來回激蕩~，包括這三個國家在內的

這個世界並沒有從根本上脫離1905年

課題的許多困擾。在這加速的全球化

時代，在科技發展好像要掙脫人類的

掌控成為一種異己的力量，原教旨主

義的喧囂伴~自殺炸彈的爆炸聲響，

環境遭受破壞，對現代性的批判淪落

到某種虛無主義式的遊戲、調侃和發

泄的時刻，我們當何以自處？當依據

甚麼重新為人類的未來找到方向和生

存的力量？

靠神秘主義的救贖？權威主義的

英明？民粹主義的熱情？或是科技的

神奇？傳統的復歸？⋯⋯我們無法也

不能更不應該去妨礙人們對生存意

義、平和心靈、新的生存方式的探

討，這是人生存的權利和意義所在。

但如果這種探尋是以拋棄現代性的

核心——理性與自由——為目的和手

段，那我們或許要遭遇更大的災難。

強烈的陽光下，我們會渴望幽暗的蔭

涼，但讓幽暗遮蔽一切，將是死亡的

黑暗的降臨。

二　神祇的報復

今天，沒有人再能否認現代性具

有缺失，啟蒙時代的樂觀早已逐漸讓

位於深深的懷疑。其中，對神祇狂妄

的放逐，尤其引起眾多的責難，被視

為是許多現代病症的根源。不管這種

指責是否合理，事實上我們觀察到的

趨向就是：對現代性的校正和批判給

神祇的某種回歸邏輯地開闢了空間，

那些被請進博物館、歷史書中的神

祇、幽靈結伴復出，讓被認同和意義

的問題困擾到焦慮、惶惑、恐懼的人

們感到慰藉，不過也因此掀開令人憂

慮的「諸神的戰鬥」的新一頁。借用

法國著名伊斯蘭問題專家凱佩爾

（Gilles Kepel）那本被廣泛引用的著作

的題目來講，就是「神祇的報復」2。

不過，與以往對現代性的抵抗不

同的是，神祇這次對現代性的報復不

僅僅是用其自身的力量，也更多地借

用了現代性本身的力量、利用現代性

的分裂來完成對現代性的報復。具體

成因當然不能一概而論，但無論是在

黑非洲大陸3、亞洲，還是阿拉伯世

界、拉美、西方，在各個民族國家內

部，宗教的作用都在回歸，程度不同

地影響到政治秩序和政治變遷。在國

家關係上，伴隨各種地緣政治、國際

政治利益衝突的宗教糾紛，日益成為

當今世界圖景的重要部分。其中伊斯

蘭世界因其與西方特有的關係以及在

當代國際、地緣政治中的特殊地位，

伴隨現代性的挫折而衍生的種種內部

的社會、政治、經濟矛盾而引發的相

關宗教問題尤顯突出。那著名的「文

明衝突」之論顯然是粗泛和誇張的，

甚至是不負責任和荒謬的；不過全然

無視這種危險的存在也肯定是盲目

今天，沒有人再能否

認現代性具有缺失，

其中，對神祇狂妄的

放逐，更被視為是許

多現代病症的根源。

那些被請進博物館、

歷史書中的神祇、幽

靈結伴復出，讓被認

同和意義的問題困擾

到焦慮、惶惑、恐懼

的人們感到慰藉，借

用法國著名伊斯蘭問

題專家凱佩爾的話來

講，這就是「神祇的

報復」。在各個民族

國家內部，宗教的作

用都在回歸，宗教糾

紛日益成為當今世界

圖景的重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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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遺產 105的。關鍵在於我們應如何體認其中的

問題，如何以現代性形式的更新、轉

型和創造、以現代性的內涵的豐富和

擴展來化解現代性的危機和挑戰。

三　政教分離：現代性
的基石之一　

這種狀況使得我們有必要重新檢

視現代性中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回顧

那極具代表性的1905年法國的政教分

離。

從歷史的角度看，現代性在西方

的發生、展開，與西方的宗教歷史密

不可分。現代性從宗教思想、宗教衝

突中誕生，又以對宗教的批判開闢脫

離宗教獨立生活的世界；基督教乃西

方文明的基石之一，不過用戈謝

（Marcel Gauchet）的話講，也是造成

「擺脫宗教的宗教」（la religion de la

sortie de la religion）4。我們無法在這

»去更詳盡地探討這種「擺脫」以及現

代性的內在文化成因、歷史情境，諸

如韋伯（Max Weber）的理性傳統假設

等等，但有一點，以筆者淺顯的見解

來看，西方文明內在的異質性、多元

性，既是西方歷史付出許多衝突、戰

亂和停滯等代價的根源，也是造就西

方近代文明產生和活力的原因。「凱

撒歸凱撒，上帝歸上帝」的傳統不僅

僅是政治性的，也有更深刻的認識

論、本體論的基礎。凱撒與上帝的角

色的更迭互動，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整

個前現代乃至今天的歐洲史。

以現代政體的確立來講，羅馬帝

國崩潰後歐洲面臨的最重大課題，就

是以何種形式進行政治重組。作為理

論上靈魂世界的管理者，與伊斯蘭和

猶太教不同的是，基督教教會沒有給

世俗生活設定一個規範一切行為的法

律。它原則上不應在世俗生活中扮演

角色，不過事實上卻不盡然。因某些

具體的歷史情境，如在蠻人入侵的時

代，因世俗政治組織權威的闕如和軟

弱，教會就扮演了重要的政治和社會

管理者角色，還有，從其作為上帝之

子代言人有幫助世俗人得到拯救的責

任這一點出發，教會也必須關注世俗

政治，因而不同程度地捲入政治。基

督教在政治問題上最深刻的悖論，在

於它在給人以種種嚴格的約束、強加

給世人一個神學政治範式的同時，也

給與其自由地組織現世生活的合法權

利。正如瑪南（Pierre Manent）指出，

是這種教義上的內在矛盾使得世俗政

治形態在世俗力量達到一定程度的時

候最終成為可能5。

在羅馬帝國的廢墟上，城邦因其

能力的限制，被證明是一種無法有效

地回應各種挑戰和擴展其影響的政治

形式；而帝國的形式在歐洲這塊有如

此眾多的族群、這樣廣袤的土地上、

尤其是在與教廷有關普世性權威的爭

奪上，也是被證明不再行之有效，結

果一如我們所知，在歐洲歷史上出現

一種新的介乎兩者之間的民族的絕

對君主制（la monarchie nationale,

absolue），民族國家形式開始誕生。

這種政治形式的合法性與宗教權威

具有的內在衝突，啟動了一種政治的

去宗教—道德化——「自然」化，也就

是用「自然狀態」去論證政權合法性

的趨勢，個人開始漸漸成為政治合法

性的源泉。從馬基雅維里（Niccolò

Machiavelli）到霍布斯（Thomas Hobbes）

等人的思想都明確地反映了這一點。

不過，強大的世俗君主又如何不

成為他的屬民的安全和福祉的威脅？

這是歷史和思想都邏輯地必然推導

從歷史的角度看，現

代性在西方的發生、

展開與西方的宗教歷

史密不可分。現代性

從宗教思想、宗教衝

突中誕生，又以對宗

教的批判開闢脫離宗

教獨立生活的世界。

作為理論上靈魂世界

的管理者，與伊斯蘭

和猶太教不同的是，

基督教教會沒有給世

俗生活設定一個規範

一切行為的法律。它

原則上不應在世俗生

活中扮演角色，不過

事實上卻不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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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人文天地 出的一個問題，也是後來洛克（John

Locke）、孟德斯鳩（Charles Montesquieu）

等自由主義之父所思考的關鍵所在。

有關權威與個體、個體間、多數群體

與少數群體關係的各種「群己權界論」

層出不窮，總的趨向是確認個體權利

的神聖性。在這個世俗權力得以確立

並一步步受到限制、個體權利伸張的

漫長過程中，宗教的問題始終如影隨

形，貫穿其中。是天主教和新教之間

的宗教戰爭，導致國家中立和信仰自

由歷史上劃時代的「南特敕令」（Edite

de Nantes）的出現；而路易十四於

1685年發布的取消該敕令的「楓丹白露

敕令」，則象徵~君主權力達成鼎盛、

一統天下時的一種宗教自由上的反

動6。寬容，作為現代政治文化的重

要觀念，在宗教血與火的衝突中靠~

理性的力量誕生，開始其傳播和擴展

的歷程，也不時經受到各種考驗。政

教分離作為規範政治和宗教、私人與

公共領域的原則，其思想萌芽在上述

歷史過程中孕育並逐漸落實成我們今

天看到的一系列相關的政治、司法制

度。在這個過程中，法國以其特有的

歷史上的宗教衝突、強勢的君主制、

傳統天主教會與法國大革命後共和制

的關係等等，成為我們理解這個問題

的一種範式。

從法國大革命時《人權宣言》對其

原則的宣示和國家政權與宗教的短暫

分離實踐，到1905年政教分離法案的

通過，整整一個多世紀，法國思想、

政治、宗教與社會各界圍繞一些重要

問題展開過許多政治和思潮上的反覆

衝突，其中，教育問題在十九世紀後

半葉一直處於政教分離矛盾的核心7。

當時，在天主教、新教等宗教學校之

外所有的公立學校也都是由神職人員

管理，如何改變這種狀況，將學校變

成培養具有共和精神、公民意識和道

德的公民的場所，這不僅關係到共和

制能否最終鞏固落實，也關係到啟蒙

理想的實現。在許多政教分離贊同者

看來，在神職人員的監護教育下成長

的公民，是不可能具有獨立的批判精

神和公民道德（這»順便一提將laïcité

翻譯成「政教分離」的局限性。這種譯

法當然涉及其中關鍵的權力與宗教的

關係問題，但卻無法囊括其豐富的內

涵，尤其是人們可能忽略其中包含的

與宗教對立的「世俗」的含義）。由此，

我們也可以理解為甚麼康德（Immanuel

Kant）在第三共和時代培養教師的師

範學院被廣泛傳授、成為許多哲學家

的思想靈感來源的緣由：康德被視為

在宗教之外「將道德作為科學建立起

來的創立者」8。

整個十九世紀後半葉的法國知識

份子、政治家這方面的努力體現在

1882年的《費里法》（La Loi Ferry）和

1886年的《戈布萊法》（La Loi Goblet）

兩部法律的頒布上，公立學校在隨後的

歲月»成為「政教分離」的場所，教員

成為普通公民，教學內容中的神學部

分也逐步消失。不過這個領域與宗教

的糾葛並沒有完全了結，直到1959年

的《德勃雷法》（La Loi Debré），才可以

說最後完成對教育的全面世俗化過

程：國家與私立宗教性的學校簽訂合

約，國家提供經濟資助，私立宗教學

校接受國家的教學大綱內容。今天，

私立學校、公立學校愈來愈成為社會

地位區隔的標誌，而不再是宗教和意

識形態的區隔。但當時這兩部法律的

出現還是政教分離歷史上一個十分關

鍵的步驟。

1905年的政教分離法案的重要意

義，就在於解決如何保障公民的信仰

和思想自由問題。十九世紀，雖然國

1905年政教分離法案

通過後整整一個多世

紀，法國各界圍繞一

些重要問題展開過許

多政治和思潮上的反

覆衝突，其中，教育

問題在十九世紀後半

葉一直處於政教分離

矛盾的核心。1882年

的《費里法》和1886年

的《戈布萊法》頒布

後，公立學校在隨後

的歲月^就成為「政教

分離」的場所。不過

直到1959年的《德勃

雷法》，才可以說最

後完成對教育的全面

世俗化過程：國家提

供經濟資助，私立宗

教學校接受國家的教

學大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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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遺產 107家政治生活日趨自由化，法國人的信

仰和政治生活卻依然受到1801年拿破

崙和當時的教皇庇護七世（Pie VII）簽

訂的《教務專約》（Concordat）9的某些

制約。比如信仰上，只有天主教、新

教中的路德派和卡爾文派以及猶太教

被國家承認。隨~1880和1901年有關

結社自由等法律陸續出台，那些不屬

於被國家承認的信仰團體遭遇很多法

律和行政上的麻煩。這種狀況讓愈來

愈多的人意識到應該實行徹底的政教

分離。經歷了德雷弗斯案件（L'Affaire

Dreyfus）洗禮，人們更深刻體認到捍

¦個人權利的重要。誕生於巴黎公社

前的1866年、至今依然存在的「自由

思想聯盟」（Fédération nationale de la

Libre Pensée），在十九世紀後半葉集

聚了許多像雨果（Victor Hugo）、比松

（Ferdinand Buisson）、法朗士（Anatole

France）、饒勒斯（Jean Jaures）等從共

和派到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不同

思想政治流派的重要人物，成為推

動政教分離運動的重鎮。對這些法

國思想家來講，「自由地思想」（libre

pensée）這誕生於十九世紀30年代的

觀念，就是意味~「以無畏的方式去

思考宗教、道德和政府」等問題；而

政教分離就是進行這種思考的條件之

一，它已不再「是一種哲學，而是一

個教會與公共服務分離的司法、政治

上的制度安排。它要求國家的中立

性，國家不具有一個關於世界的形而

上的觀念，它准許各種不同的觀念在

私人領域自由爭論。信仰只是屬於個

人的問題」bk。1904年該聯盟還為推動

這些理念在羅馬組織了後來被稱為

「政教分離大會」的國際會議。於此同

時，在德雷弗斯案件中誕生的「人權

同盟」在全國組織了宣傳政教分離的

活動日。在贊同政教分離的政治家積

極推動下，政教分離法終於在1905年

底通過，共和國藉此重申思想和信仰

自由，教會從此成為社團法人，不再

享受國家的經濟支持。漫長的政教分

離史最終告一段落。從政治到教育，

從思想到法律，個體的自由和權利一

步步得到落實。

須要提及的是，1905年的法律遭

到包括梵蒂岡教廷在內的教會勢力強

烈反對，但隨~時光流逝，這個法律

證明反而給予了教會一種新的自由：

從此教廷可以自由任命主教。教廷失

去與世俗權力的最後聯接，卻得到了

更大的自由，成為一個經歷了現代性

洗禮的宗教。也許是在這個意義上，

它成就了二十世紀天主教的發展。

四　挑戰與繼承

儘管形式各異，政教分離在今天

已從事實上和法律上成為世界上一些

1866年誕生、至今依

然存在的「自由思想

聯盟」，在十九世紀

後半葉集聚了許多像

雨果（圖）、法朗士等

從共和派到社會主

義、無政府主義等不

同思想政治流派的重

要人物，成為推動政

教分離運動的重鎮。

對這些法國思想家來

講，「自由地思想」意

味�「以無畏的方式

去思考宗教、道德和

政府」等問題；而政

教分離就是進行這種

思考的條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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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人文天地 國家的立國原則。雖然美國總統總是

會按~《聖經》宣誓就職，也不會忘記

在國情諮文演講後加上一句「上帝保祐

美國」，但用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的話講，《憲法》及其補充條文建構了

一道政權和宗教上的「隔離牆」（Wall

of Separation）。移民國家族群和宗教

上的多樣性促使美國「政府不去承認

任何宗教的特殊地位」，「從1830年代

聯邦和各州的政府便將宗教問題上的

中立性作為一個基本立場確定下

來」。最近這些年表現尤其明顯的宗

教政治工具化的取向，以及具有強烈

宗教意識的領導人如布什（George W.

Bush）入主白宮，「並沒有從根本上改

變美國這種具有深厚根基的政教分離

狀況」bl。儘管在筆者看來還是有些危

險的傾向出現。在墨西哥、穆斯林

世界的土耳其等分屬不同文化、地區

的發展中國家，也實行了嚴格的法、

美式的政教分離。德國、奧地利、

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等國實行的

是一種國家與本國教會或是梵蒂岡協

商性的分離。與法、美模式不同的

是，在這些國家中，教會具有類似社

團的地位，但可以得到公共財政的

資助。另外一些國家如英國、芬蘭、

丹麥等，因歷史的緣由，國家承認

一種作為民族身份認同標誌的「官方」

宗教，但事實上不妨礙對其他宗教

信仰的尊重，人們的自由權利也因民

主體制和法制國家而得到嚴格尊重和

保護。

問題的關鍵在另外這樣一些政權

和宗教關係上呈兩極狀態的國家：一

種是（至少在一段時期）採取敵對性分

離，像中國、古巴、北朝鮮，宗教被

國家意識形態所代替，自然也就沒有

自由地存在的必要與可能。另一方

面，如伊朗、以色列、巴基斯坦等，

雖然允許其他宗教存在，但國家視其

自身為某種單一的、等同於民族認同

的宗教的代表，政權與宗教緊密相

連。宗教間的矛盾常常伴隨政治衝突

而時時凸顯。正如我們在這次丹麥漫

畫事件以及巴勒斯坦問題中看到的那

樣，隨~全球化進程尤其是移民和跨

國傳媒的發展，民族國家內部的宗教

或地域衝突日益國際化，有聚合成跨

國性的宗教衝突的趨勢。這不僅對一

些國家自身現代性的確立造成障礙，

也反過來給已確立政教分離原則的國

家構成新的挑戰。

以法國為例，由於以移民為主

體的穆斯林社群的增長——約六百萬

人，近總人口的十分之一，伊斯蘭教

在法國的影響也與日俱增。儘管這些

人絕大部分都程度不等地融入法國社

會，但由於失業、社會不公、種族歧

視、身份認同危機等問題，包括跨國

激進伊斯蘭份子的活動，其中少數人

開始具有激進的原教旨主義傾向。法

國人由此感到威脅，而這種感覺又因

「九一一」更形強化。學校»出現的一

些佩戴伊斯蘭頭巾的女學生，讓許多

深受共和精神影響的教師反感和擔

憂。與此同時，近二三十年對於傳統

共和制忽略和壓制少數族群文化特

性、婦女權益的批評，以及以改善這

種狀況為目的的新興社會運動的興

起，傳統共和體制的觀念和制度規範

受到極大挑戰。加之現代社會生活的

變化也使得以往公域和私域之間的界

限變得模糊，對歷史和現狀的研究也

顯示，以往那種兩者之間的截然區分

過於簡單化。這一切都使得政教分離

問題再一次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因

此總統希拉克（Jacques Chirac）授命政

在法國，由於以移民

為主體的穆斯林社群

的增長——約六百萬

人，近總人口的十分

之一，伊斯蘭教的影

響也與日俱增。儘管

這些人絕大部分都程

度不等地融入法國社

會，但由於失業、社

會不公、種族歧視、

身份認同危機等問

題，包括跨國激進伊

斯蘭份子的活動，其

中少數人開始具有激

進的原教旨主義傾

向。這一切都使得政

教分離問題再次成為

公眾關注的焦點。

676



1905年的遺產 109治家斯塔西（Bernard Stasi）在2003年夏

成立一個由十幾名各界專家組成的委

員會討論相關問題，就是否要通過一

個禁止在公立學校佩戴具有明顯宗教

意含的標誌的法律進行諮詢研究。社

會各界的相關論戰也在2003、2004年

時達到頂峰。

辯論雙方一方是主張強固共和主

義的立場，強調捍¦法國文化的必

要，1905年的遺產對他們來講神聖不

可侵犯，只有靠強化共和制才能避免

法國的分解、有效地回應來自各方的

挑戰；另一方則認為傳統的政教分離

原則，尤其是法國式的相關制度設計

和觀念已不再適合今天的要求，共和

制所代表的過度的普世性制度設計，

損害了個體或一些群體的文化特性，

因此要樹立新的多元文化的觀念，尋

找適應多元文化要求的形式才是法國

的出路。作為斯塔西委員會專家委

員、法國社會思想大家、筆者當年的

導師圖海納（Alain Touraine，編註：

本刊過去譯為杜蘭）的觀點可謂第三

種觀點的代表，他堅持認為拋開其具

體的內容和對象來看，1905年的政教

分離法所代表的原則是有其普遍意義

的，是現代性的基石之一而必須加以

捍¦。同時，多元文化的要求也是合

理的，應該做出積極回應；承認多樣

的文化和現代化經驗的合法存在權

利，這是現代性的深化。不過在這之

前，面對原教旨主義的攻勢卻必須依

據已有資源作出反擊。打個比方，就

是在發起新的戰役前，先加固自己的

陣地。是在這樣一個邏輯下，他贊同

通過這樣一部法律。

這被人誤稱為「禁止佩戴伊斯蘭

頭巾」的法律的通過和實行，在國際

和國內都引起一些反響，但從過去兩

年的效果來看，效果還是相當正面

的，也被包括伊斯蘭族群在內的大多

數法國人接受。在這次丹麥漫畫事件

中，法國伊斯蘭族群的反應相對平和

和理性，除了長期的民主文化的影響

外，也不能不說是與這些年包括有

關此法律的討論有關bm。須要提及的

是，法國面臨的這種挑戰今天帶有普

遍性。在英國倫敦地鐵大爆炸後的今

天，英國人曾引以為傲的社會整合模

式和言論自由實踐也遭到嚴重質疑。

如何應對伊斯蘭原教旨的挑戰，考驗

~所有西方國家。

五　言論自由及其行使

此次丹麥漫畫引起的風波凸現了

信息時代溝通上的困難。言論自由的

原則及其適用範圍成為爭執的一個焦

點。正如圖海納所說bn：

與他者溝通的可能在於我們與他者分

享同樣的言語（language）。這是建築

在兩個要素上的：對理性的信念和個

人普遍的權利的承認；現代性通過對

普世主義和非宗教性的基礎的確立，

讓不同的人之間的溝通在其公民身份

基礎上得以達成。

但問題是現實中這種共享的言語

和世界範圍內同等身份的確立卻不是

件容易的事。在西方，經過漫長的理

性和自由傳統熏陶，如發生類似丹麥

漫畫的針對基督教的漫畫，可以預期

人們大體上是能夠較妥善地看待處理

的，事實上這類東西也經常出現。但

即使這樣，也不能保證一些比較特殊

的情況不引發爭議，就像1988年斯科

法國在伊斯蘭頭巾問

題上所面臨的挑戰今

天帶有普遍性。在英

國倫敦地鐵大爆炸後

的今天，英國人曾引

以為傲的社會整合模

式和言論自由實踐也

遭到嚴重質疑。如何

應對伊斯蘭原教旨的

挑戰，考驗�所有西

方國家。此次丹麥漫

畫引起的風波凸現了

信息時代溝通上的困

難。言論自由的原則

及其適用範圍成為爭

執的一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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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人文天地 西斯（Martin Scorsese）的電影《基督最

後的誘惑》（The Last Temptation of

Christ）上演時，就引發了一些篤信天

主教的人們的憤怒和抗議。

政教分離原則從根本上所要捍¦

的東西，是作為主體的現代人的思

想、信仰和表達的權利，言論自由

自然是題中之意，與其密不可分。這

些權利是現代性的基石，必須為之爭

取、捍¦。在這方面的動搖帶來的後

果會是災難性的。但在某些歷史和生

活的情境下，運用言論自由就像所有

其他自由權利的運用一樣，都須要召

喚主體的責任、理解和寬容精神。法

國《人權宣言》第四條認為每個人運用

權利的自由，是以不損害他人自由地

運用同樣權利為邊界的。問題是在現

實中這種損害的邊界有時確不易確

認。對這類問題，用外部政治干預的

方式來解決是倒退和不可取的，依筆

者所見，還是應該回歸現代，回歸主

體的自由選擇，讓一種「恕道」的精神

和實踐來補充、豐潤言論自由的實

踐。法國《解放報》（La Libération）等

媒體為表示從原則上對言論自由的堅

持，同時又與丹麥那家報紙區隔，選

擇刊登漫畫中的幾幅，卻不刊登引起

最大爭議的將穆罕默德頭巾畫成恐怖

份子的炸彈的漫畫，這或許就是一個

很好的做法。值得慶幸的是，在這場

風波中，不管真實想法如何，許多伊

斯蘭國家的領導人和普通民眾在表達

憤怒時也多半沒有否定言論自由的原

則，而是譴責對其的濫用，玷污和冒

犯了穆斯林的情感。從這角度看，現

代性的一些觀念即使在伊斯蘭世界也

在逐步深入人心。

如果認真加以分析，事實上，包

括那些伊斯蘭極端份子在某種意義上

講也是現代性的產物，是作為對現

代性的反動而出現的。法國重要的

伊斯蘭問題專家魯瓦（Olivier Roy）就

認為bo：

恐怖份子既是西化的產物也是西方的

敵人。就像共產主義者大部分情況下

出於資產階級家庭一樣。聖戰的恐怖

份子對抗西方的激進行為從西方那些

極左派「直接行動」（Action directe）「巴

德爾小組」（bande de Baader）bp那�承

續的東西並不比他們從《古蘭經》中承

續的少。

伊斯蘭和激進伊斯蘭份子之間不能被

簡單地劃上等號；對伊斯蘭的再認同

也並不必然導向原教旨主義bq。即使

是對以溫和中庸為文明精神的中國人

來講，四十年前某些國人的行為不同

樣是瘋狂到可以拿來與某些伊斯蘭激

進份子相比嗎？當然，面對現代，伊

斯蘭世界依然有許多艱巨的課題須要

處理，其中政教關係對許多國家來講

就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如何「改

革伊斯蘭」，成為近些年許多穆斯林

和非穆斯林世界的知識份子常常提及

的話題br。這不僅關係其自身能否成

功適應現代文明，也關係到世界的和

平安寧。這次對伊斯蘭世界造成傷害

的丹麥漫畫事件，未嘗不是給西方世

界提供的審視自身的機會，同時也未

嘗不能成為為伊斯蘭下一步健康發展

種下的牛痘。從該事件發生和落幕的

過程看來，伊斯蘭世界的理性力量和

原教旨力量都在增長，下一步的發

展，即取決於伊斯蘭世界自身的努

力，在一定的意義上也取決於外部如

何處理與其關係，是否還會不斷地發

生類似的大小漫畫事件。

政教分離原則所要捍

ô的，是作為主體的

現代人的思想、信仰

和表達的權利，言論

自由自然是題中之

意。法國《人權宣言》

第四條認為每個人運

用權利的自由，是以

不損害他人自由地運

用同樣權利為邊界

的，但這種邊界有時

不易確認。對這類問

題，依筆者所見，還

是應該回歸現代，回

歸主體的自由選擇，

讓一種「恕道」的精神

和實踐來補充、豐潤

言論自由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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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的遺產 111六　中國人的課題

身為世界一員的中國知識份子，

當然不能在觀察世界的同時忽略我們

自身面臨的挑戰。依筆者看來，1905年

給我們留下兩個重大的課題，一是因

與權力脫�，儒家從此不再具有為權

力合法性論證的功能，也同時失去其

庇護，從此得到自由，為其在現代的

背景下重生創造了條件。但其過程也

注定艱難困頓，如同遊蕩的孤魂。其

實，現代思想的「遊魂」性是一種命運

的常態，這是現代性自身的本質所決

定的，每當一種遊魂與權力發生依

附、嫁接和同化的時候，都有可能是

生活和該思想本身的災變的開始，過

去一個世紀以及在當今世界發生的許

多事件，都為我們證明了這一點。

1905年給中國人遺下的另外一個

課題，就是國家與社會從此失去制度

性的連接，社會精英也不再具有與權

力互動的規範渠道而被迫開始痛苦的

轉型；如何在現代的情境下，建構一

種符合現代精神的國家與社會的關

係？一個世紀過去了，直至今日，這

依然是中國人須要回答的。我們依然

生活在1905年中國發生的事件所造

成、所代表的文化、政治、社會變遷

中。但可以肯定的是，只要一天中國

人在精神和制度安排上依然拒絕韋伯

所講的「分化」（différenciation）這現代

性本質特徵之一的要求——政教分離

恰是這樣一種回答，而依然依附在一

種現代版的「政教合一」、「精神領袖

和政治領袖」同體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

化中，中國人就沒有真正進入現代，

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體生活在世界

上。從這個角度講，1905年在法國和

俄國要處理的問題和今天世界上許多

國家人民面臨的問題也是我們必須處

理和面對的。筆者認為，對現代性的

檢省與批判應該是康德式的超越—批

判；對現代性所應堅持的核心之一也

仍是康德式的啟蒙思想：那就是不僅

鼓勵人們「敢於自己思考」，思想批判

的結果和目的不在於去造就新的普世

教義，更在於提倡一種不斷的重新開

始、「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般的

啟蒙工作。「啟蒙是一個過程，一種

實踐，一種每代人都要學習和使用、

用以構建公民社會的鮮活的原則」bs。

我們重新審視1905年的遺產，意

義或許也就在此。

註釋
1 Constantin de Grunwald,

Société et Civilisation russes au

XIXe siècle (Paris: Seuil, 1975), 286.

2 Gilles Kepel, La Revanche de

Dieu (Paris: Seuil,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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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生活在世界上。筆

者認為，對現代性所

應堅持的核心之一也

仍是康德式的啟蒙思

想：「啟蒙是一個過

程，一種實踐，一種

每代人都要學習和使

用、用以構建公民社

會的鮮活的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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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自由与多元： 

现代政治制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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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由
主
羲
舆
囡
族
主
羲

—
雨
锺
政
治
價
值
的
反
思
＊

一
、
前
言
：
政
治
雄
述
舆
政
治
價
值

一
般
来
脱
，
一
佪
社
含
在
特
定
的
狻
展
階
段
，
相
愿
於
它
所
面
射

的
内
外
璞
境
，
曾
形
成
某
桶
特
定
的
政
治
誰
述
，
一
则
藉
以
澄
清
它
所

必
须
虎
理
的
政
治
罔
题
，
二
则
藉
以
凝
聚
陇
於
政
治
價
值
的
共
瞰
。
道

穗
骗
述
的
狻
展
舆
演
叟
、
稹
累
，

f善
成
了
一
佪
社
含
的
政
治
集
醴
意
藏

的
墅
史
，
射
於
其
成
员
的
自
我
邸
知
舆
遇
步
方
向
，
有
相
富
的
影
窖
。

因
此
，
看
看
什
座
誰
述
特
别
突
出
、
什
陛
誰
述
又
掩
没
不
彰
，
可
以
揭

露
道
侗
社
俞
集
髓
意
峨
的
内
容
舆
銡
楛
。

犁
例
以
言
，
回
颖

19
49
年
以
来
的
台
湍
，
我
们
含
注
意
到
，
就
近

代
各
囡
政
治
史
上
常
出
现
的
各
颓
政
治
取
向
而
言
，
台
清
社
含
的
意
瞰

光
膳
有
雨
瑰
燭
特
的
空
白
：
道
侗
社
含
的
成
员
，
始
终
没
有
狻
展
比
较

＊
原
岛
晇
教
文
教
基
金
令
主
辩
「
送
向
公
輿
羲
的
社
令

(3
)
；
如
何
拫
乱
反
正
打
造
新

政
治
」
研
讨
令
主
题
軗
告

，
19

99
年

11
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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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2
＠
纸
欲
舆
虚
鱼
之
上
一
—
－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治
伶
理

突
出
的
保
守
主
羲
取
向
、
也
缺
乏
社
含
主
羲
的
反
抗
傅
統
；
相
愿
地
，

社
曾
梩
则
缺
乏
一
侗
比
较
自
登
的
傅
統
势
力
、
也
没
有
比
较
突
出
的
階

砐
衡
突
。
殖
民
地
的
背
景
、
囡
民
黛
政
府
的
統
治
方
式
、
冷
戙
大
局
面

的
作
用
之
颓
因
素
，
不
雌
脱
明
道
穗
意
瞰
形
怹
光
腊
的
横
成
。
可
是
保

守
主
羲
舆
社
曾
主
羲
的
缺
席
，
野
於
台
漓
人
民
的
自
我
腮
知
造
成
了
深

遠
的
影
菩
。
其
结
果
，
就
是
台
湾
的
政
治
遗
摆
，
似
乎
怨
是
捅
脱
不
掉

菁
英
曆
次
比
较
右
倾
的
、
或
者
庶
民
曆
次
比
较
民
粹
的
雨
穗
可
能
。
今

天
台
溃
的
政
治
辖
制
如
果
遠
可
以
用
「
民
粹
威
榷
主
羲
」

1道
侗
概
念
来

形
容
，
其
政
治
文
化
的
根
源
，
舆
逜
穗
意
藏
銡
横
不
焦
翡
保
。

相
野
之
下
，

19
50
年
来
野
於
台
溃
的
政
治
意
瞰
起
遏
较
大
定
腮
作

用
的
誰
述
，
大
概
主
要
是
自
由
主
羲
舆
圉
族
主
羲
。
演
毅
的
自
由
主
教

舆
囡
族
主
教
，
先
悛
各
自
提
供
了
一
套
具
有
正
常
性
的
罔
题
舆
肘
諒
方

式
，
供
社
曾
形
成
共
殿
、
凝
聚
意
旯
，
在
现
寅
中
狻
揖
了
一
定
程
度
的

影
害
。
戳
察
它
们
的
野
比
、
消
畏
以
及
各
自
所
醴
现
的
政
治
價
值
，
有

助
於
我
们
在
此
刻
野
於
递
去
和
未
来
的
省
思
。

二
、
自
由
主
羲
舆
固
族
主
羲
的
更
迭
小
史

燕
骗
在
理
骗
上
或
寅
践
中
，
自
由
主
教
在
台
滑
都
未
曾
有
遏
较
第

完
整
、
深
入
的
轻
营
舆
狻
展
。
可
是
回
颇

19
49
年
以
俊
台
漓
民
朋
一

或
者
愿
陔
脱
「
半
」
民
朋

主
流
政
治
誰
述
的
形
成
，
自
由
主
羲
的

l
迼
佪
概
念
的
抒
展
，
见
王
振
寰
、
线
永
祥
，
（
送
向
新
囡
家
？
民
粹
威
根
主
表
的

形
成
舆
民
主
问
题
〉
，
（
台
洪
社
令
研
究
季
刊
〉
第

20
期

(1
99
5
年
）
。

.
.~! 

自
由
主
袅
舆
囡
族
主
袅
一
雨
秷
政
治
價
值
＠

3
7
3

谁
痊
生
遏
一
定
的
影
窖
力
。
道
一
茛
墅
史
由
《
自
由
中
囡
）
半
月
刊
狻

端
，
俊
来
墅
翱
残
分
刊
物
（
例
如
《
文
星
〉
、
《
大
坐
雒
陡
〉
、
（
美
陇

岛
〉
以
降
狻
擁
遏
强
大
普
及
作
用
的
睾
多
「
黛
外
雒
銡
」
，
以
及
《
中

囡
誰
壤
〉
）
此
仆
彼
起
的
鼓
吹
，
一
套
在
浮
泛
意
羲
上
可
以
稍
摇
自
由
主

羲
的
言
誰
，
第
回
蹄
惠
政
民
主
舆
政
治
改
革
的
要
求
，
提
供
了
较
摇
完

整
的
脸
述
资
源
。
《
自
由
中
园
〉
半
月
刊
所
提
列
的
一
系
列
政
治
颉
题
、

它
探
肘
道
些
罔
题
峙
所
暹
用
的
概
念
、
所
誧
陳
的
價
值
、
所
割
定
的
基

稠
舆
拆
求
，
残
乎
塑
造
、
界
定
了
俊
来
近

30
年
台
滑
社
曾
裹
政
治
验
述

的
基
本
面
貌
。
拿

19
80
年
代
政
治
熟
潮
中
黛
外
雒
陡
的
溅
諒
、
《
聊
合

毅
〉
、
（
中
囡
晇
蒂
）
雨
大
蒂
的
砰
誰
舆
惠
桐
、
乃
至
於
（
中
囡
諒
壤
〉

等
刊
物
中
的
文
字
，
舆
（
自
由
中
囡
）
7
勺
言
绘
野
照
，
我
们
俞
摇
了
其

朋
鳖
人
的
重
搜
而
喷
息
膛
史
的
捉
弄
。

如
果

19
50

-8
5
年
道
佪
峙
段
，
也
就
是
《
自
由
中
囡
〉
式
的
政
治
脸

述
贯
穿
民
朋
政
治
意
諒
的
峙
期
，
可
以
称
爵
自
由
主
教
的
峙
期
；
那
陵

19
85
年
迄
今
，
则
可
以
稍
爵
囡
族
主
教
的
晇
期
。
常
然
，
道
穗
峙
段
的

割
分
不
可
能
精
雅
俐
落
；
例
如
徙

19
75
年
《
台
燧
政
验
〉
创
刊
阴
始
、

到
19

85
年
前
俊
炰
止
的
「
黛
外
晇
期
」
，
便
愿
赏
看
作
一
佪
颇
炰
敷
剌

性
的
膊
型
遏
渡
峙
期
，
也
是
台
溃
的
新
輿
民
主
力
量
摸
索
、
寻
霓
自
己

的
「
正
身
」
的
峙
期
。
大
略
的
脱
，
道
侗
晇
期
的
特
色
在
於
人
舆
脸
述

雨
方
面
的
移
膊
。
相
野
於
原
先
以
外
省
籍
知
殿
分
子
笢
主
的
脸
政
租

合
，
本
土
政
治
人
物
在
道
侮
階
段
阴
始
主
导
政
治
言
誰
；
相
射
於
原
先

以
自
由
主
教
、
西
方
琨
代
性
笢
主
轴
的
绘
述
，
他
们
以
延
镶
自
由
主
教

骗
述
笢
始
，
郤
终
於
阴
菩
了
以
台
湍
蜀
立
舆
更
新
囡
家
膨
同
笢
虢
召
的

另
一
套
政
治
誰
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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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7
4
＠
架
欲
輿
虚
鱼
之
上
—
—
现
代
情
境
梩
的
政
冶

4合
理

（
自
由
中
囡
〉
所
阴
答
的
自
由
主
羲
傅
統
，
主
要
以
射
抗
囡
民
黛

的
威
榴
統
治
第
其
存
在
理
由
。
可
是
到
了

19
80
年
代
俊
期
，
道
佪
功
能

急
速
退
化
消
失
。
雨
方
面
的
夔
化
，
迫
使
自
由
主
羲
退
出
誰
述
舞
台
。

一
方
面
，
台
滑
本
土
主
醴
意
瞰
抬
眼
，
威
楷
懦
制
面
野
沛
然
雅
禁
的
挑

戳
，
郎
郎
败
退
。
在
民
迤
黛
的
颌
导
之
下
，
道
穗
意
瞰
顺
势
造
逼
，
狻

展
成
建
横
台
滑
民
族
舆
台
滑
囡
家
的
具
髓
主
张
。
结
果
，
往
昔
民
主
反

野
誰
述
的
自
由
主
羲
内
涵
，
逐
渐
由
民
族
主
羲
取
代
。
另
一
方
面
，
猪

著
李
登
郎
峙
代
展
阴
，
著
力
推
勤
人
事
舆
榷
力
基
隄
的
本
土
化
，
鹘
制

本
身
的
「
外
来
」
、
座
迫
色
彩
也
告
淡
化
。
透
遏
怨
統
直
遗
，
李
惶
制

不
僅
取
得
了
廉
大
的
民
主
正
掌
性
，
也
具
醴
呼
唤
、
凝
聚
了
台
滑
人
以

族
群
玲
主
轴
的
民
族
意
瞄
舆
囡
家
意
哉
。

到
了

19
90
年
代
俊
期
-
特
别
是
在
残
度
以
修
蔥
聆
焦
黏
的
激
烈
争

講
中
，
自
由
主
羲
舆
囡
族
主
羲
雨
套
政
治
意
哉
形
怹
的
更
迭
交
替
正
式

完
成
。
囡
族
主
羲
的
膀
利
是
有
理
由
的
：
它
有
「
中
華
民
囡
在
台
湾
」

道
樑
的
现
寅
囡
家
横
器
作
聆
基
糙
、
有
主
要
族
群
人
口
畏
期
受
到
座
制

俊
所
形
成
的
集
鹘
配
愤
舆
需
往
作
炰
勤
力
、
更
可
以
遥
指
海
峡
射
岸
一

侗
明
礁
的
「
它
者
」
作
第
封
比
。
现
寅
的
囡
家
利
盆
、
演
泛
的
民
主
利

盆
、
加
上
排
它
的
主
榷
利
盆
，
使
得
囡
族
主
羲
在
台
溃
终
於
取
得
了
道

德
舆
政
治
雨
方
面
的
制
高
黏
。

三
、
国
族
主
羲
舆
自
由
主
羲
：
政
治
價
值
的
分
歧

敃
所
皆
知
，
自
由
主
骏
舆
囡
族
主
教
之
阴
，
理
骗
上
存
在
著
颇
第

尖
锐
的
繁
强
。
不
错
，
在
具
醴
的
制
度
股
叶
或
政
策
潠
撑
中
，
它
们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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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然
要
峙
晇
刻
刻
狻
生
衡
突
。
可
是
我
们
要
理
解
，
它
们
各
自
背
俊
的

推
勤
力
滥
，
乃
是
桯
第
相
左
的
政
治
價
值
。
意
瞰
到
道
侗
事
寅
，
有
助

於
我
们
在
面
野
衡
突
峙
的
腮
递
舆
遠
摺
。

囡
族
主
羲
所
追
求
的
價
值
，
就
是
赋
予
囡
家
高
度
的
自
主
舆
侵
先

地
位
，
藉
以
集
中
意
志
舆
力
量
，
遠
成
政
治
共
同
懦
一
—
也
就
是
民
族

囡
家
－
~
稳
定
、
自
保
、
舆
狻
展
。
建
横
新
的
台
漪
民
族
輿

囡
家
，
正
是
以
落
寅
道
项
價
值
第
鹄
的
的
努
力
。
道
件
任
捞
，
有
它
本

身
的
狻
展
暹
辑
。
所
膳
建
立
新
囡
家
，
意
思
就
是
以
重
新
界
定
的
政
治

正
常
性
第
基
磋
，
透
逸
制
度
的
安
排
，
追
求
擢
力
的
集
中
舆
堕
断
，
决

策
的
集
中
舆
統
一
，
以
及
由
一
侗
颌
导
中
榴
，
射
囡
家
意
志
舆
囡
家
利

盆
做
出
明
确
绝
射
的
界
定
。
而
所
腊
新
民
族
的
建
横
，
别
是
第
了
講
一

侗
一
統
而
同
贺
的
人
民
集
髓
出
现
，
落
寅
新
圉
家
所
主
张
、
所
自
栩
的

民
主
正
儅
性
。
台
濡
的
屉
次
修
意
，
棠
已
将
迼
侗
基
本
取
向
逐
步
寅
琨
；

在
道
侗
罔
题
上
，
团
、
民
雨
黛
菁
英
以
及
社
曾
主
流
是
有
坚
强
共
藏
的
。

相
射
於
囡
族
主
羲
，
自
由
主
骏
的
陇
懊
迥
輿
。
由
於
著
重
侗
人
，

它
俞
抗
拒
集
髓
性
的
目
棵
和
價
值
；
由
於
信
仰
社
含
的
自
主
，
它
舍
反

射
政
治
力
由
上
而
下
的
整
合
模
式
；
由
於
强
隅
多
元
，
它
曾
挑
戙
「
人

民
」
、
「
民
族
」
、
「
生
命
／
命
速
共
同
鹘
」
道
颊
整
醴
主
羲
的
建
橘
；

由
於
野
榴
力
的
疑
懦
，
它
含
要
求
以
分
散
、
制
衡
、
限
榴
第
特
色
的
醴

制
；
由
於
报
心
統
治
者
取
得
道
德
榷
威
，
它
也
曾
提
防
原
本
旨
在
表
遠

民
意
的
制
度
（
例
如
遗
举
、
公
民
投
票
）
，
渝
第
提
供
正
赏
性
的
工
具
。

在
道
些
方
面
，
自
由
主
羲
本
来
即
不
容
易
舆
新
囡
家
暹
勤
同
隅
。
至
於

新
民
族
的
建
横
，
自
由
主
羲
出
於
锺
穗
颠
然
的
理
由
，
就
更
加
猜
忌
疑

惯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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翱
遏

10
年
的
狻
展
，
我
们
必
须
承
貂
，
圉
族
主
教
在
台
溃
巳
轻
取

得
了
可
戳
的
戙
果
，
而
自
由
主
羲
削
盆
形
舆
社
曾
主
流
意
旯
脱
笳
。
明

跟
的
事
寅
是
，
囡
家
意
瞰
强
化
、
囡
民
意
志
凝
聚
、
而
囡
家
統
治
醴
制

既
取
得
了
民
主
的
正
常
性
、
又
取
得
了
相
射
於
社
含
的
自
主
性
。
眻
釉

的
燮
化
熊
须
在
此
列
奉
。
只
要
回
颠

10
年
以
来
，
囡
家
貂
同
、
政
府
鹘

制
舆
公
共
政
策
道
三
颊
溅
题
引
起
争
骁
的
程
度
已
轻
有
所
逆
膊
，
就
可

以
知
道
，
囡
族
主
羲
秶
巳
扭
转
了
台
湾
政
治
脸
述
的
座
棵
。
在
道
储
遏

程
捚
，
自
由
主
毅
虎
境
日
蹙
，
野
於
民
族
主
羲
式
的
囡
家
膨
同
舆
团
家

主
羲
式
的
政
府
醴
制
，
今
天
巳
轻
没
有
置
喙
除
地
了
。

四
、
固
族
主
羲
舆
自
由
主
羲
：
固
民
身
分
理
念
的
分
歧

野
於
政
治
共
同
髓
的
目
的
舆
銡
横
有
不
同
的
横
想
，
亚
不
是
自
由

主
毅
舆
囡
族
主
教
的
唯
一
分
歧
。
事
寅
上
，
自
由
主
教
射
於
民
族
主
毅

舆
囡
家
主
教
有
所
保
留
，
亚
不
是
因
荔
它
抗
拒
囡
家
舆
民
族
道
雨
件
事

物
本
身
，
而
是
考
虑
到
囡
族
主
毅
的
内
在
限
制
。
就
一
侗
琨
代
社
曾
而

言
，
「
营
建
囡
／
族
」
不
可
能
是
唯
一
的
政
治
要
矜
；
社
俞
的
祖
成
是

否
能
狗
以
公
民
身
分
第
原
则
、
社
含
成
员
相
互
野
待
的
方
式
能
否
符
合

自
由
、
平
等
、
正
羲
的
普
遍
镖
準
，
都
是
重
要
、
棘
手
的
雅
题
。
可
是

要
在
囡
族
主
教
的
基
隄
上
，
逵
成
道
些
屡
於
公
民
社
含
的
目
檬
，
郤
有

其
内
在
的
局
限
。
事
寅
上
，
正
是
由
於
道
雨
项
工
作
桯
第
重
要
，
而
自

由
主
羲
在
道
雨
方
面
所
能
提
供
的
理
骗
资
源
又
比
较
多
，
自
由
主
羲
射

我
们
的
峙
代
一
道
佪
矢
志
追
求
社
俞
正
羲
但
始
终
雌
竞
其
功
的
晇

代
—
—
才
一
直
保
持
特
殊
的
意
教
。

近
代
民
族
囡
家
赋
予
它
的
成
员
的
身
分
殊
堪
玩
味
，
乃
是
由
雨
股

相
互
排
斥
的
力
量
所
形
成
的
。
民
族
囡
家
本
身
作
第
一
倘
「
现
代
」
的

现
象
，
野
於
由
傅
統
舆
自
然
枙
畴
（
例
如
等
级
、
血
缘
、
银
屡
、
宗
教
等

牒
保
）
所
提
供
的
身
分
貂
同
，
必
须
加
以
挑
戳

：
民
族
主
羲
作
第
琨
代
化

的
先
锋
，
必
须
将
侗
人
拉
出
傅
統
、
自
然
的
翡
保
销
路
，
赋
予
他
们
一

穗
普
遍
而
平
等
的
身
分
：
「
圉
民
」
。
可
是
一
方
面
，
囡
民
的
建
横
，

郤
仍
然
需
要
轻
由
「
囡
有
化
」
了
的
自
然
或
傅
統
因
素
来
遠
成
，
捞
求

道
颊
表
面
看
来
前
於
政
治
的
「
囡
民
性
」
，
舆
囡
家
的
政
治
租
橄
同
一

外
延

；
此
之
所
以
「
同
胞
／
族
民
」
舆
「
囡
民
」
的
所
指
能
狗
完
全
吻

合
，
狻
捆
同
樑
的
召
唤
能
力
以
供
囡
家
勤
员
。
另
一
方
面
，
囡
民
概
念

- 
- 

所
涵
蕴
的
平
等
、
抽
雕
、
普
遍
主
教
的
取
向
，
又
赋
予
佪
人
平
等
的
擢

利
、
羲
榜
，
聪
使
侗
人
走
向
民
主
、
法
治
戳
念
，
铸
成
了
「
公
民
」
的

身
分
邸
同
。
我
们
可
以
脱
，
就
身
分
同
题
而
言
，
囡
族
主
羲
的
倾
向
是

追
求
徙
屡
於
民
族
囡
家
的
囡
民

(n
at

io
na

ls
)
，
而
自
由
主
毅
则
倾
向
於
寅

现
民
族
囡
家
焦
法
完
全
吞
噬
消
化
的
公
民

(c
it

iz
en

s)
。
雨
穗
立
塌
都
没

有
否
定
民
族
囡
家
的
现
寅
，
可
是
雨
穗
立
塌
所
痊
生
的
成
员
的
邸
同
舆

意
瞰
，
郤
有
著
细
微
而
重
要
的
差
昊
。

回
顾
遏
去

10
年
来
台
溃
圉
族
主
羲
的
狻
展
，
我
们
不
能
不
脱
，
就

囡
家
成
员
的
身
分
建
横
而
言
，
重
贴
偏
向
於
捆
在
「
囡
民
」
而
非
「
公

民
」
的
一
端
。
即
使
旨
在
超
越
族
群
藩
筵
的
「
新
台
湍
人
」
，
也
仍
然

强
講
射
於
土
地
、
胚
史
、
文
化
、
晤
言
等
等
半
自
然
因
子
的
感
情
邸
同

舆
意
瞰
。
毫
熊
疑
罔
，
作
炰
侗
人
或
者
圉
髓
的
文
化
意
諒
的
基
磋
，
道

些
寻
求

「
蹄
屡
」
的
作
法
都
是
值
得
鼓
蚴
的
。
可
是
作
蹈
囡
家
建
横
囡

民
意
瞰
的
基
晓
，
它
们
郤
是
野
於
公
民
身
分
的
联
解
。
「
公
民
」
银
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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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等
於
「
郧
覜
」
。
公
民
身
分
愿
陔
由
平
等
的
榴
利
羲
捞
来
界
定

；
公

民
的
蛁
同
妇
象
首
先
鹰
陔
是
惠
政
秩
序
舆
民
主
程
序
；
公
民
之
间
的
合

作
基
隄
瞧
陔
奠
基
於
公
平
的
鹘
制
；
最
重
要
的
是
，
公
民
身
分
所
肯
定

的
平
等
價
值
，
本
身
具
有
潜
在
的
反
思
舆
批
判
倾
向
，
射
於
琨
有
的
制

度
、
傅
統
舆
否
俗
，
必
然
曾
雒
持
批
判
的
距
雕
。
成
熟
的
公
民
，
乃
是

射
於
皆
晃
的
事
物
舆
想
法
保
持
抽
雕
惩
度
的
公
民
。
道
锺
怹
度
，
舆
勤

辄
回
到
民
间
、
回
到
揤
土
的
坊
阴
峙
輿
，
不
免
形
成
燮
方
都
尴
尬
的
射

比
。

囡
民
概
念
—
旦
座
倒
公
民
概
念
，
直
接
的
一
侗
影
菩
，
就
是
台
溃

的
公
民
社
含
的
狻
展
，
容
易
受
到
内
生
的
干
援
。
公
民
社
曾
的
一
储
特

色
，
在
於
其
中
侗
人
或
者
圆
鹘
的
交
往
舆
活
勤
方
式
，
必
须
具
有
公
共

的
性
格
。
公
民
社
含
的
公
兵
性
格
，
首
要
表
现
在
其
成
员
能
狗
以
公
阴

而
基
於
普
遍
性
规
施
的
方
式
，
介
入
社
曾
性
的
互
勤
逸
程
。
它
亚
不
排

斥
言
午
肝
多
多
私
性
的
、
特
殊
的
聪
同
舆
人
隙
翡
保
，
例
如
感
情
的
、
文

化
的
、
屈
於
特
定
族
群
、
傅
統
或
者
生
活
方
式
的
目
镖
舆
规
施
。
可
是

任
何
颌
域
或
圃
鹘
，
仍
必
须
舆
外
界
雒
持
射
括
舆
互
勋
的
陇
保
，
接
受

普
遍
性
规
施
的
的
束
舆
衡
聚
，
而
不
能
措
成
封
建
式
的
封
闭
势
力
。
在

台
湾
，
盛
管
轻
滂
的
狻
展
可
覜
、
人
口
的
流
勤
也
频
繁
，
可
是
由
於
囡

族
主
羲
倾
向
於
用
家
族
、
地
域
、
夕
郎
里
、
族
群
等
筋
嚼
界
定
囡
民
，
团

民
意
瞰
的
私
性
格
反
而
有
所
增
强
，
阴
放
、
野
括
舆
批
判
的
倾
向
削
相

射
降
低
。
道
穗
情
况
下
，
社
曾
裹
即
使
有
许
多
人
熟
心
公
敃
事
榜
，
公

共
颌
域
的
成
形
遠
是
面
野
许
多
障
凝
，
整
侗
社
曾
的
租
成
遠
是
雅
以
呈

琨
公
民
社
俞
的
特
色
。

公
民
意
藏
低
於
囡
民
意
瞰
的
另
外
一
侗
影
菩
，
就
是
翡
於
社
俞
正

羲
的
理
解
超
於
模
糊
和
保
守
。
社
曾
互
助
舆
社
曾
福
利
，
本
来
愿
陔
看

作
公
民
的
基
本
榴
利
舆
责
任
，
也
是
公
民
之
朋
形
成
迪
带
感
舆
整
合
意

瞰
的
物
质
基
磋
。
可
是
近
年
来
，
言
午
多
攸
翡
正
羲
的
制
度
舆
措
施
在
提

出
的
峙
候
，
理
由
郤
正
好
不
是
篇
了
落
寅
公
民
身
分
的
普
遍
榴
利
舆
尊

骰
，
而
是
基
於
傅
統
性
的
社
群
速
带
、
同
胞
感
情
、
「
用
爱
心
爱
台
湾

j

之
颊
的
傅
統
主
羲
脱
祠
。
道
稚
情
况
之
下
，
社
曾
自
然
熊
法
形
成
痰
泛

强
大
的
道
德
共
瞰
，
将
社
曾
正
羲
看
作
基
本
、
迫
切
而
有
超
越
地
位
的

社
含
目
棵
去
追
求
。
影
尝
所
及
，
台
溃
社
曾
的
迤
步
力
量
逐
渐
萎
缩
，

理
想
性
格
日
旯
消
褪
，
社
含
的
改
造
舆
制
度
革
新
渝
第
空
洞
而
遭
政
治

力
量
（
乃
至
於
商
棠
力
量
）
熊
情
操
作
的
口
虢
。
射
於
台
滑
道
樑
一
侗
缺

乏
社
曾
主
毅
傅
統
的
社
曾
，
道
侗
罔
题
尤
其
值
得
正
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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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杂
吉
言
吾

公
平
地
脱
，
台
漓
社
舍
主
流
曾
如
此
稹
梧
走
向
囡
族
主
教
的
道

路
，
不
僅
有
其
主
戳
的
选
撑
理
由
，
也
有
其
很
雌
抗
拒
的
形
势
誘
因
。

站
在
自
由
主
羲
的
立
场
，
封
於
囡
族
主
教
的
超
势
以
及
成
果
可
以
提
出

言
午
多
批
砰
；
可
是
道
颓
批
砰
是
否
掌
握
到
了
台
滑
人
的
政
治
價
值
潠
摆

的
背
景
、
是
否
真
正
面
射
了
台
湍
的
政
治
琨
寅
舆
跟
雅
的
虚
境
，
恐
怕

也
值
得
批
砰
者
自
我
警
惕
。

括
脱
回
来
，
在
民
族
囡
家
的
晇
代
，
囡
族
主
羲
舆
自
由
主
羲
的
射

峙
之
所
以
持
久
而
尖
锐

，一
侗
原
因
正
在
於
道
雨
套
價
值
雏
然
釬
锋
相

射
，
郤
又
雌
以
偏
暧
。
富
年
美
囡
的
制
蔥
者
清
楚
意
瞰
到
道
佪
事
寅
，

强
翡
制
度
的
股
针
必
须
兼
颇
囡
家
的
「
能
力
」
舆
人
民
的
「
自
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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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少
表
示
他
们
有
心
在
前
者
的
囡
家
主
羲
舆
俊
者
的
自
由
主
教
之
间
求

取
平
衡

2。
美
囡
的
日
俊
胫
史
颇
示
，
道
植
平
衡
没
有
定
法
，
而
是
需
要

每
一
代
人
根
搬
峙
代
倏
件
用
智
慧
来
羁
整
的
。
而
美
囡
式
的
民
族
主
羲

之
楛
成
，
必
须
在
搜
雅
的
地
域
、
族
群
、
文
化
、
宗
教
之
间
熊
止
境
的

摸
索
偏
腮
，
也
足
以
脱
明
，
民
族
主
羲
需
要
自
由
主
羲
的
笳
制
，
否
则

容
易
形
成
一
侗
壑
迫
、
窒
息
、
保
守
、
排
他
的
社
曾
。

不
遇
，
台
溃
的
自
由
主
羲
验
述
，
由
於
其
理
骗
傅
統
的
赢
弱
和
政

治
翱
鲸
的
虏
浅
，
似
乎
遠
熊
力
承
檐
道
陛
沈
重
搜
雒
的
任
榜
。
尤
其
近

10
年
来
政
治
狻
展
的
超
势
推
波
助
淌
，
台
溃
自
由
主
羲
者
本
身
也

陷
入
了
「
我
是
誰
？
」
的
迷
惘
。
许
多
在
威
擢
峙
代
尚
能
保
有
残
分
自

由
主
毅
倾
向
的
知
殿
分
子
，
今
天
粉
纷
雕
阴
自
由
主
羲
的
咨
蒙
立
塌
，

多
数
投
入
了
台
湍
囡
族
主
狻
的
溫
馨
懊
抱
，
少
数
滑
造
了
俊
琨
代
的
化

妆
舞
池
，
另
外
也
不
乏
向
中
囡
民
族
主
教
回
蹄
者
。
憩
地
来
脱
，
自
由

主
羲
在
台
湾
含
式
微
，
舆
其
埋
怨
囡
族
主
羲
的
致
命
誘
惑
太
强
，
不
如

蹄
因
於
自
由
主
教
者
本
身
缺
乏
思
想
的
资
源
、
墅
史
的
觉
悟
以
及
道
德

的
承
报
和
自
信
。
道
穗
自
由
主
装
，
在
台
湾
社
含
阴
始
反
省

50
年
来
稹

累
的
政
治
價
值
信
念
之
峙
，
所
能
做
的
贡
献
，
恐
怕
也
相
赏
的
有
限
。

2
美
固
的
急
政
原
则
包
含
著
强
烈
的
因
家
主
袅
成
分
，
值
得
我
们
在
思
考
相
阶
朋
题

峙
冬
考
。
有
典
趣
的
坎
者
，
持
冬
见
线
永
祥
，
（
「
分
而
治
之
」
，
促
赏
派
舆
代

表
试
给
（
骈
邦
洽
〉
中
政
治
颌
域
的
拐
立
性
格

〉
，
收
入
何
志
清
、
洪
裕
宏
主
编
，

（
第
四
届
美
国
文
学
舆
思
想
研
对
令
洽
文
邃
集

：哲
学
篇
〉
（
台
北

：
中
央
研
究

院
欧
美
所
，

19
95

)
。

现
代
性
棠
巳
耗
盎
了
批
判
意

羲
鸣

—
—
－
汪
哩
誰
瑰
代
性
講
俊
有
感
＊

?
· 

_ 

晚
近
的
中
囡
大
陛
思
想
界
，
野
於
「
现
代
性
」
逜
侗
颉
题
，
有
一

些
以
批
砰
第
主
的
反
思
。
道
侗
琨
象
其
来
有
自
：
中
囡
社
曾
内
部
规
模

靡
大
而
造
度
急
遽
的
燮
革
、
西
方
最
新
的
思
潮
影
誓
下
射
中
囡
近
、
现

代
史
的
重
新
理
解
以
及
中
囡
民
族
意
瞰
面
野
西
方
强
势
文
化
座
境
峙
的

反
弹
，
在
在
使
得
现
代
性
成
摇
一
｛
固
燭
勤
曆
次
繁
祺
的
敏
感
溅
题
。
不

遏
，
「
现
代
性
」
的
理
解
舆
砰
價
罔
题
均
桯
席
援
雒
，
以
全
面
的
肯
定

或
者
全
面
的
否
定
去
面
野
它
，
残
乎
必
然
有
失
。
那
陛
它
的
祺
雒
性
何

在
？
道
是
本
文
想
要
探
肘
的
主
题
之
一
。
在
道
穗
搜
雒
的
理
解
之
下
，

野
「
琨
代
性
」
的
砰
價
必
然
也
需
要
搜
雒
化

，
道
是
本
文
準
傩
探
肘
的

主
题
之
二
。
轻
递
较
第
搜
雒
的
探
肘
之
俊
，
我
们
射
现
代
性
的
造
步
意

羲
，
或
肝
可
以
得
出
较
第
正
面
的
看
法

。

＊
原
获
表
在
｛
台
洘
社
令
研
究
季
刊
〉

37
期

(2
00

0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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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问族民八

［美］弗兰西斯·福山

民族主义的由来

民族主义是特殊的近代现象 。 因为它把主从关系置换为相互且平等的认知 ．

可是，民族主义不是充分理性的 ，因为它只承认已知的民族或族群成员．民族主义

是一种比世袭君主制更民主平等的正统性形态之一，在这形态中，所有人民可能被

视为祖先传下来的遗产。所以，民族主义运动跟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民主主义运动

关系密切 ，也不值得惊讶。但是，冀望民族主义者所承认的尊严．．并不是作为普遍

人的尊严，而是自己集团的尊严。这种认知的需求难免跟其他想获得特殊尊严的

集团发生冲突，所以民族主义非常可能替代王朝与宗教的野心．成为帝国主义的沃

壤，德国正是这种实例．

18 世纪和 19 世纪伟大的布尔乔亚革命以后，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持续存在，不

只是因为隔代遗传的战士风气，而是因为主人的“优越愿望“没有彻底升华为经济

活动． 过去两三世纪以来的国家体系是自由与非自由社会的混同． 非自由社会

中，民族主义这类非理性的“气魄”形态常常很有势力，所有国家多少都受到民族主

义的影响。欧洲，尤其其东部及东南地区有许多民族交错杂陈 1其关系的解除井分

离为国民国家，是对立冲突的重要来源，而一直延续下来．

自由社会为保护自己免受非自由社会攻击，才发动战争，有时自由杜会本身也

会去攻击和支配非欧洲社会． 表面信奉自由主义的社会，大都因不宽容的民族主

义这个附加物而变色；而且因为事实上巳把市民权奠基千人种或族群的起濒上，以

致无法使权利概念普遇化．

“自由＂的英国和法因在 19 世纪最后的十年间，拥有亚非广大的殖民帝国，与

其说出千居民的共识，不如说是以武力进行支配，因为他们认为印度人、阿尔及利

亚人、越南人等民族的尊严比自己低一级．用历史家朗格(William Langer)的话来

说，帝国主义”是超越欧洲边境的民族主义投影，以世界的规模反映了几世纪来存

• 逸自福山《历史的终结），本书翻译纽译，呼和渗特，远方出版社． 1998 。 弗兰矗斯·福山

( Francis Fukuyama)．当代日夤美国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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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欧陆其来有自的权力斗争和均势飞

法国大革命后，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在许多重要层面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

政治的性格，君王率领不问民族的农民集团上战场，去征服一个城市或省份，这种

王朝战争巳变成不可能了． 政治婚姻和征服虽然持续了好几代，但尼德兰不再为

西班牙．彼德蒙(P心mont )不再为奥地利心所有飞在民族主义的重荷之下，哈布斯

堡家族和鄂图曼的多民族帝国开始崩溃了． 就像现代政治一样．军事力虽已变得

更民主，全民行兵制度诞生了 ． 由于大众的参与战争．战争目的就必须以某些方式

去漓足全体国民，而不只是清足统治者个人的野心 ． 闪民和人民不能再像棋子那

祥被楞来疗去，同盄关系或边界线反而变得更严格． 这不仅适用于形式民主，也适

用于俾斯麦德国的民族国家．面国家即使没有人民主权，也不能忽视因家认同的命

令．

人民大众一旦被民族主义鼓起战争的意愿，他们有岭气瑰＂的愤怒会以王朝冲

突中瑾得一见的方式涌起．那些想跟敌因进行妥当且富弹性交易的倾导者有时也

会觉得束手束脚． 其主要事例是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凡尔赛和约．正好与维

也纳会议员对比，凡尔赛协定中，重建欧洲有效的均势显然是失败了． 这一方面必

须在划新国界线来取代1日德意志和奥匈帝国时引用国民主权原理．另一方面则要

满足反德的法国民族要求 ．

民族主义是工业化的产物

我们承认，过去若干世纪中民族主义的巨大力量，也必须从正当的角度论述这

种现象． 记者或政治人物不用说、就是学者也非常认为，民族主义反映了人性深沉

而基本的热切期望．而且把民族主义基础的“民族“看成限困家或家庇一样古老而

无时间性的杜会存存． 民族主义一旦抬头便在历史中发挥威力．也无法被宗教或

意识形态等其他取向形态所阻止……这些想法已是常识．

最近·苏联和东欧全体的民族主义心情似己复沽．这种观点也就得到经验上的

支持，其中也有一些观察家预言，后冷战时期可能会像 l9 世纪那样．变成民族主义

复兴时代． 苏维埃共产主义者主张，民族伺题正是从更基本的阶级问题衍生的，可

经由转向无阶级社会而一举解决． 可是．民族主义者在苏联内的共和国中，一个接

一个地把共产主义者逐出政府，共产化的东欧也发生问样的情形．这种主张遂变得

愈发空疏，同时也让许多想用普遍的意识形态驱逐民族主义的主张丧失了真实性．

在后冷战世界广泛出现的民族主义力鼠虽然难以否定，但一时认为它永远不

灭、会征服一切的观点不仅褫狭 ，也非真实。这种观点甘先就没有了解民族主义是

最近且偶发的现象．在坚纳(emest Gellncr)的语词中．民族主义并没有“深深扎根

于人的灵魂中入 人长久以来对一种更大的社会集团，只要它存在就感到挚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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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可是，一直到T业革命以后．这种集团才被定义为语言和文化皆均质的存在．

在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在共有国民性的人民之间，阶级的差异非常大，因而成为

彼此互相交流的障碍。一个俄罗斯贵族与法国一个贵族之间，比自 己领地内生活

的衣民应该具有更多的共同点．俄国贵族不仅社会条件与法国贵族相似，而且自

己也会说法语．而他们几乎没有机会与自己的农民面对面说话． 政治实体也完全

没有考虑国民性。例如，哈布斯坐皇帝查理五世可以同时统治德意志的一部分和

西班牙、荷兰 。 土耳其的鄂图曼帝国统治了土耳其人、阿拉伯人、柏尔柏入(Ber·

bers)和欧洲的基督徒． . 

可是，逼使所有经过这途径的社会彻底改变，因而更平等 、均质和有教养，可说

是第二部所论近代自然科学的经济逻辗．在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既然都被组合

在一个国家经济中，因而都必须说同一语言． 来 自 乡间的农民．在近代T厂工作，

甚至为了从事事务性工作，也必须能用共同语言读写，所以需要接受某种程度的教

育 ． 阶级、血缘、部落｀教派这类较老旧的社会区分，已在需要一贯的劳动流动性的

压力下逐渐衰落，只有共同语言和以此为基础的文化，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相关形

态 ． 总之，民族主义大体是T业化及伴随它而来的民主与平等意识形态的产物．

国家井非永恒

近代民族主义的国家(nation)是建立在以前就存在的“自然“语百区分。 不过；

它们也是民族主义者人为建立的，这些民族主义者可自由界定谁或如何建构语育

或国家到某种程度。例如，近年来，“再觉醒＂的苏维埃中亚国家，在布尔什维克革

命以前，并没有以自觉的语言国家而存在． 乌兹别克和哈萨克的民族主义者，目前

正回到图书馆去“再发现“自己 的历史语言和文化，使他们大多有了新的认识， 坚

纳指出，地球上有 8000 多种心自然“语言．其中 700 种是主要语言；另一方面 ，国家

的数目则不到 200 个．

许多较古老的国民国家都包含两种以上的语言集团，就像西班牙包含了巴斯

克地方的少数民族；这些国民国家目前都遭受压力 ，要求承认这些新语言集团的分

离认同 ． 这已显示，国家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所有时代的人所挚爱的勹自然“源

泉。 同化与国家再定义可能会发生，一点也不稀奇。

民族主义似乎有其生活史．在历史发展阶段中，例如在农耕社会，民族主义根

本不存在于人的意识中。在转向T业社会当中或其后，民族主义便迅速成长． 人

民经过经济近代化第一阶段，而在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和政治自由遭受否

定时，民族主义尤其激烈．

所以，产生法西斯超国家主义的两个西欧国家京大利和待困，是工业化和政治

统一最慢的国家；二次大战后不久，最强有力的民族主义，则产生千欧洲以前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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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殖民地·一点也不值得惊讶． 从过去的经验看来．在工业化比较落后，因家

认同又受共产主义长期压制的苏联和东欧，都可看到今日最强烈的民族主义，着实

不值得讶异．

不过，对国家认同比较长期安定的民族集团来说，作为有“气魄＂的自我认同之

根膘的国家似已衮退．一时之间，民族主义激烈狂飘．但是，在最受民族主义热情

痛击的欧洲地区，暴风困迅即过去 ， 欧洲大陆，两次大战巳展现为用较和缓的形式

再界定民族主义的强大刺激因素． 欧洲人民在民族主义认知形态中，体验了最惊

人的非理性后，开始逐渐接受普遍平等的认知，来取代它， 战争中活下来的人都尽

全力去消除国界，并让民众的热情脱离国家的自我主张，转向经济活动， 从而产生

的当然就是攷洲共同体(EC) ，一个近年来在北美和亚洲经济竞争压力下所展现的

计划．

当然，EC 不会废除国家间的差异，在建构创设者所希望的超主权性格上，也面

临难凡． 但是，在农业政策和货币统一向题上，EC 内所展开的民族主义和煽起两

次世界大战高昂的呐喊完全不一样，现在的巳温驯无比．

文化领域的民族认同

有人主张，民族主义太强太有力，以致自由主义和经济私益结合起来也难敌其

势，因此，他们考虑到组织化的宗教命运，以期在民族主义之前以承认的手段发挥

功能． 有一个时期，宗教也在欧洲政治扮演全能的角色．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分别组

织政治派系，在教派战争中浪费了欧洲的财富． 英国的自由主义，如吾人所见，是

对英国内战的宗教狂热所展开的直接反应． 当时人认为宗教是政治舞台所必要而

不朽的特征，反之，“白由主义在欧洲打败了宗教”·

与自 由主义抗争几个世纪之后，宗教终于知道宽容． 若在 16 世纪，不用政治

权力而能令人信仰自己特殊的教派，对大多数欧洲人来说一定感觉奇妙无比．可

是，今日 ，如果说其他的宗教实践会威胁自己的宗教俏仰，不管多虔诚的牧师，也会

觉得奇怪． 至此，宗教已被逼人私生活领域 ，想来它似乎被处以脱离欧洲政治世界

的半永久性流刑．

民族主义也像宗教那样被拔掉了牙，而且近代化，每一种民族主义都接受相互

分离却平等的现状，帝国主义与战争的民族主义基础便越来越脆弱． 许多人认为．

近年来欧洲统合化的动向，是二次大战和冷战的经验所带来的一时性脱逸，可是近

代欧洲史的整体潮流，是奔向民族主义．不过．如果两次大战能够扮演 16 世纪和

17 世纪的宗教战争对宗教所扮演的同祥角色．那不只对下一代，也会影响以后所

有的世代．

如果作为政治势力的民族主义正处千涓逝的命运，那就必须像以前的宗教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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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学会宽容 。 当然 ． 民族娱团可以保持他们个别的语言和认同感，但认同不是在

政治领域，主要是在文化领域中表现出来。 法国人可能继续喝法国酒．德国人继续

吃德国香肠．但这全限定于个人领域。这种演化在过去几个世代，的确在欧洲最进

步的自由民主国家中发生。

当代欧洲社会的民族主义于今依然不时喧腾，但与前一世纪的民族主义性格

却不同，前一世纪所谓“人民”或“国家认同”的概念还比较新颖，自希特勒没落以
后，西欧的民族主义决不再认为支配其他民族对自己的认同非常重要 I其实，正好

相反。最现代的民族主义沿着凯末尔的途径前进，认为在祖国内部将国家认同纯

化、强化是 自己的使命，其实，有人可能说，所有的民族主义都正经过“土耳其化”

的过程．

这种民族主义对建设新帝国似乎没有什么助力，充其量只能毁坏既有的帝国．
德国修胡柏(Schoenhuber)共和党或法国勒潘(Le Pen)的国民阵线，这类今日最激

进的民族主义政党对外国人的支配也毫不关心．只像著名贪婪的中产市民那样不

受他人千涉，全心享受人生的喜悦．最吓人而又意义深远的是在欧洲常被视为最
落伍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竟然也迅速经历土耳其化的过程，并抛弃往昔的扩张主

义，选择“小俄罗斯”概念． ' 

现代欧洲迅速移向放弃主权，并在私生活舒适的清足中享受国家认同。 与宗

教一样，民族主义并没有遭到消灭的危机，但也跟宗教一样，已失去让欧洲人为帝
国主义的伟大事业抛弃舒适生活的能力．

当然这不是说，欧洲将来会从民族主义的冲突中解放出来。对新解放的苏联

和东欧民族主义来说，这更为真实，因为苏联和东欧的民族主义，过去在共产主义
支配下都甘愿做一头睡狮，最近才除掉了锁链。 其实，倾着冷战的结束，欧洲民族

主义的冲突可能提升． 民族和族群长期否定主权和独立的主张时，民族主义将是
扩大民主化所不可或缺的伴随物．例如， 1990 年斯洛伐尼亚、克罗埃西亚及塞尔

维亚实施自由选举，反而在南斯拉夫制造了内战的舞台．选举结果，在斯洛伐尼亚

和克罗埃西亚两共和国诞生了支持独立的非共产主义政权． 长期存在的多族群匡

家(multi一ethnic states)的崩溃一定会伴随暴力的流亡事件，一旦和民族集团纠结

在一起，事情会更严重 。 例如，克罗埃西亚人口的八分之一是塞尔维亚人，反之，在
苏联， 6亿人（半数为俄罗斯人）住在自己的共和国以外的地区．大规模的人口移

动已经开始，各共和国独立更加速了此一移动．目前，许多新的民族主义正在出

现，尤其在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很可能采取十分原始的形态，即不宽容、

排外主义、极端攻击性的形态．
自古已有的国民国家也许会遭受要求分离认知的小语言集团由下而来的攻

击． 目前，斯洛伐克要求与捷克分离的认同（译注：捷克己在 1992 年 12 月和平分

离为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共和国）．处北克的法裔加拿大人并不以自由加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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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平和繁荣为满足，也希望能保存自 己文化的特殊性。库乐特人(Kurds) 、爱沙

尼亚人、奥塞特人(Ossetians)等，都想建立获得民族认同的新国民国家，这种可能

性是无休无止的．

民族主义的新方向

可是，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展现必须从正确的观点观察．

第一，最激烈的民族主义大都发生在欧洲近代化最慢的地区，尤其是巴尔干半

岛内部或周边地区以及旧俄罗斯帝国的南部． 这些地区即使燃起民族主义的火

焰，也不会影响到前述宽容度较大、欧洲较古老民族主义长期进化的历程．苏联托

朗斯哥萨克地区(Transcaucasus) 的人民已经作出极其可恶的残暴行为，可是，没

有证据指出，东欧北部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及波罗的海国家的民族主义，会

朝与自由主义不相容的侵略方向前进。当然，这不是说捷克这类既存的国家不会

分裂，或波兰和立陶宛之间不会产生边界纠纷；不过，这些国家未必会被卷人其他

地区常发生的政治暴力的激涡，而且会因经济统合的压力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笫二，新民族主义冲突对欧洲与世界更广泛的和平和安全保障的影响，应该比

1914 年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剌杀奥匈帝国王位继承人引发第-次世界大战的冲

击，要小得多。当南斯拉夫崩解，新解放的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为托朗斯西尔凡

尼亚(Transylvania)的匈牙利裔少数民族地位，造成无休止的暴力行为时，欧洲巳

经没有一个强权愿意为强化自己的战略立场，而利用这种冲突。相反的，最先进的

欧洲国家都尽量逛免被卷人这种泥淖化的争执中，即使愣出干涉的姿态，也只限干

相当严重的侵犯人权或对自己国民的威胁．

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自己领土展开的南斯拉夫，目前更闯入内战状况，正以一个

国家进行分解中． 可是，欧洲其他国家已达成大致的共识，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把南斯拉夫跟欧洲安全这个更大的问题分开来。

第三，目前东欧和苏联正展开新民族主义的斗争，认知此一斗争的过渡性质相

当重要 ． 这个斗争是一种诞生的阵痛，因为伴随若一个帝国的崩溃，而在这地区诞

生新而普遇（但非普世）且更民主的秩序 。 而且有理由可以预测 ，许多从这过程中

诞生的新因民国家将是自由民主国家，目前因独立斗争而日益激烈的民族主义，不

久将趋于成熟，录后必定跟西欧国家一样走上“土耳其化“过程．

在二次大战后，建基于国家认同的正统性原理已完全定若于第三世界。工业

化和国家独立迟缓的第三世界，虽然正统性原理比欧洲来得慢，可是，一且来临，也

会有对欧洲同样的影响． 1945 年以后，第三世界中民主形式完整的国家比较少．

但大都巴放弃与正统性相关的宗教与王朝的根据，而选择民族 自决原理。这些民

族主义的新意指它们比古老既存的民族主义有更强烈的自我主张，而且比欧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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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更有自信．例如，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与前一世纪德国与意大利的民族主

义一祥，有强烈的民族统一意愿，但是这种民族主义决不会因创出政治统一的单一

阿拉伯国家而告究成。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

可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兴起对国际纠纷有某种程度的制压力鱼。民族自

决原理即使不是经由自由选举的正式民族自决，而是独立生活千祖国的民族集团

之权利已得到广泛的接纳，因此任何国家想加以武力干涉或扩张领土．都非常困

难． 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势力几乎与科技及国家发展的相对毫无关联，而获得普
迵性的胜利。 例如，．法因被逐出越南和阿然及利亚．美国被逐出越南，苏联被逐出
阿富汗，利比亚人被逐出查德．而越南人被逐出柬埔寨．

1945 年以后国界上发生的主要变化，与其说是帝国主义的领土扩张．不如说
是以民族边界线上的国家分离，例如 1971 年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分漓 ． 对先进因
家而言．征服领土反而不划算 ， 因为包括支配敌国经费在内的战费已飞跃增长．因

内经济发展更可能成为稳定的财富来源；这些理由大多也可用在第：：：：世界国家之

间的冲突．
第三世界、东欧和苏联的民族主义国家比起欧美依然采取比较激烈的方式，今

后也可能比欧美存活得更长久 。 这种新民族主义的活力也许会让许多住在已开发
的自由民主国家的人，没有发觉自己国家的民族主义已逐渐走向衰退之路，竞以为
民族主义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证明．

人们相信民族主义这种新的历史现象是人类社会永恒不变的特质 ，委实奇妙
之至．经济力借民族的栅栏取代T阶级对况而促进民浣主义；并且在这过程中创
出了中央集权化．语言均质化的国家。可是．现在，同样的经济力因创出单一而统

合的世界市场，而促使民族的棚栏卅塌． 现在这个世代，甚至下一个世代，民族主
义在政治上也许还不可能中和．但是这种情况最后一定会来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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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紀評論 11

2001年，當全球慶祝新世紀降臨的繽紛禮花還沒有完全散落的時候，象徵

科技進步和未來的紐約世貿雙子大廈，受到了毀滅性的攻擊。難道「九一一」事

件是個不祥的惡兆，預示c二十一世紀不幸的開始？難道新世紀就像過去的二

十世紀那樣，給人類帶來的不僅是繁榮、發展和富強，同時也是新一輪的恐

怖、戰爭和自相殘殺？

環顧世界，「九一一」以後的這一年並沒有變得太平，反而更加動盪不安：

阿富汗的戰爭、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間無休止的衝突，以及令人毛骨悚然的「人

肉炸彈」⋯⋯「九一一」的恐怖陰影繼續籠罩c全人類。我們不得不從「九一一」事

件的本身來反思，我們這個世界到底出了甚麼問題？為甚麼會發生這樣連綿不

絕的恐怖主義和戰爭？難道這一切可以僅僅歸咎於反文明的恐怖主義？還是有

更深層的歷史動因？我們不得不進一步追問：「九一一」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

嗎？還是文明與文明之間的衝突？它與當代世界的核心問題——現代性又有甚

麼樣的關係？

一　「文明與野蠻的衝突」？

「九一一」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還是有c更為複雜的社會歷史淵源？事件

發生以後，國際社會對這一問題的回答，是混亂和曖昧不清的。本．拉登

（Osama bin Laden）這些恐怖主義竭力要把對世貿中心的恐怖攻擊渲染為伊斯蘭

教對基督教的「聖戰」，而布什（George W. Bush）也曾將反恐怖主義戰爭定義為

「新十字軍東征」。這兩個殺得眼紅的對手，顯然一度運用c一種共同的政治策

略：將置對方於死地的殘酷戰爭，放在文明衝突的背景下加以闡述，從而以宗

教動員的方式，為自己的戰爭合法性披上神聖的意識形態外衣。然而，布什的

世俗社會的宗教神經
——「九一一」周年的反思

本．拉登這些恐怖主

義竭力把對世貿中心

的恐怖攻擊渲染為伊

斯蘭教對基督教的

「聖戰」，而布什也曾

將反恐怖主義戰爭定

義為「新十字軍東

征」。兩者顯然都把

戰爭放在文明衝突的

背景下加以闡述，從

而以宗教動員的方

式，為自己的戰爭合

法性披上神聖的意識

形態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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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十字軍東征」說很快就引起強烈反彈，連「文明衝突」論的始作俑者亨廷頓

（Samuel P. Huntington）也出來表示「九一一」並非文明的衝突，而是一場「文明與

野蠻」之間的衝突。從布什後來提出「要麼與我們站在一起，要麼與恐怖主義站

在一起」的新「站隊」路線，以及將恐怖主義無原則擴大化的「邪惡軸心」說中可

見，美國政府在策略上將自己的反恐理據從「文明衝突」論調整為「文明與野蠻衝

突」論。在「自由世界／極權世界」的意識形態終結之後，一種新的「文明／野蠻

（現代性／恐怖主義）」意識形態在世貿中心的廢墟上誕生了。為了建立全球的反

恐統一戰線，這一新意識形態如今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主調，在中國的主流輿論

乃至知識界也獲得了相當廣泛的認肯。

然而，問題在於：將「九一一」事件的原因簡單地化約為「野蠻對文明的攻

擊」，是不是一個比「文明衝突」更粗鄙、更意識形態化的二元思維模式？在這樣

的思維模式下，恐怖主義是否被簡單地妖魔化，而反恐怖主義戰爭卻又被方便

地合法化，乃至於不僅無助於剷除恐怖主義，反而讓更多有組織的國家罪惡以

反恐的名義大行其道？「九一一」之後一年來的國際局勢，證明了上述思維模式

的現實危險。雖然阿富汗已經改朝換代，本．拉登所指揮的恐怖主義組織阿蓋

達（al Qaeda）也已被打得無還手之力，但恐怖主義反而在中東、在世界其他許多

地方繼續蔓延。顯然，恐怖主義在當今世界有它深刻而複雜的淵源與溫Ë，並

不是簡單地用戰爭、武力或道義譴責的方式就可以根絕的。如果溫Ë繼續存

在，那就不管道義或武力再強大，恐怖主義依然是殺不光、滅不絕的。

文明與野蠻，難道真的是像光明與黑暗、天使與魔鬼、神聖與褻瀆、正義

與邪惡那樣，截然分明、勢不兩立嗎？假如恐怖主義僅僅淵源於所謂「野蠻性」

的話，那麼，我們首先要問的是，這「野蠻」究竟從何而來？假如它真的與現代

文明對立的話，為甚麼恐怖主義在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在一個所謂全球化、「文

明」普世化的世界ë，依然能夠大行其道？為甚麼隨c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野

蠻的行徑卻隨c現代性在繼續蔓延？難道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惡總

是與善在並行發展，同步增長？

對於這一問題，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在討論野蠻主義與現代

性的關係時曾深刻地指出：野蠻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ÿ和黑暗時代的殘餘，而

是現代性的內在品質，體現了現代性的陰暗面。野蠻主義有多種：暴力、侵

略、戰爭和種族滅絕。恐怖主義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極端形式而已1。因此，我們

不得不從現代性的內在矛盾之中來探究恐怖主義的淵源。恐怖主義不是在現代

性之外，而恰恰是現代性的內在產物，在現代性的自身邏輯之中。野蠻也並非

在「文明」的外部，而始終是鑲嵌在「文明」的歷史結構之中。恐怖主義這種野蠻

的極端形式，正是對現代性和全球化的一個絕望反應。誠如魯本斯坦（Richard L.

Rubenstein）在《歷史的狡計》（The Cunning of History）中所言：「把文明和野蠻想

像成對立面是個錯誤⋯⋯當今時代，如同這個世界的大多數其他方面一樣，野

蠻受到了比以往任何時期都要有效的管理。它們還沒有，同時也不會退出歷史

舞台。創造和毀滅同是我們所謂文明的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2

假如恐怖主義僅僅淵

源於所謂「野蠻性」的

話，那麼，我們首先

要問的是，這「野蠻」

究竟從何而來？野蠻

主義不是前現代的遺

¦和黑暗時代的殘

餘，而是現代性的內

在品質，體現了現代

性的陰暗面。野蠻主

義有多種，恐怖主義

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極

端形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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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恐怖主義與現代性

從某種意義上說，我們時代的問題即是現代性的問題。對西方現代性的憂

思與批判雖然最早可以追溯到啟蒙時代的古典思想家，但是二十世紀初韋伯

（Max Weber）提出的「現代性鐵籠」，卻把現代性從一路高歌猛進的啟蒙神話變

成為了一個包含自身深重危機的嚴峻問號。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判，在二十世

紀進入到空前繁榮的時代，而福柯（Michel Foucault）則將這條批判的線索推到了

其自身的極致：「人之死」意味c現代性與現代性批判的雙重終結3。「人」，或者

說「主體」乃是晚近的一項「發明」，他們難逃「消亡」的命運。福柯曾經打過這樣

一個賭，「通過某個我們只能預感其可能性卻不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人將

被抹去，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張臉」4。從二十世紀的最後二十年開始，包括福

柯本人在內的大批思想家，開始為走出「福柯絕境」而苦苦求索5。本來，多元文

化（multiple cultures）為緩解「福柯絕境」注入了強有力的新鮮活力，但是新世紀之

初的「九一一」災難卻使得多元文化本身成為了「人之死」的強力佐證。

康德（Immanuel Kant）等偉大的啟蒙思想家提出現代性的進步前景與人類永

久和平的展望時，假定所有人都是具有「自私的傾向」的理性人，因此康德斷

言，就連一個由魔鬼組成的民族也能夠建立起法治國家——只要這些魔鬼都是

自私之徒，進而各個只考慮自己利益的民族以及文化共同體也可望建立一個普

遍法治的世界性社會6。然而，福柯所擔心的「某個我們只能預感其可能性卻不

知其形式和希望的事件」，卻伴隨c二十一世紀的曙光一起降臨。在「九一一」災

難中，選擇自殺式攻擊的恐怖份子為求毀滅完全不計功利乃至個體生命。若用

福柯的語言來說，這樣的人（恐怖份子）正是為了「消亡」而「規訓」與「建構」出來

的。這種「規訓」與「建構」的技術方式既是「傳統的」——就其宗教背景而言；又

是「現代的」——就規訓技術本身而言，譬如巨大的思想動員能力、大規模任務

的處理能力、執行任務的工具理性、全方位的層級監視、規範化裁決、懲罰／

獎勵系統、檢查考試系統，以及「真理」話語的塑造、訓練、教育與宣傳系統，

乃至對時間、空間、人口、行為活動的一整套控制、分配與組織編排系統，等

等。在小部分人的破壞可能造成無可彌補的損失乃至空前災難的情況下，康德

的假定與現代性的進步承諾顯然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現代傳媒技術及其

巨大網絡，將象徵全球金融至高點的紐約世貿大廈轟然倒塌的全過程，與那些

遭受攻擊的華爾街精英倉惶縱身跳樓的可怕畫面，迅速傳遞到世界各個角落。

在一片破碎廢墟的絕望氣息中，「文明衝突」論洋洋得意地佔據了喧囂的話語

中心。

然而值得擔心的是，複雜的現代性問題、批判的困境以及現代性的出路問

題，就此被轉化成了西方現代性（「文明」）與伊斯蘭世界（「野蠻」）之間的簡單二

元對立。也正是在這種思維下，號稱要捍(自由、民主等現代性成果的布什總

統出兵阿富汗（布什將此次軍事行動的代號定為「無限正義行動」），試圖以武力

的勝利重新換取人們對現代性強大力量的信奉。然而，荒謬恰恰在於，武力的

勝利從來並不是自由的勝利，相反是炮火與毀滅力量的勝利，現代性話語的「普

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批

判，使福柯提出這樣

一種「福柯絕境」：

「通過某個我們只能

預感其可能性卻不知

其形式和希望的事

件」，「人將被抹去，

如同海邊沙灘上的一

張臉」。新世紀之初

的「九一一」災難卻使

得多元文化本身成為

了「人之死」的強力佐

證。若用福柯的語言

來說，這樣的人（恐怖

份子）正是為了「消亡」

而「規訓」與「建構」出

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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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地位」恰恰是建築在武力與毀滅力量之上，啟蒙的宏大理想與現實殘酷的軍事

原則構成了現代性的一對難以克服的內在悖論。事實上，在現代性的進步;事

背後始終存在c各種野蠻的痕ÿ，就如同美國壯闊的自由民主史上曾長期存在

c3K黨的恐怖活動一樣。這種種「現代」的野蠻行徑歷歷可查：歧視、剝削、侵

略、殖民主義、無限戰爭、大屠殺、極權統治、種族清洗、死亡集中營、原子

彈轟炸，直至今天的「九一一」自殺式襲擊、「人肉炸彈」⋯⋯憑藉c現代的技術

工具與軍事力量，當前人類所擁有的暴力能量已然是數百、成千乃至幾十萬倍

於「前現代」的祖先們。然而更隱蔽也更可怕的是，暴力在現代社會變成為一種

技術，並像所有技術一樣不受情感影響，是純粹理性的。現代性業已顯露出其

內在之困境：人在規訓技術與官僚制度下從康德的道德主體日漸蛻變為技術工

具，福柯正是因此而預言作為道德主體（自律）的「人」終有一天將「消亡」。這種

規訓技術與官僚制度一方面確實可以用於人道的目標，如灌輸、執行與維護自

由、人權等啟蒙認知；但同時也可以用於毀滅的目標，如區分「敵／我」的「外圍

構造」（德里達 [Jacques Derrida] 語）——「文明與野蠻衝突」論以及號稱「無限正

義行動」的阿富汗戰爭即是近例。戰士奉命射擊目標，飛行員奉命投下炸彈，並

傷及無辜，這並不比「恐怖份子」劫機撞樓或懷彈自爆「文明」多少。

「文明與野蠻衝突」論將「九一一」恐怖主義描述為「文明」外部的頑疾而非現代

性本身的後果，不僅抹平了現代性的內在困境與悖論，從而使其進一步地自我驕

狂，而且還導致了人們輕易地放棄在道德、政治、宗教等多元的層面上對恐怖主

義進行理性反思，並進而失去有效的戒備以及清明的警醒。一切恐怖的根源都發

生在「外面」——在另一個文明、另一個國家。「他們」所受到的責備越多，「我們」

就越獲得道德安慰，「我們」就越毋須質疑「我們」所為之驕傲的偉大與健全的「文

明」生活方式。而恰恰與此同時，「我們」為抑制、消減種種處在進行時態與將來

時態中的恐怖主義做得也就越少。事實上，恐怖主義的根源從來不完全在「我們」

與「他們」、「文明」與「野蠻」的邊界線的「那一邊」。諸如文明反對野蠻、自由反對

極權、理智反對無知、客觀反對偏見、進步反對退化、真理反對迷信、科學反對

愚昧、理性反對感情⋯⋯，這種種的「二分法」本身正是現代的產物，是一種鮑曼

（Zygmunt Bauman）所說的隱藏在西方社會自我意識中的「病因學神話」（etiological

myth），即以時間上的優越性以使其在空間上的霸權得以合法化7。在鮑曼看

來，現代性與大屠殺並不構成決然的二元對立，大屠殺是現代性本身的固有可

能。科學的理性計算精神，技術的道德中立地位，社會管理的工程化趨勢，使得

大屠殺成為一種設計精密，執行嚴密，最大批量、最有效率也是最「科學」地進行

生命消滅工程的社會集體行動。在極端理性與極端非理性、高度文明與高度野蠻

之間，存在c內在的緊密關聯。「大屠殺不是人類前現代的野蠻未被完全根除之

殘留的一次非理性的外溢。它是現代性大廈ë的一位合法居民。」8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九一一」自殺式攻擊並非是文明與野蠻的一次悲慘衝

突，也不是一小部分阿拉伯人的反常行為，而是現代性在世俗生活與信仰關

懷、道德主體與規訓技術、啟蒙理想與軍事原則等內在悖論之間長期衝突所形

成的危機的一次極端爆發。恐怖主義絕不是現代性和它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一

「九一一」自殺式攻擊

並非是文明與野蠻的

一次悲慘衝突，也不

是一小部分阿拉伯人

的反常行為，而是現

代性在世俗生活與信

仰關懷、道德主體與

規訓技術、啟蒙理想

與軍事原則等內在悖

論之間長期衝突所形

成的危機的一次極端

爆發。像鮑曼所指出

那樣——「現代性並沒

有能夠實現其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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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對立面，也並非像一些左翼知識份子所宣稱的那樣就是現代性之「真相」（恐怖

主義不全是一個現代發明），而是在這兩者之間存在c複雜纏繞的內部關係。至

少，由於「九一一」、種族滅絕、大屠殺等等人類災難的事實存在，我們起碼可

以像鮑曼那樣指出——「現代性並沒有能夠實現其諾言」9，並由此出發來探究這

背後的可能原因。

三　世俗社會中的一塊「空白」

如果說「九一一」並非「文明與野蠻」衝突的話，那麼，用亨廷頓的「文明衝

突」論是否可以解釋它？亨廷頓的理論自提出以來備受批評，許多人批評他在鼓

吹「文明的衝突」，實際上就像亨廷頓後來反覆解釋的，他提出的只是一個理解

世界政治的思維框架。在他看來，世界總是處於衝突之中，在不同時段衝突的

中軸線是不一樣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主要是歐洲範圍ë民族國家的衝突；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中軸線變為冷戰的意識形態的衝突，即所謂資本主義與社

會主義兩大陣營之間的衝突。80年代末蘇東解體以後，怎樣來重新理解、解釋

這個世界的政治？他們之間的衝突淵源在哪ë？亨廷頓發現，文明的衝突可能

是今後主宰二十一世紀世界衝突的主要淵源bk。從表面來看，「九一一」似乎印證

了亨廷頓的理論：基督教文明的美國受到了伊斯蘭教文明的恐怖主義的攻擊。

不過，這一切僅僅是表面現象。

假如文明的衝突可以用來解釋「九一一」事件，首先必須承認一個理論上的

預設：伊斯蘭文明是一個高度同質性的整體，其對待西方基督教文明或現代性

的態度是高度內在一致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這樣的假設顯然無法成立。

近代以來，伊斯蘭各政治共同體之間對待西化的態度是極其分化的，土耳其在

其開國領袖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領導下，走的是全盤西化的道路；巴

基斯坦國父真納（Mohammed Ali Jinnah）採取的是伊斯蘭文明為體、西方文明為

用的中間路線，而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時代的伊朗執行的又是

全面強硬對抗西方文明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立場。而在當代伊斯蘭世界，各個

國家、各種政治團體和宗教派別所表現出的與西方的關係，更是複雜得多，很

難用「衝突」或「對抗」這樣的抽象概括加以表達。

「九一一」並非文明的衝突，本．拉登所代表的極端原教旨主義全然沒有資

格代表伊斯蘭世界發動「聖戰」，布什也沒有任何權力代表基督教文明世界發動

新的「十字軍東征」。這已經是包括基督教和伊斯蘭教文明在內的全世界的共

識。不過，假如我們對「九一一」事件的起因作深層觀察的話，就會發現這一事

件又非決然與文明衝突無關，而顯然有c深刻的文明衝突背景。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雖然有各種問題，但他的確抓住了冷戰後時代世界

衝突的最核心問題：宗教問題。中東被描述為「文明衝突的斷層線」，在這ë宗

教之間的衝突表現得異常緊張。阿拉伯和猶太人、基督徒之間糾纏了幾千年歷

史的恩恩怨怨，我們很難用簡單的「是」與「非」來加以衡斷。這是一個宗教的世

假如文明的衝突可以

用來解釋「九一一」事

件，首先必須承認一

個預設：伊斯蘭文明

是一個高度同質性的

整體，其對待西方基

督教文明或現代性的

態度是內在一致的。

但近代以來，伊斯蘭

各政治共同體對待西

化的態度極其分化，

很難用「衝突」或「對

抗」這樣的抽象概括

加以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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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我們無法避開宗教來談他們之間的恩怨。恐怖主義的根源是與現代性聯繫

在一起的。現代性在造就整個世界的輝煌，特別是物質世界輝煌的同時，也使

得信仰、宗教的認同問題變得越來越尖銳。而不同信仰和宗教之間的不可通約

和價值衝突，形成了文明衝突的關鍵所在。

文明衝突的問題，說到底依然是一個現代性的問題。「九一一」事件後不

久，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在接受德國書業和平獎的演說中，獨有見地地

指出：「2001年9月11日，世俗社會與宗教之間的緊張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暴

露了出來」，它「觸動了世俗社會深處一根宗教的神經」bl。在這ë，哈貝馬斯通

過文明衝突的表層，透視出「九一一」事件深層中現代性的內在困境：世俗化與

宗教信仰之間的緊張關係。

近代以降，西方現代性攜持c強大的世俗主義力量以及它的一套意識形

態，在全世界範圍內逐漸獲得壓倒性優勢。無論是它的主流語言——英語，還

是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以及現代科層管理制度等都取得了壓倒性的地位，成為

一種普世化的力量。時至今日，世俗社會的「現代化」潮流搭乘c全新的「全球

化」特快列車擴展到了世界各個角落。「現代化」極大地改變了世界上所有國家、

民族、部落和社群其本來的經濟生活與社會生活，而代之以資本主義化的生產

關係、消費主義化的意識形態以及現代的人際關係。但這種擴展同那些地區原

有的宗教、生活方式發生極大衝突。「現代化」理論的擁護者原以為現代化可以

解決一切問題，但是它卻始終無法回答這樣一個重要問題：「人生的意義在哪

ë？」這一問題的答案，原本是由受現代性極力排擠的宗教所提供的。表面上看，

全球化使世界變得越來越單一化：大家吃的都是麥當勞，穿的是同一個名牌，

看的是同一齣好萊塢電影，享受c同一種生活樣式。然而，這些東西並不能解

決人的心靈深處的終極意義問題，也無法解決其自身的認同問題，尤其是在世

俗化與原有傳統衝撞的邊界線上，認同的問題異常劇烈。正因為這些信仰、認

同問題無法從普世化的世俗意識形態中尋找到答案，所以每當信仰、認同開始

成為問題時，當越來越多的個體開始自我追問時，原來的宗教、文化傳統便又

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ë。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世俗社會ë，宗教問題不僅

沒有被消解，而且越來越尖銳化。信仰的缺失並沒有由現代性所期許的世俗社

會的同一性所完全填補，反而卻是實打實地留下了一塊尷尬的空白。

韋伯將現代化的過程理解為一個「除魅」的過程，然而這卻不能簡單地理解

為在現代社會ë，宗教、信仰不再成為問題，而應理解為在現代生活ë，這些

問題已經被剔除到公共生活之外，完全成為私人問題。一個人信仰甚麼，完全

是其私人選擇，公共生活並不提供標準答案。但問題就在於，作為問題而存在

的人生意義，往往不是「原子化」的個人所能單獨解決的，宗教和信仰永遠是公共

的，與社群的生活緊密相關，故而能為其提供解答的宗教便始終同公共生活密

切相聯。當宗教完全被現代性剔除在公共生活之外時，大量的個體就會陷入到某

種孤獨、彷徨之中。他們一旦強烈地意識到尊嚴感的喪失，或無法尋獲生活價

值，便會自然而然地要求在公共生活、集體生活中重新尋找他們的依皈。這

樣，在世俗社會中，宗教問題重新以另外一種形式日益尖銳化起來。這幾十年

哈 貝 馬 斯 指 出 ：

「2001年9月11日，世

俗社會與宗教之間的

緊張以一種前所未有

的方式暴露了出來」，

它「觸動了世俗社會深

處一根宗教的神經」。

「九一一」事件暴露了

現代性的內在困境：

世俗化與宗教信仰之

間的緊張關係。在世

俗社會�，宗教問題

越來越尖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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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整個世界宗教問題越來越突出，教徒不斷在增長，其中，增長最大的是基

督教徒和伊斯蘭教徒，基督徒從1900年佔世界總人口的26.9%增加到1980年的

30%，穆斯林從1900年佔世界總人口的12.4%增加到1980年的16.5-18%，按照推

算，到2025年，穆斯林將增加到佔世界人口的30%，首次超過基督徒bm。

當今世界許多衝突的背後，如哈貝馬斯所說——是有一根「宗教的神經」。

尤其是對於長期信奉一神教的西方文化而言，宗教在今天仍然是潛伏在世俗社

會最深處的一根敏感神經。對西方世界來說，伴隨近代科學發展以及各種啟蒙

;事興起而產生的「世俗化」過程，始終是一個極其痛苦的巨大震盪過程，直到

今天，「上帝死了」其實仍是一件影響深遠的「進行時態」之事件。而對於今天的

伊斯蘭世界來說，他們的真主「安拉」沒有「死」，因此面對時下全球化所捲起的

世俗衝擊，伊斯蘭教眾的精神痛苦與心靈創傷無以復加，他們長久以來的信仰

價值無所依皈，故宗教與世俗（在現實政治上常常被轉化為伊斯蘭世界同西方世

俗世界）之衝突在那些地區非常劇烈。伊斯蘭主要國家都地處中東以及中、西亞

的沙漠與高山地區，生活環境極其惡劣，使當地民眾遠比其他地區人民更需要

超越性的宗教信仰來克服生活上的各種危機（西藏地區宗教盛行也基於同樣原

因）。極少數上層人士可以依靠石油資源來暴富，但絕大多數普通民眾卻只能依

靠宗教來維繫他們的日常生活。一旦面對來自西方世界的全球化衝擊，伊斯蘭

信徒所感受到的普遍屈辱感與尊嚴的喪失感，實在遠遠高於其他地區的人民。

當今世界所面臨的嚴峻的伊斯蘭問題必須置於這一歷史文化背景之下才可真正

把握。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近幾十年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聲勢越來越浩大，各種

以「殉道」名義發起的恐怖活動也愈來愈多，並在不斷升級。其實，今天美國本

土也面臨c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復興運動，而法國的天主教極端傳統主義勢力

也在重新崛起，這些都是現代性所必須面對和經受的新的考驗信號。墨菲

（Chantal Mouffe）曾深為憂慮地說：「發源於美國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的各種形

式的興起，天主教極端傳統主義在法國的復興，這些都表明危險並不僅僅來自

外部，也來自我們自己的傳統。把宗教貶入私人領域中去——我們現在必須也

讓穆斯林接受這一做法，但是，這卻是費了很多周折才被強加於基督教徒身上

去的，而且到現在這也仍然沒有徹底完成。」bn而哈貝馬斯更是一針見血地抓住

了問題的要害：「要想避免文化戰爭，就必須注意到西方自身世俗化過程當中尚

未完結的辯證關係」。哈氏並不像許多西方學者那樣把「九一一」災難視作文明

與野蠻的衝突，而是將其看作「世俗社會與宗教之間的緊張以一種前所未有的方

式暴露了出來」bo。在哈氏看來，西方其實是幸運的，得以在幾個世紀的漫長時

間內逐漸舒緩世俗化對人們一神信仰所帶來的劇烈陣痛與精神創傷。而同樣

的幸運則沒有降臨於其他一些信仰世界。當前問題就在於在伊斯蘭國家中，傳

統生活方式的解體給人們帶來了極大痛楚，而且還沒有找到補償的途徑。改善

物質生活條件固然是途徑之一，但關鍵還在於因情感屈辱而導致的精神變化。

「九一一」事件只是其中的一次強烈而不幸的總爆發，其以瘋狂的謀殺行動觸動

了世俗社會最深處的一根宗教之弦。

西方在幾個世紀的漫

長時間內逐漸舒緩了

世俗化對人們一神信

仰所帶來的劇烈陣痛

與精神創傷。伊斯蘭

國家就沒有這種幸

運，傳統生活方式的

解體給人們帶來了極

大痛楚，而且還沒有

找到補償的途徑。改

善物質生活條件固然

是途徑之一，但關鍵

還在於因情感屈辱而

導致的精神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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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殉道」與原教旨主義

我們可以通過上述分析來重新思考恐怖主義的問題：為甚麼這些年來的衝

突，特別是「九一一」事件，恐怖主義很多源自於阿拉伯，具有伊斯蘭文化的背

景？「九一一」自然不是兩種宗教或文明——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對

抗，因為即使在伊斯蘭文明內部也很複雜，它們當中絕大部分，除極端派、原

教旨主義者外，都不贊成這樣一種恐怖主義方式。故此，恐怖主義並不能與伊

斯蘭文明劃上等號。正像哈貝馬斯所分析的，由於問題導源於「世俗化過程當中

充滿了矛盾的情感」，因此其實危機並不僅僅聚集在文明的邊界線上，而是遍布

在各大文明的內部，或多或少都存在c世俗與宗教的矛盾與衝突，「冷酷的正統

教徒西方有，中東有，遠東也有；基督徒中有，猶太教徒中有，穆斯林中也

有。」從這個意義上哈氏強調「反對恐怖主義的戰爭不是戰爭」，他要求西方人首

先應正視自己文化內部的問題，「如果我們認識到，世俗化在我們自己的後世俗

社會中意味c甚麼，那麼，我們就可以很好地面對其他社會中由於世俗化而帶

來的重重風險」bp。

在相當程度上而言，「九一一」恐怖主義以及伊斯蘭極端原教旨主義中的自

殺「殉道」行為，正是世俗化在一個傳統宗教世界中過度甚至過激擴展所帶來的

「重重風險」之一。為甚麼在今天的伊斯蘭世界竟有那麼多人願意以自己的肉身

來完成一樁恐怖主義事件？我們發現，製造「九一一」災難的恐怖份子主要成

員，很多是出身富家，不是因為貧窮而起來「革命」。他們長居歐洲或美國，受

過良好的西方教育，與西方人一樣享受c世界上最好的生活及安全和平的制

度。這批按照世俗的理解都是很幸福、很幸運甚至很有成就感的年輕人，為甚

麼會受到本．拉登的誘惑去幹一件按照理性的行為來說不可思議的事情呢？顯

然，我們無法用「瘋狂」、「失去理性」這些現代精神病學的簡單詞彙來描述他們。

正如法國籍伊朗學者霍斯羅哈瓦爾（Farhad Khosrokhavar）所分析的：對於很多絕

望的「殉道者」來說，在現代性發生以前，他們生活在一個真主所庇護的世界。

也許那時的生活不像現在這麼富足，但是在真主的世界之中，他們能夠獲得一

種有意義的生活。在阿拉伯世界被迫世俗化以後，原來神聖的生活與世俗化的

生活產生了很大的斷裂。尤其在整個世界範圍ë、在強勢的西方文明籠罩之

下，伊斯蘭文化被有意無意地描繪成一種傳統的或落後的生活方式。伊斯蘭信

徒在這個世俗世界ë不再有神聖感。他們並沒有富裕的生活而獲得自身精神的

尊嚴，在面對外部世界的時候，不僅沒有享受到尊嚴，反而倍受屈辱。而且，

原來神聖的宗教世界在世俗化衝擊下逐漸解體，變得異常複雜，無法支撐其個

人的完整信念。在他們看來，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美國或以色列這些「惡

魔」給伊斯蘭世界帶來了災難。在孤獨、無助、絕望的情境下，他們最後只能採

用最傳統、最激烈的方式——「殉道」。「殉道」作為一種報復，其所獲得的結果

十分有限，然而，他們通過這種極端的方式，通過自己有限的肉身向真主證明

自身的價值，以此重獲「喪失的榮譽」bq。所以，在這樣一種恐怖行為背後有c某

種神聖性。在世俗社會ë，神聖性對一部分有宗教情懷的人來說，反而愈加顯

中國人也許很難體會

伊斯蘭極端份子藉由

死亡達至向真主證明

自身價值的「殉道」宗

教感。因為儒教並非

嚴格意義上的宗教，

當代中國的世俗化程

度比起西方甚至有過

之而無不及。但是，

對中東這個有幾千年

宗教傳統的地區來

說，沒有宗教的生活

是很難想像的，即使

這種生活是富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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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需要，這是維繫他們在現代世俗生活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要素。而在矛盾的

劇烈世俗化過程中，這種神聖性最激烈的表現方式就是藉由死亡達至純潔。關

於這點中國人也許很難體會，因為我們傳統缺乏嚴格意義上的宗教感。儒教並

非一神教，甚至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當代中國的世俗化程度比起西方世界

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對中東這樣一個有幾千年宗教傳統的地區來

說，沒有宗教的生活是很難想像的，即使這種生活是富裕的。

上世紀70年代廣為興起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正是宗教問題在當代不僅沒

有被消解，反而越來越尖銳化的明證。實際上，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已經在很大

程度上偏離了伊斯蘭教，它是伊斯蘭教應對現代性挑戰失敗以後，在其自身肌

體上產生的一種惡性病變。伊斯蘭教作為偉大的軸心文明之一，其文化傳統是

十分豐富的。“Islam”原意為和平和順從。伊斯蘭教禁戒殺嬰、吃豬肉、喝酒、

進行血戰。《古蘭經》要求人們「將所愛的財產施濟親戚、孤兒、貧民、旅客、乞

丐和贖取奴隸」，伊斯蘭教最高的善行是「釋放奴隸，或在饑荒日賑濟親戚的孤

兒，或貧困的貧民」br。先知穆罕默德本人就是為阻止人們之間的世仇和殺嬰習

俗而創立新宗教，要把阿拉伯人從毀滅的道路上拯救過來。穆罕默德強調對於

敵人或罪犯的嚴厲和對於奴隸、孤兒、寡婦、弱者和被壓迫者的仁慈。長期以

來有不少伊斯蘭教徒如以阿爾．阿富干尼（Jamal al-Din al-Afghani）和阿布杜

（Muhammad Abudu）為首的「伊斯蘭改革派」，致力從浩瀚的宗教典籍中尋找伊

斯蘭教源泉中的人權與民主的內容。不少作者甚至認為，西方文明中的許多部

分剽竊了伊斯蘭先哲的最初教義，《古蘭經》中就已包含了人生而為人所具有的

基本權利，而當代的人權學說只不過是重複具有1,400年歷史的伊斯蘭思想。雖

然從嚴格的政治哲學層面上說，伊斯蘭中的所謂「人權」同今天我們在規範意義

上所講的人權，實際上有c很大差異；但至少從中可見，伊斯蘭教並非同啟蒙

理想與現代性的積極成果完全相悖乃至衝突。

講求寬容的伊斯蘭文明內部為甚麼會在二十世紀的下半葉產生出如此極端

殘忍的原教旨主義？原因也正是在於伊斯蘭世界劇烈的世俗化過程導致神聖信

仰的日漸衰落、以及傳統社群保護機制的深層解體，許多伊斯蘭教徒（甚至不少

是精英與上層人士）不斷感受到意義與認同的雙重危機。作為對日常生活中強烈

的挫折感、屈辱感乃至宗教凝聚力喪失的硬性反彈，以保證伊斯蘭嚴格純正性

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便大量產生了。他們要求所有伊斯蘭信徒回到先哲們的處

境（指穆罕默德被驅逐出聖地麥加），從一個充滿屈辱的地方開始自己的使命。

在極端情況下，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會宣布：可以處決所有不願意服從伊斯蘭教

教義要求的教徒，而且這種殺害被認為是合法的舉動bs。爭端與衝突在原教旨主

義這ë不再存在妥協的餘地，因而一不小心就會落入「伊斯蘭聖戰」與「十字軍東

征」的格局。正像哈貝馬斯所分析的，原教旨主義儘管擁有宗教的語言，但卻是

一種特殊的現代現象。對於那些為原教旨主義殉教的伊斯蘭教徒而言，西方文

明的資本主義壁壘以及全球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撒旦bt。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殉道」的「恐怖份子」及其背後更為廣闊的伊斯蘭原教

旨主義，並非像布什政府及其幕僚學者所想像的那樣，單靠武力或戰爭就可以

長期以來有不少伊斯

蘭教徒致力從浩瀚的

宗教典籍中尋找伊斯

蘭教源泉中的人權與

民主的內容，但伊斯

蘭中的所謂「人權」同

今天規範意義上的人

權差異很大。然而，

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實

際上已經在很大程度

上偏離了伊斯蘭教，

它是伊斯蘭教應對現

代性挑戰失敗以後，

在其自身肌體上產生

的惡性病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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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除。原教旨主義的毫不妥協，與恐怖主義的「殉道」方式，其根源正是與現代

性的全球擴張聯繫在一起。在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明之外的其他文明如何自

處？如何自我保存？如何解決意義和信仰危機？如何解決認同問題？這些問題

如果沒有得到妥善的安排，恐怖主義的根源就無法徹底消除。

在對「九一一」事件的解釋模式中，無論是「文明與野蠻」說，還是「文明衝

突」論，都淵源於一種驕狂的現代性;事，一種製造「他們」／「我們」、敵／我、

野蠻／文明等等一系列「二分法」的「病因學神話」。在這樣的;事結構中，現代

性（或西方文明）被描繪為正面的、純潔的、內洽的，所有問題都發生在現代性

之外，不是與「現代」相對抗的「野蠻」，就是與西方衝突的異族宗教。然而，正

如我們上面所分析的，在「野蠻的」恐怖主義背後，從文明衝突的深層，內涵c

深刻的現代性緊張，即世俗社會與宗教信仰之間的衝突。恐怖主義的根源與此

相關，這一根源並非外在於現代性，而是現代性內在的矛盾所致。恐怖主義不

僅發生在不同文明的縫隙之間，而且也會在文明內部產生。「九一一」以後在美

國形成普遍社會恐慌、具有更大心理殺傷力的炭疽菌事件，到目前為止並無證

據顯示是阿拉伯恐怖主義使然，倒是有ÿ象表明是美國國內恐怖主義者的「傑

作」，其中有些針對墮胎醫生的恐嚇，顯然是反墮胎份子的極端抗議行為。這一

切表明：無論是在文明共同體內部（哪怕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內部），還是不同文

明之間，由於社會整合、價值共識的重構遠遠跟不上社會世俗化的速度，擁有

不同價值觀、宗教感和文化立場的人們，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所發生的巨大裂

痕，會導致處於弱勢的一方，最後在某種偏激的原教旨主義信念激勵下，爆發

絕望的反抗，以恐怖主義的方式對抗強勢權力或主流輿論。

可以想像，全球一體化的過程越是高歌猛進，哈貝馬斯所提出的世俗與宗

教的緊張與衝突會變得越來越尖銳，假如我們真的以為全球化可以解決一切，

忽略宗教信仰、終極價值這些被認為是前現代的、終將被淘汰的問題，那根「宗

教的神經」就會繼續疼痛，以恐怖主義的惡性症狀折磨人類。對古代軸心時代文

明有出色研究的艾森斯塔特曾經深刻地分析：雖然人類目前進入了以現代性為

中心的第二個軸心文明時代，然而第一個軸心時代的各種文明，依然鑲嵌在現

代性之中，無論是猶太教、基督教，還是伊斯蘭教、印度教、佛教和中國的儒

教，依然以自己理解的方式建構現代性，並且與現代的世俗社會產生巨大的摩

擦和衝突ck。無論是去年震撼整個世界的「九一一」，還是中東地區繼續蔓延c的

以色列、巴勒斯坦血腥衝突，都證明了宗教信仰、終極價值不是全球化可以繞

得過去的僅僅與個人選擇相關的私人問題，而是一個與全球正義、全球倫理和

世俗化生活密切相關的公共選擇。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像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的今天這樣，全人類的命運緊緊

地聯繫在一起，也從來不曾像今天這樣，在全球化的冰山底下，埋藏c世俗與

宗教、社群之間、文明之間、民族國家之間的各種各樣的衝突。全球化社會是

一個高風險的社會，風險就內涵在現代性之中，「九一一」以其世俗與宗教之間

的巨大裂痕再次證明了這一點。只要世俗社會的宗教問題不解決，在現代化大

潮中遭到挫折的軸心時代古老宗教之中，就有可能產生狂熱的原教旨主義，進

這個世界從來沒有像

今天這樣，全人類的

命運緊緊地聯繫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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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恐怖主義的巨大溫Ë。對恐怖主義的批判不能僅僅停留在政治和人道的

層面，必須上升到文化和宗教的層面，對啟蒙運動以來現代性的內在困境作深

刻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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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公共精神 
明恩溥 

 

《詩經》，中國最古老的經典之一，其中記載了一句據認為是農夫的祈禱：「雨

我公田，遂及我私」。１不管在周朝的興盛時期，在以後的列朝列代是否真是如此，

現在肯定極少有這樣的祈禱了，無論農夫還是其他個人都不會再祈禱讓而先下到「公

田」裡了。我們時常想到，中國政府在本質上是一個家長制的政府，要求臣民順從聽

命。一個種植園的黑奴聽到一個「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的說法，結果卻用他自

己的話說成了「人人為自己，上帝為自己」！一言以蔽之，這位黑奴對這句古老格言

的新解正道出了普通中國人在政權問題上的根本想法：「我不得不顧及自己。」如果

他想到政府，他看來也會認為，「政府健全強大，可以照顧自己，用不到我去幫

助」。而政府一方，儘管是家長，主要忙於照顧家長自己，而不是照顧家庭成員。一

般說來，政府在危難降臨之前基本上什麼都不做，危難一旦降臨，就被迫做更多的

事。人們很清楚，政府致力於減輕河水連年氾濫帶來的災難，其原動力是為了避免賦

稅的損失。人們為避免這種災難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出於自我保護的本能，因為自

己干就能確保做好這項工作，同時也避免了難以數計的苛捐雜稅。如果讓政府出面為

當地人做這些事，苛捐雜稅會不可避免地伴之而來。 

-------- 

１譯註：語出《詩經·小雅·大田》三章，意思是先把雨下在公田裡，然後再下

到私田裡。 

-------- 

中國的道路是一個最典型的事例，足以證明政府如何忽視公共事務，也足以證明

民眾如何缺乏公共精神。隨處可見大量的證據，足資證明曾經有許多官道聯接這個帝

國許多重要城市，大道鋪有石頭，路兩旁還有大樹。路的荒廢狀況不僅可見於北京附

近的省份，而且可見於湖南和四川這樣遙遠的省份。修築這些道路要花很多錢，但維

修卻要相對容易多了，但人們統統忽視維修，因此，廢棄的道路已經不復為必要的交

通要道，相反卻成了出門旅行的障礙。假如這些道路是在明末清初的動亂歲月裡損壞

的，但是，即便扣除那些政治動盪的日子也還有二百五十年時間，足以修復帝國的交

通幹線了。沒有去修，或者說沒有試圖去修，其結果我們是再熟悉不過了。 

民眾的態度則與政府的十分對應，所有的人都認為，只要自己的個人財產不受損

失，就不必去關心或者沒有責任去關心公共財產。事實上，道路等屬於公眾，這樣的

概念，中國人心裡根本就沒有。「江山」（即這個帝國）屬於當今皇上，他能擁有多

久就多久。道路也是皇上的，一切與道路有關的事都讓皇上去操心好了。但是，道路

與田地不同。從其他意義上講，道路在很大成分上並不屬於皇上，因為大部分道路只

不過是田間的小路，專供想使用這些道路的人使用，不必像田地那樣需要擁有者同

意，其原因在於使用道路是生活必需的。道路屬於田地，需要像田地一樣交稅。土地

的擁有者顯然並不比別人從使用道路上得益更多。在這種情況下，農夫受著明顯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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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驅使，就會盡可能地縮小道路，而去擴大溝渠和田埂，故意使別人只能走在窄窄的

田間小路這個實在不能沒有和再縮小的溝通途徑上。如果夏天的暴雨把田裡的一些泥

土沖刷到道路上，農夫就會走到路上，把自己的泥土鏟回來。與此同時，加上自然的

排水和頻繁的塵暴，道路最終變成了水溝。中國人根本沒有我們西方人所說的那種

「公用道路及其通行權」的一丁點概念。 

在天津與北京之間的北河上航行的乘客，有時會注意到河上的小旗，問一下才知

道插旗的地方埋著水雷，旗子是讓過往船隻繞行！一支中國部隊在炮擊訓練時，直接

在帝國的交通幹線上架起大炮，極大地阻礙了交通，驚嚇了牲口，結果引發了嚴重的

交通事故。 

有人想裝卸貨物，便把馬車停在馬路當間，任何想要使用這條道路的人，只有等

他幹完才能再往前走。如果一個農夫碰巧要砍倒一棵樹，就會讓這棵樹橫躺在路上，

趕路的人只能等著他砍完搬走。 

擁擠的城市道路卻營造了自由寬鬆的生活方式。北京寬闊街道兩旁，擺滿了原本

不應該擺設在那裡的貨攤，如果皇上恰好經過那裡，那就搬開。皇上剛剛過去，貨攤

又搬回到老地方了。中國大多數城市當之為街的狹窄通道，無不為各式各樣的手工作

坊所阻塞。殺豬的、剃頭的、流動的食攤、木匠、箍桶匠，還有其他各種手藝人，都

各自在路邊安營紮寨、隨著大都市的生活節拍一起跳動，各盡所能、相互交織。甚至

婦女也都會抱出被褥，當街擺開晾曬，因為她們的小院子哪有路邊寬闊。中國人不能

拿到街上來幹的事情，實在微乎其微。 

沿街擺設的小攤不僅僅妨礙交通而已。木匠會在攤前擺出一大堆木頭，洗染工會

掛起長長的布匹，做麵條的又會當空晾起麵條，因為小攤前面的空地不屬於子虛烏有

的公眾，而屬於攤主。處於目前發展階段的中國人，卻無法接受這樣的觀念：既然認

為自己擁有所有權，就應該負起維修的責任。即使派一個人去修路（這樣的事情永遠

都不會發生），他也不會有時間和材料。更不可能讓很多人一起幹，因為每一個人都

會憂心忡忡，唯恐自己比別人幹活多拿錢少。當地的地方官可以很容易地讓沿路各村

各自負責一段合理的距離，以保證道路幾乎一年四季都暢通無阻。但是，這個主意有

沒有進入任何一個中國官員的頭腦，恐怕還成問題。 

中國人不僅對屬於「公眾」的東西不感興趣，而且若防範不嚴，便可唾手可得，

很容易成為偷竊的目標。鋪路的石頭搬回家去了，城牆上的磚也一塊一塊地不見了。

中國某港口裡外國人墓地的圍牆，人們發現墓地沒有專人看管，圍牆的磚塊也就一塊

都不剩了。幾年前，北京皇宮裡發生了一樣偷竊大案，十分轟動：紫禁城一些建築頂

上的銅飾被盜。中國人普遍認為，大清國十八個省中１，唯有皇上最容易哄騙。 

-------- 

１譯註：清朝在其鼎盛時期，如嘉慶二十五年（182 年），有直隸、江蘇、安

徽、山西、山東、河南、陝西、甘肅、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福建、廣

東、廣西、雲南、貴州十八個省，盛京、吉林、黑龍江、伊犁、烏裡雅蘇台五個將軍

轄區，西藏、西寧兩個辦事大臣轄區，共二十五個一級行政區劃，以及內蒙古等盟

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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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時常會想起這樣一個問題：中國人有沒有愛國主義。這個問題三言兩語說不

清楚。毫無疑問，強烈的民族感情是有的，尤其學者是這樣。他們的強烈感情中更多

的是對外國人的仇視，而他們炮製出的東西都是可以尋根究源的。近年來，湖南省淹

沒在通篇惡意誹謗的排外檄文的洪流之中。這些文章意在引發一場混亂，藉以把外國

鬼子趕出中華帝國。從中國人的觀點來看，印刷這些文章的動機值得稱讚，如同我們

看待抵抗無政府主義。這些控訴，一部分是出於誤解，另一部分出於針對西方民族的

強烈的民族仇恨。可能會有許多中國人認為，這些攻擊完全是出於愛國。究竟這些人

的所作所為是受報效祖國的願望驅使，還是為報酬所誘，這個命題需要的是更多的證

據，而不需要讓那些瞭解中國的人，拿不出證據就相信他們是愛國的。不應該說，一

個對類似目前韃靼王朝前途命運感興趣的中國人，就是愛國的。但是，有極好的理由

認為，無論何朝何代，國民大眾的感情與現在相同——極度的冷淡。孔子曾經在《論

語》中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表達了人們對公共事務的態度：「子曰：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１在我們看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是結果，而在極大程度上是中國人

普遍對不屬於自己負責的事情不感興趣的原因。 

-------- 

１譯注；語出《論語·泰伯篇》，又見於《論語·憲問篇》，意思是不居於那個

職位，便不去考慮它的政務。 

-------- 

古伯察１先生的親身經歷即是這種風氣的一個極好例子：「1851 年，道光皇帝大

喪那段時間，我們離京出行。一天，我們在一家小酒館喝茶，邊上有幾位中國人，我

們想隨便討論一下政治。我們談到了皇上剛剛去世，這件重要的事情肯定會讓人人感

興趣的。我們表示擔心將由誰來繼位，那時繼位人選尚未公佈。我們說：『誰知道皇

上的三個兒子中由誰來繼位？如果是長子，他會沿用目前的政府體制嗎？如果是幼

子，他還太小，據說有兩派對立的勢力，他會依靠哪派呢？』我們簡單地作了各種猜

測，以便引出這些良民的看法。但他們根本沒有在聽我們的談話。我們又一再循循誘

導，想聽聽他們對繼位或者其他在我們看來重要的事情的看法。但是，對我們活躍的

開頭，他們只是用搖頭作答，吞雲吐霧，大飲其茶。這種冷漠開始讓我們實在惱火

了。一個有點身份的中國人從椅子上站了起來，像個家長似地把雙手放在我們肩上，

不無諷刺地笑著說：『聽著，朋友！幹嗎要去傷精費神想那些無聊的推測呢？這事歸

大臣管，他們拿著俸祿。讓他們去拿俸祿吧。別讓咱們白操那份心。咱們瞎琢磨政

治，那才叫傻呢！』『就是這個理兒。』其他人都這樣叫道。然後，他們又指著我們

說：『你們的茶涼了，煙斗也空了。」』 

-------- 

１譯註：古怕察（Evariste－Regis Hue，1813 一 1860），法國遣使會教士。1839
年來華傳教，1843 年同秦神甫到蒙古和西藏遊歷，1848 年轉赴浙江傳教，1852 年回法

國，1860 年死於巴黎。著有《韃靼、西藏、中國遊記》（兩卷，1853）、《穿過中華

帝國的旅行》（1855）、《基督教在中國、韃靼和西藏》（三卷，1857）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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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記得，1860 年進攻北京時，英國軍隊裝備有從山東人手裡買來的騾子；天

津和通州出於各自利益考慮，答應只要英國人和法國人不侵擾這兩個城市，他們願意

提供所需要的一切東西；外國聯軍中大部分必不可少的苦力活，也是由中國香港雇來

的苦力來完成的；這些苦力在被中國軍隊俘虜後送還給英軍時，被剪去了辮子——不

難看出，愛國主義和公共精神，如果中國有的話，其意義也與盎格魯一撒克遜人不

同。 

當人們站起來反抗統治者的壓迫和苛捐雜稅時，總會有一些有能力的人領頭。在

他們的領導下，人多勢眾，政府被迫妥協。但是，不管如何處置這些「愚民」，領頭

人總是不可避免地成為典型，為了實現正義，他們得掉腦袋。在這種情況下，甘冒風

險，勇於獻身；這是公共精神的最高典範。 

每逢中國歷史上的動亂歲月，尤其是快要改朝換代之時，忠誠果敢之士總是挺身

而出、義無反顧。這樣的人應該受到最高的褒揚。他們不僅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

且是無可辯駁的證據，證明中國人在具有公共精神的領袖帶領下，完全可能激發出最

英勇的行為。 

------------------ 

亦凡公益圖書館掃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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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人的公共精神 
 

雷恒军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道德制约在中国传统社会享有准法律或高于法律

的地位。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今中国民众公共道德（即公共精神）的缺失已是极其

普遍的现象，这方面的极端事件（如民众故意破坏公共设施、民众哄抢公用物品、恶

意的造假贩假及某些官员巨额的贪污受贿等）每天都在发生，有人甚至将民众公共精

神的普遍缺失视为中国的民情之一。传统上一个以道德立国的国家，传统惯性在其民

众身上体现出来的竟是普遍的道德败坏和公共精神的缺失，这一现象引起许多有识之

士的疑惑和忧虑，笔者认为这是传统集权专制、道德说教和当代政党政治、政党伦理

的“负价值”在民众中的体现，即“物极必反”之理也。 
     
一、传统集权专制与道德说教对中国人公共精神的影响 
     

君主专制统治是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传统，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任何形式的民间

自治现象，在绝对的专制统治下，封建君主视国如家，垄断了全部的国家事务和社会

事务，不允许普通民众过问，同理，各级封建官僚  也垄断了全部的公共事务，不允许

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和管理。民众被剥夺了过问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

的权利，从此，公共事务成为民众难以涉足的禁区。 
     

如果说专制政权由于其控制能力的制约，其对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的控制还存在

着大量的空白区域，普通民众还是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空间和事实可能，但以维护

君主专制为终极目的的儒家伦理道德学说以其官方哲学的优势对民众的思想控制和思

想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儒家伦理道德通过向民众灌输“三纲五常”的理念，宣扬君

主专制的“天理性”、宣扬尊卑从属的“天然性”，把君主的绝对权威引申给父权和

夫权，封建君主能够做到“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专制家长也可以做到“父要子

亡，子不得不亡”. 这样一来，专制就不仅为皇家所独有，而且迷漫于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流行于中华大地的城镇和乡村。 
     

基本上被剥夺了参与公共生活权利的中国普通民众也就谈不上有什么公共道德，

所以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实质上只是一种“私德”伦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是儒家伦理的传统教条，但在绝对的专制制度下，民众被剥夺了参与国家事务、

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的权利，“治国”“平天下”即所谓的“经世致用”已成为空

谈，代表后期儒学的程朱理学认为“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儒学之末，公开抛弃了任何

试图改革社会弊端的做法。而“修身”之道严格来说只适应于知识阶层，对普通民众

来说，“修身”只意味着被动地接受教化，相对而言，“齐家”之道对普通民众最具

实质性影响。被剥夺了“治国”“平天下”权利的普通民众只有“齐家”的权利了。 
     

社会是民众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公共事务直接

影响民众的生活和生存，而民众却难以对公共事务施加任何影响，以谋生为首要目标

的普通民众出于生存的本能，在无法左右公共事务的无奈之下，只有全力维护自身的

利益和自己家庭的利益，犹如在大海中漂泊的人们在无法左右狂风大浪的无奈之下，

只有拼命保住自已的小船，从此公共事务在民众的视野中消失了。 
     

731



家，是社会最基层的组织细胞和经济细胞，家的兴盛与衰落不仅与每个人的生

存、生活密不可分，也与每个人的自信心和荣誉密切相关，人类理性自利的本能加之

中国特有政治状况和道德氛围强化了人们对家的依恋，家庭生活成了普通民众生活的

大部或全部，一个家族，加以朋友，构成铜墙铁壁的堡垒，家之外的一切事情变得无

足轻重，家之外的一切物品都是合法的掠夺对象。“拆掉城墙的砖，显然是一种不道

德的行为，但他拿回家去，垒建自己的住宅，在他内心觉得很自然，他的家族成员也

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他在维护家族的利益，是在‘齐家’”. ①  自己的成就、

自己的荣誉都以家为归宿，光宗耀祖、荣归故里也就成为中国人一直追求的最高境

界。 
     

为此，梁启超提出了“新民说”，区分了“公德”与“私德”，他认为中国传统

德治在促使个人道德完善上仍是有益的，只是在群体凝聚力这样的公德上没有发展，

因此，需要在保留儒家修身的同时，通过“新民”来强化公德、强调群和集体主义。

② 
     
二、当代政党政治和政党伦理对中国人公共精神的影响 
     

1949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获胜，进而取得对整个国家统治权，中国进入

了政党政治时代。 
     

虽然当代政党政治事实上继承了传统君主政治的核心内容——政治一元化，也部

分吸纳了儒学有关德治、内圣和修身的若干思想，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基本原则

的当代政党政治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针对传统政治与道德所形成的民众公德意

识缺失和群体凝聚力不强的现状，中国共产党自延安整风时期就开创了“新德治”政

治，将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和道德修养即塑造“共产主义新人”进而将社会改造成为

一个纯化的“美丽新世界”作为其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为此，实现社会资源和社会

财富的公有制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一步，也被认为是强化民众社会公德意识的

经济基础——民众的公共道德只能在民众广泛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形成，而民众参

与公共事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则取决于对民众私心和私产的抑制程度。 
     

通过强制削弱“家”的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大跃进”时期的出现的公共大食

堂是这一理念的极端表现形式）来打破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齐家”传统，再通过普遍

的社会动员和广泛的群众运动使民众置身于“社会主义大家庭”，投身于“火热的社

会主义建设事业”. 所以，与传统君主政治以“尊卑从属”的纲常伦理为依据竭力将民

众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的作法相反，当代政党政治则是以“人民当家作主”的名义将

民众的私生活最大限度地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由于当代政党政治并没有改变传

统政治的一元化格局，被广泛的社会动员和政治运动卷入公共事务的“中国百姓很少

有人当真认为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因为这不是事实”，老百姓对公共事务“缺乏责任

心，因为这确实不是百姓能够负责的领域”，③公共事务仍置于少数人的控制之下。 
     

与经济上的抑制“私产”同时进行的是在道德上对“私心”的批判。当代政党伦

理赋予儒家理论的“克己”、“修身”以全新的内容，即塑造“共产主义新人”，将

成圣修身的要求下推至普通民众，“在道德立法者看来，人们只有不断通过对自己内

心的资产阶级思想、欲望的清算，才可能脱胎换骨为无产阶级的‘新人’，国家也才

可能臻于‘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境界”，当这种伦理以“政权的强力向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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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加以推行，不仅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得接受这种已经意识形态化的伦理的规制，而且

所有的科层机构和社会空间也都要按照这种伦理来行事”. 为此，一系列与此相适应的

国家治理与社会动员的权力技术和抑制自我与改造自我的自身修炼技术应允而生，

“在内心世界成为国家治理对象的情况下，自我已经丧失了自由伦理实践的可能

性”，因此，“旨在塑造圣洁‘新人’的新德治，在其日常实践和政治运动实践中却

造就了人们普遍在精神气质和道德品性上的腐烂、奴性、委琐、虚伪和冷漠。”④ 
     

在这一过程中，民众的私产被剥夺了，民众的私生活被最大限度地置于国家政权

的控制之下，相应地，中国人传统的私德也随之丧失殆尽，此乃“民无恒产，即无恒

心”之理也，我们也可以说，民无恒产，即无恒德；希冀中的高尚公共道德并没有随

公有制的建立而自然形成，“新德治”所追求的“六亿神州皆尧舜”的道德理想还只

是个理想，相反，私德沦丧、公德败坏却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成为当代中国的民情

之一。 
     

由于中国人本质上就没有公共道德的传统，所以当代政党伦理对中国人道德精神

的影响并不在于其重塑“共产主义新人”道德追求的失败和由此引发的民众公德的败

坏，而在于其对民众传统“私德”的破坏，“如今，我们的血缘社会和地缘社会都解

体了，而西方所谓的‘市民社会’又没有建立起来。满大街的人谁也不认识谁，想随

地吐痰就吐，想干坏事就干，连丢脸都不用怕了”⑤，道德制约在当今的中国社会形

同虚设，而官方的道德说教只会引发民众的叛逆心态和逆反行为。 
     
三、“健康的自私”——重树公共道德的心理基础 

 
如前所述，传统君主政治和伦理道德竭力把民众排斥在公共事务之外，导致民众

对公共事务的冷漠和“病态的自私”，而当代政党政治和政党伦理则以消灭“私

产”、“私心”为手段把民众的私生活都纳入公共事务的控制范围，导致民众对公共

事务的麻木和“伪善的无私”，由此我想到了十九世纪德国批判理性主义哲学家尼采

所倡导的“健康的自私”. 
     

“健康的自私”是相对于所谓“病态的自私”和“伪善的无私”而言，尼采认

为，“小市民用他们那种无灵魂的逐利行径玷污了自私，又用他们所接受的基督教说

教侮蔑了自私”，与他们相对，尼采倡导一种“从强力的灵魂流出的卫生的、健康的

自私。”⑥ 
     

尼采所言的“健康的自私”是承认自利是人的本性的体现（人为了维持自己生命

的繁衍，就必然需要相应的食品和生活必须品，生存的本能迫使人为占有一定的生活

必须品而自利），根本否定传统道德的“无私”说教，并称其为“伪善的无私”. 尼采

认为基督教道德用“无我”、“利他”、“爱邻人”说教要求人们逃避自我，憎恨自

我，牺牲自我，否定自我，在他人之中生活，为他人生活。尼采说，一个不爱自己的

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可爱的人，他既不能得到别人的爱，也不可能真正爱别人。⑦ 
     

尼采对基督教“爱邻人”道德说教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也适合于对当代政党伦理

的“无私”说教批判，自私是人的本能，纯粹的“无私”违反人性，根本做不到，强

制的“无私”只会导致人性的扭曲和异化，实际上只会导致民众变本加厉的自私即

“变态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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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节制的自私也是与“健康的自私”根本对立的，无节制的自私只会危害

人类社会的的生存秩序和发展秩序，甚至导致人类的自相残杀，专制君主所施行的暴

政、近代西方一些资本家及庸俗市民最无耻最露骨地追逐物质私利的行为、中国传统

君主政治下民众在“齐家”方面所表现出极端自私行为以及当代政党政治下强制“无

私”所导致的民众的变态自私行为等都是尼采所说的“病态自私”的表现。因此，人

必须节制自已的自私，把自私保持在一个合理的度上，即理性自私，为此，人类就自

觉地演化出一系列制约个人私心的道德、法律和机构，公共道德就是就是为了维持人

类社会的生存和稳定而演生出来的软制约。 
     

“健康的自私”所倡导的是一种自爱、自强、自尊的精神，“你自助，然后人人

助你”⑧。“健康的自私”还可改变民众的精神气质，提高民众的道德修养，成为社

会秩序的稳定剂，所以近代自由主义思想家将捍卫人的自私权（即人权，自然法学派

的思想家称之为人的自然权利）作为其政治理论的基石。 
     

中国传统君主政治与当代政党政治在道德治理方面执其两端的作法，对塑造中国

民众的公德与私德修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负价值”影响，笔者认为，倡导“健康的

自私”是匡正传统道德偏差、重树中国人道德精神特别是公共精神的心理基础。 
     
四、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均衡——重树中国人公共精神的 
制度保障 
     

“健康的自私”其实是“自私”与“无私”的中庸之道，有“中庸”传统的中国

人却在此问题上执其两端，根结何在？笔者认为，不是没想到，而是做不到。 
     

承认“健康的自私”  ，即意味着承认理性自利并不是所谓的“恶”，而是道德

的，也意味着承认理性自利的结果——私产、私权是合法的。既然民众的自利行为是

合乎道德的，民众的私产、私权是合法的，则民众就有捍卫其私产、私权不受侵犯、

不被剥夺的权利，统治者也有保障民众行使其合法权利的责任；相应地，民众也有支

持国家政权的义务（如让渡部分的个人权利建立国家政权，交纳捐税保证国家权力机

构的运转等），统治者（国家权力的具体执行者）也享有处理国家公共事务的权力。

实际情况怎样呢？一方面，统治者实实在在地拥有了处理国家事务的权力，而且是绝

对的支配权力，却不愿承担保障民众私产不受侵犯、私权不受剥夺的责任，而恰恰是

统治者成为民众私产和私权最主要的侵害者；另一方面，民众实实在在地承担了支持

国家政权的义务，民众的自主权已所剩无几，民众交纳的捐税也已接近极限，而民众

应当享有的权利却成为“画饼”。 
     

承认“健康的自私”即意味着运用法律或道德的力量抑制个人无节制的自私，也

意味着用强制性的力量抑制由无节制自私所产生的任何后果。无庸置疑，统治者有权

力对民众无节制的自私行为给予法律或道德惩罚，同样，统治者也有责任约束其无节

制的自私行为，并接受民众的监督；反过来，民众有义务接受法律和道德对其无节制

自私行为的约束，但民众也有权利要求君主及其官僚接受同样的法律和道德约束，并

有对违规者进行惩罚的权利。因为社会是由民众和统治者两方组成的，如果只对民众

的无节制自私行为进行强制约束而统治者的类似行为却不受实质约束的话，只会导致

统治者的加倍自私，专制、暴政就是这种加倍自私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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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一方

面，统治者实实在在地拥有了权力，却不愿承担相应的责任，如保障民众行使合法权

利的责任、约束自己无节制自私行为的责任、接受民众监督的责任，另一方面，民众

实实在在地承担了自己的义务，如让渡部分权利的义务、交纳捐税的义务、服从法律

对其无节制自私行为制约或惩罚的义务，但民众却无法行使相应的权利。至此我们也

就明白了中国历代的统治者为什么在“自私”与“无私”的道德对立中难以中庸的奥

秘。“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是传统中国政治制度的最主要特点，也可以说是

所有专制制度的共同特点，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的失衡是造成民众道德败坏的根

本原因。与法律不同，道德制约主要是依赖个人的自律来实现的，在一个民众只有义

务而无权利的国度中，指望民众拥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只能是痴人说梦，在一个统治者

只拥有权力而可以不负任何责任、不受任何制约的政治制度下，指望统治者自律无异

于缘木求鱼。 
     

吴思先生在其《造化的报应》一文中追问道：为什么欧美国家的公德水平比我们

高呢？为什么我们的人民不肯遵守明明对自己有利，谁都知道是非常必要的交通规则

呢？笔者的回答是：欧美国家在近代民主化的过程中率先实现了权力与责任、权利与

义务的均衡，托克维尔在谈到美国的乡镇精神时写到：乡镇生活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

使人感到与自己休戚相关，每天都在通过履行一项义务或行使一次权利而实现，他们

关心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参加乡镇的管理，他们热爱自己的乡镇，因为他们不能不

珍惜自己的命运。他们把自己的抱负和未来都投到乡镇上了，并使乡镇发生的每一件

事情与自己联系起来。⑨而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在经历了种种波折之后，前途仍不

明朗。“ 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制度的真正实行，也是提高公德水平的一个 
重要的前提条件。”⑩ 
     
 
注释： 
 
① 理钊  《中国人公共精神的丧失》（论文） 
②④ 魏沂 《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论文） 
③⑤⑩ 吴思  《造化的报应》（论文） 
⑥⑦⑧ 参：周国平《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50-155 页 
⑨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  上卷 
 
来源：《世纪中国》网站 

735



制度的重要 
 

董志强  
 

中国有句俗话：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意思就是说，没有规则（即制

度）的约束，人类的行为就会陷入混乱。这样一个朴素而重要的思想，可能没

有人会认为它不正确，但它却一直在生活中被人们不应该地忽视了。  
 
  何以有如此一说？比如我们历来反对腐败，可是为什么这些年来腐败没能

有效遏止？社会学家可能把它归结到官员们的道德水平下降。但是，这只是表

象的，真正的原因还是只能到制度里面去找（其实道德本身也是由一系列不成

文的制度构成的，道德水平下降即意味着道德作为制度安排对人们的约束能力

下降了）。当一个社会中腐败现象蔚然成风，只能说这个社会的制度对腐败行

为缺乏约束，仅仅批判腐败官员的职业道德品质而不探求制度本身的缺陷是不

可能有明显成效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有一句名言：“你要放一个妖艳的女子在

我的卧室，又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是不可能的；要我对她没有非份之想的最

好办法就是，让她离开我的卧室。”同样，在一个有利于腐败滋生的制度安排

下，要官员们操守道德何其难也！如果有一套制度安排，可以约束官员根本没

有腐败的想法，那么我们根本不必辛苦地教导官员们要操守道德——然而在现

实中，我们的确犯了这样一些常识的错误，许多政府在反对腐败的问题上更多

地采用“政治学习”、“思想运动”的方法以期官员廉洁自律，而不是用强有

力的制度来约束官员们的行为。  
 
  所以，让大众和公共管理者明白制度的重要性是经济学家的又一个重要责

任。  
 
  为什么说制度是重要的？因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制度有关。经济学的

一条重要原理就是：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而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对一个人产

生不同的激励，从而导致他产生不同的行为反应。经济学家 Sam Peltzman 的研

究（Mankiw，Principles Of Economics，p8）可以说明这一点：60 年代后

期，美国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生产的汽车必须配备安全带。这项法律旨在提高驾

车的安全性，但是它也改变了对人们的激励。安全带法律降低了驾驶员生命面

临的危险，导致他们可以更放肆地开车，结果是这些法律减少了每次车祸死亡

的人数而增加了车祸次数，净结果是驾驶员死亡人数变动很小而行人死亡人数

增加了。  
 
  对于公共政策设计人员来说，一项政策是否成功就在于它对人们提供的激

励是不是跟预期的效果一样。政策是正式的制度安排，政策的设计实际上就是

进行游戏规则的设计，是以制度来激励（约束）人们的行为——这是经济学原

理指导政策设计的核心问题。经济学著作浩若烟海，但经济学对于现实最重要

的意义恐怕就在这里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制度对政策设计是重要的：制

度的改变就是人们行为规则的改变，从而人们行为改变。比如，国家宣布对超

生孩子罚款，人们就会少生孩子；国家宣布对科技发明进行重奖，就会有更多

的人献身科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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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制度本身是如何产生的呢？任何一项制度的产生，都是社会成员相互

博弈的结果。社会成员的博弈可能存在无数的均衡，一项制度的确立是其多种

可能出现的均衡中成为现实的那一个结果。人们的博弈是随时且无限期地在进

行，所以制度本身也不断演变，从而可能形成一个制度演化的路径，它代表了

人类生活规则的历史。制度的确立必须是得到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大多数

社会成员的认同又进一步使制度得到自我强化。比如，如果一个社会 50%以上

的司机赞同“靠右行”作为交通规则并加以遵守，那么“靠右行”才能作为一

条制度被确立，而这条制度的确立将使越来越多的司机遵守“靠右行”，于是

这个制度被强化了。  
 
  但是要指出，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认同应该理解成社会成员的谈判能力而不

是他们的数量。比如一个国家统治者可能是少部分人，但他们掌握政权和暴力

机构，从而有更大的谈判能力，因此他们更容易把自己的主张发展成制度。这

如同我们在现实中看到，法律作为制度虽由小部分人制定却是非常强硬的，原

因在于法律依靠国家暴力机构作为后盾；道德作为制度虽然常常由大众在自由

博弈中形成，而其约束力却不如法律有效。这也可以说明，有组织的决策产生

的行为将比分散决策产生的行为更具建设性或破坏力。生活中官员的数量少而

百姓数量多，但是百姓怕官，就是因为官员是有组织的，百姓是没有组织的。

为什么雇员要成立工会，雇主要成立雇主协会，原因就在于试图增加自己的谈

判能力，使己方的行为对谈判局面更具影响力或支配力。  
 
  也许我谈得太远了。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制度的重要性。制度于人类的重要

性还可以由一个猜想来理解。假设在人类之初的蒙昧状态，人类也没有制度来

约束行为，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将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每个

人都努力追求着自己的“幸福”（当然那时的人们并不知道幸福为何物，但他

们出于本能会追逐自己的利益），知识的缺乏使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如何协调相

互的利益和行为。正是经过漫长岁月相互残杀、斗争的切肤之痛，人们逐渐认

识到行为的交互性而建立起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知识的不断积累成为制度不

断改进的动力。是知识和制度使社会秩序得到建立，使人类越来越走向文明。  
 
  当人类不断建立起各种制度、不断改变各种制度、不断创新各种制度的时

候，各种制度的综合就形成了社会体制。经济体制就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体制，

它由各种规范经济行为的制度构成。财产权利制度就是这些制度中最重要的一

种——事实上，财产权利制度常常被看作经济体制的基础。公有的经济体制和

私有的经济体制就是这个基础上两大对立的体制。  
 
  我们讲制度的重要，最典型地就可以反映到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上来。张五

常（我经常引用他的话，象他这样的大师又有多少呢？）去年在华中理工大学

就作了一场《产权为何重要》的精彩演讲。诺贝尔奖得主诺思的研究表明，资

本主义之所以最早萌芽在荷兰，就是荷兰较欧洲其他地区更早形成了私有财产

权利制度。张五常指出，制度安排的不同将导致收入的分配形式就会改变，从

而资源的分配就会改变，随之，经济发展速度和绩效也会改变。  
 
  其实经济运行的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且应该归结到体制（制度）的问题。

我们常常提及人才外流，譬如高级和优秀的人才到国外、到外企等。一些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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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那些离去人们失去了爱国热情、缺乏奉献精神，评论者不知道爱国主义和奉

献精神是有价的。一个优秀的人才愿意留在国内企业工作，十倍的年薪都不足

以将他吸引到国外企业，但是如果是二十倍、三十倍、一百倍呢？人才流失显

然并不简单地是一个爱国主义、敬业精神、职业道德的问题，它更与报酬体制

相关。又比如中国为什么缺乏企业家精神？我曾看到一本数十万言的专著讨论

（中国）企业家精神，但我对它不以为然，因为它没有接触到最深层次的制度

问题。企业家精神的缺乏固然与教育、经济等相关，但最大的问题恐怕还是在

于我们尚没有一套培育企业家的体制，比如竞争的企业领导体制和与风险责任

相对称的报酬体制。中国要培育企业家精神，首先应建立有利于企业家成长的

制度，比如企业家市场制度。再如国有企业改革，我们曾经尝试过许多方法，

当逐渐接触深层次问题之后，我们还是必须进行体制创新。  
 
  我们希望国家富强，实际上富强并不是一件难事，只要我们的制度安排

1）能够激励人民求富 2）能够保证人民有自由求富的权利，我们就会走向富

强。“干好干坏一个样”挫伤人民求富的积极性，所以我们反对平均主义；非

法敛取钱财破坏求富的自由权利，所以我们反对贪污腐败。除却战争和自然灾

害，贫穷国家之所以贫穷的原因，如果不是因为政策等制度安排挫伤了人民的

求富积极性，一定就是它的制度安排没有保证人民自由求富的权利。在中国，

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妨碍自由求富的制度安排，比如行政过度地介入经济的传

统观念和行为，比如地方保护主义，比如国家对某些政治强势的行业（企业）

的垄断熟视无睹，等等，这些都是我们在体制创新过程中需要逐渐革掉的。  
 
  最后我还想补充几点。其一是制度起源于降低交易成本，有的制度很好，

但实行它需要太高的交易成本，它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所以人类许多美好的

设计最终还是乌托邦似的构想；其二是制度具有路径依赖，即制度存在自我强

化和惯性，我们常常看到，一项制度并不好，但它还是延续下去了。由于搭便

车行为，许多制度创新并不总在最佳的时刻进行，而是在那以后，情况非常糟

糕终于到大家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进行；甚至，也可能人们“以烂为烂”谁也没

有信心和兴趣去改变这不合理的制度，于是出现制度“锁定”（Lock in）效

应，最终大家在腐败没落的制度中消亡。人类最初的二十几个文明最后不少都

销声匿迹了，与制度锁定不能创新密切相关。记得经济学家汪丁丁说过，当一

个民族面临制度锁定效应时，这是一个民族的悲哀。  
 
       
来源：“思想的境界”网站 http:// lyg19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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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在
改
变
了
。
接
受
你
的
解
释
的
人
越
多
，
社
会
的
改
变
程
度
就
越

大
，
而
不
管
你
的
解
释
究
竟
有
多
少
所
谓
“
真
理
”
的
成
分
。
我
们
知
道

古
今
中
外
都
有
许
多
很
糟
糕
的
解
释
曾
经
把
社
会
改
变
得
一
塌
糊
涂
的
事

情
。
你
还
能
说
怎
么
解
释
是
没
有
用
的
吗
？
说
得
再
透
一
点
，
哲
学
家
们

在
以
不
同
的
方
式
解
释
世
界
的
时
候
，
也
就
开
始
在
以
一
种
特
殊
的
方
式

改
造
世
界
了
。
学
理
型
的
知
识
分
子
就
是
通
过
解
释
社
会
去
改
造
社
会

的
，
他
们
并
不
需
要
直
接
进
入
到
运
作
和
管
理
中
去
。

这
样
来
看
，
人
们
认
为
什
么
样
的
公
共
秩
序
是
合
理
的
，
与
究
竟
有

什
么
样
的
公
共
秩
序
之
间
，
并
不
是
逛
不
相
关
的
。
公
共
秩
序
简
单
地
说

就
是
大
家
或
多
数
人
都
基
本
遵
从
的
秩
序
，
如
果
你
的
解
释
能
使
大
家
接

受
如
果
大
家
都
认
为
你
解
释
（
实
际
上
也
就
是
你
倡
导
）
的
某
种
秩
序

是
合
理
的
，
那
么
很
可
能
，
它
就
会
成
为
某
种
公
共
秩
序
。

说
到
这
里
，
紧
接
着
就
应
该
强
调
一
点
：
作
为
有
目
的
的
行
动
的
主

体
的
个
人
（
包
括
知
识
分
子
）
在
社
会
面
前
决
不
是
无
能
为
力
的
，
他
们

X扭
会
的
解
释
本
身
也
就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改
变
着
社
会
，
这
只
是
一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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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
另
一
方
面
，
由
千
他
们
在
社
会
中
所
处
的
位
置
不
同
，
知
识
和
教
育

背
景
不
同
，
他
们
的
对
由
自
身
的
行
动
所
建
构
起
来
的
社
会
的
解
释
又
是

千
差
万
别
的
，
不
管
每
个
个
人
的
有
目
的
的
行
动
（
包
括
对
社
会
的
解
释

这
种
行
动
）
具
有
多
么
明
确
的
目
的
性
，
这
些
行
动
的
后
果
又
常
常
是
与

他
们
自
己
的
预
期
不
尽
相
同
的
，
有
些
后
果
甚
至
是
未
能
预
期
到
的
。
由

千
这
些
由
行
动
所
导
致
的
社
会
改
变
常
常
是
行
动
者
自
己
未
能
预
期
到

的
，
故
它
们
并
非
总
是
符
合
行
动
者
们
的
初
衷
，
也
并
非
总
是
磨
合
出

（
或
者
，
“
博
弈
”
出
）
合
乎
理
性
的
结
果
。

一
般
地
说
，
现
在
大
概
许
多
人
可
能
都
会
同
意
，
建
立
在
法
治
基
础

上
的
公
共
秩
序
是
比
较
合
乎
理
性
的
。
这
样
一
种
比
较
合
乎
理
性
的
结

果
，
并
非
任
何
情
况
下
都
能
建
构
起
来
。
一
者
需
要
大
批
艰
巨
而
细
致
的

理
论
（
包
括
对
自
己
对
别
人
的
解
释
）
工
作
．
再
者
更
需
要
各
种
社
会
群

．
体
及
其
成
员
在
利
益
冲
突
与
调
和
中
的
妥
协
。
因
为
第
一
，
要
把
法
治
秩

序
像
模
像
样
清
清
楚
楚
地
写
（
而
不
是
抄
！
）
在
纸
上
，
就
不
是
一
件
简

单
的
事
。
第
二
，
法
制
并
不
是
仅
仅
写
在
纸
上
就
算
建
构
起
来
了
，
相

反
，
如
果
要
让
社
会
的
主
要
群
体
都
接
受
这
样
一
种
解
释
，
即
法
治
（
或

建
立
在
法
治
基
础
上
的
公
共
秩
序
）
是
比
较
合
理
的
，
那
么
一
定
要
在
他

们
经
过
在
利
益
格
局
中
的
多
次
较
址
后
才
有
可
能
。
显
然
，
理
论
工
作
和

实
际
较
讯
，
如
果
说
是
一
种
“
博
弈
＂
的
过
程
的
话
，
都
需
要
起
码
的
时

间
段
和
一
定
的
回
合
数
。
这
里
的
一
个
逻
辑
前
提
（
其
实
也
是
历
史
前

提
）
，
是
在
达
成
共
识
之
前
，
实
际
的
利
益
较
员
不
至
于
把
现
有
的
可
利

用
、
可
获
得
的
基
本
生
存
资
源
损
耗
干
净
。

中
国
社
会
现
在
面
临
的
，
正
是
这
么
一
种
困
境
：
一
方
面
理
论
工
作

才
刚
刚
起
步
，
说
服
自
己
都
尚
需
时
日
，
同
时
利
益
格
局
也
才
初
见
端

倪
，
较
拉
、
妥
协
、
共
识
都
还
路
漫
漫
兮
其
修
远
，
另
一
方
面
人
口
膨

仁 一 ＿ ＿ ＿ ＿ ＿ ＿ · ＿ ＿ _ ＿ ＿ _ ＿ _ ＿ · - － 己 ， 嘎 蠼 曜 了 － － 子 马 量 辽 谴 干上 士 畸

L 

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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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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胀
，
加
上
教
育
文
化
素
质
偏
低
，
且
人
均
资
源
本
来
稀
缺
，
又
有
愈
发
严

重
的
污
染
和
流
失
。
我
们
究
竟
有
什
么
基
础
去
慢
慢
理
论
，
悛
慢
解
释
，

慢
慢
较
量
，
慢
慢
共
识
呢
？
在
资
源
稀
少
的
情
况
下
，
不
讲
公
共
秩
序
也

就
构
成
为
一
种
“
秩
序
”
，
个
人
不
遵
从
这
类
＂
秩
序
“
反
而
要
倒
霉
。

这
就
是
说
，
公
共
秩
序
当
然
是
人
们
自
已
建
构
起
来
的
，
但
是
人
们

由
不
能
任
意
地
或
随
心
所
欲
地
建
构
它
们
，
秩
序
一
定
要
有
起
码
的
资
源

保
障
。
例
如
五
六
十
年
代
北
京
城
里
人
口
远
没
有
今
天
这
么
多
，
上
下
公

共
汽
车
就
显
得
很
有
秩
序
。
现
在
本
地
人
增
加
了
这
么
多
，
又
加
上
越
来

越
多
的
外
地
来
出
差
、
打
工
的
人
，
公
共
汽
车
、
道
路
并
没
有
增
加
多

少
，
原
来
的
秩
序
当
然
就
不
灵
了
，
乱
挤
乱
推
反
而
成
了
一
种
新
”
公
共

秩
序
＂
。
再
例
如
我
们
今
天
想
要
“
接
轨
＂
的
一
些
国
际
秩
序
，
是
以
现

有
的
资
源
和
能
够
占
有
这
些
资
源
的
人
为
条
件
的
，
如
果
突
然
有

12
亿

多
人
也
想
接
上
轨
去
遵
从
那
些
秩
序
，
原
来
享
受
并
维
持
秩
序
的
人
反
而

要
考
虑
接
纳
不
接
纳
的
问
题
了
。
公
共
秩
序
实
际
上
还
有
画
地
为
牢
的
一

面
，
背
后
还
是
利
益
在
作
怪
。

所
以
，
一
方
面
是
理
论
，
一
方
面
是
利
益
，
两
者
相
互
交
错
，
形
成

关
千
公
共
秩
序
的
意
识
形
态

，
其
霸
权
地
位
的
确
立
（
即
使
民
众
有
意
识

地
遵
从
）
有
赖
千
资
源
的
保
障
，
如
果
没
有
这
种
起
码
的
资
源
保
璋
，
把

一
句
老
话
反
过
来
说
，
天
下
大
乱
未
必
达
到
天
下
大
治
。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
社
会
科
学
并
不
是
关
千
如
何
建
立
并
维
护
秩
序
的
“
科
学
”
，
而
是

关
于
社
会
变
迁
及
其
机
制
的
理
论
，
包
括
在
什
么
样
的
社
会
条
件
（
含
主

体
条
件
）
下
哪
一
类
秩
序
有
可
能
建
构
起
来
，
在
什
么
样
的
条
件
下
则
不

亩
能
建
构
起
来
，
或
者
，
可
能
建
构
起
另
外
类
型
的
秩
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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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李丁溃

摘要
台滑有很多社合问题一直困授著我们，但奇怪的是，我们值管封这些问坦i 多

所指责，但同禄的问题御仍然一再登生，「岛什座迼佪社令没有能力学晋呢？」 o
本文以「食物中毒」现象岛例子，促「公共涂述」的角度切入，常試釬「社含溪，
什座不能学者」的现象做分析，结果登现，这佪社合之所以没有能力徙经验中学
暂，其中一佪很主要的原因是，常一佪社合问题校生了，这佪社含只能升迼伲l 问
题做外部洽述，常事人既没有参典，谕述的内容也都只停留在理念，而没有~入
细筛，而且，谕述多在没有情感氛团之中追行 。 因此，洽述的结谕亚不能林4匕成
常事人贲践和行勤的力量，迼是迼侗社含之所以一再重杖悉暂的重要因素所在。
最梭，本文提出基追民主的概念，希望能鸟迼佪问题的克服提供一些方向。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ocial problems facing us today in Taiwan. Although we 

have plenty of complaints about the problems, strangely enough, the problems 
take place again and again. Why does this society have no ability to learn to 
get rid of these social problems? In this pap.er, I take "food poisoning''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issue of why this society is unable to lear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important drawbacks in the public discourse when a social 
problem does occur. Simply put, the public discourse is always an "external" 
discourse with no people directly involved participating in the discourse. 
Under this situation, the discourse always revolves around principles and 
ideas, not technical details. Moreover, the discourse is carried out in a circum­
stance with no affective sentiments. It is therefore impossible for the dis­
course to be transformed into social action. This is why the society repeats 
itself. In the end, the concept of radical democracy is employed as a remedy to 
tackle the problems rai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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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谕述、社含学暂輿基追民主 3 

台濡社含的公共生活中，有一特殊的现象，我暂峙稚之篇「重覆」 o

简單地脱，在日常生活中，同襟的错挨或悲剧一而再，再而三的登生，

好像永遠没有停止的一天。以公共安全第例，各穗炎雌或不幸，一直

以同樑之模式出现，每次都有人受害，社曾各界也一直在講责道穗炎

雌的狻生，但不幸的是，道些炎雌却仍然一再狡生。譬如脱：食物中

毒道件事，每年徙夏天阴始到秋末，我们煨乎每佪醴拜都可以在幸如上

賸到至少一则食物中毒的消息，每次中毒事件狻生俊，輿脸也都一致

呼颌餐能要注意餐歆衡生，肇事的餐能也都受到相常的虔罚，但是，

呼颌蹄呼额，虔剒麟虞悯，中毒之事遠是敝锁登生。大楼火炎的府形

也是一樑，徙衙溺康到快柴颂，数以百倏的人命不幸遇害，官具们甚

至因此遭弹劾或丢官，社曾輿脸射道道穗不幸更是大磐講责，行政單

位也信誓旦旦要骰格取缔遠短的商家，但是道些努力好像都不骏生寅

隙效用，不可原諒的炎雄遠是狻生了。其他如交通秩序、缨境污染等

间题，也都以同模的模式一再狻生，社曾就是没辦法根除道些公共安

全中的不良琨象而一再地陷入重覆性的苦雅之中，第什陵？

笢什座道侗社俞曾一再重覆同檬的错娱呢？篇什陵道侗社曾没有

能力做有效的自我羁整呢？笢什陛道侗社俞俞陷入那穗恶性循瑕之中

而熊法自拔呢？或是换佪方式脱，爵什陵道侗社含没有能力睾苦呢？

如果脱，孛营是一穗生活钮验之累稹和稠整的遏程，那陛，道佪社含

笢什座不能徙道些一再重覆的不幸中累稹出新的蹬验，亚追而狻展出

新的寅践模式呢？到底是那些因素阻凝了道侗社曾有制经验形塑的可

能性昵？有人脱，道穗重覆是一稚耆憤，但是，爵什磨沓惯不能改掉，

炰什座新的智憤不能赉成呢？到底台濡那些社含悄境的存在，才使得

稹否燕法改正，而造成社曾没有能力垒暂呢？本针剒瞥試徙公共脸述

的角度来探肘此一间题，以公共安全炰例子，探肘台湾社含的公共脸

述禹什度不能引狻社曾垒沓，才造成社曾一直在炎祸混乱的不幸清境

下恶性循缨。在遠没有造入射台淘公共脸述的现象做分析之前，腰我

瞥試到公共誰述舆否憤适雨侗概念先做简單脱明，亚射道雨侗概念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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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丁潜

社含皋营之间的翡保做初步界定。

l ．晋惯奥公共拾述：初步界定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常中，徙食、衣、住、行阴始，残乎每侗人每

天都在重覆著同樑的勤作或琨律，徙起床阴始，吃早餐、上班上踝，
研究肘骗，下班回家休息，雏然偶有燮化，譬如脱出圉去参加一｛固孛

衙研肘曾等，道穗燮化徙畏遠的戳贴来看，其寅也是一穗规律中的燮

化。甚至如清褚的起伏，像喜悦、憤怒或吵架，其基本模式也都大同

小輿，「重覆」好像是人额生活中的基本事寅。道穗事寅也就是社俞科

毕上所稻的「暂惯尸如果以本文所探肘的公共安全／食物中毒性事件

炰例，我们黑上可以狡现，餐舶轻管人员也是陷入「重覆」的惯行之

中，每天到固定的批狻商去探瞄，用同模的方式把食物暹送到餐韶，
用同檬的方式，同楛的流程，甚至同樑小勋作虔理食物，如切肉切菜

的方式，洗溜的方式，清理鍚盛的方式，肝藏的方式，暹送的方式等，
道些窖惯残乎每天像榄械一棵地被搜裂著，道梩，我俨阴始可以察觉

到，想要改掉道些重覆中的惯行，是一件相常不容易的工程了。

涂雨斡和章伯是古典大家中到「否惯」道侗概念最深入探肘的社
曾毕家 (Camic, 1986) 。章伯 (1922:310-312) 把沓惯定羲成一穗未艘

反省 (unreflective) ，而且施行很久的否癖 (disposition) 。在章伯

(ibid.:25) 射社俞行勤的颓型卑盔分中，＂傅統性行勤“其寅就是一
稚暂惯行厮是一稚”被惯行所决定的行勤“o窜伯 (ibid.:25) 很清楚

地告拆我们，＂绝大部份的日常行勤”都是道穗暂惯性的行勤 0也徙道
梩，稍伯提出他射傅統主羲 (traditionalism) 的看法。简單地脱，傅

統主羲是一穗＂照法跳脱日常生活沓惯＂的生活倩境 (1923:355) 。常

一侗社曾的行第模式陷入重覆性的沓憤行篇之中，道佪社曾就造入一

稚傅統主羲的状熊。窜伯 (1922:320) 指出，＂我们愈往屉史回溯，我

们愈骰现到，人颓的行勤模式愈是受沓憤所决定“o

涂雨斡射否惯的研究，基本上也是把智憤常成一稚未翱反省，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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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戳下的畏期惯行 0射涂雨斡 (1898-1990:90) 来脱，人颓的行勤，

往往游勤在雨栖之问。道雨侗端黏的一遏是意瞰舆反省，另一遏则是

否惯。涂丽斡 (1905-6:152) 指出，”只把我们的注意焦黏集中在人的

意瞰曆面是不狗的。那些意藏表曆所呈现出的倩感或理念，决不是野

我们的行爵奉止最具有影嘟的部份。我们所必需深入探肘的其寅是沓

惯——道才是控制人颓行勤的箕正力量所在“o在涂雨斡的肘誰梩，苦

惯也是和傅統主装牵踞在一起的。简單地脱，富一侗社含没有造入反

省的满通的状惩，她的意藏状怹是不清楚的，也因笢道植模糊不清的

情境 (obscurity) ，社曾曾陷入一穗盲勤，表面上可能五彩镇纷汁且其

寅却在原地踏步，而道也就是一穗傅統主羲了。以民主制度第例，涂

雨斡 (1898-1900:84) 邸鸾民主决不只是投票，民主更重要的楷成倏

件是反省 (reflection) 和反覆肘諒 (deliberation) 的海通倩境。一

佪人在未粒肘誰之前，他的意瞰或理念是不清楚的，道锺惜形下的投

票，反映的往往都只是佪人的私慾小利或社含的既定成琨。而道穗倩

况下的多敷决，也往往都是一圃混乱，社曾亚不能因此釐盯出一佪清

晰的方向，很多社含之所以不能脱雒怒性循缨的傅統暂癖，往往都是

因第虔在道穗模糊不清的倩境所造成。因此，涂茵斡腮第人在投票之

前，要在侗人所在的中介圉髓中先轻遏畏峙阴的反省和骗述，道佪人

的意瞰状熊才可望摸得釐清，佪人或圉髓的意瞰和方向也才可能礁

立，而道正是脱睢傅統耆癖的必要倏件。

徙以上野律伯和涂弼斡的时验中，我们可以得知，一侗人或是一

侗社曾的行勤方向，大部份是熊意辙或未糙反省的耆惯性重覆。涂丽

斡更清楚地告诉我们，要脱雕道穗智憤性重覆状熊的先决倏件，就是

反省和反覆肘誰，也就是他所講的海通，道是涂商斡民主理骗的核心

所在。也在道梩，我们已婬隐的地看到了昔惯、傅統和公共骗述之阴

的互勤膘保。道侗翱保到了杜威就更清楚了。杜威 (1925:229) 昭第，

在没有湍通的清境下，否惯曾依著固定的轨跡前造，一佪人的行第基

本上曾被他自己先前的行第轨跡所界定，因此，行第的模式俞愈来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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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也愈来愈栽律而牢不可破，新的学暂就燮成不可能。射杜威来

脱，人颓的垒营或赉成新詈憤的能力是决定於人舆其周圉瑕境漓通的

能力，＂漓通不只含增加营惯的敷量和穗颊，而且曾把道些不同的智憤

速起来……因此沓惯也就不曾固定化了"(ibid.:229) 。在道梩，杜威把

满通和皋沓速桔在一起。野杜威来脱，一佪事件的狻生或存在本身亚

不楛成意羲，”但是，有一侗橘樑却可以把存在和意羲贯穿起来，那就

是滞通、晤言、验述"(ibid.:139) 。换句括脱，一侗事件的狻生，如果

没有轻遏言晤誰述，那瘛它就含只是一穗骏生 (occurrence) ，我们亚

不曾因第道佪事件而摸得意羲，或是脱，我们亚不能徙事件中垒营。

只有在事件狻生之俊，野道佪事件做言晤誰述和湾通，事件的意羲才

俞凸颠 of,论道侗角度来看，公共誰述正是人颓得以突破沓惯性的重覆，

亚造而摸得新的寅跷模式的重要横制。

在以上商短的理誰回颤之俊，牍我们再回到原始踝题：第什磨食

物中毒或其他公共安全事件一再登生，第什陵道佪社曾不能卑奢？徙

涂雨斡的理验中出狡，我们也许可以脱，台湾的餐歆桨之所以一再娶

生中毒事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餐歆棠者，野慎正的衡生沓憤亚

不消楚，在道穗模糊不清的状况下，祡者又没有慎正去「反省」，亚「反

覆肘眸」有翡餐歆衡生的具鹘内容，因此才陷入原来的智惯之中而不

能跳出，食物中毒事件也就一再装生了。到杜威来脱，中毒事件雒然

一再登生，但是因劂晤言誰述的欠缺，道些事件却只是一穗＂狻生”,

它们不楷成轻棘上的参考，毕沓自然就不可能狻生了。但是，徙寅隙

的社曾遇程来看，中毒事件的狡生慎的不措成公共誰述喂？每次事件

登生俊，大熙媒鹘不多是大量载遵鸣？官方或民阴不都是反瞧熟烈

哩？雌道道些不楠成公共誰述哩？如果不是，那陛什陛才是有效的公

共誰述呢？什陛樑的公共誰述才能攘社曾脱雕傅統暂癖而痊生社俞学

否呢？在底下的分析梩，我将以 「美满」中毒事件笢寅例，来分析台

滩社曾野食物中毒事件的骗述模式，再瞥試徙道佪寅院的侗案分析

中，指出其阴之阴题所在，追而野公共脸述和社曾毕营做一些理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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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釐清工作。

2 ．台湾社舍封「美满」中毒事件的公共洽述

表 1 颐示，台洞地砾的食物中毒案件以及中毒人敷，在遏去十年

之中有逐年增加的超势，本笳窅試以「美满」中毒事件第例，分析台

洞地匿射额似食物中毒道穗公共安全事件的公共誰述模式，造而肘誰

第什磨道穗脸述模式不能痊生社曾睾耆。

表 1 台漓地匿食品中毒案件統叶表： 1986-1995

年度 件敷 患者敷

1986 62 1820 

1987 84 1505 

1988 92 1949 

1989 84 2547 

1990 57 1380 

1991 93 2378 

1992 88 3084 

1993 77 2150 

1994 102 4276 

1995 123 4950 

资料来源： 《食品中毒狻生状况》 '1986年到1995年，行政院衙生署印o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三日台北市隅渡、文化、桃源、明德，及台北

繇三芝、部公及文化七所圉小近一千六百名皋童，因民吃了台北繇美

满食品公司所提供的午餐盒，狻生集醴中毒事件。道次食物中毒事件

因牵涉的人数嫂乎逵一千六百人，是台漓地噩近十除年来最大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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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毒事件，社含各界在案狻俊所做的狻言或虔理，代表社俞野此一事

件的反省和脸述，但是，道侗公共骗述的罔题出在那梩呢？

十月十四日案登的隔日，各大幸员的社曾版都以乘倏新阴刊出此一

事件，醒目的漂题加上瞥院中毒病患的照片，思上吸引大家的眼光，

但在内容上，因第事件剧狻生，因此多愿案悄载淳，亚熊分析或諒述

的文章出现。十五日鹃始，各颓型的誰述就纷粉出琨，例如自由晇華

就把近年来大台北地匿重大食物中毒事件，分别就中毒峙阴、中毒圃

膛、中毒人敷、中毒原因等以表格方式列出，清晰而醒目。台北繇畏

尤清也狡表脱括，要大家”记取教钏，亚全面加强桧查”(84.10.15,

中园峙軗）。教育部则表示，将狡函省市教育行政單位，提醒学校注意

歆食衡生，遗睛便常也矜必迵拇各繇市衙生單位胖定合格的侵良蔽商

(84.10.15, 中围峙幸员）。衙生署畏强博雅也表示，衢生署不能每天都

盯著餐鹏棠者或厨甘而要注意食物清潔衡生，只能透遇辅遵、教育来椋

助粟者翡心道佪间题。腑房工作者在虔理食物峙，照将跟婴绑起来，

指甲剪乾净，以避免污染食物，如轻查瞪确寅是因第棠者疏忽，导致

民熙中毒，悄舫重大者将移送法辦 (84.10.15, 中囡峙载）。台北市教

育局亚责成各校，在三侗月内不得再向「美淌」餐盒盯瞒皈盒。

在台北繇、市政府、教育部、衙生署各相牒部含首畏相敝狻表意

旯俊， 10 月 16 日自立早载和聊合载同峙以社諒来桧肘道次食物中毒

事件。自立早軗呼颌政府射於此事「惩陔以更加謹滇，更笢撤底的方

式加酘格桧棘，釉密聘查，亚找出真正的肇事原因」。亚郓爵，公共衙

生舆食品衡生乃是圉家公共政策及施政上的要粉，不能只靠地方政府

或民窊自身的力量来改善，衡生署做觉中央主管官署，照野此中毒事

件负起责任。 i配合幸员月抖忍炰，「政府射於便雷餐歆秶者的生桽，管理有

必要盯定棵準，亚骰格埶行，随峙抽腕……特别须要注意烹阴人员的

尊粟素黄，尤其愿加强阳师的瞪照管理」。最俊削主张由「政府的加强

管理，梁者的自我要求，消费者的主勋膘切」来提升食物衡生之安全

漂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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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上有翡官方的反照以及幸员条氏的社誰砰述之外，「中華民囡

餐盒食品全圉聪瞎俞」於 10 月 15 日在淡水奉行一项研肘俞，道是民

朋器者首次，也是唯一釬射美满餐盒中毒案所做的检肘，结骗是建曦

政府野粟者寅施分匼限噩，言忍笢政府釬野匾域能圈及皋校敷晁割分责

任分配逼，亚依蔽商工蔽坪敷，人晨及股傩倏件，股一最高敷最上限，

将有助於便儅品质篮控。另外，爵降低行政成本，菜者也建骇降低清

潔费用比率，盯定每一便常四十元下限，省府核狻管赉人员埶照及代

辦学童管赉午餐免踝税等 (84.10.16 ，踞合幸员）。

10 月 16 日台北市政府教育局第加强管制皋生午餐的衙生安全，

叶劓要求蔽商禹餐盒或餐桶加倏，以防止暹送途中遭到人第污染，亚

要求学校每月抽取一佪餐盒供衡生單位徐验，也講衡生單位派人到食

品蔽商的裂造琨塌抽桧。台北市畏陳水扁也表示，北市将不再盯瞄美
淌公司便常 (84.10.16, 聊合教）。同日的民生载也教导，衙生官员腮

第，造成校圉食物中毒案最大的原因在於不少皋校未骰格旆潠餐盒棠

者，而棠者供愿份敷超遏负荷，送餐距雕遏遠，第此，台涸省衡生虔

昨 (15) 日研摄在合格的餐盒祡者瞪害上，加驻祡者桽能和服捞噩域，

探取「分匮限量」供餐方式，以保障消费者，台北市联晨陳垒型则在

16 日指出，在确定本案的责任蹄愿之前，市府照主勤负起下列责任：

一、出费第受害卸生聘聘律茹；二、第受害人主勋争取求價；三、责

成主管榄牒将曾轻换生食物中毒的蔽商列入「戳察名單」腋予监督：

四、盯定「台北市前生食物中毒陪價辦法」 (84.10.17, 中圉峙幸展）。

10 月 19 日民生教登表社誰湿烟「分惺限量」雏可纾解蔽商遏量

供餐及送餐距睢遇遠的缺失，却未必能防脆人篇虞置不常的罔题。亚

腮焦，一般餐歆祡雇用合格厨肺比率不高，才是食物中毒事件狻生的

主因，因此要求衡生主管單位拿出具髓的管理措施来解决此一问题。

10 月 24 日聊合晚幸员幸颐车衡生署官员腮第，荷包蛋上出现不陔出现的

肠炎弧菌，不排除在荷包蛋暹送分装遏程中，遭到全面性的污染。在

同一版面的下护有一面棵题篇「酒蛋，堆在遠滴著血的雅肉内朦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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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者深入台北外包便常菜的最大集散地一缨南市场，登现澜蛋放~

在刚刚屠宰掏空出来，遠滴著血水的维内朦堆遏，苦瓜镶肉在胸旁，

缸烧肉则用缆空的箱子装著，捆在不遠的泥地上。亚附上一张在现塌

拍摄的圈片，忧目鳖心。

案悔狡展到此，荷包蛋被祝爵罪魁祸首，原因可能是装蛋的容器

或是暹送的遇程中，遭到存於海鲜颓的腾炎弧菌污染。病因是找到了，

但誰造成的错娱亚没有确定，可是所有的公共骗述都到此笢止，好像

找到病因就已经有了交待似的。剩下来的諒述，都舆理陪有腮，例如

10 月 27 日中峙晚幸员幸砂尊，「美满餐盒中毒事件逢成共藏，各校籵索赔

二百禹元」 010 月 29 日中圉峙幸员幸肚贮 28 日下午由美满公司负责人舆
各陔校校畏、家畏代表等人院商事宜，各方逢成共藏，初步估针向美

涵公司求價金额的二百五十多高元。 11 月 6 日中圉峙幸员幸员导，喧賸一

峙的美滴中毒案，轻衙生署翡查多峙终於有具膛结諒。原本列第可能

污染源的荷包蛋及暹蛋货草，由於没有狡琨具醴盛擦颇示有致病原，

所以裂作便常的美满公司必须负起全责。整侗案情就到此銡束。在以

俊的公共誰述梩，美满中毒案就不曾再出琨遏。

3. 「美满」给述的蔑佣同题

徙上述射美满中毒案的社曾誰述中，我们可以狻现，徙案狡 10 月
13 日膘始，到 11 月 6 日定案第止，台漓社曾是瞥試要野此一社曾（危

横）事件做一虐置，各相翡官员、媒髓、民意代表、民间有牒圉醴等，

都装表了他们野此一间题的看法及解决之道，徙杜威的戳贴来脱，美

满中毒案亚不只是一穗登生 (occurence) ，而是一侗事件 (event) 。

也就是脱，它已樊成社曾注意力的焦黏，社曾也瞥試野它做一穗脸述

性的工作，道已经有涂雨斡所睛之 「反省」的味道。但是，篇什度道

侗「反省」工作不美淌呢？涂丽斡所丽的反覆肘脸 (deliberation) 是

什陛？什陵樑的公共验述含桽生社含行勤，亚引驳社俞垒奢呢？道些

都是台濡式的公共誰述所面端的具醴踝题，我们必需更细敏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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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可望狸得一些棣索或方向。在下面的肘誰梩，我準傩徙三侗面向来

探肘台漓公共誰述中存在的一些踝题，瞥試由此来釐清公共誰述的意

涵，造而阑述公共验述舆社俞学否的理誰陇聊。

（一）常事人的缺席：徙上一笳射「美满」事件的描述梩，我们可以

狻琨，参舆此一事件的骗述者，绝大部份都是官方代表，如台北颗畏、

台北繇衙生局、台北市畏、市教育局、衙生署官员、教育局官具、台

滑省衙生虞等，勉强可以算是民朋狡言人的，则有各媒髓、台北市曦

含、以及「中華民囡餐歆食品安全聊瞎曾」 0 箕正的掌事人，如附踊、

跑堂、餐皓翱理、市塌的眅贾（尤其是眅贾熟食者）人员、餐盒之暹

送人员、甚至包括消费大窊等，完全缺席，甚至民阴圃髓如「中華民

圉餐盒食品聊誰曾」於 10 月 15 日在淡水奉行之椋肘含，参加人晨多

是官方代表如省衙生虔畏林克焰等，或是餐盒棠者的精英代表，如全

圉含畏或台北睬曾畏等，慎正在第一棕作棠而舆餐歆衡生录直接相陇

的厨眒等人员（泛指一般厨卸，而不限肇事的厨卸或相陇人员）则完

全缺席。我不知道第什度道些第一辕的作梁人员没有整音，既没有被

邀講狡言，也没有自己鹘曾肘誰，在他们完全都没有参舆的降况下，

「餐歆衡生」的誰述，燮成一穗理誰的誰述，舆寅賤或行勤就完全没

有相陇了。

舆上述现象直接相肠，甚至是由上述现象所引登的另一佪琨象就

是，誰述的重贴都偏重在法律舆管理，而忽略了规能舆自律。如果我

们再回到上一箭射寅隙遏程的描述，思上曾登琨，所有的官方，甚至

包括民阴圃醴、曦曾或媒髓的誰述重贴，都偏重在如何制定法律骰格

管制等。因笃那些第一综舆餐歆衡生最直接相晓的作祡人最根本没有

造入公共誰述，所以有陇自律舆棍能的同题完全没有被提出。譬如脱，

案骏的第二天，台北繇畏尤清登表倓括，要大家「配取教钏，亚全面

加强桧查」 0衡生署畏张博雅雏然有碰鳎到一些细笳，我俨将在下一笳

中肘誰0但基本上，她的基本誰绸仍然是管制舆虞剒，「因第祡者疏忽，

尊致民窊中毒，悄笳重大者将移送法辦」。台北市畏陳水扁表示，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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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永遠不再盯睛美满便常。台北市器员陳睾型的四贴建瞅，包括延~

律卸求｛赏，服格蓝督以及制定「台北市卸生食物中毒赔價辦法」等，

也都圈幌在法律、陪價和管制等。各大载的社验，劓残乎清一色地饶

管制面向切入。如自立早幸员指出，食品衙生乃是国家公共安全政策上

的要移，不能靠地方政府或民献力量来改，而照由衙生署鱼起全责。

民生教 19 日的社誰泪月言忍笢政府愿透遏厨肺瞪照制度的榷寅埶行舆管

制，来提异餐歆衡生。聊合幸员在 16 日的社拴，基本上也强羁骰格管制

瞪照。值得留意的是，在道一篇社誰梩，鄱合幸员提到： 「柴者的自我

要求，消费者的主勤隅切」 0舆一般的骗述基隅不同，但只是一晤带遏，

亚没狻捆，更不是重黏，在整涸骗述中，最攘我不能理解的是「中華

民囡餐盒食品聊瞎曾」的誰默了叮聊諒曾」是一佪民朋喔醴，「美满」

事件狻生f姿它的肘誰含的銡瞅竞然是： 1) 建瞅政府野祡者骰格寅施

「分谣限噩」制度； 2) 篇降低行政成本，建联政府降低清潔费比率，

亚免扣营接午餐税等。整侗誰述的基瞒圉統在政府愿如何管理餐歆祡

者，以及如何免钠税款等。可是野餐歆作菜遏程中最直接舆衡生相翱

的作桨棵準或倘理原则却蔓字不提。到了案子的俊期，整侗誰述削圈

統在理赔问题，也在道侗遏程中，同题的重默被膊移了。值得一提的

是 10 月 24 日聊合晚軗那篇有陇璞南市场的现塌軗遵，它是道整佪案
件中唯一员正能谈到“细舫＂的幸员淳，我将在以下第二、三笳中再予

肘誰。

徙以上的分析捚，我们可以狡现，「美满」中毒事件的公共誰述，

其寅是不美满的。其中一佪主要的原因是，真正在第一棣作祡的相晓

人员亚没有参舆，整侗誰述完全由一群社曾精英（官方、媒鹘或棠者、

民意代表）所掌控。在道穗愤况下，誰述的结果，不管是法律、规鲍

或其他任何短削 (rules) ，都不是常事人自己意顾的表琨或生坴，更不

含是他们的同意或共哦，道穗誰述所生桽的任何短削，射第一综作秶

的人来脱都是外在的，强加的，是他们的生活沓惯之外的。换句括脱，

道穗誰述所呈现出的道赣是社含精英意圈把他们所狻展出来的一套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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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短削（如食物虞理、肝存、暹送等）强加在寅隙操作的人员身上，

道是一植镶坎的遏程，也就是一穗把规则窝入身醴的工程，或是 Bour­

dieu and Passeron (1977) 所講的教化性工作 (Pedagogic Work) 。

根擦 Bourdieu 和 Passeron 的看法，任何教化性工作一定要有教化

榷威 (Pedagogic authoriry) (ibid.:11-31) 的存在，而且道穗工作必

需是持撒而畏久的 (ibid.:33) 。以餐歆衡生窖憤的接成来脱，如果道些
新的操作方式亚不是由操作人员自己参舆誰述俊所桽生，而是由其他

的社曾精英所生坴。在道穗悄况下，我们如果想要道批第一棣作桨人

员赉成道稠新的智惯，也就是脱，熟悉了另一穗身髓的操作方式，首

先就必须有教化的摧威，如衙生管理官具的存在和监督。而且，道穗

监督亚非一次或残次就含登生效果，而必须是畏期速绩的管理，也只

有道棵，新的操作方式才曾坎入厨肺们的身鹘之上而燮成他们的新沓

惯，偶而一次的监督是熊效的。

在道侗腮瞰下，我们就曾狻现精英们想要透遇强加和镶坎的方式

来赘成新的衡生耆惯是很雌成功的。最主要的原因是，餐歆工作都是

在“私＂颌域中，如附房内造行的，教化摧威根本不可能射道些操作

人员做畏期监控，可是，偶而一次的税查或抽桧，亚不能培赉出新的

沓惯。新竹市衡生局的张踝责就明白告拆我，＂除非我们能在每侗阴

房梩派一位桧查晨畏期驻守，否则监督根本不曾有太大的效果＂。衡生

署畏强博雅也表示，＂衙生署不能每天去盯餐嗯棠者或厨卸要注意食

物清潔衡生，只能透遇輛遵、教育来协助祡者牒心道侗罔题“。 (84.10.

15, 中圉峙载）张博雅在道梩倒是鳎及到了罔题的重贴所在，但是衡

生署所辦的衡生教育有它的间题，我们将在下雨笝中肘誰。目前可以

唯定的是，餐歆衡生安全是不可能靠殿格监督（也就是 Bourdieu 和

passeron 所睛的教化性工作）来完成的。先不啖道穗埶行方式的暴力

或反民主本贺，歙使只在效果的曆次来看的括，因篇绝大部份的餐歆

l ．很谢谢张信彰裸长接受我的访问，业提供相肋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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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祡都是在“私＂颌域中狻生，骰格监督根本不可能持绩有效士也追

行。因此，除非常事人主勤地同意一间短削，也慎的腮酰亚了解陔规

则，否则道些琨则是很雅被儅事人嗔正掌握，更别脱辖化成具醴的行

勤了。

（二）只有原则，而照釉箭：在台濡的公共誰述捚，往往充满著原则

或理念，但却很少鳎及施行的程序、技衔或是本文所睛的「轴笳」。以

「美满」誰述笢例，我们所看到的残乎都是原则性的整明，但不是技

衙性的反覆肘誰 (deliberation) 。譬如脱，台北繇政府要求所愿衡生

單位“全面加强检查＂。但是桧查的檬準在那梩呢？餐歆作棠八员知

道道些樑準吧？在我的初步防啖梩，餐歆界的作棠人员其寅射新的作

菜棵準一熊所知，他们大多貂第自己已经很衡生了，根本不潦解他们

作祡程序中有不合撰準的地方。在逜穗悄况下，所睛的“全面加强桧

查“其寅是毫燕意羲的，因炰第一锁的作粟人晨根本不知道何去何

徙。以聊合幸伎 16 日的社諒第例，主张棠者瞧骸「自我要求」，以及消

费者要「主勤翱切尸但是棠者愿陔怎陛自我要求呢？上面我已座稍篇

提遇，大部份的祡者都聪炰自己很合乎衡生，甚至他们也一致同意，

餐歆徙祡人晨有责任誰他们的顺客免於不安全的威裔，但罔题亚不在

「衙生」常成一侗搅跪受到质疑，填正的问题是，什陵才是衙生，或

是脱怎陵做才是衙生，而道也就是我翱党的施行程序、施行技衔。同

襟的理由，消费者要怎磨制切呢？什陛樑的具鹘步骤才是有效的呢？

道些都是我所講的「衵舫」 o

前面我曾提到，张博雅在 10 月 14 日的狡言中，曾碰稷到一些细

笳商题，如「厨房工作在虔理食物峙，愿将顽萎梆起来，指甲剪乾净，

以避免污染食物」 0 10 月 24 日聊合晚教一篇有制璞南市塌的琨场载

遵，指出“生熟食擁位混雅”,"缸烧突就放在淌地泥水，大家走来走

去的通道遏，箱子遠是缆一空有格子的…＂，透遇道些细笳的描述，道篇

幸伎尊把一些熟食市塌的衙生罔题消楚地贴了出来，是美满中毒事件的

誰述中，栖少数的例外。其他的除述，基本上都是停留在原劓或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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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曆次上面，如呼韶官方要殿格督察，呼颌祡者要自我要求等。前面

我们巳癌提遇，在棠者野「什座是衡生」或是「如何做才是衙生」都

遠不清楚的府浣下，道些原剧性的除述其寅是很熊力的。在道穗倩况

下，有效的誰述一定要造入细笳，如食物的拧存冷凉瞧骇如何虐理，

生食和熟食要怎棵隔雕，切肉俊之祜板要怎橡清洗，厨师手部受偈要

怎陵包紫，餐腑具要怎陛清洗，上菜峙跑堂的要注意些什陵，食物外

送峙，卓厢的衙生如何雒持..等，道些就是本文所講的细笳，也就是

具橙的操作程序或操作技衔。它们不是原则或理念本身，但却是原别

的化身 (embodyment) 或瞧用 (application) 0 Habermas (1990, 

1993) 很清楚地告拆我们，短觞和搅施的照用是不一樑的。知道，甚

至懿同＂衢生“道佪棍跪是一回事，在理念上，包括所有的餐歆作棠

人晨，没有人曾否定道倏棍跪的有效性，但是在贲院瞧用上，如何做

才是滇正衡生，却往往是整侗间题所在，因笢，“没有任何棍跪，曾很

清楚地包括它的愿用规则”(Habermas, 1990:206) 。也因篇道佪原

因，＂任何短跪的照用，都须要有荨阿釬野愿用上的除瞪和釐清”

(Habermas, 1990:13) 。

在道侗腮瞰之下，我们就很清楚地看到了罔题的核心了。简單的

脱，在以上有牒食物中毒的公共誰述梩，残乎没有出现特别釬野“您

用”而造行的誰述。之所以狻生道穗现象，舆上一箭我们所指出的罔

题——常事人缺席是息息相膘的。道是因第任何＂瞧用＂，其寅都是一

植通用性 (appropriateness) 的罔题 (Habermas, 1990:37) 。野同

一｛固规劓的愿用，餐歆穗颓的不同（如中、西餐、海鲜店、题包店、

咖啡店…等），都可能曾有不同的选用，甚至是同植颊的不同餐能，因

爵它俨的阴房璞境不同，地黏的不同等，可能也须要不同的细箭才能

遮用。换句括脱，任何短削（含法律和税跪）的隐用都是猖特的，我

们很雅用一穗普通的方式把一些隐用短则强加到常事人身上。太普通

性的愿用，野雷事人来脱，其寅只是另一穗原则或理念，而不是真正

的细箭。真正的细笳一定包含某些猩特性或特粪性，是釬射使用者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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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的眽辂所狻展出来的，道稚情况下的＂愿用”才是合递的，也只有

射道穗细箭的照用和掌握，儅事人才能真正＂隙解＂陔规则或理念~ 0 

Habermas (1988:131) 脱：

岛了晇解捂言，我们必须有能力去驾驭捂言。因此，＂撩解“其赁;

是一程技巧和一程掌控能力。“知道”迼佪宇很明颜地和“能力”

是紧密相制的，而且也和＂映解“一禄，都是一程卅技街的驾驭

能力。

引文中的黑鹘字，是 Habermas 引自 Wittgenstein 的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中的一段括，也是晚期 Wittgenstein 一再强绸的叶纣

晤言短则的潦解，其寅是在野晤言的寅隙愿用中狸得的2 。而晤言的愿

用，其寅是一穗技衔性和程序性的问题，是愿於本文所驸的细箭，而

不是理念或原削。在道穗懿瞰下，如果我们的公共誰述只停留在法律

或规枙的理念曆次要求相膝人具酘格检查或祡者自我要求，其效果也

就不言可喻了。

但不幸的是「美满中毒事件」的整侗虞理遇程中，由於常事人没
有参舆，公共誰述完全只是一穗原则或理念的脸述；它没有，也不可

能造入滇正的细箭和腮用，也因第没有沺箭和愿用，法律或搅施就只

能停留在原则性的曆次，它的有效性也就大打折扣了。梁使在少数有
＂拙筐”出现的誰述中，也因笢道些细舫都是由上而下所制定出来的

琨则，而不是在舆常事人的互勤中共同形成，因此道些细笳的抽象性

和原则性仍然偏高，也就很雉箕正通用了。以行政院劳委俞瞰莱钏辣

局所编印的「中餐烹瞒」第例，道是厨卸瞪照考試的枙本，梩面的短

定，徙朦棠道德、食物遗瞄、器具股傩、食物腔藏等操作程序，都有

相富眻轴的规定，也就是脱，它已轻追入细笳的曆次。各地方衙生行

政單位在徙事衡生教育推糜峙， 也以道些材料鸽主要的教材。但阴题

2．脯於 Wittgenstein 针（捂言）规则的概念及永祥 (1992) 有相常扼要而清楚的介绍，

有典趣的请者可以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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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道本害是瞰钏局睛尊家编窝的，表面上它已轻造入釉笳肘誰，但

因篇常事人没有参舆，特昊性和眽辂性没有被钠入考量，所以射常事

人来脱，道些细笳其寅只是较不抽象的原则能了，除非在衡生教育的
寅隙操作的遏程中，道些第一辗的操作人员能真正参舆肘誰，亚射道

些绿则提出修正或诠释，道些细笳才曾慎正炰侗人所有所用。否别道

些规定仍然是一穗原则或理念，而不是真正的细笳，赏然就不能慎正

通用了。 Peter Winch (1958:119) 就清楚地指出：

那些能约报我们晇解到自己的心理和行岛的概念，是必须透遏学

晋才能疫得，也因岛如此，适些概念的建立必须是立基在一佪社

含性的遏程之中 。

Winch 道佪地方所指的有翱概念必须翱由睾暂才能滇正揽得，舆

Wittgenstein 和 Habermas 所睛的瞧用是一致的。而道侗地方所喟

的社曾性，正是本文所講的＂裳事人参舆“o一涸不是翱由常事人参舆

所制定出来的规则，必然有著或多或少的原则性或形式的，因此，除

非用“强加”的方式，道穗栽则是很鞋第儅事人所通用的。陇於道侗

问题，我曾翱射经生的一些棍定和效用做覜察，登琨凡是卑生透遇互

勤，釬射自己班衱状况所盯定出来的短劓，学生大致都曾遵守。可是

如果道侗棍定是由系方、校方、甚至是教育部所颁定，那座，垒生遵

守道些规定的可能性就大第降低了。而且，由愈上面（也就是雕垒生

愈遠的如教育部）的單位所做的短定，其效用愈低。我腮第，最主要

的原因是，愈遠單位所制定的规则，原则性或抽象性愈高，通用性也

就愈低 0只有那些由常事人自己在互勤，社曾的遇程中所制定的短则，

才最能釬野皋生们自己的具醴眽辂，道才是真正的钮笳，也才能俱正
有效。 1论道佪角度来看，台漓有膘食物安全的衡生教育，除了下一笳

我们要肘誰的间题之下，由上而下的宣遵方式，使得整侗教育的成果

就大打折扣了。

（三）誰述的單階性和單向性：在第二箭有翱「美满」事件的誰述梩，

我们可以骏琨雨佪相制逢的特色， 我稻之笢單階性和單向性。所腊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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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性是指富一｛固誰述出琨俊，亚没有人釬封道佪誰述而做第二階，甚

至第三階、第四階的誰述。也因此，道穗验述下的湍通通常只能算是

單向性的宣遠，而不算算正的鲤向互勤性的潜通。其寅道舆真正的公

共誰述是很不一樑的。根擦 Taylor (1992:205-259) 的看法，俱正的

公共誰述预股著公共颌域的存在，而所講公共颌域就是一侗公共空

作于在道佪公共空阴梩，相翡的人晨可以透遏各植媒髓或面射面接燭，

来肘誰一侗大家共同隔心的联题 (ibid.:220) 。 Taylor 道梩把公共颌

域强瞒成“一佪“公共空阴，其寅是公共颌域舆公共誰述的核心隔键

所在。可是席什陛要强腮＂一侗＂呢？那陵多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晇

朋、地罔如利用各穗不同的媒鹘，第什陛遠是＂一侗“共同的空间呢？

Taylor (ibid.:220-21) 很清楚地告拆我们：

雉然媒膛是多禄的，游通的型怹也很不一禄的，但重，灶是他们都

是在相互涛通 (intercommunicating) ，今天窀视上的讨谕是在典

昨天的报纸封挟，而昨天的报纸的砰谕，又是根掠前天的质播而

登的..所有迼些谕述，就像火卓的卓厢一株，一佣速接一佪，最

梭的交集才能形成一佪共同的心室状悠…。

道穗一｛固接一侗，互相参照的状惩，正是道侗“共同空阴”之所以能

狗形成的基本倏件。可是，在我们所肘誰的「美淌」誰述中，聪合幸伎

的狻言亚不是金十野那一佪其他颉纸、媒鹘或官员的講括，也不是在和

其他誰述者相互淄通 (inter-communication) ，每侗人或是每佪媒
醴，雏然都在啖誰「美满」中毒案件，但基本上是各啖各的。也就是

他们亚不在一侗共同空朋上狻言。每一次狻言都是單階、單向，亚未

有人做持绩野括，因此，道佪誰述亚不是滇正的誰述。

因此交互满通性或交互文本性 (intertextuality) 野一｛固脸述的

形成是不可或缺的，黄金麟 (1995) 曾以五四峙期的文化諒述炰例，

射道侗罔题有相儅深入的探肘。黄金麟 (ibid.:201-203) 指出，在五四

的白括／文言除戟中，白括文的速勤誰述整势很大，但道些脸述亚没

有引登文言阵管的反弹，韦脆的是，“文言支持者在面射白括文的猛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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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擘下所表琨出的沈默，却把白括誰述带造了死胡同。缺少了尖锐的

射括，白括暹勤的支持者没辦法真正建立他们的文化合理性和榴威

性，因笢社曾地位是很难在自我宣稍中完成的＂。因此，第了突破困局，

白括津管中的线玄同於是以文言衡道的名羲，用文言文狻表一篇捍衙

文言的文章，＂敝人＂终於出现了，文本在道穗倩况下才慎正交互作

用，慎正的验述也才阴始，而白括文的文化慎寅性也在道佪交互灌通

下才告确立。换句括脱，没有员正野焦野括，不在一佪共同的空朋上

狻言，就不曾桽生慎正的誰述，在道穗愤况下，棍则的慎寅性很雌建

立，更别脱「反覆肘誰」和「釐清细箭」了。
「美满」誰述的特色是，任何人或任何媒鹘的登言，都没有参照

其他狻言，基本上是每一侗都在自己的空朋位置上自言自晤，括脱了

之俊也就结束了，没有人曾釬野道些括晤再做二、三度的釐清或修正

工作，道就是我所講的單階性。道梩我要特别强瞒的是，公共誰述中

的交互满通性，亚不只表现在媒醴，或是文本舆文本之阴。其寅，我

貂篇更重要的交互性乃是存在於媒醴舆人，或是脱文本舆人之间的互

勤 0陋單地脱，一群人釬射媒鹘的誰述而聚集，造而做第二階的誰述 0

道穗在媒膛的验述之俊所造行之面射面誰述，才是一侗交互性清通的

慎正精神所在。其寅，如果我们只依赖媒瞪誰述是很不狗的，最主要

的原因是在媒醴誰述中，人是一侗消费者或接受者；他是單面向地接

受（含否定）媒醴的宣稚，但是他不太可能慎正参舆媒髓的誰述，道

梩的單階性必然意涵著單向性。绝大部份人在整侗媒醴誰述的遇程

中，亚没有横含稹枑主勤参舆誰述，也就是脱，箕正的交互湛通性亚

没有登生。在道穗情况下，媒髓誰述所生桽出的任何主张或理念，其

寅都亚不慎的第大婌所擁有，要誰媒醴誰述也成第一般大敃真寅想法

的一部份，不可或缺的一侗翡键乃是民贼也能主勤地参舆和「表逵」，

而不只是背勤地接受，杜威脱 (1972:218-219) : 

任何理念，在没有绶遏游通， 分享，亚透遇表过将之活化，都只

能算是一程猖白，而捐白其贵只是一程残缺不全的想法舵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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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任何出版品的功用，都是相常局限的。透由出版品所纽成的

公泉，亚不是真正擁有知哉或想法的公栾。真正公泉是在常出版

品的意见被迼些请者们口耳相俾衬谕之俊才能形成。（重此是我

加上去的）

因此，公共誰述如果只停留在媒醴（不管是文字出版品或霞子媒醴）

誰述的階段，而没有慎正造入到第二階段， i.e．人舆人之叨面射面的清

通，或是杜威所喟的溃者们的“口耳相傅肘誰＂，那陵道些验述主张其

寅都是一穗「猖白」，一穗人單狦面封媒瞪下的桽品，道B寺候人不僅是

消枑、被勤，而且也是分散，熊力的。配得上一小笝中， Winch 誰到，

概念的建立必须是在一侗社曾性的基唗上才能完成。道侗社俞性其寅

就是一锺人舆人之间的交互湍通性。可是，媒鹘誰述中的公窊，因第

他们是分散的，表面上是以媒鹘笢中心，措成一佪媒醴公熙，但正如

杜威所脱，道植公窊亚术是滇正的公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社含性不

存在。因此，要攘道侗公氖成扁真正的公献，最重要的一伺步鹿是在

媒醴的第一階誰述之f发能嚷道些分散的戳窊、睦熙或賸者聚集起来，

而造入第二階段的誰述，也就是面射面口耳相傅的灌通肘验。任何完

整的公共验述，至少必须包含道雨涸階段的誰述。

但是，徙第二笳有陇「美漪」誰述的描述可以狻现，「美满」誰述

基本上只停留在第一侗階段（其寅，如上所述，第一階段的「美淌J

脸述，也都是侗脱各括，而不措成腺正的第一階誰述），除了「中華民

囡餐歆食品衡生聊瞎含」曾糙釬封道侗事件做聚俞（但亚没有滇正的

誰述）外，我俨亚没有狡琨有其他任何民间圃醴、社诞、消费大窊、

相陇棠者等追行第二階段的验述。换句括脱，所有的相陇人具都虔在

一穗分散、消梪而没有社含性和交互性的倩境下，因此，整侗事件的

公共誰述是片面而残缺不全的， 社舍基本上是虞在一穗＂狗白”的状

熊，”公窊“亚没有嗔正誕生，道也正是涂溺斡所言胃的「混滑不清」的

状熊，也就是脱，道佪社含野食物中毒的现象，在癌遇媒鹘的载导之

俊，誰然都已轻有了基本的印象 ，也桽生了一些基本的牒陵。但因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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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追入第二階段，也就是面射面的口耳相傅和肘誰，道些第一階段

所坴生的翡陵和印象都虞在一穗零散的状怹下，而没辦法集桔整合，

造而形成一佪有寅跷力的社含性諒述。尤其，没有透遏第二階段的面

封面淄通和釐清叮食物中毒」的誰述就熊法迤入拙箭或技衙的曆面，

而只曾停留在原则或理念上打膊，射第一综作棠人晨也就不描成行勤

的力量了，我想道是社含学营燕法誕生的陇键所在。

但是，我第什度要强稠諒述的階段性呢？第什座面封面的社含性

灌通必须在媒髓清通之俊呢？首先我必须澄消的是，我不是在主张社

曾性湾通只能狻生在媒醴淄通之俊。真正的意思是，社曾性的湛通必

须在社含事件或社曾危横狻生之俊，才曾狻拥箕正的誰述效果0 因此，

如果一佪社证狻生了衡突或危楼，道佪社匿中的相陇人员常然不必等

到媒醴幸员遵之俊才能造入社含誰述。只是在常前的社含悄况下，社含

事件的登生往往都是在自己的社屈之外，而且是透遏媒醴傅播才知道
的，因此，社含誰述往往是在道侗基琏上追行。但是，问题仍然存在；

篇什磨社曾脸述最好必须以社曾危横第基糙呢？在社含没有授生任何

事件的倩况下就不能造行骗述呥？遠是脱，在没有危横悄况下的誰述

就含没有效果呢？要回答道佪罔题，我觉得必须再回到原则和理念道

伺罔题上。

在上一小笳的肘誰梩，我提到「美涌」誰述中，只有原削／理念，

而燕拙笝，也因第缺乏轴笳，理念或原削燮成不能照用，道是第什磨
台漓很多公共誰述之所以没有行勤效果，社曾也很雄因篇骗述而学沓

的重贴原因所在。我们遠谈到一侗原则或一佪理念若要滇正被眯解，

也就是脱若要俱正狻捆行勤上或睾否上的效果，必项要透遏社曾性的

满通来把理念釐消，理念也才有可能被棠事人俱正隙解或掌握，社含
行勤或社曾学翌才燮成可能。在道一小简梩，我所要强隅的是＂恼感
性”o 缺乏悄感基糙的公共誰述，歙使疵笝坴生了，道些细笳却很可能

仍然俞停留在貂知的居次叶抡「知」 到「行」的膊折，，情感”往往扮

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因此，如果社含没有任何危横桽生，譬如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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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曾上亚没有中毒事件狻生，道峙候任何想要迤行食品衙生安全的脸

述，一定颠得多除而熊效。可是，儅中毒事件狻生，社俞就迪入一租

“危榄＂状熊之中，媒鹘大量幸展遵，大家也阴始陕脸，整倘社曾迤入

一穗悄感状熊，大家日常生活受到了威裔，野餐歆棠也桽生了期待，

更渴望社俞能提出有效的方案，甚至餐歆徙棠人员也阴始到客户桽生

了某穗倘理腮陵，我郢第，只有在道穗倩感基碗上的誰述，餐歆徙事

人晨才曾滇正用心的造行誰述，誰述的桔誰也才具有棍跪效果，低正

的社曾行勤和社含睾窖只有在道穗悄况下才能登生。 Habermas

(1990:103) 就很消楚地告拆我们：

只有在街突之情况，相制的人员才含觉得有必要去导求共哉以媒｀

求解决之道..（因此），在没有任何街突下的谕述，是完全没有意

羲的。贵践性的谕述，往往是在大家不再同意於一佪目前的规约

情沉下朋始的。

其寅， Turner (1982) 有陇社含刺塌的概念，也是在强瞒公共誰述背

俊的情感基碗， Turner (ibid.:11-18) 腮第，轻验和腮知不同，聪知

往往只是形式暹辑的暹作，但是艇验却充满悄感和價值。因此，轻辍

的摸得，往往不只是知戳的狸得，更是情感的銡晶。 Turner 所睛的社

含剌，其寅就是一侗社俞面射著分裂和危榄之俊，所造行的各穗矮正

性的工作，道些墒正性的工作就是本文所指的公共验述0到 Turner 来

脱，一佪社曾能不能克服危横或分裂，能不能生桽一套不同的行勤方

案，追而把社曾带迤另一佪境地（也就是本文所喟之社曾皋否），就端

看道侗社曾有没有能力追行公共誰述o而射 Turner 来脱，公共誰述必

然预股著社俞危楼和衡突下的清感、恐懦、期待、價值判断、甚至道

德翡腹等。

在道佪腮瞰下，我所講公共誰述的斐階性就更清楚了。在第一階

段的誰述中（通常但不必然指媒膛誰述），它亚不能俱正追入交互性或
社俞性的誰述，但是却有另外的功能，它能提供第二階段社曾性誰述

中所需要的惰感基唗。在媒髓的大量軗导下，大家阴始把注意力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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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一事件上，看著那些圈片、受害者的惨状，輿誰的随责等，大家

阴始造入一穗悄感状惩，道穗倩感状怹正是任何誰述，或是任何法律、

规则、倏文、规跪之所以得以鹃始追行的合理性基费和勤力，在平常

的状况下，任何單位其寅都没有足狗的合理性把大家集合起来肘誰。

因此，一侗有效的公共誰述，其寅包括两储階段，其一是悄感建楷階

段；其二是社曾交互性誰述階段。少掉其中任何一佪階段，任何骗述

都将是残缺不全，而不具行勤和皋沓效果的。

在以上道穗貂瞰下，誰我们再度来蕃祝「美满」誰述，以及台漓

食物安全衡生教育的一些隅题0上面巳翱稍篇提遏，「美满」誰述基本

上是一階誰述，雄多厮各脱各括，而不是俱正的公共誰述，但如果把

它定位在一階黯述上，仍然可以看出它具有相常的倩感建横之效果，

徙案狡的第二天鹃始，各载章暨霉魂媒橙的大幅载遵，中毒人数之不

断上升，各界的鹄责等，都足以把大家带入一穗倩感期待之状熊，大

家射食物中毒起了不安或恐悝的心理，也期待餐歆祡能拿出具陓辦法

来解决，道峙候，餐歆桨等相牒人员如果能在道稚悄况下做二階验述，

一定能驳拥较好的效果。很可惜的，在整侗遏程常中，除了「中華民

圉餐歆食品衡生瞄諒曾」曾阴曾肘誰外，不晃有其他的二階配合行勤0

而「聊諒」的曾酸咽爵第一腺的常事人缺席，整佪曾嫩缺乏社含性，

亚不楷成慎正的二階誰述。因此，在整佪中毒事件的遇程儅中，一階

不算健全，二階残乎完全空白，整侗公共眸述是残缺不全的，道也算

雌怪社曾很雌徙道佪骗述中垒沓了。

但是，民间棠者雏然没有做二階的配合行勤，各地方的衡生單位

倒是轻常做食物安全衡生教育。以新竹市第例，在民囡 84 年度梩，新

竹市衡生局就曾翱分别野餐歆祡和餐盒棠的相陇祡者做七次膳否，甚

至如烘焙菜、肉裂品粟、冰果祡、食品眅贾棠、生鲜超市、食用油脂、

乳品棠等，也都奉行了講否合。承辦人员到整侗講否曾的安排也相常

3．见《新竹市食品衔生管理》，新竹市政府。

764



24 李丁谱

用心，但是，新竹市每年仍然狻生了数件食物中毒案件压篇什陵道些

衡生教育的效果仍然有限呢？我郓炰原因有雨侗，第一侗在上一小笥

交待遇，就是衙生教育中缺少社曾性，或燮向性，大部份仍然是延瞎

荨家講踝，或是透遏圆片的静怹展出，道穗教育方式由於缺乏第一腺

作棠人晨的主勤，稹枑参舆，交互性的社曾清通亚不存在，知瞰很踞

篇儅事人「潦解」，更不要脱瞧用了。第二侗原因也轩更重要，就是整

侗衡生教育中缺乏悄感性的脸述基糙。换句括脱，衙生教育被祝鸽行

政官僚程序中的一璞，它亚不是配合社含的危榄事件，或配合媒鹘的

一階骗述，因此，講否含的造行棠中，亚不存在著悄感基糙。参舆講

否的厨痴，多是在官方的琨定或要求下来参加的，心熊上自然带有瞎

付性贺，赏然没有豐富的倩感内涵，更不要脱偷理牒懊了。有很多厨

旆甚至都是第了拿厨肺瞪照才来参加的，不只是愿付，更带著功利的

心理，因此，講奢含中狸致的知殿，顶多只停留在貂知曆次，很雅化

成行勤，因第倘理性和府感性不存在的括，厨师们就很誰赋予道些講

否曾中所得到的知諒任何主覜意羲，也因此，回到自己的厨房之俊，

就把道些知瞰放在一遏了。在道穗悄形下，只有二階验述（簇使是健

全的），而没有一階悄感验述的配合，就不能算是有寅跷意涵的公共除

述，而道正是台淌常前很多安全衡生教育的共同罔题。

4社合皋晋奥基追民主：代结

第什陛道佪社曾曾一再狻生食物中毒或其他公共安全事件呢？鹊

什座道侗社曾不能睾沓呢？在道佪研究中，我窅試把食物中毒琨象遠

原到餐歆作秶人员生活世界中的作棠程序，如时存、烹绸、清洗、暹

送等。其寅所言胃一再狻生，用比较卑衙上的用晤，就是一穗＂否憤性

性的重覆“，也就是脱，餐歆作棠人具已翱奢惯於一套固定的操作方

式。因第道佪操作方式已翘固定化 ，其他不一模的操作方式愈来愈不

4 ． 见 《食物中毒登生状况》 ，民圉 75 年到 84 年，行政院街生署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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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出现，否惯也就愈陷愈深，「一再重覆」的现象也就确立了。但是

要透由什座横制，我们才有可能脱雕否惯的轨跡，克服一再重覆的否

癖呢？涂雨斡和杜威很清楚地告拆我们，只有透由「反省」，透由把

“自己＂ （更仔细地脱，愿陔是“自己的营惯＂）常成一侗蕃祝的射象，

轻遏晤言不断地反思，肘誰和滞通，亚藉著社群／社圃的中介，釐清

新的轨跡或方向，只有道樑我们才可望脱雕傅統的重覆，皋得一套新

的寅跷模式。就在道侗理验傅統下，本文瞥試藉由公共誰述和社曾奉

沓雨佪概念，亚透遏「食物中毒」现象的轻酴分析，来探肘公共誰述

造成社曾之所以学沓或不能卑否的特定棍制，也在道佪遇程中，我曾

試釐清公共脸述和社俞卑耆的理脸脯遴。

在射「美满」誰述的寅例分析中，我提出＂釉箭＇的概念。道梩

所講的细箭，其寅就是轨跡。我们上面講遇，沓惯其寅就是生活轨跡

的固著化，新沓惯的形成其寅意涵著新轨跡的阴狻，一穗生活上的崭

新的操作程序，也就是新的细笳。因此，新沓惯的餐成不可能只在理

念或原则上打膊，常我们没辦法把道些理念或原则膊化成生活上的轨

跡或轴笳，那陵我们的具儒生活仍在含固化在曹的轨跡轴腺之中。「重

覆」的怒否也就不能克服。但是，徙「美淌」誰述的分析中，我们可

以溃楚地看到台涸社曾野食物中毒的誰述都圉统在理念或原则曆次，

在新轨跡舆新细箭都不清楚确定的倩况下，第一躲作棠人晨如何能踏

出第一步昵？道是台漓社俞的公共脸述之所以很雄引狻睾窖效果的重

要因素所在。

可是，下一侗问题是：第什陵「美满」骗述曾缺乏细箭呢？在寅

例的分析中我指出，「美满」誰述基本上是一侗省事人缺席的精英誰

述，而所睛细笝，是没辦法由别人代爵盯定的。精英誰述必然是一穗

外部脸述，穗曾圉幌在原则或理念上打膊，有晇般使迤入釉部肘誰，

但仍不能算是慎正的细第，顶多只能算是不那磨抽象的原则能了，如

果要把道颓型的细笳瞧用到每佪具髓的工作场域，一定必须先翘遏儅
事人的韩折和愿用俊才能慎正通用。 所以真正的细箭一定要有使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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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儅事人的参舆，而道正是「美满」公共验述中最欠缺的一缨。尤其

重要的是，因爵逜些原则或是假细箭亚不是由常事人自己制定，亚不

是由他们具髓生活眽络中所鹃狻出来的轨跡，因此，由哲轨跡膊换到

新轨跡必然是一侗跟钜而辛苦的工程， Bourdieu and Passeron 很清

楚地告拆我们，道只能是一穗教化性的工作，不但须要教化性榴威的

骰密篮督，而且要轻遇很畏一段峙阴，不断蓝控辣否，强迫换轨道的

工作才俞滇正完成。

但是，一佪根本的间题是，餐歆作梁多愿私颌域能喽，大部份的

餐歆工作都是在厨房等私颌域中迤行，偶而抽检是可能的，但畏期熙

控残乎是不可能，更不要脱道穗模式中所带有的暴力和反民主本质

了。因此，像食物中毒道穗社曾琨象的婴革，希望似乎不能也不嗯寄

耗在官方或精英，也不是透遏强加的教化性工作所可以完成0我貂荔，

餐歆工作如果没有第一躲作祡人员主勤，稍枑的配合，真正的燮革是

不可能狻生的。但是如何才能引狻第一棕作秶人员的主勤和稹枑参舆

呢？由上笳的贲例分析中，我们得知，社曾性和情感性是第一辕作秶

人晨能否主勤亚稹梧注意衡生细笳的陇键性因素。所聘社曾性就是，

道些衡生棍则（细笳）必须由赏事人覜自参舆脸述俊所制定，第道些

常事人所同意或是他们的共瞰。道穗悄况下的棍则，才具有神壁性，

也才可能被輛化成主勤性的寅跷和行勤。所喟倩感性，保指社曾除述

必须有豐富的悄感第基碗，是在社含具髓的危横衡突事件下迤行，才

能箕正引狻参舆者倘理牒嗖，也才能主勋赋予一侗除述以及其所生桽

之短则豐富的佪人意羲，只有在以上道雨植悄洗的共同配合下，一侗

厨卸才可能在回到附房的私领域俊，遗稹桓主勤地去寅践新的覜则和

细笝。也在道穗倩况下社曾睾沓才燮成可能。

现在，我们碰到了间题的核心了：社含誰述和悄感誰述的暹作横

制在那梩呢？或是脱尸寸固慎正公共誰述的誕生，其社曾基糙在那梩？

在什陵樑的社曾倏件下，社曾睾否才有可能呢？如果我们再回顾前面

的誰述，所鼎气固滇正的公共誰述，其寅是指常一佪社含面到危榄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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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能力展上在道侗危横所劓造出来的博感氛圉中，把所有常事人分

别聚合起来，亚射道侗危榄做反省和反覆肘除，造而釐清妞笝和未来

具髓的方向等，如果道些倏件都存在的括，誰述的结果才有膊化成行

勤和寅跷的可能，社曾毕否也才曾狻生。但是，是在什陛悄况下，社

曾才有可能在危横出琨的悄况下就能狗把所有常事人分别集銡起来造

行誰述昵？道捚我强鹃“分别＂雨侗字是重要的，因第社含脸述是一

稚常事人的誰述，而不是精英誰述。在道穗悄况下，誰述的参舆者不

能太多，道模所有参加的人才能真正参舆。也就是脱，一侗社曾危概

狡生了，道侗社俞思上有能力追入倩感和社曾誰述的状惩，但是，道

些誰述必须分鹃而猫立奉行，道樑，每侗誰述圃髓才能小到誰所有参

加的人做面射面和交互性的互勤。但是，是什陵樑的社俞基糙可以嚷

社俞可以随峙虞在道穗榄勤而且充淌能量的状熊呢？

第了回答道侗罔题，襄我们再回到涂丽斡的方案中。在理誰回颤

梩，我曾提遏涂溺斡腮篱，我们只有藉由中介圉醴的速作，才可望超

越混溺不清的熊意瞰状熊，遮而釐清方向，建措行勤。因此“中介圉

醴＂的存在燮成涂癖斡社含改革的必要策略。不遇，涂菊斡的中介圃

瞪主要是以聆桨圉醴第主，但是，一佪社含的危楼穗颓繁多，很多固

然舆哦桨圈髓有陇，但也有很多危榄根本不是朦棠圃醴所能解决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涂溺斡的中介圉醴撰大解释，包括社逼、学校、

部落、利盆圃鹘等，只有一侗社曾存在著很多道锺不同性质、不同曆

次、不同穗颓的中介圃鹘，道樑，常社曾任何一佪璞笳登生危榄，就

有野愿陔危榄的圃髓负责造来危楼虐理（即公共誰述），如此，社含的

榄勤性才燮成可能。堂然，中介圈醴的存在，亚不表示社曾就因此能

“勤”起来，遠要看道些中介圈醴是不是佩正有人在负责，抑或只是

形式性的存在。而且，道梩要特别强隅的是，真正的寅賤和慎正的学

苦乃是来自不断的，而不只是一次的反省。危横登生了，社俞射道佪

危榄造行反省、脸述，亚奎生短则细笳，但道些短劓釉箭亚不能保瞪

社含系統一劳永逸，嗔正的毕否乃是社曾能釬野系統随峙狻生或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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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的罔题，造行二度、三度的反省和脸述，也只有道穗不断地反省

和脸述的遇程，才能滇正攘棍削遇渡到寅賤和行勤，而道穗不断地，

楼勤的反省能力，除了预股著各颓型各曆次的中介圃瞪的存在之外，

道些圃髓中更必须存在著有榄知娥份子，才能攘道些圈瞪有能力ffij野

危横而慎正勤起来。

在以上道穗腮瞰下，社曾卑暂慎正的社俞基糙其寅是市民社舍，

只有常一佪地隘存在著豐富，多元而自主的市民社含，包括各锺民朋

自主性中介社圉的存在，道侗社含才有能力面野它自己的危榄亚造行

反省誰述。堂然，道些中介腥醴必须是自主性的。但罔题是台涸畏期

在威槽瞪制的統治下，自主性的民阴社圃非常稀少，而且都才剽劓誕

生，大部份的晚工棠腥鹘，根本不能自主暹作，也不能被祝炰市民社

俞的一部份。像「中華民圉餐歆食品衡生聊腔含」道侗圃醴，在「美

满」中毒事件狻生俊，想到的只是圉家座陔如何管理餐歆棠者，它根

本没想到：其贯，餐歆柴者可能根本不需要圉家介入就可以自己管理

自己，而且曾管理得更好。道是畏期威擢統治的銡果，民阴社曾早已

失去其自我管理的能力，甚至速道穗想像力都没有了。也由於市民社

俞尚未慎正誕生，常我们碰到任何社曾危横峙，“社含“本身亚没有足

狗的勤力把相隔的人员您集起来造行脸述，道侗社含也因此没有「反

省」的能力，社含的炎雄一再登生，但我们却遴最起码的勤员集结的

能力都没有，更不要脱追行誰述，道穗＂熙社含＂状熊，正是道侗社

曾一再重覆不良沓癖，不能真正垒营的结楛性因素所在。

但是，如何克服道穗＂燕社曾＂状熊呢？前面脱遏，在畏期的威

摧鹘制下，民闱社曾早已被国家渗透，自主意瞰早巳淄然燕存，每一

佪人所能想像的都只是如何骰格管理，或如何接受管理，却徙来没有

想到社含可以自我管理，更别脱碰到危榄或分裂峙，能主勤地把社曾

集合起来，追而做反省性的公共骗述，道也是道侗社曾之所以熊法改

掉重覆性沓癖的桔楷性因素所在 。道梩我要弥隅的是，维然本文主要

是集中在食物中毒等社曾公共安全酸题上面，但是，道侗社曾熊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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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的现象，其寅是相儅普遍的，譬如脱，投票行第也很像一植重覆性

的智癖，大家在囡民熬的統治下，畏期受到很多不公平待遇，甚至承

受很多苦雄舆不幸，但一投票起来，大家遠是敝绩投祫固民黛，第什

陛道稚投票行第改不掉昵？炰什磨道佪社含不能导营呢？常然道侗曦

题有更多“利盆”和＂摧力”的因素参雒其中，比“食物中毒＂琨象

来得搜雒，但是“社曾＂鲍睹的不存在，以及由此痊生的熊能力追入

反省誰述和釐清，愿陔是所有道些沓癖之所以一再重覆的共同銡惜性

因素所在。

在道穗惰形下，台涸的出路在那梩呢？圉民黛威摧醴制随著李登

拥政摧的强化，更完全渗透到社含各侗角落，“社含＂的桽生和髓琨娱

乎愈来愈没希望，我侗人野社曾毕智的可能性其寅是很不柴覜。唯一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但却是梪端辛苦的策略，就是基造民主5 (radical 

democracy) 。基追民主舆 liberal democracy 是不同的，它不只表现

在自由、宽容或投票。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穗行勤民主，一穗草根民

主，一植透遏常事人的参舆，在具髓的生活眽辂下，一群人共同来面

野亚解决生活罔题的遏程。我一直昭第，台漓在畏期的威摧髓制下所

表现出来的政治行第，或是在悠久的屉史傅統下所表琨出来的文化行
篇，都早已是根深蒂固，轨跡定著而深化的沓癖，道穗翱年累月所赉

成的替癖，巴翱成爵道佪文化的集髓燕意瞰，在道倩况下，如果我俨

期待道些熊意瞰行第能狗越轨而出，那陵，單钝的“自由民主”的概

念是绝野不狗的。第了攘大家能慎正雕鹃那些沓惯轨跡，我们需要的

不是简單的“自由“，而是“行勤”或“稹枑参舆＂，只有愚藉道穗稹

橱性的自由6所削造出的力量，我们才有横曾脱睢轨跡。简單的自由民

5．基追民主迼侗概念在Trend (1996) 所統的Radical Democracy一言中有清楚地交待0

Habermas 泌岛基追民主是社合主羲骰制消失梭，左派唯一的出路。我佪人则正常試把

它看成是“威摧骼制下燕社合规花”的台潜的唯一的出路，本文僅先做筋單的交待。

6．趟刚 (1996a, 1996b) 藉由尼采的“激追教育”和杜威封自由主羲的重建，外精枑性

的自由有很深入的分析，有典趣的请者可以参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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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所造成的必然只是否癖的重搜而已。

因此，在道植沓癖重搜的集橙燕意哦中，我们慎正需要的是基造

民主。也就是脱，我们必须有一穗榄制誰第一练的赏事人能慎正参舆，

嗔正坴生行勤，道是社俞卑智的榄制所在。道穗基追民主强羁的是常

事人的行勤参舆，而不只是自由遗椤。第了逢到道侗目棵，我们就不

能只是做菁英式的外部誰述或言晤誰述。道租自由民主理念下的寅賤

模式巳轻不能篇道侗社曾带来真正的燮革力量。真正的燮革力量来自

滇正的行勤—一一穗造入常事人内部，舆常事人互相碰撞的稹橱行

勤。也就是脱，慎正有人（i.e也就是上笳所言胃的有横知哉份子）在社

含的最基曆剒造参舆式的验述和行勤，才有可能引驳滇正的社舍孚否

和社曾燮革。道梩所指的基曆，保指各穗社曾描成的最基本單位，如

社匮、工蔽、部落、社圆、皋校以及各曆级的官僚髓系等。基追民主

所指的也就是在以上道些社俞最基赍單位的底屉，根搬道佪單位的特

殊眽辂和具醴的同题，陇峙造行反省、批判和验述，造而桽生学苦和

行勤，誰然道必然是一侗漫畏的遏程，也只能一黏一滴地分别在一佪

很小的跪圈中追行，但是，容我再强隅一次，在根深蒂固的沓癖文化

梩，單钝的“自由民主”必然是著白熊力的，其埶行的銡果也只是造

成替癖的重搜，员正的毕营和夔革横制只有存在那些跪圉很小但却具

醴的参舆行勤之中。也在道侗眽辂梩，我们更能看出基迤民主在台淘

赏前社曾虔境下的特殊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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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
雨
种
「
中
森
階
衱
」

啖
知
峨
份
子
輿
知
峨
人

一
番
失
意
雨
般
心
境

首
先

，
我
要
赘
明
一
下
我
正
在
窝
我
的
誰
文

，
不
是
什
陵
博
士

，
簸
言
社

的
通
知
上
面
窝
绪
了

；
我
现
在
富
大
家
面
整
明
更
正
，
道
贴
很
重
要
。

今
天
想
跟
大
家
联
的

，
基
本
上
是
翱
於
我
们
自
己
的
间
题

，
所
講
的
中
牵

階
级

，
是
一
侗
比
较
大
的
简
圉

；
而
我
们
今
天
在
道
逸
的

，
一
旦
呛
完
显
桨

，

或
肝
打
算
回
台
溃

，
或
肝
不
回
台
溃

，
留
在
美
圉

；
不
管
在
哪
梩

，
我
们
道
捶

人
在
一

1固
社
含
的
结
楛
中
，
多
少
不
可
避
免
的
曾
被
祝
第
是
某
一
穗
中
牵
階

砐
。
至
於
现
在

，
做
卑
生

；
毕
生
是
什
陵
束
西
呢

？
毕
生
是
一
锺
很
奇
怪
的
束

西
，甚
至
於
不
是
一
侗
束
西

，是
一
佪
遏
程

，在
道
｛
固
遏
程
中
遏
著
非
人
生
活

，

受
教
授
虐
待
和
滥
用

，
但
求
早
日
超
生

，
但
是
一
旦
超
生
了

，
就
要
慎
正
面
野

生
活
的
人
生
了

，
面
射
了
怎
陵
被
野
待
和
射
待
自
己
的
罔
题
。

第
什
陵
道
佪
罔
题
是
那
度
切
身
的
呢
？
如
果
我
们
在
一
｛
固
一
定
的
社
曾
棉

造
中

，
不
晓
得
其
中
的
中
桽
階
级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
那
陛
自
已
将
在
道
社
曾
棉

造
中
扮
演
角
色
的
一
定
的
社
曾
意
羲
就
常
常
是
被
决
定
了
的

，
而
不
是
自
己
能

去
决
定
的
。
如
果
脱

，
我
们
求
知
，
我
们
有
一
腔
熟
贼

，
毕
了
些
束
西

，
在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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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
现
代
政
治

我
的
失
懋

—
娱
古
的
新
打
油
持
一
一

我
的
所
爱
在
山
腰
；

想
去
寻
她
山
太
高
，

低
顽
奂
法
浚
沾
袍

。

爱
人
赠
我
百
蝶
巾
；

回
她
什
座
：
笳
顽
鹰
。

促
此
翻
脸
不
理
我
，

不
知
何
故
兮
使
我
心
梵

。

我
的
所
爱
在
闭
市
；

想
去
寻
她
人
擁
挤
，

仰
顽
燕
法
浪
沾
耳
。

爱
人
赠
我
雯
燕
囡
；

回
她
什
座
：
冰
糖
壺
庋

。

捉
此
翻
脸
不
理
我
，

不
知
何
故
兮
使
我
胡
塗

。

我
的
所
爱
在
河
演
；

想
去
寻
她
河
水
深
，

歪
顽
鱼
法
波
沾
襟

。

爱
人
赠
我
金
銡
索
；

回
她
什
座
：
补
汗
菜

｀
捉
此
翻
脸
不
理
我
，

不
知
何
故
兮
使
我
神
经
衰
弱

。

我
的
所
爱
在
豪
家
；

促
丙
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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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庄
階
级
”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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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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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去
斗
她
兮
没
有
汽
卓
，

摇
顽
杂
法
汲
如
麻

。

受
人
赠
我
玫
瑰
花
；

回
她
什
座
：
赤
辣
蛇

。

促
此
翻
脸
不
理
我
，

不
知
何
故
兮
一
—
由
她
去
伲

。
（
一
九
二
四
年
十
月
三
日
）

同
是
失
懋
，
谷

P呈
雨
般
屈
景
，
差
别
不
在
於
被
懋
之
所
在
，
而
在
乎
所
懋

者
何
誰
跪
！

老
闾
是
誰
？

上
面
逜
揉
的
分
别
在
今
天
存
不
存
在
呢
？
徙
我
看
来
，
其
存
在
是
熊
疑

的
，
亚
不
例
外
。
现
在
，
限
於
晇
朋
我
不
能
第
各
位
做
一
佪
民
窊
史
陳
述
；
但

是
我
们
切
不
要
忘
配
，
在
台
涸
的
璞
境
中
，
我
们
日
常
否
旯
也
最
易
旯
到
的
；

大
部
份
是
被
切
割
了
的
，
片
面
的
世
界
。
新
朋
中
，
傅
播
中
见
到
、
腮
到
、
阴

到
的
大
部
份
是
官
方
、
準
官
方
、
近
似
官
方
，
或
者
是
只
釬
射
官
方
的
，
只
挑

戟
官
方
的
射
咭

(d
is
co
ur
se
)
，
我
们
只
知
道
逜
些
，
也
随
之
知
道
了
很
多
的
明

星
和
名
人
，
可
是
，
道
些
，
恐
怕
是
顶
多
只
能
代
表
上
面
分
野
中
的
一
递
的
人

的
。

如
果
我
们
加
厚
了
腮
知
的
曆
次
，
也
加
深
了
腮
腕
的
膛
史
祝
野
；
想
的
脱

来
，
中
圉
的
胆
史
文
化
中
存
有
的
页
隙
人
物
，
可
以
大
致
的
分
笢
雨
穗
颓
型
；

中
圉
的
附
害
人
也
大
致
分
成
了
两
侗
穗
周
，
準
此
、
中
桽
階
级
作
笢
社
曾
横
造

的
因
子
之
一
；
其
階
极
中
的
人
舆
政
榷
倘
有
超
遏
一
穗
以
上
的
陇
保
，
作
笢
其

一
份
子
的
賸
害
人
在
稷
蛛
上
也
是
可
以
看
出
雨
捶
蹄
屈
的
。

肃
鲁
人
中
依
附
政
榴
，
心
向
政
榴
，
以
其
第
生
叶
之
所
繫
及
心
神
之
所
往

的
，
是
我
们
士
大
夫
階
级

(l
it

er
at

i)
一
颓
的
束
西
。
它
们
是
非
常
典
型
的
，
是
中

囡
膛
来
科
举
取
士
的
痊
物
，
在
一
｛
固
有
限
可
及
郤
熊
限
可
企
的
位
置
避
戟
中
，

人
心
的
榄
制
绝
妙
地
营
造
出
了
一
批
—
—
比
政
榴
本
身
更
利
繫
其
存
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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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现
代
政
治

—
政
榴
底
徙
者
舆
宋
叨
。
在
第
官
的
管
道
、
晋
异
於
人
上
人
之
階
的
肌
理
及

曆
次
几
牛
賸
辔
人
在
在
内
化
了
人
座
人
的
存
在
现
订
俊
，
在
自
保
的
必
要
之
前
、

他
们
遂
踊
踊
的
笢
統
制
的
裸
韵
，
度
身
打
造
颉
虏
耀
人
的
意
理
了
。

然
而
，
胆
史
道
侗
顽
童
郤
不
就
此
甘
心
冬
眠
；
政
楠
的
贪
婪
郤
因
此
更
不

知
收
欱
。
意
理
的
蓿
裳
在
狡
福
之
俊
成
了
束
身
的
囚
衣
。
不
再
能
第
囡
玉
辙
新

衣
的
裁
缝
也
就
荫
峙
含
燮
得
熊
地
容
身
了
！

另
一
方
面
，
上
面
的
榄
制
只
講
了
半
侗
故
事
，
道
横
制
常
常
在
一
定
的
胚

史
制
的
下
操
作
得
不
好
。
阴
害
人
的
敷
批
随
了
政
榴
的
膨
脤
增
加
，
政
榴
郤
熊

能
吸
钠
，
妄
誰
消
化
。
他
们
大
批
的
畏
期
脱
出
於
政
榴
的
建
制
之
外
，
不
断
成

了
銡
惜
的
事
页
，
也
形
成
了
另
具
意
教
的
社
含
力
址
。
他
们
舆
非
政
罹
的
、
民

间
的
、
舆
生
痊
紧
贴
的
社
俞
曆
桽
生
了
千
桸
陇
锁
的
速
繫
。
道
些
人

－~
即
令

不
清
楚
地
、
非
意
瞰
地

－~
遂
第
一
｛
固
不
依
附
政
榴
的
知
瞰
力
戳
提
供
了
集
桔

形
棉
的
物
饵
基
隄
。

然
而
在
强
大
的
政
榴
意
理
宰
制
之
下
，
自
政
榴
的
鹘
腔
内
脱
出
是
不
狗

的
。
它
的
结
果
雒
可
以
是
痊
生
了
一
｛
固
不
舆
政
榴
利
害
合
致
，
不
倚
之
而
存
的

人
群
；
然
而
，
他
们
仍
智
惯
於
只
看
到
政
榄
；
或
者
脱
只
反
射
那
佪
和
他
们
相

射
的
「
政
榴
」
。
譬
如
貌
那
些
「
取
而
代
之
」
的
理
誰
；
要
羲
是
你
下
来
我
上
去
，

不
是
脱
你
道
柬
西
根
本
是
不
好
、
不
射
、
不
瞧
陔
、
不
能
要
的
。
不
是
，
一
切

都
因
第
是
你
不
是
我
，
脱
不
定
，
同
一
侗
毛
坑
，
我
霸
上
去
就
完
全
野
助
了
！

道
和
人
颉
毕
家
们
在
研
究
非
洲
政
治
史
峙
企
阅
分
泄
的
「
反
叛
」

(r
eb
el
li
on
)舆

「
革
命
」

(r
ev

ol
ut

io
n)
之
辨
的
问
题
性
有
制
，
前
者
之
有
别
於
革
命
偏
偏
在
它

只
求
换
「
座
上
之
人

(i
nc
um
be

nc
y)
」
，
迪
位
子
的
拥
法
都
不
想
勋
，
打
隙
上

是
再
生
痊
哲
恺
制
的
或
促
其
「
再
胜

(r
ev

it
al

iz
at

io
n)
」
的
一
穗
手
镇
或
俄
式

o

简
單
脱
，
换
渴
不
换
药
，
也
就
是
「
分
羹
逍
辑
」
的
饮
践
。
在
近
代
的
政
治
门

争
思
路
中
「
取
而
代
之
」
的
道
涸
「
代
」
，
講
的
又
是
什
陵
呢
？
誰
去
代
？
代
佪

什
陵
玩
意
兑
？
又
代
得
了
什
陵
呢
？

很
不
幸
的
，
在
中
囡
的
政
治
文
化
中
，
我
们
又
多
了
一
侗
新
的
资
明
，
新

的
赞
释
：
一
侗
新
的
政
治
哲
卑
的
登
晃
桔
晶
成
四
侗
大
字
，
叫
做
「
笢
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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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
：

不
久
前

，
在
中
圉
大
睦
某
地
的
一
佪
繇
级
的
顽
顽
，
突
然
之
阴
受
到
民
主

塑
狠
的
洗
磷
、
豁
然
阴
了
欣
，
悟
到
：
做
地
方
父
母
官
者
，
熊
乃
民
主
一
一
「
笢

民
作
主
」
一
—
乎
！
更
不
幸
的
，
我
想
适
不
是
一
｛
固
笑
括
，
如
果
是
笑
括
也
绝

不
只
逜
陨
一
（
固

；
它
是
一
侗
具
相
赏
典
型
的
我
们
的
傅
統
一
一
「
目
中
熊
人
」

：

眼
睛
梩
丽
没
有
老
百
姓

－—
-
道
在
台
煦
也
不
例
外
：
民
代
，
就
是
民
意
之
代
，

代
民
出
主
意
，
也
成
了
民
有
民
欲
的
化
身
！

至
於
另
外
一
（
固
立
塌
，
就
很
不
一
忧
了
。
一
侗
附
遏
密
的
人
把
自
己
放
在

庥
大
的
庶
民
一
老
百
姓
－
~
的
立
场
。
庶
民
的
立
场
也
就
是
每
一
侗
普
通
人

日
常
的
一
天
、
打
饵
在
在
的
生
桽
、
生
籵
和
生
活
的
立
场
；
它
们
的
雒
待
、
船

锁
、
延
棉
的
立
场
：
一
切
必
须
在
包
恬
自
己
在
内
的
更
版
大
的
人
群
中
始
得
以

完
成
的
生
活
性
，
生
桽
性
及
生
畏
性
的
束
西
：
非
常
宜
在
的
粘
旯
滴
滴
的
束

西
。

射
於
道
揉
的
罚
赏
的

(c
on
cr
et
e)
人
民
性
的
束
酉
恐
怕
就
不
能
「
笢
民
作

主
」
了
！
你
不
是
老
百
姓
就
阿
都
没
有
，
浚
都
摸
不
到
，
甭
脱
拿
辦
法
作
主
了

o

你
一
旦
是
在
「
民
」
之
外
，
不
是
「
民
」
的
一
份
子
，
或
是
和
「
民
」
相
到
之

的
束
西
：
你
就
怎
度
脱
都
是
「
民
」
的
负
累
。
是
他
们
生
痊
、
生
活
及
生
畏
的

齐
物
或
「
寄
生
器
」
一
一
你
得
忙
著
第
自
己
「
作
主
」
都
来
不
及
，
且
陇
了
朋

手
祗
足
的
老
百
姓
吧

！

射
於
一
侗
本
来
就
不
优
平
生
洷
的
，
顶
多
部
份
地
介
入
页
生
活
的
、
舆
大

地
人
群
的
生
畏
脱
笳
或
熊
掾
的
阴
霄
人
，
怎
楛
使
自
己
重
新
成
咒
「
民
」
的
一

部
份
，
也
就
成
知
娥
人
存
有
的
根
本
踝
题
了
。

道
佪
踝
题
，
落
页
的
脱
，
也
就
是
去
解
决
一
｛
固
什
陛
人
是
我
的
「
老
闺
」

的
罔
题
—
－
我
道
侗
职
害
人
吃
的
是
誰
的
阪
—
一
的
问
题
。

换
一
侗
脱
法
，
你
打
工
，
雌
道
你
员
的
以
苠
你
的
「
老
阅
」
是
徙
他
口
袋

或
他
老
婆
的
私
房
线
中
拿
出
线
来
贷
活
你
的
鸣
？
如
果
不
是
的
括
，
你
的
生

叶
、
生
存
和
再
生
桽
又
是
那
梩
来
的
呢
？
在
道
侗
骨
笳
眼
上
，
你
我
的
生
存
、

生
叶
上
的
位
置
和
再
生
痊
的
性
钉
也
就
成
了
不
折
不
扣
的
政
治
轻
济
毕
的
间
题

卜，
飞
守

，，
，，
具

可

-.
..

..
..`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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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现
代
政
治

了
！

靠
生
痊
遠
是
靠
效
忠

脱
到
道
梩
，
不
必
兜
圈
子
啖
什
陵
毕
罔
；
只
消
再
追
罔
一
下
自
己
，
因
笢

政
治
经
潦
垒
的
贯
践
曆
面
，
就
是
人
们
在
一
定
的
社
曾
生
桽
阴
保
上
所
反
映
的

政
治
取
向
，
有
它
一
定
的
结
楛
舆
暹
作
榄
理
。

联
到
现
在
的
道
侗
罔
题
一
—
像
我
们
道
一
群
賸
害
勤
物
，
搞
了
残
十
年
，

遠
是
弄
不
清
楚
明
天
誰
是
我
们
的
老
陨
：
或
者
突
然
有
了
一
侗
老
闻
郤
搞
不
清

楚
自
己
在
做
什
座
束
西
？
是
不
是
做
自
己
颐
意
做
的
事
？
是
不
是
自
己
在
雒
持

一
佪
自
己
不
同
意
的
束
西
，
笢
一
｛
固
自
己
痛
恨
的
醴
制
贡
献
？
－
—
道
棵
的
间

题
是
不
是
我
们
道
群
特
殊
的
人
的
特
殊
的
罔
题
呢
？

很
废
幸
的
，
遏
去
残
年
我
在
香
港
做
跨
圉
公
司
海
外
工
蔽
劳
资
陇
保
的
研

究
，
旯
到
也
卑
到
了
枑
多
其
他
塌
合
垒
不
到
的
束
西
。
赎
了
上
面
的
括
题
，
一

侗
人
在
现
宵
生
活
上
做
抉
摆
，
釬
野
自
己
的
政
治
存
有
造
行
腮
知
和
思
考

—
道
断
断
不
只
是
我
们
道
些
滇
逸
害
的
人
才
曾
有
的
间
题
，
只
是
，
偏
偏
由

於
我
们
遠
雕
了
现
窜
生
活
的
生
牵
寅
跷
及
其
抗
孚
·
我
们
的
问
题
翩
得
侗
人
化

了
、
外
化
了
、
抽
象
了
、
绝
射
了
；
而
我
们
的
速
椤
削
相
照
的
贫
弱
了
、
模
糊

了
、
神
秘
了
、
高
贵
了
，
能
了
吧
！

在
一
佪
女
工
能
工
的
侗
案
中
，
有
一
侗
中
年
工
人
颌
袖
，
接
女
出
身
，
十

三
敬
嫁
人
，
三
十
多
巳
兑
女
成
年
，
正
式
教
育
小
垒
程
度
，
生
活
的
屉
辣
使
她

超
乎
常
人
的
通
事
逵
理
、
成
熟
坚
稳
。
她
丽
胧
梪
清
楚
，
射
工
潮
痊
生
了
很
大

的
贡
献
；
但
她
始
终
在
幕
俊
奔
走
脱
服
，
做
祖
娥
策
割
的
工
作
，
郤
不
出
顽
露

面
。
第
了
熙
人
也
第
了
成
事
她
推
出
了
高
中
显
菜
的
生
桽
综
粗
畏
出
面
做
颌

导
。
工
潮
结
束
俊
，
我
野
她
迤
行
了
残
次
深
入
的
防
啖
：
我
提
到
像
她
道
揉
子

的
丁
侗
人
如
果
我
是
稷
理
的
括
，
熊
誰
徙
那
一
｛
固
角
度
我
必
定
重
用
她
，
提
异

她
做
「
斡
部
」
、
撸
任
管
理
的
工
作
。
因
第
她
人
缘
好
、
能
力
强

、
顽
胧
清
、
性

格
随
和
、
意
志
坚
定
。
奇
怪
的
是
爵
什
陵
道
棵
的
事
未
狡
生
在
她
身
上
呢
？
第

～
次
防
啖
罔
她
她
没
脱
什
陛
，
第
二
次
她
回
答
了
。
她
告
拆
我
翱
理
部
要
「
提

促
丙
桂
”
中
庄
階
级
”
技
知
哉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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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
她
赏
管
理
员
的
座
力
恰
恰
是
她
在
工
蔽
中
要
面
射
的
最
大
的
顽
痛
；
徙
生

痊
组
粗
畏
、
工
顽
，
草
朋
主
任
到
各
级
榄
理
，
他
们
可
以
脱
没
有
不
笢
此
找
逊

她
的
，
有
的
遠
找
了
她
多
次
，
都
要
脱
服
她
：
亚
且
答
煦
旁
人
每
月
多
加
一
百

她
可
多
加
雨
百
以
上
·
…

..
道
对
她
牵
生
了
很
大
的
麻
烦
，
但
是
她
自
始
自
终
都

断
然
拒
绝
了
。

我
一
再
追
向
她
拒
绝
的
理
由
；
她
也
肝
终
於
氯
不
遏
我
道
侗
蛋
萌
的
不
更

事
，
浅
浅
的
回
答
我
：

「
我
们
都
是
姐
妹
，
天
天
一
起
上
工
下
工
，
要
赶
一
起

捏
要
叨
一
起
叨
。
我
不
能
突
然
间
斐
了
另
外
一
棚
人
；
去
换
了
一
张
脸
，
铸
换

了
脸
色
，
燮
得
硬
梆
梆
的
；
我
不
曾
叉
腰
捆
手
的
指
使
人
斡
道
斡
那
。
」
道
是

她
佪
人
妇
自
己
作
谿
一
佃
工
人
舆
其
他
姐
妹
工
人
相
妇
待
的
明
快
剖
白
。
此

外
她
又
解
释
道
：
「
我
道
人
做
我
的
工
是
用
的
我
的
手
和
眼
，
道
穗
手
眼
工
，

肯
做
就
有
吃
，
道
兑
不
做
他
虞
做
。
如
果
我
一
旦
娶
成
了
生
桽
组
组
畏
，
我
要

靠
的
是
什
陛
？
靠
我
的
嘴
巴
了
。
要
靠
嘴
巴
就
要
脱
雨
植
括
，
要
脱
好
括
也
要

脱
壤
括

－—
－射
上
居
諒
好
括
，
射
下
曆
脱
壤
括

－—
－雨
棵
都
是
我
不
想
做
的

她
的
回
答
射
我
是
一
大
笞
狡
，
也
令
我
悟
出
了
一
些
道
理
。
我
阴
始
比
较

好
的
了
解
到
著
名
的
七
十
年
代
末
期
羲
大
利
「

Fi
at
」
汽
车
蔽
工
潮
的
重
要
例

子
：
在
能
工
门
争
的
制
键
峙
刻
，
中
朋
管
理
階
屉
突
然
倒
戈
，
他
们
打
出
了
「
吾

人
乃
笢
生
痊
之
雒
持
而
存
在
」
的
口
唬
；
一
晇
阴
瓦
解
了
全
蔽
的
能
工

1勹
争
。

道
明
明

t::!
白
的
脱
明
了
，
在
生
痊
控
制
的
官
僚
曆
階
儒
制
中
，
管
理
人
员
的
存

在
不
是
靠
了
他
们
的
生
痊
或
射
生
痊
作
出
协
力
，
而
是
靠
向
生
桽
工
具
及
其
利

得
的
所
有
人
在
控
制
遏
程
中
作
政
治
上
的
靠
捆
；
他
们
不
是
作
笢
一
｛
固
猫
立
有

尊
敬
的
生
痊
力
的
投
入
；
而
是
作
笢
仰
人
鼻
息
、
戳
颜
察
色
的
看
守
人

(g
ua
rd
)

的
效
忠
性
底
表
熊
。
他
们
的
生
存
通
辑
和
再
生
桽
概
制
是
和
生
桽
者
完
全
没
有

相
通
的
地
方
的
。

回
到
我
们
道
穗
附
害
的
人
；
我
们
搞
了
半
天
：
最
终
第
的
可
以
脱
就
是
给

人
家
用
。
如
果
不
能
给
人
家
用
，
也
就
成
了
「
没
有
用
的
」

0
肃
害
人
是
賸
不
出

米
粗
来
接
活
自
己
的
；
是
不
曾
自
己
找
皈
吃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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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座
，
到
底
给
什
陵
人
用
呢
？
怎
陵
侗
用
法
呢
？
用
来
斡
什
陵
玩
意
兑

呢
？
做
些
什
度
事
呢
？
在
徙
上
面
道
侗
工
人
的
身
上
，
她
的
括
晤
舆
轻
膛
的
震

带
之
下
，
我
遂
被
迫
去
思
考
一
些
「
通
辑
」
的
间
题
。

在
中
囡
膛
史
上
有
的
，
有
一
｛
固
躲
的
辦
法
，
叫
做
终
南
。
终
南
了
不
多
久
，

很
快
就
燮
成
了
枑
苠
扭
曲
的
束
西
，
成
了
「
终
南
捷
笣
」
：
爬
到
一
侗
半
高
不
高

的
山
上
作
清
高
状
，
就
莲
早
曾
有
人
来
敲
阿
，
敲
一
次
阿
遠
不
能
阴
，
非
得
三

敲
阿
五
敲
阿
不
可
。
道
在
琨
在
是
不
可
能
的
了
。
即
令
是
滇
的
有
心
蹄
隐
，
做

到
又
有
什
陵
意
羲
呢
？
不
要
忘
了
我
们
之
有
今
天
的
自
己
，
光
消
耗
郤
徙
来
没

有
生
痊
逸
，
是
吃
了
多
少
老
百
姓
的
血
汗
？

再
一
侗
膛
史
的
例
子
是
著
名
的
伯
夷
叔
弈
和
他
们
的
「
不
食
周
靡
」
。
终
至

於
教
人
火
烧
山
林
不
知
所
终
。
道
侗
有
趣
的
例
子
似
乎
脱
明
了
他
们
两
佪
老
兄

到
底
是
没
什
陵
「
群
窊
基
隄
」
，
同
峙
至
死
也
仍
不
屑
笢
「
民
」
的
能
！

穗
之
，
逃
和
躲
都
不
是
辦
法
，
如
果
竟
行
得
通
，
罔
题
倒
是
太
简
單
了
。

问
题
之
雄
舆
搜
雄
，
偏
偏
在
於
在
追
退
雉
谷
之
中
做
潠
椤
，
在
得
失
相
射
之
朋

做
取
拾
。
没
有
什
陵
雨
者
得
兼
、
大
小
通
吃
的
事
情
。

穗
之
，
脱
了
一
大
堆
，
就
是
要
去
看
看
在
一
定
的
社
曾
楛
造
赏
中
，
身
不

由
已
成
了
中
痊
階
极
之
一
的
我
们
道
些
肃
害
人
，
到
底
有
没
有
可
能
意
瞰
性
的

做
抉
椤
，
找
到
一
｛
固
位
置
：
使
得
我
们
不
再
被
裳
一
侗
工
具
，
再
生
痊
一
｛
固
不

合
理
、
不
羲
的
社
曾
；
支
擦
一
佪
我
们
不
喜
梑
、
或
不
顾
舆
之
腮
同
的
柬
西
：

例
如
擁
謹
一
侗
猫
裁
的
政
榴
；
再
生
桽
一
佪
脱
断
的
轻
潦
；
再
生
桽
一
侗
投
雅

取
卵
的
剥
削
狡
展
遁
辑
：
使
他
们
能
不
断
强
化
、
重
姓
和
再
生
痊
。

雨
程
中
痊
階
极
的
社
舍
措
造

要
回
答
道
侗
问
题
，
要
先
研
究
我
们
的
社
含
横
造
。
根
掳
上
面
的
分
析
，

我
们
知
道
在
我
们
社
含
梩
有
雨
穗
不
同
的
人
，
依
掳
了
雨
植
不
同
的
生
存
遁
辑

而
存
在
，
而
椎
持
，
而
再
生
痊
，
也
因
了
道
雨
锺
不
同
的
道
辑
而
被
射
待
，
射

翌
他
人
，
和
射
待
自
己
。

第
一
穗
人
，
他
们
的
生
存
暹
辑
和
存
在
理
由
是
他
自
己
所
具
倘
的
生
桽

促
丙
校
“
中
庄
階
级
”
攻
知
诫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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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在
社
曾
人
群
的
整
醴
生
叶
中
扮
演
生
痊
力
超
出
一
已
消
耗
的
生
桽
性
角

色
。
他
在
徙
事
道
些
生
桽
活
勤
的
持
铅
中
不
但
雒
持
了
自
身
的
物
质
底
存
在
，

更
雒
持
了
其
他
人
们
部
份
的
物
质
底
存
在
。
理
誰
上
，
只
要
自
然
允
肝
，
他
就

可
以
自
力
恰
生
而
且
投
人
。
在
不
合
理
的
社
曾
梩
，
他
们
在
一
定
政
楷
强
制
的

法
摧
下
，
被
允
肝
或
被
聪
使
去
生
桽
，
偏
偏
是
第
的
被
用
来
赉
不
生
桽
的
統
治

者
；
而
統
治
者
的
意
理
都
偏
偏
把
他
们
打
成
了
第
二
羲
的
存
在
，
好
像
他
们
是

苠
統
治
的
寄
生
蠢
而
存
在
的
；
相
反
的
、
寄
生
蠢
的
存
在
竞
被
脱
成
是
他
们
存

有
的
前
提
，
理
由
和
必
要
倏
件
了
！
一

赏
然
，
结
果
到
萌
来
道
一
套
假
的
脱

阿
遠
是
要
被
拆
穿
的
，
被
颠
倒
的
是
要
被
颠
倒
回
来
的
；
道
理
很
简
單
，
最
终

寄
生
蠢
熊
虞
可
寄
必
然
熊
活
?
被
寄
生
的
去
掉
寄
生
蠹
削
必
活
得
更
生
狡
。

寄
生
的
一
穗
人
的
生
存
逍
辑
劓
不
是
生
桽
的
，
他
们
本
身
在
社
含
的
生
叶

中
扮
演
的
是
一
｛
固
雒
持
榷
力
銡
講
，
保
腹
及
埶
行
强
制
法
榴
，
及
不
断
再
生
桽

統
治
意
理
，
疾
呼
寄
生
有
理
、
剥
削
熊
罪
的
角
色
。
他
们
笢
最
大
的
寄
生
桔
横

—
榴
力
中
心
或
政
榴
本
身
一
—
提
供
「
看
守
劳
矜
」

(G
ua
rd

La
bo
ur
)
，
而

分
狸
部
份
的
梓
除

：
例
如
各
式
工
顽
、
警
察
、
轻
理
和
新
朋
局
官
员
。
他
们
一

方
面
「
目
中
熊
人
」
，
旯
不
到
供
他
衣
食
的
老
百
姓
，
恣
氯
使
人
；
另
一
方
面
郤

又
是
最
缺
乏
自
信
和
安
全
感
的
一
群
，
他
们
必
须
在
「
吐
乏
」
和
「
希
冀
」
阴

打
滚
，
在
「
堕
断
」
和
「
中
箭
下
思
」
之
间
被
煎
熬
。
他
们
的
生
存
暹
辑
及
所

倚
手
段
的
光
誰
自
贾
身
投
靠
向
罚
友
求
朵
延
伸
：
被
阐
割
了
物
黄
生
坴
力
的
可

惊
活
物
，
不
可
避
免
的
终
成
了
精
神
上
的
太
篮
，
日
夜
以
榴
力
门
争
，
榷
牒
倾

轧
第
能
事
。

徙
射
道
雨
锺
人
的
腮
峨
中
，
我
们
琨
在
来
看
看
所
腊
的
中
桽
階
级

0首
先
，

中
桽
階
级
道
佪
牁
是
被
用
得
很
滥
的
祠
了
，
尤
其
在
社
俞
毕
中
。
最
早
，
它
是

古
典
稷
滂
毕
中
的
简
睹
；
使
用
了
很
久
以
俊
，
唯
物
誰
者
及
思
克
思
主
毅
也
探

用
了
颓
似
的
戳
念
；
今
天
一
些
神
经
衰
弱
之
士
，
一
见
階
砐
二
字
或
中
痊
階
级

一
同
就
心
中
狡
毛
，
实
在
没
有
必
要
。

因
苠
道
侗
阿
的
指
涉
在
不
同
的
晇
期
婓
粪
梧
大
，
今
天
其
所
指
巳
梧
不
清

楚
。
笢
了
避
免
蛋
顽
，
遇
去
的
都
不
講
了
，
只
挑
富
今
在
美
圉
最
缸
的

E
·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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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r
i
g
h
t
来
谈
一
啖
。

E
 •

 0
 •

 W
r
i
g
h
t
迄
今
主
要
的
著
作
都
固
統
了
中
桽
階
级
道
侗
题
目
。
他

的
主
旨
是
貂
民
中
桽
階
级
在
一
｛
固
社
曾
横
造
中
所
慷
有
的
是
一
侗
「

co
nt

ra
­

di
ct

or
y 

cl
as

s 
po

si
ti

on
」
，
矛
盾
的
階
级
位
置
，
道
侗
矛
盾
基
本
上
遠
是
指
的

雨
端
之
阴
的
意
思
；
一
遏
是
资
桽
階
级
，
另
一
遏
是
熊
痊
階
级
；
中
桽
階
级
在

中
阴
的
地
带
，
不
上
不
下
、
又
上
又
下
、
半
上
半
下
、
下
下
上
上
、
上
上
下
下

之
言
胃
。
其
百
道
侗
括
是
没
什
座
意
思
的
，
不
管
什
陵
階
级
的
什
陵
棵
位
置
熊
不

都
虔
在
矛
盾
舆
游
勤
之
中
，
階
级
之
笢
物
简
直
可
以
脱
是
道
穗
矛
盾
舆
递
勤
在

一
定
物
质
倏
件
上
造
行
政
治
底
跷
行

(p
ra

xi
s)
的
、
特
定
峙
空
的
、
羲
利
凝
合
舆

主
鹘
突
琨
的
牵
物
。
在
道
贴
上
我
的
方
法
誰
及
貂
瞰
誰
和

W
r
i
g
h
t
是
可
以
脱

很
不
一
棵
的
。
（
参
考

E
• 

L
ac

la
u;

 E
 •

 P
 •

 T
ho

m
ps

on
; 

A
 •

 P
rz

ew
or

sk
i 

的
近
著
） 但
是
我
琨
在
要
挑
戳
的
不
是
他
基
本
的
理
誰
架
横
和
支
携
他
理
誰
的
稚
植

基
本
预
股

(
p
r
e
s
u
m
p
t
i
o
n
s
)
；
我
只
要
指
出
他
腮
定
轻
鼓
事
物

(e
mp

ir
ic

al

cl
ai

m)
上
的
挨
差
。

他
把
中
痊
階
级
分
成
了
雨
侗
部
份
：
一
侗
叫
做
酉
中
痊
階
级

(T
ra
di
­

ti
on

al
 

P
et

it
e 

Bo
ur

ge
oi

si
e)
，
另
一
侗
新
中
桽
階
级
（
N
e
o

P
et

it
e 

B
ou

r­

ge
oi

si
e)
。
前
者
包
括
小
商
品
生
茬
者
，
小
店
家
、
手
工
酥
者
等
…
…
俊
者
是
现

代
工
祡
生
桽
醴
制
和
资
本
主
羲
下
的
中
朋
階
屑
，
在
美
圉
比
较
好
睦
的
叫
法
叫

「
荨
祡
人
士
」
（

Pr
of
es
si
on
al
s)
包
括
磐
生
、
律
肺
、
教
肺
、
曾
叶
、
心
理
治

撩
卸
等
不
荨
陨
於
單
一
根
横
的
「
自
由
晚
祡
者
」
；
也
包
括
了
「
科
技
人
士
」

(T
ec
hn
ic
ia
ns
)
妀
噢
理
工
程
笥
股
针
员
和
科
毕
家
等
…
…
细
分
的
括
，

技
衔
上
理
誰
上
都
有
不
少
没
有
解
决
的
间
题
，
而

Wr
ip
-h
t
基
本
上
射

B
o
u
r

叠

gt
;o

is
ie
和

M
i
d
d
l
e
Cl

as
s
雨
祠
也
是
互
可
换
用
，
不
加
分
辨
的
；
野
某
些
理

誰
立
塌
的
人
，
道
已
祸
成
大
罔
题
了
。
现
在
暂
且
都
不
理
道
些
。
我
所
不
赞
成

的
，
是
他
把
他
所
講
的
傅
統
的
及
新
痊
生
的
雨
植
中
桽
階
级
都
常
做
了
基
本
上

...
是
一
棵
的
束
西
；
亚
且
有
将
之
置
於
四
海
而
皆
準
的
倾
向
。
最
起
码
，
他
的
道

侗
看
法
，
射
台
泗
的
轻
清
狡
展
舆
社
曾
燮
化
，
以
至
於
今
日
锺
穗
政
治
行
第
的

7, I I I I \ \ 
上

i

物
质
生
活
再
造
醴
系

民
问
社
合

>
 

炊
孚
登
生
邻
门

中
心
企
棠
主

补
代
工
企
棠

捉
事
代
工
企
棠

护
护
护
祀
护
-
-
-
-
-
-
-
-
-
-
-
-
-

，
王
'
-
护
护
护
护
孕
一
护

各
棠
佃
工

家
庭
／
郘
里
工
场

零
／
散
工

束
民

漁
民

原
住
民

老
人
、
兄
童
、
失
棠
者

者
兵
、
残
璋

促
丙
枝
”
中
庄
階
级
”
获
知
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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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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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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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
I

资
本
主
羲
生
利
醴
系

>
 

囡
除
贲
本

斗
断
精
累
邻
？

1

札
囡

断
金
品
>
家

贪
法
措

槐
本

器

\\
 

外
行
家
／
绞
埋

律
杯
、
合
计

工
程
杆
、
科
技
员

六

中
级
行
政
人
员

\ 
、

（
教
饰

I I 

喊
'
.
,
卢
-
'
-

-
-
-
-
-
'
,

, 
-
，
王
'
-
，
必
俨
-
乡
,
-
，
护
歹
-

'
亨

，
石
护
护
护

J f 

监
工

匕

警
察

\ 
! 
各
行
胜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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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现
代
政
治

演
燮
都
不
足
以
提
供
一
侗
理
解
舆
脱
明
的
基
隄
。

我
以
第
，
特
别
是
以
台
湍
的
悄
况
而
言
，
必
须
要
有
一
侗
不
同
的
看
法
；

在
新
的
理
誰
架
横
上
才
能
比
较
好
的
射
台
泗
的
逸
去
及
今
天
造
行
理
解
，
亚
加

以
解
释
，
上
面
道
侗
简
圆
（
圆

I)
，
就
是
非
常
非
常
初
步
苔
試
的
一
侗
缩
影
，

拿
出
来
希
望
有
助
於
一
同
思
考
。

但
是
，
即
令
是
射
道
陵
一
｛
固
枑
概
括
的
表
象
而
言
，
第
了
逢
到
今
天
所
联

主
题
的
目
的
，
也
只
能
梪
粗
糙
的
谈
到
它
的
一
佪
方
面
：

假
如
脱
我
们
貂
笢
在
台
淌
的
社
俞
講
造
中
存
在
了
在
概
念
上
可
以
加
以
釐

清
、
而
在
政
治
宵
跷
中
又
鹘
琨
了
他
们
的
比
较
根
本
歧
异
的
雨
穗
中
桽
階
级
的

括
一
一
是
结
措
的
同
在
，
不
是
膛
史
的
先
俊
，
也
不
是
「
演
化
」
的
型
蜕
階
段

—
逜
雨
侗
中
痊
階
级
的
部
份
毋
率
是
在
雨
侗
平
行
而
不
同
的
次
銡
措
「

Su
b­

st
ru

ct
ur

e
」
中
亚
存
的
，
一
方
面
（
左
遏
）
是
废
大
老
百
姓
的
、
基
本
的
、
生

叶
雒
持
的
部
阿
，
建
立
在
兢
争
营
生
，
生
牵
自
持
暹
辑
上
的
民
朋
社
曾
；
或
者

用
B
r
a
u
d
e
l
的
括
脱
叫
物
黄
生
活
及
其
再
生
痊
的
本
部

0另
一
方
面
（
右
递
）
，

暂
晇
借
用
现
成
的
概
念
，
可
算
是
资
本
主
羲
生
桽
方
式
一
漫
的
束
西
一
一
是
由

圉
家
榄
器
透
遏
政
榷
的
尊
授

(f
ra
nc
hi
se
)
换
取
堕
断
资
本
金
融
的
再
投
资

(r
ei
nv
es
tm
en
t)
加
以
雒
持
的
政
榴
／
资
本
搜
合
瞪
。
其
遁
辑
是
型
断
、
剥
削
、

外
化
生
痊
力
再
生
痊
的
成
本
；
外
化
社
曾
成
本
和
预
除
有
生
资
源
；
用

B
r
a
u
d
e
l
的
分
法
，
也
就
是
他
所
講
的
资
本
主
羲
世
界
醴
系
的
一
侗
横
成
。

然
而
，
就
台
澳
而
言
，
其
厘
史
的
，
地
缘
政
治
的
，
徙
被
藉
殖
民
主
羲
到

被
新
殖
民
暹
辑
所
襄
括
的
狡
展
造
向
；
至
於
今
日
，
它
充
份
地
成
了
一
侗
资
本

主
羲
遏
碌

(c
ap

it
al

is
t

pe
ri

ph
er

al
)
「
非
正
式
狡
展
」

(i
nf

or
ma

l
de

ve
lo

p­

m
e
n
t
)
的
例
子
。
道
涸
例
子
挑
戟
了
正
統
翱
清
垒
及
政
治
轻
清
垒
左
右
雨
雌
的

教
倏
舆
陳
套
。
但
它
也
提
供
了
供
吾
人
反
省
的
物
质
基
碗
，
以
及
再
思
舆
突
破

的
新
概
。

质
言
之
，
以
台
鹰
的
琨
贯
覜
之
：
左
漫
的
兢
争
营
生
部

P于
生
命
力
旺
盛
，

＾新
陳
代
谢
速
度
快
，
逸
嗯
能
力
强
、
渗
透
力
质
、
结
横
廊
大
；
在
质
朵
雨
方
面

都
是
近
年
狡
展
舆
累
稹
的
主
要
颌
域
，
它
不
愿
於
「
傅
統
的
」
中
痊
階
级
生
痊

促
两
枝
”
中
庄
階
级
”
攻
知
诚
份
子
輿
知
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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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棵
的
代
表
，
它
的
小
生
痊
者
，
小
所
有
者
，
小
交
换
者
所
追
行
的
，
不
是
所

睛
的
小
商
品
生
桽

(P
et
it

e
C

om
m

od
it

y 
Po
rd
uc
ti
on
)而
是
不
折
不
扣
的

「
部
份
商
品
生
痊
」

(P
ar

ti
al

C
om

m
od

it
y 
Pr

od
uc

ti
on

)0
「
部
份
」
的
意
羲

有
二
：
第
一
它
的
不
少
痊
品
是
更
大
的
、
祖
装
完
成
俊
的
消
获
成
品
的
一
侗
或

敷
侗
部
份
；
第
二

，
它
的
不
少
桽
品
本
身
已
具
消
费
成
品
的
利
用
伯
值
，
且
在

囡
隙
简
圉
的
市
场
上
估
慷
了
部
份
的
行
销
比
例
。

至
於
右
汾
的
部
份
，
在
逸
碌
资
本
和
不
正
式
狡
展
的
现
四
中
，
它
的
封
建

性
格
及
商
菜
资
本
倾
向
遠
遠
强
大
遇
工
祡
贫
本
的
生
痊
逍
辑
，
原
始
稹
累
遠
遠

主
导
了
相
射
剩
除
價
值
的
誘
生
，
非
经
清
的
控
制
舆
政
治
暴
力
常
是
雒
持
它

、
亚
射
它
加
以
再
生
桽
的
主
要
力
员
或
基
本
保
瞪
，
眼
前
暴
利
的
追
求
遠
遠
淹
没

了
畏
期
规
割
的
社
曾
需
求
舆
保
育
赉
颉
的
最
根
本
要
求
。
在
道
侗
恺
制
下
，
各

式
的
生
桽
樑
式
纷
然
雒
陳
：
原
始
舆
先
追
比
郔
而
舍
，
也
互
冠
相
生

0倘
若
脱
，

稷
敖
上
如
果
员
的
可
能
有
一
｛
固
接
近
理
誰
上
「
概
念
棉
成
的
」

(i
de

al
-t
yp

ic
al

)

的
资
本
主
羲
生
痊
模
式

(c
ap
it
ai
st

m
od

e 
o

f 
pr

od
uc

ti
on

)
的
括
，
台
翘
的
现

贯
，
颐
然
和
它
繇
毫
熊
陇
。
如
果
员
的
要
给
它
一
侗
樑
簸
名
唬
，
恐
泊
顶
多
只
能

叫
它
做
「
混
雒
式
生
桽
模
式

(c
om
po
si
te

m
od

e 
of

 p
ro
du
ct
io
n)
」
罪
！

就
左
遏
道
侗
部
颓
而
言
，
它
基
本
上
是
自
生
自
减
，
自
诚
自
生
的
束
西
：

套
旬
流
行
括
，
就
是

「
自
力
救
清
」
和
「
自
力
防
殷
」
的
生
桽
部
颓
，
它
们
的

存
在
射
的
榴
而
言

，不
景
氯
峙
，
成
千
倒
阴
，
睛
腮
自
便
；
逜
叫
做
兢
争
淘
汰

、

通
者
生
存
、
汰
焦
存
菩
；
另
一
方
面
，
一
旦
景
氯
好
了
起
来
，
政
楷
／
型
断
部

颓
射
它
们
抽
税
的
抽
税
、
投
價
的
投
價
、
括
胞
的
括
能
、
打
劫
的
打
劫
；
反
正

弱
肉
强
食
，
旯
者
有
份
。
道
恰
恰
是
自
由
经
清
、
特
别
是
在
台
濡
富
局
高
唱
的

「
任
其
自
笢
」

la
ss

ez
fa
ir
e
的
根
本
员
蹄
所
在
！

另
外
一
方
面
，
在
右
透
，
廊
大
、
擁
腥
、
焦
效
翱
营
和
畏
年
触
本
的
型
断
／

官
僚
企
菜
；
就
算
是
生
痊
力
再
低
，
赔
线
再
多
，
政
榴
也
要
以
全
民
之
名
，
假

全
民
之
利
把
它
们
雒
待
下
来
，
再
生
桽
下
去
，
因
笢
它
仍
是
「
圉
防
工
棠
」
、
「
火

草
顽
工
祡
」
、
「
抱
圉
隙
资
本
大
脚
工
棠
」
，
乃
致
於
「
绒
顽
工
祡
」
.
.
.
.

.不
一
而

足
，
在
道
兑
光
啖
稷
渭
是
没
有
用
的
；
恰
恰
是
在
道
兑
，
根
本
没
有
什
陵
是
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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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
现
代
政
治

「
经
清
的
」
那
锺
蛋
顽
垒
者
棋
盛
上
的
束
西
。
有
的
偏
偏
是
赤
裸
裸
的
政
治
利

盆
，
控
制
主
宰

，
合
踉
速
横
…
…
不
折
不
扣
的
政
治
稷
渭
垒

！

至
於
左
遏
和
右
透
的
朋
保

，
只
能
更
简
單
的
提
一
提
了

：
左
遏
自
生
自
诚

郤
天
天
要
面
野
自
己
生
叶
的
一
群
，
在
营
生
之
除

，
在
造
行
雉
持
自
身
生
存
和

再
生
痊
而
追
行
必
要
的
活
勤
之
外
，
有
意
也
好
熊
俄
也
能
，
成
了
社
俞
上
中
坚

的
「
经
清
人
口
」

(e
co

no
m

ic
a

ll
y

ac
ti

ve
 p
op

u
la
ti
o
n

)
。
换
句
括
脱
，
他
们

除
了
成
笢
政
榷
笢
了
叶
算
蕨
入
或
圉
民
所
得
的
統
叶
射
象
外
，
也
成
了
资
本
家

肝
算
劳
力
提
供
舆
瞄
寅
力
的
材
料

：
剩
除
價
值
的
生
痊

，
剩
除
劳
勤
的
提
供

，

剩
除
的
痊
生
，
乃
至
於
徙
商
品
到
利
惘
的
寅
琨
之
膊
化

，
都
成
了
他
们
存
在
的

基
本
责
任
和
根
本
理
由
；
在
通
货
膨
服
和
消
贸
阻
滞
的
射
衡
的
巨
流
中
浮
沈
恰

恰
是
它
们
的
「
社
曾
功
能
」
！

然
而
，
我
们
切
不
要
忘
了
，
它
们
也
暹
用
了
穗
植
的
辦
法
来
保
嗖
它
们
自

己
，
雒
待
它
们
自
己

，
抵
制
或
迥
避
一
｛
固
来
自
於
政
楷
／
胧
断
资
本
部
颓

，
不

断
的
照
躬
的
座
梓
舆
裔
迫
；
他
们
绝
不
是
心
甘
悄
颐
的
，
也
绝
不
是
任
人
宰
割

的
，
他
们
道
穗
熊
刻
不
面
射
的
每
日
生
活
的
抗
争

(e
ve
ry

d
ay

li
fe

 
re

si
s­

ta
nc
e)
近
年
巳
渐
成
了
庸
俗
经
验
誰
輿
庸
俗
贯
瞪
誰
之
外
的
人
文
社
曾
毕
者
们

注
意
研
究
及
造
行
思
考
的
主
题
了
。

右
遏
那
侗
「
现
代
民
族
囡
家
」
（
m
o
d
er

n
na

t
io
n-

s
ta
te

)
的
政
轻
型
断

官
僚
横
造
道
侗
束
西
，
它
的
性
质
和
前
琨
代
的
王
朝
政
榴
是
有
很
根
本
的
不
同

的
0基
本
上
，
现
代
的
民
族
囡
家
是
一
佪
「
梧
摧
」

(t
ot

al
it

ar
ia

n)
的
圉
家
：

是
一
侗
熊
所
不
在
，
照
所
不
至

，
熊
所
不
涉
的
政
治
力
址
。
在
道
「
圉
家
」
射

事
物
主
控
的
滚
程
中
，
一
佪
最
大
的
项
目
就
是
所
講
的
促
造
狻
展
稷
清
一
—
儅

然
，
要
狡
展
的
是
「
经
清
」
呢
？
遠
是
政
榴
自
己
？
笢
誰
狻
展
呢
？
笢
何
狡
展

呢
？
狡
展
什
陛
呢
？
狡
展
来
斡
鸣
呢
？
已
成
了
赏
然
不
间
的
「
非
问
题
」
了

！

简
單
脱

，
道
佪
国
家
横
器
在
敬
入
最
大
化

(m
ax

im
iz

e
re

ve
n
u
e)
上
的
强

＾
烈
倾
向
和
资
本
主
羲
再
生
痊
中
资
本
暹
辑
的
利
惘
最
大
化

(
m
a
x

im
iz
e

pr
of

it
)基
本
上
是
若
干
符
箭
的

0也
就
是
脱
，
道
佪
「
最
大
化
」
目
的
官
琨
，
一

方
面
得
加
强
劳
勤
力
的
劳
勤
强
度
，
加
大
剥
削
率

，
原
始
累
稹
和
利
洞
率
。
另

促
丙
枝
”
中
庄
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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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
知
改
份
子
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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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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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面

，
如
上
面
的
辦
法
行
盛
了

，
内
部
矛
盾
深
化
了
：
另
一
侗
辦
法
就
是
悔

力
撒
充
轻
滂
的
规
模
，
「
掀
张
经
清
阱

e
x
p
a
n
d

th
e 

ec
on

om
ic

 p
ie

」
0
只
要

整
侗
大
阱
不
断
的
服
大
，
其
阴
再
不
均
分
配
部
份
也
多
少
相
则
的
沾
到
光
，
社

曾
的
稳
定
就
可
雒
持
：
资
本
主
羲
生
桽
逼
辑
就
可
以
雒
持
再
生
桽
，
道
是
凯
因

斯
充
份
就
棠
和
赤
字
预
笃
誰
的
政
治
策
略
曆
面
：
戟
俊
郤
也
成
了
言
午
多
圉
家
社

含
民
主
煞
人
在
「
福
利
圉
家
」
帽
子
下
的
共
同
轻
清
桐
颌
。
道
涸
羁
颌
常
然
是

一
圉
资
本
主
羲
的
苟
存
暹
辑
；
它
那
在
有
限
世
界
跪
圉
内
的
熊
限
狡
展
要
求

—
且
不
誰
其
闪
避
社
曾
结
横
性
不
公
不
教
的
侂
善
性
一
一
是
典
型
的
剥
称
翱

清
琨
代
版
；
畏
期
以
毁
粲
地
球
有
生
资
沥
及
其
再
生
笢
代
價

；
短
期
利
盆
掛
铀

指
毋
下
，
囡
有
强
武
霸
榷
者
得
以
慷
之

，
自
轻
清
侵
略
造
而
政
治
宰
制
弱
圉
：

圉
熊
强
武
霸
榴

，
必
也
追
行
贸
易
戟
争
亚
向
其
弱
势
地
儒
轿
出
高
剥
削
夕
隔
桽

祡
舆
工
害
污
染
。

琨
代
圉
家
榄
器
，
可
以
说
是
以
利
润
掛
眒
的
一
榷
中
央
政
治
楷
力
，
它
是

利
用
国
家
暴
力
和
法
榴
宰
制
来
保
瞪
资
本
投
放
的
利
得
回
收
的
利
盆
集
圃
。

知
哉
份
子

(I
nt
el
le
ct
ua
l)
舆
知
誰
人

(I
nt

el
li

ge
nt

si
a)

如
果
上
面
的
分
析
是
射
的
括

，
我
们
早
先
提
的
两
部
颓
社
俞
描
造
也
就
是

不
同
生
桽
道
辑
和
经
清
基
隄
上
的
痊
品
了
。

、

社
曾
惜
造
如
果
有
雨
部
颓
，
中
痊
階
级
的
阴
害
人

，
客
覜
上
就
有
成
笢
雨

植
不
同
的
人
的
可
能
。
主
戳
上
呢
，
每
一
侗
陨
害
人
就
必
须
做
一
侗
「
存
有
的
」

(e
xi
st
en
ti
a

l)
政
治
底
抉
椤
了

o
因
苠
成
笢
雨
穗
人
的
哪
一
植

，在
哪
一
侗
稷

清
基
捉
上
第
什
座
服
榜
是
非
此
即
彼
的
，
熊
可
得
兼
也
糊
塗
不
得
的

，
自
己
不

速
就
被
决
定
，
甘
被
决
定
而
不
自
瞰
是
啖
不
上
人
的
存
有
的

：
那
是
勋
物
垒
的

题
目

，
我
们
琨
在
不
啖
。

中
桽
階
级
肃
害
人
可
以
成
笢
哪
雨
穗
人
呢
？
一
穗
是
所
講
的
「
知
辙
份
子
」

(I
n
te

ll
ec

tu
a

l)
，
另
一
穗
是
我
梢
之
第
「
知
瞰
人
」

(I
nt

e
ll

ig
en

ts
ia
)
的
束

西
叮
知
瞰
份
子
」
和
「
知
瞰
人
」
有
何
不
同
呢
？
常
然
，
射
道
雨
洞
的
我
的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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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大
家
可
以
不
同
意
，
但
笢
了
我
要
講
的
束
西
的
方
便
，
大
家
不
妨
忍
一
下
。

「
知
瞰
份
子
」
逜
侗
外
圉
阿
的
中
腰
，
有
人
腮
笢
腮
得
不
好
；
但
在
我
今

天
的
意
羲
上
，
它
滕
得
特
别
恰
常
；
是
有
知
瞰
的
或
是
在
追
行
某
植
知
酰
活
勤

的
社
曾
力
量
的
一
穗
份
子
。
知
瞰
人
道
涸
字
的
原
文
是
英
文
中
没
有
的
；
道
是

一
侗
束
欧
和
中
欧
的
社
曾
琨
象
和
用
祠
，
徙
十
九
世
纪
中
莱
以
来
，
质
大
柬
欧

的
人
民
暹
勤
，
徙
解
放
隄
奴
，
到
民
间
去
，
乃
至
於
虚
熊
黛
人
的
搏
命
，
都
代

表
了
道
一
颓
人
求
生
赴
死
的
膛
史
。
道
植
人
的
政
治
取
向
，
我
们
今
天
有
一
侗

通
常
的
牌
祠
来
作
锦
銡
：
就
是
「
基
迤
的
」

(r
ad

ic
al

)
、
强
烈
的
民
朋
取
向
。

他
们
和
知
蛾
份
子
不
同
之
虔
，
最
主
要
在
於
他
们
在
反
射
政
榷
亚
和
它
射
抗
的

同
峙
，
亚
不
只
以
政
榷
或
圉
家
榄
器
笢
唯
一
的
射
象
。
在
主
覜
上
他
们
不
腮
笢

自
己
的
抗
争
是
一
稚
取
而
代
之
的
活
勤
，
也
不
假
装
自
己
是
一
侗
隐
性
的
未
来

的
政
榴
、
在
造
行
鸾
位
的
演
沓
或
操
辣
，
更
没
打
算
成
笢
现
今
或
来
日
政
榴
横

器
的
一
｛
固
部
份
。
相
反
的
，
在
他
们
的
具
醴
宵
践
上
，
他
们
是
枑
意
殿
的
始
终

壑
持
著
一
侗
立
场
：
站
在
廉
大
的
生
叶
雒
持
者
的
立
场
，
射
抗
和
抵
制
所
有
舆

圉
家
楼
器
及
其
利
盆
合
致
的
宰
制
桔
措
。
在
道
侗
意
羲
上

，
我
借
了
道
佪
阿
来

脱
我
想
講
的
束
西
。

大
家
都
知
道
的
，
不
少
人
脱
了
，
膛
史
的
事
像
也
一
再
瞪
明
中
痊
階
级
在

政
治
行
第
上
的
游
移
冈
舞
，
政
治
性
格
上
的
软
弱
和
二
重
性
。
那
陵
做
笢
中
桽

階
极
之
一
的
知
峨
份
子
和
知
酿
人
的
二
重
性
又
是
怎
陛
棵
了
呢

？
一
下
子
他
清

高
去
了
，
下
一
分
镜
他
做
官
去
了
；
脸
不
缸
，
氮
不
喘

，
颜
色
不
改

，
而
且
常

常
最
糟
的
做
官
的
，
最
乖
乖
牌
的
官
老
箭
偏
偏
是
清
高
的
，
或
者
甚
至
是
「
革

命
遏
」
的
。
道
些
「
革
命
」
的
遏
来
人
一
旦
被
官
府
安
撫
蹄
顺
，
常
常
要
不
是

最
效
忠
的
，
也
是
最
狠
毒
的
；
一
佪
政
榴
的
統
治
者
如
果
狗
高
手
就
是
能
在
逸

常
的
峙
候
和
地
方
收
编
逸
常
的
反
射
力
蜇
第
它
以
民
座
民
效
命
，
道
是
经
载
上

有
的
事
，
在
大
睦
、
香
港
、
台
滞
更
不
少
旯
。

但
是
，
穗
的
脱
，
道
穗
二
重
性
的
提
法
，
在
社
曾
分
析
上
是
没
有
什
度
用

的
，
照
道
棋
的
二
分
法
，
恐
怕
世
界
上
没
有
什
陛
束
西
或
人
是
不
具
二
重
性
的
！

道
穗
颐
出
二
重
性
的
轻
腕
事
宾
，
一
旦
深
入
究
之
，
釬
射
了
行
第
主
醴
的

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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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的
主
戳
压
自
我
貂
定
和
退
取
（
包
括
放
粲
遠
取
）
；
道
二
重
性
就
颐
然
不
是

亦
此
亦
彼
的
柬
西

，
而
是
雨
侗
截
然
不
同
，
天
壤
之
别
的
分
野
！
面
射
一
｛
固
作

笢
主
瞪
的
「
人
」
的
，
是
你
要
做
逜
侗
遠
是
那
侗

；
做
政
榷
的
走
狗
，
遠
是
做

百
姓
的
前
卒

。
好
比
脱
、
講
一
侗
生
桽
技
衙
上
的
技
衙
官
僚
—
一
工
程
眒
、
技

肺
、
研
究
员
一
一
或
者
是
社
曾
控
制
技
衔
上
的
技
衔
官
僚
—
—
社
舍
虞
的
大
小

官
，
社
工
虞
的
各
式
惠
家
等
—
—
是
中
性
的
、
中
立
的
或
最
起
码
是
熊
害
的

(b
en

ig
n)
道
稚
脱
法
，
脱
得
好
睦
是
神
括
，
如
罚
是
榄
曾
主
羲
知
瞰
份
子
的
遁

阿
。
露
骨
贴
脱
道
是
现
成
的
骗
局
，
是
道
侗
社
曾
给
年
秷
肃
害
人
的
免
赞
强
力

朦
：
吸
追
胧
子
梩
去
很
舒
服
的
就
可
以
教
自
己
不
去
间
做
一
件
事
或
扮
一
侗
角

色
的
可
能
社
俞
政
治
结
果
。

质
言
之
，
知
瞰
份
子
和
知
瞰
人
的
问
题
，
恐
怕
恰
恰
不
是
孔
夫
子
講
的
「
君

子
不
器
」
叮
君
子
」
是
偏
偏
非
「
器
」
不
可
的

0君
子
自
己
既
「
吾
不
如
老
腿
」

又
「
吾
不
如
老
圃

」
；
吾
熊
有
阪
吃
，
除
了
第
人
所
「
器
」
也
没
旁
的
辦
法
。
间

题
不
是
「
器
」
不
「
器
」
；
是
怎
度
侗
「
器
」
法
？
被
誰
「
器
」
？
「
器
」
些
什

陛
束
西
？
「
器
」
得
教
什
座
棵
的
人
借
屁
遠
魂
或
畏
生
不
死
了
？
孮
中
山
講
遏

只
做
大
事
、
不
做
大
官
的
速
摆
；
我
於
是
猜
他
首
先
是
腮
第
逜
侗
雨
者
不
是
一

侗
柬
西
；
其
次
，
雨
者
是
兼
不
了
的
；
再
三
，
它
们
恐
怕
是
你
死
我
活
，
有
你

熊
我
的
束
西
吧
！

如
果
上
面
的
分
析
可
用
，
那
度
，
恐
怕
中
桽
階
级
的
团
害
人
遠
是
可
以
被

「
器
」
，
而
不
一
定
只
被
圉
家
榄
器
或
型
断
资
本
所
「
器
」
；
不
一
定
非
依
仗
政

榴
不
可
，
不
一
定
非
以
政
榴
第
射
象
不
可
；
或
假
装
自
己
是
以
俊
的
政
榴
不
可

的
叮
器
」
那
陵
侗
束
西
，
在
道
兑
我
是
肯
定
的
；
中
痊
階
级
賸
害
人
的
作
笢
社

曾
横
造
的
一
穗
「
份
子
」
，
稷
遏
主
戳
的
腮
知
，
是
可
以
成
笢
作
第
一
｛
固
有
主
醴
、

意
峨
性
的
、
第
人
民
畏
遠
利
盆
做
些
事
的
「
知
瞰
人
」
的
。
他
能
找
到
一
定
的

位
悯
，
找
到
一
定
的
角
色
和
放
在
一
定
的
地
方
。

香
港
劳
资
抗
争
中
的
不
平
衡
桔
横

在
道
侗
骨
笳
眼
上
，
攘
我
们
一
瑰
兑
回
到
香
港
，
我
造
行
研
究
劳
资
衡
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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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侗
案
。
在
我
接
鳎
到
具
儒
的
劳
资
侗
案
峙

，
我
在
一
侗
地
匮
性
的
劳
工
服
矜

组
娥
做
羲
工
；
道
侗
组
城
的
成
员
都
很
年
翱
，
有
在
垒
的
也
有
刚
雕
阱
垒
校

的
，
也
有
白
天
在
教
害
及
被
速
了
赏
谣
哉
具
的
。
工
潮
阴
始
晇

，
工
人
们
找
到

了
我
们
，
大
家
一
伙
研
究
、
阴
俞
、
砰
估
局
势
、
策
剿
行
勤

，
到
能
工
及
守
蔽

静
坐
的
高
潮
晇
期

，
道
服
榜
中
心
上
上
下
下
通
宵
逢
旦
的
在
蔽
梩

、
在
街
上

、

在
中
心
辦
公
室
较
胧
汁

、
搞
勤
员
。
到
了
能
工
的
第
三
天
，
蔽
方
拿
了
法
院
的

禁
制
令
把
道
中
心
的
人
员
全
赶
了
出
来
。
因
笢
我
们
道
些
支
援
榄
横
被
祝
苠
是

「第
三
者

」：
特
别
是
因
爵
和
工
人
站
在
一
漫

，因
而
完
全
不
具
佣
了
资
本
主
羲

囡
II

困
隙
工
湮

劳
方

-
-
-
－
呻
妥
旆
七
＿
＿
＿
-
圉
隙
资
本

资
方

( 协 商 耕 合 行 勀 )

D ． 各 固 使 赞 馆

E ． 外 商 耕 令

C

． 日 倭 商 合

B ． 国 家 横 器

A ． 劳 工 庭

埶 法
<

 
劳 工 胚 门 委 员 令

( 三 逄 委 员 令 )

>
 

创 法
甲 ． 这 制 工 骈 令

乙 ． 迂 制 劳 服 合

丙 ． 扔 立 工 令

丁 ． 地 方 务 股 中 心

戊 ． 工 人 及 工 人 代 表
乙

乙

镇
座

谨
勤

阿
孚

^ 

工
人

学
生

务
工
社
工

，
表
工

臣
坎
员

研
究
员

佪
别
记
者

➔  

外
行
家

公
JI,

1导
菜
人
员

律
杆
、
合
计

务
工
技
街
官
僚

内
外
政
梧
代
表

监
工
、
警
察

各
大
权
社
老
闪

法
榴
宰
制
下
的
法
律
地
位
。
另
一
方
面

，
资
方
的
律
肺

、
曾
叶
肺

、
公
共
陇
保

公
司
、
劳
工
颖
间
等
等
，
加
上
政
府
劳
工
虞
的
官
员
天
天
造
迤
出
出
—
一
只
要

是
炽
资
方
的

，
都
永
遠
成
不
了
「
阅
入
」
的
第
三
者
。
道
遠
不
打
繫

，
除
了
美

圉
最
大
的
公
共
制
保
公
司
派
了
危
榄
虞
理
祖
来
之
外

，
他
们
背
俊
有
整
侗
日
本

商
曾
、
外
商
腺
合
曾
，
遠
有
日
本
颌
事
能
和
劳
工
局
劳
资
制
保
科
的
支
援

。

在
道
兑

，
我
们
就
可
旯
到
一
｛
固
很
清
楚
的
銡
横

，
逜
銡
楷
是
整
侗
大
的
社

曾
横
造
具
瞪
而
微
的
缩
影
。

徙
圆

II
，
我
们
可
以
旯
到
道
侗
横
造
是
二
分
的
，
也
是
多
曆
次
的

；
徙
A

到
E

，徙
甲
到
戊

；
雏
然
没
有
統
愿
的
直
接
陇
保
，
郤
分
别
是
雨
侗
主
要
銡
横
中

的
不
同
曆
面

，
左
右
雨
遏
的
中
阴
一
侗
劳
、
资
、
政
三
遏
协
隅
委
员
含
之
颓
的

束
西

，
在
香
港
叫
劳
工
颇
罔
委
员
曾

，
成
员
是
劳
工
技
衔
官
僚

，
大
商
家
代
表

和
建
制
工
含
的
大
佬

；
没
有
一
侗
工
人
。
它
做
的
工
作
是
睹
狗
建
溅

，
在
法
律

的
居
面
做
文
章

，
郤
既
熊
立
法
榴
又
熊
行
政
榷
。
道
儅
然
是
意
欲
作
第
一
侗
中

立
协
商
眒
括
的
樑
章

(t
ok

e
n

)
，
和
稀
泥
渥
辑
的
建
制
框
框
的
。
事
寅
上

，
它
是

一
侗
笑
括

，
桯
不
重
要
的
笑
括

，
富
局
要
玩
又
郤
太
不
腮
慎

，
使
得
它
熊
楷
熊

势
，
也
就
熊
磐
熊
息
，
官
方
估
％

，
商
家
％

，
其
除
是
工
曾
大
佬

，
其
「
中
立
」

可
知
。
可
以
脱
钝
粹
是
摧
辂
及
襄
括
吃
工
曾
皈
顽
顽
的
空
白
抬
面

；
妥
协
暹
辑

和
劳
资
和
階
的
具
像
表
徵
。

A
B
和
甲
乙
分
别
是
社
曾
横
造
中
最
具
法
榷
合
法
性
的
固
定
横
惜
；
它
们

也
因
之
多
少
得
带
上
某
锺
中
立
性
、
全
民
性
、
合
理
性
的
面
具
o
A
B
雒
持
髓
制

裹
资
方
建
制
的
再
生
痊
，
甲
乙
劓
雒
持
鹘
制
中
相
照
的
劳
方
建
制
的
再
生
痊
。

它
们
是
彼
此
最
翱
常
接
隅

，
频
繁
交
往

，
接
鳎
面
废
泛
的
尊
祡
粗
娥

；
在
一
定

的
程
度
上
具
倘
了
同
质
性
。
在
形
式
民
主
的
理
誰
上
，
A
B
笢
埶
法
横
陇

，
甲
乙

则
笢
剒
法
的
法
人
刚
醴
或
座
力
圃
醴
；
它
们
由
於
分
别
受
到
背
俊
的
座
力

—
A
B
徙
C
D
E
;
甲
乙
徙
丙
丁
戊

－~
有
峙
是
不
免
做
一
些
「
法
外
」
的
门

争
的
。
但
是
恰
因
苠
它
们
都
是
由
尊
菜
的
技
衔
人
员
粗
成

，
各
以
射
方
的
存
在

第
自
己
存
在
的
先
决
倏
件

，
虔
在
一
穗
必
须
畏
期
雒
持
的
、
重
覆
性
的
避
戟
陇

保
(c
o
u
ti
n
u
o
u
s

re
pe

at
in

g 
g
a
m
e
)
中
。
他
们
射
打
峙
是
熊
意
投
死
射
方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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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
来
投
去
以
不
輛
不
赢
笢
目
的
，
各
赢
一
半
，
大
家
都
不
死
。
峙
间
一
到
，
回

合
一
狗
，
各
自
鞠
躬
下
场
，
下
次
再
来
；
是
很
有
暹
勤
员
精
神

(s
po

rt
sm

an
·

sh
ip

)
的
。
同
峙
，
恰
恰
因
笢
它
们
的
主
醴
都
是
所
朋
的
尊
祡
人
士
，
笢
了
合
法

化
(l
eg
it
im

iz
e)
它
们
的
存
在
理
由

(r
ai

so
n

d'
et
re
)
，
它
们
是
必
须
做
一
稚

菁
英
主
羲
宣
示
的
一
宣
梢
自
己
是
荨
家
，
及
荨
家
在
社
含
上
的
特
殊
膜
断
的

位
置
。
他
们
是
很
包
辦
主
羲
的
；
勇
於
自
封
笢
工
人
或
全
民
利
盆
的
代
理
人
，

残
乎
全
知
的
超
然
的
仲
裁
者
，
久
之
，
即
令
是
甲
乙
方
面
的
成
员
，
理
愿
以
工

人
苠
他
们
慎
正
的
老
闻
的
，
也
赉
成
了
不
信
任
工
人
，
瞧
不
起
工
人
的
否
惯
。

是
的
，
工
人
没
有
一

f固
是
像
他
们
那
揉
墅
辣
了
的
啖
判
事
家
，
自
一
侗
以
笢
工

暹
就
等
於
啖
判
协
商
的
棉
商
荨
菜
员
看
，
工
人
们
本
身
怎
能
不
是
工
暹
的
门
外

溪
呢
？ 右
遏
，
自

B
以
上

C
、
D

、
E
，
大
多
是
隐
形
的
，
郤
是
千
俱
离
雅
的
座
力

集
圃
，
它
们
相
射
於
丙
、
丁
、
戊
，
越
往
上
，
日
常
直
接
接
隅
越
少
、
相
射
性

越
强
，
妥
协
可
能
越
小
。
C
,
D

、
E
一
遏
玩
的
是
高
曆
宫
庭
政
治
的
游
献
，
丙
、

丁
、
戊
一
漫
走
的
是
狻
勤
草
根
群
窊
的
勤
员
暹
勤
。
他
们
一
旦
衡
突
，
常
常
在

畏
遠
戳
略
的
考
虑
下
，
要
求
在
每
一
侗
戟
役
中
打
娥
诚
戙
；
以
最
高
程
度
的
重

惕
射
手
第
目
的
，
道
儅
然
，
和
A
B
舆
甲
乙
的
戳
法
是
很
不
一
棵
的
了
。

但
是
，
重
要
的
是
，
徙
圈

II
逜
倘
看
来
左
右
射
梢
圆
像
上
，
我
们
切
不
可

推
諒
出
左
右
在
力
员
射
比
上
是
公
平
的
、
相
匹
的
。
其
基
本
的
结
椅
不
平
衡
可

简
單
的
脱
明
如
下
：

(1
)右
漫
是
轻
常
性
的
尊
阿
建
制
，
其
生
存
和
雉
持
是
建
立
在
财
税
的
檄
钠

及
利
润
的
盛
剥
上
的
一
一
又
恰
恰
都
是
来
自
左
方
的

－~
不
须
自
营
雒
生
。
道

些
榄
措
的
常
储
兵
员
，
是
「
赘
兵
三
年
用
兵
一
峙
」
的
；
不
需
勤
员
成
本
的
。

相
射
的
，
左
遠
既
非
建
制
，
且
常
常
速
组
蛾
都
没
有
，
一
旦
戟
狡
，
打
游
驴
的

遠
要

、自
带
粗
食
，
勤
员
成
本
是
梪
高
的
。

(2
)在
踱
含
民
主
理
念
宰
制
下
的
射
「
合
法
门
争
」
及
「
全
民
利
盆
」
的
强

制
拆
求
，
桽
生
了
雨
佪
效
果
：

（A
）
抗
争
必
须
在
现
存
的
法
榴
空
间
及
法
律
暹

辑
中
追
行
；

（B
)
抗
争
主
醴
的
利
盆
拆
求
越
明
礁
具
鹘
即
越
颐
得
偏
狭

(p
ar

o-

促
丙
枝
”
中
庄
階
级
”
扶
知
诫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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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
ia

l)
，
越
易
舆
其
他
社
曾
力
疏
雕
，
也
愈
易
在
「
全
民
」
的
帽
子
下
被
孤
立
。

(3
)法
律
恰
恰
不
是
廊
大
自
力
营
生
者
熟
悉
的
束
西
，
更
不
是
他
们
的
戳

具
。
在
一
｛
固
资
本
主
羲
圉
家
楼
器
的
法
榴
宰
制
下
、
法
律
既
不
在
他
们
手
中
，

更
不
是
第
他
们
所
股

。
法
律
的
偏
勃
外
，
法
律
游
戟
的
负
檐
一
一
峙
叨
和
金
线

—
—
更
非
他
们
可
以
承
受

。
在
道
侗
恰
制
中
，
自
封
全
民
利
盆
之
代
理
人
的
，

恰
恰
是
圉
家
榄
器
的
成
员
及
其
意
理
的
生
痊
者
；
透
遏
资
趴
的
股
断
和

「
王
天

下
」

(h
eg
em
on
y)
操
作
的
宰
制
，
自
力
营
生
者
的
日
日
具
鹘
利
盆
被
脱
笢
「
全

民
」
利
盆
的
射
立
面
；
每
一
｛
固
具
伦
的
老
百
姓
都
被
描
绘
笢
自
私
自
利
者
或
作

奸
犯
科
的
準
材
料
。

(4
)社
曾
衡
突
的
尊
菜
化
、
社
曾
矛
盾
在
技
衔
官
僚
的
操
作
下
的
例
行
化

(r
ou

ti
ni

za
ti

on
)
，
常
能
有
效
的
平
息
「
勤
蛊
」
，
而
恢
俊

(r
es
to
re
)
了
现
有
社

曾
的
「
精
巧
的
均
衡
」

(d
el
ic
at
e
eq
ui
li
br
iu
m)
。
但
是
，
现
存
社
曾
的
现
打

存
在
郤
恰
恰
是
一
侗
不
公
、
不
平
衡
的
偏
勃
銡
楛

(b
ia

se
d
st

ru
ct

ur
e)
一
—
资

方
、
政
榴
的
型
断
、
及
其
不
断
的
被
挑
戟
即
苠
照
瞪
—
—
它
的
每
一
次
被
恢
援

(r
es

to
re

d)
，
不
是
简
單
的
回
到
「
正
常
」

(b
ac
k

to
 t

he
 "
no

rr
na

l"
)
，
而
是

明
项
的
自
力
营
生
者
利
盆
底
再
一
次
被
座
制
被
出
贾
、
被
锻
牲
。

(5
)自
力
营
生
者
金
十
射
资
本
或
政
榴
堕
断
在
其
生
存
上
、
生
活
上
，
及
生
痊

上
桽
生
找
害
的
锺
穗
争
彰
p
透
遏
了
「
建
制
」
一
—
官
方
或
「
非
」
官
方
的
一
—
人

员
的
「
哉
事
化
」
，
将
抗
争
孤
立
、
亚
带
造
了
一
侗
不
同
的
型
熊
舆
用
次
：
有
如

殿
庶
上
睦
，
渐
行
渐
消
，
勤
员
力
一
失
，
群
势
瓦
解
，
勤
势
就
一
去
不

f复
了

。

道
现
象
一
旦
结
措
化
（

st
ru

ct
ur

iz
ed

)
，
拱
事
再
棠
人
员
必
僵
力
将
一
切
争
埶

硬
生
生
拖
上
抬
面
，
把
一
切
化
的
第
肘
價
遠
價
的
束
西
。
草
根
勤
员
作
棠
及
具

醴
的
「
生
痊
草
朋
的
抗
争
」

(s
ho
pf
lo
or

st
ru

gg
le

)
，
一
方
面
被
有
意
的
忽
略

和
歪
曲
；
另
一
方
面
则
受
到
资
本
／
困
家
拨
器
法
律
暴
力
的
霓
骨
质
制

。

以
上
道
些
，
恰
恰
反
映
了
圉
家
横
器
及
其
法
律
的
利
盆
性
质
；
它
既
是
某

些
人
的
锁
质
工
具
和
宰
制
强
本
，
就
不
能
不
是
一
侗
失
能

(d
ys

fu
nc

ti
on

al
)
的

束
西
；
它
的
存
在
必
须
建
立
在
暴
力
的
荨
周
舆
盟
断
之
上
。
金
十
射
於
道
捶
不
息

的
畏
期
纨
座
，
生
痊
人
口
被
朦
一
峙
，
郤
不
曾
被
骗
一
世
，
他
们
避
早
起
来
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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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
：
道
穗
抗
争
是
不
来
搞
什
陵
缎
事
，
院
商
或
者
妥
院
的
；
不
是
溫
文
有
禧
，

吃
皈
叩
顽
，
斯
文
描
地
的
。
道
穗
抗
争
，
就
是
我
们
脱
的
「
暹
勤
」
；
道
侗
暹
勋

的
出
琨
及
其
必
要
性
偏
偏
是
一
侗
偏
勃
的
支
配
结
楛
和
失
能
法
榴
下
暴
力
锁
座

的
操
作
所
撫
赘
、
所
教
育
、
所
促
成
的
。
也
恰
恰
是
「
和
腊
」
、
「
妥
协
」
神
括

自
我
破
牵
的
灰
埔
中
躇
生
的
火
凤
凰
！

「
逼
勤
」
中
的
知
誰
份
子
和
知
誰
人

是
的
，
在
资
本
／
圉
家
堕
断
和
法
棚
宰
制
、
暴
力
座
制
下
，
老
百
姓
的
出

路
是
「
暹
勤
」
；
但
是
，
「
暹
勤
」
不
就
是
「
勤
作
」
；
在
一
侗
腮
填
、
城
憋
、
负

贲
任
的
暹
勤
中
，
它
的
成
员
必
须
明
白
，
暹
勤
的
射
手
是
一
群
建
制
加
暴
力
的

統
治
荨
阿
家
，
外
加
囡
隙
性
的
财
力
、
武
力
舆
智
力
腺
盟
。
要
笢
一
｛
固
草
根
的

畏
期
的
利
盆
而
暹
勤
，
绝
不
是
「
有
勤
就
有
」
，
或
者
是
「
勤
了
就
算
」
的
束
西

－
—
而
「
盲
勤
」
的
代
價
，
在
我
们
的
妃
境
中
愿
骇
不
太
遥
遠
吧
！

道
贴
，
特
别
可
以
徙
射
手
的
反
面
事
例
中
得
到
瞪
明

。
回
到
圆

II
，
右
遏

职
惜
的
底
下
，
作
第
其
走
卒
的
是
什
陵
呢
？
不
是
（
或
不
光
是
）
棺
捍
子
老
粗
；

他
们
是
一
大
犁
子
各
有
惠
技
的
谓
害
人
。
道
犁
子
出
主
意
使
肝
媒
的
人
物
，
可

不
是
光
吃
皈
的
；
他
们
可
滇
是
做
功
踝
的
；
慷
我
所
知
他
们
在
港
日
阴
来
往
的

雹
文
就
有
尺
来
厚
，
阴
含
杞
绿
、
隅
查
载
告
一
大
堆
，
野
香
港
每
一
侗
比
较
重

要
的
工
人
颌
袖
都
成
立
了
私
人
的
尊
用
儅
案
等
等
；
不
是
阴
玩
笑
的
。
恰
恰
是

他
们
的
主
意
，
在
工
潮
最
蔽
重
的
峙
刻
，
他
们
建
哉
用
法
庭
的
禁
制
令
，
把
丙

丁
戊
的
人
都
超
出
去
；
同
峙
，
巧
妙
的
邀
造
甲
乙
方
面
的
人
员
，
他
们
知
道
甲

乙
是
建
制
性
的
大
粗
娥
，
一
旦
介
入
是
输
不
起
的
；
既
输
不
起
又
要
面
子
，
争

隅
停
之
功
，
常
然
必
定
「
放
水
」
；
狸
猫
如
此
道
般
换
了
太
子
，
工
人
的
滇
输
成

就
了
他
们
的
假
嬴
，
恰
恰
成
第
资
方
的
襄
中
之
物
！
野
工
人
施
加
座
力
，
追
行

醴
，
上
下
其
手
，
软
硬
兼
施
，
登
容
资
方
自
己
弄
洷
自
己
的
手
呢
？

至
於
左
漫
，
特
别
是
丙
丁
戊
的
下
面
，
我
们
也
晃
到
了
一
批
嗔
害
人
；
愚

5
他
们
的
熟
血
和
正
羲
感
，
第
工
人
的
尊
殴
舆
福
扯
，
通
宵
逑
旦
，
露
宿
奔
波
，

被
打
被
赶
，
遭
忌
受
帝
；
他
们
较
蛊
了
胧
汁
，
坚
忍
携
持
，
源
源
使
出
怪
招
，

促
南
杜
”
中
庄
階
级
”
攻
知
诫
份
子
輿
知
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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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右
手
的
一
夥
门
智
；
陨
膜
教
资
本
／
政
榷
的
千
夫
聆
之
跟
跄
踩
步
。
他
们
道

一
群
人
僵
管
也
在
同
一
侗
社
曾
梩
，
也
限
的
是
害

－~
也
酢
大
部
份
没
有
右
遴

的
人
阻
得
「
好
」
一

谷P
和
右
逸
的
一
夥
，
照
然
不
是
同
一
穗
人
，
也
不
曾
是

一
植
人
，
更
不
能
是
一
秞
人

。

至
於
脱
工
人
本
身
是
不
是
有
能
力
猫
力
来
造
行
第
他
们
自
己
的
尊
骰
舆
福

扯
的
门
争
呢
？
我
腮
苠
是
有
的
，
绝
射
有
的
，
那
陛
你
们
道
些
肃
辔
的
加
追
去

不
是
多
除
的
鸣
？
不
是
的

。
不
要
忘
了
工
人
的
抗
争
中
，
他
们
的
射
手
不
只
是

资
本
主
也
不
光
是
政
才
祖
遠
加
上
一
大
票
吃
那
些
人
底
皈
的
菜
有
荨
精
的
「
知

瞰
份
子
」
—
—
他
们
在
法
榴
的
偏
勃
下
，
只
要
笢
资
本
／
政
榷
服
矜
，
就
受
蛊

一
切
保
障
，
永
遠
不
曾
被
打
成
「
第
三
植
人
」
－
－
逜
正
是
整
侗
統
制
銡
横
最

最
不
平
衡
，
不
公
不
允
的
重
要
部
份
。

同
樑
的
道
理
，
恰
恰
因
笢
統
治
结
惜
的
偏
颇
，
左
漫
的
粗
辙
及
阻
害
人
的

介
入
不
但
可
能
，
更
成
笢
必
要
；
正
如
「
暹
勤
」
之
釬
射
法
律
暴
力
，
它
们
更

是
老
百
姓
必
要
的
同
盟
者
：
投
身
来
射
付
和
抵
销
右
手
遏
下
面
一
大
夥
造
成
的

祸
害
。 右
手
遏
那
些
人
绝
不
是
白
痴
的
，
他
们
有
英
圉
大
毕
的
尊
祡
文
想
，
衣
旆

峦
描
，
侃
侃
而
啖
；
在
我
的
研
究
防
罔
中
，
他
们
毫
不
忌
逄
的
肘
誰
他
们
的
技

巧
；
如
公
然
宣
稻
：

「
去
虞
理
」
公
平
罔
题
是
笨
的
，
公
平
那
有
什
陵
樑
準
，

要
虔
理
而
有
效
果
，

「做
得
看
似
公
平
才
重
要
」

(a
ct

ed
se

en
 t

o 
be

 f
ai

r)
··

·…
 

等
等

。 在
上
面
道
侗
道
座
具
醴
的
罚
在
例
子
中
，
我
们
清
楚
的
晃
到
了
雨
穗
人
，

雨
榷
賸
害
人
：
右
透
甘
於
被
榴
势
舆
财
富
所
用
的
知
哦
份
子

(i
nt

el
le

ct
ua

l)
; 

左
漫
，
速
取
去
被
草
根
的
畏
遠
利
盆
所
用
的
，
投
身
於
射
榷
势
舆
财
富
所
在
作

抗
争
的
知
瞰
人

(i
nt

el
 lg

en
ts

ia
) o
他
们
都
相
赏
意
腕
地
扮
演
了
不
同
的
社
曾
角

色
，
射
社
含
事
件
的
狡
展
也
牵
生
了
一
定
的
影
署
。

知
殿
人
的
来
路
舆
人
民
的
主
醴
性

知
瞰
份
子
的
狡
生
、
存
在
、
成
畏
和
再
生
桽
的
横
制
是
很
清
楚
的
，
廉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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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囡
家
教
育
榄
器
舆
意
瞰
型
熊
楼
器
是
它
们
的
生
身
父
母
；
资
本
舆
榷
力
堕
断

集
圉
则
是
它
们
醴
面
的
教
父
、
教
母
。

知
瞰
人
是
那
梩
来
的
呢
？
它
们
可
以
脱
是
固
家
教
育
舆
意
理
榄
器
的
意

外
它
们
的
野
孩
子
：
道
孩
子
和
赞
跷
是
子
不
瞰
父
母
，
父
母
不
邸
子
的
一
—
资

本
／
楷
力
堕
断
教
育
的
意
理
榄
器
之
核
心
中
，
锦
是
曾
痊
生
非
意
欲
的
痊
品

(u
ni

nt
en

ed
 c
on

se
qu

en
ce

)
的
：
例
如
民
族
主
羲
的
颌
袖
一
律
是
帝
国
主

羲
／
殖
民
主
羲
所
培
赘
的
，
孮
中
山
亦
不
例
外
；
道
些
怪
胎
的
痊
生
，
脱
明
了

控
制
操
般
的
梧
限
性
及
侗
人
剒
登
自
强
的
突
破
性
，
它
居
然
也
梪
諷
刺
底
地
给

了
荨
制
宰
制
的
教
育
意
理
榄
器
一
些
它
们
不
想
要
的
光
彩

(c
re

di
t)

! 

知
瞰
人
既
非
大
户
人
家
之
嫡
，
也
熊
幸
玲
醴
面
世
家
之
俊
，
它
们
是
什
陵

人
赉
大
的
呢
？
道
兑
，
我
们
面
射
了
一
侗
社
含
存
在
底
物
质
基
糙
的
罔
题
了
！

是
的
，
知
娥
人
的
痊
生
繫
乎
一
已
成
畏
中
的
意
藏
性
的
速
取
，
一
稚
通
遏

妇
自
己
的
存
有
负
责
的
射
自
己
存
在
的
决
定

(e
xi
st
en
ti
al

de
ci

si
on

 
to

 

ma
ke

)
：
射
自
己
是
一
侗
终
枑
的
政
治
的
承
睹

(c
om

mi
tm

en
t)

o但
它
之
所

以
痊
生
、
能
存
在
、
成
畏
和
不
断
自
我
再
生
痊
及
摘
大
再
生
痊
，
不
但
成
第
党

醒
的
侗
人
，
且
成
笢
一
定
羲
意
的
社
含
存
在
，
非
要
有
一
定
的
，
社
曾
底
的
物

贺
基
碗
不
可
的
一
—
否
则
，
南
山
之
径
，
伯
夷
叔
弈
之
囡
及
其
他
自
孤
自
高
的

逸
事
，
是
不
免
壹
壹
重
琨
的
能
！

那
愿
在
「
最
终
的
分
析
上
底
轻
清
事
物
的
膀
出
」

(t
he

tr
iu

m
ph

 o
f 

th
e 

ec
on

om
y 

in
 t

he
 f

in
al

 a
na

ly
si

s)
的
基
隄
上
，
我
们
知
瞰
人
存
在
的
社
俞
物

贺
基
碗
又
在
那
梩
呢
？

先
講
煨
侗
反
例
：
我
在
香
港
研
究
工
潮
侗
案
的
日
本
穗
公
司
，
最
俊
派
了

一
储
五
十
残
毅
，
城
府
枑
深
、
圆
滑
世
故
的
董
事
畏
来
解
决
争
曦
—
一
射
付
工

人
。
此
人
谁
是
高
手
，
一
漫
大
把
使
线
，
令
工
潮
的
道
德
性
贺
瓦
解
、
降
笢
訰

耜
滂

，事
件
；
另
方
面
，
野
外
宣
傅
此
事
影
誓
投
资
信
心
、
威
裔
政
府
舆
本
地
资

本
利
盆
：
他
在
射
工
人
笳
笳
施
质
的
同
峙
又
频
频
的
工
人
颌
袖
侗
别
啖
括
，
各

叩
擘
破
…
…
。
道
侗
人
是
什
陵
人
呢
？
他
是
日
本
近
年
频
频
「
商
场
戙
死
」
的

大
商
社
萌
子
们
底
下
一
代
：
如
他
在
防
间
中
的
自
称
：
「
我
毕
生
峙
代
也
是
一

促
丙
枝
”
中
庄
階
级
”
伎
知
诫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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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
左
派
，
甚
至
於
是
佪

「缸
衙
兵
儿
，
他
是
搞
遏
暹
勤
，
也
搞
遏

jj
争
的
：
也

曾
是
正
羲
遏
的
人
哩
！
而
今
，
恰
恰
因
笢
他
的
那
些
经
验

：
「
我
很
了
解
工
人
，

我
知
道
怎
陛
和
他
们
交
通
.
.
.
…
」
他
成
了
最
佳
的
射
付
工
人
的
打
手
。

道
侗
日
本
董
事
畏
，
不
是
一
侗
孤
立
的
例
子
，
谷

fl代
表
了
日
本
六
十
年
代

激
追
毕
生
成
群
笢
资
本
／
榷
力
型
断
集
圃
所
吸
钠
燮
造
，
而
今
成
笢
保
守
中
壑

的
具
醴
事
例
。
他
们
以
曾
轻
正
羲
逸
笢
今
日
的
作
民
自
安
，
也
以
曾
挫
在
草
根

勤
员
中
混
逸
的
轻
验
，
更
有
效
的
利
用
草
根
勋
员
中
所
有
可
能
的
矛
盾
、
破
壤

草
根
勤
具
的
集
銡
舆
成
形
。
道
兑
也
存
在
了
一
侗
嘲
諷
：
草
根
勤
员
舆
暹
勤
笢

jj
争
培
赉
了
戟

il
的
俊
描
單
，
但
郤
有
如
资
本
／
楷
力
堕
断
集
圃
的
教
育
舆
意

理
概
器
一
般
，
它
常
常
没
有
辦
法
界
定
或
控
制
其
桽
品
—
一
它
驯
辣
出
来
的
俊

佣
报
最
终
到
了
什
陵
人
的
手
上
一
一
成
爵
了
什
陵
人
的
俊
佣
單
！

徙
道
侗
日
本
模
式
的
例
子
来
看
，
我
是
特
别
射
南
韓
毕
生
暹
勤
及
其
成
员

的
将
来
不
感
柴
戳
的
；
毕
生
在
校
固
中
，
裳
追
入
社
曾
的
搜
雒
铜
路
前
，
常
常

是
可
以
很
激
造
的
；
但
是
，
如
一
阴
始
所
脱
的
，
毕
生
甚
至
於
不
是
一
稚
束
西
，

是
一
侗
逸
程
。
一
旦
他
们
丧
失
了
华
生
的
身
份
，
所
要
面
射
的
世
界
将
是
一
侗

非
常
不
同
的
世
界
，
要
面
射
的
自
己
也
是
非
常
不
同
的
自
己
。
在
那
储
世
界
中
，

在
那
侗
世
界
中
的
自
己
，
倘
若
没
有
一
储
不
同
的
生
叶
的
可
能
，
缺
乏
一
涸
猓

立
的
生
叶
雒
持
的
物
质
某
碗
的
括
，
他
们
最
终
不
免
又
燮
成
大
资
本
／
大
榴
势

榄
器
中
的
螺
铩
釭
；
恐
怕
，
他
们
的
勤
员
、
速
勤
和
戙

jJ
，
最
终
是
第
资
本
／

摧
力
堕
断
集
圆
提
供
了
最
好
的
、
现
成
的
、
免
赞
的
质
迫
工
具
能
！
像
日
本
蜇

事
畏
一
棵
，
他
们
之
搞
遏
暹
勤
、
正
羲
遏
，
他
们
之
覜
身
经
墅
遏
，
他
们
的
懂
、

使
他
们
婓
得
最
「
有
效
」
：
道
一
切
都
成
第
他
们
争
称
剥
削
榴
的
本
线
、
或
在
既

存
醴
制
中
用
曆
分
臧
的
待
折
琨
帣
码
了
！

如
果
存
在
的
物
质
基
糙
有
它
一
定
的
强
制
性
舆
社
俞
意
羲
的
括
，
上
述
的

景
像
恐
怕
多
少
是
莫
可
奈
何
又
熊
可
避
免
的
吧
！

如
果
道
侗
分
析
是
射
的
括
，
知
藏
人
存
在
舆
再
生
痊
的
踝
题
就
成
了
社
俞

祸
造
中
不
依
附
资
本
／
榴
力
堕
断
集
圃
而
自
力
管
生
的
民
朋
社
曾
之
存
否
，
及

其
生
命
力
、
再
生
力
的
间
题
了
。
也
就
是
脱
，
我
们
圆

l
中
左
遏
部
份
兢
争
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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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部
阿
的
物
质
官
力
、
自
主
性
、
榄
勤
性
和
吸
钠
能
力
等
等
的
罔
题
了
：
换
句

括
脱
，
也
就
是
另
一
穗
中
桽
階
级
和
舆
其
相
照
的
知
哉
人
的
存
在
通
辑
是
否
完

整
迵
延
；
它
们
存
在
的
建
措
暹
作
是
否
自
成
醴
系
的
间
题
了
。

就
道
些
特
定
的
樑
相
而
言
，
如
果
圈

I
的
表
像
能
狗
较
好
的
脱
明
台
溃
今

日
社
曾
措
造
的
括
，
我
们
是
有
足
狗
的
理
由
第
台
濡
民
间
社
曾
和
知
酰
人
的
前

途
栠
戳
的
。
台
鹰
比
起
日
、
韓
、
星
高
度
單
一
狡
展
的
社
舍
楛
造
要
秶
戳
，
比

起
香
港
的
枑
度
魅
散
和
圉
隙
游
走
资
本
的
窥
出
窟
入
要
柴
戳
，
比
起
中
圉
大
睦

自
力
管
生
部
门
之
刚
刚
誕
生
就
尤
其
柴
戳
了
！

那
座
，
第
什
座
射
台
澳
民
间
社
俞
舆
知
娥
人
的
前
途
，
我
主
张
道
陵
一
穗

提
法
呢
？
道
兑
牵
涉
到
一
侗
就
中
痊
階
级
份
子
和
賸
害
人
的
有
用
部
份
、
将
之

射
资
本
／
榷
力
堕
断
集
圃
硬
塞
造
去
，
或
是
将
之
徙
中
拉
拔
出
来
的
戙
略
考
虑

的
罔
题
；
也
牒
保
到
了
穗
穗
射
「
瞪
制
内
改
革
」
自
梵
或
不
自
登
的
自
欺
舆
混

淆
；
各
式
各
棵
藉
「
吾
不
入
虎
穴
」
有
意
或
熙
意
的
自
慰
舆
投
横
…
…
等
罔
题

0

今
天
假
如
我
们
要
慎
正
面
射
一
侗
资
本
／
榴
力
的
堕
断
集
圉
，
要
反
射
他

的
植
穗
滥
用
、
不
装
，
挑
戙
其
下
所
有
不
合
理
的
现
象
和
射
老
百
姓
的
欺
座
，

去
除
我
们
看
不
惯
、
不
容
肝
的
柬
西
，
假
如
我
们
丽
胧
清
楚
、
立
塌
鲜
明
，
在

道
揉
的
反
射
舆
挑
戙
中
，
恐
怕
是
很
傩
去
腮
同
一
侗
眼
中
只
有
政
榴
的
「
反
射
」

力
量
；
或
去
支
持
一
佪
只
一
心
「
就
政
榴
取
而
代
之
」
或
「
分
而
享
之
」
的
「
民

主
」
一
一
锅
民
作
主
—
—
政
争
的
能
！
你
不
好
，
明
天
我
上
了
你
的
抬
面
一
切

就
好
了
一
有
什
陵
保
瞪
呢
？
换
班
递
戟
的
争
鸾
剥
削
榷
争
埶
又
舆
草
根
的
畏

遠
利
盆
有
什
陵
共
通
的
地
方
呢
？
道
穗
反
射
毋
牢
反
的
只
是
一
侗
「
你
不
是
我
」

或
「
你
中
熊
我
」
能
了
！
挑
戙
的
不
是
「
堕
断
」
或
「
剥
削
」
本
身
，
而
是
「
堕

断
」
舆
「
剥
削
」
主
醴
的
主
宰
或
成
敷
鹘
了
！
道
穗
「
反
射
」
的
形
式
；
迼
穗

只
晃
到
「
榷
力
所
在
」
，
看
不
到
「
楷
力
之
下
」
底
老
百
姓
的
利
盆
，
或
不
将
道

些
利
盆
的
防
保
搞
清
楚
的
「
反
射
菁
英
」
，
在
胚
史
的
冲
刷
下
，
太
多
通
到
我
们

鼻
尖
的
例
子
告
拆
我
们
，
它
们
充
其
量
是
他
们
「
反
射
」
的
束
西
底
「
镜
中
形

象
」

(
m
i
r
r
o
r
i
m
a
g
e
)
能
了
！

^ 
回
到
我
们
香
港
能
工
的
例
子
；
如
果
我
是
一
佪
工
人
，
工
蔽
的
轻
理
部
阿

促
丙
程
”
中
庄
階
级
”
伎
知
诫
份
子
輿
知
诚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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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
壤
，
平
峙
盛
氯
凌
人
，
有
事
晇
更
熊
所
不
用
其
梧
：
跟
踪
、
恐
赫
、
打
霞
括

骚
授
家
人
，
什
座
手
段
都
来
。
结
果
日
本
的
太
上
董
事
畏
来
了
，
向
我
保
瞪
脱
，

没
有
陇
保

，稷
理
部
门
不
好
，
我
把
经
理
部
的
人
都
换
了
：
你
不
必
再
怕
，
乖

乖
回
来
生
蓝
放
粲
能
工

o如
果
你
是
我
，
你
信
不
信
？
你
曾
不
曾
乖
乖
回
去
，

放
粱
抗
争
？
员
正
的
工
人
，
徙

il
争
中
打
了
滚
遏
来
的

，射
道
租
射
付
婴
兑
的

劣
招
一
速
骗
人
都
不
貂
慎
，
都
不
煞
有
介
事
的
去
骗
，
也
肝
是
太
狂
妄
、
太

以
窖
工
人
是
白
痴
了
能
！
一
一
是
湮
叱
之
以
房
都
感
到
多
除
的
。
祖
畏
、
工
顽
、

稷
理
换
了
面
孔
天
下
就
太
平
了
、
相
信
道
套
、
或
者
以
笢
别
人
曾
相
信
道
套
的

老
兄
们
，
恐
怕
残
剒
狡
汗
药
是
救
不
了
的
了
！
妙
就
妙
的
是
，
在
琨
贯
利
盆
塌

的
冲
撞
中
，
员
是
有
不
少
心
笢
利
欲
所
薰
，
眼
笢
银
孔
所
朦
的
人
的
：
道
工
敝

的
一
｛
固
本
地
轻
理
，
他
偷
偷
在
外
有
一
侗
小
型
的
颓
似
加
工
敝
：
知
道
道
批
被

辦
退
的
工
人
都
是
有
技
衙
、
生
桽
力
高
、
工
作
貂
滇
且
有
自
尊
的
工
人
，
他
竟

在
事
悄
解
决
前
就
按
捺
不
住
，
背
地
和
他
们
湮
辂
，
脱
：

「
没
陇
保
，
此
地
不

留
人
自
有
留
人
虔
.
.
.
」
、
「
他
们
辟
掉
你
们
，
你
们
到
我
工
敝
来
，
我
曾
好
好

即
待
你
们
.
.
.
…
」
如
果
你
是
工
人
，
你
含
不
曾
相
信
，
你
曾
不
曾
去
？

講
到
道
梩
，
我
们
嗯
骇
清
楚
晃
到
，
野
工
人
一
－
也
射
兢
争
管
生
部
门
的

廉
大
自
力
管
生
者
言
一
－
他
们
的
觉
自
己
生
针
、
生
存
、
生
活
、
生
痊
舆
生
畏

的
抗
争
，
绝
不
能
是
一
｛
固
代
理
人
的
戳
争
、
强
棒
代
打
的
打
跑
避
戟
；
其
暹
勤

根
本
的
罔
题
性
不
在
於
什
陛
人
去
棠
什
陛
捞
什
子
经
理
。
而
撤
顽
撤
尾
是
一
侗

誰
是
生
痊
舆
消
费
的
主
髓
，
誰
是
社
俞
利
盆
及
其
未
来
的
主
醴
的
根
本
分
野
舆

确
立
的
间
题
。
在
道
侗
意
羲
上
，
最
先
的
最
首
要
的
、
作
第
一
侗
生
痊
者
的
工

人
及
自
力
恰
生
者
；
其
主
鹘
性
一
一
确
立
及
醴
琨
在
其
生
痊
活
勤
的
熟
烈
投
入

中
一
一
是
必
须
最
大
限
度
的
受
到
社
含
的
尊
重
舆
榷
邸
的
；
他
们
在
日
日
具
鹘

妇
在
的
生
桽
贡
践
中
，
不
断
笢
其
尊
殿
、
福
趾
，
更
合
理
的
生
痊
操
作
、
利
盆

(s
ho

pf
lo

or
 s
tr

ug
gl

e)
是
必
须
成
笢
社

回
侦
而
造
行
的
「
生
痊
聿
简
抗
争
」

俞
造
步
勤
因
的
一
侗
主
要
祖
成
部
份
的
；
没
有
他
们
，
没
有
道
些
，
新
的
生
痊

方
式
，
新
的
生
痊
组
釉
，
新
的
生
痊
陇
保
和
新
的
生
痊
分
配
是
熊
由
促
生
的
；

工
祡
民
主
是
熊
由
睢
立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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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殿
人
的
自
我
腮
誰
舆
承
挽

在
道
棵
的
社
俞
迤
步
的
基
本
勤
努
的
确
立
和
熟
烈
的
抗
争
罚
践
中
，
笢
自

力
营
生
部
阿
廉
大
生
痊
者
所
激
狻
、
所
栽
培
、
所
赉
育
和
雉
持
的
知
娥
人
，
在

具
醴
官
践
中
又
是
怎
陵
去
结
合
其
自
资
本
／
摧
力
癡
断
集
圉
而
来
的
荨
技
驯

辣
，
将
之
翱
化
—
也
在
遏
程
中
将
自
己
翱
化
—
—
印
给
老
百
姓
草
根
性
畏
遠

利
盆
服
榜
的
束
西
呢
？

第
了
思
考
道
侗
罔
题
，
我
参
考
了
一
九
八
O
年
「
基
追
政
治
轻
清
华
砰
諒

R
ev

ie
w

s 
of

 R
ad

ic
al

 P
ol

it
ic

al
 E
co
no
mi
cs
」
春
季
铣
上

Bu
rr

is
窝
的
一

篇
文
章
。
文
章
中
他
啖
到
了
中
痊
階
级
—
—
其
宵
是
我
圆

I
及
圆

II
中
右
透
盟

断
稹
累
部
阿
或
资
本
主
羲
方
面
的
中
桽
階
极
—
一
的
四
植
瞰
能

(F
un

ct
io

n­
in

g)
 :

 (1
)监
督
功
能
，
主
要
在
於
主
控
生
痊
遏
桯
；
其
埶
行
人
物
第
各
式
翱
理
人

员
、
工
顽
、
蓝
工
…
…
等
等
。

(2
)资
本
主
羲
社
曾
陇
保
之
再
生
痊
功
能
；
要
在
於
再
生
痊
资
本
主
羲
社
曾

陇
保
的
各
佪
佪
别
份
子
及
其
全
醴
，
其
埶
行
人
员
包
括
：
教
卸
、
社
工
、
健
康

瞰
祡
者
、
囡
家
榄
器
行
政
官
、
律
肺
、
文
化
工
作
者
…
…
等
等
。

(3
)曾
叶
蕃
叶
及
将
價
值
在
社
曾
中
官
现
的
功
能
；
要
在
於
把
商
品
在
社
曾

控
制
的
孔
道
中
通
遏
消
费
人
口
的
销
陨
使
利
润
以
金
线
的
形
式
释
出
；
其
埶
行

者
有
滕
告
祡
员

、推
销
员
、
俞
叶
员
、
银
行
家
、
财
钮
家
、
保
险
粟
…
·
等
等

。

(4
)生
痊
之
技
衔
手
段
的
翱
化
功
能
；
要
在
於
在
人
颓
知
瞰
舆
科
技
的
水
平

上
；
将
之
阁
割
，
导
向
或
塞
入
资
本
回
收
、
利
润
稹
累
的
管
道
或
暹
作
中
；
其

埶
行
者
叫
科
毕
家
、
工
程
肺
、
科
技
工
作
者
、
研
究
员
…
…
等
等
。

如
果
他
是
射
的
括
，
是
不
是
所
有
具

f备
(1)
到

(4
）卧

l|辣
的
人
非
斡
他
列
奉
的

那
些
事
不
可
；
也
非
耽
在
我
们
圆
示
的
右
手
一
漫
不
可
呢
？

换
一
侗
辦
法
向
同
一
佃
问
题
：
他
们
道
些
有

(1)
到

(4
)圳
辣
的
人
绝
野
没
有

旁
的
地
方
可
去
，
旁
的
社
含
位
置
，
只
能
笢
剥
削
舆
堕
断
服
捞
，
斡
锦
上
添
花

如
事
以
苟
活
偷
生
的
呥
？

促
丙
程
＂
中
庄
階
级
＇
＇
衭
知
哉
份
子
輿
知
诫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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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111

物
赁
生
活
再
造
饮
系

肯
本
主
扎
生
利
饮
系

（
妓
孚
务
生
部
门
）

（
柱
断
柱
累
部
门
）

知
武
人
的
拚
古

知
诫
分
子
的
获
矜

人
民
的
监
管
员
—
—
釬
射
生
逸
监
督
功
能
一
一
主
控
生
痊
逸
程
—

程
、
社
合
控
制
、
政
榄
理
作
、
公

经
理
、
工
顽
、
腔
工
.
.
.
.
.
.

用
事
祡
追
行
干
涉
舆
参
予
，

( 
) 

改
造
亚
精
化
资
本
主
袭
社
食
肠
倷
再
生
洷
资
本
主
羲
社
贪
肠
倷
功
能

的
主
理
人
—
一
淇
向
合
理
的
汽

—
教
蹄
、
社
工
、
健
康
睬
菜
者
、

源
／
人
文
／
物
致
生
活
共
生
再
造
行
政
官
、
律
踊
、
文
化
工
作
者

．．

的
社
合

1劓
保
，

..
. 

( 
) 

人
民
寅
黄
生
活
改
菩
的
寅
任
者
一
價
值
寅
琨
功
能
—
废
告
员
、
推
销

—
社
合
赛
籵
舆
社
含
合
籵
、
合
理
员
、
合
籵
员
、
银
行
家
、
财
经

消
找
及
有
效
生
痊
的
守
门
人
、
生

家
、
保
险
菜
.

..

痊
人
口
社
合
贡
默
回
收
及
公
羲
的

督
察
员
、

( 
) 

民
间
取
向
科
睾
技
衔
的
倡
講
人
舆
生
痊
技
衔
精
化
功
能
一
科
埻
家
、

技
衔
具
一
一
面
射
绝
大
多
数
生
痊
工
程
蹄
、
科
技
工
作
者
、
研
究
员

人
口
日
常
生
活
、
生
籵
、
生
痊
、

生
畏
密
切
相
隙
科
技
舆
理
用
的
创

登
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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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
如
我
们
的
世
界
，
我
们
的
社
含
横
造
多
少
有
如
圆
示

Il
l上
脱
明
的
、
不

是
單
單
只
有
一

f固
部
阿
，
一
侗
暹
辑
，
一
佪
主
醴
，
或
者
一
穗
中
痊
階
级
，
一

植
嗔
害
人
的
括
，
上
面
间
题
的
答
案
富
然
是
一
侗
大
大
的
「
不
」
字
，
一

f固
有

大
大
的
剒
造
性
的
、
生
勤
的
「
不
」
字
！

在
我
試
著
第
一

f固
劓
造
性
的
可
能
，
在
左
漫
的
系
列
中
阴
始
笢
自
己
和
知

酿
人
的
未
来
事
菜
迤
行
楛
思
前
，
我
想
起
有
岛
武
郎
在
三
十
年
代
初
的
括
；
他

脱
我
们
很
多
人
混
混
噩
噩
的
在
社
曾
遏
活
，
每
天
一
早
赶
去
上
班
赚
线
赞
家
；

事
宜
上
，
八
侗
筵
画
的
努
力
工
作
，
斡
的
僵
是
牒
害
自
己
俊
代
的
事
菜
；
天
天

辛
苦
完
斡
完
牒
害
子
孮
的
事
祡
，
拿
了
线
回
去
舰
赉
劓
刚
才
媒
投
了
他
部
份
生

存
可
能
的
兑
女
，
爱
他
们
爱
得
要
命
；
第
二
天
，
一
早
又
赶
去
斡
牒
害
他
们
的

事
粟
；
黄
昏
回
来
，
又
投
郤
了
他
们
一
部
份
的
未
来
咽

0更
爱
他
们
爱
得
要
命

0

道
侗
故
事
是
教
我
每
一
想
起
就
全
身
狡
毛
的
；
因
第
，
在
道
棵
的
荒
嘐
、

滑
稽
、
不
颊
中
，
陳
述
的
郤
绝
射
不
是
一
侗
笑
括
：
是
我
们
每
人
每
日
都
须
面

射
的
现
宵
。
如
果
我
们
助
政
榷
第
暴
，
第
堕
断
张
目
，
污
染
大
地
、
残
害
寓
有
、

教
我
们
的
身
俊
只
留
下
一
侗
「
遏
不
了
活
」

(u
nl
iv
ab
le
)
的
世
界
，
我
们
怎
能

脱
不
是
在
斡
牒
害
覜
子
的
勾
常
呢
？

琨
在
，
笢
了
我
们
自
己
，
第
了
知
娥
人
未
来
的
事
祡
，
也
离
了
给
我
们
的

子
孮
留
下
一
佪
可
活
的
世
界
，
我
们
必
须
笞
試
一

f固
劓
造
性
的
可
能
；
我
们
必

须
在
左
漫
的
系
列
上
第
自
己
找
到
一
定
的
定
位
，
在
管
生
套
戳
的
巨
流
中
剒
造

自
己
戟
门
性
的
任
捞
；
横
思
一
侗
侗
鲜
活
的
形
像
，
拿
他
们
来
作
苠
我
们
成
畏

的
目
橾
、
存
在
的
理
由
。
琨
在
，
睹
接
遏
我
的
箫
去
吧
！
我
試
挚
的
邀
瞎
你
在

左
手
漫
的
留
空
上
添
上
你
的
未
来
，
第
正
羲
的
事
祡
添
上
希
望
，
也
第
我
们
的

弟
兄
添
上
再
一
｛
固
共
步
的
健
者
！
谢
谢
大
家

＊
演
講
令
梭
有
近
一
小
时
精
彩
的
讨
治
，
其
中
以
我
役
益
最
多
，
可
惜
文
章
已

太
长
只
能
在
此
行
打
住
，
希
望
再
有
促
请
者
们
中
杜
到
不
同
意
见
的
横
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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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民主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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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原著、程晓农译 

 
    1997 年夏天，一家日本的主要报纸请我就二十世纪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谈谈自己

的看法。我发现这是个很少遇到的引人深思的问题，毕竟在过去的百年当中发生了那么

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欧洲的帝国，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中居于支配性地位的英、法帝国，

终于没入了历史。我们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看到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兴起和衰亡。

二十世纪目睹了共产主义的崛起，以及它的没落（如在前苏联阵营）或大幅度的变革（如

在中国）。我们也注意到，西方世界的经济支配地位已被一种新的经济格局所取代，在

这一新的经济格局中，日本、东亚和东南亚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东亚和东南亚地区

现在正面临一些金融和经济问题，但这并不会改变上述的世界经济格局过去几十年来的

演变态势（若观察日本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地位的变化，则其重要性的提升几可追溯至百

年前）。过去的这一百年确实不乏重要的历史事件。 
 
    然而，若要在二十世纪里发生的诸多进步当中选择一项最重要的，那么，我会毫无

困难地指出，那就是民主的兴盛。我这样讲，并无意否认其他同样具重要性的历史事件，

但我想指出的是，到了遥远的将来，当人们回首这个世纪的历程时，他们就会发现，民

主制度出现后被广泛地接纳为政府的组成方式，除此之外恐怕没有比这意义更重大的事

了。 
 
    当然，民主的理念实源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此后各国都尝试过零星的致力于民

主化的努力，印度也是如此[1]。在古希腊，确实形成并认真地实施过民主的理念（尽

管范围有限），而此后这一实验却瓦解了，被更专制、缺乏制衡的政权取而代之了；而

那时在其他地方则尚未出现过其他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 
 
    所以，我们所了解的民主制度是经过了很长时期才出现的。民主制度作为一种有效

的统治方式，它逐渐成长直至最终居于支配地位的过程是由一系列历史发展进程所组成

的。这些事件包括 1215 年英国的大宪章的签署，十八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

以及十九世纪在欧洲和北美选举权的扩大等等。然而，直到二十世纪，民主的理念才被

确立为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常规的”政府形式──无论在欧洲、美洲、还是亚洲或非

洲皆然。 
 
    关于民主的思想是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念，它是崭新的、典范式的二十世纪的

产物。当年通过宪章运动强制性地限制英国君主权力的反叛者们，把民主完全视为单纯

地为其本地需要服务的理念。相比之下，为美国独立而战的志士们和法国大革命中的革

命者则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他们帮助人类懂得了，必须把民主变成在人类社会里通行

的制度。不过，他们在实践中提出的要求之重点，也仍然有相当的地域局限性，实际上

限于北大西洋的两岸，而且是以该地区特殊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历史为基础的。 
 
    在整个的十九世纪里，民主思想的理论家们觉得，议论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是否

“适合于民主制度”是十分自然的事情。直到二十世纪，这一看法才发生了变化，人们

开始承认，这样提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根本不需要去判定一个国家是否适合于民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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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相反，每个国家都必然在民主化的过程中变成适应民主制度的社会。这一变化的确

是个重大的变化，它把民主理念潜在的影响扩展到了历史和文化各不相同、富裕程度千

差万别的数十亿人当中。 
 
    也正是在本世纪，人们最终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所谓的“成人的普选权”必须包括

所有的成年人──不仅仅包括男性，而且也包括女性。今年一月我有幸会见了一位享有

盛名的杰出女性、瑞士总统露丝.德雷福斯女士（Ruth Dreyfuss）。这次会见令我浮想连

翩，仅仅在二十五年前，瑞士的妇女还没有选举权呢。我们终于在本世纪达成了这样的

共识，民主的举世普适性就象善行一样，是不应对之加以限制的。 
 
    我不否认，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这一诉求受到着各种挑战，这些挑战形式各异，来

自不同的方向。实际上，这正是本文要讨论的主题之一。在下文中，我将回顾民主的价

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诉求，并分析围绕着这一诉求的种种争论。但在进一步讨论之前，

有必要明确地把握这样一个概念，即在当今的世界上民主已经成为支配性的信念。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环境中，都有一些占优势的信念，它们似乎被尊为一种普遍

性规则，就象在计算机程序中预设（default）的安排一样；除非这些信念提出的要求以

某种方式被完全否定了，否则，在一般情况下这些信念往往被视为是正确的。尽管民主

制度尚未成为在所有国家都施行的制度，虽然民主的理念也确实还未被所有国家一致接

受，但按照世界上通行的一般看法，现在民主政治已被视为大体上是正确的选择。只有

那些想抵制民主政治、以便为非民主制度辩护的人们，还在那里竭力排斥民主的理念。 
 
    当年那些在亚洲或非洲倡导民主的人们曾处于极为艰难的困境当中，这并非年代久

远之事。但自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虽然我们有时仍然不得

不与那些含蓄或公开地排斥民主政治的人士争辩，我们也应该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政

治问题的理解方面，整个的大气候已经与上个世纪完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用每每辩识，

某个国家（比如南非，或柬埔寨、智利）是否“适合于民主政治”（而在十九世纪的话

语当中这是个非常典型的问题）；现在我们早就把这一点视为理所当然的了。人类社会

已经公认，民主制度是普遍适用于各国的，民主的价值观也被视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这是思想史上的一场重大革命，也是二十世纪的主要贡献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现在

我们来讨论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印度经验” 
 
     究竟民主制度成效如何呢?虽然没有人真会去质疑民主政治在美国或英国、法国的

作用，但是，民主政治在世界上的许多贫穷国家里成效如何，却仍然是个引起争论的问

题。在本文中，我不可能详细地检视历史记录，不过，我想指出，民主制度的成效相当

不错。 
 
    如果谈到民主政治在贫穷国家里的成效，当然，常常会涉及到印度的例子。当年，

英国殖民当局拒绝印度的独立要求时，就处处怀疑印度人管理自己的国家和社会的能

力。1947 年，当印度独立的时候，这个国家确实处在某种混乱当中。独立后的印度政

府毫无政治经验，印度过去各自分治的地区之间尚未融合一体，政治上各种力量的分野

模糊不清，同时还广泛存在着社区性暴力事件和社会失序。那时，对印度未来是否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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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统一的、民主的国家，还真缺乏信心。然而，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现在可以看

到，印度的民主政治历经甘苦，已卓有成效地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在这段时间里，政治

上出现的分歧大体上都按照宪法的准则来处理，并且坚持根据选举结果和国会的规则来

组织历届政府。虽然当年印度这个国家是由各个差异极大的地区马马虎虎、勉勉强强地

仓促组合而成的，但它不但存活了下来，而且，作为一个建立在民主制度基础上的政治

体，运转得相当良好。确实，印度的各个部份正是通过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而结为一体

的。 
 
    印度的各邦操各种不同的语言、有着多样化的宗教，在国家的发展中如何处理这些

问题，也构成了对印度的生存的巨大挑战。当然，由于宗教和社区间的差异，印度的政

治具有某种特殊的脆弱性，这往往会被宗派政治家所利用，而他们也确实数次这样做过

（包括在最近的几个月里），由此导致了群众的极大恐惧。不过，当宗派性暴力活动乘

机兴风作浪时，全国各界都会一致谴责这样的暴力活动，从而最终维护着民主制度的基

石，以反对狭隘的派系摩擦。印度不仅是居于多数地位的印度教的故乡，也是世界上第

三大的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之家乡，还拥有数百万的基督教徒和佛教徒，世界上大多数

的锡克教徒、印度祆教和耆那教徒也都住在印度。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差异极大的国家的

生存和繁荣来说，这样的社会共识当然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们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即不民主的体制能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想

法有时被称为“李氏假设”，因为新加坡的领导人、前总统李光耀是它的鼓吹者。确实，

有一些实行威权体制的国家（如韩国、李光耀自己的新加坡以及改革后的中国）的经济

增长率高于许多非威权体制的国家（包括印度、牙买加和哥斯达黎加），从这个意义来

讲，李光耀当然是对的。然而，这个“李氏假设”是以零星的经验观察为基础的，是根

据高度选择性的、有限的信息归纳出来的，它并未经过任何以现有的大范围数据为基础

的一般性统计检验。要证明威权体制和经济高增长的关系具有普遍性意义，就不能用高

度选择性的资料去论证。例如，博茨瓦纳是非洲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也是全世界

经济增长纪录最好的国家之一，它几十年来一直是非洲大陆上的一块民主制度的“沙漠

绿洲”；如果要把新加坡或中国的高经济增长当做威权主义体制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做

得更好的“确凿证据”，那我们就不能回避从博茨瓦纳之例中得出的相反结论。我们需

要做更系统的经验研究，以便从中分辨出支持和反驳“李氏假设”的证据。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普遍性证据能证明，威权主义的统治和对政治及公

民权利的压制真的对经济发展有益处。确实，从普遍的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归纳出这样的

结论。系统性的经验研究（比如由罗伯特.巴若（Robert Barro）或亚当.普热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所主持的研究）的结果从未真正支持过这样的观点，即在政治权利和经济

表现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冲突。[2] 究竟政治权利对经济表现的影响为何，似乎取决于

许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某些统计调查发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微弱的负相关，而另外一些

统计研究却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如果把所有的比较研究的结果放在一起，关

于经济增长与民主之间没有明显的彼此影响的假设还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既然民主和政

治自由本身非常重要，所以与上述研究相关的努力决不会遭到忽视。[3] 
 
    这个问题也涉及到经济研究方法的一个基本要点。我们不仅应当从统计上看相关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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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大小，还应当考察和分析关系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因果性过程。现在，学者们已经

对导致东亚地区各国经济成功的经济政策和环境因素有相当多的了解。虽然不同的经验

性研究所关心的重点不一样，但目前学者们已经就一份对经济发展“有助的政策”清单

形成了广泛的共识。在这个政策清单上有开放竞争、利用国际市场、由公共部门对投资

和出口提供激励、高识字率和中小学入学率、成功的土地改革以及其他促进广泛参与经

济扩张活动的社会条件等。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假设，这些政策中的任何一项会与更广泛

的民主制度不一致、而只能由象在韩国、新加坡或中国那样的威权体制来强力支撑。实

际上，有一项强有力的证据表明，要形成更快的经济增长，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宽松的经

济气氛，而不是一个更严酷的政治体制。 
 
    要完成这一研究，就必须超越狭隘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观察，而应更宽泛地分析经济

发展需要些什么，包括经济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需要。从这样的角度出发，我们就要一方

面看政治与公民权利，另一方面看主要经济灾难的预防，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政治与

公民权利能给予人民必要的机会，以要求政府注意社会上的需要并采取相应的行动去满

足这些需要。政府对其人民遭受苦难时的反应往往取决于人民施加的压力。而人民能否

行使其政治权利（如投票、批评、抗议以及其他的类似权利），确实直接关系到政府是

否有足够的激励去关心人民的苦难。 
 
    我在别的地方也提到过一个明显的事实，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

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4] 不管我们

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

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 1958 年至 1961 年大跃进失败后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

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

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

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 1958 年至 1961 年间差不多

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

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对党，没有新闻自由，

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才使得严重错误的

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在世界上此刻正发生的两场大饥

馑中，一场在北朝鲜，另一场在苏丹，可以说，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形。 
 
    饥馑经常看上去与自然灾害有关，而新闻记者也常常把饥馑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自

然灾害:在失败了的大跃进期间中国出现了洪水灾害，在埃塞俄比亚有旱灾，而在北朝

鲜则是谷物歉收。然而，许多同样遭受到类似自然灾害的国家，甚至其灾情更重，却能

有效地避免饥馑的发生。因为，对选民负责的政府必须积极地采取措施以帮助人民、减

轻饥饿的威胁。在一场饥馑中，主要的受害者是穷人，所以政府可以通过创造收入（例

如，通过就业计划等）、让潜在的受饥馑威胁的受害者获取食物，从而使穷人免于饿死。

即使是在那些最穷的民主国家里，万一遇到了严重的旱灾、水灾或其他自然灾害（如印

度在 1973 年，或津巴布韦和博茨瓦纳在八十年代前期），政府也能让人民得到食物而从

未出现过饥馑。 
 
    如果采取认真的努力，要避免饥馑其实是很容易的。而一个民主政府由于必须面对

选举和反对党及独立的报纸的批评，所以除了积极努力地避免饥馑以外别无选择。处于

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直到独立之时都饥馑不断（最后的一次饥馑发生在 1943 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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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独立前四年的事，那时我还是个孩子，曾目睹了饥馑时期）；然而，自从印度建立

了多党民主政治和实现了新闻自由之后，饥馑就突然消失了，这样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

奇怪。 
 
    我在其他书着中，特别是在我与让.德热兹（Jean Dreze）合作研究的成果中，也谈

到过这些问题，在这里就不再赘述。[5] 避免饥馑实际上只不过是民主政治可以解决的

诸多问题之一，当然举这个例子是最容易的。一般而言，政治和公民权利的积极作用表

现在它有助于防止出现经济和社会性灾难。如果一个国家诸事顺利、一切都走上了轨道，

人们或许不会特别注意到民主的这种工具性作用。但当形势因种种原因变坏时，民主政

治所提供的政治激励机制就显现出巨大的现实意义。 
 
    我相信，从中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教训，即许多经济技术官僚主张使用由市场经济

提供的经济激励机制，但却忽视由民主政治所保证的政治激励机制，这意味着实行一种

极不平衡的制度基础。当一个国家运气不错、未经历严重的灾难、一切顺利时，民主政

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可能未必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当经济或其他环境发生变

化，或者发生政策失误而未予纠正时，由此会产生不安全的危险，这时哪怕一个国家看

上去十分正常，其中也可能潜伏着这类危险。 
 
    最近东亚和东南亚发生的问题就是实行不民主的政治制度的一系列惩罚，这在两个

方面表现得特别明显。首先，在这一地区的某些国家（包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

里，金融危机的发展与商业上缺乏透明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在金融运作方面缺

乏由公众参与的监督。没有有效的民主制度下的舆论监督是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核心原

因。其次，一旦这场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全面衰退时，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国家里，民主

制度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方面的真空就显得极为突出了，这与民主国家可避免饥馑

是同样的道理。在印度尼西亚，很多人被这场经济衰退剥夺而生机困难，当权者却根本

不理睬他们的诉求。 
 
    这些国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年平均经济增长率都达到了百分之五至十，也许在金融

危机中国民生产总值跌落百分之十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若经济收缩的负担

不是由全社会分担，而是集中压在承受力最低的失业者或社会上的过剩劳工身上，那么，

哪怕经济增长率只下降百分之十，也会使数百万人陷入悲惨境地，甚至夺去人们的生命。

在印度尼西亚的情势一帆风顺时，这些社会地位脆弱的人们或许不觉得没有民主会如何

影响他们的生活，但在没有民主的社会里他们的声音被压抑住了，而危机来临时所带来

的沉重代价就会轻易地压倒他们。在最需要民主政治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性功能发挥作用

时，他们才体会到了没有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的各种功能 
 
    以上讨论主要是回应对民主政治的批评，特别是回答了经济中心论者的批评。下面，

我将回到与民主政治的批评者的争论，侧重于回答文化差异论。不过，现在我准备先从

正面进一步分析民主政治的特点，并说明为什么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究竟什么是民主呢?我们不能把民主等同于多数人的统治。民主政治所提出的要求

是多方面的，其中当然包括投票以及尊重选举结果，但民主也要求保护各种自由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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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立法机构、保障言论自由以及发布新闻和公正评论而不受政府检查。如果在选举中

不同党派未能得到充份机会表达自己的立场，或者选民没有获得新闻的自由、也无法自

由地考虑不同候选人的观点，那么即使有例行的选举，这样的选举也是弊端重重的。民

主政治需要一整套机制，它并非一个孤立的、机械的由多数人实行统治之类的原则。 
 
    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政治的优点以及它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反映出人类社会

中一些独到的德行，这在其充份的实践中得到了体现。事实上，我们可以提出，民主政

治从三个方面丰富了民主社会公民的生活。首先，政治自由是人类一般自由的组成部份，

而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的幸福生活当中，关键的一个部份就是行使公民和政治权利。政

治和社会参与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里具有内在的价值。而阻挠人们参与社会政治生活实

际上是对人们的一大剥夺。其次，如上所言（我曾与那种认为民主与经济发展相互冲突

的观点争论过），民主具有一种重要的工具性价值，能促使当政者倾听民众所表达出来

的要求（包括经济方面的要求）。再次，民主的实践给公民们一个互相学习的机会，从

而有助于在社会中形成价值观、并明确各类问题的优先顺序，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讨。

即使是 “需求”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包括对“经济方面的需求”的理解），也需要在

公众中展开讨论，需要交换不同的信息、观点和判断。由此可见，民主除了是公民生活

中的内在价值、在政治决策中具有工具性价值外，它还具有重要的建设性价值。当我们

讲到民主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观时，必须同时考虑到民主在这三方面的贡献。 
 
    若要把“需求”（包括“经济需求”）所包含的内容加以概念化、甚至综合化，本身

就需要行使政治和公民权利。欲恰当地了解经济需求的涵义（其内容及影响），就需要

在社会成员之间展开讨论并彼此交换意见。在产生资讯充份、深思熟虑之选择的过程里，

政治和公民权利，特别是那些与保障言论、争辩、批评及持异议的自由有关的权利，是

核心的条件。在社会的价值形成和决定各项需要的优先顺序时，上述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一般来说，我们不能把大众的各种偏好视为既定的、与公众的讨论无关，不能无视在一

个社会中当局是否允许有公开的意见交换和争论。 
 
    实际上，在评估社会和政治问题时，公开对话的范围和效用常常被低估了。例如，

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生育率过高的问题，在公众中组织相关讨论可以卓有成效地降

低生育率。在印度有大量证据证明，在识字率较高的邦，组织公众讨论高生育率对社区、

特别是对青年妇女的生命的不良影响，对这些地区生育率的大幅度下降有明显作用。如

果说，在印度的克拉拉邦或塔米尔.那都邦，现在出现了小型家庭是现代社会的幸福家

庭这样的观念，这无疑要归功于一系列相关的公众讨论和争辩。克拉拉邦现在的生育率

是 1.7（与英国和法国相同，比中国的 1.9 还低），实现这一目标完全未使用任何强制性

手段，而是主要依靠一种新的价值观的出现──在这一价值观的形成过程中政治和社会

对话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而克拉拉邦的高识字率（比中国的任何省份都高），特别是妇

女识字率，则是这种社会和政治对话的重要的前提条件。 
 
    人类社会里曾出现过各种各样的苦难和剥夺现象，其中有一些可以比较容易地通过

社会手段而消除掉。当我们衡量人类自身的“需求”时，应该充份考虑到人类社会中仍

然存在着的种种困苦境遇。例如，我们会觉得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值得追求，一旦可行的

话我们也会把这些视为一种需求。我们甚至会想到“长生不老”，就象西天的佛那样用

上三千年时间去探讨经书中的奥秘。但是，我们毕竟不会把“长生不老”看成是自己的

“需求”，因为那很明显是不可能的。我们了解有些剥夺现象是可以预防的，也懂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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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这样做，而我们关于需求的概念是与此密切相关的。在关于哪些事是可行的（特别是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是否可行）这类问题上，我们要形成共识和信念，就需要借重公众讨

论。政治权利，包括言论和讨论的自由，不仅在产生对需求的社会认知时是关键性的，

而且在确定经济需求的含义时也是至关重要的。 
 
民主价值观的普适性 
 
    如果以上的分析是对的，那么，民主的诉求之所以有高度的价值，就不仅仅是基于

它具有某一特殊的优点。民主的优长是多方面的:首先，自由和政治参与在人类生活中

具有内在的重要性；其次，民主是一种重要的工具，能产生激励而令政府面向其公民并

对他们负责；再次，在形成价值观念以及形成民众对需求、权利和责任的理解的过程中，

民主具有建设性的作用。根据这一判断，现在我们可以提出本文欲表达的核心问题，即

为什么说民主的价值观放之四海而皆准。 
 
    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有一种看法认为，并非人人都认同民主的绝对重要性，

若把民主与其他我们关心和忠于之事相比，尤其如此。这确实是事实，在此问题上人类

并无完全的共识。而在有些人看来，这种缺乏共识的现象就充份证明，民主的价值观并

不具普适性。 
 
    显然，我们必须从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入手讨论下去:到底什么是具普适性的价值呢?
若有一种价值被视为有普适性，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人人都得对此价值表示赞同呢?如
果确实必得如此，则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具普适性的价值了。据我所知，世界上没有

哪种价值未曾被人反对过，即便是对母爱大概也不例外。我认为，如果某些理念具有普

适性意义，那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所谓的价值的普适性，其实就是指任何地

方的人都有理由视之为有价值的理念。 
 
    当甘地宣扬他的非暴力理念是普适价值时，他并不认为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已按此理

念行事，而是相信人们有充份的理由承认这一理念是有价值的。同样地，当泰戈尔提出

“思想自由”是普适价值时，他并没有说人人都接受了这一观念，他的意思是，人人都

有足够的理由去接受这一理念，而泰戈尔毕生都在为探求、表述和传播这样的理由而努

力。[6] 从这一角度去理解，任何关于某理念具普适价值的主张都会涉及到一些反事实

的分析（counterfactual analysis）。特别是当人们对这样的主张尚未充份思考之时，他们

未必会从中发现其价值。不光是在民主的价值普适性问题上，所有关于普适性价值的主

张都有这样的隐含性前提假设。 
 
    我想说明的是，在二十世纪里所发生的最大的对民主的态度之转变，正是与这个常

见的隐含性前提假设相关的。当考虑到一个国家尚未实行民主政治、那里的民众也没有

机会实践它时，现在通常会假定，一旦民主政治在那里变成现实时，人民就会认同它。

而在十九世纪，典型的情况是不会采用这样的假设，而那时被视为很自然的看法（恰如

我前面提到的那种预设式（default））在二十世纪里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同时也应注意到，这一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观察二十世纪历史的基础之上

的。随着民主的扩展，民主制度的支持者就必然越来越多，而不是日益减少。民主制度

从欧洲和美洲发源，伸展到世界上的许多遥远的角落，在那里人民积极地参与到民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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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当中去并接受了这一制度。不仅如此，一旦某一现存的民主制度被推翻，即使抗议这

一政治变化的活动常常遭到粗暴的镇压，广泛的抗议活动也仍然会此起彼伏地出现，许

多人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也要为恢复民主而战。 
 
    有一些人质疑民主的价值普适性，其理由并不是民主未得到所有人的赞同，而是各

国的国情不同。他们所讲的不同国情有时是指一些国家的贫穷状态。他们的观点是，穷

人感兴趣的和关心的是面包而不是民主。这种时常听得到的说法有两大层面的错误。 
 
    首先，正如以上所言，对穷人来说，民主的保护性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当饥荒的受

害者面临饥饿的威胁时，这是非常明显的；对那些被金融危机从经济阶梯上甩下来的贫

民来说，也是如此。有经济方面需要的人民同样需要在政治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民主并

不是一种非得达到普遍富裕后才可享用的奢侈品。 
 
    其次，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如果穷人有选择的话，他们宁可拒绝民主。有一个值

得引起注意的事例，七十年代中期的印度政府曾试图用同样的观点为它宣布的“紧急状

态”（以及对政治和公民权利的压制）辩护，在随后的选举中选民们围绕着这一问题分

成了两个阵营。对印度的民主制度来说，这是一场命运攸关的选举，选举中主要的争议

就是实施“紧急状态”的问题。结果，虽然印度也许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但印

度选民们的多数坚定地拒绝了政府压制政治和公民权利的企图，他们挺身抗议政府忽视

民众的自由和权利的做法，并未把注意力放在抱怨经济剥夺方面。 
 
    印度的现实完全驳斥了这种穷人不在乎公民和政治权利的说法。若观察韩国、泰国、

孟加拉、巴基斯坦、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亚洲其他国家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结论也

并无二致。同样地，虽然非洲的许多政府排拒政治自由，一旦条件允许，那里就会出现

反对政治压迫的各种运动和抗议活动。 
 
关于文化差异问题的争论 
 
    还有一种观点也强调民主有明显的地区差异性，它谈的不是经济条件，而是文化上

的差异，或许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所谓的“亚洲价值观”。这种观点认为，亚洲人传统上

高度评价纪律，而不重视自由；所以，与其他国家的人相比，亚洲人不可避免地会对民

主制度持更为怀疑的态度。我在卡内基基金会关于伦理和国际事务的摩根索纪念讲座中

曾比较详细地谈过这个问题。[7] 
 
    从亚洲文化的历史中，特别是考察印度、中东、伊朗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古典传统，

很难找到任何支持这一观点的根据。例如，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帝王 Ashoka 的铭文

中，就可以发现主张容忍多元主义和国家有责任保护少数的最早、最明确的记载。 
 
    当然，亚洲面积广袤，人口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很难就这样一个地区的不同

民族下一个一般性的结论。有时，“亚洲价值”的鼓吹者往往会主要把东亚当作这一观

点的适用地域，一般是把泰国以东的亚洲国家与西方作对比，不过也有人提出过更令人

怀疑的观点，即亚洲的其他国家也是十分“相似”的。我们应当感谢李光耀，因为他明

确地解释了下述观点（也就相关的纷乱杂陈、表述含混的说法清晰地提出了他的说明）。

当李光耀说明“西方和东亚在社会和政府的概念上完全不同”时，他解释说，“当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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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亚时，我指的是韩国、日本、中国、越南，它们与东南亚不同，后者是一个中国和

印度文化的混合物，不过印度文化本身也强调同样的价值观”。[8] 
 
    然而，即便只考虑到东亚地区，这一地区也是千差万别的，不仅在日本、中国、韩

国及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差异，而且在每个国家内部也有很多差异。在

诠释“亚洲价值”时，学者们往往引用孔子的话，但在这些国家里对文化产生过影响的

并不止孔子一人（例如，在日本、中国、韩国，佛教的文化传统既古老且深远，其强大

的影响曾绵延达一千五百多年，此外，这些国家还受到了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其他影响）。

在所有这些文化传统中，没有哪一种曾一贯如一地鼓吹对秩序的崇尚比对自由的崇尚更

重要。 
 
    更进一步看，孔子本人也并不主张对国家的盲目崇拜。当子路问孔子，“应当如何

为君王服务”时，孔子回答说，“告诉君王真话，别管是不是会冒犯他”。（【译者注】《论

语.宪问篇》云，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9] 孔子的这一回答可能值得

威权政权的新闻检查官深思。孔子并不反对谨慎从事、讲究策略，但（如果策略上必要

的话）却不会姑息一个坏政府。他说:“如果政府的表现良好，就要大胆地说话行事；

如果政府的表现不好，要行事勇敢但说话温和。”（【译者注】《论语.宪问篇》云，“邦有

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10] 
 
    想象中的所谓亚洲价值这座大厦的两大支柱是对家庭的忠诚（【译者注】即“孝”）

和对国家的服从（【译者注】即“忠”），而孔子的确曾明确地指出这样的事实，即这两

者彼此之间可能发生严重的冲突。许多亚洲价值的鼓吹者把国家的作用视为家庭作用的

延伸，但正如孔子所说的，这两者其实是相互矛盾的。叶公对孔子说：“我的族人中有

一个人刚直不阿，他父亲偷了一只羊，于是他就谴责父亲。”孔子答道：“在我的族人中，

正直的人行事方法不同:父亲为儿子遮掩，儿子为父亲遮掩，这样做也是正直的。”（【译

者注】《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

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11] 
 
    把亚洲价值笼而统之地说成是反对民主和政治权利的，其实经不起严格推敲。我想，

既然提出所谓的亚洲价值的那些人并不是学者，而是些政治领导者，他们经常扮演着威

权政府的官方或非官方发言人，所以我不应该对这种缺乏学术论据的观点过于苛求。不

过，有趣的是，我们学者考虑现实政治问题时可能会不那么实际，而现实政治家则用不

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学术问题。 
 
    当然，要在亚洲的传统中找到威权主义式的说法并非难事。但是，在西方的经典文

献中也不难发现这样的论述。只要查一下柏拉图（Plato）和阿奎那（Aquinas）的著作

就会发现，崇尚纪律并非亚洲国家独有的主张。若仅仅因为亚洲国家的一些述着中强调

了纪律和秩序，就否认民主的价值观所可能具有的普适性，就好比仅仅根据柏拉图和阿

奎那的著作（姑且不提大量的欧洲中世纪文献曾支持天主教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就

要否定民主制度是欧洲和美国政府的一种自然形式。 
 
    人们基于当代、特别是中东地区政治摩擦的经验，往往把伊斯兰文化描绘成根本不

容忍个人自由、甚至排拒个人自由的一种传统。但是，正象在其他文化传统中一样，伊

斯兰文化其实也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在印度，阿克巴（Akbar）和大多数莫卧尔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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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Moghul）的其他帝王在理论和实践上所表现出的政治和宗教方面的宽容就可算是

个典范（只有 Aurangzeb 是个明显的例外）。土耳其的帝王们常常比他们同时代的欧洲

帝王们宽容得多。在开罗和巴格达的统治者那里也可以发现大量的例子。实际上，十二

世纪伟大的犹太学者 Maimonides 曾被迫逃离毫无宽容精神的欧洲（那里本是他的出生

地），以逃避欧洲对犹太人的迫害，最后在萨拉丁（Saladin）苏丹的庇护下，这个犹太

学者才在宽容礼貌的开罗找到了避风港。 
 
    多样性是世界上多数文化的一个特徵，西方的文明亦非例外。民主的实践之所以能

在现代的西方国家赢得胜利，很大程度上是自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过去的

一个世纪中所出现的共识之硕果。若把这一进步理解成过去一千年来西方社会追求民主

的一项历史使命，然后再把它与非西方社会的传统相比（并笼而统之地看待每个非西方

的传统），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这种过于简单化的倾向不仅仅存在于亚洲国家一些政

府发言人的表述当中，也存在于某些西方的著名学者的著作当中。 
 
    下面，让我举一位重要学者的文章为例，塞谬尔.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著

作曾在许多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关于文明之冲突的论文却未充份注意到每

一种文化内部的差异。他的研究导出了明确的结论，西方国家“对个体主义的偏好以及

追求权利及自由的传统”是“文明社会所独有的”。[12] 杭廷顿还认为，“西方社会核

心特徵的存在决定了西方的现代化的出现，而这些特徵与其他的文明显然不同”。他的

看法是，“早在西方进入现代化之前，西方就表现出其不同于其他文明的特徵”。[13] 我
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篇论文显然漏洞百出。 
 
    每当我们看到有亚洲国家的政府发言人试图把所谓的“亚洲价值”拿来与所谓的西

方观念对比时，似乎就也有西方的知识分子试图从另一端作相同的比较。即使每次亚洲

国家对“亚洲价值”的强调都能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对应诠释相匹配，这也丝毫不能削弱

民主的价值普适性。 
 
结语 
 
     我在本文中曾涉猎了不少与民主的价值普适性相关的问题。民主的价值观包括这

样一些内容，民主在人类的生活中具有内在的重要性，民主在产生政治激励方面具有工

具性作用，民主在形成社会价值体系（以及关于需求、权利和责任的力量与可行度的理

解）的过程中具有建设性功能。这些非常宝贵的特徵并不受地域的局限，也不会被鼓吹

纪律和秩序的主张所抑制。差不多所有的主要文化其内部都具有价值体系方面的多样

性。所以，关于文化上的差异之争论并不能阻止我们、也不能约束我们去选择当今的政

治制度。 
 

考虑到当代世界赖以生存的民主制度的种种功能性作用，选择这样的政治制度应该

是时不我待的。我一直强调，民主制度的生命力确实非常强盛，绝不是在某些地区偶然

出现的个案。民主的价值观之所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其影响力最终来源于民主制度的生

命力。这就是关于民主价值的普适性所强调的根本之点。任何想象出来的文化上的清规

戒律，或者根据人类复杂多样的过去而假设出来的各种文明当中的预设框架，都不可能

抹杀民主制度及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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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哈佛大学退休教授。 
 
【编者注】 
 
本文以作者去年二月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关于“建立全球范围的民主运动”会议上的主

题演讲为基础，也采用了他去年的新着《自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Development as 
Freedom）》一书中的观点。 
 
原文载于 Journal of Democracy(Vol.10, No.3(July 1999):3-17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s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本刊编辑部获该刊许可翻译转载，并将于下期杂志刊登介绍该作者新着《自

由：发展的目的和手段》的书评。 
 
【注释】 
[1] 在 Aldous Huxley 的小说 Point Counter Point 中，在近代的印度，一位丈夫告诉妻子，

他必须远行去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以便到那里的图书馆里学习民主，而实际上他却是去

与情妇会面。那时在印度一个对妻子不忠的丈夫就已知道，出门去学习民主是个欺骗妻

子的巧妙理由。 
[2] Adam Przeworski, et al., Sustainable Democracy（可支撑的民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Robert J. Barro, Getting It Right: Markets and Choices 
in a Free Society（促其归正:自由社会中的市场和选择）（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6）. 
[3] 在我的新书 Development as Freedom 当中，我也考察了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性证据

和因果关联的某些细节。 
[4] 见我的文章"Development: Which Way Now?" Economic Journal 93 (December 1983)；
Resources, Values, and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及
我的文章"Rationality and Social Choice," 我作为学会主席在美国经济学会年会上的报

告，发表于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March, 1995)。也参见 Jean Dreze and Amartya 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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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的三个悖论

拉里·戴蒙德

同意与效率

代表性与治国能力

冲突与认同

种族和党派的分歧

1990 年的世界以民主革命为主导。整个发展中世界的人们

正在抵制和反抗共产主义和威权主义统治。这股风潮冲击到世界

上最封闭、最不可能发生变革、最被人遗忘的地方，如缅甸、蒙

古、尼泊尔、扎伊尔，甚至阿尔巴尼亚。从后共产主义的东欢到

后官僚威权的拉丁美洲国家，从最贫穷的赤道非洲到新富的、正

在工业化的东亚，都踏上通向民主的征程。在人类历史上，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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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这么多独立国家在期盼、建设和实践若民主政治。在人类历

史上，为民主而进行民众斗争的意识从来没有越过国界传播得如

此之快，如此之广。全世界的民主人t从来没有这么由衷地高兴

过。

但是，有责任心的民主人士最好克制一下他们的庆贺的冲

动。民主政治不仅是最广泛受到称颂的政治制度，而且也可能是

最难以咯守的政治制度。在所有的政府形式中，惟独民主政体依

赖于员少的强制和最多的同意。民主政府最终发现它们自己陷于

内在的悖论和矛盾的冲突中。山此而致的紧张是不易调和的，而

且，每个即将民主化的国家都必须发现它们自己的民主化道路。

本文探讨的是将会成为当下整个世界发展和建立民主的斗争

的沉重负担的三对矛盾。我的分析将立足于对 26 个发展中国家

的民主经验的比较研究。辽）

民主在发展中世界所经历的许多问题都是沥自内在于民主的

本性中的三种紧张和悖论。第一种紧张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

张。民主，就其基本性质而言，是一种为权力而竞争的制度化了

的体制。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但是，任何认可政

治冲突的国家都冒着这样的风险，社会变得如此紧张，充满冲

突，以至于社会的和平和政治的稳定都将陷千危境。因此，存在

一个悖论：民主需要冲突，但不能太多；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

在严格限定和一致接受的范围内。分歧必须通过认同来节制。＠

第二种紧张或矛盾是代表性与治国能力的冲突。民主政治意

味着不愿将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要使领导人和政策服从于人

民的代表和责任机制。但是，为了稳定，民主政治（或任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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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必须有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称作“能量”的东西：它必须

能够行动，并且能够随时地、迅速地、决然地采取行动。政府不

仅应回应利益团体的需要，它还必须能够抵制它们的过分要求，

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协调。这要求一个能够产生足够稳定和凝聚力

的政府的政党制度，以代表并回应社会中竞争团体和利益，而不

被它们逼得手足无措，或被它们控制。代表性要求政党申斥或维

护这些冲突的利益；治国能力要求政党有足够的自律以超越这些

冲突的利益。

这导致了第三种矛盾，即同意和效能之间的矛盾。民主，从

字面上言，意味着“由人民进行统治”，或至少意味得到被统治

者同意的统治。全球的人们都在明确表示，他们想拥有让他们的

统治者下台的权利和只有通过他们的同意方可被统治的权利。

但是，建立一个民主政治和坚守一个民主政治是两件不同的

事。为了稳定，民主政治必须被人们相信具有合法性；他们必须

将它当作他们社会最好的、最合适的统治形式。事实上，由于依

赖于被统治者的同意，所以，民主政治比任何其他政府形式更加

依赖千普遍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需要一种深刻的道德承诺和悄

感忠贞，但是，这需要时 H方能成就，而且，部分地是作为有效

率的运作的结果而成就的。除非民主政治能够有效地处理社会和

经济问题，并达到适度的秩序和公正，否则，它将不会被人们看

作是有价值的。

假如民主不能起作用，人们则可能宁愿选择不经他们同意的

统治，他们可能选择不再忍受去作出政治抉择的痛苦。因此，存

在一个悖论：民主需要同意。同意需要合法性。合法性需要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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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运作。但是，效率可能因为同意而被牺牲e 当选的领导人，

将总是不愿意去追求不受欢迎的政策，不管这些政策是多么明

智，还是多么必要。

这三个悖论对于在经历了众多的压制和挫折之后，现在仍旧

在为建立持久的民主政治而奋斗的那些政体欠发达的东欧国家和

被称为“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涵。让

我们从第三个悖论开始，考察这三个悖论中每一个的意涵。

同意与效率

民主国家，持别是新兴的民主国家，受困于和政府政绩有关

的一个特殊问题：政府通常被认为一直都趋千眼光短浅。因此，

每一个地方的民主政府，在工业化的国家和在发展中国家一样，

总是试图为着眼下一次选举而调整他们的政策，以做到不偏不

倚。从短期来看，这可能有好的政治意义，但是，这有害于形成

好的经济政策。而且，当我们考虑政绩的时候，经济绩效首先被

考虑在内。

威权主义政体，如皮诺切特的智利，不依赖于公众的同意，

因此，能够为了长期的回报而在政治上负担起让它的人民忍受长

期的经济紧缩和结构调整。现在智利的经济繁荣了 但是，代

价是，在过去的 15 年里人民遭受贫穷、失业和政治压制。

东欧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急切需要实施剧烈的结构性改革，

以产生高效的、在国际间有竞争力的经济。但是，不管民主国家

和正在民主化的国家所推行的经济改革耗时多么长和多么艰苦，

假如短期的痛苦被证明是毁灭性的，则所取得的成绩，不管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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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是多么大，都将变得被人们视而不见，直至下一次选举。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民主政治的巩固，一方面与结构性的经

济改革的联系是那么紧密，同时也需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和社会力

措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协议或“协定”，其内容包括： 1. 为所有

政党支持的结构性经济改革的主要方向和原则，而不管是哪一个

（儿个）政党上台执政； 2．否弃一些政治主张和策略，特别是一

个不负责任的，但是带有政治企图的过高的政治允诺； 3. 在经

济调整和民主政治建立的紧要关头和高度的不稳定时期，牺牲一

些所有社会力量所共有的东西，包括它们之间将相互搁置的一些

要求； 4. 找出一种办法，通过针对受到最大的冲击的群体，如

由于结构性调整所导致的失业I人的救济措施，确保多多少少能

够分担和减轻经济悯整所造成的冲击。飞

这样的协定可能狭窄得仅限于针对长期经济政策的核心原则

的协议，或者可能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产生能够以稳定的政策

共识的名义进行统治的广泛的联盟。与此有关的一种可能的模式

是 1958 年在委内瑞拉的政治精英们达成的政治和经济协定，该

协定有利千成功地和待久地恢复委内瑞拉民主政治。除了分享权

力之外，这些协定设定了该国的主要经济政策的大体框架，因

此，消除了由党派争议而致的潜在的和持续的事端。也

政治上让人乐于接受的经济改革所要求的救济程度不仅仅在

于使得破产的和重债缠身的东欧、拉丁美洲、非洲和其他发展中

国家（如菲律宾）的经济能够为自己提供资金。同样，通过民主

政治的成功调整还要求有国际间的协定。工业化的民主国家和国

际社会能够提供新的实质性的投资和援助，并真正削减债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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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取打破经济上压制的国家主义并促使这些国家进人自我维持的

成长。

什么样的改革和原则能够作为新的经济政策共识的基本原则

服务于这些麻烦重重的民主国家呢？

第三世界在过去 40 年的经济发展把行不通的经济政策与行

得通的经济政策区分开来提供了不可估景的教训。一般来讲，市

场导向的经济发展了，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落在了后面。国际

间开放和竞争的经济成功了，封闭的（或者至少严格的、待续

的）经济没有成功。当经济体制能够培育储蓄、投资和革新，并

且当它们奖励个人的努力和创造时，经济在增长。当腌肿的、重

商主义的、广泛干预的政府建立了“一种对不同的利益团体有着

固执的偏袒且结束了变革、实验、竞争、革新和社会流动性的结

构”时，经济就不景气，并且倒退。5

而且，通过满足劳工的基本的人类需求而投资于穷人的人力

资本的经济容易形成增长的持续动力。而那些有效地阻止了一

半、三分之二，或者更多的人获得分享发展的利益的能力和机会

的经济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失败。

民主政治的发展，像民主文化一样，要求有重要的措施对所

有利益予以平衡、调和和尊重。市场必须充分开放、十分灵活、

充满竞争，以便使储蓄、投资和回报率能够增长。这要求政府不

再成为生产者的重负。但是，政府必须采取充分的措施以确保对

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有足够的投资，同时确保经济发展能够有益

千环境和其他团体利益。税收必须充足（并且足够公平和有效地

征收），以为这些必要的目的提供经费，但是，税收必须是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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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的和事先设定的，以至于它们“能够以最为中立的方式刺激

储蓄、投资和资源的有效分配”。@

围绕若这些一般原则，存在着一些变异，也存在着很多复杂

性。各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以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

培育本土企业（甚至暂时地保护它）。但是，当政府变成了占主

导地位的生产者和雇主，或者变成了无效率的经济参与者，不管

是资方还是劳工的持久的保护者时，国家就落后了。

或许来自我们对 26 个国家的比较研究的最重要的教训是非

常简单的，但是又非常普遍地受到忽视。不管一个国家的具体政

策如何，只有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实用性时，这样的政策才行

得通。在彻底的平均主义的再分配政策和激进的新自由主义的节

俭政策之间的剧烈转换将注定招致现在威胁阿根廷、巴西和秘鲁

的民主政治的未来的那一类痛苦和危机。

这并非是发展中国家由选举产生的政权所不可避免的命运。

有着不同的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的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和（问题

更多的）印度，都通过稳定的、审慎的政策取得了稳定的经济增

长。这些国家的各种不同层次的企业家凭着对可预测将来的信心

能够储蓄、投资、获利和再投资。或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

亚风行折衷的、务实的经济政策，自从民主化的转变以来的 30

年内取得了低通货膨胀的持续增长。尽管印度经常被认为是一个

经济的残废，但是，实际上在过去的 30 年中它取得了重大的社

会经济发展，而且，假如“它的人口没有翻一番，达到八亿的

话，那么，它会做得更好。自从独立以来，印度在农业方面已经

自足，工业化方面进步很大，而且在提高识字率、平均寿命和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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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婴儿的死亡率方面都取得了切实的进步。除了做好这些以外，

它把通货膨胀和外债都抑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最低水平上。

假如印度能够发展，为什么非洲不能？人口比非洲多一半，

没有更丰富的自然资源，再加上独立时和非洲处在同样的贫穷水

平上，为什么印度的经济改革能够如此成功？

答案部分在于政治方面，因为它们牵涉到政策和制度。印度

有为了经济发展而追求一个持续的和务实的长期战略的政治制

度，不仅有官僚制度，而且有制度化的政党制度。从大体上说，

这一战略是行得通的，尽管仍旧存在许多无效、腐败和浪费之

处，威胁到印度迄今为止取得的经济进步，而这些弊端主要来自

错误地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理想主义和令人窒息的国家主义。

从这种比较性的证据中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教训。首先，民

主国家再也不可能比独裁制度在经济方面的政绩更差。非常可能

的是、它们也没有内在地作出更好的表现。所选择的政策和实施

政策的技巧更加重要。第二是，既然在政策方面的持续性、审慎

和务实程度对于经济发展如此重要，正在奋斗的年轻的民主国家

必须对它们如何能够在经济政策上形成并维持一个广泛的共识给

予高度重视。这将要求创造性的制度建构、公共教育和精英的和

斛。最重要的是，它将需要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想象力和决断

力。

那么，这把我们带回到我们的第二个悖论：如何在代表性和

统治能力所需要的责任能力之间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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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与治国能力

治国能力要求权力有足够的集中和自治，以有力地和迅速地

选择和实施政策。总的来说，这与使权力服从于公众的监督、代

议制度和控制的需要相冲突。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强有力的公

共责任能力可能加强政府治国的能力和有效性。这在与政治腐败

相关的方面体现得最清楚。

广泛漫延的政府腐败是对民主政治的毒害。通常它通过误导

资本和资源的流向，通过扭曲投资决策和经济竞争来妨碍经济的

成长。尽管有人一宜在论证通过分散物质利益，腐败可能提高政

治的合法性，但是，在此，典型的存在是利益的集中而不是“分

散”。一小伙政府官员阶层和他们的商业上的伙伴，以绝大多数

人为代价，同时也以整个民主政治的合法性为代价而致富了。

而且，在谋取不义之财的期望是获取官位的最重要的动机

时，民主的过程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权力争斗，而不是政策上的竞

争。政治权力上的报酬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相互竟争的势力将不

择手段去赢得它。这威胁到民主过程的核心：自由、公平和和平

选举。

通过赋予公共官员从政府的管制活动中大量收租的机会，国

家主义加剧了腐败。但是，腐败的机会是任何地方公共生活的长

久特征。惟一的解治办法是责任能力，它要求一个愿意并且能够

揭露腐败的自由的新闻界；要求全体公民通过组织起来愿意监控

政治过程和公共官员的行为，和一个配备以起诉和处罚不当行为

的官员的有决断力的、独立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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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有一些方法能够使责任能力服务千治国能力。这些方法

包括：为了防止权力滥用，限制政府的权力，特别是行政机关的

权力。但是，仍旧需要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因为假如权力太受

限制或太分散，则政府可能没有任何效能。

每个国家都必须找到它们自己的办法来解决这个普遍存在的

紧张。林兹论证到，议会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是最可行的选

择，因为，这种制度尤其能使得行政机构在立法机关面前更负

责，从而避免了总统制的僵硬性和赢者通吃的特征，同时，议会

制还有助于提高治国能力，因它能防止在总统制下出现的潜在僵

局，总统为一党所控制，而议会为其他政党控制的情况下，可能

出现的潜在的僵局。。

但是，没有一成不变的方案。对另一些国家来说，总统制可

能更有益处，因为总统制的政府更果断、更稳定，通过诸种途径

（和规则）吸引大量的选民参选，总统制还可以挑选单个的、能

够总而统之的国家领导人。＠

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不但提高了民主政治的责任能力，

而且提高了民主政治的代表性和生命力。自愿的团体是对民主的

政党至关重要的制度上的补充。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坚守民主政治

40 年。委内瑞拉自 1958 年以来，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很大程度

上可归功千这些国家自治的自愿结杜之间的繁密网络以及大众传

媒。这些团体和传媒不但制约和监督政府权力；而且它们还通过

提供新的方法表达政治利益来提高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它们还增

强政治意识、效率和公民的信任，训练和吸引新的政治领导人。

然而，与此同时，为了做出和实施强有力的决定，民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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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党派必须有某种超脱于团体要求的自主性。假如政党过千软弱

或者太受制于其他社会团体，假如官僚阶层成了这样的党派或利

益的俘虏，假如选举产生的政府不能超脱、协调，并且随时抵制

利益团体的压力，那么，政府可能没有能力制定出可行的政策。

这种软弱可能会产生一种威胁到政权的信任危机。

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和宪法结构之间的关系在代表性和治国

能力之间引入了另一种深刻的紧张。在原则上，特别是在高度分

化的社会中，代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利益的最纯粹的方法是借助

比例代表制。实际上，在社会分歧是多重的、深刻的，并已被转

化成政治动员的地方，通过放弃比例代表制，借助政党制度来阻

碍这些冲突的再现，将面临可能威胁民主政治的稳定性的政治异

化、骚乱和暴力的风险。＠比例代表制的形式越纯粹，对于一个

政党进入议会所要求的选票的最低比例就越低，在此，政党越举

足轻重，议会就越倾向于在它的政治构成中反映社会中的社会、

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利益的平衡产这可能使该制度更具代表性，

但是，却使得其治国能力更低，甚至更少负责任，原因有以下三

个方面：

首先，假如所有的议会议员都不是选自（规模可控的）地理

区域，则他们任何人都不对任何可清楚界定的那一部分选民负

责，而只对把他们列人政党的候选人名单的政党老板和选举人负

责。第二，在政党林立的框架下，选民可能实质上维持同一联合

政府，只是在内阁部长职位上有些更迭，而不管政党所得选票变

化有多大。因此，改变政策实际上变得困难了，并且要“赶走无

赖”也困难了。这可能会提高政策的稳定性，甚至当它导致了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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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频繁变更时（像在意大利一样也能够做到），但是代价是否

定了选民在选举表达的明确选择3 第三，在一个大党和大量小党

保持稳定的平衡的情况下，后者在组成一个政府的谈判中得到了

基本上无节制的讨价还价的手段和｀｀敲诈“潜力。其结果要么是

导致以不民主的方式把权力和资源让给这些边缘团体，要么是产

生一个“举国团结”的联合政治，而其内部的分裂是如此之深，

以致千这个政府将毫无作为e 这个难题正在逐步地严重削弱以色

列的民主政治。在这个国家，要求选举改革已成为义愤的以色列

人民一致的呼声。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治体制可能通过使它自身减少一些代

表性来促成更加稳定的民主政治。因此，考虑到魏玛共和国的两

极化和不稳定，西德设置了一个政党进人联邦议会必须得到 5%

选票的选举门槛，形成了两个主要政党加上一个或两个小的政党

相互妥协的稳定制度。考虑到政治上的分化和两极化在 1980 年

第二次导致其民主垮台，土耳其在 1982 年规定了 10％得票率的

最低门槛和其他一些促成一个更加稳定的政党制度的变革。在过

去的一年中，以色列的两党选举改革委员会已提出了一个明智的

平衡建议，即在保持比例代表制的同时，设立 3.5％得票率的最

低门槛，像西德那样，一半的国会议员从地理选区中选出，另一

半的国会议员来自全国性政党推选的候选人名单。＠

当然，还有精简政党制度的力度更大的办法。如一个选区只

产生一个议员的单选区制和总统制。这两个办法中的任何一种都

会急剧减少政党的数量；两个办法合在一起是实行两党制的天然

药方。但是我们已经提到了总统制的问题，而且在超过两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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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分享主要选票的情况下，像英国上次国会选举或独立以来的以

色列那样，通过选区的简单多数的竞选方法能够把一个政党在全

国选举所得到的简单多数票扩大成国会中的压倒多数。这不会导

致权力的傲慢和治国能力明显偏向不民主的失衡。民主政治的难

题部分在千它的悖论经常不能通过诉诸于生硬的和简单的变通办

法就能加以解决。

冲突与认同

或许在民主政治下最基本的紧张和冲突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

关系。民主政治蕴涵着异议与分歧，但是它又是以同意和内聚力

为基础的。它要求公民不仅维护他们自己的主张，而且认可政府

的权威。它要求公民关心政治，但又不太过分。这就是阿尔蒙德

和维巴在他们的经典著作《公民文化》中将民主政治文化称作

“混合“文化的原因。它在作为臣民角色的公民（国家权威的服

从者）与作为参与者角色的公民（作为政治竞争和冲突的行为主

体）和作为政治之外的家庭、社会和社区网络的“当地”成员的

公民之间维持某种平衡。＠服从的角色服务于治国能力，而地方

性的非政治角色通过限制社会生活的政治化来缓解政治冲突。

与民主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其他因素还包括：对反对派和

异议的宽容，对共同参与政治的人的信任，一种合作、宽容和妥

协的意愿，因此一定的灵活性、节制、礼貌和对个人参与的限

制。节制和调和的牢固的习惯使得民主政治能够平衡冲突与认

同，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户在行动上和口头上彰显这些优良品质

是新生的和动荡的民主政治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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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民主习惯如何养成的呢？这些习惯肯定要通过教育培

养，像阿尔蒙德和维巴所阐明的那样，教育增加了个人的许多

“民主”倾向。杜会经济的发展也能将民主的价值提升到改善公

民的收人、教育、能力和生活机会的程度。我们再一次看到为什

么投资千人力资本对于保持民主政治来说是如此的重要。

难道至今仍没有大量的历史证据表明民主文化既是有效运行

的民主政治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吗？精英们也许会“回归“民主政

治，其主要的理由是多方面的，如历史上缺乏解决冲突的方法，

而其他方法又屡试屡败，砂或像在当今的东欧和拉丁美洲没有其

他具有正当性的制度可供选择。然而，后来民主政治的成功实践

证明了参与、宽容和妥协的价值，这些的确是民主政治的功效和

内在需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民主政治下的公民变得习惯于

该制度的规范和价值，逐步使这些规范和价值成为内在于他们自

身的东西产然面，若是民主政治思想长久存在、有效运转，那

么，民主的政治文化的形成便是关键所在。

但是，这又使我们重新陷入了那个悖论3 为了长久存续和良

性运转，民主政治必须节制冲突。但是这样做的文化机制不是一

夜就能形成的。在这一时刻，如何对冲突加以有效的限制以致于

政治冲突和竞争不会导致社会分裂呢？

冲突一般都沿着阶级、种族（包括宗教和区域）和党派的界

线出现。阶级分裂的问题表现为一个悖论中的悖论。民主政治要

想稳定，阶级纷争必须是有节制的。为了节制阶级纷争，经济的

不平等不能过于悬殊。严重的不平等最终会导致剧烈的、暴力的

政治两极化，像秘鲁和菲律宾正表现的那样。为了避免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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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为了对不平等有一定的节制，社会经济改革必须进行。最起

码应包括对教育、医疗保健、住房和其他社会服务的谨慎的投

资。在某些情况下，更加彻底的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可能是必

须的。但是，这可能会引发既得利益的精英阶层，特别是大土地

所有者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雇佣者的激烈抵制。在此存在的困难

是：为了从长远节制阶级纷争，一个政治制度可能需要冒短期内

加剧纷争的风险。

目前还没有明显的办法步出这一困境。只有当一些特别引起

争论的事由被置于议事日程之外时，只有在紧张的、充满冲突的

局势中才常常买民主的帐。但是，棘手的问题必须迎头去面对，

因为，假如大量的不平等和无视难题的局面得不到改观，则民主

政治将无法持续。根据民主的本质特征，它只允许渐进的改革，

而不是革命的变革。对相互冲突的利益必须在某种程度上加以调

解。土地可能需要重新分配，但只有在它的所有者获得公平的补

偿，并被给予机会将其资产再投资千其他的生产性企业之后才能

进行。工资可能需要增加，但是增长的幅度不能大到对公司的利

润和经济增长造成重大损害。只有在经济有一定的增长条件下，

只有在持续地减少贫穷，同时才能减少不平等。

把改革提上日程需要处于不利地位的和受排斥的经济团体从

政治上组织和动员起来。但是，假如要使所采取的改革不引起可

能摧毁民主政治的危机，则必须使享有特权的经济利益集团推翻

民主的成本高于改革自身的成本。这需要主张改革的团体持现实

主义和渐进主义的态度。这也需要民主政治有足够全面的效率、

稳定和对资本的保护，以至于享受特权的经济行动者在推翻该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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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时会损失很大。

种族和党派的分歧

社会科学很少发现真正的规律，但是一条能自信地表述出来

的规律是关于种族方面的，即：种族分歧不会消亡。它们可能由

千压制和同化而没有显露出来。然而，它们能够被控制，这样不

致威胁到社会的和平，而且不同的人群可以在保持他们的种族特

征的同时和平共处。在民主的框架内有四种基本的机制从政治上

来处理种族问题：联邦主义、按比例分配资源和权力、少数民族

的权利（保持文化的完整性和受到保护以不受歧视）和分享或轮

流享有权力，特别是通过在中央的联合政府的安排。＠

像印度和尼加拉瓜的经验所显示的那样，以及如霍罗维茨所

指出的那样，联邦制度在处理种族的紧张方面特别有效，因为它

们利用了各种各样的机制来缩小纷争。首先，联邦制通过把冲突

转移至州与邦和地方的各个层次来分散纷争。第二，联邦制还诱

发同一种族内部的纷争，在争取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斗争中使

同一种族团体的不同派别相互争斗。第三，它们也可能促使不同

种族之间的合作，当州（邦）政府发现有必要相互联合，具体的

方式与程度则视中央的具体问题而定。第四，它们可能产生断面

性的分歧，假如一些种族、团体由于不同的利益、特权和需要而

分裂成不同的州（邦）。第五，它们可以通过提高落后的和少数

民族的人群在它们自己的州（邦）政府和教育体制中地位缩减差

距。＠

更通常的作法是，联邦体制允许所有的以民族团体为主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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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管理它们自己的事务，并给予它们一些机会在多种层次上赢得

权力和控制资源。这表明了另一项事实上的规律，即：在一个种

族分歧很深，并且权力高度集中的社会中，稳定的民主政治是不

可能的。有令人信服的、独立的原因解释为什么分权、强有力的

地方和州（邦）政府促进了民主政治的活力，在分裂的社会中，

这些都是紧迫的当务之急。

最后，党派分歧能够在阶级和种族的分歧之外，为暴力和破

坏性的冲突提供一种充分的基础。甚至在对意识形态和纲领没有

深刻分歧的情况下，政党政治表现为是相互竞争的组织争夺国家

的权力；政府的权力越大，渗透越广，则政党越想不惜代价得到

它，并保有它。这是为什么国家主义对于民主政治是如此有破坏

力的原因：不仅因为它培育了腐败和经济的无效率，而且，因为

它将政治权力的收益提升到了你死我活的零和 (zero- sum) 游戏

的程度。当选举竞争的代价是如此之大时，信任、宽容、礼貌和

对规则的遵守变得非常难以坚持。一个平衡的政治文化（在其

中，人们关心政治，但不过分）只有在这样的结构性环境下才可

能：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可以承担起对政治不过分的关心；在

这样的环境中，福利、收入、地位和向上发展的机会不只是政治

权力的功能。

在东欧和许多发展中国家，限制政党的争斗要求降低政府的

地位和激活私有经济。但是，它还需要其他更多的东西。在政党

仅仅处千形成阶段的地方，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压制和恐惧之后公

开的政治生活仅仅是刚刚出现的地方，宽容、信任、和解和合作

的文化仍有待孕育。激情是热烈的，记忆却充满了苦难。人们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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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相互信任的基础，缺乏对他们可能联合的政治力量的尊重或至

少是缺乏对他们自己的政治利益的审慎和灵活的追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精英的行为、选择和态度对他们的追随者

处理政治分歧和纷争的方式能产生塑造性的影响。反对党的领导

人必须带头达成了解、培育工作关系以弥合历史上的分野，限制

过高的期望值和为他们的议事日程建立更加长期的、更加务实的

长远视野。分享权力的协议或正式的安排反映的只是这些当务之

急中的一个方面C 相互竞争的政治精英们最起码必须为政治生活

定下一个和解与宽容的基调。首要的是，他们必须表明他们信任

民主程序和恪守那些超越对权力或其他实质目标的追求的规则。

像罗伯特·达尔所称的那样，在政治竞争者之间建立这样一

种”相互安全的”制度是对游戏规则的超越性的尊重，这不仅要

求一般的信任，而且要求政治领导人在相互信任上跨出一大步。

他们必须相信，不管民主过程的结果是什么，从长远来看，该结

果比导致民主政治崩溃的、危险的不妥协能更好地服务千他们的

利益。在参与建立所有的新体制的多重不确定中，对千民主政治

而言，可能没有什么东西比具有勇气和想象力来联手跨出这一大

步的政党领导人的存在更加重要。

编者按：本文出自 I.any Diamond, "Three Paradoxes of Democracy", 

in Larry Diamond and Marc Plattner eds. ，加 Global Resurgence of De­

mocracy (Second Edi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227 - 240. Copyright 1996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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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感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和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

mocracy 提供卢文版权。

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 是《民主杂志》 (Journal, 。if De­

mocracy) 的共同编辑和民主研究国际论坛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for Democratic Studies) 的共同主任，胡佛研究所 (Hoover Institu­

tion) 的资深研究员。

注释：

心 Larry Diamond 、 Juan J. Linz 和 Seymour Martin Lipset 合编，《发展中国家的

民主》 (Democracy in 压吵)ping Co皿历心，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88, 1989) 。

(2) Gabriel A. Almond 和 Sidney Verba, 《公民文化：五个国家中的政治态度与

民主政治》 (Civic C心叩： Pol血al, Attitudes and Derrwcracy in Five N,吨ons,

胚ton: Little, ~rown & Co., 1965) ，第 356- 36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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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民主可以移植吗？

乔万尼·萨托利

民主的先决条件

民主最管用吗？

最后一个疑问

毫无疑问，自由民主的理论与实践是植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

的产物。因而，当民主从西方输出到其他地区其他文化时，我们

时常听到的是“文化帝国主义”和“带偏见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模

式”。但我并不认为这些理念因为发源地的缘故就应该被拒斥。

民主是西方的发明并不意味着它就是一项糟糕的发明，或者是一

种只适合西方消费的产品。而我本人以西方为中心的民主论述并

未给我任何特别内疚的情结产然而，我确实认识到了，给非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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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地区开民主的药方使我们必须正视这个“移植的问题”。首先，

是否可以不顾＂输入条件”，即输入国家的条件，而把民主输出

到任何地方？其次，在输出民主时能够也应当照搬其最高级的

（西方的）形式，还是应该首先把自由民主这一概念分为它的必

要的（确定性的）和偶然的（变化的）两个要素？

是否任何土壤都可以移植民主？这个问题的答案通常在印度

和日本，两国确非西方国家，然而都是成功移植的典范，身上找

到答案。我不妨服从于这一巨证；不过，我对此并不十分满意。

例如，非洲的情形怎么样？更进一步的研究将表明，印度和H本

确实具备了输入民主形式的“最低限度的条件”，但其他地方也

许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再者，对民主可输出性的更深层次的考究

将要求我们首先得着手解决第二个问题，看一看这一概念的构成

要素。

在谈到“自由民主”时，我首先必须强调指出，“民主”仅

仅是它对显然由两个要素组成的实体的一种简写：其 1 ．使人民

自由（自由主义）和 2．赋予人民以权力（民主）的误导性的简

写。人们同样也可以说自由民主由 (1)”对民众的保护”(demo­

protection) ，意即保护人民免于独裁暴政和 (2) “民众的权力”

(demo-power) 意即实行民众的统治两部分构成。历史地看，造就

一种自由的人民乃是自由主义的功劳（从洛克到比如说法国著名

的宪政论者邦雅曼·贡斯当），而这一要素是从经过宪政民主与I

或自由宪政诸概念中提炼出来的。然而，自由的民众通常也是自

已声称“要求”并”获取“进入权力之位的民众。而民主正是这

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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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要素哪个更为重要？如果这个问题意味着更重要的必然

肯定要取代不太重要的，那么它就是一个误导性的问题。如果我

们采取这一方式，那么我们通常所得出的答案将是：积极的自由

比消极的自由更重要；民众的权力比民众的保护更重要，于是民

主的要素也就比自由的要素有优先权e＠但这一结论将是错误的。

究竟哪个要素更重要，我们尤需考虑自己的个人情感，这是个程

序排列的问题，因而也是个谁是谁的先决条件的问题。不容置疑

的是，从程序上看，消极的自由（霍布斯称它为没有外在障碍）

和民众的保护（自由宪政论）是民主本身的必要条件。＠

因而，在自由民主的两个组成要素中，民众的保护便是必要

的和决定性的要素。我还将坚持认为它也是一般的或者普遍的、

可以输出到任何地方、移植到任何类型土壤中的要素。由于这一

要素首先和限制权力之执行的结构性手段及法律手段联系在一

起，因而也就能束缚住专横的和绝对的权力，千是我们这里就有

了这样一种政治形式，它可以被附加千（既然它只是一种形式）

任何文化上，而不管它们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如何。这巳不是民

众权力的要素的问题，因为这里我们已经进入了政策制定领域，

进入了由具体形式来进行具体的输入输出的领域。宪政国家关注

的是如何做出决策；民众的权力则是有关决策的内容是什么。那

么，显然在“人民的意志”这一竞技场中，在作出特定的决策

时，偶然性和文化因素很可能会引发大量的变异。

对我的论点，即作为宪政的一种形式的民主的普适性（因而

也具备可输出性）最标准的反驳是，它假定自由（由宪政界定，

受宪政保护）既是首要的也是普适的价值，而事实未必如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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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上，这种反驳意见是，自由并不被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所“珍

视＂。例如，在神权统治的和“顺从的"(submissive) 文化里，不

存在珍视自由的空间产由于认为留有疑问的自由实际上是个体

的自由，因而就是被卑鄙甚至肮脏的个人主义价值所站污了的自

由，这种观点进一步得到加强。然而支持该观点的经验性证据是

站不住脚的，同时，对个人主义的这种指控也是不正当的。

我们怎样才能确定“自由的＂状态是否事实上被大多数地区

的大多数人民所赏识？这里要提醒的是：

当我问某人他愿意骑马，还是乘车旅行时，他的回

答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回答者至少巳经看到了一辆车或

一匹马。去询问对面的人的偏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

从未给对方提供可选择的对象，即提供可比较的东西

……有无数的人不能喜欢一样东西更甚于另一样东西，

只因为他们见不到“另一样”；他们只能承受他们所发

现的人道的（或不人道的）条件，并把自己置于这种条

件之下。。

囚而，去问牛活于原始社会或第三世界国家没有文化的农

民，他们是不是“珍视自由＂，他们是不是珍视这种价值甚于珍

视别的价值，显然是十分荒谬的。价值和自由是高度抽象的解析

概念，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居民来说完全是晦涩难懂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既然对自由的普遍欲求既不能被证实，也

不能被证伪，那么就一定得把这个问题搁置一旁。与此相反，应

搁置一旁的是构建此问题的那个抽象的（而且确实是西方中心

的）词语。现在让我们暂不论价值的益处而改谈价值的伤害，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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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根据伤害原则来重新安排论证。这样一来论题就变成谁也不

愿被囚禁、拷打、屠杀，人人都竭尽全力免于受到伤害。政治自

由是对危害原则具体内容的一种抽象化。自由的宪政旨在确保不

经过正当的程序和违反人身保护令，任何人都不能被政治的强制

工具所伤害。

那么，作为一种宪政形式的民主制度的可取性、普遍性及输

出就取决于免于伤害的规则 e 这种形式更清晰地使得“太个人主

义”的指控显得没有效力。如同原子时代的个人，在公有社会环

境下个人亦寻求免于肉体伤害（他们所认为的伤害）。一位部落

村社的村民在被架到火上烧烤或者被用刀劈之前是要想方设法逃

跑的，就像他的“个人主义的＂、自我中心的同伴一样。因而，

认为消极自由对那些其信仰体系内不＂珍视“个体价值的人尤利

害关系的论点是没有依据的。

然而我们分析在对民众的保护和民众的权力之间的区别不应

被理解为二者实际上是相脱节的。相反二者是相关联的，这种关

联通过投票和选举而清楚地建立起来。即便如此，那些缺乏历史

视野的写作者们仍倾向千夸大投票的重要性。他们声称一一现在

是口号 只有达到了全民（男性和女性）普选，才能获得彻底

的民主。是，却又不是3 因为我们应当提醒自己，当初自由（宪

政）民主的创发和长期维护仅靠的是人数很少的选民。投票固然

是一切自由政体的必要条件。＠然而，在一既定的政体里，投票

的范围及其扩展并不像有些人企图使我们相信的那样举足轻重。

虽然女权主义者为妇女被排除在选举之外而大声疾呼，我依然坚

持认为瑞士是一个彻底民主的国家。如果我不得不在虽实行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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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选但法治不健全的国家和与此相反，即虽然全民选举的程度较

低但实行健全法治的国家二者之间做出选择，我将毫不犹豫地选

择后者，因为它是一种比前者更优秀的民主产这样，投票就不

是民主的晴雨表。不能用它来充分度量民主是否彻底。下文我将

表明，把投票盲目地施加于并不适合投票的国家是一个错误。

民主的先决条件

为什么要广泛涉及到自由民主的自由主义的过去？因为亚洲

及其他地方最初的民主遇到的问题正是当初西方民主面临的问

题。可以肯定，一旦一种政治形式在一个地方被创设并进行试

验，那么其他地方模仿这种形式只需花费较少的时间。原则上我

们也同意，“通过模仿”来创设一种民主是一桩相对容易做的事。

然而问题在于日历时间和历史时间之间的时间差。模仿一种政治

模式是基于日历时间的一种同步过程：我们今天输入的是今天存

在的。但就历史时间论，国家间可以隔开千年之久。历史地看，

今日阿富汗和星罗棋布于不发达（更不用说最不发达）地区的数

百万村庄的情形正如黑暗的中世纪大多数欧洲地区的情形。因

而，输人问题并不像平时显现出来的那般简单。由于其中包含有

复杂微妙的”时机选择上的差别＂，所以只要把一种高级的模式

突然强加千一落后的实体上，肯定要遇上麻烦。尽管在日历时间

上华盛顿和喀布尔是同一天，但从前者向后者的移植是一次巨大

的历史时间上的跳跃。

让我从先决条件这个角度重新表达我们提出的告诫。民主的

先决条件这种说法一般指的是经济条件。我将马上总结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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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但这里我指的是历史条件。该条件有二：其一是世俗化，其

二是我所谓的对政治的＂驯服＂。当神的王国和恺撒的王国一

宗教领域和政治领域一一相分离时，世俗化就出现了。因而，政

治不再得到宗教的援助：它既失去了它的源千宗教的僵化（教条

主义），也失去了它的宗教式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驯服政治条

件就具备了。这里我的意思是政治不再是杀戮，不再是一种好战

的事务，而和平式的政治就能保证自已成为政治组织标准的运作

方式。

人们不用深究这些历史条件和民主之间的联系。民主所假定

的是，权力的赋予和废除都由选举判决，因而要求职位的例行轮

换。但如果掌权者有理由担心放弃权力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和财产

安全时，那么显然他们将不会放弃权力。因而，除非政治实现了

世俗化，并得到驯服，即除非对这样的人有充分的保护，否则，

政治家们让出职位放弃权力的代价就太昂贵了。

在阿尔及利亚 1991一1992 年的选举中显然所有这些条件都

不具备。我认为取消第二轮选举并宣布选举无效是个严重的错

误，但更严重的错误是居然举行选举。国际社会要求正面临伊斯

兰原教旨主义浪潮的国家举行选举以“证实”他们的民主纯属不

明智之举。在一个非世俗、好战、失败者可能被杀害的环境里，

任何形式的民主都不可能。

那么，较晚接触到民主的国家因它们只需对原型加以模仿而

事实上置它们于不利的地位。如果后来者期望以持续高速度（不

顾历史时间） ＂赶超＇＇，它们可能得承受“过重负担＂的痛苦，这

种难以控制的局面因同时引发的大量危机和负担而出现尸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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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世纪以前民主仅仅是一种政治形式，宪

政国家提供不了，也不望能提供经济上的”可欲之物”；相反，

它提供的是自由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好事物”。在一个多世纪的

时间里，没有证据显示：民主有经济的前提或而它的存续取决于

经济的增长和繁荣。问题在于，十九世纪自由国家所给予提供的

民众的保护不具有财富方面的要求。就自由民主政体作为一种政

治形式而言，一种“贫穷的民主”同样是可以想像的，也是可能

的。

随着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高度的民主化成就，民众的权

力开始变为民众的欲望，自由宪政形式的政策内容越来越集中到

分配问题上，集中到“什么东西，谁应得到，得到多少“上。这

种转变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然而，由于道德伦理的萎缩，由于马

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以及由于曾经决定了民主在英美的理

论与实践的强烈功利主义倾向，这种转向得到了极大的加强。可

以肯定，当民主在其他文化里生根时，这些文化因素可能要被抵

销掉。不过这一事实仍然成立，即如果民主被作为与民众的分配

密切关联的一种民众权力体系而被输入，那么民主的命运将跟经

济业绩联在一起。＠所以今天几乎各地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民主

是否也促进经济的增长。

民主最管用吗？

那么让我们回到这个问题上：从经济角度看，民主最管用

吗？许多人会声音宏亮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正如《经济学

家》所说，有证据表明”在纵横数十国，上下数百年的历史长河

149 

848



民主与民主化

中，民主比其他任何政治体制都更持续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增

长。心我也希望自己能相信它。可是，这种说法彻底忽略了的

是，这种增长是伴随着技术的进步而来的，而技术并不是民主而

是那种自古希腊人锤炼的逻辑和理性的副产品，其最终带来了

“科学精神”的诞生，以及随后在最近两个世纪只出现在西方世

界的技术的迅猛发展。中国文明确实以其技艺为标志，并且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其技术发明领先千西方。然而使今日之世界“现代

化”的科学和技术从未在其他文化里生长开花一一无论是中国，

还是另一个重要的典型例子，印度。因之，所考察到的在西方自

由民主与繁荣富足之间所存在的因果关系就显得没有道理。姑且

不论因果关系，在民主的“经济优越性”论点背后的论据是什

么？据《经济学家》讲， “民主促进增长的主要的依据之一是，

它为资本主义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气在

苏联式计划经济的灾难性崩溃之后，即使现在的独裁者也深刻地

认识到“看不见的手比看得见的靴更为管用。心因而独裁者也将

发现，推进市场体制，尊重财产权利符合他们自己的最大利益。

我四下环顾时看到民主政治在”成长”(in growth) 的同时，

民主政治也在退步，正如我看到专制政治在经济上衰落的同时，

专制政治也在享受着经济上的成功。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以

及现在的马来西亚在威权主义监控下创造了它们的“经济奇迹”。

而香港的情形又作何解释？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一块受大

英总督统治的殖民地。在拉丁美洲，民主政治下的智利和秘鲁经

历经济崩溃后，把经济的恢复归功于威权主义的统治（在秘鲁，

阿尔贝托·滕森[Alberto Fujimori] 总统近来在经济方面取得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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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是这以先暂时终止宪法并随后重新制定一部其民主性值

得怀疑的民主宪法为代价）。该地区总体情况是军人独裁政权和

民主政府的经济发展记录同祥乏善可陈产在前苏联和东欧地区，

民主化过程中推行了经济改革，然而却使其处境更为艰难。

因而，认为民主不仅是一种优越的政治体制（我当然同意这

一点），而且也是“经济上的优胜者”的论点很容易被这样的论

证驳倒：只要具有朼同的市场机制，承受着阻力和来自民众的压

力的政府跟受民众的需求和民众的分配拖累的政府比较起来，在

促进增长方面的境遇要更为有利。要知道，只要人民富足起来，

民主是他们可能要求的东西之一。但在这个论证里，增长必然需

要民主畸但民主并不造就增长。

因而，民主最管用并不是一条自然规律。必须使民主政治发

挥作用（通过结构上的鼓励和约束，而不能只是良好的愿望）。

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模式，即西方的政治形式自身已刻不容缓地

需要整修。叮民主破产的危险或者所谓民主赤字的危险非常现实

地存在着，今天的宪政结构尚不足以应对这种危险。

让我们再次把这个问题置于历史视角之下e 就自由宪政而

言，在它们的实施后面最主要的一项驱动力植是“不纳税就没有

代表”的原则（如詹姆斯·奥蒂斯 [James Otis] 在 1761 年明确表

述的“纳税而没有代表就是专制”)。因而当议会成为宪政国家的

支柱之一时，它们坚持“金钱的权力”，即征收金钱者并允许他

们执掌“权力之剑”（如国王）的权力。转型开始后的民主政治

与管理通常转回到先前受排斥的模式上。只要议会代表（正如它

们在整个十九世纪里所做的那样）真正的纳税人－—－即“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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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穷人”，那么议会的监护权与行政的支出权的权能分离

就能达到其目的。在这些条件下，政府事实上是花费的有效控制

者。然而在上一世纪，议会的刹车和行政机关的加速器之间的平

衡丧失了 C 随着普选权的实施以及随后普遍从法律和秩序（这正

是期望“小国”提供的）向需要调整的福利国家转变，议会甚至

成为比政府还庞大的花费者。直至二十世纪中期使国家预算得以

保持平衡的自然堤坝是这样一种信仰：它把预算界定为一种平

衡，一种国家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平衡。这种信仰正可以解释这

一事实，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额债务最终都逐渐被消化了。

当政治家们开始了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主要论点一一赤

字开支时，这种状况便告一段落了。因而借款并搭便车便成了不

可抵抗的诱惑。综观宪政国家的各个机构，在财政方面再也找不

出一个哪怕在任何程度上负责任的看门人。而如果坐享其成的政

治家想避免陷入因“消费＂ （而非投资）举借的债务问题中，那

么最终只好印刷更多的货币，那么糟糕的政治或糟糕的经济，甚

至二者同时出现，实际上将是不可避免的。因而重新确立对货币

的控制至关项要，因为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没有制约与平

衡的国家。

这里我不可能探讨可行的对策产我只能强阔指出，不管是

不是民主制，业绩（用经济术语表示）根本上取决于“货币控

制”的时机。在这里，当我们从形式（宪政结构）转到政策内容

（民众的需要）时，民主正面临着最严峻的挑战。最初产生于权

利法案的形式上的权利，一般而言是不含成本的。而当形式开始

发展并包括物质方面所赋予的权利时，其成本之高前所未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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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十年来，西方民主政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来满足福利开支增长

的需求：赤字支出和保护主义。而今两种资源已开采殆尽。今天

许多西方民主政权结束了“严格的预算＂，这说明它们陷于债务

是如此之深以致不同的或额外的分配几乎不可能。全球经济一体

化已不可遏止地把原先受保护的制造者（过去它们能把自己的财

政负担转嫁给消费者）推向世界范围的竞争潮流，福利国家已不

堪重负。于是未来的年月就不得不成为减少开支的年月 C 民主政

权必须有能力维持持续的增长，而现在要比过去更为迫切。但即

使最糟的情况发生，我们被卷入了一个负和演涡当中 (negative

swn vortex) 一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 我觉得可聊作安慰的想

法是，自由民主本身依然值得追求，拥有对民众的保护总比什么

也没有强得多。

最后一个疑问

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即亚洲和非洲是否需要它们各自的民主

“模式”。在其核心部分 即保护公民、控制政治权力之行使的

宪政技术 尚未遇到替代性模式，我同样没能发现为什么有人

想摒弃其运行已久的机制。但在其外围部分一例如，政党体制

和利益的表达与集中的程序何时才能来临 我承认最初起源于

西方阶级分化的多党制安排在只对自己部族效忠的地方几乎没有

什么意义。持此论的非洲领导人自有一定道理，但当他们的解决

方案禁止多党政治，并在实践中建立一人、一党的统治时，他们

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当我们谈到自由民主的“人民的意志”这一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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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很难一概而论。这个世界由生长于文化世界观、价值体系，

更不用说环境千差万别的人民所组成产即使在西方，人民的声

音 (Vox populi) 并不必然被理解为神的声音 (Vox Dei) ；如我本

人就不认为人民总是正确的，但人民有犯错误的权利3 同样的道

理，我们应该允许”被人民消灭的"("demo - killed”) 的民主，

即我们应该允许一种将消灭自己的民众的权力存在吗？这个及一

系列相类似的问题，引起了众多不同的反应，而这些反应又反过

来深刻地影响了民主经验的政策输出 (output) 。沃尔特·白哲浩

(Walter Bagehot) 在他的有生之年赞扬了英国人＂恭顺的愚蠢＂

(deferential stupidity), 难道毫不谦恭的傲慢能更好地为民主服务

吗？这些问题我建议最好留给由各国的“民族精神”(Volkgeist), 

笛给每一种与众不同的“人民的精神”去解决。西方民主理论

（经常规范整齐地甚至是尽善尽美地）的发展演化已反映高层次

的民主化。当这个理论传到正在形成中的新民主政权（并由在西

方大学里受过训练的学生传播），西方民主自身的基石要么被想

象为理所当然，要么干脆被忽视。我承认这对初学者而言是一个

不良开端。历史上，如我前面已论述的，自由民主制经过发展后

包含两个构成要素： 1. 对民众的保护（它带来了自由的人民），

2，民众的权力（它带来了坚持己见的人民）。民众的保护通过自

由民主的”形式”一即它的宪政结构和程序而获得一—而民众

的权力则是通过政策的制定所表达的输入输出的“内容＂。在我

的论证中，第一个要素是民主的必要条件，而第二个则是一套广

泛的对实施的解释。

从上述的区分可得出， l．其形式（自由一宪政要素）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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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普遍输出性的因素，而其内容（即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是有

条件地依从千文化的要素； 2. ＂恭顺的“爱好和平的政治是受到

尊重且能使政治职位轮转的选举结果之根本性的前提； 3．对民

众的保护与经济状况无关，这就假定准许有＂贫穷的“民主，而

要求民众利益的民众的权力，急迫要求财富及经济的增长；因而

就有 4．把民主直接等同于民众的分配使得今日民主的财政危机，

不论它发生在哪里，特别令人担忧。

编者按：本文出自 Giovanni Sartori, "How Far Can Free Government 

Travel?",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皿e 6, Number 3, 1995 July, 

pp.101 - 111. Copyright 1995 b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and 

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 

感谢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和 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

mocracy 提供中文版权。

乔万尼·萨托利 (Giovanni Sartori) 是哥伦比亚大学人文学院

虳阿尔伯特·施韦策讲座教授 (Albert Schweitzer Professor) 。他著

述甚丰，其中《民主新论》一书在中国广受欢迎。新近的著作有

《比较宪政工程：结林、动力与结果的考察》 (1994 年）。本叉是

在 1994 年 10 月提交由韩国国际研究协会发起的汉城会议的会议

论文基础上改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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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切 主要有三：《民主的理论》(Demncr血c 饥eory,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New York : Praeger, 1965) ；《民主新论》(The Theory qf Democra­

CJ'R叩ited, Chatham, NJ. : Chatham House, 1987) ，这是对前面一卷的扩展

和修订。

© 必须记住，在本文里“自由的“一词一般是在历史的意义上使用，而不是

当前美国所使用的那种意义－~即把它作为“左＂的同义语。

© 有关更详尽的分析，参阅我的《民主新论》(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心让

ed) ，第 301- 310 页，第 357 - 358 页，第 386- 393 页。

@ 我用了“顺从的文化”(submissive) 这一术语，而未用“臣民的 (subject) 文

化”、"恭顺的 (deferential) 文化”或类似的术语，因为伊斯兰一词的意思就

是“顺从“(sub皿ssion) ，也因为现在伊斯兰文化正是 Gabriel Almond 和其

他人所称的“公民文化”的主要对手。

@ 参阅我的《民主新论》，第 272 页，笫 273-279 页，多处曾论及。

@ 即使 Edmund Burlce 也拥护“实质性的实际上的代表”，即不选举的代表，

他引用他于 1792 年在给 Hercules Ll屯门she 爵士的一封信中论证了他的

观点，其中写道：“如果不具备现实的基础，这种实质性的代表制不可能

长期有效地存在。其成员和选民肯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Burke, 《著作

集》(Works, Boston: Little, Brown), 1938 年，第 3 卷，第 521 页。

? 例如，在拉美大部分地区，选举权虽扩大到所有人，但司法的独立性经常

受到怀疑，我的确感到惊讶的是何以能给”选举的民主化”以高于要求法

治的优先权。

@ 这里提到的＂危机的因果性“理论产生于社会科学研究理论所发起的一

系列著作中，并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丛书中最后一本是由 Le­

onard Binder 等合著的《政治发展的危机与序列》 (C本es and Seq亚nces in 

Pol比比al Development, 1'171 年），尤其是 Sidney Ve忐所著的最后一章对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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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了总结。

@ 关于民主和经济发展之关系的争论可追溯到 Seymour 如正n lipset 的力

著，《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Pol让比al Man: The Soc讽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Y. : Doubleday, 1959) ，特别是第 2 辛有关当前的评价可

参阅 Larry Diamond,“经济发展与民主的再思考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Democracy Reconsidered) ，收于 G叩,Marks 和 I.any Diamond 编，《民主的

再探讨》(Reexamining Democ皿y, Newbury Park, Calif. : Sage, 1992) ，第 93

- 139 页。

@ “民主最管用 ”(Democracy Works Best) ，《经济学家》(m&o叨咄t), 1994 

年 8 月 27 日，第 9 页。

@ 同上。 Mancur Olson 在“独裁、民主与发展”（压如幻rship, Democri匹y and 

压呻pmem) ，《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如ce Re如W) ，第 87

卷， 1993 年 9 月号，第 567-576 页中就相应主题（从纳税出发）做了更为

精辟的论证。 Olson 认为，一位独栽者（一个“驻寇”)“只有当他从长计

议”，他才能干得差不多，而一般情况下”一位独裁者关心的只是如何挺

到下一年＂（第 571 页）。但现在是民主政治家的眼界比独裁者的更长远

的时候吗？对此我非常怀疑。

@ “民主与增长：为何投票对你有利 ”(Democracy ancl Growth: Why Voting is 

Good for You? ），《经济学家》（兀eE叨四咄t),1994 年 8 月 27 日，第 17 页。

@ 本文我没有涉及到有关向拉美输入民主这一特殊问题。在 F. Lowenthal 

编，《输出民主：美国与拉美》 (Exporti叱几皿灯匹y:The U咄ed Stat.es and 

压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l'H/)一书当中对此

做了出色的宏观考察。

@ 在我的《比较宪政工程：结构、动机与后果之考究》(C叩卯皿t如 Const让u­

血al,E唔neering : An Inquiry i叩如血芯， lncenti归 and Outco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l.nndon: Macmillan, 1994) 里，我详尽地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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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了民主体制需要调整的观点（，此处，我必须把该论点限定在经济衰

弱，也就是说西方宪政结构的经济衰弱的范围内。

吵 有关美国提出的宪政出路．参见 Aaron Wildavsky, 《怎样限制政府开支》

(H叩 to fin诅心叨叨四u Spe吐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以及 R. E. Wagner 等人编，《平衡预算：财政责任与宪法》(Bal­

anced Bwlget : Fiscal Respos访ili!y and the Corutitution, Washington, D. C. : Ca­

to lrlSl:itute, 1982) 。目前国会的议事日程正考虑把平衡预算修正案写进

美国宪法

$ 有关对文化因素的作用的广泛国际论述，参阅 lany Diamond 编，《发展中

国家的政治文化与民主》(Political C叫tUTe 皿d Democracy in D咙甸"ng Gou­

而沁， Boulder, Colo. : Lynne Rienner, 1993) 。

杨光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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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录一

文章来源

马丁路德金原著 我有一个梦

夏中义 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 2002 年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胡适 易卜生主义

夏中义 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 2002 年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邵建 “枭鸣”的猫头鹰——知识分子肖像 “思想的境界”网站

殷海光 怎样才算知识分子

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 2004 年上海：上海三联

曼德拉、德克勒克原著 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夏中义 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世界》 2002 年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弗洛姆原著 信条

夏中义 主编《大学人文读本•人与自我》 2002 年广西：广西师范大学

吴叡人 理想：深刻、成熟、自我期许

《中国论坛》 1983.09.25

陈连馨 一名组织者的反思

《殊途同归——亚洲女工组织工作经验集》 1993 年台北：台湾工运杂志社

上、党国政治

Wong Chin Huat The Rise, Resilience and Demise of Malaysia’s Dominant
Coalition
THE ROUND TABLE, 2018, VOL. 107, NO. 6

Meredith L. Weiss and Faisal S. Hazis Towards a New Malaysia?
Meredith L. Weiss and Faisal S. Hazis ed. Towards a New Malaysia?: The 2018
Election and Its Aftermath，2020，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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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redith L. Weiss The Road Ahead: How to Transform Malaysia’s Regime
Towards a New Malaysia?
Meredith L. Weiss and Faisal S. Hazis ed. Towards a New Malaysia?: The 2018
Election and Its Aftermath，2020，Nus

James Chin Exporting the BN/UMNO Model: Politics in Sabah and
Saraw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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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提升学员对民主人权与社会运动之认识，俾能实践于马来西亚现有或待开拓的社运

领域。另外，也提供交流平台给不同岗位的社会实践者，以共同思索与协调如何推

进社会进步。

资格

本读书会并不公开给社会大众，只邀请目前活跃于公民社会的青年参与，特别是社

运与学运份子、非政府组织成员、媒体人和评论人。

主办单位

马来西亚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民权委员会

日期

2007年 2月至 11月

方式

读书会共分为十个单元，每个单元选读至多四篇文章。每个月一个单元，自 2007
年 2月底开始，2007年 11月结束。每个单元将有一场读书会，在读书会之前所有

学员必须尽量读完该单元的所有文章。

十个单元：

一、理想与社会批判

二、再思考马来西亚

三、社会运动与议会政治

四、现代性、国家与公民社会

五、民主政治的意义

六、人权与法治

七、言论自由

八、自由多元：现代政治制度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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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公共秩序及其变革

十、民主的演进

学员将被分配成 5个小组，每个小组将轮流负责一个单元的文章报告。例如说甲、

乙、丙、丁、戊五组将各自负责单元一至单元五的文章报告，然后重复轮流。进入

读书会之前，我们鼓励负责该单元的小组自行举行讨论会，以擦出更多的思想火

花，促进学员之间的联系。

流流程

每场读书会定于星期一，于晚上八点至十点举行。流程如下：

8:00 pm – 8:40 pm 小组报告文章重点 （40分钟）

8:40 pm – 8:55pm 导读人评点报告 （15分钟）

8:55 pm – 9:50pm 讨论环节 （55分钟）

9:50 pm – 10:00pm 导读人总结 （10分钟）

规则

（一）导读人的义务

1.1引导读书会以达至设定之宗旨，导读人宜以提问的方式引出文章重点，

尽量鼓励学员参与及自发思考，个人切忌做过于冗长的讲演。

1.2为该单元准备 800至 1000字之提问大纲（内含文章问题意识、文章启发

及其应用、疑难）。

1.3评点学员的报告，点出数篇文章的重点及其背景资料。

1.4提出该单元的几个疑难，促进学员的讨论和认识。

1.5总结。

（导读人可以带领学员拜访一些社运团体，例如阅读社运单元的时候，即可

带领学员拜访白小、八打零居民协会、SUARAM等组织，读书会地点不一

定要固定在隆雪华堂。）

（二）学员的义务

2.1尽量读完每个单元的所有文章。

2.2参与每组私下自行召开的小组讨论会。

2.3准备文章口头报告（每次报告大略整理出五个重点）。

2.3出席读书会及参与讨论。

（三）主办单位将颁发证书予积极参与读书会者（出席率达百分之七十或以上），

以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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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费用

主办单位将象征式向每人收费五元，内含印刷以及饮料费用。其余费用由隆雪华堂

补贴。

修改

若本准则有未完善之处，民权委员会有权增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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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民主与社会运动读本》，总共十个单元，六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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